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合集
    


    
      （套装共9册）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 著
    


    
      

    


    
      
    


    

  

此电子书下载自好资源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1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2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3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4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5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6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7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8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9
  


  


  
    
      [image: cover]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1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中文版导言

    
      社会创新：全球化理论与本地化实践
    

  


  
    主题文章

    
      为人而设计的新科学
    


    
      不要只停留在“增强意识”
    


    
      将教育嵌入日常生活
    


    
      大数据破解腐败
    

  


  
    案例研究

    
      白宫尝试社会创新
    

  


  
    实地报道

    
      健康诊所企业家
    


    
      合作筹款
    


    
      全世界的工人，买买买！
    

  


  
    社会变革新方法

    
      地图绘制的新思路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教育
    


    
      从粮食到电力
    

  


  
    改革荟萃

    
      用教育打开监狱大门
    


    
      海洋保护2.0
    


    
      为“宠物事业”式的善行辩护
    

  


  
    研究

    
      现金援助是否可行？
    


    
      如何让企业高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福利组织多了会怎样？
    


    
      小额信贷的银行化
    

  


  
    书评

    
      后女权主义的面孔
    


    
      理性的直觉检查
    


    
      住房是否属于人权？
    


    
      协作的信号
    

  


  
    最后一篇

    
      自行车上的互联网
    

  


  
    小讨论

    
      新公益框架
    

  


  
    中文特辑

    
      慈济与社会创新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关于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为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乐平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者。


  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产品，乐平为社会创新构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基于跨界多元的社群培育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生长的社会创新环境，促进更多社会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image: 1]


  扫码入群，有机会获赠下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学术合作机构：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及现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以中国社会创新发展及现当代史研究、教育为主要任务的跨院系研究教育机构，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共同设立。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的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轻易地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于他们的工作，我们听说得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忽略了那些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人。而通过该书，人们集中看到了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区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他们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转为服务所有人群；他们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他们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


  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区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社区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与人才及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区。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试错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版导言


  社会创新：全球化理论与本地化实践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用创新这个概念来表达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渴望。但究竟应该如何创新，世界各地的创新实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哪些方案是行之有效的，又有哪些方案事与愿违？


  社会创新是一种全球化的理论，但其实践却是高度本地化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是一本国际刊物，它仿佛一扇窗口，可以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实践；它亦仿佛一扇门，可以开启我们实践本地创新的灵感与智慧。


  例如，在本期内容中，嵌入式教育是一种创新。无论是对专业性教育机构还是其他社会组织来说，传播知识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课堂与院校。相反，教育可能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实践，其唯一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和各种技能。与这个目的相比，任何制度性的门槛和煞有介事的形式都显得多余。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教育领域对人类行为的认知已经相当深入的话，大多数其他领域对人类行为科学的最新进展并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实际上，在任何领域，人类行为都对职业性的或非职业性的工作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事情终究都是人做的。近年来，包括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行为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在内的行为科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理解力。目前，关于在不同情境下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已经有了很多新的知识积累，社会创新需要直接应用这些知识。


  本期中的三篇专题文章皆聚焦于这样的探索。


  第一篇是《为人而设计的新科学》，作者是美国一家设计实验室的联合执行主任——皮尤什·坦提亚。这家名为ideas42的设计实验室是在利用行为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领先的一家咨询机构。坦提亚指出，组织应该采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设计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通过把行为科学和影响力评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像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家那样进行设计。”于是他提出一种被称为“行为设计”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将不同的背景考虑进设计方案，从而使设计本身不再高度依赖主观的创意，而是更多地遵循行为科学的逻辑。


  第二篇关于行为科学的专题文章名为《不要只停留在“增强意识”》，由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两位学者撰写。作者指出，组织常常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意识上，但很少去思考如何促使人们将这种意识转化成行动。作者写道，如果目标是增进初为父母者意识到对儿童进行免疫接种的重要性，那么如果这些父母仅仅是有了这些意识，你一定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你会接着想要确保他们能在孩子正确的年龄，针对正确的疾病给孩子接种疫苗。


  第三篇文章是由哈佛大学三名学者撰写的《将教育嵌入日常生活》。作者提出将教育嵌入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比如在疟疾肆虐的非洲从事小额贷款的公益事业的同时，可以向客户普及与疟疾有关的健康与医学知识。作者指出，嵌入式教育作为一种可靠的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到特定的目标人群，并且往往更有成效，因为这种教育发生在已经预先存在关系的人之间，还利用到了有关终身学习和行为改变的知识。


  显然，了解行为科学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而想要将其融入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并不像通过便利贴进行头脑风暴一样有趣。但是花费这些时间是值得的，因为合理的方案与不合理的方案造成的结果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无论如何，当我们试图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并不孤独，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创新实践者和观察者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有责任将本地的独特经验分享给他们。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2017年7月


  主题文章


  为人而设计的新科学


  作者：皮尤什·坦提亚（Piyush Tantia）


  在设计思维领域里，把创意置于科学之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行为科学和影响力评估的兴起为工程项目和人际互动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论——行为设计。


  从项目策划、产品交付到提供服务，当今涉及人际交互的设计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一个设计方案产生的典型过程是这样的：通过激发创造力，集思广益得出几个“好点子”，再由专家们从中选出他们最满意的一个。投资者在胜出的创意上押注，赌注金额常常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这种设计思维方式应该被一种更加卓越的、能让我们以更高的成功率、更低风险进行创新的方法所取代。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创意，然后对这些创意进行系统性的测试和迭代，直到最终获得最有效的方案。


  两个学术领域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会。第一个领域是行为科学。行为科学提供以事实为依据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了解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如何与环境和他人互动。行为科学涵盖了包括心理学、营销学、神经科学以及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等多个领域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例如研究表明，人们在短时间内的行动力会比在长时间内高很多；[1]提供太多的选择最终会让人无法选择。[2]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对于人们在特定场景中如何做出反应的观察，这些观察的结果常常是违反直觉的。


  第二个学术领域是影响力评估。经济学家们已经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和其他试验性手法来衡量项目和政策的影响力。同样的影响力评估手法在社会部门和政府部门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通过这些手法，我们可以测试并进一步确定某项创新是否达到了设计者的设计本意。


  采取科学方法同时也解决了另一个常见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缺少了严谨、周全的设计。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我们设计的大多数产品在其成功要素中，人际互动体验与实体产品几乎一样重要。例如，第一代苹果手机（iPhone）的功能与黑莓手机（BlackBerry）基本相同（包括电话、日历、通讯录等），但它完全改变了人们使用这些功能时的体验。


  在社会部门和公共部门领域里，项目和服务很大程度上是由人际互动组成的。应用行为科学和影响力评估可以使涉及人际互动的设计更科学、更成功。例如，疫苗是一种技术产品，但父母何时、如何为孩子接种疫苗，以及怎样去提醒他们，也和疫苗本身一样属于创新的一部分。设计不佳的互动方式会使产品的成功打折扣，还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3]


  把行为科学和影响力评估结合在一起应用，这种方法被称作“行为设计”。这种设计方式让我们更像是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家。行为科学的应用能帮助我们形成比完全依赖直觉更切实可行的方案。随后，我们可以通过严格测试这些方案，来确定哪些真正行之有效。遵循这样的科学性进程模式，我们可以在以往成功的基础上取得巨大进步，而这些依靠过去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种更好的方法


  我参与领导一个叫作ideas42的行为科学创新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见证了合作伙伴们很多不同的创新方法。我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设计思维专家们交流经验，参加设计研讨会，阅读与设计方法相关的书籍。典型的“创新手法”包括在董事会议上通过头脑风暴快速产生一些点子，或者使用某种版本的人本设计（human-centered design，HCD）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产生能让少数“专家决策者”们点赞的“好主意”，使这些创意能在相关领域得以实施。


  人本设计似乎正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所接受。通过定义问题和设计指令，再对潜在用户开展定性研究，并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练习激发创意思维，形成了目前最先进的人本设计版本。设计团队或许还测试了一些简陋的原型（prototype）来获得试用反馈。这种手法之所以被称为“人本”，是因为它注重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喜好。


  在定性研究阶段，设计者会采用定性访谈和观察等民族志研究方法。设计者们不仅采访潜在用户，也会和参与交付项目或产品的项目管理人员、一线员工等人群交谈。在设计阶段，人本设计采用了若干种技术来加强创意（这些技术在下一代行为设计方法中仍然有效）。最后，人本设计会面向少量的潜在用户测试几个原型。尽管人本设计中纳入了一些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整体而言，这一方法更接近艺术，而非科学。


  现在是时候在人本设计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好的方法了。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工程师是如何发明新技术的，其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工程师凭借对科学的深刻认知来发展新想法，每项发明都建立在前期不计其数的尝试之上。例如，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被视为飞机发明者，但他们设计中的关键部分都依赖于此前的发明：机翼的科学基础可以追溯到1738年，当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发现了压力与流体移动速度之间关系的原理；引擎设计则借鉴了诞生于25年前的汽车引擎；莱特兄弟能在风洞中测试机翼模型，正是得益于弗兰克·H.温汉姆（Frank H.Wenham）在30年前（1871）发明的这一关键构件。[4]


  第二，创造发明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一样来自灵光闪现，而是来自艰苦的、脚踏实地的改进。著名的真空吸尘器巨头詹姆斯·戴森爵士（Sir James Dyson）在利用风洞分离空气和尘土的实验成功之前，曾经经历了5126次失败。[5]有些时候，发明家在完成整个发明之前需针对某些零部件进行迭代测试，例如莱特兄弟在风洞中测试了大约200个机翼模型才找到最佳设计方案。


  为什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与我们做人际互动设计的方式如此不同呢？首先，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认知来描述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复杂条件下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户体验设计领域的确提供了一些洞见，但是还很不成熟，并且仍然局限于某些数字化的互动元素上，例如网页布局和字体大小给用户带来的不同体验。商业企业的直销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对信函和电话营销技巧进行试验，但这些手法所能涵盖的互动方式也非常有限，并且通常是不公开的。


  其次，工程类设计中的实验和迭代在人际互动领域很难复制。相比简单地启动一个机器并对其进行反复地探究和实验，人际互动领域中测量某个事物是否“切实可行”要更为复杂。我们首先必须清晰地定义我们希望从设计中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构思出一种方法来测量结果，最后通过可靠的测试来判断我们的设计是否达到了目的。


  更严格的创意测试


  人本设计和类似的创新手法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过度依赖直觉。研究结果一再表明，人类的直觉通常是错误的。拿一个“常识”来说，我们通常认为惩罚有助于防止不良行为。这个观点可能合乎我们的直觉，但其实已被证明是错的。例如，在一项针对以色列日托中心开展的研究中发现，对送孩子迟到的家长进行惩罚，反而让迟到现象加剧了。[6]这是因为，相比把准时到达作为社会义务来约束自己，家长们反而认为处罚所付出的代价更小。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起点，还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针对方案进行原型产品开发和测试，我们可以使用影响力评估以及基于实验心理学的实验室测试程序，来衡量这些想法是否切实有效。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方案进行反复迭代和改进，直到得出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


  行为设计方法论中涵盖了人本设计方法论的基础手段，即以人为本、考虑周全，并同时增加了科学认知和迭代测试。行为设计方法论在三个方面显著地提升了人本设计的质量。首先，行为设计方法应用了实验性学术研究中对于人的观察。人本设计仅依赖于自述和直觉存在的风险，因为很多人类行为是无意识的、不透明的。此外，心理学研究还表明，人们的自我认知存在偏见。[7]而当我们用定性研究对学术观点做补充时，我们可以利用行为科学来减少定性研究中的偏见。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询问研究对象他们的同行一般做什么，而不是询问他们自己做什么，来获得更多不加掩饰的回答。在被问及自己时，研究对象可能会因为被迫承认某些行为而感到尴尬，或者不甘于被迫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


  其次，行为设计可以在设计阶段强化人本设计。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经过测试的实验干预为基础，能为形成解决方案助力。随着行为设计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有关什么样的设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切实可行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在过滤想法时，我们可以使用行为科学来预测哪些解决方案将会遭遇行为问题的困扰，例如参与者的接受度低，或对各项选择有误解等等。


  最后，这一新方法可以通过增加更多严格的测试来提高人本设计水平。很多人本设计者与用户一起对早期原型产品进行测试。虽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帮助，但快速的用户测试并不能告诉我们解决方案是否切实有效。行为设计应用实验性方法来获得更进一步的成果，同时不必增加太多的成本或延迟时间。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能测试一个解决方案是否切实有效。这种有效性表现在是否能大范围引发希望的行为结果，而不是单纯依靠参与测试对象的主观感受。我们还可以测试一些较为复杂的设计中的单个组成部分。例如为了了解网页中包含的某条特定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将来自目标群体的信息在实验室进行测验。这类似于航空工程师在风洞中测试机翼设计。通过领域内的测试和迭代，我们不再需要对未经测试的“好主意”下注，而是可以系统地发展一个已知的有效的想法。在设计阶段，测试使在以往的成功创意基础上前行成为可能。


  ideas42设计实验室的工作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我们近期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一项名为“种子计划”的特殊联邦工读计划。2014年秋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前，仅有11%的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了“种子计划”，导致近7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资金未被使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提高申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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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行为科学的视角来诊断问题，并与学生和员工进行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们错误地认为“种子计划”是卑微且薪酬很低的工作。有些人认为工读计划会干扰他们的学习，而不是对学习的补充。另外还有一些人有意申请，但错过了申请提交的截止日期，或者根本没有打开通知该计划的电子邮件。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系列12封电子邮件，试图消除所有这些障碍。通过陈述正确的信息，这些电子邮件消除了学生对工读计划的误解。为了突出截止日期，邮件进一步提醒学生们错过申请意味着错失了多少美元的援助。行为研究显示，损失比收益更容易受到关注，因此提醒学生们未来可能的损失比告诉他们能获益多少更具冲击力。这些电子邮件要求学生们对何时完成工读申请制订具体计划，以降低他们因忘记或拖延而错过截止日期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充满行为科学要素的电子邮件，与另外12封只包含“种子计划”基本信息的通知邮件的有效性进行对照比较。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送重新设计的电子邮件后，又有28%的学生提出了申请，申请总人数增加了1.5倍。在发送这12封电子邮件的同时，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测试了12个不同电子邮件标题行的内容，试图尽可能增加打开电子邮件的学生人数。与一般的标题行内容相比，在12封邮件中有5封电子邮件的打开率高于50%，其中一个标题的电子邮件打开率达到了64%，这封邮件的标题让学生们感觉很特别：“你拥有其他大一新生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案例中，对照组邮件的打开率只有37%，其标题行使用了常用语言来提醒收件人截止日期已经临近：“立刻申请！‘种子项目’将于周四关闭。”


  行为设计方法论


  上一个例子中的工作方法可能听起来不过是反复试错而已。然而与人本设计相比，行为设计所具备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与工程学或者医学里的成功要素更加接近。这种方法从定义一个清晰的问题开始，随后是分析诊断问题、设计解决方案、测试并完善方案的有效性，随后扩展解决方案的实施规模。[8]这种方法从行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入手，而不是靠直觉和猜测，从而使付诸实践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让我们来仔细地看一下这些步骤。


  1.定义。第一步是仔细地定义问题，以确保没有关于原因或解决方案的假设性的表述，并且期望的结果是清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服务的组织通常会问：“如何帮助我们的客户了解我们项目的价值？”在这个表述中，不仅最终结果未被明确定义，并且假设的前提是尚在讨论中的项目或产品是具有价值的最佳方案。假如相关项目是一个金融教育研讨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知道研讨会试图鼓励什么样的行为，也不知道课堂教育是否是最佳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试图鼓励（或阻止）的行为来定义问题，比如让项目参与对象更多地储蓄。


  2.分析诊断。这个阶段要对问题发生背后的行为原因做出假设。为了识别潜在的行为障碍，行为设计汲取了来自行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我们对于特定情境的认识。例如，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工读项目中，我们假设很多学生有意申请，但因拖延错过了截止日期或者干脆忘掉了此事，所以没有坚持到底。这两个原因都是意图与行动之间产生差距的常见行为。


  在做出一些初始假设之后，下一步是进行定性研究和数据分析，探究哪些行为障碍是最普遍的，以及情境中的什么特征可能触发这些假设。在这里，“情境”指物理环境中的任何元素，以及消费者或项目受益者正在经历的任意或所有体验，甚至包括此人当下的身体或精神状态。


  定性研究的常用方法包括观察、“神秘购物”（为了搜集第一手信息，匿名购买某个产品或体验某个项目）以及深度访谈。典型的定性研究专注于问很多“为什么”，而行为学研究法更侧重于“怎么做”，因为人们对于行为背后原因的事后认知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3.设计。通过在分析诊断阶段对于可能的行为障碍进行过滤和优先排序，我们就能着手设计解决方案了。在这个阶段，人本设计的很多结构化创意手段被证明是有用的。只要条件允许，测试比单纯猜测哪种解决方案更好要有效得多。从纸面设计到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大量操作层面、财务层面、法律层面的制约因素，因此解决方案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调整对于解决方案的规模化至关重要。


  4.测试。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来测试我们的想法。在测试中，我们将随机选择的实验组和未接受实验或接受常规实验的控制组的结果进行比较。虽然学术研究领域的随机对照实验通常是耗时多年的费时费力的工作，但在设计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周期更短的实验来获得结果。学术领域的随机对照实验可能需要对方案的几项长期和间接的结果进行测量。而这些测量通常需要大量的调查，从而增加了时间和成本。相比之下，一项设计的迭代只需要测量目标的相近指标就可以了。这些指标通常可以从管理数据（如对电子邮件活动的回复）中获得，因此我们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而不是几年内对其进行测量。只有在确定最终解决方案后，我们才会将长期结果作为最终检验指标。


  如果无法对早期指标进行随机对照实验，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来测试解决方案。对于这些方法的详细说明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读者可以从项目评估和实验性设计方面的学术文献中了解相关内容。


  如果解决方案较为复杂，我们会首先用一小部分用户样本来测试设计原型，从而进一步完善设计。[9]我们还可以在实验室里以工程师在风洞中测试机翼设计的方式，首先测试整体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新产品，并且希望提高与潜在用户就产品特点进行沟通的效率，可以在实验室中测试不同版本，从而找到最容易被接受的版本。


  5.规模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创新在测试阶段就可以终止。然而，规模化的过程本身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步骤也纳入方法论中。


  在产品设计实体化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步骤，即如何以较为经济的方式制造原型，这本身就是一项发明上的挑战。有时，仅仅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工程师们必须要设计出全新的机器。


  首先，规模化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交付解决方案的成本。从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流程和技术优化的问题，但以行为研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高度依赖交付细节，因此我们必须依据行为研究的原则来设计相应的优化方案。举例来说，如果一些解决方案依赖于一线员工与顾客之间的信任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让员工与顾客改用数字化方式进行交流来降低成本。规模化的第二层含义是鼓励更多的团体和个人采用解决方案，这一过程本身就可以从具有科学性、实验性的行为设计中受益。


  进一步理解行为设计方法论


  我们必须承认，完整、深入的行为设计有时候无法实现。即便如此，我们总是可以在创意的基础上引入科学性的认知，来获得一个简略版的解决方案。行为设计流程中的定义、分析诊断、设计三个阶段通过两种方式引入了科学手法：行为设计者借鉴科学研究中的认知来形成假设，并且通过数据的收集来完善这些假设。


  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行为设计者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但可以在保留分析诊断和设计的科学基础的前提下缩短时间。使用大样本的现场测试可能是最耗时的，如果时间有限，采用实验室测试在几天内就可以完成。


  要达成完整的行为设计过程一般会面临两种障碍：一是缺少时间，二是难以测量成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时间的限制很少来自正在解决的问题本身，更多时候是相关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比如预算周期、缺少对项目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的时机，或者领导层缺乏耐心。如果这些组织能为创新的过程安排预算，那么这些人为造成的时间约束将会消失。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工作，我们来看一下ideas42设计实验室与南非西开普省（South Africa’s Western Cape）开展的一项合作。该合作的目标是减少当地在大型节日期间因大量饮酒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西开普省政府在该年度只余下一小笔预算可以用于活动宣传，而当时距离假期开始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ideas42设计实验室团队必须迅速设计一项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时间以整个地区为对象进行随机对照实验来确定方案，我们的团队转而采用了行为设计三阶段的简略版，以行为科学为依据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快速分析诊断显示，尽管假日期间的酒驾风险更高，但人们对安全驾驶的意识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为了强调安全驾驶的重要性，ideas42设计实验室设计了一款彩票：车主们通过自动注册获得中奖机会，但如果有任何交通违规行为，他们将被剥夺中奖资格。该设计使用了来自前景理论[10]的两项行为学原理：当有机会获利时，人们倾向于过高估计小概率；损失所带来的沮丧情绪要比同等程度的收益所带来的满足感高出一倍。应用第一个原理，我们使用了只有很小的概率能够赢得大奖的彩票，而不是普惠大众的小利小惠。应用第二个原理，我们给每个人一张兑奖券，然后威胁要把它拿走。由于无法采取随机对照实验，我们将实验期间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和上年同期的死亡率做比较，来衡量结果。数据显示，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了40%，并且排除了在此期间由于其他行政举措或者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由于合同到期，ideas42设计实验室无法在随后的几年里继续收集数据，但根据来自我们在政府部门联络人的消息，该项目在随后的几年内继续取得了成功。


  引入行为设计


  如果你认可行为设计的价值，并跃跃欲试，那应该从哪里开始呢？目前已经有很多有关行为设计的信息资源。然而更多的资源仍然在准备阶段，实践者还无法一站式获得现成的行为科学研究成果。这些资源分散在大量跨学科的文献当中，包括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营销学、政治科学及法学等等。关于行为科学应用结果的资料则更为分散，因为此类信息大多是由智库、影响力评估公司和创新咨询机构等机构自行发布的。


  为了改善这一问题，ideas42设计实验室正在与开展行为设计的主要大学和机构合作，构建一个易于搜索的网上资源库和一个博客，让用户可以在一个地方获得现成可用的行为学知识。同时，包括ideas42设计实验室在内的一些组织还会举办相关课程来讲解行为设计的基本要素以及实践者所需要的关键性知识。随着行为设计实践被更为广泛地应用，其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认知，行为设计也会变得更加强大。就像科学技术一样，行为设计能够在以往发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社会组织、资助者也能在广泛应用行为设计的过程中受益。每当一个创新方法被提出时，人们就会反复探究其方法论，试图找出能把他们变为创意天才的密钥。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科学方法论的应用本身确实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是要发掘其更大的潜力需要来自组织内部文化和资金模式的改变，从而支持采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设计干预措施。以下是关于组织如何引入行为设计的三条建议。


  为制订解决方案的过程（以及所需的人才）提供资金，而不是方案本身。当前对创新的资金支持通常从解决方案开始，而不是针对问题本身。资助者着眼于支持一个宏大的新点子的测试或规模化，这意味着根本没有余地去科学地分析问题，并且在测试后开发出一个解决方案。资助者应该抛弃这种方法，转而从问题开始去资助一个制订解决方案的过程，以及有能力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才。为此资助者还必须适应数额更大的创新投资需求。行为设计的成本远远超过白板、便利贴和活动挂图等典型的人本设计工具的成本，但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


  拥抱失败。在一个“专家”说了算、结果无须仔细衡量的世界里，解决方案只要能从纸上谈兵的阶段付诸于实施，就不可能失败。而在一个所有的点子都必须通过论证才能确定其是否有效的新世界里，失败本身就是创新过程的一个部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至关重要。事实上，通过失败率可以看出一个创新团队的能力和进展情况。要真正做到创新，就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和失败。对于许多组织和那些组织中不希望自己的事业停滞不前的经理人来说，包容、认可失败可能很困难；但在工程和科学领域中，这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方法。


  重新设计各类大奖赛。为建造可重复使用的宇宙飞船而设立的首届XPRIZE大奖重新点燃了人们对竞赛的激情，现在这类竞赛在技术领域之外也已经变得很普遍了。然而，发明新技术的竞赛与其他领域的竞赛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通过飞行测试的各个测试条目来选拔进入宇宙飞船的航天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社会部门，评审委员会决定哪个想法最终胜出。这种制造“大创意”的竞赛方式无法鼓励人们去不断地产生、测试创意直至找到被验证有效的方案，而只会去一味追求如何能让评委印象深刻。


  如果遵循行为设计的手法，对竞赛进行分阶段的设计会更加有效。第一轮竞赛的重点可以放在识别甚至整合在行为设计和竞赛主题领域中拥有最佳经验和知识的团队。在竞赛的后续几轮中可以资助几个团队通过不断迭代发展它们的方案。在现场测试环节中，解决方案达到一定影响力标准的团队最终获胜。在ideas42设计实验室的帮助下，内斯塔挑战奖中心（Nesta’s Challenge Prize Centre，一家关注创新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成功地使用类似方法开展竞赛。罗宾汉基金会（Robin Hood Foundation）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对创新方式进行革新可以为改进现有的项目、产品和政策带来巨大的机遇。目前已经有充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来支持这一革新；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设计人际互动方式。我们越多地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创新，并搭建平台来记录成果和发现，就越能把创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一对创新进步的巨大承诺关键在于改变组织文化和资金支持模式。资助者可以并且必须不再为正确的“大创意”下赌注，而应该支持解决挑战的正确过程和参与这个过程的专业人才。此外，仅仅预见到失败是不够的，资助者必须欢迎失败，将其视作实现创新过程中可靠而必要的步骤。


  皮尤什·坦提亚


  ideas42设计实验室联合执行董事。Ideas42设计实验室是一家社会企业，以行为经济学研究为基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发明新的解决方案。自2009年加入ideas42设计实验室以来，坦提亚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主要学者紧密合作，为各个领域的社会问题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这些不同领域包括家庭金融、教育、国际发展、贫困、刑事司法和医疗健康。他与ideas42设计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一起，将该组织从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计划转变为独立的501（c）（3）非营利组织。ideas42设计实验室的80名员工参与了30多个国家超过80个项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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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停留在“增强意识”


  作者：安·克里斯蒂亚诺（Ann Christiano）


  安妮·尼曼德（Annie Neimand）


  许多组织致力于增强公众针对某个问题的意识，比如饮食失调的危害、自然栖息地的消失等，却不知该如何让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让他们知行合一，将意识转化为行动。对于活动家们和各种组织而言，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沟通上，此刻应采取更具战略意义的方法。


  欢迎来到2月的美国。毫无疑问，你会注意到2月份是艾滋病关爱月和青少年约会暴力关注月。此外，单身关爱日、老年性黄斑变性和低视力关爱月、美国心脏健康月、全国儿童牙齿健康月、国际产前感染预防月、非洲遗产与健康周、先天性心脏缺陷关爱周、安全套周、饮食失调关爱与排查周、关爱女性心脏健康的全国“红衣”日、世界癌症日和“给孩子们一个微笑”日，都在2月份，而以上列举的还仅仅是2月份的部分倡导活动。


  知道了所有这些之后你是不是感到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其实你并不孤单。或许你还在忙着回应1月份美国的各种宣传日的行动呼吁——相互依赖宣传月、青光眼关爱月、全国青少年导师月、美国贫困人群关爱月、全国氡气检测行动月、自助团体关爱月、反滋扰跟踪宣传月、奴役和贩卖人口预防月、献血志愿者关爱月和减肥关爱月，这些活动几乎都在同一时间，你的待办事项必定多得应接不暇。


  对于致力于某个社会问题的人而言，他们的第一直觉通常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如果我们在乎某个社会问题，就会很自然地希望其他人也跟我们同样在乎。因为我们推测，如果人们知道不系安全带就更有可能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就会系安全带；只要人们知道使用安全套对防止疾病传播至关重要，他们就会每次都使用。


  这种直觉在传播理论中被称为信息缺失模型。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采用这一术语来描述对科学传播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公众对于科学和新科技的许多怀疑仅仅是源于知识的匮乏而已。只要公众了解得更多，他们就更有可能乐于接受科学知识。


  这一观点不仅存在于科学界，许多非营利机构、市场营销部门和公共关系部门也同样同意这一观点。公关文本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意识、态度和行动目标之类的表达，而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则是意识先于行动。许多顶级的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也仍然以曝光次数，即信息受众的数量，向客户报告结果。


  如果目标仅仅是增强人们对某一问题的了解，那么一场倡导活动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仅仅增强对某件事情的了解就足够了吗？比如，为了让年轻父母们意识到为孩子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我们不会满足于父母们仅仅意识到这么做的重要性而已，你肯定还想要确保父母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在适当的年龄去接种合适的疫苗。


  再假设你想让人们意识到做好应对飓风准备的重要性。在仅仅意识到为飓风做好准备的重要性和储备好几桶水并制订全家人都理解的逃生计划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生死攸关的巨大差别。或许你的意识增强目标是抽象的或解决方案尚不明确，比如模糊的偏见对企业多元文化的影响，或全球变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找到具体办法来应对这两种威胁。


  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不大可能仅仅因为接受了更多信息而改变自己相信的事情或行为。因此，对于活动家们和各种组织而言，现在到了为公共利益寻求改变的时候了。不要满足于仅仅增强公众意识，对那些既浪费不起时间又浪费不起金钱的重要事业来说，这会浪费掉大量时间和金钱。社会活动家们需要运用行为科学来策划活动，这种活动应既能向人们传递信息，又可以发出具体的行动呼吁，进而改变人们的感受、思考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带来持久的变革。


  意识倡导活动是如何失败的


  增强公众对某个问题的意识当然是促使改变发生的重要步骤。如果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引起全美关注，那么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还会有如此多围绕收入不平等进行的辩论吗？如果不是有人一直努力让涉嫌种族歧视的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公众所知，我们会了解“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背后的意义吗？还有，如果没有像《女子监狱》和《透明家庭》这样曝光真相的电视节目，还会有人探讨变性人的权利吗？


  作为推动社会变革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增强公众对之前不了解的问题的意识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要真正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考虑使用专业知识，用一种更具战略意义的、有效的、聚焦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事实上，研究表明，当意识倡导活动将其注意力放在增强意识上时，这些活动不仅浪费资源且达不到预期效果，有时候甚至弊大于利。


  在探讨最有效的增强意识的方式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几种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如果策划不当，一场意识倡导活动会有四种特定风险：没有引发任何行动，目标受众不当，产生危害，激起公众的强烈抵制。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风险依次展开阐述。


  意识倡导活动没有引发任何行动


  人们很容易认为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分享信息就足以激发人们改变行为。然而，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丧尸末日行动”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2011年5月，负责疾病控制中心防灾宣传工作的戴夫·戴格尔（Dave Daigle），发起了一场倡导活动，旨在让公众意识到需要对潜在的突发事件做好应对准备，如恐怖袭击、洪水或地震。令他沮丧的是，疾病控制中心每年都发布同样的信息以增强公众对防灾重要性的认识，却收效甚微。“我们有一条关于防灾的重要信息要发布，但我不说你也知道，预防灾害和公共卫生不是什么吸引人的话题。”他当时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这样说道。[1]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大胆而极具创造性的方法——幽默——来吸引人们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的关注。


  疾病控制中心从一篇博客开始了这次倡导活动——《灾害准备101：丧尸末日》。文中说，如果你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活死人的伤害，那么你同样也能从火灾或者地震中逃生。[2]这次策划具备了出色的倡导活动所希望达成的一切——聪明、诙谐、引发共鸣并能与听众建立连接。博客发布之后短短几分钟内，阅读量就超过了3万人，导致疾病控制中心的网站一度陷入瘫痪。这篇博客在推特上引发了全球热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华尔街日报》也对其进行了报道。此次病毒式宣传大获成功之后，疾病控制中心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社交媒体倡导活动，告知人们如何通过制作应急工具箱来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此次倡导活动的口号是：做一个应急工具箱，制订一个计划，有备无患。在这个案例中，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停留在增强意识上，而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行动呼吁——制作一个应急工具箱。借助喜剧和流行文化，疾病控制中心得以将信息传递给千百万人，也确实增强了人们的意识——至少是对这次倡导活动。


  但意识的增强和大量的宣传有没有让人们真的行动起来制作应急工具箱呢？西弗吉尼亚大学一名研究战略传播和公共关系的学者朱莉娅·佛罗斯蒂诺（Julia Fraustino）对此持否定意见。佛罗斯蒂诺想知道疾病控制中心的倡导活动究竟会不会改变行为，于是她设计了一个研究，想看看利用幽默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增强意识的那些倡导活动，是否真的能让人们行动起来。[3]佛罗斯蒂诺发现了被她称为“丧尸困境”的结果。她在论文中写道：“疾病控制中心的健康传播专员……和一些间接的倡导活动评估材料表明，倡导活动的目标更多在于引发关注并增强意识，而并非着眼于改变行为。与这一目标一致，倡导活动用一种高性价比的方式有效聚集了人气，也促进了（受众的）社区归属感和被支持感。”


  但佛罗斯蒂诺在实验中发现，跟没有看到幽默信息的人相比，那些接触到幽默信息的人做好防灾准备的可能性更低。佛罗斯蒂诺认为是喜剧导致了这一结果，同时也是让这次倡导活动大受欢迎的原因。她认为与丧尸相关的信息传播实际上降低了人们对待灾害预备的认真程度，因而产生了“丧尸困境”——幽默让倡导活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弱化了其有效性。


  倡导活动的目标受众不当


  策划不当的倡导活动存在的第二种风险是受众有可能并不是原本计划的受众。而这些受众有可能要么对倡导目标不以为然，要么对其早已认同。在《渔业濒临崩溃时代背景下可持续海产品消费倡导活动的兴起》一文中，纽约大学从事环境研究的詹妮弗·雅凯（Jennifer Jacquer）教授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海洋渔业研究所的海洋生物学家丹尼尔·帕里（Danil Pauly），探讨了通过使用食品标签进行倡导，以减少消费者对某些过度捕捞的海产品消费的有效性。[4]


  食品标签可以帮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做出更具有环保意识的决定，这似乎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可以让消费者在付账时做出更好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为某些鱼类贴上环保标签的做法对大多数消费者几乎没什么效果。这些标签并没有减少人们对那些被过度捕捞的海产品的需求。事实上，只有那些已经加入环保组织的人才会受这些标签的影响。


  更为令人困扰的是，环保标签导致了对海产品公司和渔民的经济刺激，他们通过改变产品名称并贴上指定的环保标签来欺骗消费者。两位作者写道：“在厄瓜多尔的市场里，本来少有人问津的鲨鱼被切片并重新贴上标签，被当作石首鱼或者金枪鱼出售。”“借助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技术，（研究者）发现在美国出售的四分之三的红鲷鱼都并非真正的红鲷鱼，而是另外一种鱼。”研究者也发现超过50%的与海产品有关的环保广告都存在误导性。在这个例子中，倡导活动的受众是那些本来就很有可能不去购买被过度捕捞的海产品的人，同时，倡导活动反而助长了那些违背道德的渔业集团故意错贴标签的行为。


  倡导活动反而产生危害


  如果说倡导活动的目的是鼓励人们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可以让我们洞悉特定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以免倡导活动最后导致弊大于利的结果。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名为“蠢蠢的死法”的倡导活动。[5]


  2012年11月，似乎每位青少年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里都在播放着“蠢蠢的死法，好多蠢蠢的死法……”的歌声。为了减少因走入铁道而被墨尔本地铁撞死的人数，维多利亚省铁路部门为一次倡导活动创作了这首歌。在独立风格的耳朵虫音乐[0]和使可怕的死亡变得很萌的卡通角色的烘托下，倡导视频和同名游戏都非常吸引人。这首风格莫名欢快又很容易让人记住的歌曲曾一度高居28个国家iTunes下载量最高歌曲榜榜首。视频在YouTube的播放次数则超过1.44亿次。不管按照何种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这次倡导活动在2013年戛纳国际创意节上斩获了五项大奖，成为广告史上获奖最多的创意广告。它并没有像众多公益广告那样传递令人悲伤的信息，甚至招致反感，而是采取了一种喜闻乐见的倡导策略。就倡导效果而言，这个活动的表现可称得上精彩绝伦。据《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报道，这一倡导活动所带来的媒体关注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同时还让数百万人签署了保证书，承诺在火车经过时会更加注意安全。地铁公司表示这次倡导活动使得次年的死亡率降低了21%。[6]


  但这一倡导活动却并未赢得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奖项——创意效果奖。戛纳的评委们并不确信这一倡导活动启动之后火车事故死亡率的下降应归功于这个活动本身。数百万次的关注可能并没有转化成具体行为上的改变。事实上，这一倡导活动声称要达到的四个目标中，只有一个和具体的行为转变有关，即“在12个月内将站内道口和站台的险情与意外减少10%”。


  一位创意效果奖的评委告诉《亚洲媒罗万象》（Mumbrella Asia）：“这个案例提供的统计数据，包括‘在脸谱网上浏览量惊人’在内，和他们进行统计的那个时间段并无实际关联，对车站附近的人也并无显著意义。”[7]


  很显然，这一倡导活动致力于减少铁路事故，其手段是加强公众安全意识，提醒人们在有火车经过时应多加小心。但这类事故只占到维多利亚省重轨死亡事件的25%。据墨尔本报纸《时代》（The Age）报道，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维多利亚省共发生铁路死亡事故46起，其中以自杀居多。2010年发表于《伤害预防》（Injury Preven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维多利亚省的铁路自杀事故率远高于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而据《时代》报道，2012—2014年，每周有不止一个人被火车撞致身亡。[8]轨道安全基金会（The Track Safe Foundation）是一家致力于减少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铁路死亡事故的倡导团体。据其通报，澳大利亚每年发生150起铁路自杀事故，自杀未遂事件则将近1000起。2014年6月，《时代》声称：“利用火车进行自杀是如此常见，以至地铁公司打算每次撞人事故发生之后，就专门安排一次外车体清洗。”


  值得考虑的一点是，视频中那些可爱的卡通形象和朗朗上口的歌词，事实上可能会让那些已经萌生自杀想法的人觉得死亡更具诱惑性，或者觉得死亡也不过尔尔。以卡通形式呈现出来的死亡当然只是暂时的，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从最低要求来看，这次倡导活动对自杀率已经居高不下的特定背景几乎只字未提，而这恰恰是澳大利亚负责公共卫生和精神健康的官员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一位地铁公司官员对这次倡导活动的看法也表明，活动启动之前，对自杀的关注并未被列入她和她的团队考虑的范围之内。“在‘蠢蠢的死法’这一创意提出之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在创作一首歌曲’，我们的集团客户总监对我说。我的反应是我要挂掉电话，我害怕又是俗不可耐的顺口溜之类的。不过我很快就惊喜地发现这首‘歌曲’的创意正是我们需要的。当然，它有点不一样，并且歌名里还有‘愚蠢’和‘死亡’这样的字眼，但它确实有效果，创意带来的温暖抵消了不良后果的消极性。”地铁公司企业关系部总经理莉亚·韦马克（Leah Waymark）在这次倡导活动启动一年之后对《广告时代》杂志如是说道。


  她的说法有点令人不安。媒体的这种说法倾向于把死亡、自杀或者暴力当作司空见惯的、酷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事情，且不会产生永久性影响。然而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们、公共卫生官员、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已就媒体的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发表过很多看法。戴维·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一篇引用率极高的论文也证明了被学者称为“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的影响的存在——报纸上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当地自杀率的上升两者之间存在关联。[9]后来的研究表明，当电视上播报了关于自杀事件的消息之后，随之就会出现一连串自杀事件。


  遗憾的是，很少有实践者会在做任何事之前先回顾相关的学术文献。植根于前人研究而进行的倡导活动更有可能做出一项新的研究，测试信息传播效果，或者对目标受众的行动可能性进行问卷调查，以开展新的研究。理想情况下，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实践者规避危害、降低风险或者强化效果，然而目前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当倡导活动引发强烈抵制


  当关注的问题有可能引发争议时，增强意识的做法就有了不确定性。例如，当一些问题因党派政治而变得复杂时，通过倡导活动传递的信息就很容易引发强烈抵制，减缓甚至阻碍问题的解决。接种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公共政策倡议活动的情形便是如此。


  2006年，疾病控制中心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对青春期少女进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接种。人乳头瘤是一种可引发宫颈癌的性传播疾病。这一倡议以及紧随其后的全国游说活动的目标是将此疫苗的接种纳入国家制度的范畴，并在学生入学注册时进行接种。同年早些时候，一种名为“加卫苗”（Gardasil）的宫颈癌疫苗刚刚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许可。在公众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之下，默克公司生产的加卫苗得以成为第一种正式上市的此类疫苗，由此奠定了默克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


  随后，围绕让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生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法令的讨论成了政治战场，因为有些社会保守人士认为这项立法为滥交敞开了方便之门。在争议出现之前，有90%的孩子都接种了疫苗，但在随后几年里，只有33%的女孩和7%的男孩接种了疫苗。


  研究告诉我们，在接种疫苗的风险和好处问题上，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相一致的部分。新闻媒体报道和支持者们的鼓吹宣传，很容易加剧针对这一话题的政治分化。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人们身处各种传达了问题“立场”的暗示当中，这些暗示要么和他们本身所信奉的价值观一致，要么对他们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造成了威胁。所以，一个致力于推动政府批准疫苗接种以保护青春期少女免受性病困扰的公共倡导活动会引发文化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调控、生育权、儿童与性问题，各种争议，没完没了。


  这个故事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尾吗？耶鲁大学教授丹·卡汗（Dan Kahan）在研究了这个项目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没有大张旗鼓的加快推广加卫苗的游说倡导活动，这种疫苗也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类似于乙肝疫苗的推广方式，慢慢通过医生和现有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在男孩和女孩中普及。[10]不过可惜的是，此次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倡导活动很可能弊大于利，因为从结果上看，它导致了接种疫苗儿童数量的减少。


  培养能导致行动的意识


  研究和经验都表明，要实际解决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通过倡导活动让某一特定人群去做他们从没做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既要可行又要可实现。这也正是斯皮特菲尔战略传播咨询公司在与客户合作时所采取的方法。


  在所有斯皮特菲尔公司接手的咨询项目中，总裁克里斯汀·格瑞姆（Kristen Grimm）和她的团队都会尽量让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们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格瑞姆认为，无论你是想要让青少年停止边发短信边开车的行为，还是想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健康的选择，又或者尝试解决那些解决方案尚不明确的问题，比如隐性偏见问题或收入不平等问题，只要聚焦在你想改变的事情上，你就能提出明确的行动呼吁。


  在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院，我们正在建设一门名为“公共利益传播”的学科。针对公共利益传播，我们给出的定义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有计划的战略传播活动，在超越任何单一组织的特定利益的问题上，实现重大的、可持续的积极行为转变或行动。


  成功的公共利益传播活动有四个要素：尽量缩小受众范围、选用能明确呼吁行动的有力信息、形成一套变革理论、选择合适的信息传播者。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四个要素进行探讨。


  尽量缩小受众范围


  对公共利益传播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识别目标受众——这些个体或团体的行动对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运用这个方法最出色的例子之一，是一个起初与公共利益传播无关，后来却对言论自由产生了持久影响的案例。


  1932年，兰登书屋联合创始人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取得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在美国的版权。他认为这本书将会像在欧洲一样大获成功。但是瑟夫遇到了一个问题—这本书在美国突然被禁，一印出来就会被立即没收，这会让他损失数百万美元。并且由于遭禁，有好几个盗版版本已经开始广为流传，对正版造成了威胁。


  瑟夫和他的法律顾问莫里斯·厄恩斯特（Morris Ernst）本来可以发起一场游说运动，让美国人意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或者审查制度的危害。他们也可以不顾禁令将这本书印刷出来，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成为新闻头条。但这两种做法都无助于禁令的取消，于是他们就另辟蹊径。


  厄恩斯特先是找到了约翰·沃尔西（John Woolsey），他是纽约的一位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这位法官以对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而闻名，并曾将好几起涉嫌猥亵的案件判决认定为无效。瑟夫和厄恩斯特雇用了一个人，让他在包里放一本《尤利西斯》，在欧洲登上“阿基塔尼亚号”邮轮并在纽约下船。按照设想，这本书会被纽约海关没收，而这桩走私案会被移交给沃尔西法官所在的法庭。瑟夫和厄恩斯特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不会涉及其他的文件，只有这本书封面和封底之间的内容会被视为证据。于是他们把能够找到的关于该书对文学的贡献的评论都塞进了这本《尤利西斯》里面，其中也包括美国作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一篇短文。


  不出所料，这个人和他所携带的那本《尤利西斯》果然被海关扣押下来，此案于1933年秋开庭审理。在判决书《美利坚合众国起诉〈尤利西斯〉一书》中，沃尔西法官写道：“对于乔伊斯希望呈现给作者的画面，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像镶嵌在一幅画作上的细节。”


  瑟夫和厄恩斯特赢得了这场诉讼。判决结果公布10分钟后，这本书就开始印刷了。他们精心策划的解决方法不仅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传到了美国，而且也导致了被厄恩斯特称为“审查者们受到的一次沉重打击”的结果。


  自那以后，瑟夫继续与针对重要文学作品的审查做斗争，而厄恩斯特则成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故事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一课：如果你清楚自己的目标，也制定了正确的策略，那么你的受众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


  选用能明确呼吁行动的有力信息


  不仅要尽量多地去了解目标受众，弄清如何引发他们的认同感，同时也要对你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要对倡导活动所选用的信息、故事和行动呼吁进行反复斟酌，使它们不会威胁到受众看待其自身的方式以及其价值观。研究目标受众的观点如何形成，以及谁会影响到他们，也会有助于改进你的传播策略，指引你找到潜在的合作关系、信息和故事。


  对于瑟夫和厄恩斯特而言，专注于目标受众意味着找到并影响一名法官即可。这一案例很容易被看作一个特例，所以，还是想一下那些受众人群要比这大得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以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发起的“让我们行动吧”（Let’s Move）活动[11]为例，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性的倡导活动，其基础是对儿童肥胖症发生的原因做过大量研究，同时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引领下确定如何就健康问题进行有效传播。这不仅是一个聚焦于让孩子们少吃一点的倡导活动，实际上也意图从研究中找到肥胖的深层原因。


  这位前第一夫人先是制定了确保孩子们可以在学校获得更健康饮食的一系列策略。她并没有大肆宣扬苏打水和含糖饮料对健康的危害，而是将注意力放在让孩子们多喝水上。她也并没有去诋毁食品行业，而是与其展开合作，以在诸如早餐麦片、奶酪通心粉之类的食品中减少脂肪、钠和糖的含量。她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看待食物的方式，新的食品标签法将使得透明度大大增加，并于2018年生效。这个倡导活动似乎奏效了，儿童肥胖率没有继续增长，2~5岁的儿童肥胖率则下降了几乎一半。


  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跟另一位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发起的“对毒品说不”（Just Say No）运动[12]所采用的方法比较一下。“对毒品说不”实质上是一个教育项目，同时也是一个中规中矩、基于信息缺失模型设计的倡导活动。“对毒品说不”支持类似抵制非法滥用药物教育（DARE）的项目，让警官到学校里为孩子们介绍毒品的危害。目前而言，这个项目是有效果的，因为它着重帮助孩子们模拟使用毒品时可能遇到的情景与对话。但在最初的版本中，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制造对使用毒品可怕后果的恐惧上。后来，评估显示，参与过此项目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吸食毒品或者酗酒的可能性实际上不降反增。幸运的是，外部评估使项目重新走上了正轨。


  “让我们行动吧”倡导活动之所以奏效，部分原因是它对每一类受众都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呼吁，告诉人们你想让他们做什么至关重要，有效的行动呼吁绝不仅仅是重申一个包罗万象的目标而已。丹佛水利局发起的“仅用己需”（Use Only What You Need）倡导活动在这一方面就做得极为出色。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让居民减少用水。许多团体试图劝说人们节约用水，但全都徒劳无功。但丹佛水利局的“仅用己需”活动让人们感觉自己并不需要做出牺牲。这是一种劝说人们避免浪费的积极方式。同时他们还利用明确的行动呼吁来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进一步支持，如“减少用水两分钟”。


  除此以外，丹佛市还通过把公立学校的1万个抽水马桶更换为节水型马桶与实行阶梯式收费以奖励节水用户这两种举措，为活动的成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9年之后，丹佛市民用水量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等同于1973年这座城市的用水量，而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了35万人。[13]在无法获得任何对倡导活动的外部评价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活动可能已经奏效——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向经过反复斟酌之后锁定的目标受众发出了明确有力，且让他们难以抗拒的行动呼吁。


  形成一套变革理论


  锁定合适的目标受众并发出人们会做出回应的行动呼吁也并不是屡试不爽的黑魔法，成功的宣传还需要形成一套变革理论——一整套涵盖了目标、策略和评估的能够阐明如何实现改变的方法论或路线图，并且对问题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何处可以实现效果最大化。


  将传播策略和变革理论联系到一起，可以帮助确保你为传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紧紧围绕着最重要的目标进行，而非仅将注意力放在倡导或者增强意识上。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变革理论所需的要素跟以行动为导向、切实可靠的传播方案所需的要素是一样的：（1）明确的目标；（2）对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何种举措会引发变化有准确的理解；（3）了解什么因素可以影响人们并使其行动起来。


  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例。大部分人都知道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在这场抵制运动幕后还有另一位女性，她对策略、信息和信息传递者的理解对此次抵制运动的成功至关重要。乔·安·罗宾逊（Jo Ann Robinson）是蒙哥马利市亚拉巴马州立学院的一名教师，就在1945年圣诞节前不久，罗宾逊坐上一辆蒙哥马利市的城市巴士前往机场，准备去北方与家人共度假期。巴士上几乎没什么人，罗宾逊选了一个靠近巴士中部的座位。这一区域的座位在巴士满员的情况下是白人乘客专座区，但黑人乘客也可以在巴士上人不多的情况下使用。在她坐下的时候，司机走过来并示意她站起来。罗宾逊屈辱万分地跑下了车。


  罗宾逊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带给自己的痛苦。多年以后，在她成为蒙哥马利市女性政治议事会（NWPC）主席之后，她给市长写了一封信，敦促他解决黑人乘客面临的三个具体问题。“盖尔市长，”她写道，“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黑人乘客，如果黑人乘客都不乘坐的话，它们就无法运营下去。越来越多的黑人都准备和邻居或朋友一起拼车以免受到司机的羞辱。”


  罗宾逊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于是她开始等待合适的时机来组织示威抵制活动。1955年春，15岁的克劳蒂·科文（Claudette Colvin）因为拒绝让座而被捕。机会似乎来了，但克劳蒂在被捕的时候辱骂了警察，罗宾逊担心公众不会支持她。同年晚些时候，又有一名青年女子因同样罪名被捕，罗宾逊同样没有轻举妄动。但在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一天，当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出自己的座位却又一言不发的时候，罗宾逊知道机会来了。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市颇受人敬重，她长期投身于民权运动的经历使得她同时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喜爱。


  罗宾逊一听到帕克斯被捕的消息，立刻去办公室打印了一份呼吁黑人联合起来抵制城市巴士的传单。罗宾逊和她的学生们一共做了5万份传单，用了几乎整晚时间裁剪、打包这些传单。次日上午，她和学生们将打包好的传单交到了蒙哥马利市所有有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的黑人手中。周六，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散发了自己的传单。在随后的那个周一，抵制活动大获全胜。民权运动领导人投票表决后决定继续进行抵制活动，直到联邦最高法院就相关案件做出最终判决。这场抵制运动一共历时381天，始于帕克斯出席法庭听证会的那一天，而在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的那一天结束。


  罗宾逊有自己的一套变革理论：她知道联合抵制行动会造成巨大压力，因为黑人乘客占到乘客总数的75%，如果她可以让所有黑人都参与其中的话，巴士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的诉求做出让步，否则就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她同时也明白，抵制活动必须要有适当的情感动力，以有力支撑抗议活动持续数月之久。因为帕克斯既为人所熟知且受人爱戴，罗宾逊知道一旦她因为不让座而被捕，其他黑人就会以一种科文被捕时不可能发生的方式进行抵制。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变革理论。


  选择合适的信息传播者


  罗宾逊凭借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了另外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数十年之后才被研究证实。成功的公共利益传播活动需要确定范围尽可能小的受众、明确的行动呼吁和一套变革理论，但同时也需要另一种东西——合适的信息传播者。罗宾逊知道，与支持科文相比，公众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支持帕克斯。为了激励和说服人们采用新的行为或者思维方式，让在目标受众中拥有权威和公信力的人来扩散信息很重要。


  社区中有影响力的人通常是那些人们信赖其提供的信息的人。而人们信任谁又和人们如何看待自我、自身的价值观和自己的身份有着莫大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某个行动呼吁让某人去做，或者去相信某种与他/她看待自身的方式相悖的事情，或者某种对他/她维持这种看待自身的方式造成威胁的事情，那么他/她就会连想都懒得去想。


  美国加州洪堡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戴维·史利斯-开普勒（David Sleeth-Keppler）和他就职的生态美国组织（ecoAmerica）的同行做了一个研究，试图弄清楚人们究竟从谁那里获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14]他们发现参与者中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那些对像科学家和政客这样的官方信息传播者不怎么信任的人，会转而从非正式的传播者那里获取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怀疑论者们信任宗教领袖、同事、家人、朋友和邻居，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和解决方案。


  [image: 3]


  奥斯卡获奖影片《逐冰之旅》（Chasing Ice）是一部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却把自己装扮成一部动作冒险片，影片制作团队深谙如何利用在社区内有影响力的人将信息传递给持怀疑态度的受众。影片公映之后，导演兼制片人杰夫·奥洛夫斯基（Jeff Orlowski）就偕同影片制作团队曝光工作室与一个策划团队展开合作，并于2014年春启动了一次倡导活动——《逐冰之旅》俄亥俄州巡回放映。


  这次活动从两个方面寻求政治对话的转变：第一，它鼓励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发声，从而对朋友、家人和其所在社区产生影响。第二，此次活动尝试以此为契机，针对俄亥俄州选区共和党议员帕特·提伯利（Pat Tiberi）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社交媒体运动，因为他曾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这次社交媒体运动的目标是改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最终获得成功）。


  从最初开始，整个团队就将俄亥俄州某些特定居民锁定为目标受众：提伯利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信仰领袖、农业社区、文体活动爱好者和政客。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跟社区有影响力的人合作，这样才能将信息传递给那些原本不会去观看影片或者参与此次活动的受众。他们在俄亥俄州一共放映90场，每场放映活动中都加入了跟导演奥洛夫斯基和《逐冰之旅》团队进行现场互动问答的环节。这些问答环节是为了让观众清楚全球气候变化和这些变化对俄亥俄州当地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有一篇报道这样评论影片所带来的影响力：“像福音环境网络（Evangelical Environmental network）、天主教气候同盟（Catholic Climate Covenant）、跨信仰动能与光源（Interfaith Power and Light）这些基于信仰的团体，因其保守成员为数众多，所以与这些团体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极为重要的。”[15]发展与这些团体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原本没有机会接触气候变化主题电影的那些地区成员们也可以看到这部影片。通过与这些基于信仰的团体共事，影片制作团队成员可以跟已经熟知当地语言体系的宗教领袖合作，将信息传递给会众，分享影片并扩散行动呼吁。有一次放映时，一位牧师竟然动情地带头祈祷，希望提伯利议员承认气候变化的客观存在。通过与这些平时持怀疑态度的团体中有影响力的人合作共事，这次活动得以获得新的目标受众，并且在转变人们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上也取得了成功。


  为变革之火添柴


  任何倡导活动想要产生实质效果，有效、有策略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这有点像向火焰中浇入汽油。火焰熊熊燃烧，你再也无法将火焰与燃料分开，但火势却变得更猛并蔓延开来。如果把你的想法、目标或者计划比作火焰，那么有效、有策略的传播就是让火焰蔓延扩散的燃料。


  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女性参政论拥护者们都意识到了战略传播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是整个世界的幸运。同时我们也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将已知的学术研究和行为科学整合到一起，同时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策划出超越增强意识层面的倡导活动，让民众和各种组织成为推动持久社会变革的力量，共同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


  安·克里斯蒂亚诺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弗兰克·卡雷尔公共利益传播学讲席教授。


  安妮·尼曼德


  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系犯罪学与法律在读博士，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经理及弗兰克项目研究与数字战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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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教育嵌入日常生活


  作者：盖伊·斯图尔特（Guy Stuart）


  乔里特·德·容（Jorrit De Jong）


  琳达·卡布连（Linda Kaboolian）


  越来越多的组织正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教育嵌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例如，美国的理发师教顾客如何预防高血压，中国道路建设工地的负责人向工人们传授关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知识。这种新的学习方式有望惠及全球数以百万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教育的青少年和成年人。


  40多岁的美国黑人男子杰里走进达拉斯的一家理发店。他每个月都要来这里理一次发。杰里在等候的时候注意到墙上有一张大海报，海报上面的男子他曾经在店里见到过。海报上说，这名男子因为参与了这家理发店的血压监测计划，进而克服了抵触心理去看了医生，最后使他的高血压得到了有效控制。


  轮到杰里理发了。他坐到椅子上，理发师一面熟练地剪发，一面和杰里聊了起来。不过聊天的话题不是体育或是家长里短之类。理发师问杰里对高血压有什么了解。剪完头发，理发师拿出一个血压计，要为杰里测血压，他还送给杰里一张钱包大小的血压报告卡。理发师告诉杰里，如果他下一次拿着有医生签名的报告卡回来光顾，就可以免费理发一次。


  类似的情景今天在美国各地的理发店都能看到——尽管其中的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代表了一种我们称为“嵌入式教育”的教育方法，即通过非教育类的组织或其他社会关系中的日常互动来开展教育活动。


  在理发店里传授关于高血压的知识只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广西，道路施工现场的负责人让工人们参与关于预防艾滋病的游戏和对话。在加纳，农村银行的员工邀请客户参加关于预防疟疾的培训课程。在赞比亚，小额信贷机构（MFI）在提供标准银行服务的同时还提供理财教育。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嵌入式教育是一项重大但依然默默无闻的教育创新，有望惠及全球数以百万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终身学习机会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它利用了已知的关于终身学习和行为变化的理论，并被运用在公共服务创新的前沿。嵌入式教育涉及多个行业的协调与合作，所以这种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复杂的教育模式，其本身也是一种治理创新。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嵌入式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操作内容和操作方式是什么。我们将举例说明教育者如何设计和运作这类项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三个主要研究案例，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案例。我们所展示的案例证明了嵌入式教育是行之有效的，然而，由于它在管理上所面临的挑战，到现在它仍然只是一项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为何选择嵌入式教育？


  教育为每个人提供知识和工具，让我们可以过上更健康、更快乐和更有意义的生活，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教育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引擎，通过学习文学、算术、健康、育儿、农业技术、环境管理、资金管理、防灾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不仅使学习者个人受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也能因而受益。在这个日益复杂、飞速变化的世界里，校园外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必须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了解他们生活和努力谋生的世界。


  社会、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各类组织已经认识到这种终身学习的需求。1997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五次成人教育大会通过了《汉堡成人学习宣言》（Hamburg Declaration on Adult Learning）。这一宣言将终身教育称为“开启21世纪的钥匙”，并认为这“既是积极公民身份的体现，也是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1]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认识到成人理财教育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国民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资料，截至2014年8月，有55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国家理财教育战略，其中包括针对成人的教育。[2]此外，在卫生政策领域，有许多行动计划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降低艾滋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然而，有许多成年人和失学青少年无法通过正规教育获得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他们可能缺乏时间或相关资源；他们所在的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可能很差甚至根本不存在；正规教育体制可能没有教授人们所需要或希望学习的东西；边缘人群可能认为正规教育根本不适合自己。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创新性的方法，为没有接受或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们提供教育机会。


  为了使人们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改善生活和福利的选择，找到高效的新教育模式至关重要。嵌入式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它利用个人与组织机构（企业、服务供应商、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之间或社交网络中的现有关系，向学习者传授可以马上或者很快付诸实施的实用性知识。这是一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教育模式。限制嵌入式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其运作所依赖的组织机构、网络或分发渠道的规模大小。


  何为嵌入式教育？


  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嵌入式教育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我们重点讲述三个嵌入式教育的典型案例。这三个案例都是经过研究人员的充分考量，被证实是确有成效的。


  第一个案例是由一组来自几所美国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所开发的一个健康教育项目。这个研究小组联合国际非政府组织“免于饥饿”（Freedom from Hunger），与加纳提供银行和小额信贷服务的多家农村银行合作。当客户每周来银行偿还贷款或存款时，这些银行就会为客户提供关于疟疾的知识讲座。


  第二个案例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小额信贷机会”（Microfinance Opportunities）所开发的一个理财教育项目。这一项目的创建源于赞比亚愿景基金（VisionFund Zambia，一个非营利小额信贷机构）与一个叫“Zoona”的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两家机构合作的目的是利用Zoona的平台和代理向愿景基金的客户发放贷款。在“小额信贷机会”的支持下，这两家合作伙伴在教授客户如何使用其移动支付平台的同时，也向客户提供基本的理财教育。


  第三个案例是一个健康教育计划，该团队由几家美国医疗机构的医生组成。他们通过与达拉斯的理发店合作，向理发店的黑人顾客提供血压测量服务和相关教育来测试这是否有助于减少这些顾客高血压发作的比例。根据这个计划，理发师们要在10周的时间内为他们的顾客提供血压检查服务和相关教育。[3]


  当人们去理发店理发或者去银行偿还贷款时，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会在这次会面中成为受教育的对象。然而，正是这些日常接触的常规性使嵌入式教育成为教育创新的光明之路。无论一个人是作为客户、委托人、成员还是员工与一家组织机构打交道，必然要通过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人们从中学到一些有趣的、与他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他们不仅有可能将这些新知识付诸实践，而且可能会与家人、朋友和邻居分享他们所学到的新知识。


  在线韦氏大词典将动词“嵌入”（embed）定义为“附入”或“使某物成为其他物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嵌入式教育的“嵌入”概念有多重内涵。首先，教育实施者与教育内容所要嵌入的对象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关系，而不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一家银行的代表每周去访问加纳的一个村庄时，她此行最明显的目的是为了收储蓄存款和贷款还款。当她邀请村子里的客户参加关于预防疟疾的知识讲座时，教育内容就嵌入了原先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关系中。


  “嵌入”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来自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著名论断：经济行为是嵌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身处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经济行为。换言之，人们更愿意与他们认识和信任的人打交道。这些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信任使经济行为进行得更加顺畅。[5]


  以此类推，将教育嵌入现有的组织或网络意味着可以利用这一社会环境中已经存在的实体间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信任。这种关系在达拉斯理发店的案例中尤为重要。这个案例充分利用了理发店里那种大家彼此熟悉友好的环境氛围。正如该项目的设计者所言：“突发高血压（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HTN）是黑人男性过早残疾和死亡的最重要起因之一……（高血压）是一种慢性医学疾病，需要病人经常性地就医，开高血压处方药以及调整处方。与黑人女性相比，黑人男性较少与医生接触并进行疾病预防，因此大大降低了他们发现、治疗和控制高血压的比率。”[6]


  换言之，美国黑人男性并不是缺乏到诊所和医院就诊的机会，他们只是不愿意去看医生而已。在一场关于这一主题的TED演讲中，达拉斯研究项目领头医生之一约瑟夫·瑞文内尔（Joseph Ravenell）解释说：“对于很多人而言，医生办公室是与恐惧、不信任、不尊重和不愉快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你可能需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自己，检查你的医生是一个穿着白大褂、面无表情的人，而他/她只有10分钟时间给你，并且对你们之间的谈话毫不重视。”瑞文内尔进一步指出：“理发店是一个大家彼此有联系，有忠诚和信任感的地方，在这里你更愿意谈论健康话题，尤其是高血压方面的话题。”[7]


  “嵌入”的最后一层含义与受教育者在其社区中的身份相关。我们都身处家庭、社区和社交网络当中。当我们与熟人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时，学习就会产生连锁效应，最终嵌入一个更大范围的社区，每个人从各自的嵌入式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收获感能给所在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


  我们将承载相关关系的现有组织机构（比如理发店、银行或小额信贷机构）称为“主办方”。主办方在一次日常例行会面中与某个特定社区的个人接触。在嵌入式教育的场景中，教学内容借助会面过程传递给了个人，于是学习就发生了，这为个人和社区的改变创造了机会。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埃尔莫（Richard Elmore）认为，教育的核心在于教育者与学习者针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交流。[8]嵌入式教育方法在利用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日常接触时，能够实现一种诸如大众在线教育和广播等教育方式产生不了的互动交流，从而满足获得终身学习机会的诉求。当人们身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或者对可以提供教育的组织机构、网络极为不信任的时候，那些希望通过传授知识改善社区和生活品质的有志者，必须充分利用其目标人群现有的所有互动交流关系。这些互动性日常接触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生着。挑战就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接触进行嵌入式教育。


  嵌入式教育的实施


  要了解嵌入式教育如何运作，我们必须弄清楚两件重要的事情：教育所嵌入的场合，以及所提供的教育的性质。一个嵌入式教育项目可以处理的课题非常广泛，各种各样的机构、网络和人际关系都可作为提供教育内容的潜在渠道。某些场合可能适合某些类型的教育内容，而其他场合则可能不适合。同样，某种教学法在某种场合里可能适用于传授某种类型的知识，但并不适用于另一种知识。实施嵌入式教育项目意味着要在目标社区、组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之间找到一种合适的搭配。


  嵌入何处？


  设计开发出加纳、赞比亚和达拉斯项目，并支持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项目设计者）关注的是嵌入式教育项目的特定目标：疟疾预防、理财和控制高血压病的发生。项目设计者选择合作的主办方代表了不同的组织类型，而其提供的服务和所服务的人群也各有不同。在加纳，主办方是农村银行；在赞比亚，主办方是一家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和一家公益企业（Zoona）；而在达拉斯，主办方是营利性小企业（理发店）。


  加纳的农村银行和赞比亚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服务很相似，尽管加纳的银行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而赞比亚的愿景基金只提供贷款服务。这些农村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所服务的是有类似特征的人群——低收入、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村妇女——尽管加纳和赞比亚的文化和地理上的差异很大。达拉斯的理发店提供的则是一项完全不同的服务——理发，服务对象是城市里的美国黑人男性，他们中大多数人至少有高中学历。这些差异对于理解这些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细节至关重要。


  从简单的层面来说，如何选择主办组织取决于项目设计者的目标人群，因为主办组织能够接触到特定类型的人群。项目设计者还必须考虑是否需要通过提供与教育内容相关服务的机构，来接触特定的学习者群体。小额信贷机构是提供理财教育的最佳渠道吗？对主办方的选择对于教育项目在实践中的顺利运作以及项目设计者与主办方之间的利益整合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教育实践层面来说，与主办组织提供的服务直接相关的教育内容可以让学习者立即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在赞比亚，借款人可以运用他们在追踪收入和支出方面的新技能来确保每月有足够的资金偿还贷款。在利益协调方面，这种情况似乎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教育者能够提供让学习者立刻学以致用的知识，学习者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主办组织也受益于其客户行为的改变。但是这也有缺点：如果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只强调自己机构的产品或服务优点该怎么办？当教育课程包含的讨论内容中包含有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时，工作人员是否会一视同仁呢？


  通过农村银行提供疟疾预防教育也可以产生“三赢”的效果——项目设计者通过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教育内容，客户可以学会预防疾病，远离无法工作和照顾家庭孩子的困扰，而银行拥有了更健康、更有偿还和储蓄能力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主办组织的工作人员就没有动机在教育内容上“作弊”，因为这些内容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此类问题是嵌入式教育项目所面临的管理挑战，只有克服了这些挑战，项目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除了组织机构类型、服务和客户方面的重要差异之外，还需要考虑更具体的操作细节，比如教育者和潜在学习者的互动地点以及在互动期间的具体细节。在加纳，客户每周去一次银行还贷取贷、存款或提款，银行的工作人员会在这每周的例行会面中接触到学员。在赞比亚，愿景基金与学员的会面发生在信贷员与集体贷款人的会议上，以及客户到小额信贷机构还款的时候。当客户去领取贷款时，他们还会与Zoona的移动资金代理直接接触，这些代理会根据借款人手机收到的贷款批准通知发放款项。在达拉斯，互动发生在理发店，互动时间包括等待理发的时间和接受理发的时间。


  对于加纳和赞比亚的工作人员和潜在学习者而言，教育项目是一项额外的活动，并不能与金融交易的常规工作同时进行。这意味着这项教育活动增加了工作人员与客户彼此会面所花费的时间。而达拉斯理发店的高血压教育对于理发师和顾客而言都不太费时，因为大部分的教育性会面作为并行活动与理发同时发生。理发师可以边理发边给顾客传递信息，而顾客可以边等候或边理发边看海报。然而，与赞比亚和加纳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一项目为参与的理发师提供了一定报酬：记录一位顾客的血压可得3美元，让一位患有高血压的顾客跟护士预约看病可得10美元，顾客返回一张医生签名的血压报告卡可得50美元。


  在所有的理发店健康教育项目中，为理发师提供报酬的做法各不相同，理发师参与教育活动的程度也各有差异。在案例以外的理发店计划中，项目设计者通过唤起理发师服务社区的意识来招募对象，有些计划会在理发店里安排健康志愿工作者来提供教育。[9]


  在更为日常琐碎的层面上，教育活动发生地点的物理特征对一线教育者使用的教育材料类型也会有一定影响。在加纳和赞比亚，教育活动在各种室内和室外环境中进行，这需要便携耐用、不怕日晒雨淋的培训工具（手册、海报、说明书）。相比之下，在达拉斯，教育活动是在理发店内进行的，这是一个可控的环境，不需要任何特殊材料来制作海报、宣传册和其他教育材料。


  教育实践


  项目设计者不仅需要特别注意他们嵌入项目的现有关系和环境，还需要考虑课程的结构和内容，以及用于传授课程知识的教学法。在这三个案例中，项目设计者脑海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学习指标，分别是：改变赞比亚农村妇女的理财行为，在加纳预防疟疾，对达拉斯的美国黑人男性加强高血压控制。然而，要传授什么教育内容以及如何传授则取决于学习者的具体需求和互动场合的性质。例如，相比白人男性，由于美国黑人男性较少与医生接触，因此教育内容包括了敦促他们与医生接触的具体行动步骤。教学手法运用榜样（光顾同一个理发店的同类人）的力量把高血压描绘成一件正常的事情，从而让其他顾客能够接受建议并采取行动。[10]


  赞比亚的资金管理课程也包括了让妇女遵照实施的具体步骤，并提供了简单的工具，让她们能够跟踪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制订预算和储蓄计划，在何时、向何人贷款的问题上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该课程的部分内容是根据最有可能成为愿景基金客户的女性创业者的具体利益为她们量身定制的。例如，在涉及追踪收入和支出的部分课程中，妇女们认识到将她们的业务经营所需的现金与自用和养家所需的现金区分开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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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主办组织的内部人员（教育提供者）的培训也是所有嵌入式教育项目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项培训本身需要开发一个能吸引潜在教育者的课程。这一课程必须既教授相关课题的专业知识，还能训练他们掌握一种可促使学习者参与学习的教学法。譬如，开展另一个理发店教育项目的科罗拉多黑人健康协作组织为教育志愿工作者提供了一套课程，课程的内容包括理发店空间的文化意义、美国黑人社区的健康特性以及影响目标人群的饮食和遗传因素。


  任何嵌入式教育项目都基于两个基本的设计元素：主办组织与目标人群之间的现有关系以及一整套教育实践。了解这两项元素的组合成分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嵌入式教育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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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组织合作的挑战


  如果没有项目设计者与主办组织之间的和谐互动和诚意协作，嵌入式教育项目就无法正常运作。项目设计者的关注点是教育，但设计者必须理解主办方的利益和顾虑，并找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这对项目的长期可持续运作尤为重要。


  在这三个案例中，项目设计者都事先对项目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11]他们在规定的研究期内利用第三方资金来开发项目，并寻找主办组织与之共同合作来实施项目。主办组织无须支付任何项目开发费用。[12]在赞比亚和达拉斯，参与项目的主办组织机构还获得了一定酬劳。主办组织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筹备工作和付出即可，这就大大减少了合作的烦琐性。当研究期结束后，主办组织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参与项目。


  由于项目设计者为其帮助实施的项目引入了资金，这就引发了项目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在赞比亚，当研究人员完成研究后，理财教育还在继续，但这种教育并不是系统性地展开。在达拉斯，研究人员所研究的干预措施结束了，但理发店健康教育项目却在美国各城市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们从研究的一些其他案例中发现了几个维系项目设计者与主办组织之间协作的有效途径。我们研究过一个预防艾滋病项目，这个项目是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于2008—2015年在中国南方的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实施的。我们发现，高速公路承包商之所以参与这个教育项目，是因为亚开行与中国政府的贷款协议要求他们这么做。[13]亚开行的“2020战略”要求亚开行持续支持其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艾滋病预防工作。[14]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将艾滋病预防教育纳入所有的道路建设合同中，但尚不清楚这一措施如何执行以及是否执行。


  在中国，国际非营利组织“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BSR）的成员包括许多大型跨国公司，自2007年以来，BSR一直为会员单位的女职员提供嵌入式健康教育。这一项目已惠及逾10万名女性。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收集的数据表明这一项目产生了积极效果，例如减少了工人们因健康问题造成的缺勤次数，从而对这些工厂的业绩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15]


  为了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那些有意推动嵌入式教育项目的机构必须认真考虑主办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例如第三方出资者或政府监管机构）的利益。如果项目存在一个潜在的商业利益，譬如小额信贷机构或银行提供理财教育、中国工厂提供健康教育等等，项目设计者必须说明项目可为主办组织创造的价值。如果主办组织不太可能从实施项目中获得经济利益（如理发店），则项目设计者必须找到一名愿意长期资助项目的第三方出资人，或者找到另一种方法让主办组织的利益与项目的目标结合起来。


  组织内部的挑战


  嵌入式教育项目必须尽可能考虑到主办组织内部的中层管理人员以及直接与学习者互动的工作人员的各种顾虑，毕竟这些工作人员首要考虑的并非提供教育，而是诸如修路或理发的工作。加纳的疟疾教育要求银行工作人员用10周的时间提供互动式讲座，每场讲座持续40~60分钟。在赞比亚，信贷员反馈说理财教育项目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因为他们看到了客户的债务管理有所改善，向欠款客户追讨欠款的时间也因而缩短了。[16]但是，他们并没有实施全部的理财教育模块，因为他们认为其中部分内容与他们的客户不相关，因此不值得浪费他们的时间。[17]


  嵌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在一线提供教育的人员。项目设计必须为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但设计本身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项目必须考虑提供教育的非专业教育者的顾虑和限制因素。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员的本职工作与提供教育之间很可能存在短期或长期的拉锯磨合关系。潜在的利弊和取舍以及教育者对此的考量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即便主办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同意与项目设计者合作，将教育嵌入其组织机构，也还需要继续说服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认可项目的价值。


  教育者是否能习惯教育活动也是一个要应对的问题，毕竟他们是被雇来做本职工作的，而现在却要他们去做另一项工作。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教育者渐渐习惯了教育活动，他们自己的核心工作与教育活动变得相互兼容；第二，教育活动可能揭示了核心工作的缺点，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方式方法，反过来改变了主办组织的招聘政策；第三，员工离开主办组织，而不是坚持参与教育项目。


  如果嵌入式教育活动成了主办组织日常业务的一部分，这会对组织的整体人力资源政策产生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确定现有的员工是否有能力提供相关教育，以及教育为机构及其客户所创造的利益是否抵得上培训教育人员的成本。如果现有员工即便接受了良好的培训仍不能胜任提供教育的工作，那么经理会改变其招聘员工的标准吗？这会在招聘程序和工资方面增加多少成本呢？


  这类问题在员工流动性非常高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发展中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无疑就面临这种情况。这些机构的员工平均任职时间可能是一年或更短。那么问题就变成：考虑到新员工入职和开展相关培训的频繁程度，嵌入式教育所需要的额外培训划得来吗？答案取决于额外培训的边际成本——一旦将额外培训纳入定期培训计划，这种边际成本就可能会降到最低；如果员工重视他们所接受的培训，是否可以利用这种培训来提高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此外，教育活动是否对学习者产生了预期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嵌入式教育现场的挑战及其他


  最后，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同创造教育成果的学习者的努力。项目设计者和主办方必须首先测试他们对学习者的假设是否准确，了解学习者的偏好和顾虑，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他们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观，挖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做出改变的能力。[18]项目设计者首先需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主办方和教育者也必须准备好与学习者和项目设计者合作，一起调整项目设计以照顾学习者的顾虑，让他们参与共同学习的过程。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学习者参加教育课程的出勤率。在加纳，研究人员发现，10次疟疾教育课程的出勤率并非都是100%。[19]项目设计者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并设计出“积极鼓励出席者向缺席的客户分享他们学到的知识，并在每一次上新课时回顾之前学过的关键知识点，来应对不稳定的出勤率”的办法。研究人员“无法测算这些策略的成效究竟有多大”，但他们指出，“尽管如此，经常参加课程的妇女与不常参加的妇女之间没有明显的知识差异……这表明这些策略很可能是有效的”。[20]换句话说，嵌入式教育项目也依赖参加课程的学习者来教育那些无法参加课程的学习者。课程的设计考虑到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过最终还是要靠学习者做出适当的反应。


  开发和实施嵌入式教育项目的人员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来配合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假定，当一名信贷员的部分薪酬取决于成功获批的贷款申请数量时，她会愿意在贷款会议期间提供教育内容。他们不能假定，即使不是急需贷款，学习者也会愿意坐着上完一堂课。他们不能假定，理发店的老板愿意保证每一位理发师都会与顾客讨论高血压。他们也不能假定，即便理发师们都经过了培训，他们都能够恰如其分地引出这个话题。尽管嵌入式教育项目的设计可以在操作层面上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些管理上的挑战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并能够按实际需求调整设计，以解决利益相关者的顾虑。


  嵌入式教育的可持续与规模化


  在这个日益复杂、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数以十亿计的青少年和成年人都需要终身学习才能掌控自己的幸福生活。加纳、赞比亚和达拉斯的案例研究表明，嵌入式教育是行之有效的。


  在加纳，当研究结束时接受了疟疾教育的银行客户与没有接受过疟疾教育或没有通过银行接受相关教育的人群相比，掌握了更多的疟疾预防知识，他们更有可能购买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蚊子叮咬。


  在赞比亚，教育项目得到了愿景基金工作人员的正面评价，而且项目实施前后的调查也显示，客户的知识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接受理财教育的学习者在接受教育后申请贷款时往往更为保守。这也对应了课程的债务管理模块中的一节关键的课程，其内容是教育学习者根据自己的贷款目的以及实际负债能力借钱。


  在达拉斯，接受了高血压教育的理发店顾客与没有接受过任何此类教育或只看过相关宣传资料的顾客相比，高血压发病率更低。[21]


  这三个案例研究表明，嵌入式教育是一种能更有成效、公平地实现社会目标的创新。[22]这些案例还为那些有意创建嵌入式教育项目的人员提供了三个重要的启示：


  •相比从无到有搭建新的教育渠道，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比如分销网络和日常服务中的互动交流），可以更加高效地向原来难以触及的目标人群提供教育。这种“借力”方式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嵌入式教育不仅是传播信息，而是有真正教育性质的互动与交流，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客户成为学习者，并运用了深入学习、内化教育内容的教学原则。


  •嵌入式教育关注那些过去和现在没有机会获得正规教育和其他相关服务来改善生活的弱势群体和社区，有助于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公平分配。[23]


  加纳、赞比亚和达拉斯的教育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对教育性互动场景的精心设计。在这些场景中，非专业教育者以引人入胜的方式传递与学习者直接相关的信息，并提供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明确建议。然而，这些项目和其他类似的项目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管理上的挑战，这种挑战甚至可以毁掉最好的项目设计。正是由于这些挑战，嵌入式教育目前仍只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但是，这些挑战可以通过一种战略性的方法来克服，在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既定利益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来满足这些利益需求。


  对于那些有志于改善弱势青少年和成人的生活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为嵌入式教育提供了无数潜在的渠道和课题。正如瑞文内尔在他的TED演讲中向听众的发问：“你看到了什么？你的‘理发店’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为面临一个独特问题的人群找到那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在演讲的最后，他鼓励听众：“当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千万要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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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破解腐败


  作者：卡洛斯·桑迪索（Carlos Santiso）


  本·罗塞斯（Ben Roseth）


  泄密文件、大数据和开放式政府正推动着全球的反腐行动。通过向公众提供信息和利用大数据分析，国家可更好地监督公职人员和企业。


  数据正在改变反腐斗争。接下来，我们将用两个故事（一个来自巴拿马，一个来自巴西）阐明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


  我们首先来关注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2016年4月3日，全球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最富有的人如何逃税的新闻。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精心安排下，来自76个国家的记者开始共同协作，发表报道，揭露富人们怎样别出心裁地向税务机关隐瞒财产。这些行动是根据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所泄漏出的大量数据而采取的。该律所总部位于巴拿马，专门从事财富管理和“税收优化”，它所泄露的数据涵盖了近4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避税行为，并包含了避税公司客户用以隐藏他们合法或非法获得财富的不透明离岸公司、信托和基金会信息，包括犯罪集团和非法武器交易等黑色产业收入。这是记者和数据科学家多年来秘密调查的结果。


  记者所披露出的信息包括来自约21.5万个离岸银行账户和空壳公司的1150万份文件，数据容量达2.6太字节（TB）。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记者提供了让这些文件透明化所需的数据挖掘专业技术。Linkurious等数据分析初创公司提取了元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信息的云端存储让全球近400个记者得以在一个项目上协同工作。


  泄露这些信息的动机是富人逃税所体现出的全球不平等加剧所带来的不公正。“收入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问题之一，”泄露文件的匿名举报人在2016年5月6日德国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上写道，“这会影响我们所有人，影响全世界。关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突然加剧的争论已经流行了许多年。……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愈演愈烈？巴拿马文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无处不在的大规模腐败。”他对腐败的担忧得到了全球年轻人的共鸣：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对181个国家的千禧一代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中近60%的人将腐败视为其国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巴西的故事，数据的公开引发了国营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逃税和回扣方案的丑闻，并使得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下台。在席卷巴西全国的大规模抗议和反诉中，很容易忽略导致罗塞夫总统在2016年8月31日被弹劾所涉及的严格的技术司法案件。实际上，罗塞夫被指控挪用了政府预算——大多数人认为她通过在会计账目上弄虚作假来掩盖公共财政的真实状态。非营利组织“开立账户”（Contas Abertas）率先发现了这些违规行为，该组织审查了依据巴西信息公开法律公布于两个主要政府透明门户网站联邦预算网（Orçamento Federal）和透明门户网（Portal da Transparência）上的预算数据和文件。“开立账户”将这些违规行为透露给了巴西联邦审计法院（TCU）。联邦审计法院展开了调查，政治程序紧随其后。看似矛盾，但恰恰是政府对透明度的强制要求为揭露政府策划的骗局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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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马文件丑闻体现了数据分析揭露腐败的强大能力，要在一个充满太字节的世界里实现这种能力，所需的仅仅是计算能力。罗塞夫弹劾案展现了如何使用开放数据对领导人问责。这两个故事共同展示“大”而“开放”的数据如何通过快节奏、证据驱动和众包的行动来推动反腐斗争。开放数据可将大量的信息提供给无数的监督人和揭发者。大数据可以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洞察，使腐败更易于识别、追踪和预测。为了兑现这场运动的所有潜能，技术专家、活动家、官员和公民都必须加倍努力，将数据分析融入政策制定和政府机构中。


  全球总动员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曾写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全球共同推动下，大数据所释放出的威力如火如荼。社会的结构化转型让数据活动家能够利用信息来改进问责机制，新兴的大数据运动就是这种转型汇集的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大数据的涌现，计算和分析能力的同步增长使得利用数据成为可能，以及全球性推动政府公开数据供大众监督的行动。下面让我们依次回顾这些趋势。


  首先，大数据运动起源于全球私营部门和个人在其日常互动中产生的数据。新的信息驱动型经济每天都会在全球产生大量的新数据。2015年，全球有35亿互联网用户，有46亿人使用手机通信和交易。根据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大数据和分析中心在2015年进行的分析，全球每天产生2.5万亿字节的数据，且当前的数据中有90%是在过去两年内产生的。麦肯锡公司在2013年对7个主要的经济领域进行了调查，其得出的报告显示，利用数据有助于释放3万亿～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审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表示，大数据的市场规模在2013年为50亿美元，预计到2017年将超过500亿美元。


  大数据有四个特征：大容量（巨大的数据集）、高速（产生新数据的频率极高）、多样性（数据来源和格式多样化）以及对其精确性的关注（管理大数据的不确定性）。[1]迄今为止，大数据运动一直致力于提取和利用新型数字经济中的公众数据，特别是把他们作为目标消费者来更好地了解。相比之下，它并没有被积极应用于分析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但在我们的新数字时代，这一切正在逐渐改变。


  其次，大数据运动依赖计算能力的增强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大数据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和个人，而开放数据则是公共部门的事。在公共部门内，全球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数据革命。第一组数字化政府改革的重点是通过升级“后勤部门”的职能来改善政府的运行，旨在提高政府部门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这些行动由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创新驱动，意味着政府办公程序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第二组数字化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前沿部门”的职能，旨在让政府为所有公民服务，从而重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包括将公共服务集中在一个在线平台上，让公民能够完成诸如领取出生证明或在线登记财产等事务。这两组行动也会转而持续产生数据流，当然，这些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开放。


  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逐步公开其数据，供公众监督。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第一波信息自由的法律浪潮（以1966年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法》为标志），其基本点就是公民有权获取公共信息。第二波浪潮的标志是各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开设门户网站，从而向更主动地披露政府信息的时代过渡。这一趋势正蔓延到多个国家。巴拉圭政府在2014年通过了相关法律，而阿根廷政府也在更新数据公开的相关法律。决心改革的政治家通常需要拿出个人的勇气，来推动数据透明化改革。2013年底，巴拉圭总统奥拉西奥·卡特斯（Horacio Cartes）推出一项计划，通过新的信息公开法开放政府数据，其口号是：“公共的必须公开。”


  一些国家正在步入第三个阶段，基于更加严格的“默认公开”原则来改善公众获取公共信息的途径。2009年，奥巴马总统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开放式政府倡议，要求联邦机构通过操作简便的综合性网站主动披露政府信息，也就是在一个门户网站上集中所有的政府服务。其中包括承诺以开放数据格式发布政府数据库。这种数据格式的“开放性”不仅指其公开可用，也指其“互用性”——利用现成的软件和计算能力来集成、整合和交叉验证数据集的能力。[2] 2013年5月，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公开、计算机可读取定为政府信息管理的新标准。在反腐领域，开放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可以让多个数据集相互联系，从而识别和揭露腐败的迹象和模式。


  尽管前景美好，但开放政府数据供公众监督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目前有70个国家参与了2011年发起的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承诺开放其政府数据。2013年7月，八国集团（G8）领导人签署了《G8开放数据宪章》（G8 Open Data Charter），规定了6个核心的开放数据原则。然而，全球的数据开放程度仍然非常低。截至2015年，由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发起，追踪122个国家开放政府数据生成的全球数据开放指数（Global Open Data Index）显示，只有不到10%的全球政府数据集处于开放状态，符合公开、计算机可读取、非专属性的标准。


  我们从发生在巴西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使用开放数据来防止腐败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公共财政管理，包括预算、税收和采购。国际预算促进会（The 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的开放预算指数（Open Budget Index）显示，政府在公开其预算数据供公众监督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且进程缓慢。在2015年接受调查的102个国家中，只有24个国家的预算足够透明（在100分制的预算信息公开可获取性评分中得分高于62分）。


  公共采购是腐败的一个关键风险领域。据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统计，全球政府每年通过合同支出约9.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但是据开放合约伙伴关系联盟（Open Contract Partnership）的报告，在参与开放数据指数调查的120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的国家能够提供优质、及时且计算机可读取的政府合同数据。据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估计，政府每年用于建筑施工的7万亿美元中，有10%~30%因腐败而损失。


  数据分析的多面性


  公开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推动反腐工作。2014年白宫发布的一份关于大数据和个人隐私的报告强调：“我们可以对大数据集全部或有选择性地存储和检索，但是如果不做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和输入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区分数据分析的四个主要阶段来体现其在全球反腐行动中的潜力：在分析复杂的政治问题时，“描述性分析”使用数据来描述已发生的事情；“诊断性分析”更进一步，通过挖掘交叉验证数据来解释某一具体政策问题出现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并解读潜在的结构化趋势；“预测性分析”通过机器学习，使用数据和算法来预测接下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规范性分析”则提出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促使或阻止某件事的发生。


  数据分析在反腐领域内的几项应用都有着不错的前景。众包，特别是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可以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工具去发现各种腐败迹象。移动技术让公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公开信息，为他们提供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诉或谴责不当行为的渠道。


  比如，在印度，一项名为“我行贿了”（I paid a bribe）的应用程序让公民举报官员的受贿和欺诈行为来打击腐败。同样，哥伦比亚总统的政务透明度秘书处研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可以让公民举报未完成的或花费过高的公共工程。据《时代报》（El Tiempo）报道，到2015年底，总共发现了83项这样的公共工程，总价值高达5亿美元，并促使执法部门启动了刑事诉讼。然而，这两款应用程序都未实现公民和官员之间的双向互动，也不开放匿名的原始数据供公民自行分析，或许这是出于隐私的考虑。但是，这两款应用确实生成了大量的数据供欺诈调查人员和反腐败机构使用。过往的经验表明，这样的众包反腐行动在同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相结合时最为有效。


  数据挖掘技术也被应用于更积极的公共财政监督。数据挖掘通常指深入数据中开展机器学习探查，在没有设定研究问题的情况下发现其中存在的模式。纽约市是这一领域内的先驱。2010年，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推出了透明度门户网站，公开了纽约市7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供公众监督。这个名为“纽约账本2.0”（Checkbook NYC 2.0）的网站旨在“将政府支出放在纳税人触手可及之处”。市民可下载数据并使用数据分析技术来揭示可能会产生风险的预算模型，从而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社会组织也可使用这些开放数据来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比如，美国政治研究中心推出的开放秘密（OpenSecrets.org）网站使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来监控竞选活动的经费，追踪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同样，无党派组织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使用公民科技（civic tech）、开放数据和数据分析等工具来提高各州和联邦政府的透明度，并改善其问责机制。


  政府采购历来容易受到任人唯亲和回扣的影响，大数据分析可帮助公众监督公共采购合同执行的效率。2011年，斯洛伐克通过立法加强公共采购的透明度，而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当地分会则利用新的公开数据系统来曝光医院采购效率严重低下的问题。在格鲁吉亚，透明国际的当地分会推出了一个开放源代码的采购监控和分析门户网站，从政府的中央电子采购网站提取数据并重新打包，以便对可疑交易进行调查（尤其针对非竞争性合同）。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也都出台了类似的方案。


  欺诈分析（fraud analytics）正在帮助政府通过检测可疑交易来减少公共事务中的逃税和欺诈行为。比如，在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在支付赔偿金之前利用预测性分析来标示出疑似索赔欺诈情况。据《财政时报》（The Fiscal Times）报道，欺诈预防系统能够实时识别高风险的医疗保健提供商，发现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该系统已经阻止或识别了420亿美元的欺诈性付款。在巴西，联邦反腐败机构使用欺诈分析将该国最大的社会福利项目“家庭补助金”（Bolsa Familia）的受益人名单与联邦汽车登记处的汽车所有人进行比较，鉴别出数以千计不符合资格的受益人。进一步的挖掘显示，巴西富人通过以“家庭补助金”受益人的名义对其汽车进行虚假注册来避税。


  考虑到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大量的互动以及一直存在的逃税风险，将反腐败分析应用于税务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例如，澳大利亚税务局正使用大数据来搜索海量的记录，从而找到利用“避税天堂”逃税的证据，并使用数据匹配来鉴别未履行履约义务的网上小零售商。在卢森堡泄密丑闻中，一名举报人公布了有关逃税方案的数据，时任财政部长大卫·弗兰科尔（David Frankel）使用的分析技术有助于确定税务审计目标，并提升了对有漏税或逃税嫌疑的公司进行调查的效率。


  推动数据驱动型反腐的三种方法


  世界各地的新闻证实了数据能为促进反腐行动带来极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支持，这一前景将无法完全实现。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来实现数据在全球反腐行动中的最大潜能，即便是在贪腐长期存在且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普遍偏弱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提高数据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只有当输入的数据可靠且来源广泛时，先进的分析工具才能提供有用的见解。关于数据方案的公共讨论倾向于强调传播（开放数据）和使用（大数据），却忽略了数据的产生。如果我们要在决策时更重视数据，我们就应该从一开始就在意数据的质量。政府应能够生成、收集和传播高质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并维护可及时生成可靠数据的有效管理登记系统。


  在覆盖范围方面，数据的可用性和整体经济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情况和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子政务不够发达，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化能力较低，某些地区的电网不可靠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因此，这些国家产生的数据较少，也未能广泛传播，这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和造成社会排斥的风险。首先，基于数据的决策可能偏向于有数据可用的区域，而忽略没有数据的区域。其次，基于数据的问责机制可能会缺乏效力。无法上网的公民不能查阅在线发布的采购合同或学校绩效排名，也无法做出决定。以上风险提醒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扩大宽带覆盖范围，向公民提供基础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培训，提升他们使用透明度高的门户网站等政府监督工具的能力。[3]


  提升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公开性，特别是用于反腐，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遇到较大的政治阻力，特别是在那些公共机构能力有限及政府机构自主性受限的国家。在权势阶层眼中，即使是像普查数据这类基础信息的传播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例如圭亚那禁止在2015年的总统大选前公布201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重大的人口变化），起因就是担心公布该数据会带来的政治影响。而在反腐行动中更敏感的信息，比如收入和财产申报以及公共部门合同的细节，自然会面临更大的阻力。考虑到权势阶层认为发布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支持开放数据的政治势力的相对实力，开放数据和大数据的影响或许在最需要这些数据的地方仍然会非常有限。


  第二，培养政府的数据分析能力。为了发挥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在反腐方面的潜力，政府必须建设自身能力，以产生有用的洞见并将其融入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技术能力对反腐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虽然将某些具体任务外包给企业或许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算法和软件通常具有专有性，这意味着一旦这些企业离开（或将价格提升到无法接受的高度），政府就无法升级、修改或扩展方案。与此同时，政府在吸引和保留数据分析师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即便是在私营部门也是稀缺资源。考虑到人才的普遍缺乏，拥有专业技术的数据人才通常会同给出最好待遇的雇主签约，而政府很少能提供这样的待遇。


  在一些国家，政府创新实验室也在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帮助。它们不仅为有志于公共服务的数据专业人员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而且还拓展了大数据在政府的应用领域。这类拓展从描述性分析开始，并越来越多地转向预测性分析和某些规范性分析。这些实验室可将政府的投诉和检察系统同政府的反腐机构联系在一起，从而制定惩治措施。在此方面的典范包括丹麦和英国，它们专注于通过孵化创新方案和利用数据来完善政策。在北美和拉丁美洲，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和乌拉圭等国家，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基多和蒙得维的亚等城市都建立了这样的实验室。[4]


  对于调查组织和检察机构，它们的数据分析能力还存在重大差距，大数据可在此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反腐机构应通过建立反腐实验室来提高其分析能力。例如在巴西，联盟总审计长办公室在2008年建立了公共开支观察站（Observatório da Despesa Pública），为发现可疑交易和制止腐败行为提供帮助。它将采购支出数据与其他政府数据库进行交叉检查，从而识别出那些不能作为非法行为的直接证据但需要进一步审查的非正常情况。


  更重要的是，数据分析若要对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产生影响，就必须更直接地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中，这样官员才能专注于正确的问题，选择合适的问题来寻求数据的帮助，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做出回应，从而实现反腐败改革。虽然数据分析可提高政府的监督、洞察和预见能力，但它不能取代经验丰富的决策者的深思熟虑，也不能在进行更大程度整合的情况下改善决策。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最近指出，“算法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决定，但不能为人们做决定”。


  当然，单单凭借大数据无法解答所有问题，也无法应对所有政策挑战。有效的大数据反腐策略将确定应重点注意的政策问题，以及应向数据提出什么问题，其更大的目标是设计最有效的改革方案来解决腐败的根本原因。此外，还需要国际发展实践者所称的“变革理论”——实现既定目标所需的先决条件、行动、预期结果和相关假设的计划——用以指导对数据的研究。在此方面的主要挑战是从大量的描述性分析转向规范性分析，后者在政策层面上更容易付诸实践。更具体地说，反腐分析必须同一国的廉政体系（包括投诉机制、调查与检察机构）相联系，才能产生第一时间防止腐败的纠正措施。


  第三，使数据分析更加透明，并扩大其作用范围。任何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工具都面临只有少数人掌握的风险，大数据也不例外。正如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为了人民”（ProPublica）的记者茱莉亚·安格文（Julia Angwin）在《纽约时报》（TheNew York Times）一篇专栏文章中要求的那样，大数据运动需要通过揭露决策过程来“让算法变得通俗易懂”：数据来自何处？支持计算的假设是什么？不同数据点的权重为多少？用于确定危险的阈值是多少？算法必须接受核查，从而避免数据产生或存在偏见。必须有保留地看待从数据探索和推断中得到的结果，并谨记相关性（不管暗示性有多么强）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


  此外，大数据运动的反腐行动若要有可信度，就必须更积极主动地应对企业部门的风险。巴拿马文件带来的愤怒加剧了提高国际税收和企业透明度的压力。一些创业项目正在应对这一挑战。数字平台“开放企业”（Open Corporates）正在通过汇集政府和企业公开的数据，打造一个开放数据库，其内容包括全球所有注册公司的全部实益拥有人（不一定具名出现在公司所有权证上，却分享公司收益的实际所有人）。该数据库目前涵盖来自115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1.1亿多家企业的信息。


  此外，致力于根除腐败的公司内部审计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数据分析来调查采购和支付模式中的交易，检查违规情况，识别非法资金流动等可疑交易。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司法鉴定技术在私营企业管理合规性和减少欺诈风险方面的相关性。


  某些经济部门极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从而为大数据运动提供了特殊机会。例如在石油、天然气和采矿行业，咨询公司“开放石油”（Open Oil）推出了一款搜索引擎，可以从4万多家采掘公司获取关键的企业数据，包括所有权、合同和特许权信息。这些数据库解决方案正在逐渐改变行业的运营环境。在腐败的另一个高风险部门房地产业，也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公开房产登记来确定高价值房产的真正受益人。


  大数据反腐败斗争的前景


  正如巴拿马文件背后的举报人约翰·多伊（John Doe）所提示的，数据革命才刚刚开始。年轻的数据活动家们期待更高的政府透明度和问责性，这种压抑已久的期望正在带动大数据运动极大地推动全球的反腐败斗争。然而，要完全实现大数据的潜力，避免它令人失望地昙花一现，官员、活动家和公民必须要求将数据分析全面纳入各国更广泛的反腐行动中，并保持警惕，不要让它被滥用于监督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


  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更大潜力的颠覆性技术已经出现。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在许多方面颇有前景，包括跟踪支付、保护公共注册机构以及实现智能合同。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中央授权的共享性数字分类账本，其中的交易被公开记录并持续更新，任何一方都不得改变。这甚至能够解决空壳公司的实益所有权等关键挑战，以应对避税和逃税现象。


  例如，土地所有权和财产登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键挑战。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报告，在洪都拉斯，只有14%的人口合法拥有财产，只有30%合法拥有的财产进行了登记。洪都拉斯和格鲁吉亚正与创业公司合作，使用区块链技术创建更透明和可靠的土地登记制度。在跟踪应用方面，2015年成立的科技初创公司Everledger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安全且不可更改的认证系统，旨在根除钻石行业内的欺诈和伪造行为。如果取得成功，这一创新成果可终结来自冲突地区臭名昭著的非法“血钻”交易。


  虽然大数据运动在反腐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但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开放数据和大数据的灵活使用不仅要侧重于揭露腐败，还应更好地了解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再次发生腐败。反腐分析不能虚幻地存在，必须以高质量信息为基础，通过改革来匹配战略制度框架。即便是最复杂的技术和数据创新都无法阻止法国小说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所说的“腐败具有让人费解的吸引力，即便是对最诚实的灵魂而言”。除非将数据分析用于改善国家治理和公共制度，否则它就不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力，或者长期持续这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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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研究


  白宫尝试社会创新


  作者：莫妮卡·波茨（Monica Potts）


  奥巴马总统尝试采取一些全新做法来使用纳税人的税款，应用数据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福利项目的影响力。特朗普接任后，奥巴马的政策正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此时我们想探究的是，这些政策举措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意外获胜三周后，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站在一群焦虑不安的听众面前，就美国政治所发生的戏剧性转变发表了演讲。在场的听众均是来自慈善界、科技界和社会政策界的领导人。


  白宫正在斯坦福大学与陈–扎克伯格计划（Chan-Zuckerberg Initiative）、斯坦福贫困与不平等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联合主办一场“科技与机遇峰会”，由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ocial Innoc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以下简称社会创新办公室）主任威尔金森担任主持人。与会者大多是与白宫及其所倡导的项目有关的人士。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大选中获胜，在如何解决本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上，这些参会者的想法有望继续获得高层的支持。


  威尔金森开始发言：“我本不打算这样做，但我还是先快速地提一下‘房间里的大象’吧，这可没有一语双关哦。”


  和他服务过的总统一样，威尔金森颇有学者气派。他留着胡子，戴着眼镜，打着歪歪扭扭的领带，面带亲切的微笑。他在两个记事板前面来回踱步，说话吞吞吐吐，爱讲冷笑话。作为奥巴马亲自创办的一个国内政策创新机构的负责人，威尔金森面临的是，这些新生政策和举措可能将被扼杀在摇篮里。当选总统特朗普曾许诺要撤销诸多政府机构，并全面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这也基本顺应了共和党领导下的国会欲为联邦政府精兵简政的愿景。


  “好消息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总统竞选过程以及各个层面上对不平等和贫困都有着广泛的共识，那就是——不平等和贫困都是确切存在的问题。”威尔金森说，“不过我们也知道，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大家的意见千差万别。”


  米歇尔·乔林（Michele Jolin）坐在观众席上，等待参加接下来的专题讨论会。正是她最先构想出后来由威尔金森领导的社会创新办公室。乔林是在政策领域推动结果导向解决方案的一名社会企业家，她曾在本刊中提出，政府自身可以合理利用和促进社会创新与社会创业。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8年春季刊中的《创新白宫》（Innovating the White House）一文中，乔林为白宫构思了一个计划，即创建一个办公室和一个投资基金，通过竞争性资助来促成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创意。


  这一办公室将设法评估各种社会干预措施的成果，以便决策者能真正了解哪些举措有成效、哪些无效。政府会通过向最有效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来给予奖励，并放弃那些不奏效的想法。政府还会同时推广那些对其他组织有效的创意，以此来促使整个社会服务领域更快地采用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意。乔林进一步指出，在白宫内部设立一个社会创新办公室，与总统近距离接触，将会在政策制定上给予非营利部门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并且有助于政府官员了解如何在政府内部或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法来克服种种监管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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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外交接待室与“同胞守护人（My Brother's Keeper）计划的学员们共进午餐（照片由白宫提供）


  奥巴马在当选后采纳了乔林的构想，并设立了她所呼吁成立的社会创新办公室。他期望利用自己的总统职位，通过竞争和创新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摆脱贫困。他的许多理念更像是来自硅谷的创业公司，而不是政府。他试图利用这些理念来改变政府自上而下的工作体制。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社会创新办公室8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找影响社会服务领域的最佳途径，并着手改变公共资金服务困难人群的方式。社会创新办公室历任的三位主任不仅要对抗政府官僚机构固有的惰性，还要消除非营利部门对政府改变资助方式的疑虑。在奥巴马当选之前，两党对于那些成效良好的项目（例如食品券，它能有效地解决饥饿问题，同时促进了社区经济）以及需要改革的领域（如教育）已有广泛的共识。长期以来，两党均有意利用白宫来推动社会服务，并宣扬公民责任感以吸引人们参与社会服务。奥巴马最终兑现了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


  而如今，11月份的美国大选风波为这一跨党派的共识打上了问号。特朗普还会维持这么一个以提高政府支出效益为核心使命的办公室吗？过去8年的成果会逐渐付诸东流吗？


  威尔金森试着给参会者一个乐观的理由：“利用数据和证据应对贫困和不平等，让纳税人的钱创造出更好的价值，这也许是能取得独特进展的独一无二的好办法。”


  对非营利组织的肯定


  由白宫推动志愿服务、将国家服务项目与一个资助和促进某一类型社会服务机构的办公室结合起来的构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Bush，老布什）和他所创立的光明基金会（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的时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当选总统后创立了名为“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的国家服务计划。而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小布什）延续了这一计划，并增设了信仰和社区行动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


  每位总统都根据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经验，对这些行动计划做了诠释与宣传。奥巴马的当选正是得益于对政府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能够切实帮助人民的期盼。也许现在已经难以记起了，但彼时奥巴马的当选的确像是新时代的曙光。他当时承诺，要促使所有选民践行公民责任，互爱互助，为共同的理想团结起来。政府在如何改善民众生活最有需求的政策上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承诺在当时看起来确实是有可能奏效的。


  在追求这个愿景的过程中，除了乔林关于设立社会创新办公室的提议外，奥巴马还受到了密尔沃基公共联盟（Public Allies in Milwaukee）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施密茨（Paul Schmitz）的启发。施密茨和威尔金森一样戴着眼镜，留着络腮胡子。他最初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参与社区服务，而后一直留在密尔沃基扎根于这一领域。美国中西部的慈善圈是奥巴马工作过的地方，因此施密茨觉得，未来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可能很乐意聆听他的想法。长期以来，施密茨一直倡导从零开始培养社区领导力，并在公共联盟（Public Allies）实施这项倡议。公共联盟旨在激励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成为社区服务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施密茨希望类似公共联盟这样的草根组织能够和年度政府资助名单中的大型非营利组织平起平坐。


  公共联盟同时还是“美国远征”（America Forward，一个由类似于公共联盟这样的组织所组成的联合体）的成员。它倡导一个正在非营利部门扎根的新理念：社会创新。施密茨发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向同一批大型社会服务组织提供大笔资助，却没有去核查这些组织实际的表现是否真如它们声称的那么出色，这么做会阻碍公共联盟的社区成员之间自然产生的激励关系。


  施密茨认为，政府资助作为社会服务类非营利机构的经济命脉，迫切需要予以重新审视。政府的一些部门往往采用懒政模式，每年向同一批组织发放相同的资助，而发放的主要依据仅仅是这些组织所服务的人数。譬如，一个誓言要与无家可归做斗争的组织将会根据它收容的救济对象数量获得资助，至于是否真的帮助救济对象找到了长期住所，让他们不再无家可归，却极少成为政府资助的考量因素。假设某个团体每月收容1000人，而另一个团体每年帮助10个无家可归的家庭找到了永久性住所，前一个团体可能会仅凭它服务的总人数获得更多的资助金，而后一个团体却没有因为其取得的持久性成果而获得奖励。


  施密茨称：“我们联盟中有些人运作的项目取得了更好的成效，却无法获得资金来扩大规模，也无法被纳入这些联邦资助项目。”


  在2007年和2008年，随着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施密茨和他的同事们奔波于全国各地酒店的会议室，不放过任何一个愿意和他们见上一面的竞选成员。他们随身携带相关的书籍和演示文稿来证明他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他们引起了两党的兴趣，许多竞选活动都对他们持包容的态度。最后，两位主要政党总统提名人，即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聆听了他们的想法。然而，施密茨在奥巴马身上发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盟友关系：奥巴马的职业生涯正是以一名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开始的，而他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是芝加哥公共联盟董事会的成员。


  “我们知道他关心这些东西。”施密茨回忆道，“我们对奥巴马夫妇说，这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建立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实现那些想法。”


  并非人人都接受这个很快被命名为“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的倡议。然而，“让政府的投资产生更大效益”的提法确实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这一承诺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重点放在更有成效的项目上，那么政府花在社会服务上的每一分钱都能获得更大的回报。曾在布什政府担任信仰和社区行动计划办公室负责人的约翰·布里格兰（John Bridgeland）自称属于温和派。他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在‘用数据说话’方面非常落后，社会创新办公室有望弥合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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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社会创新办公室第三任主任戴维·威尔金森与奥巴马总统握手（照片由美国财政部提供）


  然而，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一种浪费，总的来说政府的参与往往会产生反作用。当极端保守派的茶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壮大时，“废除所有政府项目”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另一个极端，也有自由派人士担心这个新办公室的工作重点。艾莉森·费恩（Allison Fine，自由派智库Demos的高级研究员，慈善类书籍作家）对社会创新办公室的创立理念表示怀疑。为了回应社会创新办公室的成立，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很难衡量的，并质疑社会创新办公室是否真的能够公平地衡量“成果”。


  费恩还质疑政府是否真的会承担起创新所需的各种风险，并将矛头指向社会创新办公室的目标——推行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想法。“这就像是在白宫给非营利组织开设了一个行政部门，它只为已经被翻来覆去证明有效的方案提供资金支持。”她告诉国家公共电台（NPR），白宫投入社会创新办公室的钱其实有更好的花法，“只要把钱送给一家食物银行就得了”。


  然而，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难以得到政府重视，并因此无法获得和大型非营利组织同等政府资助的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的从业者来说，社会创新办公室代表了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它不仅有助于改变项目获得资助的方式，而且还承诺，占全国劳动力10%以上、占国内生产总值5.4%的整个美国非营利部门，最终会在政策制定上拥有像企业一样的话语权。


  “联邦政府承认非营利组织很重要，我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有决策话语权。”非营利金融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该组织资助社会创新，并将来自社会创新基金办公室的拨款用于资助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博格–莱文（Antony BuggLevine）说道，“我们在这个办公室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有望用周到、坚定和合理的方式来改善政府推动社会部门发展的方式。”


  资助是为了发挥更大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是在尝试新政策新举措，他们既要对抗那些质疑的声音，还要克服长期以来以一成不变的方式运作的庞大政府系统所固有的惰性。在过渡时期，奥巴马聘请了前公共官员、经济学家索纳尔·莎赫（Sonal Shah，她一直在谷歌旗下的全球慈善机构Google.org担任负责人）来组建这个新办公室。乔林担任莎赫的副手。社会创新办公室直接隶属奥巴马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席梅洛迪·巴恩斯（Melody Barnes）的领导。他们想趁着奥巴马竞选的良好势头，尽快组建这个办公室。巴恩斯说道：“参加竞选活动的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希望响应总统的口号采取行动，即我们能够改变现状。”


  要让社会创新办公室合法运作，首先需要组织立法。这项工作在两党的支持下得以迅速落实。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三个月后签署通过了《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Edward M. Kennedy Serve America Act）。四个月后，任职多年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Ted Kennedy）逝世，而这个法案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该法案将美国志愿队国家服务计划的规模从7.5万人扩大到25万人，并壮大了运作美国志愿队和其他类似项目的联盟组织。这个办公室将在莎赫的领导下，以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的名义开展工作。上述法案还同时设立了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作为社会创新的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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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社会创新办公室第一任主任索纳尔·莎赫（右）在美国财政部主办的女性金融投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布里奇斯班集团（Bridgespan Group）的联合创始人保罗·卡塔尔（Paul Carttar）被聘为社会创新基金的主席。他当时正在新利润（New Profit，一家社会创新领军机构）工作。“社会创新基金从来没打算以大部门自居或者变成一个大部门。”他说道，“这个基金正在试验发放联邦政府资助的新方法，一种发挥‘杠杆’作用的方法。”


  这种“杠杆”理念是建立在慈善创投的原则之上的。社会创新基金不会向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这样直接提供服务的组织给予资助，而是资助可能给仁人家园这类组织提供资助的组织。这一类支持型机构获得社会创新基金的前提条件是能找到一对一的匹配资金。此外，将获得的资金用于资助服务型组织之前，他们也必须要求受赠方能找到一对一的匹配。这么一来，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能够带动慈善界（无论是来自企业或基金会）贡献两美元。


  这些匹配的资金有望轻松地获得。政府只会通过竞争性流程来选择资助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组织必须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它们的项目行之有效。最后，那些获得巨大效应的方案将会向全世界传播。社会创新基金乃至社会创新办公室在此充当信息交流中心的角色，评选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并利用其庞大的宣传体系去推广这些方法。卡塔尔说：“想象一下，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扶贫计划被人们所熟知。它们能证明这些计划是最佳方案，资助方能够资助并且有效利用这些计划。”


  卡塔尔在社会创新基金担任了两年主席。基金资助正在经受检验的新项目，主要看其是否如承诺的那样有效。与此同时，基金也资助有良好业绩的老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比如向全国各地长期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这种解决无家可归难题的方法与临时收容所相比，确实成本较低、成效更佳。社会创新基金还资助了一些较新的项目，譬如对美国足球基金会（US Soccer Foundation）的资助。该基金会将这些资金用于针对年轻人的“足球创造成功计划”（Soccer for Success）。这一计划的资金主要投入到诸如新泽西卡姆登、亚特兰大等地区的低收入、治安较差的社区，借以对抗儿童肥胖症。例如仅在卡姆登，卡姆登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 of Camden County）计划利用该计划服务800名年轻人，为他们改善营养、增加体育活动，并开展心血管健康检测、营养调查和数据统计（比如参与者的平均体重指数），最后报告项目成果。如果这个计划行得通，受助机构希望在当地整个男孩女孩俱乐部网络推广同样的计划。


  政府表示，截至2016年3月，社会创新基金已经撬动了6.275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的投资，是联邦政府投资初始额（2.95亿美元）的两倍多。卡塔尔表示：“我们想确立一种资助方式……如果联邦政府更大力度地采用这种资助方式，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危机与阻力


  社会创新办公室除了社会创新基金之外还有更多的任务，而且没有哪项工作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正如卡塔尔所说，社会创新办公室意在示范政府如何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工作。众所周知，社会服务领域联邦支出的真正权力掌握在教育部、劳工部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合计每年为社会服务部门的各类项目拨款8000多亿美元。这些项目旨在帮助有需求的民众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其中包括早教识字项目、黑人青年预防犯罪项目等等。上述拨款的对象还不包括食品券等社会福利保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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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西西比州紧急灾难管理署工作人员托德·德穆思（Todd Demuth）（右二）视察美国志愿队成员清理风暴过后的废墟


  社会创新的倡导者们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更大型的政府机构采用竞争性资助来撬动民间资金，并用数据证明哪些项目可行、哪些不可行。与这些大型机构的实力相比，白宫社会创新办公室和社会创新基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莎赫称，要让这些想法融入整个政府当中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在各个政府机构中有许多的创新人才希望相互交流。在科技界和其他领域也有一些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士希望能够与这些政府机构交流。”这个白宫办公室开始召集跨领域的创新人士，以便让他们相互学习。“很多时候，他们会互相取经：‘你们是如何跨越法律障碍的？你们是如何获得官方许可的？’”莎赫称，“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一些枯燥、机械化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创新路上的障碍。”


  社会创新办公室可以授权政府机构的内部人员去尝试和推动创新，但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政府文化和监管结构，否则可能会自身难保。社会创新办公室最大的成功之一便是教育部设立创新投资基金（Investing in Innovation Fund，也称I 3）。创新投资基金是在2009年的经济刺激法案中创立的，但这个基金多年来深受社会创新办公室理念的影响。教育是吸引两党共同支持新构想的少数领域之一，而且有众多政治力量在背后支持教育。教育部在奥巴马上任前已经向一些项目实行竞争性资助，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这个基金的成立。这些因素融合起来，提高了教育部采纳社会创新思想的热情。


  创新投资基金有一套竞争性申请流程，适用于提高识字率的课后项目和私立特许学校等各类项目，比如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资助的对象包括各个层面的组织：正在尝试新想法但缺乏数据来验证实际成效的组织，进行过早期验证但仍需要扩大规模并继续衡量成果的组织，有优秀绩效产出、需要资金扩展项目的组织，等等。


  创新投资基金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准确衡量其在各个层面的成功。最终决定资助与否的黄金标准将会是随机对照实验，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然而，即便到了这一步，教育部仍很难找到能够审查申请，并将该标准应用于教育的研究人员。“我们收到海量的申请，因此需要大量的评审人员。”曾于2010—2013年担任教育部首席部长助理的乔安妮·韦斯（Joanne Weiss）表示，“在教育界没有足够数量的、对这一领域有深刻了解的评审员。”


  创新投资基金来自全新的财源，因此它没有引起相关组织的怀疑和恐惧——如果参加资金申请，就会失去现有的长期资金。莎赫和社会创新办公室设法利用像创新投资基金这样的项目的巨大成功，来帮助劳工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等其他部门引进同样的手法以回应自身的需求。


  社会创新办公室在努力开展这种基础性的跨部门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履行其在公民参与方面的职责。办公室花了一年多时间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组织（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该组织运作经大幅扩张后的美国志愿队计划）寻找一个长期负责人，仅仅是这项工作便占用了社会创新办公室大量的时间。美国志愿队是奥巴马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以前的政府将它的运作从国内政策委员会中独立出来，而小布什则让它与信仰和社区行动计划办公室合并运作。至于这两项计划是否应该合并则并没有被列入早期的讨论议程。


  但更大的问题是，2009年初，即奥巴马就任总统以及社会创新办公室和社会创新基金创立不久，美国经济仍处于由房地产崩盘所引发的衰退之中。“当你在努力对抗危机时，很难分心去考虑创新和实验，这正是我们早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当时的工作环境是以危机处理为导向的。”乔林说道。


  此外，非营利部门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危机。楼市崩盘后，非营利部门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减少了，而此时全国低收入家庭的社会服务需求却出现爆发式增长。白宫正试图与非营利组织建立新关系之时恰逢非营利界陷入巨大的困境，痛苦不堪。


  “一次比较重大的失策是一个叫作联合服务运动（United We Serve）的全国性夏季社会服务计划。”施密茨回忆道。社会创新办公室并非这项活动的发起方，但需要负责其运作。当时的任务是要在夏季期间竭尽全力为相关组织招揽志愿者，于是白宫召集了主要的受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请求这些组织来充当志愿者并参与活动。施密茨称：“这些组织带着能获得帮助的期待出现在白宫。”非营利界需要帮助，而白宫似乎并不了解它的非营利合作伙伴所处的窘况，“（白宫）反过来却要求大家参加这个联合服务运动……这个活动搞得真不合时宜”。


  奥巴马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社会创新办公室的梅洛迪·巴恩斯称，社会创新办公室早期的问题源于固有的挑战，即白宫方面急于在新理念的基础上做出成绩。“回过头看如果当时我们能对这个办公室的目标有一个更清晰、更快速的判断，并能更明确地表达我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就好了。”巴恩斯说，“然而，即便我这么说，我也知道，当你在创新、接触新东西的时候，只有通过不断尝试，你才会发现哪些东西行得通，哪些东西需要做一点调整，然后你再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尽力做到了最好。”


  推广“只为成功埋单”的模式


  莎赫带领社会创新办公室走过了头两年，并于在2011年底离任。她和她的团队努力为社会创新办公室打下了基础。很显然，最富有成效的工作之一便是坚持不懈地让社会创新思想融入整个政府。


  多亏了她的努力，她的继任者乔纳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无须担心如何从头开始建设社会创新办公室。格林布拉特是Ethos Water（一家瓶装水公司，它将部分利润捐给世界各地的清洁用水计划）的联合创始人，并经营过一家名为“GOOD”的媒体公司。从2011年9月起，他在社会创新办公室担任了两年半的负责人。格林布拉特在任期间可以专注于对这个办公室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社会创业已经慢慢摆脱了边缘化的过去，”格林布拉特表示，“到了2011年，它真的进入了主流。”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白宫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及社会创新理念的普及。格林布拉特在2011年接替莎赫领导办公室时，华盛顿正面临着政治僵局，于是他将精力集中于社会创新办公室能够实现的两件事情上。


  首先，他利用社会创新办公室取得的成绩在政府当中更广泛地推广其思想，并进一步借助私营部门的力量。有关联邦预算的争议和诸如减少赤字等问题造成了资金紧缩、两党停止合作之类的麻烦。此时，有一点空前的明晰：让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产生更大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除了改善每一美元的效益之外，社会创新办公室还需要像社会创新基金一样，向政府以外的投资者宣传匹配资助的好处，以此来撬动来自商业界和慈善界的投资。格林布拉特将其称为“号召力”，这意味着他可以召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一起讨论他们该如何相互帮助。这包括了来自金融界、商业界、非营利部门和政府机构的人士。他说：“我知道这些部门并不真正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而他想改变这种状况。


  其次，格林布拉特倡导采用“只为成功埋单”的模式〔Pay for Success，比如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来资助社会创新。这一模式首先由新西兰经济学家罗尼在1988年提出，之后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社会效益债券的运作方式如下：一名私人投资者计划向一名非营利服务提供商提供资金，而这名服务提供商与政府签订了“合同”以保证一系列成果，比如让一定比例的新近释放的囚犯从此不再犯罪，远离监狱。然后，会有一名独立评估者来确定该非营利组织是否实现了其所承诺的成果。如果评估结果是积极的（这可能需要花多年的时间来确定），政府就会向该名投资者偿付其原始投资，并附加一定的红利。如果目标没有达成，则投资者就会失去部分或全部投资资金。这种资助体系能使政府免受创新可能遭遇失败的风险。对于服务提供商而言，即使政府资助在多年后泡汤了，它也无须担心没有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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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社会创新办公室第二任主任乔纳森·格林布拉特在缅因州卡姆登举行的一场美国流行科技年会（PopTech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


  格林布拉特和他的副手威尔金森（他于2015年2月接手了社会创新办公室），还想再接再厉，把政府机构拨付的资助全都变成竞争性资助，对资助过程进行评估并找到最佳实践，而且能利用政府的资金从外部世界获得相匹配的资金。


  然而，在许多部门，使用数据衡量成功仍然是一个让人生畏的概念，就像是特洛伊木马阻挠着政府投资社会服务事业。“对于许多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而言，社会部门创新是一个极具政治争议性的可怕概念。”博格–莱文称，“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教导不要相信政府。”社会创新办公室所做的工作之一便是尝试与非营利组织合作，让这些组织无须担心参与社会创新实验有可能没什么效果，协助他们采纳更好的做法，并提供反馈信息。政府可以借助反馈数据来不断改进资助项目。


  与政府合作的许多非营利组织通常需要遵守一套严格的规则。大多数接受政府资助的组织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做文书工作，只是为了证明它们符合政府的要求，而且是按照指定方式将资助花在指定数量的人身上。威尔金森称，以结果为导向的数据采集，不仅显示结果（比如有多少人获得了服务），而且还展示良好的成果（比如有多少人搬进了永久性住所），这是对待非营利组织以及它们所服务的社区的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


  成果展示


  2016年10月，白宫主办了一场活动来展示其社会创新实验中的范例——以“同胞守护人”闻名的总统倡议。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发起了该项计划，旨在应对有色人种中的年轻男性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促进种族平等。“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他们正受到许多负面影响。”奥巴马在项目启动前说道，“我们是否可以做出更多努力，让他们确实感受到他们的祖国关心他们，重视他们，并愿意对他们寄予厚望？”


  有一点奥巴马没有直接说明，那就是“同胞守护人”计划还将展示出政府有能力在这类项目中应用数据、随机对照实验和评估。10月份的这场活动在白宫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礼堂举行，现场展示的内容类似于一份进度报告。参会者首先听取了来自不同团体的报告，这些团体来自不同领域，目标都是为了帮助有色人种中的年轻男性应对各种具体挑战，例如改善教学成果；防止犯罪或行为矫正；协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


  A. J.沃森（A. J. Watson）是其中的一名发言人，他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名为“好男儿”（Becoming a Man）的组织。这一组织帮助有色人种中的年轻男性继续学业，避免误入歧途。在发言过程中，沃森通过幻灯片分享了第二次随机对照实验的结果。参与其项目的年轻男性与没有参与项目的年轻男性相比，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数量减少了50%，所有类型的被捕数减少了35%。参与者按时完成高中学业的概率也比没参与项目的学生高出19%。沃森告诉听众：“这是一个富有成本效益的项目，单单在防止暴力犯罪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有30美元的投资回报。”


  使用“投资回报”等商业性语言来呈现证据，实际上也是这场报告的要素之一。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评估标准已被“同胞守护人”计划所采纳和推广。那天演讲的许多团体都是由社会创新基金或类似创新投资基金的教育部计划所资助的。“我们已经将数据和证据应用于社会政策，来找出行之有效的举措，扩大其规模，并停止资助那些无效的举措，从而创造一个社会创新的新时代。”奥巴马说道。


  从社会创新办公室成立之初到现在，几乎每一个参与过办公室工作的人都认为，下一个挑战是让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机构团结一致，使社会创新成为政府部门工作的主流方式，而不仅是止于一个特殊项目。这一想法的支持者都希望白宫继续制定一个政策议程，为各个政府项目配备严格的竞争和评估流程。


  根据这一设想，只有当项目能真正帮助到它们所服务的社区时才能给予资助，就如芝加哥的“好男儿”所做的一样。尽管“证明成功”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概念，但白宫一直在努力证明这是一种相对较好的运作方式。社会创新的倡导者们认为，由共和党领导的国会显然不会轻易地批准给社会创新项目的资助，因此“证明成功”这项任务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他们甚至有可能失去最初激发这些社会创新举措的机构——社会创新办公室。


  保持乐观


  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创新办公室的想法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让政府花在社会服务上的8000亿美元获得更高效益的目标，即少花钱多办事的目标，得到许多关心扶贫政策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其中最显要的莫过于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


  “全国各地来自两党的许多立法者和当选官员在他们各自的社区见证了显著的成果。”慈善创投公司“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REDF，这家公司投资于给被就业市场淘汰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的总裁卡拉·贾维茨（Carla Javits）称：“效益和效率，这是人们想看到的。这些项目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正如威尔金森于2016年11月在斯坦福大学所说，许多政策专业人士希望能有一条得到两党支持的社会创新思想发展道路，让两党共同努力帮助这个白宫办公室持续发展，继续履行改善所有政府机构工作方式的使命，并评估项目成果，来展示是否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布什政府担任信仰和社区行动计划办公室负责人的布里格兰指出，类似项目都被历届政府传承了下去，这是应该保持乐观态度的一个原因。“从以往的例子看，总统从上一任手里接过项目后会为之重新命名，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希望下届总统和政府会创立一个企业基金或类似的东西。”共和党人会重新命名社会创新办公室，让其不再包含“社会创新”几个字，但办公室的许多想法可以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政府和社会服务界的支持者们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政府会彻底粉碎这一计划，这与他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比较接近，毕竟他的竞选口号曾经是“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意指对现存政治体系的全盘挑战）。这一模糊的口号包含一项扫除政府腐败的承诺，但其含义似乎是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愤怒集中发泄在他们所讨厌的政府机构上。


  即使是表达了对贫困关注的保罗·莱恩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他计划削减学校营养和食品券等项目。这些项目已证明了它们在改善儿童教育成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有需求的人提供食物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布里格兰称，反贫困专家过去能够通过展示这些项目行之有效的证据来获得共和党对这些项目的支持，“那类数据和证据会让你见识到超乎社会福利项目范畴的成果”。


  布里格兰也看到了将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设置在国内政策委员会之下的问题所在。办公室负责人不是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这意味着社会创新办公室的权力不够大，地位比较脆弱。他说：“社会创新基金是一个小项目，很有可能得不到资助，或者被新政府抛弃。”


  没有人知道此次总统选举对国内政策委员会内部的小型办公室意味着什么。即便在2017年1月初，即这篇文章起草之时，特朗普的内阁成员还有许多空缺，他的政策议程也尚未明晰。“我会说，‘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安东尼·博格–莱文表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可能性……即我们这个议案无法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


  尽管未来尚不明朗，这个白宫办公室的思想已经在非营利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索纳尔·莎赫现在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中心工作，这个中心旨在向全球推广社会创新思想。乔纳森·格林布拉特如今是反诽谤联盟的全国总监兼首席执行官。而梅洛迪·巴恩斯则担任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旗下社区解决方案论坛的主席。


  然而，失去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将是一次重大挫折。毕竟它搭建了一个其他非营利组织无法实现的平台，并为非营利部门提供了能让政府聆听其意见的渠道。博格–莱文表示，他依然持乐观态度。“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得到两党的支持，那必然是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即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携手共进，为政府与社会部门之间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使纳税人的钱能在帮助边缘化社区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


  莫妮卡·波茨


  定居于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同时也是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资产建设项目的研究员。


  实地报道


  健康诊所企业家


  作者：迈克尔·西奥（Michael Seo）


  维吉尼亚·恩迪曼德（Virginia Ndimande）和西扎克莱·恩科西（Sizakele Nkosi）于清晨7点30分到达她们各自的诊所。尽管8点整才会开门，但护士往往这时就能看到早早排起的长队中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她们边朝前门走去，边说着“你好”和“你好吗”，和患者们打着招呼。


  祖鲁语的“你好吗”就是“翁贾尼（Unjani）”。支持恩迪曼德和恩科西开设诊所的南非非营利公司翁贾尼就是以此命名的。翁贾尼的首席执行官琳达·图森特（Lynda Toussaint）告诉我们，“你好吗”询问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健康状况，更是一个人整体的幸福感和心理状态。这是由一家南非的物流公司——帝国集团（Imperial Group）于2011年发起的一项创业计划。运营之初，创立者试图解决下列问题：如何为一个从未有过医疗保健服务的社区提供优质的、可负担的、便捷且可持续的医疗保健服务？


  翁贾尼提供的答案是，为像恩迪曼德和恩科西这样的护士提供资源平台，让她们成立和运营自己独立的社区健康诊所。有志向自创诊所的创业者往往都是通过朋友、同事间的口口相传认识了翁贾尼这一小型企业孵化公司。


  “刚听说翁贾尼那会儿，”恩迪曼德回忆说，“我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全职经营诊所，因此正在收集信息，想以兼职的形式自营一家私人诊所。”她于2014年11月在位于比勒陀利亚（Pretoria）以北约65公里的家乡温特维尔特（Winterveldt）开办了自己的翁贾尼诊所，而恩科西早在2013年就在她丈夫的老家、南非首都以南40公里的滕比萨（Tembisa）经营起了她的诊所。


  帝国集团下属机构帝国保健科学发展计划的负责人及前任常务董事伊恩·巴顿（Iain Barton）称，翁贾尼模式植根于“能力之内医治，能力之外转诊”的原则之上。到初级诊疗机构问诊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确实需要医师进行救治，很多病患服务，只要诊所设计合理，支持到位，完全可以由护士提供保证质量的服务。


  该理念是翁贾尼模式的核心，术语称之为“任务移交”（task shifting），即视情形将诊疗任务下放给专业性不强的医务人员。通过这样的方式重组人力，移交任务，从而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通过更高效地调动已有人力资源，同时在培训和减少员工流失的项目实施过程中迅速增长员工的能力，形成扩大医疗服务覆盖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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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艾滋病日，患者在位于穆特希（Moutse）购物中心的翁贾尼卫生所接受护理


  未被满足的市场


  南非的医疗体系覆盖约5400万民众，项目从基础医护至高度专业化服务应有尽有。


  该体系分为两大板块：公共医疗和私人医疗。南非约68%的民众完全依赖公共医疗来满足其医护需求。其余的人则使用私人医疗，即购买商业医保，外加自费支付商保之外的部分。南非政府承担全国医疗支出的约40%，却要覆盖80%的公民，因此公共医疗系统面临重压。


  需求并不一定形成市场，翁贾尼对此非常清楚。在南非，近830万民众通过自费购买私人医疗服务来满足初级医护需求，而依赖国家提供二级和三级护理。这些购买私人医疗服务的人群加入了医保计划，但其自费的部分并不能由医保来覆盖。翁贾尼认为自费群体之中存在着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因此它专注于提供免费公共医疗服务的替代方案，也就是一种高品质并可便捷获取的医疗服务。翁贾尼诊所的问诊费为每次180兰特（合13美元），仅为其他私人初级护理服务的一半。这为人们提供了私人医疗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如此一来，翁贾尼不仅在自费问诊的细分市场份额渐长，也打造了愿意为初级医护服务付费的新客户群。


  想开设私人诊所的护士可与翁贾尼签署一份五年期的企业发展协议。诊所由帝国集团负责出资、配齐设备并运输至约定地点。诊所采用标准化设计，包括一个候诊区、一间诊室，以及可开具约150种药物的药房。翁贾尼不但提供设备支持，同时也是诊所网络中的核心管理枢纽和孵化器，为诊所所长提供运营支持和持续的管理教育。


  用图森特的话来说，诊所的成功取决于两大因素，即正确的位置和正确的合伙人。翁贾尼的筛选过程很明智地结合了对这两点的考量。先由未来的诊所所长为新诊所选址，再由他们负责找到具备经营资质的私有房产，并和业主谈妥租赁合同。翁贾尼会审核租赁条款以确保公平合理。诊所所长也需进行至少200人的社区调研，了解该社区是否有足够的问诊需求、社区支持和客户基础。让诊所成为社区资产，让护士服务社区，这是翁贾尼的核心关切。为贯彻这一承诺，翁贾尼限定每名护士只能拥有一家诊所。


  随后，翁贾尼会统计人口情况并调研周边医疗设施。诊所正式营业前，所长及其助手还需接受为期五天的课堂培训，学习标准运营流程、支持或运营手册、人力资源、文件编制要求、财务管理及病患档案、配送和订货的系统管理。运营之初的两周，翁贾尼管理人员会与诊所员工一起强化课堂培训效果，协助并支持员工学以致用。


  作为诊所的所有者兼经营者，所长们需对所有收支负责。翁贾尼明白，想要诊所盈利是需要时间的。无论诊所盈亏状况如何，翁贾尼都会在诊所成立之初的24个月里发放补贴金以支持其运营。“这些诊所旨在为专业黑人女性护士赋权，创造就业机会，”图森特说道，“在她们成功时放手，这与雪中送炭一样重要。”翁贾尼的分析显示，每月接诊人数达250人是诊所盈利的门槛。按服务社区的不同，达到这个人数的时间可能为3至24个月不等。


  通常，诊所的初始人力配置仅三人：一名拥有注册资格的初级护理护士、一名助理和一名维修保养工人。护士负责问诊并开药，助理负责质量控制，协调非处方药的销售并做好记录。恩迪曼德和恩科西都聘请了亲属作为诊所的助理。“值得信赖的亲人加盟诊所能让我安心，我们共同组成关爱病人、尊重患者的专业医护团队。”恩科西说道。


  翁贾尼诊所遵守南非国家健康部颁布的关于初级医疗护理的相关条款和指导方针，符合审计流程。尽管这类诊所无医生坐诊，但许多护士一直与医师保持联系，以获得医疗咨询、一般性建议和精神上的支持。这种咨询关系也有助于医师优化专业技能和时间分配。


  成长和责任


  翁贾尼网络在过去三年间以每年增开9家诊所的速度，谨慎有序地扩张。这种节奏反映出了图森特的担忧，而这种担忧从她2014年上任之初就开始了。


  “从我当时掌握的6家试点诊所的患者数据来看，翁贾尼没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图森特说道，“我也担心护士选拔流程存在漏洞或者不够严格，最终需要制定简单的过程和程序以确保适当的商业原则得到应用。”


  为此，图森特先是暂停了增设诊所网点的计划，进而开展了长达一年的运营评审。作为首席执行官，她亲临每家翁贾尼诊所，观察并记录其运营状况。她采访护士、诊所人员、患者和社区领导，清楚地了解诊所与社区间的互动状况。翁贾尼摒弃了单纯增设网点的简单思路，重新设计流程以支持诊所网络扩展，也引入覆盖全网的IT系统采集信息，简化标准操作流程，强化培训，提升了诊所选址时的商业智能化程度。


  事实证明，这一行动开展得很及时，2017年获得南非财政部工作基金特别拨款之后，诊所获得飞速发展。如此快速的规模化进程又带来了新的考量——可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支持，也需要问责。例如在2015年，翁贾尼得知克瓦加方滕诊所的问诊费高于整个网络的定价，随即终止了其特许代理权。虽然惩罚措施比较严厉，但它强调了一个理念，那就是任何违约行为都会损害社区与翁贾尼品牌之间的信任，而整个项目都是建立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2017年，翁贾尼预期从26家诊所扩展至41家。对于图森特而言，只有选对了合伙人才能实现这一愿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的。”她说，“每个护士加入翁贾尼诊所网络时都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只有那些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和心怀服务社区使命的人才能成功。”


  迈克尔·西奥


  一名医疗企业家，他将于2017年末在肯尼亚开设一家初级护理诊所，与非营利企业翁贾尼不存在从属或业务关系。


  合作筹款


  作者：莎拉·莫瑞（Sarah Murray）


  对于上坎伯兰区公共广播公司（WCTE Upper Cumberland PBS）来说，吸引会员加盟和筹集善款在过去可绝非易事。这家田纳西州的电视台当时拥有在线筹款资格，也已使用数据库和捐赠工作管理软件，但其信息技术系统还未经整合，许多流程仍需员工手动键入信息。


  “我们的会员经理亲手把信件写好并打印出来，手动折好之后再寄出去，”上坎伯兰区公共广播公司开发与市场部总监艾弗里·哈钦斯（Avery Hutchins）如是说，“一旦有资金流入，我们就得手动输入存款金额。”


  2016年2月，上坎伯兰区公共广播公司将其与会员的通信往来移交给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Contributor Development Partnership，CDP）进行管理，从而卸下了这项重担。2011年，由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CPB）和新英格兰公共广播公司（the New England public broadcaster，WGBH）共同出资成立的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为各大广播电台提供了一个管理筹款的数字工具，通过对应的软件和服务，解决了单独购买这些服务可能产生的高昂费用问题。


  “现在，人们只需点击按钮，填写在线表格即可捐助或成为会员，”哈钦斯说道，“这些数据将被直接导入软件，一封感谢信随即生成，汇入下一个邮件流，并自动触发邮件回复。”


  激增的效率吸引并留住了更多的捐助者，上坎伯兰区公共广播公司迎来了净收入的上涨——从2014—2015年度的约9.6万美元涨至2015—2016年度的逾13.5万美元，2016—2017年度预计达到15.8万美元。这一形式的应用逐渐广泛：自2012年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开始提供这一服务起，各大电台的新增净收入累计达到5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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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负责游说服务的一位工作人员为落基山共广播公司签下一名捐赠者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最近几年，公共广播的收视率和捐款人数剧降，电台持续萎缩的收入亦严重威胁到了节目的存亡。在这样一个新兴媒体不断亮相、公共广播收视率不可逆转地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创始者们仍坚信，这一全新模式将为公共广播电台带来巨大的创收机遇，更不用说其他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了。


  优质数据的重要性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由合作驱动的优化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成果。这并不是说电台从未共享过数据——恰恰相反，实际上，美国公共广播体系本身有助于这种合作形式的开展。美国公共广播体系由国家性的节目供应商和独立运营的私有地方电台组成，它们之间鲜有竞争（多家电台共同覆盖的区域除外）。“它们非常有合作精神，且愿意共享数据——这在广播领域并不常见。”黑波特（Blackbaud）公司的数据和分析副总裁史蒂夫·麦克拉弗林（Steve MacLaughlin）说道。黑波特公司是一家为非营利机构提供软件和服务的公司，并协助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开发和管理相关数据。


  但数据的作用不能仅停留于简单的电台间的比较，更应该评估优劣，分析原因，挖掘其最具潜力的创收机遇。“只知道互相对标是不够的，”麦克拉弗林说道，“还要有能深入洞察创收机遇的眼光——一个组织关注的到底应该是每月捐赠者的数量，还是会员续订，抑或是配捐行动？”


  “挑战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如何说服那些自视独具一格的电台，让它们可以通过自身行动来分享最佳实践，而从更好的数据中获得的洞察力对此至关重要。”黑波特公司首席科学家查克·朗菲尔德（Chuck Longfield）说道。朗菲尔德不仅负责为新英格兰公共广播公司开发软件，还创办了两家专注于非营利组织应用数据的公司。


  拿筹集企业配捐基金来说，一些电台也许会认为，如果自己所在区域大公司密布，就可以借助地理优势，靠配捐筹集大笔资金。但数据却与此相反。朗菲尔德表示：对于存在大量企业的地区来说，这里的电台通过企业配捐筹集到的资金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的电台更多。


  “我将其称为慈善科学，”朗菲尔德说道，“对于这些电台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概念。”


  公共广播公司和新英格兰公共广播公司的初期投资着力于简化系统，实践证明，这对于建立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数据库至关重要。“短短几年后，系统已变得简单而又美观，但它曾是个巨大的挑战。”麦克拉弗林说道。每个电台都有其自身的数据采集和存储方式，对各类筹款形式冠以不同的术语。不仅如此，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创始者们深知，要想让广播公司提交数据，系统必须非常简单，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无须安装新软件的系统。


  “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任何独立组织都在想着法儿说‘不’这一现实问题。”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执行董事兼新英格兰公共广播公司会员营销负责人迈克尔·黑普力克（Michal Heiplik）说道，“所以为了攻破那些理由，架构是最重要的。”


  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创始者们也在寻求一种简单易懂且免费的信息呈现方式，于是就有了《创收机遇和行动报告》（Revenue Opportunity and Action Report，ROAR），一份为各加盟电台准备的单页季度性对标公告。基于24项关键筹款指标——从全体会员维系、配捐营收到车辆捐赠均包含在内——该报告对比了单个电台和国家平均标准、标杆水平之间的差别，让电台了解提升关键领域绩效之后的潜在收益。报告使用简单的交通信号图代表了各项指标的完成状况。“绿色表示良好，黄色表示警告，红色则表示亟待提高。”麦克拉弗林解释道。


  尽管这些分析步骤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增加数据流动的频率，勾勒出持续的进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筹款成果的快照。现在，来自各电台的数据每年汇总四次，朗菲尔德认为，“理想状况是时刻都有数据流入，因为就有那么些机遇，只有立刻传递才能发挥价值”。


  共享服务，助力行动


  完善的数据也让电台对筹资效果有了新的洞见，但电台也需有能力将其转换为行动，这对许多电台来说并非易事。“从数字媒体、社交媒体营销，数据库营销，到短信募款、挨家挨户游说，现在的募款方式层出不穷，日益复杂，”新英格兰公共广播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兼执行副总裁本·戈德利（Ben Godley）说道，“但电台却因为没有资源而无法与时俱进。”


  这个问题促使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新增了第二个关键举措：共享服务，各大电台可以通过共享服务将筹款工作用合理的价格外包出去。“电台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一站式解决方案。”戈德利说道。


  对小型电台而言，一名员工可能身兼募捐方案策划人、会员总监和数据录入员等数个角色，因此留给开发新战略这个关键步骤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大卫·普雷斯顿（David Preston）是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公共广播公司（TPT）的会员和观众服务副总裁，该电台年营业额高达3200万美元，普雷斯顿坦言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新的筹款机会，其中就包括发掘他所谓的“如果”型新经费来源，尝试未经测试的各种策略——而这是小型电台根本承受不起的奢侈。


  小型电台的内部资源有限，它们也往往无力按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软件服务。对此，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又一次伸出援手。哈钦斯介绍了上坎伯兰区公共广播公司在使用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后安装的会员软件（电台无须单独支付费用），她说：“如果我们独立购买这种软件，那么软件的研发、安装和运行费用高达2万到3万美元。”


  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也提供共享筹资服务，如挨户游说和车辆捐赠项目。此外，由于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采用规模采购，与小型电台独立采购相比，可以争取到更优惠的价格。因此有些电台选择按月预付订金，然后将整个会员筹资运营板块都外包给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不过，虽然电台可以择优选择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提供的各项服务，但不能调整改动。“如果每个电台都试图改动最优实践，那就无法实现规模化，”黑普力克说道，“所以只要它们一签字，之后就都是我们的主场了。”


  拿致谢电话为例。调查显示，在特定月份的特定时段按固定的对话文本给捐助者打电话致谢将大大有助于减少捐助者流失。于是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聘请了一家电话销售公司。“电台不能编辑对话文本或更改致电时间。打电话的是我们，电台支付费用即可。”黑普力克说。


  事实证明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很受欢迎。截至2016年10月，美国180家公共电视台中有133家已与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达成合作，另外还有68家广播电台也与之合作。而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受欢迎程度也转变成了现金和捐助者。例如，在运营最初的两年间，致谢电话项目使首年捐助者保持率提升56%，首年营收保持率提升72%。


  慈善行业对筹款的竞争更是日益激烈，而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这些成果足以让其他非营利机构为之眼红。但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慈善组织呢？创始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那些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的全国或国际非营利机构，如仁人家园或特奥会。


  “公共广播是一个天然温床，如同一个孵化器。”黑普力克说，“但是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也绝对适用于其他任何设有关联组织的非营利机构。”他强调其中的关键在于建立互信，并在维护捐赠方关系上突出品牌个性。“终端捐助者甚至无须知晓贡献者合作发展计划的存在，”他说，“我们做的只是让这些组织看上去更美。”


  莎拉·莫瑞


  自由职业记者，定期为《财经时报》和《经济学人》杂志撰稿，她也为包括《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诸多其他出版机构撰稿。


  全世界的工人，买买买！


  作者：布兰顿·凯姆（Brandon Keim）


  东氏泰（Duong Thi Thai）和她的丈夫万越（Nguyen Van Khoi）在胡志明市赐昌（Freetrend）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厂上班，这片低矮的厂房中，每天有近20000人在为生计劳碌。夫妻俩靠制鞋可获得1000万越南盾（合445美元）的月收入，虽说有工资总好过失业，但这笔收入已将他们推向越南最低工资水平线的边缘。


  东氏泰说，自2009年成家后，她一直想为自己一室型的新家添置点基本的家电。对他们这样的新婚夫妇，以及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以制造消费品为业、生活捉襟见肘的工人来说，买一台冰箱或电脑往往需要节衣缩食好几个月。采购计划如同水中望月：攒钱不易，理财无门，而未来生活又无法预测。


  东氏泰和万越的收入在扣除了房租、生活开销和两个孩子的学费之后早已所剩无几，更别提心心念念的家电了。2014年，社企公司iCare Benefits公司成立，同年，赐昌公司与iCare Benefits开展合作，旨在帮助像东氏泰和万越这样的工人购买基本消费品和服务，符合资质的会员可享受零利息分期付款。


  对早已习惯信贷宽松、无须顾虑贷款可能导致债务缠身的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种分期付款听上去似乎平淡无奇。但在越南，消费者信贷是富人的特权，像东氏泰和她丈夫这样的老百姓通常情况下只能被迫向黑市借高利贷。零利息融资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他们买了一台洗衣机、一张床垫和一部手机。“我本人和其他许多工人都想谢谢这个项目，”东氏泰说道，“要不是因为它，攒够钱不知道得花多少年。”


  这样的故事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其他7个国家正在不断发生。iCare着手解决的，是310万工人所面临的经济学家称为“普惠金融”的挑战。


  [image: 14]


  Mai Thi Bich Hoa（前排）坐在她通过iCare Benefits 新买的冰箱旁


  “即使你每月只挣200美元，我们也会试图让这200美元发挥更大价值。”iCare首席执行官Trung Dung如是说，“事实已证明，我们可以提高相当于两到三个月工资水平的购买力。人们赚12个月的工资，却感觉过上了14个月的收入才能享受的生活。”


  零债务风险的消费


  30年前，Dung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几乎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他先后成立了三家公司，其中就包括硅谷宠儿OnDisplay。2007年他回国创立了莫比为（Mobivi）公司，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尽管经营理念尚不成熟，领域竞争力不强，公司仍旧做出了一些成绩。Dung在莫比为的助手、iCare现任首席运营官Hao Diep说：“这儿的人们不需要支付解决方案，他们需要的是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渠道。”


  Diep在越南的一个偏远农村长大，小时候，她的母亲从黑市借了400美元的高利贷——100美元给了Diep当学费，其余300美元为她哥哥买了辆摩托车。这些贷款和高额利息足足费了全家四年时间才还清，他们也一度濒临破产。“人们就那样明抢豪夺。”她回忆道，“我妈妈是个好人，她是名教师，但是她却没办法获得银行服务或申请贷款。”


  恰恰是Diep为莫比为构思了一个新模式，也让莫比为以iCare之名获得重生：新企业以批发价采购产品，再少量加价转卖给工人，后者只需预付一小笔费用，其余部分从他们接下来几个月的工资里扣除，零利息。


  工人的需求量飞涨。对于东氏泰和万越这样的工人来说，他们生平第一次不用冒着负债的风险就能买得起基本品。iCare的会员标准是工人需在工厂工作满一年，这也让头痛于如何降低员工流动率的公司有了加盟的动力。2014年春，iCare的会员数在两个月内从1万人增至17500人，到年底时已达40万人，2015年激增至140万。截至2016年底，iCare在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巴西的总会员数已达310万人。


  随着iCare的发展壮大，出售商品的范围也扩大到疫苗、药品、学校用品和教育服务等，这些均是中产阶级实现稳定生活的要素。会员能买得起洗衣机、冰箱及其他基本设施了，同时也免于高昂支出的折磨，如突如其来的疾病、婚礼或新学年的学费，这些足以把一个家庭推入财务绝境。


  公司每年都会进行影响力调查。据iCare战略总监瑞恩·加洛韦（Ryan Galloway）称，会员平均每年可以节省220美元的利息支出，原本可能需要花在与贷方和收账人交涉的8天时间也节约了下来。在iCare与工厂合作前，约85%的工人会向黑市或亲戚借钱，加盟仅一年后，这个数字便降至15%。


  “现在仅仅是蜻蜓点水，”原iCare董事会成员、现任可持续贸易有限公司（Sustainable Trade，Inc.）市场研究员的布雷特·迪克斯泰因（Brett Dickstein）说道，“他们想把iCare做成服务全球低收入工人的优质社会福利项目。”


  为了实现这个愿景，iCare需要三方的参与：工人高度集中的工厂、所售产品的制造商及其债权人，包括为iCare运营提供融资的银行和影响力投资基金。虽然各方都会带来挑战，但最后一方也许是最棘手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得证明这个项目具备经济可持续性。”Dung说道。iCare是一家社会企业，并非非营利机构，这样的属性可保证其规模化扩张所需的资金到位。


  花豹资本私募基金（Leopard Capital investment fund）创始人兼iCare董事道格·克莱顿（Doug Clayton）用经验说话，坚信以营利为目的才是关键。他说：“过去十年我一直关注着金字塔底部的市场（全世界日消费低于2美元的穷人所构成的潜在市场），听过许多投资想法，也遇到过将目光瞄准这一群体的企业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偏社会化而非商业化，难以创造出具有可持续性的模式，仅依赖捐助、赠款等等。iCare Benefits是我遇到的第一家极具商业属性同时也极具影响力的公司。”


  实现iCare经济可行性的核心是确保其供应链的高效。产品是在工厂陈列和配销的，因此iCare无须租赁零售商铺或挨家挨户送货。这样做的结果，用Dung的话来说，就是iCare的物流成本比那些标准的电商零售商低数倍之多。它还开发了联络会员的自动化工具，这些优势叠加就是3%～4%的利润率——这足以让投资者相信，撇开社会影响力不谈，iCare是笔好投资。“如果经济收益都不稳定，何谈社会影响？”Dung如是说。


  惠及百万人群


  在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上找准平衡点是很微妙的。北美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内部商店十分常见，尤其在偏远城镇，工厂会向其员工这一“俘虏市场”（captive market）出售商品。工人往往深受剥削，负债累累，离开岗位就无法生存。而iCare在会员保护方面做得非常细致，不仅会面向会员提供金融财商培训，还将会员三个月的工资设为消费上限，从而避免“超支和过度杠杆之间的循环”。Dung表示：“即使工人们想超支，也无法实现。”


  但这个项目并没有改变这些工人对消费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来自新学校（New School）的发展经济学家巴里·赫尔曼（Barry Herman）希望知道员工信用合作社或独立的储蓄机构是否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两种机构“不仅能推广借贷，还能促进储蓄，且不会将工人的消费与指定的供应商绑定在一起”。关于这一点，Dung的回应是，员工信用社在东南亚本不多见，且效用有限，储蓄者远远少于需要借款的人。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冲突是宏观上的贫困问题。“靠借钱是不能走出贫困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主攻信贷研究的社会学家阿科斯·罗纳–塔斯（Akos Rona-Tas）告诫道，“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经济产物，要么涨工资，要么就得直接把富人的钱财再分配给穷人。消费者信贷不是答案所在。”


  也许从大局看这是事实，但无法获取金融服务只会让贫困人群深陷恶性循环。纵使iCare不能力挽狂澜，但它至少给工人提供了一个通向更好生活的阶梯。iCare计划进一步拓展医疗、教育、储蓄和退休计划等社会服务。Diep认为，随着公司的壮大，iCare也许能撬动资源，向政府和产业施压，出台更有利于工人的政策。


  Diep和Dung期待在下一个十年让iCare惠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让iCare的商业模式突破工厂，惠及其他类型的工人，如渔民和农民。最终的目标，用Diep的话来说，就是让iCare覆盖整个农村地区，包括那些令她母亲因为400美元就差点遭遇破产的偏远地区。“惠及百万民众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她说道。


  “他们是我们的会员，不是我们的顾客。”Diep说道。而iCare已然壮大的300万强有力的会员队伍“还仅仅是个开始”。


  布兰顿·凯姆


  自由撰稿人，所写稿件题材涉及科学、自然和科技。


  社会变革新方法


  地图绘制的新思路


  作者：诺埃尔·段（Noël Duan）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张地图并不是由专业的制图师或航海家绘制的，而是在1854年由伦敦内科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绘制而成。当时伦敦苏荷区爆发的霍乱疫情造成616人死亡，约翰·斯诺怀疑疫情的传播是通过水而非空气。在那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瘴气理论。这一十分荒谬的理论认为细菌是通过恶臭气味进行传播的，一些医生甚至认为某些食物的味道可能会导致肥胖。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靠香水就可以祛除疾病了。


  斯诺想找到一种方式来证明持续了数世纪的瘴气理论是错误的，并且证实他对于霍乱是通过水来传播的假设。于是他绘制了苏荷区各个水泵的位置，并且用小圆点来标记霍乱病例。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圆点聚集在位于宽街的一个水泵处。斯诺将他的发现提交给了当地教区的护卫队，第二天护卫队就把水泵的把手拆掉了。斯诺绘制的简易地图帮助开启了流行病学的研究。


  “好的地图可以通过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讲述故事。”英国的制图师协会主席史蒂夫·奇尔顿（Steve Chilton）说道，“斯诺绘制的地图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简直是一次伟大的数据可视化过程。”


  斯诺的地图也证明，人们并不需要成为训练有素的制图师，才能利用地理数据解决社会问题。如今，包括地图盒子（Mapbox）、群众街景站（Mapillary）、开放街景（OpenStreetMap）和可视化城市（Visualizing Cities）在内的各大地理制图平台都认同这种理念，旨在与无处不在的谷歌地图一较高下，提供名副其实且与众不同的世界新视角。这些斗志旺盛的地图创业平台的经营预算要比谷歌地图小得多，开放街景每年的营业预算只有10万美元。不过这些平台的数据和软件通常可以免费使用和修改（开放源代码），或者至少相对比较便宜（如群众街景站每个月250美元的订阅模式）。这些制图平台所依赖的是用户反过来会贡献（众包）数据以构建这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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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居民将收集到的数据提供给开放街景和地图盒子等本地地图平台


  相比之下，虽然谷歌地图可供所有人使用，并且只针对大量使用或商业用途的情况进行收费，用户也可将其并入自己的平台，但是谷歌地图并不共享平台背后的地理数据和程序代码。


  谷歌官方的目标是“汇集全球信息，使其随手可得，随处可用”。但是谷歌受自身商业利益驱使，希望通过地图收集的信息可以用于自身的产品（如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开发。谷歌地图上的南非遗漏了县镇级别的信息，谷歌因此受到指责，是因为非洲大陆商业潜力较低，因而谷歌对其不够重视。所有这些使得新兴地图平台不仅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公民制图师，也吸引了包括位置服务网站Foursquare在内的一些竞争对手。Foursquare已经脱离谷歌地图，现由地图盒子公司利用开放街景的数据予以驱动。


  这些替代类地图平台也吸引着许多有意改善社区福祉的个人和团体。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地图盒子公司一直以来都为大部分用户提供免费的数据和代码资源，只是对一些大用户和商业用户的额外使用与服务收取费用。2016年，地图盒子宣布了一项导师计划，将为三个城市提供资源和培训奖励，指导它们利用地图数据解决城市面临的挑战，比如如何应对美国东海岸暴风雪期间的危险路况。地图盒子将与首个获奖城市墨尔本一道，共同对交通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来促进基础设施的规划。地图盒子还为非政府组织的制图工作提供支持。以坦桑尼亚发起的抵制女性割礼运动为例，地图盒子为女孩们提供安全屋的地图，使得她们可以在割礼结束之前一直藏在那里。


  利用地图盒子的平台开发的另一项应用名为农场日志（FarmLogs）。这一农场管理软件可以帮助农民将有关农场设备、劳动力总数、季节性产量以及其他投入性数据绘制在由地图盒子提供的街道、地形、卫星数据，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其他数据（比如美国政府提供的土壤参数统计）之上。农场日志采用订阅模式，据统计，1/3的美国农场在使用这项软件，占地总计超过6500万英亩（约26万平方千米）。“地图盒子可以说是一块覆盖了所有位置数据的画布，农业已经日益成为一项数据业务。”地图盒子发言人詹妮弗·余（Jennifer Yu）如是说道。


  与地图盒子一样，位于瑞典的“群众街景站”也是将包括街景图在内的相关内容进行众包，重点集中在诸如古巴这样谷歌尚未派出配置摄像头的汽车或无人机的地区。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若是能在这个拥有2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找到一两个公共汽车站，你就够走运了。而在开放街景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你不仅能找到公交汽车站的位置，还有蔬菜摊、加油站以及城市中许多其他的地点。这主要归功于群众街景站和开放街景的联手合作：十几个哈瓦那市民在去年9月份走上街头，拍摄了哈瓦那市200平方英里（约518平方千米）范围内的65000多张街景图。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群众街景站的开发团队对图片上出现的人脸和敏感信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由于古巴政府对于用众包方式收集数据的立场并不鲜明，因此群众街景站旗下的开放街景参与者试图不被察觉地收集相关数据，并且避免各个禁区。群众街景站的执行总裁杨·埃里克·索勒姆（Jan Erik Solem）表示，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众包式地图平台相比于以文本为中心的平台（比如维基百科）来说，往往会更少遇到准确性和破坏性问题。“有了群众街景站提供的数据，事实上也就没有了争论或冲突，”他说道，“无论图片包含信息与否，图片本身就是证明。”


  不过，开放源代码和专利性地图数据仍然可能被用于不法企图。2015年，一个新纳粹主义组织利用谷歌地图对欧洲地区的所有难民营进行了可视化处理。（谷歌清除了这张地图。）此外，即便不存在敌对意图，也可能出现识别错误或歪曲数据的地图。正如牛津大学互联网地理学教授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所说，“每张地图都把制图者的偏见摆在了台面上，永远也不会有不偏不倚的地图”。（想想深受澳大利亚人欢迎的将南半球置于上方的世界地图吧。）


  来自制图师协会的史蒂夫·奇尔顿在制图领域工作了40多年，其间还是开放街景团体的活跃成员，他担心人们在观察和贡献数据的同时不考虑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如果人们绘制地图不仅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特定的数据，还理解了我在接受培训时被反复灌输的一项准则，即每张地图都要有其意义所在，那么我就不胜感激了。”他说道，“理想的情况下，每张地图都应该有目的性，这会影响到地图画面配置的各个要素。”


  “在许多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可以从可视化输出中分离出来。”总部在波茨坦的可视化城市公司的总裁塞巴斯蒂安·迈耶（Sebastian Meier）说道，“算法处理的许多环节通常处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可视化之间，这就使得非专业人员很难理解可视化的生成方式。”可视化城市公司旨在纠正上述问题，它与制图公司Here合作，共同资助、收集和分享各种不同的私人及公共制图项目，并且通过举办比赛让公众意识到地图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向群体传递信息。2016年，首届可视化城市比赛获胜的数据可视化记录包括了哥伦比亚因地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迁移的模式地图（由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提交），以及适用于手机界面的印度金奈市被淹道路位置图（由开放街景和地图盒子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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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可视化城市公司制图比赛获胜作品，展示了哥伦比亚因地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的迁移模式


  值得赞扬的是，谷歌也将其地图平台用来支持社会倡议活动。举例来说，谷歌与印度城市发展部合作创建了一个英语和印地语的双语地图工具，便于用户搜索公共厕所的位置，以此协助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谷歌旗下的“制作地图”项目即将终止使用，谷歌推出的后继系统名为“本地向导”（Local Guides）。该系统实行会员制，向谷歌地图提交当地情况的用户可以得到享受谷歌产品和服务的奖励。“我们展示的是我们能收集到的最佳数据，这些成千上万的权威数据来自公共及商业地图数据、各个层面的影像和用户贡献。”谷歌地图外联部经理伊丽莎白·大卫杜夫（Elizabeth Davidoff）说道。开放源代码的热衷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是谷歌拒绝免费的数据共享。“谷歌地图基本上是为机动车服务的。所以一旦离开了机动车道路系统，它显示的数据也就所剩无几了。”奇尔顿说道。因此对于想要绘制个性化路径的个人和组织来说，走在前面的是其他的地图平台。


  诺埃尔·段


  常驻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教育


  作者：杰米·斯塔克（Jamie Stark）


  爱达荷州黒利市木河高中的学生们在吉姆·瑞尔登（Tim Rierden）的社会研究课上哭了起来，害怕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父母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的父母可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正如红色州（选民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的州）爱达荷州倾向于民主党的布莱恩县，有31%的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瑞尔登该如何在这样一个情绪激动、变化迅速的党派世界中引导政治性讨论呢？他只能让孩子们在学校提供的谷歌笔记本电脑上发泄他们的不满，瑞尔登利用名为“学习各方观点”（AllSides for Schools）的网络免费课程，鼓励大家针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建设性讨论。该课程的第一个模块名为“首要的是人际关系”，它帮助学生们认识到：尽管存在政治分歧，他们还是可以与同龄人分享核心价值观。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瑞尔登让学生们参考“各方观点”（AllSides）网站，网站上并列比较了来自不同信息源的新闻故事，将每个新闻来源识别为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温和派的。


  瑞尔登通常利用这种比较作为激活对话的出发点，将学生分成讨论小组，之后要求他们与全班同学分享学到的东西。“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关注信息来源而非信息本身。”瑞尔登说。学生们开始思考他们自己对于内容的态度，以及不同的偏见如何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新闻标题。


  这个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走出他们的信息泡沫，同时讨论哪些方式可能造成个人及信息生产者的偏见。“我们获得的信息翻来覆去都是一样的，”“各方观点”网站的创始人约翰·盖博（John Gable）在描述现代媒体消费如何产生各种回音室效应（反复传播同一内容声音）时说道，“我们在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同时，也越来越无知。”


  20世纪90年代，盖博曾任美国网景公司（Netscape，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网页浏览器）的项目经理，多年来，他一直主张互联网的部落主义可能迫使人们陷入媒体泡沫。2012年，他创建了“各方观点”网站——大部分“学习各方观点”课程都基于这个网站，鼓励人们“拥抱偏见，定义偏见，同时从不同观点出发搜寻新闻报道”。现在他想要通过“学习各方观点”课程让年青一代加入对话。


  20世纪80年代，盖博曾为共和党参议员工作过，但在2016年9月他同网站MoveOn.org的创始人琼·布莱兹（Joan Blades）联合创办了非营利的“学习各方观点”项目。自此以后，至少有37个州的教师注册使用了这套“尊重共同核心价值观”（Common Core-compliant curriculum）课程。布莱兹曾坐在教室里旁听了10次讨论，她说：“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对于选举的了解还赶不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了解多，并且他们原来也都不知道值不值得去投票。”布莱兹认为，学生们似乎感觉已经被现代媒体的信息滥觞淹没了。


  “在好莱坞流行着这么一种幻想，就是老师一走进来，你自然而然地就能迅速开始一场大讨论，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会发生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院长、《政治课堂》（The Political Classroom）合著者戴安娜·赫斯（Diana Hess）说道。赫斯相信，为了让学生理解能激发争论的议题与有价值的新闻之间的差别，教师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精心筹划、与其他教师交换意见以及整合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而不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政治。但是赫斯认为，美国社会“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同质群体，群体中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气息”，因此想要做到这一点也越来越难了。


  那么我们如何在个体化的量身定制现实的时代验证真理呢？目前，你“大可不必为此找一个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那样的山中圣人，”盖博说道，“你只需让它成为信息传播的一部分。”对于美国的高中学生来说，信息传播可能只是打开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而已。尽管什么算是“自由派的”“保守派的”抑或“温和派的”，归根结底都来自主观评价，但“各方观点”网站至少试着让人们可以简单迅速地从多个角度看待新闻报道。


  如果有学生问瑞尔登，为什么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Benghazi）的一系列事件对选举来说至关重要，那么他在主持讨论之前，会先把班上学生的注意力带到“各方观点”网站的新闻报道上，这些新闻报道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当学生向你抛出问题时，你只要‘接招’，然后和他们一起登录‘各方观点’网站，说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多方位报道的，然后学生们就可以自己找到答案。”瑞尔登这样说道。


  杰米·斯塔克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位自由撰稿人。他报道了中美洲的社会企业、国外援助及安全问题，作品发表在《环球邮报》、NBC新闻和《旧金山纪事报》。


  从粮食到电力


  作者：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无论在邻近社区种植树木还是清理小溪，社区环境管理工作都有助于激发广大市民的热情，通过共同行动来保护环境。


  2017年春天，一位企业家在英格兰西南部小镇凯恩舍姆（Keynsham）开办了一家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他想以这种全新的方式鼓励社区环境管理工作。发电厂由地球资源公司（Resourceful Earth）负责管理，利用当地居民、农场、超市、食品制造商和餐馆的厨余垃圾生产沼气。


  “能源的本地供给可以使社区通过非常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居住在周边小镇巴斯（Bath）的建筑师尼古拉斯·斯塔布斯（Nicholas Stubbs）说道，他从十五年前就开始研究开设这样一家发电厂的可能性，“你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重要作用。”


  沼气经过厌氧消化产生，在这个过程中，细菌在无氧罐内分解食物或动物粪便等有机废物，之后通过燃烧沼气来发电。


  斯塔布斯发现，满是腐烂食物的废物填埋场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甲烷，要想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控制这些气体的排放要比设计绿色建筑更为经济有效。得到这一结论之后，他踏上了创办发电厂的征程。


  斯塔布斯估计，发电厂只需利用社区目前所产厨余垃圾的10%，发电量就可以达到凯恩舍姆镇16000住户所需电量的80%。（发电厂不直接向凯恩舍姆镇供电，而是将电力注入国家电网，这意味着电能可以输送到英国的任何地方。）


  尽管沼气发电厂在美国的发展速度缓慢，但是在英国却是一派蓬勃的景象。根据英国厌氧消化和沼气协会（UK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Biogas Association）的统计，厌氧消化发电厂的数量（不包括那些专注于污水处理的发电厂）从2009年的不足50家增长到了2016年的超过300家。“我们已经到达了使用厌氧消化技术的引爆点。”厌氧消化技术专家史蒂夫·拉斯特（Steve Last）说道。他认为取得这样的进步主要归功于英国政府对于厌氧消化发电厂的补贴以及最近欧盟出台的一些政策，前者使得符合条件的发电厂可以为自己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获得资金支持；后者则呼吁减少送往填埋场的城市垃圾数量，增加对垃圾回收、堆肥和厌氧消化等过程的利用。


  选择分解厨余垃圾用于发电，而不是任其被丢弃在废物填埋场中，其作用不只是减少了排放到大气中的甲烷。厌氧消化将大部分的废物转化为沼气之后，仍然存在部分残留物。这些残留物被称作沼渣，可作为营养丰富的肥料撒在农田中予以再次利用。


  以这些方式利用厨余垃圾也减少了废物填埋场的泄露风险。“厨余垃圾产生的废气中有将近一半会进入填埋场中，一旦这些气体渗漏到下层的有机物质中，就会造成严重危害。”拉斯特说道，“除甲烷之外，无论停留多久时间，厨余垃圾产生的氨气也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这些有毒物质还可能通过垃圾填埋场渗入地下水中，之后还可能流向湖泊、河流和小溪，最终可能进入居民的饮用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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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地区的一个沼气废水消化池


  斯塔布斯相信，如果凯恩舍姆镇的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将可以用作发电厂燃料的剩菜剩饭分离出来，那么这一额外步骤就可以帮助居民看到他心目中的虚拟“社区电网”（community grid），即便从技术上来说生产的电力实际上并入了国家电网。斯塔布斯认为，发电厂可能会产生一种“当地社区在心理上拥有当地发电厂”的感觉，“这种感觉将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能源生产的重要性，并且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使用这些能源”。


  克里斯汀·王


  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名记者，主要对能源、环境、食品以及可持续发展话题进行报道，也是《卫报》《摩登农夫》《Sierra》《国民饮食》等刊物的撰稿人。


  改革荟萃


  用教育打开监狱大门


  作者：德克·范·维尔森（Dirk Van Velzen）


  我们必须创造教育机会来减少刑释人员再犯罪，帮助他们在出狱后能够重获新生。


  1999年，我因窃取商业机密罪锒铛入狱。从迈进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需要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自小家人就希望我接受高等教育，于是我决心在铁窗里获得学士学位。由于没有收入来源，我就申请了资助低收入学生攻读受认可高校的联邦“佩尔助学金”项目（Pell Grant）。


  令我大失所望的是，1994年通过的《打击暴力犯罪及加强执法工作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使服刑人员失去了获得该助学金的资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给教会、慈善机构、当地企业和其他组织去了几百封信请求资助，无一不石沉大海。最后还是我父亲慷慨解囊，我才被宾州州立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录取。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我获得了工商管理和组织领导力双学位，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求学期间，我发现很多狱友也希望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上进心和勤奋程度丝毫不逊于我，却不得其门而入。受他们的热情所鼓舞，也被他们的努力所触动，我在2006年设立了监狱奖学金基金（Prison Scholar Fund，PSF），它的使命是通过提供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及导师服务来帮助服刑人员。此后8年，我从上千份来自全美各地的服刑人员的来信、申请和文章中了解到，犯人接受教育途径缺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这样一群意志坚定、充满潜力的人不应当被忽视。


  美国的监狱面临着一个庞大的问题，它关押着230万人，占全世界在押犯人总数的25%，但美国人口总数只占世界的5%。居高不下的重犯率又使问题雪上加霜。司法统计局的一项报告指出，“67.8%的犯人获释3年内又因新罪行入狱，而5年内重新入狱的犯人则多达76.6%”。监狱体系就像一个旋转门，职业罪犯们出了又进，很难改过自新。


  为服刑人员提供教育机会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当服刑人员得到教育机会时，重犯率会显著下降。兰德公司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不参加教育项目的服刑人员相比，参与某类监狱教育（包括成人基础教育、普通教育发展证书和高中课程、职业和技术培训以及大学课程）的服刑人员的重犯率下降了43%，其出狱后获得工作的概率增加了13%。参加大学课程的服刑人员比未参加者的重犯率低51%。


  给予学位，而不是剥夺机会


  然而，提供给服刑人员的大学课程很少。自从1994年“佩尔助学金”不再对在押服刑人员开放后，他们可以申请的全国性高等教育项目一下子从350多个锐减到了8个，重犯率随之上升。华盛顿州的重犯率原本一直在30%左右徘徊，法案颁布后逐步攀升至42%。其他州的重犯率也有类似变化。


  如今，大多数监狱支持成人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发展证书项目，因为这类课程是联邦政府强制要求的。有些监狱提供职业教育，据称包括高等教育课程。但是这些课程还亟待改进：课程学分可能无法转到其他大学，且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


  2015年7月，联邦政府启动了“佩尔第二次机会助学金”（Second Chance Pell Grant）试点项目，服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获得5815美元的助学金，用于在67所指定高校中完成两年或四年制学位。该项目将为27个州的犯人提供总额为3000万美元的助学金。这一举措广受欢迎，但影响有限。首先，所有的试点项目都必须在当地完成，远程教育尚不在其资助范围内。其次，虽然助学金金额较高，但对无其他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它还不足以支付全部学费和教材费用。


  监狱奖学金基金寻求进一步增加面向服刑人员的优质教育机会。我们在支持远程教育的同时继续发展实地教育，还提供监狱教育部门极少能够提供的指导和咨询。从2006年起，我们已经资助了来自22个州的110名“监牢学者”（Prison Scholar），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获得学历证书，其中7人已获得学士/副学士学位，另有2人会在奖学金到位后开始修习远程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74名刑满释放的监牢学者中，仅有3名再次被捕——监牢学者的重犯率仅为4%。


  目前有36名还在服刑的监牢学者愿意继续接受教育，因此，保持这些监牢学者受教育的延续性也很重要，而我们启动的其他一些项目到达不了他们。于是，我们与惩教机构合作推出了在线学位课程，并从华盛顿州开始试点。我们的第一门在线学位课程是华盛顿大学提供的综合社会科学文学学士课程。这是一门在线课程，虽然服刑人员无法自由上网，但监狱教育部门表示愿意帮助协调。


  我们还跟西雅图的一家编程学院“代码伙伴”（Code Fellows）开展合作，推出了一门全端软件开发课程。编程专家会在监狱授课，指导学生学习网站和手机应用的前端开发。“代码伙伴”毕业生（非服刑人员）的平均毕业和就业间隔时间为11.5周，总就业率高达95%。刑释人员也可以获得类似的机会，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改变人生，增加价值


  我们自豪于取得的成功的同时，监狱教育的大量需求也鞭策我们去寻找规模化的解决方案。亚当斯州立大学的监狱大学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布林顿（James Bullington）在写给基金会的邮件中说：“我整天都在写邮件告诉服刑人员我们无法为他们提供资助。我猜，如果资金充足，我们几乎立刻会有15000多名正在服刑的学生。”


  然而规模化运作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调研。许多研究和综合分析表明，监狱教育能够改变人生和增加价值，但研究人员仍然不确定关键因素是哪些。2014年，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该研究仍然没有能够打开监狱教育的“黑匣子”：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和程度的教育，才能确保积极的结果？在监狱环境下哪些授课模式和课程安排最行之有效？我们可否借助完善的远程教育模式，产生与实地教育同样积极的结果？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设计和统计技术被用来揭示类似基金的监狱教育项目（政策干预项目）所产生的因果影响。我们与华盛顿州狱政局的研究人员积极合作，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共享关于犯人的数据。我们还与两名微软员工合作，一位是大数据科学家，另一位是高级研究员，他们志愿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来帮助项目的开发和分析。


  我们也在努力筹措经费。除了接受来自基金会、个人和公司的捐赠之外，我们还探索了其他几种创新性的融资策略来对我们的工作提供支持，我们首先尝试的就是从客户那里回收成本。但我们无法向服刑人员推出学生贷款，因为他们不能够负债，我们也不愿让这些重新踏入社会的人承受贷款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考虑，监牢学者在社会上立足并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之后，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自愿偿还监狱奖学基金在他们身上的花费。


  我们也决定听从朱莉·巴蒂拉娜（Julie Battilana）和其他作者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2年夏季刊发表的《寻找复合型机构的理想之路》（In Search of the Hybrid Ideal）一文中提供的建议，成立两个分别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法人实体。“通过持有营利性公司的股份，非营利性机构能够在控制两个法人实体活动的同时，保护自己的社会使命。”监狱奖学基金将坚持自身使命，继续实施项目并收集数据，同时保留非营利性组织的身份。但是它也计划拥有另一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家公司可能采用全新的法律架构：如L3C（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变体）、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或弹性目标公司（Flexible Purpose Corporation）。这家营利性公司会将我们跟微软员工合作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市场化，卖给正在为减少重犯率寻找最佳方案的政府机构。这家独立的营利性公司可以自由地接受影响力投资，让投资者在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解决社会挑战。


  显而易见，监狱教育拥有为服刑人员开启全新可能性的能力。我不相信我们的社会能够指望一个人在被关押数年，并且没有行之有效的改造项目的情况下，带着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有用的技能组合重返社会。但是，在将服刑人员排除在佩尔助学金资助范围之外并减少监狱高等教育课程的情况下，我们对整整一代服刑人员所做的事情与此并无二致。我很幸运，我的父亲有能力资助我完成学业，这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今天的服刑人员改造计划绝不能靠运气。


  德克·范·维尔森


  监狱奖学金基金创始人。监狱奖学金基金资助服刑人员完成大学、职业及技术课程并提供咨询服务，以帮助其继续求学。在服刑期间，维尔森通过远程教育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和组织领导力双学位。出狱之后，他完成了斯坦福商学院公益创业课程。


  海洋保护2.0


  作者：史蒂夫·罗克利夫（Steve Rocliffe）


  拯救海洋需要得到受海洋保护直接影响的沿海社区的支持。


  马达加斯加西南部滨海渔村安达瓦多卡（Andavadoaka）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记得以前每次渔船出海都满载而归的日子。那时，珊瑚礁中栖息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海洋生物。鲨鱼的数量多到村民在它们早晚觅食期间被禁止下海游泳。


  今天，这个水下宝藏早已不复往日的丰饶，仅剩的物种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外国捕捞船正在逐步将马达加斯加水域的海洋生物打捞殆尽。这座海岛曾经生长着丰富的稀有动植物，因此被称作“第八大陆”，但几十年的森林采伐让土壤松动流入大海，并覆满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珊瑚礁表面。而气候变化导致的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对脆弱的生态系统无异于雪上加霜。


  生态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是维佐人（Vezo），一个生活在马达加斯加贫瘠的西南岸边、以捕鱼为生的传统半游牧民族。对于这些技艺高超的渔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每餐中蛋白质的唯一来源，而现在他们就连一日三餐都没法保障。他们的收入也来自海洋，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


  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默默承受的故事。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维佐人正在努力，逐村推进工作，力求让海洋回归丰饶，而他们的努力也在颠覆着人们对海洋保护的惯性思维。


  6年前，在对有效的海洋保护举措进行调研时，我第一次知道了维佐人的努力，当时我在英国约克大学学习。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海洋保护区（MPAs）：即限制或禁止捕鱼等具有潜在破坏性活动的部分海域。海洋保护区遵循一个极为简单却有效的思路：将一个区域划为禁渔区，几年之后，那里就会有更多更大的鱼，这些鱼会游出保护区并被捕捞上来。更妙的是，由于大鱼的繁殖能力更强，因此会有更多的鱼苗游到保护区之外，年复一年地对当地渔场进行补充。因为这些原因，海洋保护区经常被视作一种在让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建立双赢关系的做法。这个方法也特别吸引着一些急着完成国际海洋保护指标的政策制定者，即要在2020年之前保护全世界10%的海洋水域。


  如今全球共有1.7万个海洋保护区，它们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其影响又如何呢？真相是有些浑浊不堪的。虽然数量惊人，但是大多数的海洋保护区都面临失败。这些有名无实的保护区缺乏资金支持、管理方法和执行力来实现之前承诺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海洋保护区经常在没有充分协商或提供恰当补贴的情况下，就被强加给了传统的渔业社区。但对于数亿生活在热带海岸线上，需要通过捕鱼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进入渔场捕鱼是他们无法牺牲的权利。这经常让海洋保护工作跟沿海居民的需要产生冲突，但对海洋保护最为依赖并最应该投身其中的也恰恰是这些人。


  我觉得维佐人的故事非常吸引人，因为他们为失败的海洋保护模式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在英国一家社会企业蓝色投资（Blue Ventures）的支持下，维佐人采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渔业管理模式，既改善了当地渔民的生计，也保护了珍贵的海洋资源。


  2011年，当我获得了博士论文研究资助后，我立刻飞往西印度洋，开始和蓝色投资、维佐人一起工作。


  交给当地人管理


  2003年，蓝色投资跟维佐人在安达瓦多卡合作开展了一个广受赞誉的生态旅游项目。这个项目培训并雇用志愿者进行热带海洋研究和保护工作，收集急需的科学数据，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可靠的收入。生态旅游项目的利润和捐赠收入被一起用于支持海洋保护工作。


  这种旅游模式使得蓝色投资具备了大多数海洋保护组织所欠缺的东西：在社区内持续、长期的存在。这种长期关系产生的信任和理解让我们了解到，许多村民最初把保护工作视为一种威胁、一种阻碍他们捕鱼的方式。为了打破这种成见，蓝色投资意识到需要具体的展示这一做法的潜在好处。


  为此，蓝色投资向一位特别的“八腿盟友”求助。在马达加斯加，章鱼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食物和收入来源，被捕获的章鱼大多出口到欧洲，它们是该地区仅有的几种现金收入来源之一。然而现有的章鱼数量却岌岌可危，人们越来越担忧这个问题，于是蓝色投资发起了一次激进的干预，与村民合作在某个小礁附近执行临时章鱼禁捕令。因为章鱼生长速度快，而且长得越大其繁殖能力就越强，因此仅仅几个月的禁捕就使其数量激增。


  这个计划奏效了。当禁令被取消时，渔民收获的章鱼个头更大，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促使临近的村庄也开始效仿并建立自己的禁捕区。在这些成功案例的激励下，安达瓦多卡与附近20多个渔村共同达成了雄心勃勃的新保护计划：建成一片640平方英里的本地管理海域（LMMA），在这片海域中严禁投毒、围网捕鱼等破坏性捕鱼技术，并建立永久性禁止所有渔业活动的区域。他们称这个新区域为维洛德里克（Velondriake），在维佐语中意为“与海共生”。维洛德里克是马达加斯加的第一个本地管理海域。这是一种新型的由社区全权管理并为社区谋福利的保护区。而对于当地人来说，几年前他们还认为这种管理方式并不可行。


  截至2016年底，当地共实施超过250次短期休渔，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章鱼，还包括青蟹和刺龙虾等当地社区常见的捕捞品种。实施休渔令一个月后，村民在36个海域捕获的章鱼数量达到之前的七倍之多。


  本地管理海域数量的增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维洛德里克的成功使得马达加斯加沿海地区纷纷效仿。如今，由超过65个本地管理海域构成的新兴网络已覆盖马达加斯加整个海床面积的11%以上。2014年，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拉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Hery Rajaonarimampiesona）承诺，将通过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把本国海洋保护区的覆盖面积增加两倍。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本地管理海域运动已经成为该国海洋保护的主导力量，同时该运动正在继续扩大规模和原有目标，这是毗邻印度洋的其他国家所无法媲美的。


  规模化和可持续的海洋保护模式


  蓝色投资使命的核心就是一种简单可复制的草根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坚持有社会意义的经济激励措施来吸引沿海社区深入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外。这就促进了更雄心勃勃、更持久的海洋保护举措的发展。这种模式争取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参与，并能为当地水产养殖、社区健康和沿海碳交易市场等其他项目提供支持。


  蓝色投资已经在马达加斯加展示了该模式的有效性。目前，该企业正在努力扩大影响范围，希望到2020年在全球热带沿海地区惠及300万人。2015年，蓝色投资获得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年度“社会企业家”大奖，在斯科尔基金会的重点支持下，蓝色投资与穆拉戈基金会（Mulago Foundation）等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将这种模式运用于新的沿海社区、新的国家和新的水域。在起步阶段，我们已与9个国家的近20个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在每个合作项目中，我们都尝试针对某些快速生长的捕捞品种设立临时休渔期，从而在后期增加捕获量和渔民收入，同时希望能够激励和维持由社区主导的海洋保护举措。


  我们在这段旅程中学到了什么？有三点尤为重要。


  第一，眼见为实。许多本地管理海域以及设立休渔期的想法都来自同伴间的学习和交流。这种同伴学习让来自不同社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社区渔业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作为海洋保护主义者，我们只是促进这种对话，真正的改变发生在我们支持的海洋周边的社区。


  第二，建立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的草根型学习网络可以推动和维持大规模的改善。当参加学习的当地人到家乡实践新方法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一个广泛的、志同道合的社区网络中寻求支持。单个社区做不到的事情有可能通过合作来实现。我们也看到，新一轮政策的出台正在努力改善并简化法律程序和相关机制，来保护印度洋传统渔业的基本权利。


  第三，保持模式的简洁。在全球范围内复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模式已被证明并非易事，随着干预措施的复杂程度增加，推进工作也变得越发困难。我们发现，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寻找在相似场景下开展工作的新合作伙伴更容易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近期工作的重点是在印度洋范围内，针对我们熟悉的物种寻找共同保护的合作伙伴。一旦证明这个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可复制性，我们将会把经验推广到其他渔场和地区。


  如果缺乏针对当地渔民的激励机制，一切海洋保护的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通过优先考虑沿海社区的需求，我们就有机会动员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渔业从业者支持海洋保护工作，而不是将海洋保护的措施视为对当地渔业的威胁。


  史蒂夫·罗克利夫


  蓝色投资的研究员兼科研经理。蓝色投资为英国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与沿海社区携手合作，旨在重建热带地区渔业资源。


  为“宠物事业”式的善行辩护


  作者：伊恩·大卫·莫斯（Ian David Moss）


  若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能够将其原则运用于特定议题和地域，而不是追求普适的至善，它将变得更有效。


  所有慈善机构都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有效利他主义者觉得这还不够。它的倡导者希望建立起一支理性分析者大军，动用证据和理性思维去寻找行善的最佳方式。不管怎么看，我都应该是他们的头号招募目标。除了读工商管理硕士那两年以外，我一直都在非营利行业工作。我热衷于道德哲学的抽象讨论，也喜欢幻想如何建立自己的基金会。我是那种会为自己的生活设计变革理论的人——而且我发现它挺有用的。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跳进战壕，跟这群“慈善同志”们并肩作战呢？首先，这场运动有时候让我觉得更像是在批评我没有成为全力奉献的圣人，而不是肯定我的慈善热诚。打个比方，有效利他主义的领导者、哲学家威廉·麦克斯基（William MacAskill）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争辩指出，不去支持救死扶伤的慈善团体，而选择影响力较小的慈善团体，从道德层面来说和杀人没有什么区别。


  即使你同意这个观点，你很有可能还是处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大量关于捐赠动机的研究表明，决定人们进行捐赠的因素，往往出于个人与某个特定议题的联系，感觉有责任去“回馈社会”，或者对社会关系的有意培养，而不是冷静理性地探索最佳的行善机会。


  2010年，希望咨询公司（Hope Consulting）针对美国富人进行了捐赠者细分研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只有4%的捐赠者在捐赠时会首先考虑慈善组织的效率，而仅有3%的捐赠者会真的就慈善组织的效率进行调研以决定捐给哪一家。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不久前决定终止一个旨在让捐赠者了解更多被捐赠机构信息的项目，其主要原因就是此类研究的结果及其效果评估都很令人沮丧。


  近年来，有效利他主义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即使受“捐有所值”（GiveWell）组织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机构认可的慈善组织每年收到的捐款总额达到1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到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的三百分之一。麦克斯基说，有效利他主义者希望对这个世界“做出最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做出改变”。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么我们应当确信，只要考虑周全，鼓励有效利他主义者将其想法运用在特定领域中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主张在某个特定的慈善领域内运用有效利他主义的原则，比如特定议题或特定地域。如果你特别关心西雅图，你可以用有效利他主义的原则来寻找最佳和最具性价比的办法，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同样，如果你最关心的是气候变化问题，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就可以帮助气候变化领域在更短时间内取得更有成效的进展。


  有约束力的承诺


  就拿我和我妻子来说，几年前，在我们结婚并开立第一个联合银行账户后不久，我们坐下来制定家庭的慈善预算。我有备而来，想要说服妻子把大部分家庭捐款用于为非洲贫民提供预防疟疾的蚊帐。我之所以对疟疾防治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有兴趣，并非因为我具备公共健康领域的专业知识，或者有过在疟疾横行的国家生活的经历，而是完全出自我对“捐有所值”组织的着迷。这家机构会提出严谨且证据导向的行善建议，因此有效利他主义者对它的评价很高。


  但我的妻子却有别的想法。对于她来说，慈善应该从身边做起——从每天与我们的生活有交集的那些人开始，承认我们比身边的有些人幸运，并为他们做些什么，否则就是不近人情甚至是冷酷无情。她认为，无论我们还有别的什么打算，留出一部分钱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妻子并不是唯一对捐赠有着强烈偏向性的人。我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围绕着艺术和文化领域展开——而它们一般不是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优先选择。在过去10年中，我运营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致力于确定什么是艺术界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从我的慈善预算中去掉给艺术事业的捐赠，就如同否定我生命存在的主要意义。如果像我这样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人都拒绝考虑优先捐赠给艺术事业，那么谁还会来资助艺术事业？


  最终，我们将一半的家庭慈善预算分给了我们各自偏好的领域，这部分捐赠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偏好的领域内，究竟应该捐赠给哪些组织。不同于对抗疟疾，在艺术领域并没有针对艺术慈善机构的“捐有所值”网站或本地社会服务组织帮助我们做出取舍。所以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力做出好的选择，但毫无疑问，我们无法确认哪些组织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我想我们家庭的情况并非个案。大多数对有效利他主义的批评都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接受它，是因为这一主张排斥从个人喜好的事情和地域出发做慈善。相比而言，他们并不反对有效利他主义的核心要求，即个人善行的效应最大化。相反，就他们关心的领域而言，许多捐赠者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出改变。


  多样化的组合


  严谨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会反对只针对某些议题或特定地域进行捐赠，认为摆脱这些限制才是更加高尚的做法，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我们的慈善投入是有局限性的。没有人（包括彼得·辛格在内）会因为同样的资源足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偏好。有效利他主义者犯的错误是把所有的个人偏好，甚至包括那些对重要程度较低的慈善机构的捐赠，都视为无效的利他主义。但无视个人情感因素会带来一种风险，即大多数捐赠者感觉有效利他主义本身也无关紧要。


  相比之下，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能更有效吸引捐赠者和慈善家，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就会说服捐赠者和慈善家，在遵循有效利他主义原则的同时，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慈善动机。当然，如果要求有效利他主义者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会希望慈善家们能在自己关心的领域尽其所能（虽然这可能不会带来最大的整体影响力），而不是让他们既在首要关心的领域内捐赠一些，又在次要关心的领域捐赠一些，结果受困人群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不需要推翻那些持有全面的全球视野的有效利他主义对“最佳之善”的定义。实际上，跨领域的协作才是特定领域有效利他主义者和一般战略性慈善的区别所在。以我创建的组织“创造公平”（Createquity）为例，它研究什么是艺术界最为重要的问题，明确地将艺术和总体幸福感这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联系起来—而最大化幸福感正是很多有效利他主义者努力的目标。事实上，“创造公平”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净收益”，其内容中提到：“我们采取支持艺术发展的立场，却从不希望以牺牲社会的其他部分为代价。”因此，“创造公平”在艺术领域中取得的任何成功，在识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推动富有成效的行动等方面，和有效利他主义者完善产出的全球视角并无冲突。


  最后，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使有效利他主义的潜在影响力变得多元化。即使在有效利他主义阵营内部，人们也常常无法就什么是最具潜力的善行取得一致。以现有的在有效利他主义下成立的特定领域慈善组织——动物慈善评估者（Animal Charity Evaluators，ACE）和机器智能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为例，动物福利和开发“友好的”人工智能都是有效利他主义感兴趣的议题，但是这两者该如何互相比较？进一步来说，如果人们一致认为应该优先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那么动物慈善评估者和其他动物慈善机构是否应该关门大吉，以免转移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注意力并造成资源分流？


  大部分有效利他主义者都承认，几乎所有的干预措施的预期影响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一名华尔街投资人决定把他所有的资产都投入同一家公司或同一行业，人们肯定会觉得他疯了；而公益领域里的预测和判断只会比商业更不精确。仅仅因为过去我们认为防疟疾蚊帐拯救了疟疾肆虐地区的人，并不代表今天给抗疟疾组织捐款仍旧是最好甚至是好的选择。如果支撑行动的证据被发现有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要是还有更好的却没有经过充分调研的善行存在呢？有效利他主义者优先考虑最有希望的机会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机会是否全都存在于他们当前重点关注的善行当中。


  有效利他主义确实是革命性的想法，但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言论和意识形态限制了这一主张的潜力。我们应该珍惜那些心怀天下并愿共襄善举的英雄并与其合作。但是仅靠这些人来改变世界是不现实的。有很多人希望将善行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化，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放弃个人深度关注的议题和地域。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者不能吸引这类人群加入其中，那么他们组建的慈善家队伍最终很难真正赢得人心。


  伊恩·大卫·莫斯


  弗莱彻·阿特拉斯（Fractured Atlas）公司战略分析副总裁、“创造公平”创始人。“创造公平”是一个智库和在线出版物，关注艺术界最重要的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研究


  现金援助是否可行？


  作者：科里·宾斯（Corey Binns）


  帮助极端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一些调查者认为，无条件现金援助（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UCTs）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持怀疑态度者认为无条件现金援助弊大于利。例如，受助者可能经不住诱惑乱花钱，或者因为钱而产生一些人际冲突。


  从2009年开始，非营利机构“直接捐赠”（GiveDirectly）为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贫困家庭提供现金注资。和其他很多援助项目不同，“直接捐赠”的资金无约束条件且数额较大，并集中发放给贫困家庭。非营利组织的员工以发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为目标，他们首先锁定最贫困的社区，挨家挨户做需求调查，并通过审计和监测评估来核实被选中的家庭。受助者会收到银行汇款的手机短信，他们可以把每一分钱花在他们认为值得花的事情上。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助理教授兼布萨洛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Busara Center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创始人约翰尼斯·豪斯霍费尔（Johannes Haushofer）与布萨洛中心的主席兼“直接捐赠”机构联合创始人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合作，共同研究肯尼亚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对这种无条件现金援助的反应。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戴维·麦肯齐（David McKenzie）说：“这项工作很重要，因为它展示出无限制或无条件的现金援助也可以给贫困人口带来很多好处，而且在资金发放方面投入产出比很高。”


  2011—2013年，研究人员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对选中的受助村庄和家庭、收到的援助款总额、总人数、发放现金援助款的时间安排（一次性或按月发放）及受助个人（妻子或丈夫）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每个受助家庭收到援助款404美元，这等于当地中等家庭月消费金额的两倍，或者领取1525美元。然后，研究团队调查了每个受助家庭的消费和收入，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心理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研究团队还收集唾液样本，用来测试压力激素皮质醇。


  他们发现，总体而言，对无条件现金援助产生消极影响的担忧被过度夸大了。参与研究的家庭将大部分的钱用于房屋改建、做小本生意和饲养牲畜。受助者将他们住房的茅草屋顶改成铁屋顶的可能性比未受助者高24%，购买牲畜的可能性则高出50%。和邻居相比，受助者将更多的钱花在了食物、药品、社交活动和健康方面。受助者并没有把钱花在烟酒这类诱惑性强的商品上。麦肯齐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用援助款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将钱浪费在烟酒赌博等方面，这项研究也再一次印证了上述观点。”


  “直接捐赠”等项目并不是一种浪费，豪斯霍费尔总结说，“直接提供现金援助不会使人变懒，人们也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浪费援助款。”此外，直接提供现金援助在非经济产出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显著成果。譬如，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也变少了。


  豪斯霍费尔说，皮质醇检测为传统的心理健康测量方法提供了一个补充方案。测试发现，与按月领款的家庭相比，一次性领款的家庭激素水平要更低一些。一次性领款的家庭倾向于将援助款用于更具价值的投资，而按月领款的受助者大多会将钱花掉。“当我们测量二者的激素水平时，按月领款的受助者大都已经把钱花掉了，而一次性领款的受助者已经拥有较多的资产，这就是他们皮质醇激素水平较低的原因。”豪斯霍费尔说。


  麦肯齐认为，我们仍需确定，无条件现金援助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长期影响，援助结束后这种影响是否会随之消失。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金援助和其他干预方式相比利弊何在。豪斯霍费尔说道：“现在我们知道现金援助没那么可怕，但我们仍不清楚它是否比其他方式更好。”他呼吁科学家对现金援助和其他干预方式进行对比研究。


  豪斯霍费尔和夏皮罗的研究为致力于解决极端贫困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麦肯齐说：“‘直接捐赠’的项目表明，直接给现金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为受助家庭带来可测量的收益。因此，相关的所有非政府组织都需要考虑，与单纯的现金援助相比，他们目前所做的是否更好。”


  科里·宾斯


  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她的著作主要关于科学、健康和社会变革。本文摘取自《对贫困人口无条件现金援助的短期影响——来自肯尼亚的实验证据》，《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1，2016。


  如何让企业高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作者：科里·宾斯


  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企业高管不愿意支持旨在改善企业社会表现和绩效的投资行为？通常的观点是他们需要确保此类投资不会触及底线——也就是兼顾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表现。一旦事实证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会得到财务收益，先前坚持己见的企业高管就会欣然为之投资。


  尽管这个推理看起来很自然，但最新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由于企业高管持有一种公平市场的意识形态——这是种理想化市场经济制度的倾向，因此他们会预先倾向于相信投资商业项目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认为社会责任和盈利能力息息相关。其次，自相矛盾的是，这类企业高管对投资社会责任类项目兴趣不大，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导致他们不太接受那种谴责，即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减少企业面临的道德问题。最后，没有理由相信事实导向的项目会促使商界人士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倡导者所期望的方式来行动。


  阿姆斯特丹大学战略与国际管理助理教授丹尼尔·韦格（Daniel Waeger）和他的同事进行了四项研究，以识别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的企业高管，其观念如何影响他们对财务数据的需求并做出反应。在第一项对47名企业高管的调查中，韦格和他的同事通过一个游戏检验他们的观念，游戏参与者根据企业社会效益的相关规定来预测企业的财务业绩。调查者发现，认为社会效益和财务业绩息息相关的企业高管，通常倾向于坚持自由市场的理念。在第二项和第三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证明，高管的思想观念与他们对社会效益和财务业绩一视同仁的倾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第四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105名经理人和企业高管进行了分析，探究他们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意愿。韦格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具备公平市场理念的经理人和企业高管更愿意信任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带来商业价值。然而，对于同样这批企业高管来说，他们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伦理问题，故而也缺乏动机去遵循这个要求。“总体而言，这两种影响彼此抵消，持有公平市场理念的经理并不比其他经理更愿意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投资，尽管他们更坚定地相信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带来商业价值。”韦格说。


  因此，努力使公司决策层相信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会带来商业价值可能会浪费时间，因为相信这种回报的高管常常不具备对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进行投资的道德与情感倾向。所以韦格认为，公司领导可能无法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与活动的内在价值，因此让他们同意在这些方面投入资源可能会非常耗时费力。“为了使企业社会责任在战略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更多证据证明其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是需要将管理决策制定中更深层的情感激发出来。”洛桑大学高等商学院商业伦理学教授吉多·帕拉佐（Guido Palazzo）说。


  企业高管需要理解他们行为的伦理或道德内涵，韦格说，否则他们不会采取措施来补救其行为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商业领袖必须意识到他们的很多行为和活动隐含的道德问题，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找到激发道德情感的最佳方法。


  “我认为，在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时，首先需要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问题很可能并无关联，但是，出于责任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仍然要做出投资于社会问题这种有良知的决定。”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和组织学副教授克劳斯·韦伯（Klaus Weber）说。


  韦伯认为企业高管可以开展众多具有盈利潜力的社会责任项目，“但他们往往只开展了少量这类项目，比如能带来最优商业价值的项目，或是最容易或最快实施的，或是战略上最重要的。”他认为，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注度和优先级的问题，而非财务可行性问题。虽然韦伯见到的那些企业高管都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仍不清楚应该如何采取行动。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可以通过提供简单可行并具备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他们。韦伯说：“决定做一件准备好的事情比自己创新要容易很多。”


  此外，社会部门的行动者应该通过讨论市场的局限性和市场失灵的观点来挑战企业高管的市场理念。帕拉佐说：“一旦经理们了解到市场公平性的局限并相信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会带来商业价值，他们可能会更认真地参与其中。”


  本文摘取自《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和微观基础：为什么企业高管相信企业社会责任会带来商业价值以及如何影响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美国管理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6年9月8日。


  福利组织多了会怎样？


  作者：科里·宾斯


  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最为严重。而在某些地区和城市，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根据2014年的数据，进步主义的堡垒——旧金山的贫富差距问题比卢旺达更为严重。与此同时，迈阿密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肯尼亚还要悬殊，而与科特迪瓦相比，波士顿的收入差距问题也更为明显。


  收入差距问题会造成健康和社会问题，比如肥胖、吸毒、暴力和压力过大。为解决这些问题，大量福利型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它们提供经济适用房、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儿童保育等支持性服务。然而，鉴于社会问题和这些组织所服务社区的复杂性，评估上述工作的整体影响力并非易事。


  西班牙IESE商学院的战略管理学教授帕斯夸尔·贝隆（Pascual Berrone）正在研究是什么条件决定了这些福利型非营利组织是否可以帮助一个城市改善其不平等状况。他尤其想了解在什么情况下，某个特定城市里有更多的福利型非营利组织可以降低不平等状况，或者存在过多此类组织会适得其反。


  2006—2012年，贝隆和他的同事调查了美国各地的245个社区。他们从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收集城市地区的相关资料，并计算这些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和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和特点。然后，他们计算每个区域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主要指标）。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进入社区，研究者发现不平等状况有所好转。“一开始福利组织大量涌现后，提高服务的集中度和密集度似乎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贝隆说。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福利组织的不断增多而继续增加。“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福利组织的数量越多，收入不平等问题反而会加剧。”


  当一个地区的福利组织数量不多时，组织的领导者会倾向于互相帮助。他们彼此交流想法和解决方案，互相鼓励，共同合作。但是，贝隆发现，当组织数量超过某个临界点时，福利组织就会被迫彼此竞争资源、关注度和捐助者。“他们花费精力来思考竞争而非其使命，并改变组织的关注点，因此他们在解决不平等问题方面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


  在费城，迈克尔·霍兰德（Michael Hollander）在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社区法律服务机构工作，他提供法律代表服务，帮助贫困者消除其犯罪记录。他和他的同事借鉴费城社会公平律师组织的策略，在客户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与其见面。“每个非营利组织都在争夺资源，但是交流想法很有用，而且很多组织在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同一个社区。”霍兰德说，“当很多非营利组织在争夺每一寸空间时，如果没有吸引社区参与的创新方法，你就要小心了。”


  贝隆的研究团队还发现，福利组织是否富有成效和具体城市的治理和制度条件有很大关系。例如，当地方政府执法能力强并能对守法施加压力时，非政府组织会更加有效率。相反，如果当地政府已经有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特定计划，非政府组织就变得不那么成功了。“我们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实现合作，他们似乎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贝隆说。


  另外，一些制度性安排也对不平等问题具有显著的甚至是惊人的影响。例如，在一些工会发挥强大作用的城市，福利组织的影响力就会变小，也许是因为这两类机构之间因为人才和资源的竞争而缺乏信任。在一些金融机构很强大的城市，金融规范可能会抑制社会福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反而更有效率。这些研究表明，当社区内的非政府组织与竞争机构具备不重合的规范时，福利组织的工作更有成效，也更有发挥影响力的潜在空间。


  更重要的启示是，贝隆建议，非政府组织要充分重视它们的外部运作环境，“我们想做的并不是打击福利组织，而是帮助它们进行战略性思考，使其更有机会成功”。


  本文其他参与者：帕斯夸尔·贝隆（Pascual Berrone），利利安娜·哥拉伯特（Liliana Gelabert），费德丽卡·马萨-萨卢佐（Federica Massa-Saluzzo），奥拉西奥·E. 卢梭（Horacio E.Rousseau）


  本文摘取自《在巨大挑战的调查中理解社区活力：非营利组织、制度因素和社区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美国管理学期刊》，59，2016年。


  小额信贷的银行化


  作者：科里·宾斯


  1992年，玻利维亚的小额信贷非政府组织促进和发展微型企业基金会（PRODEM）改名为阳光银行（BancoSol）。此后，全球有2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竞相效仿，相继转型成银行。这些转型后的机构拓宽了获取商业资金的渠道，能够为它们的客户提供储蓄账户和额度更高的贷款。进一步融入正规金融市场后，这些前身为小额信贷机构的银行通常都成为当地的行业领导者，包括蒙古的哈斯银行（XacBank）、加纳的机遇银行（Opportunity Bank）和秘鲁的自助银行（MiBanco）。但是，转型带来的收益与付出的代价是否匹配？希望转型成为银行的小额信贷机构将经历一个非常烦琐的过程，包括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和结构性重组。此外，小额信贷机构最初的使命是为最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挪威阿哥德大学的国际商务与发展学教授罗伊·梅斯兰（Roy Mersland）和他的同事研究了66家在1993—2011年从非政府组织转型成为股份制银行实体的小额信贷机构。为了专门分析转型带来的影响，他们将新银行的实际绩效数据与这些小额信贷机构继续作为非政府组织能取得的绩效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显示了转型带来的多个优势：贷款年利率降低了3.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客户可以得到更便宜的贷款；运营成本降低了1.1%，这使得业务效率有所提高。由于小额信贷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银行，其商业债务杠杆率、存款和平均贷款规模都迅速增长。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从566美元增至1368美元，增加了两倍多。


  尽管这些业绩足以说明这些企业的可持续性更强，但或许也意味着它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面向最迫切需求的客户转向更富有的客户。“这可能预示了所谓的‘使命漂移’，指的是小额信贷机构向高端市场移动。”梅斯兰表示，“但是，这也可能是因为小额信贷机构现在可以有更好的资金来源，在为同样的客户服务时能够提供更能满足其金融需求的贷款额度。”


  尽管成为银行带来诸多好处，但小额信贷非政府组织仍需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转型。梅斯兰表示，这样的转型完全改变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商业模式，付诸实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人员发现，小额信贷机构通常会提前三到五年着手改变其商业模式，并在转型后至少五年内都处于持续调整的状态。


  梅斯兰表示：“转型确实给这些机构带来很大压力，不仅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还因为它涉及机构商业模式的方方面面。”


  新企业也会对它们的服务对象提出新的要求。当小额信贷机构成为银行后，与客户的关系会变得更加正式，书面工作也会相应增加。梅斯兰解释说，无法提供纳税证明、结婚证或基本账户信息等必要文件的客户通常不会再得到服务。此外，由于额外要求的文件和手续，贷款申请的办理时间也会更长。


  梅斯兰指出：“小额信贷机构在转型后培养出的银行文化可能会让客户感觉被疏远，这也是一种风险。”比利时蒙斯大学瓦罗克经济与工商学院的教授马克·拉比（Marc Labie）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从小额信贷机构使命的角度看，的确存在将某些类型的客户置之不理的风险。”


  拉比解释道，从管理的角度看，转型后的机构通常关注资本、流动资金和资产组合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但往往对转型过程中企业文化的转变不够重视。他表示，“从上到下，员工都不得不要面临诸多挑战”。更重要的是，当机构陷入困境时，再去关注治理已为时过晚。但是，拉比表示，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在进入充满挑战的转型过程之前，实践者应确保在董事会之外还有足够强大的治理机制，而不是等到麻烦出现时才寻找对策。


  梅斯兰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愿意承担风险的机构而言，转型为它们的客户带来整体性的积极变化：银行提供更多元的服务，服务更多客户，贷款利率也更低。


  梅斯兰称：“那么，非政府组织有两个选择，转型成营利机构，吸引投资人并获得规模化经济的优势；或者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为细分的人群提供服务，它或许不能发展壮大，但可以给服务对象带来真正的改变。”


  本文其他参与者：贝特·德斯帕里埃（Bert D’Espallier），贾安·戈德克（Jann Goedecke），马雷克·霍顿（Marek Hudon），罗伊·梅斯兰（Roy Mersland）


  本文摘取自《从NGO到银行：结构转型是否改变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商业模式？》，《世界发展期刊》（World Development），2016年第89期。


  书评


  后女权主义的面孔


  书评人：瓦内莎·亚罗基（Vanessa Iarocci）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性别与经济学研究所执行主任/


  在超级碗的中场表演中，流行音乐巨星碧昂斯对父权制的挑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怀孕的消息；各大媒体头条对女性的学术地位超越男性的惊呼……看到这些消息后，大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后女权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当我应邀评审《聪明的女孩：成功、学校和后女权主义的谎言》（Smart Girls: Success，School，and the Myth of PostFeminism）时，我是非常好奇的。


  本书的合著者为安大略省布鲁克大学青少年研究方面的教授，他们满怀雄心地希望解构这样一种观点：数量源源不断的年轻女性象征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松地取得成功。他们历时5年的学术研究调查了加拿大的57名女生和17名男生，年龄在12～17岁，调查方式为一对一访谈和小组访谈。调查的四个主题支持了作者的假设，即后女权主义是谎言。


  心理健康|为了持续地在各方面获得优异的表现，许多女生都有耽误睡眠和进食的记录，也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甚至遭遇过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作者引用的许多研究都指出，同年轻男性相比，年轻女性的抑郁、焦虑和饮食失调的程度都更高。


  身份危机|很多年轻女性都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艰难选择，甚至对那些至少十年后才有可能生育和工作的女性而言都是如此，这一事实让人感到震惊。受访女生雷恩表示：“我认为女生都会在内心问自己，‘我要成为母亲吗？我要去旅行吗？我应该成为母亲还是应该去上大学？’”作者在同许多年轻女性的对话中都发现了这些担忧，在同男生的讨论中却没有。


  外貌|在研究中，即便是最有涵养的年轻女性都表示，在做个聪明的人与外表具备吸引力和时尚感之间保持平衡有很大的压力。“乔丹感觉到，漂亮的人能得到额外的优势，而不是聪明的人，这意味着培养某种女性气质要比取得学术成就更重要。”作者提到了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后女权主义面具”理论，该理论认为女性制造出一种“外形缓冲”，通过炫耀性消费和自身的物化，故意轻描淡写地展现自己的成功。同样的，年轻男孩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他们觉得不过多打扮反而更有好处。


  社会认同|许多年轻女性感觉在为了社会认同而“交朋友”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大多数女孩含蓄地提到，巨大的压力来源于要保持“开心、积极和有趣的状态”，以及确保隐藏所有的难过和压力。在研究中，年轻的男孩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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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年轻女性和男性的意见为《聪明的女孩》一书提供了真实的情况，但是这个研究依然缺乏大量基于数据的证据。上面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支持这本书探索的主题，而这项长达5年的研究原本也能给作者一个机会去追踪各个主题的发展情况，并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轻女性和男性的想法、困难和机会如何演变。但是，该书只是呈现出了众多受访者在某一时间点的状况，因此，读者无法得知每个个体的完整经历。


  这本书没有更深入地探索媒体和消费主义等文化力量如何破坏了许多年轻女性的政治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书主要基于对小部分加拿大中产阶级青少年的访谈。书中提到的年轻女孩面临的挑战可能来源于女权公司泼妇媒体（Bitch Media）的创始人安迪·齐斯勒（Andi Zeisler）所说的“市场女权主义”：一种以风格和态度为标志，同时又很酷、很有趣、容易接近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最终是非政治化的。这种新的性别障碍的出现一直是《聪明的女孩》一书中隐含的主题。


  事实上，该研究中的年轻女性非常专注于她们在实现“成功的女性化角色”的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以至于她们没有质疑过这个目标本身的合理性。而且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性别的结构化挑战的影响。这些挑战包括：老师们普遍认为男生在STEM（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科目上更有天赋，因此男生在这些学科上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校园里不断加剧的强奸和性骚扰文化；计划生育和性教育的持续侵蚀；高中和大学体育中显著的性别不平等。该书没有对这些话题进行集中讨论，这是令人遗憾之处。


  但是，从整体来看，《聪明的女孩》一书传递出了经常被当今主流媒体忽视的一条强有力信息：女权主义者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相反，我们必须继续有意识地集中资源和政治行动来支持女性的政治、经济、个人和社会权益。不再强调“市场女权主义”这个不现实且肤浅的目标和解决教育系统中无意识的偏见，只是我们如何在后女权主义时代真正地充当先驱力量的两个示例。


  《聪明的女孩：成功、学校和后女权主义的谎言》，绍纳·波梅兰茨（Shauna Pomerantz）、蕾贝卡·拉比（Rebecca Raby）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7年。


  理性的直觉检查


  书评人：本杰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


  /美国城市研究院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中心研究员/


  很多慈善组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作为筹款工具。戴上虚拟头盔，瞬间置身于黎巴嫩的难民营，捐赠人很可能会捐款支持那些为难民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组织。但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却没有被这种所谓的“同理心机器”打动。最近，他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同理心“让人疲劳，会让人筋疲力尽……最好的理疗师、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慈善家都是那些没有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


  在《反对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书中，布鲁姆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他以风趣深刻的散文形式呈现了时尚的高深学术，表达了自己的控诉，他的作品充满了随性、幽默的漫谈。抛开这些表相，他的批评非常尖锐。他解释道，他想让我们以理解种族主义的方式去理解同理心，两者都是具有终极破坏力的情感模式。


  在该书中，布鲁姆煞费苦心地将他的抨击限定在对同理心的某种特定定义上。他用这一术语来指代“情感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认为自己可以切身感受到他人的感受，以此区分人们有时所说的“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或者更通俗的表达就是，想象自己正处于某人之情境的能力。布鲁姆抱怨的并不是后者，但在他看来，将两者区分开来并不容易。


  布鲁姆整理了大量来自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调查结果，用于贬低情感同理心这个说法。比如，他质疑了“可识别的受害者效应”——当目标接受者是具体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时，捐赠者会捐赠更多。他也质疑了同理心的演变基础，以及将同理心和道德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同理心就像是一盏聚光灯，关注此时此地的某一些人。它让我们更关心他们，却忽视了这种行为带来的长期影响，无视那些我们没有或无法实现共情的人正在遭遇的痛苦。同理心是有偏见的，将我们带到了狭隘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道路上。”


  不过，布鲁姆有时将太多的不道德行为归因于同理心。比如，他认为南方白人对遭到非裔美国人性侵的白人受害者的同理心是种族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暴力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漠、有计划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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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同理心相比，布鲁姆更喜欢“一种更分散的同情心”，一种建立在客观理性的考虑和性价比分析计算之上的同情心。他好几次提到，他将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视为自己的理想，并表示，提出这场运动的创始理论的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给了他极大的动力。为了让善行取得最好的结果，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要求捐赠者将捐款直接用于改善全球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但是当人们考虑自己的慈善责任时，如果他能感受到更狭隘的情感带来的束缚，或更欣赏布鲁姆所谓的“亲密关系的内在价值”，那么有效利他主义所面临的阻力并不总是由于同理心泛滥所致。这通常会涉及我们深层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我们对当地社区的身份认同和道德承诺。


  如果说布鲁姆对同理心的定义有时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太多限制，考虑到他对这一定义的重视，在其他时候他似乎更喜欢一个更广泛的定义，使用“同理心”这一术语来表示依靠“直觉和情感反应来引导我们的判断和行为”。“感情主义”成了他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绪”的失望之情，这些情绪让头脑中“炽热的”情感部分保持主要地位。他坚称：“我们可以无视、转移和压制我们的激情。”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激情可能会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布鲁姆设置了一种大脑和内心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是本书最薄弱的一环。诚然，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领导者会质疑这种二分法，并强调炽热激情和理性思考之间的相容性。“直接捐赠”是一家直接将现金发放给全球贫困人口的慈善机构，也是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其最近推出的资助系统可以让捐赠者同接受其帮助的个人建立私人关系。在许多方面，同理心似乎都和有效利他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布鲁姆并不一定会否认这一点。他也承认，如果同理心不是绝对完美，那也不会是绝对邪恶。但是，他仍然认为同理心弊大于利。即便没有他力证的那些利弊分析（同理心更像是本能的计算），它也绝不是他想要的。实际上，在本书最后，他的论调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变，表示同理心可以成为“可靠且有用的仆人——但绝不会成为主人”。最终，布鲁姆自己的修辞策略反映出了一种更冷静、更微妙的评价。言辞激烈且明确的书名以及有时过分激进的论调让读者感到震惊，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但是布鲁姆接着小心谨慎地给出了警告和理由充分的条件。事实上这是一本既感性又理性的书。


  《反对同理心：理性同情的案例》，保罗·布鲁姆著，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16年。


  住房是否属于人权？


  书评人：迈克尔·泰茨（Michael B. Teitz）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和地区规划荣誉教授/


  关于21世纪富裕国家的住房问题，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家戴维·梅登（David Madden）和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荣誉教授彼得·马库斯（Peter Marcuse）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在《捍卫住房》（In Defense of Housing）一书中给出了有说服力的案例，认为应把住房视为一种基本人权，让住房脱离市场，按需分配，而不是按财富或收入来分配。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分类（如阶级和劳动力），但是他们的分析却不拘泥于这样的观点。该书的作者遵循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思想，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提倡“城市权”，将城市居民和他们的社会运动视为变革的推动力。


  这本书首先谴责了住房的日益商品化，这意味着“建筑作为房地产的功能超越了其作为居住地的实用性”。作者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金融市场逐渐占据的主导地位，住房市场监管上的放宽，以及全球化形成的合力，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局面：除了超级富豪之外没有人能够抵御这个充满剥削的房地产市场，许多人都面临被驱逐、无法赎回抵押品和无家可归的窘境。房屋所有权是应对这些担忧的标准答案，但在作者眼中，这是一个虚幻的解决方案，只会让银行更富有，增加房地产业的收益，并通过专注于个人私有财产来打击集体行动。


  该书也记录了针对这些趋势所发生的反抗，包括1915年格拉斯哥的罢租事件，当时有许多市民拒绝支付房租，直到国家承诺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住房。但是，两位作者都认为，大多数的反抗带来的长期利益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抗事件的短期性所导致，因为推动变革的组织往往目光相当狭隘。


  政府直接提供住房或监管市场上的住房供应政策又如何呢？作者以贫民区拆迁和城市改造计划为例，认为这些政策普遍都对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富人有利。作者也提到了不少为支持穷人获得更好住房所付出的努力，比如大萧条时期的公共住房提倡者和政府顾问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他们希望改革体制，却无法阻止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


  鉴于这些努力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强制将住房作为基本人权是突破现状的必要条件。正如他们所言，公开宣称这种权利既不新鲜，也不少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组织在很久以前就将住房列为基本人权。1949年的美国《住宅法案》（US Housing Act of 1949）就提出了“为每一个美国家庭提供体面的住房和宜居生活环境”的目标。作者认为，现在必须要有更多的社区行动起来，让政府和开发商等各方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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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对资本主义在提供住房（尤其针对穷人的住房供应）方面的失灵进行了真诚且颇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该怎样看待书中的分析？首先，与温和自由派或者保守派预计的相比，更多人认为这听起来更真实可靠。虽然本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呼吁打破既定秩序，但其论点会引发美国城市众多住房权倡议者的共鸣，这些倡议者在现有的政治约束下艰难地开展工作。


  但是，这本书讲述的故事过于简单化。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大多数人的确享有满足其需求的住房。尽管其间受到了种族主义的严重破坏，但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美国人的住房条件有了极大提升。过去30年，在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为数亿人民提供了住房，但也付出了很高的人力成本。如果资本主义的住房体系有着如此严重的根本性缺陷，又怎么可能实现呢？相反，古巴等国家虽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却没能在提供优质住房方面取得成功，即便现在这些国家无家可归的人的数量已经减少。


  真实世界的情况总是非常复杂，而做出改变也同样困难，仅仅通过强调住房权利或像作者呼吁的那样动员当地社区不太可能实现目标。相反，要想取得进步，就得付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必然涉及许多不同的方面，包括社会动员、公共金融和技术创新。对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要求肯定不算太高。我们知道，为绝大部分的人提供满足需求的住房是可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怎样去实现。


  《捍卫住房》，戴维·梅登、彼得·马库斯著，沃索（Verso）出版社，2016年。


  协作的信号


  书评人：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


  /基金会战略集团（FSG）联合创始人和常务董事，哈佛商学院客座讲师/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我们通过专业化（分工）能获得的成就或许已经达到最大限度，而通过协作能取得的成就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进程。


  诚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专业化一直在推动着人类的前进。在各个领域，越发精确的定位深化了我们对这个领域的认识，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扩大了人类可取得的成就范围。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世界各地，非营利组织采取了更加定制化的手段来应对具体的社会挑战。


  但是，专业化本身也有局限性。人们忽视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对其他领域的人而言，各专业的知识和词汇都更难理解。狭隘且分领域的激励措施或许偏离了推动更广泛的共同利益的目标。因此，非营利组织、政府和营利组织的工作通常都是相互对立的。


  即便是在社会领域内，每项社会挑战也同许多其他挑战相互交织。比如，教育问题的改善取决于解决一系列问题，这需要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贫困、营养、社会性别、住房等。专业化已经将每个领域需要的能力提升到了很高的高度，人人都像多面手那样工作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专业人士之间的协作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并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协作。


  专注于社会领域的顾问本·埃门斯（Ben Emmens）所著的《有意识的协作》（Conscious Collaboration）一书希望能在这一方面提供帮助。这是一本很快就能读完的书，包括一些简短的观察发现和建议，每章都包括一两页的奇闻逸事，最后还有一段总结。这本书以对话为主，作者小心地避免了会让外行感到困惑的学术术语。书的第一部分专注于“为何协作”这一问题。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当今世界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规模大小意味着没有哪个组织能够独立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用作者的话来说，协作是“我们现在唯一现实的希望”。


  书的第二部分用更多的篇幅讲述了作者所说的“有意识协作”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埃门斯看来，在相互达成共识、相互尊重、有共同目标时，协作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当人们带着明确的目标进行协作，提前就引导工作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本着学习或成长的心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之处，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跟进并庆祝取得的“微小的成果”，有意识的协作是取得成功的保证。这需要培养在五个主要方面有着较强能力的领导者：倾听和对话，同他人合作，自我觉察，关键性判断，以及激励和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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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有许多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协作故事，其中各有利弊，这些都源自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将其转换成了大量的经验教训。该书虽然非常简洁，却给出了许多经常相互重叠的建议。这些都与我从其他地方读到或学到的关于有效协作的内容一致，也同我从集合影响力论坛中学到的东西一致。集合影响力论坛是阿斯彭研究所和我所在的社会影响力咨询公司、基金会战略集团（FSG）之间的一项合作。这本书里面没有我不赞同的观点，但是我也没有得到太多的新洞见，或者加深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对从来没有将协作视为一种可设计的有意识过程或一种可掌握的技能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一本大开眼界的书。这本书明确表示，实现成功协作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对话式的文风以及众多的奇闻逸事让该书可读性很强。但是它只是协作的入门书籍，其风险在于新手可能因为书中过多的主题和建议而感到气馁。你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更简明的观点或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作者在引言中表示，该书的篇章结构有利于读者适时沉浸其中，也适合在跨越大西洋的航班上读完整本书。对此我深有体会，沉浸于本书的部分章节会让我迅速回想起在促成协作的过程中的一些教训，尤其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挫败时刻。而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感觉，就像你在横跨大西洋的航班上与坐在身旁的埃门斯先生聊天。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


  《有意识的协作：反思如何更好地合作》，本·埃门斯著，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2016。


  最后一篇


  自行车上的互联网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为民众提供互联网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中国，65%的成年人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在巴西，这一比例为60%。但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数据，在印度，只有22%的成年人能够上网。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一是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有线或无线互联网的覆盖；二是许多贫困人口买不起电脑、平板设备或智能手机，或者没钱上网；三是约1/4的印度人不识字，所以他们很难使用互联网。谷歌和塔塔信托（Tata Trusts）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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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解决方法是将妇女培训成为互联网向导，然后派她们骑着特殊的自行车到村里去，这些自行车已被改装为互联网小站（如图所示）。当一名Saathi（印地语，意为朋友）来到一个村庄，她会教其他女性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当地女性如有任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就帮忙在网上寻找答案，比如何时让她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或者如何申请到助学贷款。截至2016年夏天，Saathi已经去过印度9个邦中的1.85万个村落，为30多万名妇女提供了服务。她们的目标是在2017年3月底之前走访10.5万个村落。


  小讨论


  新公益框架


  在2017年1月3日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撰写的网络文章《促进公益事业从慈善向公平的转型》中，多里安·伯顿（Dorian O.Burton）和布里安·巴恩斯（Brian C.B. Barnes）指出，“倡导平等的慈善家和慈善顾问必须设法从以‘慈善’为捐赠基础的框架转移到以‘公平’为捐赠基础的框架。仅以慈善为基础的框架忽略了迫使社区进入被压迫情境的既往事实，并且加剧了捐赠人对认可其善行的回报缺乏认识的风险。尽管这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有助于减轻负罪感，帮助一些人睡得更香，但是不会令他们反思不平等现象的起源或者不平等现象延续至今的原因。”


  我们怎样才能走向基于公正的框架呢？两位作者总结了七大问题，可以帮助慈善事业的领导者评估其工作是否有利于实现公正。这七大问题包括：你是否意识到并且开始重视你服务的社区的现有领导者？你打算解决的问题是由一些历史因素造成的，你是否发现并且了解了这些因素？等等。作者警告说：“当传播存在固有缺陷或问题社区的错误言论已经成了一种获得资金的有益且必要策略时，我们作为慈善家必须明白，我们正在鼓励和助长这些谬论，而这些谬论还在一直压迫我们想要帮助的人。”


  读者点评：


  “这种框架也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我在赞比亚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慈善捐助，它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益处，这是因为这种捐助活动就好比用创可贴包扎子弹造成的伤口……各个社区在接受慈善捐助之前，应该先照着镜子问问自己这七个问题。”


  ——欧内斯特·亚历山大·姆万巴（Ernest Alexander Muwamba），


  赞比亚业务开发部全国协调员


  “我十分赞同作者对慈善事业作用的审视，真是发人深省……然而，我认为伯顿和巴恩斯仅仅因为慈善事业在维持现有权利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它直接受益于基于经济差异和疲软的公共部门得来的巨大财富积累，就得出利用慈善事业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结论未免过于乐观，我不能苟同……为了使美国在这一领域取得巨大进展，需要强有力的公共部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独立处理和限制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公平现象。出于某种原因，我无法记起有关组织提出的建议，我呼吁大大加强公共部门的作用，以及推动公共部门朝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亚瑟·辛默尔曼（Arthur T.Himmelman），


  辛默尔曼咨询（Himmelman Consulting）创始人


  亚瑟·辛默尔曼的评论相当有道理。然而，相应的解决办法不应该再是促进公共部门的发展以及给予它更多的权利。之前的经验证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办法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不能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随着如幽灵般的技术性失业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一点就显得尤为正确。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为所有实施该政策的国家的每一位公民或合法居民提供了最低保障。（本文撰写时，芬兰正在尝试使用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并将资源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如果慈善家们打算支持这个好主意，那么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


  ——吉赛尔·赫夫（Gisele Huff），


  杰奎琳·休姆基金会（Jaquelin Hume Foundation）执行董事


  在线阅读全文及相关评论ssir.org/from_charity_to_justice


  中文特辑


  慈济与社会创新


  作者：李镇邦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12月的星期天早晨，7点，北加州森尼韦尔市（Sunnyvale）的一处公园内已经聚集了不少游民，他们在等待着每周一次慈济志愿者的早餐发放。负责这项工作的凌先生是位台湾来的移民，他已经定居在旧金山湾区超过20年了，他跟我提到，森尼韦尔市的早餐发放已经持续了5年，风雨无阻，未曾停歇过。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硅谷的中心地区，还有人生活得如此艰苦。凌先生热络地招呼着领取早餐的民众，他说有些人已经是熟面孔了，这些人并非都是游手好闲之人，更多是因为时运不济或是疾病的原因而落入社会的底层。一位伊朗裔的理发志愿者正在提供免费的修容服务，她说她是偶然间看见慈济的早餐发放，受到感动，从此成了一位志愿者。她每两周来一次，除了剪发，还细心地帮助男性刮胡子，帮女性修理眉毛。凌先生说她是很有名的美容师，收费很高，她摇摇头说她是移民，也曾经艰苦过，现在日子好点了，单纯想多帮帮那些需要协助的人。


  除了每周日的发放外，慈济的志愿者们在湾区不同的地方还进行着好几个不同的计划，比如说，由一位谢女士领导的“幸福校园”团队，十几位志愿者每周一次或两次前往位于东保罗奥图（Palo Alto）的中学协助校内的教学活动。保罗奥图是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区内有着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然而与繁华的西边截然不同，东保罗奥图则是长期因为高犯罪率而出名。这里看不见殷实的中产阶层，都是来自社会低层的居民，以墨西哥移民居多。幸福校园的宗旨就是协助这里的中小学老师领着孩子们在阅读课念书。我与三位慈济的志愿者中大陆来的汪女士被分配到了一个班级。一位亚裔老师带着二十多位学生，在简短的介绍后，我们就陪伴着这些小朋友们阅读英文书籍，确定他们能正确辨认英文单词。据老师说，许多小学生刚进学校时是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也拒绝跟同学互动。一个老师面对这么多学生，她坦诚地跟我们说她无力帮助每一个孩子，即使知道他们急切地需要关怀。


  在结束教室内的活动后，我们移到了一间宽敞的教室，准备接下来的小市场活动。志愿者们收集了各种礼物，如填充玩偶、小点心等，依照物品的价值定了价格，学生用通过上课时的良好表现从老师那儿得到的点劵来换取礼物，除了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外，也让他们练习算数。所有物品中“销路”最好的是洋芋片，因为学校禁止贩卖机，这里是唯一可以合法获得食物的“黑市”。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拿到多少点劵就花掉多少，也有少数孩子小心地把点劵存起来。一个大概三年级的小孩让大家都感动得眼圈湿湿的，他说他存了一个学期的点劵，希望换得一个娃娃给他的哥哥做生日礼物，他每周都来看那个娃娃，确定有没有被人拿走，慈济的志愿者们知道这是他的心愿，也一直把娃娃收藏着。当他终于拿到娃娃时，大家都真心为他高兴。他说他已经选好下次要给他爸爸的礼物了。


  像这样的小故事每天不止发生在最繁华的硅谷，也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穿着蓝色上衣白色裤子的慈济志愿者们在土耳其设立了医疗站，给数以万计的难民以帮助；他们在威力惊人的飓风袭击菲律宾后迅速动员了上千名志愿者以及救灾资源；在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们是第一个进驻的亚洲救助组织，从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快速调集了人手和物资。当许多号称专业的救灾团队花费巨资在装潢时髦的总部时，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设施简陋的慈济总部。2016年4月底，慈济在其位于中国台湾花莲市的总部欢庆成立50周年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了特使前来感谢慈济在过去30年间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无独有偶，慈济也因为20年来在大陆的救助活动，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准的境外基金会，得以在国内募款及从事慈善活动。


  我们如何理解慈济成功背后的原因？而它又是如何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呢？


  组织与社会创新


  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慈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例如，著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以志愿提供公益》一文中，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政府长期对于社会福利的不作为，中国的民间自古以来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福利，从旧时的义仓到近代因受西方宗教福利机构影响而产生的各式新式组织，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民间福利传统。秦晖教授的观点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化社会史学者、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相当接近，在梁教授的著名研究著作《施善与教化》中，她考察了当时民间精英如何面对社会问题，包括其应对策略以及由此所生的社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福利依附着既有的社会机构，例如：佛教寺庙长久以来就担负着各种福利功能，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新社会问题的回应导致了新形态的社会组织。


  许多研究当代社会以及慈济的学者也都保持着类似的看法。研究中国宗教的著名学者、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Robert Weller）及他的优秀学生、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倩玉（Julia Huang）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慈济杂糅了当代佛教的观点以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上的各种形式的宗教运动多有相似之处。最早研究慈济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丁仁杰研究员认为慈济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复苏，而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原则多有抵触。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中央研究院”的林毓生便曾经批评过慈济代表的不是现代的民主理念，而是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思想。慈济的兴起被视为一种台湾社会对民主化带来的骚动的反动。


  我将上述许多类似的说法称为文化功能说。文化功能说认为文化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当某些社会功能的供给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社会会依据其文化传统补充不足的部分。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看，慈济的出现和兴起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宗教福利的延续，慈济代替政府提供了某些缺乏的社会福利，从而获得了成长的动力。文化功能说提供了我们一个方便的管道来观察文化现象，然而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文化功能说有许多缺陷，首先，文化功能说往往只提供了一些后见之明（post-hoc knowledge），缺少对社会创新出现的机制的分析；其次，文化功能论者经常把新的社会组织视为传统的延续，而忽略了其中的新成分。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社会创新是件难以达成的事情，因为当传统是如此的稳定，所有的变化都会成为传统的注脚，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很难为社会创新提供需要的元素。


  研究社会创新的学者，无论其理论根据为何，大多同意社会创新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的配合，具有异质性与高度弹性的组织往往是创新的来源。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教授在其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中，解释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的组织动力，他认为高度弹性化的学术和业界网络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另一位以研究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机构而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约翰·帕杰特（John Padgett）教授，同样认为创新仰赖于高度异质网络的结合，不同形式的网络和结合模式深刻影响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这两位学者将其相似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于他们合作的重要著作《组织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从众多的案例研究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创新产生于特定的组织网络结构之下，而网络结构又为地方因素所影响。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慈济的维度。


  兴起：偏远小城市的异质文化与弹性的互助会


  1966年5月，年仅28岁的证严法师与几位女性志愿者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市成立了佛教慈济功德会。相较于开发已久的西部，由于高山的阻隔，东台湾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稍具规模的汉人移民，这些移民大多集中在兰阳平原（现在的宜兰），极少深入花莲等地。真正的大规模开发发生于1895—1945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东部成为日本人殖民的新天地。大规模的日本移民村环绕着新设立的花莲港建设，糖业资本将许多临海的平原开拓成大型的蔗田，本地劳动力的缺乏驱使许多汉人移民到东岸。20世纪30年代的花莲市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部门，并有直航的轮船连接日本的城市，花莲以及附近地区因此发展出了与西岸有别的异质性社会网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党掌控的政府将开发的重点重新移回西岸，工业化初步发展，东西的差距逐渐扩大，承担大部分社会福利功能的地方政府税收差距逐渐拉大，东部的县市政府须仰赖台湾当局的财务支援，而东部的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医院等向来不如其他地区，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更无法有效应对。其中几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是：贫穷人口的医疗问题，老年孤独者的照顾问题，意外发生时的重建工作。


  宗教组织，包括基督教以及佛教组织，为东部偏远地区提供了其缺乏的社会福利服务。基督教很早就在东台湾开办医疗机构，而佛教寺庙也不时提供急难救助金给贫困人口，然而这两者都未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医疗机构太小并且分散，而佛教寺庙在东台湾的规模远比西部小，救助形式局限于传统的冬令发放，募款管道则限制在托钵化缘，缺少制度化的财务来源，对被帮助人也缺少事后的追踪，捐助人无从得知善款的用途。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宗教组织并没有企图对社会问题深入了解，基督教成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传教，而佛教寺庙的社会福利功能往往流于表面的资源发放。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慈济以非正式的地方互助会形式出现。台湾地区规定，凡是社会组织都必须向法院登记以取得法人资格，但是直到1980年，慈济都一直维持着非正式的草根组织形式，当时台湾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功德会介于宗教与地方互助会之间的模糊组织形式，都使得维持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形式成为可能。非正式的组织形式意味着早期的慈济不需要过度关心组织中权力结构的安排，组织的成员可以灵活调整，而组织的活动也可以随着成员的变动而变动。


  慈济的组织创新


  对慈善资源的需求是驱使早期慈济组织创新的主要动力。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年代里，传统寺庙的财源包括了信徒的香火钱、田产的所得以及贩售商品的利润，大型寺庙如北港的朝天宫单单靠香火钱便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开销。然而慈济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寺庙，没有香火钱的来源，也没有庞大的田产，更没有一个在其上的跨国机构（如基督教组织）能提供初创时所需的资源。


  与我们对一般东亚型非营利组织的常识相反（财务上高度仰赖政府的资助），慈济基本上从未仰赖过政府的财务补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慈济之所以能不依赖公共部门的补助，得益于高效的筹款能力，而强大的筹款能力则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财务来源的去中心化。从很早开始，慈济就尝试了不同的募款方式，包括举办筹款演唱会。早在1968年社会气氛依旧紧绷时，成立不到三年的慈济就邀请了当红的歌星在花莲市举办募款演唱会，成功地在地方名流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号。其次，透过报纸以及杂志等平面媒体，慈济很早就开放了远距离捐款，让不同地区的民众可以捐款给位于东部的年轻慈善组织。通过一些流通海外的佛教杂志，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慈济便已收到来自海外民众的捐款，如菲律宾、美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然而财务上的真正创新来自募款分摊制的建立。参与决策的成员被称为委员，委员均有负责募款的任务，包括证严法师在内。募款的金额及捐款人的姓名都在每月发行的《慈济月刊》上公布，慈济内部也提倡一种“为善竞争”的组织文化。与一般非营利组织设立一个专门的募款部门不同，在慈济，人人皆是募款人，凡是愿意协助募款的民众皆能透过简单的推荐程序成为委员而有参与每月决策会议的权利。


  从筹款机制的去中心化以及分摊制的出现，早期慈济的第二个组织层次的创新就是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及集体责任制的形成。与我们对一般宗教组织的认识不同，早期的慈济决策不单单是掌控在少数领导者的手中，而是通过每月召开的委员会议决定，“委员”因此成了慈济志愿者的专有称呼，甚至在通俗文化中带有了神秘的色彩。以医疗及贫病补助为例，在委员会议中，不同的委员就如同法庭的检察官般提出新发现的案例，例如社区的某户人家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委员通常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补助的必要性，是否补助以及补助的方式由全体委员议决。长期下来，慈济内部形成了对案件从调查到结案的一系列基于证据的程序。这一创新的设计从未在传统的佛教组织中出现，除了少数基督教的教派，一般的宗教团体很少允许平民信徒参与重要的决策，而以客观调查为依据的补助方式更是传统的不分彼此、一刀切式的补助无法相比的。


  去中心化和相对民主的组织文化鼓励了参与慈济的成员的积极性和对组织的认同感，形成了早期慈济组织内部创新的动力。在“为善竞争”的鼓舞下，做好事不必遮遮掩掩，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从自扫门前雪的文化中走出来，一些慈济委员开始在探访的同时也协助案主积极地改变生活环境，不但扫自己家门也扫别人家门。慈济的委员，除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外，被允许用自己的方式设计筹款的机制，也被鼓励开发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成员承担创新的任务，而责任则是透过集体的机制来确保，形成了所谓“善的循环”，也就是出于善意的创新行动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在这些创新行动的背后则是慈济成员背景的高度多样性。早期慈济组织的特质使得组织容纳了各种各样的人士。证严法师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他几位初期重要领导者的商业出身，使得慈济更容易采取具有弹性的策略来面对年轻组织遇到的困难，例如正当性的不足和经费筹措的困难。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进一步确保了一种开放的组织文化，使得慈济不至于过早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宗教团体。这些都有助于之后慈济的快速成长。


  发展与创新的极限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很难在持续成长的同时维持其创新的动力。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韦伯式的科层化发展似乎是很难回避的宿命。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组织，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带来了管理上的效率，然而如许多研究者发现指出的，科层化的组织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在科层化的组织下，成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提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更多是萧规曹随地附和既有的运作模式。而科层化的机制往往将组织切割成不相关联的部分，长久下来，组织内部逐渐形成同质性的团体，在缺少新鲜想法的刺激下，创新变得困难。而科层化的组织又因为组织发展的关系逐渐将外界异质性的元素排除在组织之外，科层化程度越高，组织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和严格。这些都阻碍了持续创新的动力。


  在本文中，我只从创新的角度讨论了慈济的兴起。慈济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极佳的在地案例，我们看到了，面对传统宗教形式的慈善无法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如何出现在既有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慈济创新的组织形式与做法仰赖于高度弹性与异质化的社会网络，开放的组织模式允许各种试验性的实践手段。在不同专业的合作下，慈济发展了独树一帜的筹款与动员模式，这一模式日后被许多相似的组织模仿，但至今尚未有组织成功地超越慈济。


  即使如慈济般成功的组织也毫不例外地需要面对成长与创新的两难，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慈济的组织文化似乎正在逐渐僵化，组织运作越来越依赖少数领导者，这些都不利于创新的出现，也使得慈济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外在环境时无法如过往般快速应对。然而如本文开头介绍的案例所展示的，慈济遍布全世界的志愿者是慈济最为宝贵的组织资产，他们持续提供了富有创意的想法与实践，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异质的元素整合进组织的运作中，决定了慈济的下一个五十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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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试错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2期导言

  价值、理性与文化：社会创新的理论和方法


  在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的“编辑人语”里，埃里克几乎用了整个篇幅讨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此刻正在面临的处境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正如他所言，《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一般并不刊发时效性很强的文章，但本期关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专题文章《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未雨绸缪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显然有些不同。特朗普上台给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正在偏离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由此造成一种深刻的社会焦虑。那些对特朗普心存疑虑的人，认为他的总统任期可能是对宪法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一种威胁。这一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全国性组织近期发生的变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与特朗普上台相伴的，是这个组织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与壮大。这篇文章呈现了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如何从价值观出发自我组织起来以应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


  在城市规划、组织设计、教育、公共卫生和高科技等领域，“共创”是否是一个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好方法？在为期两年的研究基础上，本期的第二篇专题文章《实现突破性创新》就此归纳出一些规律。其中，转换决策者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变革往往是从系统的边缘开始的。


  与美国众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相比，在外部看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公益领域似乎更愿意抱团做事。本期第三篇专题文章《中国慈善的集体行动模式》对此进行了考察，其分析之中既有一些旁观者清的见解，亦有不少旁观者迷的误判。


  本期案例研究栏目中的《土著人健康组织的革命性创新》则强调了社会创新实践中文化的重要性。同样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也许可以被称为“另一个美国”。和印第安人一样，阿拉斯加土著人曾经也是欧洲殖民主义实践的受害者。但阿拉斯加土著人自己创办的健康服务组织——中南基金会经过自己的努力，近年显著改善了土著人的健康状况，同时，还降低了当地医疗服务和服务利用两方面的成本。这个案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典范，他们成功的秘诀是将阿拉斯加土著人的传统治疗手法引入医疗服务当中。


  本期的中文特稿《城市空间的创新策略：众建筑的设计与影响力》介绍了众建筑“策略性城市化”的社会创新，这些“为大众而设计”的创新产品将价值关怀、艺术与实用功能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不仅提升了人的居住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物理品质，而且基于对城市的历史、社群的文化以及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尊重，促进了人与人、邻里与访客、市民与城市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现实互动。


  任何社会都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那些实际出现的，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而同样对任何社会来说，以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观察、总结、分析社会创新的经验，都是走向成功创新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创新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编辑部

  2017年11月10日


  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未雨绸缪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作者：安东尼·D.罗梅罗

  格里·E.罗赞斯基

  译者：钱堃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下简称联盟）是1920年诞生的一个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组织，其总部设在纽约，网络遍布全美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联盟就提出了一项旨在拓展其地方分部能力的十年计划。今天，面对特朗普上台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这一计划正在走向成功：联盟的募捐总额创出历史新高。作为美国宪法权利的重要捍卫者之一，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总统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禁令对象包括持有有效签证的公民、已获准入境的难民，甚至持有美国绿卡的人。此时，联盟已经做好准备，通过法律程序反对这一举措，并与其他各界人士一起迅速发起声讨。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涌到全国各大机场进行抗议，要求释放数百名被扣押的旅行者。


  禁令生效一天之后，一位联邦法官同意了联盟召开紧急听证会的要求，停止驱逐出境令，并命令海关官员提供因禁令而被扣押的人员名单。针对特朗普总统令发起的首次挑战取得成功。联盟兑现了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两天之后所做出的承诺：“我们法庭上见。”


  不出所料，特朗普上台第一个月就马不停蹄地推行一系列违宪举措——从移民权利、生育自由到LGBT（译者注：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群）权利均未能幸免。美国过去25年在维护公民自由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正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特朗普的做法反而使得政治上中立的联盟及其非党派化的使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即在美国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州捍卫公民自由，维护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会员人数增加到了160万，是原来的三倍。220万人订阅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电讯，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仅特朗普的旅行禁令一项就刺激了民众破纪录的捐赠热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收到了356000笔网上捐款，总额达2400万美元。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初的确没有料到（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不过早在15年前，我们却意识到，联盟需要一个明智、有策略的成长计划，以应对公民自由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难以避免的危机。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一周，联盟就遭遇了一场危机，但对此我们早有准备。


  这里要讲的，就是后来被称为“联盟SAI计划”（Strategic Affiliates Initiative，以下简称“SAI计划”）的一场试验。这一计划耗时10年，在11个关键州投入3900万美元进行布局。正是这一计划的实施，才使联盟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特朗普任期内的挑战。我们已经开展的和即将进行的无数次斗争，将决定美国是否还是一个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国度。


  [image: ]


  因地制宜的发展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诞生于近100年前的另一场国家危机。“一战”之后，美国害怕俄国革命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美国司法部长米歇尔·帕尔默分别于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发动了两次“帕尔默突击行动”，抓捕并驱逐所谓的激进分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数千人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和野蛮对待。500多名外国人因政治倾向可疑或有激进主义之嫌而被驱逐。面对公民自由被恶劣侵犯，一群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决定奋起抗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此成立。


  多年来，联盟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小团体成长为美国宪法权利的优秀捍卫者。今天，我们继续与政府的侵权行为做斗争，捍卫包括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女性选择权、正当程序权利、公民隐私权等诸多领域的公民自由。我们为之而斗争的一些权利有时并不被公众看好，有时我们也会在没人出头的时候出头：民众情绪高涨之时，恰恰是公民自由最有可能受到侵犯的时候。尽管美国民众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信赖联盟，因为我们始终在恪守原则。


  联盟成立伊始，领导层就很清楚争取公民自由的运动必须进入地方。1929年，创始人罗杰·鲍德温在联盟成立10周年之际呼吁：“到了权力下放的时候了。我们要在全国各地建立分部。”


  今天，在众多社会正义倡导组织当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显得很独特：因为我们在美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都设有分部。我们通过这些分部代理众多的案件，打赢了很多官司。分部与各州及地方官员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在政坛上借力，有效地组织本地活动。分部也可以起到爆发点的作用：许多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都是由分部率先发起，并由此发现了突破的机会。


  由于联盟的分部发轫于自由市场的环境，因此各州的政治气候及社会财富总和往往会决定各个分部发展的上限。每一个分部的成长会很自然地趋向一个均衡点，即它的活动能力基本等同于其筹款水平。在这种动态关系中，联盟看到了机会：如果筹款增加，活动能力就会随之水涨船高。这一推论由安东尼·D.罗梅罗（本文作者之一）提出，他于2001年9月4日（“9·11”事件发生7天之前）正式执掌联盟。在罗梅罗接受这一职位之前，他已萌生这一想法，并向联盟内外以及海内外各方人士广泛征求意见。他上任后就开始布局机构成长计划。“9·11”事件发生之后，这一计划更加刻不容缓。计划的重点之一就是在全美国发展分部。为此，罗梅罗首先创办了一个新的部门——分部发展支持部，并任命2002年加入联盟的格里·E.罗赞斯基（本文的另一作者）为部门负责人。分部发展支持部不仅协助分部开展更多的法律、立法和公众教育项目，同时也在提升各分部的筹款和运作能力方面给予支持，以帮助它们达到新的均衡点。


  更好地了解分部


  15年前，联盟分部支持部尚未成立，当时总部没有人专职负责为分部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指导。“任何总部工作人员都有责任协助分部”——这一高大上的目标意味着在问题（通常是财务问题）演变为危机之前，往往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自联盟创立以来，每个分部一直是自有员工和董事会的独立机构。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全美董事会决定项目政策。总部对分部的财务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共享模式下放的：全国发展部将所获捐赠与捐赠者所在州的分部共享，而分部筹措到的一部分资金也同样跟总部共享。在SAI计划启动之前，总部每年会分别为25个会员人数最少的分部提供一笔约为75000美元的“最低保障收入”补贴。这些分部因此被称为“最低保障收入分部”。


  SAI计划与以往模式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其资金主要来自像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战略性分部以外的个人捐赠者。这些捐赠者认识到，联盟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对诸如得克萨斯、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这些州的保护公民自由运动提供支持。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必须绕开常规的共享模式。


  为了实施这项雄心勃勃的成长计划，我们首先对表现最为出色的分部进行分析，找出它们获得成功的要素。我们发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沿海州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潜在投资，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美国的财富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地区的潜在捐赠者对联盟事业的认同感更强。


  同样在意料之中的是，那些对公民自由的认同感较低的州的分部，如密西西比州分部，会员人数往往也是最少的，因此所获得的财务支持也最少。此外，很多分部基本上都只有一名执行总监和几名任劳任怨的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主要依靠当地志愿者和早已超负荷工作的总部法律顾问。即使在像得克萨斯这样的大州也是如此，蒙大拿、佛罗里达和密歇根这些大州的分部执行总监也要面对同样的分身乏术的窘况。


  我们的分析证实了一点，即针对关键分部进行特别投资可能会对全美的公民自由状况产生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为基层的变革造势，同时也有利于联盟这一全国性组织的团结，以谋求进一步发展。


  找到合适的标准


  接下来需要制定一个策略。为了明确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我们设计了明确的内部和外部标准，来找出有哪些州可以通过注入资源来实现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增长。


  就外部而言，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人口流动性大、人口数量上升，而且少数族裔以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比例非常高的州。这些群体的公民自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我们同时也列出了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数量和严重程度超出分部处理负荷的州。最后，我们核查了每个分部所在地是否有其他非营利组织正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和倡导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增加价值，而不是重复他人的工作。


  内部筛选的标准包括分部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评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并和总部保持了至少10年以上的密切合作。为了进一步明确对合作关系的要求，我们总结了成功分部必须具备的五种品质：公信力、遵守规则、有抱负、乐于合作和具备战略眼光。在这五种品质中，公信力或许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有责任向许多个人捐赠者、基金会汇报资金用途。遵守规则也很关键，分部需要承诺改变过去的运作方法，并准备好长期遵循这一原则。


  为了评估另外三种品质，我们向分部了解其运作项目的法律、立法、传播和其他相关方面将如何从机构的发展壮大中获益。我们也和负责全国性项目的法律顾问和总部立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面谈。此外，得益于分部支持部对各分部进行小额投资的早期经验，我们对各分部在资源管理方面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最后，我们筛选出了一些州，对发展和实施项目新模式进行测试。比如，我们在新墨西哥州设立了一个地区边境办事处，来应对包括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在内的美国西南部各州移民的公民自由和人权侵犯问题。


  在分析了所有数据之后，联盟于2006年确定了首批接受SAI计划资助的五个分部：佛罗里达分部、密西西比分部、蒙大拿分部、新墨西哥分部和得克萨斯分部。后来，这一项目又增加了另外六个分部：密歇根分部、密苏里分部、田纳西分部、亚利桑那分部、科罗拉多分部和南加利福尼亚分部。尽管南加州分部资金充足，而且加州本身是一个民众思想比较进步的地区，我们还是特意将它加进来做一个尝试。我们在洛杉矶东部的“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地区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主要服务弱势的移民社群。（加州有三个独立分部，分别是南加州分部、北加州分部和圣迭戈及帝国县分部。为了便于联盟全国性倡导项目的开展，它们被统称为加利福尼亚分部。）


  引入商业规划


  和许多非营利组织一样，纳入SAI计划的分部有雄心勃勃的项目目标，但有时却缺乏对财务运转或者资源限制的现实评估。几乎没有一个分部具备完善的财会系统，即使是资源配置较好的分部所制订的项目规划，也很容易因为一场重大危机而偏离轨道。


  因此，联盟第一步就是将商业规划引入每个分部的常规运作当中。从初期规划到SAI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阿维夫·阿维亚德是一个关键人物。作为一名顾问，阿维亚德数十年来一直为非营利部门提供财务和分析服务。阿维亚德拥有法律和经济学双学位，对各分部之间的技术差距，尤其是财务技术差距问题的了解和应对能力无人能及。阿维亚德刚开始只担任顾问，后来成为SAI计划的总监。


  “我们的推论是，分部能力的增强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终会使得分部对于当地捐赠者更具吸引力，从而有助于维持更高层次的均衡。”阿维亚德说，“全面提升分部的各项能力，它们就能筹到更多的资金，做更多的事。”


  为实施这一振兴计划，罗赞斯基和阿维亚德选择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基金会+”的模式，将基金会的资助架构和与“受赠人”（即战略性分部）之间开展紧密合作的“+”结合起来。2004年，SAI计划刚进入规划阶段，罗赞斯基和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跟所有分部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战略性投资也已初见成效。除了顺利筹措到补贴给25个规模最小的最低保障收入分部所需的从75000到115000美元不等的资金以外，分部支持部还为如得克萨斯、密西西比这样的分部提供了250万美元的拨款，同时也为“9·11”事件之后联盟发起的全美“保障美国的安全与自由”行动拨款近100万美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拨款中有85万美元用于支付之前没有法律顾问的17个分部聘请法律顾问的费用。


  这些初期拨款为分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分部运营情况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例如，到2005年，得克萨斯分部在获得资金支持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运营预算翻了三倍，支持者人数翻倍，活跃会员超过15000人。这些成功证明了我们关于SAI计划的思路是正确的。


  2005年，阿维亚德正式加盟成为全职员工，与罗赞斯基共同着手实施SAI计划。他们向首批被纳入计划的5个分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切从头再来，你们将如何重新建设这个分部？我们敦促分部去思考倘若从原来的防守型战略转型到对有悖于公民自由的法律法案主动出击的进攻型战略，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弦更张？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引导分部创造出有助于贯彻新政策的组织架构。


  紧接着，我们开发了一个充分考虑分部筹资潜力的财务模式，制订了能够反映分部成长计划和财务预期的商业规划。商业规划的灵活性是关键——每两到三年，分部的商业规划都要更新一次用以重新评估之前的设想，反映当前情况的变化，并确定需要克服的障碍。


  每份商业规划都包括三个关键评估标准，用以测定投资过程中的业绩变化：


  
    • 会员人数增长——表明公众对于分部支持的增长程度。


    • 媒体关注度提升——表明分部的项目与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高度契合。


    • 筹资增加——表明捐赠者对分部的影响力有信心。

  


  总部与分部就SAI计划的预期效果和条款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分部承诺完成其政策议题方面的工作；总部承诺依据商业规划，为分部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与报告体系


  在落实这一联盟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投资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为了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及时掌握分部的状况，有必要建立几项透明机制：第一，我们需要有可问责的预算制定程序；第二，我们需要一个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报告体系来体现项目产生的价值，并允许我们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种合理的方式向捐赠者、利益相关者和各个分部证明这种责任明确的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力。


  分部的预算申请是项目的基石，预算申请程序使得分部和总部之间能够就财政支出进行清晰的沟通。每个财政季度，分部向总部提交下一季度的申请。这些申请旨在使总部能够对季度拨款的详细支出进行逐项审核。此外，提前一季度提交预算申请减少了资金储备量较低的分部对现金流的担忧。我们将预算申请看作能确保每一笔财务拨款都能与分部的商业规划一一对应起来的一种机制。拨款的流向都是用来支持各分部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如某个具体岗位的招聘或者新增/扩张办事处。


  每个分部在被纳入SAI计划的第一年都会得到100%的资金支持。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分级补贴体系来逐渐减少总部在每个财政年度的拨款，直到分部完全有能力维持自身发展为止（见图1）。


  当资金全部划拨完毕的时候——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七八年——分部就“毕业”了。此时，各分部已经持续完成了有关项目、财务和领导力等一系列具体目标，完全可以在SAI计划不再对其追加投资的情况下维持更高水平的运作。除了密西西比分部之外，其他分部都已顺利“毕业”。（密西西比州由于捐赠人数量有限而无法维持关键项目，我们会继续通过分部支持部的拨款项目为其提供补贴。）


  我们也需要建立同时包含定量和定性信息的透明的报告体系。量化指标包括各种运作和项目的标杆性数据，如已提起诉讼的新案件数量，在立法机构、捐赠现场以及电视和电台访谈类节目的曝光次数（见表1）。


  此外，我们要求各分部每季度提交一次自我评估报告，内容包括组织和人事变动以及法律、通信和立法部门的最新情况。年度报告还需要涵盖分部的政策重点、实施SAI计划的障碍以及应对其他挑战的大局观思路。


  这些报告不仅对联盟总部有帮助，对另外两类受众来说也很重要。首先，资助者们（特别是桑德勒基金会）很重视联盟的高度可问责性以及有关分部活动的第一手信息。其次，各分部董事会也开始利用这些报告来履行其信托责任和机构监管责任。这一治理工具加强了各分部对其董事会负有的内部问责能力，利于董事会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决策。从SAI计划中“毕业”的各个分部继续向各自的董事会提供各类信息更新，而许多并没有加入这一计划的分部也已采用了这一报告体系。


  
    
      对分部进行补贴


      八年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总部逐渐减少对分部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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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对分部进行补贴

    

  


  除了每季度一次的工作汇报，分部支持部的持续协助也是实施SAI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维亚德和罗赞斯基每个月都跟分部管理团队通话或者有至少两次的会面，以随时了解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出建议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商业规划。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几乎每个分部都发现有必要对商业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新墨西哥分部意识到，与原计划在圣塔菲市设立办事处相比，让一名居住在阿尔布开克的工作人员每天通勤60英里（约97千米）既可以达成目标，还能节约一笔经常性支出。


  
  表1 定量报告信息

  分部需要提交的定量信息类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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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附加价值


  当联盟总部设立分部支持部门的时候，许多分部已经运作了50年以上，但却没有明显的发展。罗赞斯基发现，不止一个分部的组织结构10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因此除了最先进的州分部以外，大部分分部的筹资水平停滞不前就不足为奇了。


  SAI计划的试验表明，战略性投资不仅可以获得更多人力资源，还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新墨西哥分部的会员人数增长并不是因为其聘请了一名会员拓展专员，而是因为增加了负责法律、政策和通信的员工，从而提升了组织效率和公众形象。随着机构声誉的提高，分部吸引了更多客户、捐赠人、会员甚至求职者。其结果就是新墨西哥分部不再需要SAI计划的补贴，密苏里分部也因为会员人数和筹资都有了可观增长而被归入中等发展水平的分部之列。


  在过去的10年里，SAI计划对分部的投资，使得几乎所有评估指标都有了迅猛增长，如处理的投诉数量，捐款金额以及电视、电台采访次数（见图2）。11个战略性分部的工作人员总数也实现了骄人的增长，共增加大约200人，比SAI计划启动之前增长53%。


  但能力增强绝不是简单地体现为雇员人数、立案数量甚至是筹款金额的增加，还体现为项目的质量、平衡性和有效性的增强。各战略性分部正在诉讼、通信和政策倡导方面开展通力合作，让联盟的工作得到更多关注。这些分部也已经各自形成了强有力的发展和管理团队，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参与SAI计划的分部影响力得以增强


      对战略性分部的投资刺激了分部在可评估成果方面的长足进步（以下所列数字包括了所有参与SAI计划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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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参与SAI计划的分部影响力得以增强

    

  


  SAI计划不仅让参与其中的分部有勇气摒弃过去收效甚微的做法，还为它们提供了可以自信地应对未来的工具，因为这些分部知道SAI计划就是它们的安全网。密歇根分部执行总监卡莉·莫斯说：“SAI计划让我能够放下包袱，大胆向前，发挥创造力。”比如，她聘请了一名调查记者对密歇根州颇受争议的《紧急事务官法》（Emergency Manager Law）展开深入调查，而这最终导致“弗林特水危机事件”的曝光（译者注：2016年1月17日，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水源遭到铅污染，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另外几个分部也正在考虑聘请此类调查人员。


  除此以外，这11个分部在组织能力和领导力方面的提高让它们对基金会和个人捐赠者都更具吸引力。这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个很好的苗头。例如，密歇根分部就明确地将参与SAI计划看作一种筹资营销手段。莫斯说：“我对捐赠者说，总部之所以选择对我们投资，是因为密歇根州在全国版图中的位置举足轻重。然后，人们就会加入进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在加入SAI计划四年之后，密歇根分部借助来自总部的投资顺利完成2008年筹款600万美元的目标，比预期多筹款200万美元。


  SAI计划的成功带来的另一个可预见的影响就是11个分部之间的协同效应，这同时也改变了那些非战略性分部的工作方式。我们把SAI计划中用到的方法都放到内网上，计划伊始就在年会和地区会议上分享分部计划的成功经验。许多非战略性分部的总监也开始使用我们的组织结构图和商业规划。其中三个分部——马萨诸塞分部、新泽西分部和佐治亚分部——正在实施的事业规划直接参照了我们的项目规划。同时，所有分部领导者都在以一种更具战略性、更雄心勃勃的方式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通过运用更成熟的策略将诉讼、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项目整合，来推动重点工作的开展。


  从整体来说，SAI计划激发了各分部之间高度相互协作的新机构文化。例如，2013年，包括7个战略性分部在内的15个联盟分部开通了对外电话呼叫中心，以帮助抵制阿尔布开克市就禁止堕胎进行的投票表决提案。该提案一旦获得通过，将会是全美首次明令禁止堕胎。“从全美大格局着眼，各分部协同合作”是总部和分部工作人员共同遵循的标准作业程序。


  挑战和经验总结


  SAI计划启动十余年来，我们明白事业规划绝不能生搬硬套，要有能力根据分部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确保投资尽可能得到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包括帮助管理者转变角色，针对快速发展期特有的问题迅速调整，以及在人员配置和发现人才、留住人才方面下功夫。


  第一，随着分部的发展和运营体系的逐步完善，许多老资格的执行总监发现自己的日常工作内容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帮助这些总监顺利完成角色转变，转而关注新的技能组合，更好地为成长中的机构服务。


  莫斯说：“SAI计划让我可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从日常琐碎事务中脱身，专心处理外部关系。”她在加入SAI计划的第二年聘请了一名副总监和6名其他员工，决心通过建立一个经营团队——而不是分别与六七名高级员工直接工作——来提升效率。随后一年，他们逐渐适应了团队化工作和团队化决策。现在回想起来，莫斯觉得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对员工进行管理方面的职业化培训，即如何反馈、如何使员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和如何制定绩效并改进计划。


  跟莫斯一样，佛罗里达分部执行总监霍华德·西蒙（Howard Simon）也很喜欢这种“适时的成长战略支持”：他的分部从2005年便开始了艰难的扩张之路，希望在奥兰多和彭萨科拉成立联络点，而这一“适时的成长战略支持”则让他能继续走下去。一名副主席的加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开车跑遍全州，去跟捐赠者见面。当然一开始，内外信息的同步与一致变得困难了。所以他先承担起了类似信息传媒经理的角色，与负责法律业务和外联部门的员工一起工作，确保内部沟通与对外交流的顺畅，一直到形成良好的新工作规范。


  第二，SAI计划的早期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对分部还是对整个计划而言，发展太快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联盟很喜欢聘请律师——这也是我们擅长的事。”亚利桑那分部执行总监亚历山德拉·索莱尔（Alessandra Soler）说。但是她提醒道：“在你的业务发展部门人员到位之前，不要招聘律师。”她曾聘请过分部有史以来第一位发展总监，这位总监为分部弄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六位数的捐赠。这让分部的项目得以及时启动，使分部可以从容应对亚利桑那州新的反移民法带来的挑战。


  在得克萨斯州，执行总监泰里·伯克（Terri Burke）在拓展边境业务的需求和设立达拉斯联络点的想法之间进行权衡之后，最终决定搁置达拉斯计划，将工作重心放在与新成立的新墨西哥州地区边境权利办事处开展合作上面，因为她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联盟正计划将这个办事处迁往埃尔帕索，因为边境事件正在由新墨西哥州转移到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分部也已经成长起来，足以应付必要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鉴于这些早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学会了对事业规划进行调整来支撑分部温和且有机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意识到，原先预计的五年投资周期不能给所有战略性分部足够的时间来制订发展计划、实现可持续性。我们最终认为，七到八年的时间更加切合实际。为此我们还决定对每个分部追加投资，这直接限制了第二轮加入SAI计划的分部数量（6家），战略性分部的总数达到11家。


  我们发现控制增长速度也可以让各分部更好地管理招聘程序，完善基础建设以支撑成长、减少员工角色转变和责任改变造成的混乱。


  第三便是人才招募与培养的困窘。尽管大多数分部总监对聘请法务人员，或者至少对跟律师志愿者合作的程序比较熟悉，但仍有部分总监是首次尝试创建自己的业务发展、传播和政策团队。尤其是在这些分部想要增加发展部门人员时，就会发现，本地非营利组织在这一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而联盟在薪水和职业发展机会方面又无法与大学这样的大型机构竞争。除此以外，那些表现出色的应聘者们通常不愿意单枪匹马地工作，而那些处于事业发展早期的应聘者还难以应付项目成长带来的转变。


  另外，那些之前来自其他机构的业务发展人员对联盟的捐赠文化有时难以适应。因为不同于其他非营利组织，非党派的联盟既不接受政府资助，也不把接受企业捐赠或者举办大型募捐活动作为主要筹款手段，我们的主要募捐渠道是以对我们的使命充满热情，并希望支持具体项目的个人为对象进行一对一的游说。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要如何应对？首先，各分部要更具雄心，因为分部取得的成就越多，受到的关注就越多，对所有领域内的顶尖人才而言就越具吸引力。其次，要更加注重从内部寻找合适的人选。例如，密歇根分部副总监在一名同事离职后转任发展总监，原来的传播总监则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样的举措使得员工在保留机构内部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能掌握新的技能。“你不需要会使用数据库。”莫斯说，“但联盟必须刻在你的基因里。”


  得克萨斯分部也按照同样的思路从现有员工中选拔政策及倡导团队成员，各分部之间的人员流动从未停止过。例如，南加州分部新上任的慈善总监来自新墨西哥分部。由于对联盟事务和SAI计划都很了解，她一到任就快马加鞭地投入工作。


  战略性成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堆钱扩大规模”，要获得同等程度的回报也并不需要对所有分部都进行等额或相同类型的投资。我们发现，根据可持续性、组织能力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对某些领域进行少量的关键投资就可以收到极好的效果，并为组织带来整体改善。例如在田纳西州，增聘一名行政专员的同时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做法就让分部成绩斐然——这会比多请几名律师能更好地提升业绩。田纳西分部的组织管理能力增强切实改善了业绩，进而大大增强了分部为争取种族平等的行动筹款的能力——要知道，推动种族平等是田纳西州的重点工作。


  分享认识


  我们认为，只要是设有州分部或者会员网络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正式与否、规模大小，抑或那些甚至还未形成网络的组织，都可以从我们学到的关于组织成长和领导力的经验教训中获益。事实上，应SAI计划最大的资助者之一桑德勒基金会之邀，我们跟基金会的另一家资助对象分享了我们的心得。这家机构就是广受尊敬的研究与政策机构——美国预算与政策重点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该研究中心正试图加强自身的州际网络建设。


  在过去几年里，预算与政策重点研究中心负责州财政政策的高级副总裁尼克·约翰逊（Nick Johnson）与罗赞斯基会面，以进一步了解SAI计划模式，以及如何将这种模式应用到研究中心的州际网络建设中。后来，约翰逊开发了自己的SAI计划——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项目，并最终将州际网络改造成被誉为“对立法者、媒体和政策倡导组织极为重要的资源”的“优先伙伴计划”。


  约翰逊说，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从一开始就注重组织管理，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尽管他承认，非营利组织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但没有理由在培育卓越管理能力和增强领导力方面向商业部门低头。他还建议：“不要仅仅为了打赢某一场战斗而去资助机构。投资领导力才能获得你想要的成功。”


  如果没有桑德勒基金会高瞻远瞩的投资，不管是战略性分布计划还是战略发展项目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桑德勒基金会长期以来信奉一条原则，就是投资非营利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产生等同，甚至大于直接资助政策倡议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高瞻远瞩的做法最近得到了响应型慈善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认可，并获得其颁发的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奖。这家基金会在领奖致辞中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慈善捐助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升受赠机构的长期能力，大力削减在短期项目上的投入。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不会在两三年内‘得到解决’。即使短期内取得了胜利，这些问题还是会以新的、不可预知的方式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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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的路


  2006年启动SAI计划的时候，联盟的目标是让分部可以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包括那些当时还无法想象的挑战。我们的下一步是向“SAI计划2.0版”演进，即在关键州建立足够的支持基础，发动联盟迅速增长的会员队伍来帮助联盟在各州乃至全美赢得立法之战。


  SAI计划2.0版和原先的计划不大一样，它将主要关注组织转型，而不是机构的可持续性。联盟将投资内部团队和各种专业服务的融合，从而提升在州一级和联邦一级推进协调倡导、投票和分析的能力。这些能力对获得无党派政治性胜利非常根本。最早进入这一阶段的分部是佛罗里达分部、佐治亚分部、俄亥俄分部、宾夕法尼亚分部和得克萨斯分部。联盟还计划对另外10个代表红色、蓝色和紫色投票模式的分部进行投资（译者注：红色州、蓝色州、紫色州分别代表共和党支持州、民主党支持州和没有明确支持倾向的州），抓住出现的机会，应对最亟待解决的威胁。


  SAI计划2.0版的规划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启动，在他当选之后变得尤为迫切。从LGBT权利的倒退到停止资助美国生育健康服务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再到取消美国司法部对警察滥用职权的监督，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可能会对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令人痛心的影响。


  “现在风险很大。”西蒙说，“可能会有更糟糕的公共政策提案出台，这些提案无疑会影响其他州的决策过程。SAI计划2.0版可以为我们提供与之斗争并取得胜利所需的资源。”


  作为SAI计划2.0版参与州之一的执行总监，西蒙并没有坐等坏消息上门，而是利用资源在部署防御的同时主动出击。他已经雄心勃勃地将刑事司法改革提上议程。同时，他正领导着一场旨在恢复约160万名佛罗里达人投票权的投票倡议。这些人由于当年《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终身禁止有重罪前科的人投票而丧失了投票权。


  毫无疑问，SAI计划改变了美国一些争取公民自由最艰难地区的版图，并且提升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分部的整体水准。与此同时，它增强了联盟的集体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今天，特朗普当政给美国的宪政带来了威胁。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此刻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立近100年来最强大的时刻。在特朗普离任后很长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捍卫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

  


  安东尼·D.罗梅罗（Anthony D. Romero）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总监


  格里·E.罗赞斯基（Geri E. Rozanski）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分部支持与全国计划部主任


  



  作者在此对艾米莉·维特菲尔德（Emily Whitfield）女士在研究和编辑工作中的付出表示感谢。维特菲尔德女士是一名为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公关顾问，于1997—2007年担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媒体关系部主任一职。


  实现突破性创新


  作者：乔安娜·莱维特·塞亚

  杰丝·里明顿

  译者：陈智勇


  
    非营利组织、社群团体和慈善家在解决棘手问题时，正在将共创（cocreation）作为一种吸引更广泛社群参与的方法。但是，其中很少有能够引起系统变革或者颠覆常规做法的解决方案。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突破性创新呢？

  


  在过去10年里，人们对合作、开放式创新和大众参与的兴趣有了爆发式增长。许多商业公司正在摒弃封闭、自上而下、倚重专家的产品与服务开发模式，转而采取公开、众包、由用户驱动形式的创新策略。同样，非营利组织、慈善家和社群团体也正在将“共创”作为解决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棘手问题的方法。


  然而，尽管“共创”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只有少数组织正在应用共创策略进行大胆创新。我们对来自设计大赛和开放式创新的解决方案欢呼雀跃，但其中很少有能够引起系统变革或者颠覆常规做法的解决方案。尽管所有关于共创的说辞都把它作为创新的重要工具，但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的“共创”几乎无力去挑战解决问题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如果要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极端不平等和贫困等棘手问题，我们迫切需要重构几乎做每一件事的方式。


  我们在非营利和商业部门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跨学科研究，探索共创设计过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小部分共创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与需求相符且回应参与者当务之急的变革性解决方案，更不用说这些方案所能提供的创新的可能性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共创努力都未能实现其承诺和潜能？为此，我们开始寻找答案。


  我们深入城市规划、组织设计、教育、公共卫生和高科技等领域，寻找在共创设计中想方设法让更多社群来参与共创实践决策的例子。在非营利和商业部门中，通过共创在创造和决策过程中容纳更多不同声音的做法是否真的能打破现有模式？我们对此很好奇。换言之，我们希望知道这些努力能否冲破创新所面临的阻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识别突破性创新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看到这样的实例：各团体因为在共创活动中有意识地转换了决策者，而在其领域里产生了超越现有创新的结果。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突破性创新”（Breakout Innovation）。举两个例子。


  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将各种重建方案整合成居民们都认可的统一框架，而这一条是获得联邦政府重建资金的先决条件。这时，一家叫作康卡迪亚的本地建筑规划公司领导了一场替代性规划过程。康卡迪亚邀请了9000多名新奥尔良居民直接参与重建规划，把他们作为研究者、设计者和最终决策者，由他们自己研究、设计和选定实施方案，以及决定如何实施。通过这一规划过程形成的新奥尔良重建方案虽然只用了7个月时间，却得到了各方的热烈拥护，最终获得批准成为正式的重建框架，为新奥尔良过去十年的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心内科发起了健康心脏电子网络研究。研究负责人决定采取一种与传统心脏疾病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与几家倡导组织1合作创立“患者驱动研究网络”（Patient-powered Research Network），使心脏病患者与其他患者、研究者、医生以及医疗服务人员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健康心脏电子网络引爆了很多有趣的问题，针对其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已得到全面资助。这些研究成果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性非常高。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例子。我们将突破性创新的行动者定义为能够实现下列事项的群体：


  
    • 与目标系统的需求和可能性高度一致的有效设计。


    • 提出能够迅速从概念落地到实操，并获得广泛使用的解决方案。


    • 通过转换权力分配方式来激活系统内更多的创新者，永久性改变系统动力，从而让更多的参与者能够发挥创造性领导力。

  


  我们在所有突破性创新的案例中看到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它能产生比实际计划、产品或项目本身更深远的影响。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会改变参与者和他们所在的系统，同时拓展他们未来的创新能力。


  我们发现，实现突破性结果的行动者的“共创方式”与其所在领域里的主流实践方式明显割裂。让我们震惊的是，许多共创领域里高大上的概念，包括那些被大张旗鼓宣传的所谓最前沿实践方法，如“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众包”（crowdsourcing）和“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地远离现状，特别是在遇到需要改变权力、发言权和所有权分配方式的时候。相反，突破性创新行动者往往处于其所在领域的边缘。就系统理论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作家戴维·博利耶（David Bollier）认为，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可以不受现有系统的限制和评判地进行创新。也就是说，系统变革只能从边缘开始。2


  那么，我们从那些处于系统边缘的行动者通过共创来引领创新的案例中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


  突破性创新的五大实践方法


  我们的研究从调查70多家参与共创或者对共创过程感兴趣的组织开始，随后组建了一个共同学习小组，由20家我们确定直接参与了突破性创新工作的组织组成。这20个行动者3中包括商业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慈善基金会、影响力投资者、草根社群团体以及社会运动团体。4


  我们与这个共同学习小组一起找出每一家组织与突破性创新相关联的核心实践方法，这些突破性创新对组织的工作模式来说尤为关键。我们找出了被跨领域广泛应用的五大实践方法。我们相信，这五个方法帮助组织打破了常规运作模式，甚至跳出通常意义上的创新的自我设限，进而释放解决棘手社会问题所需的重大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实践方法并不具有二元特征。也就是说，针对某一创新过程，任一实践方法都不是导致成功结果的决定因素。这20家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组织强调，每一个实践方法的关键都是通过持续努力去寻求平衡的解决方案。


  实践方法一：分享权力 | 许多众包、开放式创新和征询意见的过程都会寻求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但极少情况会与他们分享权力。分享权力意味着在创新过程中，把决策、创造、实施和评估的权力同参与者一起分享，消除设计者和消费者、专家和受益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数十年来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揭示了当权力被分享时，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洞察力会显著加深。因此，参与者并不仅仅是被探究的对象，而且可以作为研究者、分析者和决策者5参与创新过程。消费科技行业有关共创的新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动态关系。那些开放传统内部流程、邀请消费者设计新标识，或为新模式提出点子的公司，正是那些增长和占领市场份额最快6的公司。


  我们也从仿生学研究中得知，当一个自然系统里的权力集中时，这个系统的恢复能力会减弱，并变得越发脆弱。7最近的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早期人类社会中，角色和等级会经常转换，这样能够不断带来新的视角，对做出明智判断、防止社会结构僵化8非常关键。许多土著民族现在还在继续实践这种角色的流动性。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今天的许多创新过程中缺乏对权力的分享。与之相比，过度分享权力虽然不算普遍，但也存在真正的风险。当组织把“权力分享”诠释为人人均可自由参与、个个说话分量相当时，有关达成共识的全面试验就走歪了。在没有深思熟虑地设计好角色和流程规则的情况下分享权力，只会造成混乱、迟滞，甚至不公正。那些受到某一决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却可能没有同等权重的发言机会。


  英柯瑞吉镇是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威斯康星拉皮兹的一个社区。英柯瑞吉镇的故事体现了作为突破性创新的行动者如何平衡地分享权力。数十年来，该镇的经济支柱是联合纸业，但是这家公司于2000年被出售，导致该镇失去了将近40%的工作岗位，中等家庭收入也急剧下降，居民信心同时受到很大打击。英柯瑞吉镇购买了《每日论坛报》（Daily Tribune）的前总部大楼，提议由居民决定未来如何使用这幢建筑。英柯瑞吉镇的工作人员克丽丝蒂·安德森（Kristi Anderson）说：“我们对建筑设计过程中居民的所有权和决定权做出了承诺，他们还有权决定这幢建筑的未来。”


  截至2012年，共有2000多名居民参与了设计过程，积极参与并共同决定《每日论坛报》前总部大楼的未来。为期两年的设计阶段包括：深入到社群的不同组成部分；召开月度会议，将居民们分成小组，由居民自愿担任主持人来自主引导小组讨论；细致收集并分享每次月度会议上形成的想法；决策过程使用数值加权和投票的综合方法，并通过小组回顾、达成共识来确定提议方案的优先次序。


  最终形成的方案将《每日论坛报》前总部大楼的功能定位为“社群发展加速器”，其目标是刺激地区发展机遇、环境可持续性，建立以社群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纽带关系。但是，比这座建筑更重要的是，居民们通过设计和决策过程，在社群内逐渐形成了变革和领导意识。


  以下是五种分享权力的方法：


  
    • 与其他参与者一起定义目前的问题。


    • 信任所有参与者，为他们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全部信息，包括整体情况和限制条件。


    • 支持参与者发掘自身的真实领导力和所需的架构，同时开放他们承担多种角色的可能性。


    • 创造一种通过激励权力分散，来产生创造性投入的环境。


    • 共享所有权，包括可以分享回报的共有模式。

  


  实践方法二：关系优先 | 对一个组织眼前的工作和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来说，关系（relationships）都是其最大的财富。形成并维系强有力关系的关键是建立“公平交易”，我们把它概念化为“共同承诺”（co-commitment）。有关众包的研究显示，激励大众参与到众包过程中的最突出因素之一是参与者是否认可这个过程是公平的。9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参与者提供的投入有什么结果，参与者对最终产品有何种使用机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我们从突破性创新行动者那里看到，共同的价值、承诺和期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是他们参与共创行动的基石。


  如果在一开始就与参与者形成共同承诺，承诺的内容就会成为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回顾的、强有力的检验标准，促使整个过程不跑偏，共同承诺就会成为围绕一个创新过程聚集起来的新兴社群的黏合剂。


  如果在创新过程中不把关系放在优先地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举个例子，设计者要求参与者提出想法，或者参与迭代原型的测试。整个过程完全是事务性的，并没有考虑参与者的利益而将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虽然设计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彬彬有礼、热情有加，但当关系仅被看作获得预设结果的手段，那么无论是集合创新（collective innovation）还是韧性的培养往往都不可持续。然而，如果不能在深思熟虑后才加以应用，关系优先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例如，一家组织可能把与其共事舒心、顺手的人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从而陷入小集团间的相互挤压、裙带关系，或者根据个人喜好做出决定等问题之中。


  克拉斯基金会在其突破性创新的实践中展现出了一种平衡实现关系优先的方法。基金会发现，制定严格的战略和决策标准可以与建立深入的关系和组织文化的过程结合起来。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法尔哈德·艾布拉希米（Farhad Ebrahimi）说：“我们相信在两端之间有一处最好的位置，能保持有机灵活性和严格策略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对我们来说，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在于将关系置于优先地位。”


  这意味着克拉斯基金会的项目人员不仅与其受助方围绕资助进行沟通，而且要参与到他们的项目和倡议活动中，与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和友谊。艾布拉希米说：“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就要花时间和我们支持的社群里的组织在一起——这绝不是慈善术语里毫无人情味的‘现场考察’，而是真的把这些项目人员和社群成员作为完整的‘人’来打交道。”


  基金会所培育的这些关系鼓励了受资助方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况下都能提出新的创意、挑战和批评。正如艾布拉希米所说：“这些关系激励，也可以说是要求我们去重新思考资助工作的大部分内容。”


  以下是在设计过程中将关系置于优先地位的五种方式：


  
    • 花时间关注过程中的每一个人。


    • 从项目一开始就建立起“共同承诺”：建立每个人都赞同的清晰承诺、基本规则和实践方法，并将它作为项目回顾时的检验标准。


    • 建立共同体意识。


    • 培养超越一个特定项目的纽带关系。


    • 学习并谋求一种以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世界观。

  


  实践方法三：有效利用异质性 | 今天大多数组织都认同异质性，这不仅是组织内部的需要，而且与它们一同做事的组织和人员也需要。但是，很少有组织能超越对待异质性的浮于形式的包容，而这种包容的深度往往与成员的多样性有关。


  有关众包的动因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群体或者利益相关者团体中只有一种类型的行动者，是不利的。多种视角，包括那些往往被排除在外或被噤声的意见，对产生创新所需的洞察力10非常重要。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既可能是由于团队多样化程度较低，也可能是由于管理水平较差，无法支持大家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有效工作。换言之，只有组织者对各个参与流程进行深入思考和精心设计后，才能利用异质性取得好的成果。


  异质性的重要性可以部分地由一项数学原理来解释：当一群足够多和背景足够多样化的人被要求独立做出预测或评估时，每个人提供的回答中的误差相互抵消，然后留下最准确的信息。11然而，如果每个人的想法并没有受到挑战的话，那么这个团体的水平不会超过每个个体思考的起点基线。因此，混合使用独立参与和集体反思的创新过程可以把异质性的效果发挥至最大，而且最终极有可能产生真知灼见。


  缺乏异质性的情况多种多样。一个普遍的例子就是在实际决策层中缺乏多样性。那些流于口号的异质性——例如组织声称要实行多样化，但仅是象征性地做一些面子上的改变——都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可能让人口统计上的多样性有所改变，但机构在实践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这正是让不同视角、知识和创意中的丰富性得以被表达、接纳、执行所必需的。


  乔尔迪克思是一家领先的开放性创新公司。这家公司和它的首席社会科学家莎伦·麦金太尔（Sharon Mclntyre）的工作展示了作为突破性创新的行动者如何有效利用异质性的平衡方法。麦金太尔与喀麦隆电力设备公司艾尼奥（Eneo）合作，帮助这家公司的员工参与到解决一系列运营问题的工作中。这些运营问题给它的客户造成了麻烦，包括长时间停电、变压器爆炸，由此也给当地商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乔尔迪克思公司将艾尼奥公司的员工组成多个具有多样性特点的小组，来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创新挑战活动。许多小组成员从来都没有直接跟其他部门或者不同级别的人合作过。


  每一组都反映了多样性的许多方面，包括领域专长、公司部门、特定角色、任用期限、专业技术水平、工作经验、地理位置和性别。整个过程通过一系列训练来识别问题，寻找被隐藏的好方法，并分析取得这些成功的关键。整个过程中，所有观点都被给予了相同的权重和同等的尊重，也为员工间的交叉合作打开了大门。


  艾尼奥公司本来以为要解决这些运营上的问题，可能需要花高价对公司的软件进行彻底检修。然而，在创新挑战中产生的解决方案几乎不需要投入额外的成本。其中一项非常经济的方法是让艾尼奥公司员工在日常与顾客的互动中定期更新顾客的手机号码（这些顾客的手机号码经常更换），而这能让公司解决一些关键的运营问题。


  以下是有效利用异质性的五种方式：


  
    • 用心组织充满多元元素的小组。


    • 为不同的学习和参与方式建立多种渠道。


    • 帮助参与者做好准备，能够跟与自己不同的事物有效联结。


    • 在共创过程的每个层级里都考虑成员的多样性构成，包括参与者、领导者和引导者。


    • 通过鼓励参与者寻找缺失的视点来不断评估、增强多样性。

  


  实践方法四：认可多种知识获取方式 | 有一个实践方法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难做到，那就是接受所有知识类型都是合理的。因为大多数创新过程推崇那些通过学术或技术训练所获得的知识，然而从其他来源积极获得知识也很重要。这通常需要人们改变倚重专家的习惯。技术性知识通常被置于所有其他类别知识之上。例如，当大规模的发展项目被提出时，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会根据其生活经验推荐替代性设计，但是项目开发者往往只会在“专家”用量化语言12指出问题所在时才会留意。


  今天，人们越来越能接受社会领域里非正式知识的价值，以及潜意识、直觉和从身心结合中所获得的洞见。许多文化认同人类相互之间，与动物、树木、植物和大地之间非语言的学习和交流。这些概念与最近的科学发现并行不悖。例如，这些发现显示，在自然风景中散步可以激活头脑，促进问题解决，提高洞察力。13利用这些知识开展实践的方法包括冥想、亲近自然、专注呼吸、祈祷和身体运动。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奥托·夏莫（Otto Scharmer）是一名研究这类知识学习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主要学者。夏莫创立了身在当下研究所，并且创建了U型理论，提出了一个为“通过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而设计的“框架、方法和生存方式”。U型理论是夏莫及其同事在一项对高创造力人群习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这些高创造力人士都表示，他们与一种来自深层次的认知来源存在密切关系，迄今为止他们所领悟到的最了不起的真知灼见都发生在与这个来源连接的时刻。


  立岩印第安人保留地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们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创新过程，使替代类型的知识正当化的强有力的例子。他们通过引用来自印第安拉科塔苏族部落长老、祖先那里的预言、智慧和精神教义，不断明确针对管道建设的反对意见。同时，他们也依靠部落成员和盟友们掌握的清洁能源技术、媒体策略、结构工程学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技术知识进行决策。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在整个祈祷营地的组织中得到了同等的对待。［译者注：2016年春季，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岩地区苏族印第安原住民对建设穿越该地的输油管道进行抗议。2016年4月，苏族印第安老人拉登娜·阿拉德（LaDonna Allard）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露天祈祷营地以示对建设输油管道的抗议。］


  保拉·安托万（Paula Antoine）是玫瑰花蕾拉科塔苏族部落成员，立岩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说：“当一个问题或点子出现，或者感觉需要指引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反应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长老’。当长老在那里时，我们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力量，以及他们和我们分享过的智慧和知识。我认为他们比一个拥有几个博士学位，却不理解我们与地球母亲之间的联结的重要性的人有价值得多。”


  立岩的组织者定期依靠部落成员和他们的盟友获得技术知识，如清洁能源、媒体策略、结构工程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但是，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过度推崇这类知识也会有损社会运动的潜力。


  以下是认可多种知识获取方式的五种方法：


  
    • 制造一个容许偏见和成见，同时尝试新方法的安全空间。


    • 纳入培育正念的活动，比如冥想和呼吸。


    • 进行身体运动、聆听音乐、欣赏艺术、感受大自然以及其他能唤起右脑思维的活动。


    • 认可并主动吸收非正式来源知识的价值，比如来自生活经历和长者的建议。


    • 为参与者创造机会，从更大的能量场获得灵感和真知灼见。它可以是一个社群、一项事业或一个灵感来源。

  


  实践方法五：早做、多做原型测试 | 原型是一个创意的草案、模式，或实体模型。早做、多做原型测试指的是在创新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与参与者分享、测试这些创意。这种方法可以引出下一阶段更好的方案，让参与者能够接受并产生拥有感，并同时增强小组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有效的创新设计过程会经历多个原型周期，通过周期的叠加来广泛吸取反馈意见。14


  研究表明，当小组成员在多个节点有机会参与设计过程时，这些小组会产出最丰富、最准确的信息。处于精益创业方法论核心的快速原型和周期性用户测试证实了这点。15许多社会组织很少做原型测试。例如，大规模的发展项目在计划基本确定前，以及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可行性和预备性研究前，基本不会开放公众评论。如此一来，实际开放给公众参与设计的就是“除了关键内容，什么都可以参与”。16


  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过于频繁地做原型测试会引起参与者的创造性决定疲劳。这会要求人们投入太多时间，或者妨碍了工作的直觉流程。因为我们观察到的绝大多数案例做原型测试的次数都太少，所以在担心因为过于频繁测试而试图缩减规模前，首先应该做到定期做原型测试。


  康卡迪亚作为一家建筑规划公司，在美国各地支持社群主导的创新设计项目。作为一个突破性创新行动者，这家公司有很好地进行原型测试的方法。康卡迪亚的负责人博比·希尔（Bobbie Hill）说：“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参与者过多，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将社群利益置于重要地位。”


  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多个重建规划都使新奥尔良居民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随后，康卡迪亚被要求领导开展一个替代方案的规划。当时，许多人已经对规划过程失去了信心。希尔说：“当时居民们对规划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任，因此当他们来参加第一轮讨论会议时，有时的确有些不太好处理。”


  康卡迪亚与其合作伙伴“美国人说”等机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举办了3次社群会议，并且同时在该市的13个规划区域组织并辅助设计会议。当居民们来出席第二、三次社群会议时，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的想法和特别在意的事情已经被纳入草案文本中。对许多居民来说，自己的建议在正式的规划过程中被采纳还是第一次。这个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规划过程跟以往完全不同。康卡迪亚在七个月中持续了这一方式，并坚持公开任何有关限制条件的信息。


  以下是进行原型测试的五种方式：


  
    • 从原型测试最基本的开始：定义要解决的问题、关键目标，以及原型测试的最佳计划和流程。


    • 在创新过程的每一步都将参与者的想法纳入原型中，在每次进入下一步前都测试原型的可行性。


    • 让参与者全情参与，包括进行综合和创造性工作，把许多创意融入到一个原型中。


    • 鼓励透明和公开的讨论，包括哪些投入可以纳入原型中，哪些不能以及为什么。


    • 鼓励参与者摒弃完美主义，自由分享那些还不成熟甚至疯狂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是一个集体创新过程至关重要的部分。

  


  突破性创新很难


  从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突破性创新行动者那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听到的一件事是进行突破性创新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要在一个既定的领域逆势而上，而且还要对抗一个主导文化的潮流。同行机构、资助者、投资者，甚至团队成员都可能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可能对过程优先、关系优先，以及权力分享优先等感到迷惑不解。


  很多机构甚至在经历了非常成功的突破性创新过程之后，还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辅导和努力才能防止团队和组织故态复萌，回到老一套的工作方式中去。一位来自突创联盟的引导者在反思健康心脏电子网络联盟的创新过程后认为：“在经历了我们最初的设计过程和投入来构建关系后，参与者们反馈说，把工作扩展到那些没有跟我们一起经历整个过程的新患者和研究者太难了。”


  这种体会是普遍现象。CDA合作学习项目（CD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jects）致力于指导组织引进共创设计、学习和评估。它通过研究发现，许多合作伙伴很难接受这些做法所带来的冲击。CDA的合作学习主任伊莎贝拉·珍（Isabella Jean）指出：“甚至在同一个机构里，某一部门也许采用了共创策略和新的设计过程，但之后却发现，由于机构整体的基础制约和规定，这些创新计划被否决了。”17


  尽管如此，突破性创新行动者的经历表明，突破性创新的观念是有可能迅速传播开来的：一旦突破性创新的过程开始，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为使创新过程有效，参与者需要信任这个过程，并且认为它值得大家去努力，即使这意味着可能超出大家的舒适区。这种心态刚开始也许是暂时的，但当突破性创新成功了，参与者通常会经历深刻、永久性的观念转变，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接受和应用五大实践方法，为下一轮更深层次的创意转变打开大门。


  怎样识别突破性创新


  我们怎样才能区分哪些共创过程有可能产生突破性创新，哪些是在继续强化现状呢？为此，我们开发了一套自我评价工具，它能帮助预测一个创新设计活动的变革性能量。这不是判断某一已经完成的过程成功与否的工具。相反，这套工具可以用于评估一个合作过程是否已经为突破性创新做好准备，并确认创新所需的过程改进，以提高产生突破性创新结果的机会。


  这个自我评估的工具包括一系列有关应用这五大实践方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评估者找出五个实践方法在他们已经开展的工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并促进对需要改进领域的反思（上述问题和自我评估工具具体参见网站www.recollectiveway.com）。根据这套问题框架，评估者按照每一个实践方法的应用情况给予评级。每个实践方法以一个4分量表评级，4分为最高分。我们承认这套工具更多依靠定性评估，风险主要来自打分者的主观判断。因此，我们建议需要两个或更多的创新过程参与者来思考这些问题。这将会使评估结果具有多方视角，减少误差。18


  一个特定的设计过程可以得到的总分是5～20分。16～20分的创新过程极可能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突破性创新”，其变革性结果超越了现有的可行性认知。在本文中提及的所有突破性创新案例都在自己的领域内产生了创新性结果。11～15分意味着很可能产生了跳出传统观念的成果。许多人会认为这就是创新，但我们的评估结果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下的创新”，因为这些结果不太可能完全打破窠臼，或者根本性地挑战现有概念。


  得到5~10分的创新过程仍可能有积极的影响力，但其结果不太可能非常创新或者具有开创性。看其得分低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某个创新过程是否反而强化了现有模式中的有害内容，比如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声音、愿望和创造性潜能排除在外。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一切照旧”。


  在进行了70多次访谈和为期两年的进一步定性评估后，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共创过程处于“通常意义下的创新”或“一切照旧”的范畴中。我们与我们的共同学习社群一起确定了10个项目，它们或者因共创成果被正面报道过，或者被他们的同行认为是共创的优秀例子。下一步，我们请独立咨询师来与每一个案例的三位利益相关者面谈，还请独立评估专家阅读面谈转录文本，并使用评估工具打分（见图1）。


  尽管所有解决方案在实施中都会影响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但并不是所有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都力图让各方参与。事实上，这就是在商业和社会部门存在的“一切照旧”的状态。我们选择调研的10个案例都代表了与现状决裂的做法：他们试图通过共创，努力让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创新过程、共同学习，创造更好的成果。


  我们得出的结论也许令人惊讶：尽管我们选择的所有案例得分都不错、值得称赞，但是那些强烈认定自己是创新先锋的案例得分却不是最高的：三个由最成熟机构主导的项目得分最低。更进一步地说，在整个业界获得公众认可的程度与其是否更具创新性结果不相关。正是那些身处边缘、发源于小城镇、从未被听说过的组织，那些其貌不扬的运动，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共同体）得分却是最高的。本质上，它们是劣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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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确认突破性创新

  


  这其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因为它证明了一个事实：突破性创新不需要为了打破窠臼、提出开创性和富有远见的解决方案去花大价钱、找大机构，或者是追求品牌效应等当今产业的一些时髦做法。任何人都可以致力于突破性创新，成为突破性创新的一分子，从明天就可以开始做。成为突破性创新行动者需要的品质就是献身精神、对新生事物和一些艰难时刻的容忍度，以及心态的转变。


  追忆式创新：创新同时需要回忆和忘却


  当创新的主流概念还集中在新的、没有发明过的东西上时，我们惊诧地发现，具有想象力、产生突破性创新结果的五大实践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新”。事实上，这五大实践方法中所包含的要素长期以来就是许多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也是草根社会运动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许多突破性创新行动者都谈到，为了开展突破性创新工作，需要“忘却”（unlearn）某些习惯做法。这种忘却包括必须学会用不同的方式分配决策权，接受不确定性，共同想象并创造一种不同的方式在社群里生活。


  确切地说，这种非常不同的生存方式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之所以是“突破性”的，是因为它通常代表着前所未有的对权力、资源，甚至是土地的再分配，以及对人类关系的重新思考。区别是否为突破性创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目标不是让无法忍受的现状发生些许改善，而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共同创造置于优先地位，从而产生一些新的设计，而这些设计能让人感到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的研究提出的最深刻的问题是：为了实现突破性创新，重新想象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要求我们忘却。那么，这种心态的根基是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实践被推到今天主流创新范式的边缘？我们怎样做出改变，才能使这些实践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想象、计划和建设呢？


  要突破现有世界的状态，开创一个适合每个人的未来，也许我们的前行之道既需回忆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亦需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径。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术语：突破性创新的心态和实践方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追忆式的创新——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既可以去肆意想象那些还未被发明的未知，又能凭着灵魂深处的直觉去回忆，作为人类，我们是如何在共同体里生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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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的集体行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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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很多富有的企业家喜欢通过成立私人基金会、家族办公室或捐赠者指导型基金，给具有鲜明个人喜好的慈善事业捐赠。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更愿意相互协作，一起做慈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现象级的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巨富企业家数量的增多。举例来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在12年里增长了近200倍，从2004年的3人增加到2016年的568人。1 2015年，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占全球总数的8%，人均资产都在5000万美元以上。2


  这种个人财富的巨额累积在现代历史上确实十分罕见。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美国的“强盗大亨”时代，当时，以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为代表的企业家点燃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这些人也由此成为超级大富豪。


  那一时期的美国企业家除了创办极具影响力的企业之外，最终都把大额捐赠投给他们中意的公共事业，例如健康护理和图书馆，也创办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杰出的研究型大学，包括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技术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尽管他们的动机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是开创慈善捐赠新模式的慈善先行者。正如卡内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让其他人有机会致富，是富豪的义务”。3


  在最近10年里，美国很多当代商业精英都将他们积累的财富中的可观份额捐赠出去，而中国新晋富豪们的慈善兴趣和捐赠水平尚难以与之比肩。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之后，来自企业家的捐赠额激增，慈善意识不断增强。然而观察家们仍然在等待中国出现类似盖茨、巴菲特和扎克伯格这样的慈善大亨（见图1）。


  
    
      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


      在2008年到2012年间，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增长了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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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的《民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简介》，民营企业家是指那些在焦点调查年度内经营私人创业公司或企业的个人。


      图1 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家们不做慈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中国企业家的个人捐赠仍然落后于西方同行，但中国企业家对以集体方式从事慈善的兴趣与日俱增。这种形式很难用西方慈善的模式、概念或组织行为来阐释。例如我们发现，2007年至2014年，企业家个人捐赠的比例下降，但集体捐赠的比例却有所升高4（见图2）。


  
    
      个人企业家捐赠和集体捐赠的占比


      相比于个人捐赠，中国企业家更倾向于集体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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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个人企业家捐赠和集体捐赠的占比


      来源：2007—2014年中国慈善发展年度报告。总量未达到100%，因为有其他类型的捐赠，比如来自政府或其他渠道的捐赠无法确切识别。

    

  


  在过去5年里，我们在对中国企业家的访谈中都看到了这种趋势。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家对慈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其追求的目标（致力于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还是采取的方式（与其他私营企业家合作），很多企业家现在经常表达出一种集体式理念。5因此，虽然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像卡内基在全球捐资创办2811家图书馆这样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项目，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商业精英们不会以一种引入注目、影响巨大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


  例如，当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希望维护中国环境的可持续性时，他没有创办任何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项目或基金会。相反，他组织召集了一群理念相同的企业家，共同发起了一个合作项目，这就是聚焦于自然保护区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马云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发言就体现出这种集体式理念。马云说，“保护地球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你的责任，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府官员、企业家、科学家都需要一起合作”。6


  发起成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时，马云甚至邀请了自己企业的最大竞争对手：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其他合作方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银泰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沈国军，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创始人王中军和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7


  这只是中国企业家在慈善项目中采取集体行动的诸多案例之一，这一做法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成功企业家的典型做法是成立自己的私人基金会，有非常具体而独特的关注点。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关注全球健康和发展，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关注教育和科学。中美企业家的慈善目标都同样值得称赞，但他们做慈善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将这种中国慈善的新模式称为“集体式慈善”。我们将对集体式慈善的基本要素进行识别和定义，从中国哲学、社会伦理学、文化心理学中寻根探源，阐释集体式慈善带来的启发和思考。甚至对全球的慈善家们来说，此亦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慈善模式。


  什么是集体式慈善？


  集体式慈善引导与动员企业家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来回应社会需求，而不是单打独斗，这种模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


  集体式慈善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素：集体认知、集体行动、集体投资。集体认知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各种固有观念，这些观念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被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强化，因此在企业家的决策中起着指导作用。集体行动受集体认知的激发，并通过人脉关系和政府影响来付诸实现。集体投资是集体式慈善的一种具体表达方式。这三大支柱共同构成了集体式慈善不可分割的层级模式。


  集体认知 | 中国企业家采取集体方式做慈善，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自我认知）集体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成就斐然的个人。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从类别上，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非常看重维护集体利益。8文化在广义上被定义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假设等当事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固有观念”。9文化在个人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对诸多行动的影响方面，已经有非常深入的系列专题研究。


  我们将集体主义定义为文化的维度之一。在这种文化中，个人认为自身与社群中的其他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所以会更多关注为他人造福。10与之相反，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关注自身利益。11事实上，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人更看重与他人的关联度，更偏好取得一种集体式成果，而不是个人获益。12例如，中美慈善捐赠比较研究发现，在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如果强调捐赠的结果是让其他人获益，而不是让捐赠人获益，个人会更愿意慷慨解囊。13


  中国企业家更希望得到那些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与他们一致的群体的认可和接受。这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包括西方企业家们自身在内的公众通常都将企业家视为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更看重与他人的关联度，更偏好取得一种集体式成果，而不是个人获益。

  


  当代中国的商业精英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集体主义情感的影响。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都格外重视共同体和集体利益。事实上，中国企业家近几十年来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协同合作。通过沾亲带故和其他社会人脉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做生意，这些都有助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14


  集体行动 | 中国企业家视自己为集体的一分子，因此他们更有兴趣加入集体行动，希望被视为一个更大联盟的成员，而不是单打独斗。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目前开展的慈善项目是典型的人脉驱动型，源于并加深了这些商业领袖们的人脉关系网。


  这种集体式行动可以从中国企业家近期发起的一些大型慈善项目中看出来。例如，2006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1位企业家共同创办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China Entrepreneur Club），这个民间非营利机构是中国企业家合纵连横、资源互通和国际合作的一个根据地。它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机构文化15，有助于培养俱乐部会员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行动。16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核心使命是促进中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俱乐部发起了多个重要的慈善倡议活动，创建了“绿色公司百强榜”，出版发行一本专注于环境问题的杂志，并举办以改善自然环境为主题的年会。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表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让所有中国企业家在商业上实现相互合作，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家会员均承诺谨守商业伦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倡导，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例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绿公司联盟和中国绿公司年会正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中国企业的可持续、透明、绿色发展。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合作。”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首任秘书长程红说，“通过绿公司联盟这样的项目，我们聚合了成长速度最快的中小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相互支持的社群。”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集体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17


  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案例是一群中国社会精英和商业领袖于2004年发起成立的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实现企业家、公众与环保组织的相互连接，助力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该组织现有600多个企业家会员，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过400家环保组织和个人。


  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组织了很多活动，促成企业家会员与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就环保议题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些活动包括以环保和社会治理、防治沙漠化、地下水资源问题为主题的各类会议。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也通过多种多样的集体社交活动，如徒步行走和茶话会，来推动和组织慈善项目，邀请企业家会员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越来越多鼓励企业家参与集体式行动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例如益启慈善，该组织通过对慈善家、企业家和社会创新者进行问卷调查，呼吁全社会“将慈善转变为集体行动”。18与之类似，根据浙江省瑞安市政府的一份报告，政府也鼓励“抱团行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统一的理念，促成集体行动，以扩大社会效应和辐射效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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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投资 | 中国企业家共同合作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开展集体投资。但是，投资不仅是指出钱。现代企业家也很渴望贡献他们的商业知识和人脉网络，让年青一代以集体化方式参与其中。


  例如，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由16位中国企业家于2011年发起成立，旨在搭建关注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和管理平台。该基金会与诸如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这类全球性环保组织合作开展项目活动。2011年是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正式运作的第一年，当年就从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那里筹到800万美元。同年，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全球保护基金（China Global Conservation Fund）。2012—2014年，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7个全球项目得到该基金的资助，例如肯尼亚亨氏牛羚救护站项目和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保护区项目。每个项目至少获得30万美元的资助，有些项目资助款高达100万美元。20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共同创建一个对全球环保事业实施大额捐赠的平台。


  为了培养慈善领域的集体参与，益启慈善通过众筹倡导活动，发起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做集体投资，已经通过该众筹活动筹到50万美元。益启慈善也对参与者开展培训，让他们可以有效地将慈善捐赠分配给不同的民间组织，其理念是这类集体式捐赠的经验，可以帮助个体开展他们自己的慈善实践，从而更多地回馈社会。


  中国近期也出现了其他方式的集体式慈善行动和项目。例如，2012年，由13位浙江企业家出资300万美元发起成立的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敦和慈善基金会运用这些集体出资的资金，为健康护理、教育、灾害救援和传统文化类公益组织提供资助。21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以“首善”著称的陈光标，也在2012年转变了他做慈善的方式。他不再采用之前直接给困难家庭人员发红包的方式，而是组织和发动一群企业家共同支持慈善事业。他们关注黑龙江省的农业和环保项目，以环保方式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如他所言：“这一次，我不是单打独斗。我发动几百个企业家一起做捐赠。”22


  为什么集体式慈善会在中国发展起来？


  我们看到，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这种集体式慈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传统文化特色相互交织融合的必然产物，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言，“人心齐，泰山移”。因此，想要了解中国当代的集体式慈善，就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中国哲学传统 | 中国文化、社会和商业环境的形成过程受到很多哲学传统的影响，所有因素都指向集体主义理念。儒家思想将集体主义价值观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观念影响了商业实践。举例来说，推动企业家造福于社会的儒家核心概念包括“仁”（慈悲、慈善和人性）、“义”（对行为和人际关系的道德正义有分辨能力）、“礼”（对个人和机构的合法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规范和准则）。


  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孟子认为，慈善是人类的高贵品质，是高尚与卓越品格之本。23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儒家文化理念是中国企业责任的基石。例如，《财富》中文版对企业管理层的一项调查发现，89%的中国商业领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遵守商业道德，正直地经营企业”。24近期一项中国企业家专题研究表明，在“儒家社会模式”中，企业家们竞相参与慈善并希望获得一定地位，以期证明他们就是当代的“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担当社会责任，被公众视为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的守护者。25


  
    这种集体式慈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传统文化特色相互交织融合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也对商业实践和慈善影响深远。佛、道两教皆相信，慈悲心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美德，人们应该关心他人需求，这些观点对中国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塑造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明清时期（16—18世纪），儒、释、道三位一体，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勤勉、正直、慈善的文化。26这种结合体为商人思维方式的塑造创造了一个道德基础。例如，商业史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企业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商业伦理，经商行为所带来的权利和认知度，满足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需求。27


  尽管这些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为道德行为提供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人总是能够恪守这些原则。事实上，很多中国商人在创建和运营其商业帝国时采取了不道德的手段。一个著名案例就是2008年的“奶粉事件”。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而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直到很多中国儿童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之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因为涉嫌与该事件有牵连，中国著名的乳制品企业之一蒙牛集团的声誉一度遭受重创。如今，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是中国慈善领袖之一。28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因为创造财富的过程伴随着对不道德经营行为的认知和悔悟，如今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强调回馈社会。


  集体慈善的传统 | 尽管企业家做慈善在中国是新事物，但集体式慈善却由来已久。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政府通过诸如设立专用财政账户，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等方式组织了制度化的慈善活动。宋朝皇帝甚至颁布了一个诏令，对这笔财政拨款的用途和具体使用予以详细说明。在中国古代，诏令就是事实上的法律条文。民众和私营企业主紧随其后，支持和落实这项政策。29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拓宽慈善类服务的新机会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被动式慈善方式最终演变成更加主动的集体式慈善。


  面对频繁发生的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古代政府没有能力拨款来减轻民众的苦难，从而意识到必须依赖更多的私人商业力量来缓解财政困难。为了鼓励捐赠，政府开始为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商人授予荣誉封号，因为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荣誉封号成为他们贡献社会的一种回报。30


  例如，明朝后期，一位名为杨东明的中层官员希望通过佛家寺庙或社仓等长期存在的渠道来行善。他就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慈善组织。杨东明说服了很多社会人士捐资，修路建桥、扶危济困，其中很多都是当地商人。他将这个组织的名字从同乐会改名为同善会。同善会是一个会员准入制的正式组织，鼓励会员共同合作，努力实现长久的社会福祉。


  清朝末期，洪涝灾害频发。清政府应对乏力，私人慈善组织由此相继成立。它们帮助受灾民众，主持慈善救助活动。江南商业团体（River South Businessmen Group）、黄洋慈善团体（Huang Yang Charity Group）、国际联合救援协会（International United Rescue Association）等新成立的慈善团体，帮助缓解灾民困苦，稳定了社会秩序。31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 中国人格外看重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种嵌入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包含了社会资本、社交网络和个人的人脉资源。


  关系也在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借助中国社科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分析在私营企业家看来，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我们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29.9%的人认为关系是做生意时，仅次于技能（55.1%）的重要影响因素（见图3）。在商业圈，诸如面子和人情之类与关系相关的做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和信息沟通的成本，提供有价值的资源。32


  
    
      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在中国做生意关系是仅次于技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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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1993—2012年

    

  


  关系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也自然体现在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实践上。为了通过慈善工作使社会受益，企业家们要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和彼此的责任义务关系。为了让慈善行为获得社会承认，这些企业家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网络协作和集体声誉来维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类型的“关系”，在人际关系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调查也发现，83.9%的企业家认为维护关系很重要，27.8%的企业家希望帮助关系网中的伙伴。这项研究也发现，关系和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企业家越是认为关系很重要，越会捐赠更多（见图4）。


  制度缺位 |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较为有限，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比较弱。33基础制度欠缺对中国的集体式慈善影响颇大。


  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中西方在关键制度方面存在差距，只能通过协同合作来共同推动缺失的基础制度建设。我们从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发现，81.3%的私营企业主希望帮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63.8%的私营企业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见图5）。这些发现与近期一项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该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在填补制度缺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4


  
    
      关系和捐赠额的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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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关系和捐赠额的关联度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银泰集团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课程涵盖公共政策、社会责任、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社会价值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管理。银泰集团支持了该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研究、师资和奖学金，目的就是激励学生毕业后进入慈善领域工作。35


  在合作签约仪式上，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两年期项目旨在造福社会，为中国慈善历史写下第一章。”36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福耀集团的曹德旺。


  
    
      私营企业的核心责任


      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家说自己的企业会承担社会责任。
[image: ]

      注：此问题为开放式回答选项，因此这些答案并非相互排斥。


      图5 私营企业的核心责任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与之类似，老牛基金会发起的慈善千人计划旨在培养非营利组织和慈善领域的专业管理人才，帮助企业实施慈善项目。这一实践对由相关制度缺位而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比如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创新。


  集体式慈善的启示


  研究中国的集体慈善模式，一个问题会自然出现：集体式慈善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国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传统上，西方慈善文化被其他国家视为值得效仿的典范。然而，中国企业家的数量和经济实力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的想法、视角和行为很可能将对全球产生影响。


  过去10年里，很多中国企业家成功地走向世界，例如进入美国的联想集团和进入欧洲的华为集团。马云最近提出要让阿里巴巴走进美国，带动100万个就业机会。37随着中国经济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及中国与全球各国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集体式慈善也许将成为中国全球“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暂且将与中国企业家的渊源搁在一边，集体主义慈善本身可能被全球各地的慈善家视为一种新模式。美国慈善家对更紧密的协同合作和资助协作效应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例如，气候工作基金会由三家大型基金会于2008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企业家积累的实践经验可能为如何更有效地开展集体式慈善提供借鉴。


  虽然中国集体式慈善有很多优点，但也需要对它批判地审视。例如，中国企业家有时候偏爱匿名捐赠或完全不捐赠以避免引起媒体关注，因为引人注目可能会引发媒体或政府对其财富来源的调查。集体式慈善对企业家具有吸引力，可能是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保护，使个人免受审查。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中国的集体式慈善是一个重要进展，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中国企业家和商业人士之间建立起了活跃的人际关系，并将其不仅用于商业，也用于行善。集体式慈善的战略不仅让参与其中的企业和企业家获益，也可以提升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拓展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帮助企业家和他们的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环境。


  了解集体式慈善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似乎不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慷慨捐赠，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商业模式、慈善环境及其根植于斯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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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者需要不断面对普适化的难题：一个成功的模式如果放在别的环境中，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吗？本文阐释的普适化框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方法来综合各类证据，以评估特定政策是否可能在某种新情境下生效。

  


  Abdul Latif Jameel反贫困行动实验室2003年创建于麻省理工学院，在全球拥有特聘教授和专业人员网络。2013年，卢旺达总统希望我们提供整个非洲大陆各类社会发展项目的评估结果，以便为其国内决策提供参考。我们首先想到了在肯尼亚做过的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名为“小心干爹”（Sugar Daddies Risk Awareness），它显著减少了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少女与“老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在给八年级女生和男生放映了十分钟的视频，并展示了年长男性艾滋病发病率较高的统计数据之后，这些学生的行为明显发生了改变：在随后12个月里，与“老男人”发生性关系以致怀孕的少女数量下降了60%以上。1卢旺达政府也想知道该项目在卢旺达是否能奏效。


  这项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哪些女孩参与这个风险告知项目，哪些女孩只是继续接受标准课程教育，是随机的。由此，我们的政府合作伙伴就能够相信，危险行为减少了，应归功于这个项目。但是，如果他们在别的环境中复制这种方法，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吗？


  决策者不断面对这种普适化的难题：特定项目的效果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情境。对于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者之间长期存在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常常被那些令人费解的无益的问题困住，例如，决策者是该依赖来自当地的不太准确的证据，还是该依赖来自其他地方的更精确的证据呢？在推广某个方案之前，是否永远需要在当地先进行一次新的试验呢？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精准严格的影响力评估并非旨在替代当地数据，而是提高其利用价值。当地机构拥有的具体知识与关于普遍行为的全球性知识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对于贫穷行动实验室的哲学原理和实践至关重要。


  四种具有误导性的思路


  为了阐明我们的工作理念，有必要先审视一下有关基于证据决策（evidence-basedpolicy making）的四个常见的但具有误导性的思路。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一项研究只能为当地提供政策依据吗


  考什克·巴苏认为，一项在肯尼亚做的影响力评估绝对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在卢旺达应该怎么做的有用信息，因为我们不能确信评估结果是否适用于卢旺达。2诚然，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人类的行为，但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描述出能够成为指南的一般规律。比如，一般来说，价格上涨需求就会下降。对决策参考来说，描述出在各种条件和时间段中发现的普遍行为规律特别重要。最好的影响力评估就是为了检验这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适性命题。


  2.我们是否应该只使用从特定地点获得的证据


  为了确保方案或政策在当地有效，一些研究者，如兰特·普利切特和贾斯汀·桑德福认为，即使质量不太好，决策者也应该主要依靠本地提供的所有证据。3高质量的本地数据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因为来自其他国家、地区或城镇的证据可能在普适性上存在风险，就建议决策者们忽略这类证据，那就会浪费宝贵的资源。挑战在于，如何将本地信息与全球性的证据匹配在一起，并利用每个证据来帮助我们理解、诠释和补充其他证据。


  3.在规模化推广之前，是否一定要在推广地进行新的随机化评估研究


  针对推广地的适用性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利用全球证据库作为政策理念的来源，但在规模化推广之前，始终要在当地对该项政策进行一次随机化的评估研究检验。鉴于反贫困行动实验室非常关注这种方法，我们的合作伙伴通常认为，我们一定会建议在当地重新做一次随机化评估研究——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在资源和评估专业技术非常有限的前提下，我们无法严格地检验全球每个国家的每项政策。我们需要确定优先事宜。例如，对于有条件现金援助（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带来的影响，我们在九个中低等收入国家中进行了十次随机化评估研究，并对此进行了三十多项分析。尽管对这些方案的最优设计还有待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但是，在许多其他扶贫政策尚未经过严格检验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对有条件现金援助的每个新方案都做随机化影响力评估上，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4.在规模化推广之前，对同一个方案或政策是否需要进行特定次数的重复检验


  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一项研究需要在不同情境中重复多少次，才能让决策者信赖在其他情境下研究得出的证据。我们认为这种考虑证据的方式是错误的。在某些案例中，同样的方案会在多个地点进行检验。例如，为帮助七个国家的赤贫者，我们对某个分级强化项目进行了相互一致的七次随机化对照试验，结果表明，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在决策时应高度重视这类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只采用已重复多次的研究结果，我们就丢弃了大量潜在的相关信息。


  机制是核心


  在决定是否在卢旺达引入特定的艾滋病预防倡导方案时，以上四个误导性思路都有可能成为通往正确方向的阻碍。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通过评估可以获得的关键洞察力：评估可能会揭示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即人们为何以如此方式做出反应。4聚焦于机制，然后判断某种机制是否适用于新的环境，对决策来说具有许多实用价值。


  首先，这种聚焦会促使人们留意更多相关证据。在考虑是否实施一个具体的政策或方案之时，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有关该方案的现成证据。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行为角度提问，就有了一个深厚的证据基础。例如，设想某个公共卫生机构希望鼓励医疗服务人员推广流感疫苗的接种，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告知这些服务人员，由他们负责的患者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与其他同行负责的患者的接种率相比较的结果。根据一篇文献综述几乎不可能对这一具体做法进行准确评估。然而，如果提出概括性的问题，即人们在了解了其他伙伴的行为之后，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敢言之凿凿。


  其次，基本的人类行为比特定项目更具有普适性。例如，拉切尔·格兰斯特协助评估了非营利机构“寺庙义工”（Seva Mandir）在印度农村执行的某个项目。该项目定期举办流动的疫苗接种的现场活动，在随机选择的现场活动中，每当儿童接受免疫接种之时，其父母就能获得一公斤小扁豆，在最终完成免疫接种计划后，其家长会获得成套的金属盘子。结果，在采取激励措施的活动的周边社区，孩子的全面免疫接种率飙升至36%，而对照社区则仅为6%。5评估发现，问题并不在于家长对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即使没有激励，78%的儿童至少都会接种一次疫苗。但激励措施有助于父母定期带孩子前来接种，直到完成整个免疫接种计划。


  用小扁豆来鼓励接种疫苗的方案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情境：在世界其他地区，小扁豆可能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然而，人们无法坚持有益未来身体健康的行为则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想想所有那些半途而废的节食计划和未使用的健身卡就知道了。我们也会发现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人们是否采纳预防性健康措施会受到价格的影响。一项在五个国家、对六种预防性保健产品进行了六次以上随机评估的结果显示，小幅降价可以大大增加人们对预防性保健产品的需求。6上述免疫接种项目的激励措施可以延伸这个发现，因为流动免疫接种能够降低儿童就诊的总体成本，包括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可能有违直觉，更多基于理论或“学术性的”影响力评估对于政策目的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它们旨在提供一般性的经验教训。某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应该对那些仅仅适用于特定组织的问题做出更多的评估。例如，帮助“寺庙义工”了解小扁豆还是小麦面粉会对当地家长有更好的激励作用。7但是，回答更理论化的问题，例如，预防性健康措施的采纳程度是否具备高度的价格敏感性，可以指导世界各地许多其他组织的实践活动。


  最后，聚焦于各种机制可以让我们识别出具体的当地证据，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它在新的情境中是否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常识表明，如果新的情境类似于最初考察该项目时的情境，我们更有可能在新情境下发现类似的结果。但是，“类似”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地理位置相近、收入水平相同、人口密度相同或者识字水平相同吗？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它取决于我们关注的行为，也取决于理论。


  那么，“理论”又是什么意思呢？理论能够简化世界，帮助我们做出关于行为的预测和检验，并预测和检验哪些政策可能有效，以及它们可能在哪些地区有效。有很多方法可以对世界进行简化和概括。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各种简化的要素中找到优先事项。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小扁豆的重要性来自它们在当地深受青睐。行为经济学理论也表明，相对于急症护理的价格，人们对预防性健康措施的价格更为敏感。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归纳促使人们采取预防性保健措施的激励性经验，在新的情境下，人们更加注重急症护理而不是预防性健康措施，对此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


  免疫项目的相关性理论也表明，只有当父母能够可靠地获取疫苗并且不强烈反对疫苗接种时，激励措施才会产生效果。因此，“类似”的情境可能意味着大量儿童至少接种过一次疫苗（这表明民众可以获得接种，且对疫苗接种没有强烈的反感），但他们的父母未能坚持完成全部接种计划。


  普适化框架


  在反贫困行动实验室，我们采用普适化框架（The Generalizability Framework）来整合不同类型的证据，包括越来越多的社会项目随机评估的结果，以帮助各方基于证据进行决策。我们建议使用四步骤的普适化框架，力求在每个步骤中回答一个关键问题：


  步骤1：这个项目背后的分解理论是什么？


  步骤2：当地情况是否适合运用该理论？


  步骤3：形成所需要的一般性行为变化的证据有多么可靠？


  步骤4：如何证明整个干预过程能够很好地予以实施？


  要了解这个框架的工作原理，我们不妨来观察现实世界政策困境的几个例子。在应用这种普适化框架时，我们的首个案例研究涉及儿童免疫接种，这是已知的最为经济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提高免疫接种率可以挽救150万人的生命。我们上述在印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向家长提供小额激励措施，并在同时利用就近的流动诊所提供可靠的服务，就能够让全面免疫接种率增加为原来的6倍，从6%提高到36%。8塞拉利昂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位居全球前列，该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吗？印度的哈里亚纳邦或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呢？


  如果我们将评估视为一种测试“黑匣子”的方案——假定我们不能理解现有的机制——我们就会询问，目前已经进行了多少次影响力评估，以考察免疫接种激励措施和免疫接种率之间的关联度。由于仅有一次精确的影响力评估来估测这种关联度，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为，支持这个方案的证据相当薄弱。然而，对于该方案背后的不同理论因素的证据评估表明，这种关联度背后的证据可能比乍看起来要多得多。


  步骤1：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对印度疫苗接种项目的原始研究背后的原理是，父母希望让孩子接种疫苗，或至少没有强烈地反对接种疫苗。他们坚持完成该计划的意愿会受到小小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带孩子就诊的时间和交通等小额成本可能阻碍家长们坚持采取预防性健康行为。这种证据带来的信息比黑匣子方法的知识要走得远得多（见图1）。


  步骤2：反贫困行动实验室正在与塞拉利昂、巴基斯坦卡拉奇市和印度哈里亚纳邦等政府合作，以确定当地是否满足该方案所需的条件。要确定某些基本条件（如诊所是否定期开放，疫苗供应是否可靠），就必须了解当地机构。公开的数据也很有用。特别是，如果大多数儿童会接受至少一次免疫接种，但是随着接种计划的推进，接种率逐渐下降，就表明与印度原始研究中观察到的问题类似。塞拉利昂、卡拉奇市和哈里亚纳邦都符合这种模式。


  步骤3：接下来涉及行为条件的证据。大量证据表明，全球民众对高效预防性健康措施的投入不足，然而却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急症护理。9还有很多证据表明，预防性医疗保健价格的小幅变化可以大大提高（预防性健康措施的）采纳率。10此外，小额激励措施对健康行为具有惊人的巨大影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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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普适化框架

    

  


  步骤4：在最后一步，我们重点关注在当地实施的细节。我们找出解决方案，以便确保激励措施通过诊所和卫生工作者提供给让子女进行免疫接种的家长。而采取什么激励措施、如何提供、如何进行监督，可能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在卡拉奇市和哈里亚拉邦，由于可以直接向家长提供安全的电子付款，大大减少了妨碍推广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物流问题。在塞拉利昂，贫困农村地区的移动支付渗透率低，这种做法不太可行。然而，由于塞拉利昂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众多机构都渴望向孕妇和哺乳期母亲提供强化食品。而当地的试验表明，这些强化食品备受青睐。因此，在塞拉利昂，接下来需要考察是否能够有效地将食物分发给带孩子接受免疫接种的父母，是否能将食物送到预期受益者手中，分发食物是否阻碍了免疫诊所的顺利运行。


  如果分发食品以鼓励免疫接种的做法在塞拉利昂显得过于困难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研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我们能发现的只是这个方案在当地未能成功执行，而不是民众对激励措施的潜在行为反应模式存在差异。


  从肯尼亚到卢旺达


  我们有时候并不执行普适化框架的每个步骤。让我们通过第二个案例研究来说明这一点。重新回到卢旺达政府关于预防少女怀孕的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在卢旺达向青春期的女孩们讲解男性年龄与艾滋病之间的关联度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仅仅采用了前两个步骤。


  步骤1：首先，我们考量了肯尼亚艾滋病病毒信息项目背后的理论（见图2）。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会权衡性关系本身以及与不同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利益和成本。女孩们能够通过与“老男人”发生性关系获得各种利益。特别是，如果她们怀孕，年长男性能够给予更好的经济照顾。但与年长男性的性关系也有风险：年长男性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女孩们不知道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更有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那么，这种关系就显得更有吸引力。知道相对风险会改变她们的风险——利益计算，减少青春期女孩与“老男人”之间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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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艾滋病风险意识方案的普适性框架

    

  


  理论的第一步就是对当地情境的假设，这些假设必须有效，然后我们才能指望该方案能产生效果。除非青少年女孩与年长男性之间的性关系非常普遍，年长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高于年轻男性，而且女孩们不知道年长男性的感染率高于年轻男性，否则，向女孩们讲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与年龄相关并不能减少与“老男人”发生性关系致怀孕的少女数量。


  步骤2：接下来是评估这些条件是否适用于卢旺达。利用公开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卢旺达，年长男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也高于年轻男性，许多少女往往与比她们大五岁以上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但两个国家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别。在卢旺达，25～29岁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为1.7%，而在进行初始评估的肯尼亚地区，其感染率则为28%。我们没有找到关于卢旺达公众对艾滋病风险意识的公开数据。在肯尼亚，女孩们参与该方案之前，她们并不知道艾滋病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可能是该方案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了解卢旺达公众的艾滋病风险意识和实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差距。


  在开普敦大学，由埃米丽·库皮托（Emily Cupito）领导的反贫困行动实验室非洲小组与卢旺达生物医学中心进行合作，以收集有关青少年男女对艾滋病风险意识的当地客观资料。这些数据显示，在卢旺达，大多数十几岁的女孩已经知道相对风险：她们正确地断定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更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总体来说，卢旺达的女孩们非常了解不同年龄段男性的相对风险，尽管她们大大高估了年轻和年长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例如，42%的学生估计二十多岁的男性中有20%以上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只有1.7%的受访学生正确地断定二十多岁男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低于2%。


  请注意，在最终确定该方案是否在卢旺达有效之时，其数据并不是来自影响力评估或随机对照试验。它们是快速（两周时间）收集上来的简单描述性或观察性数据，以便评估其条件是否能让方案生效。


  将这些当地信息回置到我们的普适化框架之后产生了严重的隐患。如果信息宣传活动明显降低了青春期女孩对于与无保护性行为相关的艾滋病风险意识，却没有改变她们对年龄相关风险的意识，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女孩与年轻或年长男性发生无保护措施性行为的增加。


  因此，反贫困行动实验室不建议在卢旺达尝试“小心干爹”运动，转而建议探索其他减少少女怀孕的机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计划究竟如何，以及为何在肯尼亚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我们也不能排除肯尼亚方案在卢旺达奏效的可能性。但是，显而易见，之所以卢旺达不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理论上所要求的一些当地条件可能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步骤2后中止了，并提出了替代方法。


  从印度到芝加哥


  根据现行机制，在某种情境中学到的经验能够并且确实成功地运用到了其他情境当中。我们最后再举个例子来阐释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芝加哥教育实验室的同事们与芝加哥公立学校合作，以帮助那些学业不佳的高中男生取得进步。他们与适配教育（Match Education）进行合作，利用随机评估测试了个性化的二对一辅导方案，该方案因大幅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而获得了全美的关注。12


  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选择在芝加哥尝试个性化学习方案呢？研究小组不仅利用了得克萨斯州密集化辅导的准实验评估成果，13还参考了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随机评估结果。没有人会认为后者的环境类似于芝加哥，但是，审视那些帮助落后学生提高学业的根本机制，我们就会在极其不同的环境中找到非常吻合的证据。


  在肯尼亚，早期的随机评估发现，为学生提供新教材无助于改善孩子的学习状况，除非这些孩子已经是班级中的尖子生。14这表明，部分问题在于，课程和教科书是根据班级中的部分而非所有学生的学习水平而设计的。后续评估考察测试了先根据初步学习水平对学生进行分组，然后由教师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的做法，结果发现各个小组中的学生成绩都提高了。15


  与此同时，在印度，致力于改善教育状况的非政府组织布拉罕协会（Pratham）也正在应对同样的挑战，招募当地志愿者教导年幼孩子学会基本的识字和算术能力。虽然背景和方法不同，但是该方案也采取了类似的根本机制：通过提供适当水平的重点教学，正规学习课程明显落后的孩子能够相对迅速地迎头赶上。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同事与布拉罕协会合作，在不同的环境中——农村和城市，通过不同的人——志愿者或正式教师，在不同时期——教学、上学期间或暑假期间，反复检验辅导方案，效果一直很好。16


  同事们在设计芝加哥学习方案时审查了所有相关证据，他们发现了与普适化框架相关的不同地区条件的类似之处。在芝加哥——与印度和肯尼亚一样——部分学生在课程上落后了好几年，但是现行教育体制鼓励教师们讲授与学生年级相应的学习资料，而不是针对学生实际学习水平进行补课。方案的实施也有相似之处：辅导者可以接受培训，以教授相应水平的学生，而不用担心无法管理需求各不相同的整个班级。匹配教育的方法是引进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让他们愿意将此当作公共服务而以微薄的薪金工作一年，否则的话，这种做法（小组教学）会因成本过高而不太可行。与印度相同的是，由于教师不再需要经过专门培训以管理复杂的课堂，单单注重年级教学目标也失去了意义，因此，他们能够运行小组方案，并更容易控制成本。


  这个例子表明，有效阅读文献需要寻找看似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各种有效方案背后的共同机制的学术回顾对决策者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能使他们深入了解从看似不同的情境中概括出来的基本行为。这迥然不同于某些政策圈子推崇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的新潮流。在传统上，荟萃分析往往用于医学，仅对不同研究所发现的结果进行平均化处理。虽然这类荟萃分析能够对一种特定类型的研究提供综述，但它无益于我们芝加哥的同事：将教材评估结果与其他投入（如椅子和书桌）的研究结果进行简单的平均化处理，而补习则被纳入另一组研究之中。荟萃分析不可能从这两种研究中挖掘出理论联系，因为这两种研究虽然理论出发点相同，却在考察不同的干预措施。


  理解不同的情境


  关注当地情境的人与做影响力评估的人经常被视为水火不容，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进行影响力评估，并帮助政府将其经验教训融入政策的过程中，也对深入理解当地的情况满怀热情。普适化难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必须将任何实际的政策问题拆分成多个方面：利用当地的制度知识和客观数据来解答问题的某些方面，并同时利用其他情境下的影响力评估证据来解答另外一些方面。


  本文阐释的普适化框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方法来综合各类证据，以便评估特定政策是否可能在某种新情境下生效。如果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继续将影响力评估结果视为一个黑匣子，也不聚焦于机制，那么基于证据决策的运动就将远远无法发挥其改善人类生活的潜力。


  注释


  1 Pascaline Dupas, “Do Teenagers Respond to HIV Risk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3, no.1, 2011, pp. 1-34.


  2 Kaushik Basu argues that, because tomorrow is a new context, we cannot assume that a program that worked in Kenya yesterday will be effective in Kenya tomorrow. See his article “The method of randomization and the role of reasoned intui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 6722, World Bank Group.


  3 See Lant Pritchett and Justin Sandefur, “Context Matters for Size: Why External Validity Claims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Do Not Mix,”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 2, 2013, pp.161-197.


  4 For a discussion of how experiments can be designed to test mechanisms, see Ludwig, Jens, Jeffrey R. Kling,and Sendhil Mullainathan, “Mechanism Experiments and Policy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5, no. 3, 2011, pp. 17-38.


  5 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Dhruva Kothari, “Improving Immunisation Coverage in Rural India: Clustered Randomised Controlled Evaluation of Immunisation Campaigns with and without Incentives,” BMJ, 340:c2220, 2010, pp. 1-9.


  6 Pascaline Dupas and Edward Miguel, “Impacts and Determinants of Health Level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w22235, 2016.


  7 See Neil Buddy Shah, Paul Wang, Andrew Fraker, and Daniel Gastfriend, “Evaluations with impact:Decision-focused impact evaluation as a practical policymaking tool,” 25, 3ie Working Paper, 2015.


  8 For more details, see Dina Grossman, “Incentives for Immunization,” J-PAL Policy Briefcase, November 2011.


  9 See Michael Kremer and Rachel Glennerster, “Chapter Four: Improving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Evaluations,”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edited by Mark V. Pauly,Thomas G. Mcguire, and Pedro P. Barros, vol. 2, 2011, pp. 201–315. Also see Pascaline Dupas, “Health Behavi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3, 2011, pp. 425-449.


  10 Jessica Cohen and Pascaline Dupas, “Free Distribution or Cost-Shar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Malaria Prevention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5, no. 1, 2010, pp. 1–45.


  11 Rebecca L. Thornton, “The Demand for, and Impact of, Learning HIV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5, 2008, pp. 1829–1863.


  12 Philip J. Cook, Kenneth Dodge, George Farkas, Roland G. Fryer Jr., Jonathan Guryan, Jens Ludwig, Susan Mayer, Harold Pollack, and Laurence Steinberg, “Not Too Late: Improving Academic Outcomes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WP-15-01, 2015.


  13 Roland G. Fryer, “Injecting Charter School Best Practices into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s: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9, no. 3, 2014, pp. 1355–1407.


  14 Paul Glewwe, Michael Kremer, and Sylvie Moulin, “Many Children Left behind? 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1, no. 1, 2009, pp. 112–135.


  15 Esther Duflo, Pascaline Dupas, and Michael Kremer, “Peer Effects, Teacher Incentives, and the Impact of Track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no. 5,2011, pp. 1739-1774.


  16 Abhijit Banerjee, Rukmini Banerji, James Berry, Esther Duflo, Harini Kannan, Shobhini Mukherji, Marc Shotland, and Michael Walton, “Mainstreaming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Evaluations of ‘Teaching at the Right Level’ in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w22746, 2016.

  


  玛丽·安·贝慈（Mary Ann Bates）


  反贫困行动实验室副主任


  拉切尔·格兰斯特（Rachel Glennerster）


  反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董事


  关于评估的无谓之争


  作者：安妮·杜弗洛

  海蒂·麦克安娜利-林兹

  译者：聂传焱


  
    为全球的贫困人口寻找出路不需要在理论和决策之间做出取舍，好的评估能够两者兼顾。

  


  我们所在的机构——扶贫行动创新研究会（IPA）创办于2002年。这是一家主要从事研究和政策倡导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探索和推广消除全球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与400多名学者共同合作，对包括加纳、菲律宾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的扶贫方案进行了650多次严格评估。


  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和实践者们紧密合作，以识别、设计和严格评估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都有理论和实地经验作为依据。我们的评估工作既为短期、实践性的政策制定提供服务，也为更长远的认知和决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最近评估专家们关于评估究竟应基于决策还是基于理论的争论深感困惑。


  这场争论中，一方认为，严谨的评估应更侧重于帮助决策者及时做出判断，例如如何以最佳方式开展现金援助。而另一方则认为，应该基于理论来设计评估，以帮助我们了解诸如现金援助的运作机制和生效原因，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在其他情境下同样生效。我们认为，争论的双方提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错误论点。


  这种区分方式意味着基于理论的评估并不为决策制定服务，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知道，好的评估应该而且经常能够同时为这两者提供信息支持。如果评估者只对推进理论研究感兴趣，那么对其合作伙伴来说有损无益；如果仅致力于通过评估来完善相关的特定项目，则意味着错失了可以帮助数以百计也在努力解决同样问题的其他项目和机构的机会。


  某些类型的决策并不需要通过基于理论的评估来得出答案，特别是那些时间紧迫的实务性决策。但是，能够同时兼顾理论和决策需求的评估总是更有力量。


  以我们2010—2014年在赞比亚针对社区卫生工作者的研究为例，该研究是在纳瓦·阿西拉夫（Nava Ashraf）、奥利娅娜·班迪耶拉（Oriana Bandiera）和斯科特·李（Scott Lee）的领导下开展的。这项评估比较了招聘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两种不同策略：强调职业发展机会，或是强调对社区的贡献。我们发现，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信息吸引了更合格、更优秀的工作者。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决策服务的：卫生部利用研究结果来决定如何招募更能干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但这也是一项基于理论的评估：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工作者的动机及相关的运行机制，即在卫生服务的最终效果上，哪种招聘策略更好。


  并不是每一项评估都能满足眼前决策的需要。但是，如果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穷人改善生活，那么决策者就不仅需要对已有的项目和政策做出判断，还要能够决定长期该怎么做。他们要知道必须采纳哪些新的或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哪些政策在其他地方也有效、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以及某类干预措施如何在其他情境中发挥作用。


  评估的三层推进模式


  我们所制定的扶贫行动创新研究会战略既能帮助解答这些问题，亦可引导实践者做出相关决策。但是，我们不会将评估分类为基于理论或是基于决策，而是更倾向于将我们的做法视作一个三层推进模式，以此反映在一个项目完整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哪些类型的决策。


  1.概念验证


  我们开展的大部分评估项目属于我们所说的“概念验证”研究，也是首次对一个想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这可能意味着测试某个全新的设想（例如一个创新的存款产品），首次评估一项业已完善的干预措施（如小额信贷），或比较一个项目的不同实现方式（如价格补贴或招聘策略）。


  我们在设计这些研究时通常会与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合作，并帮助合作伙伴就正在开展或可能开展的计划或政策做出决定。例如，赞比亚的社区卫生工作者研究项目帮助政府部门更高效地招募了50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


  这其中有一部分研究起初并没有与执行伙伴共同开展，因此可能被当作是仅基于理论的研究，但这些概念后来还是被执行机构所采纳。例如，在2009到2012年，经济学家欧内斯特·阿利提（Ernest Aryeetey）、伊萨克·奥赛-阿克托（Isaac Oseiakoto）、迪安·卡兰（Dean Karlan）和克里斯·伍德瑞（Chris Udry）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关注如何鼓励加纳农民投入更多资金来购买更好的种子和工具。这项研究比较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直接向农民提供现金，第二种则通过补贴降雨指数保险来帮助农民们管理农业风险。我们发现，限制他们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农业风险，而不是缺乏资本。虽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担任了保险代理人的角色，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服加纳保险业引进了补贴降雨指数保险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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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概念验证阶段，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来帮助机构对项目做出决策。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现有机制的有效性及相关的人类行为学加深了认知，以此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而这反过来能为未来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2.概念引入


  这个阶段包括测试一个项目的特定组成部分的关联性，例如某项机制在哪里实施、由谁操作执行、不同的运行模式是什么、项目的哪些部分最具成本效益等。当我们将概念引入不同的情境，就能加深对现有机制的理解，也因此能够拓展其普适性。


  概念在各地的实地复制在这一阶段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复制包括不同的形式，从简单的“拷贝不走样”到在多种不同情境下进行全面调整的试验。前者能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提炼现有机制，后者的例子包括我们在2015年针对六个国家进行的“赤贫人口脱贫模式”（the ultra-poor graduation model）研究。这个大型项目表明，针对贫困引发的众多难题的“大推动”（big push）计划，同时提高了赤贫人口的生计、收入和健康状况。在进行此类实地复制时，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执行机构（如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或更大规模执行（例如，当项目从数个社区或地区推广到全国），来考察某一做法在不同地区或国家（如脱贫模式）是否有效。


  在这个阶段，理论与实地复制相结合能让我们理解某一做法在离开初始评估情境后为何有效或失效，以及如何将某一概念从一个情境引入到另一个情境。如果这些引入显示某一特定理论适用于各种情境，那么，以此为依据的政策就会具备很大的影响力。例如，赤贫人口脱贫模式的成功复制推动了政府和发展机构将该模式推广到数百万人当中。


  3.倡导、制度化和规模化


  在这一阶段，我们会协助将成功的机制嵌入现有系统当中（例如，将上述赤贫人口脱贫模式纳入政府的社保计划中），呼吁捐助者或政府大规模资助特定机制（例如，资助以学校为基地的驱虫计划），并引导实施者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执行项目（例如，执行驱虫计划时，免费提供蚊帐而不是收费）。


  尽管为简化起见，我们将这称为第三阶段，但我们知道，只有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就不遗余力地吸引合适的决策者来关注、理解相关问题，并定期告知他们最新动态，才有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推广成功的想法，更在于培养基于证据决策的文化。我们可以通过支持政府将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度化，来大范围地拓展证据使用的领域。举例来说，我们和姐妹组织——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反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一起与秘鲁教育部合作，协助在该部门内成立一个专门的实验室（MineduLAB），用于考察创新教育解决方案，并将有效方案运用到政策当中。


  增加基于证据的决策


  我们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的工作远远多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然而为了更好地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过程，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实地复制、更多的政策倡导和制度化。我们之前较少关注这些重要事项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个新领域，确实缺乏证据；其次，资助周期的压力和学术领域的现实使得概念验证更容易引发兴趣，因为这样可以缩短时间表，测试新的创新成果。但是，如果评估过程中的各个合作方都能采取几个关键步骤，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些限制，推动评估革命突破概念验证的阶段。


  捐助者应将评估视为前瞻性研发工具，而不是问责工具。只有优先为这类调查提供资金，研发活动才能成为知识获取的源泉。为此，有些项目仅仅需要良好的监测数据支持，有些还需要采用证据，另一些则能够从可靠的评估中受益。捐助者不应该鼓励过度评估——对，你没听错。过度评估有可能导致劣质评估，造成资源浪费，围绕各种解决方案的争论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捐助者也应该容忍失败，鼓励机构不要掩盖失败，而是公开透明地揭示他们将如何做出调整。


  出资者应致力于项目的实地复制，测试一个项目的多种不同执行形式，以确定其为何有效，并区分哪些内容最具成本效益。这么做的成本要高于为决定“做项目还是不做项目”所进行的普通随机评估的成本，但它也可以产生更明确的政策收益，并借此帮助在不同情境下工作的机构决定是否引入、如何引入来自其他地方的有效方案。


  最后，捐助者还应考虑资助评估的第三阶段：倡导使用证据并支持其制度化。虽然与资助某项具体研究或干预措施相比，它似乎显得有点空泛，但这是将证据用于决策的关键环节。


  学者和评估机构也应该把决策者视为评估项目的客户。虽然研究者的本职工作是为知识体系增加内容，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做出更好和更具影响力的评估。我们有个内部项目叫作“影响力：做好每一个项目”（Impact: One Project at a Time），旨在鼓励员工与评估合作伙伴及其他有可能对研究感兴趣的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有助于提高研究质量，并最终能帮助研究人员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对实践者而言，如果没有评估的必要，不应该仅为了取悦捐赠者或利益相关者而推销影响力评估。实践者应该努力应用相关数据来引导决策，使用已有的严密证据来设计项目或者进行必要的修改，并使用简单的监测数据来跟踪项目是否按照计划执行。如果评估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实践者愿意放弃先前的假设，并愿意根据评估的结果改变当前做法，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评估。


  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而言，无论是尝试新想法还是将现有想法运用到其他情境之中，严谨的影响力评估应始终有助于决策的制定。评估同时也应有助于充实证据体系，并帮助我们最终实现项目的普适化。这两个目标之间并没有矛盾之处，在IPA，我们力求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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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基金会正在将阿拉斯加土著人(Alaska Native)的传统治疗手法引入到医疗服务中，不仅使阿拉斯加土著人的福祉得到极大改善，还减少了医疗开支。它能为美国的医保改革提供一种模式吗？

  


  2016年6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医护人员乘坐大巴来到位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近郊的楚加奇山脚下。这里是阿拉斯加土著部落的医疗组织——中南基金会（Southcentral Foundation）的医院园区。这些从新加坡、南非和澳大利亚远道而来的访客，希望了解一种革命性的医疗改革模式。他们陆续下了车，手里握着智能手机，刚好撞见一头黑熊带着两个熊崽从营地周围的云杉林里走出来。这个黑熊家庭立刻就成了网红。


  在初级医疗诊所里，还有更多惊喜等待着他们。公共区域装点着各种描绘阿拉斯加土著人风俗的艺术作品。休息大厅里，一个巨大的因纽特人（Inupiat，阿拉斯加土著人的一支）灵魂面具木雕覆盖了整个墙面，像太阳一样醒目。诊所各处的陈列柜里展示着阿拉斯加州各地的艺术家所制作的海象牙雕刻、编织篮和串珠制品。中南基金会表示，这些展品的工艺和美感无一不显示着土著人的骄傲、尊严和自信——这些品质都有助于增进健康。


  中南基金会是一个由土著部落自己所有并运营的医疗组织，专为阿拉斯加土著人和美国的印第安人服务。这些人分散居住在美国面积最大的阿拉斯加州，过去一直未能享受充分的医疗服务。阿拉斯加州的面积相当于除夏威夷之外的美国其他48个州面积总和的四分之一，有200多个被视为独立部落的土著人村落。许多村落不通公路，仅能乘坐飞机或船只到达。即使在今天，阿拉斯加土著人有时还需要跋涉1000多英里（1609千米以上）去看病。


  
    [image: ]

    中南基金会安克雷奇土著人初级医疗中心的休息大厅的墙上，高悬因纽特人灵魂面具木雕。木雕下，阿拉斯加土著艺术家们正向前来看诊的人售卖自己制作的商品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中南基金会还是完成了他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用有限的开支极大改善了土著人的健康状况。基金会通过一个名叫“努卡医疗体系”（Nuka System of Care）的综合医疗体系，来缩小阿拉斯加土著人社区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医疗服务差距。该体系结合了西医与土著人的传统医学，后者更强调思想、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它在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也关注药物滥用、抑郁、家庭暴力，以及文化和社会归属感。


  在医保开支不断增加、改革呼声高涨的今天，中南基金会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建立一个强调身心健康而非疾病治疗，注重社区关系而非盈利的体系。各类组织都从中南基金会身上发现，对健康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建立一种降低成本的同时改善结果的模式。中南基金会的故事也体现了为医疗水平低下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所要面对的独特挑战和可能性：这些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其历史原因，但整体意义上的健康（wellness）则跟社会公正息息相关。


  祖先留下的创伤


  对中南基金会服务的社区来说，健康需要一个整体方案。这些社区面临的健康问题与其在历史上的残酷遭遇有关。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传染病在原住民社区中肆虐，他们失去了土地、语言、传统治疗方式和维生手段。这些苦难又带来了更多疾病。中南基金会的医生阿莉森·凯丽赫（Allison Kelliher）说：“创伤留在了他们的身体中。”她将常规医疗和传统疗法结合起来服务病人。


  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了社会创伤和疾病之间存在着联系。凯萨医疗机构（Kaiser Permanente）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199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经常被引用。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时期遭受的虐待和忽视与人的身心疾病有重要联系，并且会传给后代。表观遗传学认为，祖先的创伤经历写入了我们的基因编码中，可能导致抑郁症、糖尿病、心脏疾病和其他疾病。美国儿科协会2014年的一个报告显示，基因表现“受人生经历的影响极大”，这个现象被称为“创伤的生理机制”。华盛顿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教授邦尼·杜兰（Bonnie Duran）说：“在表观遗传学看来，今天存在的许多健康差异都可以归为‘殖民健康缺陷’，而这种缺陷恰恰是殖民化及后殖民时期所带来的结果。”


  美国原住民（Native America，包括阿拉斯加土著人和印第安人）的整体健康数据不容乐观。根据印第安人健康服务中心的统计，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死于酗酒的人数是其他美国人的六倍以上，而死于糖尿病的可能性比其他美国人高出三倍。新生儿死亡率超过除非洲裔美国人以外所有其他种族。一些在其他地方已经根除的传染病，如结核病，仍然对原住民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南达科他州的松脊印地安人保留区（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男性预期寿命为48岁，女性为52岁，这是西半球除海地以外的最低水平。


  阿拉斯加土著人面临的境遇同样严峻。根据阿拉斯加原住民流行病学中心的数据，2012年至2015年，阿拉斯加土著人死亡率比美国白人高58%；在造成死亡的十类主要原因中，土著人在其中九类中的发病概率都比其他族群高，特别是酗酒、自杀、意外伤害和慢行肝脏疾病。阿拉斯加土著人的自杀率是美国白人的三倍，而15到24岁的原住民青少年自杀率差不多是同龄白人的九倍。


  虽然这些数据不容乐观，但是中南基金会在过去三十载的努力已经让情况有了极大改观。从2000年到2015年，阿拉斯加土著人住院和急诊次数减少了36%。其中，当前的急诊次数在全美国标准基线中列属于最低的10%。自中南基金会1984年成立以来，因为癌症、心脏疾病和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数量分别下降了26%、47%和59%，新生儿死亡率也下降了58%，超过80%的新生儿接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的核心疫苗组合，接受糖尿病筛查、有效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在全国标准基线中列属最前列的10%。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实现的。


  中南基金会的成功也为它带来了很多荣誉。2011年，它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部落组织机构，这是美国总统对表现卓越的组织的最高嘉奖。中南基金会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凯瑟琳·佳特利（Katherine Gottlieb）也因为在医疗改革中做出的贡献，成为第一个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Grant）的阿拉斯加人。


  如今，中南基金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都在学习的医疗改革模范。俄勒冈医保（Care Oregon），一个波特兰的医疗保障计划，在引进了“努卡医疗体系”之后，不仅改善了病人的健康，还节约了28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切罗基族（The Cherokee Nation）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开始效仿。哈佛医学院初级医疗中心也宣布，将计划根据中南基金会的医疗模式来改革其医疗体系，并将医生派往安克雷奇市接受现场培训。2011年，中南基金会组织了一个关于“努卡医疗体系”的年度会议，以满足各地学习该体系的需求。


  诞生于危机中


  33年前，中南基金会还仅仅是一个社区医疗项目。对一个从起步便开始见证的人来说，所有这些成功是难以置信的。中南基金会当时需要面对的，是数十年被忽略的社区和低效的联邦政府所留下的烂摊子。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在整个阿拉斯加州的领土上扩大管理领域之后，医疗保健服务才开始出现。当时建立了一些专门收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并且在农村建立了一个社区医疗体系，主要由一些简陋的诊所构成。公共卫生护士在各个诊所之间巡回，管理疫苗、治疗疾病，只有极少数的村庄有固定的医护人员。


  “二战”期间，由于资源被战争征用，多数医院被迫关闭。当时肺结核在阿拉斯加大爆发。这也是阿拉斯加历史上最近的一次传染病爆发，导致阿拉斯加土著人人口锐减。在20世纪上半叶，因肺结核死去的人数占到阿拉斯土著人死亡人口的三分之一，比普通人群高23倍。20世纪40年代，有四分之三的育空－库斯科奎姆河三角地区的原住民儿童感染了肺结核。而当时，全州仅有70张病床，远不足以为4000个已报告病例提供治疗。


  除了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之外，阿拉斯加土著人还面临着其他健康风险。当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联邦州时，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没有安全饮用水和消毒设施，有自来水和电力的家庭少之又少。由美国内政部委托的帕朗报告（Parran Report）中指出，阿拉斯加的新生儿死亡率为10%，人均寿命46岁。两个世纪以来的资源掠夺和经济排斥造成的贫困更加剧了这些问题。1960年，阿拉斯加土著人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白人的十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在贫困线以下挣扎——这一数值是阿拉斯加白人的三倍多。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新成立的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Alaska Federation of Natives，AFN）不得不用“危机”一词来形容土著人的境况。尽管联邦政府努力扩大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但是当地人的健康状况仍旧不容乐观。联邦政府针对阿拉斯加土著人推行了“向贫穷宣战”项目，提供政府修建的房屋、政府拨款购买的食品和教育支持，但是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事实上，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政府项目的推行，土著人的整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程度反而下降了。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坚称，（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土著社区内部（而非联邦政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著人社区向自决转变，而这起因于一个意想不到的资源。1968年，阿拉斯加北坡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石油，今天那里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油田。要把石油向南运输到瓦尔迪兹港口，则需要建立一条800英里（约1287千米）的输油管道，南北纵跨传统的土著人聚居区。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提起了土地所有权诉讼。联盟要求先确定土著人对那些土地的所有权。法院同意了。


  诉讼结果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著人土地权决议。1971年出台的《阿拉斯加土著人土地权属解决法》将约占阿拉斯加面积九分之一的4400万英亩（约17.8万平方千米）土地判给由阿拉斯加土著人新成立的公司。尽管这个法案有着明显的缺陷，但是它为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在内的社区发展提供了资源。四年后出台的《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辅助法》为社区创造了与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Indian Health Service）签订协议的机会：之前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的项目，现在由社区自行运营。


  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创办于1955年，其宗旨是解决印第安农村的健康问题，同时在有大量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地区修建医院。但这种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代价高昂：原住民通过条约和其他合同出让土地，来换取医疗服务。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仍旧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相比其他通过如Medicare、Medicaid（美国为65岁以上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两种联邦医疗保险）或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等获得的医保金额，联邦政府给原住民的公共健康医疗拨款少很多。就连联邦监狱的人均医疗拨款都是原住民的两倍。这一差别从美国本土印第安保留区医疗设施的简陋就可以明显看出。


  中南基金会的医务主任史蒂夫·蒂尔尼（Steve Tierney）医生说：“作为一个在东海岸长大的人，我被蒙大拿州布朗宁、南达科他州阿伯丁和西南一些地区的落后惊呆了，简直就像是在第三世界。我以为他们至少有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在某些地方，所谓的医疗中心不过就是两辆拖车拼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蒂尔尼来到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在安克雷奇市的医院工作。“那时候的医院太可怕了！”佳特利回忆道。她曾经在自己长大的部落做医护助理员，从那里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1987年，她加入了中南基金会，刚开始是接待员，第四年她就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佳特利下决心要改变安克雷奇市原住民医疗中心的简陋状况。“进入医院必须经过急诊室，来看病的人经常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心脏骤停、外伤患者和感冒的婴儿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婴儿啼哭声不绝于耳。”佳特利回忆道，“治疗简单粗暴，医护人员和员工们的态度也毫不温柔。他们按照我们的号码叫号，而不是叫我们的名字。我们从来都不会见到同一个医生，往往是急诊医生接待我们。墙面的油漆在剥落，地板有裂缝，破旧不堪，散发着异味。如果原住民能够把它接管过来，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让它改头换面。”


  获得所有权


  在土地所有权解决以后，土著人组织趁热打铁，接管了整个州的土著人医疗服务系统。从物理空间到医疗模式，他们逐渐改变了整个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协议框架下，中南基金会于1982年成立，是土著人公司的非营利分支机构。它与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签署了第一个协议，从1984年开始提供部分医疗服务（牙科、眼科、社区健康和外伤治疗）。


  当时，中南基金会的年度预算是300万美元，只有很少的几名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南基金会将项目范围扩大到了药物滥用治疗、健康筛查和家庭保健支持。1994年，它将原来医院的一个病区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家庭诊所。这是第一次，初级医疗服务不再由急诊室来提供。


  20世纪90年代末，中南基金会获得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所有权，此后它才开始真正地改头换面。1998年，中南基金会接手了已经扩张后的初级医疗体系，从第二年起，和阿拉斯加土著部落健康协会（Alaska Native Tribal Health Consortium）共同管理新的阿拉斯加土著人医疗中心。该中心由土著人和建筑师一起共同设计，于1997年开始运营，服务全州13.6万阿拉斯加土著人和印第安人。


  既然整个体系已经交由阿拉斯加土著人管理，是时候该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了。负责机构发展和创新的副主席米歇尔·蒂尔尼（Michelle Tierney）说：“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了提供医疗的方式。只改善局部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改变整个模式。”蒂尔尼回忆，这些改变首先从提出一系列问题开始：“如果你的病人是首席执行官、她的50个家庭成员和你的董事会成员，你会怎么做？如果我们治疗的是人，而不是疾病，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社区内部。佳特利说：“我们问他们需要什么。”基金会对社区成员和部落首领进行了大量访谈、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以此来了解旧体系的不足，并知晓居民们对改变有何想法。可以说，努卡医疗体系完全建立在社区反馈的基础上。


  结果就是这个令人称羡的医疗体系。综合医疗团队提供了先进的、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服务。每个团队包括一名初级保健医生、一名医务助理、一名负责协调的护士、一名行政助理和一名行为健康咨询师。他们都可以联系营养师、药剂师和专科医生。医生没有办公室，整个团队在便于沟通的开放空间中办公。团队效率取决于综合服务体系及医患之间的关系。医生薪酬不与门诊次数挂钩，而是与团队表现挂钩。病人“亦客亦主”，既以此来强调病人对自己的医疗负责，也强调他们可自行选择固定的医疗团队，保证治疗的持续性。


  患者可以确保当天预约，当天门诊。“亦客亦主”的患者给自己的医疗团队打电话或发邮件，便会得到及时的回复。团队成员经常通过电话处理常规保健事务，因此医生的时间和门诊可以留给更复杂的问题。门诊等待时间很少超过几分钟。在一次门诊中，他们不仅可以见医生、咨询营养师，还可以在之后参加一节育儿和保健课程。顾客满意度达到了96%。


  通过社区联系(connectedness)促进健康


  然而，解决土著人社区的健康问题不仅需要提高医疗质量和覆盖率，还需要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今天，美国85%以上的医疗支出与慢性疾病有关。中南基金会主管医疗服务的副主席道格·艾比（Doug Eby）说：“病人及其家庭掌握着控制慢性疾病的主动权，而现代医学忽视了这个事实。因为现代医学在一百多年前诞生时，是用来治疗传染性疾病或战争导致的伤残的。从始至今，现代医学在这些方面都很擅长，但在帮助人们获得健康生活上，它做得很糟。”


  中南基金会的模式让顾客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建议和支持下自行做出决定。艾比继续说：“这个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让他们在日复一日中做出更健康的选择，过上更健康的生活。”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在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之间建立起“可信赖、可问责的长期的私人关系”。他强调说：“在改变行为习惯方面，土著人的智慧是全世界最棒的。”


  土著人的智慧秉持着“生理健康是与社会、文化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医疗项目所传递的信息上，也影响了这些项目的性质。例如，对药物滥用和家庭暴力的治疗针对的是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个人；对癌症的治疗则鼓励传统食疗，并用传统的方式来收集和烹制食物——这就包含了精神和社会层面。


  中南基金会如今拥有2000名员工，年度运营预算超过3.2亿美元。其收入约有一半来自第三方（如私人保险、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其余部分来自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43%）和联邦、州及地方拨款（5%）。“亦客亦主”的患者看病不需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分钱，甚至连挂号费也不用。无论是否有支付能力，该体系对符合条件者一律来者不拒。如果病人从偏远地区到主要医院看病，路费也可以报销。全阿拉斯加有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安克雷奇市，但是通过远程医疗和与51个村级诊所合作，中南基金会服务的人口覆盖了10.8万平方英里（约28万平方千米）。它的医疗团队也会定期到农村坐诊。


  美国医保体系普遍注重创收，中南基金会却把重点放在控制成本上。蒂尔尼说道：“如果你在初级医疗上花更多钱，就可以在更昂贵的医疗上省钱。”对预防和综合医疗保健的重视直接减少了人们对专科治疗的需求和急诊次数。成本控制的另一个重要成功因素来自对身体健康与社会和谐、精神健康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在中南基金会建立的模式里，全面健康是通过加深文化层面的联结，促进家庭及社区的和谐来维系的。


  除了初级医疗以外，中南基金会还有很多关于补充医学、药物滥用、心理健康和家庭健康的项目。它最著名的两个项目——传统治疗诊所（Traditional Healing Clinic）和“家庭健康勇士”计划（Family Health Warriors Initiative）——都展示了基金会是如何利用心理、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来增进健康的。


  借鉴传统的治疗方法


  特德·马拉（Ted Mala）医生说：“在核磁共振和CT扫描出现之前，传统疗法已经存在了一万年，一直维系着我们的文明。这一技术被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学：我们的大脑通过增强精神和免疫系统，帮助我们度过最艰难的时期。”马拉曾经是传统治疗诊所的首任院长，目前已经退休。传统治疗诊所在美国同类机构中是唯一一个获得了共同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认证的医疗组织，共同委员会是一家美国医疗组织的认证机构。2001年，为了满足社区需求，传统治疗诊所开始运营，团队中有好几个部落医生。


  在中南基金会，传统疗养是对“对抗疗法”的补充，部落医生与其他医生的地位相同。初级保健医生可以将病人转诊到传统疗养院，就跟转诊到其他任何专科一样。每个治疗师都有专攻的领域（比如止痛和肌肉骨骼矫正），并能够对症治疗。治疗方法包括触摸疗法、按摩、传统的调解和冲突排解、祷告、颂歌和舞蹈。部落医生用电子医疗档案记录疗程和效果，供初级保健医生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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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南基金会传统治疗诊所内，一位患者正在接受部落医生的治疗

  


  治疗一开始，医生会就文化和社区与病人展开漫长的对话。马拉介绍说：“我们会讨论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对自己文化的了解程度，你的家人，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南基金会的安克雷奇医院总是给人一种置身于社区中心的错觉。公共区域（大堂和走廊）设计成了聚会场所，座位都排成圆形。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并不仅为了寻求治疗，也为了与朋友和家人碰面、喝咖啡。医院后面，医生和员工们在室外花园里种了一些用于治疗的药用植物。部落医生也会告诉“亦客亦主”如何在家识别和使用这些植物。


  传统疗养诊所的医生需要具备大量传统文化知识，并且与其所在的部落社区有很好的联系。每个治疗师都要经历漫长的学徒期；然后，部落的长老会会决定学徒是否可以成为部落医生。传统治疗的目标不仅是治疗疾病，还是让养生实践渗透到“亦客亦主”的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注重预防”这一观念正在逐渐得到主流医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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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疗养诊所的经理一同与看诊的人在种植草药的院子里干活

  


  治愈代际创伤


  传统治疗师不仅治疗病人正在承受的病痛，也治疗病人从祖先那里接过来的重担——历史上延续数代人的创伤。中南基金会的另一个著名项目——“家庭健康勇士”计划——是一个将土著人的精神修行与治疗过程结合的项目，其核心就是关注创伤、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


  性暴力和虐待儿童是美国原住民社区面临的两大挑战。尤其是在阿拉斯加州，统计数据不容乐观。超过四分之三的阿拉斯加土著人妇女遭受过身体伤害，阿拉斯加家庭暴力中的妇女死亡率高居各州之首。在过去32年里，有25年阿拉斯加州强奸发生率全美国最高，受害者中大约80%是土著人妇女。阿拉斯加的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率是全美国平均值的六倍，其中有半数以上已证实案例中的受害者是原住民儿童。


  “家庭健康勇士计划”是一个针对原住民社区和其外围社区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儿童管照不良等问题的培训和教育项目。桑德拉·伯林（Sandra Bohling）是项目经理之一，波利·安德鲁斯（Polly Andrews）和马塞尔·伯杰龙（Marcel Bergeron）是培训师。伯杰龙说：“数据虽然只是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们则是一张张面孔，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是我们的家人。”这种个人联系是促使安德鲁斯加入这项计划的原因。他说：“我身边的每个家庭中都有孩子经历过这些创伤。”


  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难一一梳理，但是它们无疑与历史有关。20世纪中叶，传染病的爆发让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当这些孩子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就没有了可以效仿的榜样。教堂和教会学校的扩张带来了其他风险。在阿拉斯加和其他地区，孩子们在教会和寄宿学校受到长期的虐待。10年前，天主教性侵儿童丑闻在阿拉斯加传出——原来，此前的几十年，天主教会一直把有恋童癖的牧师送到闭塞的土著人村庄去。在那里，由于贫穷、缺乏医疗设施和执法人员，猖獗的性虐待一直未被察觉。


  当被问及以上数据的原因时，伯林、安德鲁斯和伯杰龙都提到了这段历史。安德鲁斯说：“当我的祖母还是个孩子时，她的父母死于当时的某种传染病。今天她已经83岁了，她仍然会因为自己是个孤儿感到伤心流泪。所以我相信创伤和痛苦是会世代相传的。”


  根据他们的描述，这种悲伤超越了单个家庭，蔓延到了整个社区。安德鲁斯说：“就拿寄宿学校来说，从前我一直觉得人们伤心是因为被从自己的村庄带走，因而他们失去了身份，远离家乡。我不明白这对成年人和孩子的父母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乡的一位老人对我说，‘当所有孩子都离开了的时候，村庄变得如此死寂’。”


  伯杰龙补充说：“当人们的身份被剥夺时，他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应对，所以他们开始酗酒、吸毒或者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来麻醉自己。当这种创伤被传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治愈，只会变得更加严重。”数据表明，酒精和毒品滥用大大增加了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家庭健康勇士”计划开始于1999年，目标是结束家庭暴力、儿童性虐待和儿童管照不良。除了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及其原因的认识之外，该项目还将个人见证作为治疗创伤的一种手段。伯林解释道：“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代人一直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保持缄默。人们需要开口，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讲给愿意聆听的人，摆脱羞耻感。‘那不是你的错，你当时只是个孩子。’仅仅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可以很有用。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把问题归咎在自己身上。”


  最初的培训通过会议的形式展开，要求受训者住在培训的营地。团队领导会以自己为例，分享个人故事，并且鼓励健康的人际关系。然后，参与者们向各自的小组分享他们的故事。参与者被要求剖析自己的过往如何影响了今天自己和他人的相处方式。心理健康医师会提供一对一咨询，项目也会在培训一年后展开后续调查。


  这个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与者药物滥用、抑郁和创伤症状平均减少了50%，焦虑症状减少了25%。大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并在文化归属感和精神健康方面得到了改善。这一结果令他们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因为这些成果，这个计划获得了心理学界的肯定，并且获得了阿拉斯加公共卫生协会、国家印第安人健康理事会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奖项。


  不稳定的资金来源


  “家庭健康勇士”计划是佳特利最有热情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对健康和谐的愿景与她本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想象一下，一个5岁的孩子，无论男孩或者女孩，可以待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他（她）在房间的中央转着圈，感到很安全。对我来说，健康和谐的社区就是每个阿拉斯加土著人社区的5岁孩子都可以这么做。”


  佳特利预计，在未来几年里能够让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和儿童管照不良彻底消失。她坚信，土著人社区拥有完成这个目标的力量。“我们就像想要把一头老虎赶出树林的人们。整个社区的人们站成一排，大声疾呼。我们彼此紧紧依偎、团结一致，无论男人、女人或孩子们。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十年，这头猛虎会被我们赶走，一去不复返。”


  但是就像其他医疗组织一样，中南基金会面临着诸多财务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南基金会主管财务的副主席李·奥尔森（Lee Olson）说，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废除可能会让数万名“亦客亦主”的患者失去医疗补助，也会让一大批人失去从医疗保险市场平台中获得的保险。此外，受到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阿拉斯加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来自州级的财政拨款可能会减少。其他风险则是部落组织特有的：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的拨款目前占基金会预算的43%。特朗普政府班子上台以后，这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废除也意味着其中的《印第安人医疗改善法案》作废——它规定部落医疗服务供应者可以从享有私人保险的患者那里获得部分报销。光这一点就意味着将有数千万美元的保险无法报销。


  虽然面临财务上的不确定性，但与服务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才是中南基金会的力量之源。在一个缺乏资源的时代，这个革命性的医疗模式通过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脱颖而出。无论前方有着怎样的挑战，土著人社区一定会继续共同努力。

  


  莎莉·洪道夫（Shari Huhndorf）


  美国原住民研究专业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群研究系主任。她出版了大量关于美国原住民文化、历史和政治的著作。


  舞蹈革命


  作者：凯西·O.布罗泽克

  译者：黄伟鸿


  
    非营利组织“木舞池”有效地运用艺术教育打破贫困循环，如今它正在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推广这一成功模式。

  


  请设想你领导着一个卓有成效的小型非营利组织，这一组织致力于帮助当地的贫困青少年考上大学。你想要扩展你们的创新性项目，但又担心会失去与本地社群之间已有的紧密、顺畅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该怎么办呢？


  八年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的一家名为“木舞池”（The Wooden Floor）的非营利组织就面临过这种窘境。当时，领导层探讨该组织未来十年的战略计划时，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现有经营活动的基础上将其成熟的项目模式发展壮大。三十多年来，该组织将艺术作为促进青少年发展和解决系统性贫困问题的主要手段：通过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严格的舞蹈训练来鞭策他们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每一位完成木舞池课程的学生最终都成功考上大学，而且往往成为其家族里的第一个或第一代大学生。


  木舞池的领导团队认为，他们有责任分享并推广木舞池的项目，但同时必须确保当地的经营项目还能有效运转。在圣安娜符合该项目申请资格要求的孩子中，仅有1%的孩子能够入围成为该项目的服务对象，而且当地的资助者需要确保他们的捐款将就地使用，而非在全美国范围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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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木舞池年度音乐会上，舞者们正在表演由马克·海姆编舞制作的舞蹈《强以难摧》。

  


  其首席执行官道恩·里斯（Dawn Reese）表示：“我们希望在当地保持灵活运转，并确保项目的全国性发展不会产生过度的开销。”因此，木舞池决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签订特许经营合作协议，来推广其通过高频度接触为青少年提供综合服务的模式。在这种合作方式下，木舞池将向合作伙伴提供长期的咨询和其他关键服务，为项目的实施助力。特许经营协议的条款确保了加盟费能覆盖相关成本，从而保证本地筹集的资金不会用于别处。


  “我们向每位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合作伙伴收取一笔加盟费，并就此向其提供‘木舞池服务包’，其中包括实施项目所需的咨询服务、培训和课程指导。”里斯解释称，“这样，合作组织就可以在自己的管理、财务和品牌架构下独立运作。他们将有能力更快地打入市场，并从中获益。”


  第一个特许经营合作伙伴“都市梦舞”（City Dance DREAM）在2013年年初与木舞池开始接洽。它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自2005年以来一直为缺少机会的青少年教授多种类型的舞蹈。它与木舞池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是在2015年11月签署的。在此之前，木舞池展开了一轮综合审查及一系列讨论、会议和实地考察，以评估该组织是否具备实施项目的领导力、财力和规划能力。


  “特许经营合作可以在合作伙伴的社群里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他们与木舞池并肩合作，通过执行我们设计的战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里斯说，“我们扶持合作伙伴，让他们学会如何与学生、家长和支助者沟通，并认识到这场十年之旅的重要性。”


  追求出类拔萃


  木舞池由贝丝·伯恩斯（Beth Burns）于1983年创立，她曾是圣约瑟夫天主教会的修女。木舞池最初只是一个服务于处境堪忧的孩子们的实验性舞蹈项目，其名为“圣约瑟夫芭蕾舞团”。整个机构只有一个1200平方英尺（约111平方米）的活动场地，直到1999年募集到了680万美元的场馆建设费和一笔捐赠基金，才搬到如今所在的面积为21000平方英尺（约1951平方米）的经营场所。2005年，即伯恩斯退任首席执行官的那一年，木舞池首次达成了其长期目标：所有学员在高中毕业后都进入了大学深造。


  木舞池持续帮助青少年充分发挥潜能：学员们连续12年保持了百分之百的大学升学率，成绩十分骄人。其学员大部分为拉美裔人。从2006年起，几家大型基金会为木舞池提供了能力建设经费，为深化和拓展其服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木舞池项目的核心是纪律严明的芭蕾舞和现代舞课程，这些课程需要学员及其家人做出8～10年的承诺。课程的频率和长度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而增加，从最开始的每周两节课慢慢增加到每周五节课，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级为止。


  从2006年起任职舞蹈教员的詹妮弗·巴萨奇·邦菲（Jennifer Basage Bonfil）透露：“学员们通过舞蹈宣泄心中的情感，包括与学校有关的挫折感。我们看到舞蹈让他们变了样，他们开始大胆地吐露心声，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他们成功的潜力。”


  为了提高学员及其家人的整体幸福指数，木舞池向其提供全面的学业和情感支持，包括：针对每个孩子情感发展的个案咨询服务，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协助的家庭咨询服务，推介其他组织为学员提供社会服务，关于健康、家庭教养和财务话题的讲习班，以及旨在提高其学术技能和成绩的大学预备课程。


  木舞池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如果能向学员提供最好的支持，他们定会出类拔萃。这一指导原则对木舞池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木舞池所在的经营场所是一座量身定制的建筑，它也反映了这种情怀。迈入大堂，满眼是拉美当代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来自一位捐赠者的私人收藏。三个专业的舞蹈教室面积为1700平方英尺（约158平方米）到2000平方英尺（约186平方米）不等，每个舞蹈教室都配有一面镜子墙和三面白色或米色的墙。明亮的橡木地板均有减震设计，而且所有舞蹈教室都配备了芭蕾舞扶杆和剧院级别的照明设备。


  与其他青少年舞蹈表演项目不同，木舞池在招生时并不看重舞蹈技术。“我们重视身体协调性和跳舞的潜力——他们是否喜欢舞动身体。”邦菲说。


  目前，已有375名学生被木舞池录取。这让入学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近几年，大约有400名候选人参加了只有75个录取名额的面试，他们的家人为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面试而提前几小时去排队。


  年度音乐会是木舞池每年的重头戏。这是一场由来自外部的现代舞大师级人物编排的盛会，旨在创造出高价值的艺术作品。学员们在历经100多个小时的高强度排练后，有机会在正式的剧院舞台上进行为期三天的演出，尽情展现自己的舞蹈才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经历。每年通常有近200名学员参加演出，而参加演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平均成绩、行为表现和上课出勤率方面达到一定的考核标准。


  学业成绩是木舞池项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木舞池的职员和它推出的众多服务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譬如，三年级至八年级的学员可以参加为期五周的讲习班，内容涵盖阅读、数学和科学或应试技巧等关键主题，这些课程全年提供，每周有两次课。当学员升入六年级时，木舞池就会更加注重落实长期目标。这些学员会受邀参加以社群成员为主的职业夜谈，并参加关于刻苦学习及其对大学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的讨论。


  学员们一旦进入高中，便可参加一系列与大学相关的课程。此类课程包括SAT（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考试）和ACT（美国高考）备考、大学和职业规划辅导、助学金讲习班和面试技巧。为了帮助学员支付上大学的费用，木舞池为其80%的毕业学员提供4000～10000美元的奖学金。从2005年（有正式数据记录的第一年）开始，245名学员完成了木舞池的项目并顺利进入大学深造。


  提供这样一个课程丰富、全面而周到的项目着实成本不菲。财务可持续是木舞池项目模式的基石。木舞池2015财政年度项目和辅助活动的总支出为260万美元，而每位学员的平均年度开销约为6900美元。其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个人捐款占60%，基金会捐款30%，企业捐款6%，剩下4%是经营性收入。目前，捐赠基金的余额为340万美元，96%的学员不用缴纳任何费用。无论是在面试阶段还是学生入学期间，木舞池都对家长们提出了明确的期望：所有家长都要抽出时间参加相关志愿活动，购买音乐会门票，并为音乐会捐赠物资。


  分享成功模式


  华盛顿特区的“都市梦舞”过去只是六所公立学校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学生的课外项目。学生们强烈希望这个项目能持续到初中，因而促成了该项目的扩展。


  “过去，我们也为学生安排了学业方面的支持。”都市梦舞的创会理事凯利·奎因（Kelli Quinn）说，“现在，通过与木舞池的合作，我们有了一个基于既有成功模式的战略计划，而且还能得到木舞池的指导。”


  都市梦舞目前正在开展一场目标为9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用于在华盛顿特区建造永久性场馆，并大规模地扩展项目。该场馆将设有多个舞蹈教室、一个剧院、一个教育中心，以及多个家庭服务和咨询办公室，从而为学员扩招提供足够的空间。


  “特许经营合作的模式对筹款和向家庭推荐都有帮助。木舞池有着经过时间考验的成功模式。通过与木舞池的合作，我们可以向大家展示，我们计划如何在财务和项目层面上发展壮大。”奎因谈道。


  至于木舞池，它在本地的项目运转依然保持强劲态势。其在圣安娜的第二个工作室于2017年年底开业，该工作室将可以容纳100名新学员，当然，所有学员都必须通过面试筛选。该工作室位于为圣迭戈低收入劳工规划的一个住宅小区的仓储区域。这个小区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工程项目，将为符合低收入及其他相关要求的家庭提供住房。该项目的开发商因深受木舞池项目的触动，允诺向木舞池免租提供3000平方英尺（约279平方米）的地面空间，至少持续10年，而且这一慷慨之举是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做出的。


  打破代际贫困传递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木舞池的青少年项目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它丰富而全面的服务，几乎涵盖了儿童健康成长要素的方方面面。如今，它的积极影响可复制到其他社群。由此，木舞池特许经营的舞蹈项目将激发更多青少年获得成功，并为他们及其家人打开一扇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大门。

  


  凯西·O.布罗泽克(Kathy O. Brozek)


  在非营利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担任管理顾问。她是《美国农业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griculture）一书的作者。她的作品曾发表于《社群发展投资评论》（Community Development Investment Review）、《卫报》和GreenBiz.com。


  爱足球却找不到工作？去经营足球俱乐部吧


  作者：艾莉西亚·克莱格

  译者：杨婷


  
    社会企业“可行力”（Vi-Ability）正在通过足球来改变无所事事的英国青年，让他们对立业所必需的技能和经验产生兴趣。

  


  在伦敦郊区埃尔特姆的一个社群中心，一群年轻人正围着电脑策划如何为一支足球队找到赞助商。19岁的基兰（Kieran，化名）正在网上搜罗吸引赞助商的线索。足球超级联赛的球场、运动员的球衣、短裤上的商标广告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基兰从小就不爱上学，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安静地坐着和集中注意力对他来说很困难，而足球是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科目。辍学之后，他成了一名闲散青年。


  基兰正在找工作，而他此前从未有过职业经历。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保安，现在他更接近这个目标了。这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可行力”，一家英国的社会企业。


  “可行力”利用运动的能量来帮助闲散青年改善生活。它并不是那种通过鼓励参与运动来寻求建立年轻人自信的传统项目。“可行力”教给年轻人商业技能，帮助步履维艰的社群体育俱乐部成长为可持续的商业机构。这么做不仅提升了青年人的就业能力，也使得他们所生活的社群变得更好。


  “经营体育俱乐部”（Run the Club）是“可行力”的旗舰项目，为期8周。这个项目不仅教会了基兰如何写简历，而且还帮助他建立起了有秩序的生活。对基兰来说，每天做到准时去上课，大大增强了他的自尊心。他说：“当你一直习惯9点起床时，7点起床就需要一些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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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力”的首席执行官凯利·戴维斯（左）正和两位参与者商讨试点项目“经营体育俱乐部”的比赛日运营细节

  


  “可行力”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凯利·戴维斯（Kelly Davies）发现，基兰的经历和很多年轻人相似。“传统教室实在不适合有些年轻人，所以他们会有反抗行为。”她说，“年轻人在不同方面拥有才华，但他们的才华未被挖掘。”戴维斯解释说，激励年轻人的方法之一就是将他们置于一个能调动积极性的环境中。显然，对运动爱好者来说，体育俱乐部是再理想不过的环境了。


  一场足球复兴


  在成立“可行力”之前，戴维斯是效力于威尔士国家队和英国顶级俱乐部的职业足球运动员。2008年，她在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期间留意到了两个趋势：一是青年失业率和辍学率的上升，二是许多社群足球俱乐部倒闭或濒临倒闭。她想到了一个“寓教于做”的办法：教授失业青年商业技能，让他们去帮助那些资金短缺的体育俱乐部存活下去。


  为了测试这一想法，戴维斯雇用了18名失业青年，并接洽了位于北威尔士的科尔温湾体育俱乐部，俱乐部同意试一试。12周将结束时，所有年轻人都找到了工作。到了第一年的年底，一直亏本的俱乐部开始赢利了。


  “可行力”于2009年启动，当时没有受薪员工。如今，这家社会企业已经有了16名员工，业务遍布整个威尔士，并进驻了伦敦。“可行力”2017年的目标是拥有400～500名学生。它在扩张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卓著的业绩。2016年，在它帮助的300名青年人中，76%毕业后或者找到了工作，或者选择接受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等。


  在科尔温湾足球俱乐部的试点项目为“可行力”的“经营体育俱乐部”提供了蓝图。21岁的博比·比奇（Bobi Beach）2013年在北威尔士大学毕业后了解到该项目，当时他正对自己的下一步感到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这辈子要做什么。”他说，“然而，我一直对足球感兴趣，所以我想我应该试一试。”在修完了8周的课程之后，比奇被“可行力”聘为培训师兼行政人员。比奇现正在登比郡政府见习，并为威尔士橄榄球联盟做裁判。


  北威尔士的康维区足球俱乐部从2011年起便开始与“可行力”合作。该俱乐部副主席达伦·卡特赖特（Darren Cartwright）说，“可行力”的学生帮助俱乐部加强了与当地社群的联系。学生们还为俱乐部的筹款和社群的活动参与出谋划策，他们发明了团队吉祥物“史蒂夫向前冲”（一个由小孩子装扮的骑士），并提议使用俱乐部会员系统。“当人们处于对的环境时，他们的创意会好到令人惊讶。”卡特赖特说。许多学生也会志愿做活动干事、帮厨或足球教练，或协助制作俱乐部的比赛日节目。


  尽管“可行力”刚开始的规模不大，但它很快就拿下了为威尔士政府和市政委员会提供就业能力培训项目的合同。2013年，德勤咨询公司接受“可行力”进入其社会创新先锋项目，并在2016年晋级到精英超级先锋项目。该项目为具有扩展潜力的高绩效社会企业提供全面、无偿的支持。英国德勤的高级顾问、“可行力”的独立董事蒂莫西·布里奇（Timothy Bridge）说，正是愿景和结果的结合，才使这个组织表现出色。布里奇注意到政策制定者们常常谈论要鼓励人们积极锻炼身体，但这就需要“让有能力的人去运营体育俱乐部，进而为大家提供运动机会”。


  学习扩大规模


  2014年，受英国内阁之邀，“可行力”申请到了社会创新基金中心（Centre for Social Action Innovation Fund）265500英镑的奖金，用于将其业务复制到威尔士以外的地区。这个项目将是一次学习机会；还可以预留一些资金，把它运用于评估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并获得未来扩展的指南。戴维斯选择扩展到伦敦。英国的慈善组织内斯塔（Nesta）是社会创新基金中心的合作伙伴。内斯塔的高级项目经理卡丽·迪肯（Carrie Deacon）说，“可行力”的成长模式非常有意思：内斯塔与许多组织合作，可它们都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扩展；“可行力”虽然起始规模不大，却能扩展到伦敦。


  选择伦敦作为试点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首要的问题便是寻找合作的俱乐部。和威尔士不同，在伦敦，大多数半职业化俱乐部都伴有经济发达的社群和商业项目。同时，职业化俱乐部还设有见习生制度和培训制度——它们没有理由跟“可行力”合作。


  “可行力”没有选择打道回府，而是调整了方法以适应当地需求。为了配合规模较大的伦敦俱乐部已有项目的扩展，“可行力”为像西汉姆联队、富勒姆队及米尔沃队这样的知名球队设计出了改良版的“体育俱乐部经营”。新项目的重点在于在以足球为主题的情境下教授学生就业技能，而不是仅仅提高主办俱乐部的商业战略。与此同时，为了把重心放在社群重建上，“可行力”深入到了那些没有商业战略更别提俱乐部会所的草根团体中，与这些小型业余俱乐部建立了伙伴关系。


  扩展到伦敦并和知名球队合作，使“可行力”的形象和可信度在那些它想要吸引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提升。2015年，全国性社会企业会员机构——英国社会企业（Soical Enterprise UK）提名“可行力”为年度英国企业。然而，扩张也暴露出其模式中的一些漏洞。戴维斯认为这对一个试点项目来说是一件好事，只要能够通过管理来改善问题。暴露出来的漏洞之一便是“可行力”的组织不成熟：从一开始就依靠非常精简的方式来扩大规模，遇到人手不够时，戴维斯就会亲自介入。但当“可行力”已在两个城市建立了中心后，这种做法很快就变得不可行了。


  其次是“可行力”的财务模式：它的项目优势吸引到了资助。然而，对资助的依赖也为它带来了困境。伊拉兹马斯＋（Erasmu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欧盟资助的项目，把学生安置在如AC米兰和SL本菲卡等领先的欧洲足球俱乐部里。当资助周期结束的时候，项目也就结束了。随后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意味着在未来新一轮融资中重启该项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戴维斯来说，这其中的含义很明确：“可行力”需要创造独立的收入。


  为此，“可行力”正将其在体育方面的技能投入到创收活动中去。例如，它为功能饮料品牌“红牛”组织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日活动。该活动将企业员工和社群体育俱乐部进行配对，这些俱乐部需要改善资金和市场方面的建议。在德勤的帮助下，“可行力”还开发了一款叫《足球CEO》的手机游戏，这款游戏让热爱虚幻足球世界的球迷们可以去尝试复兴一个行将倒闭的足球俱乐部。迪肯相信这样的创业精神是个好的开端。“‘可行力’发展到今天仍然愿意去尝试新的做法，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她说。


  2016年，“可行力”的年收入仅为78万英镑。不过这个数字应该会提升：未来的创收战略包含了特许经营计划，这将为其带来回报。同时，“可行力”任命了一位新的非执行董事，他可以给戴维斯和她的团队带来战略、市场及财务技能方面的支持。托尼·科尔维尔（Tony Colville）是一名慈善和政策倡导行业的咨询顾问，也是“可行力”的长期顾问，他将这视为一个里程碑：“目前，这个组织还在按照它初创时的规模运营着。新的董事会将会考虑如何针对目前的情况对组织进行重组。”


  进军伦敦还为“可行力”提供了从商业领域获得免费技术与技能的机会。回到埃尔特姆社群中心，“可行力”与巴克莱银行的员工共同组织了一场模拟面试，18岁的贾马尔（Jamal）对此充满热情。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贾马尔在热爱体育和提高数学能力之间进退两难。现在，他想的是“可以拥有一段将运动和金融结合起来的职业生涯”。他即将在当地一所学校做见习行政管理，并已进入一所大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财务和管理。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财务总监。

  


  艾莉西亚·克莱格（Alicia Clegg）(@aliciamargclegg)


  英国自由撰稿人。她定期为《金融时报》撰稿，也曾为《卫报》、《今日管理》和《今日牛津》撰稿。


  人道主义者的救赎


  作者：埃米莉·特劳特曼

  译者：黄伟鸿


  
    奋斗在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通过“冥想疗愈项目”来对抗职业倦怠。

  


  艾米特·菲茨杰拉德（Emmett Fitzgerald）清晰记得自己必须离开海地的那一刻。2010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摧毁了逾30万座建筑物，110万人流落街头。地震发生后，这位38岁的救援人员在太子港工作了两年。在海地的前六个月里，他管理着一个收容了2.5万名无家可归者的难民营。后来，他在国际移民组织政策部工作，并在太子港的联合国基地管理着5000万美元的救灾预算。


  他打心底里感觉自己从事的拯救生命的工作至关重要。尽管工作压力大，每次合同到期时，菲茨杰拉德都会选择续签合同，咬牙干下去。“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他坦言，“我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一天早上，菲茨杰拉德开车冲过一个又一个红绿灯，赶去参加一场他根本不想出席的会议。最终他迟到了，并因此被老板奚落一番。当菲茨杰拉德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时，有一个小孩来到他的车窗前，向他讨吃的。他突然发脾气，冲小孩大吼，叫他滚开。那个小孩愤然离去之后，菲茨杰拉德呆坐在红灯前，意识到自己变得不认识自己了。“我对这个孩子过于火大，对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image: ]

    在约旦安曼的加里森研究所里，救助工作者们在商讨压力管理的应对策略

  


  在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长期的压力和精神创伤。调查显示，救援人员被派驻工作的时间越长，产生职业倦怠和抑郁的风险就越大。这类精神问题会在一些救援工作者的身上突然爆发：他们可能会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自杀。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职业倦怠就像缓缓熄灭的灰烬，慢慢吞噬了一个人的同情心。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情绪瘫痪后，菲茨杰拉德向加里森研究所（Garrison Institute）寻求帮助，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加里森的冥想训练中心。该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是一座跨信仰的修道院，其目的是向从事救援性工作的人们教导“冥想方法的实际应用”。菲茨杰拉德参加了一个针对人道主义者的试点讲习班，这个讲习班课程的原型是研究所为家暴幸存者设计的一个热门教程。


  作家兼佛教冥想老师莎伦·扎尔茨贝格（Sharon Salzberg）帮助开发了该项目。当她目睹了从海地归来的救援工作者慢慢涌入她在纽约开设的学习班时，开始将救援工作者的健康问题确认为公共健康问题。“这些人代表我们大家从事着如此艰难的工作。”她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


  加里森研究所决定将这个针对救援工作者的项目扩展为“冥想疗愈项目”（Contemplative-Based Resilience Project），菲茨杰拉德于2015年被任命为项目总监。他现在满世界飞，试图说服各个救援组织趁早为员工的健康投资。


  援助工作的风险


  身处国际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安塔尔基金会（The Antares Foundation）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压力管理方面的培训和支持，它在2012年开始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持续合作，共同开展了几项关于救援工作者的创伤压力和其他精神问题的研究，但结果令人担忧。


  一系列此类研究发现，在伊拉克、约旦、乌干达和斯里兰卡的救援工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有抑郁症状，约一半人患有焦虑症，而20%至25%的人则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201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对200多名被派驻国外的救援工作者派驻前后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评估。他们回国后，患抑郁症比例增加了一倍，而表现出的焦虑症状也成倍增长。


  救援工作者还面临着遭受暴力伤害的风险。根据救援工作者安全数据库（The 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的报告，在2015年，有超过287名救援工作者成为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大多数受害者为国内或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们占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的90%以上。国内工作人员的薪酬通常只是国际救援工作者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不仅加重了国内工作人员的压力，还使他们难以获得心理健康保健服务。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调查显示，鲜有国际救援组织为解决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问题而制订相应的方案或政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缺乏这种支持是众多救援组织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


  除了救援工作者，护理行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通常也面临挑战。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弗洛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首先发现了“倦怠”（burnout）这一现象。当时，他因为工作患上了抑郁症。随后的许多年，这一概念主要被心理学家应用于从事高需求的社会福利工作的患者身上。今天，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工业化经济的一个固有问题，适用于多个行业。然而，那些从事救援工作的人员最初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毕竟他们的工作要求与能力极限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往往会导致焦虑、疲惫和抑郁的出现。


  职业倦怠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不容易量化。一个实用的量化指标是员工流失率，这是一个困扰人道主义领域的问题。救援工作者通常会长期被派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应对危机。由于不断地被派驻各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专业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了组织的总体能力，使人道主义援助的输送变得更加成功。不幸的是，很少有援助工作者长期从事这些工作。2012年的一项对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1995名雇员的研究发现，只有40%的救援工作者愿意接受第二次派驻任务。


  如果说现代社会中倦怠的蔓延需要我们寻找对策，那么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所承受的过度压力一定需要想办法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健康的替代疗法越来越普及的原因。冥想是最流行的非传统健康干预措施之一，特别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练习冥想。尽管冥想的仪式各有不同，但在冥想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试着放松心情、平静呼吸，并练习身体的感知意识。


  对冥想的科学研究仍处在早期阶段，而之前的许多相关研究却受制于落后的方法论。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冥想大有可为。一项追踪47项强有力科学方法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冥想疗愈项目所传授的正念冥想方法，经证明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和苦痛等心理压力。


  训练恢复能力


  加里森研究所研究心理健康和心灵修行的交叉领域。它的理念是将灵修、慈善的传统手法与更现代化的“恢复能力”（resilience）和“投入行动”（engaged action）相结合。菲茨杰拉德担任项目总监后，冥想疗愈项目成为一个独立的项目。


  该项目为期四天的课程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瑜伽训练以及正念减压疗法的一部分内容。每位学员的费用在1500至2000美元之间，具体费用取决于上课地点和场所。研究所希望把课程提供给人道主义援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但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因素。他们不仅在纽约开办讲习班，而且还把课程带到了约旦和卢旺达。


  马特（出于保密原因，其不愿使用真名）在约旦接受了他们的课程。马特在伊拉克工作。在那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引发了新的人道主义问题。他面临的最大压力源之一就是不确定性：“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即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否能够幸免于爆炸或袭击事件。


  课程讲师休·伯恩（Hugh Byrne）鼓励救援工作者坦诚地说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更多地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大部分学员对这种方法持开放态度，但有些人感觉这样做太冒险了。“我们的盔甲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他解释道，“例如，对在难民危机前线工作的人道主义者而言，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伯恩认为，事实上，正是穿着盔甲加剧了倦怠。“盔甲让我们自我封闭。”他说，“它会切断我们与自我的联系，让我们无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与价值观，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东西。”


  来自一家大型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力资源师利亚斯亚·纳尔克捷（Lyusya Nalchajyan），与团队一起学习了由伯恩教授的一门课程。她声称在自己十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极少看到机构对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干预措施。纳尔克捷称，她对冥想疗愈项目所介绍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讲习班所传授的方法确实有效。“它已经对我的情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她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扭转，我现在能接受这一点。或许，明天将会是更美好的一天。”


  面对紧张的预算和多种竞争需求，冥想疗愈项目正在进行战略规划。项目目前的年度预算是25万美元。菲茨杰拉德是唯一的全职员工，教师们是按其讲课次数结算报酬。要找到扩展项目的好办法并不容易。他们正在考虑一种“培养培训师”的模式，这样可以让机构的人力资源专员将冥想疗愈项目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的员工。他们还正在与一些机构共同开发定制项目。菲茨杰拉德坚信，人道主义援助行业亟需解决“倦怠”这一难题。


  菲茨杰拉德说：“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零散的机构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到哪一个组织为应对倦怠制订出全面或结构化的解决方案，并且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他说：“我认为，没有哪一家机构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

  


  埃米莉·特劳特曼(Emily Troutman)


  华盛顿特区的自由撰稿人，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人道主义危机和灾害应对。


  美国绿色农业的融资创新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周玥


  17年前，艾伦·贝尔（Aaron Bell）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缅因州东部的自家农场工作。贝尔想带领农场往生态型方向发展，他和妻子卡莉·黛儿丝诺（Carly DelSignore）成功地把泰德米尔（Tide Mill）有机农场转型为地产地销模式的有机食品供应商。如今沿着缅因州岩石海岸，他们的农场共占地1600英亩（约6.5平方千米）。他们在那片土地上种植蔬菜，养殖奶牛、猪和鸡。作为第八代农民，贝尔希望通过贷款来扩大规模，却遭到多家银行拒绝。贝尔说：“大多数金融机构对牲畜和农场设备抵押都不感兴趣。”


  缅因州波特兰的一位影响力投资专家，斯科特·布德（Scott Budde）评论说：“小农场存在融资缺口。随着美国农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并且日趋企业化，支撑农业的金融结构也在随之改变。”现有的农业贷款机构，如美国农业服务局（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Farm Service Agency）和农业信贷网（Farm Credit Adminstration Network），更倾向于给大规模商业性农场贷款。尽管贝尔已经从美国农业服务局贷到了一些款项，但他说，服务局往往不熟悉小农场的资金需求，而灵活的资金结构“对非流水线生产的食品系统至关重要”。


  那些希望使用清洁能源的人也往往很难从传统机构贷到款，比如在家安装太阳能系统。清洁能源领域的一位企业家布莱克·琼斯（Blake Jones）说：“每户的太阳能安装费在1.5万到2万美元左右，大多数银行不愿意承诺如此高额的贷款。”琼斯是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敬礼太阳能合作社（Namaste Solar）的联合创始人。


  许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都很乐意为特定的行业和市场需求提供贷款，比如购买新车或汽车美容行业，但它们的贷款服务也不会超出这些领域。环保生意通常很难贷款，因为有机农场和清洁能源通常需要近20年的长期投资，还需要有竞争力的利率才能做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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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贝尔和他的两个孩子正在照看奶牛

  


  琼斯认为目前的太阳能行业贷款利率完全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因为一直以来大多数资金都来自风险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太阳能安装费居高不下的原因。我们找了至少十几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恳求他们能够支持太阳能市场发展，但是他们对市场变化反应很迟钝。”


  今天，布德和琼斯都在尝试通过建立一种特殊形式的信用合作社来填补这些行业的融资空白，这在美国前所未有。布德已经启动了缅因州农收信贷项目（Maine Harvest Credit Project），项目资金将专门用于本州的小农场和可持续食品企业。琼斯正在筹建清洁能源信用合作社，来为太阳能、电动汽车和家用节能改造等环保型能源项目争取更多资金。


  这两家“绿色信用合作社”都是会员制的非营利组织。布德和琼斯分别在可持续农业和清洁能源行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些组织包括：缅因州有机农场和园丁协会，缅因州农田信托基金会和美国太阳能协会。新的信用合作社允许这些合作组织的个人成为会员，这么做可以建立起一个同利而聚的会员制度。


  迄今为止，琼斯的团队已经募集了130万美元，并在2017年发起了众筹活动，计划在当年夏季前启动清洁能源信用合作社。琼斯说，合作社所有金融服务都在线上进行，并且与其他合作社共享服务系统，会员也可以在其他合作社使用自动提款机（ATM）。


  布德介绍说，经过5年的发展，缅因州农收信贷项目将在2018年年初按计划启动。整个项目启动资金大约需要240万美元，他已经筹集到了一大半，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当地和地区基金会。到合作社开业那天，3/4的资金会直接用于中型贷款（小农场贷款额度上限为50万美元，农场设备贷款上限为10万美元）。剩下1/4的资金会用来保证合作社的基本运营。布德估计，通过会员的储蓄，未来合作社可以提供1000万美元的贷款。


  多萝西·斯普（Dorothy Suput）是“胡萝卜项目”（the Carrot Project）的执行总监，也是布德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实现多元化、强韧、有抗压能力的经济，支持小型、独立的农场和企业很关键。”胡萝卜项目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为小农场和食品企业提供咨询和政策倡导服务。“现有的金融机构运作不灵，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像缅因州农收这样的合作社。”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她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一个崭新的市场


  作者：段思齐

  译者：黄伟鸿


  琼内拉·斯莫尔（Jonerrah Small）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每次去超市购物，都需要拨打电子福利转账卡（EBT卡，electronic benefits transfer）背后的号码来查询自己的食品券余额，这一点让她感到厌烦：她不想在照看两个小孩的同时，还要拨打语音服务并输入一长串数字。于是，她从2016年开始使用FreshEBT，这是一款手机应用程序，让用户可以在线查看自己的食品券和社会福利账户余额。这一应用程序是免费的，可供全美50个州中任何持有EBT卡的人使用。


  FreshEBT是由纽约市的一家软件公司Propel开发的，这家公司致力于为低收入的美国人开发产品，而技术行业往往忽视这类人群的需求。Propel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米·陈（Jimmy Chen）说：“人们倾向于去解决他们所理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想帮你洗衣服，或者帮你购买午餐，但却少有公司致力于解决实际的日常问题，比如依靠食品券的单身母亲。”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就职于领英（LinkedIn）和脸谱网。


  丹·内梅克（Dan Nemec）是Propel的顾问，摩根大通集团的执行董事。内梅克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过电子福利转账计划的早期执行。他对纸质食品券或政府支票付款给使用者造成的尴尬和耻辱记忆犹新。“作为一家新兴技术公司，Propel所专注的领域面临着一个特有的挑战，就是政府服务的变革非常缓慢。”


  今天，2200万领用食品券的美国人当中只有1%在使用FreshEBT。但陈对FreshEBT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们可以接触到长期被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轰炸的人群。我们认为FreshEBT是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推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切实地帮助他们改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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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App FreshEBT能帮助人们寻找到附近接受食物券的商店和服务机构

  


  除了账单余额查询功能之外，FreshEBT还提供信息可视化服务，比如购物清单、用饼形统计图表示不同地点的EBT交易，以及在地图上标出用户附近接受食品券的超市、街头小店和农贸市场的位置。用户可在该应用程序的购物清单上输入某种产品的名称和价格，然后总余额就会自动更新。


  “我喜欢它能呈现出你花钱的方式。”两个孩子的妈妈斯莫尔说，“我很擅长做预算。通常我每个月要去超市购物两到三次。但是这个月我只去了一次，而且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了一些。”


  该应用程序为食品券用户提供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服务，毕竟如果他们的电子EBT卡余额超支了，他们就必须用现金支付差价。陈认为，这对Propel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商机。EBT的使用人口每年购买食品杂货的花费大约为700亿美元，占美国食品杂货业总收入6000亿美元的11%。陈表示：“我们认为，对这一人群做广告和宣传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FreshEBT通过与全美国各地的商店进行合作来增加知名度和营业利润。FreshEBT用户还可以在一些加盟商店获得特别优惠和折扣券。Propel打算继续扩大这类产品的覆盖面。


  FreshEBT这款应用还提供摘自琳恩·布朗（Leanne Brown）的烹调书《平价美味》（Good and Cheap）的每周食谱，这本书是专为依赖食品券精打细算的读者而写。斯莫尔在当地的食品城超市（Foodtown）使用该应用程序，她说：“我喜欢里面介绍的小食谱，比如如何烹调罗非鱼。”不过，她希望有更多的食谱是针对那些厨房和烹饪工具都十分有限的用户，比如住在临时住所的用户。她还指出，该应用程序偶尔会有一些影响消费的程序错误。她说：“有时候，它会显示我仍有余额，但其实已经没有了，而我直到买东西付钱时才发现余额为零。”


  瑞恩·法尔维（Ryan Falvey）是金融服务创新中心（Center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novation）下属金融解决方案实验室的常务董事，这个创新中心投资了Propel和其他几家并不专门关注社会影响力的金融服务创业公司。法尔维希望Propel能成为科技创业公司（通常对社会影响力不大感兴趣）和政府机构（通常变革进度缓慢）的模范。他说：“我认为像吉米（陈）这样的企业创始人需要得到传统商业投资者的重视，他的产品市场需求明显、增速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段思齐（Noël Duan）


  常年居于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美国监狱的地方改革


  作者：段思齐

  译者：黄伟鸿


  近年来，美国各地的组织试图通过重点推进州和联邦监狱改革，减少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人数。然而，这些组织并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和资金投入到地方监狱的改革中。美国大多数囚犯都被关押在地方监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监狱人数增加了两倍，建造和运营监狱的成本也同样增加了两倍。这些被监禁的人中有50%以上为黑人或拉丁裔人，尽管这些族裔群体仅占总人口的1/3。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启动了“安全与正义挑战项目”（Safety and Justice Challenge），这是一项投资为1亿美元的计划，旨在改变美国对监狱的使用方式和定位。截至2017年年初，该基金会已向美国40个地方司法管辖区分别提供了15万至35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开展由当地社群推动的、旨在减少监狱关押人数以及种族和族裔不平等监禁现象的项目。


  亚利桑那州的皮马县是项目的受助方之一。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该县助理署长艾伦·惠勒（Ellen Wheeler）和预审部门主任多明戈·科罗纳（Domingo Corona）利用麦克阿瑟基金会捐赠的15万美元拨款，与法庭、执法机构和社群成员等相关人员和机构展开合作，寻找项目的重点需求所在。“我们关注的内容是哪些人曾被关在监狱里，对他们的指控是什么。”惠勒说，“我们的团队包括来自所有重要相关方的领导。我们开始发现那些人被监禁的主要原因所在，就是药物滥用和精神疾病。”之后，麦克阿瑟基金会向皮马县拨款150万美元，用于实现减少该区监禁人数的目标——从2015年的日平均2136人到2019年时减少至1574人。


  目前，皮马县有75%的被监禁者是因非暴力罪行（尤其是药物滥用）而被关押。皮马县计划的项目经理特伦斯·钟（Terrance Cheung）说：“他们都有工作和家庭。然而，这些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却正坐在牢里等待审判。”这种趋势对妇女的影响特别大。被监禁妇女中有82%属于非暴力罪犯，2/3为非白人妇女，32%有精神健康问题（该比例几乎是被监禁男子的两倍），而且有近80%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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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利桑那州皮马县的退休助理官员沙荣·加兰在安全与正义挑战项目上发言

  


  米歇尔·凯勒（Michele Keller）是一名由32人组成的社群协作团体（Community Collaborative）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家志愿者组织，由18名当地居民以及14名公共部门律师和法官组成。社群协作为皮马县提供计划执行情况的反馈意见和社群推广服务。凯勒表示：“妇女被释放后难以找到住处，即使有亲戚，她们可能也无家可回。收容设施通常需要100美元的现金存款，但很多妇女根本拿不出。”凯勒是一名经认证的康复支持专家和行为健康技师，她自己曾经与毒瘾斗争长达23年，也为此在亚利桑那州蹲过近八年的监狱。


  除了提供心理健康检查外，皮马县还计划加速法院的诉讼程序，例如为不能在工作日上法庭的人增加周末、晚上和深夜听证。“对许多被监禁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检察官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过程是具有启发性的。”特伦斯说。


  安全与正义挑战项目的受款方（包括皮马县）每个月必须将相关数据发送回麦克阿瑟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司法改革主任劳里·加尔杜克（Laurie Garduque）表示：“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更加公平有效的系统。被拖延的公正是不公正的：你必须审视自己的绩效指标，并经常检查这些数字。”


  虽然科罗纳称，预审计划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但特伦斯指出，这些数字仍在波动，而要了解清楚其中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他说：“我们正在达成我们的目标，监狱关押人数比2014年有所下降。但监狱人数的走势往往有起有落。譬如，法官出于好心，不想在节日期间给人判刑。但是十月和十一月的监狱关押人数会攀升，我们正试图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是一个在全州展开的逮捕行动？”


  目前，安全与正义挑战项目仅覆盖40个司法管辖区，但麦克阿瑟基金会希望将皮马县这样的受款方作为案例研究，为美国其他司法管辖区实施类似的计划提供参考。加尔杜克表示：“我们想创建一个学习社群，需要思考各个司法管辖区该如何展开这方面的对话。”

  


  段思齐（Noël Duan）


  常年居于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社区医疗保健的德里模式


  作者：段思齐

  译者：黄伟鸿


  像美国一样，印度的医疗保健服务也远未普及。医疗保健服务不仅被私有化，而且非常不平等：医疗资源严重倾斜于那些能在城市医疗中心看病的富裕病人。大部分评估数据认为印度的医疗保险政策所覆盖人口不及12亿总人口的10%，而且政府基本未能填补这一缺口。公共卫生开支仅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一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垫底的水平。


  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政府希望改变这一点。新崛起的平民党（AAP）于2015年赢得议会选举，接管印度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后便启动了一个医疗保健项目，通过社区（即被称为Mohallas的居民区）诊所向当地的德里居民提供免费预防性健康检查。截至2017年4月，辖区政府已经设立了162家社区诊所。


  管理这一项目的德里州立卫生特派团（Delhi State Health Mission）的负责人塔伦·塞姆医生（Tarun Seem）表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它在一个居民可以基本依靠步行到达的地点提供免费会诊、免费常用药品和化验。”新病人无须预约，可以直接走进一间社区诊所接受值班医生的全面身体检查。诊所免费提供所有会诊、检查、化验和药物，并让病人在手持平板电脑上登记相关信息，以便复诊。转诊到专科医生或医院的病人也可以免费获得这些服务。


  社区诊所只保留120种常用药，这些药物由首都辖区政府定期补充。“这里的医生其实只是配药医生。”塞姆说，“在这个层面上不进行任何手术。”诊所也不提供牙科护理服务。毕竟在初级卫生保健层面，印度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享用牙科护理服务。


  尽管只提供了基础服务，但社区诊所满足了经济窘迫的德里居民的一项重要需求。德里印度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的副教授雷蒂卡·凯拉（Reetika Khera）表示：“印度和美国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私营医疗保险业影响力大，有很强的游说能力。”在没有社会保障以及私营部门不受管制的情况下，最富有的人群可以享受顶级医生的服务，而最贫穷的人群则缺乏最基本的预防性医疗服务，比如年度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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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党领导的辖区政府原本打算在2016年年底之前开设1000家社区诊所，但是由于一系列的行政和政治纷争，以及与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国家政府执政党发生冲突，平民党不得不多次推迟这一计划。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社区诊所还是获得了国际支持。201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与德里的社区诊所展开合作，通过安装能根据医生处方免费配发药物的自动贩卖机，简化操作流程，避免额外就诊。2017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称赞平民党利用当地的预防性医疗服务，使得医疗保健更加方便高效。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组织支持的一项总体战略，用以扩大医保普及范围。


  然而，在德里，实现“全民医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平民党的顾问罗森·尚卡尔（Roshan Shankar）透露，在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大约有260万名患者到新开的社区诊所就诊。这只占首都辖区人口（近1900万）的一小部分。然而，对过去无法在步行可达距离内接受免费、合理的预防性医疗服务的居民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突破。


  社区诊所约60%的就诊者为女性，25%的就诊者年龄超过50岁。该项目为这些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提供乳腺癌检测和贫血检查等服务，从而帮助医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个人健康状况——对某些患者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服务。

  


  段思齐（Noël Duan）


  常年居于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直付现金的扶贫效果


  作者：克里斯·布拉特曼

  迈克尔·费耶

  迪恩·卡兰

  保罗·尼豪斯

  克里斯·乌德里

  译者：黄伟鸿


  
    为了兑现直付现金援助的承诺，我们需要在研究上加倍投入。

  


  在消除极端贫困问题上，我们已经开展了大约15年的试验评估，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走到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针对大量积压的项目，试验评估者采用了随机化的对照试验方法，项目的年度总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之前的评估不是在方法上有缺陷，就是简单地假设原来的做法行之有效。这种新的评估方法带来许多洞见，同时也引起很多争议。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直付现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钱送给穷人，被发现具有更多积极的效应。


  长期以来，支持直付现金援助的人坚持主张：直接把钱给穷人，可以让他们灵活主动地选择最佳机会，而不是别人为他们做选择；同时，这样一来，也可以简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评者则反驳说，穷人可能会浪费掉大部分的钱，甚至去购买毒品和酒精来伤害自己。


  2016年7月，总部设在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发布了一份针对来自30个国家的165项研究的复查报告，其中重点说明了“直付现金援助会成为强大的政策工具，并能扩大受助人的受益范围”。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在市场和运作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拟定以现金为基础的方案应该成为首选且默认的援助方式。”世界银行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也分别对此进行了复查并发现，那些接受现金援助的受助者其实并没有沉迷于酗酒等诱惑：他们既没有对现金援助产生依赖，也没有停止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给穷人送钱已经不再是禁忌。


  受上述证据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援助机构和改革者已经开始推行基于现金的解决方案，以取代那些低效刻板的传统干预措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例，对因冲突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现金是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迄今为止，只有5%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在2016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慈善家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也已经开始取消对食品、燃料这类基本商品的补贴，转而向穷人提供现金援助。那些补贴靡费巨大，难以为继并且造成相应商品的价格扭曲。尽管现金援助的短期表现良好，但是它能否带来长期变化的证据还比较少，原因在于针对其长期影响的评估还比较少见。但显然，把“缺乏产生长期影响的证据”和“没有影响”混为一谈是愚蠢的。


  无论如何，最新的研究提供了审慎乐观的依据。在新的一轮长期影响评估中，直付现金援助继续表现良好。多项研究发现，一次性现金赠款能产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也表明，现金并不总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现在的挑战是要分析清楚，为什么现金援助对某些人能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而对另一些人却不能呢？


  长期影响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些什么？一些研究发现，一次性资本投入可以让受助人的收益长期大幅增加。乌干达北部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类赠款后开始做生意，4年后，这些赠款的年回报率达到了40%；一个斯里兰卡的类似项目还把回报率提高了一倍。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商业发展”补助金的额度往往较大（乌干达的项目约为400美元，斯里兰卡的项目则为100至200美元），用来资助那些已经拥有小买卖或者想要做些小本生意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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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有些项目并非为了提高财务能力，但同样也能提高人们的收入，比如墨西哥的“进步项目”（PROGRESA）或赞比亚的“儿童补助计划”（Child Grant Programme）。（译者注：墨西哥的“进步项目”是1997年开始实施的一项通过人力资本的发展来扶贫的综合办法；赞比亚的儿童资助计划是其政府开立的社会保障旗舰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改善拥有5岁以下孩童的极端贫困家庭的生存状况。）更微妙的是，有证据表明，一些受助者会把钱花在成本昂贵的东西上，以减轻每年的生活负担。例如，慈善组织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在肯尼亚的受助者把赠款用于购置金属屋顶，以避免每年花费更多的钱来盖新的茅草屋顶。


  总的来说，这种长期影响的证据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实际上比许多目前间接援助项目的证据更为有力。鉴于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了解，“一次性现金援助可以产生长期效果”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和保险市场往往运作不善，导致穷人无法抓住良好的投资机会。现有的贷款产品仍然成本较高、期限较短，而专门为穷人贷款的项目还未产生人们所期待的积极影响。因此，受助者对现金援助的反响会更好：人们寻找各种方法来提高未来的生活水平，比如安装更加持久耐用的屋顶、供孩子上学或者开始创业。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了现金援助带来的长期效果。例如，在加纳，有一项针对微型企业的120美元赠款，男性受助者确实增加了一定的利润，但对女性受助者却丝毫不起作用，至少第一年的后续反馈是如此。向利比里亚的街头青年（包括轻刑罪犯）支付的200美元赠款，确实增加了他们的合法业务和收入，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可能是因为后来他们的投资（因为社会状态混乱）被盗了。


  公平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期望所有现金援助项目的受助者都会去投资，或将得到的全部赠款都用作投资，抑或期望他们一定会获得良好的回报。一些受助者可能接触不到可以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机会，也有可能不愿冒风险。在缺乏其他运作良好的市场的条件下，对这些群体来说，可能需要额外的干预措施或混合措施来补充现金援助的不足。例如，一些毕业生项目除了提供现金援助之外，还提供生产性资产、培训、生活辅导、保健服务和银行账户等辅助措施。这些项目已经对受助人的长期平均收入产生了多达七年的积极影响（尽管如直付现金援助一样，那些效益最高和效益最低的项目之间的差异甚大）。


  其他受助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他们可能有其他渠道为自己的投资筹集资金，或可能有其他紧迫需要，比如严重饥饿或健康问题，而其他人可能只有较短的投资期限。譬如，老年人可能会优先考虑医疗保健以及与亲人共度时光，而非财产积累；有些人虽然想要投资，但是缺乏放弃眼下需求的自律性，或者缺乏社会地位，不能避免他人与自己争夺资源。当然，有些人可能确实投资了，可惜失败了。即使看似很出色的投资者，偶尔也会遇上一二十年的坏光景。


  未来的研究议程


  要了解和优化这些直付现金援助项目和其他发展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地设计并开展长期且立意高远的评估项目。实验评估的规模和预算通常是预先设定好的，以使对总体人群的平均影响的评估达到合理的精确度。要了解某些举措对哪些人产生作用，我们必须深入到亚组分析的细节。受影响最大的是一贫如洗的人，还是相对没那么穷的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是男人还是妇女？或者，是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预测指标会变得至关重要，比如心理健康或者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要回答有关这些亚组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每个亚组更大的样本。


  我们还需要协调不同地点的评估，以提高可比性。毕竟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个体特征。例如，在饱受了数十年冲突的乌干达北部开展项目所得的成效，会比享受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邻国卢旺达更低。测试这种地区差异的研究需要覆盖多个地点，并仔细协调。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但最近却变得比较普遍，例如最近对毕业生项目和小额信贷的评估。


  大规模测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进行资本转移并采取其他干预措施，才能更好地做到长期有效。“送钱给人们”似乎很简单，然而这句话却涵盖了诸多设计上的选择。援助资金应该按周、月、季还是按年分期提供，间隔多长时间？向受助人拨付现金的频率应该由我们决定还是交由受助人自己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受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并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我们是否应该提供某种问责机制来协助受助人贯彻这些计划？我们是否能应用一些技术，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大规模的评估使我们能够测试不同的设计变量，并开始了解哪些变量可以让受助人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钱。


  研究人员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譬如，直付现金援助对哪些人群能产生更长久的积极影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项目成功的定义？对扶贫项目而言，选择资助者的标准应该是基于潜在受助者的赠款使用计划，还是基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或者，平等对待每个拮据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定义成功的含义，是否是在道德上更好的做法？


  尽管这项研究议程雄心勃勃，但并非遥不可及。个别组织已经在大规模长期评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上文提到的慈善组织“直接给钱”正在肯尼亚西部开展一项研究。该组织估计这项研究的规模足够大，足以检测对占总人群15%的亚组的影响。然而，完成这项议程还需要在全球公共品（如证据创造）投资方面有坚定的领导力和授权。在这方面有一些先例可循。例如，转移支付项目在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内的财政支持下，协调和综合了一些关于针对非洲社会保护的直付现金援助的研究。未来将会有数千亿美元送到穷人的手上，如果不在项目研究上做相应的投资，是很不明智的，会降低现金援助将能带来的好处。

  


  克里斯·布拉特曼（Chris Blattman）


  芝加哥大学全球冲突研究（Global Conflict Studies）的Ramalee E. Pearson教授


  迈克尔·费耶（Michael Faye）


  GiveDirectly和Segovia（一个开发扶贫支付平台的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迪恩·卡兰（Dean Karlan）


  耶鲁大学经济学的Samuel C. Park Jr.教授、“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的主席兼创始人，以及Impact Matters（一个专门对非营利组织开展影响力审计的组织）的主席兼联合创始人


  保罗·尼豪斯（Paul Niehaus）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副教授，也是GiveDirectly和Segovia的联合创始人


  克里斯·乌德里（Chris Udry）


  耶鲁大学经济学的Henry Heinz II教授


  向可持续发展的惰性宣战


  作者：珍妮·戴维斯-佩库

  保罗·斯通

  克莱尔·托维

  译者：黄伟鸿


  
    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项目不偏离轨道，需要有新的心态、执行领导力和明确的公开承诺。

  


  许多首席执行官都希望在企业经营底线之上有所作为。他们坚信公司应该在环境管理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于是，他们宣布把可持续发展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启动新计划，不仅聘请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而且还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和数百小时的管理时间。然而，这种气势和干劲却在慢慢地消退，那些意在有所作为的宏伟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是一种令人沮丧但很普遍的现象。贝恩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只有12%的企业转型计划实现或超过了其目标。而对于可持续性发展计划，结果更为糟糕，其成功率只有2%。为何可持续发展转型如此之难？


  领导团队在实施新举措时往往忽视了来自一线员工的阻力，这是可持续发展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如果员工被迫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商业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员工会选择商业目标。因此，高管们的热情仅局限于高管层，实际上并没有在公司内部传递开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落实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贝恩对300多家进行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公司展开了调查。我们还对一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这些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都已经获得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公开认可。


  在克服困难并因此带来显著的可持续发展成果上，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四条规律：第一，也是最关键的，要明确做出含有量化指标的公开承诺，公开目标能向整个队伍传递强有力的信息，有助于克服变革的阻力；第二，首席执行官必须以身作则，亲身参与变革，而不仅仅是口头宣誓；第三，在整个组织内创造商业案例转型的过程中，领导团队需要发挥关键作用；第四，领导者必须通过改变运营一线的流程和激励措施来重塑员工的行为，并确保部门经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日常决策。尽管这些结论听起来可能不言而喻，然而许多公司忽视了这当中的部分或全部步骤，因而未能为成功奠定基础。


  公开承诺


  让我们从第一条准则开始。大胆的公开目标能够在整个组织中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使命感，有助于企业在困难时期坚持到底。然而，许多高管不愿公开他们的目标，担心一旦失败就会遭受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责难。但许多公司承认，公开承诺的好处明显大于它的风险。


  以雀巢为例，2012年，它宣布了在营养、节水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包括将每吨产品的用水量减少40%（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做出公开承诺的过程，促使雀巢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在举办论坛方面开展了更为密切的合作，包括利益相关方年度会议等其他活动。目标设定的过程，非但没有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审查，反而促成更多的公开反馈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从而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


  首席执行官的公开承诺还激励公司的管理层培养更高水平的内部纪律，以达成其宏伟目标。雀巢前公共事务主管珍妮特·渥特称：“承诺、行动、报告然后获得评级机构的积极反馈回路成为积极变革的真正动力。”2015年，雀巢公司超额完成了其节水目标，将每吨产品的用水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了41.2%，并为2020年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目前，雀巢在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食品、饮料和烟草类别中名列第一。


  首席执行官为可持续发展举措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动力，并在整个实施过程中一直是动力源。我们的研究表明，高层领导的支持是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而能真正产生作用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而非言语。一位首席执行官可能是唯一有能力在艰难的选择中打破惯例、推动事情向前走的人，比如改变供应商或客户的要求条件。例如，在全球食品零售商德尔海兹（Delhaize）集团，中层管理人员最初不愿对供应商实施严格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包括海鲜、棕榈油和木纤维的供应链和采购过程中的公平工作条件。于是，首席执行官弗兰斯·穆勒在2012年进行干预，强制执行上述要求，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可持续发展是管理层的最优先事项。此举迫使管理人员做出类似的决定。


  更宽泛意义上的管理层的行动也可以在支持变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诺维信为例，这家丹麦公司专门生产有助于减少能源、原材料和化学品消费的酶制剂。2008年，它创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各项业务职能的副总裁），以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2010年，该委员会决定探索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和节约用水纳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譬如，作为全公司解决缺水问题举措的一部分，诺维信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了一个手洗实验室，用以复制当地的洗涤条件，从而帮助当地客户开发更高效的洗涤剂，让消费者能够用更少的水洗衣服。


  诺维信估计，2015年，它的客户通过使用其产品总共减少了6000万吨的碳排放量。


  转变心态


  即使首席执行官公开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员工仍会认为可持续发展产品或流程会增加成本并削弱公司的业绩。在我们的调查中，62%的受访者将公众声誉作为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主要商业理由，他们认为这东西如果有固然好，但对业务经营并不重要。


  这种态度对追求突破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导人来说是危险的，同时应对多个业务目标的一线管理人员和员工可能将可持续发展举措视为既不重要亦非紧急的工作引起重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可持续发展目标会落到他们的优先工作清单的底端，并且得不到资金支持。


  领导者可以通过帮助员工理解将可持续发展与成功联系起来的商业意义，来克服员工的消极态度。例如，沃尔玛超市通过将其车队的燃油效率提高一倍，节省了近十亿美元，同时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尼尔森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做出可持续发展承诺的品牌的增长速度是无可持续发展承诺品牌的4倍。


  最有效的方法是先从一些可快速简单实现的事情着手。2004年，沃尔玛决定加快推进其可持续发展举措，推行了一项减少玩具卡车包装的试点计划，这一简单举措节省了树木、资金和燃料。此后，沃尔玛深化了承诺，现在推出了一些难以量化的商业项目。例如，2009年，沃尔玛推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标，这一指标基于对供应商在关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回应进行评分。沃尔玛的采购人员将这些评分纳入他们的供应商选择决策中，这也有助于在其所有主要业务部门提升指标评分。


  将变革融入组织


  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已成为年度企业报告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公司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其组织的业务流程、问责机制和激励措施当中。例如，我们的调查显示，只有24%的员工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对可持续发展负责。


  那些实现了宏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司，在业务经营的各个环节嵌入适当的行为和流程，并让部门经理负责成果的交付。例如，某些公司改变其资金审批流程，将可持续性发展因素纳入其中，或扩大商业价值评估的时间范围，从而允许更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获得投资资格。例如，丹麦制药公司诺和诺德设定了碳排放内部价格，减少碳排放的业务部门会获得现金奖励。


  诺和诺德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副总裁苏珊娜·斯托默说：“我们早期验证了一些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所以我们开发了一种方法来移除这类项目在审批过程中的障碍。”2012年，传媒公司企业爵士将诺和诺德列为世界上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公司。在过去6年里，诺和诺德一直在这一榜单上名列前20名。


  有成功经验的公司还会将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纳入其激励结构，与其他关键绩效指标并列而行。食品零售商德尔海兹集团通过在所有业务环节将薪酬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取得了成果。德尔海兹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副总裁梅根·赫尔斯泰特坦言，在此之前，只有20%的领导层成员的年终奖金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举措有关。到了2014年，德尔海兹的所有高级职员均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的年终绩效奖金，而可持续发展绩效占奖金总额的10%～30%。


  即使是对可持续发展最富有热情的高管也能意识到上市公司所受到的限制。例如，如果一项特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侵蚀了一个品牌的长期经济利益，那么将很难展现出支持这一计划的商业意义。要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也是一件难事。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经常需要实行不止一项举措，以观察哪种方案切实可行。组织变革富有挑战性，其实现亦需要时间和管理层的承诺，而按照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公司的说法，这种投资是值得的。

  


  珍妮·戴维斯-佩库（Jenny Davis-Peccoud）


  贝恩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也是该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实践的负责人


  保罗·斯通（Paul Stone）


  贝恩咨询公司的顾问合伙人，也是该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实践的成员


  克莱尔·托维（Clare Tovey）


  贝恩咨询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高级顾问


  反对“巨额慈善”


  作者：拉里·克雷默

  译者：黄伟鸿


  
    慈善事业的投资人不应为了迅速见效而去追随最新一波的大额捐赠热潮，而应长期且坚定地支持那些致力于解决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组织。

  


  如果说慈善界迷恋新奇的想法，我认为毫无异议。如今，人们看重的是“变革性”，通过变革来展现出“创新性”和“颠覆性”。最新的热潮便是“巨额慈善”，2016年12月《福布斯》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将其定义为“旨在创造系统性社会变革的八位数以上的捐赠”。


  《福布斯》引用了侨福集团的某项研究——《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用它做了2016年冬季刊的封面故事——《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在《福布斯》看来，过去的慈善家只是偶尔会寻求社会变革，但如今的慈善大咖却更愿意运用“颠覆性思维来试图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小修小补”。《福布斯》就是《福布斯》，一如既往地在文章最后弄出一个排行榜，即2015年“10项最具前景的巨额捐赠”的排名，榜单后面还进一步列出其他48项巨额捐赠的竞争者清单。（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捐赠的规模，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向欧洲气候基金会提供的3300万美元的赠款被列入“其他巨额捐赠”之中。）


  尽管人们到处谈论“巨额捐赠”，但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它的意思，只知道那是在斥巨资去做某件事情。每位写这方面文章的作者似乎都会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巨额捐赠的目的必须不仅是调动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毕竟那基本上囊括了大型基金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有时候，把钱用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似乎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可证明这一点的是，巨额的捐赠方向还涉及奖学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开放式研究甚至是对某个公园的日常维护。其他时候，关键点似乎是向某个特定组织提供重大支持，尽管某些巨额捐赠的覆盖面要更广一些。通常而言，短期效益似乎也同样重要，但尚不清楚巨额捐赠是否必须具有战略意义，抑或旨在产生某种具体的可衡量的积极影响。显然，某些巨额捐赠绝非如此。


  最终，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反映了“巨额慈善”更多的是一种感性认知，而非一种定义清晰的技术性行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因为其会诱发草率的思维和糟糕的做法，我会在下文做详细解释。尽管一般来说，大多数支持者在提及一项巨额捐赠时，都会想到捐赠者打算宣布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慈善资金（《福布斯》和侨福都将八位数赠款设为其最低标准）以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通常的做法是直接资助某一个组织。尽管这种描述并不符合所有例子，但是这些特征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讨论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特征准确地反映了“巨额捐赠”这个词如何被慈善界所理解。


  一个可能致错的工具


  在阐述我对这种慈善行为的疑虑之前，我应该声明：我不认为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难题是一种不好的或错误的做法。相反，肯定会有一些难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予以解决。


  不过，要说巨额捐赠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极少见的情况下，仍远不能称之为做慈善事业的最佳方式，甚至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更与被奉为规范相去甚远。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是巨额慈善支持者在到处宣扬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他们的文章中无不感叹巨额捐赠的稀缺，同时一味地赞扬少数敢于追求这种策略的人士的胆量和远见。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而喻：如果你想成为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如果你想“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小修小补”，巨额捐赠就自然而然是最好的做法。


  《福布斯》杂志上的那个排行榜是一项很容易误导人的工具，其意在鼓动人们选择巨额捐赠而非其他形式的慈善捐赠。作为法学院的院长，我曾亲身体会过这种排行榜的魔力，它不可避免地引发对排名的竞争，从而使得人们盲目地迷恋排行榜发布者所看重的东西。在法学院，排行榜导致大家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和金钱投入（因而增加学费和债务），尽管这么做并无益于学生。在慈善事业中，这种排行榜只会诱使慈善家偏爱巨额投资，通常是对单个组织进行投资，并采用高风险战略以追求快速见效。


  新一代的年轻慈善家中有许多人热切地渴望公众的认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大而空的口号的影响。被评选为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得到《福布斯》甚至是《纽约时报》的赞许，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当朋友和同行都备受关注，自己却受冷落，那是多么令人恼火的事情！


  但是，那又怎样？为什么不鼓励慈善家和基金会去寻求和进行这类巨额捐赠？因为社会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至少那些真正需要慈善捐赠并能够从中受益的大问题是如此。身体疾病可以通过发明药物或疫苗来治愈，但是社会问题极少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需要慈善事业解决的重大难题上，比如贫困、种族歧视、气候变化、教育、妇女权益或收入不平等，没有简单的良方可用，也没有捷径可走。认真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与巨额捐赠截然不同的心态。


  社会问题诞生和繁衍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固化体系当中。问题的起因和解决方案都取决于人自身，而且会引发各种不可预测和令人困惑的行为。解决问题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不是因为人们缺乏想象力，不愿意冒险或投入足够的钱，而是因为问题实在太棘手。


  在这些挑战上取得进展所需的慈善援助，与巨额捐赠爱好者所推崇的慈善方式几乎是截然相反的。钱肯定是需要的，然而，事实上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以及与财力相当的人力。需要慈善家既能聆听目标受益人的心声，也愿意向他人学习并与受赠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慈善不是一下子投入大量的现金以寻求快速效益，而是帮助构建并融入一个由受赠方、受益人和其他长期持续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资助者构成的生态系统。做慈善需要深入地了解存在的问题，制订周到的方案以解决问题，观察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并基于证据和经验修正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愿意不断地重复这些步骤。


  放下姿态，拿出耐心


  这就谈到了我对巨额慈善看法的要点。巨额慈善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大胆的声明、故作姿态和大张旗鼓的宣传。我感觉巨额慈善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在于让慈善家向世界展现自己。我知道这并不是巨额捐赠倡导者想要的结果，但他们听起来和他们所鼓励（不论有意与否）的东西似乎就是这样。依我看来，一项真正的巨额捐赠应该是承诺在长时间内解决某一问题，时间长到足以产生明显的效益，这通常意味着要战略性地逐步向许多受赠方发放赠款，每次捐赠数目之小，都不足以构成《福布斯》或侨福所定义的巨额捐赠的额度。


  我为休利特基金会的大额捐赠感到自豪，但让我感到同样或更为自豪的是这个基金会在自然保护等领域所做的工作。自1969年起，自然保护就成为这个基金会捐赠的重点领域。从那时起，该基金会在美国西部保护水土资源和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方面投入了逾3.5亿美元，一路走来，我们向受赠方和其他资助者学习如何建立联盟，平衡利益冲突，为我们的目标达成共识。


  我们低调无闻但稳定地提供着赠款，并时不时取得一些进展。当中既有收获，也有损失，我们一旦犯了错误，就会从中吸取教训，并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慢慢地，凭借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专注力，我们的受赠方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了帮助推进他们的工作，近年来我们每年投入约2000万美元（早年的投入相对较少）来捐助众多受赠方。虽然没有哪一笔赠款额度大到足以吸引《福布斯》记者的注意，但这些累积起来的赠款，反映了我们取得进展所需要的耐心，扎实的工作以及有意义的、持续的关注。


  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做的努力也是如此，比如解决争端、妇女生殖健康、开放教育资源和艺术教育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休利特基金会做出了持续数十年的承诺，并取得了积极影响，这并不是靠华而不实的大额捐赠，而是得益于对无数个从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的组织的认真、持续、战略性的支持。在这方面，休利特基金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有大型基金会都已经或正在为各种项目进行类似的投资，他们都长期致力于解决疑难问题，通过持续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些捐赠是否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不是，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巨额慈善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要知道，这些都是极为困难、棘手的问题。战略性慈善事业要冒的风险并不低于巨额慈善。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战略性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更多地鼓励这类慈善行为。战争胜利就是靠步兵在战场上奋勇不懈地战斗而赢得的，慈善也是同样的道理。慈善是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坚定的承诺和不懈的努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解决方案或引人注目的新奇举动。

  


  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的主席，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非常感谢杰夫·布劳达奇、保罗·布雷斯特、鲁丝·莱文和费伊·特韦尔斯基所提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社区代表们在地区发展中的政治角色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陈平 吴滨


  在重大决策上，谁能代表街坊邻里的居民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例如，城市改造的钱是怎么花的？人们可能认为，这些代表是社区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包括市长、市议会议员，以及当地居民选举出来代表民意的州议员。


  密歇根大学组织研究助理教授杰里米·莱文（Jeremy Levine）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应在当选的政治家之外寻找答案。他发现，最重要的参与者可以是社区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CBOs）和那些代表社区利益的非营利组织。通常来说，这些组织虽未经过民主的选举过程，但却代表了社区的利益。


  从2010年起，莱文对波士顿的六个邻近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志研究，所选区域的居民大多数是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一个被称为“费尔蒙特走廊”的地区将被规划为费尔蒙特线路上的新公共交通站点。与此同时，当地的社区组织也在推动对住房和其他房地产项目的投资，以配合这个新轨道线路的开通。这些非营利组织以松散的联盟形式团结在一起，以此促进该社区从政府和私人部门获得更多发展资金。


  莱文花了4年的时间，和9个社区组织的领导和员工共同参加了214场不同的会议。这些组织分别来自厄珀姆科纳、霍尔格罗夫、福尔科纳、科德曼广场、马塔潘和洛根广场等社区。他还在波士顿市政厅和一个资助费尔蒙特走廊开发项目的基金会工作了数月，观察社区组织与当地政府和私人资助者之间的互动。此外，他还参加了社区会议，与当地居民与社区组织代表进行了交流。


  他发现，社区组织承担着重要的媒介性职责：负责项目资金的启动、运作和完成，并与其所代表的社区对接。无论是私人机构，抑或是公共机构的资助者，他们都将社区组织作为当地项目资金投放的联络点。莱文表示，选举出来的官员并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他们大多是担任配角，或是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


  莱文说：“官僚们期望并假设，社区组织是社区的代表。”例如，当该地区从奥巴马总统的社区之选项目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拨款时，是由当地的社区组织参与了项目申请书的起草和项目预算的讨论。他说，社区组织接管了这笔项目资金，并负责其开支使用。


  马塔潘社区发展公司是莱文参与研究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当这个公司破产时，该社区的立法委员们费尽周折去寻找一个新的组织来取代它，而马塔潘则失去了其发展资金。他说，在没有社区组织的情况下，代表们自己也无法组织开展经济项目。


  莱文表示：“区别并不在于资金是怎么来的，更多地在于社区组织的政治角色。和以前相比，这些社区组织扮演的政治角色不一样了。”社区居民感觉这些组织并不支持他们的利益，因此认为这些组织不对社区居民负责。美国人应该决定这些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角色。


  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尼科尔·马韦尔（Nicole Marwell）认为：“没有哪个社区的利益是单一的。对城市发展部门的官僚、市政府内的非民选官员而言，用这些方式与有一致发展目标的社区组织合作，可能比和那些民选官员合作更容易。那些民选官员可能有其他政治利益上的目标。”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的记者，主要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抵制的政治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陈平 吴滨


  当社会活动家盯上一家企业时，他们经常会发起抵制，呼吁公众停止购买该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不再光顾其商店。活动家力求通过这种公关和财务的双重压力来迫使企业高管能就其所关心的议题做出让步，并对企业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们正在调查“非市场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包括各种监管措施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社会学教授玛丽-亨特·麦克唐奈（Mary Hunter McDonnell）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库姆斯商学院政治学教授蒂莫西·维纳（Timothy Werner）尝试着揭示非市场风险与政治的关系：社会运动如何影响企业与政治代表的关系。


  政治活动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麦克唐奈表示：“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可以让政客们更愿意接听你的电话。”这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个通道，他们需要提升公司的利益并降低风险。


  针对1990年至2007年曾受到抵制的上市公司，研究人员通过搜索这段时间美国最大的六家报纸的报道，并参照能找到的其中部分公司当时的公开财务数据，形成了一个数据库。这203家样本企业在这17年间都经历过广为人知的抵制运动，抵制运动对这些企业的影响是可以测量的。接着，研究人员将样本企业与在此期间没有经历过抵制运动的相同规模和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横向比较。


  调查人员评估了若干衡量政治家与企业关系的关键指标，例如，企业的政治捐款是否被退回，被退回了多少？企业多少次受邀到国会听证会上做证以及获得了多少次政府采购合同？


  数据显示，通过不停地说服政客和目标企业保持距离，抵制运动发生了作用。与控制组相比，在抵制运动开始后，政客们退还给受抵制企业的捐款增加了1.6%，这比抵制前退还的捐款额增加了80%。同时，这些企业在国会听证会的出场次数减少了44%，政府合同减少了36%。


  然而，这种抵制产生的效应可能是短暂的。数据还显示，在一次抵制活动发生后的9个月内，政客们会重新接受企业的政治捐款。经历过抵制活动的企业高管从中学到的经验很明确：只需等待抗议活动在公众意识中淡出，给政客们开出的支票就能再次被兑现。麦克唐奈指出：“公众关注度的持续时间相当短。”


  2007年，在斯坦福大学商业学院的莎拉·索尔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布雷登·金在《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之后，研究者者们开始探讨社会运动影响企业利益的不同方式。


  组织行为学教授索尔评价道：“这篇新论文给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个微妙的拐点，它揭示了抗议运动给企业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政客会避讳这些企业（并返还政治献金）。”


  索尔表示，企业一直是行动主义的目标对象，一旦被活动家盯上，企业就很容易卷入公众舆论的旋涡。企业可以利用客户数据来预测其政治与社会观点，隔离这种声誉风险，从而避免遭到大规模抵制。“聪明的企业会把投资用在了解他们的客户上，知道如何迎合客户的需求，并延伸到去了解客户的态度和信念。”


  麦克唐奈认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的品牌形象与其在社会问题上被公认的立场脱节。当客户觉得企业的行为或观点与其声誉相悖时，企业就会沾上污名。“因为公众讨厌伪善。”麦克唐奈如是说。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玛丽-亨特·麦克唐奈，蒂莫西·维纳，《黑名单上的企业：社会活动家的挑战和企业政治活动的中断》，载于《行政科学季刊》，61，2016年。


  让环保少一些女性色彩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陈平 吴滨


  研究人员发现，男性更少有环保行为，其环保意识也远低于女性。男性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少地回收旧物，也很少去购买绿色产品，而且也不会因这种不环保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愧疚。鉴于环境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一现象，毕竟不能只依靠地球上一半的人口来践行环保。


  有些研究人员将男性与女性在绿色环保上的性别差异归因于男性与女性的人格差异。但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营销学助理教授詹姆斯·威尔基（James Wilkie）和同事们认为，可能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男人对环保的抵触可能来自那些盛行的刻板印象，即绿色产品、环保行为通常与女性气质联系紧密。由于男性对性别气质的维护比女性更谨慎，这些刻板印象会使他们误以为环保行为过于女性化而拒绝参与其中。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University of London）营销和消费者研究学教授波林·麦卡拉莲（Pauline Maclaran）认为：“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密切关注女性气质、自然、身体，与爱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威尔基的研究“在更微观的认知层面上解释了这些关于性别气质差异的基本假设在绿色产品市场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威尔基和同事们设计了包含7个项目的一系列研究来探寻男性抗拒环保的原因。其中，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他们确定男性和女性都将绿色产品与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另外，参与调查者认为，那些携带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购物袋的购物者比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购物者更具有女性气质。


  在其中一项调查研究中，他们要求389名美国男子想象使用礼品卡购买产品的场景。随后，研究人员向参与者随机展示了有粉色花边图案的礼品卡或拿年龄开玩笑的生日礼品卡。无论在在实体店或是网络购物的场景中，相比使用拿年龄开玩笑的礼品卡的男性，那些想象使用挑战性别气质礼品卡的男性，会更少地选择选择绿色环保产品。


  如果男性在做出选择之前就对其阳刚之气予以积极肯定，那又会怎样呢？在另一项调查中，被赞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参与者会更自在地表达对绿色环保产品的喜好。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表现才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一样自然。威尔基解释说：“男性小心翼翼，对女性气质避之不及。”“即使是在私密和网络环境中，男性也会比女性更加主动地维护性别气质。”


  基于性别气质的品牌设计能带来不同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两个虚构的组织之间，男性更愿意捐赠给一个称为“荒野游侠（Wilderness Rangers）”的组织，而不是“自然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在展现阳刚气概和印有常规环保标志的两件文化衫之间，只有女性表示出对后者的偏爱。北京两家宝马经销商实地测试的结果，为品牌设计的性别气质差异化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性论据：消费者被分为两组对比观看同款混合动力i3型宝马汽车广告，其中一组的宣传策略是将其作为环保车进行包装，另一组则宣称这是“保护型”车型。结果显示，男性更喜欢后者。


  麦卡拉莲坦言，这种“再性别化”的方法对于消费产品虽然起作用，但也在提醒大家，试图永久地改变遵循既有规范的社会行为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工作：“因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根深蒂固，是社会化地建构起来的，并没有一个可以实现文化变革的快速解决方案。商人能带来的变革潜力有限，我们需要采用的是一些直击问题根源的行动，比如影响儿童性别气质社会化的措施。”

  


  玛丽琳·哈里斯（Marilyn Harris）


  记者、作家、编辑，擅长为网络、刊物和电视受众翻译复杂的或技术性的材料


  



  亚伦·R.布拉夫，詹姆斯·E.B.威尔基，马京晶，马修·艾萨克，戴维·盖尔，《环保不够阳刚？“绿色即女性化”的刻板印象及其对可持续消费的影响》，载于《消费者研究》杂志，43，2016年。


  微贷公司的团队运作模式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陈平 吴滨


  积瓦微贷网站（Kiva.org，以下简称“积瓦”）率先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在线众筹的方式来给低收入企业家和学生提供小额无息贷款，以减轻贫困。其平台通过移动支付系统或积瓦实地合作伙伴直接将个人贷款者与特定借款人连接起来。但是它就像很多类似的网络机构一样，也面临着一个参与度的问题：很多微贷网站成员只是注册成为会员却不提供贷款，或是只提供一次贷款后就再也没有参与了。


  但是，积瓦为提高参与度创建了微贷团队计划。在过去8年里，积瓦已经根据宗教、组织和地理区域等因素创建了38957个微贷团队。如果团队参与更能增加贷款，那么加入微贷团队的成员越多，能吸纳到的贷款也就越多。


  基于这个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陈燕（Yan Chen，音译）教授及其同事展开了研究。该团队试图寻找一种可以推动更多成员参与积瓦微贷团队的方法，并研究其团队参与是否能增加放贷额。陈燕教授是一名从事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的实验派经济学家，她明白人们加入某些团队的原因是基于对团队成员、其人格特质以及队伍目标的高度认同。因此，微贷团队所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促使积瓦成员加入团队并激励他们提供贷款。


  陈燕及其计算机科学家研究团队致力于机器学习和推荐系统的研究，决定将社会认同理论与机器学习的精准预测结合起来。他们向选出来的近65000位尚未加入团队的积瓦用户发送由推荐算法生成的个性化电子邮件，建议他们加入微贷团队。邮件内容根据用户与团队主要贷款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及其放贷历史而生成。研究发现，用户更容易加入与其地理距离近，并且贷款排名靠前的团队。其他因素则没有积极影响。


  积瓦成员加入微贷团队获得的收益并不仅限于社会认同。“潜在的贷款人需要花费可观的成本去寻找合适的借款人。”陈燕教授说，“团队间的信息共享可以促成相互协调，团队内的竞争则可以激励目标设定——这些都是有利机制。”


  微贷团队对个人成员来说是有用的信息中心，对整个组织来说则是社交网络。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助理教授托马斯·阿利森（Thomas Allison）表示：“众筹的成功取决于众筹项目的愿望诉求以及众筹者能否把这种诉求传播到广大人群中去。然而，对亲社会的社会企业家来说，在大众中传播筹款诉求已超出了他们的可控范围。鉴于此，类似积瓦微贷的团队模式就成为取得亲社会众筹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研究人员还发现团队的会员制确实能增加贷款数额。会员能通过积瓦推送的个性化定制的电子邮件，加入贷款团队。用这种方式加入的会员，其所贷款额高达392美元，超过积瓦贷款人总捐款中位数25美元的15倍。但是，这一结果仅维持了一个星期——也许是因为贷款人等着收回借款后再进行转贷。陈燕教授正在进行一项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以分析贷款团队成员在收回初次贷款后是否还会再次主动放贷。


  相对于先前较少的众筹和小额信贷研究，阿利森认为：“陈燕的研究团队所做的实验方法在研究众筹资金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除了证明相关性，它还对影响资助者为众筹项目提供资金的原因提供了因果性的证据。”他认为，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影响力是众筹取得成功的重要基本因素。

  


  玛丽琳·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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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俏竹，韦布·菲利普斯，《推荐团队促进在线小额信贷的亲社会贷款》，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 13（52），2016年。


  给予和得到——

  《捐赠者：新镀金时代的金钱、权力和慈善》


  作者：艾玛·桑德斯-黑斯廷斯

  译者：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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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捐赠者：新镀金时代的金钱、权力和慈善》（以下简称《捐赠者》）一书中，戴维·卡拉翰记录了新兴慈善精英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超极富有的捐助者希望将大量资源立即投入使用。前几代的精英捐助者可能会满足于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建筑物或写在“遗产基金会”上，但今天的捐赠者希望得到的是结果。卡拉翰写道：“他们知道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并试图来改变社会。从民主的角度产生的担忧是，许多人认为这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豪拥有过度的权力。”


  卡拉翰是慈善内幕（Inside Philanthropy）网站的创始人和编辑。这本新书展示了他对慈善行业知识的广泛认识。个别章节记录着对当今精英慈善事业不同维度的调查，并讨论了不同领域（教育、经济政策和人权）以及不同政治派系的案例。《捐赠者》应该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卡拉翰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叙述者，这本书及时传达了精英慈善事业日益增长的政治意义。


  这本书特别擅长捕捉一些通常见不到的关于精英慈善事业的讨论：精英慈善与精英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距离很短，而且还在缩小。这本书中提到的慈善家们都是力图实现特定结果的战略行动者，他们渴望利用自己在一系列领域中的影响力来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有兴趣改变教育领域的基金会可能会把钱花在支持特许学校和游说学校私有化政策上。我们通常会认为慈善捐款和精英政治影响是不同类型的两种活动，但卡拉翰的研究对象是“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s，西谚中指帮助危难者的人）和政治动物的二位一体。


  卡拉翰透过精英行为观察慈善事业这种视角既有其长，亦有其短。有时他的角度似乎过于接近他所描绘的精英捐助者的视角。从亿万富翁们加入盖茨-巴菲特“捐赠承诺”的公开信中，他会挖掘出这些人的签署动机。由此我们了解到许多精英捐助者正在努力回馈自己的社区，并推动一种公众利益的愿景。有些捐赠人将他们自己视为对抗其他非民主影响的力量，比如那些不向弱势群体捐款的富裕家庭。但我们从这些资料中能了解到的内容有很多局限。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些材料，就如同不应该依靠政治候选人的新闻稿来预测他（她）曾经在办公室里干了什么一样。这本书最好的地方在于卡拉翰从民主的角度指出，捐助者的动机远没有他们的行动结果重要。


  如果卡拉翰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绘制捐助者、受赠组织、正式的政治行动者和广大公众之间的关系图，将会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精英慈善事业。卡拉翰给我们提供的资助者画像远比对其他相关行为者的描述更为完整。富有的捐助者的偏好直接影响卡拉翰的案例选择，他有时似乎是在假设而不是在呈现富人巨大的影响力。例如，卡拉翰通过描述脸谱网共同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凯莉·图纳这对亿万富豪夫妇以及他们的良善创投基金会（Good Ventures），简要介绍了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其他的视角或能把像有效利他主义这样有经验证据的、促进福利的慈善事业，解释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运动的胜利，或是结果主义道德哲学的胜利，而不是单单归功于富有的捐赠人。


  只关注亿万富豪的活动，就会难以衡量其他行为者的相对重要性。我们不太明白这些精英们是如何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互动的。这也使得我们难以评价卡拉翰在其结论章节中建议的改革（包括增加透明度和改革慈善税收减免制度）。


  卡拉翰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精英慈善事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政治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就精英慈善是否以及如何与民主价值观相容提出有力的论点。相反，他特别强调许多人对慈善捐助者感到困惑：我们赞扬他们的慷慨，但对他们所拥有的过大的权力又感到不安。慈善事业已深深嵌入“公共生活的机制”之中，有时结果看起来显然是正面的：“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使城市宜居，顶尖的大学和医学研究中心使城市更精彩，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这有什么不妥吗？”正如卡拉翰所言：“也许是一堆事儿……从谁在公共生活中做选择到谁能从这些选择中真正受益。”


  这些想法表明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来评估精英慈善事业。一方面，我们应该最关心“谁真正受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重要的是确保慈善事业产生公共利益，不被私人利益污染。这可能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标准，但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民主的标准：慈善事业成为“仁爱的精英统治”的一种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关键问题是“谁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选择”，那么，重要的是对影响政策的机会的更平等分配。我很想听到卡拉翰在这些宏大问题上的更多观点。我们是在追求更好的结果还是更公平的权力分配？精英慈善家们是对其他自利的精英的抗衡，还是对民主本身形成对抗？就目前而言，这些基本问题仍然隐藏在这本书的大量信息之中。

  


  艾玛·桑德斯-黑斯廷斯（Emma Saunders-Hastings）


  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


  向全民发钱——

  《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康经济的一项激进计划》


  作者：朱莉安娜·比达努尔

  译者：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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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菲利普·范·帕里斯


    杨尼克·范德波特


    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


    页数：384页


    出版时间：2017年

  


  在经济紧缩时期，福利国家的理想和制度日渐萎缩，很多人争论是否该把获取住房、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作为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由个体负责的范式是否应占据主导地位。此时，进步论者会很轻易地放弃那些远大的理想。如果我们不能保护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或奥巴马医改方案，若干边缘的改进方案可能很有诱惑力。但是出于同样原因，进步论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有远见的梦想家，提出激进的乌托邦方案以团结已经分裂的社会。菲利普·范·帕里斯和杨尼克·范德波特通过他们的新书《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康经济的一项激进计划》，全面阐述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观点。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国家向每一个居民按月发放现金，不要求他们申请，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两个作者建议将人均GDP的1/4设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这样在美国，每人每个月都能收入1163美元，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有没有孩子，有工作还是失业。


  这个建议将改变一些群体的生活，例如年轻人、临时工、志愿者、穷忙族、失业者（那些受技术变革影响而失业或面临失业风险的群体）以及那些因缺乏知识或正在等待福利救济而可能没有收入的人。这个想法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像芬兰、巴西、纳米比亚、印度和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承诺试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本书由8个富有见解的章节组成。帕里斯和范德波特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一种通向自由的工具，全民基本收入在经济上可持续、在政治上可实现。他们也呈现了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可以改变那些官僚居高临下的态度，州层次的许多官僚总是用这种态度对待那些看上去不具备资格领取公共补贴的人。而现有的福利制度往往容忍一种陋见，对似乎没有资格领取补贴的下层阶级不断进行筛选，即所谓的“福利女王”和福利欺诈者。最坏的情况是，政客们承诺筛选排除那些福利欺诈者，利用这个立场的优势赢得选举。最好的情况是，他们以一种短视的方式直陈问题，给福利加上更多的附加条件以表明他们确实在防止福利欺诈者滥用这个体系。这种做法无异于强化了福利申请人确实没资格获得援助的错误观念。


  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范式转换。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它能帮助我们摆脱为了生存被迫找工作的处境，即使这份工作所得甚微、全无用途、危险或可能毫无尊严。通过掉转既有话语叙事的方向，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使我们的社会更接近于“通往繁荣的真正自由，无论工作与否都将得到公平的分配”。这本书未能论及的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也能成为实现种族正义的工具？正如政治学家多里安·瓦伦所写的那样，包括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在内，处于美国经济阶梯底层的那些人会从基本收入计划中受益最多。在取消一切制约性条件和不再要求受援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困窘之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才能够规避许多基于种族主义意涵的父权主义式的限制。


  然而，作者有说服力地表明，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使我们更多地反思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就业与增长的中心地位以及我们传统上对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怯懦的解决方案。


  这听起来像不像是乌托邦？在不久之前，全民基本收入似乎就是一个幻想，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美国人对公共援助顾虑重重。批评者质疑：那些认为工作是一种道德责任并视福利国家为道德风险的人，如何能认同一个甚至不需要有工作意愿的制度？即使我们能够使这些人认同，我们又怎么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制度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推测一下，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金钱，那么他们大概会不工作，这样就无法承担起一个慷慨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然而，基本收入运动正在发展壮大。世界各地的许多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都没有证明，不劳而获的现金会让人们停止工作。即使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过去几年里都表达了他们对这项政策的兴趣，其中包括进步论者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美国家庭用人联盟主任蒲艾真、未来学家马丁·福特。


  在劳动力市场，人们担忧自动化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工人。这非常有助于引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新兴趣。专注科技领域的美国科技创业公司孵化器（Combinator）目前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开展基本收入的实验，并于2016年启动了一个叫作“经济安全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将在未来几年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基本收入。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却越来越可行和吸引人。

  


  朱莉安娜·比达努尔（Juliana Bidadanure）


  斯坦福大学麦科伊家族伦理学中心政治哲学助理教授


  向内移情——

  《在工作中唤醒同情心：提升人和组织的宁静力量》


  作者：贝思·坎特

  译者：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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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莫妮卡·C.沃林


    简·E.杜顿


    出版社：布瑞德-克勒出版社


    页数：251页


    出版时间：2017年

  


  大多现代工作场所已经变得毫无人情味并且日益苛刻，于是我们也变得麻木不仁，对同事漠不关心。很多为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员都遭受着激情疲惫和同情心枯竭的折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为服务对象付出了很多，没有剩下什么留给同事了。由莫妮卡·沃林和简·杜顿所著的《在工作中唤醒同情心》是一本令人兴奋的书，指导人们如何通过爱来使工作单位重新变得人性化。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如何以深刻的同情心来培育组织文化的路线图，这种同情心将使许多组织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工作场所。


  在我与阿里莎·谢尔曼于2016年合著的《快乐健康的非营利组织：无倦怠影响的策略》一书中，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非营利机构里实践自我关怀和创造幸福文化的平行框架。这本书着眼于我们与自己、他人、事业和金钱、环境和技术的关系，展现了我们在单位中的人际关系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自从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以来，我一直在为非营利组织开设工作坊，教他们如何实践自我关怀，并将一种幸福文化融入到组织中。我也会一直听到同样的问题和担忧：总有年轻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会站出来吐槽，这个组织里的每个人都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每个人都得工作超长时间，感觉总是被突发事件打乱节奏，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资源又少得可怜。有时，他们会提到正在体验到一种失落，没有了当初那些曾经激励过他们的使命和目标。他们对机构的工作充满激情，但发现很难继续，因为感觉到没有价值了。这些年轻的领导人迫切想改变他们的组织文化，而不是不得不退出。


  这一反馈与沃林和杜顿的观点一致，即职场文化往往会限制人们发展、成长和在工作上发挥最好，并在集体意义上阻碍了组织获得高绩效和影响力。员工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技能得不到欣赏，总被管理者的古怪念头支配，而管理者们并不了解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工作要求和期限规定不合理，从而员工长期感觉自己工作的价值被低估了。其他形式的痛苦则来自员工的个人生活，虽然这些压力并非来自职场，但它们也会使员工无法幸福快乐地工作。


  在一个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员工可能不会认为为同事做些事情是属于合理利用工作时间。员工可能不会看到个人危机，比如一位同事因为火灾而失去了一幢房子，其实是与工作共同体相关的事——而他们太专注于截止日期了。而在一个明确重视员工之间互相关爱的单位里，员工就会认为帮助同事是与工作相关的。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同情心表现得不一样，是因为单位文化的不同，因为文化塑造了个人关注、思考、感受和做事的方式。这本书展示了组织的结构和流程如何使员工更容易或更难于表达同情心，这不仅是在人际层面上，在组织或系统层面上也有所体现。


  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作场所更富有同情心呢？对沃林和杜顿来说，答案是要在所有场合中将同情心定义为不仅是一种被动的情绪，而且是一种积极减轻痛苦的愿望，涵盖关注、理解、感受移情和采取行动四部分过程。正如谢尔曼和我在我们的书中所写的那样，可行的方法包括组织领导者建立灵活的工作时间，保护员工免受超负荷的工作量、监控和检查的折磨，并设计一些能够表达情感支持的仪式和活动。


  基于作者广泛的研究，沃林和杜顿的这本书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和如何将同情心融入组织的文化中是有价值的，以及它如何能带来非凡的表现。提高员工心理上的安全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建立信任和尊重，提高人们合作的意愿，改善对利益相关者的服务，鼓励更多的合作、员工参与和人才发展。


  我认为这本书唯一的局限是把同情心描绘成一个可以修复现代职场一切问题的撒手锏。尽管同情心事实上并非万能，但这本书确实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同情心是组织内部韧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俗语有云：“就早餐而言，文化比战略重要。”


  如果你认为单位里的同情心只是为了安抚嬉皮士，或软化因营利动机而产生的企业文化，这本书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服务对象而言，是具有同情心的专家，但他们也需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实践同情心。作者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爱和同情心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非营利组织不仅需要在他们服务的社区中推广同情心，还需要把它作为组织内部文化的一部分。

  


  贝思·坎特（Beth Kanter）


  被《快公司》（Fast Company）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女性之一，是获奖书籍《非营利组织网络化》的作者。


  研究越深入，发现越糟糕——

  《财务日记：美国家庭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作者：罗恩·哈斯金斯

  译者：王维


  
    [image: ]

    作者：乔纳森·默多克


    雷切尔·施耐德


    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页数：223页


    出版时间：2017年

  


  早在2008年，耶鲁大学的雅各布·哈克就把年收入的大幅波动称为“新的不安全”，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对这个一点即破的大问题的关注。人们的支出依赖稳定的收入，特别是在主要商品和服务上，诸如住房、汽车、孩子上大学等。但是，正如“收入动态长期追踪研究组”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数据平台所显示的，许多美国家庭的收入相当不稳定。


  在对一些家庭的多年跟踪研究中，在收入波动方面，收入动态长期追踪研究组发现了重要信息。乔纳森·默多克与雷切尔·施耐德的新书《财务日记：美国家庭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The Financial Diaries: How American Families Cope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y）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视角，通过对一些家庭按月甚至按周的财务交易的观察，揭示出一种新类型的财务不安全。


  任何现有的大数据平台都没有提供这类详细家庭信息。那么默多克和施耐德是怎么获得这些数据的呢？答案很简单：他们自己动手采集。他们在美国全境选择了四个社区，分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密西西比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交界处。研究者首先通过当地组织的推荐，确定了中等至低收入家庭。随后，研究人员经由已参与家庭介绍，接触到一些新的家庭并将它们纳入研究之中。对所考察家庭的唯一要求是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正在工作。研究人员要求每个家庭对相关的每笔财务交易都进行记录，包括收入、采购、支付账单和借款。共有235个家庭坚持参与了这项为期一年的研究，平均每户家庭记录了约127万笔交易。不难理解，由于报告这些数据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在最初参与的400个家庭中，有40%左右即165个家庭提前退出了。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一年之中家庭平均收入的变化程度。作者查看了每个家庭的收入高于或低于该家庭月平均水平25%以上的月份数。他们发现，一年中平均有2.2个月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25%，而有2.4个月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25%，合计每年有近5个月的收入与其标准平均值有较大的偏离。只有约2%的家庭没有这种波动。越贫困的家庭经历的波动越大，即使那些收入超过贫困线200%的家庭也明显受到影响。


  默多克和施耐德研究记录了参与这项研究的家庭的真实而详细的故事，展示了这种收入波动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问题。这本书的一半篇幅都在描述这些人所面临的问题，令读者颇感震撼。财务规划当然重要，但当收入不稳定时，怎么可能有规划？一些家庭不得不经常借钱，有时要借高利贷，这会使经济状况更糟糕。当这些家庭申请福利的资格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时，他们甚至连利用社会保障项目都变得越来越难。而且，毫不奇怪的是，收入的巨大波动增加了焦虑，会经常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和冲突加剧。


  默多克和施耐德也给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这些家庭如何努力应对经常遇到的收入减少的问题例子。这些家庭可能借钱，通常是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设法建立一个数额不大的家庭储蓄账户，寻找兼职或加班，以及说服债权人延长账单还款日的期限等。然而作者发现，这些解决方案虽然可能有些创造性，但通常只能解燃眉之急。


  本研究最主要的缺陷是，通过当地关系网络在特定社区收集的样本不一定能代表美国总体人口。即使如此，作者选择了来自四个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这个事实至少确认了显著的收入波动在美国是相当普遍的。


  作为结论，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有助于应对家庭收入波动的政策建议：他们赞成从法律上限制雇主频繁临时改变雇员的工作时间，监管高利息的发薪日贷款等金融产品的营销活动，从而避免导致家庭陷入债务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然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政策建议是有效的。虽然收入的短期波动影响了许多家庭，但目前还不清楚哪些政策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对相关政策建议进行进一步验证，也许是能帮助类似书中所描诉的那些家庭摆脱困境的最大希望。

  


  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担任卡博特家族经济研究主席，同时指导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他也是安妮·凯西基金会的高级顾问。


  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水源


  作者：埃里克·尼

  译者：王维


  在北达科他州，2016年开始的达科他地区输油管道抗议活动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抗议活动之一。在立岩苏族部落的领导下，抗议者们试图阻止建造一条从北达科他州到伊利诺伊州的石油管道。这条管道长达1100英里（约1770千米），它将穿越密苏里河，其中数英里将经过部落保留地。管道将建造在被美洲原住民视为神圣的土地上，同时这条管线潜在的环境风险（特别是对密苏里河而言）是石油泄漏。为了阻止管道施工，抗议者在该地区建立了若干个营地，这些营地最终容纳了近一万人。而在美国境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都不断出现了更多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月24日签署的行政命令给建设工作铺平了道路，这使抗议活动受到了重大打击。在2017年2月22日的抗议活动中，执法机构将最后一批抗议者赶出了营地。尽管现在看来管道将会顺利建成，但达科他地区输油管道的抗议活动并不是失败的。他们团结了美洲原住民、环保人士、社会正义倡导者和其他群体，埋下了一颗正在发芽的社会运动的种子。

  


  埃里克·尼（Eric Nee）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主编


  城市空间的创新策略：众建筑的设计与影响力


  作者：关凯


  人类改造自身生活的强烈欲望常常体现为改造城市的激进行动，在发展迅速的中国尤其如此。在圈地、拆迁、建造摩天大楼和机动车快行道的热潮中，权力和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控制正在对城市大众的共同生活构成重大影响。无论是昂贵的商业地产还是封闭式的高档住宅小区，这种影响以空间性的排斥和疏离的方式制造出城市中心区的空洞化，本地人口的撤离和性质单一的旅游商业功能破坏了城市中心曾经是“各种人和阶级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大卫·哈维语）的原本意义，因而丧失了原本附着在这些空间里的人们共享的历史记忆、社会纽带以及文化与身份认同。


  如何使当代语境下的城市空间重新成为一种共享资源，几乎对每一座现代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困扰市政府的难题。但显然，仅依靠行政资源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2015年，在英格兰西部港口城市普雷斯顿的市中心，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众行顶”的临时建筑。这是一种能够覆盖整条街的可伸缩的顶棚，底部是可脚踏的轮组，可随意骑行安置。这是普雷斯顿对城市中心进行总体规划的“地方营造”（place-making）计划的一部分，邀请国际艺术家参与，以艺术的方式探索如何激活城市中心的公共生活。


  出现在普雷斯顿街头的10件“众行顶”来自一家中国建筑设计工作室——“众建筑”。


  移动与组合：众建筑设计中的“策略性城市化”


  在西方，“策略性城市化”（Tactical Urbanism）是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社会创新意涵，指在城市化过程中，民间力量以本地化方式解决本地问题，通常是在低成本、低风险、容易操作的条件下，对城市空间环境做出临时性改变，以居民自身的居住品质以及邻里互动和公众聚集场所的品质，从而在公私两域之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目标。同时，不仅本地居民拥有的个人财产及社会资本能够获得提升，相关城市空间和建筑物的潜力也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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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骑行移动的众行顶。鲁汶，比利时，2016

  


  传统的城市化战略或那些涉及复杂城市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改造计划，和由本地人群自下而上发起的反应灵活、切实可行的行动构成的策略性城市化截然相反。事实上，在中国，“策略性城市化”并非新物。近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城市的老居民区都历经了一段个体（家庭）自发建设时期。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那些新的设计，如不具备下水道设施条件的卫生间、有创意的装置布局、新的公共空间创设等，这些民间自发的实实在在的增项往往改善了街区的功能与氛围，使之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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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连接后的众行顶，市民在其中享受文化活动。鲁汶，比利时，2016

  


  众建筑就是“策略性城市化”的实践者之一。


  在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大排档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餐饮服务场所。大排档通常临时占用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受天气影响较大。因此，在中国南方城镇路边的大排档，常见一种伸缩棚：在大排档营业的时候，人们在这些露天空间展开一个遮阳避雨的顶棚，而在营业结束的时候折叠收起。对大排档的经营者以及市政管理者来说，布置和撤除这个顶棚都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对众建筑来说，这个看似平常的伸缩棚却是创新灵感的来源，“众行顶”由此诞生。


  与大排档的伸缩棚相比，“众行顶”不动声色地做出一项革命性的设计创新：可移动性。作为一个两层楼高的可伸缩结构，“众行顶”下部由多组踏轮支撑，可由至多十人同时骑行，从而能够在城市中便捷地移动；整个装置为折叠式的，展开之后，可以像手风琴般覆盖12米长、跨度10米的整条街道的路面，将各自分隔的城市空间重新联结在一起。


  大排档的伸缩棚是灵活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民间智慧——白天伸缩棚收起，让出城市的人行道空间给行人；晚上伸缩棚拉出，临时“占用”一部分人行道，变成大排档。而众建筑给予了伸缩棚更大的灵活性，加上可以骑行的轮子，可以更加灵活地使用各处城市的公共空间。


  作为一种制造临时公共空间的可移动设施，“众行顶”是“策略性城市化”的一种物理表征。它唤起人们对既有的低效用都市空间（如停车场、小街巷）的注意，以及将这些空间转变为动态且吸引人的新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如果将多种型号的“众行顶”搭配起来，还能构成俯视之下具有丰富变化性的连廊和通道，并通过新的布局，将这些各自分散的空间连缀在一起。同时，“众行顶”的设计策略是保持对普通公众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各种各样的人群可以通过“众行顶”的安装、骑行、架设和回收工作，相互接触、交往、合作。


  如果说“众行顶”为动态利用作为稀缺资源的城市空间找到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那么，“广仁众空间”则为困扰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内城衰落”问题提供了创新解决之道。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人口、商业和机会开始向设施更加完备的新城区转移，曾经作为城市唯一中心的老城区几乎无可避免地纷纷衰落。“内城衰落”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目前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烟台就是其中之一。


  在烟台，与新商务区的繁华景象相对应的是，一街之隔的历史老城区则略显沉寂。加之此前这里的老建筑多被出租给了会所、餐厅等高消费业态，就更显得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为重新激发老城区的活力，众建筑设计了“广仁众空间”这座建筑，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建成。“广仁众空间”是一座综合文化中心，整座建筑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多层预制房屋系统，由空间结构系统和其中插入的预制房屋系统组成，而且该建筑还具扩展性，结构与房屋可依需求增减或更换位置，有无数种组合可能。所用到的“插件板”集保温、设备、内外饰面及门窗于一体，可快速建成各种适用的空间。整座建筑被钢结构框架轻盈抬起，四面开敞，空间多样；建筑周边接驳有多种用来创造移动空间的装置，配有多个可在城区中移动的骑行组件。


  作为烟台老城区复兴项目“广仁计划”的一部分，“广仁众空间”以其一系列多元化的可组合空间吸引着到访者，包括室内外的社交场所、活动空间、图书馆、阅览室等。“广仁众空间”以友好的姿态邀请人们进门参观展览、阅读书籍或在平台上观赏海景，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聚集到广仁路历史街区这片素有“烟台会客厅”之称的地方。从社会意义上看，“广仁众空间”是一个激发城市生活事件的空间，它刺激了更多市民文化活动的发生，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交流。


  以可移动的“众行顶”和可快速搭建的“广仁众空间”为代表，面对生活在特定城市空间里的各类人——他们的阶层特征与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共享一种历时短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众建筑试图提供一种准确的对策，依托大众的日常经验，却在新的公共空间的制造品质上，比大众惯常的期待走得更远一些。


  众建筑的社会创新：适度改变的智慧


  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中的一个小四合院，是众建筑的办公地点。20多个年轻人拥挤在这里，从事通常是在摩天大楼里做的专业设计工作。他们这么做并非为了追求某种时尚，而是为了在空间体验和日常感受上更为接近他们的服务对象——那些同样居住在胡同里逼仄老屋的人们。这几乎像是人类学家做的事。对这些年轻设计师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未成为过胡同居民，但他们试图从胡同居民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这样就可以感同身受地发现到底要通过自己的设计解决什么问题。


  北京传统的建筑形式是四合院。传统上，在一个完整的四合院里生活的是一个单独的家庭或者家族。但由于历史原因，今日大栅栏的院落主要是大杂院，多户人家在同一个院子里面共同居住，很多人家只有一间或两间房，院落的空间也几乎被居民加盖的临时建筑全部占满。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北京市的危旧房和胡同区成片地消失，代之以崭新的高层公寓或仿古建筑。北京是世界上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古老城市之一，而大栅栏地区位于北京最核心位置，也是目前北京保留胡同格局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区之一。密集交错的胡同群中，很多建筑年久失修，公共设施缺乏，几乎没有绿地，被戏称为“距离天安门最近的贫民区”。一些有钱的人搬走了，另外一些有钱的人搬进来，而这两种人通常不被胡同里的老居民视为同类。


  2011年，北京市政府对大栅栏的煤市街西侧地区进行改造，但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保护原来的胡同格局，并吸引一批设计师、艺术家和店主参与，这为众建筑带来了机会。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基本保留胡同格局的前提下，改善胡同老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时，众建筑的年轻设计师们首先做的事，就是对这个胡同社区开展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几乎所有房子的状态都非常糟糕——漏水、门窗漏风、返潮、公共基础设施非常差，没有能够支持室内卫生间的市政管道等。同时，以院落为单位对大杂院进行整体改造非常困难，因为邻里间很难达成一致的意愿和行动。各家各户的具体需求和经济支付能力也差异甚大。另外，居民们仍然保留着一种特有的胡同社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选择继续在这里生活，恰恰是出于对这种社区文化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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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同里，老房子主体结构内置入一个全新的“盒子”——内盒院。图为内盒院放置前后的房屋状况对比。北京，2015

  


  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师们最终想出来一个方案——老房子的主体结构完全保留，里面塞入一个预制的、能满足现代生活标准的一个全新的“盒子”，这就是“内盒院”的概念。


  内盒院是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内盒院不仅是一个建筑的系统，还包括了基础设施的根本性改善。例如，用来自加拿大的无水堆肥马桶等技术手段妥善解决了室内卫生间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密封、采光、通风还是卫生条件、安全性和舒适程度，内盒院都完全符合现代建筑及其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第二，内盒院是一个绿色产品，非常节能，一年的用电量会比普通平房或大杂院节省2/3。第三，内盒院的造价只有普通改造的1/3，这适应了普通市民要求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内盒院是预制组装的，板材在工厂制作。为此，众建筑直接同一些世界最大的复合建材供应商洽谈合作，委托其中一些厂商以较低价格生产众建筑研发的所需板材，从而尽可能降低成本。再设计出简易的安装方式，仅需一件工具即可搭建，施工对邻居的影响也很小。第四，这是一个文化敏感的产品，除了增加美感和居住舒适度，内盒院不会对社区的物理与文化空间造成任何改变。


  由内盒院衍生出来的、可独立搭建的“插件家”，也是一种预制化房屋产品——人们可以在网上订购，可以平板运输并可以自行搭建。插件家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房屋，虽然使用了和内盒院一样的材料和建造方式，但是可以完全在室外建造，解决了防水、耐久等各种问题。以内盒院和插件家为代表，众建筑的设计理念是尝试做出一种有限的改变。这种设计层面的适度性，恰凸显了其在社会创新意义上的突破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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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胡同里的新建筑平均每平方米造价不到4000元人民币，搭建时间只需一天。北京，2016

  


  为大众而设计：创新与制度的互动


  社会创新是嵌入既有制度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必须同时适应两种制度：一是显性制度，如法律体系；二是隐性制度，如人的文化观念。众建筑的社会创新设计，始终是在这两种制度的约束下展开的，但同时，它也为既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城市中，土地等空间资源始终是稀缺的，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创造城市居民更美好的生活感受，这是“策略性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民间各种非正式的营建活动表明，城市化存在着很多在政策层面尚未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需求。而应对这种需求，民间的力量需要整合资源。作为专业设计师的众建筑的参与，终于使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浮出水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众建筑的核心设计理念可以被概括为“为大众而设计”。


  无论是以企业命名（People’s Architecture Office）还是以产品命名（如“众行顶”，People’s Canopy），众建筑突出强调“大众”（People）的概念，其设计思想也始终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和态度。在大卫·哈维看来，“城市共享资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高度集中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共享资源的所有政治矛盾”。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化的破坏性，不仅表现为底特律的城市废墟，也表现为大众对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消极表达式通常是普通人的焦虑、失望与抱怨，这种情绪有时像病毒一样污染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并侵蚀了我们对于城市的感情、记忆和忠诚。这构成了众建筑的创新探索的社会语境。


  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各地政府改造危旧房区域的方法往往是为居民提供经济激励，让他们搬到城市郊区，然后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重建。尽管当地居民长期居住在那些区域，但他们并不是土地所有者，居民们对自己家园的命运几乎没有控制权。作为建筑设计师，在现行法律及政府规定等正式制度的框架内，众建筑的社会创新以设计为中心，建设性地部分解决了普通大众对于提升居住条件和公共活动场地品质的需求。特别是在土地公有制、土地用途性质被严格规定以及高人口密度条件下复杂的产权与租赁权等条件约束下，众建筑在符合正式制度规范的前提下，试图创造出一种土地、住宅与自然景观之间相对松弛的关系——家庭住宅也可以是灵活的、可变的，甚至移动的（如三轮移动房屋），公共空间也可以通过便捷的临时改造而转换功能。对政府来说，这不失为提升城市魅力、缓解社会矛盾的良策；而对继续居住在老旧社区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都为保留文化传统和邻里社交生活提供了新的选项。


  众建筑的成功努力，同时赢得了来自政府与大众两方面的支持。众建筑通过对城市社区进行专业化的调研，不仅可以充分理解政府整体规划的思路与战略，也更容易理解大众的需求，从而能够做出切合实际的本土化的设计以解决本地的问题。在这种实践当中，众建筑提供的不仅是一种专业化的建筑设计方案，也是一种妥协性的制度设计方案。这种方案综合了政府城市改造规划战略，也切实解决了大众面对的具体生活问题。


  当然，这一切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政府还是大众，这两者都既可能是创新设计与实践的支持者，同时也可能是事实上的阻碍者。例如，在与政府合作的机制上，众建筑的设计师们不得不适应政府机关烦琐的工作程序和相对较低的工作效率；而市民大众的一些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也可能与众建筑的设计理念格格不入。比如中国的消费者更习惯于雇人劳动，用混凝土建造永久房屋，而不是自己动手组装工业化房屋产品。


  但众建筑的设计也正在对政府和大众的想法造成一种冲击，更多的地方政府和城市中心区的老居民家庭正在对插件家等产品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不仅是一种商业市场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设计思想市场的开拓与传播。


  沟通现实与未来：“插件塔”的隐喻


  在当代建筑学话语中，“策略性城市化”代表着一系列旨在实现长期社会变革的设计方法。这些项目，经常是通过设计师与更大型的组织间的合作付诸实践的，比如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项目从持续数小时的活动到永久性的干预举措，涵盖了各种类型。


  2016年9月，万科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实验建筑展”。众建筑受邀参加并在深圳万科总部完成了“插件塔”，旨在探索“未来居住”的可能性。


  插件塔是个可无限扩展的多层预制房屋系统，由空间结构和插入的房屋单元组成，房屋单元可依据使用需求更换位置或增加和减少。空间结构由统一的组件和相同的节点构成，有无数种组装的可能。插件塔探讨了在一个土地非私有化的国家建设私有房屋的问题。在中国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个人建房受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插件塔可移动、可再建的特性，避免了因地权变故导致的建房投资损失。它可以被界定为临时建筑，无须专门打地基和繁复的规划审批，相比传统永久建筑，更容易建造。而当需要迁移时，也可轻松打包搬运重建。


  就象征意义而言，插件塔是一个社会创新的隐喻。这是一个基于问题解决的可生长系统，能够持续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与要求。它不仅代表了空间化表达的社会现实，也象征着这种现实在未来的演变。


  众建筑设计的精神气质，来自三位年轻的创业者——何哲、沈海恩和臧峰。从一开始，众建筑并不是刻意去创办一家社会企业，但在创业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推动众建筑最终成为一家社会企业。在中国，众建筑的每一个设计，不仅是建筑创新事件，而且几乎都是一个社会创新事件。


  在国际上，众建筑的作品屡获Architizer A+奖、德国红点奖（Red Dot Award）和世界建筑节大奖（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Award），也曾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参展，并现身纽约、伦敦、米兰、首尔和香港等地的展览活动。在商业领域，众建筑与波士顿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创新计划和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合作，以期待在波士顿获得资金支持并展示插件家的概念。通过设计样品的展示，众建筑希望针对美国日益严峻的住房购买力不足问题，将附属住宅单元提为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借此影响该地区附属住宅单元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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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何哲出生于浙江金华，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沈海恩（James Shen）出生于美国加州，产品设计学士及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硕士，哈佛大学Loeb访问学者。臧峰，出生于甘肃兰州，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

  


  2016年，众建筑成为亚洲第一家获得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认证的建筑事务所，也就是一家为社会利益服务的营利性企业。中国的非营利机构乐平公益基金会已给予众建筑资金和制度建设层面的支持，并使众建筑更为关注“社会影响”这样的社会创新目标。


  社会创新的宗旨是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新老问题，作为创新者的众建筑并非态度激进的批判者，而是举止温和的改良者。在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上，众建筑的设计师们用针灸式的处理方式，不断产生微观层面的点状影响。但这些影响的集合，却具有实质性的创新意义。相对于大拆大建的短期利益驱动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的最终受益者往往是资本精英），众建筑的设计提供了一种追求长期社会利益的、更为健康的发展模式：居民们可以创建个人的、分散的、高效节能的基础设施，无须拆除房屋与依赖大市政。比起少数人的巨额投资，大量居民个人的微额投资反而会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更为长期有效。


  众建筑未来的目标，则是将其在“策略性城市化”尺度下初步测试过的具有社会目标的设计概念，借助现代化的规模生产能力推向更多的用户。这是一场跨界的努力，是商业运作与社会创新的结合。建筑将不单是一种建筑，而同时是一种关怀，是对于人、对于城市、对于社会、对于我们共同期待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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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以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试错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3期导言


  创新作为一种脚踏实地的科学探索


  捐赠者指导基金模式在西方较为成熟，通常以捐赠者命名，并让捐赠者在善款使用和投资方面长期享有建议特权。这种模式当下正在中国始露苗头，并通常被视为一种成熟经验。然而，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案例研究《高科技巨头创建的慈善机构》却具有一种不一样的视角。


  在硅谷，闻名遐迩的并非只有科技巨头。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硅谷基金会也卧居其中。这个以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 Advised Fund，简称DAF）为基础的社区基金会，坐拥82亿美元的资产，仅在2016年就给出了13亿美元的资助，排名全美基金会资助金额第二位。如果以资产量和资助额度“论英雄”，硅谷基金会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慈善事业的顶峰。


  但显然，对一个慈善组织来说，真正的试炼来自影响力。对一个社区组织而言，更要看它对社区本身的影响力有多大。在这一点上，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表现平平。尽管美国西湾区的贫富差距已经悬殊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当地最显著的社区诉求，如希望解决拥堵的交通和高额的房屋租金之类的问题，却没有因更多的资金涌入而得到解决。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DAF已成为科技创业富人们的避税中转站：先免税，再决定钱往哪里捐。而获得捐赠的往往是湾区以外的地区，或者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覆盖全球的机构。这使得硅谷当地的非营利机构根本不信任硅谷社区基金会能解决“社区”问题。基金会的掌舵人，艾米特·卡森则认为，“社区无疆界”能更好地服务捐赠人、调动其积极性。在能激励更多的捐赠和解决更多社区问题的分野上，这篇文章认为，社区基金会应先关注脚下的土地，如果没有地理限制，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将失去意义。


  除了DAF，共益企业运动（B-Corp Movement）也是方兴未艾。2018年2月初，深圳市偶家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了美国共益企业实验室的测试与考核，成为国内第七家共益企业，同时也是国内首家互联网智能硬件共益企业。而本期颇有争议的专题文章《共益企业与人权》则试图发问：共益企业是否有一个合适的规模，在规模化发展（被收购后）与不伤害利益相关者和社区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相信读者自己都有一个智者见智的答案。


  显然，“规模化”在2017年是一个热门词。但究竟如何规模化？在本期《规模化科学》一文中，作者以西非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和全球对策为例，指出“传统的规模化范式”对于应对今天的社会危机（在不确定是否有效而且没有完备环境的情况下去规模化）来说是不适用的，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影响力规模化“新范式”的四条基本原则，作为“规模化科学”的核心内容。


  除此之外，《技能志愿服务的前景》《为文化艺术创建政策指数》等专题文章分别为我们清晰论述了企业做出社会贡献的最有前景的一种形式，以及堪比艺术领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美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制作背景与过程、特点、功能和从中获得的启示。


  最后，本期的中文特稿《渐渐透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与创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所经历的一场变革。基金会中心网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创新，跨越重重困难，取得行业信任，并慢慢提升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和自律能力的？相信你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论是社区的维护还是一个新概念的推进，创新发生的领域多而广。同时，解决问题的社会议题关怀者也在不断思索如何将创新做得更加科学化并脚踏实地。分析、行动、评估、归纳、总结、反思、集合影响、再行动……这无疑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世界各地的各种经验正在交融在一起，这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创新。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中文刊编辑部2018年2月


  专题文章


  共益企业[11]与人权


  作者：乔安妮·鲍尔 伊丽莎白·乌姆勒斯


  译者：郑迪 蒋泽原 刘新童


  关键词：共益企业，共益企业运动，BHR运动


  共益企业运动推出了一种社会责任企业的强大模式，这一模式有着推动人权保护的潜力。然而，共益企业运动至今尚未能与人权运动倡导者紧密合作，影响了这一潜力的发挥。


  2006年6月5日，非营利机构共益企业实验室（B Lab）正式启动，并同时发布了《共存宣言》。宣言展望了“一个将商业活动转化为向善力量的全球经济”。共益企业运动由此发轫，通过重新审视商业企业的宗旨，重塑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共益企业（B Corp，B是benefit 的缩写），是指经由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在社会与环境的整体绩效上达到高标准”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全球约有2000家，它们正在引领着这场共益企业运动（B Corp Movement）。[1]


  共益企业实验室还推动立法活动，要求赋予共益企业合法地位。这种新型法人模式要求企业“对社会与环境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并在公信力和透明度上达到更高要求”。采用这种结构可以让企业坚持某种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商业目标，不必担心股东采取报复行为。截至2017年7月，美国有33个州（包括特拉华州，该州是将近一半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注册地所在）及哥伦比亚特区通过立法，允许公司注册为共益企业[12]，还有七个州也正在审议相关法案。


  在2010年12月的一场TED（环球会议的名称）演讲中，共益企业实验室联合创始人杰伊·库恩·吉尔伯特将共益企业描述为一场“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革命，通过一场“剧变”将20世纪“股东资本主义”转变为21世纪的新模式：前者指即便有损害环境与社会的风险，也要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回报的公司制度；后者指能释放商业本身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简而言之，共益企业承诺“回归到企业应有的职能，即创造共享的、持续的繁荣”。


  这些打造具有社会与环境责任感的企业的理念和我们正在倡导的企业与人权保护（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以下简称BHR）运动不谋而合。BHR运动意图让所有商业企业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并推动企业尊重人权。今天的BHR运动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参与者，包括国际及地方非政府组织，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商业企业、政府与联合国官员，以及商学院、法学院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


  从BHR运动的角度来看，共益企业运动推动立法，将创造积极社会影响纳入到企业宗旨中的做法值得关注，因为这让企业能够从根本上重视社会价值。相形之下，BHR运动偏向于用“商业论证”来说服企业高管：尊重人权有利于公司获取利润。然而，要将尊重人权转化为利润回报有时并不可行，而且在这背后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公司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应去避免侵犯人权。共益企业运动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高速发展，如今已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随着民粹主义势力将特朗普送进白宫，“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环境与金融领域监管的放松，劳工保护政策遭到破坏，2010年起实施的将企业社会影响报告制度化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也面临挫败。特朗普的举措使得商业领域陷入一场抛开社会与环境责任标准，“竞相触及底线”的危局之中。因此，加强以上社会运动的力度，激励企业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就变得刻不容缓。


  共益企业运动与BHR运动看上去有几个共同目标：呼吁企业应该尊重人权，企业应该从全方位角度来理解、应对企业行为对人和社区产生的所有影响，建立有关企业行为、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标准。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鲜有共益企业运动的支持者了解被BHR运动所广泛接受的人权标准，即《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而BHR运动的支持者也很少去了解由共益企业运动推出的共益企业认证标准，及其所推行的共益企业立法。这种相互隔绝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聚焦权利主体


  BHR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与知名大企业有关的悲剧事件，包括石油与天然气巨头德士古（2001年被雪弗兰收购）在厄瓜多尔亚马孙流域的拉戈阿格里奥地区引发的污染事件，尼日利亚环保人士因和平抗议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当地的运营而被军政府处决的“奥戈尼九君子”事件，以及耐克在东南亚的外包加工厂商使用童工被发现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对耐克产品的抵制行动。


  “冷战”结束后，新兴市场的开放加速了所谓全球一体化企业的增长，这些大公司通过大型供应链和全球性运营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这种开放也使得更多人遭受企业活动带来的危害。人权与劳工组织曝光了这些不良行径，在激起公愤的同时也促使公众组织起来，去解决企业的权力和经营范围不受监管的问题。


  BHR运动联合了一些国际人权机构，以及当地各级人权组织，一起推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通过法律与政策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运动的目标是构建一个针对企业侵害人权行为的问责体系。[2]这里的“人权”包括《国际人权宪章》[3]和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中定义的人权。


  BHR运动的战略聚焦于受企业活动影响的“权利主体”，被有些人称为“自下而上”的策略：运动的倡导者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运动的不足。CSR运动倡导的是一种由企业驱动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在这种程序里，管理层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企业可能产生的风险（通常是声誉风险），而且公司自行决定要应对哪些社会问题。在BHR运动的倡导者看来，此类自行裁量的CSR项目具有隐患，因为公司有时会利用它们来转移公众对自身负面行为的注意，或者在实施CSR项目的过程中并不认真地追踪、应对企业行为对人权造成的广泛影响。


  2005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了一项对联合国秘书长企业与人权特别代表的任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委派约翰·鲁杰接受此项任命。鲁杰将其使命描述为缩小“商业力量的规模、影响力”与“社会管理其不良后果的能力”之间的“治理缺口”。[4]2011年，理事会一致通过了鲁杰经过长达六年的研究与意见征询所制定的一套非约束性标准，即《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第二，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第三，补救措施。这些原则并非国际法框架下的新义务，而是阐释“现有准则及规范对于国家和企业的意义”。其中，第二项对企业的人权责任做了原则规定：企业应该“避免侵犯”人权，并“应该解决它们涉嫌造成的对人权的不利影响”。企业只有通过“人权尽职调查”程序才能实现上述责任。在这一程序中：企业通过建立政策和制度来识别、防范、缓解对人权的负面影响，并对此问责；企业需公开通报这些举措乃至实施的成效。[5]如果说CSR运动是把公司视为自身风险的管理者，那么，“指导原则”涉及的是企业对人权方面的“影响”，把企业视为面对权利主体的义务承担方。


  尽管尚没有以商业企业为国际法义务主体的国际条约（目前有一项正在联合国审议），但BHR运动的支持者仍希望企业能在现有条约的框架下尊重员工、社区和消费者的权利：不管对利润有何考虑，企业都有义务了解其企业活动对人权的影响，并确保不侵害人权。然而，那些不遵守“指导原则”的公司却不会面临什么后果。因此，BHR运动中有一支力量正在推行一组国际准则，借以支撑“指导原则”，要求企业尊重人权。


  尽管有一些国家已经立法，强制要求实施“指导原则”提出的人权尽职调查，但用“商业论证”来激发的自愿行动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人权范式里，不论是否影响一家企业的利润，权利主体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然而，如果既没有法律约束，又面临为股东创造高回报的市场压力，几乎没什么能够真正遏制企业损害人权的行为。


  鲁杰的前顾问，克里斯汀·巴德在《美国经济咨商评论》的采访中提到了由此引发对企业不当激励的可能性。“如果我的公司考虑在冲突地带进行投资，我可能会建议其聘请30名社区联络官员，同时拨出相关预算来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这样可能会降低一些风险，例如避免成为种族屠杀的同谋。但如果把它纳入一项投资回报测算中，我最终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要是我们只聘用10名社区联络官员会怎样，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只有50%的风险成为种族屠杀的同谋？”


  制定和采纳反种族屠杀人权公约，就是为了杜绝这种盘算。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这种意识融化在企业的血液中？


  共益企业的优势


  通过将公司的社会使命提到与创造利润同样的高度，共益企业运动似乎提供了一种将人权融入企业经营的方法。虽然美国各州的法律有差异，威廉·克拉克和拉里·弗兰卡律师在他们2013年发表的白皮书《共益企业的必要性与原理》中提出，共益企业法应该要求企业：


  1.具有为社会与环境创造实质性积极影响的经营宗旨。


  2.扩展董事的信托责任，将非财务利益作为考量范围。


  3.采用第三方标准来报告其社会与环境绩效。


  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就可以把对包括员工、社区和消费者等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考虑纳入到公司的运营流程中。共益企业立法的支持者们认为，法院通常会最终固守股东至上原则，因此很有必要制定法律来保护“社会使命驱动型公司”的董事在未能实现股价最大化的情况下免于被股东起诉。


  共益企业的准确数量因为缺少全美的官方记录尚难以确定。但记者马克·冈瑟近期在共益企业实验室的网站上断言，目前全美约有4400家共益企业。2015年12月，意大利通过了共益企业立法。此外在共益企业出现之前，英国已有一种被称为“社区利益公司”的法人形式：这一法律形式通过“公司资产锁定”来确保社区利益。


  共益企业实验室建立的认证体系确保了任何地区“通过认证的共益企业”都要达到创造公共利益的高标准，并使它们能够在尚没有共益企业法的州或国家合法经营。目前，约2000家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从农业服务、电子产品到垃圾处理等120多个行业。相比之下，几乎任何公司都可以注册成为共益企业，因此它们的数量更多。事实上，建立标准正是共益企业实验室的目标所在。


  想要成为获得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必须经过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程序，满分200分，得分超过80分即可被认证。根据共益企业实验室的解释，测评的五个项目（例如“员工”“社区”）各占40分左右，要得到80分就意味着公司要在两个以上的项目中表现良好。然而，这个门槛设定比较低：一个公司可以每项都只得16～17的低分，五项合计仍可轻易通过考核。作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公司还必须“在现行公司法框架容许的范围内，对其公司章程的相关部分做最大程度的修订，以符合对其共益性的要求”。[6]


  共益企业实验室认为，共益企业与已认证的共益企业有三个关键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以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为其使命；第二，它们都重视保持较高的透明度，据共益企业实验室的信息中心网站称，它们都需要发布“依据第三方标准的整体社会与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第三，它们的董事都必须“不仅考虑决策对股东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其对包括员工、社区和环境等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如果做不到这点，理论上共益企业的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但这在实际操作层面几乎不可能发生，迄今为止这一问责机制还未被验证过。


  此外，这两类企业都需要关注企业的整体运营，而非选择性地关注经营的某些方面。除特拉华州以外，立法均要求共益企业创造“一般公共利益”，有些州还可以选择创造“特定公共利益”。将“一般公共利益”设定为企业宗旨是为了防止公司在某些方面为善却在其他方面作恶。比如，一家咖啡公司不能因为解决了对环境影响的问题而忽视咖啡豆采摘者的工作条件。共益企业和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对“不作恶”的要求反映了BHR运动的目标，即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应得到尊重。这项要求呼应了“指导原则”中提出的警示：公司不能用做一些好事来“抵消”侵犯人权的行径。许多公司由于尚未建立内部机制来解决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往往会出此下策。


  所以，原则上共益企业和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都必须将人权问题纳入考量之中。这么做并非因为可以提升利润，而是因为这两类企业有明确的使命去顾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这其中必然包括了人权。为了在市场中实现其社会使命，共益企业运动从根本上逆转了“商业论证”。它强调创造利润应服务于为善，而不再说为善对创造利润有益。因此，共益企业运动就展现了许多BHR运动的倡导者所希望看到的范例，即公司应从根本上重视人权，并将之视作企业的一项终极目标，而不是一种创造更高利润的工具。


  人权与社会利益


  然而，共益企业运动在对社会利益的考量中究竟融入了多少人权概念呢？答案是，恐怕不多。除了少数例外，共益企业运动领袖在公开场合不会使用人权领域的术语，即把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视作企业负有照顾义务的权利主体。尽管共益企业或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的确会关注广义层面上与人权相关的议题，比如公平工资和工作小时限制，但其公开文件通常不会提及国际人权标准。[7]


  我们采访了共益企业运动的关键人物，包括共益企业实验室的成员。大部分受访人表示没有听说过联合国领导的BHR运动，即便听说过也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到目前为止，共益企业的法规制定都以“创造实质性的利益”为范本，但没有直接要求企业应对人权问题。根据加州律师、共益企业倡导者约翰·蒙哥马利的看法，“人权很容易被囊括进去”，理由是，除了一般公共利益外，这些法律允许公司选择在章程中加入一项或多项特定公共利益。但这由企业自行决定。


  共益企业实验室所列出的美国各州注册共益企业的名单令人忧虑。以内华达州为例，2017年年初，该州有大约220家已注册的共益企业，而不到两年以前，该州的注册共益性公司的数量还接近500家，比其他州都多，其中包括货运公司、博彩公司，甚至还有一家墨西哥烧烤公司。墨西哥烧烤公司2017年已经不在名单内，但名单里还有害虫防治公司和泳池服务公司。内华达州州务卿办公室也无法解释共益性公司数量大幅下降的原因。


  内华达州的许多注册共益企业都没有官网，这使得公众很难了解这些公司的企业政策和经营情况，或者去督促这些公司坚守其对社会利益的承诺。在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内华达州只有一家共益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而这家企业是仅由一名女性运营的律师事务所。共益企业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库恩·吉尔伯特、巴特·霍利汗和安德鲁·卡索伊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2年秋季刊的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指出一些共益企业在社会绩效方面的模糊性，他们写道：“如果共益企业最终能够有如通过认证的共益企业的表现，那么共益企业的社会绩效将会超越一般企业。”


  与之相反，共益企业实验室的认证标准，“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是向大众开放的。我们评阅了2014年和2016年的版本，发现只有几处使用“人权”这个词或暗示人权理念。这项测评包括五个部分：公司治理，员工，社区，环境与顾客。在员工部分有一个“人权与劳动政策”的子项，其中一个问题是，公司是否给所有员工提供纸质手册，并在其中写明员工的基本权利，如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在社区部分，公司也需要披露是否有针对供应商的行为准则，即要求供应商对童工使用状况、员工自由结社权和自由择业权等实施情况负责，而这些都是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的内容。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项测评中，有些设问含蓄地涉及企业活动可能引起的或实际发生的负面影响。比如，公司是否有成文的标准程序可用于对工作场所的意外事故追根究底，对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是否进行负面行为（环境和社会方面）或违法行为（例如使用童工）的审查。另外，测评还包含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与人权相关的元素，比如针对最低工资和工作不稳定性的指标，有些设问还触及供应链中与人权相关的议题，例如与重要供应商的平均合作时间（供应商数量少、合作时间长的情况在供应链中会被视作能更好地保障劳动权利）。


  尽管如此，这项测评整体上还是缺乏对于公司是否尊重社区、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权利方面的确认。测评只是略微提及了BHR运动所关注的对人权的负面影响。例如，测评中的社区部分没有包含土地掠夺的相关内容（即私人投资者大规模收购土地带来的居民迁移问题），或者企业运营过程中动用警察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暴力问题。相反，在社区部分测评强调的是慈善捐赠和公民参与。在员工部分有这样的问题：“在过去12个月，贵公司的人权和劳动状况有没有被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或评估过？”但测评本身没有要求公司提供独立评估的结果。


  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非常有限地涉及了人权侵害方面的评估，但是哪怕发现有负面行为也不一定会导致公司无法获得认证：不管企业有没有保护好基本权利，只要总分达到80分就可以获得认证。例如，太平洋西北沿岸的连锁店新季节超市是一家获得认证的共益企业，但它却因抵制成立工会、“侵害员工权益”而被起诉。同样，一家公司在没有进行“人权影响状况测评”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认证。这里提到的对人权影响的全面评估是“指导原则”的第二支柱“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中“人权尽职调查”的核心内容。


  除了五个评估部分，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还包含一个调查问卷，其中涉及了人权侵害方面的内容。问卷要求候选企业对诸如以下的陈述回答“是”或“不是”（如果回答“是”，则需要提供详细解释）。


  · 强制计时制员工加班。


  · 公司扣留员工的身份证／护照原件。


  · 建造或运营公司过程中涉及大规模土地改造和（或）土地退化。


  问卷还询问候选企业是否雇用“零时工”。零时工制度就是被国际劳工组织称为不保障最低工作小时的制度，在某些行业与剥削员工、增加工作的不稳定性相关。问卷也要求公司披露在过去五年内是否有因为以下方面的问题被监管机构正式投诉，或者有被罚款、处罚的记录，如员工多元化、员工安全、环境问题、财报、“经营地域范围或涉及国际关系”、劳工纠纷、政治献金、税收或行贿。这些指标与BHR运动中强调的问题有重合，如员工被迫加班、通过扣押文件强迫员工劳动，以及土地掠夺。


  问卷的问题在于虽然它能够发现一些违反人权的行为，但答案并不计入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的总分，所以不一定会影响认证结果。这与共益企业必须实现“一般公共利益”而不是“特定公共利益”的原则相矛盾。不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标准管理经理丹·奥沙斯基称，共益企业实验室的标准委员会将根据问卷和背景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保留拒绝给予企业认证的权力。


  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中人权部分的缺陷，部分原因在于人权问题通常让人联想到负面影响。BHR运动发起的背景是跨国公司在贫穷或治理不善的国家经营时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劣迹，因此防止侵害也就成为BHR运动的主要目标。相反，共益企业运动是为了倡导“好公司”，其出发点是企业，它和政府、公民社会一样，是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力量。鲁杰在其2013年出版的《公正的企业》一书中指出，由他一手打造的“指导原则”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中不那么华丽光鲜的第二层含义——企业造成或加重负面社会影响的风险，而不是CSR的第一层含义所指的“积极的商业机会”。然而，对共益企业实验室的创建者们来说，避免人权侵犯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而不是私营部门的责任。根据卡索伊和吉尔伯特的看法，“和许多国家不同，在美国，人权被理解为理应由政府提供保护的那些消极权利。因此，即便是美国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都越发依靠私营部门来提供……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8]


  尽管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中提及了一些与人权相关的指标，但其基调是鼓励公司正面的社会表现，而不是像“指导原则”那样要求企业尊重人权。鼓励公司正面的社会表现的表现之一就是，该评估的加权部分诱导企业披露有关（政策）游说方面的信息，但却仅限于“积极的游说”，例如说服州政府提供卫生或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并未提及企业对政策制定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侵害人权的可能性，比如游说政府放宽有关保护员工的规定。在关于“员工、董事、供应商的多元状况”的设问中，该评估将其形容为公司“在各个方面展示其多元性的机会”，而不是从人权角度“构建包容性”或“非歧视性”。


  因此，人权在共益企业运动中的地位很模糊。但这并不是说人权标准对制定认证标准的共益企业实验室毫无影响，而应该说，国际人权条款中对于企业侵犯人权所造成影响的全方位性指标在共益企业实验室测评中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测评中毕竟包含着国际人权标准的萌芽，有可能发扬光大，更清晰地表达共益企业在人权方面的影响。


  规模化所引发的问题


  在关于共益企业立法的白皮书中，克拉克和弗兰卡认为，社会企业很难在规模化的同时维护其社会使命：“当这些社会企业的管理者和董事考虑到投资、兼并或者资金周转等情况，就会趋向于从传统的财务受托责任来追求股东回报的最大化，而非优先考虑企业的社会使命。”


  在共益企业实验室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可以让整个私营部门真正在意人与环境的“系统性基础建设”。而对共益企业团队而言，“重新定义商业成功”是问题的答案。[9]在斯科尔基金会的录像中，共益企业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卡索伊解释道：“远在我们发明共益企业概念之前，就有一批想要推动商业向善的创业者们，然而，他们通常在规模化和产生超越商业的影响力这两点上无法更有作为。”言下之意有两方面：社会企业应当规模化，而“整个私营部门”也会因此产生变革。


  这正是共益企业运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无限规模化共益企业的愿景和大企业尊重人权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客观地说，BHR运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让一个由社会使命驱动的企业实现规模化非常困难。美体小铺（被欧莱雅收购）、石原农场（被达能收购）、奥德瓦拉茶和诚实茶（均被可口可乐收购）、绿与黑巧克力（被吉百利收购）、普拉姆有机（被金宝汤收购）、班杰利冰激凌（被联合利华收购）都作为社会企业起家，但等到企业有了品牌知名度后，又无一例外地被传统大企业收购。那些大企业非常懂得利用顾客对“良心商品”的需求。


  班杰利冰激凌的收购案经常被作为引发共益企业运动的案例而广为引用。布拉德·埃德蒙森在他2014年出版的《冰激凌品牌“班杰利”的奋斗之旅》中跟踪报道了这个故事，并且采访了多位关键人物。2000年，这家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三大使命“做世界上最好的冰激凌，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为员工和股东都提供公平合理的回报”的冰激凌公司被联合利华收购，后者是世界第三大消费品公司。当联合利华放出收购要约时，股市中的套利者一拥而上，无视企业创始人的反对意见，最终推动了收购的执行。银行家警告班杰利的创始人，如果无视市场并拒绝这次收购，那么公司就会马上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陷入严重危机。班杰利收购案激起了对于支持共益性公司立法的讨论，来保护社会企业不再遭受强迫性收购。


  幸运的是，经历这次收购后，班杰利原来追求的社会使命获得了延续，而且公司也成为了共益企业。埃德蒙森在书中指出，这次的收购案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联合利华的“集体良知”。但无论结果如何，这次的收购案仍然被很多社会责任企业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一次失败。埃德蒙森在书中写道：班杰利的联合创始人本·科恩在2013的一次演讲中提道“班杰利有着前卫性、先锋性的企业传统，但现实是它现在属于一家不那么具有前沿精神的大企业”。


  朱迪·威克斯是一名创业者，和科恩一样都是社会企业孵化器“社会创业网络”的关键人物。她对于这次收购案的批判甚至更为激进。早些时候，威克斯和其他社会企业的支持者们曾经期望班杰利能够发展壮大到足够“抗衡那些恶霸企业，向世界证明大企业也可以被社会价值所驱动”。但是从埃德蒙森的访谈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威克斯的想法后来发生了改变：“我曾经认为班杰利和美体小铺是一个大而坏的世界中的绿洲，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它们也是被跨国集团所拥有的连锁商店，所有连锁商店都是对当地经济生态的一种入侵。”


  当社会企业被大公司并购时，大公司割断了这些小型经济实体与其服务对象社群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企业会把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和当地环境等相关方的利益体现在它们的商业模式当中。威克斯的悲观态度表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规模化的限度，社会企业对传统商业公司（特别是在人权领域）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及在私营部门内改造资本主义的限制。


  我们能从另一家共益企业Etsy的故事中获得类似的启示。2015年4月，共益企业Etsy决定上市。Etsy是一家经营手工制品的在线商城，根据Etsy官网的声明：这一在线平台能够“直接连接”手工制品的买家与卖家。在其共益企业信息页上，Etsy表示它想为那些“极小规模的商家助力”，“维护本地经济生态”，并为买家提供“来源纯正”的手工制品。该公司的拥趸认为，Etsy的模式是“治疗全球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症的一帖良方”。[10]


  而在Etsy上市前一个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名为《Etsy的商业成功引发信誉与规模的难题》的文章，详尽描述了由于对手工制品爆炸式的需求，而导致一些卖家无力完成订单的情况。虽然Etsy最初只允许卖家陈列自产的商品，但是面对应接不暇的需求，公司放宽了这个标准，并于2013年起允许卖家外包生产。这一举动导致一些卖家重回大规模生产模式。“手工艺产品单从‘手工’这个定义上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无限增加数量。”一位前Etsy卖家对《纽约时报》表示：“Etsy做得越大，就越像eBay（易贝）。”虽然公司确实对一些二手经销商进行了打击治理，但该文指出，Etsy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已承认，公司无法完全保证卖家以及它们的合作制造商生产标准的可信度。Etsy产品的“正宗”“可信度”因此受到了质疑。


  从Etsy上市直至文章发表后的六个月内，《纽约时报》对Etsy进行了跟踪报道，就其是否能在业务成长中保持“工匠根基”提出质疑。不过共益企业的支持者似乎对此并不担忧。例如，在Etsy上市期间，领英（LinkedIn）网站下一个名为“企业使命”的小组里，共益企业的支持者们对Etsy上市的信息叫好连连，他们对针对Etsy的各种批评并不在意。他们强调的是，对共益企业运动来说，上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他们还想知道Etsy是否会为了维持其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的资格，在2017年前申请注册为法律承认的共益企业。这一反应不仅让人怀疑共益企业的倡导者们是否从班杰利的案例中吸取了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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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确凿证据表明，一家企业如果规模过大，就会无法按照“指导原则”的要求在公司运营的全流程中进行人权尽职调查。然而，“过大”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BHR运动的太多关注。鲁杰本人在《联合国指导原则报告框架》中也绕开这一问题。在对第十七条“关于人权尽职调查”指导原则的注释中，鲁杰表示：“对价值链中存在大量实体的企业来说，审核所有供应链上的实体是否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过于强人所难。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企业应该把那些出现有悖人权且存在高风险的领域加以识别，并优先处理。”


  这种表述与指导原则第十二条的注释产生对立。注释中声明：“由于企业实际上可以对整个一系列国际公认的人权产生影响，因此企业的尊重责任适用于所有此类权利。”


  在满足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企业的扩张如果超过一定规模，是否会影响其尊重人权？以销售额居全球首位的沃尔玛为例，它拥有1.1万多个店铺，230万名雇员。在过去的十年里，沃尔玛试图在一些领域应对它对人权造成的影响，但收效参差不齐。比如，2008年，沃尔玛率先与珠宝品牌蒂凡尼、环保倡导组织“让地球工作”、“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机构一起发起了一个项目，敦促金矿在采矿时能严格执行经第三方认证的“社会与环境标准”。然而面对平均每周245万的顾客，沃尔玛根本无法从这些矿区找到充足且符合上述标准的原材料，甚至都无法满足沃尔玛“爱与大地”这一条黄金饰品产品线的需求。这一合作因为参与该项目的几家环保组织指责沃尔玛违背诺言，没有践行矿采环境标准与珠宝劳工生产标准而于2011年终止。


  我们再来看看迪士尼公司：这家公司有超过7000个持有生产许可证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家工厂里，共同生产着迪士尼品牌的产品。迪士尼在公司网站上坦言，尽管公司在人权方面有着很高的期许和要求，但实际去监控各工厂在人权方面的表现是一项独特且艰巨的挑战。无论迪士尼如何将人权融入其日常运营，要保证3万多家工厂里的每一位劳工的人权不受侵害，确实不太可能。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企业的成长是否有一个临界规模？超过这个规模，公司将变得过大，导致其与所服务的社群脱节，甚至可能会伤害到社群本身？此外，共益企业运动是否有能力建立起一套必要的、并与其社会使命吻合的系统性基础设施，而不会被企业的规模所左右？除了企业本身的规模化，共益企业认证和审验过程的规模化也面临着挑战。目前，所有获得认证的共益公司必须参与审验程序。这个程序包括“共益企业实验室工作人员对已认证的公司进行电话核查及文件审阅，确保该公司在共益影响状况测评中提交的信息真实有效”。共益企业实验室在网站上宣称：“每年，我们会对10%的共益企业进行现场深度调查。”但共益企业实验室应当意识到，未来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申请认证“共益企业”，那时这个生机勃勃的审核体系将会很难维持。如果像迪士尼和沃尔玛这样大规模的公司申请认证，就更不可想象了。


  除了供应链的规模太大导致企业无法保证每个工人的权益以外，工会和其他劳工权益组织始终对跨国公司依赖第三方审计进行监管的体制表示担忧。大量文献显示，第三方审计经常对劳工的组织权利视而不见或故意忽略，而这一权利对于劳工向企业争取其他权益很重要。相比于第三方审计公司，工人们能更好地监督工厂车间或农场里发生的侵权行为。虽然工会权利是共益企业实验室测评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是，一个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的企业仍会获得认证资格。


  跨国公司在尊重人权方面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其企业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规模太大，以至于很难管理人权方面的影响。对那些意欲扩大规模的共益企业来说，这是一记警钟。哪怕没有被并购的威胁，或者公司所有者确实全心全意地认同社会使命，大型企业充分尊重人权的可能性仍然很小。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企业，例如那些已经获得认证的共益企业来说，需要成长到一定规模才能存活。问题是，这个规模多大才最合适？


  当联合利华等几家跨国公司表达了申请共益企业认证的意愿后，共益企业实验室于2015年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共益企业实验室组建了跨国公司和大众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有来自跨国公司的代表和资本市场的专家。共益企业实验室的奥沙斯基表示，该委员会讨论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议题，其中涉及一些新的、更为深入的标准和特别针对跨国公司认证流程与绩效的要求。在2016年《快公司》的一篇文章中，本·席勒引用共益企业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科恩·吉尔伯特对咨询委员会的看法，他承认大企业的参与具有“高危性”，会“稀释共益企业的品牌纯度”。


  前方的路


  共益企业运动要实现具有社会使命的商业目标，就应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公司，特别是处于增长阶段的公司，不仅有可能，而且的确会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先不说规模问题，如果共益企业运动能克服一些在人权方面的局限性，就能让人权倡导者们对这一运动更有信心。在平衡“一般公共利益”与盈利的法律义务的制约下，共益企业为企业从根本上尊重人权提供了一条途径。


  然而，目前的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给共益企业留下了过多的空间，共益企业举着社会责任的大旗，但在人权方面仍缺乏作为。这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定义“共益”？在获得共益企业认证或注册成为共益企业前，社会企业就理应遵循人权保护的一些基本标准，如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我们很难说还有哪些人权问题应被视为公益企业认证的基本标准。BHR运动也无法确定哪一类人权在任何特定商业环境中都最为重要。因为人权是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只有通过两个运动间的对话才有可能建立起标准。此外，对如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等相近的企业类型进行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共益企业实验室曾在一封给共益企业社区成员的电邮中，援引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号召共益企业在美国政治“陷入当前混乱局面”之时，理应发声反对不公正、仇恨性言论和暴力。这项声明是否表示出一种转变，共益企业运动是否会将人权嵌入到其发展路径中，并在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或共益企业立法的倡导中有所反映，仍需拭目以待。


  无论是否经过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共益企业都需要重新定义“共益”的概念，将对人权的重视内化在企业架构中。任何未能充分认识到人权之根本地位的“共益”概念，都存在缺陷。如果共益企业实验室能认识和应对这一问题，乃至能与BHR运动合作，就将会真正迈向创始人们所定下的改造资本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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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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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为人类提供了可以激发社会进步的创新成果。然而，规模化应用这些创新成果往往依赖商业途径，其目的在于实现增长、扩张和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让规模化服务于公共利益。


  2014年年初，埃博拉病毒开始在西非各国肆虐，以惊人的传播速度侵袭了大量社区和家庭。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有超过1.1万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占病毒感染者总人数的60%。埃博拉病毒的杀伤力极强，能让患者神志不清，无法自理。


  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这个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却只有136名医生，照料病人的重担就落到了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身上。埃博拉的魔爪随即伸向了这些照料者：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有许多家庭一家人都死于这种病毒。那些染上病毒的患者为了保护家人开始离家出走，独自迎接死亡。疫情蔓延导致社会集会被禁止，学校关闭，很多家庭家破人亡。社会和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状态。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被发现，此后发生的27次疫情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控制住了，直到2014年的疫情大暴发。为什么这次疫情持续了两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以前所有疫情加起来还要多呢？对此，目前尚无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有两个因素很关键：首先，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一个已知并被验证过的方案能应对这一超大规模疫情；其次，当地的环境十分恶劣，很多疫情暴发的国家和地区医疗体系落后、社会处于解体状态。诸多因素使得问题加剧，连最为全面的解决方案也难以产生稳定的效果。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常用的规模化实施解决方案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传统干预方式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即可靠的解决方案和有利于方案实施的环境。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应该高效地将资源分配给那些掌握解决方案的组织，大规模地推行有效措施。但是，正如埃博拉危机一样，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面临的许多最为迫切的问题将是在几年、几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内都无法解决的。多数问题虽然不能和埃博拉疫情暴发这样的危机相提并论，但它们已成痼疾。在国际发展领域中，这类问题被称为“抗解问题”[4]。那么，当我们不知道哪些措施有效时，该如何实施规模化的应对呢？


  规模化的新范式


  在缺少可靠的解决方案，或当新的不断变化的环境降低了现有解决方案的可靠性时，实施规模化就要依赖创新。创新涵盖了规模化的全过程：从一个有潜力的想法开始，到最终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我们要以创新者为中心，由他们联结不同系统的多种行动者。其次，我们要依赖对这些创新想法实施规模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动态证据。将创新的想法规模化是否合理，需要根据那些风险承担者（包括服务对象）所做的风险评估予以判定。这意味着规模化需要权衡利弊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考虑资源分配的问题。


  关于如何规模化，我们需要一种更广阔的思路，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量之中，以适应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创新者、影响力投资者、资助者、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和政府。我们看到，这种思路正在发展中国家兴起。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是参与抗击西非埃博拉病毒的组织之一。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是一家加拿大的机构，其主旨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创新开发。（本文作者之一在研究中心工作，另一位作者是该机构的顾问。）研究中心与许多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共同支持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举措。这其中包括对西非公共卫生创新的长期资助、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以及新疫苗的试验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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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试验和大规模疫苗接种背后有一套众所周知的学理，即推行规模化的思路。坎贝尔协作组织、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和国际影响评估组织都倡导这一思路。这一思路有其优点，但不适用于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


  研究中心与合作伙伴并不否定上述思路，但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思路来终结埃博拉危机。他们的努力是正在兴起的规模化范式的一个例子，我们将这种范式称为“规模化科学”。这种新范式立足于对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回顾，即用科学的、批判性的方法来推动规模化。


  “规模化科学”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将科研成果规模化，从而获得重大影响。我们将科学研究宽泛地定义为创新的起点，正是由此产生出许多顽固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研究人员就是创新者，创新者就是研究人员。


  第二层含义是指形成一种有体系、有原理的研究规模化的科学（science of scaling）。我们相信这一科学将会提升用创新来造福社会的可能性。创建这一科学旨在帮助建立一种针对规模化的批判性思维。所有规模化方法都应该在质疑、测试、优化的基础上悉心加以应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那里领会到，正是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精心组合，才催生了富有意义的变革。


  传统的规模化范式


  今天，我们有关社会变革规模化的理念，大部分是借用了19世纪的工业扩张、20世纪的制药业监管和21世纪的科技创业的模式。我们将这三种模式分别称为工业规模化范式、制药规模化范式和精益规模化范式。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些范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它们不足以支撑当代的社会创新。它们体现的是一种旧的思维定势：重在扩大组织的规模，而不是影响的规模；规模化势在必行；规模越大越好；规模化的目的是商业成功。


  工业规模化范式：重心在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来生产、分销大量标准化产品。其关键在于“经营规模”，而经营规模可以通过高效的大规模制造和分销来实现。这种范式的目标是增加市场份额，确保垄断地位。非营利部门常见的复制、特许经营和培训培训师等模式正是工业规模化范式的延伸。


  制药规模化范式：重心在于如何独享创新成果。其关键在于“授权”和“排他性”，前者是指政府授予创新者在阶段性临床试验的基础上扩大药物使用规模的许可，后者是指创新者可通过申请专利和保守商业秘密等手段，让其他竞争者无法染指。与之相比，药品的制造、分销等经营层面的后续挑战就显得微不足道。目前，许多政府和基金会推崇的基于证据的方案制订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范式。


  精益规模化范式：重心在于如何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成长。其关键在于“快速学习”和“资源规模”，前者是指通过快速迭代产品设计来了解市场看重的是什么，后者是指及时获得各种资金，利用已获得的知识来扩大市场份额。精益开发流程是指开发一种最精简的可行产品雏型，将其推向市场，从客户行为中快速获取信息，然后改进产品或关键点，如是循环往复。当今，许多领先的技术创业型公司都采用这种流程。与制药业不同，这些创新者不需要用授权方式来扩大规模，只需要获得客户和投资者的支持，而且他们往往会发现排他性难以实现。与制药业相同的是，经营规模的问题通常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当创新者销售无形商品（比如“软件即服务”）的时候。这种范式对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很有吸引力。


  这三种范式都是为了实现商业成功而实施的策略，其重心都不在社会影响。然而，对志在某些领域扩大影响力的社会创新者而言，仍然可以借鉴这些范式。譬如：为非洲种植向日葵的农民设计低成本灌溉系统的开发者可以运用工业规模化范式的要素来扩大生产；环境保护政策的倡导者可以像制药行业那样进行有组织的证据收集；开发教育或电子健康类软件的创新者，如果在开发过程中合理运用精益规模化范式的机动调试要素，也可能会因此受益。


  这些旧范式也可以用于社会影响力领域，只是它们都有欠缺。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路会侧重于另一个或者补充的目标，即公共利益。为此，我们要运用规模化科学的范式，制定一个实现公共利益的框架。我们希望新范式能鼓励创新者在思考规模化时开阔视野，并充分运用发展中国家广泛丰富的经验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规模化科学的四项指导原则


  扩大运营、收入、市场份额、融资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概念。在这些语境里，规模化就等同于增长，而且意味着越多越好。虽然这些都是一个组织的正当目标，但我们关注的是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规模化科学的角度来看：


  影响力的规模化需要通过协调努力，去实现最佳规模的集合影响力。这些协调努力必须首先经过道德验证和基于证据的动态评估，才能予以实施。


  这一定义包含了四项原则：道德验证，包容性的协调方式，最佳规模和动态评估。如果这些原则没有得到明确的落实，公共利益可能会被其他目标（尤其是组织成长）所遮蔽。规模化科学建立在这四项指导原则之上，旨在帮助社会创新者将创意转化成影响力。


  1.道德验证 规模化并非是一项绝对要求。事实上，有时候不扩大规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第一项原则“道德验证”意图在增长的压力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研究人员/创新者可能受到来自政府、投资者、资助者和同行的压力，要求他们扩大创新成果的应用规模或发展壮大他们的组织。但是，创新者在决策时也对受到其创新影响的人们负有责任，而这种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规模化的道德验证来实现的。


  桥幅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杰弗里·布劳达奇也曾经指出，需要论证规模化的合理性。他建议项目主管们思考一个问题：通过复制进行推广是否合乎情理，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并要求答案必须有证可循。[1]布劳达奇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技术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项目主管们需要对以往的研究和评估结果做出解释。然而，需要哪些类型的证据，多少证据才能证明规模化的合理性？此外，谁来做决定？


  为此，我们建议换一个角度思考：“在实施规模化之前，你如何能确定自己的创新会取得积极的影响并能避免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个道德设问，规模化在此成为价值权衡的对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创新者和“受影响者”需要为规模化制定一套基于“可接受的影响力风险”的衡量标准。


  受创新影响的人群承受着风险。如果创新不能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或者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他们就会遭殃。如果社会创新者没有足够的把握就进行规模化，可能会造成太多的风险。如果过于谨慎，则将收效甚微。社会创新者应该寻求一种中等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见图1）。


  影响力风险的三种级别


  对影响力规模化做出决策要求对受项目、政策或产品影响的人所造成的影响力风险进行评估。如果一个组织决定在确定性较低的时候进行规模化，就可能会带来过高的影响力风险。如果在确定性较高的时候进行规模化，则承受的风险可能会过低。寻求折中点——可接受的影响力风险，决定了一个组织扩大影响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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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影响力风险的三种级别


  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的因素很多，包括问题的紧迫性、失败的成本、视角的多样性、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案以及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等。


  通常，我们必须在缺乏相关法律或专业规范的情况下，对规模化的合理性做出判断。如果西非没有爆发埃博拉危机，那么在阶段性临床试验之后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可能是合适的做法，关于扩大疫苗接种规模的相关规范和法律也会出台。然而，由于危机的爆发，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问题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因此，必须采用风险较高的策略。


  那些承担创新风险的人包括西非的专业医疗人员、社区团体和政策制定者，他们都成为决策的动力。当时还没有经过全面试验和批准的埃博拉疫苗，因此只能决定使用一种仅在几内亚经早期试验证明有效的疫苗。此外，当地和国际行动者制定了一项创新的预防接种策略，其灵感来自20世纪70年代用于根除天花的方法。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确定了少数的高危人群（已知感染者的家人、朋友和照顾者）并为他们进行疫苗接种。如果没有暴发埃博拉疫情，这种策略将造成过大的风险。而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这种风险被判定为可以接受。


  2.包容性的协调方式 规模化科学范式的第二个原则是“包容性的协调方式”，即创新者必须与受创新影响的人以及让规模化成为可能的人建立好关系。无论有多么大胆的规模化目标，创新者或单个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独自大幅改善一个社会或环境问题。扩大影响力有赖于许多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合作、相互包容和竞争。创新者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如何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前提，去协调持有不同工作日程和视角的多种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


  让规模化成为可能的行动者包括投资者、资助者、政策制定者、政府机构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掌握着财政资源和权力，因此他们的参与会引起比较多的关注。有许多模式能推动他们的参与，他们在规模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去吸引其他行动者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会受到影响的人。目前成功吸引“受影响者”参与的模式比较少，而且通常情况下，将他们排除在外也不会影响资源的获取。然而，只有他们最适合判断创新是否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让“受影响者”参与关于规模化的决策，包括规模化的目标，怎么做，何时、何地和为什么进行规模化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样做能够提高创新成果规模化成功的概率。


  协调行动者的一种方法是有组织的协调：相关组织和个人聚在一起共同商定一项行动计划，并有一个或多个协调实施的过程。家畜疫苗创新基金就是一个例子。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三方共同合作，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开发、生产和推广销售对抗牲畜疾病的创新疫苗。由基金会协调诸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共同确定当地的需求，开发合适的疫苗，并通过疫苗接种和项目实施来扩大影响力。


  按照资助型组织的惯用说法，有组织的协调通常被称为“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2]。与许多集合影响力的案例不同，畜牧疫苗的开发和规模化应用可能需要协调不同规模化层面的合作者的加入与退出渠道。例如，研究开发疫苗的研究人员极少会是在现场测试疫苗功效的研究人员，更不可能具备将动物疫苗商业化、分销给农民的技能。在集合影响力中发挥作用的参与者可以随着规模化的发生而改变，这就需要制订一个包括预测、应对和推行等各环节的计划。


  另一种方法是非组织性协调。这种方法需要多方共同发展一个人际网络、市场和专业的有机体系，体系中的许多行动者会自发采取独立的行动。区域性专业组织“南亚评估师联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联盟帮助八个南亚国家的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发评估系统。他们的工作改善了孟加拉国的社会企业、印度的卫生项目和不丹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该联盟并没有预先规划这些成果，相反，这些成果得益于有机体系的成员之间的自由互动。


  在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当地行动者与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协调，组织救援行动。这让他们能够迅速推广疫苗接种计划，帮助终结了危机。科学家、医务人员、救援组织、人道主义机构的共同努力确实是一次发挥集合影响力的壮举。倘若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各个组织自行其事，那就不大可能会取得如此的成功。


  埃博拉疫情平息之后，有许多组织和个人继续共同努力去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潜在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这次疫情如此严重。为了共同构建一个日后能自发进行预防保健和危机应对的医疗体系，有必要同时运用组织性和非组织性协调，来产生大规模、可持续的影响力。


  3.最佳规模 第三个原则是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有一个“最佳规模”，而且最佳规模极少是最大规模。在实施规模化时需要权衡多种因素，这通常使得中等规模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要了解什么是最佳规模，首先要明确规模影响力的含义以及衡量标准。我们在对发展中国家创新实践的回顾分析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推动规模化的过程中，远远不局限于使用像“受益者人数”这样简单的衡量标准。比如对某些亟需服务的特困群体来说，提升项目的可及度或提高效益，就可以大幅增加项目的整体影响力。与此同时，可持续性或满意度等定性目标也可以深度改善人们的生活。毕竟就某一人群来说，与“大而不足”相比，从“小而美”中可能获益更多。当然，反之亦然。一边是慢节奏、小而美，另一边是不完善、大而快，两者各有优缺点。追求最佳效果，就需要我们对影响力水平进行战略规划，并有目的地制定相应的衡量标准。如果把目标定在“拯救一百万条生命”，尽管对于项目开创者来说是一项宏大的愿景，但可能会催生许多于事无补的规划。


  在评估最佳规模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规模化所产生的后果。当我们将创新从头脑中的想法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干预措施时，所产生的影响力规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我们采取更多行动时，影响力的变化可能是线性（加法）的，也可能是非线性（乘法或指数）的。影响力还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在类型或性质上变得更令人满意。另一方面，规模化可能会削弱积极影响（效益递减），扩大负面影响，挤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上述变化的方式可以左右成败。


  请想象一下，假如汤姆鞋公司[5]为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所有国民提供免费鞋子，那么所提供鞋子的数量是呈线性增加的，但是这些鞋子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发生线性变化。这是因为虽然每个需要免费鞋子的穷人会得到鞋子，但同时，不需要免费鞋子的人也会收到一双鞋，这反而降低了影响力的规模和质量。此外，为每个人提供免费鞋子会扰乱当地经济，损害那些制造、销售和修理鞋子的人的利益。更不用说这种干预方式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了。


  随着规模的扩大，这种干预还可能会改变产生影响的机制。如果我们希望某个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能免受某种疾病的侵袭，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给每个人都接种疫苗。这是因为有一种被称为“群体免疫”的规模化效应。随着接种疫苗的人数的增加，未接种疫苗的人染病的概率会非线性递减。这是因为健康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降低了。


  在埃博拉病毒暴发的案例中，群体免疫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给那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所确定的重点人群接种疫苗，就能够减缓并最终阻止这种疾病的蔓延。一线的创新者深谙这一规模化效应，他们据此来设定疫苗接种的最佳规模以及相应的实施策略。他们设定的规模在其他情景下可能被认为太小，但在埃博拉危机中，这种设定节省了资源，减少了副作用，并让行动者有余力去关注其他方面的需求。


  4.动态评估 “影响力评估”是指对一个特定规模的创新应用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这类评估会假设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即通常用逻辑模型和变革理论来描述的因果关系。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行动和规模化效应，影响力可能会增强或减弱，或者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规模化科学采用“动态评估”的原则，以了解影响力如何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要理解什么是动态评估，请看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简单例子：如果以恒定的低速驾驶汽车（原因），那么汽车会以稳定且可预测的方式运转（结果）；如果加速一段时间，汽车将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运转。这一变化是速度攀升的结果。以这种方式加速可以帮助你更快地抵达目的地，也有可能会导致事故。


  动态评估实际上就像是评估我们如何在速度攀升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为此，我收集、评估周围的信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具有连续性的自适应过程（adaptiveprocess）是动态的，因为我们在推进过程中可能需要改变现有的方法、框架和理论。如果我们坐在车里，听到左边传来警笛声，我们会转过头去，透过与前进方向不同的车窗朝外看。在规模化行动的动态评估中，如果出现一项新的、更有前景的创新成果，我们可能会放缓规模化的速度，或者修改我们对于最佳规模的设计。动态评估可以被看作是发展性评估的一个特例。[3]


  埃博拉疫苗接种项目的动态评估开始于社会网络分析。这种分析用于规划针对特定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然而，社会网络并不稳定：人们为了避开疫情热点地区，照顾亲人等原因而不得不搬家。这有可能降低针对性疫苗接种的有效性。因此我们需要频繁地更新这种分析，迅速地调整疫苗接种策略，并密切监测感染率。为了评估群体免疫是否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评估人员需要观察感染率下降的速度是否超过疫苗接种率的增加速度等。这些短期评估结果用于决定如何以及在哪里开展疫苗接种。危机平息后，动态评估仍然继续进行，但代之以更常见的总结性评估和如何加强医疗体系的规划工作。


  构建规模化变革理论


  “变革理论”是项目评估和设计的常见要素。为了帮助创新者把上述四项指导原则付诸实践，规模化科学旨在创建一种新的变革理论，我们称之为“规模化变革理论”。


  传统的变革理论（我们称之为“项目变革理论”）对一个项目如何在特定的规模水平上产生影响，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这种影响力程度被展现为一种静态结构，常常包含着相似的静态活动、产出和结果的递进层次，表现一种线性的变革过程。相比之下，“规模化变革理论”对于规模化如何改变项目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正是这一关键特征让“规模化变革理论”截然不同：其实质是为了捕捉创新过程的动态效应，是对“项目变革理论”的补充，而非取代。“规模化变革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规模化的路线、规模化造成的反应和规模化的合作伙伴。


  首先，“规模化的路线”是指一项创新在推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阶段。阶段的数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由设定，例如可以从钻研一个好想法开始，继而积累实施这一构想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然后运用这些知识技能采取行动，最后扩大行动范围以造成大规模的影响。这种普遍性的路线可以适用于任何创新的规模化，比如一项政策、一个产品、一个项目或一种实践。


  尽管这些阶段有先后顺序，但创新者很少会按既定顺序经历这些阶段。从一个阶段推进到下一个阶段需要经过论证。对可接受风险的评估可能会影响是否前进、后退或停留在当前阶段的决策。为了确定规模化的适当节点，就要让规模化决策做到透明、有理有据，并吸收“被影响者”参与。


  其次，“规模化变革理论”还包括对“规模化反应”的明确阐述，即说明影响力如何随着解决方案的推广而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包括影响的规模、质量和类型的变化。在论证这些联系时，应考虑到潜在的规模化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创新会产生一系列积极和消极影响，这就需要对最佳规模做出判断。最好用直观形象的图文来帮助利益相关者权衡利弊，确定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达成一个可接受的折中方案。


  最后，第三个部分是确认“规模化的合作伙伴”，描述参与规模化实施的合作伙伴的角色以及错综复杂的相关安排，协调原则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规模化过程通常有两组合作伙伴，一组进行研发合作，另一组进行创新的实施和规模化应用。这两组合作伙伴的工作需要相互协调。同样，从一个组到另一个组的交接、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撤离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其他过渡，都可能需要协调。单单改变合作伙伴的安排不太可能产生最佳规模的影响力，除非有协助性组织或自发组织的体系去指导这些安排。


  展望未来


  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的经验表明，实现影响力规模化可能极其复杂，因为通常会有许多行动者参与其中，各种条件也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知识终究有限。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危机时刻，都会见到这种复杂性。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借助规模化科学能够更容易驾驭规模化过程的复杂性。为此，我们也广泛汲取了发展中国家创新者的经验。


  规模化科学的原则可以帮助创新者制作一张指引他们工作的导航图。我们无法为所有规模化旅程标示出准确的方向，当我们出游时，路况会发生变化，并且我们选择的路径、速度、交通方式乃至目的地都会发生改变。然而，一张基于过往类似经验的导航图，能够帮助我们规划旅程和定位。


  我们鼓励创新者去思考影响力规模化的意义，以及该如何做出规模化的决策。我们欢迎对这一课题有兴趣的个人和组织一起来研究规模化，尤其是规模化科学。对普及规模化科学来说，这是我们最乐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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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志愿服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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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是各类企业公民[7]项目中成长最快的：由企业员工组成的团队投入一段可观的时间，来帮助非营利机构解决复杂的运营问题。这一类型的志愿服务给双方带来的利益显而易见，但其执行难度也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想。


  过去十年，各类企业的社会意识以及在社会领域里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2015年，超过75%的美国大企业开展了各类企业公民活动。[1]这其中既包括传统的慈善活动（如企业捐赠和志愿者项目），也包括新的尝试（如影响力投资和技能志愿服务）。


  在众多企业公民项目中，技能志愿服务发展最快，超过50%的企业正在通过这一形式将员工的才能输入非营利机构。[2]技能志愿服务之所以日益普及，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在加强员工参与度和对企业忠诚度的同时，显著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和才干，对企业的好处不言而喻。[3]这一形式还有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深受千禧一代[8]员工的欢迎，而这些人恰恰是企业急于招聘和挽留的。


  并不是只有企业才关注技能志愿服务，非营利机构也正在想方设法从企业方面获取营销、运营、战略规划、财务和技术等方面的技能。非营利机构对这些技能的需求量很大：一般来说，非营利机构的间接运营成本仅占机构预算的2%，而企业则可以达到20%。[4]


  技能志愿服务有多种模式，其中有两类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也更加复杂，它们就是“技能志愿服务日”模式和周期更长的“项目咨询”模式。技能志愿服务日，也称为“黑客马拉松”（hackathon）或“闪电咨询”（flash consulting），其原型是传统的企业志愿者日活动，员工团队聚在一起工作1～3天，来帮助非营利机构解决难题。


  技能志愿服务日最适合那些想要将大量员工（数百名，而不是数十名）投入到大量非营利机构（数十个，而不是几个）的企业。由于所需投入时间短，这一模式可能会吸引刚刚涉足技能志愿服务的企业和员工。但使用这种模式前需要仔细斟酌，非营利机构尤其需要想清楚：短短数天的企业咨询能够产生哪些实际效果？


  技能志愿服务日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但前提是非营利机构和企业需要提前确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范围，组建称职的志愿者团队，将服务日设计成能够收集、采纳各种形式的信息，并生成解决方案的活动。查尔斯·施瓦布证券企业的技能志愿服务日项目是年度规模最大的技能志愿服务活动之一，该活动将数百名员工与九个地区超过75家非营利机构聚集在一起，在五个小时内解决与机构扩张、品牌推广和运营相关的战略问题。


  相比之下，在项目咨询模式中，个人或团队对于特定非营利项目的投入时间要长得多，从六周到六个月不等。这些项目通常比较复杂，涉及战略规划、网站设计、电话呼叫中心培训、开发项目进度跟踪软件等。


  有的企业把项目咨询模式整合到企业的人才和领导力发展规划中，鼓励员工通过参与项目咨询提高自身能力，如执行力、领导力或者实用技能。通常由5～10名员工组成的团队每周拿出数小时时间（计作工时）有针对性地解决特定非营利机构的难题。在“共同影响力”（作者之一所领导的非营利机构）接触该模式的17年时间里，我们发现，私营部门的技能几乎都能有效地运用到非营利机构中。[5]


  本文将重点介绍项目咨询模式。我们相信，如果运用得当，它会为非营利机构带来最大、最持久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技能志愿服务模式。所以，下文中提到的“技能志愿服务”都特指项目咨询这一模式。


  许多非营利机构需要专业技能和管理人才，而许多企业又愿意为非营利机构免费提供这类服务，因此，技能志愿服务模式从理论上来看应该是天作之合。但事实上，这一模式的执行难度很大，以致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机构正在放弃向企业寻求技能帮助。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疑虑，主要是因为吸收来自企业的才智远远比任何人的预想都要复杂，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开始产生沮丧、迷茫和警惕的情绪。


  为了将这一资源真正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公益产品，非营利机构和企业都需要培养新的能力，来筹备、管理和充分利用技能志愿服务。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服务模式及其实施方法，我们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直接听取实践者（已经尝试过各种技能志愿服务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意见，了解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本文展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6]


  技能志愿服务的价值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如赠款和志愿服务）能给双方带来很多益处，但它们基本上是一种事务性关系，不能产生持久的效果。技能志愿服务的卓异之处在于，如果行之有效，它就能将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持久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合作伙伴们各奔东西之后也不会失效。我们将其称为“编织因子”（knitting factor）。


  正因为如此，技能志愿服务不仅与大多数传统的企业——非营利机构合作关系不同，而且也与知名度更高的专业志愿服务有所区别。专业志愿服务的典型例子包括咨询企业或律师事务所接受非营利机构成为自己的客户，并将相关的客服工作分派给员工。这些企业会按照自己的运作模式、工作方法和组织结构来提供专业志愿服务，通常不会像技能志愿服务那样，为非营利机构客户量身定制。


  技能志愿服务和专业志愿服务经常被视为同义词，但两者之间存在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专业志愿服务中，企业员工与非营利机构的员工合作时，通常很少或不会花力气帮助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为了更好地说明技能志愿服务的优势，在此介绍一个“好资本基金”与其合作伙伴富达投资的例子。好资本基金是一家位于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非营利机构，主要向低收入社区提供金融服务。两家机构携手合作，为在线贷款门户网站设计了更好的界面。好资本基金的新员工穆纳·伊德里斯负责带领团队，通过与富达团队领队的密切合作，她对涉及项目管理的技术与技能有了深入了解。伊德里斯说：“这个项目对我的职业发展意义重大。我从富达团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它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她目前负责管理基金的信息系统部门。


  企业所能提供的专业技能通常不是非营利机构的员工从事日常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有了“后备专家团”提供技术和分析专业知识，如系统设计、绩效管理、财务建模和市场分析（非营利机构通常没有或者不需要这方面的全职员工）等，非营利机构就能大大提高效率。除了专业知识外，技能志愿服务还可以为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模式和运营系统提供外部视角和验证。“教育初阶”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雷特费勒表示：“企业为我们的内部团队提供了好的伙伴、动力和信心。”


  对参与技能志愿服务的企业而言，参与项目的员工的技能也会得到重大改进，如果员工的技能发展被尽早纳入项目指标，那会收效更大。例如，富达公司和约翰汉考克公司从一开始就将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确定为体验式人才培养活动，在项目的定位、宣传和实施方面，都与企业的其他志愿服务项目区分开来。


  富达的“职场投资小组”是由从部门总监候选人（拥有约15年职场经验的员工）中选出的八名高潜力员工组成。他们的服务项目重点关注成长中的非营利机构的某一项战略挑战，他们负责评估市场状况、财务健康状况和项目的影响力。富达企业高层员工担当团队教练，负责指导团队完成项目。


  同样，约翰汉考克公司也将技能志愿服务项目与其他社会贡献项目区分开来，后者主要安排大批企业员工志愿者不定期地参与传统的社区项目。约翰汉考克公司的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经理塞思·威廉姆斯介绍说：“除了为非营利机构创造价值之外，许多员工通过这一项目强化了自身的技能，这有助于加快他们在企业内部的发展。”


  如果以人才发展为重，就必须确保双方机构的团队成员都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核心技能，而且他们的工作方式不会损害企业向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例如，得克萨斯的“领导力沃思堡”和富达的团队合作开发了发展会员和对外推广的技术系统。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哈里特·哈拉尔表示：“团队成员以前从未开发过这种应用程序，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机会，并且始终都在交流实施情况。”


  除了知识的交流与传递之外，执行项目的整个过程对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也具有较高的价值：非营利机构的能力建设迅速得到大幅提升，而企业则扩大了慈善捐赠的影响力，提高了自身在客户和员工中间的品牌知名度和声誉。尽管如此，最终仍然要借助这种知识的交流与传递，以及双方的全力投入，才能够在企业与非营利机构之间实现更平衡、更协调的合作关系，产生编织因子，将技能志愿服务打造成社会部门强大的新资源（见表1）。


  双方为何都心存顾虑


  尽管许多非营利机构和企业都参与了技能志愿服务项目，但是这两类组织整体上对技能志愿服务仍然持观望态度，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产生高质量的互惠成果所需投入的明确指标。


  非营利机构的顾虑


  非营利机构并未充分利用技能志愿服务这一模式，这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慈善事业的环境与文化决定了非营利机构在寻求资源时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回应状态。例如，非营利机构通常会向基金会提交申请书，并在内容上去迎合资助方的资助方针和资助项目的优先顺序。


  执行技能志愿服务项目需要截然相反的路径。非营利机构不应仅仅回应企业的建议，相反，它必须首先对其需求进行内部评估，然后寻求能够提供这些技能的业务伙伴。


  受访的几位非营利机构领导人表示，很难抵挡来自企业提议的诱惑，这纯粹是因为他们不习惯拒绝任何捐款。尽管其中有些领导人承认仍然在沿袭这种做法，但他们明确指出这对技能志愿服务来说特别有害。某位非营利机构的领导人谈道，曾经有个中介机构推荐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根据自己的参与目标提出合作三个项目，而自己所在的机构其实只需要其中一个项目，但又无法拒绝。这种做法最终浪费了自身和企业双方的时间。


  表1 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三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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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机构领导者的另一顾虑是技能志愿服务项目所需的时间投入，他们担心可能会得不偿失。“当我第一次听到每周必须拿出大约五个小时来参与时，我想自己绝对做不到。”大沃思堡男孩女孩俱乐部的首席运营官J. D. 纽森说，“但项目最后给机构带来了莫大的利益，我花费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纽森的观点引起了几位受访的非营利机构领导人的共鸣，他们都认为这种时间投入是值得的。


  最后，许多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过去在接受企业无偿或者有偿咨询时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企业董事会成员提供的帮助有时不一定有用。”“某人曾经承诺在某个项目中投入20个小时，但后来他很忙，我们再也没看到他的影子。”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非营利机构的领导人认为技能志愿服务不同于企业的专业志愿服务，它们更契合非营利机构的特定需求。对于技能志愿服务与有偿咨询之间的区别，他们的看法也比较类似。事实上，部分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指出，有偿咨询服务无论是在透明度、客户服务和解决问题的意愿上都无法与技能志愿服务相比。


  企业的顾虑


  企业的顾虑之一是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复杂性：项目实施有难度，需要长期投入，而且难以衡量参与结果。相比之下，传统的社区参与方式（如赠款和志愿服务）更容易契合企业的短期需求，而且由于此类项目的目标更狭窄，因此也更容易衡量其成果。


  与非营利机构的合作往往会让企业远离其舒适地带。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参与技能志愿服务项目需要与非营利机构进行深度的业务互动，这让它们感到无所适从。非营利机构是“另一个星球的生物”，复杂又棘手。如果没有足够的投入以规避风险和声誉损失的话，企业会倾向于和非营利机构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这通常体现为捐款和志愿服务项目。


  尽管大多数企业理解并普遍接受自身在社区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但通常把负责活动的部门和员工视为相关成本单位，并且以此衡量其绩效。传统的社区参与项目有非常明确的成本：总体捐款预算，社区参与人员的费用，志愿者脱产批准规定，等等。然而，技能志愿服务的“成本”并不容易被预测和估算。


  由于无法对技能志愿服务的即时回报加以量化，企业很难在这类活动上增加新的投入。事实上，我们发现，参与技能志愿服务的企业往往是因为少数领导者愿意放手一搏，相信投资会产生明显的成果。就像非营利机构在参加技能志愿服务项目尝到甜头后就会坚信不疑，企业往往也是如此。


  做好准备是成功的关键


  技能志愿服务项目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双方是否做好准备。双方可能都强烈渴望并需要这种项目，但是，如果它们在机构层面上没有做好接受这个项目的准备，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很渺茫。


  首先，企业要做好准备。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技能志愿服务项目来说，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该项目是否基于企业的业务需要。技能志愿服务需要深度的业务参与，同时员工的技能必须与非营利性机构待解决的难题相匹配，因此，在启动项目之前，必须明确企业高层决策者和参与员工的投入意愿和程度。企业受访者和我们分享了企业在启动技能志愿服务项目前需要考虑的几个要素。


  了解项目与企业业务重点的契合度 该项目是否契合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在该项目中的目标主要是员工参与还是人才培养？如何将该项目与员工的日常工作和业务重点协调起来？员工是否有足够的控制权来灵活调整工作日程，以适应项目和团队合作的节奏？需要协调哪些商业周期、后勤和产品或调度问题？


  找准目标 企业最适合应对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或者机构难题？员工的哪些能力最适合向非营利机构提供最需要的帮助？


  确定控制程度 项目的有机发展与有组织的参与和评估之间应如何平衡？企业想行使多大的控制权？企业希望规定员工参与的项目类型和投入力度吗，或者是让业务部门决定，还是让项目组自行决定参与情况？


  改善和调整 要准备跟进调整，不要生搬硬套其他企业的项目或其他内部项目。仅有好的意愿不足以确保项目成功。确定了项目以后，企业必须乐意支持、跟进、改进和调整。甲骨文企业的全球企业公民总监伊文·迪特里奇直截了当地说：“以为做出决定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非营利机构的准备程度也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这包括机构的准备程度（机构经营活动的稳定度、领导能力以及项目模式的有效性）和项目的准备程度（该项目执行的时机是否合适）。


  非营利机构必须具有相应的技能、创造力和纪律来应对项目规划，或者有意愿和能力获得中介机构的支持。（中介机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双方创建和管理技能志愿服务项目。）


  
    利用中介机构


    许多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特别是初次参与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通常会雇用中介机构来协助启动和运行项目。大多数中介机构会向企业收取费用，而且经常也会同时向非营利机构收取费用来确保有充足的投入。达拉斯CASA执行董事兼总裁凯瑟琳·拉瓦尔表示：“这么做让我们必须负责任地去尽到全力，同时也是在告诉企业，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对非营利机构的好处


    项目的选择和内部准备 随着技能志愿服务模式的日益普及，非营利机构经常发现有太多企业找上门来，远远超过了其处理能力。中介机构可以帮助非营利机构管理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沟通，以确保机构在合适的时机开展合适的项目。“共同影响力团队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们创建了安全区域，以确定项目可以帮助解决哪些潜在问题。”公民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艾米丽·麦肯说，“虽然我们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猜测，但还是有盲区。”


    项目的筹备和管理 确定了合适的项目以后，中介机构可以帮助非营利机构应对和管理这些项目。中介机构不仅提供了传统的项目管理专长，还提供与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相关的知识。“它们帮助所有团队成员不要越过界限。”领导力沃思堡的会员和传讯经理帕姆·康奈尔说，“它们可以帮助志向远大的首席执行官不要越过界限。”


    汇聚资源 中介机构可以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技能和资源汇聚起来，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连贯而客观的作用。它们注重培养参与方之间的可靠关系，并注重实现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在企业与非营利机构的新合作关系中，这两个目标有时会相互矛盾。中介机构可以协助细小和重大的进程调整，鼓励双方针对进度和各种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对企业的好处


    项目策略 企业通常清楚地了解其核心才能，但许多企业需要通过外界帮助才能知道如何让非营利机构最好地利用其核心才能，并将其用来解决社会部门的难题。中介机构了解非营利机构对于能力建设的广泛需求，并能够从项目区域和特定使命的角度出发剖析该需求。此外，中介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决定选择哪种技能志愿服务模式，这些可选模式包括：轻触式培训机会、黑客松式按日服务、项目咨询，以及休假式和浸入式模式。


    合作管理 中介机构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阐释并管理与非营利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对拥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关系和项目的企业尤其有用。中介机构与双方经常进行交流，它会直接与非营利机构接触，在谈判方案和项目机会时也会独自直接与企业联系。这既创建了更协调、更平衡的伙伴关系，也可以让企业在向公益组织提供指导时免于承担随之而生的法律责任和风险（特别是与财务、法律和人力资源相关的问题）。


    商业和社会影响力报告 中介机构擅于了解并衡量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影响，并可以生成可靠的影响力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业务回报率以及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影响力。详细阐释其成果（例如个体员工的才能发展、整体品牌效应的提高以及非营利机构更好地履行其使命承诺的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改进和制定技能志愿服务项目。

  


  这些项目必须具有足够重要的战略意义来引起关注，保证员工的投入时间。


  “准备就绪”并不意味着非营利机构内部必须具备执行该项目的能力。相反，它意味着非营利机构有意愿投入执行该项目所需的精力和注意力。以波士顿政治庇护/移民代表项目（PAIR）为例，其新任首席执行官阿尼塔·夏尔马为该机构提供了多年的法律服务，但她几乎没有管理经验。“我们需要新的机构愿景，摆脱原来的急救模式。”夏尔马说。


  一个来自道富银行的企业团队为PAIR提供了为期六个月的战略规划服务。尽管夏尔马承认曾经担心时间投入的问题，但她表示，她更担心项目最终的产出不适合该机构：“我担心由企业人员制定的项目并不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型非营利机构。”PAIR最终在市场营销、运营、项目、IT（信息技术）和财务方面获得了切实可行的重要建议，这为该机构在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环境中破浪前行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访谈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有关界定项目范围的挑战，要么范围太模糊，要么规模太大。另一个挑战是，在初始数据的收集或分析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对新手来说，首先要从具体而微处着手。这样能让参与人员看到与过往不同的做法，理解技能志愿服务的价值所在。”非营利组织“铅笔”的总裁格雷格·贝塞尔说。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双方都拥有优秀而敬业的团队，那么不对项目范围做太明确的界定反而有可能取得成功。例如，“富达职场投资项目”有意将项目的范围界定得很广泛，以鼓励企业团队和非营利机构一起来确定优先事项。


  对技能志愿服务项目来说，范围的界定尤为重要，因为许多项目都是独一无二、量身打造的，并不遵循预先设定的序程。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运作方式给调整和适应留下了空间，这是专业付费咨询很难做到的。


  最后，向企业和非营利团队灌输探究精神和开放心态也很重要。企业团队不应自诩为专家，以为所有商业实践都适用于非营利机构。“我们需要企业伙伴的尊重，承认我们是自身业务领域的专家，并且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经营了很长时间。”波默罗伊康乐中心的发展总监以斯帖·兰多说。同时，非营利机构也需要倾听其业务伙伴的指导意见。“不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辩解。”达拉斯诉讼监护人机构的执行董事兼总裁凯瑟琳·拉瓦尔说，“要有开放、充满好奇心、乐于分享的态度，要能接受不同的声音。比如，‘影响力’等概念对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要乐于了解企业的运作方式。”


  人才也很重要


  如果说机构的准备程度可能是成功制定技能志愿服务项目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人才的重要性紧随其后，对非营利机构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的研究发现，非营利机构人才的缺乏是导致项目进度缓慢或低效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技能志愿服务项目需要配备在项目管理、志愿者管理和项目重点领域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他们还要能和机构内的决策者直接对话。通常，项目负责人需要在项目上花费10%～20%的工作时间。领导力沃思堡的外联部经理帕姆·康奈尔说：“你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经和由8～10人组成的企业工作小组合作，他们每周会抽出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非营利机构必须确保能够跟上。”


  技能志愿服务项目对双方的项目管理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非营利机构需要投入时间，与企业团队共同制订可行的项目计划，并确定项目中的基本合作关系和关键事项。接下来，它们必须让内部团队与技能志愿服务团队一起承担这个项目的执行责任。这需要一些传统的项目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甘特图等工具，但是，要确保书面的规划能够落实，则志愿者管理的软技能更加重要。


  非营利机构如果经常与志愿者合作，通常能够更快地优化技能志愿服务项目。我们采访的两个非营利机构——公民学校和“铅笔”——都把志愿者列为其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员。它们知道如何让志愿者的技能找到最佳的发挥场所，也懂得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帮助志愿者在机构中顺利工作。


  项目结束后，非营利机构依然需要提供后续支持。公民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艾米丽·麦肯表示：“项目本身并不能改变非营利机构内的行为模式，需要有机构高层的支持者来领导项目的整合，并引导机构文化的变革。”即使机构领导层给予支持，对项目没有亲身体验的员工可能仍然会持怀疑态度。大沃思堡男孩女孩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达芙妮·斯蒂格利亚诺表示：“我们仍然需要赢得内部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非营利机构必须寻找合适的人来领导这些工作。尽管人才难得，但我们必须尝试。“我们要寻找最优秀的，最有潜力的人来担当此任。”“教育初阶”的布莱特费勒说，“我们Step 2.0（第二阶段）项目的几个发起人最终成为本机构的领导者。”


  此外，必须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参与这些项目，以确保它们能够持续下去，否则企业自身的业务需求和挑战可能会导致这些项目沦为最不重要的事情。高层的参与也有助于在必要时获得适当的后备资源。此外，非营利机构和企业的团队成员都能从企业高层主管的鼓励和帮助中增强信心。


  例如，富达的每个项目团队在高管层面和业务部门层面都各有一位支持者，以确保项目得到企业的全面支持。“我们的员工非常重视技能志愿服务。”富达的社区关系高级主管劳拉·哈姆雷说，“他们以履行本职工作时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这类项目，并在非营利机构有需要时热心提供帮助。”沃斯堡的某个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回忆说，在波士顿，富达的某位经验丰富的高管始终乐于助力，甚至有时出差参加项目会议，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了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下级员工也渴望参与，许多企业就会认为万事大吉了。然而，我们还需要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来长期支持这些项目，让他们了解这些项目给员工生产力、员工发展和员工忠诚度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否则，中层管理人员只会看到付出的成本——员工离开本职工作，把时间花在非营利性客户身上。“公司老板需要知道下属的团队成员在做什么。”某位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说，“所以我们会给老板写信，让他知道员工的贡献。”


  来自企业团队的领导者对于团队成员以及项目的成功和经验至关重要。某位非营利机构的领导人这样评价摩根大通企业的团队负责人：“具有突出的个人奉献精神，这很重要。”团队领导者需要管理项目、提供辅导、协调关系，并具备对客户的敏感度。即使在技术类的项目中，项目管理技能也很重要。富达的主要系统分析师安德雷·德西蒙表示：“不要让非营利机构对项目有无谓的担忧。”


  新团队的领导者也不妨与机构内拥有此类项目经验的人员交流，团队领导者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度。某个非营利机构的技术项目领导者举了个例子：当时，他们需要某个特定设备来继续安装新系统，项目负责人就返回企业的办公室取来了设备，为非营利机构节省了几个星期的采购时间。


  即使企业将员工在项目中的表现纳入培养员工领导力的企业规划，团队成员也应有权选择是否参与。许多企业首先确定项目团队的成员，然后选择适合发挥这些技能的非营利项目。这样，既保证了解决难题所需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项目的有效性。德西蒙建议：“要让团队成员自己选择去挑战自己，还是继续做他们所擅长的事情。”


  某企业高级主管领导一支技能志愿服务团队，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是被企业安排提供“志愿”服务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挑中，团队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当本职工作比较紧迫时，有几名成员退出了该项目。有些人抱着消极态度，而其他人则逐渐离开了。


  在实施项目时，与发展关系、人员配备和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关注可量化的项目进度。尽管这类项目还有很多其他收益，但是既定的项目交付成果必然是最重要的。某个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的参与效果很好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果，而不是因为每个人相处融洽。”这意味着所有项目成员都必须做好推倒重来的准备。要想让项目成为真正的能力建设资源，双方都要为取得明确的成果而负起责任。


  展望未来


  技能志愿服务模式很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成为解决社会难题的良策。通过把各个行业的最佳资源、人才和专长“编织”在一起，这种模式培养和改变了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共同合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取得进步。


  受访的非营利机构管理者都愿意继续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并开始考虑将技能志愿服务纳入其年度规划中。企业高管也意识到，需要超越单纯的慈善捐款和事务性支持，设法让企业参与到能够产生持久影响力的长期项目中。


  许多企业员工，特别是刚刚步入职业生涯的员工正在接受参与技能志愿服务的培训，了解非营利机构以及它们正在努力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技能志愿服务正在为新型的知识和关系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奠定基础。专业志愿服务已经普及了许多年，但技能志愿服务才刚刚兴起，随着各个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其中，日后无疑会发展出更多技能志愿服务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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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文化艺术创建政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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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和政策指数。它确立了一个评测文化艺术活力的量化标准，有望成为文化艺术产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大数据时代，这一指数的创建和影响力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2010年1月20日，包括商界领袖、市长、国会议员、大型城市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媒体人士在内的200人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聚集一堂，出席美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NAI）的发布会。


  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和政策指数，有望成为文化艺术产业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该指数收集文化艺术领域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浓缩成一个单一的评测标准。如果能按计划推行的话，该指数可以为决策者、文艺界领袖和慈善家们应对相关领域的各种复杂课题，提供超越党派立场的事实依据。此外，这一指数还能鼓励行业专家以外的公众参与有关文化艺术话题的讨论。


  当时，美国刚刚从经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来，决策者们仍然对高失业率、经济停滞、股市不振感到担忧。文化艺术领域的投资遭受重创，票房也直线下滑。文艺界和政界领袖们是否准备好迎接更多坏消息？在黯淡的经济形势下，艺术会出现生机吗？评测艺术参与度和生命力的透明指标会被行业所接受吗？这是艺术研究的“广角镜”从未达到过的宽度。


  那天早上，上台发言的嘉宾背景各异，但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信念：艺术和文化对于建设一个更健全的社会至关重要，应该在政策辩论中占据更大的分量。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路易斯·斯劳特是国会艺术决策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她称赞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有助于决策者追踪文化艺术的状况和文化政策的效果。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前主席威廉·艾维和自由美国企业研究院院长亚瑟·布鲁克斯均表示，该指数能够在党派对立的时代创造共识。虽然来自对立的政治党派，但两位都称赞该指数重视证据、数据和事实，而不是广告和八卦，让人能够以务实的眼光去看待如何提升行业景气。


  我们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制定了6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报告，直到项目告一段落。在此，我们将讲述关于指数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故事，分享我们从参与制定该指数的工作中所获得的教训，希望能对其他领域相关政策指数的探索提供一些启示。


  将政策指数作为工具


  人们对数据的需求日益旺盛，但数据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让人难以驾驭。“政策指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我们将政策指数定义为一种精选数据集合，该集合汇编了一个或多个浓缩的评测指标，定期呈现，旨在引导和影响公共对话和政策。政策指数提供了一种讨论某个行业的通用语言，无论是政府、企业部门的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都能理解和接受。


  我们的世界被指数所包围。随着数据的大量增多，为了便于理解，就需要开发指数工具。当听到道指或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或下跌时，我们知道这两种指数分别是对股市表现和价格水平变化的广义评测标准。指数将大量的数据浓缩成一个数字，用相同的方式按每日（如道指）或每月（如CPI）进行计算，从而易于实现不同时段的比较。


  我们对文化艺术领域数据的探求由来已久。早在1967年，在畅销书《未来的冲击》问世的三年前，它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就畅想过一个由数据驱动的艺术政策体系。为了增加公众对艺术的理解，托夫勒构想了一个“文化数据系统”。这一系统将涵盖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行业、流程和网络，为决策者、资助者和管理人员提供信息。


  当时，联邦政府只有少数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指标，这种对艺术的漠视持续了多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跨国利益集团支持了许多关于检验文化能力的全球倡议。但是截至2000年年初，美国政府一直置身事外。因此，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美国艺术协会决定着手研制、推行一个国家文化艺术评测系统，并将其纳入自身的研究和政策项目。2004年，在托夫勒提出挑战近40年之后，制定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想法诞生了。


  指数的策划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按照时间序列，以81个指标为参照，对1998年至2013年间的美国艺术和文化活力进行评测。我们在2016年发布了第六份，也是最后一份指数报告，并在其中突出了2002至2013年的指数变化。该指数是以2003年为基准（基准值为100.0）进行计算的，用以测评经济衰退发生之前、其间和之后文化艺术领域的健康程度和活跃程度。每一点的差异代表了1%的总分变化，以易于比较不同年度的表现（见图1）。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变化


  2016年的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报告提供了大衰退对艺术领域影响的前后对比图。指数在2007—2011年四年间的下降幅度（下降6.6个百分点）几乎是2002—2007年五年间的上升幅度（上升3.5个百分点）的两倍


  [image: ]


  图1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变化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与许多同时期的艺术政策研究不同，其目的不在于推动某项具体的政策（比如为艺术家和艺术组织提供更多资金），是希望将文化艺术与卫生健康、经济和社区参与等公众关注的议题联系起来，激发关于艺术给个人、社区和国家所带来的价值的公共对话。指数采用询证的方式，而不会为了促成对话去使用典型的情绪催化剂（比如“资金被砍！”）。不仅是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包括政治、商业和社区在内的各界领袖都能够利用相似的信息和术语，以知情的方式谈论文化艺术，例如艺术发生变化的原因、未来的发展走向，以及如何保持艺术的活力等。


  为了规划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我们从分析现有的、已经达到指数期望值的指数开始，筛选范围覆盖全美，每年生成一次，引起媒体关注，并用于指导政策和商业决策的指数。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这些政策指数是为何以及如何制定和维护的，并向这些指数的管理人员学习。我们选择的样板指数包括先行经济指标指数、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儿童福祉指数和联合之路关怀指数。因此，我们的数据提供者也是这些指数的制定机构，包括经济咨商局、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供应管理研究所、安妮·凯西基金会和美国联合之路。它们将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慷慨地与我们分享，帮助我们制定获取、验证和解释这些数据的原则和标准。


  基于它们分享的专业知识，我们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规划为三个阶段。第一，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在文化艺术领域为影响力构建模型。我们认为，影响力模型就是说明一个指数如何将其评测的现象与对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力求让艺术活力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第二，我们需要设计指数。在利用二手数据[2]构建模型时，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文化艺术活力，即文化艺术如何再生和进步。我们很早就决定只使用二手数据，因为收集多年的原始数据的成本将超出我们的资源能力。我们认为，该指数应该是一个简洁的数字：一个使用精心挑选的数据得出的年度分值。同时，它应该展现形成该数字的基础数据。在策划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时，我们需要透明、有选择性、高效率地使用数据。指数设计需要以兼顾整体与部分的方式，突出文化艺术活力的主题。


  第三，创建和管理指数的年度发布流程。这个出色的评测体系应该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向公众和有分量的利益相关者呈现自己的评测结果，以实现应有的影响力，应该让公众每年都迫切地期待该指数的发布。


  指数的呈现


  我们寻求一种能将多个指标以简洁的形式呈现，并能作为评测文化艺术活力的模型而被认可的方法。虽然文化艺术所涵盖的范围显然比一个组织要大得多，但我们还是发现，衡量组织层面的有效性模型与我们的艺术活力观念颇为契合。


  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的平衡计分卡。该模式强调了如何利用四个关键的表现维度（即财务成功、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以及客户满意度）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四个维度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这符合我们对艺术领域的思考，即艺术是一个具有多种表现属性的广泛社会体系。我们保留了平衡四种表现维度的思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艺术与文化平衡计分卡”（arts & culture balanced scorecard，以下简称ACBS）。这四个表现维度分别是资金流、经济容量、艺术参与度和竞争力。


  资金流：包括民间和政府对艺术机构的支持、个人艺术家的报酬，以及艺术领域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所有这些都是对艺术服务的付费，以提升其为观众带来艺术创作活动和体验的能力。这些基本上就是流入文化艺术领域的资金。


  经济容量：评测艺术和文化体系内机构的股权投资、资本量、就业状况和薪资水平。经济容量和基础设施有助于将资金流转化为艺术活动。简而言之，经济容量就是指除了收入以外，能够创造并把艺术推向市场的经济能力。


  艺术参与度：衡量艺术活动（可以是商品、服务、参与或体验等形式）的实际消费量。这一指标显示了公众参与艺术活动的程度。


  竞争力：通过计算市场占有率和经济表现，将文化艺术与动态经济和社会中的其他力量进行比较。对竞争力的关注是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一个显著特征，凸显了我们将艺术视为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广泛系统的观念。


  通过定义并使用以上四个维度，我们可以将获取的数十个数据系列中的每一个系列与其中的一个维度相关联，从而使这些维度互相独立，且整体上兼收并蓄。围绕各个维度，我们的研究所产生的指标数量各有差异。因此，我们决定给每个指标配予相等的权重，以此来计算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年度得分，以数据而不是理论为依据来导出结论。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得分不是为实现“理论上的平衡”，平均分配给每个维度四分之一的权重，而是按每一个指标配予相同的权重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值，将2003年设定为基准年，其初始值设定为100.0。


  指数对产生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环境不设要求。21世纪初期，许多艺术研究将焦点放在非营利部门上，有时只关注传统艺术形式的机构。我们认为这种视角忽略了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其他重要力量。我们有意地扩大了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研究范围，将文化艺术类企业、个人艺术家，以及来自政府和民间的艺术参与度等数据都纳入其中。


  我们在许多政府和民间资料来源中找到了相关的数据库，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职业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工资数据，以及电影、百老汇和其他文化艺术行业协会的行业信息。此外，智库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类似邓白氏和尼尔森这样的商业公司也有相关数据。竟然有如此广泛的数据可用，着实令人惊喜欢欣。我们最初预计使用30个指标构建一个指数，但最终却找到了100多个指标。当然，所有这些指标都需要进行评估。


  为了过滤数据源，我们建立了每个指标必须满足的八项标准：


  （1）指标评测的核心对推动艺术和文化活动具有价值；


  （2）数据覆盖全美范围；


  （3）由信誉良好的机构制作、发布的年度数据；


  （4）数据的起始年份不迟于2003年（即我们的基准年）；


  （5）数据按比例进行计量，而不仅是排名或评级；


  （6）即使基于样本，其统计仍然具有有效性；


  （7）未来几年依然可望获得；


  （8）符合项目预算要求。


  2005—2009年，我们设计、规划、整理指标数据；2009年中期，我们承诺在2010年年初首次发布指数。根据我们采用的模式和目的，2010—2016年，指数的年度制作遵循基本相似的流程。我们根据数据源的更新和修正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增加新指标以扩大指数的覆盖范围，删除与不再更新的数据源相对应的指标。我们选择了保持同等权重（拉斯拜尔指数）的策略，而不是通过改变权重来反映新加入的指标。在计算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得分时，我们需要考虑很多指标，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项单一指标会让指数总得分发生超过1%的变化，而1%只是微小的总体变化。


  我们对指标群也做过一些调整。最初发布的指数使用了76个指标，后来我们增加了来自联邦政府和联合国的其他数据。另一方面，最初使用的指标中有7个因为终止了制定而被取消。此外，许多指标会被追溯修订（如对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度进行修订）。幸运的是，这些修订只对指数造成了细微的改变，并没有对总体描述造成影响。能预见这些变化，且不断调整适应这些变化，已成为我们的研究和沟通程序中的一部分。


  新闻发布


  年度指数报告只是普及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一个环节。为了提高指数的认知度，美国艺术协会展开了持续、广泛的公关和宣传工作。多元化的媒体策略包括网站、博客、社交媒体和全国性报刊等。


  我们大力推动有关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报道，说明指数上升或下降背后的原因。要让公众了解这个指数，首先就需要有记者投入时间来读懂该指数，了解它为什么重要。在将其重要性传达给读者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为报纸销售量和点击量做贡献。


  类似消费者价格指数、信心指数这样的指数，会定期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因为公众已经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指数的意义和重要性。国家文化艺术指数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让记者在对这样一个新出台的指数尚不熟悉的情况下写出类似的报道。


  通过努力，《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都报道了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诞生。《时代》杂志在随后的几年里也连续做了专题报道。最初几年，我们曾将印刷版的指数报告寄送给美国艺术协会的主要成员（艺术领袖、倡导者和决策者），但主要还是通过网络文件的方式进行传播。


  每份150页左右的年度指数报告呈列了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年度得分和其他相关内容。报告提供了从宏观层面的变化到各个指标细节的数据和注释汇编。每个ACBS维度都作为独立的一章，每个指标都有说明其出处和重要性的注释。我们公开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方式，并坚持采用可靠的年度报告方法和时间安排。


  有一些指标比整体指数得分更吸引记者们的注意力。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创作和首映的新作品数量是有新闻价值的，因为实际数据与人们以为艺术组织在经济衰退期间会减产的直觉相悖。记者们还惊讶地发现，在K-12[1]艺术教育类课程缩减的情况下，参加SAT考试（美国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考试）的准大学生选修的艺术和音乐课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类故事比全面复杂的指数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我们还努力让指数的数据易于获取，并鼓励使用国家指数来设计、评估和构建自己的艺术政策指数。据我们所知，虽然美国国内还没有先例，但英国和荷兰的研究人员已经引进我们的方法，来为他们的国家制定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我们还应邀向欧洲、亚洲、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决策者和艺术领袖介绍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慈善年度报告《赠予美国》也援引了该指数。


  慢一拍的指标


  从2010年1月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到2016年的最后一份报告，国家文化艺术指数一直产生很大的影响。每年发布的指数会追踪文化艺术领域的整体活力，并且每份报告中的基础数据还会激发重要的新思考。2010年首次发布指数时正值美国经济复苏，但指数却是历史性的，显示出2008年经济衰退后整体艺术活力的大幅下滑。接下来的年度报告则显示了艺术活力落后于整体经济，该指数在2011年严重低落，在2012年和2013年才出现反弹。


  艺术活力的复苏落后于经济并不奇怪。我们在早期的分析中提出，艺术活力的上升和下降过程会落后于经济周期。这再次证明了政策指数的好处在于评估经验观察与直觉的一致性。更具体地说，指数始终表明艺术的发展周期落后于国家经济发展两年左右。该指数也表现出与经济周期之间的恒定关系：艺术活力的变动幅度比经济波动更大。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艺术活力表现得非常强劲，在经济下滑时期，艺术活力下降的幅度明显大于GDP。这一现象与大家对慈善事业的观察相类似。


  我们的另一些发现则更具挑战性。例如，有证据表明，人们对艺术的需求滞后于其供应，有更多的人和组织想要创作艺术作品，却没有更多的人去购买和消费艺术品。指数还揭示了文化艺术类非营利组织的泛滥，显示在2003年至2010年间，每三个小时就有一个新组织创建，虽然其中超过1/3都是在亏损经营。2011年，时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的罗科·兰德斯曼在得知了该事实后指出，非营利性艺术组织数量过多。这让指数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他的评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指数还提供了对于艺术教育的另一种观察。尽管K-12艺术教育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指数却显示，获得视觉和表演艺术高等教育学位的人数从1998年的约79000人增加到2013年的约140000人。尽管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显示全美艺术教育机会有所下降，但指数却显示，在即将升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中，修满四年艺术和音乐学分的学生比例却连续多年增长。这引发了对艺术教育平等状况的疑问，因为低收入和服务匮乏的社区可能缺乏同样的艺术教育机会。


  此外，指数进一步证实了资助申请人对政府和民间的艺术活动补贴模式的忧虑。在此，我们再次采用了更广泛的视角：通常对联邦政府艺术和文化类支出的分析都集中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上，而我们的指数却将范围扩大到了人文、广播、博物馆、图书馆等资助项目。数据显示，作为联邦政府主要艺术资助机构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际上只贡献了不到10%的资助总额。指数显示，联邦和州政府对艺术类的资助于2000年年初大幅下降，但同时也显示出地方政府对艺术的支持依旧坚挺。


  最后，指数提供了与狭义领域研究或跨年度研究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公众艺术参与度调查”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与人口普查局合作的、五年一次的重大研究报告，根据该报告，美国人参与艺术活动的比例有所下降。如果仅从这一数据来推断（即使是这类数据也很难找到），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正在遭遇大麻烦。


  指数证实了博物馆参观人数、交响乐音乐会观众出席率等的下降，但也同时跟踪到流行音乐消费、个人艺术制作消费、数字消费和高等艺术教育消费的增长。通过使用“斯卡伯勒研究”每年从21万次采访中获得的数据，指数揭示了艺术生产者在传递作品方式上的变化，突显了优秀的机构是如何利用科技来扩大观众基础，丰富观众体验的。大都会歌剧院的同步转播就是我们引用的一个例子。


  艺术竞争力


  通过对信息背景的细致分析，我们有了更深入的发现。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所有数据都被置于不断变化的人口、经济、价格和就业环境中进行审视。这有助于将艺术领域的变化与所有行业的一般趋势区分开来。例如，如果某种特定艺术形式的参与度每年增加0.5%，而总人口增长1%，那么其实这种艺术形式的市场份额正在流失。再比如，经济衰退时期经济萎缩，艺术也随之衰退。国家文化艺术指数要探问的是：艺术衰退的程度是大于还是小于其他经济部门？对艺术竞争力的关注是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一个特点。我们追踪艺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在获得慈善资助、活动出席率、参与度和财务活力等各方面的表现。这些指标在经济衰退期间急剧下滑，但在2012年开始反弹。


  该指数最终揭示了一个演化过程中的基本脉络：艺术本身并没有遇到麻烦，但传统的艺术作品传递机制正在受到挑战。指数还表明，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艺术创造的产出依然强劲。艺术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3年，在电影、管弦乐、戏剧、歌剧领域一共产出了1.2万件新创意作品。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当之无愧地被美国艺术协会应用在了对广大决策者的教育策略上。协会领导层引用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上进行持续的宣传。协会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林奇及理事会成员在数十场美国国家媒体和全美各地的会谈和演讲中，引用指数的调查结果，呼吁投资者和决策者推动艺术健康发展。我们还向学术界提供了相关的学术文章和会议发表内容。


  指数的反响


  制定和维护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就必然会在数据收集和呈现方面面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挑战。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的首轮种子资金支持了指数的诞生。但后续的持续更新、制作和传播所需的资金却很难有着落。2012—2016年，美国艺术协会用内部资源为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提供资金，将其作为内部定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随着项目的发展，在缺乏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最终变得无法维持。然而，包括主要研究结果、所有指标以及ACBS维度相关数据和解释在内的指数报告仍可从美国艺术协会的网站上获取。


  指数项目中止之后，我们和其他关注者一样，想知道它所获得的曝光度是否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我们承认，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没有达到如《赠予美国》或“盖洛普－医护共享在线福祉指数”这样年度政策指数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其存在时间较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自己在维持和资助一个年度指数的艰难挣扎并不孤单。制作指数时参考的一些样板指数，比如“联合之路关怀指数”，也结束了多年的运行。还有一些著名的政策数据档案馆和中心（如文化政策和艺术国家数据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文化中心）在指数活跃期间停止了运作。城市研究所也放慢了公开免税资格机构信息的项目进程。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指数的声誉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2013年出版的《艺术管理》教科书好评如潮，该书作者埃伦·罗斯韦尔在开篇便引用了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尽管指数并不能总上头条，但它常常在有关艺术的报道中被提及。通过谷歌快速搜索，可以看到有近6000篇媒体报道提及了国家艺术指数。


  从全球范围来看，英国和荷兰的国家艺术活力指数项目明确地援引了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并表示从中受到了启发。2014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发起了“文化艺术产品卫星账户”年度统计报告，将联邦政府重新引入该领域。今天，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每年都会参与人口调查和其他联邦研究项目中艺术类问题的提出，并与经济分析局合作对艺术产业做更多的跟踪记录。经济分析局还将长期艺术资产纳入“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


  政策指数的多种用途


  [image: ]


  图2 政策指数的多种用途


  美国艺术协会在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新的指标研究项目。早在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刚发布时，地方和区域的艺术机构就开始呼吁发布地区版的指数。本着“所有艺术都是本土的”精神，我们确定了可以本地化的国家指标，并在2012年为全美3143个县构建了县级“地方文化艺术指数”数据集。国家指数是汇集全美数据、跨时间的比较，而地方指数则能实现跨地区的横向比较。在克雷斯吉基金会的资助下，地方指数与100个地方文化艺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机构在各自所在社区收集原始数据，为二手数据提供补充。数据来源包括美国邓白氏公司、尼尔森、联邦税务局免税机构相关数据，县域经济模式和其他联邦数据。


  和国家指数一样，地方指数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构建可靠的、可在线访问的年度数据系统，而且还要编写材料来帮助需要者使用这些数据。后一项任务才是地方文化艺术指数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经验教训


  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国家层面上，资助者、实践者和当选领导人所看重的东西可能相差甚远，艺术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谁能说对艺术活力而言，艺术家的就业比个人参与度或政府资助更重要？政策指数为这种终极的价值观对话提供了由数据驱动的依据。


  当我们开始制作指数的时候，尚且没有全国性的艺术活力模型。我们之所以选择给予所有指标同样的权重，是因为虽然我们相信多一些艺术会更美好，但无意去倡导任何特定的政策观点，比如交响乐团的就业人数比博物馆的观众人数更重要一类的判断。其他领域的政策指标报告制作者可以考虑使用替代性模型、维度和权重方案以及特殊数据来填充模型。


  我们还发现，按照年度来制作指数并非总是好事，数据往往也会出问题。有一些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制作方式年年相同，而另一些的制作方式和时间编排却各有差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追求全面、广域数据的热情反而令我们事倍功半。如果我们坚持采用最初的30个指标并对其进行妥善管理，而不是采用更繁重的81个指标，也许会做得更好。这样做可能会迫使我们做出更多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加权选择。但是这样做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30个指标中，有些指标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后就达不到我们的标准，失去30个指标中的一个可比失去81个指标中的一个损失更大。然而另一方面，更有针对性地精选指标，会使国家文化艺术指数更容易去创建和理解，并且可能会延长其寿命。


  我们发起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本意是想去更深入地了解文化艺术，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艺术指数的建模、设计、制作和沟通过程能够为其他社会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用的实践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托夫勒呼吁更多艺术数据之时相比，甚至与2000年年初国家文化艺术指数启动之时相比，今天的大数据时代让数据和其分析技术的获取变得更容易。这些资源能使技术性细节更加触手可及，但数据仅仅是政策指数的一部分。


  政策指数所揭示的数据永远都是过去时，但政策指数的影响在于其所引导的对话，以及未来所能帮助推动的课题。为了实现影响力并发挥潜力，政策指数应该基于良好的建模、可靠的制作和有效的沟通来设置计算指令和参数。政策指数是社会各部门之间对话的起点，而非终点。


  罗兰·库什纳（Roland J.Kushner）


  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研究主任，穆伦堡学院副教授兼商业学科主任


  兰迪·科恩（Randy Cohen）


  美国艺术协会研究与政策副总监


  
    [1]K-12教育，指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教育。——译者注

  


  
    [2]二手数据（secondary data）是相对原始数据（primary data））而言的，指那些并非为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为其他目的已经收集好的统计资料。与原始数据相比，二手数据具有取得迅速、成本低、易获取、能为进一步原始数据的收集奠定基础等优点。——译者注

  


  案例研究


  高科技巨头创建的慈善机构


  作者：马克·冈瑟


  译者：陈智勇


  硅谷社区基金会已经成长为全球资金力量最雄厚的基金会之一，其名下管理的资产超过82亿美元。但是究竟谁从中获益了呢？


  硅谷的技术对传统中间商并不友好：流媒体音乐重创了唱片业，Netflix（网飞）消灭了音像店，旅行社和股票经纪人之类的中介的日子也越发艰难。


  然而，硅谷却在慈善领域创建了一个中介机构，并很快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基金会之一，这不免令人困惑。10年前，由两家小型社区基金会合并组成的硅谷社区基金会，为本地区富有的捐赠人与他们想支持的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这些组织有的近在眼前，有的远在天边。


  硅谷社区基金会名下管理的资产超过82亿美元。2017年，该基金会总共提供了10.8万笔资助，资助总额达到13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以及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1]。事实上，除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之外，它是当年美国资助额最高的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并不是新生事物。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社区基金会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当时，作为银行家和律师的弗雷德里克·高夫萌发了将城市慈善家的资源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捐赠基金，让克利夫兰人永远受益的想法。今天，美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家社区基金会，此外像华盛顿州的奥卡斯岛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霍尔德里奇等地区也都有社区基金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统计，全美有近800家社区基金会。


  硅谷社区基金会傲视群雄，受到全美瞩目。但是因为基金会对捐赠者选择资助的慈善对象没有任何限定，一半以上的资助赠给了旧金山湾区以外的地方，剩下的大部分都给了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全球性机构。硅谷本地的社区组织和那些为贫困人口呐喊的倡导者们感到被忽视了。一些社会评论家指出，涌入硅谷的财富已经使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更加艰辛，因此，富人有责任减轻一些由他们所带来的伤害。


  这一论调确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贫富悬殊明摆在那里。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硅谷：它更多的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实际的地区。为了接下来的论述，姑且让我们将硅谷定义为两个县吧：圣马特奥县和圣克拉拉县。它们都位于旧金山市以南，是科技巨人苹果、谷歌和脸谱网的总部所在地。一家名为“合资硅谷”的研究组织的数据显示：有大约270万人生活在这两个县，其中有76000名百万富翁，大约12600个家庭有至少5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两个县有超过1100家私人基金会，坐拥总计316亿美元的资产。


  然而，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两县有80万人（占总人口的近1/3）需要公共或民间机构的补助才能维持生计，有超过30%的公立学校学生接受了联邦免费或低价午餐。这两地的住房价格也甚是骇人，圣克拉拉县住宅价格的中位数已达到120万美元，而这一价位是5年前的2倍。穷人不是拥挤在狭小的公寓里，就是需要忍受长时间的公共交通。


  硅谷社会风投基金（捐赠人集团）执行主任珍·拉陶伊说：“硅谷是收入不平等的原爆点，当地社区组织的日子很艰难。”


  2017年，这些问题和统计数据因一份名为《赠与代码》的硅谷慈善报告而被曝光，并引发了广泛讨论。慈善咨询师阿利克夏·科尔特·卡韦尔和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受派克德基金会委托撰写了该报告。报告称：“许多社区组织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威胁到了它们的影响力和规模化的能力。我们在一些案例中看到，社区组织无法吸引有能力帮助它们的当地慈善机构，或者获得当地创业家的认可。”该报告的两位作者认为，硅谷的捐赠者和当地的非营利组织之间是如此的隔绝，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看起来就如同“鸡同鸭讲”。这听上去虽然有点刺耳，但距事实不远。一方面，硅谷年轻、精通技术的捐赠者们想要的是“颠覆性”、“创新”、“指标”和“影响力”，而另一方面，那些非营利组织则苦于得不到他们的照顾。


  那么，接下来硅谷社区基金会怎样努力弥合这一鸿沟呢？作为湾区最大的资助机构，它是否有义务，以及有什么样的义务来减轻邻居们的苦难呢？更进一步地说，如果硅谷社区基金会不能解决该区域最大的问题的话，那它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捐赠者的钱


  艾米特·卡森告诉我说：“我的人生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即如何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改变。”


  [image: ]


  硅谷社区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和主席艾米特·卡森在基金会2014年地区会议上发表讲话


  卡森是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领导基金会实现了长达10年的惊人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7%，而同期社区基金会一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5%。作为一名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博士学位的基金会老兵，卡森是一位魅力十足，而又不乏争议的人物。他既有大量的粉丝，也不乏数量惊人的批评者，虽然批评者极少有人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名实姓。


  作为一名野心勃勃的筹资人，卡森已经打开了硅谷财富宝库的大门。派克德基金会主席卡罗尔·拉森说：“硅谷社区基金会以捐赠者指导基金的形式筹资超过70亿美元。这一事实本身就真的很了不起了。”同样位于硅谷的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瑞克·威廉姆斯谈到卡森时说：“他激情四溢，尽职尽责，聪明睿智。”基金会中心主席布拉德·史密斯指出，从全美范围来看，硅谷社区基金会正在推动一场有关社区基金会角色转变的讨论。这部分是因为硅谷社区基金会扩展了“社区”的地理定义，即“社区无疆界”：捐赠者心之所系都是他们的社区。


  我们在基金会总部会面。卡森满脸笑容地出来迎接我，并紧紧握住我的手。硅谷社区基金会总部位于山景城商业区一座现代化的7层办公楼里，基金会的办公室占了整整两层楼。这位有着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双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极具气场。他在芝加哥长大，现年57岁。卡森的父亲是一名城市督察，母亲是公立学校的厨师长。


  卡森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过，在那里他领导了一个权利和社会公平项目。随后，卡森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基金会。这家社区基金会的资产总值在卡森任职期间增加了三倍。之后，他来到了湾区，并领导了位于圣克拉拉县的硅谷社区基金会和位于圣马特奥县的半岛社区基金会的合并，由此创立了今天的硅谷社区基金会。


  按卡森的说法，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并从来都不易。卡森回忆道：“那些精明的投资者们断言我们干不了，肯定会搞砸。《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我的任期‘已进入倒计时’。紧接着，经济大衰退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在每一个你所能想到的指标上都超越了大家的期望。我们起步时，遇到的是最恶劣的经济状况，我们的团队组合最为不堪，他们不仅相互之间迥然不同，而且还视对方为竞争对手。”


  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包括脸谱网、微软和易趣的执行官。他们根据一个指标清单来评定卡森的表现，这份清单包括筹资、资助、经营改善，以及对捐赠人和公司客户满意度的调查。（基金会给企业的慈善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提供咨询服务，企业客户数量持续增长。）卡森2015年的薪酬是90万美元，这是我们能够拿到的最新的薪酬数据。这一数字是他最初底薪的两倍，反映出理事会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


  无论你从哪一方面去定义，评价卡森对社区的影响力都非常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硅谷社区基金会的独特功能。在基金会2017年拿出的13亿美元资助当中，除了192万美元（不到2%）是自有的捐赠基金以外，其他所有资金虽然由基金会持有，但都受到捐赠者控制。这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易趣、思科这一类企业的捐赠指导基金。社区基金会负责财务管理，而这些公司保留对其资助方向的控制权。还有一部分来自所谓的支持性组织，它们与私人基金会很像，但运作起来限制少一些。迄今为止，硅谷社区基金会所持有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是捐赠者指导基金。


  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advised funds）是慈善资金的“停靠站”。根据美国全国慈善信托的数据，捐赠者指导基金作为慈善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已经从2010年的336亿美元飙升至2015年的786亿美元。它们可以在社区基金会、宗教慈善机构、大学、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如富达、施瓦布、先锋）的慈善分支机构那里暂时停留。因为税收原因，捐赠者指导基金对那些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出售公司而获得大量资本收益的捐赠者来说有特殊的吸引力。这样的人在硅谷有一大批。这些捐赠者想把钱捐给慈善事业，但尚未决定怎么给，什么时候给。


  捐赠者把他们的资本收益存入一家捐赠者指导基金，申报后就能马上获得税收优惠。与此同时，他们对委托管理基金的伞形组织进行“指导”，直到决定将钱捐到哪里为止。（富达的调查显示，90%的捐赠者将税收优惠作为设立捐赠者指导基金的主要理由。）捐赠者指导基金对支出没有限制，基金捐赠者还可以匿名。


  捐赠者指导基金依靠的是一个被广泛忽略的法律拟制。尽管法律要求捐赠者指导基金要找到类似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慈善机构来进行托管，但实践中还是由捐赠者决定钱怎么花。当我问卡森，他对捐赠者指导基金有多大的影响力时，他却反问道：“你有孩子吗？当他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得更多。当他们能说会道后，你的控制就会越来越少了。”一言以蔽之，捐赠者说了算。他说：“我的捐赠者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


  卡森和他的12人左右的发展团队在一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市场里运作。他们一边跟富达、施瓦布等低成本、大规模的金融理财公司竞争，一边又得同昂贵的私人慈善咨询机构竞争。此外，有专职人员的家族基金会、宗教组织联合会、有政治倾向的捐赠者指导基金，以及捐赠者团体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难怪卡森不喜欢很强势地去游说捐赠者。他解释道，硅谷社区基金会员工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倡导者，甚至也不是什么咨询师，而是担当召集人或者伙伴的角色。


  卡森说：“传统的社区基金会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引导者模式。我要引导你畅游慈善世界，我要将你带到到我熟知的路径上去。跟着我走，就可以避开艰难险阻。”


  但卡森不会这么做：“我们会告诉捐赠者，外面是一片丛林，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我们可能会走进死胡同，我们还要一起承受挫折，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这才是伙伴关系。”


  他接着说：“我们首先会问，你想往哪里去，什么使你满足，在那里你关心什么。”他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让捐赠者感到满意，或者用商业的行话来说，他们愿意成为“回头客”。他说：“这笔资助实现了你作为捐赠者的目标了吗？它对社区有帮助吗？它让你想在社区里做得更多吗？这才是我试图促成和成长的，而不是我让你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对卡森来说，给捐赠者太大压力不仅事与愿违，而且本身就是错的。他反对那种认为某些慈善事业比其他的更重要的说法。他说：“慈善绝对是一种个人行为。难道我认为住房和交通非常重要，就意味着医院不重要了吗？艺术不重要了吗？”


  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其他的社区基金会都以扶持本地非营利组织为己任。这些基金会对自己的定位是，突出当地需求，协调集体行动（见96页）。按1990到2015年期间担任半岛社区基金会主席的斯特林·斯皮尔恩的说法，合并组成硅谷社区基金会的两家社区基金会，当初就是为本地社区服务的。斯皮尔恩问道：“那东圣荷塞的孩子怎么办？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他们能从那些同在硅谷生活的巨富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吗？”


  硅谷社区基金会近期的几个动作进一步“坐实”了对其不重视本地需求的评价。首先，基金会在旧金山开设了一个办公室。社区基金会一般会避免在“自己的地盘”以外去找捐赠者，这犯了社区基金会的“大忌”。（旧金山有自己的社区基金会——旧金山基金会。）接下来，硅谷社区基金会又委派一名执行官常驻纽约，虽然她在那儿的主要工作是为在东海岸的企业客户服务，这其中包括百事公司和《魅力》杂志。（硅谷社区基金会与《魅力》杂志一起在做一个女童项目，旨在帮助美国和国外的贫穷女童上学。）该基金会还为捐赠者对海外的捐赠大开方便之门：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有关印度慈善的行业报告，支持了一个针对非洲的捐赠者团体，创立了一个包括1100家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球慈善数据库。目前，硅谷社区基金会使用多种货币打理全球捐赠。


  卡森可没有耐心去回应那些质疑其全球资助的声音。他指出，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战略计划是他加入基金会之前就制订了的。根据该计划，基金会的定位是“满足捐赠者伙伴的需求，无论他们在哪里；支持他们心系的社区——无论是在本地，在全美，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一“社区无疆界”的观点反映了硅谷作为全球人才“磁石”的人口结构特征。硅谷人还一直保持着与他们成长之地的情感联系。卡森说：“我们有大量的捐赠者在为克服埃博拉病毒危机努力。难道你认为我们应该等埃博拉病毒在圣马特奥县或在圣克拉拉县出现了才做点什么吗？”尽管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全球资助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事实上，2017年基金会对美国之外的捐赠只有1050万美元。


  社区基金会对当地的承诺


  开设一个捐赠者指导基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简单，只要有5000美元、网络连接，以及一个社会安全账号。只需5分钟，你就可以在富达慈善或施瓦布慈善开设一个基金，每年的管理费最低只需100美元。


  然而对社区基金会来说，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开设基金的服务内容相差无几，但收费却更高。它们需要从大量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CFLeads是一家致力于改善社区基金会有效性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黛布拉·埃尔伍德认为，绝大多数社区基金会通过聚焦当地社区来做到这一点。埃尔伍德说：“最优秀的社区基金会采用整体性工作方法来做社区建设。它们有当地知识，制作并传播当地信息，能够推动当地居民的参与，这不仅指那些有头有脸的居民。它们参与跨界合作，也资助倡导，也能游说。人们信任社区基金会，因此它们是可以一碗水端平的召集方。”


  以下是三家定位在促进本地社区发展的社区基金会简介：


  波士顿基金会


  2015年，当这家社区基金会作为百年庆典的一部分挖掘过往的历史时，基金会管理层惊讶地发现，它给大约100家非营利创业组织提供了种子资金，其中包括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和公共广播公司WGBH-TV。基金会近几年还帮助发起了包括终身教育领导、城市年和公民学校在内的知名非营利组织。保罗·葛洛根自2001年就领导该基金会，他说：“‘接受新思想’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基金会的基因中了。聪明人能够找到开启的窗户，并得到支持。”该基金会一边创立一些组织，一边也通过它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有效性中心”来帮助其他组织转型。该中心致力于寻找目标使命有重叠的非营利组织，并鼓励它们联合起来。葛洛根说，基金会已经参与了“一些有意义的机构合并，但数量上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么多”。


  大水牛区社区基金会


  2011年，这家已有98年历史的基金会的主席、首席执行官克洛蒂尔·德代克明确表示，公立学校“不能提供社区所需要的劳动力”是该地区最大的问题之一。大水牛基金会联合政府、企业和捐赠者，并与一家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承诺教育”结成伙伴关系，开发了一个包括大学奖学金、学业辅导和咨询在内的综合项目，来“从根本上改善整整一代公立学校学生的人生”。这一“承诺水牛城”项目建立起了一个管理体系，通过学校、学生和家长所提供的信息来跟踪每一名学生的学业、出勤率、行为和健康指标，掉队的学生会得到帮助。据说，这在全美还是首创。项目的结果是高中学生毕业率上升了15%，大学和高职学校入学率上升了10%。德代克说：“项目整体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旧金山基金会


  2017年，该基金会确定了一项清晰、有野心的工作框架，要在旧金山湾区“修正不平等的轨道”。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福雷德·布莱克维尔说：“种族与经济包容是指导我们工作的‘北极星’。我们的目标和雄心都要求我们要起到比为捐赠者提供服务大得多的作用。”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该基金会强化了他们的工作。布莱克维尔说：“大量的捐赠者在问我们，要怎样做出回应。”该基金会已经提供了350万美元的资助来为被驱逐出境者辩护，奥克兰市也提供了100万美元的匹配资金。该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快速反应基金，为那些推进种族和经济平等的草根倡导组织一次性提供3000到15000美元不等的资助。布莱克维尔很幸运，基金会自身所拥有的捐赠基金在其13亿美元的资产中占了8亿美元。他说：“这给我们推进自主资助项目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硅谷的社会问题


  卡森和他的同事不会去指挥捐赠者指导基金的持有者们向何处捐赠，但是他们可以支配属于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捐赠基金以及每年筹集到的其他资金。然而遗憾的是，在硅谷社区基金会所持有的82亿美元资产中，只有2.16亿美元，不到总资产的3%属于捐赠基金。与之相比，其他社区基金会的“小金库”更充裕：旧金山基金会拥有13亿美元资产，其中的8亿美元属于捐赠基金，可以自由支配；波士顿基金会有10亿美元资产，其中大约3亿美元是捐赠基金。从资金量所赋予的权力来看，这些社区基金会主席的权力都比卡森大。


  2017年，硅谷社区基金会通过捐赠基金配以其他筹款，在自主资助项目上共支出了1920万美元。所有这些资金都用于支持当地的4个社会领域：教育、移民教育、地区规划和经济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主要关注的是“理财教育”，以及储蓄、投资和家族财产的保护。


  这4个领域将许多非营利组织排除在外，包括那些艺术、环保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组织，如食物银行和无家可归者避难所组织。基金会的首席社区官埃莉卡·伍德负责自主资助项目和公共政策项目。她说：“我们想找到硅谷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想要产生影响力，就必须有选择性地资助。”当然，一些人会反驳说，给挨饿者提供食物，或者给一些家庭提供临时居所同样可以产生影响力。


  [image: ]


  在2014年12月一次同美国国会众议员佐伊·洛夫根、圣何塞市前议员阿什·卡尔冉和其他人共同参与的活动中，艾米特·卡森谈“发薪日贷款”的危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这一战略方针都是对社区基金会固有文化的一种背离。卡森说：“基金会过去到处撒钱的方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曾在半岛社区基金会工作过的伍德对此表示赞同。她说：“今天的我们是一个比过去更有勇气的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主要围绕研究、倡导和政策工作。


  举一个例子：2009年经济大衰退之后，基金会资助了一份研究报告，旨在唤起人们对“发薪日贷款”这一金融模式的危机意识。报告出台后，基金会向那些反对“发薪日贷款”的组织提供了340万美元的资助，并敦促地方政府保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免受无良放贷方之害。自此，14个硅谷司法管辖区，包括圣马特奥县和圣克拉拉县，都已经实施条例来限制发薪日贷款。基金会委托的一份2017年评估报告指出：“硅谷社区基金会不仅促成了围绕相关社会问题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盟，而且还加强了参与组织的能力。”（按美国联邦税务局条例，社区基金会可以自由资助、倡导和游说，也可以参与游说活动。）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受赠方已经在加州其他城市和州立法会发起了“反对发薪日贷款”的运动。基金会认为这些成果意义重大。


  卡森也对硅谷社区基金会为终止所谓的“数学程度失误”所做出的多方努力而感到骄傲。一些黑人与拉美裔学生以及低收入家庭学生尽管通过了考试，成绩也过关，但还要被迫重修代数，这是一种歧视。所谓的“数学程度失误”就是对这一歧视现象的委婉用语。这个问题在2010年被曝光：当时诺伊斯基金会委托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之后在硅谷社区基金会资助下，公民权利法律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名为发展受阻的报告，进一步将此歧视板上钉钉。硅谷社区基金会雇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依照《信息自由法》申请得到了54个学区信息，这些信息揭示出该问题具有普遍性。卡森对此十分愤怒。他说：“你这是在打击一个实际上已经获胜了的孩子的士气。这种做法给这些孩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硅谷社区基金会指导学区如何克服这种偏见，并与议员们一起发起了一份遏制这一做法的议案，该议案2015年由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签署成为法律。


  这些努力并非小打小闹，但也算不上是野心勃勃。一些评论认为，硅谷社区基金会应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曾担任圣马特奥县行政官的约翰·莫尔特比希望基金会能够参与扶贫和解决保障房问题。他说：“如果你问生活在硅谷的普通人‘什么使你的生活更艰难’，他们会谈到交通，也会谈到住房。这些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都没有怎么介入。如果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被摆在议事日程上，那么我会质疑它对社区的重视程度。我感觉它越来越被捐赠者牵着鼻子走。”


  还有一些受访者将硅谷社区基金会同规模小得多的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进行对比。这一家族基金会将资助重点放在支持本地需求上，2015年其资助总额为1620万美元，跟硅谷社区基金会给的几乎一样多。作为当地慈善活动的中心，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给71家非营利组织提供免租金的办公区域。其中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非营利组织的执行主任表示：“我们热爱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它满足了一个巨大的需求。”


  卡森说，他经常把穷人的问题摆在捐赠者面前。2017年春天，硅谷社区基金会雇用了一名调查员，以了解生活在圣马特奥县南太平洋海岸的数千名低收入人群的困苦。调查员把她的发现写进了一篇博客文章和播客中。卡森说：“我们总是向我们的捐赠者谈资助机会。”不过，他认为当地非营利组织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抱怨道：“我已经放弃了代替每一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官员来证明他们能力的想法。”


  尽管卡森和硅谷社区基金会试图在硅谷做更多的事情，但结果却乏善可陈。2018年1月，硅谷社区基金会创立了一个“人人都有机会”的基金，声称其优先目标之一是帮助该地区的移民。基金设立了一个低调的筹款目标——100万美元，用来支持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信息和其他资源。但它仅仅筹集了25万美元。一个月后，一场洪水迫使圣何塞市周边的14000人撤离，造成约73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硅谷社区基金会和圣何塞市市长一起成立了一个救助基金。一名加州亿万富翁黄凯捐赠了500万美元，但是之后该救助基金只收到140万美元的捐赠，而且几乎没有来自高科技产业的。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活动的反响总是不温不火，以及为什么当地的其他筹资者对无法打动硅谷的富人感到恼火。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呼应了《赠与代码》报告的描述：“硅谷当地的慈善家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关系紧张，存在沟通障碍，它们之间总是视而不见。”


  该报告的合著者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认为，新一代的年轻慈善家在科技行业致富，他们对传统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兴趣不大。她说：“年轻一代为慈善带来了创新和颠覆性方法。他们将捐赠看成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慈善。他们对颠覆现状非常感兴趣。”


  但是，你怎样去颠覆一个食品救济站呢？圣克拉拉县和圣马特奥县的慈善组织，第二丰收“食物银行”副总裁卡特·茨文格罗什笑着说：“很难去颠覆一碗汤。”食物银行是欧美国家一种分发食物的慈善组织，在美国发展得很完善。今天，食物银行服务的人数比20世纪大萧条时期还要多。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穷人和工薪阶层，被高房租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需求，也为了争取那些科技行业出身的捐赠者，食物银行正在研究改进之道，也许会创建一个应用软件。茨文格罗什用“硅谷语”说：“我们想发起一次创新努力，重新设想食物银行事业。”


  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的瑞克·威廉姆斯认为，富有的捐赠者和当地非营利组织的脱节并不是由于缺乏同理心，而是由于“缺乏社区根基”。硅谷的大多数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埋头自己的事业。威廉姆斯表示：“让这些新贵们去理解非营利组织这个群体，很难”，“卡森也许是在努力，但没有任何效果”。如果现有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他担心硅谷会越来越不宜富人以外的其他人居住。


  所有受访者都赞同地区内的基金会需要更多的相互协作。耐特兄弟基金会圣何塞市项目主任丹尼尔·哈里斯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硅谷不能成为一个实验室？我们有垮掉的学区，有严重的不平等，有无家可归的人，也有堵在101号公路上望不到头的车流里的人。不论你关注什么问题，都有机会在此大显身手。”另一家要求匿名的硅谷基金会认为，硅谷社区基金会没有能够像美国其他一些优秀的社区基金会那样，成为受当地社区信任的核心组织，成为基金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的汇聚中心，共同解决当地最重要的问题。例如，“人人都有机会”移民基金没有达到筹款目标，是因为硅谷社区基金会“要”的太少了，而且选择自己单干。这名资助人暗示道：“他们没有很高的可信度，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赠与代码》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硅谷“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有关当地非营利组织可靠信息的、可信赖的核心组织”。特别是对科技公司的捐赠者来说，他们注重通过支持最好的非营利组织，使慈善捐赠的影响力最大化。派克德基金会的拉森说：“很多捐赠者都有兴趣得到更多的信息和指导。”


  硅谷社区基金会能够填补这一鸿沟，但是和“有效资助”或者宾州大学高影响力慈善中心等中介机构相比，它对当地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缺乏严谨性。那些组织仔细研究非营利组织，找到其有效性的第三方证据。“有效资助”已经吸引了高科技公司的资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脸谱网的共同创始人达斯丁·莫斯科维茨的资助。硅谷社区基金会为了宣扬自己在“影响力报告”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委托了两个报告来纪念自己的十周年庆典，并赞助了《旧金山记事报》一系列博客宣传文章。但基金会对那些寻找优秀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者来说，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数字游戏


  硅谷社区基金会对2016年13亿美元的资助总额深感自豪，但是好看的也只是这个数字：13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捐赠者指导基金和企业的“过路慈善”。另外，总额中将近42%是一笔5.5亿美元的单一捐赠：从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名下的捐赠者指导基金，到一家位于旧金山名为“陈扎克伯格生物实验室”的刚成立的研究机构。姑且不谈这笔捐赠的细节，这一交易凸显了少数大额捐赠者对硅谷社区基金会筹资总额影响巨大。


  举例来说：2013年，扎克伯格向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赠了1800万股的脸谱网股票，市值价格接近10亿美元，占当年该基金会筹资总额的70%；2014年，硅谷社区基金会募得资金的73%来自4名捐赠者，其中包括GoPro相机公司创始人尼古拉斯·伍德曼和吉尔·伍德曼，他们捐了5亿美元，另一位WhatsApp的创始人简·库姆捐了5.56亿美元；2015年，硅谷社区基金会70%的捐款来自12名捐赠者。


  为什么这些巨额捐赠者选择将他们的钱“存放”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呢？他们没说，基金会当然也不会说。当我就此询问卡森时，他笑着回答道：“我的魅力。”他接着表示，基金会对自己的客户服务引以为豪，并能提供一个一步到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在我们这儿，你可以期待专业的态度和优异的水平。”捐赠者会以多种方式对硅谷社区基金会进行捐赠，包括在私人公司里很难估价的股份。卡森说：“我们已经接受比特币、瑞波币，可以接受建筑，也收到过艺术品。”


  从这些大额捐赠的时机可以看出，捐赠人的捐款动力主要来自抵销因股票变现所带来的资本收益。例如，GoPro公司的尼古拉斯·伍德曼和吉尔·伍德曼2014年给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资5亿美元。这一捐赠发生在GoPro公司向公众出售股份后不久，并在伍德曼兑现3亿美元股票现金之前。而此时捐赠给硅谷社区基金会，则很可能可以抵销因这次出售所需要支付的税款。我们还不知道伍德曼是否已经从他的捐赠者指导账户上给出任何资助，GoPro公司也没有回复我们要求对此予以置评的请求。而硅谷社区基金会一方也没有财政收入上的动力，来推动捐赠者把钱捐出去。恰恰相反，基金会的收入来自捐赠者指导基金账户的管理费，因此只要有更多的钱存在账户里，就意味着硅谷社区基金会有更多的收益。


  谈起管理费，硅谷社区基金会对捐赠者指导基金的收费在同行中绝对算不上优惠。它对300万美元以下的基金收取1%的年费。基金账户上钱越多，收费比例便会低一些。它对富达、先锋和施瓦布每年收取0.6%的管理费，这是对大额账户收费上的优惠。虽然只有0.4%的差异，但累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字。一位捐赠者告诉我，她把她的账户从硅谷社区基金会那里转到了施瓦布，这样她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捐给慈善了。


  既然收费高，那捐赠者又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听到了一些捐赠者的抱怨。3位高净值捐赠者告诉我，他们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开立账户是因为想支持当地社区，但他们越来越对基金会所提供建议的质量感到失望，甚至在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推荐当地资助机会时，仍然得不到满意的回应。


  很难知道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主要捐赠者是否会在做慈善时寻求或得到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指导。戴尔·鲁萨考夫在他的著作《奖赏》中只字未提硅谷社区基金会，该书讲述了扎克伯格捐赠1亿美元，支持新泽西州纽瓦克公立学校改革的故事。这一改革结果喜忧参半，部分原因是这位年轻的慈善家和他的同盟军未能很好地跟当地社区协商一致。对此，硅谷社区基金会用捐赠者保密条款当作挡箭牌，拒绝评论。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捐赠者对硅谷社区基金会的不满。根据硅谷社区基金会2016年的年度报告，2016年最大的资助之一是一笔价值2500万美元的“捐赠”，赠予对象则是高盛旗下的捐赠者指导基金。2015年和2016年的两年间，硅谷社区基金对富达、施瓦布、先锋、美洲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指导基金”另有将近2100万美元的“捐赠”。这些钱只是转到了金融机构的账上，它们对慈善没有一点贡献，可在硅谷社区基金会那里却被标记为“资助”。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准确地去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影响力和角色究竟是什么？硅谷社区基金会的确鼓励了硅谷的富人们变得更加慷慨大方：通过捐赠者指导基金给富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能节省所得税的捐赠方式；将资产放入基金账户，一方面可以继续获得财务回报，另一方面可以去制定慈善捐赠策略。在这点上，它很像富达或施瓦布的慈善部门，所不同的是，硅谷社区基金会用对指导基金收取的管理费来支持它在硅谷的其他慈善工作。


  尽管当地的非营利组织会表示不满，但卡森让捐赠者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定义社区也很在理。这些捐赠者许多都扎根于硅谷之外，他们的生意也遍及全球。无论是硅谷还是美国其他地方的慈善家都应该做更多的全球性捐赠：贫穷国家的需求更大，捐赠给这些国家也能更有作为。


  至于基金会自己发起的资助项目，无论围绕发薪日贷款，还是数学考级错判，虽算不上具有开创性，但也都值得称道。凭借基金会不到200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卡森和他的同事们根本不可能独自应对社区内的重大问题。和其他巨无霸基金会以外的基金会一样，他们能做的只是为增量做贡献。


  而这一点恰恰可能是硅谷社区基金会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从这个貌似巨大的基金会身上所反映出的“硅谷精神”和雄心壮志少得可怜。除了在全球慈善方面有一些中规中矩的支出以外，卡森没有做任何可以称之为大胆或创新的事。硅谷社区基金会的确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但考虑到硅谷的财富规模，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你也会同样期望，硅谷这些挥金如土的富豪们能够更切实地去改善那些不那么幸运的邻居的生活。虽然这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对贫富差异愤怒不已，他们甚至向谷歌的通勤巴士扔石块。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改善。卡森和他的团队在与其他基金会协作上动作迟缓，他们还未能或没有兴趣将硅谷社区基金会建成一个让硅谷的大佬们联合起来，推进令人振奋的变革性行动的中枢机构。


  硅谷是一个多金、多智商，同时又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地区，却打造出了一家除了财大气粗以外，表现平庸的社区基金会。为了让所有生活在硅谷的人都有更好的机会，硅谷社区基金会要变得更创新、更协作和更关注穷人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硅谷社区基金会必须通过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而不是管理了多少资产，来衡量自己的成功。


  马克·冈瑟（Marc Gunther）


  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全球发展领域的资深记者、演讲家和作家。他的文章发表在他的博客和《非营利记事报》上。他之前是《底特律自由新闻》的记者和《财富》杂志资深作家。冈瑟也是4本书（包括《信仰和财富：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怎样变革美国商业》一书）的作者或合著者


  
    [1]四家均为资金与资助规模排名前列的基金会。——译者注

  


  实地报道


  新一千零一夜


  作者：科里·宾斯


  译者：刘韵


  “我们爱读书”为中东地区及世界各地的儿童带来富有想象力的阅读活动。


  拉娜·达贾妮是约旦哈希姆大学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她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完成访问计划后，回到了约旦。约旦国内公共图书馆资源匮乏，大众普遍缺乏阅读习惯的状况深深触动了她。


  2006年2月的一个周六上午，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达贾妮带着一袋儿童书籍穿过安曼的街道，来到她家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她穿着传统的民俗服装，戴了一顶滑稽的帽子，花了一个小时给20多名聚集在她身边的孩子读故事书。


  在接下来的礼拜五，达贾妮的阿訇把她的故事会活动告知了前来清真寺祷告的人们。第二场故事会来了50个孩子。后来，清真寺给了她一笔小额资助。达贾妮用这笔钱加上一些个人积蓄，为自己的首个图书室购买了一批图书。达贾妮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都身穿戏装，手拿玩偶。她在声情并茂地为孩子们朗读三本书之后，会让每个孩子借一本书回家阅读。其中的一些孩子家里从来没有任何儿童读物。


  “孩子们望着你的眼神，还有他们听故事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会让你忘记一切。你会觉得‘天啊，能为孩子们读故事太值得了’。”达贾妮说道。


  [image: ]


  阿斯玛·阿勒拉希德是一位叙利亚难民，也是“我们爱读书”的形象大使，在约旦马夫拉克市附近的扎泰里难民营中大声为儿童朗读


  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我们爱读书”（以下简称爱读）就这样开始了。这个项目引导女性志愿者利用邻近的公共场所，每周定期组织并主持以儿童为对象的朗读故事活动。


  每位志愿者要接受为期两天的培训，并领取爱读精心准备的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25本书和1个玩偶。为了保证每个故事既精彩纷呈又适合年轻的小读者，同时避免宗教和政治偏见，爱读团队还会为每个图书室规划书目。而爱读的志愿者们则负责招募小读者，并为购买更多的书籍募捐筹资。


  截至2017年1月，爱读已经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30个国家培训了大约2000名女性，建立了1500个图书室，已经有4万名儿童听到了爱读志愿者讲故事，其中六成是女孩。此外，爱读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培训叙利亚难民营中的爱读志愿者。她们也和约旦教育部合作，以提升在校学生的阅读能力。爱读已获得多个国际奖项的资助，包括克林顿全球倡议、卡塔尔基金会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明星基金会影响力大奖，以及英国国际发展部颁发的奖项。此外，通过开展难民教育项目，她们还参与了IDEO（由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公司）主办的放大创新挑战赛，获奖后在IDEO的支持下开发了在线培训项目以及手机应用程序，来扩大爱读的机构规模。


  IDEO放大创新挑战赛的负责人罗伯·格拉多维尔表示，达贾妮的创意非常简单，易于复制，其模式经过调整后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境：“爱读成功的秘诀在于为志愿者提供组织阅读的具体方法。她们所传授的方法已经被证明能够科学、有效地激发儿童的同理心，并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效果。”


  志愿者的奉献精神


  阅读所带来的种种益处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能扩展儿童的想象力，提高他们的词汇量，也能使儿童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减少暴力倾向。一项由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开展的研究发现，那些参与爱读故事会的孩子变得比从前更加慷慨大度，他们对同伴的关切感和同情心也有显著增加。墨尔本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进一步研究表明，成年人如果能为孩子们大声朗读故事，孩子们最终将发现读书的乐趣，并爱上阅读。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阅读的种种益处。根据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文盲率为35.6%，几乎是全球文盲率18%的两倍。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有多项公共调查表明，与美国和西欧相比，阿拉伯家庭的阅读比例低得惊人。


  爱读希望通过努力来消除这些差距，让更多阿拉伯孩子爱上阅读。参与爱读活动的孩子家长们反映，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比其他孩子更好，也更自信。这些孩子更喜欢听故事，不像同龄孩子那样总是向家长索要玩具，而且他们也很少在危险街区逗留。达贾妮说，家长对我们的活动很满意，而这也使整个社区的人对项目逐渐产生了拥有感。


  在约旦的亚喀巴，一名爱读志愿者在当地清真寺开办了一个新的阅读角。很快，前来听故事的儿童越来越多，清真寺的空间显得越发狭小。当地的一位建筑承包商干脆自己花时间为爱读建造了一间新屋子，附近的居民则带来了油漆桶、木头和钉子。就这样，一个新的社区图书室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达贾妮说：“如果由爱读的团队来建一个图书室，当地人不会使用或者去维护。但是这个图书室是当地居民建的，他们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所以图书室至今依然运转良好。”


  那些可爱、热情的小读者也激励着爱读的志愿者们不断奉献。许多志愿者相信阅读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社区。哈希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服务过程中，爱读志愿者个人的领导力提高了84%。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人类学家安可·施维泰在对IDEO放大创新挑战赛的获奖者进行研究后认为，爱读的项目实际上是一个打造社区领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培养社区领导者的起点。


  然而，达贾妮和她的团队也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帮助志愿者保持工作热情。IDEO帮助爱读设计并实施了一个手机短信系统，以便世界各地的爱读员工和志愿者保持联系。格拉多维尔说：“这个系统让达贾妮的团队得以了解世界各地的项目进展和亮点，同时也让志愿者们能够深入了解他们亲身参与的这场全球性的阅读运动。”


  与在同一难民营工作的许多国际组织不同，爱读不会给志愿者支付任何酬劳，而仅仅提供为期两天的培训和儿童书籍。但达贾妮说，当你一年后再来拜访这些志愿者时，你会发现他们还在继续为儿童读故事。2015年，格拉多维尔和他的团队访问了约旦的扎泰里难民营。当时，一名志愿者在谈到爱读时说：“这个项目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无所事事、自怨自艾，只能等待别人救助的难民。”


  “爱读为难民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去应对难民营生活的重重挑战，支持他们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不断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格拉多维尔如是说。


  爱读培养志愿者的成功模式也可能会为在国际发展领域工作的人们提供宝贵的经验。达贾妮认为，如果机构为志愿者的工作提供补贴，他们就会为了钱而做事。“爱读是将责任感根植于人们心中，所以志愿者们不会为了报酬而做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同胞大众。”


  然而，爱读仍然需要资金来发展壮大。达贾妮认为，爱读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找准了工作重心。一开始，她并没有将大量时间花在寻找资金上，而是仔细谨慎地进行机构扩张。但是，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多个组织都争着为她提供资助。达贾妮说：“爱读渐渐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的项目是有效的。”虽然机构的扩张速度缓慢，但今天，爱读被公认为是针对10岁以下儿童的最佳社区阅读项目。


  爱读在全球的推广


  时至今日，爱读的模式已经传播到了达贾妮家乡以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土耳其，母亲儿童教育基金会采用了爱读的项目模式来教育不识字的妈妈们。墨西哥的原住民也通过实施爱读项目，来传承和保护当地族群的口头文化遗产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民族自豪感，并提高学校的入学率。在发达国家，爱读正在帮助外来移民和难民学习掌握当地的语言文字。


  然而，爱读的扩张速度是否能超出达贾妮个人精力所及？这也是IDEO团队遇到的核心挑战。在两家机构合作初期，达贾妮亲自到每个新成立的图书室开展培训。她个人的经历总是能有效地激励志愿者们。但是，这种亲力亲为的方式在机构快速扩张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放大设计挑战赛的负责人拉斐尔·史密斯说：“我们两家机构一起开发并测试了基于视频和移动技术的培训资源，以替代达贾妮亲自开展培训。这么一来，任何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当地开展爱读的培训。”


  史密斯的团队还意识到，如果要让任何一家服务于阿拉伯国家难民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引入“爱读模式”，爱读就必须从单个组织执行的项目演变成一个地区性的运动。这包括帮助爱读找到一种可持续的项目扩张方式：既能让更多儿童有机会参与阅读活动，同时又能保持项目的质量。


  IDEO团队与扎泰里难民营居民展开了深入交流，并在此基础上为爱读设计了一个项目服务模式，包括一套培训工具、发展合作伙伴的战略，以及一个可以在难民营中推广的爱读品牌。他们在宣传和培训材料中融入了受传统阿拉伯字体启发，常见于阿拉伯文儿童读物中的特色插图。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一系列阿拉伯语的培训视频，生动地展现了达贾妮一手创立爱读的故事，向大众传播为儿童大声朗读的价值。


  达贾妮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的每一个社区开展“阅读一小时”的活动。她相信阅读不仅可以让孩子们增长见识，也可以激发孩子们内心的爱与同情心，以及对世间万物的尊重。格拉多维尔说：“达贾妮是一位拥有科学思维的梦想家。她聚焦于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让世界上所有孩子从小就爱上阅读。”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施维泰虽然对与爱读类似的全球性项目持怀疑态度，因为每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阅读文化。但是，她也指出，爱读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因为爱读确实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方法。在约旦，拉娜靠着一己之力取得了成功。当地原本没有以阅读为乐的文化氛围，拉娜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开了一个头。”


  科里·宾斯（Corey Binns）


  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撰写有关科学、健康和社会变革的文章和报道


  共享即开创


  作者：凯特·麦高恩


  译者：刘洋


  赛智生物网络正在用开源（open-source）的方式给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1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并未能如预期一般迅速揭开健康和疾病的秘密。然而，这项研究揭示出了一个事实：人体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疾病通常并非由一个坏的基因引起，而是由数十个或数百个在庞大的网络中相互支持和对抗的基因的细微变异引起。


  这一发现让基因组学家艾瑞克·肖特看清了现实。在肖特的同事兼前任老板史蒂文·弗兰德主导下，医药巨头默克公司已经在创建人类基因活动的大规模数据集上斥资了数亿美元，但现在，肖特和弗兰德二人都认识到这项工作还远远不够。


  为了实现基因组学所蕴藏的一切潜能，科学家需要的不只是大量数据，而是空前的海量数据，或许要比资金最雄厚的药物公司所能收集到的数据还要多1000倍。此外，科学家需要新的方法、基础设施和人员来筛选这些数据。


  “这些疾病过于复杂，依靠任何一家公司单打独斗，都不足以产生出如此大的数据量。”肖特说，“没有一家公司拥有足够多的聪明人来搞清楚这些数据。”


  我们身处的生物医学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文化。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规模需要更进一步，也要更密切地和患者携起手来，因为他们是丰富信息的源头。


  然而，直到今天，生物医学研究仍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完成的。学术研究者就像个体户，他们组建自己的团队，自筹资金，为了得到资金和业内认可而争得面红耳赤。生物技术和医药公司也小心翼翼地严守它们的商业秘密，唯恐在市场上遭受打击。


  弗兰德和肖特认为这个领域需要彻底的改革，是时候将在软件开发中展示出强大能量的开源运动引入生物医学了。医学研究需要新的机构来倡导协作和开放科学。为了获得科学家的信任，该机构必须是一个中立的研究召集人，它没有任何盈利动机，也没有知识产权需要保护。


  于是，弗兰德和肖特在2009年成立了赛智生物网络，这是一个小型的501（c）3[1]非营利组织。赛智的使命是变革生物医学研究。这家非营利机构起步于为开放科学开发实用的工具，例如建立可供科学家共享、分析和讨论大数据的数据库和平台。但是改革生物医学研究还需要重新思考协作中“人”的因素，需要用新的规则、实践和评定系统来鼓励共享。


  从学术共同体的旨趣来看，赛智的革命性模式有些姗姗来迟。一些研究者对传统科学进展缓慢、激励方式落后的现状非常不满。赛智对他们而言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去尝试新的科研方法，为未来建立新的研究文化播下了种子。虽然改变整个生物医学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开放科学的有效性已经毋庸置疑。


  罗伯特·伍德·强森基金会的项目发展高级顾问南希·布兰德表示：“赛智正在引领整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并不是他们需要做什么，而是这个领域中的其他人需要赶上他们。”


  赢得共识


  对赛智来说，首要的挑战就是要让研究者相信：数据共享和协作为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模式。为此，第一步是建立公开共享数据，通过这个数据池去赢取新的合作者。


  当时，弗兰德和肖特在默克公司创建的数据库是有关人类基因如何工作的最大信息源之一，它对研究者有很大的吸引力。默克公司考虑到和将数据留作私用相比，使用者贡献的额外数据和共同合作最终所能创造的价值会更大，因此同意将该数据库公开。其他符合条件的科学家可以获得这些数据，但前提是他们要贡献自己的数据。


  提供种子数据只是一个开始，开放科学的流程也需要优化。赛智希望能够成为示范区，一个实践开放科学研究方法的实验室。“当你呼吁人们分享数据时，你必须建立起使用数据的标准和方法。”赛智的总裁劳拉·曼格瑞威特说。


  为了让科学家信任被公开共享的数据，每个合作者都要理解这些数据的来源，它的历史是什么，是如何被收集的，使用了什么样的软件产生数据模型，等等。而这些信息往往是缺失或者错位的。赛智在早期建立了一个名为悉纳普斯的软件和信息平台，用于存储和公开重要的元数据，并记录其使用的有关信息。


  赛智将正在搭建一个强有力信息平台的消息在科学家中广而告知，结果很快就卷入了一个有关结肠癌研究的难题中。全球有六个主要的小组正在同时使用遗传信息对肿瘤进行分型，但这些小组之间并没有任何合作。2014年，四篇关于结肠癌的发表内容分别定义了一组不同的子类型，它们之间既不能进行比较也不能相互结合。赛智的首席科学家布莱恩·博特说，这个领域“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子类型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它们，无法建立任何共识”。


  2015年，赛智开始帮助这些小组汇集它们的数据，并在全部数据上分别逐个运行六个小组的解释系统，达成了一致意见。赛智的做法成功了，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可供其他结肠癌研究人员使用的共识模型。曼格瑞威特说：“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当人们愿意合作时的完美场景。”


  诸如此类的伙伴关系表明，鼓励开放科学既在技术方面存在挑战，也在文化方面存在挑战。“我们在运作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只创造数据资源无法改变科学。”赛智的首席知识共享官员约翰·威尔班克斯说，“你会遇到协作、代理人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每当你试图构建共享的内容，就会有其中某个方面的问题阻止你。”


  威尔班克斯曾经通过知识共享系统参与过开放科学，他在2012年成为赛智的一员。当时，赛智正在加紧建设开放科学所需的社会工程，即建立有效的体系来培育信任关系，转变驱动机制，让研究者愿意去分享，而不是去囤积数据。威尔班克斯说：“我们必须为在不同地方工作的科学家们开发合作工具。这不是科学家们所熟悉的工作方式。”


  大规模的合作也需要新的政策，例如如何保证研究参与者的隐私，明确研究人员允许和禁止使用信息的条款等。赛智为研究人员提供预先批准数据访问的途径，避免每当有新的数据可用时，研究人员都要耗费时间申请数据访问权限。大约70%的人希望将他们的数据广泛地用于研究，但大多数研究的文档并不是为了共享而设计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威尔班克斯开发了一种新的知情同意协议，为研究参与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权力，据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数据是如何被共享的。威尔班克斯说，赛智对协议版本没有使用限制，现在有数十种研究正在使用它，其中包括联邦精准医药项目“我们所有人”。这个项目旨在收集一百万人以上的综合数据。


  罗伯特·伍德·强森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塔里尼说：“赛智的治理结构以及围绕知情同意权的法律问题都对开放式研究模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帮助。”赛智还参与主持了名为“梦想”的挑战赛。在这个开放式的科学挑战赛中，参赛小组要挑战的是为一组数据建立最佳的解释算法，争取在《自然-生物技术》等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由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研究员古斯塔沃·斯托洛维奇在2006年推出的挑战赛是展示开放式数据潜力的另一种方式。


  开放科学的共享前景


  目前，赛智已经主办或协助了数十个大型合作研究项目，主要研究课题是癌症，也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中一项由八家知名研究机构参与的癌症重大课题研究发表了对19000名患者的基因组数据的首次分析，所有这些数据都对研究人员开放。


  赛智最近还启动了自己的名为“移动力”的首项研究，探索智能手机如何能为科学所用。在这项研究中，帕金森病患者在日常用药前后都进行常规的运动测试，通过智能手机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测量他们动作的变化，而手机麦克风能捕捉到他们声音的变化。因为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注册来参与此项研究，而不用去诊所，所以研究可以从多样化的人群中获得信息细节，这在传统研究中很难做到。这项研究现已有超过10000人注册。赛智最近公布了第一批数据，可供符合条件的研究人员使用。截至2016年6月，已有100多人申请使用。“这是个很棒的结果。”塔里尼说。


  移动力研究是最先使用苹果公司平台的研究工具箱，来帮助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构建应用程序的研究之一。赛智为研究工具箱开发了工具，例如设备数据下传、数据存储和数据匿名处理的安全方法。赛智联合创始人弗兰德后来离开了这家非营利组织转而加盟苹果公司，但他仍然是赛智的理事会主席。


  更宽泛地讲，很难说赛智是否成功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文化。即使在该组织内部，也并非所有项目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科学。有一些数据被延迟发布，而有些合作伙伴的数据则从未被公开。曼格瑞威特说，这并不理想，但是这样的情况有其有利的一面，比如支持开发一个新的开源工具。


  但有迹象表明，赛智的开放科学的愿景可能开始受到欢迎。例如，2016年早些时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其资助的组织[2]必须保证公开数据。像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这样拥有巨大权力的组织也正在一些项目中要求其代理机构之间进行协作。而“我们所有人”计划将其数据广泛地向科学家开放——这是开放式研究日益普及的另一个迹象。


  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开放科学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托马斯·哈德逊是生物制药公司艾伯维的转化肿瘤学主任，并曾兼几个大型生物医学合作项目的领导人。他说：“推广开放科学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们会从中受益，而且对科学有好处。总体而言，大多数人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凯特·麦高恩（Kat McGowan）


  健康和生物医学方面的作家和编辑，生活在加州伯克利市和纽约市。她是《科技纵览》的特约编辑，也为Stat、Mother Jones和Backchannel等网站撰稿


  
    [1]501（c）3是指美国经过联邦税务局批准拥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译者注

  


  
    [2]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组织许多活跃在医疗健康领域。——译者注

  


  跑起来——儿童减肥180


  作者：莎拉·莫瑞


  译者：张超


  “儿童减肥180”（Child Obesity 180）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正在通过孵化和推广最佳创意，与肆虐全美的儿童肥胖症展开斗争。


  内尔达·亚索对儿童为肥胖所付出的代价再清楚不过了。作为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贝克中学的体育教师，她每天都在她的学生身上目睹这一切。


  “看得出来，这些学生正被肥胖症所困扰。他们穿着松垮的衣服，宁愿走也不愿跑。”


  亚索了解到一个叫作“十亿英里赛”的竞赛项目。该项目面向美国的任何一所学校，鼓励5至12岁的儿童加入校内的免费健步、跑步俱乐部，并集体完成10亿英里（约16亿千米）的赛程。学校可自行设定目标，将其里程数发布在该竞赛的网站上，看着计程器的数字攀升。截至2017年7月，参加竞赛的学生们已经完成了超过6500万英里（约1.05亿千米），相当于274趟去往月球的旅程。


  亚索老师所在的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每周例行的体育活动——“周一一里程”：全体学生在体育课前步行或跑步1英里（约1.6千米）。尽管如此，亚索觉得“十亿英里赛”能激励孩子们去追求更激动人心的目标，从而变得更有活力。她说：“我们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每周开展一次这项活动，就能完成1000英里（约1609千米）。全年累加下来，是个不小的成就。”


  “十亿英里赛”项目是“活力校园加速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旨在推动全美校园的体育活动，是由一家叫作“儿童减肥180”的非营利机构所发起的项目之一，并由关注预防儿童肥胖症的“新百伦基金会”提供资助。


  “儿童减肥180”是由商业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成立的创新型机构。创办人之一克里斯蒂娜·爱科诺莫斯是一位儿童营养专家，另外一位创办人兼机构主席彼得·杜兰是某制药公司的前任执行官。该机构旨在培育解决儿童肥胖症的新方法，并使之规模化。它的终极目标是影响全美80%的5至12岁儿童。


  跨界领导力


  儿童肥胖症的蔓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从餐食分量的增加、碳酸饮料和垃圾食品的涌现到学校体育活动的减少，都导致了严重超重儿童的数量惊人增长。


  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显示了肥胖症问题蔓延的严峻现实：儿童肥胖症率翻了三倍。而且儿科医生发现，儿童开始罹患诸如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等成人病。资助“儿童减肥180”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执行副总裁詹姆斯·马克斯说：“儿童肥胖问题是逐步显现的，所以初露征兆时并没有得到公共健康领域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对肥胖症的应对已有所进展，儿童肥胖症率趋于稳定，但仍有17%的美国儿童患有肥胖症。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学术项目副主任、预防儿童肥胖症的顶尖专家玛丽·斯朵莉说：“在1至5岁的儿童当中，大约有22%超重或患有肥胖症。这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流行病。”


  斯朵莉解释说，儿童肥胖问题很棘手，因为社会、营养和经济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牵动着这场流行病：“儿童肥胖症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儿童肥胖症对杜兰来说也是个人问题：“我的一个儿子在高中时严重超重，我目睹了这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所以，当退休后寻找新的挑战时，他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儿童肥胖症问题。


  杜兰于2009年结识了爱科诺莫斯。当时，爱科诺莫斯是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以及医学院的教授，而杜兰则担任校董会主席，他对爱科诺莫斯的工作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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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的学生参加“十亿英里赛”。这是由“儿童减肥180”发起的“活力校园加速计划”的组成部分


  2003—2005年，爱科诺莫斯领导了一项叫作“健美萨默维尔”的倡导活动。这一项目的设计联合了学校、医疗健康机构、当地餐馆以及其他各方，以共同预防低年级小学生体重增加。马萨诸塞州另外两个有相似社会人口特征的社区作为对照组加入，三个社区中的30所公立小学全部都参与其中。两个学年之后，与对照组社区的儿童相比，参与萨默维尔活动的儿童体重增长少，肥胖或超重的可能性也更小。


  对拥有商业背景、曾在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杜兰来说，“健美萨默维尔”倡导活动跨界的做法很合理。他相信商业领域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对市场的洞悉能有助于解决肥胖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业力量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对想把在萨默维尔取得的经验复制到全美的爱科诺莫斯来说，杜兰是再合适不过的合作伙伴。“杜兰是一位拥有不同思维方式的国际商业领袖。他认为创新可以帮助项目迅速地实现规模化增长。”爱科诺莫斯说，“而有意思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人们通常不这么想。”


  爱科诺莫斯和杜兰会面后不久就共同创办了“儿童减肥180”，并招募了一批在解决儿童肥胖问题方面有兴趣和专长的特许会员。爱科诺莫斯解释道：“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联合各个领域的佼佼者，采用最佳的证据并迅速扩大规模，就能对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产生影响。”


  咨询师戴维·布里斯在“儿童减肥180”成立之初就参与了他们的工作。他表示，让企业的高管成为特许会员至关重要：“我们不希望机构会员是一群权力有限，事事都要向上级请示的人。企业的高管是可以自己拍板做决定的。”


  特许会员必须亲自参与项目，投入个人精力，而不只是为各自的组织挂个名。“他们并不是代表公司，为公司做出口头承诺。”爱科诺莫斯说，“他们是关注儿童肥胖症，能够影响所在社区并带来改变的领袖。”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在会员之间建立信任。考虑到商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假如您来自学术界或者非营利组织，却和商业界谈合作，那是否意味着您已经彻底背离了自己的原则？”布里斯问道，“假如您来自商业界，而您的言论当天就可能登上下午新闻快讯，您又会说些什么？”


  为了减少此类顾虑，布里斯和所有会员进行了私下的访谈，并创建了一份文档，匿名收集各方的观点与见解。这一做法建立了会员之间的相互理解，提高了团队的行动力。


  从那以后，定期的面谈巩固了团队成员间的信任。爱科诺莫斯说：“虽然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沟通能力，但某些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会面来解决。”


  数据支持下的决策


  为了找到推动项目的策略，团队将目光转向了其他组织的已有成果，例如美国国家医学院和由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发起的“儿童肥胖症白宫特别工作组”。以上两家组织编写了一系列报告，重点介绍了全美最有可能成功的“儿童减肥180”的策略。


  为了从上述报告所涵盖的近百项倡导活动中筛选出6～8项可规模化的策略，“儿童减肥180”逐项阅读了所有倡导活动，并按照十项标准来进行评分。评分标准包括倡导活动实现其成果所需的时间、成果证据的可靠性，以及跨部门动员的潜力。在筛选过程中，项目优先考虑尚未引起关注的领域，例如校外活动和餐饮业。


  对数据和测评的重视不断为该组织的决策提供信息。“儿童减肥180”调研并发布了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并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通过地方和全美的问卷调查来评估零食、饮料与体育活动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儿童对体重、营养和体育活动的认知，家长对儿童建议摄入热量的了解，等等。


  “儿童减肥180”项目设计的一个关键点是，如果所产生的证据缺乏说服力，团队就会推翻原设计方案。旨在为更多低收入儿童提供校园早餐的“早餐倡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项倡议不仅碰到了筹资的困难，而且无法确定校园早餐在控制学生体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爱科诺莫斯说：“目前确实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早餐项目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儿童减肥180”决定终止该项目。


  对数据和评估的重视可能会带来艰难的决策，但同时这也有助于“儿童减肥180”对项目的影响力进行评估。前文提到的“活力校园加速计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为找到全美范围内最有效的预防儿童肥胖症的措施，他们发起了一场众包模式的竞赛，向学校征集能让学生更具活力的创意。数以百计的提案被缩减为三项：一个校园内的健步和跑步项目、一个每日课前的体育活动项目，以及一个让学生在全天课间休息时活动身体的项目。


  这三个项目随后在1000所学校进行了试验，每所学校可获得一笔小额捐款，并可选择三个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实施。大多数学校选择了健步和跑步项目。“我们希望由市场说话。”爱科诺莫斯解释道，“当年年末，基于调研和学生参与率，健步和跑步项目轻松问鼎。”接下来就是把该项目从600所学校推广到50000所学校，然后，再推出“十亿英里赛”。


  和“儿童减肥180”所发起的其他所有项目一样，“十亿英里赛”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有能力将项目推广到全美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动起来！活力学校”。这是一家由健康、教育和私营部门共同组成的联合体。截至2016年12月，“儿童减肥180”已经对全美900多万儿童产生了影响。


  杜兰指出，如果缺少这种伙伴关系，项目的规模化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正在把这些项目移交给一个善于规模化的合作伙伴。而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些困难的工作。”


  莎拉·莫瑞（Sarah Murray）


  一位自由职业记者，定期为《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撰稿，也为包括《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许多其他报刊撰稿


  社会变革新方法


  打造儿童“创客”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刘虹桥


  在许多传统课堂环境里，学生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打磨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或思考自己的成果如何才能帮助周围的人。不过，一个叫作“发明家挑战赛”的新项目正在鼓励他们在课堂之外做如是尝试。2017年春天，来自17个国家的1万多名年轻人参加了该项大赛。参赛者从儿童到高中生都有，大赛要求他们针对自己所在的学校或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创造出解决方案。


  虽然成年人参加的“创客”挑战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但像“发明家挑战赛”这样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活动还很新鲜。2017年3月，成千上万名孩子向评委提交了参赛视频。评委按照年龄段，以“原创性、助人性、设计和呈现的整体创造性”为标准，来给这些创意打分。得分最高的设计是一名11岁女孩为像她爷爷一样的老年人设计的名为“瑞士军杖”的拐杖，配备眼镜架和手电筒等功能；同样获得高分的还有一支高中生团队提交的简化大学奖学金申请流程的应用程序。


  非营利组织“想象力基金会”与美国通信公司At&t共同合作资助了“发明家挑战赛”。基金会执行总监麦克·麦加利亚德说：“我们这么做不是试图改变学校，而是去改变文化，让创造力成为一个社会核心价值。通过玩耍和创意项目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这是他们的最佳学习途径。”


  在艾奥瓦州北部科达伦一家名为Gizmo-CDA的创客空间[1]，一群8至13岁的学生为一名与轮椅寸步不离的脑瘫儿设计了一辆车。小男孩名叫巴雷特，和这些学生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学生小组每周花六个多小时，为巴雷特量身打造了这辆车。车内装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座椅，位置恰到好处。巴雷特能够在被安全带固定的同时伸出双臂，抓住前杆。这样即便他腰部力量微弱，也能坐直。车内还垫有泡沫，防止巴雷特意外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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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艾奥瓦州北部科达伦一家名为Gizmo-CDA的创客空间，学生正为脑瘫男孩儿巴雷特设计一辆车


  Gizmo-CDA联合创始人巴布·穆勒说：“我们低估了那些有意愿实现自己创意的孩子们的能量。”穆勒也是这个小组的领队。“想象一下吧，在某个地方，一群孩子出于好奇心与热情，找到自己的学习路径。他们用学习到的技能，为5岁脑瘫儿造了一辆车！”在开始为巴雷特设计汽车之前，为了了解残障孩子的生活，学生团队还花了一天时间，尝试在手、脚、视力和听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完成日常活动。这辆车采用了由电池驱动的儿童游戏车零件。


  “我们可没有把他们的活儿都干了——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模型，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辆车。”穆勒说，“我们教他们怎样做焊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即便他们不知从何下手，我们仍旧告诉他们‘尽管去做，你们总会成功’。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无从下手的难题拆解为可以逐一解决的部分。”


  “想象力基金会”在巴基斯坦、利比里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有100多家分支机构，Gizmo-CDA是其中之一。这些分支机构由像穆勒这样的志愿者经营。各分支机构均独立运作，但通过互联网密切联系，支持青少年的结伴学习，并展开项目合作。这些机构向“发明家挑战赛”输送了不少参赛作品，尽管远非全部。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被称为基于项目的学习。它的核心要义是人们需要记住的事物是丰富而复杂的，而非为了便于消化而简化的课堂知识。”印第安纳大学学习科学副教授凯莉·佩普勒说道，“老师总是使用抽象概念教学。但对不少孩子来说，理解抽象概念并非易事。因此，给予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体验式学习的机会非常重要。”想象力基金会执行总监麦加利亚德和基金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未来的“发明家挑战赛”可以继续开发此类学习方式。


  穆勒同样期待未来的比赛：“大家基于培养新一代创变者和问题解决者的理念聚集在一起。有这么多志同道合者，真是令人振奋。我们很高兴成为一家鼓励（创新）思考的机构的一员。”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她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1]创客空间是指热衷于制造的群体共同合作的工作空间。——译者注

  


  用无人机种树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盛梦露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数据显示，地球上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有48个足球场那么大。过去两年，亚马孙的森林砍伐速度增幅超过20%，创下十年来的纪录。这意味着地球减少碳排放和缓解气候效应的能力不断下降，生活在森林区域的人与动物赖以生存的资源也在不断减少。


  与此同时，全球的植树进程变得缓慢了，部分原因是最需要植树的地区往往地势陡峭或地处偏远，使得人力和技术都难以企及。不过，一项最新的无人机植树技术或将解决这个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创业公司——生物碳工程开发了一种无人机，每分钟可种植60粒树种，这要比手工种植快60倍。每架无人机配备有加压空气罐，它将可降解的塑料种子包片从约3米的空中“射”入泥土里。此外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植树后的养护工作，如除草、施肥或喷洒农药。


  “被砍伐的森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很容易被你抛在脑后。”生物碳工程公司的创始人劳伦·弗莱彻说。这位环境工程师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我们可以轻松地说这‘是别人的问题’。当我看到今天人们仍然是肩扛着一袋种子去种树时，我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发一种规模化种植的全球解决方案。”据弗莱彻介绍，使用该公司的技术在英国的试验结果显示，由6至10架飞机组成的无人机群每天可以种10万棵树。这意味着50个无人机群可以在一年内种植10亿棵树，而这足以在20年内减少20亿吨碳。（由于机器和环境限制，无人机每天可运行的小时数有限，每年也只可运行200天。）


  联合国基金会高级顾问杰·科莱斯认为，如果生物碳工程公司能够实现其设想，它将直接促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停止森林砍伐和恢复全球退化森林”这一项的目标。杰·科莱斯的工作是协调每年联合国大会的解决方案峰会。“用有限的劳动力和新技术来加速环境恢复是一项令人振奋的创举。”科莱斯说，“在2015年的解决方案峰会期间，生物碳工程公司展示了它的雄心壮志和行动路径图，为与会者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它的方案是那次大会上引起热议的解决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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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碳工程公司在英国用无人机做精准种树的试点试验


  利用现有的卫星和无人机数据集，生物碳工程公司可以准确定位那些需要重新造林的区域。接下来，无人机就可以飞往这片区域，用更高的分辨率绘制地图。弗莱彻介绍说，结合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有关土壤条件、地形和当地物种的数据集，他们可以计算出应该在哪些区域，种植哪些种类的植物。生物碳工程公司希望这些能力能帮助它吸引来自包括政府机构、纸浆制造商和造纸公司、私人土地所有者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机构的订单。


  一些组织已经伸出橄榄枝。一位来自一个叫作“爱亚马孙”的机构的高级研究员卡洛斯·苏扎说：“无人机技术和区域景观规划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建造生产性绿化景观。”“爱亚马孙”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巴西亚马孙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该组织将与生物碳工程公司合作，测试无人机是否能在小型农场和矿区开展原生树木重植和景观修复的工作。“如果能在试点阶段取得成功，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生物碳工程公司的合作，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一个种子生产部门。”苏扎说。


  从长远来看，我们不知道用无人机种植的苗木未来能否顺利成长，也不知道当地社区对这项技术的开展会有怎样的反应。据弗莱彻介绍，短期结果表明，无人机种植的苗木的成长情况与那些人工种植后没有养护的树苗大体相同。


  联合国基金会的科莱斯对此抱有希望。他指出：“社区是生物碳工程公司项目的关注中心。它的工作将使生态系统更健康，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并获得更高技能的就业机会。生物碳工程将促成生态修复地区就业发展的革新，并增加森林及其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她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根除“午餐羞辱”


  作者：段思齐


  译者：盛梦露


  迈克尔·帕迪利亚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如今是新墨西哥州议会民主党参议员。在孩提时代，每逢学校午餐时间，他就要去食堂擦桌子，在后厨工作，或者给其他学生配餐打饭。他做这些只是为了在饭点后换取一份营养稍差的免费午餐。他回忆说：“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耻辱，但确实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相比处境悬殊。”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向最贫困的学生提供午餐补助，但一些符合条件的家庭并没有申请；还有些家庭为了支付学校餐费发愁，却不符合申请条件。这些家庭的孩子经常会在学校食堂里遭遇各式各样的羞辱：食堂员工可能强迫他们以劳动换取食物，给他们身上贴上付不起餐费的标签，把他们的午餐当众扔进垃圾桶，或者不给他们热餐，只用冷三明治打发他们。


  不过，这些情况可能会改变了。2017年4月，新墨西哥成为首个禁止“午餐羞辱”的州，该州70%的学生会接受不同程度的午餐补助。在两党支持下，州政府通过了《学生免受饥饿权利法案》，要求该州所有参与“国家学校午餐计划”[1]的学校向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提供午餐补助申请。该法案还要求：学校行政部门帮助家长完成申请，并跟进符合条件却未申请，或拖欠五顿以上午餐费的家庭；如果有必要，校方可自行完成申请。


  “我们是一个信用社会，我们应当通过信用来处理债务。”新墨西哥州“苹果籽”执行总监珍妮弗·拉莫说道。这家反贫困组织帮助起草了该法案。“我们要让孩子们吃饱，给他们营养，而不是羞辱他们。账单可以以后再处理。孩子们的在校时光不应被这些打扰。”


  2017年5月，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一起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反午餐羞辱法案》。提案人之一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议员米歇尔·路汉·格里沙姆。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学生都不应当因为父母付不起餐费而在同学面前遭到羞辱。但是，全美有近一半的学区存在不同形式的‘午餐羞辱’。”目前，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纽约等州也在考虑立法禁止“午餐羞辱”。


  这些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将责任从学生转移到他们的监护人身上。“不少学校都有拖欠餐费的情况，这确实使得学校的营养项目运作艰难。”克里斯朵·菲兹西蒙斯说。她是致力于消除饥饿的美国非营利组织“食物研究与行动中心”学校及校外项目的主任。“我们理解学校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强烈认为，相关工作应当着眼于父母，而非孩子。”包括食物研究与行动中心在内的很多机构在推动立法者关注“午餐羞辱”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仍在呼吁消除让孩子们对学校缺乏归属感的各种障碍。


  由格里沙姆等议员共同提出的《反午餐羞辱法案》并不是唯一一项在全美范围规范学校应该如何保证低收入学生午餐的举措。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儿童健康与免受饥饿法案》，增加联邦政府对午餐项目的拨款，让低收入学生可以更好地获取有营养的食品。然而，该法案并未明确各学区开始执行的期限。直到2016年，美国农业部才有所行动，要求学校就餐费拖欠款问题制定出具体政策。这就引起舆论对“午餐羞辱”问题的更多关注。


  和2010年国会的法案一样，新墨西哥州的新法也不仅仅依靠严格的时间表来付诸实施，而是更多地依赖信誉准则以及来自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的持续施压。帕迪利亚议员认为：“媒体的关注推动了相关信息的传播。我们也对所有学校项目进行内部公共教育审计，提高公信力。”柯尔斯滕·托比是“革新食品”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在全美范围内为学校提供营养午餐的食品公司。她评论说，无论是新墨西哥州的法案还是未来可能通过的类似法案，最终还都是要依靠各州去付诸实施：“我的经验是，州政府各代理机构应通过审计、文书审批等机制，大力监督、贯彻学校午餐指南。”


  根除“午餐羞辱”并不能消灭贫困家庭在支付孩子开支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但是，这么做可以使得孩子们不会因为家庭状况而受到惩罚，或许还能让学校真正成为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友善之地。


  段思齐（Noe:l Duan）


  常驻旧金山湾区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1]1946年启动的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是一个联邦资助的项目，在超过十万所学校和幼儿保健机构实施。参加学校午餐计划的学区和学校均有来自政府的现金补贴，学校必须向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降价或免费午餐。——译者注

  


  宝宝盒登陆美国


  作者：段思齐


  译者：盛梦露


  芬兰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项成就通常被归功于著名的“宝宝盒计划”：政府将装满婴儿用品的纸板婴儿床寄给那些事先登记并进行过产检的准妈妈们。这项计划节省了父母们的时间和开支。支持者称，婴儿睡在里面还可以避免被睡着的父母或重毯子压迫窒息。


  2017年，类似的宝宝盒在美国登场，但以另一种形式被大规模推广。在现行的美国医疗体系下，要求每个准妈妈进行产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引入该项目时，亚拉巴马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以此作为教育父母有关新生儿睡眠安全知识的机会。在这些州，无论收入高低，符合条件的家长都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宝宝盒，前提是必须参加一系列保育知识的在线课程。课程内容包括视频、阅读材料，还有“询问专家”的功能，并有十种语言可供选择。


  家长通过考试后就会收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尿布、湿巾、一套婴儿连身衣、奶嘴、防溢乳垫、婴儿大脑发育活动卡、防水肩背包、床垫、防水床垫套和床罩。2017年，每个参与项目的州都计划与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宝宝盒公司合作，向新生儿家长分发数千份宝宝盒。该公司同时也通过商业渠道销售宝宝盒。


  宝宝盒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珍妮弗·科莱丽表示：“宝宝盒方案是根据美国家长的需求和有关限制规定量身定制的，但它并不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一站式解决方案。”2015年，突发性婴儿死亡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简称SIDS）导致约1600名美国婴儿死亡。尽管死亡原因不明，但儿科医生们普遍认为如果遵循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睡眠指南，就可以降低婴儿窒息的风险。指南强调，婴儿应该独自仰卧睡觉，床上不应该放置任何东西，甚至不宜在婴儿身旁放毯子或枕头。有数据显示，自从1992年美国儿科学会发布了这些贴士后，美国每年突发性婴儿死亡综合征的发生率下降了60%以上。如今，美国的宝宝盒方案借助免费用品的激励，试图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更多的父母。


  [image: ]


  在美国得州的达拉斯，准爸爸、准妈妈们正领取“宝宝盒”，同时学习如何为婴儿创造安全的睡眠环境


  “走进任何一家婴儿用品店，你都能看到数百种存在安全隐患的婴儿用品。我家老大上的托儿所就有很多产品已经被召回或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儿童麻醉师、防止儿童虐待机构的负责人戴安·戴利说，“根据我在得克萨斯州沃思堡进行全市婴儿睡眠安全指导时的经验，我们了解到一些医院的设施给婴儿安全睡眠提供了错误的示范，有些医院给父母提供了与美国儿科学会指南矛盾的保育教育。”戴利希望宝宝盒公司的课程能为美国父母提供更好的培训。


  改变父母的行为对“宝宝盒计划”在美国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自从20世纪30年代芬兰政府引进宝宝盒以来，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从近10%降至2.4‰。但是专家认为，芬兰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不仅仅与宝宝盒有关，更应归功于该计划为父母提供的相关支持。“宝宝盒方案与孕产妇健康检查是捆绑的。”芬兰宝宝盒国际公司的公共政策研究员兼代表茜茜·潘提拉说，“此外，婴儿死亡率降低也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有关。”


  另有一些专家警告称，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该项目提供的纸板婴儿床对婴儿一定是安全的，同时也无法证明它们可以防止婴儿窒息。因此，新泽西州突发性婴儿死亡综合征中心主管托马斯·海吉博士仍然向父母推荐传统的婴儿床。他认为，像“儿童之床”和“让婴儿安全”这些非营利组织可以将传统的婴儿床提供给收入有限的家庭。在海吉看来，造成婴儿窒息最常见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安全的婴儿床，而是父母由于“疲劳或对身处高犯罪社区的恐惧心理”将婴儿抱到了自己的床上。


  尽管如此，美国的父母们还是在为“宝宝盒计划”点赞，堪萨斯州的劳伦·泰勒就是其中一位。泰勒的女儿在里面睡了三个多月，直到睡不下为止。泰勒说：“这基本相当于新生儿使用摇篮的时间段，所以宝宝盒对我们来说太合适了。我认为这个盒子比许多美国父母已经习惯使用的所谓常规产品要安全得多。”


  总之，宝宝盒在美国登陆了，所谓的“常规”或将发生改变。


  段思齐（Noe:l Duan）


  常驻旧金山湾区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观点荟萃


  被边缘化的社会回报


  作者：玛拉·波利斯 克里斯·韦斯特


  译者：盛梦露


  影响力投资被“社会影响力与商业收益双丰收”的提法误导了。


  影响力投资似乎被一个轻松省力的陈述所蛊惑了。根据流行的观点，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商业的双重回报是一个正常现象，而非例外。那些对财务回报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的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商业头脑。“如果我们想让改变发生，想要产生社会影响力，就不能以嬉皮士的态度对待影响力投资。”流行歌手、慈善家博诺（U2乐队主唱）在2017年4月的斯科尔世界论坛上表示，“影响力投资真的已经变成好心做坏事的借口。”


  影响力投资诞生的初衷是改善他人生活，而为投资者带来财务回报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如今，实现预定的财务回报已成为首要目标，投资者的需求优先于弱势社区的利益，而这些社区正是项目试图帮助的对象。这种趋势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错位——影响力投资的供给与对来自为边缘化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的资金需求之间的日益偏离。


  现实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成功社会企业大多只能产生较低的财务回报。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不仅承担了所有创业公司同样面临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测试、适应和改进能在边缘化社区良好运作的商业模式。这些社区往往没有接触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渠道，或者早已习惯了接受免费的帮助。


  此外，这些企业在制定包括产品定价、员工薪资和团队招募的商业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将短期财务利益置于其次。


  然而，这一现实状况没有体现在行业研究报告中。这些报告只描述了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融资条件和期望。例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一份报告称，它调研的组织中，有84%的组织宣称自己的利润目标达到了与风险对应的市场收益率或接近市场收益率。对任何基金经理而言，在成本和损耗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实现10%～15%的净投资组合回报率，意味着单笔交易的利润至少需要达到20%。


  新兴经济体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很少能够实现这一盈利目标。同时，社会企业在面对潜在投资者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资金稀缺，社会网络薄弱，谈判能力有限。正因为如此，社会企业家经常被迫接受偏离其社会使命的财务条件。社会企业一旦失败，下行风险不仅由创业者承担，相关的社区亦受波及。


  了解历史


  曾几何时，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唯一金融手段就是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百分之百亏损”的慈善资助。到了20世纪60年代，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率先开始提供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的贷款，以取代保障性住房补助金。此举带动了一系列与社会项目相关的投资，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了新的途径。继尤努斯1976年创造性地设立格莱珉银行研究项目后，小额信贷运动大大提高了贫困人口获得贷款的机会。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金融工具结合，可以使边缘化社区受益。


  过去十年，一种更多元化的非营利和营利组织的组合开始在广泛领域尝试实现社会影响力与市场回报双丰收。随着这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第一批影响力投资者开始以比慈善资助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安排债务和股权。一些企业开始实施一种既能产生社会影响力，又具有财务可行性的商业模式。例如：“根源资本”将新兴经济体中的小农与全球市场相联结，公平贸易巧克力公司（Divine Chocolate）将股权与种植可可的农民分享，以及M-KOPA将即付即用的新模式运用到太阳能发电领域。然而，这些企业的成功依托的是长时间的巨额资金补贴，这一周期一般长达七年甚至七年以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补贴，影响力投资者要么根本无法获得投资机会，要么必须面临高风险、低回报的前景。


  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大多数报告都忽略了这一历史，忽视了使这些成功案例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和既有支持，以及企业本身的视角和需求。相反，随着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其焦点越发只落在方程式的投资者一侧。


  2015年，剑桥协会和GIIN联合发布《影响力投资基准介绍》，该报告被认为是有关影响力投资基金回报率的最翔实的评估文件。该报告指出：“1998年至2004年期间发起并基本付诸实施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其总体表现要优于传统的私人投资基金。”报告得出结论：“影响力投资可获得与市场利率等同的回报。”简而言之，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


  但这份报告真的是有关影响力投资的吗？还是关于那些流向新兴市场，并被视作具有一定积极社会影响的私人投资？因为该报告没有关于这些投资所取得的社会影响的数据或评论，我们无从得知。报告将那些声称要实现社会影响力的自我宣言作为唯一与影响力相关的指标纳入考核。此外，报告包含的目标净收益率在15%及以上的样本较小，而将重点放在了普惠金融和微贷项目之上。然而根据摩立特集团发表的名为《从蓝图到规范化》的报告，这两个领域在获得大约200亿美元补贴后，才具备了接受影响力投资的能力，前后耗时20年以上。


  一些独立研究发表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结论。EngagedX[1]在对英国市场历史上的社会投资表现进行分析后，于2015年发布了当时最全面的研究报告。该研究发现，在长达12年的时间跨度里，英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为-0.77%。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分析了英国的未来建造者基金后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明慧基金是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驱。根据摩立特集团的报告，其投资组合的税后平均利润率为-20%，其中表现最好的组合的利润率也不过6%。


  如果从这些财务回报数据中得出结论，说影响力投资的结果令人失望，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结果是革命性的。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可以用一种财务可持续的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经济住房和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那么这样的企业应该收到喝彩。但是，影响力投资的流行理念描绘出的光景比较暗淡。结果之所以令人失望，是因为评估所用的标准太狭隘，且毫无代表性。


  前进方向


  与专注于风险和回报的商业投资不同，影响力投资将社会利益确立为目标，并因此改变了金融业的规则。影响力投资的确提供了财务和社会回报的一系列选择。但问题在于，太多影响力投资者对财务回报过于急功近利。


  因此，影响力投资报告有必要提高社会回报以及实际财务回报（毛收益和净收益）方面的透明度。这需要更多独立研究着手了解社会企业面临的具体现实、需求和挑战。2015年发布的英国《社会投资替代委员会报告》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为了社会投资的更好发展，该委员会聚焦社会企业的需求以及目前的社会投资的匹配状况。


  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家们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努力，使影响力投资者能建立更实际的财务回报预测。如果影响力投资者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却因为设定了与公司现实不符的财务目标而被认为失败，这将是一个悲剧。


  大多数前景可观的企业不符合当前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标准，并被评估为“缺乏渠道”。如果采用更符合实际的标准，可覆盖的市场将会远远扩大。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我们需要转变“不是财务回报零预期的资助，就是15%或更高净利润”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这要求慈善家和捐助者们以项目相关投资的形式部署更多的长期资金，其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并同时接受一定程度的投资回报，以建立新一代的、强有力且多样化的社会企业。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满足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目标。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影响力投资，它们的结构形式应该与为边缘化社区谋福利的企业需求相匹配。影响力投资者的一种选择是转向常青基金[2]，这种基金不像大多数其他基金一样受到固定期限约束。这种结构更好地反映了大多数社会企业的低增长和缓慢增长的过程。


  最后，影响力投资需要回到其初衷：实现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的影响力。我们呼吁影响力投资者达成自愿的行业守则，以规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制定决策时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充分理解社会企业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测量、验证和报告已经产生的影响力。


  玛拉·波利斯（Mara Bolis）


  乐施会商业领域部门的高级顾问。她还领导了乐施会的“妇女小型企业计划”[3]，这个项目包括乐施会首个为拉美国家女性创业者服务的影响力投资。她还同时管理乐施会的股东参与工作


  克里斯·韦斯特（Chris West）


  苏美尔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作为壳牌公司基金会的前董事，他帮助孵化和扩大新兴经济体中经营的社会企业投资组合


  
    [1]一家专注社会影响力投资表现数据的公司。——译者注

  


  
    [2]Evergreen funds ，也称为“永久资本工具”。——译者注

  


  
    [3]Women in Small Enterprise ，专注于拉丁美洲的女企业家，其中包括乐施会首个影响力投资基金。——译者注

  


  解决生理期难题


  作者：利亚·斯皮尔曼 泰拉·柯克苏


  译者：盛梦露


  促进女性生理期健康对女性的经济赋权至关重要。


  2017年4月，“第一千金”伊万卡·特朗普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出人意料地共同出现在《金融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中。文章呼吁，为妇女获得资金、就业和职业培训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并应重新分配家务，让妇女能够利用这些机会。金墉是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传奇人物，伊万卡·特朗普则来自商业和时尚产业。消除女性参与经济活动障碍的重要性正日益受到更多关注，即使在这些背景迥异的名人中也是如此。但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女性面临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障碍：生理期。


  这个无数女人面临的挑战在克里斯汀的故事中尤为典型。43岁的克里斯汀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她对“女孩的那些天”（Days for Girls，以下简称DfG）的项目经理说：“12岁生理期初潮的时候，我和祖母住在一起……我不得不把衣服剪掉，把布片缝在一起做成一个垫子……我不能上学……我曾用叶子（当卫生巾），但那没用……后来被老师们发现了。一个男老师看到有机可乘，（他和其他男性）就给了我一些钱和我上床，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钱去买卫生巾。当时的生活很艰难。14岁时，我怀着孕辍了学。我睡在大街上，带着孩子靠出卖身体为生。后来，一位女士带我去她家做女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带着我去学习缝纫。”


  生理期彻底改变了克里斯汀的生命历程。如卫生巾、卫生棉条或月经杯之类的护理用品在一些地区不是买不到就是买不起，生理期成了女性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和经济事务的障碍。全球有15亿女性处于生殖期，其中3亿人每天的开销低于1.25美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挣扎着满足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房和水。同时，她们缺乏一种有尊严和健康的方法来应对生理期。


  生理期护理的匮乏不是导致性剥削、女性持续贫困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一个社会系统化地为男性提供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罪魁祸首。但是，如果女性无法获得价廉物美的生理期用品，她们的地位将会变得越发脆弱。


  生理期似乎是一个“私人”问题，但这个观点具有误导性：生理期的卫生管理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当适龄女性无法获得生理期护理用品时，可能会妨碍她们日常上课、获得教育与工作的机会。假设一个学年是9个月，缺乏生理期用品的女孩每年可能会错过45天（或1.5个月）的学习时间。同样，成年女性将错过60天（或2个月）的工作时间。肯尼亚和印度的研究表明，一些女性可能会使用不卫生的材料，包括抹布、灰、报纸和干叶子来应急。虽然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它会使女性面临健康风险，从而进一步阻碍她们充分参与到生产和公共生活之中。


  两个层面的问题


  生理期没有理由成为女性接受全面教育、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生理期护理用品是一个价值150亿美元的产业）中的女性，无论上学还是工作几乎都不会因生理期而中断。像克里斯汀这样的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缺乏护理用品，另一方面是生理期所带来的耻辱感。这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都同样存在。即使全世界有一半人口曾经、正在或者未来都要经历生理期，并且生理期与生殖和人类的生存直接相关，女性身体的这项功能仍然会使人难为情。


  生理期羞耻感的历史根源在史料中有详细记载。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宗教都排斥生理期的女性。《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时代，将女性每月出血与巫术和原罪联系在一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一完全正常且必须的生理功能时仍会支支吾吾。


  虽然这种羞于谈论生理期的意识不会妨碍发达国家的女性获取她们需要的护理产品，但它却延缓了将生理期卫生管理作为发展领域一项重要课题的认知过程。正是因为这样的沉默，像克里斯汀那样的女性被忽视了。直到近年来，发展领域才开始认识到，生理期卫生管理和水资源、公共卫生、医疗保健项目同等重要，有关生理期卫生管理与女孩入学率之间联系的研究也开始增多。


  DfG是一家帮助低收入女性应对生理期所造成的各种难题的非营利组织，其总部位于华盛顿贝灵汉市。DfG主要提供三个方面的服务：实惠且可以反复使用两至三年的生理期护理用品套件，健康教育，微型商务和缝纫培训。2008年以来，DfG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万名女性分发了护理用品套件，并提供了健康教育。它设在乌干达、加纳和尼泊尔的中心为5万多人提供了职业培训。DfG通过护理用品的供应以及克服羞耻感的课程来开展围绕健康、领导力和安全的对话，帮助克服生理期对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DfG构建了一套将志愿服务和社会企业经营模式相结合的混合体系。当地女性通过创业项目，制作、出售护理用品套件来获取收入。同时，志愿者向难民营、救急设施、偏远地区等市场行为无法奏效的地区分发用品，以满足这些地区女性的需要。DfG提供多项长期解决方案，但其中可反复清洗使用的卫生垫因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被证明是最可行的。


  在收集了全球数以千计的女性使用反馈后，DfG对设计进行了28次迭代，开发出了一套生理期护理用品套件，它只需要很少的水就可以洗涤，并且能很好地掩盖污渍。


  2015年，内罗毕的克里斯汀参加了DfG在乌干达大学举办的为期两周的培训项目。该项目教授女性如何缝制护理用品套件、传播健康教育、培养社区意识，以及如何运作一家本地DfG企业。克里斯汀后来告诉DfG经理：“我很高兴自己参加了这个项目。我的生活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改变了我对女孩的看法。现在我有3家DfG企业。过去没有人在这方面给我保护，但现在通过创业我在为女孩们奋斗。”


  女性的日常生活


  推进生理期的卫生管理要考虑女性所处环境的日常现实、她们掌握的资源、需要承担的义务，以及在家庭、邻里和社区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限制。这意味着要去花力气了解那些单调的日常。然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可以更好地了解妇女需求以采取相应干预手段，进一步确立能够产生规模化变革的政策。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关注生理期卫生管理的组织[1]，一些优秀的发展组织也意识到生理期卫生管理的重要性。“全球教育伙伴”提供的信息将生理期卫生管理与女生的入学率联系起来，而“加拿大大挑战”项目向生理期卫生管理领域的社会企业累计投入了约180万加币（约合140万美元）。然而，这一领域的投资水平还无法与需求相匹配。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能够坦然地讨论生理期的日常现实。以下是三种简单易行的途径。


  第一，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女性生理期卫生管理的相关资源、策略和需求等数据。生理期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除非是被直接问及，否则不会主动谈论它。因此类似克里斯汀的经历可以、也必须在设计可持续的方案时予以考虑。


  第二，将生理期卫生管理与水资源、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教育项目等结合。生理期是女童入学的最常见障碍，为中学女生提供护理产品可以成为把她们留在课堂的重要方式。


  第三，展开关于生理期的大讨论，直到它不再与羞耻画上等号。在捐赠方所在的发达国家，诸如“生理期卫生日”的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将生理期带入我们的公共生活。诸如“加拿大大挑战”等资助项目奖励在生理期卫生管理领域工作的企业。而在以低收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像克里斯汀这样的妇女。对此，相关机构可以与社区领袖合作，通过健康教育、青年领导力项目等其他方式，找出为生理期正名的方法。


  对女性来说，投资生理期卫生管理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步，它既牵涉生殖健康、水资源、公共卫生和健康保健问题，又是消除羞耻感、推动平等教育机会的手段。它是每位女性意识到自身的尊严和价值的，简单而重要的方式。


  利亚·斯皮尔曼（Leah Spelman）


  非营利组织“女孩的那些天”的首席运营官。她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约旦生活，对海外援助如何影响妇女参政进行研究


  泰拉·柯克苏（Tara Cookson）


  盖茨剑桥学者，也是推动性别平等的企业“史密斯女士”的创始人。她曾参与剑桥大学的领导力和技能培训项目，是“天天向上”的创始理事


  
    [1]这些组织包括AFRIpads、MakaPads和Huru International。——译者注

  


  为创造力投资


  作者：罗拉·卡拉娜


  译者：刘虹桥


  影响力投资者忽视了艺术和文化部门，也因此错失了助力文化艺术共建社区的机会。


  创意产业能够对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专家们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创意者和创意部门如何为社区赋力和促进社会发展，如英国作家约翰·霍金斯所推广的“创意经济”理念，以及城市理论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首创的“创意阶层”这一概念。


  在创意经济崛起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新事物的大幅增长：影响力投资。《2016年美国可持续责任和影响力投资趋势》报告显示：美国国内有8.72万亿美元资产以“环境、社会、治理”（ESG）为准则，来进行投资分析；投资者的兴趣和投资机会正在向涵盖一系列社会价值、主题和问题的投资产品倾斜。


  然而，我们尚未看到影响力投资与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2015年公布的数据，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中，艺术和文化领域占比为零。当年，三家独立运作的咨询公司[1]都没能为有意对艺术、文化和创意领域进行投资的客户找到任何投资机会。


  创意空间（如文化机构、文化走廊、艺术家经济住房以及共享工作室和工作区）和创意企业散布在大小规模和人口特征各异的城市与农村地区，因此强化此类经济活动意义深远。在社会日益分裂、价值观受到挑战的今天，创意空间能够成为社区的据点，促进社区凝聚力和参与度的提高。创意经济还能创造高质量的工作机会。


  美国政府正在削减艺术、公共传媒和社区发展领域的公共开支，我们需要投资者们来弥补差距。


  重大机遇


  我们已经知道，创造力是可投资的。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文化和艺术产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2%，达7300亿美元。由于该统计主要集中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并未充分反映烹饪艺术、时尚、数字媒体、设计和手工艺等领域，因此只能视为对创意经济的保守评估。艺术和文化部门在1998至2014年间创造了26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部门之一。


  我们还知道，创造力可以产生社会影响力。在《2014年社区发展投资回顾》报告中，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记录了低收入社区中的创意活动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公众参与、培养社区恢复能力、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过程。宾夕法尼亚大学自1995年起开展的“文化艺术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项目进一步记录了在低收入社区中，文化资源的存在是如何“显著”改善了社区的健康、教育和治安状况的。


  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专门的投资产品、基金或战略来帮助影响力投资者找到与他们的价值观和资本相匹配的创意产业投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没有流向创意经济——只是这些流动并非缘于上述目的。


  大量投资的确已经通过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进入创意领域，以为低收入社区提供负责的、负担得起的借贷。2004—2013年，美国财政部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会通过“新市场税收信用计划”，向创意产业提供了4.6亿美元。


  过去30年，非营利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地方产业支持”，以赠款、贷款和项目抵押资产等形式，在全美98个创意项目上累计投资1.38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开发成本总额超过9.39亿美元。除此之外，其他社区金融机构[2]也将投资创意空间和企业作为整体社区开发战略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支持社区发展的领军机构都没有对相关创意经济投资进行跟踪和评估。影响力投资已经延伸到低收入社区的创意空间和企业，却因缺乏名声和包装而被忽略：创意空间和企业造福社区的案例被归入经济住房、社区设施或小型企业发展等类别中。除非创意空间和企业被视为明确的细分市场，否则无法成为影响力投资的目标。


  塑造创意未来


  2016年4月，我创办了“Upstart联合实验室”，致力于缩小这一投资差距。Upstart联合实验室将艺术家、影响力投资者和社会企业家联结起来，为这一领域的创变者们提供产生规模化社会影响力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为创造力提供更多资本，让更多的艺术家们成为创新者，并实现可持续的创意生活。我们正在探索如何调整现有的影响力投资产品和基金（尤其是其中关注低收入社区的投资产品和基金），以使影响力投资者更好地将资本直接投入创意空间和创意企业。


  我们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已于2016年11月完成。该项目展示了如何利用现有的投资基础设施来连接影响力投资者与创意经济。影响力投资人洛利·梅尔克一直在寻找能够带来社会和财务双重回报的艺术和创意经济领域的投资机会。梅尔克向一家影响力投资中介机构——卡文特基金会——投资了120万美元的“社区投资债券”及其次级债券。“社区投资债券”由卡文特基金会于1995年起发行，旨在将资本引向高影响力的社区发展计划。梅尔克的投资被卡文特基金会有针对性地投给了“艺术空间”。基金会向“艺术空间”提供了250万美元的贷款，后者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全美艺术家提供居住和生活空间，梅尔克的投资是其中的一部分。


  Upstart联合实验室担当了触媒的角色，为洛利·梅尔克、卡文特基金会、艺术空间三者建立了必要的联结。之后，又有五名个人影响力投资者和一家基金会注资社区投资债券，以支持艺术空间，为艺术家提供廉价住房。这一事实证实了现有的社区发展投资产品可以成功惠及创意空间及企业，并吸引投资者的兴趣。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投资机会。在与卡文特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新报告《创意空间与企业：催化社区成长》里，我们描述了未来五年全美创意空间和创意企业对影响力资本的需求。我们着重介绍了14个州的26个项目，其项目总投资达15亿美元。虽然这些可投资项目的发展渠道还并未完全到位，但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投资机会的性质和可投资的规模。


  例如，社区发展金融机构——RSF社会金融和Craft 3分别向西雅图的平分点工作室投资了330万美元和520万美元。该工作室位于西雅图，占地10万平方英尺（约9290平方米），由艺术家全资所有。该工作室为125余名艺术家和手工艺人提供创作空间，包括铁艺师、雕塑家、画家、陶艺家、玻璃艺术家、皮匠、木匠和摄影师等。为了满足他们和其他当地艺术家的需求，该工作室正在寻求1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收购两栋邻近建筑，打造占地7万平方英尺（约6503平方米）的追加工作空间。


  娱乐和教育出版社E-Line媒体则通过社会影响力视频游戏，来帮助青年理解和改变世界。该创意企业与合作伙伴库克湾部落协会共同发行了屡获殊荣的冒险游戏《永不孤单》，借助视频游戏这一现代媒介，与青年人分享阿拉斯加传统故事、音乐和艺术。E-Line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来自个人和机构影响力投资者，该公司的各个游戏项目都融入了地方财政、慈善组织和影响力投资者的组合资金。


  除了在社区发展领域崭露头脚，艺术家和设计师更是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创立了诸如爱彼迎（Airbnb）和群起（CrowdRise）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而Kickstarter和Etsy这类共益企业则进一步显示了可持续发展与创意经济之间的潜在交集。事实上，全美有10%的共益企业属于创意产业，通过艺术、文化、设计和创新，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实现社会影响。这样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


  令人费解的是，在供需充足的情况下，影响力投资尚未与创意经济联结。我们的研究还探索了创意经济领域中，具有稳定社区、能创造优质工作潜力的投资机会。此外，与一些影响力投资顾问公司[3]的交谈也使我们确信：投资者一直在寻求投资创意经济的机会。


  我承认这些努力面临重重障碍。创意经济尚未被视作影响力投资的一个独立投资领域，有针对性的财务产品、标准和指标都还有待研发。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为创意者带去投资，有创意头脑的人们就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当创意者们开始推动具有社会目标的企业时，他们能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拓展社会福祉。所有人将从中获益。


  罗拉·卡拉娜（Laura Callanan）


  “Upstart联合实验室”的创始合伙人，也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前高级副主席。她曾担任麦肯锡社会部门办公室顾问


  
    [1]三家公司分别为Veris Wealth Partners、 Tideline和Bienville Capital Management。——译者注

  


  
    [2]这些金融机构包括Craft3、 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RSF Social Finance和The Reinvestment Fund。——译者注

  


  
    [3]包括Veris Wealth Partners、Sonen Capital、Tideline和Cambridge Associates公司。——译者注

  


  为食物银行“减肥”


  作者：南希·罗曼


  译者：刘虹桥


  食物银行是1967年在美国首先出现的为未能解决“三餐”基本需要的人士及家庭提供紧急及短暂的膳食援助的非营利机构。食物由厂商提供。现在，食物银行已经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食物银行必须告别以发放食物的重量来评估组织绩效的方式，肩负起让低收入人群能吃到营养均衡食品的使命。


  近40年来，食物银行为需要填饱肚子的家庭雪中送炭。如今，200余家食物银行遍布全美，为4600余万人提供数百万吨食物，这几乎相当于全美14%的人口。食物银行作为枢纽为食品救济站、教堂等慈善机构供给食物，搭建起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食物生态系统。


  食物银行通常将食物短缺视作当务之急。我们收集、分发了包括垃圾食品在内的大量食物，并以分发食物的数量来衡量我们的业绩。虽然我们填饱了低收入人群的辘辘饥肠，却错失了为服务对象改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的良机。


  事实上，由于缺乏对食物威力的正确理解，在预防与饮食密切相关、困扰美国低收入人群健康的三座大山——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问题上，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使状况变得更糟了。近两年，我所领导的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CAFB）了解到：在我们服务的人群中，有49%的人患有心脏病或与患有心脏病的人共同生活，23%的人患有糖尿病或与患有糖尿病的人共同生活。


  2017年3月，我们在位于华盛顿特区总部的分发中心承办了“总统健康、运动和营养顾问委员会”的60周年庆典。我们邀请当地厨师为小学生制作简单又健康的食物，如金枪鱼墨西哥玉米卷饼。


  时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摩西参观了食品仓库，并谈论起我们的工作。这时，他的一位工作人员探过身来，对我细语道：“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原来你的食物银行是一家公共卫生机构。”他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食物银行应当更为大胆、明确地阐述我们的真正使命——在解决饥饿问题的同时，以饮食促进健康。


  摄取健康的食物能够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如果配合锻炼和其他良好习惯，还有望减少肥胖症的发病率。了解到这些知识后，食物银行必须重新定义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食品短缺，还有新鲜水果、蔬菜等营养食品的匮乏，特别是在低收入人群集中的地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反思食物银行的运作方式、价值观及衡量成功的方法。


  食物应有利于健康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食物银行就开始向处于饥饿之中的家庭提供紧急救助。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削减了对“食品券计划”的联邦资助。此后，食物银行成倍增长。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力求弥补资助削减的缺口。这些机构广泛收集食物，其中大多是罐头食品。


  在此后的40年里，由于工资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率的增长，贫富差距扩大，食物银行提供的食品成为低薪阶层和失业者常规的食物来源。据“消除美国饥饿”的统计，食物银行服务的4600万人中，有50%来自“有薪酬的家庭”：这些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有固定工作。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服务的人群里有56%属于这一类。我们服务的典型客户每年会申请九次食物供应。


  在需求增加的同时，在整个社会医学界的引领下，我们对食物与健康之间的强大关联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食物不只维续生命，还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这两大疾病是威胁我们健康的最大隐患。每年，美国人要为这两项疾病分别花费101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


  如果食物银行想要真心实意地服务社区，就必须将食物视为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主要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对食物银行库存进行清理，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食物习惯。我所在的食物银行已经开始行动了。虽然这条道路很长，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2013年，我们将“卫生与健康”纳入机构战略规划，提出“向华盛顿城区提供更多营养膳食，并促进卫生与健康”的明确目标。这在运营、政策和传播决策上为巩固食物与健康之间的纽带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把营养学专家团队从“象牙塔”中拉了出来，让他们投身到运营的实践中去。这些隶属健康饮食部门的员工原来是一个专注营养教育的独立团队。如今，他们已进入机构的各个核心部门，团队中的营养师和其他资深员工进入了食物资源部门，领导食物银行的募捐和采购。


  在了解了更多一线食物仓库的库存情况后，我们的营养学家领衔开发了一种可以测量食物中添加的钠、糖和纤维含量的“健康追踪器”。基于这三种营养物质的阈值，我们开始将食物划分为“健康”或“不健康”两类。过去三年里，我们将健康食物的比重从69%提高到82%。通过与零售商捐赠者的密切合作，我们逐渐减少了苏打水、蛋糕和糖果类等已超额受捐的食品数量。最终，我们对接受食物捐赠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重新调整，拒绝接收此类产品。


  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与分发的营养食物相配套的信息资料和培训课程，例如：100余种简单、营养、低成本的家常菜谱卡片（包括纸质版和在线电子版），制备、储存生鲜农产品的指南。此外，我们为食物银行的食品供应合作伙伴提供营养方面的培训课程，帮助其掌握促进健康所需的知识与工具。


  在运作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已经往“营养教育”里塞了太多信息。我们发现，人们要么已经知道香蕉里含有多少钾，要么对此毫不在意。但是，他们仍旧想要知道，切开那个叫作茄子的紫色东西，加上洋葱和一个低盐的西红柿罐头，再用低温烹饪，就会变成美味且有益健康的食物。我们的项目迎来了转折点。我们正着手提供加工食品的详细使用方法，以提高其健康功效的发挥。


  重新定义“重量”


  回首过去，食物银行的使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跑偏的呢？食品救济组织之所以计算食品分发的重量，是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衡量产出的明确指标，加上磅数很容易转化为进餐数量，因此对那些急于量化其成果的机构来说很有吸引力。


  然而，苏打水要比绿叶蔬菜重得多，这就意味着前者制造了更高的食物输出量。因此，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不再使用简单的食品重量来衡量业绩。2014年，我们淘汰了高热量的苏打水库存，削减了约200万磅（约907吨）食物发放。通过淘汰烘焙食品和过期糖果，我们进一步削减了食物的重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新增了8万美元预算，用于购入绿叶蔬菜。与购入苏打水相比，这一举措降低了食物发放的总体重量，但提高了我们产生的健康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使用重量来衡量影响。相反，我们重新定义了“重量”。面对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市场，我们通过衡量如下指标来评估成效：每人分发的农产品磅数、分发健康食品的磅数、零售商捐赠的健康食品磅数、合作伙伴订购的健康食品磅数以及学生和家庭的蔬菜消费量。


  食物银行的负责人们虽然常常谈论营养问题，但因为害怕冷落捐赠者，所以不敢去面对自己仓库里的一堆垃圾食品。几十年来，食品公司一直向食物银行捐赠卖不出去的东西。食物银行担心一旦开始挑剔捐赠物的质量，这些公司将停止捐赠。


  但这并不符合我们在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的经历。我刚任职不久就注意到，仓库里堆积了大量的奶油蛋糕，看起来像随时处于爆仓的边缘。我了解到，正是因为根据机构政策对糖类、加工类小吃（糖果、烘焙食品等）的比重进行限制，才导致了库存积压。换言之，我们存在供应过剩的问题。


  于是，我写信给这些蛋糕的供应商购物者食品仓库公司的总裁鲍勃·格里森，他邀请我于一周后拜访公司总部。我感谢他的慷慨捐助，但又补充说，我们收到的蛋糕要比我们能按照健康原则进行分配的数量多得多。他的回复非常迅速：“我不想给你那些你们不想要的食物，也不想过度生产奶油蛋糕。”该公司随即决定，将烘焙食品从送往食物银行的捐赠品清单中删除。


  我们和巨人食品公司的合作也有类似的经历。2015年，当该公司区域总裁高登·瑞德加入我们理事会时，我曾询问他，巨人是否有意成为“健康零售商”试点企业。这是一种与零售商的伙伴关系，旨在合作推动更健康的捐赠和其他健康解决方案。他同意了。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巨人开始从捐赠品中删除苏打水、烘焙食物和糖果，并增加冷冻蛋白质的捐赠量，在华盛顿特区的92个商店里提供“CAFB-巨人”联合品牌的食谱，还推出可供消费者在结账时购买并捐赠给食物银行的成品营养套餐，这为我们服务的人群提供了更多健康食物。


  食物银行要想把食品捐赠企业从单纯抗击饥饿的盟友转化为提高社区健康水平的重要伙伴，就必须彻底告别传统思维。捐赠者们不会因为我们提出了优先提供健康食物的要求就停止捐赠。事实上，食品公司欢迎此类提高美国国民健康的机会，也愿意接受这些行动带来的当之无愧的声誉回报。我们不能只把自己视作解决食品短缺问题的方案提供者，或用分发食物的磅数来衡量成功与否。食物银行必须与生产企业合作，分发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必须将水果和蔬菜带进校园，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我们必须打通经济实惠的零售渠道，携手零售商、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服务对象，为打造一个向所有人提供优质食物和健康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南希·罗曼（Nancy E.Roman）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创办的非营利机构“健康美国伙伴”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加入该机构之前，她是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致力于解决饥饿、长期营养不良、心脏病和肥胖问题的机构


  
    Research专栏开篇介绍


    2017年6月8—10日，洛克菲勒基金会青年学者年度论坛在斯坦福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PACS）召开。PACS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学术基地。2017年的论坛是第四届，汇聚了众多新的研究者，包括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和初级教师。他们的研究工作涵盖了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和慈善领域。论坛旨在推广学者社区，提高该领域研究的总体质量。


    自创刊以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一直致力于向读者介绍学术研究成果。在此，我们介绍由参加论坛的学者所撰写的四篇研究报告，分别涉及慈善捐赠背后的心理因素、基金会在影响政府政策中的作用、艺术资助生态圈以及为政治捐助的富豪们的影响力等专题。这些成果不仅代表着相关领域最先进的理论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刊学术编辑 约翰娜·迈尔

  


  研究


  慈善捐赠背后的动机


  作者：艾德丽安·戴


  译者：黄伟鸿


  最近有研究表明，最富有的人往往最不愿意慷慨解囊。那么，有没有办法激励富人多为慈善捐款？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阿什利·威廉斯建议，在倡导慈善时应考虑从富人的自我认知入手。


  威廉斯认为：“富人如何认识自身以及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他们的慈善捐赠偏好。如果把自己的财富更多地归因于社会环境，那么就会承认教育、家庭或政府在自己致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会比那些认为完全靠自己打拼的富人更加慷慨大方。”


  最初，威廉斯希望利用这一发现来尝试鼓励富人进行慈善捐赠。但她发现，改变富人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辛勤工作的结果，那么要改变他们这种想法是不大可能的。”


  然后，威廉斯决定检验一个新的假设：如果一项慈善倡议着重于个人的能动性，而不是为他人带来的好处，那么就可能诱发富人提供最大化的捐赠。她的理由是，富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更强的掌控力，而不富有的人必须依靠建立并维持与他人的关系来应付自己的日常需求。因此，相比之下：富裕人群往往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即具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思维；而不富裕的人会更具集体精神，往往会向社区中其他人的需求和目标看齐。


  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赠予的本质。威廉斯说：“在某些情况下，慈善捐赠活动所宣扬的慈善的本质（造福他人）与富裕人士的主观能动目标不相匹配。”因此，在发出慈善倡议时，强调能动性（追求个人目标）应该比强调集体共享（追求共同目标）更能引起富人的呼应。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威廉斯在一所精英商学院的年度筹款活动中进行了一项实地行为试验。在大约12000名试验对象中，富裕的中年男性占了大多数。（威廉斯使用试验对象的过往捐赠记录和住所邮政编码来判定其富裕程度。）在活动期间，每位参与者会收到两封有关劝募的电子邮件和一封信，有的强调个人作用，有的强调集体行动。关于集体行动的宣传词写道：“有时，一个社区的人们需要一起来支持一个共同目标。”关于个人能动性的宣传词则写道：“有时，一个人需要挺身而出，采取行动。”


  最终有4.1%的校友向学校捐款，其中个人能动作用组的人均捐款额比集体行动组多出150美元。生活在最富有地区（按邮政编码判定）以及在过往的年度募捐活动中捐赠额最大的人，在这项试验中也捐得最多。然而，捐款倡议无论怎么写，对人们决定是否捐赠没有什么影响。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改变捐赠者的人数，因为打算捐款的人通常是以前捐过钱的人。”


  威廉斯表示，尽管这些发现很有价值，但其更广泛的启发意义才是关键。大量行为科学文献致力于寻找通过呼吁创造积极成果，激励人们做出明智决定的方法，但她建议去探寻更加有效的信息。“告诉青少年要‘为了健康，吃健康食品’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针对自主权等其他因素来调整宣传信息的内容，比如告诉他们垃圾食品公司正在试图操纵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激励他们去吃萝卜而不是夹馅面包。


  耶鲁大学研究组织行为的助理教授迈克尔·克劳斯说：“我认为这一研究的启示适用于各种动员活动，比如动员投票或绿色行动。这项研究表明，如果你想促进利他行为，就需要贴近目标的自我身份以及他们所在乎的东西。”


  艾德丽安·戴（Adrienne Day）


  为《纽约时报》《鹦鹉螺》《奥普拉杂志》等出版物撰稿，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出版物《需求》的特约编辑


  可再生能源在得克萨斯告捷


  作者：艾德丽安·戴


  译者：黄伟鸿


  1999年，得克萨斯州的一项举动震惊全美。得克萨斯州拥有丰厚的石油收入，但在共和党州长乔治·布什（小布什）领导下却通过了一部开创性的、涵盖许多环保要素的电力改革法案，其中不仅包含了广泛的节能目标，也体现了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


  如此出人意料的成果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利亚·斯托克斯研究了一家基金会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公共政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斯托克斯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再生能源得不到联邦或州政府的实际支持，因而前景暗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资金缺口，能源基金会在1991年应运而生。该基金会利用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1亿美元资金，在接下来的10年为美国各地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专项资金，用于推动环保能源政策的发展。


  斯托克斯介绍：“能源基金会孵化了一个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政策网络，这些非政府组织定期会面，讨论各种想法，并判断哪些州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内通过相关政策。”这一网络使得环保措施“遍地开花”，比如催生了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RPS），这套标准要求州电力部门必须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得一定比例的电力。自那以后，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用了这套标准。


  能源基金会是如何说服作为“深红州”[1]的得克萨斯州的呢？它运用斯托克斯称为“双管齐下的办法”，资助两家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一家是由叫作环境保护基金（EDF）的组织牵头的“圈内人”团体，另一家是以叫作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组织为代表的“局外人”团体。前者帮助制定公共政策，后者帮助动员基层的支持力量，以施加政治压力。


  当时，EDF的组织活动是按地区划分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按照全球变暖或清洁水等主题来划分，而且当时的活动特别侧重于得克萨斯州。因此，EDF与那些需要打交道，以促成法案通过的政客私下认识。EDF还掌握着相关课题的专业知识。斯托克斯说：“他们很专业，人们信任他们，而且他们有长期的人脉关系。”


  相比之下，“公共公民”从外部入手，瞄准特定的立法者并试图争取他们的选票。“他们写请愿书，到生态食品商店做宣传，直接拜访立法者的办公室。”斯托克斯说，“他们让人们感觉到，（可再生能源）是公众真正关心的一个紧迫问题，到了政客们再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这一问题就越发重要。”


  密歇根大学可持续科学、技术和商业中心的主席托马斯·里昂在评论斯托克斯的分析时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很有意义。”


  斯托克斯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过程追踪”的方法进行研究，确定了能源基金会的努力与其后《1999年得州电力改革法案》中重要的环保条款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斯托克斯通过访谈和档案文件准确记录了当时发生的相关事件。然后，她检验并排除了关于该法案通过的其他假设。她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能源基金会对两类非政府组织的长期资助，得克萨斯州的环保立法不可能成功。


  斯托克斯的研究引发了关于基金会在政治倡导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看到由亿万富翁兄弟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资助的，属保守派的美国荣昌基金会等组织也在采用类似的方法？能源基金会和美国荣昌基金会同属501（c）3组织，严格来说，它们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


  “我们往往对这类基金会和右派的政策变化之间的联系持不太肯定的看法。”她说，“我总体上认为能源基金会所做的是好事，但对关于它的一些规范性问题仍有质疑。”


  里昂也被这一不同政治类型的比较所触动，他表示：“我听到的主要都是关于各种集团在推进保守目标方面的影响，因此看到在进步领域至少有了一些类似的案例，着实让我为之一振。”


  艾德丽安·戴（Adrienne Day）


  为《纽约时报》《鹦鹉螺》《奥普拉杂志》等出版物撰稿，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出版物《需求》的特约编辑


  
    [1]“深红州”指坚定支持共和党的州。——译者注

  


  艺术类非营利组织的消亡率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黄伟鸿


  哪些艺术类非营利组织能够获得资助，资助模式又如何影响它们的生存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利亚·瑞斯曼试图在费城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非营利性文化艺术产业在全美各地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它正在挣扎着摆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的阴影，因为大衰退迫使一些组织倒闭，并把在经济衰退前进行扩张的另一些组织拖入泥潭；第二个挑战是，面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文化艺术产业在奋力保持与社会接轨。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衰老和人口多元化，各类型的艺术家都在思考如何既能让现有艺术传统吸引新的受众，又能开拓面向新受众的新艺术。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资料，在过去20年，有大约40%的非营利艺术组织消亡了。


  瑞斯曼之所以选择在她所居住的城市对艺术类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状况展开调研，主要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艺术社会影响力项目可以提供费城艺术资助的翔实数据。


  在非营利组织的存活问题上，以往的社会学研究都把重点放在组织本身及其特征上，比如组织的规模、类型和管理结构。瑞斯曼的研究重点则是整体的慈善生态系统以及非营利组织与资助者之间的关系。她分析发现，资助者对于一个组织的存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与这个组织从资助者那里获得多少钱无关。“机构关系（这里主要指外部的承认和大咖们的支持）对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存活率非常重要。”瑞斯曼写道。


  通过归纳聚类分析，瑞斯曼观察了从1997年至2011年的14年间，费城的政府和民间团体对文化艺术类组织的资助走向。她发现有三类主要的资助团体，它们一直以来分别资助着同一类型的非营利组织。这三类团体对于申请组织的结构、受众和社会行动目标都有不同的偏好：第一类团体是联邦政府下属的艺术部门；第二类团体是当地资助者，包括宾夕法尼亚艺术委员会和费城文化基金，它们的资助申请流程有很严格的正式的手续，任何符合相关资格标准的组织都可以向这类资助者申请资助金；第三类资助团体包括了若干个采用非正式资助流程的当地非营利组织，这类团体通常不设网站或者不公布资助申请标准，而申请者必须获得邀请才能提交资助申请。


  瑞斯曼的分析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譬如：在研究覆盖的14年间，申请手续严格的团体所资助的组织存活的可能性与没能从这类团体获得资助的组织相比，要高得多；较大型的组织获得资金的可能性比小团体要大，而位于费城贫困地区或少数族裔地区的组织存活的概率较低。瑞斯曼指出，这些发现引发了一个问题：“哪些做法断绝了某些组织获得资源的机会？”


  瑞斯曼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最终的结论。第一，从手续严格的团体那里获得资助的组织还可能得到了一些无形的效益，比如合法性、相关指导和关系网络、培训等；第二，手续严格的团体可能特别擅长挑选容易存活的组织，而且存活特征的筛选可能已经嵌入到正式的资助申请流程当中。资助过程可能要预测存活率，或者根据存活率可以预测获得资助的成功率。瑞斯曼说，资助者应该考虑他们的做法如何影响当地的艺术生态系统，因为这些做法“会导致某些组织受到不公平待遇”。


  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瑟夫·加拉斯基威特说，瑞斯曼的研究揭示了非营利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决定是否提供资助时，很难对各个非营利组织进行比较并确定某个非营利组织能否产生预期结果。为此，资助者不得不依靠“粗略指标”来评估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健康状况，这类指标包括非营利机构活动的受众数量、是否有与资助者相关的人物在该组织的理事会任职等。


  他说：“瑞斯曼乃至我们大多数人的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共性是，在慈善资助领域中，没有明确的市场信号可以用来有效分配资源，所以就必须使用那些间接的质量指标。”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政治活动捐款人如何抱团行动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黄伟鸿


  当超级富豪砸钱来影响政治和政策时会发生什么？两个致力于推广不同意识形态的捐款人联合体正在美国崛起，它们分别是属于右派的科赫兄弟的组织网络和属于左派的民主联盟。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与哈佛大学政府和社会学教授西达·斯考克波尔、研究生詹森·斯科拉的新研究，分析了这种集中捐赠给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


  费尔南德斯说：“在收入分配的顶端，一小撮家族拥有巨大的能量去撬动政治。”这些捐款人组成多个志同道合的团体，且特征鲜明。这些团体通常有来自成员的稳定捐赠、比选举周期更长的活动周期，以及能让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并就共同目标开展合作的非公开聚会。这类捐款人联合体不仅持续资助个别候选人，而且还为智囊团和宣传团体等组织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费尔南德斯表示：“政客们在政治舞台上上下下，而组织却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富人对政党和候选人捐款虽然是常态，但这类抱团集中捐助属于一种新现象。定期捐款人会议“科赫研讨会”发起于2003年，由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旗下的跨国公司科氏工业集团主办，而民主联盟则成立于2005年。与倡导单一政治目标的“艾米莉名单”（支持堕胎的合法化）或者“成长俱乐部”（支持市场自由化）等相比，这些联合体的目标广泛，更具影响力。


  研究人员对已知的捐款人名单进行了汇总。这类捐款人不是已公开身份，就是在媒体中被点名，抑或是在政治反对派研究中被引用。研究发现的初步证据表明，这两个联合体的捐款人一旦加入组织，转向资助更极端候选人的比例要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对数据的初步分析还显示，这些联合体的成员会为在集会上发言的政客们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


  然而，这两个联合体使用资金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民主联盟将成员的资金散发给一大批进步团体，而科赫研讨会的资助者则通过旗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伙伴”，把资金集中投给少数组织。譬如，2013—2014年，民主联盟向173个团体共投放了1.446亿美元，而自由伙伴则向34个组织发放了来自科赫研讨会成员的1.482亿美元。


  “如果你留意观察竞选资金的流动趋势，就会发现政治献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捐款人手上。”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亚当·博尼卡说，“更好地了解这些人是如何协作的，能够让你知道的比以前多得多。”


  博尼卡说，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它突现了这些富有的捐款人是如何联合起来控制选举结果的，比如资助特定候选人的参议院初选，而不是由每位捐款人选择一位候选人，彼此竞争，看谁笑到最后。此外，这些联合体的社交圈属性可能意味着富有的捐款人被鼓励捐出的钱比其本意更多。


  费尔南德斯指出，这些捐赠人联合体的崛起可能会影响美国民主的运转方式。据科赫研讨会透露，他们在上个选举周期中筹集了约7亿美元资金，大致相当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的共和党选举团体筹集到的总金额。然而，联合体的捐款人名单大多数是保密的，从而留下了一些无从解答的问题，比如这些资金来源于何处，捐款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等。


  “这（联合体）实际上就像是私人拥有的第三个党派。”与共和、民主两党不同的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为民主负责的。他说：“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有动力去迎合初选和普选选民的偏好。”


  费尔南德斯表示，由于捐赠人联合体的组织方式将其大部分支出用于政策机构和基层组织，而不是直接用于政治竞选活动，目前在议中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不会对这些联合体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如果你担心富人有这么多钱去影响政治，那就呼吁政府提高资本收益税及其他税收，或许能削弱这种现象。”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Schoenberger）


  一名常驻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书评


  凭弹性解决问题

  《道不同亦可与谋》


  作者：希瑟·麦克里奥德·格兰特


  译者：廖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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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亚当·卡亨


  页数：131页


  出版社：贝雷特科勒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对奋斗在社会变革第一线的人们来说，问题似乎总是比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得快。在收入不平等、健康卫生、种族公正、气候变化等大问题面前，单纯扩大项目或机构的规模不过是杯水车薪。而美国正日渐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皆然。情势所迫，难怪人们对于合作越发抱有兴趣。想要达成影响力，就必须使各自为阵的各领域和各机构通力合作。但要如何着手呢？


  亚当·卡亨可能是回答这个疑问的最佳人选。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他游走各界，力克难关。卡亨最初是一位气候经济学家，曾于1991年促成了在南非花山举办的情景设想演练。这是一个齐聚南非各界代表，共商终结种族隔离的活动。此后，他便投身斡旋冲突各方、解决棘手问题的事业。例如，他推动了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对话，对后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功不可没。


  一如其他的“实践型学者”，卡亨擅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自己的观点。他的新书《道不同亦可与谋》在他此前两本同类著作的基础上，聚焦如何让对手摒弃前嫌、建立互信、超越冲突并最终共建未来。卡亨承认，虽说解决复杂问题常常需要合作，但合作本身却绝非易事。他也提到合作并非唯一选择。当参与者对改变形势无能为力，他们或忍受现状，或一走了之（如移民或逃离）。如果参与者觉得尚能有所作为，那么他们或固执己见一拼到底，或与反对者携手并进。


  卡亨对现有的许多合作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批评，指出它们不过是对“强迫”他人之企图的蹩脚伪装。他写道：“传统的合作模式假定重点和目标都是可控的，实现目标的计划和人员各自的分工也应有条不紊（恰如一支团队按图索骥）。”他提倡的却是一种迥异于此的三步方案，他称之为“弹性合作”（strech collaboration）。关于这一方法，他写道：“提供了非掌控性的推进方式（好比一条大江千帆共渡）。”


  弹性合作的第一步是“拥抱冲突和联结”。卡亨认为真正的合作既包括利他之“爱”也包括利己之“力”。这两者代表了“互补的两极，任一不可偏废”。弹性合作的第二步是“试出一条路”。为此，合作参与者必须“不再坚持对问题、出路和计划达成明确的共识，而是要迈开步子对不同出发点和可能性做全面尝试”。在此，卡亨的观点和设计思维乃至其他创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写道：“在弹性合作中，我们共同开创前进的道路。”弹性合作的最后一步则是“个体要参与到群体当中”。卡亨敦促我们“投身游戏”，意即“我们必须放弃改变他人行事方式的企图，转而全身心地投入行动，甘愿从自身开始改变”。只有当每一位参与者都甘愿改变自己的行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才会发生。


  当我们做到以上三步，卡亨写道：“我们就能进入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范式，它不那么唯理性是从，却多了一些整体性考量。”这也正是我发现卡亨的理论稍显难解之处。作为一个经常与各种关系网络及合作行动打交道的实践者，我期待的是一些比此框架更翔实可触或更策略性的东西。虽然卡亨提供了拥抱冲突的清晰范例，我却仍想知道，当冲突造成破坏，分裂的各方看不到出路，或者当一群人深感挫败、意欲放弃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


  对我来说，卡亨专注于从协调者的视角出发也导致了对其他重要方面的忽视，而这些方面对多边合作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谁来决定群体的召集？谁应该被包括在内？行动的资金或资源从何而来？领导能力或治理水平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卡亨确实为基本做法提供了一个入门指南，只不过它是指向个体领导者的。


  虽如此，我仍以为《道不同亦可与谋》是一本言之有物、鞭辟入里且通俗易懂的书。该书的出彩之处在于对现有的自上而下合作模式的批评，以及对如何改变这种模式的强调。在这个被冲突撕裂的世界里，我希望卡亨的书能成为所有政治领袖甚至普通公民的必读之选。但愿我们能够学会与那些我们也许不赞同、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合作——我们都能从中获益。


  希瑟·麦克里奥德·格兰特（Heather Mcleod Grant）


  社会影响力咨询公司Open Impact的联合创始人。她出书、演讲、提供咨询，在社会变革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还是畅销书《善意的力量》的作者


  为永久性基金会辩护

  《让财富适得其所：善捐今日抑或投资明天？》


  作者：菲尔·布坎南


  译者：廖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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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乔·L.弗莱希曼


  页数：311页


  出版社：《公共事务》


  出版出版时间：2017年


  “永久性”是一个多么过时的概念，或者说似乎如此。许多万众瞩目的慈善家已经明确表示要“生前就捐”，而不是在身后留下一笔永久性的遗产。曾经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已经进入关闭作业的最后阶段。盖茨基金会也计划在创始人去世后的20年内将资金用完。而诸如肖恩·帕克（Sean Parker，因先后参与创建音乐网站Napster和社交网络服务网站脸谱网而出名）这样的捐赠者也宣布其基金会将是有时间限制的。


  帕克甚至公开嘲弄永久性的慈善组织。“大部分巨头基金会、捐赠基金乃至非营利机构的执行主任们自始至终最为关心的，是保护他们手中机构的资源和名声。”2015年，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制造叠床架屋的官僚程序来监管机构的资源，不要拿它们铤而走险。”而避免“慈善腐败”的最佳方式，帕克声称，就是“在你有生之年花光你的所有慈善资产”。


  然而杜克大学教授、曾主管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乔·弗莱希曼则认为帕克所言差矣。他在自己的新书《让财富适得其所》中表示，尽管有些时候，为基金会设定年限乃事出有因，但这一做法不应成为默认模式，就像永久性也不应成为基金会的普遍追求一样。在此，我需要说明一点，弗莱希曼参与了我所领导的“高效慈善中心”的创办并担任董事。但他对基金会寿命应有定数的观点提出质疑。


  这类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创立已久的基金会可能会偏离创立者的初衷。在这一点上，福特基金会的故事是最有名的警示。据说该基金会严重违背了老福特（Edsel Ford）的意愿，以致其子小福特（Henry Ford II）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摔门而出，愤而辞职。然而，这其实是故意为之的虚构，弗莱希曼写道：摔门而出的事情“显然从未发生”。不仅如此，弗莱希曼根据历史记录指出，基金会成立之初，金主的意图其实不甚明了，而小福特在基金会早期一经接手，便成为“塑造福特基金会最初33年的决定性力量”。在1976年小福特离任之时，他还在告别信上列举了基金会“光彩照人的历史成就”。


  弗莱希曼认为，永久性实际上为创造影响力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至少在我和捐赠者们的交谈中，很多人相信事情正好相反：花得越多，用得越快，影响就会越大。在高效慈善中心对11个限时型基金会的研究中，“为了形成更大的影响”乃是用罄捐款最常见的动力。


  毋庸置疑，一掷千金有时候确实可以提升成效。例如戴蒙德基金会在20世纪90年代“为艾滋病研究贡献巨资”，彼时没有其他机构愿意冒此风险，它却耗竭自身成全了艾滋病混合疗法的研发，因此拯救了无数生命。但是弗莱希曼认为这样的案例“虽然令人惊叹，却也实属罕见”。为时代痼疾寻求解药的努力往往是一场“持久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这一认识，此前曾为“生前就捐”大声疾呼的安德鲁·卡内基最终却创立了一个永久性基金会。想要解决甚至只是缓解棘手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对市场或政府的解药已然免疫的毛病——就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相关机构需要时间积淀技巧和能力。


  借用他2007年出版的《基金会》一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弗莱希曼描绘了永久性基金会的诸多贡献——从强生基金会在预防青少年怀孕、吸烟和肥胖方面的工作，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研制黄热病疫苗方面的努力。这些都不是帕克的讽刺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鼠目寸光的保守官僚的作为。


  当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慈善基金会的固定年限。而且我怀疑弗莱希曼对永久性式微的担忧或许有点言过其实。造成收集数据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基金会捐赠者和董事会成员也会见异思迁。以开放社会基金会为例，它在做出设定年限的声明之后又回心转意，而弗莱希曼当然希望盖茨基金会等也能步其后尘。事实是，根据高效慈善中心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大型基金会仍然以永续作为其时间框架，而根据基金会中心的数据，全美国的基金会目前所吸收的资金总量超过了7000亿美元。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尤其是在硅谷的年轻慈善家们眼中，在其有生之年就看到捐款化为成效，远比在身后留下一笔不知所终的遗产更为诱人。


  因此，弗莱希曼此书在这场争论当中让人耳目一新。当下，似乎所有关于美国慈善的其他书籍或文章都在哀叹这一事业的失败并呼吁其“重整”，弗莱希曼却恰逢其时地提醒我们，慈善事业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令人不可小觑的成就。在弗莱希曼的叙述中，基金会的永久性不必成为那些追求永世垂名者的自私之谋。正相反，永久性可以成为那些自知大限的人们谦卑而无私的工具——以此确保富于智慧和经验的机构能够长存于世、造福后人。


  菲尔·布坎南（Phil Buchanan）


  有效慈善中心（CEP）的主席


  信息公开：文中提及的一些基金会是有效慈善中心的客户和（或）资助人。


  反思全球粮食链

  《食不孤，必有邻：作为社会企业产品的食物》


  作者：马克·温


  译者：廖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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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迈克尔·S.卡洛兰


  页数：171页


  出版社：岛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关于食物的书籍已经变得俯拾皆是、应接不暇了，就象源源不断被摆上食物超市货架的新产品一样。在亚马逊上，我搜到2015年出版的食物类书籍多达2259种，涵盖永续农业、饥荒、粮食体系等话题。而10年前，只有436种同类主题的书籍问世。这两个数据都不包括烹饪、园艺和节食方面的书目。可以说，关于人类如何果腹，我们已经知无不言了。


  当然，总有例外，比如又有勇士甘愿尝试这一宏大主题。最近的入围者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迈克尔·卡洛兰。他的新书《食不孤，必有邻》探讨人类的联结如何巩固全球粮食体系。卡洛兰的著作显然不同于食谱作家黛博拉·麦迪逊的《一个人时吃什么》，那是一本关于单人美食的奇思妙想；它也不同于诺曼·维巴的《食物与信仰》，这位神学家长期以来的餐桌良伴是谁，相信你也猜到了。卡洛兰关心的不是与谁共进一日三餐，而是在我们和粮食生产之间以及在我们彼此之间，粮食体系如何制造联结或孤立。


  为了探索这一主题，卡洛兰采访了全球各地的250位粮食体系参与者，从农夫到公司主管。他曾和一位食品科学家有过一段令人不安的对话，后者披露，水产养殖业可将三文鱼肉变成任何颜色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这位科学家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描述了如何精确调控人工饲养的三文鱼饲料中胡萝卜色素的含量，以造就完美的粉红色——色卡上的33号——而消费者以为这就是健康三文鱼的颜色。这种极为讽刺的对消费者“口味”的操控正是食品工业扰乱者与食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卡洛兰称之为“极其以偏概全的健康观”。他将这种被科技操控的狭隘健康观和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的理念相比，后者相信“健康是心理、生理、家庭、社会以及心灵等多重维度的平衡”。


  卡洛兰的研究做到了兼听则明：尽管没有通常那种对大企业的大加鞭挞，但作者显然对他称之为有利于促进“联结”的观点抱有同情。他在慢食物运动中找到了共鸣。他强调关怀和反省的重要性，以此深化“慢食物”优于“快食物”的观念。我们已对“了解食物从何而来”这样的口号耳熟能详，这是由一位加拿大食物活动家所提出的，意在“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所吃的食物，关注生产者”。卡洛兰所做的论证应和了批评家迈克尔·波伦以及其他反工业化的美食家的常见评论：“粮食体系已经崩坏。”对于卡洛兰而言，要修复粮食体系，就必须重建我们的“食物全景图”的“社会基础设施”，并重整使之聚合的人类关系。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景所知甚少。我们匆匆听闻诸如食物中心、农夫市场、社区农业等概念，它们都来自另类粮食运动的标准教程。在关于公共政策的寥寥数笔中，卡洛兰提到了2016年发布的《2015—2020年美国人饮食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文件为将健康饮食、永续农业、节能减排等融入同一项联邦政策提供了机会。


  《指南》由一组健康及营养学家每隔五年制定一次，它为美国食品政策及实践的方方面面提供关键的科学建议，包括学校餐食的搭配、“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受助人乃至普通美国人的健康饮食习惯等。永续发展的倡导者曾敦促将环保考量纳入现有的饮食建议当中，但他们的抱负却最终不敌“大食品”（Big Food）政治。卡洛兰对这一前景诱人的政策动议着笔不多，它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应该如何联结人与食物，并有可能在下一次制定《指南》之时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虽未明确提及，但卡洛兰的书中频频回响着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一个人的保龄球》中的思想。帕特南将社会能否有效运转归因于社区、邻里乃至家庭内部最基本且日常的人际互动——他和一些学者称之为“社会资本”。将这些分析人类联结（真正的面对面的时光）力量的思想应用于复杂的粮食体系，是卡洛兰在《食不孤，必有邻》中的贡献。但该书欠缺的是更典型的案例和更雄辩的分析。书中不乏亮点，例如给三文鱼着色的案例，但卡洛兰未能系统地总结他诸多访谈的发现。而从行文上看，他也每每流于散乱。书中有大量段落充斥着以问号结束的语句，末尾来一句“对啦！”或者因为过于急切地使用苏格拉底法，而蹦出来一句“你瞧瞧！”


  卡洛兰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其重建社会联结的主题会在这个全球粮食链充满断裂的时代引起大家的共鸣。《食不孤，必有邻》在餐桌上理应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出现更有分量的作品。


  马克·温（Mark Winn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宜居未来中心的资深顾问，由普雷格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众志成城或独自挨饿：美国粮食运动中的团结与混乱》的作者


  真正的伙伴关系

  《在教育领域创造研究与实践的伙伴关系》


  作者：狄波拉·斯蒂佩克


  译者：廖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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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威廉·R.佩罗 丹尼尔·J.加拉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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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哈佛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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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大学的教育学院都是培训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放弃了这一核心使命，转而通过招募专注研究而非实践的社会科学教员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其结果就是，面对已有的社会科学院系，许多研究型的教育学院逐渐显得冗余。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甚至直接关门了事。


  近年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促使研究者回归对实践的研究，教育管理者也努力研究如何改善学生的成绩。但是管理者和研究者却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沟通彼此的世界。因此，《在教育领域创造研究与实践的伙伴关系》这本书的问世恰逢其时。


  两位作者之间的合作恰恰是他们所描述的研究-实践伙伴关系的范例。威廉·佩罗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教育学院的教授，是一位与学校和学区有着紧密合作的知名教育学者。丹尼尔·加拉格尔则是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就业和升学指导主管，是一位与研究者有过合作的高效的学区管理者。互补的背景令两人的阐述相映生辉。


  该书明确区分了真正的伙伴关系和其他类型的合作。通常，学区往往出于自己的目的而雇用研究者，例如评估或干预一个项目，而研究者则可能在并不对其研究深感兴趣的学区开展工作。相反，伙伴关系则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学区工作人员和研究者一起来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其次，合作会满足双方各自的需求；最后，双方一起开发能够达成共同目标的方法和策略。两位作者强调，伙伴关系“不是从研究到实践的单行道，而是双方深入影响彼此的过程，就像相携与共、相得益彰的长期伙伴那样”。


  佩罗和加拉格尔在书里讲述的远远不止基本原则。通过趣闻逸事、案例研究及直接指导，还有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他们提供了细节翔实的实用指南，包括搭建伙伴关系的说明脚本、初始会晤的范本议程，乃至用于决定优先任务的模板。对那些还在考虑建立研究-实践伙伴关系的读者而言，该书对这一关系的益处和挑战均不讳言。而那些已经处于这一关系当中的读者，则能得到延续关系和提高效能方面的真知灼见。


  当今的许多研究者都低估了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开展研究的价值，把这当成一种服务而不是一个创建和完善理论的机会。研究者还担心与管理人员的周旋会弱化他们的研究设计。诚然，在学校环境当中的确很难恪守严谨研究的黄金标准。但是和教育工作者协作却能产出在真实世界里更加实用的知识，这是在严加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难以企及的。为了证明这一论点，该书的两位作者提供了一些研究-实践伙伴关系的成功案例，包括巴尔的摩教育研究联盟——这是巴尔的摩城市公立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摩根州立大学和巴尔的摩多家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一项合作——其人员构成的多样性确保了该项研究“既有（社区参与的）应用性又有（学术参与的）严谨性”。


  这种伙伴关系的启示之一便是，要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不能不考虑政策及实践等大环境而闭门造车。例如，不考虑教师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贸然修改教材，这只会让教师无所适从，使教学效果适得其反。我自己的经验则是，与教育工作者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更懂得如何使变革与学区的政策及实践环境相匹配，这有助于使变革设计获得成功并易于推广。


  尽管如此，研究-实践伙伴关系及其所产出的创新仍是脆弱的，常常因为学区领导换人或政治上的压力而前功尽弃。鉴于这种考虑，该书的两位作者强调了互信关系和高效沟通的重要性，并鼓励研究者以一种对教育界伙伴而言易懂好用的方式定期报告研究的进展。这种信息分享有助于实践者看到合作的价值，即便该合作会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


  该书结尾对研究-实践伙伴关系的未来做出了谨慎乐观的评价。它摆明了存在的许多障碍：研究者从事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回报一般不如从事理论导向型研究的回报；教育领域研究资助微薄，使得长期研究颇有难处；教育工作者面临速战速决的压力，无暇等待通过重复的过程来开发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通常不熟悉如何有效地与对方合作。然而，两位作者总结称，所有这些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他们所举出的许多成效斐然的合作案例就是明证。


  狄波拉·斯蒂佩克（DeBorah Stipek）


  斯坦福大学朱迪科赫教育学教授和教育研究院前任院长


  最后一瞥


  岌岌可危的波多黎各


  一百年前，波多黎各人民成为美国公民。今天，虽然仍有公民身份，波多黎各人却不能为总统大选投票，其在美国国会亦无投票权。官方说法是，波多黎各岛是美国的未统合领地。然而实际上，波多黎各人就是“二等公民”。这一制度历来问题重重，2017年早些时候，波多黎各政府宣布破产，无力同时支付国债、发放养老金，以及维持政府机关的运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公立学校的关闭和市政职员被解雇。波多黎各的经济也面临严峻考验。其失业率高达美国大陆的两倍，人均收入却只有美国最贫穷的州——密西西比的一半。不像底特律市破产之后有私人基金会联盟解囊相助，波多黎各的漫漫前路上却迟迟不见救兵的身影。


  埃里克·尼（Eric Nee）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主编


  中文特稿


  渐渐透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与创新


  作者：梅双庆子


  过去十年，中国的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一场变革，行业透明度正在逐渐增强。作为推动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发起者和最重要的行动者之一，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创立于慈善行业遭遇社会信任危机之时，创新于缺乏成熟行业规范和自律机制的乱象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它成功提升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和自律能力，并正在进一步影响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透明度提升。


  陶泽坐在办公室座位上，打开机构网站，浏览最近的基金会行业数据。屏幕上显示：截至2018年1月16日，中国共有6386家基金会。在中国，新的基金会正在不断出现，基金会发布的信息数据每天都在增加。这一切都被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实时抓取并呈现在其官方网站上。“目前，中国基金会行业的信息披露率已经稳定在90%以上。”基金会中心网现任总裁陶泽说道，“但在基金会中心网刚刚开始时，一切都很艰难。”


  缘起：让慈善行业透明起来


  2009年12月9日清晨，时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召集了顾晓今（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商玉生（时任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理事长，北京恩玖中心创始理事长）、陶泽（时任NPP公益创投基金副总裁）等6位筹备小组人员，来到南都基金会会议室共同商讨筹建基金会中心网。“创办基金会中心网有三点考虑：一是公益慈善行业信息披露从基金会行业做起，二是基金会行业自律从信息披露做起，三是中心的工作业务从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做起。”徐永光条理清楚的战略思路来自他对慈善行业透明度的多年探索。


  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关怀的中国慈善行业领导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慈善行业的自律机制和透明度问题。徐永光就是其中一位。然而，由于政策、社会环境、技术等条件制约，这一探索直到2009年年末的这个清晨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行动者们决定采取行动，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行业透明度的提升和行业自律。


  事实上，中国社会对慈善行业信息披露的呼声由来已久。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举国震动。民政部资料显示，仅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5·12”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其中捐款652亿元，超过了1996年至2007年全国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打破了中国捐赠史上的纪录。同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针对“汶川地震善款流向”进行了研究，并在当年公布了报告，内容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高达672.5亿元的地震捐款中，有“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账户”。虽然政府承诺建立善款流向公示平台，但公开信息显示，该平台并没有问世。此外，调查表明，地震一年后仅有不到5%的捐赠者清楚善款流向。


  邓国胜教授的报告引发了中国社会对善款使用的极大关注。而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丑闻”，则又给中国慈善行业另一记重创。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名为郭美美的女生在自媒体上炫富，其身份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虽然后来调查显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并无关系，但这一“乌龙丑闻”却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造成了中国慈善行业信誉的集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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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行业数据，截至2018年1月16日，中国共有6386家基金会


  2010年夏天，由徐永光牵头，联合35家中国知名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成立。徐永光称之为“顺势而生”：“中国公益行业有一批优秀的基金会，它们是有使命感的，觉得基金会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这个行业就也能做得更好。那么，我们愿意把自己变得透明，让民间的捐赠资源流入优秀的机构。”在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主任的马明洁发布了当年的“捐款透明度公众调查结果”，其中提道：“公众对当下的公益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透明度是否满意？我们的数据显示，31.9%的人选择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作为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主要对外公布全国基金会注册数量、机构基本资料、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机构动态等，数据来源主要为各个基金会官方网站和各级主管机构，数据信息主要摘自基金会年报、审计报告、项目报告和机构动态等。事实上，虽然中心网仅仅聚焦于“基金会透明”，但代表了公众对整个公益行业提升自律的希望。


  “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和健康发展除了有助于基金会的进步，也会带动整个公益行业的透明，更会进一步带动社会的透明。”徐永光在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高峰论坛上如是说。


  采集数据：仅仅“采集”是不够的


  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基金会需要“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其中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然而，因法律法规中缺少相应的问责制度，许多基金会并不重视信息披露和年报的填写上交，法律规定接近形同虚设。


  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是从数据采集开始的。事实上，在2009年年末清晨的筹备会议之后，徐永光开始召集愿意参与共同发起基金会中心网的基金会，筹建小组的成员们则积极调研并开始了人员招募和大范围信息抓取工作，主要通过网络和纸质媒介搜索基金会信息。到2010年7月8日正式成立当天，中国1800余家基金会中，披露年度工作报告的基金会数量占比仅为16%。


  为了进一步获得行业信息，提升行业信息披露占比，刚刚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走过了一段四处奔波、艰苦创业的道路。“我们联系不同的基金会、民间组织管理局，给它们打电话、发邮件，甚至写信，告诉它们我们要做的事情，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陶泽对当时的工作情景历历在目，“幸运的是，我们的努力赢得了一些基金会和政府机关的支持，并拿到了相关数据。”通过不断地号召和沟通，截至2010年年底，基金会中心将全行业的披露占比从16%提升到了30%。“但是到30%之后就上不去了。”陶泽说，“一方面，我们刚刚成立太不知名了，很多基金会不了解我们；另一方面，不少基金会也在观望，希望随大流。那是很艰难的一段日子。”


  为了打破僵局，基金会中心网决定发挥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借助传媒的影响力推动行业内部与社会公众对透明度的认知，理解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10年年底正值《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颁布5周年，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了“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活动，该活动获得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支持，央视跟踪拍摄系列新闻纪录片，并在黄金时段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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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心网成立大会合影，2010年


  活动期间，基金会中心网相关网页呈现了一份“中国基金会分布地图”，浏览者可以检索自己所在的城市，查看当地基金会的地理位置及其信息披露级别。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被划分为四等，由红蓝绿灰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等级——信息完整度最高的为红色，缺乏基本信息及年度报告的基金会则为灰色。这种简洁直观的呈现方式，激发了众多网友参与，也同时引起了基金会的广泛注意。


  央视新闻频道则通过活动记录、实地探访、专家采访等方式，制作了3期、共28分钟的央视黄金时段集中报道，于2010年12月底播出。基于中央电视台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此系列报道一经播出，再配合基金会中心网站开展的活动，基金会透明度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到次年（2011年）年初，基金会中心网数据采集量大幅提升，行业信息披露占比从30%成功达到50%。而截至2011年年底，该数据持续上升至85%。


  “媒体的介入让我们获益良多。”陶泽说，“在媒体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际上很多基金会并非有法不依，而是根本不知道、不了解这些法规。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基金会的信息化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媒体的介入不仅是在结果上成功地促进了行业信息披露情况的直接改善，也在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促进行业透明度方面有很大帮助。”


  创立标准：中基透明指数


  显然，单一的行业信息披露占比并不等于透明度本身。当信息披露占比逐渐上升时，基金会中心网开始着手解决信息内容质量问题。“那段时间，全国基金会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披露的数据质量不高，很多基金会填写年报时并不仔细。”陶泽回忆说，“此外，各家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很不同，这也不利于我们的数据收集和公众查询。”


  由于2011年“郭美美丑闻”事件重创了中国慈善公益行业的公信力，许多基金会意识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希望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真正感受到行业整体面临公信力压力还是近两三年的事，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变化。舆论监督、公众问责促使很多基金会寻找通过自我变革重拾公众信心的突破口。”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的顾晓今女士说道，“公众知道的信息越多，对我们的约束就越大，这将促使我们更加慎用资源以更好地负起责任。”


  提升行业披露信息质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如公众想知道什么，什么信息是重要的，如何让呈现的信息更易被公众理解以及更易获取。为解决这些难题，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开发出一个新的行业透明度衡量指数，将国家要求披露的信息、公众关心的内容、公众获知渠道、内容重要程度等方面的指标都囊括其中。2012年8月29日，在基金会中心成立2周年之际，基金会中心网成功发布了中基透明指数（FTI）。这是一套综合了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度评价系统。


  FTI评价体系有效地将行业和公众的需求囊括其中，不光将国家要求披露哪些信息（Ti）包含在内，还针对信息的质量问题（完整程度Ci）、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指标权重Wi）以及信息是否易获得（信息披露渠道Si）进行了有机整合。某家基金会的透明度分数FTIn等于单个指标对应的四个参数的乘积的合计，公式如下：


  FTIn=∑（Ti×Wi×S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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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分类学研讨会，2011年


  中基透明指数通过复杂的机器算法得出的结果简明扼要。清晰的分数和排名、可查询的分数完成（缺失）情况，以及通过基金会中心网就可以查阅的开放渠道，使查询对于公众而言非常便捷。一方面，中基透明指数的推出让基金会通过排名和指标、权重占比，了解自己的透明度在全国范围的排名，并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方向地提升披露信息内容的质量；另一方面，FTI对公众完全开放，大家可以将透明指数作为自己的捐赠参考，进而推动行业透明度的提高和公信力的增强。


  “所有考核体系都是公开的，达到要求了，系统自然就会给出相应的分值，公众可以直接监督。”时任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的程刚阐述FTI的作用时说，“FTI不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排名，而是为了促进透明，促进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透明度才能达到实效。”“透明指数的发布是以科学化的手段来管理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评价道。此外，排行榜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月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的透明度越高。“定期更新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透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锤定音的结果。”程刚解释道。


  “中基透明指数为中国基金会行业所独创，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创新。”徐永光在谈及FTI时提道，“它能反映每一家基金会的基本组织情况、财务收支情况和项目运行情况，所有基金会无论成立早晚、规模大小，都适用同样的指数，公平公正，没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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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了“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活动，发布“中国基金会分布地图”，陶泽接受采访时表示，公信力是基金会的生命力，而透明则是公信力的基础。2010年


  中基透明指数从首次发布到现在已有5年，为了保证指数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基金会中心网每年都会与清华大学、各个基金会代表展开专题研讨，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调整，并将过程和结果事实公布给公众。正因为对该指数科学性的重视，FTI至今已成为政府、各基金会和公众讨论基金会行业发展时常被引用的重要依据。


  信息透明的绩效：从地震救灾到善款跟踪


  2013年春天，四川汶川南部的雅安市发生了7.0级地震，引发全国关注。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许多基金会迅速筹措物资前往灾区救援。与此同时，位于北京的基金会中心网也快速做出反应，仅在地震发生10小时后即上线专门的地震信息平台，实时披露有关地震救助信息，并与参与救灾的基金会保持沟通，尽可能保证救灾物资和人力信息的及时披露。


  基金会中心网针对雅安地震实时披露救援信息的举措，是吸取了以往救灾过程中频出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的教训，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极重灾区北川震前人口约16万，震后却收到超过22万床棉被。四川省红十字会更出现了爆仓的情况，大量多余物资积压在机场和火车站无法得到处理。


  在救灾的第一周，基金会中心网每日凌晨4点向参与救灾的基金会发布前一日救灾信息日报，通报救援时间、已知参与救援基金会数量及名称统计、总共筹措善款额度、物资类型与数量等，实时更新救灾进展。“你们的工作十分有必要，通过你们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人将纯净水送往灾区，但是婴幼儿奶粉和妇女卫生用品并没有涉及，这有助于我们及时调整调度和资源投入。”救灾期间，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这样说道。


  2013年4月23日，即雅安地震72小时后，基金会中心网与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参加自律联盟的基金会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地震后第七日，基金会中心网提供了一项更系统清晰的总结报告，内容细致呈现了各大基金会捐赠的物资明细。我们从中可发现，第七日的物资要比最初三天的日报中呈现的物资种类和数量增加许多。之前少有提到的婴儿奶粉、儿童营养品、女性卫生用品得到多家基金会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支持。这次行动彰显了信息透明度在突发事件救援中的重要性。


  2013年雅安地震救援告一段落后，对救援资金的社会关注度逐渐减弱。但基金会中心网却从这时“低调”开始了持续三年的善款流向追踪。“社会公众对救灾的关注会在一定时间段后消退，但是我们希望更进一步持续关注善款的流向，以此来增强行业自律的责任感。”陶泽这样谈及这个项目。根据他的说法，做善款跟踪同样是吸取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的另一个教训。


  五年之前的汶川地震曾获得巨额社会捐赠。随后，邓国胜教授公开质疑汶川地震巨额善款的流向。而《南都观察报》当时也曾这样报道过：“在四川慈善总会的公示中，善款的使用方向多为‘成都市灾民生活安置’‘应急阶段赈灾物资购置’，而如何安置灾民，采买了什么物资，花了多少钱，均没有公开。”从2014年到2016年连续三年，基金会中心网与邓国胜教授合作，追踪雅安地震善款流向并每年发布一份追踪报告，披露善款走向。在雅安地震3周年当天，第三份追踪报告发布，其中显示全国共有357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累计募集款物19.06亿元人民币，三年来累计支出款物15.89亿元，占总募集额的83%。其中，已经披露详细用途的款物为14.31亿元，占支出总量的90%，剩余1.58亿元尚未披露详细用途，有86%的基金会披露了善款使用流向的信息，64%的基金会披露了使用过程信息，仅有9%的基金会披露有关项目的效果信息。


  邓国胜表示：“数据显示，从汶川到雅安，基金会行业的自律和信息披露水平均有明显提高。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亦君认为：“这三年的善款追踪也起到了一定的公共教育作用。连续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告诉公众，善款并非马上都被用来购买物资，而是有规划、步骤的一系列行为。”


  透明度的影响力


  经过基金会中心网数年的努力，中国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得到显著提升，正在形成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第一，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对基金会行业本身的规范作用方面。


  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基金会中心网和多家基金会合作，进行实时救灾信息披露和资源整合，不仅大大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救援效率，充分保障了捐款方的知情权，而且为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做出了自我规范的表率作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宣告成立。按照时任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的说法，虽然联盟形式还比较初级，但却标志着基金会行业自律的新阶段。他说：“行业自律问题是中国公益建设的首要问题。以基金会中心网为代表的第三方的行业探索，例如信息披露、中基透明指数等，能帮助大家提升自我的能力，已成为行业自律不可或缺的部分。”


  [image: ]


  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2017年中基透明指数发展研讨会”，2017年11月


  第二，透明度要求促进基金会行业提升组织能力。


  正如何道峰所言：“行业自律绝对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行业自律来推动行业内组织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本质。”2017年年底，基金会中心网牵头成立了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创始成员包括十家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环境类项目资助基金会，其宗旨是引领环境领域资助方向，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环境资助者交流平台，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之间的合作，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未来，这个新平台将通过各种形式，如发表环境领域慈善公益白皮书、建立环境领域慈善项目分类标准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等，引领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和资源合作。


  第三，透明度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产生健康影响。


  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4个月之后，基金会中心网披露了雅安地震公募基金会的筹款情况。数据显示，地震期间，在89家公募基金会中，有17家公募基金会的中基透明指数得到满分，也正是这17家基金会筹款最多，达到10.02亿元，占公募基金会总额的76%。对此，很多学者、专家和业界人士不断在不同场合发声：“捐款之前应该浏览中基透明指数，在中基透明指数中看基金会的透明情况，然后再捐款。”中基透明指数已经开始影响社会捐赠的走向。


  雅安地震72小时捐赠信息披露


  各种各样的物资从祖国各地的基金会纷至沓来。还有更多的基金会来不及宣传，便默默地投入到了救援工作中。以下信息根据“雅安地震72小时捐赠信息披露”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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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雅安地震72小时捐赠信息披露


  第四，行业透明度的提升也有益于政策倡导和改良。


  通过行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基金会中心网可以在特殊时刻精准定位能够提供帮扶的基金会，并整合多方资源，产生杠杆效应，撬动更大的政策支持。例如2011年，相关研究表明全国仍有2000万儿童缺乏营养，从而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基金会中心网通过对后台数据分析，第一时间挑选出6家做儿童帮扶和营养关注的基金会，筹集了2000万元资金，后续通过与媒体合作，扩大事件的影响力。至该年年底，国务院批准了每年投入160亿元的膳食补助计划，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儿童的上学吃饭问题。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布。这部法案的起草过程长达10年，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法制化建设的里程碑。该法对于慈善公益机构信息公开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保证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要求对募款后的项目实施情况也应定期公开。这都与基金会中心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不谋而合。


  2017年9月，国家民政部与基金会中心网签署了《慈善中国信息平台运营协议》，标志着政府机构对基金会中心网多年来努力和成果的认可，基金会中心网也开始正式成为政府的信息服务供应商。


  未来的挑战


  过去几年，基金会中心网主要还是“行业信息披露，公众被动接受”的工作模式，在陶泽看来，这和当下“互联互动”的网络社会有些脱节。“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信息发布形式还停留在‘黄页’阶段。”听起开这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却并非只是如此。正如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何道峰所说，慈善公益行业的现状是“大多数社会组织跟社会公益对象之间的互动依然是居高临下垂直性的，而非基于平等博爱的社会平行互动，因此现有组织社会平行激发的效率不高，公益宗旨不强，资源动员不足”。


  “我们需要不断打破和改善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陶泽认为，“从基金会中心网的角度来看，下一步就是在继续推进透明度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和更好的产品设计把更多公众囊括进来，增进互动和交流。”


  在谈及互联网给公益行业带来的影响时，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认为：互联网打破了媒体的垄断，捐款人和受助人都是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公众的参与感在不断增强，因此对信息反馈的要求也在提高。


  “我们希望未来不仅通过技术和产品设计把公益透明的公众参与度提升起来，更希望通过深度的数据挖掘和运用，推动公众信息自生产，以配合多方共同执行公益行业监督工作，丰富中国公益生态，助力社会转型和发展。”陶泽的表情很坚定，“这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大势所趋。”


  梅双庆子


  基金会中心网的公关经理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学术主编关凯老师亦对本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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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 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4期导言

  创新是一种想法，更是一种做法


  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阻碍社会创新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固有的思维模式、传统的投资路径、文化偏见等，这些因素通常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因此，在社会创新的实践中，创新者需要不断应对这些阻碍和挑战。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用了相当的篇幅，为大家介绍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些著名的投资专家纷纷宣称，世界已经拥有了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成熟应用方案——成本极速下降的高效清洁技术，像太阳能、LED（发光二极管）灯和电动汽车等，投资者和政府应集中力量支持这些可商业化的方案应用。然而，这种论断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会因此质疑资助早期研发的必要性，同时还可能造成另一种竞争，即究竟应该资助哪个阶段的方案。实际上，早期和后期方案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最有效的投资组合，无疑需要关注整个“持续创新过程”，包括从概念构想到商业应用，再到产生广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其构思、开发和应用是一体化的，彼此无法分离。将创新和应用截然分开的做法，显然不妥。在这一点上，本期的专题文章《投资缺口危机拯救地球的努力》认为，慈善投资家们应该保持“投资天平”的平衡，更多地去关注创新的初始方案，从而填补早期投资缺口。


  我们目前广泛使用的测量方式，是基于绩效的问责型测量，它把测量和奖惩联系在一起，关注其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测量能够改变世界吗》一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测量模式——催化型测量，它强调跨界性、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在慈善领域常见的社会创新中，由于多元化的组织背景、不同的相关参与方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清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合适的办法是在测量上下功夫，要使用那些不会简化目标的测量项，从而激发讨论、吸引新的变革参与者，鼓励新的伙伴关系，促进共同探索活动。简而言之，就是要开启对话，而不是让测量终止合作与行动。


  除了合作和可持续性行动，社会创新也可以靠制造议题异军突起。《领域催化者组织如何激发社会变革》一文把靠引领议题而完成社会倡导的组织或机构称为“领域催化者”。领域催化者在应对挑战时，通常都秉承“打赢一场战役”的宗旨，专注做事，而非建立共识和自身的永久存在。文章通过分析“根除疟疾、实现婚姻平等、大幅降低青少年吸烟率”这三个议题的突破性进展，归纳那些完成了人口层面变革的领域催化者的特点、行动策略等，值得借鉴。


  本期的案例研究则把目光聚焦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家庭福利钱柜”上。这个有税收资助的非营利型福利组织，是一种独特的官民合作模式，在哥伦比亚国内有“春城”美誉的麦德林市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种模式是否能持续推动中产阶层的繁荣发展？读者在阅读之后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何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效率问题？不仅是企业，公益组织也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本期的中文特稿将聚焦为公益技工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灵析，看它是如何从一个小流量的志愿平台，逐步升级到引导公益行业创新发展的。


  社会创新从来不只是一种想法，更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做法。做法往往比想法重要得多。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编辑部

  2018年5月


  


  投资缺口危及拯救地球的努力


  作者：斯科特·伯格

  菲奥娜·默里

  莎拉·卡尼

  马力千

  译者：黄伟鸿


  
    为了防止气候变化加剧，我们必须加大对传统资本市场所忽视的初始解决方案的投资。而慈善家们特别适合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加剧，这已不再是一个科学界的争议问题。气候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按目前的排放速度计算，人类的“碳预算”将在2040年左右耗尽。所谓碳预算是指在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前提下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尽管不同程度的气候变暖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但超出这一预算很可能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从而引发不可逆转、危险和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


  数十年来，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企业家们一直都在讨论最佳的解决办法。近年来，光伏发电[1]、发光二极管 [2] 和电动汽车等高效清洁技术的成本急速下降，相关技术的应用也在飞速发展。


  我们为这些成就鼓掌欢呼。与此同时，一些著名投资专家如吉加·沙哈、学者如马克·雅各布森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纷纷站出来宣称，世界已经拥有了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方案，投资者和政府应集中力量支持这些后期方案的应用。这种论断不仅会使人们质疑是否还需要资助早期研发，还会造成早期和后期资助之间的竞争。


  相反，我们认为，对早期和后期方案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最有效的投资组合，需要关注整个“持续创新过程”，包括从概念构想到商业应用，再到产生广泛影响。创新与解决方案的构思、开发和应用一路相伴。将创新和应用截然分离，明显不妥。


  支持早期开发与重视成熟的解决方案二者并举，将能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方案的存量和流量。然而，当今金融市场的投资状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尽管对早期开发的资助至关重要，但资金的流量却低得离谱。


  为了弥补这一资金缺口，我们需要新的融资手段，利用那些能容忍较长开发时间和高风险的资金。慈善家是最适合参与这类融资方式的投资者。


  创新的过程


  研究创新的学者们一直认为，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涵盖了从发明到成果展示，再到商业应用的所有阶段。创新始于大学实验室，最后阶段是技术的普及应用，比如今天的光伏和风能技术的应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阿努尔夫·格鲁布勒及其合作者，将创新定义为“通过设计、测试和改进的（迭代）过程将创意付诸实践”。[3]创新过程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创新的各个阶段都在相互影响。事实上，早期和后期方案的开发也是相辅相成的：应用已有方案时遇到的困难产生了新的问题并为早期研发提供新的动力，而早期研发为应用已有方案创造了新的机会。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商为了攻克开采页岩资源的难关，而促成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发展。再如，在20世纪初期，铁肺是延长小儿麻痹症患者寿命的一种有效方法，但由于被医治者的生活质量不佳，促使人们着手研究疫苗等替代性解决方案。


  反之，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想法，有助于现有解决方案被更快、更有效地应用，开辟新的市场，激发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将钙钛矿晶体（于19世纪30年代首次被发现）应用于光伏发电（于2009年首次被应用）就是这样一个连锁效应的例子。在此之前，钙钛矿已经被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使用铁电钙钛矿的陶瓷电容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移动电话等电子产品。将钙钛矿用在光伏发电上则是意外发现，由于它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的价格，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区分和定义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解决方案：待探索方案，初始方案，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


  
    • 开发的最早阶段是探索，我们将这个阶段的解决方案称为“待探索方案”。待探索方案可能是社会需要或想要的，但尚处于研究和初步开发的阶段。


    • 初始方案是指基本要素已得到研究和验证的解决方案，但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原型设计、测试和示范操作，才可能实现商业规模化和竞争力。


    • 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会吸引那些可获得最低限度公共资金支持的使用者。但是，实现经济竞争力并不意味着创新就此停止。这些解决方案将通过应用研发、规模扩张和边做边学来继续发展。

  


  为了应对气候挑战，我们需要对各个阶段都加大投资。事实上，对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的早期投资，与对可商业化方案的后期投资，不应顾此失彼。世界上关注气候和能源系统的主要组织也赞同这一观点。国际能源署认为，将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并不取决于突破性技术的出现”，但又接着说：“在加速技术开发、降低技术成本或促进市场准入等方面，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4]其他知名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例如，前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茨在论述“清洁能源创新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时指出：“简而言之，我们仅凭目前的技术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5]


  需要更多新方案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回顾了现有的文献，并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经济行业划分绘制了涵盖“创新三阶段”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总表。IPCC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行业分为五类：能源供应，运输，建筑，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工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一次详尽的技术缺口评估，而是要表明某些经济行业目前缺乏一套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全面解决方案。在绘制这个总表时，我们凸显了三个研究领域的实例，该总表进一步表明，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组合策略的重要部分，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阶段需要更多的投资（见7页“表1按创新阶段划分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光伏技术的例子表明，即使在已存在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方案的领域，仍然需要继续投资于创新的早期阶段。在今天的很多市场里，光伏技术的应用被普遍认为即使没有补贴，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过去40年所进行的研发工作[6]。然而，随着市场渗透率的上升，必须降低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才能保持竞争力。[7]因此，许多光伏专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发新的方案，以便让光伏技术继续以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速度进行普及应用。实际上，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光伏技术研究人员发现，“对现有（光伏）技术的改进不足以达成激进的（气候）目标，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最有可能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8]


  
  表1 按创新阶段划分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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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热回收技术是新兴技术的一个例子。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全球浪费了近60%热能形式的能源。许多初始方案，包括热电学、热离子学和整流天线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捕集废热，并将其转换或直接加以利用），有望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过程的效率，并在长期内提高运输和能源供应的效率。这些技术还可能开辟新的潜在应用。幸运的是，有许多新企业正在开发这些子行业的解决方案，包括专注于开发热电的字母能源公司、热离子学领域的斯巴达热离子公司以及研发整流天线技术的红波能源公司，这些初始方案需要大量且持续的经费支持。遗憾的是，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要获得必要的资金确实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最后，负碳技术是一个属于相对未知有待探索领域的例子。许多专家认为，由于排放了太多温室气体，人类面临着无法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目标的风险，因此需要使用负碳技术将温室气体从大气中移除。IPCC指出：“根据有限的技术组合，许多（气候）模型无法产生在2100年实现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约为450 ppm（2度升温）的前景。如果排除或限制BECCS（捕集和存储二氧化碳的生物质能的负碳技术）的应用，就更是如此了。”[9]然而，BECCS几乎没有在商业规模上进行过测试。密西西比州的肯珀县电能项目超支40亿美元，最终不得不砍掉项目中的碳捕集部分。由此可见，在传统发电厂大规模应用二氧化碳捕集和存储技术特别具有挑战性。


  初始方案的资金缺口


  这三个例子表明，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气候变化缓解方面的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没能得到所需的资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哪里可以找到风险资金来支持这些领域呢？我们在下图中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解决方案可获得的资金来源（见9页“图1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从历史上看，联邦政府和慈善家资助了在未知待探索领域的研究。政府也常常资助最早阶段的创新。例如，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提供政府补助金，在风险投资公司之前或与那些公司同时支持研发初始方案。美国能源部通过一个试点项目提供小企业补助券，让创业公司能够与国家级别的实验室合作，并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小企业创新研究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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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私人风险投资是开发初始方案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风险投资已经帮助43%的上市公司完成融资，这些公司的市值占同类公司总市值的57%，其研发经费占同类公司总研发经费的82%。[10]随着技术更趋完善，企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企业合伙对于研发初始方案也至关重要。项目融资、资产融资和公共资本的结合，为可商业化方案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从历史上看，风险投资一直是研发初始方案的高风险新企业最有效的融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诞生并正规化以来，金融界一直认为风险投资是将想法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最理想的私人资金来源。因此，尽管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其他大量的资源，如人力资本、创新思想、基础设施和健全的制度，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风险资本的供给问题。


  虽然创业企业不是将初始方案推向市场的唯一途径，但事实证明，它们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那些与现有解决方案不同、需要在市场上另辟蹊径的初始方案尤其如此。尽管风险资本在此类初始方案开发方面发挥过历史性的关键作用，但今天的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参与与气候相关的创业企业最初阶段的融资。这种风险投资的缺失催生了对新筹资机制的迫切需求，而慈善家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我们查阅了包括软件、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和气候缓解等行业在内的跨领域风险投资情况，梳理出对“清洁技术”的投资额。（我们主要依据康桥汇世投资公司的私人投资数据库，这其中包括截至2015年年底来自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的数据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显示，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投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对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在2010年达到顶峰，占风险投资总额的16%。然而，气候解决方案的风投资金后来急剧缩减，到2015年仅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image: ]


  造成这种大起大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发布能源计划报告《风险投资和清洁技术：清洁能源创新的错误模式》，强调了风险投资一度兴盛的诸多因素，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2007年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的发布，以及由此引起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提高。另外，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力度，例如，布什总统在2008年创建了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随后，风险资本的撤离也是由若干因素驱动的。有一些备受瞩目的破产案阻碍了政治支持，而且让投资者损失惨重，把他们吓跑了。例如，索林佐公司在宣布破产前获得了超过5.35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联邦和州）支持，并融得了近1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此外，2009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提供的资金开始枯竭。该法案提供了“900亿美元的战略性清洁能源投资和税收优惠”，被白宫誉为“历史上单笔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种种因素导致早期投资者在投资气候解决方案方面的回报整体表现不佳。因此，尽管风险投资资金总额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15年为590亿美元），但对低碳技术的资助却在持续减少。


  除了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整体缩水之外，那些开发初始方案的创业公司在融资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投资，即种子轮和A轮融资阶段的投资，对于将初始方案从研究实验室推向商业市场至关重要。与气候变化减缓技术有关的早期与后期投资的资金比例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早期投资资金的绝对水平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这两个峰值之后，绝对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对初始方案的投资占比也徘徊在20%左右（见13页“图2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


  为了探讨哪些子行业获得的资金最多，我们根据IPCC的经济行业划分对投资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近年来风险投资者正在远离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新解决方案，投资资金现在主要流向基于软件或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因此，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气候解决方案的三年平均投资资金，从2004年的峰值58%下降到2015年的19%（见13页“图3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然而，社会需要基于硬件和科技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诸如负排放技术或负碳水泥之类的解决方案等。这一现实使得严重的资金缺口特别令人忧虑。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减缓气候变化需要为新生的硬件或科技创业企业和制造型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对这些新企业的支持并没有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程度。通过将康桥汇世投资公司划分的子行业平移到IPCC的经济行业上，我们可以看到，能源供应等特定经济行业获得了大部分的投资。近年来，在生物燃料和生物材料生产、太阳能制造、风力发电制造、其他发电制造、照明和先进材料制造等领域的风险投资资金大幅减少。尽管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近1/4，但对致力于减少农业排放的企业没有得到任何风险投资（见14页“图4累计机构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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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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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

  


  尽管一些人批评风投行业未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保持稳健的投资组合，但是相关数据表明，这主要不是因为对减缓气候变化缺乏兴趣或不甚关心，而是与如何适当分配投资以满足投资者的历史收益预期有关。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对减缓气候变化初始方案的投资水平很低。


  正如另一个图表（见15页“图5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所展示的，2000年至2013年，对开发硬件和硬科技的企业的投资出现了低回报或负回报。这些结果得到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能源计划报告的证实。该报告回顾了参与清洁技术A轮融资的投资者的回报。研究发现，2007年以后，几乎所有完成A轮融资的清洁技术公司都没能让投资者收回原始投资[11]。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大约50%，这意味着同期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获得好得多的回报。只有那些注重利用现有技术的子行业获得了相当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从2000年至2017年第一季度，所有与清洁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的总回报率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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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累计机构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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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

  


  近年来，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即设在公司实体内部或主要由公司实体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团队，提高了对所有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行业的参与度。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报告，在2015年，企业风险投资者参与了21%的风险投资交易，占投资总额的13% （其余79%的投资来自传统风险投资者）。[12]这些企业风投团队在930轮风险投资中投入了约77亿美元，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投资总额和交易数。尽管这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气候挑战的规模实在太大，这些企业风投无法单独应对，而且它们必须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促进母公司利益的新创业企业。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相一致。


  慈善家的独特作用


  要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持续投资于初始方案，然而这种投资在当前市场上是缺失的。慈善投资者特别适合去填补这一缺口。


  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有可能适合传统风投的方案和需要其他类型投资者（如慈善家）的方案。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过程。它起源于20世纪初富裕家庭进行以科学为导向的私人投资，如今，风险投资几乎都集中于需要少量资本并能快速产生收益的公司。简单来说，如今的风险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脸书、Instagram（照片墙）、Snap（一款照片分享应用）、推特和WhatsApp（瓦次普）等公司，而不是因特尔或3Com（一家数据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13]


  在当今的风险投资市场，我们无法要求传统的风险投资者应该为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气候解决方案提供初始资本。毕竟风险投资行业标准显示，企业希望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超过20%的回报。目前有许多有潜力的清洁技术公司，但只有那些具有适当的发展时间线、技术风险水平、监管环境以及适当的资本要求的公司才能获得风险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资本已经折断脊梁，相反，这只是证明，作为一种高度优化的资产类别，它与特定类型的气候解决方案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当今许多针对气候问题的待探索或初始解决方案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需要较长的技术开发时间线，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示范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往往得不到与类似规模或阶段的技术公司相称的财务估值，或处于过去10年中财务收益较低的子行业。这意味着，无论这些方案在大规模应用时是否有效，它们都可能由于缺乏资金而提前枯萎。


  为了补充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世界需要新的、另类的金融工具，即专门为应对气候问题的未探索和初始方案而创建的一揽子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可以接受很长的发展时间，能够建立营利性公司，容忍不同层面的高风险，虽财务回报预期较低但社会影响回报期望高，并且有大量资金可供支配。


  虽然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捐赠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等附有信托优先受益权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传统风投基金的大部分投资资金，但它们都遵守着“谨慎标准”。因此，投资决策者必须优先考虑保本并维持正常的投资收益。数据显示，该标准将对特定、关键类型的待探索和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投资排除在外。


  慈善领域投资者在设计和支持新的金融工具，减少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初始方案的风险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在美国，这类投资者包括私人、企业或社区的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型公共慈善机构，捐助人指导基金和个人捐助者。2015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总计管理着高达6 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每年捐出去的资产约为500亿美元。仅美国前10大企业基金会就拥有约1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而所有美国企业基金会的年度企业捐赠只有约190亿美元。


  过去10年来，捐助人指导基金（DAFs）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捐助人指导基金拥有约7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每年捐款130亿美元。管理该项基金的800个美国社区基金会，每年从捐助人建议基金发放的130亿美元中捐出约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不涵盖某些重要的慈善者，比如可能不通过基金会或捐助人指导基金捐款的家族办公室、家庭和个人。个人慈善家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美国慈善信托基金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72%的慈善捐赠来自个人。


  这些慈善资产所有者设有跨世代的投资期限，能容忍高风险（传统捐赠对财务回报的预期为—100 %），并将社会成果置于财务收益之上。重要的是，每一个慈善实体都可以选择用慈善资金支持基于市场的营利性方案。它们的选择包括向正在开发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早期营利性企业提供直接股权或债权资金，基金会反过来也可以要求将其慈善支出设为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PRI）。或者，它们可以通过向直接资助减缓气候变化类企业的公共慈善机构提供贷款、股权投资、可收回的补助金、捐赠，从而间接支持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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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是支持这种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明确机制。然而，PRIs在这个领域上一直未得到充分利用。1998年至2014年间，美国基金会中心记录的5 861笔项目相关投资中，只有3%（172笔投资）与科学和工程创新有关。而与气候变化缓解有关的还不到0.6%。在33项与科学和工程创新以及气候变化有关的交易中，有一半以上专门针对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虽然减轻能源贫困是一个关键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明显差异。在过去20年里，针对气候变化科学解决方案的PRIs只有不到15笔，而在这个时期，对初始方案的投资从未显得如此重要。


  我们采访了数十位慈善家，了解项目相关投资和其他捐赠机制为何在支持缓解气候变化的早期方案方面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其中壁垒重重，这些壁垒不仅阻碍了慈善投资者在慈善事业领域运用基于市场的捐赠机制，而且还特别阻碍了他们去支持迄今为止的初始方案。大多数慈善家不知道风险投资与初始方案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有多严重，而且他们通常也没有能力充当连接基础科学和商业影响的桥梁。


  而对那些有能力的慈善家来说，大多数捐赠机构的组织结构并不像风险投资公司。项目获取、尽职调查和条款编制都在他们的舒适区和能力范围之外。遗憾的是，慈善机构几乎不可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在早期气候应对方案研发领域建立投资成功的记录，而且这些人才还要具备在一系列行业投资初始方案的能力。


  最后，重要的是，任何单个的慈善投资者都很难既为特定的投资机会确立“慈善性”，又要遵守管理其捐赠行为的税收规定。再加上早期清洁技术投资的污名，慈善投资界的专家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担心自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今世界的慈善家普遍不愿去填补应对气候变化的初始方案开发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尤其是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口。他们不愿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点必须改变。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为大规模支持初始方案而进行周到细致的慈善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关键手段。现有资产类别由于其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要求，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缺位。慈善家特别适合站出来挑起大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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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高校应该重新设计其核心功能，并培育满足新兴、服务匮乏的市场需求的能力。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转型时期。随着学生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迅速演变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校必须对教育所涉及的那些有关地域、时间和质量的固有假设进行反思。我们期望在未来几年，能够鼓励组织创新、迅速响应需求变化、具备适应能力的新模式将会补充甚至取代高等教育中长久以来的守传统、求稳定的模式。


  为塑造这些重要的新模式，我们需要有一种设计思维。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需要对其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做出结构性的选择。许多产业正同时面临着传统和新兴市场的挑战，高等教育产业尤为如此。几乎所有高校都不愿意在传统和新兴市场之间顾此失彼，因为两者对高等教育实现其社会使命都至关重要。


  我们发现，一种双轨制转型设计策略（dual transformation design strategy)对于同时应对传统和新兴市场尤其有效。在这个策略中有两条路径平行运作：一条路径旨在优化核心组织，令其迅速回应新需求；另一条路径旨在设计和实践颠覆性创新，为组织的未来成长、灵活反应能力和迅速回应能力提供基础。[1]本文将对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实现双轨制转型提出一系列建议。


  本文在参考众多高等院校案例的同时，将重点讨论作者任职的两所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相关实践。这两所高校的共性和差异对我们的案例研究都很重要。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是一所私立四年制教会大学，诞生于近20年前，是对一所寄宿制大专的改制重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则是一所研究性综合公立大学，前身是地区师范学院，如今因为致力于开放教育和提升教学质量，而在全美大学中备受瞩目。


  尽管这两所大学的历史和组织结构不同，但都采用了多样的、看似相互竞争的创新设计模式。两所大学在将“实现所有学生的成功”作为目标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转型，力求不断回应高等教育中的新挑战。


  当科技遭遇“中世纪大学”


  知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现代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欧洲，由学生和指导专家组成的行会发展形成了第一批大学。在当时的体系下，专家将自己积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自治管理和以学科为中心的大学组织设计。


  多年来，大学通过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就足以完成其在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使命，其结果是许多高校仍然采用一贯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来决定教育资源、产出方式以及其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一主流的设计思路有时会驱使高校为追求统一的形式而压制创新。这种压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对图书馆藏书数量的要求、学生的课时安排，以及学位组成要素的规定等。


  到目前为止，这种严谨的标准化体系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高校迅速繁衍扩大并且教育质量也得到了保障。然而，今天的高校更需要的是灵活性和创新性。一些类似质量认证[2]的做法需要避免对狭隘的学术流程的过度关注。过分强调遵守程序可能会限制有益的探索和差异化优势，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质量。


  
    [image: ]

    学生结束每周一次的灵修课，离开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中心。该校通过聚焦于非传统学生而扩大了招生规模

  


  此外，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速的科技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虽然代际科技进步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有，但是过去从中获利的主要是富人。不过改变的时刻即将到来，科技进步带来的效益将会惠及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人。


  社会接纳新科技的能力在不断提高。100年前，电话用户普及到美国10%的人口用了25年，而平板电脑实现同样的市场渗透率只用了5年。[3]个人电脑覆盖美国1/4的人口用了16年，而互联网实现同样的覆盖率仅用了7年。[4]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将新技术融入社会复杂系统能力的提高，我们有了更便利的渠道对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和加工。在过去，行业技能可以代代相传。而如今，预计65%的学童将从事前所未有的工作或职业。[5]有史以来，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将首次在一个生命周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伴随着科技革新的普及，人们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期望日益增长。美布鲁金斯学会[6]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中产阶层人数每年增长1.4亿，至2016年年底总数达到约32亿。而在美国，若以大学升学率和毕业率来衡量的话，富裕家庭仍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自低收入阶层家庭学生的大学入学比例已从1970年的28%升至目前的45%，但这与高收入阶层家庭子女82%的大学入学率仍相差甚远。


  从大学毕业率来看，差距更加巨大：77%来自高收入阶层的学生会在24岁拿到学士学位，相比之下，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中只有9%能够毕业。[7]换言之，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贫困家庭的学生大学毕业率高出约8倍。因此，仅从结构设计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美国民主建设方面能做的贡献十分有限。


  寻求新的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这些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高校若要维持其对社会的价值，就必须大规模地提供全新的教学素材。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引进新的组织设计模式。然而，面对快速的社会变迁，高等教育从业者中的许多人选择去强化传统模式。例如高校投入大量资源，引进高科技来维持传统课堂教学，但却不能有效利用在线和远程学习的独特优势。此外，大学的领导者们选择投资建设校园设施和提升排名来扩大招生，而不是去为那些能给学生带来长远影响力的内容投资。


  我们认为，困扰高校的问题源于在引入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忽略了设计思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首先分开看待传统和新兴市场所引发的挑战，由大学的不同职能分别去承担相应的创新职责。虽然这只是一种思路的改变，却可以为重振核心学术能力提供重要机会，同时也让新组织有可能对被传统忽略或过度束缚的领域展开探索和创新。


  简而言之，我们提出双轨制转型框架(du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旨在鼓励组织从两个彼此独立且联系巧妙的转型路径入手：A路径是对核心业务的重新设计，从而提升教学和研究的能力；B路径是设计出一个回应新机遇和新社会需求的能力。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运用A路径来降低那些无法带来差异化的业务成本（甚至摒弃这些业务），通过对核心教学和研究领域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瞬息万变的格局中保持竞争优势。[8]因此，A路径涉及每个大学所面临的重大选择，无所作为的代价是高昂的。


  相较而言，B路径应该被运作在开发全新的模式和不同的学生市场上。B路径的创新案例包括在线学习、远程教育及其他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的形式。这一类的案例在高等教育行业中不胜枚举，但只有少数高校同时实现了两种转型，其中包括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路径在差异化研究方面的应用


  对研究密集型的大学来说，通过聚焦大学的核心实力，树立据有天然优势的项目，可以带来研究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自从本文作者之一迈克尔·克罗2002年成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长以来，该校的研究经费翻了四倍，是美国大学研究事业投入中增幅最大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增加对研究投入的过程中始终都会考虑自己的“定位”。15年来，大学战略性地提升了在特定领域里的研究能力，这些领域涉及亚利桑那州和凤凰城大区的本地资源，与当地发展息息相关，例如水资源短缺和资源管理、太阳能和热能技术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大学还合并了一些项目和部门，例如将地质学和天文学纳入地球与太空探索研究所，从而创造出新的协同效应。而且，大学还找来重点产业领域的企业来赞助太阳能项目。该项目通过跨学科合作，寻求在太阳能和可持续燃料上实现突破。[9]


  由于实施了设计得当的策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事业得到了显著提升，大学规模从2002财政年度约1.23亿美元扩大到2016财政年度的近5.2亿美元，而大学的师资规模自2002年以来几乎保持不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支出总额在全美724所大学中（除医学院外）排名第十，领先于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对研究的投入，为了强化特色，还特别侧重于应用型的研究。因此，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来说，“定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还涉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寻求独特的主导地位。其他大学也从坚持特色学科主导地位的战略中受益。例如，洛克菲勒大学遵循“科学造福人类”的校训，在生物医学研究及培训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市的杨百翰大学基于当地基督后期圣徒群体对文化和宗教的重视，力争在关于宗教自由、家庭社会科学和扶贫的研究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为研究的差异化制定策略时，一所大学需要根据本校特有的组织条件去评估一个研究事业的前景，而不是在混杂的科学领域里瞎抓乱碰，损耗体力。有了良好的差异化策略，我们得以开展新的探索，使原本资源有限的大学也能在新的学科领域中发挥领导作用。


  A路径在教与学中的应用


  在教学方面，许多大学选择通过提高入学门槛或者将过高的教学成本分摊给学生及其家庭，来应对成本增加以及州政府财政补贴缩水。无论是高成本还是高录取难度，都是用具有排他性的招生标准来缩小生源范围，被录取者几乎都是能够完成学业的。相反，我们认为对一所大学的评价应该取决于它所包容的是哪些人，以及如何改善学生完成学业的机会。


  A路径提倡高校通过创新设计来克服排他性。例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没有选择提高录取门槛或者拒绝难毕业的学生，而是将包容性作为办学定位的核心：该校57%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家中第一代大学生。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些学生完成学业的可能性较小，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90%的学生在大一以后继续学业，68%的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这比全美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


  这一高毕业率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学校为贫困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助学补助（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的学生免学费），完备的学生服务体系；[10]强调通过学习社群加强学生之间的同伴关系；让本科生有机会参与由教师领导的研究（超过50%的本科生参与研究工作）等。[11]河滨分校的例子表明，通过采取与其他竞争机构不同的策略，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来自不同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可行的。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也对教学事业进行了一番重大改革。该校创建于2000年，从名为瑞克斯学院的两年制专科学校成长为一个四年制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爱达荷分校致力于提高教育机会、学业成就和教学质量。在杨百翰大学系统内，爱达荷分校的设计定位在“与姐妹院校不同的独特功能”。该校采用全年三个学期的校历取代传统的大学校历，在保持低成本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扩招。申请该校的学生被分配到秋季、冬季或春季同期班，直到毕业保持不变，每个同期班的学生只需上三个学期中的两个。


  自2000年实行新制度以来，学校的年度招生人数从不到1.5万人增加到3万多人，而每名学生的相对成本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因为每个同期班的学生每年只上三个学期中的两个，总有1/3的学生在某一时间内不在校园里。这一做法在不增建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有效地将校园承载力提升了50%。此外，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学校一样在夏季闭校，而是全年运作。学校一直保持着系统的灵活性，允许学生随时参加在线课程而不受限于学期安排，并为合格的学生提供全年上课的选项以加快毕业进度。[12]


  通过偏重教学的师资队伍和三学期制校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不仅为高等教育机会少、费用高的难题提供了对策，而且能够集中关注学生的教育成效。虽然爱达荷分校实行开放入学的政策[13]，而且有超过50%的学生接受联邦助学资助，该校学生的毕业率一直高出全美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地区的其他高校。[14]此外，该校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方面的能力测试中排在第82百分位，而根据他们的入学水平，他们本来只能达到第65百分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教学划分为四个领域：第一领域属于校园内浸入式学习，3 400名教职人员与7.1万多名学生展开紧密互动；第二领域涵盖由各院系提供的在线学位课程；第三领域提供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即慕课）；第四领域着重“探索式教育”，包括虚拟现场体验、游戏化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科技运用在所有四个领域都得以体现，但A路径的实施重点在第一领域。教学战略的精准实施使得招生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入学人数大幅增长，学生保留率[15]和毕业率也有所提高。例如，2007年启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线咨询平台，运用各类数据点组合来帮助学生管理学位课程进度，并在未能取得进展时自动实施干预措施。另一些创新措施则是结构性的，比如与社区大学合作帮助学生做好准备，提供预科课程和升学之间的无缝对接。通过这些创新举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城区校园的学位颁发数量从2007—2008年的14 444个增加到2015—2016年的18 254个，同时还提升了学校的公众影响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2010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最优质毕业生排名中跻身前五；在2016年“全球大学就业能力调查”中，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前十；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创新评选中排名第一。


  B路径带来的新机遇


  如果说A路径对高校已有的核心职能进行创新，那么B路径的实施则催生了传统学术机构力所不及的全新教育模式。针对非传统学生的在线教育以及科技驱动的新型学习方式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几乎专属于年轻的学习者，但今天，四年制的在校生只占美国本科生的一部分。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统计，在美国上大学的2 000多万本科生中，超过40%的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上，这个数字预计还会上升。


  技术和社会变革也推动了学生中新人群的出现，他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多元的社会经济背景。这其中许多人面临着诸多学习障碍，包括难以平衡学习与工作和家庭义务、高昂的教育成本、交通和后勤方面的困难、缺乏了解教育机会的信息渠道以及针对自身特殊需求的指导等。这些障碍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相应的学习方式，这类学生的学习体验与传统在校大学生完全不同。例如，在职学生给课堂带来的工作经验不仅对传统学生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可能正是课堂要教会他们去面对的经验。


  在具有前瞻视野的院校中，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因围绕在线教育进行重组，进入非传统学生市场而备受瞩目。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成立于1932年，其前身是新罕布什尔州会计和秘书学校。自1995年以来，该校通过建立名为“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的远程学习项目，已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非传统学生市场。该项目启动6年后，吸引了来自23个时区的学生。由于“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的成功，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学生达到了8.5万名。他们还创立了一个非营利附属机构——美国学院，为非传统学习者提供培养职业能力的学位课程。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作为大学的一个分支机构，在致力于服务新兴网络市场特殊需求的同时，通过与大学核心业务的紧密联系来保证质量。这一策略并不少见。即便是一些在在线教育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公立大学，也通过创办专门的机构来聚焦在线学习的新模式和在线学习者的特殊需求。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为来自宾州农村的非传统学生服务一直是该校的办学特色。1998年，宾州州立大学创建了全美最早的在线教育项目之一——“世界校园”，该项目目前提供了125个学位课程、证书课程和辅修课程，从全美50个州和全球50多个国家及地区招收了超过1.2万名学生。[16] 2013年，宾州州立大学宣布，投资2 000万美元来推动“世界校园”的扩建，到2023年计划招生4.5万名。[17]


  和“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一样，“世界校园”作为大学下属的一个独立组织，通过精心设计与其他校内核心单位形成一个整体。“世界校园”取得商业成功和95%的学生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共享”的模式。[18] 当学生注册“世界校园”课程，选择某一科目时，提供该科目的学科可保留一部分可任意支配的收入。这一做法激励了学科去接受并推动“世界校园”的发展，确保注册学生得到与在校生同等水平的支持。近年来，宾州州立大学分校的经营受到农村人口减少和政府拨款大幅削减的威胁，而“世界校园”在实现大学整体的扩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


  面对日渐壮大的非传统市场的各个领域，其他大学则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大学现有体系未能服务到的学生，他们或是觉得自己上不起大学，或是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学业。针对这些学生，爱达荷分校在2009年推出了一个名为“大学之路”的新课程项目，通过提供一年的预科教育，帮助学生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该课程侧重于学习技能和自我组织能力，而非传统的通识教育。该课程并不教授新生英语和数学，而是教他们如何写简历、求职信，以及家庭理财教育。学生通过组建小组来共同学习在线课程，并每周在当地教会以小组形式聚会。虽然该项目在三个试点启动时仅有50名学生，但现在已经拥有遍布在全球500多个地区的数以万计的学生。


  [image: ]


  同样，该校的在线学位课程从一开始就设置了认证课程和准学士文凭，而不是传统大学专注的学士学位。许多参加该课程的学生能更快进入职场，并接触更具应用性的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之路”项目和在线学位课程都是爱达荷分校下独立运营的实体，这可以令它们专注服务在线学生的特殊需求。通过帮助学生在入学前期建立信心，将课程定价为低于每学分75美元，允许学生在当地接受教育等一系列举措，“大学之路”和在线学位课程年度招生规模的总合已经达到3.5万多名，这个数字超过了爱达荷州雷克斯堡主校区每年的总招生人数。2017年2月，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董事会决定创建一个新的机构——“杨百翰大学世界大学之路”，专注于满足这些非传统学生的需求。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B路径的实施跨越了多个教学领域，并在每个领域进一步推进了高等教育创新的前沿。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一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要通过一个叫作“教育＋”的独立实体来对相关领域进行协调。在教学的“第二领域”中，传统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通过在线的方式提供。自2009年成立以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线”（现由“教育+”管理）已经从拥有5个课程、不足1 000名学生，发展成拥有超过100个全程在线课程、近2.6万名学生。教学设计者将教师的专业知识与在线求学者的特殊需求联系起来，并对出现的特殊机会做出迅速、规模化的响应。例如，通过与星巴克的创新合作，该校有望在2025年之前为25 000名星巴克员工或合作伙伴提供学位。[20]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学的第三和第四领域进一步在高校创新的前沿进行探索。该校在第三领域的主要尝试包括全球新生学院，这是一个庞大的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并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非营利项目edX建立了合作关系。和提供完成结业认证或证书的慕课平台不同，全球新生学院是第一个提供正规大学课程学分的机构。全球新生学院将课程收费定在一个面向全球学习者的适中价格：每学分不超过200美元，而且学生在完成课程后并且对选修课学分有需求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学分费用。第一批注册前10门课程的人数超过了35万。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学的第四领域致力于探索式教育。与大公司的研发部门类似，该领域旨在认识、整合和塑造最新的技术驱动型学习方法，包括尝试开发游戏化学习、适应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平台。例如，大学教育中心参与推动了第四领域的一个项目——“沉浸式虚拟现场体验”。该项目使用数码照片、视频、卫星和地图技术来采集科学家在现场考察的经验，并通过交互工具与学习者分享。对高校扩大招生人数、提高学生和学习路径的多样性来说，这只是许多潜在方式中的一种。


  一个新时代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被巨大的社会经济挑战以及历史性科技进步所影响的新时代，复制传统和标准化的做法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设计思维为大学提供了一个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提升大学的适应力，使其既能兼顾传统，又能回应新兴市场的需求。尽管设计思维和战略性思维常常成对出现，但如果一个组织缺乏全方位应对问题的有效设计，再多的战略也于事无补。


  那些甘冒双轨制转型风险的高校领导者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应对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未来图景。他们必须正视质疑、反对和惰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让他们在这场迟来的改革面前摇摆不定。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但也是充满机遇的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必须勇于接受挑战，为建设更好的大学、更好的高等教育、更好的社会建立创新设计模式。


  
    克拉克·G·吉尔伯特（Clark G.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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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追踪并记录各种事物的能力日渐增长，形形色色的测量也纷至沓来，诸如学前班儿童入学率、房价、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等，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应该花些功夫，弄清楚如何让这些测量更加有效地改变复杂的社会体系。

  


  人们常说，“有量化才有落实”。这句俗话道出了测量的本质，它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一种干预现实的方法。这种认为测量具有转化力量的信念尤其能够解释，为何政府、非政府以及私营机构每年都会耗费巨资，来开发和维护各种测量并公布其结果。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各机构用以评估和改善内部绩效的自我监测，或者衡量一项新型社会服务的效能所做的随机对照试验，也不讨论旨在更好理解消费者行为的数据挖掘。这些都属于一个已被广泛探讨的重大领域。


  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更大的范围为了追踪甚至推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对测量的运用。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有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例子，如腐败感知指数、可持续治理指标、国家卫生安全准备指数等[1]。除了指数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数值，比如高中毕业率，就是一个用测量来督促学校和学区恪尽职守、砥砺奋进的例子。


  人们已经而且会越来越关注如何用测量来促进变革。这是因为我们追踪、测量和分析各种事物的能力在与日俱增。价格低廉的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无线连接、移动设备等都与互联网接通，数据的收集日益便捷。此外，性能更高、价格更低的电脑及数据存储设备也让分析这些日新月异的海量数据变得更加容易。与此同时，政府、慈善家、政策制定者、推动社会变革的机构都越来越需要进行测量和记录，以便帮助自己进行决策和调整行动。


  关心数据的收集和测量的运用固然理所应当，但是，对于测量如何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才能产生“实效”，人们却很少问津。有关测量的科学研究对此基本上不闻不问，而是热衷于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并把测量的行为学影响视为“对测量的反应”，即一种必须尽量缩小的导致测量错误的根源。[2]


  这便是一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案例。测量理论多半关注的是如何找到精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测量项。这固然重要，但资助方、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创新者也需要能够指导如何运用测量来改变社会的指南。


  我们在为强生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挑选推进“健康文化”的测量项时，也努力回答“测量如何支持体系的改善和创新”这个问题。本文旨在分享我们在此过程中的心得，并试图发起一场关于如何运用测量促进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对话。[3]


  我们关于测量和健康的心得


  强生基金会的“健康文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20年社会变革愿景。它的基本想法是，要想改善美国最顽固的健康问题——包括高额的保健开销仅换来平庸的健康成效——就必须用新思维来处理生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解决各行各业如何分配与健康相关的资源的问题。为实现这一愿景，强生基金会和RAND（美国兰德公司）合作，做了文献回顾，并与一系列相关社区携手制定行动框架，为在全美和各个社区实现“健康文化”愿景提供结构和细节。该框架包括四个行动领域：让健康成为一种共享的价值，培育改善健康的跨领域合作，创建更加健康和公平的社区，加强卫生服务和社会体系的融合。


  这四个行动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三种变革驱动力，每种驱动力又对应2～3个全国性的测量项。现在共有41个测量项，很快还将发布仅含35个测量项的精简版本。这些测量项有的衡量健康后果（例如慢性疾病导致的本可避免的住院治疗或残疾），有的衡量消费者对卫生服务的获取和体验（例如健康保险的给付，以及与酗酒、吸毒或心理健康相关的服务的获取）。


  但是，大部分测量项是针对能够促成健康和生活品质改善的因素的。许多测量项都旨在凸显非传统伙伴对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例如，通过早教入学率这一测量项，人们发现，上过学前班的孩子更有可能完成学业，继而找到工作，获得较多收入，从而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另一些测量项意在描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例如某一基于普查的测量项显示人们对社区卫生保健的投资情况的评估），以及人们对社区事务参与的程度（例如选民参与度）。


  行动领域、驱动力和测量项合在一起，能够大体显示（但不可能完全列出）需要不懈的行动、投资和关注的重点领域，以便创造在美国铸就“健康文化”所需的各种系统，并且促成必需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模型通常是公式化的、固定的和结论性的，而行动框架则具有内在的灵活性。因此，这些测量项并不旨在为具体的行动开出药方，而是旨在激发讨论、催化合作、推动政策。这些测量项被公示于“健康文化”的网站上（www.cultureofhealth.org）。


  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测量理论确实让我们能够窥见测量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潜力，这是通过问责型测量来实现的。我们先来回顾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提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催化型测量”。


  问责型测量


  或许，最广为人知的问责型测量就是“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它是把测量和奖惩联系在一起。在一些案例中，测量和奖励措施所关联的是人们所期望的结果，例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或学生考试分数的增加。如果成效难以观察，测量就可以和短期行为挂钩，人们认为这些短期行为可以带来长期成效。在健康领域，举例而言，医生的奖金有时和临床服务品质挂钩，如某种风险群组中接受特定循证治疗的病人比例。人们希望，临床实践的普遍改进，能给整个体系带来成本和品质的显著改善。


  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背后有一个简单的变革理论，即假设不论人还是机构都是趋利（奖赏）避害（惩罚）的，他们会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只要奖励的设置和系统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这种系统就能够带来绩效的改善。


  但这一简单的理论有赖于对测量环境的诸多乐观假设。首先，必须要有办法向目标个人或机构发出奖励信号。当存在明确分工和等级关系（例如在资助方和受资助方之间）的时候，这是最容易的。这在市场环境中也行得通，因为官方信息会指导消费者决定从何处以及要不要购买某项产品或服务。例如，美国有一些州开发了品质评分和改进系统，让消费者可以获知有关日托中心服务品质的测量结果，并据此决定要把孩子送往何处。[4]然而，社会创新日益涉及复杂的系统，不同领域及行业的个人、网络和机构在其间相互作用。此时，想让行为和系统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奖励机制的设计就变得尤为困难。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还假设存在一种学术性或实践性的知识，可以借以区分哪些行动是要鼓励的，哪些行动是要劝阻的。如在临床医学领域，通过大量证据将具体的疗法和措施与健康成效相关联（例如，给心脏病发作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能降低心脏病再次发作的概率），绩效测量项得以确定。但是，某些重要方面的大规模社会创新项目，例如“健康文化”，往往涉及一些证据基础十分薄弱或刚刚开始积累的领域。


  举例来说，有数量可观的证据显示，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因素与健康行为的流行状况相关，并进而关系到诸如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样的健康后果。但是，关于如何创造和维持使得整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获得改善的条件，确凿的证据就比较难以收集。部分原因是，个人的、经济的、制度的因素犬牙交错，去中心化的治理体制也相当复杂，人们关于健康的感知和评估更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5]


  即便在那些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的成熟领域，将测量和奖励挂钩的做法也可能导致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结果。早在1956年，著名期刊《行政科学季刊》在发刊号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绩效测量的不良后果》的文章，探讨了附带奖惩的绩效测量如何导致不利于机构整体绩效的偏颇决策。


  最近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显示，一部分这样的意外结果的出现，是因为奖励往往会触发心理的、社会的和组织的反作用。例如，来自杜克大学的丹·艾瑞里和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及多伦多大学的同事一道，邀请一群受试者玩一些强调创造力、记忆力和运动技能的游戏，他们将玩家分为获得低、中、高不同等级奖金的小组，结果发现最高等级的奖金实际上有损于玩家水平的发挥。[6]


  上述研究者认为，奖励机制会触发其他心理机制。首先，这可能会削弱人们的主动性，因为把绩效设计成一种奖励体系，暗示着这项任务并不是人们乐于从事的，必须要靠奖励吸引人们参与。其次，这可能有损信任感，因为奖励机制的设计（或许在无意中）暗示着并不相信别人原本就能胜任此项工作。这些研究者发现，奖励机制更适合那些具体的、不那么概念化的任务。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创新在本质上恰恰需要每个人和各机构协力攻克并不存在现成对策的新问题。


  催化型测量


  和奖励挂钩的问责型测量确实有效，但仅限于在某些条件下。此外，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机构常常是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运用测量，并期待借此能够改善体系。因此，为制定一种能够培育并监测“健康文化”进展状况的测量策略，我们需要找到新思路来讨论如何用测量来确定一些非奖励性机制，这种机制应该既能让测量有助于变革，又能具备完整的社会科学证据。


  我们确定了四种这样的机制：目标的设定，问题的设计，通用术语的创造，场域的变换[7]。这四种机制都更强调跨界的具有催化功能的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我们把这种新思路叫作“催化型测量”。


  目标的设定 | 设立和公布一个测量项，就可能引发一种心照不宣的期待，即这个测量项代表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当该测量项是由某一知名度高、公信力大的机构所提出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许多非营利机构都定期公布筹款的总体目标和进展情况，假定只要将明确的目标公之于众，就能够促使人们捐献更多的款项。致力于男女同工同酬的组织也定期公布测量的结果，旨在曝光问题，并鼓励企业增加女性员工的报酬。


  以这种方式运用绩效测量是司空见惯的做法，而且有大量的案例可以支持这一主张。但就我们所知，尚且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公布测量结果和导致行为改变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不过，却有来自实验室和实境田野研究的证据显示，目标的设定在个人及群体层面上可能会如何起作用。


  马里兰大学的埃德温·洛克教授和多伦多大学的加里·莱森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他们的结论是，目标的设定会使在体系中工作的人们更为专注，更有动力，更能坚持，并且能激活已有的知识，从而可以帮助个人改善绩效。[8]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原理，我们看一下“家庭保健开支”的例子。这是全美“健康文化”的测量项之一。这个测量项首先旨在引导人们对家庭保健开支这一问题的关注，继而期待能够动员变革力量为降低家庭的负担而采取并坚持有效的行动。在本文写作时，这一测量项并不包括具体的指标（具体的开支负担水平），但是该测量项所暗示的目标却有着清晰的指向（开支负担的降低）。


  相比奖励而言，设定目标可能不那么立竿见影，尤其是当迫切需要创新的时候，例如任务非常复杂，或者缺乏如何完成该任务的诀窍。这意味着与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任务相比，在那些简单易行的任务中，例如废纸回收，设定目标的做法更可能获得成功。


  不过，文献也表明，在复杂任务的目标下，可以设定一些难度较低的阶段性目标（将远大目标化整为零）和学习性目标（获取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技能），这样就比较容易落实。在“健康文化”的测量项设置中，我们没有采用像“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宽泛尺度，而是采用了“住房负担”（具体来说，就是住房开支占收入五成或以上的人口比例）这一测量项。这就比空泛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加具体，更可操作。


  问题的设计 | 测量是一种简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系统中的某些方面而略去其他方面。虽然测量的这种“简化”倾向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聚焦却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类似“健康”这样的复杂体系。换一个角度看，测量项（以及一系列的测量项）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设计”问题。“设计”是一种心理捷径（往往和情绪化的联想相关），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借此确定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关注，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有何联系，以及与这些方面相关的“利弊”权衡。[9]


  对问题的设计是“健康文化”的测量项可能造成的一个积极影响。实际上，“健康文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启发人们用新的方式来看待健康，包括形成一个新的观念：影响健康的因素远远不只是美国传统上所定义的“卫生部门”，例如医院和诊所。


  举例来说，“重视物质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互依性的影响”这一测量项，就旨在追踪这种意识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进展。该测量项来自强生基金会“全美健康态度调查”中的一个问题。2015年的这项调查发现，仅有34%的成年人相信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包括他人的行为和社区的状况）对个人的健康具有影响。我们希望这一测量项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这种关联的存在，并鼓励人们看到，重视社区中传统上认为与健康无关的因素，亦能影响健康与福祉。[10]


  “健康文化”的整套测量项的设计，是为了改变个人、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哪些因素会影响健康的观念。那些不熟悉健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子的人们可能会惊讶于图书馆、选民和义工参与度、社区政策的制定乃至住房的负担程度都是“健康文化”的测量项之一。纳入这些测量项的目的正是为了让读者形成这样一种问题设计，即健康与福祉不仅仅取决于发生在诊所和医院里面的事情。


  通用术语的创造 | 问题的设计为测量赖以促成变革的第三种机制提供了基础：为讨论创造通用术语，让个人和机构更容易看到事物或行动的共性，或至少有足够的相似之处可以进行比较。


  例如在车辆事故调查领域，诸如“认知错误”“决策错误”“操作错误”等简明扼要的测量类别提供了通用术语，让行车的当事各方能够在每年数以万计的交通致死案件中区分出具有共性的类型，并让人们能够就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展开明智的讨论。[11]这样做能够促进指向共同目标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也是在处理类似“健康文化”愿景所包含的大规模社会性和系统性变革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测量也可能剥离了太多的背景信息，从而在将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简化为可对比项时过犹不及。以对学生成绩的测量为例，批评者抱怨分数不能反映学习过程的一些重要方面，还掩盖了存在于学校和社区当中的重要差异。但这样的简化也让人们看到，个别学校、社区或其他身份所遇到的问题是具有共性的，因此这些问题或许源自一个更大的系统瑕疵。这种方式能够凸显人们的共同利益，暴露问题的普遍性，并且帮助人们通过社交网络与其他社区的个体建立联系，最终会促使个人增强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举例来说，有证据显示，发布临床护理品质的测量结果可以鼓励医师向得分高于自己的其他同行寻求改进建议。还有许多例子表明，在关于大规模系统性变革的辩论中，绩效测量数据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方面的指标，例如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关于现行经济政策利弊的讨论有重要影响，并常常为新政策的出台提供基础。同类相比的做法也引起了竞争，因为消费者更容易在提供同种产品的厂商当中“货比三家”。这正是各种消费者排行榜的初衷，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就影响着大学在同类院校和招生数据中的声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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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文化”中，对健康的价值共享处于核心地位，而测量为不同社区提供了通用的讨论健康因素的方式。例如，“受慢性疾病影响的失能调整生命年”[13]为讨论所有社区中个体的若干健康状况（如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提供了一种通用方式。“不好的童年经历”这一测量项也有类似效果，一系列的童年创伤（被忽略或者身体、言语或性的虐待）会对不同人群中所涉个体的健康造成长期影响，而这一测量项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长期影响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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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域的变换 | 一个问题如何在行动者当中被设计和被讨论，对于该问题用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地方被解决可能造成影响——这就是场域。政治科学家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和布莱恩·琼斯在他们关于“政策意象”和“政策场域”之互动的研究中对此做了探讨。[14]政策意象就像是一些设计，有助于人们定义关于问题成因和出路的主导性信念，也有助于区分所谓“好”或“坏”的各种解决方式。场域则是出台关键决策的制度性“地点”（例如国会委员会、市政厅、法院和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以及导致这些决策的游戏规则（例如多数原则、先例原则、对收益—成本标准的应用等）。


  要理解场域，可以看看鲍姆加特纳和琼斯如何追溯美国核电站管理制度的发展史。最早的核电站管理机构——原子能委员会对核电产业是友好的，并为“倡导核能的企业、政治和技术精英们”大开方便之门。而当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雇员开始传播对安全存疑的数据时，批评家便跻身关于核能安全的公众辩论当中，有效地打破了原先的政策垄断。这致使原子能委员会被核能管委会所取代，后者是一个更加重视安全的机构，并由一系列被动员的成员来参与对核能扩散的审查，由此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意象或设计的改变支持了场域的改变，而场域的改变又支持了设计的进一步改变。


  而要理解场域是如何运用测量的，可以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法学院排行榜对法学院的影响。在对法学院管理人员和教职人员的深度访谈中，社会学家迈克·索德发现，通过向潜在学生和其他人群宣传这些排名，法学院内部的制度性权力之平衡发生了变化，和提升学院排名直接相关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预算，为了管理排行榜中学院的形象，法学院还改变了职务描述并设置了新的组织结构（场域）。[15]


  我们为“健康文化”所选择的许多测量项都是专门设计的，以便将新的行动者引入关于健康的讨论，并将新的场域引入与健康相关的决策过程。例如，表面上看，“青少年接触不健康食品广告的状况”这一测量项（基于“尼尔森媒体研究”的数据）寻求的是估算以儿童为目标的不健康媒体信息的流行程度。然而，这一测量项的弦外之音乃是促进卫生、传媒、食品和饮料行业之间更有力的合作。因此，这种合作的情况有助于改善该项的得分。


  同样，“美国企业对社区和经济发展、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贡献”（企业在健康领域的领导力）这一测量项的设置，是为了鼓励企业参与健康领域。而“与卫生和保险机构、州和地方政府及社区组织结成正式联盟的医院比例”（医院伙伴关系）这一测量项则旨在鼓励医院和各种社会服务机构及社区组织开展合作。


  测量的“社会外围”的重要性


  我们提出这四种机制的目标，是鼓励更加深入的讨论以优化测量项的设计和选择，尤其是在奖励机制无法施行或者并不适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其中暗含的最重要的提示是，测量的开发者不仅要考虑测量本身的技术特点，还需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考虑测量将被用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组织语境。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就何种环境与何种测量的搭配提供具体建议。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在目标、因果关系、角色分工都清晰的情况下，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不失为追踪和激励进步的一种有效途径，并能确保主要的行动者心无旁骛，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环境因素的忽视仍会导致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结果。


  然而，在常见于慈善领域的开拓性举措中，因为更广泛的组织背景，或者对类似“健康文化”这样的大局之变的兴趣，人们往往很难确认清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更适合使用那些不会简化目标而是会激发讨论、吸引新的变革参与者、鼓励新的伙伴关系、促进共同探索活动的测量项。简而言之，就是要开启对话，而不是结束争论。


  遗憾的是，在测量理论与实践中，测量和信息的社会制度语境，在大多数时候都沦为了边缘地带，人们往往仅关注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问题。诚然，必须坚持把有效而可靠的标准测量规范作为一切关于绩效测量之讨论的重点——毕竟，把系统的变革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认识之上，无疑是危险的。


  然而，对作家约翰·西利·布朗和保罗·杜吉德所称的测量和信息的“社会外围”的忽视[16]可能会使测量的潜在功效大打折扣，而我们的社会对测量的开发和维护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开启一场讨论，以探索如何将社会语境的影响问题从测量实践的边缘地带转移到核心位置。我们期待这场讨论能够热烈展开，并催生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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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催化者组织如何激发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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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绝疟疾，实现婚姻平等，大幅降低青少年吸烟率。为了应对这些艰巨的社会挑战，可能需要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去放大许多参与方的努力。这些幕后催化者的宗旨只是打赢一场战役，不是自身的长久存在。但是，它们正在引发大规模人口层面的变革。

  


  纵观当代的所有重大社会变革努力，我们会发现，取得成功的过程有时候就像一条陡然下降的抛物线。就拿全球在消除疟疾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为例：疟疾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从1980年开始以每年3%的速度持续上升，仅2004年一年就夺走了180多万人的生命。然而，从2005年开始的10年间，全球因疟疾死亡的人数下降了75%，这一惊人的逆转是全球卫生史上最伟大的拐点之一。


  扭转疟疾死亡率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大范围分发防虫蚊帐。不过，有一家名为抗击疟疾合作组织（Roll Back Malaria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BMP）的中介机构组织，协调各个合作参与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立于1998年的RBMP从未治疗过任何患者，也没有提供过一床蚊帐或一罐杀虫剂。通过建立全球利益相关方系统，RBMP的工作横跨了消除疟疾的各个领域，包括提高公众意识、汇总和分享技术信息，以及筹措资金。


  自2000年以来，这一合作已经挽救了600多万人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RBMP是取得如此辉煌成果的首要功臣。但是有证据表明，RBMP所建立起来的创意市场和行动框架，为在消除疟疾领域实现突破打下了基础。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全球卫生政策和倡导副主任戴维·鲍文表示：“RBMP一直是消除疟疾领域的信息中心、啦啦队和技术顾问。RBMP所搭建起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小型的团体和资助方来说非常有帮助，这不是体现在提供资金上，而是在资源连接上。”


  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越来越认识到，单个组织无论规模有多大，抑或战略上如何成功，都无法规模化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组织之间的协作。此时需要引入RBMP这一类的中介机构，作为倡导和行动的一个枢纽站，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面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些“领域催化者”乃是那些正在兴起的领域建设型中介机构中的一种。它们帮助各方汇聚足够的力量，提升一个领域，使之跨越临界点，实现彻底的变革。


  领域建设者的作用


  10年前，詹姆斯·欧文基金会委托桥幅集团进行一项调查，主题是如何才能激励那些在特定领域致力于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去实现可衡量的、影响大规模人口的系统性变革。


  在对教育领域的领导人进行了60多次访谈的基础上，桥幅和欧文基金会于2009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强劲领域的架构》的报告[1]。该报告重点介绍了构成一个真正生机勃勃的领域的五大组成部分：立足于同一领域的自我认知，有章可循的实践标准，基于可靠研究之上的知识，推动一个领域发展的领导力和基层支持，充足的资金和支持性政策。


  在该报告发表7年之后，我们发现，资助方仍在苦苦寻觅如何建设一个强劲领域的方法，而非营利组织仍然踟蹰于是否应该将业务拓展到提供直接服务之外的范围，抑或如何延展中介机构的功能，与其他行动方一起去实现影响深远的社会目标。[2]这些问题敦促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实现大规模人口层面的变革方式，并审视领域建设型中介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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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知道领域建设型中介机构至少有三类。


  “能力专家”：它们为所在领域提供一种类型的专业支持。例如，我们所在的桥幅集团就是一个能力建设专业组织，旨在帮助社会部门加强管理和领导力。


  “本地主链”：它们是集合影响力的支柱。它们将区域性利益相关方联合在一起，共同推动进程。“Strive伙伴”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该组织通过连接辛辛那提的商界、政府、非营利组织和资助方，一起来改善从摇篮到大学的教育成果（2011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一篇备受瞩目的文章对此有详细介绍）。[3]


  “证据—行动实验室”：它们承担一系列职能，帮助利益相关方扩大循证解决方案。阿里阿德涅实验室和品格实验室是两个范例。前者旨在为重病护理创造规模化解决方案，而后者则致力于推动儿童性格发展的科学和实践。


  2016年年末，我们调查了15个旨在实现大规模人口层面变革的领域，从中发现了第四类中介机构：领域催化者。这类组织试图帮助多个行动方实现共同的且影响广泛的目标。[4]它是其他类型中介机构的近亲，可能几十年来一直都默默无闻。


  领域催化者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领域的变革都需要一个催化者。有时，一个单体的成功就足以颠覆整个领域。例如，芝麻街[5]将早期儿童教育推向了全球，极大地影响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龄前儿童教育电视节目的发展。[6]但是，在我们的经验和研究中，像芝麻街一样能够影响一个领域的例子非常罕见。


  相反，领域催化者却并不少见。它们有四个共同特点：


  
    • 注重实现大规模人口层面的变革，而不是简单地去扩大某个组织的规模或干预措施的范围。


    • 影响他人的行动，而不是自己直接行动。


    • 专注于做事，而不是建立共识。


    • 宗旨是打赢一场战役，而不是自身的永久存在。

  


  我们还发现，领域催化者往往喜欢保持低调。这很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私营部门起作用的方式，在那里，许多参与方的间接行动最终会使社会受益。催化者通常在公众视野之外，以微妙的方式来强化其他行动方迈向目标的努力。（如果领域催化者想要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利益相关方就可能把它们视为竞争对手，从而失去影响。）有时候，它们在幕后做出的努力并没有被人察觉。


  在我们调查的15个领域中，有4个领域仍在努力争取实现大规模人口层面的变革，3个领域还刚刚兴起，但是，还有8个领域切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这8个领域都有领域催化者。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产生影响的唯一因素，但其存在方式的一致性是惊人的。事实上，这8个领域中的催化者都出现在领域发展的拐点。


  我们在3个领域中发现，催化者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一个领域是平等婚姻权的实现。2002年，美国没有一个州向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2010年，一家名为“婚姻自由”（FTM）的催化者组织将其业务范围扩大到了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整个领域。同年，禁止同性婚姻的州数达到最多的41个。婚姻平等运动在接下来的5年里蓬勃发展。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各州合法，而此时已经有37个州为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


  第二个领域是减少青少年吸烟率。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中生吸烟率上升到接近37%。1995年，“无烟青少年”运动正式启动，并将运动目标明确定位为降低青少年吸烟率。两年后，美国青少年吸烟率开始逐年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9.2%。


  第三个领域是减少青少年怀孕。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每1 000名青少年中就有50名生育，而到了199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0多名。1996年，“全美预防青少年怀孕和意外怀孕”运动启动了。它通过与娱乐媒体和宗教组织合作，来进行公共宣传。到2016年，美国青少年怀孕生育率下降到每1 000名青少年中有20名生育，仅在2005年到2007年之间略有反弹。


  这3个催化者组织和我们找到的另外5家高效催化者组织在规模上参差不齐，年度预算从400万美元到7 300万美元[7]不等。但无论规模大小，它们所具有的冲击力都远远超过了其体量。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没有哪一家催化者组织可以独自邀功，它们也不会那么做。正如“无烟青少年”运动的创始人比尔·诺维利所说的，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在这些葡萄园里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


  无论领域催化者组织以何种方式产生，它们都可能会遇到一些独特的考验，包括：如何赢得资助方和服务提供方的信任；如何对变革发生的方式有深层次的理解，保持足够的灵活度来满足该领域不断变化的需求。如果一个催化者想要克服已知和未知的障碍，就必须在做出一系列抉择时深思熟虑，并建立起相应的独立技能。


  领域催化者的思考


  领域催化者在思考如何选择目标的过程中非常自觉。它们的思考在三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大部分社会变革组织。


  首先，它们会思考如何在其领域实现大规模人口层面的变革，无论该领域是否处于脆弱、碎片化的状况。催化者对建立一个组织或扩大干预规模没有兴趣，正如商业管理作家吉姆·柯林斯[8]所描述的，它们专注于实现一个“大胆刺激的目标”[9]，例如根除脊髓灰质炎，或者彻底消灭无家可归者问题。领域催化者不会急于寻找“答案”，它们总是先问：“我们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将要一起工作的利益相关方是否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的理解？”


  在一次关于系统变革的TED演讲中，慈善家杰弗里·沃克提出了一个观点，“远离无所不知是一种本事”（not knowing all is a skill) [10]。处理一个复杂的、系统规模的挑战可能需要一个“初学者的心态……将你所知道的和利益相关方所知道的重新构建成一个共同愿景”。催化者所定义的愿景或使命既要有足以赢得利益相关各方拥护的雄心，又要具备可以测量其成果的清晰度。


  吉姆·克里格博士是西雅图公共卫生部慢性病与伤害预防部门前负责人。当他第一次想到要在预防肥胖症方面扮演一个催化者的角色时，他很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美国肥胖儿童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三倍多。仅仅将使命定位为“减少肥胖症”还不够清晰。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许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多次对话，并查阅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克里格博士决定将“营养”作为聚焦点，专注于影响美国人食物选择的上游食物环境。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摄入76磅（约34.5千克）糖。减少美国人对含糖商品的过度消费已经被证实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目标。克里格于2016年创建了一家名为“健康食品美国”的组织，在致力削减美国人食用糖的消费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其次，领域催化者会去制定实现变革的路线图。在确定一项使命时，催化者会去寻找那些正在致力于前景看好的解决方案的组织。催化者会绘制该领域的全景图，查找资助方、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营利性组织、社区网络和其他重要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催化者开始为推进共同目标绘制战略路线图。


  2003年，当“婚姻自由”加入实现婚姻平等权利运动的大潮中时，它只是一个“幕后的游说者和召集人……以及资助方顾问”。[11]但两年之后，在更多的州禁止同性结婚的情况下，这家组织承担起了催化者的角色。它领导制定了一个战略路线图，要在15至25年内实现一个颠覆性的、可衡量的目标：同性伴侣在美国各州的婚姻合法化。


  FTM协助召集10家LGBT组织[12]的领导人起草了一个路线图——“赢得婚姻：我们需要做什么”。该战略聚焦于一个温和的、可实现的目标，该目标被称为“10/10/10/20”:在15年中，确保10个州同性婚姻有法律保障；10个州达到“准婚姻保障”，如同性婚姻民事结合；10个州至少获得更多的有限保护，例如家庭伴侣关系法；20个州在对LGBT人群的态度上发生根本变化。路线图不仅提出了推行该计划的策略，还提出了在美国50个州展开运动的指导原则。


  随着情况的变化，催化者及其盟友们对路线图进行了中期修正。在第一版战略路线图没能预见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同性婚姻已被裁定为合法的情况下，又投票通过了“8号修正提案”，将婚姻关系重新限定于异性之间。[13]但是路线图确立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协作模式，并最终实现了突破性的变革。事实上，在我们看到的8个最成功的催化者组织中，大多数催化者都通过制定战略路线图来澄清关键挑战，确立取得成功的步骤。


  领域催化者所谋划的第三件事就是如何才能够集中利益相关各方的力量。领域催化者们刻意选择去服务，而不是去领导利益相关方。高效的领域催化者的领导人往往拥有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所称的“5级领导力”，即“谦逊品格与专业意志的矛盾混合体”[14]。这需要领导人在刻意克服自我意识的同时，坚韧不拔地抗击不可避免的挫折。正如一位领域催化者的领导人所说的：“深入人心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耳语的影响力，而不是成为变革中被瞩目的主角。”


  另一家叫作“社区解决方案”（Community Solutions）的催化者组织发起了名为“10万个家园”的运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为10万长期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寻找永久性住房的运动。该组织的主席罗珊娜·哈格蒂在运动发起时明确表示，“这一运动本身比任何一家组织都重要。”然而，培养“谦逊的精神”并不那么容易。


  在“10万个家园”运动的早期，哈格蒂的团队在全美晚间新闻上抛出了一个故事，引起人们对解决长期无家可归者议题的关注。但在报道的最后，社区解决方案成为英雄，而当地组织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提及。该运动的沟通策略负责人杰克·马奎尔说：“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吸取了教训：媒体还不习惯这样一种新型的报道方式。这类故事中有许多英雄，而不仅仅是一个。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新政策：如果媒体报道中必须在社区解决方案和其他参与组织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组织。”


  通过将荣誉归功于他人，催化者建立起了口碑以吸引其他利益相关方。催化者组织下一步要做的是集合各家服务提供方，为此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将资金引入这个领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因为像领域催化者这样的中介机构往往缺乏资金实力。但是有证据表明，催化者可以调动以前不可能触及的资金来源。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收集、分析并分享那些显示出有高潜力投资机会的数据。“10万个家园”运动就是这么做的。


  与社区解决方案相比，联邦政府以及慈善家们才真正掌控着安置长期无家可归者的资源。哈格蒂认识到，最大的挑战在于把这些资源引向那些最能够受益的人群。她的团队根据无家可归者的健康情况创建了“脆弱性指数” (Vulnerability Index)，这个数据丰富的健康指标首次清晰展示了哪些无家可归者暴死街头的风险最大。这么说吧，如果一个流浪汉在过去1年中去过3次医院，那么指数就会提升给他提供住处的“处理意见”级别。这个创新的工具帮助社区解决方案引导了资金流，尽管它并没有试图去控制资金。


  社区解决方案采取了类似的方式与全美186个社区合作：为社区提供数据，并向它们提出了可衡量的指标——每月为2.5%的长期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哈格蒂说：“明确的目标帮助我们重新调整资源，并在某些情况下吸引到新的资金。”其结果是：经过4年的努力，“10万个家园”做到了名副其实。这并不是说中介机构应该把社区解决方案作为变革的蓝本。每个有抱负的催化者都要确定自己的方法来激发它的领域。然而，通过详细记录本地服务组织迈向“10万个家园”这一延伸目标的进展情况，并使其绩效数据透明化，社区解决方案帮助建立起了发展势头，并释放出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突破性的变革。


  领域催化者的行动


  要将催化者的“思”与“行”分开绝非易事。像所有变革努力一样，在调研学习、绘制路线图、召集相关方和制定战略转移直到全力执行时，总会有决定性的时刻。领域催化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努力引向颠覆性变革，是因为它们在以下三件事情上表现出色。


  第一件事是通过填补一系列学科的关键性“能力缺口”来帮助这个领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随着该领域的发展和新需求的出现，催化者常常需要判定和填补领域技能的空白。因此，催化者的角色范围跨越了传统的组织边界。它们需要开展研究，启发公众意识，评估该领域的优势和劣势，推进政策，向服务提供方提供技术支持，收集、分析并共享数据，等等。


  前文所提到的“全美预防青少年怀孕和意外怀孕”运动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帮助利益相关方通过儿童福利的视角，而不是道德的视角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一全国性运动使用数据而非教条来证明，预防青少年怀孕可以避免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儿童贫困、虐待和忽视。这一全国性运动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包括：


  
    • 与媒体结盟。这一全国性运动已经成为MTV广受欢迎的《16岁和怀孕》节目的幕后顾问。在该节目首播后的18个月里，青少年怀孕生育率下降了5.7%。


    • 为青少年创建相关资源。2013年，这一全国性运动启动了Bedsider.org网站，在这个信息中心可以了解到现有的每一种避孕方法。


    • 为有色人种社区搭建宣传渠道。在社会影响力机构“价值伙伴关系”和全美著名宗教领袖们的支持下，这一全国性运动创建了一个在线工具包，帮助黑人教会的领袖与他们的会众谈论青少年怀孕和意外怀孕。


    • 汇集并分享知识。麦肯锡公司的一项评估认为，这一全国性运动是美预防青少年怀孕的主要信息资源。


    • 为该领域筹集资金。2015年，这一全国性运动在“确保联邦政府每年1.75亿美元用于青少年怀孕项目的预算”的努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5]

  


  有效的催化者不必在上述所有领域都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是，正因为催化者能填补关键能力的缺口，才有可能在生殖健康领域里形成一种势头，推动青少年怀孕率降到美国历史低点。


  领域催化者擅长的第二件事是它们能够吸引多个资助方。那些帮助激发某个领域内突破性变革的组织，会获得口碑，并赢得足够的信任，从而影响该领域的其他行动方。这两个特点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域催化者具有可信性的最可靠的迹象之一是它能像“社区解决方案”一样去引导资金流，却不控制它们。领域催化者会针对自身的资金需求有意识地利用几个来源。


  刚起步时，催化者很容易主要依靠单一资助方。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催化者之所以能够去支持其他利益相关方，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自己可以服务于整个领域的利益。有了多个资金源的支持，催化者就可以证明自己不会受任何单一参与者的影响。在高成就的催化者中，排名前两位的投资者投资总额不到其总资金的一半。“无烟青少年”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由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独家创建的，但很快吸引了其他资助方。


  20世纪90年代，美国青少年吸烟率从27%上升到37%。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时任主席史蒂夫·施罗德对全美一半的高中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吸烟者感到震惊，他向理事会提出投入大量资金来应对青少年吸烟问题。理事会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 基金会一定要引入其他参与方来支持这一倡议，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要在财务上做出贡献。施罗德吸引了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参与进来，它们与基金会一道组建了“无烟青少年”运动。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投资相比，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的财务贡献很小。尽管如此，该运动前首席执行官比尔·诺维利认为，有更多的资助方可以让利益相关方“感觉这是公共卫生事业”，而不只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一个项目。


  如今，盖茨基金会、彭博慈善基金会、联合健康基金会和CVS健康基金会都是支持该运动庞大资助团队的一员。过去10年，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对该组织的贡献已经少于总募集资金的一半。[16]对无烟青少年运动来说，资金来源与其独立运作和服务整个领域的能力息息相关。借助广泛的资金基础，该组织帮助将青少年吸烟者的比例降至个位数。


  领域催化者可以像无烟青少年运动一样组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有自己的理事会，这样更容易获得资金，也有助于推翻催化者是“资助方的宠物项目”的成见。并非所有成功的催化者都以独立实体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研究的所有催化者都有多个资金来源。


  这些领域催化者做得好的第三点是，它们广泛听取意见，但只在一个小团体内做出决策。催化者们能与解决问题的任何人一起工作。在获得口碑和信任的基础上，领域催化者会征求许多人的意见，但将决策限制在人数相对较少的范围内。采取磋商而不是共识驱动的方式，领域催化者可以对新的发展迅速做出反应。


  在社会领域的协作中，管理拥有决策权和无决策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古老的挑战。根据贝恩公司的研究，“超过7人的决策组每增加1个人，决策的效率就会下降10%”。[17] 此外，很多倡议没有能够延续其影响力，原因在于没有将关键人物的意见纳入决策。成功的领域催化者有能力达成平衡。


  史蒂文·菲利普斯博士现任RBMP和消灭疟疾(Malaria No More)理事会成员。在21世纪初，他着手帮助他的雇主埃克森美孚公司了解如何减轻疟疾对该公司在非洲地区员工的威胁。菲利普斯把重点放在当时被视为这一领域顶梁柱的RBMP上。但在菲利普斯看来，RBMP的“权威性尚不清晰，而且相关的争论已经沦为不同资助团体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18]菲利普斯从埃克森美孚、盖茨基金会等处筹集了350万美元，聘请波士顿咨询集团来改进其组织的效率。[19]


  通过与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合作，RBMP建立了更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流程。RBMP已经公布了它的新方案：“2016—2030年击败疟疾的行动与投资”战略路线图。RBMP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寻求支持。但必要时，RBMP会独自制定战略。即使它仍然对其他参与方问责，但它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问责制和自主权之间的紧密连接使RBMP更有动力摆脱集体决策思维方式的束缚。


  释放你所在领域的潜力


  对任何正在考虑建立一个领域催化者的组织来说，挑战可能是令人生畏的。你如何审视一个复杂的领域，来找出实现突破性变革的空白？如何去间接地影响许多直接行动方？肖恩·博恩在为一家叫作“成长之年”（Year Up）的组织制定增长和影响力战略时提供了一些答案。


  “成长之年”帮助雇主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已经挖掘了17 500多名青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博恩说：“我们注意到机会青年数量正在增长。”所谓“机会青年”(opportunity youth)是指既无学业又无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或学习培训的机会。当2000年年底“成长之年”成立时，这类年轻人有300万之多。如今，这个人口翻了一番。


  核心问题在8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当时“成长之年”将其组织使命从“缩小（青年与雇主之间）机会鸿沟”改为“弥合机会鸿沟”。博恩指出：“仅仅提供服务本身并不能弥合鸿沟，但它可以确保我们所有人参与的事情成为新常态。”博恩与长期合作者艾丽丝·罗森布卢姆一起，说服资深同事孵化一个催化型中介机构，旨在与企业合作打开未被开发青年人才库的通道。


  作为第一步，博恩和罗森布卢姆的团队围绕如下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为什么针对机会青年的市场是破碎的？供求之间的根本障碍是什么？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团队围绕着能影响更多青年的更大目标制定了一个联合伙伴战略。


  这个团队围绕“三个P”制定了战略路线图：一是认知(perception)，即改变关于机会青年的消极刻板印象；二是实践(practice)，即制定策略，促使企业不拘泥于应聘者的背景，而专注于其能力；三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借以建立激励机制来创建这个新的人才市场。通过路线图的制作，博恩及其盟友明确了一点，虽然他们会把重点放在所有三个关键领域，但“改变雇主、教育者和培训实践是最关键的”。


  随着团队开始推出自己的想法，“成长之年”遇到了每个直接服务型组织向中介型组织转变时都可能会面对的问题。正如博恩所说：“当你谈论这个领域的时候，人们认为你只是在自我推销，这让你处于有点尴尬的境地。”


  他们的解决办法是自身不留下任何印迹。2014年，“成长之年”从尚在孵化的中介机构启动了第一个项目：一个名为“生活毕业生”的全美多媒体公共服务运动。该运动旨在改变雇主对数百万无法获得有意义的职业和教育机会的年轻人的看法。其总体目标是激活一个由雇主领导的运动，为全美青年创造职业生涯道路。


  项目启动3年后，博恩相信“生活毕业生”正在悄然受到欢迎。该项目通过媒体吸引了超过8 100万美元的捐赠，其中包括在福布斯网站上的“生活毕业生”博客。但是，博恩的乐观精神却被一个冰冷的现实所冲击：社会领域部门经常把通过复制达成的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混为一谈。其结果是，催化者发现很难为能引发真正变革的作为筹到资金，因为复制仍然是人们在实现广泛变革时的主要思维定式。博恩说：“社会部门的大部分仍然把关注重点放在组织上，而若要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只能通过注重系统变革的领域催化者的努力才能发生。”


  如果在应对一个社会挑战时，投入了20年的工作和资源，“却依然只有2%的市场渗透率”，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景？正如博恩所看到的那样，社会部门必须解开将规模与系统性影响力缠在一起的死结。为了在21世纪的新挑战中取得可衡量的进展，我们需要的可能恰好是领域催化者这一“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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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的家庭福利钱柜


  作者：巴勃罗·梅迪纳·乌里韦

  译者：江璐


  
    60多年来，哥伦比亚的“家庭福利钱柜”为麦德林市从困境走向复兴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和社会服务。这一独特的官民合作模式是否能够持续推动中产阶层的繁荣发展？

  


  那是8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有“春城”美誉的麦德林和往常一样晴朗而温暖。我在一座叫作“回廊”的殖民时代建筑里见到了塞吉奥·雷斯特雷波。回廊始建于1803年，是方济各会的修道院。7年后哥伦比亚宣布独立，修道院后来被耶稣会改造成学校，再后来又成为警方运营的技术学院。2008年，回廊被“家庭福利钱柜”（Comfama，简称“家福钱柜”）接管，由雷斯特雷波负责大楼的改建工作。


  雷斯特雷波带我参观了院内通向邻近教堂的秘道和盘旋式楼梯。他时而向我描述改建后的样子：在这里要建一个通往附近大楼的连廊，并要开一个露台咖啡厅；那里的教室要扩大，会有更多的展示空间；一楼深处还要有一个演出区域，舞台正对着大门。不过，雷斯特雷波还在等待有关当局的建筑改造许可，同时他正在起草一个重振麦德林中心城区的方案，中心城区是麦德林治安最差的地区之一。


  非营利组织“家福钱柜”已经有63年历史，是麦德林兴衰的见证者。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直到20世纪初才从一个小矿业城市发展成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都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因巴勃罗·埃斯科巴[1]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和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而臭名昭著。20世纪90年代，左翼游击队、右翼准军事集团和哥伦比亚政府之间频频爆发的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很多都逃往麦德林。但过去10年，麦德林重振雄风，赢得模范城市的赞誉，成为商业、创新和旅游中心。


  对哥伦比亚第二大省份——安蒂奥基亚省的许多居民而言，家福钱柜俨然已经成为社会福利的代名词。家福钱柜是哥伦比亚特有的一家非营利合作社组织[2]，该组织的资金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个人所得税。正如其字面“福利钱柜”（a caja de compensación)所表述的那样，哥伦比亚的雇主将员工工资的一部分缴纳给该福利体系，员工可以选择加入其所在地的任意一家合作社。只要员工正式在编，雇主持续向福利体系付费，员工及其家属就可随时随地获得合作社提供的所有服务。


  加入合作社的员工可享受财务、教育、工作、娱乐等多方面的福利。合作社兴建医疗中心、休闲公园、文化中心、运动场所、游乐园、健身房、理疗中心、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组织社会公益活动和社区活动，通常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多数情况下则对会员免费。


  雷斯特雷波为回廊勾勒的宏伟蓝图颇具家福钱柜特色：拥有宏大、充满希望和乐观向上的愿景，但同时又必须面对一个刚刚摆脱内乱、实现复苏的国家和城市的严峻现实。家福钱柜正在通过增加服务、招纳成员、筹集资金，努力向基础设施薄弱甚至缺乏法制的地区扩张，还要确保组织联系紧密并充满凝聚力，这无异于是一场豪赌。


  在政府和社会部门里，有些人认为让民间机构管理公共资金不合时宜，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避免公共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腐败现象滋生的良方。家福钱柜的员工则对未来信心满满。尽管家福钱柜在哥伦比亚人心中的地位已经不可或缺，它仍然制订了雄心勃勃的10年规划，积极扩大其在整个区域的服务范围，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麦德林和安蒂奥基亚省严峻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一合作社体系依赖于一个特殊的法律税收许可规定，虽然目前没有生存之忧，但仍需要向政府和市民反复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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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福钱柜的Arví公园里，一家人享受共处时光

  


  合作社的诞生


  家庭福利钱柜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家公积金合作社。“福利钱柜”这一体系始创于1954年，当时麦德林的一群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安蒂奥基亚辛迪加”的大型企业集团（后来该集团改名为GEA），与当时刚刚成立的全国企业协会、安蒂奥基亚省铁路联盟一起创办了一个福利基金，用于改善工人生活，进而帮助他们提高劳动能力。


  麦德林当时还是一个保留着20世纪气息的、闭塞的采矿小镇，尚未完全实现城市化的转型。除了天主教会提供的服务以外，大部分麦德林人都缺乏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福利基金应运而生，由此而设立的“安蒂奥基亚省家福钱柜”（Caja de Compensación Familiar de Antioquia）负责提供这些服务。


  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党派之争席卷全国。1953年，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在两党党首的支持下成功发起和平政变，希望用军队的力量结束政治杀戮。皮尼利亚军事专政试图推动各种社会改革，首次尝试建立全国家庭福利补贴制度。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精英的不满，1957年5月，皮尼利亚被迫辞职，由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临时军政府继续进行改革，计划在一年内让自由党和保守党重新获得权力，两党则同意每四年选举一次总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军政府制定了一项至今仍然有效的法律。该法律扩大了皮尼利亚时期家庭福利补贴计划的范围，要求企业必须将雇员薪酬的4%缴纳给国家健康和养老基金体系，以资助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种合作社。哥伦比亚现在有43个合作社，大多活跃在特定地区。例如，家福钱柜只在安蒂奥基亚省内运作。这些合作社已经向多元化发展，涉足教育、运动、健康、创业、娱乐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哥伦比亚官民合营的合作社模式经历了数十年社会动荡的考验。然而，随着哥伦比亚终于摆脱内乱，迈向成功，该模式是否能帮助人们脱贫、为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带来社会福利还有待观察。


  积极向上的家庭理想


  在家福钱柜位于里约城的新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负责医疗卫生服务的副主管戴维·埃斯科巴。Ciudad delRío是麦德林的新街区，高楼林立，餐厅、商场一应俱全，新落成的麦德林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坐落于此。这里已经成了麦德林的企业总部基地，包括哥伦比亚最大的银行Bancolombia的总部。附近的建筑都被当地人称为“el barco”（“船”）。家福钱柜的新办公室就占了好几个楼层，可通往绿化露台、健身房和健康中心。


  埃斯科巴一身青年白领的装扮，礼服衬衫没打领带，也没穿外套。他虽然有一点白头发，却洋溢着青春与活力。对埃斯科巴而言，不管家福钱柜的业务多么多元化，其初衷是始终不变的。他指出，组织章程的第一条就是：“家福钱柜旨在通过团结协作，帮助改善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生活。”而在他看来，改善的不仅是物质生活，还包括生活的品质。


  他补充道，家福钱柜的使命不仅是维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福祉，还要帮助他们进入中产阶层，获得稳定的收入，实现幸福生活。为此，改变当地人的创业观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能老是说自己穷，要相信哥伦比亚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埃斯科巴对家福钱柜愿景的比喻恰到好处：“我们要巩固、壮大安蒂奥基亚省的中产阶层，我们希望他们和辛普森一家[3]截然相反，是有觉悟、自由、劳作、快乐的家庭。”虽然这四点听起来很空洞，但在埃斯科巴的领导下，它们已经成了合作社的基石。几乎每个与我交谈过的家福钱柜参与者都反复强调这四点，这四点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指南。例如，家福钱柜的住房部副主任奥尔西尼告诉我，家福钱柜建经济适用房不仅是要让人们住得起，还要营造社区氛围、消除不平等，让家庭过上更幸福充实的生活。埃斯科巴说：“更健康的人才能更幸福。”


  不过，对家福钱柜理念阐述得最好的是我在工人聚集区阿兰胡埃斯遇到的一位老会员。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她和丈夫30年前就申请了家福钱柜的住房补贴，现在已购买了两套房产，还把三个儿子送去上大学。她说，靠着家福钱柜，她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但这一成果来之不易。20世纪80年代，阿兰胡埃斯是“Los Priscos”犯罪团体的根据地，并很快成为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和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所在地。1993年，巴勃罗·埃斯科巴被刺杀，但这一区域仍然非常贫穷且动荡。为改善这一情况，家福钱柜收购了中心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并将其改造成会员服务中心。


  家福钱柜贯彻“让所有成员都能在任何一家服务中心获得同样的服务”这一宗旨，在阿兰胡埃斯兴建了图书馆、游泳池、幼儿园、金融机构、剧院、教室以及各种运动设施。我们参观的时候，有很多当地的小孩在水泥篮球场上为舞蹈节排练舞蹈，我见到的会员还定期过来读书或者上网学习，很多年轻的父母也把孩子送过来上双语幼儿园。


  会员特权


  合作社会员能够得到贷款、教育、工作和娱乐等方面的福利。合作社不仅兴建医疗机构、娱乐公园、文化中心等基础设施，也组织很多公益活动，如文化活动、体育培训、创业工作坊都对社区开放，居民只需要缴纳很低的费用就能参加。


  会员可以免费享用合作社提供的部分服务设施，其他服务则根据会员的收入水平给予很高的折扣。家福钱柜的服务分为四档：最低的为A档，针对收入不超过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两倍（140万比索，合506美元）的会员；B档针对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水平四倍（290万比索，合1 013美元）的会员；C档针对收入为最低工资水平四倍以上的会员；D档针对非会员。


  Tutucán Rionegro是家福钱柜在安蒂奥基亚运营的六个游乐场之一，门票价格最低2 600比索（合0.89美元），最高22 800比索（合7.83美元）。全家人可以在风景旖旎的公园里享受一顿美好的野餐（允许自带食物），还可以去玩跳楼机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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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钱柜为企业雇员和个体户提供车载设备游览省外的唐马蒂亚斯

  


  我去Tutucán的时候参观了建造在山丘上的仿19世纪安蒂奥基亚古城，这里还有扮演市长、牧师、小丑的演员。“大广场”上挤满了等待观看演出的游人，很多著名的喜剧演员都是从这里成名的。游乐场里有花园、草坪和静谧的湖泊，还有连接着铺了鹅卵石小径的过山车。有的游客到这里是为了摆脱城市的喧嚣，拥抱大自然，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玩耍。此外，家福钱柜还组织中学生来这里听科学家讲课。


  此外，家福钱柜还提供学龄前教育，对收入较低的会员家庭免费。家福钱柜提供从游泳到烹饪等各种课程。（毛利西奥·莫斯奎拉是家福钱柜的宣传主管，他表示，家福钱柜运作着安蒂奥基亚规模最大的瑜伽教室。）这里还组织艺术展、工作室，也有以贫困学校学生为对象的电脑教室。


  家福钱柜还在各地兴建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它与地铁部门合作，鼓励市民利用上下班时间阅读。家福钱柜在地铁、电车和缆车站内设立小型图书馆，供乘客查阅书籍和上网，还在车站内放置专门为该项目印制的平装书，以方便人们在上下班途中阅读，下车的时候归还。


  家福钱柜还提供主要用于就业安置、住房补贴和失业保险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低息贷款，并与建筑公司合作，为会员建经济适用房。哥伦比亚所有工薪阶层每个月都必须缴纳国民健康和养老金，这为家福钱柜的服务提供了资金来源。家福钱柜还帮助刚失业的人缴纳这笔钱，或帮助其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而这些只是家福钱柜为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冰山一角。


  维系社会的纽带


  经过几十年的动荡之后，麦德林终于有了起色。很多商家进驻麦德林，这里也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家福钱柜正试图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家福钱柜通过长年服务，在维系麦德林的社会纽带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爆发次贷危机时，家福钱柜是住房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即便如此，麦德林仍然问题重重。


  2017年，麦德林的失业率高达10%，高于全国9%的平均水平。此外，麦德林有14.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以下是指月收入低于241 673比索或82.64美元）。虽然这一数字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年底为28%），但仍让人忧虑。


  麦德林与哥伦比亚大多数大型中心城市一样，深受农村地区武装冲突的影响。根据麦德林市政府的统计，在2017年该市的250万人口中，有20%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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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在服务中心学习机器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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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参加社区内“你的价值”项目

  


  随着城市底层人口数量剧增，他们受教育、找到正式工作的机会更加渺茫。


  哥伦比亚国内的难民安置问题是一个巨大难题。家福钱柜区域服务负责人爱德华·哈拉米略表示，家福钱柜试图扩张到安蒂奥基亚省受内战冲击最严重的一些地区，来改善当地的社会福祉。“大多数人在这里都只能找到临时的工作，因此几乎无法通过征税来建立所需的基础设施。但家福钱柜正试图帮助当地企业走向正轨，让员工享受成为合作社成员的福利。”


  面目模糊的庞大网络


  家福钱柜庞大的项目、产品和服务网络覆盖了整个麦德林。然而，公众对其具体业务情况却知之甚少。麦德林和周边城镇的居民没有不知道家福钱柜的。但是，也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它究竟具体提供什么商品和服务。


  我采访的大多数麦德林居民对家福钱柜的印象是公园（2016年共接待230万人次，麦德林总人口为630万）、福利补贴和折扣。家福钱柜将其在安蒂奥基亚的34家超市卖给了波哥大一家积极扩张的连锁超市Carulla。作为达成交易的条件，超市每周一对家福钱柜会员提供折扣。因此，很多居民以为家福钱柜是开超市的。


  当地主流杂志《哥伦比亚人》的编辑比亚蒂兹·梅西亚也深有同感。“我知道它很有社会责任感，并组织多样的文化活动，但家福钱柜需要改善机构传播的方式，否则大家都不了解它在做什么。”梅西亚的部门帮助家福钱柜重新发行了它的机构刊物。但她仍认为家福钱柜可能存在宣传推广方面的问题。


  2016年1月接任家福钱柜主任的埃斯科巴则有不同的思路。他说：“有时人们把我们提供的服务当作理所当然。”但他也希望，随着服务项目的增加，能够赢得更好的口碑和知名度。他表示，改变要先从组织内部着手：“甚至我们的员工都觉得，既然那么久都做得那么好，何必还要去改变什么呢？员工首先要改变这种心态。”


  鼓励创业


  埃斯科巴的前任玛丽亚·雷斯特雷波主管家福钱柜21年。她注重家庭观，将其视为连接会员、服务提供方和服务三者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埃斯科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以开放的心态紧跟市场潮流，比如接受不在工资名单上的自由职业者入会。


  埃斯科巴曾在市政府公共部门任职，他还曾领导过一家为小型家族企业服务的小额信贷公司，因此他既懂城市管理，也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埃斯科巴认为，家福钱柜的定位“不仅是一家福利组织，更应该是一个赋权平台”，通过将人与服务、员工与企业、人才与机遇、想法与市场联系起来，帮助家庭过上更美好而充实的生活。他认为开放市场对中产阶层而言意味着机遇，家福钱柜能通过组织各种创业计划，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利用开放市场。家福钱柜计划在麦德林新打造的创新区Perpetuo Socorro，再成立一个创新加速器。


  在麦德林附近的小镇拉塞哈，我见到了几位得到家福钱柜创业计划帮助的小企业主。卡洛斯·瑞堂说，他生产鳄梨油的创业想法正处于起步阶段，令他头疼的是只要注册公司就要纳税，当然，倘若克服了这些困难，他就能向家福钱柜和工会缴纳工资的4%，并享受其相应福利。


  2017年，家福钱柜还与麦德林商会合办了名为“成长有可能”（Crecer es Posible）的孵化器项目。商会企业发展部的负责人黛安娜·蒙托亚表示，该项目是为了让小企业主能够逐步进入正规市场，他们准备好之后可以自愿加入。她的同事萨布里纳·博哈尼妮补充道，作为与家福钱柜联手打造的重点项目，正规化不只是登记注册，小企业主可以通过培训，提升技能，打入新市场，这反过来也有助于确保合作社的可持续性。


  此外，家福钱柜还发起了一些创业项目，如旨在帮助环保企业的绿色创业计划和帮助文化初创企业加速发展的创业计划。家福钱柜为有创业想法、经专家评审小组审议通过的个人或企业提供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专业咨询和培训。


  创业者可能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加入合作社系统，因此这一项目也向非家福钱柜会员开放。该项目旨在帮助创业者成功创业，为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做贡献。目前，安蒂奥基亚省通过该计划受益的创业者有近600名。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那些既没有学历，也没有工作的群体的“人才培养”计划。家福钱柜与市政府合作，为这些人群免费开放研习班，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或者拿到文凭。家福钱柜甚至提供“面试服装津贴”，帮助其购置面试用的正装。


  弥补市场失灵


  哥伦比亚人对合作社系统予以肯定。政府管理合作社的相关部门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会员对全哥伦比亚43家合作社中的41家给予好评，认为其提供的服务“不错”或“特别棒”。合作社在很多方面帮助国家填补空白，如为工薪和中产阶层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兴建公共图书馆，提供住房补贴和商业贷款等。


  但也有批评的声音。企业向合作社系统支付员工薪酬的4%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税收，而仅是一种为本企业员工提供福利的“特殊捐赠”，有人觉得这笔钱没有必要花。少数企业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抨击这一强制手段不利于创造就业。另有来自社会发展部门的人士抱怨合作社代替政府履行职能，催生了一些成本高昂，却缺乏监管和责任心的中介机构，牺牲了真正需要服务的人的利益，而让那些中产和上层阶层获益。


  实际上，政府监管还是存在的。1969年成立的家庭补贴管理局就负责管理合作社，但却深受诟病。比如，2017年管理局主任格丽塞尔达·雷斯特雷波（现哥伦比亚劳工部部长）就因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而受到猛烈攻击。但管理局的监管也曾发挥过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监管局就发现合作社过于关注娱乐和体育活动，要求其提供更全面的社会福利。


  对家福钱柜社会服务部长路易斯·佩雷斯而言，合作社系统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非常“良好、积极”，它能“找到、分析并纠正市场失灵”。佩雷斯也同意埃斯科巴的观点，即合作社应该努力巩固中产阶层，只有这样才能更多造福于社会。


  
    [image: ]

    市民在家福钱柜Arví公园的颜色集市上放风筝

  


  企业界的主流声音也支持合作社系统。哥伦比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Nutresa集团CEO（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加列戈就对家福钱柜赞不绝口。“家福钱柜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家合作社，对说服麦德林的企业给员工发放合理工资、加大投资以改善员工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加列戈还认为，家福钱柜对于维护城市对社会创新能力的重视、助力企业实现员工教育、文化和医疗等相关项目至关重要。他表示，这仅是家福钱柜重要性的冰山一角。家福钱柜及其他合作社都是创造正规就业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与家福钱柜的未来息息相关。


  为未来融资


  埃斯科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家福钱柜的会员、员工和业务项目在勇于接受改变的同时，保持该组织存在60多年的根基不变。为此，他需要确保会员的满意度，不断创造新的项目来吸引更多企业和会员加入，还要让企业和公众认可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4%的投入是值得的。


  作为家福钱柜的主任，埃斯科巴对由5名企业界代表和5名工会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则对由家福钱柜会员组成的总会负责。这些会员向指导委员会提出建议，由指导委员会制订计划、主任负责执行计划，满足会员的需求，同时保持组织的财务稳健。


  非营利性质的合作社以改善员工福祉为目标。这对企业有利，因为更快乐的、受到更好教育的员工，其家庭也就更和睦、更有希望，员工的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改善。但资金从哪里来呢？目前，家福钱柜有75%的收入都来自企业缴纳的员工工资的4%，相当于每年6 946亿比索（合2.352亿美元），其余的资金主要来自家福钱柜收取服务的贷款利息和费用，尤其是医疗服务，占其年收入的11.2%。


  不过家福钱柜正努力改变现有的财政结构：一方面是对其经营理念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埃斯科巴表示，家福钱柜运营的项目应在财务上更加自立。另外，要实现增长，就必须大力促进正规的就业（即能够合法雇用工人，雇主就会依法纳税），才能让更多企业和员工加入合作社体系。为此，合作社制定的目标是截至2027年，把主要集中在麦德林区域的110万会员增加到安蒂奥基亚全省的200万（家福钱柜现在84%的会员都分布在麦德林的市中心区域）。


  这项任务充满挑战。虽然包括麦德林及其周边地区的正规就业率达到全哥伦比亚最高水平60%，但安蒂奥基亚省其他地区的表现则令人忧心。位于该省东北部的巴治只有3%的正规就业率。倘若家福钱柜能实现增长目标，埃斯科巴预计10年后年收入能够达到4万亿比索，合13亿美元。


  除了拓展会员资源，家福钱柜的“2027收入”计划也是为了防止合作社再次遭遇政府改制带来的风险。2015年的全美医改旨在彻底革新医疗保障的基础设施，提供全民医保。今天，全民医保在哥伦比亚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基本人权，而合作社以及其他医疗运营商因为被禁止拥有医疗设施而陷入困境。家福钱柜不得不出售其拥有的医院和医疗设备，近30%的资产缩水。


  虽然家福钱柜仍然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但不得不大幅削减服务内容，包括提供手术和长期护理等。同时，家福钱柜还通过与营利性医疗运营商Sura联盟，来提供更复杂的医疗服务。这次危机的影响波及大部分合作社，为此家福钱柜试图通过与其他合作社之间的相互提携来提供更多服务，实现增长。规模最大的合作案例就是对安蒂奥基亚省乌拉瓦地区Zungo公园的翻修与接管。该公园位于哥伦比亚与巴拿马接壤处，是受哥伦比亚内战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公园的物业所有权属于哥伦比亚建筑协会的家福钱柜，这家机构在医疗改革实行后差点倒闭。


  区域服务主管爱德华·贾拉米洛表示，该公园和其他针对欠发达区域的规划有助于推动正规就业、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对实现2027年的扩张目标也将起到关键作用。


  存续六十余载，未来拭目以待


  很难想象，倘若没有家福钱柜和其他合作社，麦德林乃至安蒂奥基亚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可以肯定会更糟糕。家福钱柜兴建基础设施，在最艰难的时期向公众提供服务，即便面临经济危机，仍然没有中断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提供。家福钱柜还让底层人群有机会接触到教育和文娱活动，为没有公共空间概念的社区提供运动和锻炼的场所。


  合作社无法解决哥伦比亚的所有社会问题，也不奢求能够解决。这个由企业资助、为员工造福的系统应该被视为政府用来消除贫困、打击不公、创造社会福祉的途径之一。


  然而，即便合作社的功能有限，仍难免争议不断。哥伦比亚有1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产阶层并非政府的首要关注群体，但他们的福祉一直是国家复兴的晴雨表。过去10年，哥伦比亚的贫困人口减半，中产阶层人口翻倍。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有更高的服务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运转、社会不断繁荣发展。而这种发展也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很好的溢出效应。


  倘若家福钱柜和合作社系统没有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它们也无法存续60多年。虽然很多合作社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医疗改革危机，但家福钱柜似乎一直保持稳中求进。随着家福钱柜不断进军农村市场，势必将成为创造就业岗位、开展文化活动、提升社会福祉的一支主力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巴勃罗·梅迪纳·乌里韦（Pablo Medina Uribe）


    常驻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记者、作者和翻译家。他的报道涉及政治、体育、文化等，在美国、哥伦比亚、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均有发表。乌里韦目前是网站Stereotheque的一名编辑

  


  
    [1] 巴勃罗·埃斯科巴曾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7大富豪之一，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嚣张的毒枭。——译者注，下同

  


  
    [2] 智利也有类似的社会福利组织体系。

  


  
    [3]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是美国一部成人动画情景喜剧。该剧通过展现虚构小镇“春田镇”的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描绘了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幽默地嘲讽了美国的文化、社会、电视节目和人生百态。

  


  


  360度综合发展


  作者：埃沙·查布拉

  译者：张超


  
    印度非营利圈内各自为战，而故土基金会致力于打破这种局面。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场会议上，故土基金会(Swades Foundation)的工作人员阿南德·帕特尔坐在20位农户对面。他们最近开始了一项实验：不再分别照料各自的碎片式稻田，而是在故土基金会的指导下共同耕种一片12英亩（约73亩）的集体农场。他们采用滴灌法，种植售价比稻米高得多的蔬菜。在当地，每英亩的稻米仅能获得大约200美元的收益。而他们最近收获的苦瓜，每英亩能带来大约200 000卢比（约3 000美元）的利润。


  当我问他们，是更愿意各干各的，还是一起干时，农户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一起干”。这套体系结合了他们各自的优势：有的人擅长到孟买卖菜，其他人则更擅长耕作。他们的确也有一个共同目标：让孩子们回归农业。和印度的许多农村社区一样，年轻人流向城市，以谋求更高的工资。“但如果我们向孩子们证明，种地也能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就会愿意回来。”一位农户这么说，其余的人点头表示同意。


  故土基金会既帮助农户实现他们的目标，也帮助那些希望在农场之外获得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该基金会在当地的一个中心提供为期两个月的课程，教授实用技能：焊接、电工、接待，甚至银行和金融服务。故土基金会的经济发展总监钱德拉·谢卡尔·高达说：“在村子里，我们听到的是，人们没有工作机会。而在公司里，我们听到的是，它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试图补上这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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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土基金会服务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村庄，一个女人和孩子在房子里玩耍

  


  故土基金会是印度两百多万家非营利组织中的一员。不过，多数其他非营利组织只在卫生、教育、普惠金融等某一个领域各自为战。为了将上述各领域的工作整合起来，推广“360度综合发展”的慈善模式，2013年，在媒体和电影圈闯荡20多年的龙尼和扎里纳·斯克鲁瓦拉夫妇把他们已有12年历史的康复救助教学社改造成了故土基金会。现在，基金会一改从前的做法，不再就具体问题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措施，而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2 000个村子里采取对消除贫困起关键作用的一揽子措施——包括水和卫生、农业和生计、健康和营养，以及社区动员。他们有个雄心勃勃的目标：5年内将100万印度人的收入提高到每天两美元以上。


  斯克鲁瓦拉夫妇在改造他们的非营利组织之前，花了大量时间考察印度的社会部门。龙尼说：“我们在印度巡回走访了一年，看看大家都在做哪些事情。我们发现，大家都在各自为战，没人以整合性的方式做事。于是，我们有了顿悟的那一刻。”


  在社区内工作


  居住在孟买的斯克鲁瓦拉夫妇并非以整合性的方式开展社区发展工作的第一人。一些国际项目，例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于2005年发起的“千禧村”计划，也将整合性的策略用于肯尼亚等贫穷国家的特定村庄。龙尼说，他不熟悉萨克斯的工作，不过土生土长的故土基金会可能更加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斯克鲁瓦拉夫妇并非国际发展专家，但他们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居民。他们并没有依靠援助资金，而是自己投钱建立了故土基金会。不过扎里纳指出，他们确实受到了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1]的启发。该组织的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所支持的社区工作能同时解决多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扎里纳说：“这个体系在收入上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能够形成规模，涵盖多项问题，并且有着‘不惜一切去解决’的处理方式。”


  维尼特·拉伊是孟买一家名为阿维史卡尔的影响力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表示，这种整合性的扶贫方式有其道理：“它极好地阐释了整体影响社区所要采取的必要举措。”这一方式“与甘地的哲学非常相似。即围绕关键领域开展工作，对整体施加影响”。


  斯克鲁瓦拉夫妇希望自身的商业背景能够让此模式更具效率和适应性。他们想确保印度的社区能像成功的企业那样，最终不再依赖外部的资助和支持，能够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虽然印度也有其他非政府组织从各自创始人的商业背景中得到启发，但是，唯有故土基金会把商业思维和360度综合发展的思想结合起来，显得独树一帜。斯克鲁瓦拉夫妇相信，他们非常适合采用此种模式。因为不同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目前故土基金会的运营完全依靠夫妻俩的个人资金，这样他们就有极大的自由度去进行直接管理和模式探索。


  斯克鲁瓦拉夫妇的愿景是把故土基金会扩展到整个印度。因此，他们需要引入其他的资助方，并放弃部分管理上的控制权。他们将在2018年后对故土基金会的第一个五年工作进行量化的影响力评估。不过目前，他们正把精力集中在孟买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赖格德区的2 000个村庄，约50万人身上。


  扎里纳说：“我们不论做什么，都先进行社区调查。我们向居民询问，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服务买单，并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力量。”在赖格德，大约有1 300名社区志愿者支持着一支由300位全职雇员组成的团队。志愿者中的许多人曾受益于故土基金会的项目。比如帕特尔就是负责基金会生计帮扶项目的一名全职工作人员，他从农业公司和农业科技企业离职后，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到目前为止，故土基金会已经支持了2300个家庭从事养鸡和产蛋并供应市场。这种方式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可以为许多农户带来额外的收入。其中一名叫利阿瓦提·潘杜朗·桑格勒的农户，她的家人在一个叫波特内尔的小村庄照看着一片种植蔬菜的小农田，但农田的收成尚不足以养活她全家。所以在2017年，桑格勒被选为故土基金会的“主力”农户：她把自家养的鸡卖给村里其他靠鸡蛋赚取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可以从每个鸡蛋上赚取4卢比（约合5美分），这意味着一小群鸡每天可以带来最多200卢比（或3美元）的收入。


  在与故土基金会合作之前，桑格勒的家人也曾尝试过养鸡，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让鸡免于遭受高温和疫病，因鸡的大批死亡导致了30万卢比（约合4 500美元）的投资损失。故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像桑格勒这样的家庭在苦苦挣扎。帕特尔说：“因此，我们决定投资一个可以向周边家庭供货的主力农户，并且在必要时她还能答疑解惑并帮助其他人。”桑格勒与故土基金会签约后就获得了指导，包括用什么饲料喂鸡，如何控制温度，以及如何给鸡接种疫苗。她现在饲养鸡苗21天能挣到20 000卢比（约合350美元），还为整个社区带来了一系列好处。


  补上缺口


  作为360度方案的一部分，故土基金会并不强调建立新的体系，而是更关注于弥补现有的体系，并与政府和私营伙伴开展合作。这与一些由于引入全新的干预措施而遭受批评的国际综合开发项目截然相反。例如，“千禧村”计划就曾鼓励乌干达鲁希拉的农民种植玉米，结果发现当地居民不愿吃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农作物。尽管有许多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卫生和教育领域，但是像故土基金会这样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则更不寻常。这反映了其创始人的商业背景。


  故土基金会为了完善基金会的技能培训项目，与企业合作来保证项目毕业生的就业。从入门级的职位起步，这些年轻人每月可以在孟买和浦那地区挣到9 000～12 000卢比（约合130～180美元）。此外，汇丰银行为期五年的“谋生技能”项目为该基金会提供了5亿卢比（约合740万美元）的资助，以向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汇丰银行企业可持续发展部门的负责人阿洛卡·马宗达认为，故土基金会的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它在特定地区能创造意义非凡的影响力，并彻底改变它所服务的社区居民的生活”。


  故土还在政府架构内部及其已有基础上开展工作，特别是在那些它认为能为社区赋权的关键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故土基金会的雇员帮助培训教师，保障课堂资源，监测学生的健康状况。而且由于印度农村人口的视力保护不佳，一个由故土基金会运营的流动眼科诊所还提供免费的视力筛查、眼科手术和配眼镜服务。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筛查了20多万人，并为将近4万人配了眼镜。故土基金会还为97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了一笔小额资金，用于提供基本药物和急救、妇幼保健服务，以及转诊到政府开办的保健中心。一位社区卫生工作者说，虽然几乎没有报酬，但她还是会做这项工作，因为她想为自己的村庄服务。“如果有人生病了来找我们，我们会提供帮助，给他们服药，照顾他们。这既让他们开心，也让我们开心。”


  龙尼说：“社区工作不是政府部门的事情。政府的长项是财政与规划。而当我们融入社区，撸起袖子干时，才是具体工作真正得以落实的时候。”


  斯克鲁瓦拉夫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决定故土基金会最终如何退出——他们认为，要确保社区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维持自身发展，退出是必要的。他们说，设计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因为机构往往会创造出让社区不断依赖的援助体系。扎里纳说：“我们还没有确定最终的退出机制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在这些社区做评估。或许它就像一个特许经营模式，我们需要持续开展随机到点访查，但不是我们自己来管理，而是由别人来运营。”龙尼说，有些项目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和关注。“这不是我们设计一个模板照着做就行的事，一切还在探索中。”


  
    埃沙·查布拉（Esha Chhabra）


    自由撰稿人。她关注带有社会使命的品牌、社会发展和慈善等主题。《纽约时报》、《卫报》、《快公司》以及其他出版物上都曾刊登过她的文章

  


  
    [1] 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原名为“孟加拉复兴援助委员会”（Bangladesh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Committee），由孟加拉慈善人士法佐·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创立于1972年。BRAC旗下有银行、小贷公司，还有一所大学。BRAC在全世界共有11.1万名员工，其中在孟加拉有5 500人；每年年度费用10亿美元，其中70%至80%来自自有资金，包括旗下企业、大学、医疗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收入。——译者注

  


  非传统的智慧


  作者：萨拉·默里

  译者：刘韵


  
    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扫描与搜索”的方式大面积撒网，以找到它最适合解决的问题。

  


  在消除饥饿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的工作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一直将工作重点放在增加农业产量上，例如参与推动20世纪的绿色革命，使十多亿人免于饥荒。在2016年，基金会又启动了一个1.3亿美元的项目，通过减少粮食的浪费和损耗这一新途径来振兴农业，促进地区繁荣。


  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多年研究后，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以更少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世界人口，就必须解决粮食损耗问题。“智慧生产”计划（Yield Wise initiative）就这样应运而生的。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储藏设备缺乏，并且无法跟踪供应链中的粮食损耗。这些因素导致40%的粮食未能进入市场。虽然有些项目着力解决大众浪费食物的问题，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项目关注粮食在到达消费者之前的损耗问题。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市场和粮食储运管理部总监安妮·姆巴布说：“粮食收获后的损耗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或者说，大众对化肥和饲料的关注程度远胜于此。由于从未有人计算过粮食的损耗率，所以大家不曾注意这一问题。”现在，“智慧生产”计划与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等组织合作，帮助非洲的农民与农业市场对接，吸引各大公司提供储藏技术，并提供新工具来测算和跟踪粮食收获后的损耗情况。


  
    [image: ]

    莫桑比克人收获木薯。这也是“智慧生产”计划所关注的农作物之一

  


  “智慧生产”计划不仅代表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推动粮食安全问题上与以往不同的工作方向，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决策过程。受到风险投资的启发，它利用“扫描与搜索”的方式识别问题，并由此产生了“智慧生产”计划。风险投资公司利用扫描与搜索来评估创业公司的盈利前景，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用这种方法来评估项目能带来社会变革的前景。它不对各项事业做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通过搜索找出在哪些领域投入资源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扫描与搜索的方式并不依赖内部专家或已有的受资助方，而是在早期就引入外部合作者，并从大数据、地方新闻和社交媒体中广泛收集信息，来识别出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问题。这一过程不仅要考察哪些机会最有可能产生影响，还要判断基金会是否有能力开发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问自己四个关键问题：该问题紧迫吗？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是否对解决问题非常感兴趣，并能给予充分的支持？该问题是否有系统性变革的潜力，从而产生规模化的影响力？该问题与基金会的目标和自身推动变革的能力是否一致？


  基金会战略研究部门的助理副总裁兼总经理克劳迪娅·于歇解释说：“当我们扫描并寻找潜在的项目创意时，我们会自问，这一想法是否能解决那些对于贫困和弱势群体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及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该基金会认为，扫描与搜索的过程提供了更充足的信息，从而让它对慈善资金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方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基金会的战略总监卡罗琳·克伦莱说：“我们没有无穷的资源，所以对于支持哪些项目我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寻找新洞见


  虽然扫描和搜索工作使基金会对支持哪些行动保持开放的心态，但这不表示它会随意做出项目资助的决策。在每个选择背后都有一个漫长且严格的流程。


  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常会先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汇集来自政府、企业和其他部门的各界专业人士。于歇说：“我们想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尽早听到多元的声音，从而识别问题并发现那些能产生影响力却被我们忽视了的机会。”在一次基金会在柬埔寨金边举办的研讨会上，包括工厂经理、社区组织者、青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与会者讨论了从空气污染到创业的一系列问题。


  基金会的副总监雷切尔·薛贝里负责寻找新的有规模化影响力的机会。她表示：“听到不同人使用不同的工具、技术，从不同的价值取向来讨论社会问题对我们极为有益。这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她补充说：“我们也使用大数据和分析技术，并且关注地区和地方的新闻媒体，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消息。我们会寻找那些在欧美国家的报纸里没有涉及的话题。”


  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一直以来都被青年人失业的问题困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通过扫描和搜索的方法来调查这个持续已久的问题时发现，在企业难以招到足够多技能娴熟的员工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年轻人面临失业，或找不到工作。以往，在降低年轻人失业，特别是弱势地区的青年失业问题时，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提供技术和工作技能的培训上。然而，通过扫描和搜索，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现雇主们的做法也会极大地影响年轻人就业。


  薛贝里说：“我们没有从劳动力供给方开始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关注劳动力的需求方：企业如何雇用员工，以及它们在招聘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基金会发现，网络招聘的算法常常在年轻人或边缘化的求职者提交简历之前就将他们拒之门外。即便年轻人提交了简历，传统的表格形式可能也无法体现他们的能力。“我们了解到的是，一名员工的潜力实际上无法通过我们典型的招聘方式来衡量。”此外，增加员工的留存率也有助于解决年轻人失业和企业招聘难的问题。通过创造更稳定的工作岗位，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上升通道，企业可以解决用工难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减少员工的流失率。


  鉴于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十万个机会倡议”行动的资助者。这个企业联盟于2015年启动。它致力于改变企业的人才招聘、留用和晋升策略，从而让那些由于系统性障碍而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能找到工作。与“十万个机会倡议”行动一道，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开发了以技术和人力资源数据为依托的招聘方法，从而使企业可以雇用更多元化的人才，并且能更准确地衡量年轻人的潜力。


  作为扫描和搜索过程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开展自己的研究。例如，在研究青年失业问题时，它对雇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以评估企业在招聘入门级别的岗位时遇到的挑战。与基金会在该项目上合作的桥幅集团合伙人威拉·塞尔登说：“基金会利用多种方式获取信息，不仅阅读和学习这个领域的内容，而且还会引入新的知识。”


  这一过程可能会颠覆传统观念。一家同样关注年轻人就业问题的非营利组织“领袖崛起”（LeadersUp）也在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华莱士坦言：“以前，我对于雇主也需要能力建设的事实并不‘感冒’。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存在着暗含偏见的结构性障碍，也有很多在组织文化和管理能力中的痼疾。”华莱士认为，扫描和搜索工作的重要价值之一是能够发掘以前不知道的挑战。他说：“你认为自己需要某一样东西，在经过研究后，你明白其实还需要一大堆额外的东西。而这与传统慈善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假定自己拥有某一领域的专长。”


  知道何时说“不”


  扫描和搜索的结果有时也会在基金会内部引起矛盾，因为它们可能完全背离传统的做事方法。“智慧生产”计划的重点是减少粮食损耗。于歇说：“这一想法起初并不容易在团队内部推行。大家的本能反应是考虑如何提高小农的生产效率，以及如何提高产量。那曾经是基金会内部的普遍想法。”


  另外，并不是所有通过扫描和搜索找到的紧迫问题都能获得通过，从而拿到资金和其他资源，基金会寻求解决海洋酸化问题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随着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今天海洋的酸度已经比200年前增加了30%。科学家们相信，到21世纪末，海洋酸度可能会再增加150%，而这将导致海洋生物大规模灭绝。尽管基金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它没有找到学术界一致认可的解决方案，目前也没有哪套解决方案在规模化地实施。经过扫描和搜索后，基金会决定会继续关注海洋酸化的程度，但参与开发解决方案超出了机构目前的能力。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薛贝里说：“这对我个人来说是工作中最具挑战的地方。”而另一个困难是，那些参与基金会的扫描和搜索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机构可能本身也对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存有希望。因此，基金会小心地管理这些机构的期望。薛贝里说：“你必须和这些机构开门见山地谈清楚。”无论是否决定支持某个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都会尽力将搜索过程中的洞见通过博客、报告和出版物向该领域公开。


  薛贝里坚持认为，要想为看似棘手的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关键是从初期就要广泛调动各方参与，并保持开放的心态。她希望其他资助者也能采取类似的做法。她说：“作为资助方，我们在进入相关的领域时常常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想法。如果采用一个更为中立的框架，我们可以弄清楚谁是真正的领导者，以及我们的善款投在哪里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否则虽然也可能取得不错的结果，但却错过了更大的机会。”


  
    萨拉·默里（Sarah Murray）


    自由撰稿人，经常为《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杂志撰稿。她还为《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出版物撰稿

  


  拯救邻里


  作者：保罗·霍克诺斯

  译者：刘洋


  
    为了应对柏林不断上涨的房租以及住宅区的高档化，租户们正在通过科蒂联合会维护自己的权利。

  


  科特布斯门位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外来移民众多的地段，它既是三条繁忙街道交汇处的广场，又是地铁站点。这里遍布着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混凝土住宅项目。尽管在这个迷宫般的区域中穿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想找到科蒂(Kotti）联合会却不难。只要问一问阿拉伯蔬菜商贩或者土耳其理发师，他们就会指给你一个木板拼凑成的临时棚户，土耳其语中叫“Gecekondu”，那便是科蒂联合会的象征及集会场所。菜贩和理发师们管这个地区叫“袋子”（Kotti)。


  在土耳其语中，“Gecekondu”的意思是“一夜之间建成的房屋”。实际上，这个临时棚户是为了给那些抗议租金上涨和住宅高档化的居民提供临时庇护所，在201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即兴搭建起来的。“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家园！”他们边抗议边敲击着锅碗瓢盆，就像阿根廷、加拿大、冰岛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一样。“我们有权住在市中心！”


  然而，这个城市的政治家们在谈判中并没有对恢复租金上限的要求让步，忍无可忍的科特布斯门居民，借着“美国占领运动”[1]和开罗解放广场抗议露营的势头，誓言将继续驻扎在街头直到租金下降。


  这项抗议行动是柏林草根租户维权机构——科蒂联合会的登台亮相。这家机构身处柏林大范围反住宅高档化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的参与者还包括建筑师和律师团体、城市规划者，以及那些为艺术家和音乐家寻求更多租金低廉的文化空间的活动家。科蒂联合会还引领了另一个全市范围的倡议活动，要求柏林政府回购它卖给私人投资者的社会保障住房股票。


  通过参与事无巨细的立法恶战，跨越传统的种族隔阂，科蒂联合会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住房运动，并成为许多其他自下而上的公平住房倡导运动的典范。


  抗议的传统


  从一开始，科蒂联合会就在柏林已有的大量住房倡议运动中独树一帜。它的成员构成反映了科特布斯门社区的杂居状态，包括土耳其、阿拉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也有学生、德国工薪阶层、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左翼人士，还有退休人员。


  丽萨·福尔默是一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柏林住房政策的专家。她说：“和以往的运动不同，科蒂联合会关注租户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而不是什么宏大的政治议题。不论你是左翼还是右翼，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穆斯林或者基督教徒，或者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粉丝或者其他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降低高昂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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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聚集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科蒂联合会总部的临时棚户前

  


  临时棚户把抗议者聚在了一起，这里昼夜不断地有人蹲守，而这也让科特布斯门多元的居民群体形成了凝聚力。抗议势头越来越强劲，那个临时棚户被改成了永久的木结构，科蒂联合会最终演变成一个为维护当地和城市建筑中的租户权益而斗争的机构。


  科蒂联合会不仅跨越了不同人口群体的界线，还招募了学者和住房专家，并与立法者和私人业主接触。虽然过去许多活动家回避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当局的让步，但现在科蒂联合会也让这些人参与进来，并呼吁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洞察，为倡导更平等的住房政策运动提供信息。


  科蒂联合会的行动为柏林原本就历史悠久的住房示威运动增添了一笔。20世纪80年代初，在冷战期间的西柏林，一群混杂着无政府主义者、学生和社会工作者的群体占领了200栋公寓楼，其中许多公寓紧靠科特布斯门。他们试图挽救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砖结构建筑不被拆除，保障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同时也创建自己的政治社群。政府当局最终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终止了一场引人注目且政治性很强的住房运动。


  柏林墙倒塌后，东柏林随着德国的统一，也经历了一大波占领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在西柏林，市政府把股票卖给了租户和新房主，尤其是投资者，这也标志着受政府补贴的保障性住房时代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市30%的住房是城市所有，或者私人所有并受到租金管制的社会住房。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经减半。债务缠身的柏林政府感到再也无力维护社会住房，并亟待售卖房屋带来的营收。


  2002年，一家私人投资基金公司购买了科特布斯门的大部分街区。新业主希望通过翻新居住区，把它们以更高的价格租给高收入的租户，从而赶走那些社会弱势居民。科蒂联合会的组织者和居民之一桑迪·卡尔腾伯恩说：“你在电梯里会碰到一些家庭，孩子们在哭，因为他们已经付不起这里的租金，不得不离开。”此外，在这里已有数十年历史的传统店铺，也改换成了迎合游客的商家。


  2010年以后，随着柏林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包括难民在内的新移民大量涌入，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也飞速增长。在一个有85%人口租房住的城市，仅在2009年到2013之间，租金就上涨了46%，被迫离开柏林的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


  在回应这些问题时，科蒂联合会最值得一提的做法是与其他住房权益活动家一起推动立法，以确保有更多的廉租房供给。2015年，由他们牵头的一场保障性住房运动声明：“柏林参议院无视宪法中要求政府为大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住房的规定。”社会活动家发起了柏林范围内的全民公决，提出“在柏林至少还需要再供应12万套廉租房”，并在六个星期内收集了最初的5万份签名，引来大批媒体对此议题的集中报道。在此之前，这一问题既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也不在政客的议程中。毕竟，柏林的租金比德国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租金都要低，而且其价格只是巴黎和伦敦房租的几分之一。许多政治家和企业把租金上涨视为柏林追随大城市发展脚步的一个自然过程。


  《日报》 的乌韦·拉达说：“举行公投的可能性震动了柏林的政客。他们可不希望一次公投就让他们大范围地修改政策。所以，他们与科蒂联合会和其他团体进行了协商，颁布一部新的住房法。”


  立法里程碑


  科蒂联合会与立法者和法律专家密切合作来起草新的法律。他们既不避开烦琐的法律术语，也不回避就法律细节与当局争论磋商。在2015年，这项法律的通过标志着柏林近年来社会保障住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政府和私人拥有的社会住房将重新受到租金管制。其次，柏林将通过建造新住房和购买现有房产股票来扩大其社会住房存量，这也包括回购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私有化过程中出售的社会住房。


  在柏林研究了25年保障性住房问题的社会学家西格玛·古德说：“这部法律是一个里程碑。它给了生活在保障性住房中的柏林人可见的成果，有效地降低了租金或者使租金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为住房政策确立了新的方向。它的通过使柏林增加了2万个廉租公寓，未来八年将会再增加8万个。”（尽管柏林也在尝试下令禁止向游客短租住房以及爱彼迎短期转租的行为，但效果不太显著。）


  在新的法律实施后，柏林已经收回了科特布斯门的北部塔楼，目前正在谈判购买南部街区。尽管如此，桑迪·卡尔腾伯恩说，科蒂联合会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联合会还想打造一个居民可以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房产管理模式。“我们是这里的专家，而不是住房协会。”卡尔腾伯恩说，“我们发现自己在为巨大的浪费买单。如果我们自己修缮房屋，就可以省下许多钱。”


  现在科蒂联合会成为一个正式注册的协会，其官员由机构成员投票选出。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由大约15人组成的非正式核心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领导联合会的倡导工作。卡尔腾伯恩说：“核心小组在倡议运动中有机地演变。”他解释说，科蒂联合会不像经典的政治组织那样高度的层级化，它更像是一个“邻里大家庭”。他承认，这个关系紧密的社区可能让新加入的人感到不适。但目前为止，这种结构帮助这家机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它没有要改变的计划。


  自科蒂联合会成功以来，其他类似团体纷纷涌现，如“底层城市”和奥拓·苏尔房产协会。这些组织也试图让柏林政府购买或回购更多住房股票，并用政府已有的房产（其中一些又破又空没人居住）作为保障性住房，以及为文化活动和难民提供使用空间。对柏林来说，满足这些要求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优先购买权”法律允许城市政府在私人投资者之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市场上的房屋，但该价格仍然与租赁市场挂钩。因此，柏林政府发现自己在房产市场上与私人开发商竞争房地产的成本比20世纪90年代要大得多。


  科蒂联合会的活动家们承认，尽管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柏林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充满了挑战，住房租金不断攀升，并且越来越多的房地产被私人投资者收购。古德说：“你们不能苛求科蒂联合会，毕竟每年有4万新移民搬到柏林。柏林的住房很难跟得上。”但他也表示，像科蒂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已经把租户动员起来了，这为住房运动打下了基础。而在五六年前科蒂联合会还未成立时，这种势头是难以想象的。


  
    保罗·霍克诺斯（Paul Hockenos）


    居住在柏林的记者。他也是《柏林召唤——一个关于无政府主义、音乐、柏林墙和新柏林诞生的故事》一书的作者

  


  
    [1] “美国占领运动”（US occupy movement）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是发生在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由此催生了全球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运动。2011年9月17日—10月9日，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951个城市，发生了占领抗议活动。——译者注

  


  


  |健康|


  移民的医疗保险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王明婷


  有超过300万的移民居住在泰国，他们背井离乡，只为寻找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在当地，人们罹患登革热、肺结核以及各种传染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很高。然而，大多数移民却无力承担医疗开支。


  尼古拉斯·杜利尔医师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泰国及全亚洲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他说：“我们知道，20年前泰国政府就为移民人口设立了医疗保险计划，但一直运行不好。”杜利尔称，移民到泰国的工人中有2/3因没有身份证明而无法注册登记，因此不具备申请这项国营计划的资格，而且剩余1/3的移民工人的注册率也一直较低。这是因为该保险计划要求被保险人一次性付清全年的保险费用，而那些从事采矿、渔业、建筑或服务业的工人每天仅赚取约5美元，这笔钱对他们来说难以负担。


  因此，杜利尔自己着手为移民工人们寻求解决方案。2017年9月，他的社会企业“梦想发展”（Dreamlopments）推出了一项名为“移民基金”（简称“M基金”）的项目，旨在为移民提供一种门槛更低的医疗保险形式。早在2015年，杜利尔和一位朋友就开始对缅甸移民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他们是否对这种服务感兴趣。在得到积极的反馈后，杜利尔团队便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对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评估。同时，他们还操演了一些金融模型，以明确如何使该项目在财务上可持续。


  这一试点项目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并获得泰国卫生部批准。根据杜利尔的估算，目标受众为居住在泰国西部达克省边境沿线的大约20万缅甸移民。该地区最大的城市湄索是大多数缅甸人进入泰国境内的入口。为获得M基金的保障，工人们必须每月支付一次100泰铢（相当于3美元）的保险费。这样，他们就能在医院和诊所得到全面的护理（包括慢性疾病治疗，但是不包括牙齿和视力护理）。


  有关在泰缅甸移民人口的卫生统计数据较为缺乏，但据一名名为梅·亚蒙·可雅的缅甸移民描述，当地工作条件恶劣、保护措施有限，这导致了工人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可雅于2005年和家人一起逃离了缅甸的政治迫害，当时她只有12岁。可雅说：“尽管泰国政府在2007年宪法中保证了包括没有泰国公民身份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但在泰的缅甸移民工人仍然时常受到雇主、官员和警察的虐待，他们的权利时常遭到侵犯。”另外，她还表示，许多雇主强迫移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同时，尽管理论上泰国劳动法要求雇主对因公受伤的雇员进行补偿，但对于移民工人，许多雇主并不会照办。


  牛津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罗斯·麦克雷德说：“杜利尔所做的尝试非常了不起。”麦克雷德还主管Shoklo疟疾研究单位的妇幼保健科，它是位于湄索的一家面向移民的诊疗中心。麦克雷德指出：“我们的诊疗来自一个瘫痪了近半个世纪，遭到严重忽视的医疗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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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基金（M-FUND）团队正探望一位刚分娩的母亲，她是湄索综合医院第一位接受该基金免费医疗服务的人

  


  由于许多移民不断地出入边境线，为他们提供持续的医疗保险尤为困难。但杜利尔表示，“梦想发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作为一家民间非政府组织，它能够就缅甸移民这一流动性较高的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与泰国和缅甸两国政府开展非政治化的对话。


  M基金最终需要至少5万名注册用户，才能保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但杜利尔的近期目标是在项目启动后的6个月内为3 000名移民进行注册。由于大多数移民没有手机，杜利尔雇用了一个社区卫生工作者团队来帮助他们登记注册。工作开展三周后，该项目已有260人登记在册。


  鉴于泰国的医疗机构倾向于在确认医疗费用归属之前就提供治疗服务，麦克雷德教授提醒杜利尔，应当就M基金所覆盖的治疗费用上限问题与医疗机构进行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功，这一保险项目可能无法持续。麦克雷德同时指出，如果M基金项目取得成功，将有助于确保那些和她所在的医疗中心类似的、处境艰难的医院和诊所报销诊疗服务的费用。毕竟，来到泰国的移民越来越多，需要诊疗的患者也随之增加，因此，社会各界对麦克雷德的诊疗中心的捐款也越来越入不敷出。


  “医疗卫生系统正在持续亏损。”麦克雷德说，“但是，如果移民工人认同‘持续缴费以获得保险’这一理念，我们就可以为那些最需要治疗的人提供持续的医疗服务。”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她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教育|


  让囚犯重回校园


  作者：艾德丽安·戴

  译者：吴凝


  对任何熟悉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人来说，埃里克斯·迪亚兹的故事毫无新意。他出生、成长于波士顿的一个低收入社区多切斯特。迪亚兹从小没有父亲，9年级时辍学加入了黑帮，从持枪打劫到参与绑架，可谓劣迹累累。迪亚兹最终被关进了一所名为南湾教养院的地方监狱。他在铁窗之下度过了8年时光，4年前被释放。


  但迪亚兹的人生却自此驶入了不同的轨道。今年31岁的他刚通过高中同等学力考试（High School Equivalency Test，HiSET），现正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理工学院攻读实用电工证书。改变他生活的是一个叫“波士顿希望”的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16年1月对7名学生试运行后，于2018年春正式启动。


  该项目向加入过黑帮、坐过牢的年轻人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助学金，帮助他们入学，并通过高中同等学力考试。他们还有可能从那里进入大学校园学习，直至获得副学士学位。


  学生也会获得来自“波士顿希望”的母项目，一家叫作“多切斯特跃龙门”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各方面的支持。目前，“波士顿希望”项目正在帮助的学生有170名，其中36名获得了助学金，30名已在大学就读。“出狱的人需要特别多的帮助。”迪亚兹说。他入学后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上学，尤其是那些在街上混的时候认识的人，他们过去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多切斯特跃龙门”的创办人、首席执行官马克·卡利顿称，“波士顿希望”项目凝聚了10年的试错经验，是该机构消除代际贫困这一核心目标的关键。“中产阶层的小孩基本都靠父母供养念大学，如果我们付钱给这帮孩子上学，会怎么样呢？”他问道。与其他帮助年轻人远离帮派的干预项目相比，“多切斯特跃龙门”的项目有三大特色：把上大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基本目标；用助学金支持学生接受全日制教育；聘用过往帮派成员担任“大学入学顾问”，帮助学生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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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亚兹（图中间有辫子那位）在“多切斯特跃龙门”的开学典礼上

  


  “我认为，聘用和学生有相同背景的人，给他们提供工具，而不是找社会工作者或其他与学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专业人士，这一点非常重要。”卡利顿说。


  “波士顿希望”项目始于卡利顿4年前写的题为“核心影响者理论”的白皮书。其灵感部分来自《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作家兼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文中描述了医疗保健领域的“超级用户”概念：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却占据了全美50%的医疗开支。那么以此类推，是否有“少数帮派成员，或‘核心影响者’需要为整个社区发展滞后负责呢”？卡利顿提出了疑问。最近的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大约有1%的波士顿青年参与黑帮团伙，但他们却与全市接近60%的命案有关。


  卡利顿在创建“波士顿希望”项目时还借鉴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指出，个体与帮派暴力分离上升一个等级，其遭枪击或毙命的概率就能降低50%。在大学入学顾问的帮助下，“波士顿希望”试图招募那些持枪或被枪击概率最大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刚出狱不久，想要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人。卡利顿相信，通过与身处暴力网络中心的人联结，这个项目可以帮助整个社区脱离世代贫困。


  “如果你能改变最易受到枪击威胁的人，我想你就可能引起二次效应，继而改善看似棘手的社区状况。”美国东北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主任安东尼·布拉加说。


  尽管该项目规模仍然很小，但从数据来看前景颇为乐观。参加项目的前黑帮成员中，85%的人避免了再次犯罪。


  
    艾德丽安·戴（Adrienne Day）


    为《纽约时报》《鹦鹉螺》《奥普拉杂志》等出版物撰稿，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出版物《需求》的特约编辑

  


  |权利|


  破除住房分享经济中的种族歧视


  作者：段思齐

  译者：盛梦露


  当奎尔缇娜·克里坦登第一次尝试在短租平台爱彼迎上预订房间时，她不断遭到拒绝。然后她修改了个人资料，将名字缩短为“缇娜”，并使用了一张普通风景照做头像，而不是自己的照片，房东立刻接受了她的预订。2016年，这个24岁的黑人创建了“#黑人在爱彼迎”的标签，分享在爱彼迎上的种族歧视经历。


  这个标签疯狂传播开来。克里坦登发现，她远不是爱彼迎平台上唯一遭到歧视的黑人用户。事实上，2016年哈佛商学院对爱彼迎房源的研究发现，在租客个人资料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名字听起来明显是非裔美国人，那么被房东接受预订的概率比名字听起来是白人的租客要低16%。在爱彼迎上，不仅仅是黑人用户，连黑人房东也遭受了歧视。数据分析师默里·考克斯在2017年3月所做的一份报告被大量引用。该报告指出，在美国以黑人为主的社区，白人房东已通过爱彼迎获益约1.597亿美元，而同一类社区中的黑人房东只获益约4 830万美元。


  作为回应，2017年7月，爱彼迎宣布与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建立伙伴关系，以培养有色人种社区对住房共享经济益处的认知，并将把这一合作产生收入的20%赠予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


  “长久以来，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都面临着获取新技术和新方法的障碍。”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德里克·约翰逊在宣布这场合作时表示，“与爱彼迎的开创性合作关系将有助于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新的就业和经济机会。”


  但迄今为止，合作的细节仍很模糊。无论是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代表，还是爱彼迎全美合作关系总监简宁·英格拉姆，都无法说出合作针对的具体地点，或双方如何确定爱彼迎的哪些收入来自这项合作，并将它与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分享。


  质疑爱彼迎反歧视承诺的人士指出，这种合作关系没有帮助到没有房产的有色人种，而随着爱彼迎不断地为各地居住区带来更多游客，当地这些有色人种也要应对持续上涨的租金。


  “在这种合作关系的结构下，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积极言论究竟是反映了对合作成果的实质评估，还是对金钱的兴奋，我们很难判断。”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歧视研究者之一本杰明·埃德尔曼说。埃德尔曼建议爱彼迎采取一种不那么吸引眼球但实证有效的方式来对抗歧视：删除平台上客人资料中的照片和姓名。


  然而，爱彼迎的回应是：“客人在寻找住宿时不应该被要求匿名。”


  除了与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合作之外，爱彼迎还实施了更积极的政策反对歧视行为。例如，英格拉姆说，爱彼迎现在向房东提供减少无意识偏见的在线培训，虽然她无法透露相关课程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同时，至少出现了两家提供类似服务但更关注包容性问题的创业公司：“包容性客栈”（Innclusive）和“黑色爱彼迎”（Noirbnb）。


  “包容性客栈”隐藏了租客的名字和照片。“如果你拒绝了某人在某些特定日期入住，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你无法再在这些日期接受其他房客。”“包容性客栈”的首席执行官罗汉·吉尔克斯说。他表示，在“包容性客栈”上的20万个房源中，50%在爱彼迎上以相同的价格区间展示。他怀疑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与爱彼迎的合作关系是否有效，他说：“我们并不认为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会员或受众与那些会使用住房分享平台的人们有联系。”


  “黑色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杰德·埃米卡和斯特凡·格兰特采取了不同的思路。“‘黑色爱彼迎’不认为旅行者应该隐藏自己的身份，期望其得到公平和尊重。”埃米卡说，“我们理解隐藏身份这种机制背后的意图，但这也是为什么黑人旅游社区接受住房分享模式十分缓慢的原因之一。”“黑色爱彼迎”的两位共同创始人都不担心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与爱彼迎合作导致的竞争，他们认为自己在包容性上的努力远比爱彼迎更久。


  与此同时，爱彼迎希望将它与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一年的协议延长为长期的合作关系。“少数族裔客人可选择的房源不应该被限制，因为假如被限制，就意味着他们要住在价格高却不方便的住宿，同时选择也更少。”埃德尔曼说，他认为“黑色爱彼迎”和“包容性客栈”对于包容性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但凭借它们的力量还无法撼动整个系统，因为爱彼迎会持续地占领这块市场。他说：“爱彼迎提升其品质后，全社会都将得到更好的服务。”


  
    段思齐（Nue:l Duan）


    常驻旧金山湾区和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研究员

  


  |合作|


  学以致用：科学家如何改善公共政策


  作者：斯蒂芬妮·怀克斯彻

  译者：盛梦露


  2016年11月8日深夜，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画上了句号。威尔·阿德勒感觉像是经历了人生中一场“最糟糕的派对”。阿德勒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的在读博士，大选结果让他急切希望在专注自己学术兴趣的同时能做一些立竿见影的事情。于是，他邀请了神经科学系和心理学系的同学与教授们一同商讨如何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改善公共政策。


  此前，在深秋之际，阿德勒和伙伴们已经组建了“科学家行动倡导网络”（Scientist Action and Advocacy Network，ScAAN），旨在帮助有需要的非营利组织。于是，他们很快和“提高年龄”（Raise the Age）运动建立了联系。该运动致力于倡导纽约州把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至18周岁。全美仅有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16、17周岁的公民作为成年人控告。


  神经科学博士生珍恩·李主持向立法者介绍青少年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工作。“提高年龄”运动的贝斯·鲍尔斯和斯蒂芬妮·甘戴尔认为，这种报告对非专业人士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帮助。2017年4月，纽约州州长库默签署了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至18周岁的议案。


  学术研究人员经常在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世界。李将倡导网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描述为“在研究生院保持头脑清醒的一种方式……做一些能够看到实际效果的事情”。这类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许多科学家不知道如何找到能够利用他们专长的非营利组织。


  不过，另一个新团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2月，康奈尔大学的亚当·莱文、伊利诺斯大学的杰克·鲍尔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德·格林共同推出了名为“研究为影响”的网站（www.r4impact.org）。研究人员、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向该网站提供信息，寻找合作者。目前，网站有超过350名成员。


  将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学术研究人员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当然不止这一家。但是莱文指出，“研究为影响”特别强调通过在线平台扩大协作的规模和便利性。他非常看好平台的“匹配”功能：网络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在成员中发现潜在的匹配性，会通过该功能牵线搭桥。


  “研究为影响”还发布了协作实践指南，强调在研究计划、成果发布和数据共享等领域进行良好沟通的重要性。虽然研究人员可能认为他们对此都了然于胸，但莱文认为，研究人员经常使用专业术语，并做出与其他领域合作伙伴不同的假设。例如，他们通常认为在实验中引入控制组是必须的，但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干预对象之外的做法对实践者而言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研究为影响”的协作指南建议合作各方花时间澄清术语的含义，并对论证的方式展开讨论。


  学术界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另一个障碍是固有观念。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若想成功，就必须一心一意。“科学家行动倡导网络”的马伟基现任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副教授。当还是一名博士后学生时，他曾向其他科学家咨询，是否可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融入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但他得到的答案常常是否定的。


  尽管如此，马仍不放弃参与社会行动。他发现可以通过与他人合作，做到科学研究与社会运动两不误 ——这正是“科学家行动倡导网络”背后的理念。


  莱文还指出，研究者常常对与非营利组织或政府合作有些不太情愿，他推测，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学者认为这种合作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意思，因此他希望，通过“研究为影响”所展开的合作能够说明事实并非如此。莱文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平台也可能有助于转变学术激励机制——从职称评定委员会主要考察学者发表的文章，转向更多地考虑学者的工作对实践的影响。


  
    [image: ]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博士生珍恩·李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支持把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8周岁

  


  “科学家行动倡导网络”（以下简称“倡导网络”）和“研究为影响”在未来一年的目标都是扩大影响力。前者正在与“纽约取缔单独监禁”运动合作，总结关于单独监禁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的相关研究。它们还协助租户权益组织“大都市住房委员会”更好地了解其服务对象。倡导网络的团队从纽约大学环境研究学院等系所招募了一些成员，开始参与一些环境项目。此外，它们还在接触其他高校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像“研究为影响”一样，倡导网络看到了合作的无穷潜力。


  
    斯蒂芬妮·怀克斯彻（Stephanie Wykstra）


    自由撰稿人和研究顾问，常驻纽约，曾在非营利组织和学术界从事研究工作。她的作品曾出现在石板（Slate）、Vox和《高校情报》等线上媒体

  


  


  关怀在职护理者


  作者：戴维·格雷森

  译者：黄伟鸿


  
    雇主必须为那些需要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在职员工提供更多帮助。

  


  对在职护理者的关怀已经成为职场管理的新课题。统计数据显示，那些必须在兼顾工作的同时照顾年迈父母、有健康问题的生活伴侣，或者有残障的孩子、兄弟姐妹或者密友的职场人士，正在世界各地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过去一年里，美国约有6 500万护理者，其中有60%在照料亲友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相当于每6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这样的护理者。


  此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世界各地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财政挑战，各国将面临有偿护理者的短缺。今天的社会对自愿相互照顾，特别是在工作的同时提供生活照顾的需求将不断增长。2010年，美国每个80岁以上的老人对应有7名以上可提供家庭内护理的照顾者。而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4:1，因为到时候婴儿潮[1]一代将步入暮年。届时，美国将面临15万护理人员缺口。


  笔者所在的英国有300万在职员工，其中每9人就有1人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需要照顾亲人。这个数字将不可避免地增长，因为预计在未来20年里，英国的护理者总数将从650万增加到900万。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照顾家属将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然而，照顾他人可能会带来压力，并对身心健康、社交生活和家庭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兼顾工作和照料他人的重担可能会导致许多护理者被迫放弃工作。YouGov公司开展的英国市场调查显示，有200多万人曾经在某个阶段为了照顾亲人而放弃了工作，还有300万人为此减少了工作时间。这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雇主造成了损失，因为雇主可能因此失去了经验丰富和有价值的雇员。


  雇主忽视雇员所背负的照顾责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睿智、负责任的雇主既了解商业运作，也会承担起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和照顾责任的道德义务。


  个人使命


  我亲身经历过兼顾工作和照顾家人所带来的压力。在年迈的父母临终前最后几年里，我一边继续教学和社会倡导活动，一边照顾他们。父亲去世后，我照顾时日不多的母亲，尽力让她能够安全、愉悦地在自己家里度过余生，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


  尽管如此，照顾父母依然让我疲惫不堪。我逐渐放弃了日常健身锻炼，不再接受对工作没有即时效用的宴会邀请，减少了我的社交活动。


  这些亲身经历让我肩负着一项个人使命，那就是鼓励全世界的雇主去理解一个事实：他们的一些雇员难免需要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家庭成员，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雇员未来会面临这种情况。此外，当他们结束了长时间的全职照料工作后重返职场，就可以成为宝贵的人才资源。


  我现在是英国非营利组织英国护理者协会的董事会主席，该组织致力于促进一个尊重、珍视和支持护理者的社会。我们的项目包括一个由雇主牵头，就如何更好地帮助在职护理者进行合作的网络。在苏格兰，我们还代表政府实施了一项名为“善待照顾者”的认证项目。该项目评估雇主对在职护理者的重视和支持程度。


  我希望看到世界上有更多这样的项目来鼓励和帮助雇主。但从哪里会产生这种项目呢？


  我们不妨把目光首先投向其他护理者组织。英国护理者协会是国际护理者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Carer Organizations，IACO）的一员，这一国际网络在全球范围为护理者机构指引方向、促进信息共享，并为护理者的权益摇旗呐喊。


  另一个可能的来源是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拥有的企业责任联盟。这些联盟致力于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在英国，社区商业协会是一个由数百家大型企业组成的联盟，致力于推动负责任的企业行为，20多年来一直围绕着性别和种族命题开展职场关爱运动。在过去两年中，该协会开始依托现有的关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项目来审视企业针对在职护理者的政策，并帮助雇主为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做好准备。


  马阿拉（Ma’ala）是以色列领先的致力于企业责任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已经将企业在工作和关怀员工方面的表现纳入其中。和社区商业协会一样，马阿拉正在研究对年长雇员友好的工作场所如何可以同时善待在职护理者，反之亦然。马阿拉已经认识到，护理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重要，若想成为一个包容的、负责任的雇主，应对此予以重视。该机构还从以色列政府那里获得了两年的经费用于研究“积极老龄化”，参阅相关的国际案例，制定出针对以色列雇主的政策议程。


  还有一种模式是采取组建联盟的方法，把多个赞助机构团结起来，包括商业游说团体和护理者组织。例如，新西兰的就业关怀领导力集团就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其成员包括新西兰护理者协会、新西兰商业协会、工会理事会、保柏公司、社会发展部下属工作与收入服务中心以及劳工部。该集团正在倡导工作和护理的重要性，并分享最佳实践。


  这些先驱组织表明，如果公司、商界领袖和与就业有关的组织能一起合作，建立联盟来帮助在职护理者，就可以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就。如果商业游说团体或联盟已经或正在计划与成员公司围绕工作技能、挽留年长职员、工作场所的健康和福祉开展倡议活动，或通过经营一个雇员年龄多元化的职场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问题，那么这将具有重大意义。


  具体措施


  那些善待在职护理者的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掌握在职护理者的状况，并为他们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带薪或不带薪假期以及在家工作的机会。这些企业支持由在职护理者组成的内部网络，为他们提供建议和相关信息，并通过与其他企业的交流以及员工的定期反馈，不断学习并改善工作场所。那些最好的雇主还帮助完成了家人护理使命的老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制定尊重和支持护理者的公共政策和项目。


  我们如何让雇主采取这些措施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让企业最高领导层参与进来，还要让执行层也能理解和落实。为此，需要设置一个能干的秘书处，还要在创新和解决难题方面与企业合作，用坚实的商业理由促使雇主持续参与。


  其次，需要公开宣传。这就需要积累关于在职护理者以及好雇主如何善待护理者的硬数据和好故事，用以激发其他雇主和媒体。我们应该设立标杆指数或相关的年度卓越组织奖等，促进这方面的持续改善和良性竞争，并不断开发新的市场。


  最后，我们需要战略性的安排。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就要招募一位能够与同行一起支持这项计划的商业领袖，为此需要向他及其同行展示一个有分量的行动计划。如果这些早期加入的企业和机构是备受尊重、成功的组织，那么计划的推进将会顺利得多。


  可以从已经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中寻找首批招募的核心企业。目标包括：（1）出现在最佳职场或最佳雇主排名榜的企业；（2）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享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的行业领导者、《企业爵士》评选的全球100家最可持续发展企业，或地方企业社会责任标杆企业；（3）首席执行官出现在最佳公司排行榜的企业；（4）人力资源和招聘主管受同行高度评价的企业。首批加入的企业可以帮忙从它们的主要商业客户和供应商、个人关系和行业合作伙伴中招募第二批参与者。


  一旦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准备好分享它们的经验、相互学习并鼓励他人，就能更顺利地举办联谊活动，制定良好的实践指南，并开始提高绩效标准。


  大力声援护理者的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那些曾经是护理者的人，那些现在是护理者的人，那些即将成为护理者的人，以及那些将需要护理者的人。”时至今日，雇主应该将这一警世之言融入职场，并成为在职护理者的好雇主。社会创新者可以通过支持为雇主建立支持网络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景。


  
    戴维·格雷森（David Grayson）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的企业社会责任教授，也是慈善机构英国护理者协会的主席。他曾是社区商业协会的董事总经理，并曾任英国全国残疾人委员会（National Disability Council）主席。他的最新著作是《关怀员工：如何成为在职护理者的好雇主》

  


  
    [1] 婴儿潮（baby boom）主要是指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出生的人口高达7 800万。——译者注

  


  动员社区为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1]服务


  作者：纳迪姆·玛塔

  基思·哈里斯

  安·玛丽·奥利瓦

  丽莎·佩普

  译者：黄伟鸿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问题，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大力推动社区工作，为更好的政府治理提供了范例。

  


  美国退伍军人在成年无家可归者中所占比例历来过高。尽管任何形式的无家可归都是悲惨的，但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尤其令人心痛，因为他们曾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估计，美国在2010年有76 000多名退伍军人无家可归，其中约1/3是长期无家可归者。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艾力克·辛塞、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肖恩·多诺万承诺彻底解决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年里，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投入了大量资源，美国大部分地区无家可归退伍军人的数量稳步下降。到2012年年底，全美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数量减少了18%。但在此期间，大都市区的改善情况却稍微落后于其他地区：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数量减少了16%。而在美国人口最多的25个城市中，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数量占全美总数的40 %。


  2012年，在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机构委员会（U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USICH）的支持下，退伍军人事务部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针对这一现状开展了两项重大变革。首先，它们放弃了提供既定解决方案的全国性项目，转而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投资每个城市的新兴解决方案，并利用当地经验来改进和调整国家项目。其次，它们不再让全美各地的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来推动和协调相关工作，而将重心转移到由社区主导。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人员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上，与社区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从2012年年中开始，在随后的30个月中，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状况大幅改善，尤其是在上述25个大城市里。2012年到2014年，这些城市中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减少了47%，而在全美其他地区，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则减少了27%。


  此举不仅对一个社会难题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为政府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这表明联邦政府机构需要在技术援助、沟通和方案架构方面抛弃自上而下的做法，转而采用为地方赋权的策略和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


  从基层入手


  上述新方法的首要主题是“100天挑战”。参与者们设定了一个极具野心的100天目标：帮助无家可归者搬进永久性住房。退伍军人和长期无家可归者是该挑战的主要对象，这其中退伍军人占了30%。


  “100天挑战”的设想从一封邮件开始。贝吉·马吉奥塔是发起“10万个家”运动的“社区解决方案”非营利组织的主管。她注意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关于“100天挑战”的报道，该报道描述了快速成果研究所（Rapid Results Institute，RRI）正在非洲若干国家开展“100天挑战”项目，来帮助社区解决包括艾滋病预防和学校入学率在内的各种问题，马吉奥塔通过邮件联系到了该研究所的负责人纳迪姆·玛塔（本文作者之一）。马吉奥塔提出，类似的100天挑战是否也可以帮助解决美国社区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2012年5月，由快速成果研究所和“10万个家”运动组建的一个联合小组在多个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率先在五个城市试点了“100天挑战”活动。每项挑战的组织工作都是以“启动工作坊”的方式，由退伍军人事务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和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机构委员会召集的团队参与完成。每个团队由10至20名参与者组成，他们大多是来自为退伍军人和无家可归者服务的机构的中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作人员。通常，市长办公室也会派一名代表参与其中。


  这些工作坊为各个团队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所在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服务系统、他们想要建立的系统、他们为之后100天设定的目标，以及为达成这些目标而制订的计划。每个工作坊的工作结束后的第二天，参加挑战的城市就开始为期100天的倒计时，相关团队正式开工。


  时任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副助理秘书的马克·约翰斯顿回忆道：“当我看到社区团队是如何被‘100天挑战’激发斗志并取得成果之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发扬光大的模式。”随后，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资助下，多个城市的新手训练营组织了一系列“100天挑战”。一些参与城市在100天内将住房安置人数翻了一番，有些城市甚至翻了三倍。


  2013年年底，对这些“100天挑战”的赞助从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无缝过渡到退伍军人事务部。而后，退伍军人事务部决定将对“100天挑战”的支持重点放在全美25个最大的城市。


  随后，每个城市都出现了几轮“100天挑战”。一路走来，涌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策略。这些做法和策略的核心是有组织地协调社区各种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方法。每个社区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通常都包括制定和管理一份无家可归者（包括退伍军人）名单，并采用覆盖全社区的方法和工具，评估名单上的无家可归者，为他们确定优先次序，并将他们与社区现有的住房资源和服务相匹配。


  通过经验分享，“100天挑战”成了传播各社区实践的平台。每个城市的团队制定的100天目标还推动了“住房优先”策略的普及。该策略将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作为应对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问题所必要的干预措施来优先考虑。


  “100天挑战”在25个城市开展的工作包括为社区领袖和团队提供适度的帮助和辅导支持，但没有提供额外的项目资金或传统的技术援助。不过从2010年开始，退伍军人事务部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向全美无家可归者和濒临无家可归境地的退伍军人项目大幅补充资金和人力资源。退伍军人事务部还引入了绩效指标，让全美各地的社区能够评估和跟踪自身项目的进展，并与国家基准进行比较。


  尽管“100天挑战”在各个社区产生了显著效果，但这一努力总体上是渐进式的，当中没有宏伟的设计、顶层改革理论或总体规划。从全美退伍军人事务部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基层入手，实现结束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现象这一巨大挑战的方法。


  以华盛顿特区的团队为例，他们在2013年8月参加了首个“100天挑战”，帮助207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在100天内搬进了新居。而在此之前，每月平均安置退伍军人的数量大约是30名。在最初的“100天挑战”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领袖，他们中有提供服务的机构、城市机构和地方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代表，他们共同组成退伍军人关怀组织。该组织每两周开一次会，审查进展情况，并于2014年继续组织了三轮“100天挑战”，成功地给另外504名退伍军人提供了住所。于是，一个新的绩效标准得以构建，该标准几乎是“100天挑战”之前每月平均安置人数的两倍。


  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在“100天挑战”中，国家项目领导人和外勤工作人员之间的传统权力关系暂时中断。退伍军人波士顿医护中心无家可归者医疗主任克里斯·多拉德回忆说：“国家项目的领导人会在‘100天挑战’研讨会上听取我们的讨论。有意思的是，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想法，但没有向我们强加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转而问了一些问题，并特意问我们需要什么资源来完成工作。”


  多拉德说，波士顿团队在失去了项目管理者后难以为继，因为这些管理者是按临时合同聘用的。这个问题反过来又削弱了退伍军人对他们的信任。以前，他们曾提过这个问题，但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一次不同，领导人显然在认真倾听。


  多拉德说：“一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被告知我们的7名临时项目管理人可以转为长期岗位，这真的让我感到很惊喜。”“此举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让我们更有能力在波士顿实现结束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现象的目标。”


  然而，这种为社区及社区领袖赋权的另类做法确实需要联邦政府机构的投资和承诺。但这反过来又需要加大对联邦政府人力资源的投入，让联邦工作人员与慈善组织和地方领袖合作，一起利用每个社区可用的智力和财务资源，并帮助社区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联邦资金。


  “100天挑战”项目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坦诚对话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这样就建立了信任，并促使人们的心态发生转变，让他们对实验的态度更开放，看问题的角度更灵活，对错误有更高的容忍度，对自己能做的事情表现得更加谦逊，并且让他们有更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能够真正把问题解决。世界各国政府都可以借鉴这一模式。


  
    纳迪姆·玛塔（Nadim Matta）


    快速成果研究所（Rapid Results Institute）所长


    基思·哈里斯（Keith W·Harris）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无家可归者项目的临床手术国家主任


    安·玛丽·奥利瓦(Ann Marie Oliva)


    曾在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还曾担任主管特殊需求的副助理秘书。她于2017年6月离开住房及城市发展部


    丽莎·佩普（Lisa M·Pape）


    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代理局长。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她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无家可归者项目的执行主任

  


  
    [1] 大量的美国军人除了缺乏可负担的经济住房、没有支撑生活的日常收入和医疗保险之外，在退役后，他们仍然生活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持续影响和药物滥用中。缺乏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也使得这一现象越发加剧。此外，美国退伍军人所接受的军事职业和相应的培训并不能顺利地转化成平民工作技术，这也使得他们在再就业中处于劣势。——译者注

  


  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几点建议


  作者：理查德·克雷斯平

  译者：黄伟鸿


  
    特朗普政府可以利用对外援助，在推动美国利益的同时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2017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预算案，即2018财年预算。这份题为“美国优先”的预算提出削减美国近1/3的对外援助，约为150亿美元。这体现了许多选民的集体判断，即对外援助不能为纳税人带来投资回报。


  和历届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在调整外援的预算重点时也采取了“切香肠”式的做法，全面削减了许多机构预算。政府还考虑调整组织结构。这两种方法都旨在改进推动国际发展的“硬件”（预算和组织结构），但未能改变“软件”，即政府内外发展领域专家的文化、心态和基本观念。


  相反，美国政府应该用“共享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去寻求既能增加美国利益，又能促进国际发展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机会。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将企业的共享价值定义为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机会。这样做会使对外援助在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让援助更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并同时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


  弘扬“美国价值”


  “马歇尔计划”为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制定了黄金标准，在使受援国获益的同时推动美国的长期外交利益。“二战”后，该计划重建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为美国和欧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并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创纪录的经济增长铺平了道路。


  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提供对外援助：换取忠诚与合作，推动美国的利益，与美国当时的竞争对手苏联对抗。美国还利用对外援助奠定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选民开始更加关注国内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者重返国会，并选举出宣扬“美国优先”的总统。


  当今瞬息万变的多极世界使美国的利益变得越发复杂。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首先是分别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始投资500亿美元和1 000亿美元。尽管这两家银行都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横向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值得称道的目标，但仍然对美国及其盟友建立起来的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在特朗普政府提议削减支出之后，中国每年对外援助的支出仍只是美国的一半。尽管如此，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2015年，中国承诺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209亿美元的投资（当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总额为835亿美元），这使其成为这类项目的最大外国投资者。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透明，法治，活力和创业精神。当美国以身作则，公开透明地投资美国的发展资金去建设更有活力的经济体时，美国就树立了盟友政府可以效仿的先例。


  运用共享价值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和解释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发展，因为共享价值将对外援助与“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和贸易目标结合起来，同时也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


  改革四步走


  特朗普政府应该从以下四项建议出发，重新思考国际发展问题。


  第一，使援助支出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及当地需求保持一致。“美国优先”的国际发展计划需要针对因发展滞后导致的安全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美国企业更容易与受援国做生意。以政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目标为例：从历史上看，青年失业率的攀升会导致暴力升级。有预估数据显示，世界劳动力市场存在供需失衡现象：全球低技术工人过剩9 000万至9 500万人，而雇主们面临的技术工人缺口也达9 000万至9 500万人。年轻人会把他们被压抑的过剩精力用于行善或做恶，年轻人的技能缺口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误入危险和暴力的歧途。


  2016年，我的公司CollaborateUp与一家国际援助组织在一个重要的穆斯林盟国一起工作。（由于工作的政治敏感性，该客户要求匿名。）我们协助这家机构与盟国政府合作，设法应对宗派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该组织听取了盟国政府的意见，回应了政府的需求，并与地方、区域和国际组织、雇主、地方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等多方合作，一起制定将穷人和弱势群体纳入正规经济的创新方法。这一不言而喻的做法在国际发展领域中却惊人地罕见。通过这一进程产生了各种创新想法，包括催生一批微型企业家的微型特许经营，加快高增长领域的课程开发等。这些努力有助于缩小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技能缺口，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少暴力的未来，这是获得共享价值投资回报的基础。


  第二，重点解决可解决的问题。选择一组优先事项，并找出其中可解决的问题。就拿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诸如“消除贫困”或“减少不平等”之类的目标似乎过于模糊或开放，但“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清洁用水和卫生”对目标产出有明确的定义，并有已知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全球儿童联盟是一个由基金会、政府、大学和企业组成的日益壮大的联盟，致力于通过培养家庭关怀能力来确保儿童健康成长。虽然美国和西欧已经不再设孤儿院，但这种做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很普遍。这些孤儿院中80%以上的儿童都有在世的亲属，如果这些亲属能够更好地获得基本服务，就会亲自照顾他们。援助组织着手应对这些可解决的问题，将有助于这些经历战乱的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三，将价值共创制度化，以解决市场或结构性失灵问题。大部分发展领域问题源于市场或结构失灵。例如，在印度，有超过5.64亿人仍然在公开场所排便，主要原因是缺乏负担得起的家用卫生设施。这给印度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公共卫生负担：印度每年有超过188 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腹泻，由此引起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另外，妇女和女童在上厕所时经常受到暴力威胁，因此她们被困在家里，不敢去工作或上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当地企业家合作，为家庭集中提供、购买和维护家用卫生间所需的一切物资，包括相关资金、当地泥瓦匠、安装和清洁资源。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卫生市场。即使是最贫穷的消费者，现在也可以从多种选择中选购卫生用品和服务。


  遗憾的是，现有的国际发展文化阻碍了价值共创。许多国际发展专家不信任企业，担心利润会取代使命。当与私营部门合作时，各对外援助机构往往会重新回到传统的采购规则，将合作公司视为供应商而不是合作伙伴。


  改变这一现状并不困难。美国国际开发署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有各种采购与合作方式可供选择，但大多数合作只采用了资助、合同和合作协议等几种有限的方式。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及其合作伙伴很有创造性，但他们的想法最终还是被传统采购文化所碾压。


  因此，政府应该重新培训专业采购人员和特派团领导人，让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合作方式，将对外援助与贸易援助和金融结合起来，将发展项目看作是一种投资，而不是资助。


  第四，制定明确的退出策略，将重心从慈善转向当地产权。比起援助，各国及其公民更渴望贸易。在可能的情况下，国际发展计划应帮助相关国家由受援国的身份向贸易伙伴转变。


  马克·格林在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第一天就说：“对外援助的目的应该是终结援助的需求。”格林认识到，要想终结援助的需求，就需要有通往市场的退出策略，而不仅仅是调整预算或组织结构。这需要更新国际发展的“软件”——贯穿政府内外的整个国际发展领域的文化、传统和信念。


  如果白宫能够成功地为国际发展文化注入一种获取共同价值投资回报的观念，并让采购政策的改革制度化，那么美国的发展援助将会变得更好。若干年后，美国政府可以回顾历史，看看它如何达成了更好的发展协议，并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让美国更加安全，加速了全球和美国的繁荣，并节省了纳税人的钱。这才是一种值得精心打造的“美国优先”的国际发展战略。


  
    理查德·克雷斯平(Richard J·Crespin)


    咨询公司CollaborateUp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致力于加快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作，用比传统方式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时间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他还担任美国商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资深研究员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兼职教授（教授关于公私合作关系的课程）

  


  


  适宜创新的土壤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陈智勇


  只有当土壤利于植物生长的时候，它们才能萌芽和成长，社会组织也一样。这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维多利亚·约翰逊和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鲍威尔对纽约市的两个植物园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的一项新论点。这两个植物园有一个失败了，而另一个在一个世纪后依然欣欣向荣。


  两位学者利用来自制度创业、社会运动研究和组织生态学领域的思想，来研究新组织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兴起的。


  两位学者论点的关键是“准备程度”（poisedness，又译“适定性”）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接受一项创新及其所引发的重构的适用性或脆弱性”。


  在判断准备程度时，鲍威尔表示，关键问题是“在历史的其他节点是否会发生？谁能穿越这一机会之窗”？


  他们这篇文章的观点出自约翰逊正在撰写的一本关于戴维·霍萨克的书。霍萨克是18世纪后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当时仍然带有乡村气息的曼哈顿依照欧洲的模式开了一个植物园，用于医学研究。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哥伦比亚大学接管了这个植物园，后来出售了这块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结果它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部分。


  19世纪末，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纳撒尼尔·布里顿又发起了第二次尝试，开了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可与位于英国克佑的皇家植物园媲美。虽然布里顿的出身、经历和目标与霍萨克惊人地相似，但他却能够从卡内基、洛克菲勒等“镀金时代”的大亨们那里筹集到资金和对项目的支持。纽约植物园是今天纽约的一个主要公共机构，并实现了布里顿的愿景，即它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植物和药物研究中心。


  鲍威尔和约翰逊仔细查阅了霍萨克和布里顿的文献，并走访了在美国和欧洲的35个历史档案室，以考察这两位教授在开办植物园时是如何寻找支持的。


  约翰逊说：“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是，虽然两个案例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却是如此的不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形态等。在某种程度上，霍萨克恰恰没能生逢其时。”


  在政治上，霍萨克试图说服纽约州立法机构去资助一个用于医药研究的植物园，但当时的美国正在禁运英国产品的风头上，这使得纽约经济陷入衰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他又无法获得富有的精英们的资助。


  布里顿则不同。他有机会吸引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而他也抓住了机会。即使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并不关心植物学，但他们有宏伟的抱负，而且重视实现这些抱负所需的专业知识。当时，富裕的捐赠者想建博物馆和歌剧院，以使这座城市可以与欧洲的城市媲美。同时，他们也想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持其自然景观。约翰逊说：“当布里顿向‘镀金时代’的精英们发出呼吁时，他很有策略头脑，发现了用何种语言能够激活精英们在提供城市绿色空间方面的利益点，包括通过绿化来平息由于长时间工作和城市污染而可能引发的一些工人骚乱，以及通过维护绿地，来确保房地产价值居高不下。”


  这篇文章通过考察两个植物园成败的原因，对创新研究做出了贡献。约翰逊说，包括文化和制度创新者在内的有关创业精神的学术文献，主要着眼于成功而非失败，因为失败的案例留下的原始文献不够多。她说：“这两个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机会去研究失败，以及到底是什么使得其中一个植物园仍然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纽约植物园。”


  布朗大学的社会学家尼特桑·科雷夫说，鲍威尔和约翰逊提出了针对现有变革成因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研究人员经常指出促成变革的具体事件，如“黑色星期二”、“9．11”恐怖袭击、总统选举。但这两个植物园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科雷夫说：“没有紧要关头，没有外部的冲击。这个过程很长，参与者几乎不知不觉。”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有限的结社权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陈智勇


  自由结社是美国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将自由结社盛赞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保护了新生的民主体制免受专制政府的威胁。


  但是，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露丝·布洛赫和耶鲁大学内奥米·拉莫若的一项新研究，美国早期的公民社会团体只有当其政治观点能被立法者、法官和政府官员所接受的情况下，才能享有法人权利，获得正式的法律地位。


  布洛赫和拉莫若查阅了1750年（当时的美国仍是英属殖民地）到1900年之间数以百计的法庭案件和法令。他们发现，政府利用其权力来过滤掉那些“不合其口味”的志愿者团体提交的成立法人组织的申请，从而使这些团体失去了拥有财产、接受遗赠或根据法律注册为慈善机构的权利。虽然美国人可以组建和加入这类志愿者团体，而且他们也经常这样做，但这些团体却错失了只有持有官方颁发的法人许可证的组织才有的宝贵利益。


  布洛赫和拉莫若写道：“那些被政府官员视为在社会或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组织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明显不利的法律地位。这个过程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官员的政治判断牺牲了那些更开放、富于挑战的公民团体，迫使美国公民社会整体偏向于保守和顺从。”


  研究人员发现，新教教会要想获得法人地位比较容易，而如果有亲劳工的观点，就不能被批准。例如，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行业性互助团体和少数族裔的社团，除非能够让政府相信只以慈善为目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法人地位。如果这些团体的目的是要照顾年老的同业人员或者他们的遗孀或孩子，那么这个案子可以通过；如果它们的目的是鼓动人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工资，那就不可能被通过。


  随着历史的进程，美国的法律变得标准化，更大范围的各类团体也可以获得法人权利。在纽约，1848年的《普通法人团体注册法》（又译《普通公司注册法》）成为整个国家的模板，其他州很快采取了类似的立法。尽管法律没有提到对注册法人的政治或思想倾向的要求，但实际上，对激进的组织来说，要获得法人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协会不得不证明它的宗旨是慈善救助（帮助已获解放的奴隶），而没有政治性（主张废除奴隶制）。


  “这种默认的排斥意味着这类团体想要获得法人权利，在申请特许证时仍然需要顺从官员的政治判断。”布洛赫说，“这种情况悍然违背了美国人可以平等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结社，且各类社团组织之间平等的理念。”


  到19世纪末，先是纽约，之后其他州也通过法律，明确了成员制组织所拥有的权利与其意识形态无关。在这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注册成为法人的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历史学荣休教授布洛赫说：“你几乎可以预见今天的情况，即有法人地位的私人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利，这其中也包括政治权利。”她认为，这一历史发展的一个后果是，在早期获得法人地位、拥有资产的宗教组织获得了其他组织无法获得的权利。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宗教在美国如此重要。


  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乔纳森·列维说：“第三部门并不是从下面冒出来的、自发的有机事物，而是真正由法律规则塑造出来的。进一步看，这些法律规则是从政治中产生的。”列维还指出，尽管我们认为非营利部门是与国家相对存在的，但却是法律塑造了非营利部门，造成了“凌乱的历史”(messy history)。


  列维还说，当历史学家撰写有关“法人团体”(corporations)的文章时，他们通常是指企业。但是这一研究表明，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公民对教会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获得法人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在允许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注册的同时，明确地否定了一些政治团体享受同等权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思考政府如何逐步控制权利的获取。这导致了今天的一些争议，例如对美国最高法院在“非营利组织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FEC）一案中的判决的争议。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突破层级桎梏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陈智勇


  在任何复杂的组织中改进惯常的工作方式都是一项挑战，层级结构固化的组织尤其如此。地位较低的雇员的意见往往被忽视，而管理人员在实施新政策时一般又会害怕犯错。


  然而，梅利莎·瓦伦丁找到了利用层级体系来推动组织变革的方法。瓦伦丁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教授，对医疗保健领域颇有研究。瓦伦丁以一家大学医院附属的癌症中心为研究对象，用几个月时间观察该中心如何在改变日常工作程序的同时，致力于改善以病患为中心的护理工作。她收集了超过800页的现场笔记、录音文本和档案材料，试图提炼出一个组织学习方面的新理论。瓦伦丁发现，层级固化可能会妨碍一个小群体的内部学习，但它对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学习可能有促进作用。


  癌症护理的复杂性为瓦伦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测试案例。在癌症护理中，无论患者及其家人多么富有、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都需要说服他们给予不懈的支持。保持不同诊疗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和沟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家癌症中心围绕着两个不同的层级体系运作，一个是医疗层级体系，一个是运营层级体系。中心的医生由大学医学院而非医院聘用，而其他雇员则向一名资深的医院行政管理人员报告。每个临床科室都由一个部门经理领导，同时中心还设有许多行政团队，如业务服务、保险授权和信息技术等。完成任何一个既定目标都需要各个团队紧密配合，可能需要对职责分工做出调整，甚至需要扩展资源。


  瓦伦丁说：“如果学习正如一种观点所言，是局部的、社会性的以及情景化的，那么怎样才能在整个组织中使其同步发生呢？”


  在实地试验中，一组质量改进人员担任“变革推动者”，以期实现两个不同的学习计划。第一个是“管理员”学习计划，其目标是帮助更多患者尽早约到医生。第二个是“领航员”学习计划，其目标是简化行政工作，使其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并积极协助行政人员协调好后勤工作。


  瓦伦丁指出，虽然这两个计划发起时所做的宣传工作大同小异，但两者的推进方法很快就发生了差异。“管理员”学习计划成功地产生了可见的改变，然而，“领航员”学习计划结束时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在成功的“管理员”学习计划中，相关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了小组关于产出和绩效目标的重新谈判。同时，参与计划的咨询顾问正式要求这些管理人员承诺达成这些目标。举一个例子，有一项目标是80%的转诊患者在一天之内获得预约，这一目标仅仅在4个月内就超额完成了10%。相比之下，在“领航员”学习计划中，咨询顾问也向管理人员和医生征询了想法和反馈，但没有要求他们参与任何反复讨论或重新协商，也没有要求管理人员和医生做出正式的决定或承诺。因此虽然“领航员”学习计划最后产生了新的工作方法，却没有得以实施。


  “管理员”学习计划的管理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团队成功地将相关管理人员共置在同一个“单元”中，让若干小组和管理人员都参与其中。后勤管理人员帮助管理人员和咨询顾问讨论和理解在推行新计划时必须要遵守的规定。每个小组都了解自身和其他小组在实现新目标的过程中所需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什么必须在同一地点紧密合作。当新计划开始实施后，小组之间可以继续对话，解决问题，疏通过程。瓦伦丁发现，这一互动模式的实施似乎依赖于管理者在解决小组中突发问题时的权威、能力和最终责任。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凯瑟琳·凯洛格说：“这一研究表明，要使整个组织范围内的学习发生，组织内的不同团体需要彼此同步学习。有正式管理职位的人可以促进这种整体学习。他们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把局部小组的利益和整体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


  
    玛丽琳·哈里斯（Marilyn Harris）


    记者、作家兼编辑，擅长为网络、刊物和电视受众翻译复杂的或技术性的材料

  


  热情的感染力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陈智勇


  为什么一些众筹项目会一飞冲天，而另外一些却很快枯萎，甚至有一个好的创意和实施策略也不能保证其成功？根据发表在《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如果创业者能够制作一条洋溢着对项目热情的介绍视频，那么他的众筹努力就更有机会助其实现或超越筹款目标。


  自2008年Indiegogo[1]成立以来，众筹这一现象已经经历了演变。如今，在线视频主导了大多数项目的引导页面，而视频本身也在不断进化，从类似于深夜二手车广告的业余片变成了制作精良的专业宣传片。


  实际上，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成立一家创业公司需要的远不止一个时髦的视频，项目背后的创意应该是创新的，实施的行动方案也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创始人若拥有庞大的网络，这对项目也有帮助。但在资金竞争中，如果众筹项目缺乏一个可以彰显创业者热情的视频，所有努力很可能会被忽视。


  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管理学助理教授李俊超和同事们研究了视频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想确定一些视频比其他视频更有效的原因。李说：“我们只关注技术和设计项目，因为我们对众筹向最早期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帮助它们成长的能力感兴趣。”他补充说，该团队还在对社会领域创业做专项研究。


  众筹的典型受众不同于专业投资者。在投资创业公司之前，风险投资家会开展严格尽职的调查，并要求创业公司制订周密的商业计划。相比之下，众筹活动的潜在支持者没有那么复杂的考虑，投资额较小且多变，因此，准创业者的个人风采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李和他的合作研究人员认为，项目创建者所展现出的热情和激情至少与众筹的其他演示要素一样重要。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来确定哪些要素可以构成最有说服力的视频。参与者观看了从众筹平台Indiegogo和Kickstarter借用的视频，以及由研究人员使用演员推广Kickstarter上的真实项目而创建的替代视频。参与者涵盖了从本科生到更有经验的工商管理硕士候选人之间的各类人群。研究人员发现，受众越成熟，就越重视项目创新性，而不是视频表现出的热情。尽管如此，视频展现出的热情依然会大大提高受众承诺的投资金额。在研究的评分模型中，视频展现出来的热情每提高一个点，会导致投资金额提高74%至92%。


  耶鲁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奥拉夫·索伦森说：“热情显然是有用的，但是这项研究表明，至少在所研究的小项目上，它的作用巨大。”


  那么，当一个项目特别创新时，创业者的热情能起多大作用？研究人员通过改造Kickstarter上出现的两条视频宣传来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条视频宣传的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低技术支架，另一条视频宣传的是更具创新性的、可重复使用的纸质笔记本，该笔记本可以自动将笔记存储到云端。他们聘请了一位专业演员来推销这两款产品，他们或使用动感表情、身体动作以及不同的音高和音调，或使用单调的展示方式；接着是一个全屏的产品演示，演员扮演的创业者用声音描述产品，结束时提出资金支持的要求。研究人员不仅测试了观众的反应，还测试了他们会与他人分享产品信息的倾向。


  李俊超说，虽然创新性至关重要，但该研究的参与者在热情促销下，更愿意向项目投资更大金额，并与其他人分享他们对项目的认同。事实上，创业者的热忱解释了在项目创造性之外的3%到5%的差异。


  索伦森说：“很明显，创业家的热情让捐赠者对一个项目在情感上产生兴奋，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关注所展示的信息。”他补充说，尽管专业投资者在评估创意时更为严格，但他们也有可能在潜意识里将视频中展现出的热情看作是企业家可能坚持到底的信号。


  这项研究的实际意义是明确的：创业家在发起众筹活动时应投入时间和精力开发一个清晰展示他们创业热情的活动视频。以此类推，众筹活动的潜在支持者应该小心，不要被创业家的宣传所左右，而忘了关心项目的真实性。


  
    玛丽琳·哈里斯（Marilyn Harris）


    记者、作家兼编辑，擅长为网络、刊物和电视受众翻译复杂的或技术性的材料

  


  
    [1] Indiegogo成立于2008年，是全球最早的众筹网站之一，总部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译者注

  


  


  设计思维的社会影响力


  《设计思维创造卓越：社会领域的创新》


  作者：纳迪娅·鲁马尼

  译者：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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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思维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该书将设计思维描述为“拥有以人为本、可能性驱动，关注不同选择和迭代性等一系列独特品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设计思维不再仅仅出现在私营部门，它同时也吸引了社会企业家和实践者，甚至包括那些官僚作风严重、等级森严、规避风险的大型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机构。和来自弗吉尼亚州大学的三位作者一样，作为斯坦福大学哈素·普拉特纳设计学院（也称D学院）的教师，我们对“设计思维”如此备受瞩目也感到兴奋。


  该书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概述了社会领域在应用设计思维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在社会领域培养推行设计思维所需的能力的必要性，为实践者提供了在各自组织内部应用设计思维的方法框架，包括对已经推行设计思维组织的案例分析。


  该书第一部分鼓励那些小心谨慎、因循守旧的传统组织，去向大胆创新、注重增长的组织学习。创业企业会探索各种可能性和洞见，而不是把设计思维和行为局限于单一团队。作者强调，创业企业不应是社会创新的唯一驱动者。我们需要致力于改变大型组织内的文化，让它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


  该书第二部分讲述了10个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的故事，这些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机构将设计思维用于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社会服务和安全保障等领域。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些工具，帮助实践者制订设计思维研究计划。


  令人赞赏的是，作者没有把设计思维当作万灵药，而是肯定了把这种实验性、发散性的思维与传统组织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益处。他们希望两种组织的人员更加顺畅地交流，并为此“提供了更好地展开对话的工具和方法”。他们想鼓励官员们增加对自己创造力的自信，同时也想帮助创新者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官僚体制，以循证分析为基础来运用各种设计思维的技能和行为。


  我为数百个非营利团队和组织提供过咨询和培训。从我的经验来看，作者所提出的这种平衡是十分关键的。社会创新企业若缺少对大数据、战略规划和系统思维的利用，就可能在只追求增量型转变的思路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找不到能增加广度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面，大型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很可能被各种分析压垮，也可能没有时间去探索那些未经测试的机遇与可能性。


  我打算把这本书分享给我的圈内朋友。不过，虽然该书关注如何促进设计思维的传播，却未能对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设计思维的方法提出实用指导。该书主要论述如何革新社会领域项目的管理，而较少涉及如何革新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体系。


  这是该书的一个遗憾，因为机构若要有效使用设计思维，不仅需要理解如何培养团队协调性，也必须了解如何把设计思维与整体思路和战略规划结合起来。虽然作者也承认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操作建议。我在指导一些团队使用设计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应该从哪里开始？如何把数据和证据整合起来？如何能从10次民族志访谈出发，最终取得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的样本数量？当发现了多种需求、洞见和可能性（这在社会领域不可避免）时，如何取舍？


  若将设计思维用于帮助我们应对重大的社会挑战，那么我们需要为工作团队提供工具，让他们能够确定复杂系统中最重要的节点，并了解可能发生的客观结果。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细节，讲述如何按顺序进行这些步骤：何时进行系统分析，何时对具体受益方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做选择。如果不理解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性，工作团队可能会在访谈、推导和实验中浪费时间，这会给他们的使命感以及组织内部对设计思维方法的信任带来负面影响。


  该书作者对转变组织内部文化的建议非常必要。但如果要让设计思维持续成为社会创新者，尤其是那些在大型政府机关工作的创新者眼中的关键工具，仅仅有这些建议是不够的。


  
    纳迪娅·鲁马尼（Nadia Roumani）


    斯坦福慈善与民间社团研究中心慈善效用实验室主任，也是斯坦福大学哈素·普拉特纳设计学院的高级设计师和讲师

  


  为难民寻得一席之地


  《逃亡：反思当今世界的难民政策》


  作者：本·梅森

  译者：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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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我是在莱斯博斯岛上度过的。这个希腊岛屿已经成为难民流入欧洲的入口。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每天有数千名难民在这里登陆，他们只携带着随身物品。他们主要来自叙利亚。在这里迎接难民的有些是专业人员，有些是志愿者，他们正在应对的是一个远远超出这个小岛屿范围的问题。这些难民是灾难性的系统失灵的受害者。


  在研究各种难民服务技术项目时，我注意到政府和其他各方正以帮助这些难民的名义付出大量资源，尤其是在我居住的国家——德国。但是所谓难民危机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必然如此。若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理解，单个的项目很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也是我阅读《逃亡》这本书的动力和关切所在。


  该书作者是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在书中从分析难民危机的起源入手，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背景。他们指出，今天的国际难民救助体制最初是为逃脱本国迫害的难民服务的，因此并不适合解决造成今天难民的主要问题：经济、环境或政治上的不稳定。


  作者详细分析了欧洲的难民情况。该书导言首先呈现了反映难民在欧洲分布的图表，书中有一章仔细解读了欧洲各国政府在2015—2016年采取的行动和失误。作者不时地批评这些行动有多么“欧洲中心”主义，非常正确地指出全世界流离失所的难民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作者只是在后面的一章中才提出了不同的视角。“叙利亚难民危机为改革难民政策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机会。这并非因为这场危机格外严峻，而是因为它的影响蔓延到了欧洲。”书中写道，“多亏欧洲难民‘危机’，才最终有了对难民政策进行反思的可能性。”


  那么，应该反思什么呢？作者认为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范式转变……从关注难民的脆弱性转变为承认和建设（他们的）能力”。换言之，我们不应将难民视为被动地等待帮助的群体。否则，不仅会产生巨额的开支，还会让这场悲剧变得更为复杂，让难民们长期被困在“临时”宿营地中，看不到自由，也看不到未来。相反，我们应该利用难民可能对接收国做的贡献，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虽然两位作者所提出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具有争议性：尤其是他们认为难民应当待在地区内的避难所里，也就是说，待在邻近战区的国家；富裕国家应该主要提供财政援助，而不用自己出面大规模接收难民。如果读过科利尔2013年写的《移民》，就会发现作者用来支持这一立场的论据很熟悉。其中一段写道，叙利亚难民非常适合在约旦工作，因为那里的经济和文化与其母国十分类似。相比之下，“德国在全球生产中与众不同的地位会让来自贫穷国家的难民感到严重‘水土不服’”。


  该书最为突出的创意是提出在地区内避难所设立“特别经济区”，为创造就业提供帮助。作者已经参与了约旦一个此类项目的建设。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能会说这些倡议客观上会鼓励低薪剥削，并且会质疑如果限制移民继续他们的行程，这些经济区是否真的会比传统的长期宿营地强多少。即便作者解释发生剥削现象的风险不大，但是他们的观点建立在对收入的信心上，也就是说只要能给难民提供收入，其他与难民福祉有关的问题都能借助市场的威力和难民的创业精神迎刃而解。


  我完全同意对待难民应该“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但我希望作者能够对除了收入以外，我们还能为难民的福祉做什么贡献展开充分的讨论，这包括教育、培训和其他社会服务。书中提到“自助和互助的文化需要得到鼓励”，但并未展开论述，之后呈现的是一段单薄得令人沮丧的关于集合影响力的设想。作者在接近该书结尾处写道，公民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种贡献一直被忽视”，但在这段之前的部分，作者一直用介于漠视和明显怀疑之间的态度来谈论非营利部门的作用，灰暗而又隐晦地暗示“既得利益”的存在。


  该书所提倡的让难民获得长期自治的思想值得称道。此外，作者还将注意力投向了富裕国家对大部分贫穷国家的难民所应承担的义务，而不是只关注踏进了它们门槛的那一小部分难民。尽管如此，作者有种简化不同群体动机差异的倾向，并忽视了书中的提议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的构想是否能像他们希望的一样，实现伟大的结构转型。


  
    本·梅森（Ben Mason）


    柏林非营利智库“更好家园”实验室的难民技术项目首席研究员

  


  环境卫生的文化视角


  《印度走向何方：废弃的厕所、发展受阻和种姓制度的代价》


  作者：阿沛·拉奥

  译者：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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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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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几十年前，农村地区的露天排便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很普遍。”黛安娜·科费和迪安·斯皮尔斯写道，“今天，印度在这一方面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它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改变。”虽然印度的经济获得快速增长，政府也发起了一些推广安全卫生措施的活动，但如今世界上的露天排便几乎一多半都在印度。在《印度走向何方》一书中，科费和斯皮尔斯分析了这一行为的起因、后果和政策影响。书中主要关注印度农村地区：该国有89%的露天排便发生在农村地区。


  政策制定者通常把印度农村猖獗的露天排便归因于贫困、用水困难、治理缺位以及其他因素。然而，科费和斯皮尔斯通过数据和令人震动的个人故事，表明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指出，就生活在世界银行制定的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而言，有21个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印度，但其中近20个国家的露天排便现象却比印度要轻。用水困难可能也不是主要因素：作者引用政府数据指出，印度家里有水的农村家庭中，有将近一半没有茅坑。而且，印度文化较为独特的东北部各邦十分贫困，还面临着治理上的困难，但它们的农村露天排便率要低得多，在14%到16%之间，而印度平均的农村露天排便率却高达70%。


  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印度居高不下的农村露天排便率呢？这本书最具洞察力的部分是对印度种姓身份和宗教仪式纯洁性的审视。这样的信仰体系认为在家附近排泄是“不洁”的，哪怕在厕所里也一样。出于这样的原因，那些使用厕所的家庭一般都会要求格外大（也格外昂贵）的便坑来收集污物，免得需要太频繁地清理便坑。同时，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提倡的更价廉的卫生设施方案，例如两个便坑的厕所和抽水马桶，通常没人使用。两位作者领导的研究机构r.i.c.e发现，在四成已拥有可用便坑的家庭中，仍有至少一个家庭成员选择露天排便。


  通过这些例子，作者支持印度的厕所问题不仅是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还有极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一观点与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常规思路相悖，它们要么认为种姓制度是老生常谈，不考虑在内，要么干脆选择无视。这本书提醒所有发展机构在评价一个解决方案时，不能只考虑其技术能力，还必须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作者也举了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阿什·辛格，他是北方邦一位高种姓的居民，愿意经常清理自家的便坑。这样的例子表明，社会规范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尽管改变得还不够迅速。“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露天排便的人。”科费和斯皮尔斯写道，“有钱也不能让人完全逃离充满细菌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会影响健康、经济和尊严。露天排便在印度的人口密集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会导致肠病、寄生虫病和腹泻，尤其会危害到儿童的生命安全。


  作者还讲述了北方邦农村两个儿童阿伦和阿尼尔的案例。阿伦的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成长的环境远离露天排便。他三岁就可以进行对话，可以认出家庭日用品，甚至还有幽默感。与阿伦同龄的阿尼尔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还有露天排便的习惯。他的认知能力仅相当于1岁儿童。这种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明显：像阿尼尔这样小时候学习能力欠佳的情况会影响其成人后的谋生能力。


  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迄今为止，政府所实施的环境卫生举措一直都关注的是厕所建设，而非消除使用厕所的社会和文化障碍。科费和斯皮尔斯建议开展行为转变的传播行动，并呼吁加强对相关数据的有效收集，从而改进决策和政策规划。


  如果这本书能增加在解决露天排便问题上有效的行动案例，将会更有价值。很多非政府组织曾在促进泰米尔纳德邦和奥里萨邦等地的社区动员和行为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这本书也许还应考虑印度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对城市环境卫生的影响。据估算，到2030年，印度将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令人信服的观点，相信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在母婴健康、教育和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


  
    阿沛·拉奥（Abhay Rao）


    工作于印度孟买的非营利组织Dasra，参与盖茨基金会的印度水、公共与个人卫生项目。他主持开发了indiawshnetwork.org在线平台，来协助项目合作伙伴之间的学习和交流

  


  保持真实


  《真正的影响力：社会转型的新经济学》


  作者：克沙·卡什

  梅利莎·普洛斯基

  译者：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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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作者摩根·西蒙过去15年一直致力于利用金融手段推动社会公正。她与世界各地被边缘化的社区开展紧密合作。西蒙现任坎蒂德集团总经理，代表Libra慈善信托为普里兹克家族[1]成员工作。


  西蒙一直非常关注投资方式中的价值取向。她在指导富有家族、基金会和金融机构方面的经验、知识和激情在她的处女作——《真正的影响力》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西蒙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学习过程。正是学习促使她参与了影响力投资和社会运动，而且帮助她对那些在系统性转变中被忽视的障碍有了细致入微的理解。


  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作者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看到的短视，西蒙将之称作“‘减轻贫困’的权宜之计，而非‘创造价值’”。她指出，这些影响力投资者没有能力质疑“自由市场加慈善模式”的有效性，就算没有复刻金融领域的榨取行为，也是在默许此类行为。


  西蒙用自己的经历支持了这些观点。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上学时，曾到塞拉利昂做援助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在卖一罐金枪鱼罐头的小贩，而罐身上面贴着“非卖品”的标签，写着那是来自日本政府的援助品。她付给小贩一美元买下了那个罐头，这在塞拉利昂相当于五顿饭钱。她认识到，这罐金枪鱼罐头为渔民、捐赠者和售卖者创造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对原定受助方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她在那一刻发现：“如果我把援助工作人员作为我的职业，那么我一生的工作都是为有权力的人，而不是为处于弱势的人创造价值。”


  自那时起，作为“责任捐赠基金联盟”、Toniic和“金融转型”等组织的联合创办人，西蒙对影响力投资者的“打补丁式解决方案”提出了挑战，来避免重复传统金融世界的错误。她指出，美国人通常在某些领域工作和消费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这些领域正在损害他们通过志愿活动和慈善捐助所支持的社会事业。她指出，法律仅要求美国的基金会把5%的资源用于慈善事业，剩下的95%都可以用于投资，“这与它们所声称的使命是相悖的”。西蒙还发现，哪怕是那些善意的影响力投资，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使“做得好”总是比“做好事”多无数倍的利益。金融世界的习惯和激励体制太根深蒂固，结果是哪怕抱有最强烈的慈悲心的人，都意识不到他们在为权力不平衡添砖加瓦，而不是在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系统性变革。


  西蒙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透过更大的广角镜看世界，既有足够的聚焦力去分辨权力模式，又有足够的宽度去把其他人和他们的关切纳入视线范围。第五章是这本书的核心，在这一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转型框架”，由三条很简单但意义深远的原则组成。这些原则来源于她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与社会活动家进行的三小时对话。


  
    • 让社区参与到影响力投资的设计、治理和所有权等环节。


    • 你增加的价值要超过你吸收的价值。


    • 公平地平衡投资者、企业家和社区之间的风险与回报。

  


  这个框架的初衷不是作为规范，而是作为一种提醒，帮助投资者提出正确的问题：“通过投资，我们能创造什么资源？这些资源对人类和地球是否有益？谁在从投资中获利，他们打算怎么使用利润？我们如何放回社区内过去被盗走的资源，以便增强自主性？”


  在之后的章节中，西蒙通过详细案例来说明如何利用这一框架来确保变革影响力。她的案例范围广泛，从墨西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到阿根廷的劳工合作社。这本书还提供了大量令人沮丧的论据，来证明很多影响力投资者未能用超越投资（“赋权而非剥削”）的眼光去对待他们所服务的社区，而是充满着把自己置于“那些人”之上的思想。


  《真正的影响力》是对影响力投资者吹响的号角，也是一本为真心想做好事，并把事情做好的人的指南。这本书脚踏实地向不同的读者群体发声，并且为每个群体都提出了丰富而实际的建议。作者在这本书结尾部分指导并鼓励投资者和社会企业家，为他们所影响的社区创造“连接路径”，这读起来几乎像是给“白人盟友”的礼节指南了。


  有时候，西蒙想要面面俱到的愿望似乎过于强烈。但这本书的目的是既教育影响力投资者，也教育对影响力投资带来的社会转变感兴趣的人。西蒙在书中的一句话来自她多年参与社会运动的积累，影响力投资者也必须牢记在心：“从你致力于服务的社区开始。这不仅是为了造福他人，也是为了解放你自己。”


  
    克沙·卡什（Kesha Cash）


    “影响美国”基金的合伙人。该基金会曾入选“世界最佳基金”，旨在提升被压迫社区的经济权利


    梅利莎·普洛斯基（Melissa Plotsky）


    “影响美国”基金的传播副总监

  


  
    [1] 美国著名豪门，旗下凯悦酒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公司之一。家族创始人为了避税设计了1 000多个彼此毫无关联的家族信托来持有家族的财产。——译者注

  


  


  创新型基础设施


  作者：艾瑞克·尼

  译者：王雨馨


  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大谈当选后将如何大力投资民用基础设施项目。遗憾的是，这些竞选承诺几乎都没有实现。然而，其他国家正在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包括以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基建项目。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在海边——像东京、纽约、首尔、大阪、马尼拉、孟买、雅加达等。随着海平面上升以及飓风和台风等气候导致的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这些城市要么需要搬迁（不太可能实施），要么就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解决海平面上升问题。


  日本东京建立了一系列巨大的地下隧道和水池，它们可以收集和贮存洪水，直到这些洪水可以被排回海里。也许休斯敦也可以考虑类似的做法？


  
    艾瑞克·尼（Eric Nee）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刊主编

  


  


  灵析：以商业方式为公益机构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


  作者：黎宇琳

  罗苑


  灵析——一款专门为公益机构开发的利益相关方管理软件，在过去几年间以“收费软件服务”的方式推动了中国公益行业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目前，通过灵析的网站、微信端，公益组织只需注册就可以在线使用灵析的利益相关方管理软件。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免费试用版、小微版（1888元/年）、标准版（4999元/年）、专业版（12000元/年），此外，灵析还有年费在10万元以上的定制版。


  许多公益机构接触灵析往往从免费版开始，随着机构的发展与付费能力的提高，逐渐提升灵析的版本，从小微版、标准版到如今的专业版。


  事实上，即使是免费的版本也可以实现公益机构常用基本功能，费用的不同，只意味着服务范围的扩大与部分的定制化功能。比如，免费版每月只能发1 000封邮件，而专业版的上限是3万封。


  目前，灵析可为机构提供人、钱、项目的数据解决方案、咨询与服务，为其联结资源。其中最常用的是活动、筹款、传播、数据等方面的管理功能。


  收费低、针对性强等特性使灵析在中国公益领域大受欢迎。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灵析已为超过4.5万家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公益组织。


  灵析的缘起和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个与欧美国家颇为不同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是先有第一部门（政府），在改革开放才出现第二部门（公司），而大体属于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大部分公益机构发端于缺乏资本的民间力量，往往在技术手段与支付能力上都呈现出一种“草根”的状态。但是，形势不等人，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社会对第三部门的需求大量释放，许多草根公益机构站上了“风口”，尚未做好准备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


  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公益元年”，当年，在“支援灾区”的背景下，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达1 070亿元，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汶川地震不仅激发了中国公民的捐赠热情，也促使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投身志愿行动，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大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组织大概30万家，而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突破80万家。


  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年，在媒体工作的易昕成了一名灾区的志愿者，她发现，公益机构用人工的方式来处理大量资料，人数一多就忙不过来了。易昕萌生了一个想法：要用技术的手段解决公益领域的效率问题。2012年，易昕与两位在亚马逊研发工作的校友一同辞职，创办灵析公司。


  从一开始，灵析公司就呈现出一种融合了公益机构与商业部门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与其核心创始人、CEO易昕的个性不无关系。自灵析占领公益市场后，许多见到易昕的人都会感到惊讶——那名脸蛋略圆、笑容憨憨的女生完全没有CEO的派头，她以一种单纯而务实的性格塑造了这家公司。


  创业初期，灵析公司先是搭建了一个在线志愿者平台，并免费提供给公益组织使用，他们设想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流量则可以为灵析带来运营资金。但是，公益组织并不买单，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流量大的平台，而不是本身没有流量的新开发平台。


  后来，易昕发现为机构搭建数据中心是一个更好的市场机会。他们先是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开发内部管理系统，首次成功回应了行业需求，进而在友成系统的基础上不断迭代，研发出适应不同需求层次的、目前为人所熟知的软件产品灵析，其盈利模式也从“免费平台”变为了“收费软件服务”。


  [image: ]


  许多人担心一个问题：向支付力弱的公益机构提供廉价服务，这样的商业公司要如何盈利呢？


  易昕透露，目前机构年营收额在千万量级，财务可持续的问题并不是困扰这家公司的难点，大型公益机构的购买提供了这家公司超过70%的营收，而中小型组织的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一些机构从免费到付费，从每年付费不足2 000元到付费超过1万元。培育与支持中小型机构的成长，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灵析的产品特性与用户体验


  行业针对性、售后服务反应快且态度好，价格有对比优势，大多数用户对灵析有着很积极的评价。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灵析的长期用户，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说，微软等其他管理软件的价格比较贵，但客服的服务态度、响应速度却不如灵析，“也许大公司对这种小单可能没那么在意，灵析有价格优势、服务好、响应快。”


  对许多处于发展早期、缺乏足够支付能力的草根公益机构而言，灵析“低准入门槛”的特性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


  2016年年初，当覃树勇加入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时，这家公益助学组织人手紧张，一人身兼多职是常事。覃树勇说，当时他需要了解机构的捐赠人信息等情况，但是，捐赠人信息主要存放在机构创办人的脑袋里或通信录里。


  “早期捐赠人比较少，大家联系比较紧密，还没问题。但随着联系人数量的增长，脑袋就不够用了，久而久之会忘记，不全面。况且，信息不便共享。”覃树勇说，捐赠人信息要从创办人分享给新来的同事，依靠“口口相传”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亟待一个能够有效管理机构信息的软件。


  2016年4月，覃树勇推动机构与灵析合作——这是一款专门为公益机构开发的利益相关方管理软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担当者”行动其中一个主要的业务是支持乡村教师成长，需要挖掘积极参与其活动的教师加以重点培养。在使用信息化工具之前，主要靠人脑记、凭印象决策，但在启用灵析之后，他们通过其报名、签到、记录等网络痕迹，可清楚地看出哪些老师比较积极。而当需要深入了解某个老师时，这家公益机构还可查看后台了解其参与情况，这让“担当者”行动大幅提升了乡村教师培养计划的深度跟踪效率。


  不光“担当者”行动，灵析的出现，改变了许多公益组织在缺乏信息化工具时的窘迫状态。


  皓宇曾任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传播官，这是一家为各类罕见病人士服务的公益组织。2014年8月，瓷娃娃中心让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落地中国，倡导大家关注包括中国广大ALS（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在内的罕见病群体，应者云集，两周内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4亿次，瓷娃娃中心就此进入快车道。2015年前后，其品牌项目“钢铁侠”计划持续收到大量捐赠信息，这对皓宇的工作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当时我们需要对这几万条捐赠信息进行手工整理，并要在短期给予捐赠者项目反馈，工作任务很艰巨。”


  为此，瓷娃娃中心向运营灵析的团队咨询解决方案，让其在软件中开发了一个“捐赠人数据导入模板”功能，以便于该机构迅速将基础数据文件进行归纳、整理。皓宇事后回忆，使用灵析帮助瓷娃娃中心省去了大量烦琐工作，“原先需要一到两周才能完成的分析工作，现在只需要几分钟的导入即可，还可以对捐赠人进行及时详细的反馈。”


  灵析为很多渴望快速发展的公益机构提供了动能。在覃树勇看来，相较于商业公司提供的同类产品，灵析更适合公益机构使用。“第一，灵析的价格比较低；第二，灵析针对公益行业而开发，功能针对性强；第三，灵析的响应速度快，服务好，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解决速度、迭代速度也快。”


  灵析的产品升级与行业外竞品异同


  2016年8月，爱佑慈善基金会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对灵析公司进行了A轮投资。爱佑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说：“灵析是一个典型服务公益行业的公司，给公益行业的创业者、机构提供服务。当时，爱佑开始做影响力投资，目标是投商业公司，但它的业务有公益属性。我们对它的团队、产品、业务模式、战略规划等进行考察后，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的投资理念。”


  目前，灵析能为公益行业提供全面的、一站式的场景解决方案，尤其是面向筹资与捐赠人管理的模块。某些场景虽在互联网上也有相应的产品可以选择，但专注于公益领域的灵析富有优势。


  以活动报名的场景为例，与“活动行”“互动吧”等行业外竞品相比，在适应公益领域特定场景的需求上，灵析产品的细节要丰富许多：


  
  表1 活动报名场景下灵析产品与行业外竞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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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公益组织数据收集场景为例，灵析也与“金数据”“问卷星”等旨在满足各类机构共性需求的软件有所不同：


  
  表2 公益组织数据收集场景下灵析软件与其他软件对比
[image: ]


  在丛志刚看来，灵析的优势在于了解行业。“这个行业普遍支付能力相对弱，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公司没有特别愿意直接进来的原因。如果要做一个行业的数据服务，必须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客户特别了解，要想了解这些东西，必须投入很多的人和时间。这在商业公司看来不一定是划算的。”


  丛志刚认为，对于捐赠人的管理，此前整个公益行业能够用到的工具不多，而灵析在如何让公益机构与捐赠人之间有效沟通等方面创新地提供了在线化的服务。“尤其是那些相对来说规模不是很大的公益组织，能很方便地用到这样的工具，能很便捷地把捐赠人管理起来，这给行业提供了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能够对行业的数据化做一些贡献，能够用互联网和数据的模式给行业带来新的管理手段。”


  事实上，从2017年始，伴随用户量的快速增长，这家公司的营收已不限于软件产品的收费，它开始为客户创建连接，并引入新的资源。“比如，帮助没有公募资格的机构对接公募基金会以解决公开募捐资格的问题，帮助企业产品平台连接公益项目，帮助研究机构连接公益项目等。”易昕说，能为这个行业创建连接让她感到兴奋。


  尽管已经占有了相当高的市场份额，灵析团队仍计划在公益领域进一步精耕细作。目前灵析致力于为不同规模的公益组织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根据客户所处的不同阶段把客户划分为引领者、进取者、生存者，并围绕他们的核心诉求提供服务。”易昕说。


  目前，股东们希望灵析公司能通过产品创新引领公益行业的发展。“现在的灵析看到了很多需求，它在满足这些需求，还有一些是在商业领域已经被证明实践成功的，但公益领域还没应用，应该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引领行业，而不是等待用户提出需求，去满足他们。”丛志刚说。


  
  表3 为不同规模的公益组织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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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析之于行业生态和社会的意义


  在过去几年间，灵析“收费软件服务”的模式成功让外界对公益行业“支付能力弱”的固有偏见发生转变。


  在易昕看来，公益组织的支付能力较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念”，省钱并不是公益组织的目标，相反，高效和有效使用资金和资源、解决社会问题才是现代公益组织所追求的。“灵析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看起来是机构付钱购买了灵析的产品，实际上灵析的产品为其节约的资金和产生的价值高于它们支付的成本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灵析坚持以向公益机构收费的方式提供服务曾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不可行的，但灵析的逐年成长打破了这一成见。灵析的早期发展非常慢，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


  
    2012—2014年，业务探索期，通过定制探索产品之路，有十余家半定制的客户；


    2014—2016年，业务确定期，利益相关方系统出炉，有超过8 000家用户；


    2016—2018年，快速发展期，有了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目前服务超过45 000家用户。

  


  易昕常被问及一个问题：若有成熟的软件公司跨界进入公益领域，灵析会不会瞬间失去竞争力？易昕说，在创业早期，灵析也曾为此感到困扰，“但前两年，我突然发现无须烦恼。每个团队和产品都有自己的基因。比如说，腾讯擅长社交产品，阿里擅长电商，因为基因不同，思维方式也会不同。我现在不烦恼了，可以安安静静地沿着自己的使命，围绕为公益机构创建价值，推动行业发展。”


  在另一方面，灵析也加强了对公益行业数据隐私的管理。


  中国公益行业应用互联网工具和技术起步较晚，基本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两微”——微博、微信的广泛应用，公众在逐渐习惯了移动互联网高透明度、高互动性的便捷后，向公益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少公益机构负责人表示，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搭建自己的数据平台，但目前，中国公益行业极少有机构有财力搭建这样的平台。


  灵析的适时出现提供了一个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少公益机构负责人对自家的捐赠人数据存放于一个第三方平台依旧怀有疑虑。尽管不少研究者希望灵析能在不涉及数据所有隐私的前提下，对相关数据能进行自动化脱敏并进行分析，但目前灵析对公益机构的数据使用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易昕一再在公开场合表示，没有得到用户授权的话，灵析是不会使用这些数据的。


  再者，灵析为领军型公益机构推进面向未来的业务提供助力。


  近年来，中国公益行业快速发展，一些行业领军型的机构对信息化有着更深的需求。它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套标准的利益相关方管理系统，更是面向未来业务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2018年年初，灵析开始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制订它的整套信息化解决方案。灵析的整体方案集成“用友”和“泛微”两个知名产商的产品。公益机构也开始逐渐选择更懂公益业务的服务商为它们做整体的信息化规划。


  目前，已有不少公益机构会让灵析针对其机构特点定制某些产品和服务，而灵析在为这些机构定制信息化产品时，往往会将其中的部分功能产品化，从而让没有付费能力的草根公益机构在一段时间后也能用上相关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公益行业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易昕常说，她希望“每个智慧公益背后都有灵析”，这是一个带有某种使命感的宏愿，灵析团队正朝着那个方向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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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入群，有机会获赠下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学术合作机构：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以中国社会创新发展及现当代史、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院系研究教育机构，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共同设立。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战略合作机构：

  澳门同济慈善会


  澳门同济慈善会是由曹其真女士及社会知名人士林金城先生于2006年在澳门注册成立的私人基金会。2013年，澳门同济慈善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在中国内地全面开展慈善公益工作。我们鼓励和支持有效、创新并可持续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和团队，以项目资助的形式帮助弱势儿童实现“让每个中国儿童都能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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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关注同济，关注中国教育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 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基金会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5期导言

  


  创新需要批判性思维


  本期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15周年纪念刊。自2003年春天创刊以来，从SSIR中产生了不少诸如“集合影响力”“打破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等影响深远的社会创新方法论。主编埃里克在纪念刊卷首语中如是说：“回顾走过的15年，SSIR的定位始终如一：我们希望能为正在为社会进步做出重要努力的读者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


  本期也是中文刊发行的第五期。乐平基金会将这本刊物引入中国的初衷是通过SSIR来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区的构建。从对以往四期的反馈来看，一些读者评价这本杂志很“烧脑”。


  作为一本前沿性刊物，SSIR每期都会推出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又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方法论。比如这一期的专题文章《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正如果壳CEO姬十三在点评中指出的，公众科学（civic science)不是新概念，但在中文世界里尚没有足够认知。虽然今天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疫苗问题、化工厂污染问题等很多是科学问题，但讨论这些问题并参与到监管流程层面，需要公众理解科研、科学家的工作。而公众与科学家的对话在两个向度上都是缺失的。


  这本杂志让读者觉得“烧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贯穿所有文章的一种价值观，批判性思维。


  近年来，从幼儿园到高校，各类教育机构都在热议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思维模式以及实践批判性思维所需要的跨学科知识广度的缺位。许多人将批判性思维简单理解为用咆哮体的文风批评他人，而不是对思考者自身的反思。


  批判性思维对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首先，破旧立新需要有不畏权威、质疑求真的勇气，正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次，创新的过程需要通过分析、推论和评估来建立理性认知，并在发现错误时及时调整方向，用更合理、客观的观点取而代之，周而复始。


  从本期的许多文章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思维模式贯穿始终。专题文章《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攻略》对创始人和接班人必须“彻底划清界限”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通过大量数据与具体案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研究栏目中提出的“社会企业不等同社会变革”算得上是SSIR创刊以来争议最大的一篇文章。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印度，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如果细细阅读本文，就不难看出其发难的对象并不是社会企业本身，而是对当今美国的商界精英们打着“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旗号，试图取代政府和传统慈善部门，接手社会改革的反思。本期“尺度最大”的文章是对美国北卡州的一家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机构的案例研究。许多国家对毒品问题一直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然而毒品使用却从未被禁绝过。这家机构将减害政策带到了阿片类药物成瘾者的重灾区，这种将吸毒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以毒攻毒之道能走多远呢？


  正因为有了这些对现有社会解决方案的合理质疑和反思，才能够在此基础上产生创新的观点。例如专题文章《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升级版，即企业不是为了回应来自市场的压力，而是通过主导市场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转型。为此，企业需要对其宗旨、商业模式和运营指标进行重塑。


  从本期起，我们对重点推荐文章增加了“专家点评”栏目。这些专家来自社会创新的各个领域，我们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能够让好的思想落地生根。欢迎大家通过阅读、参与公众号留言等方式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攻略


  作者：扎里·图奥马拉

  唐纳德·叶

  凯蒂·史密斯·米尔威

  译者：陈智勇


  
    传统观念认为，创始人和继任者之间交接的最佳方式是“彻底划清界限”。但美国侨幅集团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做法妥当，创始人继续发挥余热可能是维护非营利组织各方利益和员工忠诚度的最佳途径。

  


  成千上万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每年都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来替代那个看似“不可替代之人”，即那些长期在位、深受爱戴的创始人。这个交接过程布满荆棘，自然会引来关于如何应对的“套路化”建议。例如“继任者必须与创始人彻底划清界限”，因为“两者就如同油和水，是合不拢的”。


  在商业领域的创业公司中，4/5的创始人都会被董事会强行赶下台。[1]猎头公司的高管称，首席执行官的继任者拜访前任的情况极为罕见。[2]尽管一些社会部门的研究建议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继续参与机构运作，但“划清界限”往往就是行规。[3]然而，这真的是确保公司顺利交接的最佳方式吗？


  侨幅集团[4]的一项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如果能在卸下领导重任后继续承担一个新角色，往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事实上，几乎有一半卸任的创始人继续为他们创办的组织贡献知识、人脉和热情。


  我们根据指南星(GuideStar)[5]公开的非营利组织财税申报数据库（990表格），对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定量研究。我们随机抽取了2 000家组织，其中涉及创始人交班的有106家。此外，我们还与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资源”(BoardSource)及指南星一起，对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和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到的538个回复中，有202家组织经历了从创始人到第二代领导人的交接。为了获取实际交接过程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访谈了31家组织的49位人士。我们还对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继任者和理事长进行了三位一体的访谈，他们的经历尤其具有启发性。


  从这些研究和访谈中，我们总结了三条宝贵的发现。首先，与创始人自愿退出的方式（31%）相比，有更多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45%）为创始人安排了继续发挥作用的角色。这一做法的效果得到了大部分被调查组织的正面评价，这其中有75%的组织认为，留用创始人所带来的益处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合理性。近一半创始人退出的组织表示，如果创始人发挥作用，领导班子的交接会更顺利。


  其次，从交接期间实现的收入增长情况、继任者的留任情况以及绩效自评来看，让创始人继续发挥作用，并与从机构内部选拔出来的接班人一起工作的交接方式，是研究发现的最佳模式（参阅第5页“创始人继续参与非营利组织运作”）。各种不同规模的组织实例证实了这一模式的强大力量。此外，这一模式也同样适用于非机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长期效力情况下的交接。如果首席执行官在交接后发挥余热，他们所在的组织往往会表现得更好（参阅第5页“长期任职的首席执行官继续参与非营利组织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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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继续参与非营利组织运作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侨幅集团、理事会资源、指南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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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任职的首席执行官继续参与非营利组织运作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侨幅集团、理事会资源、指南星调查

    

  


  交接并不容易，需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理事会需要帮助创始人找到适当的角色，来支持继任者及其使命。理事会还必须引导这一过程，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建立一套解决方案来缓解问题带来的影响。我们找到了创始人在离开领导岗位后能够继续为非营利组织做出贡献，同时获得成就感的几大职能，包括筹款、进行友好访问、支持和指导继任者。


  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做法妥当，创始人继续发挥余热可能是维护资助方、理事会和员工忠诚度的最佳途径。同时，新领导人也能从创始人的能力和知识中受益。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最重要的服务对象都能从中受益。


  新老交替的四种类型


  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顺利交接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着手更好地了解交接的类型、频率，以及影响其成败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四种类型的创始人交班过程。我们发现，3/4的组织采取了尊重创始人意愿的做法：他们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来担任一个新的角色，继续支持继任者的工作（参阅第7页“创始人交班的四种类型”）。其中，非自愿交接的情况（创始人被迫离开或被解雇）占24%，创始人彻底脱离组织的占31%，创始人在组织中继续担任重要新职务（进入工作团队或理事会）的情况占23%，创始人以咨询师、顾问或临时职位的方式继续参与的情况占22%。


  理事会将创始人逐出组织的交接方式最容易失败。然而，我们的访谈却表明，在这类情况下，理事会通常是直到后院起火才不得已介入。创始人的负面情绪和无所作为导致员工之间的不和，其与理事会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交接很难避免尴尬和痛苦。事实上，进行早期干预对各利益相关方都有利。理事会可以对更换领导人所引起的组织运作能力的下降有所准备，在为继任者铺平道路的同时，也为创始人提供体面的退出机会（参阅第8页“创始人在位过久的7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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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侨幅集团、理事会资源、指南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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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在位过久的7个信号

    

  


  创始人彻底脱离组织的方式对那些喜欢一上任就有明确职权的继任者有吸引力。这种全新开始的方式也为理事会提供了最大范围的候选人。这对创始人来说可能也有吸引力：上了年纪的领导人可能本来就已经准备好完全退休；年纪轻一点的领导人可能感到了倦怠，准备做出改变；而其他人可能只是受到一种企业家精神的驱使，想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尊重创始人意愿的交接方式中，选择离开和留下来发挥余热的比例是2:3。有时候，创始人希望留下的理由是错误的：比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没有退休的计划，没有除了组织职务之外的身份，或者认为组织离开他们就无法生存等。[6]即使创始人想留下的理由是正确的，交接的过程可能也会很复杂。理事会会担心因为创始人留下可能造成角色和责任混乱，所有与这个过程相关的事情都需要小心谨慎。


  我们从大量的访谈中提炼出了可以考虑让创始人发挥余热的组织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第一，创始人有能力和意愿参与进来；第二，理事会认为创始人继续参与能给组织带来明确的价值；第三，创始人愿意承担不同的角色，并真心希望继任者取得成功；第四，继任者愿意与创始人合作。以上所有条件都需要创始人和继任者克服自负情绪。


  以学校社区组织（Communities In Schools，简称CIS）的创始人比尔·米利肯为例。米利肯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他曾经率先在学校开展社区服务，发现有辍学危险的学生并为其提供支持。成立25年后，CIS面临严重的组织发展问题。理事会和米利肯都认为需要一名能带领组织稳扎稳打的领导人来取代“先驱者”。米利肯愿意继续参与筹款活动来为组织效力。理事会在咨询了外部顾问，并经历了几次挫折后说服他成为该组织的理事，继续参与筹款和宣传工作。


  这为原业务部执行副总裁丹·卡尔迪纳利接班、整顿组织并重新制定战略做好了准备。米利肯认为交接很顺利，因为“丹不是一个自大的人，还可以防止我失控”。他补充说，他和接班人的才华相得益彰：米利肯的继续参与让CIS的发展方向不跑偏，而卡尔迪纳利则以数据为依据，在本已拥挤不堪的青年发展市场中实施了一个成功的战略。卡尔迪纳利说：“通过与比尔合作，并借由他的道德权威来为组织的战略变革保驾护航，我们有了推动变革的绝佳机会。”


  在挽留创始人的过程中，理事会的确需要评估创始人和继任者能否和睦相处。如果继任者来自组织内部，那么工作伙伴关系通常已经确立。“家庭希望”是一家为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所、膳食和其他帮助的组织，成立于1998年，其创始人凯伦·奥尔森与服务部门主任克拉斯·埃勒斯一起工作了12年。2014年，奥尔森敦促理事会任命埃勒斯为她的继任者。如果继任者来自外部，理事会需要在寻找外部继任者的过程中考虑创始人和继任者的关系。无论创始人想扮演何种角色，最终都需要由继任者决定。


  精心操作，顺利交接


  我们的研究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让创始人发挥余热的潜在价值。这些成功组织究竟做了什么，使得创始人能够发挥余热呢？这需要从我们的调查和访谈中寻求答案。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领导人交接的一系列传统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尽早开始，因为成功的交接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规划；着力培养内部继任者；在继任者和理事长之间建立起频繁的互动；鼓励理事会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参与。[7]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出了5项建议，更直接地针对如何应对创始人留任的实际问题。虽然数据显示，“从内部选拔继任者赋予创始人新角色”的交接方式往往是最成功的，但以下这些做法适用于任何有意挽留创始人的组织。


  第一，将创始人的新角色限制在其具有高度兴趣和能力的特定领域。


  创始人可以在众多的延伸角色中进行选择。其中一些是既有时间限制，又有明确成果交付要求的任务，例如开展一个新项目；另外一些则是根据自身的能力，担任筹款人或“联盟成员大使”一类的角色（参阅第11页“创始人交接后的角色”）。但是，无论什么角色，创始人、理事会和继任者都需要有明确的预期。


  在这一点上，多伦多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儿童乐益会（Right to Play），其创始人约翰·科斯和即将上任的继任者凯文·弗雷就是最好的例子。科斯是挪威冬奥会4枚速滑金牌得主，他用了15年的时间，将儿童乐益会打造成了一个事业规模高达5 400万美元的全球性组织。儿童乐益会是一家培训教师和教练的组织，通过以儿童为中心、基于游戏的学习方式在18个国家和地区运营，全球有190万儿童受益。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分布广泛的组织，科斯每年出差的时间长达300天。这样的日程安排让人精疲力竭，因此他希望不再负责组织的日常运作，但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参与。理事长罗布·麦克莱伦决定就此事咨询一名商业企业领导人交接领域的专家。这位专家说：“你注定要失败，因为你没有在创始人和继任首席执行官之间划清界限。”


  科斯和弗雷还是决定按照既定方针走下去，但他们同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与第三方顾问合作拟定了一份协议。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协议规定了从2015年8月开始的两年交接期内各方的具体职责。该协议赋予弗雷管理员工的职权，而科斯保持与资助方和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并在战略规划中发挥作用。这些任务非常适合科斯，他的新职位是理事会成员。弗雷也明确表示，他看重科斯的继续投入，并渴望与他合作。他告诉科斯：“我自己做不了这件事。”最后，专家骇人的警告促使科斯、弗雷、麦克莱伦和理事会其他成员围绕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确保交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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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交接后的角色

    

  


  在创始人转任理事会职位的案例中，成功率最高的是把精力放在核心的理事会职能上，例如筹款、制定组织战略等。与之相比，创始人继续参与和项目运作相关的工作，或者担任继任者导师的做法价值不高。“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创始人温迪·柯普讲述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当离开该机构去领导为美国而教的国际版“美丽世界”（Teach For All）时，她还担任着为美国而教的理事长的职务。柯普不仅是来自该组织内部的继任者的导师，还必须逐步将一个拥有38名成员的臃肿理事会发展成一个更具战略性的管理机构。但这一安排被证明是错误的。


  柯普说：“我不应该担任理事长，因为我不能做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表达理事会意见的理事长……但当我坚持己见时，我很可能被视为专横的创始人，我的锋芒盖过了首席执行官。”


  第二，通过企业教练的定期辅导，应对交接过程中的操作性和情感性问题。从创始人到一个新角色的转变之路可能充满了棘手的决定和焦虑情绪。研究表明，企业教练可以提高交接的成功率。[8]


  儿童乐益会理事会雇了一名企业教练，在6个月的交接期内，企业教练既分别与创始人和继任者会面，也与他们共同会面。这名教练只专注于帮助企业平稳过渡，不偏袒任何一方，从而避免出现二对一的对抗局面。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例如，创始人科斯在继任者弗雷到任后就开始休假。麦克莱伦说：“这正是我们都希望科斯做的事。但当他休假结束回到办公室时，一些旧习惯又浮出水面。人们会来拜访他，他又会回到以前的角色。所以我们不得不做更多的辅导，进行更多的沟通。”科斯和弗雷都认为，在交接之前与教练会面能够让他们找到问题所在并化解冲突，避免在实践中掉进陷阱。


  
    我们为这项研究创建了三个数据集：（1）2 000家非营利组织的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2）538个有效回复的问卷调查；（3）与49位理事会成员、创始人和继任者的访谈。


    
      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样本


      指南星提供了1975年以后创建的20 563家收入超过300万美元的非营利组织的数据。该数据集不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医院、体育联盟和会员利益组织（membership benefit organizations）的数据。我们随机抽取了数据集里面的2 000家组织的样本，并补充了有关创始人角色、继任者选择（从内部或外部）和继任者任期的公开信息。我们发现，在2009年到2015年之间经历了创始人交班的组织有106家。同期，有161家组织经历了长期任职（超过10年）的首席执行官交班，340家组织经历了短期任职首席执行官交班。

      


      与理事会资源和指南星共同开展问卷调查


      理事会资源、指南星和侨幅集团通过电子邮件发放调查问卷，收到538份有效回复。其中，有474家组织经历了一次或多次领导人交接。在总计524次交接中，有50个回复者经历了两次交接。本样本包括202次创始人交班、110次长期任职首席执行官交班，以及212次短期任职首席执行官交班。

      


      访谈


      侨幅集团从美国国家税务局990表格样本的组织、问卷调查组织、有高知名度创始人交班的组织中选取了31家机构、49位人士进行了访谈。我们还访谈了5家组织的创始人、继任者和理事长，并在另外6家组织访谈了两位人士。

    


    研究方法

  


  在“公民学校”（Citizen Schools）领导人的交接中，教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公民学校是一家大型的青年发展类非营利组织，为青少年提供与专家并肩工作的机会，通过让他们一起探索新领域、学习新技能，为这些青少年的未来奠定基础。外聘的首席执行官从创始人埃里克·施瓦茨手中接棒掌舵后，经历了19个月的磕磕碰碰，最终辞职。施瓦茨提出要留在组织内6个月，把新的继任人、内部提拔的埃米莉·麦肯扶上马。于是，理事会聘请了一位企业教练来辅助交接的平稳进行。麦肯说：“教练带领我们两个人度过了这一过渡期，她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是稳固的，让我们能够为组织的利益把任何挫折、痛苦和焦虑都放到一边。”而后麦肯升任该组织总裁，任职长达六年之久。


  在交接开始前的两周，麦肯和她的前任与教练见过几次面。麦肯回忆说：“这种会面就像心理咨询，虽然过程充满压力，但非常重要。你对一家组织或一个人是有很多感情的，而且你即将领导一次权力过渡。如果那时你不能驾驭它的话，这些情感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冒出来。”而教练可以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


  第三，对可能的冲突做出预估，并确立一个解决程序。机构领导人过渡本质上是复杂的，而创始人留在组织内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作为过渡计划的一部分，在理想情况下，理事会需要与创始人、继任者和教练一起建立起一个冲突解决流程。


  在弗雷接任儿童乐益会的首席执行官职位后，理事会和科斯在教练的协助下共同制订了解决冲突的方案。如果创始人科斯和弗雷发生争执，那么按流程就会升级到由理事长做出决策。如果理事长仍然拿不出解决方案，就会将此事提交到理事会的人力资源委员会。如果僵局还是打不破，那就得交由理事会全体会议处理了。虽然科斯和弗雷不时有分歧，但通过沟通和决策都能得到解决，从未出现过需要到理事会理论的情况。


  绿洲研究所（Oasis Institute）是一家致力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机构，该机构倡导终身学习、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其创始人玛丽莲·曼向继任者玛西亚·克茨明确表示自己将转任理事长一职，由克茨全权处理组织的业务工作。克茨说：“玛丽莲从一开始就非常坦诚。”克茨于2000年加入基金会并担任首席运营官。两年后，克茨转任总裁职位，并任此职直到2017年5月。


  最初，克茨和曼之间并没有对缓解冲突的流程达成一致，这导致了混乱。克茨说：“玛丽莲很有创意，有很多奇思妙想，总是希望开拓创新，进一步推动组织发展。我们之间一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她的想法和对组织造成的影响之间找到平衡。”为了掌控这一紧张局势，曼和克茨同意按一条简单的规则办事：曼的所有设想都必须先和克茨讨论，而不是直接交代给员工。克茨说：“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缓解冲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明确各自的职责所在。”


  第四，有序完成理事会、员工、资助方对组织领导人忠诚与信任关系的转移。员工和理事会成员往往对创始人有强烈的忠诚度，其中的许多人可能还是他们的私人朋友。资助方也往往更信任创始人，而非组织本身。因此，把这些忠诚与信任关系转移给新的领导层至关重要。在领导人有充分时间完成交接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可以利用这一时期逐步完成转移。通常，员工和理事会管理层可以立刻接受新的领导人，然后，随着组织创始人对继任者的推介和信任，资助方的信任也会转移到继任者身上。


  执行总监瑞克·沃茨曼和他的伙伴兼高级管理总监扎克·福斯特之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两人紧密合作了近10年，发起并成立了德鲁克研究所（Drucker Institute），该研究所以彼得·德鲁克[9]的管理智慧为基础，将其应用于当代问题。在担任了八年创始人兼最高管理者的职务后，沃茨曼于2015年宣布了卸任的打算，并考虑将福斯特作为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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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茨曼和福斯特立刻制订了一份详细的交接计划。他们向理事长柯特·普伦提交了这一计划，并希望这份计划能够得到迅速批准。但是普伦叫停了该计划。普伦解释道：“根据我的经验，这么大的组织管理变动不可能靠一次会议就能定下来。我们需要想清楚如何让理事会理解这一问题，说明为什么现在可能是合适的时机，并与理事会一起讨论交接可能涉及的一系列行动和活动，以确保交接成功。”


  最终，三个人制订了一项计划：福斯特于2016年2月转任执行总监，负责沃茨曼所承担的大部分外部工作以及员工的管理与指导。但在筹款方面仍由沃茨曼继续与捐赠方进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把福斯特带进来，以便福斯特接上这些关系。沃茨曼还说服了相关人员，让他以有偿咨询顾问的形式继续参与完成他投入很多的两个重大项目：新版德鲁克奖和德鲁克指数。其中，德鲁克指数旨在通过公开数据来评估公司的管理效率。该指数项目催生了德鲁克研究所的一个新部门——功能社会中心（Center for a Functioning Society）的成立。一年后，沃茨曼从顾问转任新中心主任。虽然还不知道沃茨曼的下一个诉求是什么，但整个交接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出现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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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建立初始分离机制，让继任者进入角色，特别是在创始人即将在组织中担任实质性或长期性的职位时，更需要如此。继任者需要时间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可能包括员工调整和战略变革。虽然继任者可能会需要与创始人进行磋商，但对于创始人来说，在交接的最初几个月中应保持低调，避免他人对谁在掌舵产生混淆。


  在从德鲁克研究所执行总监到高级顾问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沃茨曼基本上与他的继任者调换了角色。福斯特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应对这一交接过程。”首先从形式上着手，福斯特搬进了沃茨曼的办公室。福斯特说：“当瑞克（沃茨曼）需要和团队成员一起研究新项目时，他会来办公室，大概每六至八周一次。除此之外，他都是远程工作。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么做对帮助团队适应我的新角色非常重要。”


  对于儿童乐益会的创始人科斯来说，从日常机构的运作中抽身并不容易，但是沃茨曼和福斯特使用的一些策略对他也有所帮助。在交接的第一天，科斯就搬出了他的办公室，继任者弗雷随即入驻。科斯也不再参加执行团队会议，只阅读会议记录以了解最新进展。但是，当儿童乐益会总部搬迁后，把创始人与继任者之间的距离拉开的必要性就变得明显可见了。最初，科斯和弗雷在新大楼内的办公室是紧挨着的。弗雷说：“这让员工很是为难。”


  他们的角色所带来的混乱导致理事长劝告科斯少在办公室办公。科斯同意放弃他的办公室，而将其改造成为一个创始人的休息室。随着弗雷毫无疑义地成为掌舵人，分支机构和资助方开始转而找他解决难题，弗雷也利用最初的两年时间重新考虑组织战略。与此同时，科斯在卸任首席执行官两年后，于2017年秋季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负责人，这进一步压缩并明确了他在儿童乐益会投入的时间和支持的方式。


  未雨绸缪，预做安排


  对美国非营利组织如何应对创始人“退位”的担忧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有几项研究预测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会出现退休浪潮。这些即将退休的领导人一半以上都是创始人或长期担任最高管理者。[10]安妮·E·凯西基金会于2005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创始人交班：创造良好的终点和新的起点》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许多由创始人主导的非营利组织对其所服务的人群和社区来说不可或缺。如果这些组织在创始人离职后立足不稳或失败，许多社区最弱势的群体，包括儿童、新移民、弱者和穷困人口等，都会受到伤害。”[11]


  这个观点今天也同样适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领导层非自愿离职的比例居高不下，这说明许多非营利组织仍然难以管理好创始人交班的问题。因此，打算进行领导人交接的组织应该在执行交接前尽早开始准备。无论是创始人还是长期在位的最高管理者的权力交接，非营利组织至少可以采取以下4个步骤来确保交接成功。


  第一步：投资内部人才培养。它不仅会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团队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会使下一任负责人从中脱颖而出，从而免去从外部招聘的麻烦，让接下来的交接计划更容易操作。大量数据清楚地表明，从内部升任的继任者在前三年失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贝尔（BELL）是一家事业规模达到2 000万美元的教育类非营利组织，以为低收入家庭青少年为主要对象提供暑期课程而闻名。该组织创始人厄尔·弗伦有意提拔蒂芙尼·库珀·古埃耶为内部继任者候选人，并花了几年时间逐步准备这个过程，包括提拔古埃耶担任运营总监，以及请她出席理事会、参与会见资助方等。


  贝尔的理事长劳伦·斯珀林说：“无论我们让古埃耶承担什么责任，她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为了帮助古埃耶成为新的领导人，斯珀林还担当了导师的角色。斯珀林回忆，当时她告诉古埃耶：“你会得到全面支持。”斯珀林补充说，与理事会合作共事的最佳方式是一切按计划行事，以及经常会面。8年后，古埃耶的继任者从2017年6月开始执掌贝尔，这位新领导也是从组织内部提拔的，而且为升任这一职位做了多年的准备。


  遗憾的是，贝尔的成功并非常态。侨幅集团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非营利组织的关键领导职位由内部提拔的人士担任，这一比例大约是商业企业的一半。[12]我们的新研究还强调了需要向内寻找人才的另一个理由：最成功的领导班子交接是将内部继任者与创始人的后续角色结合起来。


  有时候，合适的内部候选人需要被轻轻推一把，才能有勇气承担创始人的重任。施瓦茨在2014年卸任公民学校首席执行官职务时，当时的总裁麦肯是其内部继位候选人。麦肯在公民学校10年，对各个项目和职能部门都了如指掌。但当时麦肯不确信她能够兼顾家庭和公民学校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施瓦茨作为首席执行官经常出差。但是，只花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一名外部人士就说服了麦肯，她被告知自己在理念上契合该组织，再加上她所具有的技能和经验，已经为她任职做好了准备。麦肯说：“我意识到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以最适合组织目前发展阶段需要的方式展开领导工作。”


  第二步：将交接计划纳入组织定期讨论的要点中。有许多情形可以为完成这一步骤提供契机：执行董事的年度绩效评估；制订战略规划的过程；任职里程碑，如领导人的第10或20周年任职纪念，或60周岁生日；制订应急计划来解决领导人长期的健康危机或突然离职等。我们的数据显示，创始人交班有两个高峰：组织成立10年或25年后。理事会应该在迈向这些里程碑时刻时积极考虑领导人交接计划。


  但是，侨幅集团在参与了超过35次打造非营利组织未来领导人的工作后发现，理事会最好能将首席执行官交接计划变成一个年度讨论话题。让领导人交接成为整个管理团队的一个常规主题，可以减少这一探寻工作中的个人因素，从而将理事会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持续的领导需求上。


  在德鲁克研究所，创始执行董事沃茨曼告诉福斯特：“我已经做了7年，也许还能再做7年。但是在做到10年左右的时候，我觉得还让同一领导人在这个位置上就开始对组织不利了。”


  第三步：弥补理事会监督中的薄弱环节。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创始人领导的组织中理事会的共同薄弱环节：缺乏创始人绩效评估，对项目和财务监督不力，对创始人的依赖性强等。非营利组织需要在领导层变化之前处理这些问题，以确保交接成功。例如，在一家教育类非营利组织中，理事会的会议成了创始人邀功的舞台。一位内部人士说：“创始人会在理事会上大谈该组织如何伟大。”理事会对创始人的继任者即将面临的运营问题缺乏认识，也不习惯扮演新领导人需要的支持角色，这使得交接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家庭希望”的交接过程则恰恰相反：创始人、继任者和理事长都认识到加强理事会监督的必要性。这涉及引入新的理事会成员，并将理事会被动接受汇报的文化转变为主动讨论关键问题的氛围。这为创始人凯伦·奥尔森与继任者克拉斯·埃勒斯的成功交接铺平了道路。此后，奥尔森转任联盟成员大使。


  第四步：设立专项“领导人交接基金”，以应对突发事件。交接可能会产生预算外的费用，包括聘请企业教练的费用、猎头公司的费用、离职补偿金，以及在即将离任的创始人与继任者都在职期间支付给双方的额外报酬。例如，德鲁克研究所在创始人沃茨曼卸任后，使用储备金让他继续作为高级顾问，为研究所效力了一年多。他的继任者福斯特说：“研究所用这笔钱为我和里克（沃茨曼）争取了一年的时间，以便我们在各自的新角色中找到立足点。如果没有充足的现金储备，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以上四个步骤可以帮助任何一家非营利组织及其理事会制订成功的领导层交接计划。虽然这些组织和理事会仍然需要为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付出诸多努力，但这些步骤可以为组织建立强有力的基础，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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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蒂·史密斯·米尔威（Katie Smith Milway）


  侨幅集团高级顾问，也是其知识实践部门的前任负责人


  作者感谢同事妮哈·库克瑞嘉（Neha Kukreja）和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对本文的贡献。


  点评 梁晓燕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而言，创始人与继任者之间的交接从来不是一件小事。


  创始人如何从组织常规工作机制中建设性地退出？继任者的产生如何靠谱落地并更具规则“合法性”？继任者和创始人的交接如何既保持初心又有利于创新的发展局面？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由谁来主导？创始人和理事会怎样做到既有尊重和传承，又有集体决策和责任承担？理事会和继任者所期待的组织变革与创新如何得到创始人的积极认同和倾力协助，而不是引起内部摩擦和纷争？“强势”的创始人在组织中的后续角色应如何选择、如何定位，才能使其与继任者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发展近30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正在或者已经面临这种交替的“阵痛”局面。上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亦正在或者已经困扰着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理事会。对于其中各国非营利组织都会面临的共性问题，前面这篇“攻略”，或许会给大家带来诸多启发、借鉴和指导。当然，“攻略”所能提供的，是地图上的主干道和重要关卡，至于每个组织基于“基因”和文化而形成的秘径，则必须由组织自己在困顿和教训中去慢慢探寻。


  


  梁晓燕


  资深公益人，“自然之友”“乡村教育促进行动”创始人之一；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前任秘书长；连续五届“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主要策划人、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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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作者：安德鲁·J·霍夫曼

  译者：黄伟鸿


  
    在可持续发展的初期，企业为了回应市场转型的压力，继而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现在，企业通过主导市场，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转型。为此，企业需要对其宗旨、商业模式和运营指标进行重塑。

  


  商业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世纪70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和环保法规的制定至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一项战略性议题。今天，90%以上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各家公司纷纷着手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广可持续产品和服务，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等职位，并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向消费者、投资者、社会活动家和公众披露相关绩效。


  这一趋势尚无偃旗息鼓的迹象。调查显示：88%的商学院学生认为，了解企业行为中所涉及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至关重要；67%的学生希望在择业时考虑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工作。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将企业与社会关系列入必修课的商学院比例从2001年的34%上升到2011年的79%。在美国排名前100名的有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的院校中，有46%开设了关于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课程。


  面对如此高的关注度，我们应该可以期待世界变得更具可持续性。然而，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问题正在持续恶化。现有的可持续商业发展模式已经到达了其所能实现的效益极限。虽然它正在减缓我们向危机靠近的速度，但并没有扭转方向。为此，企业必须全方位改造市场，而不是用新产品和新服务对市场做小修小补。这是下一阶段商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改造正在浮现的迹象。


  在密歇根大学厄尔布研究所（Erb Institute），我们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称为“企业集成”[1]，它建立在企业响应市场变化的模式上，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已有的商业考虑因素来增加竞争优势。相比之下，商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阶段，我们称为“市场转型”(market transformation)，是建立在由企业改造市场的模式之上的。在这一阶段，企业不是被动地等待市场的转变来激发可持续发展实践，而是主动创造这种转变来实现新型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集成符合当今衡量成功的标准，而市场转型将有助于企业制定未来的成功标准。前者的重点是减少不可持续性，后者的重点则是创造可持续性；[2]前者处理问题的症状，后者解决问题的根源；前者的重点是向内看、关注组织的健康和活力，后者的重点是向外看、关注企业经营所在的市场和社会的健康和活力；前者可以帮助未来的领导者在今天的市场中找到工作，后者可以帮助他们制定终身的职业发展目标。因此，前者是渐进式的，而后者是变革性的。


  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应对环境恶化的挑战至关重要。市场是全球最强大的机制，而企业是其中最强大的实体。企业超越国界，拥有的资源超过许多国家，为我们解决吃穿住行等各种需求以及为此所需的能源。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商业才能提供解决方案。但商业有着无可比拟的思维能力、生产能力和分配能力，因此最有可能实现我们所需的变革规模。


  商业可持续发展1.0：企业集成


  在第一个阶段，商业可持续发展源自市场的转变。市场压力通过核心管理渠道和职能，迫使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在美国，这一阶段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政府监管。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险公司、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采购商等也逐渐开始对市场形成压力。[3]这些市场压力可以有多种来源，例如：来自国内外法规和法院的强制性压力，来自供应商、采购商、股东、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资源方的压力，来自消费者、行业协会、竞争对手和咨询顾问的市场压力，以及来自非营利组织、倡导活动团体、新闻界、宗教组织和学术界的社会压力。[4]


  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这一压力的一种回应方式。与此同时，企业一直在尝试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战略，以寻求增加竞争优势。这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转化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语言。企业运营效率、资本获取、战略方向和市场增长都有一个既定的模型，可以用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概念化并制定相应对策。这么一来，可持续发展就如同其他所有商业威胁一样，随着市场预期改变和技术发展进步，某些行业要么适应变化，要么被其他新兴力量取代。


  例如，当保险公司对企业施加可持续发展压力时，它就变成了风险管理问题；当竞争对手施加这样的压力时，它就成了战略方向问题；当投资者和银行施加压力时，它就成为资本获取和资本成本问题；当供应商和采购商施加压力时，它就成为供应链物流问题；当消费者施加压力时，它就变成关于市场需求的问题。依照这样的方式，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术语”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标准的商业逻辑。因此，企业即使对特定问题（如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继续保持不可知论，但仍然可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成功的企业可以实现这一转化过程，并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现有的架构和战略当中。


  以惠而浦[5]为例。惠而浦发现，在消费者最关注的事项中，能源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第12位上升至第3位，仅次于对产品价格和性能的关注。该企业因此提高了家电产品的能源效率。惠而浦和其他公司预计，消费者对能源效率的关切将持续升温。[6]其中一个迹象是乐活[7]消费者的崛起，这群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会优先考虑环境因素。据估计，2016年美国的乐活消费者市场规模为3 550亿美元，而这一市场在全球的规模达到5 460亿美元。


  另一个迹象来自影响力投资者，他们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作为投资标准的考量因素。2016年，影响力投资行业在美国的专业管理资产达到8.72万亿美元，占专业管理投资总额的1/5。然而，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并不限于这一特定群体。2018年5月，贝莱德金融咨询公司、先锋集团和美国道富投票反对埃克森美孚的管理层，并呼吁该公司披露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些迹象都表明市场已经并将继续转变。如今，消费者可以购买可持续的产品，入住可持续的酒店，吃可持续的食品，使用可持续的清洁产品。尽管“绿色市场”的扩大是一件好事，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反而越来越不可持续。


  商业可持续发展2.0：市场转型


  虽然商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主流，但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已经威胁到了地球上生命的活力。为了表示这种变化，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已经离开了全新世（Holocene），正在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这是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的提出突显了全球75亿人口（到2050年将接近100亿）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8]


  为了衡量这种影响，科学家确定了9个“地球极限值”，它们代表着人类社会可以存在的最大限值。一旦超出这些限值，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系统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9]这些限值就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教授盖尔·怀特曼所说的地球“关键绩效指标”。尽管其中一个指标臭氧消耗正在改善，但是目前许多指标表现不佳。科学家们认为已经有三个指标超出了极限值：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和磷循环）；三个指标已经出现红色警报，比如海洋酸化、淡水使用和森林砍伐；剩余两个指标（化学污染和大气颗粒污染）的极限值则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评估。所有这些破坏性的超标都是由市场系统失灵造成的，因此导致系统失灵的市场机构必须对此进行补救。


  幸运的是，社会制度的可塑性很强。社会制度由人类设计，为人类服务，它可以进行演变，以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需求。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种演变一直存在，解决了垄断权、商业串通和价格操纵等问题。当前人类最迫切的需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而立法者并不是唯一可以改变大局的力量。许多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一挑战，并正在推动新的市场模式。用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的话说，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时期，“负责任的企业在行动上领先于政府部门”，正在为“服务社会”承担更广泛的责任。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阶段需要实现市场转型，摒弃各种过时的观念，包括将大自然视为无限的材料来源和废物池，将经济价值视为衡量大自然价值的唯一标准，鼓励无节制的消费，认为经济可以永久增长等。企业决策者可以对推动这一转型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不应该去接受，而是需要去改变既有的市场规则，以将地球关键绩效指标纳入其中。例如，要扭转气候变化指标，市场必须实现碳中和，并最终实现碳的负排放。我们虽然尚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但知道这个任务不可能由一家公司或一种产品来完成。这需要改变整个市场。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系统性的。[10]例如，能源公司建立风力发电场，并自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没有任何借鉴意义。更具可持续性的能源系统需要整合整个电网，包括发电、输电、配电、用电和移动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能源、分布式能源、需求侧管理、智能电器和智能电表的发展正在逐渐转变我们的能源观念，这是市场转型正在发生的信号。清洁能源部门的工作岗位数量已经超过了石油钻探领域的工作岗位数量。


  能源领域的变革不止于此。电动汽车有可能改变整个电网，通过在夜间充电并在白天为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提供存储容量，来拉平电力需求曲线。如今在日本，日产聆风汽车的车主可以买一台变压器，以便在停电时用电池组供电。目前，有研究正在探索如何将这类做法规模化，让消费者可以在停车时将电池出租给公用事业公司。电动汽车也正在改变汽车产业。20年前，谁能料想到，像特斯拉这样的新生企业占的市值竟然会比通用汽车更大？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推进，苹果和Alphabet[11]等IT（信息技术）公司也加入了竞争行列，将汽车行业的成功因素从硬件转移到软件，并随之改变了我们对个人出行的观念。例如，福特汽车正在致力于成为一家出行提供商，像航空企业一样运营。在这一运营模式下，汽车闲置的时间越少，利润就会越大。考虑到如今的私家车有95%的时间都是处于停放闲置状态，无人驾驶汽车未来可以减少道路上的汽车数量（至少在城市中心是如此），毕竟人们可以购买出行服务，而不需要购买汽车。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少，意味着可以将不必要的道路、停车场、车库和服务站用作其他用途。


  系统性企业战略


  正如我们在能源和运输行业所看到的那样，市场转型的潜在规模是非常广阔的。为了实现市场转型，我们可以将这种可持续发展变革设想为从两个初始阶段开始：第一阶段，企业重新思考其商业战略，在引导其所属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阶段，企业重新构想商业模式本身。第一阶段至少包括关于运营、合作、政府参与和信息透明度在内的四个方面的解决方案。


  关于运营的新构想：市场转型要求优化供应链物流，以减少诸多因素带来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加剧了风暴的摧毁力，进而造成运营中断；当前和未来的资源供应和价格波动；排放加速对公共卫生与环境的威胁；商业和社会的恢复能力。这些风险会直接影响资产和运营、投入资源的可用性和成本、采购和分销的管理、劳动力的供应与生产力，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声誉。譬如，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消费，一度非常丰富的水资源如今开始变得短缺。因此，雀巢、可口可乐、嘉吉和通用磨坊等公司都面临着水供应减少带来的供应链威胁。


  为了更好地管理相关运营系统，企业正在从线性管理模式转向循环模式。在线性模式下，物品被制造、使用，一旦达到使用寿命就会被处置掉；在循环模式下，物品在制造、使用过后会进行复原或再处理，以回收其中的能量或可再次使用的材料。这种循环经济的一个关键点是可再生的设计，让产品、零部件和材料始终保有最高效用和价值。


  例如，工业和消费品公司理光（Ricoh）推断，到2050年，许多价格合理的原材料将面临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制造需求。因此，该公司正在修改其商业模式，将生命周期分析作为决策依据，并为产品设计、制造、再利用、收集、维护和材料回收建立一系列“资源智能解决方案”。为了改变整个运营系统，该公司还帮助其客户减少能源使用量、碳足迹和原始材料的使用，同时增加产品翻新、回收和新设计的机会。理光的目标包括：到2020年将原始资源使用量减少25 %，到2050年减少87.5%。在采用循环经济的构想时，理光力求超越增效目标，转而追求更雄心勃勃的“净零影响”业务运营。[12]


  关于合作的新构想：除了供应链之外，企业还寻求在标准的市场转变模式之外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非营利组织、政府、竞争对手和看似无关的公司的合作。


  譬如，福特汽车在加大混合动力和电动传动系统方面研发力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能让其客户的整体生活方式更加电气化的机会。福特汽车联合英飞凌、太阳能源（SunPower）、惠而浦和伊顿，共同制订了“我的能源生活”计划（MyEnergi Lifestyle Program），旨在探索如何整合混合动力汽车、太阳能动力系统、节能电器和家居设计，以减少总的碳足迹。同样，丰田汽车正在寻求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其“超越零环境影响”的目标，到2050年最终消除汽车运营、制造、材料生产和能源开采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关于政府参与的新构想：很少有商学院开设以如何开展更具合作精神和建设性的政策游说为主题的课程。事实上，公众对政策游说的看法一般都是负面的。然而，政策游说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政府需要寻求关于如何制定市场规则，并根据需要进行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前瞻性的企业正在寻找建设性地参与政策制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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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因特尔在披露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锡、钽、钨和金矿开采的骇人现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特尔本来可以直接叫停从该地区采购冲突矿产[13]，但它不想给合法采矿作业造成额外的阻力。于是，因特尔帮助制定了《多德—弗兰克法案》[14]中的条款，该法案要求在更广泛的电子行业中跟踪和披露冲突矿产的采购交易。


  此类做法并不罕见。企业正在与政府合作，逐步淘汰吸热型氢氟碳化物（HFC），并为卡车制定新的能效标准。如果没有强大的商业利益的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就不可能达成。在以上各个例子中，企业都承担了通过政策实现市场的可持续转变的责任。


  关于信息透明度的新构想：信任对实现成功的市场转型来说必不可少，而信任唯有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获得。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对政府影响力的扩大会引起一些担忧。健全的报告机制有助于消除这种忧虑，也有助于保护企业免受不当行为的影响，包括承担法律责任和受到处罚。很多企业已经按照全球公认的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或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等既定标准，披露了大量可持续性指标。在社会活动家、投资者、供应商、采购商、员工和客户的密切关注下，对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检验数据的需求不断增加，信息透明度也将进一步提高。收集和传播这类信息可以提高对供应链风险和机会的认识。


  例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合作企业正在测试区块链技术，以改变复杂、不透明的全球供应链的可见性和可追溯性。2017年，IBM与沃尔玛一起试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供应链，以解决沃尔玛全球供应和分销网络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并计划与9家全球农业公司进一步推广这一技术应用。另一个例子是，雀巢在2014年对其泰国鱼类供应链进行了内部调查，发现了强迫劳动的现象，工人遭到非人道对待。雀巢大胆摒弃了私下和非公开处理的行规，转而在网上发布了相关调查报告，对供应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委托外部审计师确保供应链的合规。这一公开披露迫使其他采购泰国鱼类的公司纷纷效仿，从而改变了供应链物流的竞争态势。


  商业运营的新构想


  市场转型不仅要求企业采取更加系统化的经营战略，而且对商业运作的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市场转型要求对企业宗旨、消费观念，以及商业成功模型和指标提出新的构想。


  关于企业宗旨的新构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就是以为股东赚钱的主流思想在商界扎根。然而，对股东价值的狭隘追求会导致投资规划和衡量成功的时间跨度过短，还会令企业过多关注那些对可持续发展努力不太感兴趣的股东。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恩·斯托特的话说，这些股东“目光短浅、投机取巧，宁愿让他人买单，对道德和他人的福祉漠不关心”。[15]


  关于企业宗旨的新思想开始在商业实践和教育中得以发展。例如，共益企业是一种企业形式的创新，旨在将一系列广泛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利润）纳入其组织形式、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宗旨的法律声明中。其他企业也在密切关注共益企业的发展，有时还会模仿它们。这种趋势已经在MBA学生中流行起来，这些学生挑战着关于资本主义和企业宗旨的传统思想。在哈佛商学院，一门非常受欢迎的名为“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课程探讨了“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力量和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构建的‘游戏规则’应该如何改变”。


  关于消费的新构想：“可持续消费”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提法吗？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并不这么认为。该理事会发出警告，“现有的消费方式会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构成威胁”，并且呼吁企业“摒弃现有的消费模式”，努力“改变主流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16]一些企业和社会活动家已经试图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例如，巴塔哥尼亚[17]通过其共享衣服倡议（Common Threads Initiative），鼓励人们在去商店购买新产品之前，在eBay（易贝）上购买二手的巴塔哥尼亚产品。《广告克星》[18]长期以来一直在宣传“无消费日”，即所谓的“24小时暂停消费”，与美国传统上在感恩节假期之后的“黑色星期五”消费狂欢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其“#走出去”计划（“#OptOutside” Program）的一部分，户外生活方式零售商REI[19]在黑色星期五关闭了其149家门店。2016年，斯巴鲁、谷歌、Meetup、Upwaith以及伯顿、Keen、雪人（Yeti）和Prana等户外品牌竞争对手也参与了这一计划。最终，我们必须从源头上减少资源使用，这意味着需要发展新的消费模式。[20]


  关于商业模式和指标的新构想：市场转型需要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新商业模式，来取代主导商业思维的传统商业模式。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和代理理论采用过于简化的人类行为模型，称人类的行为主要是出于一己私利。那些企业经理如果无法像企业所有者那样获利，就会推卸责任，甚至窃取所有者的利益。


  但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并非如此不堪。法律学者提出，企业管理的动机远比简单的“所有者-代理人”关系复杂，其中涉及数以万计的股东、高管和董事，这些人具有更积极的社会动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型，比如积极组织学术研究（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和肯定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这些模型突破了对人类行为消极的标准解释，探究人们为何、如何被激励致力于改善他们身处的世界，并学习如何创造有助于促进这种善举的组织条件。这些模型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商业教学、研究和实践当中，成为构建更加可靠、有效组织的一种指导方法。


  其他一些新模型也开始被关注。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是一种经济增长模型，将社会正义与努力保持在人类世的地球极限值联系起来。共享价值（sharedvalue）旨在重新定义资本主义，认为企业的竞争力与其所在社区的健全程度密切相关。[21]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是一种服务于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客户、员工、投资者、社区、供应商和环境）利益的商业模式。再生型资本主义（regenerativecapitalism）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新构想，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维持并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进而为整个地球文明创造持久的社会和经济活力。上述每一种模型都在寻求一种经过修正、来回应人类世的限制条件的资本主义形式。


  与商业行为模型密切相关的是用于定义成功的指标，其中许多指标会导致不可持续的结果。比如，贴现率被用于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即今天1美元的价值大于明天1美元的价值。但是，用5%的贴现率计算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以后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但当我们，特别是有下一代的读者在衡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时能接受这一结论吗？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的回答是否定的。斯特恩教授在计算未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效益时，使用了非常低的贴现率。[22]


  另一个有问题的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这种衡量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指标未能将增加国家福祉和减少国家福祉的资金交易区分开来。任何涉及资金转手的活动都被记录为GDP增长，甚至包括用于自然灾害重建和清理污染的支出。为了研究GDP的替代方案，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组建了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委员会。他们在2010年发表的报告中建议，将经济关注重点从商品生产转移到更广泛的总体福祉衡量标准，包括卫生、教育、安全和可持续性等方面的衡量标准。[23]


  重塑市场需要，重塑政治环境


  要讨论关于市场转型和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就无法回避美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及其对未来议程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否认气候变化科学，并已开始着手放松对环境的监管，以刺激经济增长。这与35年前的情景相似。当时，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安·伯福德领导美国环境保护署，詹姆斯·瓦特领导美国内政部，丽塔·拉维尔管理“超级基金”（Superfund），以清理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里根的这些任命旨在减缓或终止环保执法，但最终酿出了丑闻，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1983年，上述三人都被免职。随后几年，美国国会继续加强了多项环保监管法规，各类环保组织也增加了成员和活动预算。用塞拉俱乐部前执行理事卡尔·波普的话来说，里根“通过蔑视环保运动重新掀起了环保运动”。


  尽管特朗普总统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与里根试图削弱环保法规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并可能面临类似的阻力，但两者有一些关键区别。首先，这一次的对抗力量部分来自正在领导温室气体减排的企业，而不是像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抗政府主导的环保政策。事实上，有调查显示，85%的企业高管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远远高于64%的全美平均水平），而且许多人认识到了相关的市场风险和收益。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肯·鲍威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我们认为，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和气候波动，这将对农业供应链造成压力。”嘉吉执行董事格雷格·佩奇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会面临粮食短缺。这种担忧代表了企业界的一种强烈且日益流行的观点，即我们遇到了问题，而政府的不作为只会使情况更糟。


  虽然那些在碳约束的世界中遭到挫败的企业（如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会继续否认气候变化，但大多数企业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发展轨迹，它们认为现任政府的立场不代表长远的未来。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以及许多美国州、市政府继续制定环保政策，不论美国政府是否参与其中，市场的转型势不可当。许多企业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它们认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在这方面放弃了美国的领导权，但不能阻止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一些市场可能会放缓转型，但有些市场可能会直接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如德国、印度和中国。在这些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和替代动力传动系统（如电动和混合动力）的大量投资被视为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未来。


  公众也在支持可持续发展。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有些调查甚至表明，大多数共和党人，包括54%自称为保守派的共和党人相信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人类在这种变化中起了一定作用。与2009年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毕竟当时只有35%的共和党人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共和党的政客、国会助手、政治说客和工作人员也相信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但他们都在等待合适的政治掩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环境的关切符合美国公众的长期利益。但它并非紧迫和首要的利益，而是相对隐蔽的利益。尽管调查显示，对环保问题的关切在竞选议题上排名较低（在一项民意调查中排在第12位），排在经济、恐怖主义、外交政策和医疗保健后面，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触即发。引爆剂可能来自多个层面。明智的商界领袖应该能从历史中看到各种蛛丝马迹，预测市场变化，把握机会。


  安德鲁·J·霍夫曼（Andrew J. Hoffman）


  密歇根大学研究可持续发展企业霍尔西姆（美国）的教授，密歇根大学厄尔布全球可持续发展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和前任主任


  作者特别感谢特里·内利多夫和艾莉森·伯克卡对本文初稿的有益反馈。


  点评 邓国胜


  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仍在恶化。作者认为，传统的商业可持续发展1.0的效益正慢慢达到极限，企业必须进行全方位改造市场的变革，而不是用新产品和新服务对市场做小修小补。作者详细阐述了商业可持续发展1.0的特征及其局限，以及商业可持续发展2.0的关键：企业需要重新系统性地思考其商业战略，重新构想其商业模式。同时，还需要进一步重塑政治生态，进而重塑市场。对于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重新构想企业的运营、合作、信息透明、使命、商业模式等，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很多新的思路与启发，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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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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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系统革新的四大策略


  作者：史蒂夫·沃德尔

  译者：江璐


  
    由于我们追踪并记录各种事物的能力日渐增长，形形色色的测量也纷至沓来，诸如学前班儿童入学率、房价、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等，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应该花些工夫，弄清楚如何让这些测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复杂的社会体系。

  


  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公开承诺致力于环境保护，例如绿色和平、大自然保护协会、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和联合利华公司。但仅从这四家机构的官网就可以看出，各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有着很大的差别。


  2016年7月，绿色和平组织网站主页的图片是一幅悬挂在起重机上的巨型标语——“RESIST”（抵制），图片下方写着“这个‘抵制的夏天’从你开始——把抵制带进你的社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网站图片则展示了一片宁静的土地，并配以“帮我们保护这片将50个州的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宝贵土地”的文字。FSC在官网上用森林、森林捍卫者和企业的图片来描绘该组织对“环境适宜”“社会有益”“经济可行”的承诺。而联合利华则在其官网贴出一位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照片，其脚注是“可持续发展——我们正在改变商业运作的方式”。


  应对环境可持续性这类高难度社会问题的举措也各式各样。如何通盘考虑以相近主题为目标的各种社会革新措施？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相互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加速革新？这些问题让我产生了将各种革新努力集合为一个“社会革新系统”的想法。这一系统包括所有以改变现状、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倡议和项目。通过绘图、数据可视化和其他手段来了解整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形成社会革新的连贯性，发现各类行动之间的空缺，增强协同性，减少重复、冲突和无效的行动。


  四大革新策略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著名论述对更广义的革新来说也具有指导意义。社会革新者会很自然地将关注聚焦在革新中富有创意的部分，即“立新”。但无论是对于体制、关系，还是对于行事方法，革新也包括“破旧”。


  我从熊彼特的这一观点中得出了区分社会革新策略的第一个维度：从“破旧”到“立新”。极端的“破旧”可能被描述为礼崩乐坏，相对温和的“破旧”可能包括摒弃传统社会价值或一家企业的解体。极端的“立新”是全新社会秩序的诞生，相对温和的“立新”可能是建立一家公司或采纳新的社会实践。


  第二个维度：从对抗到协作。对抗的极端形式是战争，但也有很多对抗程度更低的做法，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的倡导活动。协作的终极形式是在团队中形成深度的相互尊重和共同承诺，在不同视角的融合中最终实现共同的革新目标，FSC采取的方法与此类似。


  这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包含四个象限的矩阵的基础，这一矩阵描述了四种革新策略（参阅第45页“革新策略”），每个象限都以各自反映的革新模式命名。这一矩阵模型来自我过去20年在全球各地参与如危地马拉贫困问题、全球腐败、可再生能源和金融系统等大规模系统革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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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策略

    

  


  我们如何把一组立意虽好，但不具备整体性的革新项目整合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新系统？这个矩阵可以用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为全面理解革新策略或项目提供新视角。所有革新策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维度。尽管一个项目的演变和对某一方面偏重程度的变化，会导致其在某个象限内位置的转移，但移动到另一个象限意味着改变其核心逻辑，包括它的逻辑依据、原则和能力。


  为深入探索这个模型，我做了一张图表来概述每个象限，并以此为基础对两个社会革新案例进行分析（参阅第47页“革新策略的特征”）。我们先来概括分析每个象限的特征，再来看两个案例。


  实践型革新：创业者。图表的左上象限代表着创业者打破主流逻辑和运作方式、创造新方法，往往以社会企业或商业企业的形式呈现。创业者可以是个人，但为了获得社会影响，往往更多是一个组织或运动。社会创新实验室[1]、阿育王伙伴项目[2]和影响力工场[3]都是培育这类活动的专业机构。在商业领域中，这个类别涵盖了那些进行激进革新的创业者，如M-Kopa[4]和食物革命公司[5]。


  尽管“破旧”是创业者推行创新的典型结果，但往往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更愿意在“立新”上下功夫。这些革新者通常会遇到不少来自守成派的质疑和反对，由此引发的规模化问题或者仅仅是所创造成果的能量不足，都可能导致创业者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革新。


  强制型革新：勇士。作为勇士的社会活动家是图表中左下象限的原型，他们是大范围革新的推动者，试图通过施压和倡导去影响他人。他们必须愿意冒险，承受由此可能产生的伤害——可能仅仅是打碎玻璃这样的小事，也有可能是关停企业、辞退员工，甚至触犯法律。他们善于凝聚来自社会运动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力量。然而，在这些社会活动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勇士作风来推动革新的同时，资本家们也可能打着革新的旗号撤回投资，政府可以运用国家权力监禁或处罚革新的反对者。这个象限存在的危险是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权力来成为主流，这将导致激进行为，其至引发内战。


  
    四大社会革新方法的作用、理念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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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策略的特征

    

  


  引导型革新：传教士。那些位高权重并致力于革新的人所处的位置往往极具挑战性。他们可以运用权力、地位保证革新得以推进，但这样做通常需要先从根本上颠覆那些赋予他们权力的组织机构。他们通常有传教士的热忱和推动革新所需的个人魅力，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战胜巨大的惯性，打破现状，重塑组织机构。他们想要创造闻所未闻的东西，因此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和质疑者打压。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就是使用这种革新策略创造新商业模式的例子。他所创造的新模式不仅要求企业“少做恶”，更要为社会各个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共创型革新：情人。这是广受欢迎但又极其复杂的策略：“让我们变成利益相关者，同在一个屋檐下，想办法共同努力推动革新。”这一“情人”策略基于一个前提：人们想要相同的东西，并愿意共同努力来获得这样东西。实现这一革新需要每位参与者都有改变的意愿而不仅是要求别人改变，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和理解方式也必须改变。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强大、资源更丰富的一方可能会劝诱其他利益相关方接受比他们预期更低的革新目标，也就是所谓的“收买”。


  案例一：德国能源转型


  为了说明这四个模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大规模社会革新的案例：德国能源转型。“能源转型”（Energiewende）一词于1980年由德国应用生态学院首次提出，旨在呼吁弃用核能源以及和石油相关的能源。2016年，德国能源消耗的1/3是可再生能源。（美国能源消耗中约15%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水电。）在2017年4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德国全国发电量的85%来自可再生能源。德国能源转型的案例彰显了科技在应对革新难题中的重要作用。


  从革新策略的角度来说，德国的能源转型体现了共创的特征。“共创”在“二战”后成为德国的核心策略，常见于企业的劳资联合管理委员会或联合政府中。在能源领域，这一做法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工程和工业领域的协作试验，来开发可替代能源。尽管支持力度有所变化，这种革新还是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


  与美国相比，德国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因此能源转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逐步转变（破除）传统的发电形式，实现技术、财政和实践上的能源可持续，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各个具体层面广泛的公众讨论和参与，比如开发新的运输通道等。


  这一共创思想也支撑了一个引导型革新策略，并体现在1991年的《政府电力收购制度法案》（Feed-In Tariff Act，FITS）中。该法案包含两部分关键内容：一是要求电力企业在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时，最低购买价格必须高于其实际经济价值；二是要求消费者承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


  共创型模式还支持了一场能源去中心化的实践型革新运动。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者，也是太阳能和风能生产者。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使更多屋主开始自行发电。这一革新的实施在立法之后变得尤为重要，出现了一批太阳能和风能的小生产者。农民和屋主在安装了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后，变成了能源生产者。通过在家里安装太阳能设备，以往的能源消耗者开始生产和销售能源，成为“产销者”。


  所有这些都对其他引导型革新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如2014年，德国最大的能源集团意昂集团决定卖掉（一种“破旧”形式）所有传统煤炭和核能业务，专注发展清洁能源、电网和能源效率服务。


  四大革新策略的特征有时会变得模糊。比如，慕尼黑正在改造城市公共设施，计划到2025年把慕尼黑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百万级人口城市。鉴于公共设施归市政所有，这可以被看作是引导型革新策略。但它也可以被看作共创型革新策略，因为这是多个利益相关集团、生产者、所有者合作的产物。它也是一种实践型革新策略，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慕尼黑只能先行一步，创建一个崭新的系统。


  能源转型并非没有阻力，但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转型：传统能源生产者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大部分都在政府电力收购制度下被并购。在能源转型的脚步摇摆不定时，壮大起来的新能源生产者成了关键推动者。政治动员是强制型革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促使绿党加入了联合政府（1998—2005年），并于2000年重申能源转型的原定路线，加强了相关立法。因为地方公共设施是重要的能源来源之一，所以和游行等其他要求能源转型的活动一样，地方选举也成为强制革新的时期。


  案例二：美国的婚姻平等权运动


  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伴侣结婚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一场引导型革新尘埃落定。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当今62%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但在50年前，美国各州还在给某些形式的同性亲密行为定罪。直到1973年，同性恋仍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描述成“精神紊乱”。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捍卫婚姻法案》，禁止同性结婚。美国婚姻平等权运动的胜利称得上是核心社会体制和根本价值观变化速度最快的一个案例。


  [image: ]


  根据婚姻权利问题的私人属性和文化属性以及美国的大环境，可以想象，最早出现的挑战者是实践型革新者。人们无须获得他人“批准”才能结婚，况且美国有着个人主义的传统。哪怕没有法律认可，同性恋伴侣也能像夫妻那样生活。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伴侣通过不同形式的宣誓仪式结合，他们会邀请支持他们的人到场。同性伴侣通常通过收养、代孕的方式获得孩子，或者直接从亲属那里过继孩子，从而成为挑战婚姻传统的行为榜样。


  在公共场合，革新“勇士”们公开肯定同性恋的身份。1969年，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石墙旅馆因同性恋者被警察骚扰而发起了一场暴动，这场暴动从一场小规模、独立的抗议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同性恋平权运动。1979年，约7.5万～12.5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特区的全美首次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者）大游行。此后，旨在提高同性恋者的尊严与公民权利的游行每年都会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20世纪80年代，LGBT的抗议和激进行动都围绕艾滋病危机这一主题。这为20世纪90年代争取婚姻平等权的行动策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成为每年大游行的主题，示威者们还提出了立法要求。


  通过立法推动引导型革新的尝试开始得较早。1970年，第一例同性伴侣起诉只允许异性伴侣结婚的法律限制的案例出现。美国最高法院对此选择无视，连听证会也没有举行。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危机迫使更多同性恋者“出柜”，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希望获得法律许可的结婚权利。他们从州法院开始逐渐获得胜利。1999年，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判定，将同性恋伴侣拒之婚姻门外属于违宪行为，这推动立法机关创造出了“民事结合”这一有实无名的同性恋婚姻形式。200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令，在美国司法史上首次判定同性婚姻合法。2012年，在32次关于婚姻平权的公投失败后，美国终于有4个州的选民在公投中支持婚姻平权。


  这些胜利建立在共创型革新策略的基础上。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往往从宗教角度出发，宣称同性婚姻有悖于上帝意愿，因此对婚姻平权而言，获得宗教联盟的支持尤其重要。在世纪之交，已有来自23个不同信仰的1 000多位牧师、会众和组织加入了马萨诸塞州婚姻自由宗教联盟。民主党派领袖和立法者在上台后，通过政策游说行动形成了新的联盟，共同推动革新。


  另一个值得瞩目的背景是正在商界发生的巨大转变。到2013年，67%的财富500强企业为同性伴侣提供医疗保障。最早的几个典型案例更像是实践型革新的试验版，始于同性恋雇员比例较高的行业，以及工作环境更加自由、雇员“出柜”可能性更高的职场。这些企业会更多考虑公平问题以及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随着政策游说以及一部分企业带头发挥标杆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在同性恋者这一边，因此这一领域的革新逐渐开始从实践型转向引导型。


  媒体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来促成变革。这些媒体偶尔将同性恋者的生活展现在大众娱乐节目中，并逐渐从实践型策略转移到引导型策略。大众娱乐节目中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频频出现给大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应当接受这种“新常态”。


  媒体关于同性恋话题的首次突破是在1971年，当时的热播电视喜剧《全家福》中有一集对两名男同性恋者的正面描写。2005年，热播电影《断背山》展现了男性间的伴侣关系、爱情和承诺等更直接的问题。口碑极高的美剧《摩登家庭》于2009年开播，里面有一对共同抚养孩子的同性伴侣。2012年的漫威动画中，一位超级英雄举办了同性婚礼，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话题变成了值得推崇的新风尚。


  社会革新框架的六点启示


  将社会革新框架应用到这两个案例中，不仅有助于厘清相关的社会革新策略和逻辑，也提供了看待社会革新过程和运作机制的更宏观的视角。


  1. 在同一场社会革新中，四大策略都能发挥关键作用。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四大策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能源转型的案例为个人提供了成为产销者的渠道，通过平台倡导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与现有体系协作来推动革新，并获得体制权力的支持以引领革新。在同性婚姻的案例中，实践型革新体现在那些像异性夫妻一样生活的同性伴侣身上，强制型革新策略给同性恋支持者提供了公开他们立场的机会，与支持同性婚姻的牧师等婚姻平权的早期支持者进行共创型革新，从而更好地向现有体制施压。并且，越来越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的支持者也为引导型革新创造了法律环境。


  这表明，所有这些策略都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人和组织在革新过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德国的屋主在成为产销者后变成了实践型革新的领导者。其他人通过扮演“勇士”的角色来对此表达支持。为获得婚姻平等权利，只有同性伴侣才能在实践型革新中身体力行，而非同性伴侣以及其他人则可以通过抗议、集会和公投参与其中，推动变革。在婚姻平权运动的早期，共创型革新对支持机构之间更可持续的协作尤为重要。引导型革新策略的实施让支持者们可以在机构内部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创变。


  2. 特定革新重视特定手段。在这些案例中，四大策略并非同等重要。在能源转型案例中，引导型革新的立法策略尤为重要。它的特征在于获得了对革新的目标、价值理念、关注实现无碳能源的方法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通过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尽绵薄之力来实践革新也很重要。这一群体日益壮大成为强大的支持者，抵消了来自主要工业用电者和私营电力企业的抵制。


  在婚姻平权的案例中，尽管引导型革新行动是最终目的，但各大策略的平衡使用更为显著。实践型革新策略的重要性在于让同性恋情终见天日，将这一话题引入朋友和家人之间的公开讨论，挑战传统家庭定义。推动型革新的行动为更多人表达支持提供了空间。将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团体联合起来，对挑战宗教在婚姻平权议题中的角色尤为重要。最后，还是要依靠州立法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终止争论。


  3. 各革新策略的相对重要性在革新的进程中会发生改变。德国能源转型首先是通过共创型革新策略获得广泛支持得以推进，并为转向引导型革新的立法行动创造了空间。而立法让人们可以通过实践型革新进行可再生能源生产。强制型革新为整个革新过程提供了另一重支持。在这一案例中，所有策略都在转型过程中持续相互作用。


  实践型革新是同性伴侣最初采用的策略。但这一策略收效甚微，直到强制型革新者与追求平权的同性恋者联合起来，呼吁提供防治艾滋病服务，才为呼吁婚姻平权的革新行动创造了空间。由此产生的引导型革新行动始于一些城市、州和企业，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决议才得以实现。


  4. 革新对象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决定了革新策略的出现顺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各种策略的出现顺序大有不同，并无明显规律。这说明，这些案例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各策略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策略没有简单地遵循从实践到扩大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行动方式的顺序？婚姻平权案例中的策略看起来似乎是符合这一顺序的。然而，为实践型革新创造有利环境往往首先需要施加压力。同性宣誓仪式是实践型革新，其重要前提是消除（或者至少是放松执行）法律对同性性行为的禁止。尽管同性平权活动家最初只是希望不被关注，而非想争取婚姻权利，但这仍需要他们做大量推动革新的工作。


  革新对象的特性会给实践型革新策略制造各种障碍。过去也有推广太阳能和风能的创业者，但实践型革新的能源转型策略注定无法在传统的实施环境中有所作为，因为大规模技术开发需要大量投资，还需要改变能源运输的相关规定。但在能源转型的案例中，共创型策略对可持续能源理念的推广是创造有利法律环境的先决条件。


  因此，关于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两方面经验。在有利于革新的环境中确实存在自然发生的、重视实践的革新过程。在这种环境中，法律体系和规范在文化、技术和理念上为实验和创新提供了基础而不是阻碍。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强制型革新并不是唯一的策略：如果革新需要达成广泛共识，共创型革新可以为此提供重要平台。


  5. 有利的环境可以为革新实验和网络的构建提供支持。在上述的第四点中，我们提及了实现革新的有利环境的重要性。有助于试验性探索的体系和传统具备某些特征：尝试新生活方式的能力、技术以及与革新有关的价值理念。而于革新不利的环境包括僵化的体制，狭隘的意识，盘根交错、难以协调合作的庞大组织，难以就革新方向达成广泛共识的薄弱流程。美国向可持续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此。这个问题部分受到政体和与政体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文中的两个案例都发生在民主国家，但多党制的德国议会体制更有利于实施革新，这一点体现在了绿党发挥的作用中。


  有利的环境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多样性。从美国婚姻平权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网络、采用强制型革新策略的重要性。德国的能源案例说明了开展大规模对话、实验性地应对革新挑战以推动共创型革新策略的重要性。


  6. 每一种策略的实施都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本文开篇就指出，不同的革新组织需要采取不同的革新策略。实践型革新策略与创业家精神有关，强制型革新策略强调大规模动员的能力，共创型革新策略注重引导和团队合作能力，而引导型革新策略则需要有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能力。一个组织不太可能擅长多种策略。


  但这两大策略可以相互促进。例如，可持续能源不仅是一种当前电力结构中的技术问题，还是通过去中心化让社会更加公平灵活的一大机会。但后者是从更宏大的视角出发的，如何实现这种设想还需要更多探讨。这也说明了一个变革倡议带动下一个倡议的重要性。


  分类之外的思考


  构建有关革新策略的类型学，其意义远远不只是建立简单的分类体系。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示一整套能够应对社会革新体系中任何一个特定问题的革新策略，还明确揭示了有助于应对重大革新挑战的社会环境特性，可以引导有弹性的社会更好地发展。


  本文的分析会引发对不同社会革新策略之间如何有效互动的追问。对于社会创变者来说，要把关注点从自己的创意如何取得成功转向如何为整个社会革新体系中的需求提供最好的服务。你正在从事的革新项目和他人的项目之间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有无差距、重复或冲突需要解决？社会革新体系这一理念说明，无论采用哪一种社会革新策略，最终都需要为了整个革新体系而采纳共创型策略。


  


  史蒂夫·沃德尔（Steve Waddell）


  通过领导、组织、撰写、教育和咨询研究等方式，在大型系统革新领域工作长达30年


  
    [1] 社会创新实验室（Social Innovation Labs）会集合跨界多元的社会问题利益相关方，是一个新型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流程包括清晰定义挑战与问题、集合人群、定义某个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所需要的资源、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出解决方案原型，并在测试中得到反馈等，它强调参与者的互动积极性和跨界合作。——译者注，下同

  


  
    [2] 阿育王（Ashoka）由比尔·德雷顿于1980年创立，是全球领先且最大的社会企业家培育组织。Ashoka以每年投入3 000多万美元的规模，在资金与专业技术上支持社会企业家创业。30多年来，Ashoka已培育出3 000余位社会企业家，他们被称为益创者（Ashoka Fellows），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其原创的项目构想，服务全世界超过300万人。

  


  
    [3] 影响力工场（Impact Hub）是一个2005年创立于伦敦的国际网络。它是集影响力孵化、联合办公和创新实验室为一体的创新机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能带来积极改变的行动。Impact Hub上海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创新。

  


  
    [4] M-Kopa是一家通过创新型金融来提供太阳能源的肯尼亚机构。

  


  
    [5] 食物革命公司（Revolution Foods）是一家致力于为中小学带去健康食物的机构。

  


  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


  作者：伊丽莎白·古德·克里斯托弗森

  迪楚·A·史威佛

  布鲁克·史密斯

  译者：廖爱晚


  
    从干细胞研究到基因组编辑，人类已经在科学的诸多领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的不归路。我们需要就新科学、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展开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的社会范围的大讨论。慈善可以为开启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助力，为建立起“公众科学”的文化提供关键性支持。

  


  科学在对抗疟疾的全球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慈善捐赠在其中给予了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2001年以来，680万人因此免于由疟疾造成的死亡。然而2015年，仍有42.9万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如果我们能够灭绝某些种类的蚊子，根绝疟疾的传播呢？如果这一项发明不慎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他们反过来让蚊子变成新型的生物武器，用于传播新的疾病呢？


  镜头切换到美国。截至2017年夏天，11.6万人在等待可供移植的器官，每天有20人在等待中死去。如果未来人类器官移植不再需要苦苦等待，短缺的器官能在猪的体内培植呢？如果就像一些伦理学者所声称的那样，这些为了充当器官供体而被“人类化”的动物大脑中也存在足够多的人类细胞的话，那这些动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拥有人类的意识？


  再来看看亨廷顿舞蹈病[1]。如果携带着一个致命突变基因的人可以重新编辑基因而避免发病，或者通过编辑遗传基因最终消除这种疾病呢？如果人类还可以消除其他弱杀伤力的基因特性，补充优秀的基因特性呢？举例来说，要是人类可以让自身及其后代变得更加聪慧的话，是否应该得到允许？谁又会这么做呢？有钱人？将其限制在某些国家？谁来裁决？


  如果你已经关注被称为CRISPR/Cas9（可简称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会明白上述种种未来图景都已在现实中迈开了脚步，尽管有一些看起来指日可待，而另一些目前还仅在规划之中。


  CRISPR技术是一种分子发现和替换功能。一个叫作“瞄准疟疾”的非营利研究团体正在使用这一技术来开发只繁殖却不咬人的雄性后代按蚊。它们能将这一性状在蚊群中扩散，最终导致蚊群的消亡。2018年早些时候，圣迭戈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研究者们使用CRISPR技术，在小鼠胚胎中培育出了功能正常的大鼠胰腺、心脏和眼睛。他们还从一只胚胎猪体内提取出了人类细胞和组织，其尺寸足以支持人类器官的生长。虽然我们离制造出诸如“智力”这样复杂性状的基因还很遥远，但是研究者们已经能在小老鼠身上编辑导致亨廷顿舞蹈病的突变Htt基因，这几乎消除了该病发展过程中导致细胞崩溃的有毒蛋白质。2017年8月，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在人类胚胎中成功编辑了导致心脏衰竭的基因。


  这些都是当代科学惊人发现的例证。CRISPR技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巨大潜力，那些发明者甚至把它和原子能相提并论。如同任何强大的科技力量，它可以被用于大多数人都赞许的目的，也可以被应用于令人不齿的图谋，而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仅有数年历史的CRISPR技术已经让人类走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不仅在科学上是如此，从伦理、社会和法律上说也是这样。基于基因特性的歧视、优生和迫害事件是医学史上令人不安的一章。编辑人类基因的新能力是否会迫使一些人接受违背他们意愿的基因编辑，或者让那些选择不接受基因编辑的人备受歧视？还会出现什么其他的挑战呢？


  CRISPR技术所引发的许多疑问都不是科学或技术层面的，因此科学家也无法对此提供“正确”的答案。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科学，虽然在实验室之内有着可控的技术风险，但在实验室之外却带来伦理、政治和社会难题。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技术的具体应用，这些难题就会浮出水面。除了人类基因组编辑以外，干细胞研究、合成生物学、纳米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都引发了这类棘手的问题。[2]这些问题要求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进行仔细的权衡。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彻底、有效”的公众参与，来决定如何处理科学的潜能及相关的道德、政治和社会利弊等问题。[3]


  人类已经在科学的诸多领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这一事实为我们开启了反思如何就新知识和新技术展开社会范围的大讨论，并对其加以引导的大好机会。慈善在此可以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日渐必要的公众参与


  一部分科学界人士一直以来都认为应当让公众参与关于新兴科技及其影响的广泛讨论。1948年，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原子科学家公报》[4]上撰文，敦促科学家和非科学家进行更多对话。这位“原子弹之父”描述了物理学家们对自己的研究所造成的影响日渐增长的自觉：“这一世纪的遭遇以如此惨痛的方式展示了科学应用在多大程度上主宰了我们及同类的福祉。它给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特有的进步信念和乐观主义投下了一片阴影。”[5]


  21世纪伊始，现任美国科学促进会名誉首席执行官阿兰·莱什纳曾呼吁，对新兴科学的风险与裨益进行“开诚布公的双向对话”。科学家们“需要尊重公众的看法和顾虑。即便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仍然需要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来对此做出回应”。[6]


  然而科学界的“行规”通常不利于科学家参加公众讨论。大多数科学家职业生涯的魔咒是“不发表即灭亡”。科学家们必须专注于提交资金申请、开展研究、发表成果、完成教学。许多大学不太鼓励科学家参与公民对话，而那些善于展开科学话题的专业人士往往缺乏充分的支持。


  然而，包括CRISPR技术在内的新发展却有助于这一文化的转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詹尼弗·道纳是CRISPR技术的先驱者，也是倡导就这些技术的使用与社会科学家、宗教信仰团体、政府以及监管机构、普通大众进行更广泛社会对话的领袖。[7]有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公民愿意参与到关于CRISPR技术的讨论中。调查对象观点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宗教背景、对于这一科技的技术风险与裨益的理解差异，以及自身或其家人受CRISPR技术可能治愈的疾病的影响程度。[8]


  公众看起来已经做好了参与对话的准备，科学家们也是如此。然而，对此类对话的急迫需求却出现在美国政治历史的一个不令人满意的时刻。如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所言，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下降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少的社会组织将公民融合到所在社群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当中。[9]最近，由于美国选民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10]，再加上本来就多变甚至扭曲的媒体系统越来越倚重线上渠道，这一社会网络出现了进一步的紧张。


  个人化的新闻环境在受众当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高度选择性。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的观察发现，人们倾向于消费那些符合他们既有观念的信息和新闻。[11]诸如Google News、Flipboard和Feedly这样的新闻聚合器现已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新闻偏好，永久性地屏蔽特定的来源、主题或观点。随着今天每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近7人表示自己从社交媒体获取至少部分新闻[12]，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更加棘手。


  这一影响在处理跨越多种传统学科的新兴科学这一复杂话题时就变得更为明显。由于科学的信息和分析不再能可靠地传递给大量人群，受众就更会屏蔽那些不符合他们既有观念的信息。甚至在阅读像纳米科技这种不具争议性的主题时，实验也发现受众更偏爱那些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倾向的科学新闻来源，而不管文章有着怎样的标题或内容。[13]


  为了找到对新兴科学的有效社会回应，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两极化循环。为此，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科学信息，我们还要参与并支持公民对话和协商这一艰难而复杂的工作。


  慈善助力公众科学的五个途径


  要想找到实现科学突破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推动相关的社会对话。笔者认为，出路在于发展一种“公众科学”的文化。所谓公众科学，指的是对科学与社会众多交集之处种种问题的广泛公众参与。在欢迎公众科学的地方，科学家会积极地履行公民的职责，各行各业的人们也会把科学作为他们决策过程的必要因素。人们探讨科学话题的环境将会是一个有利于解决和探索公众问题的包容性空间。[14]


  在建设公众科学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有一些实用模型和激励人心的先例，但仍需进行大量的工作。一个关键的早期步骤就是来自慈善机构的催化性投资，它可以激励新的公众科学行动，扩大已有行动的规模，鼓舞其他组织投身其中。在设计这类投资时，慈善家可以通过采用以下五大方法来把握机会。


  1.支持有效的科学传播和参与。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多有志于展开科学话题的人都对如何进行有效沟通持有一些直觉性的想法，而研究显示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这一“知识缺陷模式”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这是一门复杂而新颖的科学。（鉴于你不懂），我会小心解释，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不同的隐喻，直到你理解相关的事实。这一沟通方式假定只要公众和社会了解事实，就能做出科学的决策，例如支持为儿童接种疫苗、可再生能源投资等。许多科学家一直在使用这一沟通模式，尽管社会科学数十年来的研究没有得出多少支持这一方法的结论。[15]事实证明，想要凭借科学证据来改变长期的固有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哪怕这次的受众就是科学家自己。


  虽说增进对科学事实的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毫无根据的担忧，但在科学对抗既有信念时，或者在科学的发展引出了科学本身无法回答的问题时，这样做就可能毫无效果。例如，计算机科学家可以开发出能够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语言的人工智能，但是微软的程序员们发现，他们的推特聊天机器人泰伊（Tay）从人类用户那里学会了“偏见”，于是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将它关停。这说明以一种尊重而有益的方式参与对话还需要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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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专注于传播科学事实不仅可能无效，而且还可能适得其反。一项研究显示，有一些父母反对为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对疫苗的信息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愿意遵照推荐日程进行接种。[16]


  为了克服知识缺陷模式背后那些符合直觉但并不正确的想法，许多机构实施了科学传播培训项目，如由生态学家简·卢布琴科所创立的COMPASS、阿兰·艾尔达传播科学中心（the Alan Alda Center for Communicating Science）、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公众参与科学莱什纳领导力学院（the Leshner Leadership Institute for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等。通过“积极倾听”来关注、研究受众的兴趣点，科学家能够成为更加有效的“双向”沟通者。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慈善机构开始支持为科学家提供这方面的培训，并开设公共信息办公室，鼓励并协助科学家与公众建立联系。


  对这一领域，尤其是针对棘手科学问题的研究的追加投资很可能极富成效。一些调查显示，流行病学、干细胞研究[17]、纳米科技[18]等领域的知名科学家表现出对公众参与的兴趣和开放心态，表明学术圈对公众宣传的传统轻视态度正在转变。


  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人们对科学传播培训机构和学术机构的需求激增。“以前，科学家们在听到人们说‘我不相信’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翻白眼而不是做点什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丹尼斯·沃茨在2017年7月如是说，“现在，我看到教员跑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去我们的联邦政府关系办公室，询问‘我该如何跟国会沟通？我该如何跟民众沟通’，变化真是太大了。”[19]


  许多倡导者迫切希望吸取实证性社会科学的成果，寻求可能有效的推动科学传播的方法。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加强对科学传播的慈善投资。卡弗里基金会（the Kavli foundation）、摩尔基金会（the Moore foundation）、帕卡德基金会（the Packard foundation）以及丽塔·艾伦基金会（the Rita Allen foundation）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将支持有效沟通的专业人士、研究者及系统设计者聚集在一起，分享观点、发展合作，了解科学家的沟通和参与需要怎样的有效支持系统。（本文作者之一是丽塔·艾伦基金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另一位作者在卸任COMPASS的执行主任之后，加入了卡弗里基金会。）


  2.充分发挥多元化联盟的力量。科学界无法独自促成公民参与，以科学为主题的对话也不能被局限于研究者认定的紧迫问题。发现新的挑战和机遇，达成有意义的社会对话，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社群团体、政府代表、媒体、商业、记者乃至更广泛公众的参与。慈善能够促成上述所有不同背景群体之间的联盟，搭建跨越种族、阶层、文化、地域和意识形态的联系。


  建立联盟的工作可以从学术体系内部开始。例如在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两个纳米科技与社会中心（Centers for Nanotechnology in Society），以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伦理、法律、经济和政策影响。这是一种跨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的跨学科尝试。这两个中心分别位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它们采用创造性的手法，将科学家和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例如，为专家和公众组织城市游览活动，以激发关于特定都市环境中的纳米科技的对话。


  合作性的公众科学机构和运动也可以存在于学院环境之外。Genspace是布鲁克林的一个社区实验室，聚集了科学爱好者、高中师生、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以及众多非营利机构。在这里，未经正规科学训练的人也可以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并肩工作，例如开发可以实时监测布鲁克林戈瓦纳运河上人流量的生物传感器。在理查德·朗兹伯里基金会（the Richard Lounsbery Foundation）的支持下，Genspace主办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基因组研究的社区讲座与论坛，还提供使用实验室设备的机会，让普通民众检验日常材料的DNA构成，例如市场上买来的鱼和后院里的杂草。


  除了为联盟提供支持，慈善家还可以通过支持不同群体的集会，以及为新的合作提供种子资金来催化有潜力的准联盟网络。例如，丽塔·艾伦基金会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的跨学科和跨领域大会，包括前段时间关于“传播科学的科学”的萨克勒学术研讨会（本文作者之一是该研讨会的组织者）。这些关注人工智能、人类基因组编辑等争议性新话题的活动，在搭建社会科学家与政府机关及科学机构的科学传播者之间的合作方面，已经初显成效。慈善家也能在这些活动中成为积极参与者，寻找机遇并贡献自己的想法。


  3.建设应对变动目标的能力。鉴于新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让公众科学具备一种能快速适应新话题与新情境的能力。2015年由寨卡病毒[20]引发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CRISPR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让科学界与政策制定者还没来得及讨论新的监管框架的必要性，全世界的研究者就已经启动了早期人体实验。“我从未见过科学以目前这样的速度发展，”CRISPR生物学家道纳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7年夏季的会议上如是说，“我们不能再推迟相关的探讨。”[21]


  道纳的呼吁响应了南加州大学伦理学家乔治·库什夫在十多年之前的担忧：


  
    我们已经接近一个伦理问题层出不穷的阶段，其出现的速率超出了我们能够进行仔细思考并做出恰当回应的能力。我无法断言我们是否已经抵达这一阶段，但我确信不疑的是：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存在这么一个点，在它之上，我们处理伦理问题的传统方法将会黔驴技穷，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跟上新挑战出现的速度。[22]

  


  “变动的目标”这一问题不仅出自科学迅猛发展的领域，也源于同时发生的，具有破坏性的信息、媒体和公民环境的变迁。这些变化让我们难以就新兴科学问题所引起的一系列或蓄意、或无心的后果做出判断，同时这些变迁本身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感持续走低，那么，谁可以替代记者和科学家，成为科学话题的公众辩论当中的仲裁者？如果我们确实希望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扮演这一角色，那么如何才能让优质的新闻环境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当讨论空间在线下的、面对面的互动当中已然衰落之时，如何在现有的和新出现的线上环境里培育这种空间？


  慈善组织可以通过采用开放、灵活的资助方式，来应对公众科学领域里的变动目标。资助者应当审时度势，通过提供非限制用途的资金，为新想法和新组织打开资助的路径，并在必要时加快审批过程以抓住机会。


  培养个人、机构及部门灵活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也至关重要。这类慈善投资可以包括：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工作内容，支持中间机构在科学家、记者、政策制定者之间搭建桥梁，创造终生学习的机会、增强公众理解新科学信息的能力。虽然资助以学校为基地的教育非常必要，但我们必须看到，与科学问题的接触主要发生在学校之外，尤其是像人类基因组编辑和纳米科技这样的新话题。[23]


  突变和突发性危机同样可能激发公众的科学创新。非营利机构公共实验室（PublicLab）是一个共同制作环境科学工具、开展相关调查的中枢机构。它就是为应对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建立的。当时因为无法获得关于漏油范围的可靠官方信息，不同职业背景的社区成员利用装在气球和风筝上的相机收集了海岸线的航拍图像，并使用他们建立的一个开源平台完成了图像的拼接。从那以后，公共实验室开发的工具就被全世界的社区科学项目所使用，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的先锋谷定位入侵的菱角的漂散团块，在波士顿附近监视一处毗邻湿地和居民区的露天垃圾填埋场，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庞恰特雷恩湖周边引导湿地的重建。


  4.专注于共同价值。尽管在诸如气候变化、转基因生物、疫苗安全性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人总的来说还是支持并且信任科学和科学家的。事实上，美国人对科学界的信任要高于大多数其他领域，仅次于对美国军队的信任。调查显示，每10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8人表示，科学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24]即便是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年代，非营利机构和慈善家仍然可以借助公众科学，来寻找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围绕共同利益，打造跨越不同地域、意识形态、种族和文化背景的联系。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找到可以联结众人的共同价值非常重要。如果从对新规范的需求和保护环境的脉络来探讨气候变化，可能会吸引那些自由派，却打动不了保守的民众。另一方面，围绕替代能源的投资价值来讨论气候变化，着眼于全球能源市场中的能源独立性和竞争力，则有可能获得更多保守派的赞同。虽然基督教保守派不太相信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所致，但身为福音派基督徒的气候学家凯瑟琳·海霍，却尝试通过对基督徒听众发表演说，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她在演讲中深入探讨了科学与信仰在思考气候变化问题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对基督徒而言，”海霍说道，“气候变化直接关系到对上帝的创造负责的使命，关系到像基督爱世人一样的爱他者，关系到对贫苦之人的关怀。”因为在气候变化当中，穷人是最先受到伤害的。


  数十年来的语言学[25]、社会学[26]、媒体效应[27]以及心理学等领域[28]的研究表明，信息或选项的呈现或建构方式可以改变受众对它们的理解。[29]这种建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问题，也就是将这些问题与已有的心理模式嫁接[30]，并隐蔽地将它们导向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形式。在高度复杂且具有多种解读方式的科学问题上，这种建构尤为重要。


  在创建公众科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只讲事实”，更要避免那些可能使特定受众感到疏远的呈现或建构方式。价值观和科学依据一样，都是人们做出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受众，会遵循他们的信仰，做出和人类基因组编辑相关的决定。例如，携带亨廷顿舞蹈病基因的父母可能将他们未来子女的健康，作为他们抉择与观点的主要基础。看待问题不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从小范围到社会辩论，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共享的价值观，并让我们的监管和伦理抉择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慈善家可以通过传播那些促使他们自身去支持科学、公众生活以及两者交集的核心价值观，为这些讨论做出贡献。他们也可以通过私人生活、媒体和数字空间来推动关于科学和价值观的对话。


  阿尔弗雷德·P·思洛恩基金会（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旗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解”项目提供了一个范例，该范例展示了如何通过对以科学为主题的媒体、戏剧、电影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多方面进行支持来吸引大众。该项目支持了许多流行的非虚构作品，包括玛戈特·李·谢特利所著的《隐藏人物》，根据这本书拍摄的电影广受好评。在思洛恩基金会主持该项目的多伦·韦伯指出，《隐藏人物》成功挑战了关于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在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群当中都引起了共鸣。“艺术作品能够把人们聚在一起。当走出剧院的时候，你对他人的理解也许已经得到了升华。” [31]


  作为促进共同价值的工具，在与科学有关的视觉媒体中进行实验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皮尤研发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美国人都是通过纪录片和其他科学视频节目来获取科学新闻的，这是科学新闻在普通新闻发布渠道之外的第二大来源。在最受信任的科学新闻来源之中，视频的排名仅次于科学博物馆。


  5.通过应用研究和反馈机制，建立互信关系。为了确保可能被科学技术的新兴发展所影响的人群能够参与到围绕这些问题的建设性对话当中，我们必须建立让科学家与社群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和信任的基础。慈善可以通过资助更重视回应社会需求的科研新路径，来鼓励这一过程。


  社会科学在这一体系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它可以检验并改进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连接，并为想要提高效率的慈善家提供重要见解。微软研究院的社会学家邓肯·瓦茨，使用“解决方案导向的社会科学”来形容这一不断壮大的研究领域，其设计和传播方式使得研究成果能更容易被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当中。鉴于大学的激励机制很少鼓励解决方案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慈善家可以率先激励社会科学领域中更多的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建立在多种科学学科与它们所影响的社群之间更有力的积极反馈机制。


  这一积极的反馈机制将通过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对信息的探索、分享与回应来获取更多的知识。这些信息包括科学的发现与实践、社会和文化的动态，以及前者对后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反馈机制由于所涉及的科学与社群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可能是类似公众评议流程的正式结构，也可能是类似社群团体所组织的论坛的非正式结构。重点在于，它们是一个建立在互惠互利和互相学习之上的迭代过程。


  即便在理想状态下，这些参与的循环也无法让所有科学家和社群成员加入其中，但它们对于在科学界和公共社群内传播信息至关重要。自弗朗西斯·培根时代以来，科学哲学家们一直都在强调这种交流的重要性。哲学家克瓦米·安东尼·阿比亚对这样的思路进行了总结：“学识的进步存在于社群的合作当中，存在于人群的沟通之中。”[32]建立这样的反馈机制能够帮助解决特定人群之间以及特定议题的各种信任问题。虽然科学家在总体上很受信任，但往往出于历史或当下的原因，他们在某些人群中、某些问题上获得的信任要低一些。例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研究”（Tuskegee Study），研究者在1932年至1972年间未经乡村非裔美国人梅毒患者同意而搁置了对他们的治疗，这持续刺激着非裔美国人对科学及美国医保系统的不信任。[33]正是在此类对科学机构的信任度较低的社区，慈善才更能发挥支持公众科学的作用。让科学家正视这些社区成员的需求和经历是为及时的对话打下基础的关键步骤，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权利被剥夺的状况，并最终赢得人们对科学的信任。


  慈善有助于科学家、科学机构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新纽带，同时也有助于让知识本身变得更有效能。资助方也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构建更多有力的反馈机制。反馈实验室（Feedback Labs）和共享洞察基金会（Fund for Shared Insight）是相对较新的为资助方提供资源的联盟，旨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倾听并回应社会领域中的受益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非常希望能以一种类似的合作性方式，同其他有志者一道，参与到建设一种多元、广泛而坚韧的公众科学文化这一极富挑战的过程当中。


  未来已在眼前


  公众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寻求与公众对话，也不仅仅是建立一个让公众参与最大化的监管流程。建立公众科学的文化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而且不止于此。它需要来自学术界、致力于科学与社会之间更好对话的组织、患者团体、宗教团体、各类人群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贡献。在对科学的潜能展开共同调查的同时，就有关伦理道德、经济和其他社会利弊进行艰苦的、有着广泛基础的协商。建立公众科学需要慈善投资，来支持这一跨部门的、具有包容性的公民对话的开展和持续。


  当然，这些讨论将是困难的，而且一定会不完美。科学的发展将会持续地拓展边界，挑战社会对可接受或可期待之事物的理解。通过培育一种公众科学的文化，慈善可以支持对新兴科技的巨大益处以及社会风险管理这一意义深远的话题的探讨与对话。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2016年主办了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峰会。在经过对该议题的伦理与社会两难的漫长讨论后，一位一直在台下倾听的女士受邀做最后的提问。会场里坐着数百位伦理学家、科学家、患者权利倡导者、来自智库机构与政府机关的代表等。


  这位女士名叫莎拉·格雷，她含着泪水开始了发言。“我是一位母亲，我的孩子死于严重的出生缺陷。”她说道，“他仅仅存活了六天。每一天他都过得无比痛苦。他的表情似乎在问‘妈妈，发生了什么’。每天他都癫痫发作。我们把他的遗体捐给了科研机构。如果诸位有这样的技术和知识来战胜这些疾病，那么就请放手一搏吧。”听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个拥有最好的科学发现、惠泽全人类并且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的未来，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没有再踌躇不决的余地了。未来已在眼前。


  伊丽莎白·古德·克里斯托弗森（Elizabeth Good Christopherson）


  丽塔·艾伦基金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该基金会是一个帮助青年生物医学学者从事开拓性研究的公益创投机构，为培育知情的公民参与的创新行动提供种子资金，并为公益领域的效能建设发掘知识、搭建网络。公众科学是该基金会的一个不断壮大的研究、投资和联盟建设的领域


  迪楚·A.史威佛（Dietram A. Scheufel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莫格利奇研究所（the Morgridge Institute for Research）科学传播学的约翰·E·罗斯教授（John E. Ross Professor）和维拉斯杰出成就教授（Vilas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Professor）。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媒体、政策和民意的交互作用。他是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委员会的副主席，该委员会曾发布题为《有效地传播科学：一份研究计划》的报告


  布鲁克·史密斯（Brooke Smith）


  卡弗里基金会的公众参与主管。该基金会致力于为造福人类而推进科学，加强公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科学家及其工作。2005—2016年，她任科学传播领域的知名非营利机构COMPASS的执行主任


  点评 姬十三


  在中国，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在两个方面都是缺失的。一方面，科学家不太有意愿与公众对话。原因在于，和公众对话对科研本身的益处非常微弱，也基本不影响科学家们获得科研经费。因而，与公众对话仅是少数科学家出于个人情怀和社会责任心而展开的活动。另一方面，公众缺乏与科学对话的技巧和经验——虽然，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很多是科学问题，比如转基因食品、疫苗、化工厂污染、地震预报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并参与到监管流程层面，需要公众理解科研、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公众科学”的概念虽提出已久，但很遗憾，迄今在中文世界里尚没有成为受关注的议题。这篇文章深入梳理了公众科学从概念到行动的方方面面，并指出慈善对这一文化培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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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琪茜


  
    许多国家对毒品问题一直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然而毒品使用却从未被禁绝过。与禁毒政策相比，减害政策主张将吸毒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寻求减少毒品危害之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名为拉撒路的机构将减害政策带到了阿片类药物[1]成瘾者的重灾区——阿巴拉契亚山区[2]。该项目虽然立竿见影，挽救了许多生命，但阿片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该地区和整个美国。

  


  1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阿曼达、丹妮尔一起坐在北威尔克斯伯勒的一家诊所里。这家诊所专门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患者。北威尔克斯伯勒是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脚下的一个小镇，有4 235人。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已经导致公共卫生处于紧急状态。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早在6年前就宣布阿片类药物已泛滥成灾。自1999年以来，有20万美国人死于处方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以至于许多媒体把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过去的艾滋病危机相提并论。


  阿曼达和丹妮尔正在与负责治疗的咨询医师斯坦利会面。她们停用羟考酮（或称“罗克昔”）已经半年了。她们和三个孩子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阿曼达正在找工作，丹妮尔负责照顾孩子。斯坦利告诉阿曼达，她在她们家附近看到了一家餐厅正在招聘，建议阿曼达去试试。斯坦利接着用轻柔的语气询问起两人的近况。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端起炒勺正经下厨了！”阿曼达说。她又高又瘦，一顶黑色毛线帽包裹着一头金色短发，身着松垮的灰色卫衣，卫衣正面印着“阿巴拉契亚”字样。丹妮尔插话道：“我也不用费劲去刮勺子上的‘焦痕’了！”[3]


  拥有“干净”的厨房用具对这两位年轻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丹妮尔吸毒已长达十年之久，她常常描述自己的童年过得“十分艰难”：“我来自信奉耶和华见证人[4]的家庭。离家后我就开始吸毒了。”


  在阿曼达、丹妮尔开始交往半年后，丹妮尔因使用不洁针头感染而住院。因为感染蔓延，医生不得不切除了她的一大块肺。但丹妮尔醒来后，却死性不改，往输液管里打毒品。医生拿她没办法，就把她遣送回家了。阿曼达说丹妮尔那会儿已经半死不活了。“我当时的体重还不到100磅（约45千克）。”丹妮尔说，“我的肺被医生切除1/3后，我仍然继续吸毒。”


  在斯坦利的努力下，丹妮尔和阿曼达从治疗诊所拿到了美沙酮。她俩终于鼓起了勇气和决心，远离黑市毒品。当阿曼达的前男友再次给她毒品怂恿她复吸时，她拿着那些药片纠结了一晚。不过最后，她把它们都扔进了厕所。


  斯坦利自己也曾一度服用阿片类药物成瘾。所以她明白戒停有多困难，更明白阿曼达和丹妮尔一路走来的艰辛。斯坦利说：“现在她们俩和可爱的孩子们住在漂亮的公寓里；我去拜访时，他们正在一起玩橡皮泥。这和她们之前瘾君子的生活可有着天壤之别。”


  在一个犯罪、毒品成瘾和贫穷问题交织的小镇，让吸毒者使用替代品美沙酮，而不是去买黑市药物至关重要。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很多人将“有车有工作”的日常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可对于常年与毒瘾做斗争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却是遥不可及的。


  斯坦利为拉撒路工作。这是一家勇于创新的小型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预防阿片类药物上瘾，并帮助成瘾者恢复正常生活。自2007年成立以来，拉撒路一直与医护人员、执法机构、学校和研究者合作，挑战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将在加拿大和荷兰等国推行的减害政策（harm-reduction）运用于美国南方的这个保守县。虽然批评者质疑减害政策的伦理问题，但拉撒路的领导人将减害政策建立在基督教的大爱基础之上，并立志帮助扭转国民健康危机，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与医药企业合作


  拉撒路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布拉森二世带着我们驾车穿越威尔克斯县（下称威县）。截至2007年，威县的吸毒过量死亡率位居全美第三。布拉森是一名独立教派的牧师。他语速急促，一头白发，眼睛蓝得发亮。“如果人都死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康复理疗？”这个组织的名字来源于《约翰福音》中，耶稣追随者之一拉撒路死而复生的故事。


  耶稣拯救使徒靠的是奇迹，但拉撒路靠的是纳洛酮（naloxone），它能够迅速扭转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的致命影响。如果给药及时，纳洛酮会与吸收海洛因或阿片的大脑受体结合，唤醒服用者，既平复毒品带来的快感，还能把瘾君子们直接拽回到戒断阶段。虽然对服用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可它毕竟能挽救生命。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像紧急医护人员那样训练有素。目击者必须能正确识别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的症状，拨打911，等待救护车的到来。但如果一个孩子发现父母不省人事了，却担心报警会让父母惹上麻烦，那该怎么办？报警者还必须足够信任警方，能毫不犹豫地给当局打电话寻求帮助。如果一个上瘾者注意到同伴服药过量，但又害怕自己会因此锒铛入狱或失去公共住房，那又该怎么办？


  Evzio是一家纳洛酮注射器的生产商。该企业的网站上有这么一条信息：“在阿片类药物的紧急事件中，分秒必争。”他们生产的器具操作简单，连小孩也能学会用。该设备在整个注射过程中有语音提示：“如果你已准备好，取下红色保护盖。注射时，将黑色一端置于大腿外侧；然后紧紧按下并保持五秒。五、四、三、二、一，注射完成。”


  Evzio注射器没有可见的针头，因此对非医疗专业人员来说不那么令人生畏。在这个政治保守的南方县，如果一个项目的实施能越少地使人联想到吸毒的刻板印象（如针头注射），那么获得地方立法者和当局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拉撒路的主要目标是挽救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的生命，机构对成瘾本身以及在毒瘾驱使下人们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上加以指责。该组织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就是普及纳洛酮的供应，来遏制该县因吸毒过量所导致的死亡。2007年，布拉森等人就纳洛酮的救生能力向北卡罗来纳州医学委员会进行陈述。委员会成员起初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在听到陈述后很快改变了主意，并发表了官方的支持声明。


  该声明表示：“预防药物摄入过量符合委员会保护北卡罗来纳州人民的法定使命。鉴于此，北卡医学委员会鼓励相关诊所与像拉撒路这样的组织合作，向有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风险的人提供纳洛酮。”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拉撒路甚至与普渡制药公司（Purdue Pharma）合作。该公司由于开发和销售奥施康定[5]，而被指责助长了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普渡制药为该县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提供免费纳洛酮。据《华盛顿观察报》的报道，拉撒路还获得了制药商Zogenix、Kaleo，药物测试公司Ameritox的捐赠。


  企业利用慈善事业粉饰过去（和现在）的罪恶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如果能拯救生命，像拉撒路与制药公司之间的浮士德式交易是否值得？


  “我们因为与企业的合作而备受指责。这让我们保持警惕，以确保任何关系都是建立在诚信之上的。”布拉森说道，“我是一名有耐心的倡导者。解决药物上瘾的问题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鉴于此，我们以‘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方式让医药行业参与其中，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减少阿片类药物处方的目标，并采用更多可用于疼痛治疗的方式。”


  布拉森指出，说到底，他的个性更适合于沟通而非对抗，而这恰恰塑造了拉撒路的工作方式。他强调：“只要我们看到行业内在患者护理、治疗方面有协同合作，强调安全且负责任，我们就可以继续这么做下去。医药行业不会消失，所以让我们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关系。”


  绝望致死


  威尔克斯县集美国乡村衰败的各种症状为一体，因此成为媒体披露阿巴拉契亚山区衰退内幕的首要探访地。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几乎完全聚焦在该县的一家电子蒸汽烟实体店，这篇文章激怒了当地人。他们觉得记者忽视了像拉撒路工作人员那样辛勤工作，致力于改善当地人生活的人的存在。2016年，公共广播公司还前往威县，询问“生活贫困的人们希望总统候选人知道什么”。


  媒体将威县作为记录美国衰落的热选地并不令人奇怪。2015年，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表了一项流传甚广的研究报告——《21世纪非拉美裔美国白人中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该研究发现，美国农村地区的白人因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中毒等“绝望致死”的死亡率可能创下历史纪录，而这些都符合威县的情况。2015年，由于预期寿命的降低，该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公民健康结果中排在倒数第三位，而北卡州在全美各州的排名也是倒数第三位。


  驱车经过树木遍布的山丘，到处可以瞥见临时拖车房、偏僻的家庭墓地和一些教堂。公路广告牌宣传着有异国情调的旅行和漂亮的首饰，但这些奢侈品对于该县许多居民来说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根据北卡罗来纳贫困研究基金的报告，威尔克斯县几乎一半家庭的年收入不足3万美元。美国联邦贫困线的个人收入为12 060美元，两口之家为16 240美元。而该县接近1/4的居民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


  路边的一块标志牌指向泰森鸡加工厂。泰森[6]是这个县最大的雇主，也是为数不多的既没破产、也没撤离这个地区的企业之一。整天从生鸡身上剔除骨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对这个县城的许多人来说，却别无选择。


  威县的衰落是急速发生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县的纺织和家具行业欣欣向荣。劳氏家装公司[7]和劳氏食品公司[8]正是从该县起步的。今天仍然有一些退休老人，因为当年为劳氏工作所获得的丰厚薪水而能够住在大房子里。该县的大部分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就消失了。劳氏公司于2003年将其总部迁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郊区。


  北卡罗来纳州贫困研究基金于2017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山区贫困与复原力》的报告，该报告重点关注威尔克斯县，由基妮·尼科尔和希瑟·亨特共同撰写。该报告指出：“该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变。其经济基础萎缩到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大萧条接踵而至。”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份报告，威县的收入中值从2000年的47 992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33 398美元，总体下降了30%，该县成为美国收入损失第二惨重的县级地区。这也是刺激止痛药黑市“繁荣”的另一个原因。


  “发生阿片类止痛药的滥用问题不足为奇。”布拉森评论道，“因为它能让人忘却痛苦。”


  2004年，布拉森第一次感受到了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危机。他当时担任临终关怀牧师，发现病人的止痛药似乎总在减少。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陪伴垂危病人走完最后一程的牧师，布拉森在社区中深受信任。所以他试图一探究竟。


  一位身患绝症的妇女承认，她把自己的药给了孙子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药转卖到黑市上，挣一些急用钱。很多布拉森的病人都表示，家人们会偷吃他们的药或者把他们的药卖到黑市上。阿片类止痛药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一名垂危病人都不敢正当地开处方药了，因为他觉得会有人闯进他家偷药。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威县爆发了，这也预示着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到2009年，威县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致死的人数是州平均水平的4倍。


  布拉森表示：“当一个社区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无助、压抑、缺乏工作机会，诸多社会因素都助长了毒品的滥用，社区的人们找不到其他方法来应对。”


  威县的一位扶贫政策倡导者格雷塔·弗格森表示：“通过非法渠道卖药是一些人的收入来源。他们先去诊所搞到药，再用药去换别人的食物券。”根据当地警署的说法，药片之前的价格是每毫克1美元，而现在是2美元。这对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赌注，也进一步助长了黑市上阿片类药物的猖獗。


  负有使命的热情


  拉撒路的办公室与布拉森的房子毗邻。虽然这个组织只有7名工作人员，但它充满活力，每名员工都身兼数职。例如，项目主任唐娜·希尔已经获得了在威县各个学校宣讲戒瘾的资格证书。我前去拜访的那天早上，她还接了一个儿童保护机构打来的电话。“我们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社会服务部、威尔克斯县的儿童服务机构、安全之家（一个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受害者的庇护所）、房屋管理部门等机构都有着密切合作。”


  拉撒路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包括联邦政府、州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个人捐款，还有来自社区个人和企业的援助。布拉森说：“我们的理念是要动员每个人，因为所有人都得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拉撒路与山区健康教育中心(MAHEC)和北卡罗来纳州社区护理中心(CCNC)合作。前者是一家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后者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改善该州的医疗保健状况，并得到了凯特·B·雷诺兹慈善信托基金的部分资助。拉撒路在从CCNC获得资金的基础上，还从北卡州农村卫生办公室（North Carolina Office of Rural Health）获得匹配资助。布拉森也是罗伯特强森基金会2012年105 000美元捐助的受赠人。


  根据拉撒路2016年的税务申报，它共收到432 258美元的资助和赠款，高于前一年的376 291美元。在像威县这样一个被经济危机和精神疾病高发所困扰的地区，有很多工作等着布拉森和拉撒路的其他工作人员去做。


  布拉森乐此不疲。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传教工作，包括在墨西哥的孤儿院工作。他曾帮助伯利兹的一个岛建起一所高中。20世纪90年代末，他和妻子凯伦在北爱尔兰[9]度过了五年时光。因此，他是绝不接受在危机面前坐以待毙的。


  “单纯抱怨问题的话，开一次会就好了。”他说，“之后的每次会议都应该用来解决问题。”


  当第一次意识到威县阿片类药物泛滥的严重程度时，布拉森四下找寻有什么治疗手段可用，却没有发现任何良方。因此，2009年，他与阿什维尔的阿片类药物治疗项目“山区健康方案”合作，将一个药物辅助治疗（MAT）的诊所引入该县。如今，已有超过600名患者到北威尔克斯伯勒综合治疗中心看诊，该中心根据患者需要，分发美沙酮或丁丙诺啡。


  美沙酮本身也是一种阿片类药物，但它可以预防戒断症状，具有更强的镇静作用，而且本身很难致命。然而，美沙酮也体现了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复杂性：如果已服用美沙酮的人毒瘾复发了，再去服用其他类阿片类药物的话，其过量致死的风险更大。这也是拉撒路继续大规模推广纳洛酮的原因之一。纳洛酮是一种能使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人苏醒的药物。而丁丙诺啡是一种部分阿片拮抗剂，它们附着在同一受体上，从而阻断阿片药物的激活。它可以防止戒断症状，减少患者对阿片类药物的渴求，比如来自黑市的止痛药或海洛因。


  周三早上七点半，治疗中心候诊区的50个座位几乎已经坐满，有些候诊者是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候诊区的角落里设了一个略显凌乱的儿童游戏区，配有乐高和色彩鲜艳的椅子。


  诊所主任巴伯告诉我，这一曾经备受争议的诊所已经被社区所接受，而这要归功于拉撒路项目的工作。“前几天，一个教会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带松饼来分发给等待治疗的人。”巴伯表示，警察过去常常光顾诊所，想轻松地抓捕嫌犯，但在几次参观之后，他们对那里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思想似乎更加开放了。假释监护官已经厌倦了自己经手的人死于吸毒过量，于是有时他们也会来诊所了解情况。


  巴伯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精神压力很大，但“从不无聊”。日复一日所看到的成效让她更坚定地相信减害政策：减害政策支持向吸毒成瘾者提供资源，如药物和干净的针头，目的是治疗他们，尽量减少成瘾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毒品政策联盟执行主任桑切斯·莫雷诺说道：“减害法侧重于那些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吸毒过量和其他伤害的策略，以及那些无效的除害政策，例如大规模刑事定罪。”


  巴伯表示：“我们身处一个必须接受减害原则的时期。人们会说‘你是在以毒攻毒’，或者‘就算有的人状况不太好，你也不能……’可重点是，他们吸毒的量变少了吗？如果少了，那就是减少伤害的效果。但是，人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往往不是着眼于小镇居民的状况。”


  诊所的医生嘉娜·柏森起初对减害原则持怀疑态度。回忆起刚刚接触诊所的美沙酮戒毒治疗时，这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半开玩笑地说道：“我被洗脑了！”当时她为去度假的医生代班。“我会对病人说一些愚蠢的话，比如：你为什么要吸毒？你什么时候才能戒掉？但之后，我看到了美沙酮治疗在这些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想，减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你第一天看到来这里的成瘾者时，他们几乎面无人色。后来，你能看到他们的脸有些血色了。然后，他们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再过一个月，他们就买了一辆新卡车。我从未见过糖尿病患者病情好转，也从没遇过有高血压患者好转起来。但在这里，人们确实会有所改善。”


  拉撒路的工作人员还与该诊所密切合作，帮助阿片类药物上瘾者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比如保护他们孩子的监护权，发给他们加油卡，让他们可以开车接受治疗。工作人员在当地警署设置了药品投置箱，以便人们可以安全地丢弃止痛药。他们还培训医生如何安全地开处方。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有些人需要止痛药并且不容易上瘾，所以医生不能因为担心加剧阿片危机就不帮他们缓解疼痛。


  一旦确定成瘾者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拉撒路就会进一步了解和帮助解决他们的需求。拉撒路的理念很简单，直接源自布拉森作为牧师的工作。“有人饿了，就喂饱他们；冷了，就给他们衣服穿。“布拉森说道，“如果他们染上毒瘾，那你就帮助他们。”


  项目模式


  拉撒路虽然诞生于威县，但其应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模式有普遍适用性。拉撒路模式的核心理念在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可以被激活，提出循证解决方案，来应对社区特有的挑战。在农村医疗中心、CCNC和凯特·雷诺兹慈善信托基金的帮助下，该模式已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各个社区得到了推广和应用，这其中包括像切诺基印第安人保留区和军事基地这样的特殊社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设立拉撒路项目委员会，以社区为基础开展防治用药过量的工作。


  拉撒路构思的项目模型如同一个由三条轴心线推动的轮子，分别是：公众意识、联合行动和数据评估。


  为了提高公众意识，拉撒路的成员努力改变公众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误解。接下来，他们指导和鼓励各类机构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去寻找危机解决方案。布拉森指出：“我从早期的工作中认识到，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如果认识不到自己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就不太容易参与进来。”因此，拉撒路将重点放在以下信息的传递上：为什么需要我，我需要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信息传递的形式不限，比如向威县公租房居民展示如何使用纳洛酮，向教会组织传授如何支持成员中的药物上瘾者，或者向医生们讲授如何安全地治疗成瘾者。


  拉撒路在威县通过培训让当地医疗人员开具更为安全的处方，取得了初步成效。他们与西北社区医疗组织合作，开发了“拉撒路医护人员工具包”，用以帮助威尔克斯的医护人员学习如何开药，从而让患者止痛但不致瘾。截至2011年，威尔克斯药物过量致死率下降了69%，而且当年无一件因本县开出的阿片类处方药而致死的案例。


  对阿片类药物的科普教育并非易事，媒体上充斥了各种错误信息。最令布拉森头疼的是媒体在所谓“毒瘾婴儿”上大做文章。“婴儿是不会生下来就有毒瘾的。”他气愤地说道。婴儿可能会因为在母体子宫内接触到阿片类药物而出现戒断症状，但毒品上瘾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还有传言称瘾君子开起了“纳洛酮派对”（在北卡罗来纳州被叫作“拉撒路派对”），全美媒体和政客助长了谣言泛滥。据称，这些吸毒者在达到极度兴奋以后再用纳洛酮来苏醒自己。布拉森指出，这个传言荒谬至极。


  “如果你用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买毒品过把瘾，怎么会马上服用纳洛酮扫了兴头？”他说，“我们的焦点小组用户研究清楚地表明，没有人想参加这样的派对。”


  拉撒路的第二个核心原则是联合行动。首先，社区中的高层利益相关者必须参与解决危机。拉撒路的网站上如是说：“让主要部门的决策者参与其中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们应该举办论坛与广大社区分享信息，了解有关处方药滥用、流失和过量的问题。随后组建一个指导委员会，或由各部门委派联络员和社区活跃代表组成小组。接着组成工作联盟，再制订社区行动计划。社区计划的制订往往通过一系列工作坊达成。在工作坊中，联盟成员按照部门分组，例如临床护理、公共卫生、执法机构、学校、信仰团体、普通公众和地方政府，每组至少有一名指导委员会成员。”


  
    [image: ]

    2016年3月9日，布拉森用拉撒路的模式在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的新学院主持了一场研讨会

  


  这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这就是挨家挨户的动员工作。”布拉森说，“去大家常聚的地方，吸引他们成为联盟的一分子参与进来。”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资源可以利用。


  由此引出拉撒路的第三个核心原则——数据评估。布拉森说，为了说服威尔克斯县和北卡罗来纳州当局采取减害政策，他必须和数据打好交道。他说：“你懂得了热爱数据，因为数据能让人信服。”拉撒路项目指导热心参与者学会如何收集数据，并衡量不同策略的成效。


  从拉撒路项目的三条核心原则中又辐射出七条项目线，分别是：社区教育，药品提供机构教育，医院急诊部门对策，处方药流失控制，对被疼痛困扰的患者的支持，减害措施和成瘾治疗。根据社区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


  “减害措施”被归在项目线下而不是核心原则部分，可能会令人感到奇怪，毕竟减害的理念指导了这个机构的许多战略目标。但实施减害措施的前提是社区的认同和理解。布拉森说：“十年前，减害的理念少有人知，特别是在农村领域。显而易见，每条支线都体现了拉撒路希望减少伤害的目标。减害这条支线起初只限于纳洛酮，我把它改成了减害，以便逐步囊括所有方式：纳洛酮、清洁针具交换、安全注射场所等。这反映了抗击毒品领域不断发生的变化，各方面都在不断发展以适应变化的需求。”


  威县一直以来的主要问题来源于羟考酮等止痛药的泛滥。迄今为止，地理位置上的孤立阻断了海洛因和芬太尼流入当地毒品黑市。因此，在威县需要加强防范药物流失，而这需要教育公众如何安全地处置废弃止痛药，防止药物流入黑市。拉撒路对药物的宣传语是：“正确用药，安全保存，妥善处理，永不分享。”他们通过社区工具包（由普渡制药公司和山区健康教育中心资助）来宣传这些核心行动理念。工具包的设计便于广泛传播：在市政会议中传播，组建特别任务组进行宣传，在广告牌、电台和电视上展开公众宣传以及在大学、社区论坛、教堂和学校进行展示。


  拉撒路的宣导活动充分说明了公共信息传播与加强联盟建设密切相关。2013年，威县接收了两个药物安全投置箱，一个设在县警长办公室，另一个设在北威尔克斯伯勒警察局。这昭示着安全处置药物的信息传播活动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参加药箱安置开幕仪式的有布拉森、“犯罪阻止者”机构的主席琳达·克里克、假释监护官查普尔，以及警长克里斯·肖。


  虽然控制药物流失在农村地区适用，但在海洛因和芬太尼已泛滥成灾的城市地区并不一定是首选方案。但无论如何，让成瘾者能获取纳洛酮应该是一个优先的政策，因为它可以挽救药瘾者和海洛因吸食者的生命。如果掺了芬太尼的海洛因流入威尔克斯，那么确保潜在的吸毒者及其家属手头有纳洛酮就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所有这些都应归结于拉撒路的主要目标：降低阿片类药物成瘾引起的可预防死亡率。无论是分发纳洛酮、教导医生开具安全处方、引导患者到威尔克斯伯勒治疗中心，还是寻找办法去应对迫使人吸毒的最初压力源。


  “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死法有好有坏。我们可以有尊严地去死。”布拉森回想起做临终关怀牧师的日子有感而发。


  比起辅导因吸毒致死的年轻人的家属，为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心理辅导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大多数老年人对自己的过去不会后悔，只希望能修复与家人的关系。死亡是很多家庭的修复剂。”他说，“但是，当一个22岁的年轻人因为吸毒而过世，他的家庭一定会受到重创。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悲痛经历。”


  对染上毒瘾的人开展工作并不容易，但布拉森知道人无完人。他说：“你必须面对处于当前真实状态下的人，而不是理想状态。”


  威县警长办公室


  接受处于真实状态下的人很困难。立法者、警察和相关服务人员一直以来都抵制减害政策，比如药物辅助治疗，因为这不符合人们按照道德规范对于吸毒上瘾和个人责任的直觉反应。


  毒品政策联盟的莫雷诺说：“问题的关键是减害政策并不强调彻底戒毒。我们宁可设想，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人会吸毒，所以不如试图减少相关危害。对于那些一直坚信禁毒目标的人来说，很难接受减害政策的基本前提，即在社会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药物滥用，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减少相关危害。”


  以清洁针具交换为例，对还没准备好戒毒的吸毒者来说，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给他们一个干净的针具。这貌似导致了不良行为，但如果他们用了干净的针具，其实是降低了得败血症致死的可能性，还可以防止艾滋病和肝炎的传播。家长也可以不用担心公园里出现乱丢的不洁针管，执法人员也能因不必被脏针头刺伤而紧张。多项研究一致表明，如果注射吸毒者有机会去换领针具，就更有可能获得治疗，因为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到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社工和其他专业人员。2000年，在西雅图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注射吸毒者参与了针具换领项目，他们进行美沙酮治疗的可能性就高出5倍。


  虽然清洁针具换领如今在北卡罗来纳州是合法的，但威县却还没有开始实施，因为争议仍然存在，改变来得很慢。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减害联盟的职员泰茜·卡斯蒂略说：尽管整个北卡州开始逐渐接受减害政策，但刑事司法和医疗体系的制度管束，令这项政策停滞不前。


  “在北卡罗来纳州乃至全美国，我们仍然把吸毒成瘾当作刑事司法问题。我们在执法上花费大量资金，反而加剧了这个问题。人们正在接受吸毒是公共健康问题的说法，但转变来得太慢。刑事司法系统和医疗系统是个因循守旧的庞然大物，要将资金从一个领域抽调到另一个领域是极为困难的。”


  不过，布拉森与社区关键利益相关方建立了良好关系，逐渐争取到了执法部门对于减害措施的部分支持。威县警长办公室对2015年迪顿-凯斯研究中描述的“绝望致死”可谓感同身受，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有人要自杀的报案。“昨天有一个，前天、大前天也有……都不知道连续多少天了。”肖警长说。


  肖警长还把犯罪猖獗也归咎在药物成瘾上。“家庭暴力、殴打袭击……如果不是这些的话，我们的犯罪率会非常低。”他也不屑于掩饰自己的不满，指出不停地逮捕又释放同一批瘾君子和毒贩毫无意义。副警长补充说，药物黑市与威县的经济困境分不开。“想想看，老年人会为了赚几美元把药卖给黑市。”


  在成为警长之前，肖曾参与缉毒工作数十年，并将许多毒贩绳之以法。“但总有人取而代之、重蹈覆辙，毒贩是抓不完的。”


  虽然执法部门开始认识到抓捕吸毒者不能治本，但威县的监狱里依然关满了瘾君子。“有时我们甚至无法接触到我们的治疗对象。”布拉森说道。此时，我们坐的车正驶过监狱，低矮的建筑被一圈铁丝网围了起来。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有毒瘾的人在监狱里一直没有接触毒品，那么他们出狱以后更容易因吸毒过量而死亡。在华盛顿州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吸毒者在出狱后的两周内吸毒过量的可能性比普通人高出13倍。


  肖警长认为执法是他的职责，可警察毕竟不是社工。尽管如此，他的工作意味着几乎每天都要和染上毒瘾的人打交道，而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吸毒。“我花了无数时间和他们交谈，试图弄清楚原因。”他说道。他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子为了满足毒瘾，入室行窃而被抓。她的朋友刚因为长期注射毒品染上了败血症，最终丧了命，而她似乎并没有因为朋友的离去而感到不安，她告诉警长，她不吸毒就会生病。


  “她后来完全不想和别人交流。我问她‘你就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吗’，她抬起头盯着我说‘对，我不在乎’。她才20岁出头。”


  威尔克斯阴霾再现


  尽管举步维艰，拉撒路带给威县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危机依然存在。事实上，自从2011年县里的宣导活动获得标志性成功以来，因摄入过量药物死亡的人数又攀升了，而且依然不断有大量吸毒者死亡。


  与州内其他地方相比，威县的数据彰显了项目的成功，同时也揭露了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医学检查官办公室的统计，2006年，在威县的死亡人口中，有26.7%死于阿片类成分意外中毒，包括处方药、海洛因和芬太尼，而这一比例在全州只有7.7%。在2006年至2016年间，该县的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呈上下波动趋势，而全州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却持续飙升。


  举例来说，威县的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在2008年跳涨至30.5%，2009年升至37.6%，而在2011年，拉撒路成立四年后，这一比例下降至11%。这很可能是由于拉撒路早期培训县内医疗服务人员取得的成效。那一年，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获得的处方药都不是出自威尔克斯的医护人员。


  然而，死亡人数下降只是暂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该县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顽固地回升至20%左右，此后在30%左右居高不下。尽管团队付出了努力，但威县因此造成的死亡率还是一直高于该州其他地区，这反映了该县药物成瘾问题的复杂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拉撒路模式中，究竟是哪个部分对过量用药造成的死亡率的下降起了作用。拉撒路的顾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纳巴伦·达斯古普塔研究了项目使用的方法，发现对医护人员的教育有助于降低这一死亡率。


  达斯古普塔和布拉森把这一死亡率上升归咎于海洛因的出现，然而这种说法证据不足。但两人坚持认为拉撒路所做的努力意义重大，如果没有拉撒路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而继续走老路，威县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更高。


  “这进一步验证了在药物使用的需求端实施干预和预防是必要的。”布拉森说，“多年以来，威县已经整顿了大部分直接从本地获得处方药的渠道，规范了供给端。不尽如人意的是，包括威县在内的一些地区对成瘾药物的大量需求是由环境、文化、贫困、精神创伤和暴力泛滥等社会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如果当初那600人没有接受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处境简直不堪设想。”


  


  塔娜·加内瓦（Tana Ganeva）


  记者和编辑，报道刑事司法、毒品和政治等议题。她曾为《华盛顿邮报》、Vice、Glamour、《滚石》、《赫芬顿邮报》和Gothamist网站撰稿


  
    [1] 阿片类药物（opium）是一类常用的止痛药物。阿片也是罂粟未成熟蒴果浆汁的粗提物，我们熟知的阿片类药物有阿片、吗啡、美沙酮、芬太尼、杜冷丁等。——编者注

  


  
    [2] 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指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南部、亚拉巴马州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北部一带。该区域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长期以来却一直与贫困做斗争。20世纪初，大型伐木和煤矿公司给阿巴拉契亚带来了有工资的工作和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可直到60年代，该地区仍未能从这两个行业获得任何长期利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试图通过修建大坝以提供廉价电力以及实施更好的耕作方式等一系列新政举措来缓解该地区的贫困状况。到了90年代，虽然阿巴拉契亚在很大程度上加入了经济主流，但在大多数经济指标上仍落后于全美其他地区。——译者注，下同

  


  
    [3] 指用勺子加热吸食毒品后，金属化学反应留下的焦痕。

  


  
    [4]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是一支基督教复原主义教派。该教派否认三位一体，与主流基督教派有很大区别。

  


  
    [5] 奥施康定（OxyContin），主要成分是盐酸羟考酮，属于含阿片成分的药物，能缓解中度至重度疼痛。

  


  
    [6] 泰森（Tyson），知名食品品牌，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是全球最大的鸡肉、牛肉、猪肉生产商及供应商之一。

  


  
    [7] 劳氏家装公司（Lowe’s Companies home improvement），美国第二大家居装饰用品连锁店。

  


  
    [8] 劳氏食品公司（Lowe’s Foods），一家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连锁超市。

  


  
    [9] 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北爱尔兰发生长期暴力冲突，该冲突由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于1998年4月10日签订北爱和平协议后终止。

  


  


  为地球维权的律师事务所


  作者：艾丽西亚·克莱格

  译者：张超


  
    “地球委托人”将美国式的司法抗争战略带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环保领域，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如果你是一位刚来到英国的美国维权律师，希望和当地环保人士携手工作，然而在英国，大多数环保组织更热衷于开展运动，而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问责和约束来自政府或企业的违法者，那么你是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加入一家律师事务所，还是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创办一家以法律为武器的非营利组织？


  这正是詹姆斯·桑顿在创立“地球委托人”之前面临的两难困境。“地球委托人”，顾名思义，是一家把地球看作诉讼委托人的非营利组织。它把寸草必争的美国式环境法律团体嫁接到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法律体系之上。该组织现已从2007年的1位雇员发展到拥有100位雇员，其中有60位雇员是在十多个法域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该组织在布鲁塞尔和华沙都设立了办事处。仅2017年一年，它就迫使英国政府修订计划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阻止了在波兰建设一个有争议的巨型燃煤电厂的计划；并且取得紧急禁令，禁止在波兰古老的比亚沃维扎原始森林伐木。


  桑顿的伴侣马丁·古德曼是一位在英国出生的作家。根据居留权的有关法规，马丁移居美国比桑顿搬去英国要困难。桑顿于2001年移居英国。在重新学习了英国法系后，桑顿打算去大型环保组织的战略部门做律师。然而，在接触过几家机构之后，桑顿已经知道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image: ]

    地球委托人的创办人和CEO桑顿在2016年5月的伦敦气候变化游行上发表讲话

  


  桑顿在美国时，曾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了9年。这是一家由律师主导的公益环保组织，致力于抵制工业污染。桑顿震惊地发现，欧洲竟然没有能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对标的机构，而且本地环保组织对利用法律保护环境完全没有兴趣。


  桑顿回忆说：“当时在整个欧洲，只有屈指可数的律师为环保公益组织全职工作，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机构倡导项目的衍生工作，而不是战略性地分析如何以法律手段推动环境保护的着力点。”


  地球委托人的项目涵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管理、林业、法律援助和人类健康等领域。虽然该组织以法律维权著称，但它也在影响政策上投入了许多时间，包括向立法者通报情况，向幕后影响政策的人群灌输环保理念。虽然这类幕后工作不一定像法庭抗辩那样充满戏剧性，但它同样服务于机构“修复世界生态环境”的核心使命。


  桑顿说：“法规一旦成文，企业就会投入大量资源，大力贯彻有利于自身的目标。而保障法规意图得以实现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环保组织拥有与大企业不相上下的法律专业素养。”


  卡林·德舍佩尔是一家叫作“清洁空气布鲁塞尔”的机构的联合创办人。她指出：地球委托人的工作对那些勇于抵制当权者违法行为的公民具有“非凡价值”。政府会严厉惩戒个人，但有时却会“毫不愧疚”地违反保护公众健康的法律。


  德舍佩尔与其他四位市民以及地球委托人一起，共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布鲁塞尔的地方政府实施强有力的空气质量监测，并将该市的二氧化氮污染限制在合法范围内。


  德舍佩尔说：“如果没有地球委托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和财务支持，我们会受制于自身的资源，不可能和政府对簿公堂。”


  开创先例


  在一个美国家族基金会——麦金托什基金会的资助下，地球委托人于2007年开设了英国办事处。这一种子基金引起了欧洲资助者们的兴趣，他们对地球委托人的模式很好奇，但对资助这一尚未在本地验证有效的模式心怀疑虑。而包括英国领先的独立资助机构——埃斯米·费尔贝恩基金会在内的其他资助者则快速跟进。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纳地球委托人。在《地球委托人》这本与该组织同名的书中，古德曼提到环保运动圈内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地球委托人在“对当地背景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将外国模式生搬硬套”。欧洲环保主义者虽然有时也会诉诸法律，但通常只是为了达成眼前的目标。比如推迟当地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不是为了增进环境权益。地球委托人的项目总监卡拉·希尔说：“勇于冒险，不畏惧挑战重大议题是我们机构的价值观之一，这种取向可能会触怒一些人。”


  最重大的环境问题均为世界性议题。显而易见，地球委托人要实现其宏伟目标，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但是，作为一家2016年度营收730万英镑的小型非营利组织，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全球性的影响力？


  这就需要依靠战略规划。地球委托人并没有随波逐流地起诉孤立的案件，而是衡量每个行动计划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评估其成为有影响力的先例的潜力。


  举例来说，地球委托人在欧洲的不少诉讼是为了推行2008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该标准规定了空气污染物的法定限值。为了让空气质量成为标志性的政策，地球委托人选择了一个既能占据媒体头条，又能获得公众支持的议题。气候变化之类的议题让人们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但是，没有哪个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长大。研究表明，暴露于被污染的空气中会阻碍肺部发育。据欧洲环境局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欧盟国家造成约50万人过早死亡。


  2011年，为了促使英国政府在2015年之前将柴油尾气中的二氧化氮污染降低到法定限值水平，地球委托人开始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时任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政策办公室（与美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对应的欧洲办事处）主任的布鲁塞尔环保主义者托尼·朗说，地球委托人击中了欧洲环境政策的“致命弱点”——对好的法律投赞成票，却不认真实施。


  英国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均驳回了地球委托人的诉讼请求。地球委托人不屈不挠地又在英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并赢得了政府确实违法的判决。最高法院随后将此案提交给欧洲法院（ECJ）。欧洲法院于2014年11月裁定，国家法院有义务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审查国家空气质量计划是否妥当。


  根据这一判决，地球委托人已着手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开展提高空气质量的相关法律行动。地球委托人驻扎在布鲁塞尔的律师乌戈·塔代伊说：“空气质量项目正在证明，如果我们能策略性地运用法律诉讼，就能实现有效的变革。我们通过在英国的诉讼上诉到欧洲法院，赢得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判决，现在这个判决在整个欧洲都有约束力。”


  如今，地球委托人不再为没有影响力而担忧。2012年，当英国的一家环保公益组织不得不关门时，地球委托人接管了其健康空气倡导项目，并将其改编为一个环境和健康保护组织广泛协作的联盟，共同倡导清洁空气。希尔说：“作为一家新的组织，你得证明你可以提供一些东西。虽然有些人相信我们的愿景，但有些人只有在看到实际效果时才会相信我们。”


  国际化的必要性


  地球委托人带着脱胎于美国的法律行动主义模式，以破坏性创新者的姿态登陆欧洲。但是，为了让这一模式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它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当地特有的文化和司法系统。这意味着在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公民团体和律师合作的同时，它也要与欧洲法院等跨国机构协作，以建立广泛适用的法律原则和先例。通过选择与其他组织结盟，而不是建立庞大的办公室网络，地球委托人得以更快地采取更多行动，并实现更大的影响力。


  塔代伊说：“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对本土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我们的优势在于全欧洲范围内的诉讼经验，以提供好的法律策略。”


  地球委托人已经充分展示了巧妙的法律策略为环保运动带来的力量。然而，法庭上的胜利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地转化为强有力的环保行动。例如，英国政府根据法庭裁定，于2017年7月公布了空气质量计划。环保主义者认为，该计划缺少确保全国空气质量所必需的综合控制措施。


  然而，这并不会减损地球委托人正在付诸的努力的价值，地球之友空气污染运动工作人员珍妮·贝茨说：“如果没有地球委托人采取的法律行动，政府甚至不会制订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份单薄的空气质量计划。”


  地球委托人已经到了一个组织发展的岔路口。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是其创建国际判例先例的战略枢纽。然而，在英国脱欧后，伦敦将失去作为通往欧洲法院系统门户的战略价值。桑顿说：“尽管我们有布鲁塞尔和华沙办事处，但如果我们的总部仍在伦敦，欧洲人可能会把我们视为英国的组织。”


  为了更大范围地保护环境，地球委托人需要进一步国际化，并在没有欧美成熟的环保运动和法律机构的国家开展工作。虽然只是在早期阶段，但这一战略正在成型。应中国有关组织的邀请，桑顿在2015年参与培训中国法官处理环境案件，并就中国检察官在政府官员违反环境法时，如何代表中国公民提出公诉给予建议。在加纳、刚果、加蓬、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地球委托人与当地律师和民间组织代表合作，改革和落实森林管理法律，并加强当地组织的能力建设。


  桑顿说：“我们希望通过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工作来建立一个政府透明、依法办事的社会 —— 一个我们希望留给子孙后代的社会。”


  


  艾丽西亚·克莱格（Alicia Clegg）


  一位驻英国的自由撰稿人，定期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并为《卫报》《今日管理》《今日牛津》撰稿


  为难民寻得一席之地


  作者：梅芙·麦克马洪

  译者：王雨馨


  
    一项雄心勃勃的社区项目正在帮助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民们找到体面的工作，建立社交网络。

  


  雅拉·赛义德第一次听说“战争”这个词时，才六岁。赛义德现在居住在阿姆斯特丹。这位健谈的叙利亚姑娘充满激情地说起她长久以来环游世界的梦想。“我总是住在令人沮丧的地方，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这可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这位26岁的姑娘在2015年秋天背着双肩包，带着她的苹果手机和对一个崭新世界的希望，逃离了危机四伏的大马士革。一整年的旅行中，她去了9个国家，最终在荷兰南部的一个难民营渡过了9个月节衣缩食的生活。“我和其他所有住在难民营的人一样讨厌那里。”她说。


  “在我们中东地区人们的想象里，欧洲是乌托邦之地：没有种族主义，没有歧视，人们彼此爱护。然而你真的到了这里，却发现有那么多人憎恨你。”赛义德说。但她在难民营也确实有过一次正面的经历：她遇到了弗勒尔·巴克。巴克是阿姆斯特丹一家社会企业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旨在为难民提供有尊严、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巴克为赛义德提供了参与项目的机会，并帮助她在阿姆斯特丹重新安顿下来。“我再也没有回过难民营。”赛义德微笑着说。


  如今，赛义德在巴克的“难民同伴”（Refugee Company）从事视觉艺术工作。她设计“难民同伴”所销售的纺织品，领导工作坊，而且还正在组建一个难民艺术家网络。2016年，一家由大赦国际赞助的机构“难民国度”（Refugee Nation）委托赛义德为参加里约奥运会的难民代表团设计一面旗帜，赛义德因此一举成名。那面橙黑相间的旗帜代表着包括赛义德本人在内的数千名难民穿过的救生背心的颜色，现正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出。


  2015年夏天，巴克与建筑师费姆克·柏斯玛、企业家米契尔·伦辛克有了共同创办“难民同伴”的想法。那一年，100多万难民涌入欧洲，2 200多人在途中丧命。“我们一开始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一个应急避难所，帮助濒临崩溃的难民联系临时工作，或者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日间活动，然后这个避难所越变越大。”巴克说。“难民同伴”迈入正轨之后，还开始组织以儿童为对象的活动和荷兰语课程。如今，“难民同伴”已经成为一家井然有序、充满现代感的活动中心，难民们可以在此结交新朋友，开展社交活动，参与技能培训工作坊，并且获得员工和志愿者提供的就业支持。


  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巴克从之前的避难所和难民援助计划工作中体会到了为难民建立社会和职业网络的重要性。巴克称，大部分刚到欧洲的难民都极度渴望提升技能和知识，再次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迄今为止，“难民同伴”已经帮助70多名难民找到了计算机编程、室内装潢、金属雕塑和美发等工作，并帮助求职者与喜力、飞利浦、阿克苏诺贝尔和216会计师事务所等公司建立联系。除此之外，“难民同伴”内部也聘用难民作为员工：包括一家餐厅、一家咖啡厅和一条服装生产线。


  “我们有一套相当全面的解决方案。”巴克说。“难民同伴”的员工会综合考量难民在原籍国的工作、教育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我们本来也可以开一家职业介绍所，但是我们更想与难民们并肩努力，从这座社区建筑物起步，营造良好的氛围，让人们由此再迈出下一步。”


  新技能和新网络


  “难民同伴”所在地曾是阿姆斯特丹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拜莫巴杰斯（Bijlmerbajes）监狱的洗衣房。这是阿姆斯特丹南部治安状况不佳，但已开始备受瞩目的新兴街区。这座监狱以其6座高层建筑闻名。2016年6月，监狱停止运行，两个月后开始收容寻求避难者。如今，有600人住在这一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中，其中至少有一半人使用过“难民同伴”的各种服务。作为一家多姿多彩、颇具艺术性的活动中心，它吸引着所有时尚玩家的目光。


  走进这家社会企业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折中主义装饰风格的时尚咖啡吧。嘻哈音乐从工业建筑中传出。一条门廊通往一间开阔的餐厅，这间餐厅由难民们在一位热心的荷兰人指导下运营，对公众开放。我到访的那天，餐厅员工正准备烧烤之夜活动，计划为70多人提供食物。


  “从前这里只是一个废弃已久的肮脏的洗衣房。”海德尔·萨阿迪说。萨阿迪现在是“难民同伴”餐饮部的楼层经理，这个29岁的年轻人曾在巴格达南部经营一家酒吧。“所有的装饰都是由叙利亚建筑师完成的。”他补充道，自己管理餐厅的所有技能都是来到“难民同伴”后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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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实习生正在“难民同伴”的内部餐厅核对食品订单

  


  海德尔操着流利的英语，用荷兰语进行日常交流也不在话下。这两种语言都是2015年他来到荷兰之后才开始学的。这位严肃的年轻人和他的一个兄弟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来欧洲途中的艰难险阻使他的内心备受创伤，他无意再回到伊拉克。他虽然很想念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包括另外一位正与“伊斯兰国”英勇作战的兄弟，但依然很高兴能够在阿姆斯特丹找到让他如此有成就感的工作。“这里很好，我喜欢这里。”他说，“在这里感觉就像在家一样。”


  “难民同伴”经营的餐厅目前已经步上正轨，因此巴克会把注意力转向扩展其自有的时尚工作室。它的网店已经上线了一批T恤衫和套头衫，都是由难民设计和生产的。“荷兰没有制造业和纺织业，但是有很多裁缝和机械工人逃难到这里——他们不能读书写字，但从11岁起就开始在工厂里干活，可以做出漂亮的产品。”巴克说。她希望这些移民可以把工匠的传统重新带给荷兰，现在荷兰的大部分服装都依靠进口。


  在荷兰市政当局和几家基金会的资助下，“难民同伴”聘用了10名全职员工来负责行政管理和项目运营，餐厅、咖啡馆和时尚工作室的员工不包括在内。和机构的理事一样，员工中有荷兰公民，也有移民。巴克说，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在财务上实现自给自足。


  “‘难民同伴’每一天的经历都是不同的，每次会面或者新的伙伴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该组织的社会和心理顾问卡蒂娅·弗罗说。弗罗为经历过创伤的难民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帮助他们找到有兴趣、能带来成就感的工作。“我们创造了一个大家庭的气氛，一个支持网络、重新发现自己的地方。”她列举了一长串的名字，都是曾经接受过她的咨询，并在新的领域学习到一技之长的难民，比如烹饪、缝纫、烘焙、演唱等。“我想我们是在支持他们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而冗长的庇护程序和烦琐的官僚体系常常会打碎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帮助难民度过危机


  卡塔琳娜·班伯格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移民和多样性分析师。她认为，烦琐的官僚体系、欧洲政府在安置和包容新移民方面低下的效率，都使难民和移民的生活面临很多挑战。对移民的抵制情绪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紧张给这些新成员造成了很大压力。因此，欧洲需要更多像“难民同伴”这样的项目。


  “类似‘难民同伴’的项目为开放劳动力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为难民融入社会创造了机会，这对双方都有益。”班伯格哀叹因为缺少相关的求职服务组织，大多数难民不得不从事低于自己技能水平的工作。而像“难民同伴”、DUO求职（DUOfor a JOB）等组织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后者是一个比利时项目，让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指导有移民或难民背景的年轻人求职。


  另一家难民援助机构“难民并不孤单”（Refugees Are Not Alone）的负责人詹斯·米勒指出，致力于帮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非营利组织自2015年以来在欧洲各地开始出现，面对难民危机，公民、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承担了很多原本属于政府的责任，比如在街上分发紧急援助品、教授语言课程、帮助难民寻找工作和栖身之所等。虽然政府迟缓的反应令人遗憾，但现实的缺口促使民间组织寻找创新的方法，来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我对“难民同伴”的访问以在活动中心餐厅的一顿晚餐作为结束。刚刚结束会议的理事会成员正大块朵颐，享用鹰嘴豆泥和塔博勒色拉等中东美食。房间里有点冷，因为这间宽敞的洗衣房不太容易取暖，但气氛非常温暖。巴克和她的理事会成员虽然个个都面带倦容，但对“难民同伴”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忙得不可开交的餐厅员工随时准备为顾客奉上完美的服务。


  “这里非常安全。”雅拉·赛义德转向我说道，“我们是艺术家、医生、厨师、管道工、妇女和孩子。我们是一家人。”


  


  梅芙·麦克马洪（Méabh Mc Mahon）


  常驻布鲁塞尔的爱尔兰广播电视记者，为24小时新闻频道法兰西24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欧盟、北约和比利时的新闻，也在比利时Bruzz电台出品并主持一档周播的英文节目


  为社区搭建袖珍图书馆


  作者：科里·宾斯

  译者：刘韵


  
    把袖珍图书馆设在街角、校园、警察局，把街坊邻里汇聚到一起。

  


  走进洛杉矶的任何一家警察局，都能看到一个装满童书的鲜艳盒子。遇上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报案，在父母与前台接待的警察交谈时，孩子们可以随意翻阅图书，沉浸在某个童话故事里。这些儿童读物帮助孩子们分散注意力，给他们受创的心灵带来片刻慰藉。这些设在警局的图书箱只是托德·博尔和他的非营利组织“袖珍图书馆”(Little FreeLibrary，以下简称LFL)所运营的“儿童、社区和警察”项目的一部分。


  博尔的妈妈是一名教师，她喜欢鼓励孩子们读书。2009年，博尔为了纪念母亲，用旧车库门制作了一个像迷你校舍的盒子，摆放在威斯康星州哈德逊市自家房子的前院里。他在盒子里装满了想和邻里们分享的图书，并挂了一个牌子：“免费书。”一年后的一天，他在院子里举行了一次车库大甩卖。可是来扫货的人并没有购买他的二手物品，而是在他的小图书馆旁边自拍。于是，他又制作了30多个图书盒子送给别人。


  今天，超过6万个袖珍图书馆遍布美国50个州、80个国家和地区。据LFL估计，每年通过袖珍图书馆分享的图书数量达到4 380万册。2018年，全球袖珍图书馆的数量达到10万个。它们大多安置在人们家里的前院，就像博尔制作的第一个校舍图书盒子一样。


  博尔说：“袖珍图书馆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是因为它能将街坊邻里聚集到一起，袖珍图书馆的馆主也成了社区居民仰慕的对象。”每个袖珍图书馆的小门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取走一本，放回一本”。LFL鼓励馆主支付40美元，在LFL的网站上注册他们的袖珍图书馆，并得到一枚雕刻的特许执照标志。


  LFL的运营哲学是不设置规则和限制。馆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或者制作、装饰他们的图书馆，随意选择藏书的种类，并且通过网络和更大的LFL社区连接。“它是每个人的画布，”博尔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他们的社区里加以利用。”


  由于成功地激发了人们对阅读和社区建设的热忱，袖珍图书馆赢得了多项荣誉，包括国家图书基金会的阅读创新奖、图书馆杂志的弄潮儿奖（Movers & Shakers）、国会图书馆识字奖，还获得了伟大非营利组织（GreatNonprofits）平台上“评分最高的非营利组织”称号。


  阅读伙伴（Reading Partners）是一家以有阅读困难的学生为对象的非营利机构。其全国市场和传播总监迈克尔·托德说：“LFL让学生们在家和社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书籍。他们的阅读机会越多，对读写重要性的认识越深，未来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建立网络


  在社交媒体“照片墙”（Instagram）上浏览LFL的照片，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神奇的童话书。奥尔德里奇说：“我们喜欢分享世界各地袖珍图书馆的照片，展示馆主们独特的创造力。他们把袖珍图书馆打造成各种不同的样子，从火箭船、机器人到拖船，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电影院等。”奥尔德里奇在LFL负责媒体和项目工作。她会转发朋友和粉丝们在个人推特、照片墙上分享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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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芒特莱克泰勒斯的孩子们放学路过LFL，便驻足检查书籍

  


  LFL还通过影响力图书馆项目免费提供一部分袖珍图书馆。奥尔德里奇会分享那些来自受赠者的动人感言。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特鲁希略在她的推文里说：过去她在晚上会听到枪声，并发现人行道上散落着的弹壳，但是自从LFL在附近捐赠了一个袖珍图书馆以来，她注意到一个变化，她看到邻居们站在图书盒子旁一边浏览一边聊天。“它让邻里们走到了一起。”


  有关LFL的文章每年在报纸、博客和广播电台节目中大约会出现40 000次。但这些受到热捧的美丽图书馆也可能会给机构运营带来挑战。杰里米·希尔曼是世界银行企业传播部门的总监，同时也是LFL理事会成员，他说：“LFL项目的风险非常明显，其他组织即使不加入LFL社区，也可以使用LFL的核心内容，这样时间久了可能会淡化LFL品牌的辨识度。”尽管如此，面对其他类似的图书共享社区，LFL团队仍然选择不引入版权。希尔曼说：“传播阅读、社区建设和创造力是LFL的价值观。我们希望看到这些价值观的有机增长，同时我们也要平衡组织在全美乃至全球规模化的需求。”希尔曼介绍说，为了维持LFL的品牌识别度，LFL团队正在努力为付费注册的馆主们提供更好的服务。LFL脸书群是世界各地的馆主们聚集的地方。LFL在脸书群里提供图书赠送、免费下载和其他特惠活动。奥尔德里奇说：“能有如此便捷的沟通渠道真的很棒，我们可以经常与馆主们交流想法、探讨问题。他们是我们最有价值的顾问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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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主们会在网上遇到那些原本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克利夫兰的低收入家庭，旧金山富有的退休老人，新奥尔良的学校行政人员，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意大利的社区组织者。LFL脸书群里的一名活跃成员马拉兹来自苏丹，前段时间她在脸书上说，她正在自己的祖国建立1 000个小型免费图书馆。


  从产品到合作


  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不同，LFL的运营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机构的营业收入。他们雇用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木工，手工打造高质量、美丽的袖珍图书馆。图书馆、特许标志和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大约占机构年收入的95%，为机构提供了260万美元的运营预算。这些收入还用于支持LFL的其他项目，如“影响力图书馆”计划和“儿童、社区和警察”项目。


  LFL偶尔也会收到指定性捐赠。但由于只有11名员工，博尔很难有时间去募集资金，光是慈善家们主动发来的项目书就已经让他应接不暇了。他正计划聘请顾问来帮忙。


  不过LFL利用来自哈德逊医院基金会的一笔捐款，在威斯康星州哈德逊市的学校系统推出了一系列侧重于健康素养的袖珍图书馆。通过与该基金会和当地学区合作，LFL得以设立一系列实体图书馆、选购图书，并成立了一批以关注健康行动为主题的图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以LFL“图书行动俱乐部”计划为样板，将阅读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


  博尔和奥尔德里奇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吸引更多的捐助者和合作伙伴。博尔对机构财务的终极目标是预算的60%来自商业营业收入，40%来自捐款。LFL理事会成员玛格丽特·伯恩斯坦表示，LFL会将工作重心从分发实物产品转移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展社区项目上，因此提高捐款额非常重要。


  LFL的许多伙伴关系和项目已经小有建树。根据洛杉矶警方的反馈，自从“儿童、社区和警察”项目启动以来，到过警局袖珍图书馆的儿童多数都加入了警局的免费学员计划和警察活动联盟。在这里，警官们会就健康、金融和社区服务等问题给年轻人提供指导，现在有些家长也在警察局担任志愿者。2017年12月，洛杉矶警局和LFL开始用警车搭载当地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图书，这样警察在巡逻时就可以给孩子们送书。


  在洛杉矶牛顿区负责社区安全合作计划的中卫海蒂·施特克莱因表示：“我们开展青年项目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环境里所缺少的一些机会。LFL和我们志同道合。我们非常珍惜与它的合作关系，这不仅确保儿童能接触到图书，而且也建立了社区与警务人员的正向联结。”


  女童子军也曾经和LFL合作，在她们的社群里建了500多个袖珍图书馆，并因此获得了一枚奖章。此外，全美约有600家公共图书馆利用LFL作为社区外联的催化剂。加州蒙特雷郡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在偏远社区建立了29个小型分支机构。奥尔德里奇指出：LFL显然不能提供公共图书馆的所有服务，但它们可以作为补充。


  LFL现任执行总监托德·博尔小时候并不喜欢读书。他曾经有读写困难症，参加拼单词比赛也会让他难过得流眼泪。2017年夏天，当在纽约市接受全美女性图书协会颁发的第二个世纪大奖时，他展示了一张自己二年级时的成绩单。在拼写科目上，他得了“E”。他笑着说：“我最后没能成为一个明星，但是我发展得也不错。一个袖珍图书馆可能是激发孩子的一个火花，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的父母和邻居都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它最终会充实和滋养我们所有人。”


  


  科里·宾斯（Corey Binns）


  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撰写有关科学、健康和社会变革的文章和报道。


  


  食用藻与绿色就业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刘虹桥


  蓝绿螺旋藻是一种备受青睐的“超级食品”，而不仅仅是营养丰富的膳食补充剂。培育螺旋藻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凭借其在生产方式上的优势，成为资源有限的农民创收的新途径。


  “螺旋藻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真正为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助一臂之力。”盖亚能源（EnerGaia）的创始人塞缪尔·沙哈说。该公司在遍布泰国、新加坡和印度的1 000余个生物反应池里种植微藻。“我们想向公众普及对螺旋藻的认知、生产和消费。”


  藻类生长仅需二氧化碳、水和阳光。在获知培育藻类能有效地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后，生活在曼谷的美国工程师沙哈备受启发，于2009年创建了盖亚能源。盖亚能源每年生产3吨螺旋藻，加工并销售给在产品中使用微藻的食品制造商。该公司还帮助农民搭建生产螺旋藻的生物反应器，供个体消费和销售。湿状藻类产品呈深绿色膏状，干燥后为粉末状。盖亚的目标是让富含营养的藻类更易获得、更经济实惠。


  沙哈的首次大规模绿藻培育直接使用了一家碾米厂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过，米厂的设备在2011年被拆除，盖亚为寻找经济可行的工业二氧化碳来源大伤脑筋。最后，沙哈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把用于种植藻类的生物反应池移至一系列未被充分利用或者废弃的工厂和城市空间，从空气中过滤二氧化碳。这么做还能帮助企业和土地所有者从其房产中获得更多附加值。


  当大部分生产者还在开放式池塘里培育螺旋藻时，盖亚能源已经通过定制的生物反应池来改进生产效率。其原理是往一组相互连通的白桶里注入空气，并互相泵送藻类，从而加速藻类生长。该过程是自动化的，也就是说，种植者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进行监控，并在生长条件（如温度）偏离理想设置时立即获得通知。自动化使得种植者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沙哈说：“过去从未有人将自动化技术引入螺旋藻的生长过程。”


  泰国是盖亚能源主要业务的所在地。该公司已经在三个酒店屋顶和一个原木料场的农场里安装了生物反应器。2018年晚些时候，盖亚还在新加坡的一家医院培育藻类，并将10%的螺旋藻产量提供给患者食用。


  对培植螺旋藻感兴趣的农民必须自行购买生物反应器，但是盖亚能源提供免费现场培训。该公司还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合作，设立小额贷款计划。沙哈说，借助于小额信贷，农民可以在两到三年内付清10到20个生物反应器的成本（假设年销售收入约为1 100美元）。


  在印度，第一批使用盖亚能源设备的农民在64个水箱里生产供自己消费的藻类。盖亚能源希望帮助他们把规模扩大到1 000个水箱，并收购他们余下的收成。沙哈说，这将帮助盖亚能源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螺旋藻产品的需求。过去一年里，由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螺旋藻对健康的益处，他们对螺旋藻产品的需求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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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曼谷暹罗广场诺富特酒店屋顶的盖亚能源生物反应器正在工作

  


  “未来5年内，藻类产品市场有望超过440亿美元。”渔业2.0国际大赛的商业顾问莫妮卡·简恩说。这是一个针对新兴可持续海产品和水产养殖初创企业的大赛项目。“藻类产品被认为是一种超级食物。生产食用藻类在战略上处于绝佳位置，因为它比在藻类生物燃料或制药上的使用都具有更高的价值。”简恩还补充说，盖亚能源以社会为导向的商业模式也表明，人们日益认识到，海藻等海洋产品蕴藏着未被充分开发的积极社会影响。


  帕巴登县是盖亚能源在泰国最大的项目点。24岁的曼谷居民马纳萨克·尼潘普拉萨特是该项目点的负责人。“我没能上大学。但是通过过去4年在盖亚能源的工作，我学会了如何解决螺旋藻生长中的许多问题。现在，我能将这些技能传授给他人。”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社区里的数字原生代


  作者：杰米·斯塔克

  译者：刘虹桥


  阿尔·塔拉瓦奈几乎没有时间接受20分钟的电话采访。她是约旦卡拉克市阿尔·哈赛尼亚中学的一名10年级学生。除了忙于家庭作业和照顾家人之外，她正和5名高中生一起安排当地大学生前往社区中心，为邻居们教授阿拉伯语。


  “我们希望能在自己的社区留下印记。”塔拉瓦奈说。她和同学们对所在社区的需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有17个人对阿拉伯语课感兴趣。这些人大多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女性，其中包括一名大学生的母亲。她们从未有时间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


  为了设计和实施该项目，塔拉瓦奈和同学们与2015年成立的新公司智能人文（Humanitas AI）合作。该公司将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与面对面培训结合起来，帮助约旦等地区的年轻人成为社区革新者，并从中收集数据，帮助慈善资助机构做出更好的资助决策。


  智能人文的联合创办人菲利普·乔表示，学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完成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鼓励深入理解社区需求、分享进展、交换项目想法，并提交与服务对象相关的、有价值的基层数据。一旦智能人文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它将向慈善家和政府“兜售”满载社区需求的数据面板，而一些社区组织和研究人员则能获得免费访问权。非营利机构也可使用该程序向其支持者提问。例如：“为保护环境，我们能做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乔说，该应用程序只从选择分享的用户那里收集匿名数据，因此没有潜在的个人隐私顾虑。


  2017年秋天，智能人文与拉尼娅王后基金会推出的“我的学校”教育计划合作，在约旦6所学校的学生俱乐部试点应用程序与青年参与战略。每周六早上，包括塔拉瓦奈在内的120名初高中生在为期10周的名为“我的空间”项目里碰面。他们从应用程序和大学生志愿者导师那里学习设计思维理念，并围绕诸如“改善校园营养”和“减少残障歧视”等挑战，来制定社会革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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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人文联合创办人阿拉温德·尚卡尔正在与约旦伊尔比德伊姆拉瓦女子中学的学生讨论他的应用程序

  


  乔说，考虑到约70%的约旦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数字原生代”为交流有关社会变革的想法提供了绝佳媒介。“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在脸书等平台上分享自己与同龄人的经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们能够引导这些能量吗？”智能人文认为，开发专供青年人分享和协调社会项目的应用程序，而不是借用脸书和推特等现有平台至关重要。辅导塔拉瓦奈小组的穆塔大学会计专业学生，22岁的萨拉布·马特尔奈说：“脸书上充斥着其他东西。智能人文的应用程序能够进一步明确目的。”


  乔期待当应用程序达到十万用户级时，就能为资助者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他表示，继应用程序于2018年公开发布后，得益于与拉尼娅王后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约旦和阿联酋的政府机构的合作，公司正顺利地向着目标迈进。


  “慈善界经常谈论社区不需要的东西。而社区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却不能提供。智能人文正在改变这一点。”斯坦福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董事会成员刘昕说。她也是智能人文的资助方，Enlight基金会[1]的主席。


  智能人文目前的合作伙伴非常欣赏该组织的做法：他们鼓励学生不仅要活跃于社区，还要大胆表达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基金会会将某些解决方案强加给社区。”“我的学校”教育计划主任塔拉·斯威斯说，“可当你向年轻人征询意见时，他们也能对解决方案产生影响。他们会告诉你，哪些方案会起作用，哪些不会。”


  当然，不管有没有应用程序和非政府组织，社会的各类善举都会发生。乔希望智能人文能够放大这些效果。“我们只是一个催化剂。”他说。


  


  杰米·斯塔克（Jamie Stark）


  自由撰稿人，位于旧金山湾区的社会企业“耕种希望”的联合创始人


  
    [1] Enlight基金会是小霸王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先生和妻子刘昕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的家庭慈善基金会。Enlight基金会以“深度合作”、“共同领导力”和“相互支持”等理念，应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挑战。——译者注

  


  尼日利亚流浪儿告别过去


  作者：莱纳斯·乌纳

  译者：刘虹桥


  约书亚·丹尼尔是尼日利亚港口城市卡拉巴尔的一名流浪儿。七岁时，他在与母亲打闹之后离家出走。6年间，丹尼尔流窜于城市各个角落，靠捡拾金属废料勉强维生。


  “你得扮演硬汉才能生存下去。”现年15岁的丹尼尔说，“我们每晚都睡在一家店铺里，店员把门反锁后就离开了。”


  丹尼尔如今和其他数百名流浪街头的未成年人一起重返校园，居住在当地教堂提供的宿舍里。这都归功于8名青年的庇护与帮助。自2015年以来，由这群青年人领导的非营利机构“街头牧师”（Street Priests）致力于解决流浪儿们最为迫切的需求：食物与住所、教育、免受虐待、技能培训与指导。


  街头牧师并不是尼日利亚唯一一家流浪儿救助机构。与其他机构相比，街头牧师的优势在于机构创办人自身的经历。现年18岁的詹姆斯·奥基纳在父母分居后加入了帮派，以寻求归属感，当时他只有8岁。后来，在一名堂兄的积极影响下，他放弃了街头生活。


  现就读于卡拉巴尔大学的奥基纳说：“2014年的一个晚上，我遇到了一名流浪儿。他英语说得不错，但看起来很邋遢，靠在酒吧跳舞谋生。我感到必须做点什么。”于是，他放弃了在一家本地时装品牌的营销经理职位，发起组织了街头牧师。


  街头牧师的工作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踏遍卡拉巴尔的大街小巷，与流浪街头的未成年人进行数小时的谈话，讨论如何可以让他们摆脱现在的生活。该组织与其他机构合作，为流浪儿们提供免费的补习课、营养项目，普及药物滥用危害性的知识。他们还帮助几名流浪儿与父母团聚，并为十几名孩子安排了领养手续。


  “即使你为孩子们做的事情再微不足道，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18岁的戈德温·奥瓦特说。这名卡尔巴尔大学二年级学生也是街头牧师的伙伴关系部负责人。如今，街头牧师的工作已经颇具口碑，它帮助过的孩子会向街上的朋友们讲述其工作。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世界的流浪儿超过1亿。而尼日利亚的失学儿童高达1 050万，为各国之首。这些因贫穷、被抛弃或父母离世等原因而离开家的孩子们，大多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容易遭受剥削与虐待。他们还要面对社会污名。在卡拉巴尔，人们把流浪儿叫作“Skolombo”（这是一个形容屡教不改的犯罪儿童的贬义词），还指责他们袭击路人、有偷窃行为等。


  奥基纳说，对流浪儿的负面看法曾经一度使得街头牧师的工作难以展开。“我们甚至无法使用公共空间来开展活动，社区也不接纳我们。”


  街头牧师正试图改变人们对这些孩子的成见，它的脸书页面定期报道流浪儿的个人故事。“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得粗暴、强硬，是因为他们将成人世界视为持续的威胁，认为人们厌恨自己。”奥基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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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街头牧师的创办人詹姆斯·奥基纳在一项推广活动中向尼日利亚卡拉巴尔的流浪儿宣传教育的价值

  


  该组织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团队成员的个人捐献和慈善捐赠，以及近期的门票收入。街头牧师前段时间在该市最大的卡拉巴尔购物中心组织了一场以流浪儿的生活为主题的演出，包括诗歌朗诵和歌舞表演。


  “奥基纳和他的团队在流浪儿的心理咨询和指导方面取得了成功，显著降低了流浪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卡拉巴尔大学社会学老师格拉斯·伊赫贾迈祖说。伊赫贾迈祖运营着一家名为iKapture网络的社会企业，为尼日利亚的学生和失学青年提供课后教育和服务。她认为，街头牧师鼓舞着其他年轻人发起类似的项目。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寻求机会，将服务扩展到尼日利亚的其他地区，为数以万计的儿童服务。


  曾经的街头小子丹尼尔明年就要开始念初中了。在谈及未来的梦想时，他神采奕奕。“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演员，这样我就能影响很多人，帮助他们去做好事。”他说。


  


  莱纳斯·乌纳（Linus Unah）


  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一名自由撰稿人。他的作品见诸于《卫报》、联合国新闻社、《光明》杂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及《金融时报》“这里是非洲”专栏。他主要撰写有关全球健康、冲突、技术、农业和发展的文章


  免费大学


  作者：科里·宾斯

  译者：时梦雪


  德娜·艾默生是一名野生动物学家。她想发起一场有关野生保护的公共宣传活动，因此决定学习市场营销。2017年秋天，她成为旧金山城市学院近5 000名注册新生的一员。第一学期她便选修了4门市场营销课，而需要支付的学费比旧金山金融区的一顿午餐还便宜。


  旧金山城市学院（city college）[1]的“免费城市”教育项目由市政府资助，为学生支付全额学费。学生本人只需负担教科书、医疗（17美元）和在线注册（3美元）的费用。通过该项目，全日制学生每学期可节省高达552美元的支出。项目申请资格不受申请人平均绩点或者收入水平的限制。艾默生在申请该助学金时只需提供她在旧金山的住址证明材料。


  “我们都被困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小圈子里。”艾默生说，“但是自从上了这些课，我开始和越来越多之前没有机会对话的人交流。”


  免费城市教育项目的500多万美元资金来源于旧金山市商用及民用建筑的转让税。项目负责人莱斯利·米罗伊表示：“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有助于推广社会公正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城市学院70%的学生都有资格申请州财政援助。“显然，我们有一众不算富裕的学生需要帮助。”米罗伊如是说。


  自从2017年秋季项目启动以来，旧金山城市学院已经拨出200多万美元，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而学生入学率也飙高了17个百分点。如此迅猛的上升势头除了得益于学费减免制度之外，还得益于城市学院经过5年的公开斗争最终保住了认证资格。在这5年里，学院的9万名学生流失了三成多。据米罗伊介绍，当管理层在2016年宣布学院将继续运营后，学生入学率明显增加。而当时，加州其他大部分及全美多数社区学院的入学率正处于低谷。


  尽管现在考评学生对于“免费城市”教育项目的满意度还为时过早，但学院教员团队表示，若非被该项目吸引，班上的很多同学都不会来此就读。其他早先就被旧金山城市学院录取的学生在使用完加州的学费补助额度之后，也可以继续从该项目获益。


  拉斐尔·曼德尔曼是旧金山城市学院的校董，并正在竞选加入旧金山市监事会。他希望可以在下一个年度进一步提高补助。“该项目仍需不断完善。”他表示。令曼德尔曼感到不满的是，未登记入册的学生无法获得学费减免，并且所有的学生上暑期课程依然需要缴纳学费。


  即使有了“免费城市”项目，旧金山的低收入家庭在入学时可能依然捉襟见肘。来自厄普约翰就业研究所（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研究员米歇尔·亚当斯表示，如果学生已经获得了如“加州承诺”（California Promise）、佩尔助学金[2]等项目的资助，“免费城市”项目在提供学费减免时就会减去相应金额。“对低收入学生来说，‘免费城市’这样的项目并未提供太多额外的资金支持。”她说，“它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家庭收入水平刚好超过佩尔助学金上限资格的学生。申请这个项目可以让他们至少能负担得起一个两年制的学位课程，同时也向社会高等教育的好处。”


  “免费城市”项目没有对收入设限。米罗伊和她的同事发现，像艾默生这样的学生正越来越多：他们已经获得了学士学位、来自中产家庭，但是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就业前景或者改变职业发展路径。“这是促进旧金山整体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米罗伊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他们的财务和教育目标。”


  


  科里·宾斯（Corey Binns）


  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撰写有关科学、健康和社会变革的文章和报道


  
    [1] 等同于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在美国，社区学院有时被称为专科学院、技术学院、两年制学院或城市学院，是提供低水平高等教育的两年制公立机构，也提供继续教育，颁发证书、文凭和副学士学位等。从社区学院毕业后，一些学生可以转到四年制的文理学院或大学，再进行两到三年的学习，进而完成学士学位。——译者注

  


  
    [2] 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是美国联邦政府为需要资助的学生提供的一种补助，用于支付他们上大学的费用。联邦佩尔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仅限于经济困难且还未获得第一个学士学位的学生。

  


  


  小额信贷可改善饮水如厕


  作者：加里·怀特

  马特·达蒙

  译者：张超


  
    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领域，小额信贷能帮助有需求的人群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时至今日，全球仍有8 8400万人缺乏基本的饮用水资源，无法在离家30分钟的路程以内获得饮用水。更严重的是，有23亿人缺少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需要与其他家庭共用厕所。饮水如厕是人人皆有的需求，缺少这一基本资源的人们正在为此付出健康、财富、尊严等方面的高昂代价。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缺乏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都知道怎么做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只需接入已有的供水系统，或者买一个马桶，或使用现成的劳力、技术和材料搭建一个雨水收集系统。他们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只要有资金即可实现。


  努雷尼和丈夫、儿子住在印尼的雅加达。前不久，她用一笔小额贷款在自家厨房里装上了自来水。从此，她不必再到与动物共享的小河里汲取污浊的水，或者花高价从当地的送水车买水。家里有了安全的饮用水后，努雷尼还做起了生意：每天早晨，她在锅碗瓢盆里盛满自来水，制作传统的米饭和椰浆料理，卖给邻居和过客。努雷尼用赚来的钱帮助她的儿子莱恩上了技校，使他成为制造摩托车的技术工人。莱恩很快就要毕业，到当地的摩托车制造厂实习。


  为什么努雷尼家以前没有装自来水呢？因为她无力一次性付清自来水的接入费用。不过，她有能力分期支付。依靠一笔负担得起的小额贷款，她就能因地制宜，改变全家人的生活。像努雷尼这样的人估计有5.65亿，只要有能负担的贷款计划，他们就能立即解决自己的饮用水问题。


  理解这一点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解决方案的思考方式。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像其他群体一样存在差异性，因此需要通过不同途径来让他们摆脱困境。有的人遭受着极端的不平等，需要靠紧急救助来维持基本生活。但也有其他数以亿计的人愿意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解决方案。通过为家庭贷款对象提供服务，我们能极大地降低需要慈善援助人群的比例。


  资助精简的解决方案


  在2008年相遇时我们两人，已各自在水议题领域工作。加里是国际水伙伴（WaterPartners International）的联合创办人，该组织与当地非营利机构一起提供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解决方案。马特则创办了非洲水分子组织(H2O Africa)，该组织旨在提高人们对全球水危机的意识。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泰山压顶般的问题。


  我们在很多国家目睹了由于缺少洁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在那些地区，打水是人们每天的主要活动。成年人放下工作，到社区的自来水站排几个小时的队。儿童（通常是女孩）则被迫逃课，以腾出时间打水。随着水桶渐渐盛满，她们的未来却渐渐枯萎。


  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微不足道、但又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家里有厕所意味着孩子们不必花时间寻觅一个安全的地方解手，可以省下时间用来做作业。家里有自来水意味着女人可以用以前用来打水的时间缝制衣服赚钱。如果将这些微小的变化放大数百万倍，它们会有推动全球变革的潜力。


  我们发现，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为了改变家中的饮用水状况，甘愿去借高利贷；每天只挣1.25美元的人也愿意贷款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那么，是否能提供解决饮用水和环境卫生问题的小额信贷呢？小额信贷让穷人通过微型创业来创收。我们能否将它作为为穷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工具之一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水组织（Water.org）正在与小额信贷机构合作，为贫困人群提供可负担的信贷支持，用于投资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我们以自有资金来充当启动本金，并提供技术援助，来帮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基于饮用水的贷款资产组合。我们的小额信贷合作伙伴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向小型社区或个人客户放贷。之后，社区或客户会雇用承包商和零售商来执行具体改善方案。


  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作水信贷。通过合作机构，我们已经向生活在经济金字塔底端的人群发放了近200万笔贷款，总额超过6.02亿美元。这些机构的工作贴近客户所在的社区，又具有灵活性，他们允许借款人定制符合自身的饮用水需求和解决方案。尽管水信贷的借款人中有60%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但还款率却在97%以上。该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只要我们能提供资源，帮助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解决饮用水和环境设施问题，他们就有机会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他们不只是在饮用水和厕所上投资，也在换回自己的时间，这些时间能用来照料家人、上学念书、赚更多钱。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印度水信贷借款人中，在获得贷款前仅有53%的人月收入超过47美元；但获得贷款后，有97%的借款人的收入达到了该水平。


  在一次去菲律宾的旅行中，加里在马尼拉市郊的圣马特奥遇到一位姓格雷罗的妇女。她当时刚通过水组织的合作伙伴ASA菲律宾获得了贷款，用上了自来水。格雷罗现在每月大约缴纳4.50美元的水费。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她只能向当地的水贩子买水，而且还得为送水上门买单，每月的花销大概为60美元。现在，她每月大约需要偿还5美元贷款，46周还清。这样，她每个月就有了50美元的净收益，可以用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我们相信，如果这一由小额贷款支持的精简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能得以规模化，那么就能帮助被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问题所困扰的数亿人，助力他们改善自身的处境。


  更快更广


  在联合国制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项与水和环境卫生相关的尚未实现的宏伟目标：确保所有人都可获取水和卫生设施，并实现持续管理（目标6）。世界银行估计，要在203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每年需要在全球投资1 140亿美元。而目前针对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各项援助，包括基础设施、供给和使用在内，累计仅有80亿美元。如果我们继续将思路局限在捐赠和传统的发展援助项目上，那么这两个数字间的差距将是不可弥合的。


  不过，如果我们能向那些最需要扶助的人提供慈善捐赠，而向其他人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自己解决饮用水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就更有可能得到解决。像水信贷这样的干预措施可以释放借款人的潜在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笔贷款归还后将继续借给下一个家庭。投资者也会将回报再投入资金池。


  当全球还有20多亿人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时，规模化就成了首要问题。小额信贷可以更快、更广地覆盖相关人群。就水组织而言，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覆盖6 000万人。为此，我们会让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费率适中的贷款产品，并且会与饮用水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创新的融资方式。我们知道这个五年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它仅能满足10%的贷款需求，还需要有更好的政策，引入更多资本，并鼓励其他小额信贷机构进入该领域来提供更多支持。


  水组织的项目已经表明，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个有潜力的市场。不少机构都看到了这一潜力。根据盖茨基金会的估算，全球投资于饮用水的小额信贷市场的规模为120亿美元。德勤包容性市场监测也指出，仅在印度农村一地，就有100亿至140亿美元的厕所市场。需求存在，满足需求的措施也有，现在我们看到了缺失的一环：促成供需匹配的资本投入。为了开发新的资金来源，水组织推出了水产权，一个充满干劲儿和专业能力的影响力投资管理机构。通过一系列投资基金，水产权为符合条件的投资人创造了契机，在使其资产实现深远社会影响的同时，获得可持续的财务回报。


  获得饮用水对一些人来说就像打开水龙头那么简单。而对有些人来说，却是每日生活的煎熬。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终结这种不平等。但如果仅根据人们的需求来界定问题，我们的行动将无法终结这场危机。努雷尼和莱内里扎有能力为自己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他们的需求是明确和可实现的。对于这些人群，有了便捷的小额信贷，终结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危机指日可待。


  


  加里·怀特（Gary White）


  水组织(water.org)和水产权(WaterEquity)的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水组织和水产权是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的非营利组织


  马特·达蒙（Matt Damon）


  水组织和水产权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奥斯卡奖获奖演员、编剧和制片人


  让难民自力更生


  作者：埃米莉·阿诺德-费尔南德斯

  布莱恩·罗森


  译者：王雨馨


  
    完善难民接收政策，既能帮助难民自力更生，也能对东道国经济有所贡献。

  


  2015年1月，我在约旦马弗拉克遇到了赫巴（化名）和其他几名叙利亚难民。他们从往东6英里（约9.7千米）远的扎塔里难民营逃了出来。


  “我们原以为那个难民营至少应该有路吧。”赫巴说。但她只看到了一片尘土飞扬的平原和几栋金属或塑料的临时建筑，这些建筑根本挡不住风沙。赫巴原先在大马士革过着城市中产生活，她丈夫曾是一名律师。她谈到了城市生活中的庭院，那里有美丽的喷泉和植被，真是郁郁葱葱的乐土。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全球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 200万，他们因为战争、暴力或迫害而被迫逃离故土。“难民问题长期化”的定义曾经是5 000人以上流离失所，这些人5年内没有固定居留住所，而这个平均持续时间目前已经变成了26年。难民们可能会在铁丝网后的难民营中滞留数十年甚至是数代。大部分难民营只有公共浴室或厨房，难民们无限期地依靠援助生活。临时援助系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仓库，而难民们被永远地遗忘在其中。


  和其他8万名难民一样，赫巴一迈进难民营就不被允许离开。所以她和她的丈夫割开了铁丝网，买通一个男人，让这个男人开着这越野车把他们偷偷带出了这片沙漠。


  我在马弗拉克遇到的每个叙利亚女人都有类似的逃亡故事。今天，大部分难民都住在难民营之外。但我不禁思考：她们逃了出来，但逃去哪里呢？


  每年只有不到1% 的难民在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富有国家找到落脚之地，高达86%的难民把自己的“临时”家园安置在了约旦、黎巴嫩、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等中低收入国家。尽管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但大多数东道国都没有为难民提供安全、平等地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条件。难民的工作岗位要么是非法的，要么不受保护，他们在遇到雇主克扣工资、工作场所性骚扰等问题时也无计可施。难民儿童不允许入读当地学校。违法入学，父母要冒被抓的危险。歧视性的法律和做法使难民无法获得当地的医疗、银行和社会福利服务，而以难民为对象的救济预算连他们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这些将难民进一步逼向贫穷、绝望和违法的深渊。


  大规模中东难民的危机使世界注意到了这一发酵已久的问题。但即便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却往往忽视了一个有力的事实：难民可以自力更生，他们自己就是答案。像赫巴这样的难民有在接收国养活自己的动力、想法和愿望。


  为难民打开融入当地生活的各种渠道


  我所在的人权组织“庇护通道”（Asylum Access）成立于2005年。我们坚信“所有难民都有权利获得平等的机会，去创造新生活”。过去10年，我们在厄瓜多尔、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和坦桑尼亚等大规模接收难民的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并正与黎巴嫩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组织进行合作，来扩大影响力。作为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团体，我们起初为难民提供法律流程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工作许可等政府文件、安置子女入学、获取医疗和银行等服务。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国家根本没有提供难民融入当地的渠道。即便有律师的帮助，难民也无法逐步获得安定的生活。


  在我们开展服务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带来改变。但我们在所到之处都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友好的环境。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一群主张完善难民接收政策的当地公民。他们与难民紧密合作，帮助他们重建生活，并找出障碍所在。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10万多名难民赢得了法律文件、工作许可、教育机会和其他权利，改变了相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从中受益的难民人数超过200万。


  积极友好的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接纳难民，让他们能在新家园安全、自由地生活；难民可以合法地工作，不必担心遭受剥削或虐待；可以获得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也可以在需要时寻求司法帮助。这些权利无法依靠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行为体确保或执行，只有通过东道国的国家治理框架，也就是通过国家法律、政策和措施来实现和保障。


  2008年，我们的项目进入厄瓜多尔时，正逢宪法赋予难民与厄瓜多尔公民同等的工作权利。加布里埃尔是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的难民，他希望我们帮助他了解如何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雇用其他难民。他开了一家小面包房，一开始只有一个销售窗口。几年之后，在我们的帮助下，他的员工达到了十几个，其中既有难民也有当地公民，他也拥有了一间设了多个柜台的店面。


  在坦桑尼亚，我们发现了一项未被充分利用的法律条款，这项条款可以帮助一些难民在达累斯萨拉姆工作和生活，而不必被限制在农村的难民营中。我们还帮助一些难民群体建立了社区储蓄和贷款协会。一名难民从300美元起家，一开始在城里售卖手机，最终发展为拥有三家商店和一家“摩的”公司。另一名难民拥有一条服饰生产线。还有几个难民开了餐厅。所有这些商家都既雇用难民，也雇用坦桑尼亚当地公民。


  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国家为难民平等参与当地经济、社会和公民生活创造出有利的环境，所有人都会受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难民可以自由参与经济生活，他们会开辟新的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市场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2016年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叙利亚难民危机：对约旦和黎巴嫩就业市场的影响”发现，叙利亚难民开办的企业促进了经济发展，甚少有证据显示这些企业挤垮了当地居民的生意。如果这些难民能安全、平等地进入合法行业、获得正式工作，他们选择非法或剥削性质的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因此也会减少犯罪、缓解薪资和工作条件的下行压力、降低安全风险等。


  自从我遇到赫巴后，约旦政府为难民获得合法工作提供了一些选择。这是很重要的进步，但仅仅是开始。约旦的工作许可政策基本上把难民与单一的雇主绑定了，这在其他背景下会被视为剥削。一些雇用机会要求难民抛开家人，独自到约旦的另一个地方打工，而这些地方往往缺少相应的劳动保护体系。此外，让难民更简便地获得他们已经在从事的“黑工”的工作许可等政策也尚未出台。


  约旦的经验及问题说明，对难民劳工的保护，确保难民可以自由流动、享受工作场所权利、接受银行服务、获得其他人身安全保障、平等参与新家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都非常重要。在约旦开展的这些试验迈出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步，“庇护通道”及联合国机构、捐助方和民间团体等伙伴应以此为基础，通过倡导和激励措施取得更多进展。


  采取行动的一年


  在我那次前往约旦时，叙利亚难民大量外流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难民的安置问题成了欧洲迫在眉睫的危机。3年过去了，危机还在继续：2017年，100万南苏丹难民逃到了乌干达；前段时间，65万罗兴亚人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危机。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起来。


  2018年对于全球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一年。2018年年底前，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有望履行两项主要承诺：新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及补充性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我们敦促决策者抓住时机，优先解决难民参与接收国经济、社会和公民生活的问题。


  为促进难民自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应该和人道主义援助、长期发展援助一样，成为必要的措施。东道国应当推动这些改革、承担责任，但责任不应全部落在它们身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和收留难民比例较小的国家，必须担起更大的责任，确保难民及收留大量难民的国家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作为地球公民，也应尽一份责任。我们可以利用难民工作权利网（RefugeeWorkRights.org）等网站，监督政府在制定包容性政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是我们已经推出的一个网站，提供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法律工作普及程度的信息和评分。我们也可以扩大已有的最佳实践。比如在墨西哥，“好客路线”（Rutade la Hospitalidad）的倡议活动（口号是：此处无墙）聚集了社区、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力量，指引难民前往会受到热情欢迎的地方，从而使他们获得基本服务以及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行动，国际社会可以保证为难民创造积极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参与当地的经济生活，并对当地社会做出贡献。


  


  埃米莉·阿诺德-费尔南德斯（Emily Arnold-Fernández）


  “庇护通道”（Asylum Access）组织创始人和执行总监


  布莱恩·罗森(Brian Rawson)


  “庇护通道”负责宣传和传播的副总监


  


  社会企业不能与社会革新画等号


  作者：马歇尔·甘兹

  塔玛拉·凯

  杰森·斯派塞

  译者：陈智勇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和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简称SEE)作为一种通过激活商业能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过去十年间在美国乃至全球呈现出爆发性增长，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健康和教育政策等广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25年前哈佛商学院成立首家“社会企业发展中心”[1]以来，社会创业的相关课程已经在100多所高校扎根。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为此还设立了捐赠教席和新课程。这些机构使SEE成长为一个行业。自2003年以来，基金会对这一行业的资助更是达到了16亿美元。


  然而，社会企业家精神虽然致力于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但其收效甚微，而且许多社会问题反而变得更糟了。事实上，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市场化的替代方案，它的崛起分散并削弱了有组织的公民、政治行动和民主政府在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市场，而不是政府，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和经济成果。SEE的倡导者们将社会问题视为知识问题，认为其可以通过社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驱动所形成的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些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组织可以是营利性的、非营利性的，或混合型的企业。


  相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是一种权利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组织的选区采取集体政治行动，利用民主政府的力量克服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抵制。这种方法的成功范例包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为争取废奴、公共教育、土地改革、劳工权利、公民权利、妇女权利和环境保护而斗争的社会运动。


  社会企业家精神与集体的、民主的政治活动之间泾渭分明。第一，SEE的支持者认为，“个人英雄”是推动广泛社会变革的关键。正如社会企业家的国际组织——阿育王（Ashoka）在其宣传材料中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说企业家能够改变商业的面貌，那么社会企业家就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他们能够抓住机会，革新体系，提出新的思路，创造改善社会的方案。”


  第二，SEE的支持者断言，最适合实现社会变革的组织形式是创业公司，这样的公司具有组织灵活性，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为消费者提供有选择的、高效的服务。然而，社会企业争夺的不是“客户”，而是捐赠方或“投资方”。为此，它们承诺将会满足其“最终用户”（受益者）的需求，并将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第三，SEE的推动者们力求把政府作用最小化。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发展中心的资助人、前高盛董事长约翰·怀特黑德明确表示：“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非营利组织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其可以代行部分政府职能……以公立学校为例，特许学校[2]就是民间机构或者非营利组织能够比公立学校做得更好的例子。”


  我们并不是在暗示社会企业从未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企业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SEE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将主要的公共政策领域事项转交给民间组织，无论其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的，用市场规则取代民主问责制。但在解决经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医疗保健、教育、刑事司法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时，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依赖企业之间争夺顾客的市场竞争，它们可以通过财务上的收益来奖励创新。而SEE却没有相对应的消费者奖励系统，这意味着即使社会创业获得成功，也很少能够扩大规模。事实上，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规模化通常需要政府参与，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创业者通常想要规避的。到目前为止，社会企业作为一个领域所实现的规模化并非是通过市场所取得的成功，而主要是通过建立起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资金的支持网络才得以实现，这也包括吸引有才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社会企业热”缺乏实证


  尽管少有实证可以证明社会企业家精神带来了真实的社会变革，但其资金量却在激增。与公共部门组织不同，社会企业的行为并不需要获得许可或被追踪监管，也未受到严格的监管和信息披露的约束。我们发现，许多社会企业并不像非营利组织一样，对自身的影响力进行严格的评估。虽然社会企业所推广的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IRIS)以及社会投资回报（SROI）等评估工具广受欢迎，但它们并非基于严格的研究方法。对此，欧洲社会企业研究网络（EMES）的一些成员组织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在信息披露和严格评估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创业领域发生的许多失败都未被公之于众。即便如此，其中的两个例外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个案例是美国的特许学校。特许学校非但没能在整体上减少教育不平等，而且还增加了新的教育不平等。即便如此，特许学校仍然继续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个案例是在国际上被大肆炒作的南非一家社会企业的项目——旋转抽水木马（PlayPumps）。这一项目的支持方包括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创业领域的资助者。这个项目在非洲的农村地区实施，通过让儿童在特殊的旋转木马上玩耍来抽水。但事实证明它在很多地区都很难适用，还不如现有的解决方案。该项目启动5年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前线”栏目披露，该项目的设施要么未被使用，要么已经损坏，而且这个项目抢占了其他获取水资源项目的资金。


  这类社会企业的失败案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SEE的支持者们指责政府项目缺乏问责和有效性，并以此作为取代政府部门位置的理由。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企业的模式被认为能帮助资源有限且功能失调的后殖民地时期政府，来满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的要求。然而，如上述例子所见，社会企业本身仍部分依赖公共资金、基金会的资助和采购合同。


  既然社会企业迄今表现不佳，为何还会如此受欢迎呢？它的崛起与过去40年来私人财富和公共权力之间戏剧性的关系转变有关。“二战”后出现的民主资本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财富的不平等只能通过公民平等的参政权来缓和。民主政府的角色不是少数不幸者的“安全网”，而是一个公共问责机构，它可以促进教育、医疗保健、研究和国防等广泛领域的共同利益。这是唯一可以利用法治来遏制私人财富权力的机制。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限制私人财富抱有敌意的精英们成功地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否认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按照这一观点，重心就不应该放在改善民主政府的运作方式上，而是应该由民间部门取而代之。


  将政府作用最小化削弱了公民权利、民主政治以及利用公共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公民变成了顾客，而政治在没有支出限制的情况下成为一种营销方式。因此，把公民组织起来，要求政府部门对公共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其实，大多数社会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只是欠缺让这些解决方案起作用的能力。如何消除贫困的知识是存在的，但现存利益对再分配或预分配措施的强大阻力却阻碍了这些知识的应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球知识体系，包括如何减少不平等、教育儿童、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我们的城市并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的医疗服务，但我们缺乏的却是如何恢复劳工权利、公平拨付学校经费、阻止碳排放、提供适宜的城市住房和轨道交通，以及控制医疗质量和成本的政治意愿。SEE未能提出这些核心政治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恢复公共的声音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支持者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缺乏技术知识，而不认为它们是来自权利失衡，这一思路的政治含义不容小觑。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在一个经历剧烈变化的系统中，其成员为了忠于共同目标，可以在系统内用他们的声音来影响其变化的轨迹，也可以退出，去寻找另一个可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的系统。SEE鼓励个人和集体退出公共领域，转而通过民间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因此，SEE拒绝运用社会的集合影响力来改革公共机构、解决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创新努力。这样做会削弱公民参政的程度，而这恰恰是民主的基础。


  在民主制度下，社会变革需要国家与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然而，社会企业家精神将公民社会重新定义为创建一个平行的民间机构空间，来避免国家和公民分享其资源。而且将弱势群体作为客户或顾客，而不是公民，会有损公民对反映其意愿和需求的公共机构和民主程序参与的积极性。


  只有当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才能实现所有公民应得的、公共利益所要求的真正改变和平等。新自由主义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创造了一个重塑美国民主的机会。为此，我们要抛开类似SEE这样的干扰，与公众一起通过教育、组织和动员活动，来恢复公共声音的力量。


  


  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


  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讲师


  塔玛拉·凯（Tamara Kay）


  圣母大学基奥全球事务学院的全球事务和社会学副教授


  杰森·斯派塞（Jason Spicer）


  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博士候选人


  点评 李凡


  当谈论社会企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大约是在2001年。当时，我跟随一群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到英国考察几家“明星”社区项目，从伦敦东部低收入移民聚集的社区中心到雇用残障人士的咖啡店、用美沙酮治疗吸毒人员的专业机构，所到之处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在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运营。


  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社会“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逐渐陷入了僵局：传统福利国家体制无法有效应对长期性失业、老龄化等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大规模削减公民福利权益等激进改革手段也行不通。正如1999年英国知名学者里德比特在《社会企业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一书中所指出的：“英国的福利体系需要一场持续的社会创新。这次创新浪潮要发展一个‘解决问题型’的福利体系，来取代目前仅仅将人们维持在依赖和贫困状态下的体系……社会创新是解决今日英国社会弊病之关键，而社会企业家正是社会创新的领路人。”


  2006年，由吴士宏翻译的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How to Change the World: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 ），一书在国内出版，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由此开始大规模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线。今天，在各类大型公益基金会、公益类创新组织工作的90后们可能很难想象，21世纪初，中国绝大多数公益组织一无身份、二无自我造血能力，大多依靠来自国外组织的捐赠过日子。社会企业的概念和类似“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教授的成功故事给当时中国的许多公益人打开了思路：如何在确保公益性的同时，提高事业的可持续性。社会企业家的理念对当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的企业界人士来说也很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能够把成熟的商业经营理念运用到公益组织的经营中。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印度，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正确性、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无怪乎本文发表后立刻激起了来自公益部门、社会投资者以及各国知名学者的炮轰，算得上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历年来发表过的最具争议性的文章了。


  从网上实名读者的反馈来看，绝大部分批评意见围绕着这样几个观点：作者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不清晰；文中指出了几个社会企业的失败案例，却有意回避了社会企业家在全球无数个成功案例；作者不认可社会企业可以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社区与公共事务、健全民主制度的推动力量，而非将其说成是非此即彼、争夺资源而无法并存的博弈。在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是：本文在讨论社会企业时忽略了全球语境，只用美国的眼光来看问题。作者将社会企业的流行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绑在一起，而这在包括中国、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但也许这正是作者的“项庄舞剑”之意。本文作者之一马歇尔·甘兹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资深教授，在第三部门和变革理论领域备受尊敬的学者。仔细阅读本文，不难看出其发难的对象并不是社会企业本身，而是对当今美国的商界精英们打着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旗号，试图取代政府和传统慈善部门，接手社会改革的忧虑。当富豪们用“一掷百亿金”的个人行为代替政府政策和公共辩论时，我们是否已经脱离了公正社会的基本前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已发表的许多围绕相关主题的反思文章值得关注。


  社会企业的概念自诞生至今仍然没有全球统一的定义，这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自21世纪初引入中国后曾一度成为热门。今天，我们更多听到的是这两个概念的衍生版——“公益创业”。任何一种新思想只有在其特有的语境中找到着陆点，才能萌芽生长、与时俱进。


  


  李凡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联合主编


  
    [1] 社会企业发展中心（Social Enterprise Initiative）。——译者注，下同

  


  
    [2]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美国的一种民办非营利学校，提供非英语教学或数理化强化教学，或专门服务贫困家庭子女或问题青少年。

  


  社区组织有助于降低暴力犯罪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时梦雪


  自从美国的城市暴力犯罪率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大幅下降以来，研究人员就一直试图揭开背后的原因。他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铅污染下降、治安管制、刑事司法政策等对城市产生影响的独立或外部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社区在减少犯罪方面的作为。


  纽约大学的一个社会学研究团队（夏基、托拉斯—埃斯皮诺萨和塔克亚尔）对社区反暴力团体展开了一项新的调研。该项研究发现，那些以“应对暴力犯罪、建立更强大的社区”为宗旨的社区组织的普及程度与暴力犯罪率下降之间有因果关系：一个城市的社区组织越多，犯罪率下降幅度就越大。


  该调研报告写道：“根据264个城市20多年间的发展数据，我们估计，对一个有10万居民的城市而言，每增加10个致力于消除犯罪和改善社区生活的组织，谋杀案发生率就下降9%，暴力犯罪率下降6%，入室盗窃案发生率下降4%。”


  夏基教授表示，调研的相关数据来自各类社区组织，从“经济开发区项目、课后辅导项目、药物滥用与成瘾治疗、为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服务、到小童群益会”，不一而足。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各类社区组织中，防止药物滥用和职业培训领域的组织影响力最大。该研究不对分析犯罪率下降原因的已有结论做出判断，而是另辟蹊径，转而关注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即本地社区如何通过自发组织来抵御犯罪的成功实践。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里奥·斯莫尔表示，关于社区组织对降低犯罪率的作用，存在着几种潜在的解释。社区组织可以影响其所在社区的警察执法方式。他们可以发挥政治影响力，或者可以在家庭间建立联系，以威慑暴力犯罪。“当你建立起社区的归属感，给年轻人事情做，并下决心解决药物滥用问题，把它当作一种可以改善的状况，而不是把人关起来的借口，那么每个人的暴力倾向都会随之减轻。”斯莫尔表示。


  夏基指出，此次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在全美层面选取调研样本，研究的组织类型太多，以致分析非常复杂。这样一来，要确认社区中最为有效的打击或遏制犯罪的组织类型就变得不可能了。“在我们调研的对象中，没有发现有哪一个项目可以独自在减少暴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他认为，接下来研究者应该关注何种组织可以提供应对暴力的最佳手段。其他同类研究发现包括暑期工项目、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学生改变行为的学校项目，以及将空地改造成有用场所的社区项目都是有益的。


  斯莫尔提到，这项研究是首批证明社区组织能够降低犯罪率的研究之一。“这对于以社区组织作为田野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来说并不意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要大规模开展论证就不那么容易了。作为首批尝试论证社区组织与降低犯罪率关系的研究之一，该项研究使用的方式很有说服力。”


  斯莫尔表示，这项研究的突破在于，研究者汇合了足够细化的数据，来寻找非营利组织对暴力犯罪的影响，而这在之前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该团队整合了过去数年积累起来的数据。”他说。


  夏基表示，该研究结果可能对关于城市犯罪及生活质量的政策讨论提供重要线索。“我们现在正处在拐点。一直以来主要依靠警察和监狱系统来应对暴力的模式已经崩溃。”在城市寻找控制暴力的新方法之际，社区组织可以在保障居民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和慈善家们也可以助力培育更多的此类团体。“我们应该从城市到城市，从街区到街区，挨个调研，寻找出此类机构尚未立足之处，而那些社区正是最易受到暴力犯罪侵扰之地。”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美国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帕特里克·夏基，杰勒德·托拉斯-埃斯皮诺萨，德拉姆·塔克亚尔，《社区与犯罪率的下降：社区组织对暴力犯罪的因果效应》，选自《美国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6期，1214-1240页。


  好教师还能教什么？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刘韵


  教师会对学生成绩和标准化考试分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教育界对此已经进行了研究分析。但是大量数据表明，诸如韧性和自律等非认知能力对学生的长期成就更具决定性影响。那么，是否有办法跟踪教师向学生传授这些技能的能力呢？如果有的话，它对教育评估意味着什么？


  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发展与社会政策学教授克莱门特·杰克逊对学生学业成绩以外的表现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了解教师如何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学生。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与他们对学生其他行为和选择的影响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而且，也不只是那些高分学生的老师才能成功地提高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和毕业概率。


  杰克逊在他向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的工作报告中写道：“相对于仅用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标准，把教师对考试分数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同时作为衡量指标，将会成倍地提高教师对学生长期表现的可预测的影响。”


  今天，我们主要通过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来评价学校的质量。但是杰克逊指出，考试成绩并不总能成为预测学生今后表现的晴雨表。如果教师和学校能够影响学生考试成绩以外的技能，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影响，那么我们对教师的评价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会错失教师留岗的重要目标。“由于只关注考试成绩，我们常常不能发现那些教学有方的学校和老师。我们需要评估成绩以外的软技术。”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专家，杰克逊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于分析教育领域的数据。他的研究使用了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考试分数以及其他因素，覆盖了从2005年至2012年北卡罗来纳州所有公立学校九年级的学生。他的模型同时关注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并通过如缺勤、停课、课程成绩和按时升级等可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从这些数据中，他构建了一个“行为指数”，用以说明学生在学业以外的表现如何。


  分析表明，一位教师如果能让学生的行为指数提高一个标准差，那么该学生从高中毕业的机会可以增加1.47个百分点。杰克逊将其称为“非认知附加值”。他发现，如果老师能够让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一个标准差，那么该学生毕业的机会仅增加0.12个百分点。杰克逊在学生的其他表现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包括升级、是否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高中的平均学分绩点，以及是否有报考四年制大学的计划。


  杰克逊之所以选择九年级（初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许多学生会在高中一年级退学或做出退学决定。“如果能让一群孩子留下来继续读书，你就能永远改变他们的学习轨迹。”此外，由于学生升入下一个年级后会更换新的教师，因此研究人员有可能评估九年级教师所产生的附加值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系的主任史蒂芬·里夫金指出，这篇论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教师能对学生考试成绩之外的重要能力产生影响。里夫金说：“认识到教师对学生多方面的影响非常重要。教师不仅能影响一个学生对数学了解多少，而且会对塑造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情商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杰克逊本人和里夫金都承认，尽管该研究发现意味深长，但是把它转化为可以直接衡量教师才能的方法并不容易。里夫金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方法能否激励教育工作者去做那些能够促进学生长远发展的事。”在这篇论文的结尾，杰克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确定那些真正改善学生行为的教学实践，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来鼓励教师。


  杰克逊还指出，这些发现尚未能让教育工作者识别出那些让学生日后有良好表现的教师身上，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以便确定如何培训教师用更好的方式教学。因此，我们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美国纽约的记者，报道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信息


  克莱门特·基拉博·杰克逊，《考试成绩遗漏了什么？教师对学生非学术成就影响的重要性》，选自NBER工作文件，2017年4月15日。


  性别与社会企业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刘新童


  非营利组织通常依赖捐赠、资助、志愿者服务等非商业途径来实现社会目标。但过去30年间，随着美国慈善资源的缩水和社会问题的凸显，一些将商业行为和公益融合为一体的社会企业(social venture)越来越流行，成为领域内辩论和研究的焦点。然而直到现在，这类企业和性别规范之间的关系还未被深入研究过。


  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女性的天地，而商业领域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男性的世界。社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的性别规范是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那些由女性创立的新兴非营利组织会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非商业运作模式吗？


  哈佛大学组织行为学的博士候选人史蒂芬·狄米翠阿蒂斯和其他三位研究者一道，从性别视角对社会企业展开了调研。他们想知道，性别文化规范是否会抑制女性企业家创立混合型社会企业。他们还想知道，社群中女性商业领袖的存在等因素是否会抑制性别文化规范的影响。狄米翠阿蒂斯表示：“我们很想知道，女性去创建混合型组织是否以及如何打破一些有关性别的成见。”


  调研人员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社群中有女性企业家存在，那么就会对整个社群如何看待女性从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影响又反过来增加了女性选择创立社会企业，而不是传统型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推论，该调研分析了美国584家初创社会企业和其创始人，该数据组横跨了2007年至2008年期间44个州的104个社群。这些企业都有明确的社会价值追求，具有独立性，且成立都不到两年。只关注刚成立的企业有助于避免幸存者偏差[1]，比如创始人的决定、前任领导人对现任领导人的巨大影响等。


  在搭建分析模型的过程中，每家初创企业都根据其商业活动的程度被编码，并且根据女性企业家在社群内的普及程度进行打分。可控变量包括当地其他可用的资金来源、企业关注的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领域更易被商业化）、创始人是否为某一团队成员，项目是否鼓励当地受益人等。创始人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和种族也是可控的变量信息。


  数据显示，男性更容易去创建带有商业行为的社会企业。但与此同时，社群内女性企业家的存在会对女性选择创办社会企业产生推动作用。随着女企业家比例的提高，女性创建有营收能力的社会企业的行为也会大幅增长。


  哈特福德大学金融专业讲席教授苏珊·科尔曼表示：“这说明女性企业家在女性行为楷模和女性发起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制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女性企业家的高比例会改变相关社群对于‘常规’的定义。这意味着，在地方层面，语境胜过文化。”


  作为对比，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女性在当地社区担任非商业性领导职务的潜在影响，比如女性议员代表。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狄米翠阿蒂斯表示：“女性在商业界的存在能影响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化行为，这一点很令人震惊。”


  科尔曼强调：“这些发现有力地增强了该项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并且为未来对于‘文化和地方语境’如何影响由女性创办的社会企业、其结构和生存模式，以及她们采用商业化举措的意愿和能力等的调研打开了一扇门。”


  


  玛丽琳·哈里斯（Marilyn Harris）


  记者、作家兼编辑，擅长为网络、刊物和电视受众翻译复杂的或技术性的材料


  史蒂芬·狄米翠阿蒂斯，马修·李，拉克希米·拉马拉扬，朱莉·巴蒂纳，《模糊边界：性别与当地社区在社会企业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选自《组织科学》，2017年第5期，819-839页。


  
    [1] 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译者注

  


  


  开放型社会秩序

  《组织、公民社会和发展的根源》


  作者：乔纳森·利维

  译者：王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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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创新长期以来曾是只属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他们掌管着政府，决定着哪些个体、基于何种条件可以结成正式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目标。这些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的诸多福利都顺理成章地涌向了精英阶层。这一局面直到19世纪才在一部分国家被打破：正式组织所拥有的福利和工具从原则上以一种更民主、客观的方式向社会所有成员敞开。当这种改变发生时，开放型社会秩序[1]民主政治以及更为活跃的经济便相继出现了。


  《组织、公民社会和发展的根源》一书就是基于这一宏大的主题之上的。这本论文集由学术界最优秀的两名经济史学家内奥米·R .拉摩洛克斯和约翰·约瑟夫·沃利斯[2]编辑。这本书罕见地综合了来自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学家的多样化视角。这本书鲜活的精神源泉来自更早的一部作品《暴力与社会秩序：阐释人类历史记录的概念框架》[3]。这部野心勃勃的作品第一次解析定义了开放型社会秩序，并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奉行利己主义的执政精英们为何要限制结成正式组织的途径和福利。这本书的序言为上述宏大叙事的微观经济基础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切入点。但是，全书大部分章节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即19世纪。


  你可以同意或者反对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的理论，或者和我一样，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哪种情况，你都能从阅读《组织、公民社会和发展的根源》一书中获益，即便你对学术辩论没有太大兴趣。


  许多读者也许会对书中所揭示的一个事实感到震惊：今天的商业和社会创业者们在开办或经营组织时唾手可得的各种工具在过去是很有争议的。此外，这本书还描述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民主崛起和民主及政治权利的演进等大背景下，社会创新是怎样一次次绝处逢生的。许多读者，包括学者在内都会从中获益。因为直至今日，历史学家只记录了其中一部分。而现在更多的内容被记录在了统一的框架之内，虽然这个框架具有争议性。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拥有一个独特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自愿的结社”遍地开花且蓬勃发展。但是在托克维尔造访美国的时代，想要成立一个组织，来致力于公民个人可以合法追求的目标却是不可能的。各种法律条文禁止这种行为。法学学者理查德·布鲁克斯和经济史学家蒂莫西·吉内恩[4]在本书的一章中，对“交往的权利”（the right to associate）和“结社的权利”（the right of associations）做了有益的区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对通过建立正式组织进行交往的权利进行限制。由露丝·H.布洛赫和拉摩洛克斯[5]合著的一章首次对“美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合法限制”做了分类，相关限制不胜枚举。法院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来取缔协会章程。比如“重复”这个理由：试想一下你不能开办一个非营利机构，因为你所处的社区已经有一个具有相同目的的非营利机构存在了。此外，“结社的权利”也受限制。许多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公司的合法利益，比如像持有和转移财产的能力、合法的永久持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能力或者有限责任，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正式组织的目标和工具也是僵化的（如今出现了许多混合组织形式，如共益企业，这些组织形式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当时，无论是合资公司还是非营利组织都是如此。


  开放型社会秩序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对此并没有统一清晰的成因和解释。这本书的作者呼吁考虑正确的先决条件和形势的偶然因素，并在相关章节对其进行了论述。此内容涉及的章节有9个，每一个章节都包含对相关问题的独立论证和观点，这里就不做详述，但是前3个章节共同设立了一个背景，第一章来自经济史学家丹·博加特[6]，他在文章中讨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力的消亡；第二章来自政治学者温加斯特[7]，他在文章中讨论了亚当·斯密对近代早期君主和特许自治城镇之间的政治协调的理解；第三章来自政治理论家雅各布·T·利维[8]，他在文章中讨论了近代政治哲学家在一定背景下对公民社会和结社的规范性理解。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公民社会的价值，也意识到了商业垄断的错误，但当时的统治者依然坚定地认为，政府可以且应该控制公民对组织工具的获取。


  这本书的后6章提供了大量案例研究，描述了开放型社会秩序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得以实现。其中两章互为补充：经济史学家路乾和沃利斯[9]考察了早期马萨诸塞州银行特许制度的政治机制，同为经济史学家的艾瑞克·希尔特[10]则分析了内战前美国制造业《通用公司法》的发展。《通用公司法》是迈向开放型社会秩序的跃进。公民在尚未废除奴隶制的那个年代仍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身份，但公民注册成立公司不再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成立公司成了一项权利。路乾和沃利斯记述了当时来自不同政党的成员们最终都意识到，限制获得银行特许证并不是他们结成政治联盟的最好方式。希尔特阐释了制造业《通用公司法》诞生前几十年一段颇为纠结的历史。到美国内战前，“开放型社会秩序”作为安德鲁·杰克逊[11]追随者口中的一种“平等权利”出现，今天我们更多地称之为“平等机会”。


  即使到了那时，这样的过渡在美国也是缓慢且蹒跚的。布洛赫及拉摩洛克斯所著的关于公民社会的章节中阐述了一个事实：在整个19世纪，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设的限制要严于营利机构。一个开放的、富于表现力的、多元的公民社会，哪怕只是对这种社会的理想，都姗姗来迟。把目光投向法国和德国，布鲁克斯和吉内恩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通用公司法》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进入这些国家，但是政府习惯性地限制社会及政治类组织的成立。统治者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担心来自下层的挑战。


  由社会学家维多利亚·约翰逊和沃尔特·W·鲍威尔所著[12]的一章及结论一章更具有现代语境。约翰逊和鲍威尔试图解释一项建立城市植物园的倡议为何在19世纪初失败，而在19世纪80年代取得了成功。他们想从中找出19世纪纽约市公共秩序的发展轨迹，指出了“适定性”和就绪性等社会质量对于组织创新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创新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倾塌”的原因。这一章明确地把这本书的基本架构置于社会创业的语境中。


  最后一章由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塔尼亚·梅洛、温加斯特和弗朗西斯·则洛特尼克[13]合著，他们在这章中讨论了美国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14]出台的历程。作者认为，这部使美国集体劳动谈判合法化和正规化的联邦法案结束了“暴力陷阱”，这是由许多精英控制的、封闭的、在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陷阱。在这部法案出台之前，工会组织是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具争议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发生的那么多劳工暴力事件。在法律上，工会和它们的许多活动都是饱受质疑的，特别是罢工，直到这部法案通过并成为法律。


  在此，我们无法展开评价作者们对该法案通过的新颖解释。但是从前面章节的脉络来看，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秩序从封闭到完全开放的转变是一种简单清晰的过程。该书援引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最新成果，强调了在经济增长的许多先决条件中，开放型社会秩序最值得重视，而这种论调也有待商榷。但从总体来看，这本书更直接地讨论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换句话说，组织的权力机制和包括精英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仍然在发挥作用，他们制定了结成组织的游戏规则，影响着民主的品质，并在实践中决定着我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实质。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与所谓的社会创新分开。


  因此，这部异常丰富的历史论文集引发了我对今天社会秩序的反思：从很多角度来看，争取开放型社会秩序的斗争仍然在持续，那么广义的社会创新在此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时代》（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


  
    [1] 根据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史蒂夫·韦伯（Steven B. Webb）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的发展理论模型，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本原秩序（primitive order）、有限进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和开放型社会秩序（open access order）。开放型社会秩序是指公民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济、政治上开放，并拥有建立社会组织的自由。开放的对象是指所有个人，即公民。该秩序的运转依靠竞争（competition）、成立组织（organization）和法律（rule of law）。更多细节可参考论文：Limited Access Ord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译者注，下同

  


  
    [2] 内奥米·R·拉摩洛克斯（Naomi R. Lamoreaux），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3] 书名原文为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由沃利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巴里·R·温加斯特三位合著。

  


  
    [4] 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和蒂莫西·吉内恩（Timothy W. Guinnane）合著这本书第八篇文章The Right to Associate and the Rights of Associations: Civil-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Prussia, 1794–1908。

  


  
    [5] 露丝·H .布洛赫（Ruth H. Bloch）和拉摩洛克斯（Naomi R. Lamoreaux）合著这本书第七篇文章Volutary Associations, Corporate Rights, and the State: Legal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1750–1900。

  


  
    [6] 丹·博加特（Dan Bogart）是这本书第一篇文章The East Indian Monopoly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Limited Access in England, 1600–1813的作者。

  


  
    [7] 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是这本书第二篇文章Adam Smith’s Theory of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的作者。

  


  
    [8] 雅各布·T·利维（Jacob T. Levy）是这本书第三篇文章Pluralism without Privilege? Corps Intermédiaires,Civil Society, and the Art of Association的作者。

  


  
    [9] 路乾（Qian Lu）和沃利斯合著第四篇文章Bank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Partisan Banking to Open Access in Early Massachusetts。

  


  
    [10] 艾瑞克·希尔特（Eric Hilt）是本书第五篇文章Corporation Law and the Shift toward Open Access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的作者。

  


  
    [11]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第7任美国总统，民主党创建者之一，也是美国早年的民粹主义倡导者，“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

  


  
    [12] 维多利亚·约翰逊（Victoria Johnson）和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合著这本书第六篇文章Organizational Poised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c Or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City。

  


  
    [13] 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塔尼亚·梅洛（Tania Melo）、温加斯特和弗朗西斯·则洛特尼克（Frances Zlotnick）合著这本书第九篇文章Opening Access, Ending the Violence Trap: Labor, Business, Government,and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14] 《国家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亦称瓦格纳法案，以其国会主要赞助者、纽约市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命名。

  


  


  女性之年


  作者：艾瑞克·尼

  译者：王雨馨


  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的第二天，全美乃至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女性（以及男性）加入“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的行列。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游行集会。时间快进到一年后，第二届“妇女大游行”同样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游行人群，虽然比不上第一届的声势，但其规模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这两次游行中沸腾着的愤怒、希望与力量正在传播扩散到其他活动之中。发自好莱坞的“大限已至”（Time’s Up）运动甚至新成立了法律保护基金来制裁性骚扰。#Me Too#运动同样红极一时。秋季的政治选举不论在地方、州还是国家级别，女性参选人的数目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过去的一年可谓当之无愧的“女性之年”。


  


  老爸评测：重构社会信任中的商业化风险


  作者：黎宇琳

  罗苑


  
    牛津大学教授瑞秋·波兹曼在她的新书《我们可以信任谁？》中断言：“新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是信任。”从爱彼迎、优步到区块链，今天的消费者愿意相信陌生人的点评胜过大企业、权威机构。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信任发生了转移，信任不再是自上而下或者单向建立的，而是可拆分、倒置的、以问责为基础的协作关系。

  


  “老爸评测”创始人魏文锋，也被称为“魏老爸”，是一位因发布民间检测报告而受到公众欢迎的“网络红人”。


  魏文锋曾自费将女儿的包书皮送去检测，结果证实多款包书皮含有生殖毒性物质和致癌物质。他将此事拍摄成了8分钟的纪录片，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到网络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传播量。截至2018年9月，魏文锋在社交媒体“抖音”上有370多万粉丝，不少家长将魏文锋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2015年，魏文锋创立“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始组织对各类常见消费品进行第三方检测，并通过社交媒体披露化学品超标等信息，以期推动相关部门、行业完善相关检测制度。三年来，“老爸评测”的检测范围从一开始的儿童用品扩展到和“吃穿住用”相关的商品，检测超过十几大类、一两百种产品。


  魏文锋走红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中期对商品安全深层次的不信任。有观察者认为，要缓解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业机构、消费者等多方合力，而“老爸评测”有机会在“新媒体赋权”的社会背景下以一种独立评测的方式吸引社会关注，以舆论倒逼监管的改进，重构社会信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老爸评测目前的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其公信力——其九成以上的收入来自电商。一边检测，一边卖货，这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模式潜藏风险，或因一些不可控的事件而遭受严重打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运营社会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要实现财务的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回应社会对公平公正的期许。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缘起：质检标准存在漏洞


  魏文锋曾在政府部门从事产品安全检测和产品认证工作10年，后来辞去体制内工作创业，依旧从事产品安全检测。


  2015年2月，魏文锋发现女儿用的包书皮是“无商标、无企业地址、无联系方式”的产品。他把包书皮送到专业实验室检测，发现此包书皮含有超标的有毒化学元素，会引发性早熟和致癌。


  魏文锋打举报电话，在微博上联系相关政府部门，但没得到积极回应。


  目前，中国的产品检测标准良莠不齐，常滞后于产品的迭代，且在有毒化学物质限制条款等方面落后于国际标准。以“毒书皮”为例，“国标”不完善是它能进入市场的重要原因——一般国内文具参考的标准是“GB21027-2007”的《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其中未对文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甲苯、乙苯等指标给出要求。但按欧盟、美国的儿童用品标准，这些化学物质是不允许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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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业内人士指出，即使“国标”将邻苯二甲酸酯等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使用这些物质，但由于化学物质的多样性，生产厂商往往能够使用黑名单外的其他有害物质来规避检测风险，从而降低成本。此外，在消费品流入市场前的达标认证环节，企业要将其送检到检测机构获取相关合格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其公正性要打个折扣。


  2015年9月前后，魏文锋花费10万元将自己送检包书皮的全过程拍成纪录片，并配文《开学了，您给孩子用的包书膜有毒吗？》，引发社会关注，其浏览量超过了100万。2016年，《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转发，视频点击量超过1 500万。


  监管部门在舆论的敦促下调整了相关标准。2016年2月，在上海和江苏的包书皮市场抽查中，新增了对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两项有毒化学物的检测；多家生产包书皮的厂商改进了生产工艺，在外包装上标明检验检测报告。


  但在魏文锋看来，毒书皮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监管不完善的商品社会里也许还藏着更多有害产品。年逾四十的魏文锋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2015年8月，魏文锋出资100万元创办“老爸评测”，拟帮助消费者辨别有害产品。


  初创困难：公益模式的财务危机


  一开始，“老爸评测”有三个用户微信群，这些群里用户的昵称通常是“舟山—蓉妈”“上海—松松爸”“天津—东东妈”等，这群略显焦虑的家长希望老爸评测检测越来越多的商品，从孩子的文具、玩具到入口的食物、常见的生活用品等——这并非一般的商家与用户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些互助社群的特征。不少家长会从全国各地寄来样品，供老爸评测团队检测。


  他们以“众筹”的方式分摊昂贵的检测费用。老爸评测依靠家长们10元、20元的“打赏”帮补机构运作。截至2015年年底，有1 900多名家长众筹资金6万余元，但检测花了9万多元。除了打赏和众筹检测费，魏文锋还尝试了其他几种模式以维续运营，包括通过分答平台让用户付费查看检测结果、售卖定制的安全包书皮等，但均入不敷出。


  魏文锋说：“受制于粉丝量不够大、增速不够快，用户打赏的额度和热情会下降，这类收入少，不持续；分答的模式也不行，粉丝数量不到10万。根据比例测算，会付费查看的人数小于1万，就算每人每次付费1元查看评测，一个月也只有数万元收入，完全不足以支撑企业的运转。”


  2015年11月，魏文锋投入的100万元，账上只剩十余万元，魏文锋一度担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150平方米的场地租金、5个员工的工资、公司运营的日常支出、检测费用、办公设备，到处都需要支出。”


  最困难时，魏文锋把检测清单、费用开销发到了家长群里，和群里的家长直言：很抱歉，我可能要关门了。但老爸评测的拥趸者们希望他继续。2016年1月，魏文锋发起了一次目标额为170万元的微股东众筹，每份1万元，每位家长限投两份。


  魏文锋的一位前同事以个人投资的方式投了老爸评测50万元，这是当时数额较大的一笔资金。这位投资人觉得老爸评测从儿童相关产品检测业务入手，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家长的实际需求。“我很认同老爸评测的发展理念，也非常认可魏文锋的创业能力，希望在关键的时候能帮助他发展。”


  112位“微股东”参与，共募得200多万元——这让老爸评测度过了它的第一次财务危机。


  模式：检测+自媒体+电商


  老爸评测的办公地点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物联网街的聚光中心园区，共有两层超过1 000平方米的办公区，其中包含专门用来模拟儿童房实验用的“老爸实验仓”，部分房间以桃花村、曾头市、白虎堂等《水浒传》中的地名命名。办公区随处可见陈列着的各种产品：魔术擦、砧板、防晒霜、空气净化器等。


  目前，老爸评测共有60多位员工，员工以80后、90后为主，设三个核心部门，分别是从事质检的评测运营部、负责仪器漂流的平台运营部和“利润中心”电商运营部。


  评测运营部每周都会制订检测样品的计划，从一开始的学生用品扩展到如今的“吃穿住用”用品，围绕大众关注较多或者是一些商家过分营销、吹嘘的产品。其中，很多“爆料”都来自家长们。比如，2018年5—6月，老爸评测团队通过天猫超市、天猫旗舰店等渠道采购了16款常见品牌的洗发水作为样品——老爸评测不接受厂家主动提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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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简单的物理属性的检测，在自己的实验室就能完成；一些难度较大、复杂的化学元素的检测，则需送到具有专业设备的大型实验室。事实上，老爸评测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对商品进行检测，而是与第三方机构合作，需要对外出具数据的评测文章都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完成。目前，老爸评测与十几家实验室建立了常规合作的关系，它们基本是官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当拿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后，老爸评测会据此整理成较为易懂的图文或者活泼的小视频，通过新媒体平台对外发布。按魏文锋的说法，老爸评测运营模式是“检测+自媒体+电商”。事实上，“电商”板块主要出于其自媒体成功获取流量之后的“粉丝变现”。


  目前，老爸评测在多个新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包括微信、抖音、知乎、今日头条等，粉丝超过400万。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老爸评测是服务号，粉丝量超过100万，每周更新一次，头条阅读量大多在10万以上，评论区很活跃。其粉丝以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的家长居多。


  “老爸商城”的诞生，缘起包书皮。“毒书皮”事件曝光后，很多家长问魏文锋：去哪里找放心的包书皮？有人建议他在微信开个店，提供无毒的包书皮，这是“老爸商城”的最初雏形。


  魏文锋一度认为，电商对“一个做评测的自媒体”来说是硬伤。但是，他又觉得靠烧钱做检测走不远、做不大，始终要想办法“自我造血”。目前，魏文锋为老爸评测选了一条“电商养测”的道路。


  2016年，“老爸商城”实现了1 000万元的营业额，基本实现盈亏平衡；2017年这个数字则突破4 000万元，盈利进一步提升。据魏文锋介绍，老爸评测逾九成的收入来自电商。


  老爸评测创业成功的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回应了国内消费者对于产品安全的饥渴和焦虑，二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粉丝经济+电商运作”的商业模式。老爸评测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魏老爸愿意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与黑心商品死磕到底的口碑。


  争议：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


  老爸商城的上线惹来了不少质疑：为什么你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对此，魏文锋往往反问：“如果不卖货，请问钱从哪来？你要来指责我，那我就问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你有，我们聊一聊；或者你很有钱，我欢迎你给我捐一笔，这样我们就不卖货了，只为大家服务。”


  一方面，魏文锋坦言：“电商卖货是老爸评测现阶段实现‘持续造血’的手段，但不是终极目标，未来有多种可能实现‘造血’。”但在另一方面，魏文锋又坚持，老爸评测的模式已经过市场验证，没有问题。因其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家长们推着推着推出来的，家长们对魏老爸有信任感”。


  老爸评测所经营的业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依靠价廉物美赢得市场的电商业务，而是一种“粉丝变现”：


  家住杭州的霞姐是老爸评测的铁杆粉丝，按她的说法，她从早晨睁开眼睛，一天里用到的产品绝大部分可能都是从老爸商城购买的。“它的产品已经充满我的家里，包括牙膏、洗面奶，厨房的锅具、餐具，孩子的文具等。”


  也有一些“讲条件”的忠实用户，家住上海的年轮说：“我觉得魏老爸一直保持他的本性和初心。第一次见面时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什么时候你要是把初衷、初心，把当初承诺想做的东西给改了，我第一个踹你。我是第一个支持你的，但也会是第一个踹你的。”


  消费者实际上是以购物的形式为魏文锋的故事买单，其原理与球迷购买球星的球衣有相似之处。但与购买明星球衣不同的是，球衣的质量问题并不会影响消费者对球星本人的评价，而老爸商城一旦出现不合格的产品，将会对其评测业务产生致命的冲击。


  这也许正是老爸评测现有的运营模式将会面临的挑战：仅靠评测这一正当防卫手段仍然无法触及信任问题的根源，即如何敦促生产商“不作恶”。评测体系一旦被利用或被判“防卫过当”，建立在传统口碑之上的信任和粉丝社群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不是单方面满足消费者花钱买放心的个性化需求，而是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来建立起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的社区，才能让信任这一互联网时代的“货币”因透明、包容而有更持久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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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社会投资界人士对其商业模式提出质疑：“老爸评测卖的是检测，还是安全？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即便老爸评测能把检测做得很专业，也不能确保其销售的货品是100%安全的。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赵萌认为，老爸评测现阶段的模式是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的公信力本身是脆弱的，它并不是真正的靠严谨的机制来运行，更多的是靠口碑，靠他以前的故事和铁杆粉丝。因此，它有可能因为一些不可控事件而受到严重打击。”


  在赵萌看来，老爸评测很好地切中了一个社会痛点，但目前仍需在商业模式上有所改进，走出“检测+自媒体+电商”的模式，以保证在产品安全层面更令人信服。“口碑就像水，可以载舟，但如果被利用或遇风险事件，亦可覆舟。”赵萌认为，老爸评测未来需要加强几个关键维度，“比如将检测过程做到高度透明化、建立具有共同使命的供应商网络和标准，以及把模式从用户花钱买安全升级到吸引用户为使命而支付”。


  老爸评测的社会意义：一条未知的新路


  媒体界对老爸评测多有期许。曾有主流媒体在报道老爸评测时使用了“民间质监革命”的字眼，对此，魏文锋本人多有担心：“我有点慌，政治方面还是要小心一点。”


  魏文锋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老爸评测是政府部门检测力量的民间补充：“作为政府部门检测力量的民间补充，才是老爸评测的正道。很多朋友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一些建议，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搞好关系，他们都希望老爸评测能一直存在。”


  在一个社会创新论坛上，有人对老爸评测如何能“和风细雨”地做消费者维权十分感兴趣。魏文锋坦言：“一开始切入的时候，我都挑那些软柿子捏，挑生产包书皮的这种小公司、小厂子。”而涉及一些重大公共安全问题时，老爸评测则往往低调行事，让家长冲在前面。


  一位老爸评测的微股东说：“老爸评测的出现使‘新中产’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楼亭是老爸评测的投资人，他对此商业项目的社会效益抱有很高的期待。楼亭评价称：“让老百姓远离有毒有害产品、放心使用各种产品和服务，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涉及政府、商业机构、公益组织及消费者教育等多个层面，而老爸评测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推动这个系统的优化。”


  在不少社会创新领域的专家看来，老爸评测的出现为一度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商品安全检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第一，有毒有害产品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异，消费者往往只购买产品而没能获取更多的产品信息，拥有较多信息的生产企业则缺少提供信息的动力，老爸评测将检测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有效平衡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利于消费者辨别有害产品、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改善了行业的生态。一方面，老爸评测驱动消费者主动提出检测需求，关注产品安全；另一方面，倒逼政府和企业做出改变。老爸评测通过检测发现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关注，推动其更新产品检测标准并完善监管；同时也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良币驱逐劣币，促使不合格的产品退出市场，进而改变企业行为、升级产品，最终推动整个行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老爸评测已然推动了很多改变的发生，其曝光的产品质量问题得到了监管部门的积极回应。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家民间检测机构，老爸评测目前与政府实现了和平共处，甚至平衡互补。2017年12月，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首批（16个）产品质量安全伤害信息监测点，老爸评测名列其中。


  老爸评测并非一家典型的社会企业，其具体的业务走向仍有待观察，人们希望它能重构产品质检的社会信任，但目前它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生存问题。这家公司仍在进化之中，它用创新的方式闯出一条新路，尽管这条道路的前途未知，它仍然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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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基金会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版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版06期导言


  社会创新：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沟通


  埃里克在本期英文版的卷首谈到他的一个真切感受，即“社会创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实际上，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面世以来，不断有读者向编辑部反映，说文章的风格晦涩难懂。我们深知这一点，作为一本目前主要以翻译内容为主的书，尽管我们在翻译工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由于文章的英文文风所限，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文字的呈现方式确实可能仍然构成某种阅读上的阻碍。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或许恰恰也是某种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文字书写风格的背后，是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如果对这种差异视而不见，那么在知识论上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从而使“社会创新”成为中国语境中单纯的“舶来品”；另一种是不自觉地陷入某种彻底的“中国特殊论”或“亚洲特殊论”，从而使本地的“社会创新”成为知识的孤岛，在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上无法实现国际化的交流与分享，而事实上，社会创新是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过程。显然，二者皆不可取。


  一个必要的妥协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从国际化的知识分享中探求对本地创新实践有意义的内容，并努力与之对话，这样就可以摆脱文本的局限，将社会创新的专业化知识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职业经验和生活常识连接起来，丰富我们的创新理论和策略想象力，融会贯通文本与实践。


  本期一些专题文章仍然是以美国和西方经验为主。


  富豪们总是拥有更大的机会空间在慈善事业中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有时这可能是一种精英主义缺陷，有时则可能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本期的《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崛起》讲述了陈－扎克伯格计划如何选择慈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其组织架构而非私人基金会，从而避开了“免税慈善机构”法规的严格监管，使得基金在运作上有了很大灵活性。而《捐赠的理性之光》则介绍了“另类”的资助型基金会——开放慈善以“有效利他主义”为指导原则，投入巨资去解决一直以来被主流慈善所忽视的社会问题，并致力于成为最公开透明的慈善组织。但正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罗布·赖克和慈善领域研究者戴维·卡拉汉指出的那样，私人基金会通过有限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共责任获得了税收优惠，然而传统的慈善机构赋予了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和家庭相当大的对社会议题的控制权。


  慈善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是近代以来的事物，但有效地解决问题永远是社会创新的本质。《非营利组织IT基础架构的“道德观”》揭示的问题是，澳大利亚北部部落传统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帮助它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使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做法往往是迷恋电子信息技术的现代管理者所缺少的气质，本文即在提醒非营利组织在IT（信息技术）基础架构的选择上要与其组织愿景、使命保持一致。


  影响力评估是社会创新中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所有的创新都适合做评估。《影响力评估的十个误区》探讨了影响力评估的误区：优质的影响力评估有巨大的价值，但仍有大量资金和时间浪费在了设计不良、执行不力、构思不佳的影响力评估项目上。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有点乱象纷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慈善组织能够在公众所关注的政策倡导方面有所作为。长文《慈善家如何有效参与政策倡导》为慈善家有效地参与政策倡导提供了五点建议。


  2010年，第一只社会影响力债券在英国彼得伯勒诞生。这是否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社会影响力的新方式？《社会影响力债券：一种全新形式的金融工具》讲述的是，社会影响力债券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社会影响力，在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的同时，成功地为社会投资者带来了经济回报。


  本期的中文原创文章聚焦于阿拉善SEE以及这个中国企业家环保公益组织的第七任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先生。这位民营企业家自2017年11月当选阿拉善SEE会长以来，将自己近80％的精力用在了阿拉善SEE的工作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企业家的精神归宿应该是公益”。中国企业家的公益价值追求为社会创新的中国实践注入了鲜活的企业家精神。


  社会创新，正在中国语境之下不断深化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沟通。


  专题文章


  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崛起[1]


  作者：黛娜·布拉克曼·莱瑟


  译者：黄伟鸿


  有限责任公司有望成为美国精英慈善家的首选组织形态。选择有限责任公司意味着放弃税收优惠，但由此换来的是更好的灵活性、隐私保护和控制权。公众是会受益于社会公益投资的增加，还是会因为把更多权利拱手让予富人而蒙受损失？


  2015年12月1日，为纪念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脸书（Faceboo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希拉·陈博士发表了一项重大声明：他们打算将所持脸书股份的99％捐出去，用于“激发人类潜能，推动下一代儿童的机会平等”。[2]彼时，这对夫妇所持股份的市值已经超过450亿美元。


  但他们表示，不会成立享有免税资格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而会通过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LLC）来实现这些远大的目标。有限责任公司既可以进行慈善捐赠、管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还可以参与政策倡导。所有这些业务都不会受到如私人基金会那样的限制，也没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陈－扎克伯格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简称CZI）迅速在以上三个领域里布局。成立仅一年，CZI就宣布捐赠30亿美元，用于资助未来10年的医学研究。CZI首先投资6亿美元，在旧金山地区创建了一家叫生物中枢（Biohub）的医学研究机构。[3]CZI还高调投资了一家致力于在非洲大陆培养人才，并向全球各大科技公司输送人才的创业公司Andela。CZI的投资带动Andela完成了B轮融资。[4]CZI还支持一系列有关移民和刑事司法的改革计划，该项目的相关工作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高级顾问戴维·普拉夫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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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准备宣布陈-扎克伯格计划欲投资6亿美元创建Biohub

  


  扎克伯格夫妇承诺的捐赠规模之大，意味着上述项目将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新的想法和项目不断推出，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为CZI的运作提供了最佳的灵活性，并使其能够与脸书公司以及其他营利和非营利合作伙伴、政治团体、政策倡导组织等协同合作。


  扎克伯格夫妇让慈善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组织架构成为热议话题，但这种方式并非由他们首创。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其他硅谷慈善家选择了这条道路。2004年，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就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创建了艾默生联合（Emerson Collective），而eBay（易贝）创始人皮埃尔·奥米德亚和妻子帕姆成立的奥米德亚网络（Omidyar Network）旗下包括一个非营利基金会和一个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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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鲍威尔·乔布斯成立了艾默生集团，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来开展她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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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尔和帕姆·奥米德亚将奥米德亚网络建成一个伞式组织，旗下有一个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

  


  这两家组织不仅向各类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还投资了许多营利性企业。奥米德亚的投资主要聚焦普惠金融，比如Flutterwave[5]和Prople[6]。艾默生的投资对象范围更广，包括市政债券网络经销商Neighborly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这两家组织都关注推动公众参政，艾默生甚至公开表明了支持移民改革的坚定立场。这些早期采用LLC结构的慈善家充分利用了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各种便利，根据不同项目选择符合目标的工具和合作伙伴。只是他们和扎克伯格夫妇比起来非常低调，尤其是劳伦·乔布斯，她十分注重个人隐私。CZI首先是在脸书这一全美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公告，之后新闻媒体还继续报道其推出的新项目。随着公众对LLC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富豪和超级富豪正在考虑是否效仿他们。


  这一潮流可能导致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运作大规模慈善活动的首选法律结构。LLC可以让创办人规避许多与免税资格相伴而生的法律监管要求，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隐私和控制权，而为此增加的税负相对较少。因此，许多富豪在权衡后会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有吸引力。


  价值主张


  慈善有限责任公司会让那些习惯于将慈善事业与免税画等号的人感到困惑。但是这种看似疯狂的做法自有它的道理。私人基金会这一“标准动作”的免税慈善机构在法规的严格监管之下，而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则可以避开这些监管，不仅在运作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能为创始人提供隐私保护，并使其对公司保持完全的控制权。


  慈善LLC规避的一系列法律监管包括各州的非营利法和联邦税法的各项规定。其中，最严格的限制是针对私人基金会的联邦税收法规。税法将拥有免税资格的“501（c）（3）[7]类组织”划分为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慈善基金会两大类，对后者的监管更加严格。私人基金会通常由一个或几个主要捐赠人发起，而且主要通过向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而不是自己运作慈善项目来履行其使命。因此，由个人、家庭或公司出资成立的慈善实体几乎都被视为私人基金会。如果CZI注册为免税组织的话也不例外[8]，其投资、开支和运营等各方面都会受到诸多限制。


  1.投资


  联邦税法对持有某一家企业过多股权的私人基金会实行惩罚性监管。相关细则较为复杂，但总体来说，税法将私人基金会所持公司表决权股票[9]的比例限制在20％以内。如果私人基金会被赠予或遗赠的股权超出这一比例，需要在5年内（可以延长至10年）将超出部分出售；一旦过了宽限期，将会面临200％的征税。扎克伯格承诺捐出持有的脸书股权的99％意味着放弃对公司的控股权。[10]如果这笔捐赠的对象是私人基金会，扎克伯格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定内放弃他的控股权。而对于扎克伯格这样年仅30岁的创始人来说，并没有在短期内放弃对脸书的控制权的计划。


  即使对于那些自身财富并不和某一家企业绑定的慈善家来说，这一持股限制也可能对他们的投资策略造成阻碍。今天的许多慈善家都将影响力投资纳入他们的慈善规划中。例如，艾默生联合经常牵头对寻求融资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有时会购买“大宗少数股权”甚至是多数股权。[11]20％的上限可能对此类以实现财务和社会双回报为目标，对营利性企业的投资构成不利限制。而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结构则能绕过这个障碍。


  联邦税法还对私人基金会可选择的投资类型也加以限制。一旦私人基金会做出有悖于免税性质的投资，无论金额大小，都会被处以征收特许权税的处罚。[12]仅从法律条文的字面上看，只要私人基金会遵循谨慎投资的规则就不会发生问题。但是，税法对投资类型的限制适用于私人基金会所做的每一笔投资，而高度集中于影响力投资的投资组合往往缺乏法律所要求的多元化，且可能因为包含许多高风险的个人投资而被处罚。此外，各州法律的信托义务也要求慈善机构谨慎管理投资，鼓励多元化，这也会对私人基金会构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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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基金会运作的影响力投资项目如果能够满足“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以下简称PRI）的特例条件，也能规避这种风险。PRI指以实现一项或多项慈善目标，而不是以营收或财产增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13]此外，联邦税法将PRI归为私人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的5％的资产捐赠的一部分。PRI的相关规定对于那些考虑对营利性公司进行优惠性投资或捐赠的基金会来说是一个利好因素。然而，影响力投资还包括按照市场或准市场收益率做出的投资、以营收为重要目的的投资，以及那些追求市场和社会效益双回报的投资。基金会很难将类似的影响力投资塞到PRI的篮子里。


  美国国税局表示，私人基金会在进行投资时可以“考虑特定投资与基金会慈善宗旨之间的关系”，并明确说明它们不必只选择“回报率最高、风险最低或者流动性最大的投资”。[14]这一指导意见对私人基金会来说无疑是福音。福特基金会在决定拨出10亿美元用于未来10年的影响力投资时，也引述了这一条。[15]此外，修订后的关于慈善投资的统一州法同样允许基金会受托人在投资决策中“考虑所在机构的慈善宗旨”。[16]


  尽管这些特例和新的法律规定支持影响力投资，但选择这一投资策略的私人基金会仍需证明其投资符合联邦税法和州法律的限制要求。相比之下，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则赋予创始人和公司领导人不打折扣的决定权，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最适合实现其财务和社会目标的投资对象，并无限期地持有他们选择的任何规模实体的股份。


  2.开支


  对私人基金会的相关法规限制不仅体现在投资上，还体现在资金的使用方式上。在这些限制性法规中，最广为人知的要算对政治性活动开支的限制。所有联邦免税组织都不得参与政治竞选活动，参与游说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否则有可能失去免税资格。联邦税法对私人基金会的限制则更加严格：它们不得参与任何游说或政治竞选活动。如有违反，基金会及其管理人将面临严厉的税收处罚。


  像扎克伯格夫妇这样将政策倡导视为实现慈善事业目标之关键[17]的慈善家，可以选择成立平行组织来开展这些活动。例如，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c）（4）[18]条设立的社会福利组织，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游说[19]并参与政治竞选活动，前提是政治竞选活动不能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活动。[20]对这类组织的捐赠不享有免税待遇，组织按其政治开支或投资收入中较低的一项纳税。501（c）（4）类组织已成为既想参与政治活动，也注重隐私的捐赠者的最爱。总之，经过精心设计，慈善家可以通过私人基金会进行传统的慈善捐赠，并通过附属的社会福利组织开展大量的游说或政治活动。只要相关机构的业务和资产不混在一起，它们的协作关系就不会违反私人基金会内部交易的规定。


  尽管有潜在的变通办法，但联邦税法对私人基金会的限制还是给希望在单一实体中将慈善与政策倡导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慈善家带来了阻碍。而有限责任公司结构则为此提供了简单的解决方案。慈善LLC可以参与任何游说和政治活动，前提是遵守游说和竞选活动的财务披露规定和其他相关限制要求。


  慈善LLC还可以忽略私人基金会必须遵守的确定性支出要求。如上所述，私人基金会每年必须将其资产的5％以上提供给合适的受赠者，否则会受到特许权税的处罚。虽然PRI可以计入5％，但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受赠者是免税的公共慈善机构。这一支出要求迫使私人基金会每年必须将一部分有免税特权的捐赠资金花掉。虽然有意积极提供资金的慈善家可能不会在意这一支出比例，但他们仍然需要对其进行规划，以确保按时支出。慈善LLC可以让创始人和管理人全权决定赠款和其他开支的组合使用及其时间安排。


  3.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架构也规避了联邦税法和州信托法对传统慈善机构的运营限制。这些法规要求具有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接受薪酬制度审查，并可能会对慈善和商业活动之间的交易形成障碍。相关法规还涉及许多慈善家希望避开的信息公开要求，并迫使他们放弃对自己创建的组织的重大控制权。


  交易。如果私人基金会与其捐赠者和相关实体之间存在“内部交易”，则会受到特许权税的惩罚，即便这些交易是按公平市场价格甚至更优惠的价格进行的。税法将基金会与其理事、高级职员、主要捐赠人或其控制的实体之间的“任何财产的出售、交换或租赁”[21]均视为内部交易；向理事、高级职员、主要捐赠人或其亲属支付的报酬必须“对实现私人基金会宗旨而言是合理且必要的”，同时“不能过度”。[22]一旦发生内部交易，国税局会征收内部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特许权税，并要求撤销这些交易以避免没收处罚。2017年颁布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对相关特许权税做出了新的规定，即对支付超过100万美元薪酬的免税组织征收21％的特许权税。除了以上这些处罚之外，还有一条基本规则适用于符合第501（c）（3）条规定的所有实体，即不允许对那些净收益让内部人员受益或给予第三方大量私人利益的组织实行税收豁免。


  通过组建慈善有限责任公司，慈善家可以无视以上限制。他们可以设定诱人的薪酬，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盟。以CZI为例，如果能物色到一位有能力帮助CZI实现“治愈一切疾病”目标的项目官员，即便其对薪酬的要求超过合理范围甚至高达百万美元，CZI也不会因此被处罚。此外，LLC的创办人可以利用其掌管企业的权力和平台，将企业的业务与慈善事业整合起来。


  信息公开。私人基金会必须向监管机构和公众公开薪酬和其他内部交易的信息。而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则没有这项义务。LLC运营的灵活性对其在投资和支出方面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做了有益补充，而且不需要受到公众监督。隐私保护对采用慈善LLC形式的慈善家有巨大价值。


  享有免税资格的组织必须通过联邦990税务申报表等渠道公开信息。这些申报表在指南星[23]网站上向公众公开，其中包括申报组织的领导层、组织活动情况、受托人和高层职员的名单。如果是私人基金会，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公开主要捐赠人的姓名。许多州还在这些联邦信息公开义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报告要求。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招致高额行政费用，而对于富有的捐赠者而言，其隐私成本可能更令人头痛。


  失去控制权。最后一点，采取传统组织架构的慈善家必须让出他们创办的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控制权。有免税资格的组织必须由理事会或若干慈善受托人管理。这些受托人对所在组织，而不是捐赠者负有法律义务。他们负责对所管理的慈善资产的去向做出最终决定，这些资产一旦转移到了机构名下就会受到不分配限制，即使捐赠者反悔也无法追回这些资产。[24]


  与之相比，慈善有限责任公司架构可以为捐赠者提供无上的控制权。LLC属于契约类法律架构，其所有者几乎可以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设计和管理公司，其自由度高于任何其他法律形式。此外，对于慈善领域来说，LLC最引人关注的或许是创始人的退出能力。捐赠给慈善LLC的资产没有被锁定。如果所有者认为将其资产投放在其他地方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无论是用于“提升人类潜力，促进下一代儿童的平等”[25]，还是建立另一个技术帝国，他们可以随时关闭公司，带走资产。


  需要说明的是，扎克伯格夫妇以及其他采用慈善LLC形式的先驱者已经公开表明，不会收回自己转移到LLC名下的资产，而笔者也无意将此作为一些慈善家选择LLC的动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法律阻止LLC的所有者这么做。


  税收负担


  和成立私人基金会相比，采用有限责任公司架构有这么多优势，慈善家们为此缴纳一定税款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慈善LLC的好处还不止这些。慈善LLC需要缴纳的税不一定会很高，捐赠者不需要拥有硅谷亿万富翁的巨额财富也能够负担得起。


  联邦所得税、赠予税和遗产税制度为向免税慈善机构捐款的纳税人提供税收抵扣。虽然对于慈善LLC的捐赠不在其中，但仍然可以通过精心的财务规划保留大部分优惠。


  所得税


  根据联邦所得税法，拥有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享有两种不同的税收优惠：可抵税捐款和组织税收豁免。前者归属于捐赠者，而不是慈善机构。慈善家在向符合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捐赠现金或其他资产后，可以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从收入中扣除其捐赠的金额。


  可抵税捐款。慈善捐赠的减免额对于特定捐赠者的价值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像所有的税收减免一样，其价值随着纳税人边际税率[26]的增加而递增。同等数额的捐赠，适用税率较高的捐赠者会比税率较低的捐赠者节省更多的税。此外，抵税捐款只适用于采用明细减税方式申报个税的纳税人，即按照各类开支的减免额度逐项申请减免，而不是依据政府制定的标准减免额。[27]后者情况下的慈善捐款没有任何税收优惠。2017年通过的税法将标准减免额翻倍，采用明细减税方式的纳税人估计将因此减少2700万以上。[28]


  此外，符合慈善捐赠抵扣的金额还取决于捐赠者的收入、接受捐赠的慈善机构以及捐赠的资产类型。[29]所有的慈善减免额都不得超过纳税人收入的特定比例，所以即使是最慷慨的捐赠者也不能用慈善捐款来抵消其全部应缴税收入，从而将其应纳税款减至零。如果赠予有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现金捐赠最多可抵扣纳税人年收入的60％，增值财产捐赠最多可抵扣30％；赠予私人基金会时，现金捐赠最多可抵扣30％，增值财产捐赠最多可抵扣20％。


  如果将增值财产捐赠给私人基金会，将只能抵扣其原始价值。而如果将增值财产捐给有免税资格的公共慈善机构，则可以按其全部市场价值进行抵扣。但这种优惠也是有限制的，只适用于在任意一家公司持有的不超过10％的升值股票。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会大大降低慈善家捐赠的减免额度，尤其是在他们捐赠给私人基金会，并且捐赠比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抵扣的上限，或者希望捐赠大量升值股票等情况下。


  对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捐赠并不符合任何税收减免条件。但实际上，由此所带来的损失比乍看上去的要少。假如向一家慈善LLC捐赠100万美元，虽然这不会立即为捐赠者带来税收抵扣，但如果这家LLC最终向有免税资格的机构捐赠了上述数额，那么LLC的所有者仍然可以获得相应抵扣。这是因为联邦所得税法将赠款视为该LLC所有者的个人收入，而非公司收入进行征税，而所有者会在个税申报中申报这部分捐赠。[30]同样，只要这家LLC最终对免税实体进行捐赠，那么该公司权益的所有者也可以在个税申报中抵扣相应的慈善捐款和其他可抵扣的开支。


  当然，时间就是金钱，因此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是有一定成本的。不过该成本只是税收优惠的延期而不是丧失。对于收入并没有高到足以按百分比上限抵扣全部捐赠的捐赠者来说，有限责任公司还可以用于接收大额捐赠，然后在有利于捐赠人税收抵扣的时机将这些捐赠款分发给慈善机构。


  免税资格。私人基金会这样的免税实体的收入是免税的，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入不能免税。如果CZI出售脸书的股票或者从其他投资中获得回报，这些收入需要按所有者的个人税率纳税。不过，通过精心的财务规划，可以将税收成本降到最低。那些开展有风险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向慈善机构捐款以及资助政治活动的慈善LLC不太会通过这些活动产生大量收入。慈善LLC还可以通过按照运营需求的节奏提供资金的方式，进一步减少应税收入。如果只在有捐款需求的时期注入资金，会产生最低限度的应税收入，而分阶段使用慈善捐赠减免额也更有可能避免超过捐赠者的减免比例上限。


  赠予税和遗产税。所得税优惠只是传统免税慈善机构税收优惠的一部分。对享有免税资格的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机构的捐款无须缴纳赠予税和遗产税。这两种税种分别适用于对财产所有者在世期间和死亡后进行的无偿资产转移，最高税率达40％。[31]赠予税和遗产税有多项减免额，而且在资产转让方面有统一的终生免税额度，2017年税法的修订条款将额度提高到原来的近两倍，目前个人额度高达1000万美元，已婚家庭额度高达2000万美元。这一巨大的税收缓冲意味着，只有极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才需要就资产转移缴纳赠予税或遗产税。不过，对于考虑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结构的大慈善家来说，资产转移所产生的税收仍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


  赠予税和遗产税的相关法规为捐赠给免税慈善机构的善款提供了非常优惠的减免额。与所得税的抵扣方法不同，这些减免额没有一定比例的上限，也不受其他限制。只要是向符合条件的慈善机构捐款，就可以免收赠予税和遗产税。慈善有限责任公司不符合这一免税条件，因此捐赠者可能会在向慈善LLC转移资产时承受较高的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然而，只要预先进行规划，就可以大大减少税负。


  赠予税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赠予税仅适用于不涉及任何回报的资产转移。然而，向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转移可以为捐赠者实现可观的回报。在LLC成立之初向其转移资产的慈善家，不仅获得了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也获得了该公司的治理权利，他们还有权在该公司解散时收回相关资产。未来的现金注资还可以为其带来额外的所有者权益或治理权。这种交换性资产转让根本不属于赠予，因此不会产生赠予税。


  然而，捐赠人持有的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在其过世时将成为征税遗产的一部分。不过遗产规划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捐赠者只需制订一个遗产计划，将其拥有的慈善LLC权益在其死后转移到一家免税慈善机构。已婚的捐赠者还可以利用遗产税的无限配偶减免额度，在死亡时将权益转让给未亡配偶，并安排未亡配偶在其死亡时，将这些权益转让给一家免税慈善机构。


  这种变通办法并不意味着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像有免税资格的基金会那样，在创办人过世后还能继续避税。正在考虑采用该架构的慈善家都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许多喜欢在有生之年将慈善资产散尽的捐赠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总之，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结构可能会产生税收成本，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昂。通过合理安排分阶段捐款，LLC有时甚至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考虑到LLC在灵活性、隐私保护和控制权方面的优势，还是有许多慈善家青睐这一组织形式。


  慈善LLC往何处去


  随着超级富翁数量的不断增加，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吸引力也越发明显。一份2017年的报告发现，全球逾22.5万人拥有至少30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其中超过7.3万人居住在美国。[32]


  对于这些富人和他们的投资顾问来说，慈善领域组织形式的选择已经多样化。譬如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advised fund），其运作方式与私人基金会非常相似，但成本较低，监管较少。捐赠者指导基金由公共慈善机构发起成立，捐赠者可以立即获得所得税减免，并就其捐赠资产的长期使用提出指导性建议。捐赠者指导基金不能用于政治活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机构，但该类基金迄今已经吸引了850多亿美元资产，足见其吸引力。[33]在与捐赠者指导基金、私人基金会以及其他替代组织的竞争中，有限责任公司将凭借巨大的优势和可控的成本保持竞争力。有限责任公司也很容易与流行的“家族办公室”模式相结合，“家族办公室”模式是指创建一个机构（通常是有限责任公司）来统一管理富裕家庭的商业、投资和慈善需求。[34]


  虽然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成为主流，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进入慈善领域，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有限责任公司架构为资金流入慈善领域提供了潜在的福利。由于可以灵活地对资金进行战略性部署，带来净收益，其前景的确诱人。至于这些资金能否真正造福社会，则需要时间来考量。目前，我们仍然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结构不会挤压传统慈善机构的空间，而是会释放更多的资产到慈善领域。


  然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兴起会放大慈善事业中业已存在的精英主义缺陷。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家罗布·赖克和慈善领域研究者兼记者戴维·卡拉汉在著作中指出，私人基金会通过有限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共责任获得了税收优惠。[35]然而从过去到现在，这些传统的慈善机构赋予了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对社会议题相当大的控制权。


  虽然私人基金会很难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有限责任公司结构进一步削弱了公众监督、了解和影响慈善活动的能力。对私人基金会的法律限制是为了遏制和引导富豪捐赠者的影响力。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将富人从这些限制中解放了出来，有可能因此放大精英领导的慈善事业的反民主因素及其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有限责任公司也不会从此消失。如果不进行更大范围的累进税制改革（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其在慈善事业中的应用很难被限制。目前，慈善LLC如何平衡其慈善承诺与风险取决于捐赠人，而非立法者的态度。当慈善家的可选择范围不断扩大时，他们应该考虑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的灵活性、信息透明度和控制权是否与他们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匹配。


  陈－扎克伯格计划的创立使慈善有限责任公司进入了公众视野。对于那些希望用有更大自由度的方式造福社会的慈善家来说，慈善LLC可以避开围绕私人基金会的监管体系，其吸引力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公众而言，让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有能力避开监管却带来了隐患。慈善LLC所规避的监管机制的价值在于引导精英控制下的慈善，并迫使其向公众公开部分信息。慈善LLC为社会福利所带来的资金增量是否足以抵消一个更强大、更少公众监督的慈善事业的负面作用，还有待观察。[36]


  黛娜·布拉克曼·莱瑟（Dana Brakman Reiser）


  布鲁克林法学院法学教授，也是《社会企业法：信任、公共利益和资本市场》（Social Enterprise Law: Trust,Public Benefit and Capital Market）（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的合著者


  /点评/ 金锦萍


  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牺牲税收优惠利益的自由追求


  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兴起证明了一点：不是只有慈善组织以慈善为业，甚至推而广之，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当事人想从事慈善事业的意愿，那么任何组织形式均可供其选择，例如信托企业、合伙企业、公司、社团、合作社等，诸如此类。但是若要成为国家法律所认可的慈善组织，则需要承担严格的检测、监管和信息披露义务，才能以慈善组织的名义活动并得以享受国家赋予慈善组织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包括自身所得税减免和捐赠者税前扣除的资格），这无疑是权利义务对等的体现。


  于是，自由与规制之间的张力得以呈现。选择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是为了更大的自由，尽管牺牲了作为慈善组织的特殊利益（而且细细思量起来，这方面的利益损失并非绝对而巨大）；而选择慈善组织形式的，则反其道而行之。


  但是，立法者不见得会放任自流，因为除了因税收优惠政策而导致的规制方面的差异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国家原本希望通过许可主义对慈善组织的设立进行必要的全面审查（包括政治、宗教、伦理等各个方面），而慈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便捷和自由会导致国家的这一目的落空。对此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而相关结果也将影响着政策的下一步走向。


  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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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组织IT基础架构的“道德观”[1]


  作者：露西·伯恩霍尔兹


  林登·奥蒙德－帕克


  译者：刘新童


  IT基础架构对非营利组织至关重要。如何选择与组织愿景一致的基础架构？对此，管理层和理事会的责任十分重大。


  很久以前，澳大利亚北部的部落发展出一套信息管理体系，帮助部落居民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一体系将角色和职责委派给拥有不同技能的居民，通常用年龄和性别加以区分。他们通过这一体系分享哪里能找到食物和水源、如何区分药用和有毒的植物、领地的边界在哪里等信息。部落居民依靠口口相传和绘画来保存和传递重要信息，这些珍贵的信息对整个部落的福祉和长久繁荣极为重要。


  在殖民时期以前，大洋洲约有400多种语言，而北部地区是语言最为多元的区域之一。殖民统治将殖民者的法律、教育、宗教法规强加给当地，强迫原住民迁移，废止当地的语言文化。原住民不得不采取策略，来保护自己和部落的传统。


  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北区的首府。在达尔文西南方向400英里（约644千米）之外，有一个叫作瓦代伊的小城，那里居住着3000多人。这些居民是来自20多个部落的原住民，他们文化底蕴丰富、年轻，但在经济上贫穷落后，主要使用一种叫作“Murrinh-patha”的土著语。[2]


  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们开始使用家用录像和DVD（数字通用光盘）记录本地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包括歌曲、舞蹈等。这些资料保存在瓦代伊当地的Kanamkek-Yile Ngala博物馆中。2010年，当地社区领袖、国家文物保护组织的代表和墨尔本大学的同事一道，开始把这些影像记录数字化。


  数字化避免了因影像磁带易损坏而导致的信息丢失，还可以提供拷贝副本、进行异地储存，同时保证了当地人对于这些信息的日常获取。在过去几年里，瓦代伊的社群长老、当地博物馆、文化从业者和来自全澳大利亚各地的学者一同建立了数字影像档案馆、电视播放系统和区域网络。由研究团队设计出的这些数字系统既符合当地原有的信息管理传统，又能应对因距离和成本带来的极大挑战。


  当地社区和研发团队先制作了模拟档案的数字副本，再用一台本地电脑的服务器创建访问终端。他们开发出了一个基于计算机的档案系统，将社区的传统实践规则转化成进入数据系统的权限。他们使用元数据模式开发和编码，使得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身份仅查找和提供允许用户访问的信息；开源硬件系统树莓派降低了交付系统的成本，Linux的使用则确保了通过非数字电视也可以访问数字馆藏。整个系统的设计就是要利用已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包括社区中心的电视机。树莓派硬件可以通过连接DVR（数字视频录像机）的基本电缆连接到此共享电视。然后由部落长老对系统进行测试，检查访问权限是否确实嵌入到数字系统中。


  [image: ]


  为了让社区的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原住民的历史文化，数字广播电视系统于2016年后期建成，广播使用原住民的语言，播报旧事、新闻，比如橄榄球比赛、纪念仪式、传统歌曲故事、舞蹈、口述史、健康推广信息等。


  瓦代伊人搭建了一个符合他们文化价值、造价低廉、易于维护的数字系统，值得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学习。今天的非营利组织依赖于各种软件和硬件设备。就像非营利组织以其愿景为准绳，去管理其资金、物质和人力资源一样，他们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也必须与机构使命保持一致。


  数字化依存的现状


  20世纪60年代，随着公众对公民社会权利、根除贫困、反战情绪等议题的日益关注，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教会开始考虑如何让机构的资产运作与机构使命保持一致。从撤资到影响力投资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创新和迭代，非营利部门出现了一个能更好地使投资与机构倡导的价值观相吻合的金融实践领域。比如不购买烟草、军火类等某些特定类型的股票，或者进行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投资那些与组织使命相关的企业。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基金会或非营利组织都将它们的投资组合与使命挂钩，但许多基金会或非营利组织都在这么做。换句话说，几十年来，原本处于边缘的实践变得很普遍，而且有了不同层次、不同选择的参与方式。


  今天，非营利组织IT基础架构的搭建也应该和投资策略一样，追求与组织使命相一致。数字资源虽然不如资金那么让人熟知，但同样重要。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软件设置很可能不符合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但关键是能够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适度调整。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组织的整体IT架构，包括对计算机存储（云存储或现场存储）的选择，软件和硬件的选择，收集、存储、使用、共享和销毁数字信息（从电子邮件到理事会文件）的过程。换而言之，有关软件、硬件、外部供应商和数据治理的决定变得不可或缺。


  数字资源的提供比资金提供更具多样性。数字资源提供方和受益者的组成部分更广泛，它们往往通过平台和软件进行交换，从而在捐助者和资助对象之间产生第三方利益。不同领域的数字数据还会受到不断变化的法律法规的影响。对于管理数字数据的商业公司和公共机构来说，必须意识到数据资源的管理与财政或人力资源的管理有着不同的要求。然而，对于那些寻求使用私人捐赠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民间组织来说，数字资源的使用还提出了另外一层挑战。


  21世纪的非营利组织会使用资金、人力和数字资源的捐赠，来实现其社会目标。在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已经有包括内部财务检查和外聘审计员、相关法律准则，以及反歧视法和人力资源经理在内的良好的实践模型。而在管理IT数据方面，我们才刚起步。非营利组织也开始意识到，正确运用数据不仅是选择一款合适的软件，还涉及配套人员培训、组织政策调整和理事会责任界定等。


  目前，对于所有使用IT数据的组织来说，都需要考虑对数据资源的依赖如何影响自身的技术、管理和治理实践。尤其对非营利组织而言，这种将整个行业通过IT基础架构的建立依附于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关系尚未被充分了解。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数据牵扯深远且普遍，非营利组织依赖公共数据进行倡导活动、开展项目，而这些公共数据是数据公开、政府开放和采取透明度举措所产生的自然结果。更宽泛地说，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意味着，包括社会组织的数字通信在内的所有数字通信都被纳入了国家监测系统，甚至“有效地”消除了概念上的独立性或隐私。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使用商业软件、云存储或平台服务的默认模式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网络化的数字空间中，并不存在没有政府或商业监督的公共空间。这不仅是对单个组织生命力的挑战，也是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挑战。


  从电子邮件到家庭地址，从业绩评估到服务对象群体的个人信息，从评价数据到捐助者信息等，现如今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运行依赖着IT数据。非营利组织在安全、有效且道德地管理数据方面，尚处于设计实践和政策的初级阶段。要想给非营利组织创建合适的技术组合，需要在调整软件默认设置、操作实践、组织治理以及公开报告和监督等各个方面下功夫。


  如何治理


  虽然科技的进步为非营利组织带来了新的动力，但我们仍然面临治理问题的挑战。非营利组织的数字化受到内部资源管理和外部政治经济状况的双重影响。从内部看，非营利组织要根据其特定的使命决定如何保护和管理数字资源。从外部看，非营利组织使用的绝大多数软件和IT基础设施是商业产品，并受到政府的监控。在很大程度上，使用这些软件的默认设置就意味着非营利部门需要妥协自己的价值观。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组织才能够撬动集体力量，去开发和维护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数字工具。非营利部门对商业和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还是减损了其倍加珍视的独立性。


  数字化治理的挑战，不同于将数据用于以业绩评价为目的的项目或分析上的挑战。与这些狭义的应用不同，数字化组织的含义包罗万象，从理事会政策延伸到一线工作人员培训，需要定期更新，并作为常年预算项目得到有效支持。在理想情况下，这些做法将有助于运营层面问题的解决。但在现实世界中，收集和使用数据的需求使得运营层面的挑战更为棘手。


  非营利组织将数字资源应用于使命实现的方式可以将自己与商业或公共部门的同行区别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数字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并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理事会成员提供新的技能，另外还需要一套衡量成功的新标准。非营利组织依赖于数字化。不管是一家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大机构，还是一群在厨房开会的当地志愿者，他们至少得依靠几个手机号码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从这个最基础的信息开始，到使用电子邮件、笔记本电脑、网络打印机、社交媒体平台，再到托管服务器或云存储等，这些足以说明今天的非营利组织对数字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依赖。


  让数字资源与其愿景保持一致和筹资、选择办公地点、挑选员工、管理志愿者以及选择理事会成员同样重要，而且其操作难度更大。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我们还不习惯这样做，尽管非营利组织从获得第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以来一直依赖于数字技术，但它们仍然很难去掌握真正的专业技术知识；第二，数字系统是不透明的，我们看不到无线频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了解路由器和服务器是如何工作的，甚至不想知道移动电话上的数据存储在哪里；第三，很多非常酷的软件都是免费的，这对财务拮据的组织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一个组织可以使用在线文档共享工具、云存储和社交媒体网络，而预算中却没有安排这部分的支出。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为所使用的软件和硬件做出了多少妥协。成本一直是选择软件和硬件产品的首要标准，功能、访问、可配置性、支持、维护费用，这些考虑因素也在其中。然而几十年来，只有少数组织和社会活动家关注到他们对数字资源的选择是否反映其价值观和使命。


  数字化的层级与管理


  非营利组织需要做出许多有关资金的决策，但这些决策会受到一个强有力的服务部门专业管理人员以及顾问的支持和指导。而且在许多组织中，财务决策活动会由限定数量的人员进行监督，进度明确，并有指定的制衡机制、明确的监管要求和合规机制。


  与之相比，让数字化实践与使命吻合的工作更为复杂。第一，非营利组织中的每个工作人员都会使用电子数据和系统，至少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因此一家机构希望遵循的做法和政策必须传达给每个人，并保证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付诸实践；第二，与资金相比，人们对数字资源的了解仍然很少；第三，数字数据几乎从不是静态的，有着所谓的“数据生命周期”，在这个周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做出相关决定；第四，数字实践至少涉及三种独立但互相关联的活动和选择。


  ·对硬件、网络和软件的信息技术的选择和决策


  ·方案拟订、评价、筹资或通信等特定目的的数据管理


  ·董事会责任、战略资产和负债来源层面的数据治理


  虽然率先解决第三类问题，即以战略制定和权责分配为目的的数据治理最有效也最统一，但大多数组织发现，自己要么专注于信息技术选择的决策，要么只能对数据管理问题提供临时的解决方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妨从数据生命周期入手，这一框架既可以用来考虑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数据决策，又能针对特定的部门目标和某些类型数据的法律义务。数据生命周期有许多版本，每个版本的复杂程度不同。就我们的目标而言，一个简化的五阶段程序就足够了。这些阶段包括收集、分析、存储、共享和销毁。


  非营利组织一旦认识到电子数据是一种“活的”资源，就可以对其进行清点，应用其现有的决策过程来制定新的政策，并为负责任的管理数字资源所需的培训或系统变革提供预算。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组织的数据，最重要的是理解数据治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需要在数据生命周期中标出邮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数据是由每个人创建和使用的，在任意时间点被存储在不同的设备上。这些数据的共享、访问和销毁都需要建立管理机制和持续的培训。


  非营利组织展开工作所依赖的多个层次，可互用的数字技术也同样重要。要使IT技术的组合与组织的使命保持一致，组织对软件、硬件的选择就要与其价值观相吻合。例如，如果你所在的组织正在与弱势群体合作，你将希望确保自己所使用的软件、硬件和外部供应商能够保护他们的信息，并在董事会职责允许的权限范围内访问这些信息。由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共享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空间，因此普通组织可以只考虑在技术组合的某些层面进行控制。


  
    [image: ]

    非营利技术的数字化层级

  


  每个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选择。在最顶层，让内容和应用程序满足董事会治理需求，组织拥有很多控制权。当沿着技术组合向下移动到网络协议和网络提供者的基础层面时，可供用户选择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在世界许多地区，宽带电信运营商的选择是有限的。如果非营利组织拥有专业工作人员，就能在技术组合的各个层面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自定义其应用程序、使用开源产品，并采用小型供应商产品以取代主要基础设施提供商。


  还应该注意的是，许多组织依赖软件服务，将材料存储在场外服务器上，这通常被称为“云存储”。这些选择将不同的技术组合层混合在一起，将应用程序与硬件捆绑在一起。使用软件服务其实是在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和硬件边界内管理组织数据，而这些供应商通常是互联网巨头，比如亚马逊，微软，谷歌或Salesforce（一家客户关系管理软件供应商）等。


  由于成本和可访问性对非营利组织来说至关重要，它们可能会发现可用的选择并不理想。例如，一个组织可能不想使用商业机构提供的免费存储选项，因为它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成为提供者的财产。但是，它也没有资源来构建、维护和保护自主系统以进行远程访问。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就需要采用非首选的技术，并培训其员工谨慎储存相关信息。这种混合人类行为和技术手段的解决方案在整个调整过程中都会出现。


  非营利组织的数字化价值观


  非营利组织仅在美国就有100多万个，它们的使命范围很广，而且彼此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正因为如此，没有一种一刀切的方法可以使IT技术的使用与组织使命相一致。然而，通过关注非营利部门的整体功能和目标，可以确定其共同价值。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更大的市场或公共部门无法触及的各种公益活动能够蓬勃发展，因此其组织形式要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包括限制为个人谋私利的可能性、自治和活动问责。


  如果我们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使用私人资源来自发追求公共利益，就可以为这一部门的所有组织确定四种共同价值观：一是经过同意和许可的自愿性的原则；二是因其对私人资源的依赖，需要关注个人的权利、保护资源并承认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以及他们的结社和表达权利的自由；三是数据的使用是为实现某一项特定社会使命，而不是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四是该部门的多元化性质要求多种声音参与——包括在管理数据资源中包含数据中所代表的人的意见。这是电子数据使用的四个共同原则：实现公共利益，自愿（或基于许可）、尊重私人权利和多元化。


  首先，要将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原则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在围绕数据使用时做出选择。正在收集的数据类型是否符合组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目的，能否将不合目的的数据类型降至最低程度？这种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可能会引发对董事会结构或决策的反思。一些团体，如艾默生学院的参与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了新的咨询结构，让与数据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就组织如何使用它有一定发言权。他们将新的咨询委员会和参与者角色的谅解备忘录结合起来实现这个目标。


  非营利部门的自愿属性也为技术选择提供了一个筛选机制。非营利组织依赖于志愿者和捐助者的时间和资金，并发展了一套鼓励志愿者和捐赠者的参与热情、尊重他们的参与限度的做法。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电子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尊重个人提供信息的权利，使用前事先征求对方的同意，明确、诚实地使用信息，这么做不仅符合非营利部门对待其他资源的一贯做法，而且也能帮助非营利组织为满足新出现的数据管理法律法规做好准备，特别是来自欧盟的数据使用法规。


  尊重电子数据的私有性属性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非营利组织将与利益相关者相关的电子数据视为来自个人的贡献，并可以根据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资源的承诺，对数据安全和共享做出决定。通常来说，鉴于维护高级别技术安全方面的挑战，这些努力往往会先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收集。


  最后，从完全开放的源代码到系统定制，数字基础设施反映了非营利部门多元化的意愿。多样性的使命需要广泛的技术支持系统。非营利组织有许多软件和硬件开发人员以及社区，他们研发出了可以替代现有商业产品的技术。他们尝试网状网络，构建加密工具，为协商决策创建应用程序，并将自己的组织定位成非营利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一员。这种结构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多元化是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长盛不衰的关键。使用单一软件或硬件系统来整合非营利活动可能符合平台提供商的最大利益，但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该行业。


  将技术与使命相结合是建设一个能够在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的第一步。在组织层面之外，还需要意识到数字政策与公民社会的交叉点。数字系统的相关法律和条例对于公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也是当下界定我们结社权利的规则。


  如何转型


  目前，有关IT技术与非营利组织价值观的许多争论多介于开放源码软件或硬件与现成的私有产品之间，开源还是商用非此即彼。这样的辩论忽略了其中的复杂性，因为会引起误导。开源软件组件由许多人维护，可供使用、改编和重复使用，是支持大多数IT服务器软件的核心。许多商业产品依赖于开源组件和标准。因此，认为二者截然不同是错误的。许多组织被开放源码所代表的理念所吸引，认为它保证了透明度而且可供重复使用，可以避免被锁定于特定的产品和长期的商业服务合同。


  然而，配置、支持、更新和保护基于开源软件构建的系统需要一定水平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非营利组织不具备或负担不起的。维护开源工具的软件编码器的外部生态系统是关键，它不受任何单一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正如前线SMS公司的肖恩·麦克唐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生态系统是分散的，很难聚集起来。对于技术预算有限的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来说，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专职员工来支持其使用的软件和硬件，仅这一点就会将其排除在依赖开源工具的可能性之外。


  非营利组织需要认识到，组织使命和数字化的吻合不仅是在开放源代码和现成软件之间做出选择。真正的考验是机构治理、软件、硬件和员工等方面如何协调一致，以推进社会使命的实现。


  我们正在一个转型时期。如今，非营利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都格外关注数据安全、数据隐私、许可和同意做法等，并试图找到使它们的工作和工具保持一致的更好方法。这种对技术组合的伦理关注越来越主流，指向了非营利组织的大规模再造。它将带来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新形式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组织相似，还可以让数字和模拟资源保持一致以实现使命。


  资源


  当你意识到需要开发组织实践和制定策略来管理数字数据之后，可以到哪里寻求帮助呢？负责任的数据论坛（The Responsible Data Forum）是一个在线社区，致力于为社会部门使用电子数据提供资源。另外，“数据影响”（Digital Impact）托管一个免费的在线工具包，工具包内有不同组织策略的模板，以及用于管理组织数据的工作表和检查列表可供参考。


  露西·伯恩霍尔兹（Lucy Bernho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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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尔本大学人口与全球卫生学院卫生公平中心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发现土著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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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是什么？架构是边界，也是抵达使命或目标的组合。


  非营利组织已处于“信息数字化”的洪流之中，随波而动。非营利组织的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储、传输、交互、递增或衰灭。信息数字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高速流动与大量交互。它们既被鲜活地感知，又无法被切实地掌控。面对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我们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边界又是什么？如何让信息成为组织的资产和发展能量，并有效控制风险？


  如果IT架构围绕组织的使命和愿景设计，它将成为支持非营利组织抵达目标的数字力量；


  如果IT架构拥有组织的价值观及道德边界，它将帮助非营利组织在信息数据化的具体实施中规避失误，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此以外，围绕阶段性业务目标的IT架构，也将帮助非营利组织有效控制阶段成本，建立持续投入机制。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阐明了基于使命、价值观构建非营利组织IT架构的必要性，更展现出了介于商业和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形态，在IT架构中有更多的复杂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易昕


  灵析 CEO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e Ethics of Desig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有删改。

  


  
    [2]Murrinh-patha是一种澳大利亚原住民使用的语言，字面意思是“语言－好”。因为它是当地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所以不像其他当地语言那样面临消失，使用人数不降反升。——译者注

  


  影响力评估的十个误区[1]


  作者：玛丽·凯·古格提


  迪恩·卡兰


  译者：廖爱晚


  影响力评估是了解社会问题有效解决途径的重要工具，但只有在适当的情境之中实施才能物有所值。与影响力评估同样重要的是建立“让数据说话”的机构内部文化，通过定期收集、分析和应用正确的数据，来管理和完善项目的实施。


  如果你现在就能为一个孩子提供一点帮助，或者等几年的话，可以为五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你会如何选择？花在儿童公益项目上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解决今日之需的、有价值的投资。而如果把这笔钱花在相关的研究上，从理论上来说，能在未来为更多的孩子提供帮助。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抉择。然而，毋庸置疑的一点是：那些对考虑不周的研究的投入都是一种资源浪费。


  好的影响力评估能对相关政策问题提供严谨的答案，促进相关领域知识、政策和实践的发展。例如，一个叫作“健康良品”（Living Goods）的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项评估，以衡量其社区直销模式对当地居民健康的影响。有关该项目影响力的证据是强有力的：这一模式使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7％。这一证据继而说服了政策制定者、项目伙伴和主要资助方为该组织的快速扩张提供支持，让其项目能惠及500万人。这些缜密的证据在组织扩张的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模式，并帮助它更好地运转。


  当然，并非所有严谨的研究都能获得如此立竿见影的成果。想一想那些为开发一款药物而进行的繁复研究，以及为取得监管许可和被医疗系统采纳所需要经历的冗长流程，扶贫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一家叫作“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简称IPA）的非营利组织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650多项随机对照试验。这些研究有些已经为如何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例如免费分发蚊帐以抗击疟疾）、如何避免资源浪费（例如不要扩大传统的小额信贷）提供了有用的依据。但是，大部分研究没有能引发任何即时效应。建立证据基础就像是在绘制镶嵌画：一片图案不能单独成画，片片积累才可集腋成裘。


  那么，这些对建立证据的投资是如何产生回报的？IPA对研究的投资回报率做了一个估算，即该组织发起以来被验证的成功案例的大范围推广效应与其所付出成本的比值，这个比值为74。这是一项重大的成果，但这离精确衡量影响力还差得很远。因为IPA无法证明如果该组织从未存在过的话，结果又会怎样。IPA认识到，自己所倡导的随机对照试验无法应用在对本机构的评测上。这的确有些讽刺意味，但却是合理的结论。因为许多问题和情境都不需要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思维练习来说明潜在的回报。IPA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地工作，所有的评估和政策参与都是与学术人员和项目执行机构共同合作的，与政府的合作也在增加。从创意到研究，再到政策，这个过程需要多个步骤和多方参与，往往耗时数年。哪怕在促成相关政策改变的功劳簿上IPA只能占一成，仍意味着收益与成本的比率高达7.4。这算得上是一个相当稳健的回报。


  尽管优质的影响力评估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价值，但仍有大量资金和时间被浪费在了设计不良、执行不力、构思不佳的影响力评估项目上。一些研究的样本太小，或者没有充分关注因果关系的确立和定性数据，导致其结果不足为信；而另一些研究则可能没有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其中，导致有用的结果从未得到利用。


  影响力评估的泛滥不仅会引发劣质研究和资金浪费，还会分散和抢夺数据收集所需要的资源，而正确的数据收集方式可以帮助组织提高项目绩效。为此，我们撰写了《金发姑娘的挑战》一书，来指导组织设计“量身定制”的证据体系。在经典儿童寓言《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中，在森林中迷路的金发姑娘遇到了一座空房子，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椅子、粥碗和床铺都有不同的尺码。她每一种都试了试，却发现大多数东西并不适合自己：碗里的粥不是太烫就是太凉，床铺不是太硬就是太软……想要找到一个“刚刚好”的东西真是太难了。就像金发姑娘一样，社会部门的组织需要经历许多的选择与挑战，才能建立起适合自身需求的监测和评估机制。一些组织在数据收集方面过犹不及，而另一些组织则缺乏足够的动力。


  为了建立一个适合的证据体系，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何时去衡量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知道何时不要去衡量影响力。影响力评估可能带来的诸多好处似乎不言自明，但在某些情况下，过分追求影响力评估可能会对其他重要数据的收集造成不良影响。


  影响力评估不是当务之急


  既然影响力评估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倡导对其使用加以限制？影响力评估迅速升温的背后是收集和分析数据成本的急剧下降。30年前，长途电话对于捉襟见肘的非营利组织来说是一项昂贵的支出。今天，免费视频通话能瞬间连接起世界各地。以往非营利组织可能觉得收集数据太过耗时、耗钱，而如今收集、储存和分析数据的费用已经大幅降低，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处理数百万个数据点，并将分析结果传递给现场操作人员。卫星成像技术和众多的GPS（全球定位系统）监测设备的普及正在快速影响着项目运转的方式。项目的评估者和研究者可以提出更丰富多样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们也更有收集数据的动力。


  衡量项目成果变得容易了，公共和社会部门也对问责有了更多的要求。盖茨基金会、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等主要资助机构都要求被资助的组织能够提供影响力的证据。社会影响力债券和按成果付费等做法通过将资金与被证实的成果绑定，来资助有效的行动。而有效利他主义的支持者则企图说服慈善家只捐助那些能证明其成效的项目。


  虽然影响力评估的潮流目前多半是积极的，但是，对彰显影响力的强行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得项目监测向影响力评估妥协，还助长了劣质甚至是误导性的影响力体现方式。例如，许多组织收集的数据都超出了它们手头的资源能够分析的范围，导致时间和人力的浪费。还有一些组织收集了错误的数据，它们跟踪项目的进程变化，却无法知晓这些变化是由该组织所引起，还是仅仅恰好与项目的实施同时发生。糟糕的影响力评估还可能带来误导性的甚至全然错误的结果，从而引发未来决策的偏差。有效的项目可能被忽视，而无效的项目却被错误地资助。


  这些浪费许多是源自对“影响力”这个词的滥用。影响力不仅仅是个流行语，也体现了某种因果关系。它告诉我们，一个项目或组织如何改变了周遭的世界。也就是说，影响力评估必须包括对这一项目不存在的情境进行的评估，即评估者们所说的“反向事实”。这一术语听来高深，但它对评估如何更好地将有限的资源花在刀刃上至关重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建一个反向事实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随机对照试验，随机分配决定对某个项目或项目某一方面的参与。没有反向事实，我们就无从得知是某一项目导致了某一变化的发生，还是一些外部的因素——例如天气、经济增长或者政策的影响——诱发了这一变化。我们也无从知晓引起那些参与了某一项目的人们的生活改变的真正原因。严密的反向事实设定能够改变根深蒂固的错误信念：例如，对小额信贷基于反向事实的影响力评估发现，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要远低于先前小额信贷倡导者们所声称的水平。


  重要的监测数据常常会在影响力评估的过程中遭受连带损失。项目人员的工作情况、项目服务的采纳和使用，以及目标人群对项目执行的意见等信息都能对项目和组织的完善有所帮助。而这些数据却常常在对影响力评估的追求中遗失或被掩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影响力是终极目标，囫囵吞枣难免会将管理数据和影响数据混为一谈。举例来说，对小额信贷类产品的使用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数据，但它衡量的却不是影响力，因此“服务了5万名用户”之类的声明并不能说明其造成了多大影响。


  对于执行项目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其面临的挑战在于建立并运用数据收集的策略和体系，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准确地反映项目影响力、体现项目的公信力，并为决策者提供及时且可操作的运营数据。而对于资助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其面临的挑战在于要求非营利组织为开发这些合体的证据体系负责，并只在合适的时机提出评估影响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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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列出10个不适合评估影响力的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建立合体的监测与评估体系的框架，来帮助非营利组织找到问责、学习与改善等不同场合所需的数据。


  影响力评估的10个误区


  影响力评估的10个误区可以分为四个类型：无的放矢、未做就评、力不从心、无用之举。在下文中，我们会对这10个误区做详细解说，同时为热衷于影响力评估的人们提供有关替代办法的建议。


  类型一 无的放矢：未找到合适的手段进行评估


  1 手段与目标不匹配。在评估一个项目时，你可以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一个成功或失败的项目的服务对象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改进运作模式，来降低相同服务的成本？我们是否在服务目标人群？我们的目标人群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吗？对我们提供的服务存在巨大的需求吗？这样的需求是否是持续不断的，有没有再次光顾的顾客？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最为紧要的吗？


  这些通常都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希望知道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数据来回答，而其余的则比较难以处理。但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对影响力的衡量。


  替代办法：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就必须更加精确地聚焦所提出的问题。对目标人群满意度的了解需要的是反馈数据。改善项目执行的成本效益需要的是每一个场所、产品或服务的具体成本数据。这些都是有待收集的重要的项目监测数据，但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用得着影响力评估。


  类型二 未做就评：评估的时机尚不成熟


  2.1 项目设计不到位。运用变革理论是设计一项监测或评估的第一步。变革理论说明的是一个项目应该包含哪些内容、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以及因此而预期产生哪些改变。没有类似的梳理，执行人员就无法对如何运作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形成清晰的理解，而这可能导致执行当中出现巨大的偏差。


  清晰表述一个变革理论，不仅是纸上谈兵或者为了取悦资助者。变革理论能够帮助非营利机构采集有效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确保机构按照设计来执行项目，为项目的学习与完善提供反馈和参与情况的信息（两者都不需要反向事实），还能为影响力评估（需要反向事实才有价值）应当追踪的关键信息提供指引。


  一个未经验证的变革理论可能含有错误的假设。例如，项目要素之间被假定的联系（“推理”）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假设也可能会犯经验性的错误，例如项目产出可能需要以每位参与者完成项目中的培训部分为前提。事实果真如此吗？优质的管理数据可以帮助论证这一点。同样，项目也可能假设自己的服务是被需要的（例如小额信贷），但一个好的需求评估可能表明存在其他合理的信贷选择。


  如果在变革理论中的关键假设经过检验之前就开展大规模影响力评估，很可能产生误导和对如何解读结果的意见不一。如果项目被发现不起作用，执行者很可能会抗拒这些结果，辩称项目的评估没有反映当前的执行情况。


  替代办法：对变革理论中的基本步骤进行验证是影响力评估开展前的关键。以一个通过向准妈妈传播儿童健康发育和营养信息，来改善产前护理和学前教育成果的项目为例。如果在尚未了解准妈妈们是否会出席培训、采纳推荐的做法之前就开始影响力评估，那就毫无意义。因此，首先要确保的就是项目得到基本的参与。例如，在对一个提供储蓄账户的项目进行影响力评估之前，首先要了解的是服务对象会不会开办储蓄账户，接下来会不会把款项存入其中。如果不会，就该重新考虑对这一储蓄账户的设计。


  如果一个变革理论尚在搭建的过程中，那么要做的显然是围绕该项目搭建理论，根据项目执行的每个步骤来检验做出的相应假设，并收集数据进行测试，接着是收集项目执行和使用的监测数据，最后才是影响力评估。项目有没有触及目标人群？这些人群有没有使用项目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时间长度和频繁程度如何？基于这些信息，项目应该如何改进，等等。


  当项目尚在调整阶段，仍有未解决的执行层面的问题，此时评估该项目的影响力就很有可能为时过早。这是一个棘手的状况。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大致的原则，来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评估，例如“可以看到对项目的基本需求”，或者“目标人群提供了积极的反馈”。而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具体的情境之中。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而这些原则也无法清楚地回答在任何特定情境当中应该怎么去做。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等待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如果妇女们没有出席培训，或者教师们没有按照新的课程开展教学，那么需要等待和观察，尝试新的战术或激励措施；与此同时，收集可以显示项目进展的优质监测数据。


  2.2 项目执行不给力。即使一个项目的变革理论已经得到了完善，基本的假设也都得到了验证，但项目的执行仍有可能徘徊不前。如果发现一个执行不力的项目缺乏影响力，那么这样的评估是很难说清楚的。这一发现是执行不力的结果呢，还是因为错误的合作方，或者内乱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不管怎样，如果项目的执行情况不给力，那么此时进行影响力评估实为不妥。


  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一个产前培训项目可能会假定准妈妈们对此服务是有需求的，在“理想”的情境中，她们将会参与并完成培训。但要是在项目推出时，培训未能如期得到执行呢？要是并非所有准妈妈都完成了培训呢？在开始影响力评估之前，必须要有基础性的信息显示项目大致是按照设计来实施的，这样才能让利益相关者满意。否则，评估资源就会遭到浪费。


  替代办法：采集优质的监测数据，并将其用于项目执行情况的改善。评估者可以与项目领导者合作来改善执行情况，也可以决定某一组织并不适合进行影响力评估。


  有时，出于资金或政治上的原因，非营利组织必须立即对项目进行评估，否则就再无机会。这个时候该怎么做？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影响力评估，执行者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在真实的执行情境中，该评估对回答基于理论提出的问题有帮助吗？立即进行评估是否更有可能让目标人群接受一个具有创新性或争议性的项目？以下所讨论的技术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能不能创建一个可靠的对照群组？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有着否定的答案，影响力评估就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你对全部问题都有肯定的回答，尽管项目尚未到位，此时进行影响力评估仍然能为重要决策提供信息，尤其是当评估者能在评估过程中与政策制定者紧密合作的情况下。


  2.3 为时已晚。对影响力评估的渴望常常出现在一个项目已经扩大规模且无继续扩张的计划之时。然而，此时可能为时已晚。一个项目一旦开始执行，就来不及引入为个人、家庭或社区随机分配方案并进行控制的方式。设立一个非随机对照组或许还是可行的，但却往往难以操作且成本高昂。而这一对照组真正的可比性仍然可能被质疑，从而降低这一评估的说服力。


  替代办法：为将来的扩展制订计划。这一项目会在其他地方扩大规模吗？如果会，那么可以考虑影响力评估是否可行。此外，如果这一项目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学习与改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影响力评估可能正当其时。


  类型三 力不从心：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评估


  3.1 没有足够的资源。资源受限会从两个方面影响评估的质量：项目规模可能太小，或者资源太少以至于无法进行高质量的评估。


  如果一个项目很小，那么除非其影响力是震撼性的，否则根本就不会有足够的数据来对其进行测量。在此，我们无意显得刻薄，但具有真正巨大影响力的项目确实少之又少，而一个语焉不详的影响力评估还不如不做，花了大量资金却什么也没学到。


  同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优质的评估，那就考虑干脆别做吧。因为你只能获得一个很小的样本，被迫削减了太多想要测评的事项，或者无法按照评估要求去执行。


  替代办法：如果你的规模有限，就不要试图勉强回答关于影响力的问题，而是去考虑一下其他的选择。因为你面对的问题多半在别处已经有了答案。通过查阅文献可以了解其他相关领域的评估对此有何回应；这些评估和研究的背景有多大的适用性，干预措施又有多大的相似性。如果没有其他评估能够提供有用的洞见，那就追踪执行情况，定期获取反馈，并收集其他可以替代使用的管理数据。


  如果资金有限，非营利组织需要重新考虑成本的构成。数据（尤其是家庭调查的数据）的获取是评估的一项主要花费。而随机对照试验的随机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你能够使用更廉价的数据来回答关键的影响力问题吗，行政管理数据是否有用？举例来说，如果要测试一个储蓄项目的影响力，许多人无疑会想知道它对使用者在卫生和教育的开支、农业和企业投资、奢侈品消费等方面的影响。但很多时候，只要看到受管制的金融机构中的存款增加，就已经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如果这一替代办法不甚可行或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可以专注于追踪项目的执行情况，并收集其他可被利用的管理数据。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筹资。如果项目所关注问题的认知缺口足够大，那么资助方可能也会对问题的答案感兴趣。比如，你有一个广泛实施却未经检验的项目，或者你正在一个冲突环境中尝试一种新的方法等。


  3.2 无法确定项目的间接影响。许多项目都包含对项目变革理论至关重要的间接影响。例如：一个农业信息干预项目在教授农民新科技的同时，期待他们把所学在邻里家族中分享；一项健康干预计划在保护个人不受某种传染病侵害的同时，期待和这些受到保护的个人有接触的人们也会受益。


  以上这些例子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推断或者在理想情况下证明这些间接影响力的重要性，以至于忽略它们会从根本上改写项目产出的政策意涵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对它们的忽视就可能导致研究的严重缺陷，这个影响力评估根本就不该进行。


  正确衡量这些间接影响对于理解一个项目真正的影响力非常重要。以给学童驱虫为例。在爱德华·米格尔和迈克尔·克莱默两人于2004年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驱虫研究之前，针对学校驱虫项目的影响力研究通常是在学校里开展随机对照试验：让一些孩子服用驱虫药丸，而另一些孩子不服用，对比已服药与未服药的孩子来进行评估。不过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还有一些因素会对同一学校的孩童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在同一个校园里赤脚玩耍的孩子们会彼此传染。所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学校内，对照组的孩子实际上也相当于部分地服用了药物。假设这种间接影响非常巨大，大到与直接影响旗鼓相当。那么，即便服药对孩子们的健康和学习表现功不可没，但对比已服药与未服药的孩子，却会得出驱虫药物完全不起作用的结论。米格尔和克莱默的驱虫研究明确地衡量了这些间接影响。这一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驱虫项目的成本效益计算：当把间接影响力包括在内，驱虫的效益是相当巨大的。


  替代办法：对项目间接影响的评估可以是高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考虑如何应对间接影响的时候，首先应当回顾现有的文献和理论来预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如果它们足够重大，那么接下来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第一，将间接影响评测纳入实验性设计当中，例如可以设立两个对照组，一个间接地暴露于项目执行当中而另一个没有；第二，收集间接影响力的相关数据，询问参与者们都与谁进行过交流，并绘制社交网络图，这样间接影响的产生路径就可以被估测。然而，如果项目的间接影响无法被估测，并且有可能相当巨大，那么此时进行影响力评估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3.3 项目环境有太多变数。有些情境不适合开展影响力评估。例如，很多救灾行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此时，严格遵照设计方案执行会增加成本，影响项目执行的质量。


  替代办法：追踪项目执行情况，并收集其他可用于强化项目的管理数据。例如，可以考虑是否存在有价值的操作性问题。一些操作性测试[2]可以帮助改进执行情况，例如：通过短信提醒服务对象是否会影响其短期行为？这样的短信该以怎样的频率发送，在一天之中的什么时段发送，具体应该如何行文？现金或移动支付，哪种方式能让服务对象更有效地获得钱款？一次付清而不是分批发放如何影响短期投资的选择？这样的短期操作性问题可能是适合进行评估的。


  3.4 执行层级“高不可攀”。试想一下货币或贸易政策。这类改革通常发生在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策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然是不可行的。在县市一级等更低层面的政策有可能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条件是城市数量足够多，而且溢出效应也不成问题。同样，政策倡导运动常常瞄准国家或地区等较高层级，因此也不容易进行影响力评估。


  替代办法：预期政策如何变化的清晰理论是关键所在。然后就是追踪执行情况，获取反馈信息，并收集管理数据，以显示该理论所暗含的变化是否如期发生。


  类型四 无用之举：重复评估或没有评估价值


  4.1 重复评估。在一些情况下，一个项目是否有效可以从另外一项或一系列研究中得到解答。此时，再做一次影响力评估不会带来任何新的收获。但有时资助方或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非得要求这一不必要的工作，以期检查他们投资的成效。此外，一些非营利组织也可能不确定现有的证据是否充分，因此投入这种并无必要的影响力评估以求“万无一失”。


  替代办法：拒绝不必要的影响力评估，找到好的理论依据，来证明现有的证据可以应用到手头的项目当中。在发表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7年夏季刊上的《走出普适化的迷宫》（The Generalizability Puzzle）一文中，作者玛丽·安·贝茨和拉切尔·格兰斯特为此提供了一些指引。简而言之，两个主要的条件对评估现有研究的适用性非常重要：首先，所评估项目的理论必须要与你的项目相类似，换句话说，二者依赖于同样的个体性、生物性或社会性机制；其次，项目的背景特征应当相对清晰，并且与你手头项目的背景相类似。


  我们也建议资助方考虑对扩大化而言更为关键的问题：执行。使用监测工具来判断执行情况是否遵从项目模式的已知内容。同样地，通过追踪项目情况和反馈信息，看看项目的执行是否符合从其他项目研究那里找到的证据，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赞比亚的“追赶”（Catch Up）项目。赞比亚教育部正在推广已由印度非政府组织Pratham试点并证明有效的适宜水平教学法。在“扶贫创新行动”和阿卜杜·拉提夫·贾米尔扶贫行动实验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的支持下，赞比亚的多个团队正在开展适宜水平教学项目，在该国国情下摸索证据，支持试点性的实施，并监测和评估扩大规模的可行性。


  4.2 没有应用价值。一项影响力评估不仅是为了表明项目是否有效，还应该帮助揭示项目为何有效。如果不能解答“为什么”，评估仅对执行该项目的组织和具体的项目有用，没有可以推广的知识经验，那么该影响力评估就不该进行。这一准则适用于那些几乎没有扩大规模之可能的项目。或许因为这一项目的受益人非常特殊，或许因为该项目本身的罕见性，该项目不太可能得到复制或扩大。如果评估只能发挥一次性的作用，那它们几乎就是不值得破费的。


  替代办法：如果一个项目不太可能再次实施，或者缺乏扩大或复制的潜力，那么最好的行动方案就是衡量执行情况，以确保项目的实施符合预期。如果需要关于“为何”的答案，那么一个清晰的项目理论和优质的执行数据（包括关于早期成果的数据）同样能够帮助理解这一项目为何有效。但在这种情形下，进行投资影响力评估则是不恰当的。


  收集有价值的数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影响力评估的滥用分散了本应放在对项目执行情况的监测和改进上的注意力。这些步骤看似平淡无奇却至关重要。如果执行不力，即便再好的创意也不会产生影响力。如果缺乏关于执行情况的可靠数据，影响力评估就不应开始。监测数据常常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们与重要的组织决策之间缺乏关联，也就不能帮助非营利组织学习和迭代。当收集的数据没有被内部使用，监测的努力就被浪费了，也不会对组织的目标有所贡献。


  对影响力评估的外部需求低估了项目执行信息的价值，因为这些信息往往和展示一个项目如何创造影响的变革理论没有关联。看不到这一关联，资助方和理事会就会忽视执行数据的有用性。一个合体的数据监测体系能够产生向资助方展示以影响力为目标的进展数据，并为决策者提供改进项目的可操作信息。这些体系和证明项目的影响力一样重要。


  那么，如何建立起这样的数据体系呢？在《金发姑娘的挑战》一书中，我们提出了数据收集的CART准则。CART代表的是数据的可信任（credible）、可操作（actionable）、负责任（responsible）和可应用（transportable）这几方面。


  可信任：收集优质数据，进行准确分析


  可信任的数据是有效、可靠且经过恰当分析的数据。有效的数据能够精确地捕捉待衡量事项的核心内容。虽然这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收集有效的数据可能是个棘手的工作。


  一些类似教育或医疗服务等看似简单明了的内容，在不同的情境中却可以通过迥异的方式来进行衡量。试想，如果要评估寻医问药的行为，是应当了解人们去看医生的情况，还是和护士接触的情况，或者是拜访传统理疗师的情况呢？提出问题的方式影响着可能获得的答案。


  可信任的数据同时也是可靠的。可靠性离不开一致性，收集数据的过程应当前后一致。一台不可靠的体重秤会让一个人每次站上去都称出不一样的体重，但一台可靠的体重秤则不会如此。


  获得可信任数据的最后一点是恰当的分析。可信任的数据分析要求正确理解评估影响力的时机，即何时衡量或何时不衡量影响力。如果没有反向事实，即便是衡量影响力的优质数据也会造成对影响力的错误估计。


  可操作：收集能使用的数据


  如果数据最终被束之高阁或深埋箱底，从未被用于项目的改进，那么即便是最可信任的数据也是无用的。面对有“数据支撑”的外部要求，非营利组织收集的数据常常超出了合理预期的用量。理论上说，信息多多益善，然而在现实中，当收集的数据超过了组织可能使用的数量，它们就会陷入甄别哪些信息实际有助于决策的挣扎。


  可操作性原则呼吁非营利组织仅仅收集它们会使用的数据。在收集数据前，我们应该先问三个问题：（1）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是否会采取具体的行动；（2）我们是否有实施这一行动所必需的资源；（3）我们是否有意愿做出实施行动的承诺。


  负责任：确保收集数据的收益大于其成本


  数据收集的日渐容易可能会使组织产生一种“越多越好”的麻痹心理。如果将数据收集的整体成本与其收益相对比，就可以避开这一陷阱。成本除了包括收集数据显而易见的直接成本之外，也包括机会成本。花费在数据收集上的任何资金和时间本可用于其他地方，对这一“机会”的放弃是实实在在的成本。那些提供数据的参与者的成本也举足轻重，却常常被忽略。负责任的数据收集还要求过程透明、注意对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以及合理的研究实施规范，以使这些目标人群所面临的风险最小化。


  除了数据收集的成本以外，其收益情况也必须被纳入考量范围。收集的数据太少，会造成社会成本支出太大。缺乏项目执行的相关数据，就可能掩盖项目的缺陷。


  可应用：收集那些可以被其他项目所用的数据


  从项目的监测和评估中得出的宝贵教训应当有助于建立更有效的项目。因此，监测和评估数据应该被置于一种能够推而广之的背景或理论当中，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可以回答某个项目为何有效这一问题。这类理论不必复杂，但应该拥有足够的细节，以便指导数据的收集，并找出那些能让结论站得住脚的条件。如前所述，澄清作为项目基础的理论对于了解要不要评估以及何时去评估影响力，也十分重要。


  可应用性也要求非营利组织必须愿意分享自己的发现。这些基于清晰理论的、公开共享的监测和评估数据支撑着可应用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复制。清晰的理论和监测数据为哪些东西应被复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不同背景下开展项目则提供了关于特定干预措施在何时何地将会奏效的有力政策信息。透明性的缺乏将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透明性，其他组织就无法为自己的项目找到前车之鉴。


  建立适宜的数据体系


  CART准则为收集数据提供了指引。但是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非营利组织需要把数据全面融入工作当中，创建适合自己的论证体系。


  创建这样的体系应当成为所有非营利组织的头等大事。首先，对许多非营利组织而言，改进绩效监测与管理的机制比影响力评估更为有利，因为可信任且可操作的数据比一个蹩脚的影响力评估所得出的结果更有价值。其次，优质的管理数据能够帮助非营利组织学习与改进，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此外，与理论相关联的公开数据能帮助我们建立何种项目有效，以及在怎样的背景中才会有效的普遍性知识。优秀的项目可以被复制，糟糕的项目则被淘汰。仅在适合的条件下进行影响力评估，能避免对稀缺资源的浪费并将其成效最大化。


  论证体系建立的第一步首先发生在组织层面。为了支持项目的学习与改进，所收集的证据必须是可操作的，也就是说，证据必须被融入组织的决策过程当中。一个可操作的数据管理体系有三项任务：（1）收集正确的数据；（2）以有用的形式及时提交这些数据；（3）为组织使用这些数据培养能力，建立承诺。


  非营利组织应当收集五种类型的监测数据。其中，资金和执行这两类数据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比较熟悉。组织可以通过追踪项目执行和项目成本，来展现组织的公信力。而其他三种数据——目标数据、参与数据和反馈数据——尽管通常较少被收集，但对改进项目却非常重要。


  获取规模适宜的监测数据的关键在于在外部对问责的要求和内部对管理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以资金数据为例。外部的问责要求往往聚焦于行政和项目层面的收入与支出，而要在问责的基础上让组织能从数据中有所受益，就需要将成本和收入数据直接与实时的行动相关联，这样可以在不同的项目及项目点之间评估服务的相对成本。


  许多非营利组织也收集有关项目执行的监测数据，包括已经实现的产出（例如已经完成的培训）。但是，这些数据却没有和基于清晰的项目理论的决策机制明确相连。一个清晰、具体的变革理论可以帮助组织查明各个项目活动的关键产出，成为制定可靠评估的依据。


  目标数据回答的问题是和参与项目的人群相关的。目标数据帮助组织了解它们是否触及了目标人群；如果没有触及目标人群的话，帮助组织查明可以做出哪些改变。目标数据必须定期收集与回顾才能及时调整。


  参与数据回答的问题是用户的使用情况。在收集活动追踪数据，且对项目的完成感到自信的基础上，非营利组织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该项目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参与数据可以提供关于项目质量的重要信息。参与者如何与项目的产品或服务互动？他们对此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是否充分受益？


  反馈数据从参与者的角度对项目予以点评。当参与数据显示参与水平较低时，反馈数据就可以提供关于原因的信息。较低水平的参与可能意味着需要来自预期受益者的更多反馈信息，以便改进项目的执行。


  让数据说话


  创建一个可操作的数据体系的另一根本挑战在于如何让决策者利用数据进行决策。要建立“让数据说话”的组织文化，离不开内部的数据分享、让员工对数据的报告负起责任，以及创造一种学习和求知的文化。


  为了做到这些，组织首先需要具备分享数据的能力。这并不需要对科技的大笔投资。它可以像一块黑板那样简单，也可以像一个电脑化的数据显示屏那样炫酷，但其目标都是找到一个最简单的系统，让每位员工及时地获取数据。


  接下来，非营利组织需要一个可以融入项目运行和组织惯例的数据审核程序。同样，这也不需要很复杂。组织可以在每周或每月的员工会议上呈现并讨论数据。其重点在于数据可以在一个能让项目管理者和普通员工都参与其中的场合，得到定期的回顾。但仅仅开会还不够，项目员工应当为报告数据负起责任，分享哪些地方卓有成效，并在成果欠佳时思考改善绩效的策略。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参加会议并倾听项目员工意见的方式来兑现组织的承诺。问责的努力应当专注于提高员工领会、解释并回应数据的能力，换言之，就是要专注于学习与改进，而非惩罚。


  一个可操作体系的最后一项要素是持之以恒的跟进。组织必须切实地用数据来指导项目决策。如果没有持续的跟进，员工很快就会意识到数据收集并不是真的重要，因而不再为数据的可信度做出努力。


  为了能更简洁高效地提高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我们给出一项三个问题的测试，它适用于任何监测数据的收集：


  ·这些数据是否有助于项目的日常运转或决策设计？


  ·这些数据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公信力？


  ·你所在的组织会承诺使用这些数据，并且为此进行必要的投资吗？


  如果你无法对以上问题当中的至少一个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收集数据的工作很可能是无效的。


  本文对影响力评估所提出的质疑也许可以理解为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在正确的时机，对决策者进行更加有用的严谨评估的必要性。当非营利组织或项目尚未准备好进行影响力评估时，它们仍然需要优质的数据来协助决策或改进项目模式的执行。而当一个或数个随机评估显示某种模式确实有效且已做好扩大规模的准备时，一个基于完善的变革理论的监测体系就是关键一环，它可以在项目扩大规模时确保其执行的质量。而在过渡时期，我们希望能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有助于组织学习与改进的证据体系的建立上来。如果这一策略能够最终产生更多有效的影响力评估，我们将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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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恩·卡兰（Dean Karlan）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经济和金融学教授，也是该校巴菲特全球研究学院全球贫困研究实验室联席主任，还是“扶贫创新行动”的创始人和影响力很重要（ImpactMatters）的联合创始人


  古格提和卡兰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金发姑娘的挑战：为社会组织寻求适合自身的证据》（The Goldilocks Challenge: Right-Fit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Sector）一书的作者。


  /点评/ 贾西津


  影响力评估是“结果说话”和“数据说话”两个维度的交点。“结果说话”意味着可能会忽略什么呢？可能会忽略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执行好过程就忙于显示绩效。“数据说话”意味着可能会忽略什么呢？可能会忽略假设、理论、测试、思考，或者用更简单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正是作者列出的4类10种不适合评估影响力的情境，即：无的放矢、未做就评、力不从心、无用之举。作者对每种情境提出的替代方案则是回到被忽略的那一面。如果说“建立适宜的数据体系”是作者想提出的实操原则，那其背后的问题更值得相关者关注：工具是好的，数据是好的，但不要忘记时时反省，回到目的。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en Reasons Not to Measure Impact——and What to Do Instead”，有删改。

  


  
    [2]比如快速循环（rapid-cycle）、速射（rapid-fire）、A/B testing等。——译者注

  


  慈善家如何有效参与政策倡导[1]


  作者：帕特里克·圭列罗


  苏珊·沃尔夫·迪特科夫


  译者：江璐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慈善组织能够在（公众所关注的）政策倡导方面有所作为。本文为慈善家有效参与政策倡导提供了五点建议。


  在21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美国民主制度的最根本原则正受到挑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就移民、环境、种族等重要问题的分歧日益严重，并频频见诸报端。自1994年皮尤研究中心[2]开始跟踪政治价值观以来，两党的分歧程度明显加剧。[3]在过去60年中，美国国会瘫痪局面急剧恶化，[4]严重削弱了民选领袖解决国家重大挑战的能力。2017年，美国股市攀升到历史高点，尽管如此，“收入多过父辈”这一美国梦的核心，其实现的可能性自1940年开始就持续下降了。[5]


  一些果敢的左翼和右翼慈善家纷纷涉足这一领域，通过高额投资来影响民众和政局。易贝创始人皮埃尔·奥米德亚承诺用1亿美元来根除全球不信任问题。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斥资4亿美元，用以影响政治和公共政策。


  福特基金会会长吕德伦和其他领袖人物呼吁同人，要集聚道德勇气，应对社会和种族的不公正现象。[6]马克·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为确保“陈－扎克伯格计划”拥有强大的政策平台，雇用了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负责人大卫·普劳夫和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2004年的竞选负责人肯·梅尔曼。


  然而，在政治上活跃的慈善家仍是少数。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慈善家仍希望远离政治风云，即使在他们十分关注的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国家政局变动令人十分惶恐，因此很多人仍坚守古训，保持克制：“我们不做倡导工作”，“我们的理事会成员不希望我们‘搞政治’”，或者“我们虽然对一些议题心怀担忧，但更让人担忧的是，一旦参政，我们的慈善立场会大打折扣”。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科赫兄弟[7]和乔治·索罗斯[8]就曾因参政遭到对手们的猛烈攻击。但比起政治家，慈善家起码可以躲过惨烈的政治斗争，继续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们进行互动。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重要政策议题的强大且安全的推进途径，诸如为性骚扰受害者讨回公正、确保全美人民都能享受绿地、反对大规模监禁男性非裔美国人等。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两党或非党派途径得到解决。


  诚然，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借助非营利慈善部门来推动国家进步。2016年，美国知名非营利组织支持性机构第三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的一次民调显示：78％的投票者支持慈善部门加大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力度，以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9]而且70％的投票者更有可能投票给支持慈善部门参与政府决策的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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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4日，来自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德等城市的年轻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在“为我们的生活而游行”的舞台上举行抗议活动

  


  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慈善部门无疑在支持社会革新方面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侨幅集团[10]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成功的社会运动背后都有慈善界注入的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资金。一项调查发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复兴和过去10年LGBT[11]维权群体崛起等14个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中，有超过70％的运动获得了至少一笔至关重要的此类慈善资助。[12]


  侨幅集团的另一个调查还发现，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和改善美国农业移民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15项成功的突破性倡议中，80％的慈善举措需要依靠政府资助、政策支持、实际行动等方可成功，仅靠一位勇敢的企业家或单打独斗的捐赠者是无法实现这些变革的。[13]尽管如此，数据显示慈善家能做的还有很多。


  根据已经获得的数据，2014年美国基金会对政策和倡导的支出总额仅为26亿美元，占总支出602亿美元的4％多一点。这些数据和侨幅集团的调查基本一致。在对激励人心的社会变革进行大规模慈善投资的十大常见方式中，“发起倡导运动”所获的捐赠额仅占美国900多个捐赠者捐赠总额（总价值约为227亿美元）的4％。[14]


  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想做得更多：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超过40％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有意愿加强对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倡导与公共政策的重视。[15]此外，50％的基金会领导者看到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带来的机会。这些首席执行官最经常说的就是要“加强参与和行动”。


  慈善家们不仅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名誉，还需要完成自身的使命。但保护自己的名誉往往会削减他们完成自身使命的意愿。尽管慈善家们不愿涉足当今险恶政局的心态可以被理解，但慈善界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是时候积极参与到更多倡导中去了。


  慈善家有效倡导的5个关键


  慈善家如何更好地参与推动倡导？侨幅集团为此用了约20年时间，访问了一大批全球最为慷慨、最富雄心的慈善家。同样，史维特斯公共事务集团公司（Civitas Public Affairs Group）在慈善、政治和跨党派政策领域一直为美国最为成功的非营利组织和富有远见的捐赠者提供政策倡导咨询。


  让我们意外的是，越来越多的慈善家感受到了支持倡导运动的迫切需要，但又不确定该如何行动。我们在以往工作经验及与不同政治群体领袖交谈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下5个重要问题，供慈善家们在推动其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时参考。


  你是否了解参与规则？


  你的对手是谁？


  你是否已把战略转化为机会路径图？


  你所传达的信息是为了赢得新的盟友还是仅为了巩固现有基础？


  你在为教育和倡导的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新技术？


  接下来，我们将依次详细分析5大问题，并探索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如何通过解决这5大问题来有效推动运动。


  关键点一：了解参与规则


  美国对非营利机构的税法设定为有组织的慈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让其对政策结果发表看法。联邦法律允许非营利组织参与直接游说、基层动员、政策研究和执行、投票人注册登记、投票动员和候选人问答等一系列活动。然而，很多非营利组织并不了解或没能利用法律赋予它们的权利，与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州长、市长等权力代表进行直接交流。


  慈善界在政策决策的可能性方面的盲点令乔·比肯施托克这样的资深律师感到震惊。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Sandler Reiff Lamb Rosenstein & Birkenstock，P.C.）的合伙人。他为那些同时在慈善界和政界活动的机构提供咨询。他说：“我很震惊，人们竟然不知道新的参与规则。很多人做了几十年慈善，却没能像他们的对手那样充分利用手中的工具。”


  美国税法禁止公共慈善机构代表公共部门候选人直接参与竞选。但最近这项禁令正面临大幅修订，甚至彻底废除。即使这项禁令保持不变，也不存在针对公益倡导的限制。（见70页“501（c）（3）组织可参与的倡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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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c）（3）组织可参与的倡导运动

  


  因此，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免税非营利组织都强调，要熟知税收法和所有可用工具，以便提出重要的、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议题。典型例子有：越来越多女性在#MeToo（米兔运动）标签下分享自己受到性骚扰的故事，快乐之心基金会（Joyful Heart Foundation）也已经开始帮助性侵受害者进行心理康复。今天，仍有成百上千例性侵案件呈堂物证套件[16]未经过美国国内犯罪实验室检验。鉴于这一难以令人接受的现实，快乐之心基金会在全美范围内启动了终结积存案件的倡导。由演员玛莉丝卡·哈吉塔创建于2004年的这一草根非营利组织，已经推动了34个州推行强奸取证套件改革法案，19个州已将此法案写入法律。


  其他政治进程中的典型例子有：


  ·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开展调查，以彰显新观点，影响政策辩论。


  ·自由山基金会（Liberty Hill Foundation）和无烟青少年运动（Campaign for Tobacco- Free Kids）建立并动员选民区，支持与使命相关的立法。


  ·个人权利中心（Center for Individual Rights）和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通过法律倡导和立法改变政策。


  基金会管理者理应认识到，他们的资助对象是有渠道影响立法和舆论的。参与政策领域的公共慈善机构可以使用“H选举”，即税法中的501（h）条款，来保住自己的免税资格。只要慈善机构不超过支出的明确限制，它们游说的权利就能够受到该条款的保护。


  慈善机构也能设立501（c）（4）规定的伙伴机构，通过适度参与选举来影响立法，让立法者对其政策决策负责。其中有一条关键条款：组织的游说活动必须与其使命一致。例如，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简称ALEC）属于501（c）（3）类机构，由保守派立法者和商业领袖组成，设立了ALEC行动（ALEC Action）。后者属于501（c）（4）规定的“倡导伙伴”，试图通过影响州一级立法机构，来推动自由市场政策，减少政府监管。


  通过ALEC行动，立法交流委员会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资助者们正在共同推进使命，倡导符合他们信仰的立法。ALEC行动促使从西弗吉尼亚州到北达科他州的联邦立法者们废除了奥巴马医疗法案，并将医疗决策权交还给各州。立法交流委员会在州层面的倡导运动影响深远：2016年，该组织通过其网站、社交媒体以及广播新闻机构，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了3500万美国人。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大型基金会并不鼓励资助对象涉足倡导运动和政策工作。它们本可以在不越线的前提下，向资助对象提供倡导运动所需的业务支持和法律资源。基金会甚至可以要求这些机构记录它们如何使用已有的工具，来做出积极的改变。它们可以运用内部或外部力量，去分析能通过哪些方式资助或执行倡导运动，并且产生重大影响。每位捐赠者和理事会成员都可以考虑要求他们所支持的机构定期汇报，是否已经尽最大努力推进倡导运动。


  比肯施托克指出：“如果想要获得不同的结果，就需要改变行事方式。现在正是挑战固有观念的绝佳时机。”


  关键点二：熟悉你的对手


  如果你认为你那无私的公益性事业不存在对手，那么请你三思。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表明，任何行为都存在一个相等且相反的作用力。这个定律也同样适用于慈善领域的倡导运动。正是由于忽略了“力量总是成对出现”这一根本性事实，很少有机构会花费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们所做的努力引发反作用力的可能性，也不会调动足够的资源去抵消不可避免的反冲力。


  乍一看，美国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自闭症之声（Autism Speaks）[17]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在北卡罗来纳州所支持的一项法案将在该州议会上获得批准。这一法案呼吁相关医保计划能够涵盖可以帮助自闭症儿童的有效治疗方法，也就是应用行为分析法（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简称ABA）[18]。这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很少有民选官员会对自闭症儿童置之不理，该项立法提案也似乎确实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在2013年和2014年都通过了将应用行为分析治疗纳入医保的法案，但该法案每次都未能在州参议院获得批准。


  “这实在说不通。”拥有多年活动倡导和参政经验的自闭症之声前主席莉兹·费尔德回忆道，“北卡罗来纳州一直是自闭症研究领域的领军者，因此很难相信立法机构会拒绝帮助这些家庭。”


  费尔德和她的同事们知道，保险行业普遍反对将自闭症治疗纳入保险范围的综合立法：“我们一直在与全美各地的保险公司开展斗争，因此已经习惯了企业开火反击我们。”但当该组织深入研究公开披露的游说报告时发现，北卡罗来纳州的蓝十字蓝盾协会（Blue Cross Blue Shield）[19]2014年在游说州政府方面的花费超过485000美元。即使不知道这些花费中有多少专门用于自闭症问题的游说，这么一笔庞大的支出也足以让自闭症之声确信，保险公司对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北卡罗来纳州蓝十字蓝盾协会为改善该州民众的健康状况做了很多工作。仅2018年一年，该公司就投入数百万美元资金，用以抗击阿片类药物和支持全美各地的其他健康项目。但即便是有社会承担的企业，有时也会出于自己的理由反对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目标。


  在确认大型保险公司有可能导致自闭症立法搁置以后，自闭症之声发起了一次双管齐下的反攻。为了赢得民选官员的支持，该组织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民调结果显示，82％的北卡罗来纳州选民支持自闭症保险改革。该组织随后开展了一场宣传活动，强调即便出于保守的财政考虑，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也有必要支持该法案。


  与此同时，自闭症之声在北卡州发起了一场直接针对“大型保险公司”的宣传活动。活动以充足的数据为依据，反驳了保险公司的两个主要论点：一是保险已经充分覆盖了自闭症，二是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将给小企业带来负担。这一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果。包括自闭症之声在内的社会组织、保险公司和州立法者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而后北卡罗来纳州的蓝十字蓝盾协会放弃了反对意见，并且帮助制定了一项涵盖ABA的自闭症改革法案。这一法案最终在州议会获得批准。尽管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比如自闭症社区为支持该项法案而开展的基层工作等，自闭症之声在识别并瞄准问题，最终与反对者开展合作方面所做的协调工作还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费尔德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团结从本地社区到立法机构的许多了不起的家庭，倡导消除对自闭症患者的歧视。但是直到对反对者展开研究，我们才获得了真正的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取胜的机会。”


  关键点三：将战略可视化


  很难想象一个慈善组织没有定期制定资源管理和规划重点方面的战略。然而，很少有组织会绘制实时倡导机会图[20]，而这恰恰是开展短期和长期倡导工作的基石。


  政策变革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任何一个领导者、捐赠者或组织能单独推进的。在推进社会变革的尝试中，了解和预测诸多组成部分对于成功规划和执行一场倡导运动而言至关重要。对倡导运动的特点和分歧进行描绘，能够使得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捐赠者和理事会成员更清楚地了解某些投资背后的逻辑，以及特定的地区或国家应作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它还将一种运动式的思维以及紧迫感和责任感注入到了为某个崇高目标所做的日常努力中。


  倡导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测绘。领导者勾勒出倡导运动的轮廓，追踪关键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找准机会，来规划实现目标变革的潜在途径。当然，测绘也可以应用于一个州或一个区域的地理概念。当这样一幅图景展现出来时，实践者们就会提取关键信息，如一个州的政治构成、未决诉讼、相关立法和法律、反对派势力、盟友以及联盟，这些都是一项令人信服的战略的必备要素。


  公共土地信托（Trust for Public Land，简称TPL）的情况就是如此。该组织的愿景是确保美国每个城市和城镇的居民徒步10分钟内的距离内有公园绿地。在开始构思它的“10分钟徒步圈”运动时，TPL着手的第一批方案之一就是绘制全美公园分布图。通过这份测绘图和其他相关研究，TPL确定1亿多美国人缺乏就近的公共绿地。而公共绿地对于社区环境健康和福祉非常重要。


  TPL还绘制了一张关于现有利益相关方、自然选区和潜在盟友的机会图，通过对该倡导运动的形势分析找到了与其使命一致的组织，如美国国家娱乐和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以及城市土地研究所（Urban Land Institute）。这些组织能够助其建立一个协调行动的平台。


  该机会图还揭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挖掘的群体——美国的市长们。可以通过美国市长会议等途径与市长们接触，市长是尚未受到重视但至关重要的群体。TPL征募了一个核心的市长群体来支持此项运动，以影响更多的目标城市，使得更多的市长加入到队伍中来。2017年10月，当TPL及其伙伴组织发起公园倡导运动时，它们已经在全美各地的城市中招募了134名来自不同党派的市长，这些市长既有来自“深红州”怀俄明的科迪的，也有来自“深蓝州”佛蒙特的伯灵顿的。


  机会图能简明、清晰地综合关键信息，为实现倡导目标规划途径。例如，如果最终目标是立法，机会图就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实施一项战略之前，该组织需要首先改变人们的想法并建立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持基础。形势分析既可以帮助战略制定者确定第一步是应该从某个特定城市开始还是从某个社区开始，也可以回答诸如“是否能获得足够的投票支持”等简单问题。


  除了描绘外部形势，形势分析也能帮助非营利组织分析组织内部幕后权力者的关系网。这一流程可以明确那些有能力推进政策议程的重要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支持或参与倡导运动的组织，往往未能充分利用理事会和最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他们广阔的人脉。即使在你所在的组织内部，也可能存在意想不到的政治权力。


  关键点四：传达正确的信息


  大多数高效的组织都擅长通过定期内容更新、电子邮件提醒以及其他沟通渠道传递信息，来激励它们的捐赠者和利益相关者。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只关注支持者，而不去争取对其工作的重要性和效力表示怀疑但却有可能被说服的潜在支持者，就会掉入语言使用的陷阱当中，使用只有支持者才能理解的语言，倡导运动和教育工作会很快分崩离析。试着比较一下“死亡税”与“继承税”这两种说法，就可以发现措辞很重要。如果倡导者使用听起来冷酷无情的术语来集结各种力量展开辩论，效果可想而知。


  当一个组织只是与既有支持者产生共鸣，它可能会为“铁杆粉丝”搭建一个回音壁，而不是一个大得足以容纳皈依者的帐篷。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如今两党分歧严重的政治环境之下，摇摆者似乎较为罕见。然而，深层次的研究表明，美国公众比舆论形容的更为团结。例如，尽管美国人在持枪权利和枪支管控这个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2016年《纽约时报》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两党选民普遍对某些具体提议表示支持，比如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21]


  即使是在枪支和其他热点问题上，建立共同基础对于寻求进一步壮大的组织来说也是有益的。一些社会组织成功地为持怀疑态度的摇摆者提供了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信息。它们首先开展民意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目标群体的愿望和忧虑；还使用焦点小组讨论的方式来测试所需使用的语言，并锁定那些能发挥作用的信息。


  这正是“责任能源方案公民”（Citizens for Responsible Energy Solutions，简称CRES）这一组织就影响环境的相关问题与共和党决策者进行接触时遇到的挑战。保护环境的相关政策一直都被视为一项公共利益。[22]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环境问题常常会导致政党分歧，比如颇具争议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CRES成立于2013年，是一个501（c）（4）非营利组织，有一个附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23]和一个独立的501（c）（3）机构，即CRES论坛。该论坛致力于推广能够赢得保守派盟友支持的清洁能源政策。CRES专门支持那些赞同发展清洁能源的共和党决策者和候选人。但在其成立后的几个月里，CRES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气候变化问题已变得过于政治化。


  当时，几乎没有民调来测试哪一类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能够激发保守派的行动。为了争取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对清洁能源政策的支持，CRES试图通过不断对目标受众进行民意调查，来探寻新的信息发布框架。这些研究表明，保守派将那些对全球气温上升所造成的后果的描绘视为一种阴郁的散布恐慌的行为。但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够认同“成为造物主负责任的管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打造基于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更强大经济”之类的描述。


  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已经逐渐取得初步进展。2017年，即使是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际，美国众议院两党气候解决方案核心小组的规模也扩大了两倍多。CRES与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导人合作建立了工作组，旨在制定保守的清洁能源政策。例如，三位具有环保思想的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决定性的反对票，驳回了国会试图推翻奥巴马时代对甲烷的监管政策的做法。在15项旨在废除奥巴马政府法案的国会审议中，甲烷监管法规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唯一一项未获批准的法案。


  要想争取到持怀疑态度者的支持，有时需要采取逆向思维。如果一个组织长期依赖同一家民调机构的类似结果，那么可以考虑从其他民调机构那里获取新思路。如果政治倾向进步的组织真的希望争取独立和偏右的选民的支持，可以尝试雇用一家保守派的或跨党的民调机构，而保守倾向的非营利组织则可以选择雇用一位改革派的民意调查专家。


  当然，争取摇摆者的信息发布方式很可能会激怒现有的支持者。为了减少因扩大基础而产生的摩擦，成功的捐赠方、受赠人和倡导运动领袖会努力解决那些在争取中立支持者和决策者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键点五：新科技的运用


  新兴技术使非营利组织能直接接触那些影响倡导运动结果的潜在支持者和影响者。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倾听[24]技术，追踪围绕特定短语展开的对话，组织可以迅速弄清在网上谈论某个问题的是谁、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以及竞争者如何传递信息。


  使用Hashtagify.me[25]和RiteTag[26]这样的应用软件，能以很低的成本从推特和爱存图上提取数据，生成实时报告，来发现为有影响力的人和可以争取的受众提供传递信息的机会。例如，当我们在Hashtagify.me上打开“自闭症”标签时，“Etsy”和“手工艺品”这两个意想不到的标签会出现在相关词汇标签中，而RiteTag则列出了“自闭症”标签下最火的十大推文。


  其他在线投票的技术应用，如Typeform[27]和Poll Everywhere[28]，都允许组织实时测试消息是否能使受众产生共鸣，且花费比传统投票少。通过这项研究，组织可以将有说服力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发送给特定邮政编码的城市街区甚至是某栋大楼，从而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潜在支持者。与此同时，微网站这样的常见技术也可以帮助推进倡导运动。


  2014年夏天，自闭症之声推出了一个名为“自闭症支持者”的微网站。这是一项旨在帮助联邦关爱自闭症法案获得通过的临时活动。该网站包括每个国会议员的个人主页，并且可以通过网站联络到州和地方领导人。最富激情的倡导者们只需点击一下就能撰文、发推文或通过脸书与关键的立法者建立联系。这个网站给自闭症之声提供了按照地区和邮政编码召集社区拥护者的渠道，以便在决定性时刻号召人们采取行动。在活动举办短短一个月之后，该网站就覆盖了150多万人，其中178000人采取了各种行动，如分享、发表评论或从自闭症支持者微网站点击进入自闭症之声网站。


  无论是提供接触决策者和影响者的平台，还是了解用户态度和影响力的数字门户网站，这些工具都要求捐赠方重新思考倡导运动在其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试问：如果你的受赠人没有使用智能技术来确定目标并进行测试，那么你该如何衡量他们的信息是否与最重要的受众建立了联系？


  如何加以应用


  尽管华盛顿经常陷入意识形态之战，但并非处处都是战壕。慈善家们仍有很多机会帮助资助对象进入公共领域、接近教育立法者，并影响那些能调动其社会使命的立法。资助者可以从了解资助对象组织和理事会在核心使命上已经取得的进展开始，去进一步了解为了实现目标还需要什么，何时、何地需要一个更为广泛的体系和社会运动视角，这些问题可以作为引导对话和评估进展的指路牌。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找到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例如将研究转化为变革政策，或者召集倡导运动的利益相关方。


  慈善家们也将有机会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支持倡导运动。每一场运动都会经历一个成长过程。这就要求受助组织在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能力。起初，慈善家们很可能需要对能增势的活动进行投资，如开展学术政策研究或扩大民众支持，以此奠定基础。当倡导运动进入公共领域后，慈善家们往往需要对联盟建设进行投资，并进一步巩固变革的原动力。在倡导政策变革的最后阶段，慈善家们很可能有机会填补尚未解决的战略性空白，或者推动游说活动。


  任何一场倡导运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是类似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改善生活的治疗方案所做的绝对正向的努力亦是如此。只要慈善家及其资助机构表明立场，那么一定会遇到阻力，并有可能因此失去某些利益相关方的支持。但如果因此而选择关注一些绝对安全却可有可无的倡导，则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慈善组织仍然可以选择不公开参与重要政策问题，但这会带来负面后果。即使捐赠方和受赠人决定远离纷争，也难逃对手的挑衅，捐赠方的不作为会使他们的事业出现倒退的可能性增大。在战略上，甚至是在道义上，投资以帮助受赠人捍卫自己在公共领域的使命都是资助方最明智的抉择。


  帕特里克·圭列罗（Patrick Guerriero）


  公民事务小组合伙创始人，曾担任三届马萨诸塞州立法委员和两届马萨诸塞州梅尔罗斯市市长，是婚姻平权运动的主要策划者


  苏珊·沃尔夫·迪特科夫（Susan Wolf Ditkoff）


  侨幅集团波士顿办事处合伙人，也是慈善实践联席负责人。在过去的20年里，她与慈善家和捐赠机构开展广泛合作，支持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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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汤敏


  政策倡导是我国很多公益机构经常挂在嘴边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总体上成功率还不高，影响力还不够。我们可以从《慈善家如何有效参与政策倡导》一文中得到一些启发。


  由于政治制度、政府运行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同，中国与美国的公益机构在政策倡导的内容以及方式上有很大不同：美国的公益机构很多都会参与政治斗争、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等领域，而中国的公益机构更多地是在环保、民生等具体的领域中工作；美国的公益机构在做政策倡导时，与政府有合作也有对抗，而中国的公益机构是与政府合作，协助政府去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此外，美国已经有一批系统性地、专业性地从事政策倡导的公益机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机构还是凤毛麟角。


  即使这样，我们在做政策倡导时，也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充分借鉴《慈善家如何有效参与政策倡导》一文提出的5条建议。


  一是要明确参与的边界。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工作边界有严格限定。在进行政策倡导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公益机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越界。


  二是在做政策倡导时，要充分了解各个利益相关方对该政策的不同意见。对于各机构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们应该采取协商、讨论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是在政策倡导中要有清晰的目标和详细的执行路线图。要让政府、各利益相关方，以及公众能清楚地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做什么、如何做，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四是要有准确、高效的传播。政策倡导最重要的是要说服大家跟你一起干。社会发展领域的情况往往很复杂，我们用的很多新概念是从外国搬过来的。因此，用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传达正确的信息非常重要。


  五是要应用新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给公益机构带来很多新机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益机构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这些新科技来改善运作模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政策倡导的成功率。


  汤敏


  国务院参事，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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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该机构通过宣传和支持，促进自闭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解决方案，提高社会对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推进对自闭症和相关疾病的研究和干预。

  


  
    [18]应用行为分析法将目标任务，即教学的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顺序分解成一系列较小的或者相互相对独立的步骤，然后采用适当的强化方法，按照任务分解确定的顺序逐步训练每一小步骤，直到儿童掌握所有步骤，最终可以独立完成任务，并且在其他场合下能够应用其所学会的知识、技能。

  


  
    [19]蓝十字蓝盾协会，一家美国蓝十字蓝盾医保组织，由蓝十字蓝盾医保联合会（双蓝联合会）和39家独立经营的蓝十字蓝盾地区医保公司组成，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医疗保险服务机构。

  


  
    [20]机会图（opportunity map）是一种分析工具，用以判断各个区域的机会充足程度，以便更好地寻找机会资源，并对机会贫乏的区域进行改善。

  


  
    [21]Margot Sanger-Katz and Quoctrung Bui, “How to Reduce Mass Shooting Deaths? Experts Rank Gun Death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7.

  


  
    [22]Jamie Fuller,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Partisan. It Wasn’t Alway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Fix, June 2, 2014.

  


  
    [23]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美国政治组织，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

  


  
    [24]社交媒体倾听（social listening）是通过捕捉网络上与品牌、产品、营销事件相关的关键词，监测消费者对此表达了何种看法的行为。

  


  
    [25]Hashtagify.me是一款社会化媒体主题标签分析工具，可以通过知名度、关系、语言、影响力等范围进行筛选，帮助用户找到受众面最广和最受欢迎的话题。

  


  
    [26]RiteTag是一款查看特定的标签和用户推特之间关联性的软件。

  


  
    [27]Typeform是一家制作线上调查问卷的公司。

  


  
    [28]Poll Everywhere是一家基于网络的短信投票公司。

  


  案例研究


  捐赠的理性之光[1]


  作者：马克·冈瑟


  译者：陈智勇


  脸书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莫斯科维茨夫妇开始了慈善界有史以来更为另类的尝试，通过创建开放慈善，投入巨资去解决一直以来被主流慈善所忽视的社会问题，并致力于使其成为更公开透明的慈善组织。


  慈善圈里流传着一句老话：如果你了解一家基金会，那只能算了解这家基金会。每一家基金会都是独特的：那些极其富有的人不可能靠着追随他人而取得今天的成就，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基金会也一样能够傲视群雄。


  尽管如此，在美国8.6万家资助型基金会中，几乎没有哪家像“开放慈善”（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一样如此另类，与主流基金会差异巨大。


  开放慈善的两位创办人是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他的妻子凯莉·图纳。开放慈善可以捐献给社会的财富数额庞大。2017年年底，莫斯科维茨的净资产约为143亿美元，而莫斯科维茨夫妇表示，他们打算在离世之前捐出所有。在美国慈善基金会的资产榜单上，开放慈善的排名已超过福特基金会，仅次于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陈－扎克伯格计划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 Foundations）。


  莫斯科维茨夫妇的捐赠正在打造一个理性主义的宏伟实验：为几乎所有慈善事业的核心难题寻找答案。比如，我们究竟应该优先资助教育、科学还是艺术？应该先帮助附近社区的穷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穷人？治愈疾病和影响公共政策哪个更重要？对此，开放慈善以有效利他主义为指导思想。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种追求利用理性和证据，来确定做慈善最佳方式的哲学和行动。一名知情人士说：“他们是一群坚定不移地追求成果的技术宅。”


  开放慈善名副其实，比其他任何一家大型基金会都更加透明。开放慈善的员工会在博客上发表长文，分析解释机构的重大决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用外界的批评来检验他们的判断，二是希望可以影响其他慈善家。他们甚至会公布做出招聘决定的原因。比如，他们这样评价一名新招募的项目官员：“他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开放慈善还会刊登一篇2000字的长文，说明决定不公开某些信息的理由。


  开放慈善在项目领域的选择上也是开放的：它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慈善目标。开放慈善资助了一系列看似随意，且又互不相连的社会问题、非营利组织和项目，包括全球扶贫、刑事司法改革、科学研究、动物福利、人类灭绝风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慈善事业的历史，以及改进人类决策等。事实上，它的选择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任何该组织判断可以帮助解决的、重要却被忽视的问题。


  开放慈善的做法给包括慈善家在内的所有捐赠人提出了问题：你是否已经尽力而为了？你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如何？如何选择你支持的慈善事业？你是否分享从中学到的东西？


  上述问题的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开放慈善执行主任霍顿·卡诺夫斯基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的讨论，但是却鲜有关于基金会应该做什么的讨论。现在是慈善家们开始参与讨论的时候了。”


  行业深耕


  2017年冬天，我去旧金山和开放慈善的领导层会面。凯莉·图纳那天因身体不适没有去办公室，我们只得通过视频连线进行采访。图纳是个友善、体贴的年轻人，年仅32岁。我忍不住想，她比我的长女还要年轻，不仅管理着140亿美元的财富，而且参与慈善资助已达10年之久。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就问图纳，她是否认为自己是有效利他主义者。“没错。”她回答道，并反问我，“那你呢？”我说我也算是。有效利他主义是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彼得·辛格的思想启发而产生的。1972年，辛格在他的一篇名为《饥荒、富裕和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辛格写道：“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且不会因此严重违背道德，那么我们应该在道义上出手阻止。”2009年，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的托比·奥德和威尔·麦卡斯基尔戏称自己为“超级强硬的行善者”，他们开始试图将理性、以结果为上的利他主义思想融入主流，有效利他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型运动，并在不断壮大。迄今，全世界已经成立了超过300家倡导有效利他主义的分支机构，其中许多散布在大学校园里。该领域已经出版了6本书，并成立了包括“你能拯救的生命”“尽己所能”“八万小时”“动物慈善评估员”在内的慈善机构和支持性组织[2]。这些机构几乎都是开放慈善的受赠方。开放慈善已经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最大资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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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慈善的受赠方之一，人道联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麦当劳外举行抗议活动，针对麦当劳鸡肉菜单广告，打出了“我不爱它”（I’m NotLovin’I t）的运动口号

  


  2010年，图纳和莫斯科维茨成为最年轻的签署“裸捐承诺”（Giving Pledge）的亿万富翁。当时“有效利他主义”一词还没有出现，莫斯科维茨还只是一名26岁的哈佛辍学生。在脸书工作的四年里，他担任第一任首席技术总监，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图纳当时还是一名25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担任《华尔街日报》驻旧金山记者，她写过有关加州经济、同性婚姻和土耳其美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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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他的妻子凯莉·图纳

  


  莫斯科维茨夫妇面对到手的财富表现出了谦恭之心。莫斯科维茨曾说：“凯莉和我只是这些钱的管家，虽然现在这些钱确实是汇集到我们这里了，但它是属于世界的。尽管我们在践行这一想法上做得还不够，但我们非常努力。”


  今天，莫斯科维茨把他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第二家技术创业公司阿萨纳（Asana），夫妇俩的捐赠就由图纳全权打理。图纳因此辞掉了记者工作，走访了大量大型基金会。有人建议她“去做那些真正打动自己的慈善事业”，但她并不认同，她内心最想做的就是为人类的未来竭尽所能。


  辛格于2009年出版的著作《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对图纳影响至深。该书认为，富人们不仅有分享他们财富的道德义务，而且需要做得有效。该书重点介绍了卡诺夫斯基和埃利·哈桑费尔德的案例：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投资分析师，一直在努力寻找捐赠的最佳方式。为此，他们创立了非营利组织“有效资助”（GiveWell），致力于通过严谨的研究来寻找世界上最有效的慈善组织。


  图纳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她的资金规模更大而已。


  图纳告诉我：“这本书教会我不仅要捐款做善事，而且要尽己所能做到最好。”一位朋友帮她联系上了卡诺夫斯基，他们在一个周日共进了早午餐。图纳说：“我很快就被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所折服，有效资助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谈到了如何通过使用加碘盐，以低成本的方式提高轻度至中度缺碘儿童的认知能力。“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话题，不由得让我想知道有多少其他慈善事业也是这样，虽然很有前途，但是却被忽略。”


  2011年，图纳加入了有效资助理事会，正式与该组织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为开放慈善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年，由莫斯科维茨和图纳组建的善意投资基金会（Good Ventures）向有效资助拨了第一笔5万美元的资助。而后，善意投资决定再向有效资助所推荐的慈善机构捐款110万美元。其中最大额的单项资助捐给了对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和血吸虫病控制倡议（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itiative）这两家机构。两者都是有效资助青睐的典型例子，它们的特点是项目周期短、成本低，用已被验证的干预措施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有效资助迄今所提供的资助总额高达3.75亿美元，而其中大约60％来自善意投资基金会。


  2012年，有效资助决定将其办公室和5名员工从纽约迁至旧金山，以便能够离图纳和其他技术行业的捐赠方更近些。而后，善意投资和有效资助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有效资助实验室（GiveWell Labs）的研究项目，试图寻找直接资助慈善机构以外的捐赠机会。有效资助实验室最终演变成了开放慈善，并于2017年从有效资助中独立。但是它们仍然在旧金山市中心共同办公，且理事会成员和部分员工同时为两家机构服务。


  概括来说，图纳至少在以下7家慈善机构担任理事或主要捐赠者：


  ·开放慈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提供资助建议，跟踪结果并公布研究成果。


  ·开放慈善行动基金（Open Philanthropy Action Fund），一个支持无党派倾向倡导运动的小型501（c）（4）社会福利基金。


  ·开放慈善基金（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 fund），在硅谷社区基金会旗下设立的捐赠者指导基金。


  ·善意投资基金会（Good Ventures Foundation），一家进行资助和投资的私人基金会。


  ·善意投资，一家支持型组织，也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名下。


  ·善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Good Ventures LLC），一家营利性影响力投资公司。


  ·有效资助，一家传统的501（c）（3）非营利组织。


  在本文以下部分，为简单起见，以“开放慈善”代表由开放慈善有限责任公司、开放慈善行动基金和开放慈善基金这三家机构做出的所有资助和投资。


  开放慈善的联合创始人、主任兼理事会成员亚历山大·伯杰说：“开放慈善旗下的每一家机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显然，税收考虑是选择设立实体种类的关键，捐赠者指导基金为在世的捐赠者提供了更优厚的利益。而设立开放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初衷是它可能在今后为其他捐赠者提供建议。除了成立以上多样的机构，莫斯科维茨和图纳还为其关注的其他慈善事业捐赠。2016年，他们宣布捐赠2000万美元帮助民主党竞选，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其支持之列。同时，他们也是比尔·盖茨的突破性能源风险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的投资者，该基金正在研究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如此复杂的组织结构使开放慈善并不能时刻做到名副其实的“开放”。虽然开放慈善声明除极少数情况，会在网上列出所有资助情况，但通过捐赠者指导基金给出的资助就不能追溯到原始捐赠者。它名下的各个机构披露了部分但并非全部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开放慈善与私人基金会不同，它并没有披露其年度运营成本和员工最高薪酬与福利的明细。因此，开放慈善在研究和分析上花了多少钱，是否会因为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而变得更有效，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如此，开放慈善会通过机构的博客发布重大决策和资助成果报告，并公开验证自己的假设。卡诺夫斯基说：“我们将透明度看作我们实验、创新和挑战现状的核心领域之一。”图纳在早些时候公开了她与资助方、非营利组织和学者进行的100多次对话的详细记录，卡诺夫斯基撰文解释了自己在三个关键社会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其他开放慈善的研究人员也发表了对诸如移民问题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哪些动物值得成为道德关怀对象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后者的研究报告甚至超过了10万字。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的联合负责人、有效资助理事会成员罗布·赖克说：“开放慈善的运作方式对整个世界开放。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们那些复杂，且篇幅长到荒谬的博客文章来了解。我认为他们这样做值得赞许。”


  最重要的决定


  那么，开放慈善如何决定支持哪些社会领域的课题呢？在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亚历山大·伯杰的领导下，这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决策过程。伯杰于2011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有效资助，现在是开放慈善的主任兼理事会成员。有效资助支持的是有一定历史的服务性慈善机构，而开放慈善与它定位不同，它决意找到包括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助在内的、更广域的资助机会。卡诺夫斯基说，选择支持什么是“慈善家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许没有之一”。


  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伯杰深入研究了慈善的历史。他们翻阅成功的慈善案例研究，比如早期的慈善家们如何推动绿色革命、如何资助那些成功研制避孕药的研究，以及如何帮助降低核战争的风险[3]。他们还委托史学家开展新的研究，评估慈善在推动奥巴马医保法案和平等婚姻权上发挥的作用。


  他们从这些成功案例中找到了一些共通之处。图纳说：“慈善界实现的突破性成功主要来自政策完善和支持突破性科学研究这两大块。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两大类信息。”


  他们列出了一个长长的社会问题清单，并对其进行了排名。三个排名标准分别是：


  ·重要性：这个问题影响了多少人，影响有多深？


  ·被忽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那些不太受关注，特别是那些被其他主要慈善家忽视的社会问题。


  ·可操作性：资助方可以通过明确的方法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


  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伯杰都称自己为有效利他主义者。所以，他们通过上述标准所选择的一系列慈善事业与规划，或多或少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支持方向一致。举例来说，有效利他主义者普遍对人类的存在风险十分担忧。存在风险是指未来的事件可能会摧毁人类或导致人类物种的灭亡。Vox新闻的迪伦·马修在2015年参加有效利他主义者全球会议后写道：“有效利他主义者刚开始主要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资助计算机科学研究，以预防人工智能引起的大灾难。虽然有过度泛化之嫌，但是计算机科学专业人士都已经相信，拯救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计算机科学研究。”他们将人类的存在风险称为x－风险（x-risks）。他们之所以关注这种风险，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发生全球灾难的可能性只有小幅下降，也具有很高的预期价值，因为这关乎数十亿人的生命。


  人类的存在风险可以说是被忽视的社会问题的典型例子。卡诺夫斯基指出：“政府和企业都没有动力去关注可能性很低，但一旦发生就会非常糟糕的最坏情况。”开放慈善团队研究了世界末日的场景，从地磁风暴到核战争，再到大范围的饥荒，他们将这些问题都汇总在一份清单里，最后从中选定了两个重点领域：一是生物安全领域，旨在保护世界免受自然流行病、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的危害；二是努力克服高级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参见107页“你可以挽救的机器人”）。


  开放慈善也将重要性、被忽视和可操作性三项标准应用于美国的政策议题上。在开放慈善列出的一份包含20多个议题的清单中，高居前五位的议题是：刑事司法改革、家畜福利、宏观经济稳定、移民政策和土地使用改革。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清单，人们会质疑为什么前五名包括家畜福利问题而不包括气候变化，为什么包括刑事司法改革而不包括公平公正。


  气候变化是优先列表中最明显的疏漏。卡诺夫斯基对此的解释是：“虽然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们认为还有其他类似的重要问题更容易被忽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美国已经有其他基金会为改善气候变化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批评家们认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卡诺夫斯基接着说：“某种程度的减排是易于做到的，但要在指定期限内将气温降低2摄氏度非常困难。”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开放慈善支持地球工程研究。地球工程是指通过人工冷却地球，来抵消气候变化影响的大规模努力。慈善界对地球工程的投入很少，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则更少。而开放慈善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用于支持该领域知名专家戴维·凯斯领导的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即通过反射太阳光来冷却地球。开放慈善还捐赠了300万美元给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s Foundation）领导的一个项目，旨在帮助贫穷国家用高效、环保型的制冷方法来替代有污染的制冷剂。卡诺夫斯基说，预计开放慈善将来会资助更多的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与气候变化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家畜福利问题。自1975年彼得·辛格的划时代著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出版以来，这一问题就受到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关注。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伯杰相信家畜可能会感到痛苦。而在过去的整个动物保护运动中，每年在家畜福利方面的支出不超过2500万美元。图纳说：“有不计其数的家畜分布在世界各地，它们的饲养条件都非常糟糕，但每年用于家畜福利的资金却很少。”


  开放慈善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工作。2015年年底，曾在美国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工作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刘易斯·博拉尔德加入开放慈善，担任首位家畜福利项目官员。他就是前文里提到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位应聘者，但是他成长得很快，至今已负责向24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非营利组织提供了4700万美元的资助。大部分资助被用于支持动物福利维权组织要求大公司停止将母鸡关在小笼子里的做法。彼得·辛格将这些笼养的母鸡形容为“全美境内关得最密闭、拥挤不堪、最悲惨的动物”。全球笼养的母鸡很多，有约3.2亿只。


  这些资金使得诸如人道联盟（Humane League）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改头换面。这家机构以前的年预算不到100万美元，且仅有不到12名带薪工作人员。博拉尔德说：“这些工作人员有着惊人的创意，但只能在资金受限的情况下工作。”2016年至2017年，开放慈善一共给人道联盟提供了500万美元的资助，该机构2018年的支出超过700万美元，有75名员工。人道联盟开展的强势宣传说服了包括克罗格公司（Kroger’s）、赛百味快餐连锁店（Subway）和帕尼罗面包店（Panera Bread）等在内的美国大型食品零售商改进其动物福利政策。至今，由开放慈善支持的这些倡导组织已经获得了约300家美国食品公司取消其层架式鸡笼的承诺。人道联盟执行理事戴维·科曼－希迪评价说：“我们的运动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有了指数级增长。”该组织也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已经雇用了第一位人力资源总监和法律事务专员，并提高了工资待遇。科曼－希迪说：“在我们这里工作不再需要舍弃一切的自我牺牲了。”


  开放慈善推动无笼养政策引发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反对声不仅来自鸡农，还来自动物权利组织“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Everywhere）。该组织认为，将鸡进行无笼饲养可能不会改善鸡的生活，只会让人们对消费某些鸡蛋品牌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刺激消费。养鸡业从业者认为母鸡在笼中生活会更好。


  对此，开放慈善做了其他基金会都不会做的事：它重新审查了关于笼养对母鸡福利影响的证据。开放慈善的研究分析师安杰亚·乔特拉用了大约6个星期的时间编纂了一份长达9500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承认，科学家对无笼饲养的评价不一。但另一方面，他肯定了开放慈善对无笼饲养运动的支持。乔特拉写道：“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资助加速了无笼式系统的采用率，这对于蛋鸡是绝对有益的。而我们犯的错误是没有更早、更彻底地就这个主题展开研究。”


  家畜福利项目充分展示了开放慈善的能量，这一相关领域的资助已经达到4700万美元，这对动物保护运动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但对开放慈善所拥有的资源来说却只是一个零头。开放慈善促进了美国一小部分相关组织的蓬勃发展，并推动了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动物保护运动。据博拉尔德估计，开放慈善为全球家畜运动创造了190个工作岗位。它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场养鸡和农场养鱼的福利改革运动，不参与素食倡导、收容动物、教育参观者的农场避难所之类反对屠宰、竞争性的动物保护领域。


  许多大型基金会和开放慈善一样，在如何定义社会问题的解决之策上一言九鼎。但开放慈善承受的风险更高，因为它得找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它已经被默许为一个主导角色。因此，误判或权利滥用都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开放慈善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放慈善的团队表示，他们努力“对自身认知的理性认知保持怀疑”。卡诺夫斯基说：“我们有很多正在进行的项目会对已经做出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他列举了无笼饲养的研究，以及由高级顾问戴维·鲁德曼完成的深入研究。鲁德曼已经研究了移民问题、驱除寄生虫问题，以及如果将更多的人关进监狱并判处更长刑期是否可以减少犯罪的问题（结论是否定的）。开放慈善还试图提高其员工判断的准确性，例如，让他们参与所谓的“校准训练”（calibration training），来帮助员工避免过度自信，以更好地预测局势。


  我们无法预测这是否有助于改善开放慈善的决策准确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官员，他们应该具备良好的人脉、受人尊重，并且是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对项目官员提出的资助申请，开放慈善按照5：4：1的规则来做出决定：一半的项目资助必须说服理事会；近四成的资助经过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伯杰的首肯即可（哪怕他们不完全认同，但能理解这些资助的意义）；剩下的一成，则是自由裁量的，即除非这几位负责人表示反对，否则基本上会得到快速批准。


  被忽略的社会命题


  基金会属于美国最无须被问责的强大机构之一。它们只要满足联邦税务局的报告要求，就没有义务解释它们在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缺乏问责可能会导致思维狭隘和无效的资助，但这也为那些敢于冒险、支持不受欢迎或被忽视的社会命题、解决需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的慈善组织留下了空间。


  开放慈善充分利用了这种自由，践行卡诺夫斯基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战略捐赠（hits-based giving）。卡诺夫斯基说，慈善事业最大的成功往往来自冒险以及不惧怕失败。他写道：“当慈善家资助低概率、高收益项目时，他们做的正是基金会相对于其他机构来说最擅长的事。”这一价值观贯穿了开放慈善的许多资助项目，包括它的科研资助项目。


  戴维·贝克博士是生化学家，华盛顿大学蛋白质设计研究所主任。2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造自然界中未曾被发现的蛋白质，《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将其誉为“匠人级蛋白质”。贝克和同事们使用通过众筹获得的计算机、手机和由一群RosettaCommons成员的科学家共同构建的开源软件，设计了数千种具有巨大潜力的蛋白质。其中包括一种流感疫苗，由数个蛋白质组成的纳米级颗粒。如果这一疫苗2017年冬天面市，那肯定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会为之欢呼雀跃。[4]


  你可能认为政府或制药业会对单次剂量就能达到终生免疫效果的疫苗感兴趣，可事实并非如此。而开放慈善则向贝克及其合作者提供了114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支持相关疫苗研究，以及开发研发该疫苗所需的软件工具。流感每年造成29万至65万人死亡，并有可能严重暴发，其严重性有如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5]，那次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000万。


  负责开放慈善科研资助的克里斯·萨默维尔和希瑟·杨斯表示，贝克的科研工作与开放慈善的目标一致。萨默维尔告诉我：“对我们来说，这笔资助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第一，它针对的是一个当下的问题，即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希望有一种更好的一次性儿童疫苗，可以为人类提供终身保护。第二，它针对的是我们关心的流行病风险。流感将是我们未来面临的最可能发生的流行病之一。第三，它符合我们为改进科学做贡献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设计新奇的蛋白质，那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多。”


  开放慈善的科学研究计划仍在进行中，其关注的重点领域仍有待确定。尽管如此，自从萨默维尔和杨斯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工作，于2016年加入开放慈善以来，他们已经完成了近20笔资助，共计约5600万美元。其中，最大一笔高达1750万美元的资助给了进攻疟疾（Target Malaria）这家机构。进攻疟疾致力于开发和处置转基因蚊子，来遏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疟疾，它也受到了盖茨基金会的资助。开放慈善还资助了修复受损肝脏的研究、绘制大脑结构图像的方法等项目。还有一些资助则用于支持“突破性基础科学”，其研究目的是提供对于全局的洞见，但并不关注具体的短期结果。所有这些都是被商业和政府所忽视的课题领域。


  开放慈善对流感研究的资助横跨两个类别，主要方法是针对流感本身进行基础研究，并同时提供可以创造蛋白质的工具。科学家们已经敦促联邦政府每年花费高达10亿美元研制一种通用疫苗，但政府却对此呼声充耳不闻。生产疫苗的制药公司亦对此不感兴趣。萨默维尔说：“如果戴维的通用流感疫苗有效，那么‘季节性流感疫苗’产业将被消灭。”


  贝克多年来一直得到联邦基金的资助，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拒绝了他关于研究流感疫苗的申请，理由是这一疫苗“处于过于早期阶段，因此存在风险”。萨默维尔和杨斯认为，政府不愿意为结果不明确的实验提供资金支持，这为开放慈善带来了机会。2017年，他们邀请那些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申报中被拒的研究人员向他们提出申请，旨在为高风险、高影响力的创意提供资金支持。大约120位研究人员重新提交了申请书，其中的4个团队获得了1080万美元的资助。


  这进一步证明开放慈善不会听命于专家意见或传统智慧。卡诺夫斯基说：“我们对被忽视的社会领域的兴趣往往会带我们找到那些社会规范和传统的团体所反对的社会问题。”主流之外就是开放慈善之所思，之所在。


  有良知的科技主义者


  参观开放慈善时你会发现，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相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克里斯·萨默维尔已到了退休年纪，他的同事希瑟·杨斯有一个儿子在上大学。除此之外，其余的员工都只有二三十岁，而且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非裔美国人，其他大多数人都曾就读于名牌大学。在开放慈善网站上列出的21名员工中，包括卡诺夫斯基在内的5名员工毕业于哈佛大学。


  三年前，卡诺夫斯基曾说：“我们机构组成的多元化还不够理想。”现在，他承认仍然是这样。


  开放慈善的许多人都信奉有效利他主义，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曾在有效慈善理事会任职，而且曾与卡诺夫斯基同在桥水基金共事的乔恩·比哈尔表示：“信奉有效利他主义的社群及其领导层以缺乏历练的青年精英为代表，在妇女、少数族裔、民主运动意识方面都有所欠缺，他们的问题不少。”


  开放慈善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密切联系，以及其超然的理智取向可能导致其错失推动社会变革，并从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机会。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山布拉表示，过分关注“全球捐赠的宏大宇宙工程”有可能会忽略解决小规模问题和建立共同体之类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虽然麻烦，但也重要。山布拉写道：“有韧劲、不愉快、充满争议的地方政治和市民组织是一所宏伟的公民学校。尽管有笼统概括之嫌，但是我想说每一家基金会，甚至是那些最大型的基金会，都应该将至少10％的捐赠用于支持扎根于本地的慈善事业，即他们可以亲自走访并可以密切关注项目进展的慈善。”他建议自己动手，亲力亲为。他认为大型基金的“认知精英”急需“培养公民意识和同情心”。


  山布拉是一位保守派人士，他的这些评论得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响应。开放慈善对人类遥远将来的投资特别让一些人反感。一位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说：“我更关心眼下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于腹泻的母亲，而不是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类。”这位创始人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他还希望与开放慈善合作。


  团结组织（Solidaire）的创始人利亚·亨特－亨德里克斯也表示，有效利他主义低估了草根运动的力量。团结组织是由一群资助社会制度改革的捐赠者组成的。亨特－亨德里克斯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危机是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它们深深扎根于历史，根植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中间还夹杂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我们追求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团结组织的基本承诺是进行社会运动，力求质疑、破坏和改造这些制度。”


  伯杰辩护说：“我们的确资助了一些社会运动。”他指出，他们资助了家畜福利团体、争取刑事司法改革、反对限制性分区，以及争取更公正的货币政策的组织。但是，公众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如果开放慈善中有更多元化的理事会和员工的话，那它是否会支持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呢？


  如果开放慈善继续将更多资助用于寻求保护人类的后代，而不是解决人类今天正在遭受的痛苦的话，那么其资助领域的优先性问题就会被更多地质疑。卡诺夫斯基在2018年1月发布了一篇关于优先目标的长文，他写道，他和开放慈善的其他理事仍旧赞同“将相当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资本用于支持‘简单清晰的慈善组织’：有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愿，通过认真、理性及合理优化的方式去帮助不幸的人”。但他还说，开放慈善对有效资助指导的这类慈善项目的捐赠，可能不会超过其捐赠总额的10％。2017年，这一金额达9000万美元，约占37％。从绝对金额来看，为有效资助及其所支持的慈善项目预留的金额将大致保持不变，有效资助执行理事埃利·哈桑费尔德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家畜福利、刑事司法改革和科学研究的资金预计将维持不变，在未来几年内至少保持在5000万美元的水平。


  未来捐赠的主要增长将流向致力于减少全球灾难性风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和流行病方面的工作。卡诺夫斯基写道：“我们建议将50％以上的全部可用资金用于直接提高有利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期结果，这是合情合理的。我认识到有一些被忽视却可操作的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改善人类子孙后代的生活。” 他的观点反映了主流的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世界观，即关注人类长期的未来发展，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任由今天活着的人遭受痛苦，甚至是不幸早逝。


  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开放慈善被冷酷无情的技术专家主宰的证据。然而，这一看法有失公允。大家都认为图纳是一位认真尽责、善解人意的慈善家。卡洛夫斯基也是辞去了一家待遇优厚的对冲基金的工作后来到有效慈善工作的，他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取得成功。伯杰捐了自己的一个肾脏来拯救别人的生命。他们都是既有良知又有头脑的人。更重要的是，开放慈善通过有效资助捐出的约2.25亿美元，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改善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的命运。还有哪家基金会可以声称自己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并有证据作为支撑呢？


  
    [image: ]

    开放慈善资助

  


  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筹款咨询公司玛茨&朗迪（Marts＆Lundy）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在2017年，四分之三以上超过1000万美元的捐赠都给了高校。例如，脸书的早期雇员、莫斯科维茨的同事塔纳·哈利奇奥格卢向他的母校圣地亚哥大学捐赠了7500万美元。个人捐赠（不包括基金会捐赠）的偏好领域除高校外最受欢迎的就是艺术、文化和环境。可谁知道这些捐赠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虽然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它在改革美国高中方面的努力却令人失望。盖茨夫妇曾在年度公开信中这样问自己：“你在美国教育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可以展示什么样的成果呢？”对此，他们答道：“是有很多成果，但都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水平。”正如教育学者杰克·施耐德和戴维·梅尼菲－利贝在对话网站（The Conversation）中写道的，盖茨基金会在2008年至2013年花费了至少7亿美元用于改进教师评估系统，但后来悄然放弃了该计划。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耳熟的故事。”他们写道，“政策制定者和慈善家一次又一次地联起手来改革公共教育，但到头来他们野心勃勃的项目都功亏一篑。”事实上，有一项资助虽然未获得开放慈善审查通过，但莫斯科维茨和图纳还是捐助了500万美元用于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支持的纽瓦克学校改革，然而该项目已不幸夭折。扎克伯格和莫斯科维茨在哈佛大学创办脸书时曾是室友。当然，有一些针对教育领域的慈善资助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且花费合理。但真相无从知晓。


  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开放慈善最与众不同之处。社会领域经常会有很多关于“学习型组织”、“甘于冒险”和“拥抱失败”的言论，但很少有基金会公开分享它们学到的东西、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或坦陈它们的失败之举。开放慈善却践行了以上所有一切，甚至做得更多。它热爱理性和证据，承诺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并且愿意将其慈善事业中哪些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及其原因进行公开。这在慈善行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值得其他慈善家学习。


  “你可以挽救的机器人”


  2016年，开放慈善向开放人工智能（OpenAI）提供了最大额度的资助，该项资助为期三年，共计3000万美元。开放人工智能是由致力于推进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类的研究员和工程师所组成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这是一笔有关未来的资助，不仅事关人工智能的未来，而且事关开放慈善的未来。


  开放慈善的执行理事霍顿·卡诺夫斯基还为此加入了开放人工智能的理事会，这突显了该资助的重要性。为了扩展其在高级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开放慈善正在招募多名技术和政策专家。卡诺夫斯基表示，用于长期工作的资助资金可能会占开放慈善总体资助资金的一半以上，如预防包括高级人工智能造成的灾难性风险在内的人类灾难性风险。


  与开放慈善一样关注人工智能的还有2018年3月去世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及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保罗·艾伦向他的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提供了一笔为期三年，共计1.25亿美元的资助。他们都在向世人告诫人工智能的危险，并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来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卡诺夫斯基说，“未来20年，至少有10％的可能性”实现超人工智能，但这一点却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他说高级人工智能是“最具活力、最不可预测、最有可能引发世界变革的科学领域之一”。


  开放慈善支持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其理念是相信如果技术被政府或恐怖分子故意滥用，或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予足够的关注来防止超级智能机器人变得比人更聪明，而让它们逐渐失控，那么这种技术可能会带来灾难。


  卡诺夫斯基写道：“如果各个机构最终竞相‘冲刺’，部署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但未能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就可能会产生重大风险。其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或高度智能的、自主的、不受控制的系统对一个不正当目标进行优化，这可能会将强大的技术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并可能造成重大损害。”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卡诺夫斯基煞费苦心地说，他相信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例如提高医疗诊断的速度和准确性，或通过提高汽车安全性来减少交通事故。但他担心的是，过度关注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过早的或产生相反效果的监管。


  但是，开放慈善在人工智能安全性方面的工作，就像它在防止全球流行病方面的工作一样，是由一个高度重视遥远将来的世界观所驱动的。尼克·贝克斯特德是一名哲学博士，也是这一世界观的主要支持者。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塑造遥远将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On the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of Shaping the Far Future）。他负责开放慈善在灾难性风险方面的大部分工作。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即便灾难性风险只减少一点也会带来巨大的预期价值，因为它有可能挽救无数未来人的生命。


  迄今为止，开放慈善已经为十几所大学和非营利机构提供了大约5100万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工作，其中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组织、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和位于加州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所。


  卡诺夫斯基说，到高级人工智能成熟时，“我们相信如果那时已经有一个庞大且强大的优秀专家团队，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已经深入思考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它们，那么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马克·冈瑟（Marc Gunther）


  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全球发展领域资深记者、演讲家和作家。他的文章发表在他的博客和《非营利记事报》上。他之前是《底特律自由新闻》记者和《财富》杂志资深作家。冈瑟也是4本书的作者或合著者，包括《信仰和财富：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怎样变革美国商业》一书


  /点评/ 陶泽


  作为慈善行业的资源提供方，由企业和企业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在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类背景的基金会在美国有近10万家，而在中国才刚刚超过1200家。这些基金会有的追求建立企业和企业家的良好品牌形象，有的追求一个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有的追求价值观的推广和慈善行业系统的变革，本文所分享的“开放慈善”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它的定位在社会创新领域中风险最高，但其潜在的影响力也最大，需要创始人和管理团队具备卓越的洞察力和直觉，能够放下自我，勇于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同时做出长期投入大量财富的承诺。一批中国前瞻性基金会正同国际同行一起践行透明、多元和包容的价值观，打造中国社会创新的强劲引擎，期待未来全球社会创新市场出现更多的中国原创的社会创新方案。


  陶泽


  易善·中国慈善信用榜创始人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Giving in the Light of Reason”，有删改。

  


  
    [2]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致力于让更多人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尽己所能（Giving What We Can），致力于邀请民众捐出10％ 的终生所得，用于全球减贫；八万小时（80000 Hours），致力于为如何选择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作提供建议；动物慈善评估员（Animal Charity Evaluators），致力于找到并推广最有效的动物保护方式。——译者注，下同

  


  
    [3]1991年，《纳恩－卢格法案》由慈善界人士推动并获得通过。该法案的目的是使核武器失效或被摧毁。开放慈善的一个会议室以纳恩－卢格（Nunn-Lugar）命名。

  


  
    [4]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美国暴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流感，多人因此死亡。

  


  
    [5]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于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暴发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由一种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引起的传染病，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事件之一。

  


  实地报道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种全新形式的金融工具[1]


  作者：萨拉·穆雷


  译者：刘韵


  2010年，第一只社会影响力债券在英国彼得伯勒诞生。它在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的同时，成功地为社会投资者带来了经济回报。这是否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社会影响力的新方式？


  罗布·欧文清楚地知道什么能让刑满释放人员不重蹈覆辙。“那就是要有容身之处，要有奔头，也就是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扶持。如果我们能把这三方面做好，再犯罪率就会下降。这并非难事。”


  但是要为如此全方位的服务筹资就不容易了。作为圣贾尔斯信托（St. Giles Trust）的首席执行官，欧文领导这家英国慈善机构为极端弱势群体（包括有犯罪前科的人）找工作、找房子，并提供其他支持，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当得知有一种为降低再犯罪率买单的新机制时，他十分希望参与。


  这一机制就是世界上首只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这种金融工具不但能让政府从私人投资者手中为社会干预措施筹集更多资金，同时又避免拿纳税人的钱冒险。社会影响力债券是“成果投资者”（通常是政府或国际资助机构）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为切实可行的社会干预措施预付项目经费。如果合同中约定的目标实现了，成果投资者会向投资人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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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贾尔斯信托的同伴咨询员帮助无家可归、长期失业和有犯罪前科的弱势人群

  


  社会影响力债券诞生于2010年，旨在为包括圣贾尔斯信托在内的慈善组织联盟筹集资金。该联盟为英国东部城市彼得伯勒的短期服刑人员提供服务，目的是降低他们出狱后的再犯罪率。


  2017年7月，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设计者，社会金融公司（一家非营利组织）宣布这个试点项目取得了成功：它将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降低了9％，超过了债券发行时英国司法部设定的7.5％的目标。因此，投资人拿到了政府返还的全部资金，并在投资期内获得了超过3％的年化收益率的投资回报。


  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成功标志着社会性融资的发展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财务回报与项目成果挂钩，不仅节省了纳税人的钱、降低了政府承担的风险，还回应了社会部门从衡量产出（服务的人数）转为衡量成效（改变命运的人数）的压力。社会影响力债券在返还投资人本金的同时实现了收益，这表明，重新思考如何改善社会服务及其支付方式，可以为社会面临的某些挑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社会融资的创新之举


  当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面世时，英国的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使社会服务项目面临巨大的筹款压力，急需找到其他融资方式。英国政府于2000年成立的社会投资专项工作组从成立之初就在为社会投资创建市场，并想办法让金融部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罗纳德·科恩爵士是社会金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2000年至2010年间担任专项工作组的主席。他回忆起首次讨论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情景。那时，工作组的两名成员提出，为了防止有犯罪前科的人再次犯罪，可以通过将再犯罪降低率与金融收益挂钩，来资助一些社会专案，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哇，”科恩说，“你们已经找到了将资本市场和社会企业家联系起来的关键。”


  尽管资助彼得伯勒债券的是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慈善领域投资者，他们还是希望自己投入的资金能获得回报。因为只有证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原理行得通，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资助者们相信，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它将向私人投资者证明其潜力，从而改变以往社会服务项目的资助方式。


  在2007至2011年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执行总监，领导基金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的安东尼·巴格－莱文说：“我们认为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融资的一个创新。”


  彼得伯勒债券的投资人共筹款500万英镑，并且制定了项目指标。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必须降低7.5％或以上，司法部才会给投资者返还投资。如果再犯罪率被控制得更低的话，投资人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年投资回报率最高为13％，上限为800万英镑（约1110万美元）。


  在2010年项目启动时，约60％的服刑人员在出狱后的一年内会再犯罪。2014年8月，关于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首份报告令人鼓舞：首批参与试点的1000名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与全英国均值相比降低了8.4％。


  这一项目最初计划运行7年，项目参与者被分成3期，每期1000人，但由于英国缓刑法的修订，项目在仅试行了两期后，于2015年被迫终止。但是巴格－莱文认为，这个项目的影响深远，甚至超越社会影响力债券本身，因为它推动了一项短期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计划在全英国范围内推广。“我们要记住，社会创新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弱势群体能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服务。”


  从衡量产出到衡量成果


  出于多种原因，在选择社会融资试点项目上，服刑人员再犯罪率问题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议题。首先，解决这一问题具备强大的经济动机。英国社会金融公司的兄弟机构，波士顿社会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特雷西·帕兰德简说：“监禁犯人的开销巨大。因此，降低再犯罪率的经济考量令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成果可以被量化：通过再次被捕和再次判刑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受益，并依此衡量项目的成本和节余。帕兰德简说：“社会影响力债券能提供清晰的数据。我们有证据表明，当服刑人员能获得一站式服务和工作机会时，他们在出狱后能生活得更好。这也是项目潜在的成果。”


  注重可衡量的数据是该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的朱迪·罗丹说：“相关民间组织提供了体现项目成果的强有力的数据。”这让社会影响力债券得以吸引投资人，为政府降低风险，并实现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尽管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个试点，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社会性融资，而不是社会影响力。


  “人们有时会忽略这一关键事实。”罗丹说，“当社会影响力债券被称为‘试验’或‘试点’时，大家想会当然地认为这是在试验某个干预方案。然而，对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探索绝不该以此为目的，否则我们将缺少强有力的精确数据来计算出合理的投资回报率。”


  在英国政府包容性经济部门社会影响力债券中心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安德鲁·帕克还指出，跟踪项目成果可以提高决策能力，决定对问题进行干预的时间和方式，比如无家可归或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设计我们的服务，将它和项目成果绑定起来，让政府不再执迷于追求数量。”


  社会影响力债券必须基于可测量的数据，这意味着它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虽然它可以用于解决诸如教育、无家可归和服刑人员再犯罪等问题，但是对于像家庭暴力或临终关怀等问题，却难以提供十分清晰的数据来展示项目成果。科恩说：“有一类社会问题是定性的，无法以计量单位来衡量其结果，并据此确定支付比率。”


  自从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问世以来，已有约100宗社会影响力债券交易成功，筹资超过3.9亿美元。例如在2013年，风险投资家、慈善家J. B.普利茨克和高盛集团共同筹集700万美元，用于资助美国犹他州低收入家庭的高质儿童早教项目。该项目减少了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人数，因此2013—2014年，公共部门节省了超过28.1万美元的经费，美国投资者获得了第一笔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报酬。


  这一模式还激发了发展领域影响力债券（DIBs）的诞生，该债券用于应对诸如疟疾或灾后重建等问题。例如在2017年，国际红十字会发行了一只27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影响力债券”，用来资助为战乱国家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的项目。


  社会影响力债券也因设计复杂且难以复制而被诟病，因为投资者能得到的回报取决于政府潜在节省的开支，且投资的收回由项目成果决定，而每个干预项目的成果和能节约下来的经费不尽相同。社会影响力债券要求的严格测量也超出了很多机构的能力。尽管如此，科恩仍然相信，社会影响力债券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社会投资。他说：“社会影响力债券可能最终会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中占据10％的份额。”


  科恩认为社会影响力债券是重构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社会影响力债券是首个为了回报和影响力而优化风险的举措。19世纪，我们只衡量财务回报；到了20世纪，我们衡量风险和回报。而现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政府无力投入更多资金，千禧一代追求自我存在的意义，投资者想要的不只是财务回报，大家的思想都在转变。”


  从这个层面来讲，他认为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既能降低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还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它预示着一种新形式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到来。“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种优化风险、回报和影响力的强有力措施。我们所做的是改变资本在整个系统中的流动。”


  萨拉·穆雷（Sarah Murray）


  一位自由撰稿人，定期为《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撰写文章，还为《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等许多其他媒体撰稿


  /点评/ 胡昕


  在西方国家，政府在运营时时常面临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为了满足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可以资助或者购买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但传统的方式无论服务成效高低，政府的资源都已经拨出且不能收回，令不少人怀疑这是否是运用公共资源的最有效办法。


  本文关注的社会影响力债券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再需要一次性大量投入资金，而是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融资。政府预先设定期望达成的社会绩效结果，投资者承担前期投入成本，服务提供商使用该笔资金实施项目。只有当该项目达到事先预期的效果时，政府才会向投资人支付本金和利息，利率也和项目效果直接相关。如果项目失败，投资人将会承担资金损失。其中，项目的效果由第三方机构独立进行评估。


  本文重点介绍了全球第一只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来龙去脉和实践结果，单从这个案例而言，社会影响力债券使得政府有机会“免费”检验社会干预项目模式是否有效，使得优秀的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新的规模化资本投入，更使得影响力投资者同时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回报，可以说是一种“三赢”的方式。


  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影响力债券并非万能药，如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影响力债券项目在连续4年花费720万美元后最终宣告失败。而在国内，首只扶贫社会效应债券已于2016年年底成功发行，深圳市福田区也正在探索面向本地社区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债券，相信相关实践将不断涌现。


  正如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著名学者杰德·爱默生（Jed Emerson）所说：“如果说通过投资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的融合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范式，那社会影响力债券则是实现新范式的工具之一，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资本的使命与价值。”


  胡昕


  浙江敦和基金会研发部顾问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A New Form of Capitalism”，有删改。

  


  野生动物友好认证：用消费的力量保护自然[1]


  作者：布兰登·凯姆


  译者：张超


  野生动物友好企业网络为保护亚洲象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范例。


  全世界有4万头亚洲象，其中10％生活在不丹与印度东北部边境沿线的丛林里。这一区域居住着数百万人口，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侵占动物的栖息地和迁徙路线，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该地区的茶叶种植园是野生动物的一大杀手：大象经过时会跌入排水沟，会因触碰漏电的栅栏而死亡，或因误食肥料而中毒。


  蒙大拿大学的生物学家莉萨·米尔斯曾于21世纪初在不丹开展工作，她首次关注到了种植园对保护大象所起的关键作用。“茶农们也要生存下去，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动物。茶农们会对你说，‘我们很乐意为保护大象做更多事情，但是我们利润微薄，需要更多的钱’。”


  2016年，米尔斯找到了野生动物友好企业网络（以下简称“动友网”）。当时，这家总部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主义者和企业家的集结地。动友网根据米尔斯的研究为该地区的茶农起草了保护大象指南，在2017年年初认证了第一批种植园，并与蒙大拿州的米苏拉湖茶叶公司签署了销售协议。现在，米苏拉湖茶叶公司的顾客可以选择购买经过动友网认证的“大象友好茶叶”。对于茶农们来说，保护大象已经嵌入了他们的商业模式中。


  除了大象之外，动友网总共保护了面积与宾州相仿的4.6万平方英里（约12万平方公里）栖息地上的30多个动物种群，其中包括哥斯达黎加的美洲豹、柬埔寨的巨鹮、马达加斯加的狐猴和菲律宾巴拉望的水巨蜥。动友网的认证体系与雨林联盟、公平贸易等可持续领域的认证体系不同。后者会将宣传重点放在生物多样性上，或将收益用于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而动友网则因其在野生动物领域的专业性而独树一帜。


  动友网的执行总监朱莉·斯坦说：“消费者在吃鸡肉沙拉的时候，不会去主动思考是否有只郊狼因此丧命，或者我身上穿的羊毛衫是否在加工过程中导致一只美洲狮中毒。这些问题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我们的目标是让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主流。”


  一种新形式的商标


  野生动物友好企业网络的前身是一家捕食类动物保护组织，成员是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一群希望与捕食类动物友善相处的农场主。2009年，动友网作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重新组建，并将成员范围从农场主扩大到了不希望自己经营的业务伤害到野生动物的任何人。


  许多环保认证体系的出台都旨在借助市场力量推动相关政策。根据生态标签指数（ecolabel index）的统计，尽管现行认证标识已猛增至464个，但它们大都关注家畜或农场动物，而不将受经营活动影响的野生动物纳入其中。提倡生物多样性的认证标识通常不会对物种细分，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海豚安全认证的金枪鱼，以及鸟类友好认证的咖啡，但动友网希望关注更多种类的动物。动友网董事会副总裁安·孔茨说：“过去还未曾有任何机构关注多种生物高度密集的地区，那里是濒危物种与人类共处的地方。”


  
    [image: ]

    亚洲象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天然林区之间使用茶园作为廊道

  


  认证体系的要求也往往过于宽泛。生物学家何塞·冈萨雷斯－玛雅说：“我们需要的是对我们所关注的具体物种有针对性的认证。”冈萨雷斯－玛雅曾帮助位于哥斯达黎加自然保护区之间的混农林廊道内的咖啡种植户起草“美洲豹友好认证”标准。其中有条款保护散养家畜的安全，从而使其避免美洲豹的捕食，而这恰恰是其他类型标识所缺少的重要细节。


  “大象友好认证”和“美洲豹友好认证”项目体现了动友网工作的共同主题：认证的场所大都集中在人类与动物活动都较活跃的、通常毗邻保护区的“在建生态园区”（working landscapes）之中。想要在这些地区成功地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就需要兼顾当地居民的生计。


  由米尔斯这样的科学家所设定的认证标准虽然是针对特定地域的，但也适用于其他地方。例如，米尔斯希望保护非洲象的机构也来参与建立认证体系。研究人员会在动友网的社群中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从而使得动友网的成效倍增，远超旗下5位雇员之所能。孔茨说：“我们的团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通过我们的网络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野生动物友善茶农认证等类型的认证需要第三方评测，因此费用高昂。例如有机认证可能需要花费几千美元，而某些森林认证甚至要上万美元。孔茨说：“这会把我们目标人群中的大多数拒之门外。”


  动友网在北美地区会派出训练有素的第三方认证人员走访牧场，而在其他地方则会安排自己的网络成员和当地的自然保护团体进行走访。动友网董事会主席兼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融资部主任雷伊·维克图里内解释说：“我们试图以更低廉的成本，建立一个尽量严格的系统，这样才能让更多的生产者参与其中。”


  业内将此称作高等第二方认证。阿德里安·特里夫斯是动友网的前董事会成员，也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与食肉动物共处实验室”的负责人。特里夫斯认为，第三方认证仍是最合理的。“消费者在监督产品生产过程时，需要更多的证据、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信赖。而当缺少第三方监督时，难免会出现走捷径的倾向。”


  不过，特里夫斯也承认第三方认证费用高昂的问题，而维克图里内坚持认为，高等第二方认证体系与第三方认证并无太大差异：地方自然保护团体十分敬业，它们特有的地域知识也能派上用场。米尔斯表示，她的大象友好认证团队成员包括从事大象保护工作的当地人和生物学家，后者提供了大象活动的监测信息，并帮助预测潜在的冲突点。孔茨引用一位来自大型第三方认证机构工作人员的评价，指出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实地情况缺乏了解，未必无懈可击。与之相比，动友网的做法可信度更高。


  动友网的价值


  虽然许多生产者可能单纯是因为喜欢动物而善待野生动物，但认证给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创收的机会：一些消费者会为野生动物友好认证产品支付更高价格。另一方面，生产者不经过动友网的正式认证也可以以动物友好之名自我营销。因此，动友网需要能提供超越经济动机的价值。


  除了生物保护学家，动友网也有可持续商业的专家及其他生产者。他们共享专业知识，并帮助网络成员共同解决从动物到供应链及与生产相关的各种问题。动友网也会在生产者、环保工作人员和采购者之间牵线搭桥。即使这些会谈并不带来实际的生意，但却是共享商业智慧的良机。例如，收购羊绒的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对纤维的细节偏好向农场主提供建议。在撮合这些交易时，动友网会谨慎地寻找耐心可靠的买方。孔茨表示，对生产者而言，稳定的关系甚至比更高的价格更重要。一些研究还发现，以财务作为激励的认证计划会疏离生产者，让他们觉得自尊被贬低。动友网以发展为导向的方法或将有助于缓解此种张力。


  动友网总监斯坦介绍说，随着动友网的成长，他们已经考虑将其拆分为两个部门：营利性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其中，前者专注于市场营销、供应链、销售和分销渠道。但是目前，这仍是个设想，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张网络。“我们希望能建立这样一种氛围：‘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想创业’或者‘我是一名时装设计师，想从一开始就让我的业务对野生动物是友好的。你可以帮我吗’？”


  回到大象友好认证茶叶的例子，早期的小订单带来随后的批发订单。米尔斯表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可能很快会以他们的茶叶作为其自有品牌饮料的原材料。


  当被问及大象友好认证的茶叶究竟是一种小众产品，还是可以大规模商品化的产品时，米尔斯说：“我认为扩大规模是可行的。了解茶叶背后故事的消费者越多，就会有越多人问‘我的茶叶是否伤害了大象’。”


  布兰登·凯姆（Brandon Keim）


  自由撰稿人，撰写与自然、动物和科学有关的文章，也是《鹬之眼：生物世界的故事》的作者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Look for the Wild Animal Label”，有删改。

  


  走出街区[1]


  作者：凯尔·考沃德


  译者：刘洋


  “我的街道·我的社区·我的城市”项目运用旅行的概念，鼓励芝加哥市老城区的低收入年轻人走出街区，探索他们所在城市的更多角落，找到归属感。


  如何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做一名“观光客”？许多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有着丰富的教育、经济和文化资源以及多元的人群与创意。但并非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这正是无数贫民聚集的老城区居民面临的现状。其中许多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对于芝加哥市低收入社区的年轻人来说，毒品、暴力和失业就是他们的日常。由于缺乏与更广阔的城市区域的连接，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发展机会和社会经济前景都会受到阻碍。


  贾马尔·科尔在芝加哥北部郊区的一个贫穷社区长大，他的家人中有的为黑帮做事。“我成长过程中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只想成为三种人：说唱歌手、篮球运动员和毒贩。你所渴望的、你能想到的，都取决于你的出身环境。”


  科尔从小就很聪慧且有社会责任感。但和社区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从青少年时期起便在街头混日子。不过，自从母亲把他送到车程30分钟开外的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另一所高中就读后，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毕业后，科尔搬回芝加哥，开始为库克区监狱的青少年囚犯提供志愿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芝加哥的市中心。


  “他们谈论的全部都是‘我们家那片如何如何’。”科尔回忆说。当被问及为何从不谈论他们的城市（芝加哥）时，这些年轻人回答说，他们从来没去过市中心，而且觉得不受欢迎。“那里没有黑人的生意。”


  从那时起，科尔便致力于借助旅游的力量来改变这些年轻人的观念。2013年，他创建了“我的街道·我的社区·我的城市”（以下简称“我的街道”）。该机构每月组织一次到城市不同区域的参观考察，让低收入青年能够与那些平常没机会见到的企业家、艺术家和社区活动家面对面地互动。这一类活动最终能让参与者（科尔称呼他们为“探险者”）去设想一种习以为常的社区环境以外的生活。


  一种全新的体验


  2001年从内布拉斯加的韦恩州立大学毕业后，科尔为了参与社会活动搬到了芝加哥南部。他白天在科技行业工作，利用所有空闲时间组织讨论如何鼓励低收入城区青年走出街区的设想。他还出版了3本书，记录青年赋权和社区发展的历程。通过“我的街道”项目，科尔能够像他母亲当年为他所做的那样给年轻人提供旅行的体验，实现想要帮助年轻人的梦想。


  科尔和一群志愿者一起组织参访活动，让低收入社区的青少年有机会和各式各样的人互动，见识不同的行业。志愿者下午3点开车去接下了课的学生。从4点左右开始的两小时，参与者与接待机构的专业人士见面。许多参访不只是讨论和对话，孩子们往往有机会获得一些令人兴奋的实践经验，例如尝试3D打印，或者制作模拟数字广告。参观结束后还安排了晚餐，许多年轻人是第一次尝试其他民族的美食，如委内瑞拉菜或埃塞俄比亚菜。晚上8点到9点30分之间，每个学生都会被送回家中。接待机构只需500美元就可以为15名学生主办一次访问。其他款项来自10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的个人捐款资助。


  该计划目前服务芝加哥市77个官方指定社区中4个社区的青少年。这4个社区都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参加者通过学校和非营利组织的渠道被招募进来，再根据学校工作人员的推荐入选。


  在参与该项目之前，只有不到一半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感觉对这座城市有归属感，在自己居住社区之外的地方感到自在，并且愿意独自去探访城市更多的地方。参与该项目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对城市产生了归属感，更有可能去独自探索。所有参与者都说他们在其他街区感觉比以往更舒服了。


  诺亚·哈克沃思说，参与“我的街道”项目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与他在城市南边长大的日常经历完全不同。“我的一些朋友从未去过市中心，让他们不安的不是没去过，而是怎么能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而不丢掉性命？”


  哈克沃思称自己与当地企业家互动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还有打篮球之外的职业道路。而在此之前，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消耗在了打篮球上。今天，这位21岁的年轻人正在学习成为一名体育教练，并在闲暇时间学习数字营销和投资。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企业家。


  出行的障碍


  多种研究表明，旅行无论是对提升心理状态还是对增强创造力都有好处。“我的街道”项目汲取这些发现，并将其运用在更接地气的项目设计之中。


  戴维·斯隆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规划和人群健康差异[2]。他说：“当人们感到被困在一个街区时，压力水平就会上升。特别是当这个社区还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时，社区居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利用整个社区的资源，更不想去其他地方，因为他们觉得必须待在家里。”


  公共交通系统的匮乏也会妨碍老城区居民的出行，从而降低他们过上有品质生活的能力。2015年纽约大学瓦格纳学院鲁丁交通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纽约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低薪酬和高失业率与这些区域缺少公共交通设施有关。


  塔米卡·巴特勒是洛杉矶邻里土地信托基金会执行董事，公平交通权益的倡导者。她指出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故意把低收入有色人种隔离的政策和做法。“年轻人因为城市中心地带的高档化而被迫搬迁，被推向大都市的边缘，无法获得公共交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去市中心工作？”


  奧拉通吉·奥北·里德是芝加哥推动出行平等权益的知名社会活动家。他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平等城市”（Equiticity），以改善少数族裔社区的公共交通状况。“当走出家门，你应该能够选择你想要的出行方式。但现在芝加哥和全美其他城市的黑色、棕色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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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街道·我的社区·我的城市”项目的参与者在芝加哥观看美国墨西哥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惠乔尔部落珠艺展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和从业者质疑这种旅行的价值。迪安娜·麦卡利－谢尔曼是芝加哥真星基金会（True Star Foundation）的创始人，该组织主要向少数族裔青年传授媒体技能。她认同孩子们应该更多地走出他们居住的社区。但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获取社区内的资源，并且懂得他们所在社区的价值和重要性。


  来自东北伊利诺伊大学老城区研究的助理教授基亚·巴登表示，应该以享有共通的经验为前提，去设计与其他人群、文化和想法的接触体验，并把这些新的经验带回家。“旅行可以被诠释为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孩子也有责任成为社区变革的推动者。”


  与“我的街道”有密切合作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艾伦·林顿评价说：“目前这个项目影响不错。但运营规模依然很小，相对花费的时间较多，而且是有意为之。更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协助可以减轻科尔的压力，这有助于长期计划的制订。”


  “我的街道”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和企业。项目正在积极发展当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作为补充。2018年，“我的街道”项目的预算大约为50万美元。科尔说，他希望扩大规模，并将其覆盖范围扩展到其他中西部城市，最终让“我的街道”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


  科尔还希望把参访范围扩大到芝加哥之外的其他地方，来吸引潜在的学生探险家。在一次组团旅行中，他们带学生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还带学生们去密歇根州的麦基诺岛游览。2018年夏天，该组织带领15名参与者前往加纳旅行11天，目的是让学生们知道，那些和他们看起来很像的人在世界其他地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


  谈到这次旅行，科尔说：“这群孩子因为在城市中被孤立而产生了许多狭隘观念。我希望他们能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思考。”


  凯尔·考沃德（Kyle Coward）


  常驻芝加哥的行为健康顾问和自由撰稿人，曾为《根》《芝加哥论坛报》《喷气机》《大西洋月刊》供稿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Beyond the Block”，有删改。

  


  
    [2]人群健康差异是指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差异。与其他人群相比，某一人群某些疾病的发病率更高，死亡人数更多。这些人群可能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所处地理位置、收入水平等维度划分。——译者注

  


  社会变革新方法


  为部落艺术开创新市场[1]


  作者：克里斯汀·王


  译者：刘洋


  根工作室通过对土著设计的数字化加工，让部落艺术家及其所在社区与全球经济体接轨，在创收的同时保护了文化传统。


  37岁的普希亚姆住在印度中部中央邦的农村，靠捕鱼、种田、放牛为生。2009年，她的丈夫，一位冈德部落的土著艺术家意外离世。普希亚姆突然要独自承担起照顾双方父母和两个孩子的重任。她回忆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开始翻看丈夫留下的艺术创作和绘画作品。”


  之后的5年，同样有着冈德部落血统的普希亚姆传承了丈夫的创作手法，在布料、瓦罐和木头以及画布上作画。冈德部落的艺术擅长以粗重的轮廓和细致的笔触描绘光怪陆离的动物。然而，美国人瑞贝卡·许在2011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了解城市化进程时，注意到这门艺术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多少收益。


  瑞贝卡说：“在城里打工获得的收入比种地多。这里和印度其他农村地区一样，都面临着去城市务工的压力。”耕地和养殖是部落传统收入的主要来源。


  瑞贝卡在中央邦居住期间发现，当地部落的居民在向城市环境过渡的过程中有诸多不适应。她还注意到，那里的孩子展现出了许多艺术天赋和创造力。瑞贝卡认为正是因为当地儿童没有机会接触批量生产的玩具和游戏，才培育了这些超乎寻常的特质。她想要找到可以为部落艺术带来更多价值的方法，让村民在自己的家园过上更好的生活。


  于是在2015年，瑞贝卡创立了根工作室。这家工作室与当地艺术家合作，在村庄建立数字扫描站，把他们的设计在衣服、枕头和文具等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呈现。目前，这家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驻扎在印度、约旦和美国。


  瑞贝卡指出：“全球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创意人士来自充满活力的乡村社区，但这些社区缺乏互联网基础设施。我们希望把他们与320亿美元的艺术品、装饰品和零售许可证市场连接。”


  到目前为止，根工作室已经与来自8个印度部落社区以及中东地区的1600名艺术家（以也门和叙利亚难民艺术家为主）合作，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巴拿马开展了试点项目。根工作室在官网上销售展现艺术家作品的印刷品、家居用品和纸制品，但工作室的主要业务是面向企业的艺术家设计授权，授权期限为2～5年。


  根工作室支付给艺术家的报酬要比艺术家在村里卖画的收入平均高出5倍。瑞贝卡介绍说，一般情况下，艺术家获得收入的75％，艺术家所在村庄获得收入的25％，不过具体的比例根据每个社区的紧密程度而定。村庄决策者（可以是村委会或其他组织形式）决定如何花这笔钱，条件是必须惠及全村，此外不得用于酗酒。根工作室自2017年12月成立至今，尚未确定从授权协议的收益中收取多少份额，但是工作室会从中抽取一部分用于工作室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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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维斯考特评价说：“像中央邦这样的印度偏远部落地区通常保存着非凡的工艺和艺术传统。如果当地艺术家看到他们的作品更具价值，就会减少向城市流动的压力，并同时更好地传承传统工艺。”维斯考特教授主要研究南亚的供水系统以及规划与设计。


  至于本文开头提到的普希亚姆，她希望根工作室能够帮助像她这样的冈德部落艺术家继续从事喜欢的工作，将他们的作品展现给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的25幅作品已经通过根工作室以印刷品的形式出售。其中一幅画描绘了3只有图案点缀的鸟，与苹果绿、浅粉色、橙色和薰衣草的鲜艳背景相映成趣。3只鸟的喙轻轻相碰，散发着活力和情趣。“部落艺术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通过每日练习来赞美它。”普希亚姆说，“希望我们的传统艺术和艺术家能得到同样的尊重。”


  克里斯汀·王（Kristine Wong）


  常驻美国旧金山湾区记者，报道能源、环境、食品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是英美版《卫报》、《摩登农夫》、《塞拉俱乐部》杂志、《国民饮食》等出版物的撰稿人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Creating New Markets for Tribal Art”，有删改。

  


  灌溉创新[1]


  作者：段思齐


  译者：刘洋


  荷兰阿丘斯塔公司开发的巴沙泵旨在为农业灌溉提供零燃油、零电力、零温室气体排放的供水方式。


  灌溉农业占据了全世界淡水消耗的绝大部分。淡水的获取是许多农村地区粮食可持续生产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


  大多数水泵主要依赖电力、天然气或太阳能工作，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农村地区无法获取这些能源。普拉塔普·塔帕是一家灌溉创新领域的创业公司阿丘斯塔（aQysta）的联合创始人。塔帕说：“由于缺乏经济有效的替代方案，农民每天必须花上好几个小时运水，否则只能依靠雨水。”他们每年只能种植一季（而不是四季），收入受到严重限制。


  总部位于荷兰的阿丘斯塔试图用巴沙泵（Barsha代表雨）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巴沙泵能够为农业灌溉供水，无须消耗燃油、电力，既没有操作成本，也不会排放温室气体。阿丘斯塔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伦纳特·波尔德曼、弗雷德·亨尼和塔帕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同窗，他们都是工程师。


  巴沙泵是一种螺旋泵，由盘管组成两个垂直的圆盘，部分浸没在流动的河水中。叶片位于这两个圆盘之间，迎向水流。河流带动圆盘旋转，将水舀进螺旋管，最后流入灌溉管道和农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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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水力驱动的泵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据报道，螺旋泵发明于1746年，当时是为了向苏黎世郊外的一个染料工程供水。佳日·沙阿曾担任阿丘斯塔公司的工程师，他正在攻读流体力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介绍说，当时由于缺乏轻质材料，螺旋泵效率不高，而阿丘斯塔的巴沙泵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让它漂浮在流动的河水上。这种新模型既耐用又高效，每天最大流量为43000升，能够灌溉约5英亩（约30亩）土地。


  尼泊尔是巴沙泵使用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截至2015年，尼泊尔92％的农村人口可以喝到饮用水，但为2900万人生产足够的粮食仍然困难重重。目前，尼泊尔68％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创造了该国34％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依然不够。尼泊尔5岁以下儿童中有36％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因此，提高国家农业生产力是首要问题，灌溉的创新为此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


  尼泊尔的河流源于冰川，河水沿山坡高速流向易发洪水的山谷。据沙阿介绍，河流的冲力可以让泵启动，这是理想的水流模型。经过第一批试验后，阿丘斯塔在设计上改用了更轻质的材料，使泵在流速较缓和地形较平坦的条件下也能工作。


  对于居住在尼泊尔拉特梅特村的农民考特里而言，巴沙泵简直是天赐之物，全天候不间断的水流在2017年干旱期间拯救了考特里的水稻苗圃。他现在用水来养牛，并开始种菜。


  农户以及支持他们的农村组织、政府机构购买水泵的前期投资大约在1000至2000美元之间，价格差异取决于不同的模型。塔帕声称，用户可以在两年内实现收支平衡。但让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仍是一个挑战。阿丘斯塔的现有客户大部分是小农户，他们对价格高度敏感。因此，公司计划采用印度和中国更低成本的供应商，目标是到2019年将产品成本降低50％。


  阿丘斯塔的目标是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投入使用1000台泵。他们通过与当地经销商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共有221台泵在13个国家和地区运行，其中包括在尼泊尔的170台，另外一些泵在巴拿马、西班牙、土耳其和赞比亚等地。


  构造简单的泵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盘管捕获过多空气，水泵就无法在灌溉系统中正常工作。阿丘斯塔正在努力弥补这一缺陷，以适应不同社区的需求。例如，在西班牙安装水泵的过程中，沙阿和他的团队增加了通风口和阀门来排除滞留空气。随着阿丘斯塔在不同地区的规模化，这种定制化方式至关重要。


  段思齐（Noël Duan）


  作家、编辑和研究员，常年居于旧金山和纽约市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Irrigation Innovation”，有删改。

  


  区块链能拯救新闻媒体吗？[1]


  作者：科里·宾斯


  译者：刘洋


  Civil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由加密货币[2]资助的新闻平台，旨在保护记者的同时，重建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


  当比特币在2017年创下19300美元市值之时，记者玛丽亚·布斯蒂略斯正在为加密货币的使用另辟蹊径。比特币所运用的区块链技术可确保其数据记录不被篡改，避免被广告商或者大企业的意志所左右。布斯蒂略斯曾为《纽约客》等其他著名出版物撰稿，她目睹了同事的文章因为谷歌广告模型的盛行而从搜索结果页面上消失。她自己也曾因为数字服务器迁移所留下的空白站点和非正式链接存档而遭遇过“链接无效”。还有比这些更糟糕的，例如哥谭镇[3]人（Gothamist）和信息DNA（DNAInfo）的前老板乔·里基茨在其新闻编辑部成立工会一周后，抹去了全部数字出版物。


  由布斯蒂略斯担任主编的新闻网站“人群”（Popula）即将问世。“我们现在的总统（特朗普）把新闻界称为‘敌人’，对我而言，花时间做一切能保证新闻自由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


  布斯蒂略斯是加入Civil新闻平台的众多顶级记者之一。Civil 2018年春天基于区块链技术启动，并由加密货币资助。我们可以把区块链理解为一个保护信息、维持永久记录的巨型计算机网络。该技术有望保护记者避开审查制度和知识产权纠纷。它为读者提供无法被撤回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通过增补进行更正但无法被抹去。


  Civil获得了来自著名区块链技术开发公司康森赛思（ConsenSys）的500万美元投资，但它的目标是让读者以美元、比特币或其他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平台上的记者。布斯蒂略斯已经雇用了8名专职记者和艺术家，同时还在聘请自由撰稿人。与Civil网站上的所有新闻编辑部一样，她必须购买Civil的加密货币股份，而且将用CVL代币支付员工薪水。


  此外，Civil会建立一个社区治理体系，让读者可以直接公开支持或挑战记者的工作。通过持有固定供应量的CVL代币进行投票，读者可以在平台的自我治理中拥有所有权和影响力。“我们将只对读者负责，成败由他们说了算。”布斯蒂略斯说。


  Civil平台的另一个目标是提倡媒体素养。它会对每篇文章的“可信度指标”做视觉呈现，详细展示某个故事所投入（或者没有投入）的关键信息，例如原创报道、引用、文献等。Civil的首席执行官马修·伊利斯说：“通过创建一个致力于提升新闻伦理的生态系统，向更多人证明平台的内容以及内容生产者的实际工作方式是符合伦理的，我们就能够从中创造出不同的价值。”


  伊利斯招募了布斯蒂略斯、“高客传媒”（Gawker）和“死旋”（Deadspin）运动网站的前编辑汤姆·斯科卡以及其他资深记者，在Civil上推出了一个非营利新闻网络。他希望网络能够推动地方、国际新闻和政策类报道以及调查报道。这类报道在过去20年的经济压力下有所下降，但能够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Civil将会资助“人群”新闻工作室，专注于社会和政治评论的《每日沉思》（Hmm Daily），致力于揭发丑闻、暴露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淤泥报》（The Sludge）。此外，由信息DNA前记者在平台上联手推出的芝加哥街道俱乐部（Block Club Chicago），还通过众筹平台Kickstarter获得了额外资助。


  “迪维计划”（Divi Project）是一家致力于加密货币公众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麦凯布说：“Civil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改变目前加密领域投机风和淘金热盛行的项目。”不过，他担心Civil会面临的风险是一些用户的不良行为，即通过出售喜欢、赞扬和评论来赚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伊利斯计划鼓励读者挑战他们认为不符合伦理规范、与机构章程相背离的报道。社区会就此进行投票，抓住不良分子的一方可以赢得CVL代币。独立于Civil传媒公司的第三方理事会处理上诉事件。


  加密货币仍然面临着大众接纳的问题。读者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货币付费阅读，只有那些想要支持和反对报道，并参与投票的人需要购买CVL代币。Civil新闻平台和CVL加密货币都将基于以太坊网络的开源程序，麦凯布认为其价格太高且经常发生网络拥堵。2018年晚些时候的更新可能会缓解这些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麦凯布认为Civil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说：“像我这样对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充满热情的人真心希望看到Civil能获得成功。”


  科里•宾斯（Corey Bins）


  北加利福尼亚州新闻工作者，撰写有关科学、健康和社会革新的报道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Journalism’s Savior?”有删改。

  


  
    [2]加密货币：一种数字货币，其中使用加密技术来产生和调节货币单位并验证资金转移，它独立于中央银行运作。——译者注，下同

  


  
    [3]Gothamist是纽约市的别称，音译为哥谭镇。

  


  编写成功的代码[1]


  作者：费斯图斯·伊佑拉


  译者：刘洋


  “女孩编程”是由珍珠非洲基金会运营的课后和周末免费课程。这个项目想要创造一条摆脱贫困的通路，帮助学生们进入尼日利亚由男性主导的技术领域。


  沙伦·奥克珀是一个贫民窟出生的17岁女孩。她的父亲是一名渔夫，母亲靠卖烤鱼维持生计。马哥科是尼日利亚拉各斯市臭名昭著的贫民窟，那里的棚户隔空建在漆黑刺鼻的水面上。在马哥科出生的青少年，特别是像奥克珀这样的女孩，几乎没有任何职业选择和发展机会。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尼日利亚学校男女生的比例是2：1，在有些州甚至是3：1。能进入高中的女孩许多最后成为学徒工或者怀孕。童婚率高是女孩就业的另一个障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17％的女孩在15岁前结婚，43％在18岁前结婚。


  不过，奥克珀正在通过参加“女孩编程”（Girls Coding）项目重新定义自己的未来。“女孩编程”是一个免费的课后和周末培训项目。这是珍珠非洲基金会（Pearls Africa Foundation）运作的一个项目，该基金会位于被称为“尼日利亚硅谷”的雅巴。在尼日利亚，编程教育往往局限于男性、男孩和极少数家境富裕的女孩。“女孩编程”试图扭转这种情况，向贫困女孩、孤儿院、惩教所以及那些因为博科圣地（Boke Haram）武装组织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伸出援手。


  
    [image: ]

    17岁的沙伦·奥克珀（左）参加了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由珍珠非洲基金会开办的课后计划“女孩编程”项目

  


  该组织在尼日利亚的4个州设有培训中心。10岁到17岁的女孩利用放学后和每个周六以及学校假期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HTML（超文本标示语言）、CSS（层叠样式表）和Scratch（一个点击拖放式游戏开发平台）进行编程。


  珍珠非洲基金会由阿贾伊－阿金弗洛林于2012年创办，致力于提升尼日利亚女孩的发展机遇。身为尼日利亚女性，又有着成功的科技从业经历的她于2015年11月推出了“女孩编程”项目。她想缩小尼日利亚科技产业中的性别鸿沟，为处在弱势的尼日利亚女孩提供更好的生活。珍珠非洲基金会现有3名全职员工和15名志愿者，至今已为200多名女孩提供了包括学习编程、用户界面设计和动画制作在内的培训项目。该基金会还为女孩提供首饰制作、烘焙、时装设计以及保健方面的职业培训。


  阿贾伊－阿金弗洛林访问了马哥科贫民窟，找出在政府学校上学的弱势女孩，奥克珀就是其中之一。奥克珀开始参与“女孩编程”，在社区附近的一节雅巴编程课上，她说：“学校只教我们计算机理论，但是这里免费教我理论和实践技能。”


  阿贾伊－阿金弗洛林说，“女孩编程”计划给学生带来的回报是多方面的。“编程所需的批判性思维改变了她们的思维方式。”她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拥有一个经济独立的未来”充满信心。珍珠非洲基金会的女性实验室把中产阶层白领女性与上完高中的女学生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一创新中心，6名女孩有了在IT公司实习的机会。


  艾斯和·奥斯诺克是一位专业通信咨询顾问，在拉各斯的“女孩编程”担任志愿者。她说，该计划帮助女孩学习和追求更远大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计划，“她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怀孕、辍学或者在其他可能遭遇的不幸之中迷失自己。但现在她们有梦想并正在为之努力”。


  奥克珀用了三年时间学习编程基础，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电子商务网站。通过这个网站，拉各斯人可以直接向她所在社区的渔民订购新鲜的鱼。她希望这样的平台能够为渔民带来足够的利润，帮助他们购买更大的独木舟和渔网。


  我们到培训班参观时，看到一群身着校服的女孩正专注于编程练习，而另一些女孩，包括奥克珀在内，正在努力开发个人项目。


  奥克珀期望自己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功。“我希望去追求和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说，“也希望今年能完成网站制作。”她想2019年到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科学，并且梦想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费斯图斯·伊佑拉（Festus Iyorah）


  尼日利亚自由撰稿人，主要报道全球健康、冲突、社会创新、技术和发展领域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e Code For Success”，有删改。

  


  观点荟萃


  对大奖赛的战略性思考[1]


  作者：查理·布朗


  罗伯特·Q.本尼迪克特


  译者：张琪茜


  社交媒体让举办大奖赛越来越容易了。然而，很少有主办方仔细思考过，除了颁奖之外还能实现什么。


  举办大奖赛对很多社会组织来说几乎成了一项规定动作。但办大赛的目的是什么、能带来何种价值，以及花费多少成本等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在各方观点不一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指导方针可以帮助组织者决定一个大奖赛是否值得举办？


  我们有数十年与基金会、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设计、举办大奖赛的经验。通过对其他机构举办的数十场大奖赛的了解，我们发现它们和我们一样，也在办赛的过程中出现失策。虽然组织大奖赛背后的动机各不相同，但大致不外乎两类：一是推广，旨在提高某个组织或某个问题领域的知名度继而造势；二是颠覆，旨在激励创新，发现新的解决方案或者彻底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系统。


  一些主办方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只是用大奖赛的方式来寻找实施方案的最佳合作伙伴。这更像是公开征集项目建议书，而不是寻求新的创意。我们将这种方式归为推广类。另外很大一部分以推广为目的的比赛实质上是一种营销宣传，为将来的品牌定位、项目资助和项目活动打下基础。相比而言，颠覆类比赛试图吸引高精专家，从专业前沿领域汲取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处理存在已久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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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动机都是合理且有意义的。不过，各种大赛都声称自己有创新性和颠覆性，以此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希望能在众多大赛中脱颖而出。然而，项目推广、颠覆和创新，三者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把不同的目标混为一谈的做法有潜在的风险，而且可能导致组织所采用的策略与自身的需求相悖。举例来说，如果把推广活动宣传成创新大赛就有可能让参赛者大失所望：他们往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期待着自己或其他有力选手的创意可以被真正落实。


  找到与举办大赛的目标相匹配的策略或许是组织者们最重要，却最易忽视的任务。不匹配不仅会影响大赛的效果，更会破坏组织者和参赛者之间的信任，削弱组织者的公信力。


  举办大赛变得越来越容易


  举办大奖赛在21世纪初曾经是一项高成本、高投入的劳神事。大型竞赛的会务经常令人焦头烂额，工作人员需要招募参赛者，然后一对一指导他们走完复杂的申请程序。如果是全球挑战赛，所有工作都要以多语种进行。由于组织者的负担太重，这类大奖赛相对较少，通常仅限于围绕主办方无法自行解决的棘手问题展开。


  社交媒体改变了这种状况。截至2010年，随着脸书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任何人都能以各种理由近乎零成本地集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支持者。有时，如果目标是鼓舞人心，而非找到解决方案，社交媒体上的社群甚至可以取代大赛。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了Context Partners。这是一家咨询公司，专注于帮助非营利组织提升其主要支持者对一个品牌或一项公益事业的黏度。今天，大赛会务组织所使用的数字平台仍然需要运用复杂的专业编程知识、娴熟的交互设计和传达设计，但参赛者的招募已经大大简化。


  大赛会务管理的第二次飞跃大约发生在2013年。当时的科技行业给赛事设计带来了现成的高质量软件解决方案。比如为赛事组织提供管理服务的共同资源（Common Pool），或者像卡格尔（Kaggle）一类的数据科学应用平台都极大地简化了赛事设计的技术设置、信息沟通和组织管理，同时还可实现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定制。


  对许多雄心勃勃的赛事组织者来说，这些工具代表了一个重大飞跃。比如你的机构想办一场提高公众意识或吸引捐款人的大赛，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接触目标参与者的渠道，并且有内部人员来招募和评估数百个参赛作品，那么举办大赛几乎不需借助任何外力。因为现代数字服务已经承担起了曾经需要耗费50万美元的高度定制化任务，并将其精简为一项成本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且只需两到三名兼职人员即可运行的项目。如果设计合理，这些旨在提高公众意识或寻找合作伙伴的大赛可以极富价值，它们所带来的可见度比投入同等资源的传统营销活动更高。


  举办大赛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办大赛潮已经催生了一种不当激励：太多机构都争先恐后地举办比赛，而没有仔细考虑除了颁奖之外还能实现什么。许多大赛宣称寻求“改变世界的创意”，却仅投入一次性宣导活动的资源。主办方和参赛者对于参赛价值方面的付出和需求存在显著错位。


  举办大奖赛的四条建议


  如何让大奖赛物有所值？以下是四条建议。


  第一，明确举办大赛要去解决或者想要赢得关注的问题，这么一来现成的大赛管理工具就能真正发挥作用。点击卡格尔的网站查看大赛列表，你能看到“肺癌早期发现的改善策略”“帮助卫星识别船只和冰山”“根据极端天气数据预测每小时的降雨”等挑战赛。围绕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可以成立一个目标明确的项目团队。卡格尔已经有一个由统计师和数据科学家组成的活跃社群对参加这种类型的竞赛跃跃欲试。但是，如果你关注的领域更笼统或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类似“重新思考世界城市”或“改善非洲的教育”），或者你还没有一个潜在参与者的社区的话，我们的经验表明，你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到社群的组织与管理中，才能找到能有贡献的参与者。


  第二，在启动大赛之前，首先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倾听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常常被忽视的步骤，主办方往往急于开始制定大赛机制。倾听来自潜在参赛者的意见可以帮助主办方发现新的需求，制定能增进参与度的机制，避免重蹈过往类似比赛的覆辙。例如，奈特基金会希望以黑人男性为对象办一个大赛，挖掘他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潜力。通过与底特律和费城的社会活动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基金会了解到，他们的目标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面对高风险的竞争压力，因此不想参与更多的挑战，而是希望增进社群联结度，分享他们已经在做的创新工作。奈特基金会把大赛设计从奖励“最佳”转为以案例故事为主的同伴提名奖。这一新推出的奖项非常成功，最后成长为奈特基金会旗下的一个会员组织——社区建设者网络BMe社区，致力于分享和激励积极的社会贡献。


  第三，发挥优势。如果一个特定领域的比赛能够满足该领域的需求，就能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关注。即便是行业新手，组织者作为召集人也能获得信任。例如，由《星际迷航》的制片人基恩·罗登贝瑞的儿子创建的罗登贝瑞基金会（Roddenberry Foundation）将机构使命定位为“大胆前行”，这是一个乐观、包容但又模糊的观念。2016年，在《星际迷航》电视剧系列开播50周年之际，罗登贝瑞奖正式推出。这一奖项提出的“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解决方案”仍然吸引了包括星际迷航粉丝在内的众多优秀参赛者。这其中不乏科技孵化器和学术机构。这些做法有助于提升基金会的形象和效益，该基金会被“快公司”（Fast Company）称作“最具创新性”的组织之一。


  第四，延伸大奖赛的价值。几乎所有组织都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人际网络，而一个现成的大赛本身不大可能推动这一目标。数字化服务有助于瞄准线上社群、创建网站、宣传大赛并管理参赛者，但并不能发展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这正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所必需的。例如，印度尼西亚泥炭奖（Indonesian Peat Prize）是一项奖励改进资源测绘技术的创新奖。这一奖项最有价值的成果并不是某项技术创新，而是建立了一个研究人员、技术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强大网络，让他们持续合作来解决印尼的自然资源问题。


  同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全球100个韧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奖旨在聚集在提高城市恢复力领域有所贡献的世界领袖和最佳实践，不仅寻找具体的创意，更重要的是找到跨部门合作的伙伴。通过该奖项，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超过14500人的实践社区，这个网络之大远远超过了最初的100个获奖城市。


  实现机构的使命需要的不仅仅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还要让大奖赛参赛者成为长期的合作者。这会对大赛的组织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从大赛的名称到公布的场合、获胜者名单，再到奖项颁发后与参赛者的个人关系维护。要知道，你正在建立一个社区，而不仅仅是办一场大赛。对此，目前还没有哪一款软件能够比鲜活的人做得更好。


  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


  咨询公司Context Partners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罗伯特·Q.本尼迪克特（Robert Q. Benedict）


  Context Partners的共同创始人和高级策略师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Prize Hosting”，有删改。

  


  家庭清洁能源势在必行[1]


  作者：托马斯·马特


  译者：刘韵


  贫困及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急需清洁能源，包括家庭使用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化石燃料。


  清洁的空气和安全的饮用水一样，对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拥有健康的室内空气的前提是清洁现代的家用能源。虽然这对富裕国家的几代居民来说几乎都不是问题，但在全世界的中低收入国家中，依然有数十亿人口依靠有污染的燃料来烹饪、取暖和照明。这些有害健康的燃料包括煤炭、木材、木炭、其他生物质燃料及煤油。据估算，全球每年约有290万人死于家庭煤烟污染，这远远超过了因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而成的死亡人数。


  家庭空气污染是全球健康领域的重大问题。我们理应立刻采取行动，然而目前全球针对扩大清洁家用能源的投资远远不够。虽然从2011年到2016年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投资超过了3000亿美元，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另一组数字：2002年至2015年间，20个对清洁家用能源有高需求的国家投入到相关燃料和技术的资金只有6亿美元。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缺少清洁烹饪能源人口的八成左右。如果我们要在2030年实现普及清洁家庭用能的目标，那么每年大约需要投入44亿美元，而过去的投资连这一数字的1％都未达到。目前全球范围内仍然有大约30亿人依靠固体燃料烹饪，且这一数字近几年并未降低。


  我们需要调动政府、商业和慈善部门的资源。在此，我提出三条可以用来指导资源分配决策的原则。第一，在选择家用能源解决方案时，应主要考虑它在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福祉上的潜力。那些没有使用家庭清洁能源的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贫穷或中低收入国家。第二，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化石燃料在气候及其他环境影响方面都比新能源差，而应该对燃料导致的所有污染物的排放及封存地表覆盖物的碳流失开展实际的生命周期分析，客观地评估包括化石燃料、生物质燃料和生物燃料在内的所有能源选项。第三，利用发展金融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补贴，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推广那些对健康更加有益的、切实可行且可规模化的能源解决方案。


  基于这些原则，开发液化天然气（LPG）应该成为短期内减少家庭空气污染的核心策略之一。而对固体生物燃料解决方案的投资，应仅限于那些无法快速、大规模推广更清洁的燃料和技术的地区。


  液化天然气的优势


  改进型生物质炉灶的开发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有害污染物的排放，但是这一策略对于降低使用固体燃料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并不奏效。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迄今为止所开发的改进型炉灶还不符合健康排放标准。只有电炉或使用液化石油气、沼气、管道天然气和乙醇等清洁燃料的炉灶排放量才足够低，可以防止家庭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危害。然而由于维护保养不到位，且燃料的质量和水分不同，实际家庭使用时的排放量比起在实验室可控条件下，选用性能优异的燃料所测得的排放量通常要高出许多。


  为了保护环境免受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等其他威胁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像木材这样潜在的可再生燃料要优于液化石油气。但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严重依赖木材作为燃料的国家中，许多生物质燃料，甚至可以说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而且它们也不一定比化石燃料的碳排放更低。可以肯定的是，在能用上负担得起的现代清洁能源之前，为了减少木材的使用量，一些社区的居民仍然要依赖改进型生物质炉灶作为过渡性解决方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着力在任何可行的地区提供更清洁的家用能源解决方案。


  液化天然气的另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是适合快速大规模推广。液化天然气易于运输和储存，而且全球供应充足。与改进型生物质炉灶不同，液化气的炉灶通常简单可靠，且燃料质量比生物质燃料更稳定。此外，使用液化气可以大幅减少烹饪时间，避免主妇们为了寻找木材或其他燃料来源花费太多时间，甚至会面临一些安全风险。


  未来10年，不论是电网还是低碳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都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激增的能源总体需求，这也包括对清洁家用能源的需求。相比之下，液化天然气在有30亿用户的全球市场有明显的可扩展性，其迅速推广的可行性也在近期得到了证明。例如，从2007年至2012年，印度尼西亚仅用了5年时间就让4000万户家庭从使用煤油改用液化天然气。印度正在开展一项雄心勃勃的推广计划，目标是在三年内向6000万贫困家庭，约3亿人口提供液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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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在向未来低碳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液化气都是现代清洁家用能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全球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会加快液化气的普及速度。对于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层人口而言，他们即使已经用上了现代化的能源，也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采取行动，改善周围的空气质量。他们可以成为推广清洁家用能源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规划一个更健康的未来


  要想快速、高效地推广液化天然气，规划、政策和投资都要到位。在可持续地扩大液化气的使用上，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及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前者往往涉及不稳定的燃料供应、前期的高成本和安全隐患，这些都会对液化气作为清洁燃料的持续使用造成障碍。一些成功的经验涉及国家层面的规划和政府部门、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参与，并且需要新增的或扩大的国家级液化气市场供应链，规模化地为家家户户提供安全、可靠、经济且可持续的液化天然气。这些国家级供应链包括进口终端、燃料储藏网络以及气瓶灌装和配送网络。最后一点，积累最佳实践经验、形成完善的政策和贯彻良好的监管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通过有效的消费者教育，可以鼓励居民安全、长期地使用液化气。在某些地区，仍然需要通过补贴、移动支付和融资机制等手段，来支持极低收入的消费者购买炉灶和燃料。


  对于大量人口仍然依赖固体燃料的中低收入国家，短期内不必也不应为了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放缓包括液化气在内的扩大清洁家用能源使用的进程。对于许多渴望扩大液化气接入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开发性金融的供不应求是加快这一发展进程的障碍之一。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建立的机制无法支持使用液化气或其他化石燃料来取代生物质燃料的项目。私募融资咨询网络（Private Financing Advisory Network）是一家有影响力的清洁能源投资咨询机构，正与UNFCCC开展合作，酝酿几个生物质燃料项目，但没有一个与液化气或其他清洁家用能源解决方案有关。目前还没有大额慈善资金为解决这一紧迫的问题而填补空白。


  环保倡导者对资金分配的影响举足轻重。一些环保组织过分简化了能源政策的可选方案，反对一切基于化石燃料的解决办法，而支持那些含义模糊的“清洁”或“可再生能源”方案。他们声称这类方案易于快速规模化，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各种化石燃料对健康和气候的影响差异显著，而一些非化石的生物燃料对人类健康和气候造成的危害比某些化石燃料更大。相比之下，另一些环保组织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场，它们反对继续使用煤炭，同时认可在有应对措施来减轻对环境影响的前提下，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在向真正的低碳、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阶段所起的作用。


  清洁家用能源的快速增长可以为获取巨大的健康效益提供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政府卫生部门应该与能源、环境及财政部门合作，确保在制订能源政策和规划时，将健康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关注公共卫生、人权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倡导者和资助方也应该采取行动，支持政府避免由家庭污染造成的累积性健康损害，同时在现有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森林砍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大对技术援助、基础设施和市场改革的投资，以加速普及更为清洁的能源和燃料。


  托马斯·马特（Thomas Matte）


  卫健策略（Vital Strategies）环境健康部门副总裁。卫健策略是一家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非营利组织、发展类组织及商业部门合作，针对中低收入国家实施循证式公共卫生举措，强化公共卫生系统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e Moral Imperative of Clean Household Energy”，有删改。

  


  研究


  如何应对混合型组织的内部张力[1]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黄伟鸿


  社会企业必须处理好实现社会目标和赢利目标之间的张力，避免走偏。


  一个组织如何在坚持社会使命的同时实现赢利？尽管有部分社会企业成功地将两者融为一体，但更多社会企业不是一边倒，就是彻底失败。


  康奈尔大学的玛丽亚·贝沙罗夫和特拉华大学的温迪·史密斯为此进行了一项为期十年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是一家名为数字鸿沟数据公司（Digital Divide Data，简称DDD）的社会企业。自2001年成立至今，DDD持续蓬勃发展了近20年。它将营利性业务与帮助柬埔寨和其他贫穷国家的贫困农民学习信息技术、获得工作机会的使命结合在一起。DDD之所以能够在实现社会使命和赢利这两个迥异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是因为采取了被贝沙罗夫和史密斯称为“护栏”和“矛盾框架”的两种方法。


  “护栏”是指机构领导者在整合机构的双重使命时，能够为他们保驾护航的组织内部结构或者流程。这种结构超越了公司治理结构，涉及雇用有合适背景的领导者。贝沙罗夫问道：“你们正在招聘的人才是否在你们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矛盾框架”是一种允许同时追求两个相异目标的思维模式。贝沙罗夫称，虽然许多组织觉得难以在战略方向上同时追求截然不同的目标，但像DDD这样成功的混合型组织对如何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做了清晰的探索。他们认为，社会和商业目标是“相互依赖且协同的”。在某些情况下，DDD的领导者必须向项目的当地管理者解释如何实现双重使命，毕竟DDD是柬埔寨首个此类组织。


  史密斯说：“相互竞争的目标不一定意味着只能二选一，它们不必相互排斥。”


  该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混合型组织应使用“护栏”作为指南，并利用“矛盾框架”做战略分析。贝沙罗夫说：“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开发系统和流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


  为了研究DDD，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几年的实地考察，并分析了大量与该组织有关的资料。贝沙罗夫指出，长时间的追踪所获得的数据使该论文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只研究了两年，就只能得出一个仅在那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的结论。”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在美国的企业，将社会目标作为其业务的核心。混合型组织如何蓬勃发展因此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贝沙罗夫说：“现在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了，比如共益企业，以及小型创业组织最终成长为非营利组织的例子。”史密斯还补充了社会企业、社区利益公司、合作社等混合型组织的形态。


  这个问题也常常使那些推动社会使命的人感到困惑。史密斯说：“当我与社会企业家交谈时，他们会觉得一旦开始使用商业术语谈论关于在成本方面所遇到的各种挑战，他们就会失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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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论文的研究结果除了可以推广到艺术、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的社会企业和混合型组织以外，还可能适用于更传统的企业。当企业面临战略挑战，需要选择或采纳截然不同的目标时，也许需要采用上述方法。尽管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许多管理者仍不清楚如何实现双重使命。


  研究混合型组织的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泰勒·怀说，这篇论文有了新的突破，因为它发现成功的组织使用“护栏”来包容相异的目标，而不是试图化解或摆脱两者的矛盾关系”。“这篇论文的独特价值在于，当你试图协调双重使命时，可以遵循这些流程、程序和治理机制，以确保组织不会在某个方向上走得太远。”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玛丽亚·贝沙罗夫、温迪·史密斯《向双重使命低头：结构灵活性如何维持组织混合》，《行政科学季刊》，第20期，2017年，1－44页。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记者，撰写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的文章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Harmonizing Tens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有删改。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竞标[1]


  作者：沙娜·R·舍恩伯格


  译者：黄伟鸿


  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竞标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政府发展援助项目通常会通过发放援助款来应对当地政府无法满足的当地需求，比如环境及个人卫生、相关基础设施的承建等。为此，援助方政府通常会雇用商业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在当地开展工作。


  巴黎高等商学院的两名教授对这两类组织在参与发展援助采购流程时的行为差异做了调研。玛丽耶克·胡森特鲁伊特和伯特兰·奎林的调研对象是英国国际发展部（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该机构的项目覆盖全球，其招标过程公开透明，从中产生的许多数据点解释了该机构如何确定各个项目的招标、投标人如何竞标、中标人是谁，以及中标条件等。


  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1998年至2003年间的竞标数据，研究人员对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如何以不同方式参加竞标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通常并不相互竞标。75％以上的竞标项目最终由营利性组织中标，这类组织在“易于预先定义、注重价格、易于衡量性价比的简单服务”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比，非营利组织在开发解决方案或“复杂项目”的竞标中占绝对优势，这些项目“预先精确定义的成本很高，非常注重解决方法，而且价格相对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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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和援助需求的推动下，这些趋势导致了这两类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研究人员总结指出：“营利性组织倾向于以交易为中心，遵循相关规定流程，而非营利组织则倾向于以解决方案为中心，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还发现，与营利性组织的合约通常会涉及更高的成本超支，而与非营利组织的合约价格相对较低，但会危及公共利益，因为这类合同倾向于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因此风险更大。


  胡森特鲁伊特表示，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相互竞标的假设是企业为了赢得社会公益项目，会倾向于收敛逐利的本质，而非营利组织则会在竞争中学着像企业一样具有专业性。但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竞争压力往往不起作用，因为这两类组织通常不会对同一项目投标。


  这一结果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胡森特鲁伊特说：“我们原本预期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之间会有更多的趋同性。从资料中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明显在回避政府对内容有非常明确而严格界定的项目。”


  非营利组织喜欢竞投让它们在追求自身使命时有回旋余地的项目，但是这类组织在投标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遵循公开的投标要求。相比之下，企业则倾向于竞投具有严格规范的项目，这样它们就能以固定成本提供服务或产品。胡森特鲁伊特指出：“在发展援助的大环境下有太多不确定性，政府有时也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因而很难制定出需求明确的合同。”


  曾在英国国际发展部担任了六年首席经济学家的牛津大学经济政策教授斯特凡·德尔康认为该项研究有一定价值。“它突显了公共采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招标机构的政府部门可以确切地说明产品的外观、具体要采购什么，但有时候竞标机构并不清楚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德尔康表示，尽管政府机构发现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更吻合，因此二者的合作通常会更加顺畅，但该论文也强调了在项目采购过程中，采用更强有力的问责机制和更精确的语言描述的重要性。由于项目的要求经常会在现场发生变化，营利性承包商会为此向招标机构收取更多费用，这就要求招标机构提前考虑这些潜在突发事件。德尔康指出：“需要对现有的采购合同做出调整，更加注重合同的产出。”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玛丽耶克·胡森特鲁伊特、伯特兰·奎林《发展援助外包：政府为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的参与所付出的真正代价是什么？》工作文件，2018年。


  沙娜·R.舍恩伯格（Chana R. Schoenberger）


  常驻纽约记者，撰写商业、金融和学术研究类的文章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Bidding for Development Aid”，有删改。

  


  自下而上的企业社会责任[1]


  作者：玛丽琳·哈里斯


  译者：黄伟鸿


  与自上而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相比，由员工驱动的项目更容易获得成功。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项目已经成为彰显企业社会地位的一枚勋章，但事实上这些项目常常中途夭折。其中的原因各种各样：管理者往往不愿意牺牲稀缺的资源，员工认为这些项目更像是苦差事而非机会，项目参与方式只是蜻蜓点水，无法产生影响。


  博科尼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博德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贾西特·辛格对一项非常成功的企业社会倡议（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简称CSI）项目进行了研究。该项目由一名员工发起，得到了公司和其他员工的支持，并成功地在财务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跨部门融合：在营利性公司内部建立可持续合作倡议》（Cross-Sector Con-vergence: Building Sustainable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s Inside For-Profit Firms）一文中，两位教授重点研究了这一成功项目的崛起，以及它与更典型的自上而下、由管理层主导的CSR项目的不同之处。尽管管理层控制着资源的配置，但发起该项目的员工却扮演了“企业内创业家”的角色，主动承担起设计和执行该项目的责任。将关注社会问题纳入公司战略由此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


  德雷塞尔大学勒博商学院副教授丹尼尔·科舍说：“绝大多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都着眼于现有项目的效果。而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揭开了企业如何开始参与项目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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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的发起人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从公司获得了一年假期，用来参与开发援助项目。回到公司后，他希望能创建一个项目，让员工能够为发展援助领域的机构提供服务。


  为了说服管理层，他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商业方案。他强调了社会项目在招募和留住人才方面的无形价值。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他认为如果该项目能够实现财务上的自给自足，那么管理层将会更乐于接受该项目。因此他说服公司接受低于市场价的费率，只覆盖成本，不含利润和间接费用。这就要求资源匮乏的客户支付一定的咨询费用，而不是无偿享受专业志愿服务。这样一来，客户和项目参与者都在项目参与中获得了更大的价值。


  发起人相信，积极性高的同事会愿意接受项目期间25%至50%的减薪（具体减薪幅度取决于所在市场），而且可以提高员工留存率。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员工可以接受减薪，而且年轻员工更喜欢将商业与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斜杠”职业。


  为了确保参与CSI项目的员工能够重新投身于商业实践，项目发起人在开始制定项目时考虑了潜在的职业福利，比如通过参与项目获得领导技能培养的实际体验。与为企业客户提供服务的咨询团队相比，CSI项目参与者将担任更具挑战性的角色，承担更多责任。在项目反馈调查中，参与员工表示，此次CSI项目经历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最终CSI项目经历被纳入绩效评估，员工可以将他们的项目参与经历转化成积极的职业成果。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小心地将员工的实际行动与他们的口头承诺区分开来，并调查了CSI项目参与者与其他员工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博德说，虽然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参与，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员工有持续的参与兴趣”，这表明此类项目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


  研究人员将该咨询公司的CSI项目与另一家医疗保健公司推出的一个自上而下的CSR项目进行了比较。在后一个项目中，员工被指派去参与一个由公司预算资助的社会影响力项目，为期大约一个月。由于参与者不是因为技能匹配或个人意愿而被选中的，因此包括无偿获得服务的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投入很少。项目推出三年后公司面临金融危机，于是该项目被终止了。


  管理咨询公司启动其第一个CSI项目已超过15年，在此期间它已经完成了1000多个项目。博德说：“现在非政府组织会主动寻求与该公司合作。除此之外，商业企业也在与该公司合作，让其帮助推进CSR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为此类服务支付全额费用。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克里斯蒂安·博德和贾西特·辛格，《跨部门融合：在营利性公司内部建立可持续合作倡议》，工作文件，2018年。


  玛丽琳·哈里斯（Marilyn Harris）


  记者、作家兼编辑，擅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递复杂的技术性知识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Bottom-Up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删改。

  


  书评


  凭空之财[1]


  作者：伊丽莎白·梅森


  译者：王雨馨


  《公平的机会：反思财富的积累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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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克里斯·休斯


  页数：224页


  出版社：圣马丁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克里斯·休斯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但这位脸书的联合创始人并非含着金钥匙出生。休斯的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小城镇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是在大萧条时代辛苦劳作的工薪阶层。休斯在新出版的回忆录《公平的机会：反思财富的积累与不平等》中提到，他因为学习努力而获得了新英格兰知名寄宿学校的奖学金，之后又被哈佛大学录取。他在哈佛遇见了马克·扎克伯格和达斯汀·莫斯科维茨，三人在校内开始了一项在线小试验，后来这个尝试变成了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对自己始于微末的讲述看似谦虚，实则是自夸，之后就要开始吹嘘使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的品质。但休斯并没有这样。他在20多岁时变得极为富有，现在也才30岁出头，可是他对给自己带来声望和财富的环境持有非常平和、客观的态度。他坦承，自己成功不是因为优秀，而是因为幸运。


  休斯白手起家的经历促使他思考，如何能让普通的美国人免受经济局势变幻莫测、起落不定的影响。他在非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项目，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他总结出：扶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钱交到有需求的人手中，这样他们就能把钱花在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


  全民基本收入[2]的思想有着非常强大的背景。正如休斯所述，无论是左派[3]还是右派[4]的杰出学者都提出过支持这一思想的各种观点。从尼克松时代的最低收入保障项目改良而来的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5]，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两党共有的税收政策。


  最低收入的概念虽早已过时，但最近因为人们开始担忧自动化时代的大规模失业问题，而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未来学家马丁·福特在其反乌托邦的著作《机器人的崛起》（Rise of the Robots）中提出了基本收入的建议。瑞士也在2016年的一场全民公投中提出了每月约2500美元的最低收入保障。


  休斯也在担心全球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影响。虽然这些趋势都为消费者创造了一些福利，但尚未能解决高额医保、住房和教育支出等一系列长期问题。休斯一针见血地写道：“你也许能买一台中国工厂生产的性价比更高的电视，但你无法为了省钱把孩子送到中国去上幼儿园。”他倒不应该下此断言，因为最新一波技术创新也许能让你的孩子远程入学。


  但休斯并非要谴责或是赞美技术本身，他有更宏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休斯质疑瑞士提出的全民最低收入制度，认为该制度至少在当前的环境下是不合理的。而当今美国右翼对这一思想的热衷是为了给今后取消相应的福利项目铺路。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同时他也认识到，全民最低收入制度在现行程序下很难实现其功能。


  休斯的建议是，针对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每月按家庭中的成年人数提供每人500美元的补贴。这样做可能会使美国最富有的家庭缴税额上升。在休斯之前就有人发现，收入最高人群的边际税率水平会超过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最高的1％。不过，传统基本收入观点的吸引力在于它应当是覆盖全民的。休斯提出的这种范围更小、需要评估经济条件的计划是否能同时赢得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支持，仍令人存疑。


  休斯提出以上建议的本意是对美国财富大规模的再分配。如果读者想在书中读到对不公平问题成因的深度学术分析或对基本收入研究的长篇大论，那就要失望了，因为书中并未涉及相关内容。


  改良版的基本收入制度能否解决拉杰·切蒂、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等经济学家详细论述过的美国不平等和流动性危机，还有待观察。但在经历了焦虑的特朗普支持者给美国政治体制造成的冲击之后，面对着自动化时代的进一步冲击，一些主流思考开始关注社会可能需要考虑的变通选项，《公平的机会》就是先行者之一。该书以引人注目、简明易读的自传形式向读者展示了彻底改革的主张。


  伊丽莎白·梅森（Elisabeth Mason）


  斯坦福贫困与技术实验室创始领导人，Single Stop USA联合创始人，曾担任罗宾汉基金会主管以及大西洋慈善基金会高级顾问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Money for Nothing”，有删改。

  


  
    [2]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又称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指不论工作、收入、财产等任何条件及资格限制，每个成员（该国国民，某地区居民）都可以获取一定收入来满足其基本生活。——译者注，下同

  


  
    [3]如胡列特·瑞斯－威廉斯，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

  


  
    [4]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一种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税收优惠和福利政策。如果纳税人符合条件，可以从纳税额中直接减去计算得到的抵免额。当抵免额大于应纳税额时，还可以得到补贴。

  


  通往新世界的路线图[1]


  作者：安·克里斯蒂亚诺


  译者：王雨馨


  《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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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杰里米·海曼斯 亨利·蒂姆斯


  页数：310页


  出版社：双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2018年春天，剑桥公司利用脸书数据操纵世界各地选举的细节浮出水面。在这些无法触及的资源面前，我们也许会感到无力，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改变现状似乎不可能。然而，在公众知道剑桥公司的同时，来自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群高中生录制了一段关于防止枪支犯罪的公民对话。他们没有多少资源，也没挂靠任何组织，但激起了大规模抗议，促使数百万人为此发声，给立法机构和其他可以影响持枪政策的决策者施加了压力。


  这两起事件的相同之处要多于不同之处。虽然一个资金非常充足，而另一个是悲痛的学生们出于义愤所进行的，但是它们都在颠覆传统权力结构，以获得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两起事件都利用了平台的力量来为自己的观点吸引关注。


  《新势力》由目的（Purpose）公司首席执行官杰里米·海曼斯和给予星期二（Giving Tuesday）的联合创始人亨利·蒂姆斯合著。这本书试图帮助我们理解正在经历的这些时刻，也帮助我们探索新世界。“新势力”一词描述的是通过共享控制权来产生影响力的一群人所采用的参与式的、同伴推动的模式。作者把它比作电流，因为它流动起来产生的效果比积蓄起来更大。新势力的特征包括极度透明，允许社群对主题进行再创作或再创造、控制权共享，能引发每个人行动的创意。虽然在新势力的世界里，优秀的想法总会在脸书或YouTube（优兔）这样的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开来，而且速度比在传统的高度受控的媒体上快得多，但新势力也并非一定要借助社交平台传播。


  相比之下，旧势力是指由一小群人所掌握、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的权力。旧的权力结构等级森严、清晰分立、谨慎戒备，被作者称为“城堡”。在这些“城堡”中，权力是一种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城堡”等级森严，由一小群人领导着，这些人拥有掌控权，做出关键决策。


  海曼斯和蒂姆斯认为，新势力通过实践性强的方法来与社群产生联系。最重要的是它的延展性很强，能为社群创造使用自己内容和方法的机会。书中提及了几个看似迥然不同的例子，来阐释如何运用新影响力模式吸引别人参与自己事业的实用方法，如冰桶挑战、特朗普的总统竞选，甚至是ISIS（一个恐怖组织）招募新成员所使用的技巧。


  如果你推动社会变革的宝典是《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乡民都来了》（Here Comes Everybody）、《让创意更有黏性》（Made to Stick）和《转换》（Switch）等书，那么你很可能需要一份带动世界转变的最新路线图。在这个世界里，权力不属于那些紧抓它不放的小圈子，而是属于分享控制权并鼓励其他人一起创造的人们。此外，海曼斯和蒂姆斯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架构，帮助我们理解新的工具和使用新工具的人群正在如何改变权力动态。


  《新势力》并非在控诉旧势力，但它的确认为一味抓住结构不放的人最终可能会失去影响力。我们的世界不会再给少数人一直拥有权力的机会。对于那些成长于旧势力结构中或依赖旧势力结构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对试验新的权力方法感到惊慌失措。而对于成长于新权力结构中的年青一代来说，这样的试验能够让他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社交平台作为战略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描述的新势力并不新鲜。那些实现了持续有效文化及社会变革的人和组织通常都会使用新势力的工具。新势力的原则是选举、民权运动甚至革命战争取得成功的根本。在这些事业中，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无法参与政事的社群领导了彻底的社会变革，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想法传播给别人，也邀请别人用自己的方法获得各自的权利和影响力。没有权力的人对紧抓权力不放的机构和个人施加压力才能引发变革。今天，新的平台正在聚合，人们更加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平台，对行为科学的见解和世界各地越发扩大的差异正引领着我们走向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而这本书可能就是我们的路线图。


  安·克里斯蒂亚诺（Ann Christiano）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弗兰克·卡雷尔公共利益传播学讲席教授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Road Map to a New World”，有删改。

  


  反思发展援助工作[1]


  作者：希瑟·格雷迪


  译者：王雨馨


  《发展陷阱：好高骛远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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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亚当·D.基斯


  页数：190页


  出版社：罗德里奇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


  本书的前五章读起来像是一纸宣言，作者试图向国际发展领域的从业者指明一个“事实”：贫困问题永远不会消除。尽管如此，本书的最后三章仍然呼吁人们继续对抗全球贫困，因为作者的最终目标是“调整从业者和相关学者推动发展领域的动机”。


  作者的论述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这源于他在发展领域一线工作的丰富经验。相比之下，其他大多数受欢迎的发展领域作者都从未在他们所论述的国家和地区居住过，这一点可谓是他们作品的遗憾。


  本书作者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他的书中随处可见真切、富有大信息量的逸事。他甚至还专门用了一章来写文化，而这是发展领域的作家通常会避开的主题。作者提醒我们，“战略在文化面前不堪一击”，文化对人类和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他也充满智慧和敬意地论及了宿命论、恢复力和“有限的善行”（limited good）。传统社会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善行是有限的且零和的。外部观察者一般会把这些看法当作减贫的障碍，但这实际上是当事者对充满挑战的环境所产生的适应性反应。


  作者引用了世界银行一份名为《穷人的呼声》的著名研究，谴责了“提升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消除贫困、实现更广泛人类发展的良药”的观点。这份研究报告以独特的视角和宏观的尺度记录了现实的发展挑战和解决方法。它强调贫困人口的话语权、代表权和为贫困人口赋权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要途径。然而，大部分的发展项目为了避免增加短期的参与成本，忽视了支持赋权策略的资金。


  在题为“理想主义的误用”的一章中，作者直捣发展融资问题的核心。无论发展资金是来源于政府还是慈善机构，管理资金的人对资助者的责任一般都高于对受助人的责任。这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我们要服务的受助人、最终用户和社区成员在出资决定中基本没有话语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创造了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为完成发展工作的人主导利益创造了条件。”他写道，“这是一个悖论，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法。”


  作者想要破除结束贫困的想法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不相信终结贫困能实现，二是他认为这一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会损害发展领域能够实现的其他积极成果。在本书较为乐观的后半部分中，作者建议开展能实现“永久、不可逆转的利益”的发展援助，比如为孩子提供食物，以免因营养不良而影响他们的发展，为教育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以及推动社区的积极发展、创造良好的行为环境。他敦促资助者和从业者认清自己工作的复杂性。他的观点充分合理，但并不新奇。


  作者没有提到的是，一些伟大的发展领域思想家和作家也评论和批判了主流发展实践，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2]和年青一代作家乐施会的邓肯·格林[3]。他反复引用了杰佛瑞·萨克斯[4]、威廉·伊斯特利[5]和丹比萨·莫约[6]的观点，这几位的著作是很重要的主流读物，但只是发展领域从业者必读书籍中很小的一部分。


  虽然有以上不足之处，这本书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发展领域工作的人、在异国他乡艰苦条件下进行援助的人，以及在政府或慈善机构提供国际援助的人来说仍然很有用。作者建议我们注意创造机会、扩大选择，就像森在几十年前就曾建议的那样，这是合理的。我们不应用消除收入贫困的指标来衡量进步，而应通过多维度的方法来衡量，例如人类发展指数[7]、可持续发展目标[8]和社会进步指数[9]。虽然他没有引述这些选择，但他提出的方法其实与它们是一致的。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又回到了他的主题：好高骛远会辜负穷人。他敦促我们记住，因地制宜十分关键，发展领域没有万灵药。他和许多从业人员已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了这样的失败。但是这一观点是否会触动出资者，还需拭目以待。


  希瑟·格雷迪（Heather Grady）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旧金山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全球慈善领域的组织战略和项目开发，包括协作和研究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Rethinking Development Work”，有删改。

  


  
    [2]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经济学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范围广泛，除经济发展外，他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着力尤多，成就斐然。已经出版的代表作有《贫困与饥荒》《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与暴力》等。——译者注，下同

  


  
    [3]邓肯·格林（Duncan Green），全球贫困和发展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乐施会高级政策顾问，著有《从贫困到权力》《转变如何发生》等。

  


  
    [4]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提出“休克疗法”作为玻利维亚、波兰和俄罗斯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提出临床经济学的想法，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状况，来拟定发展策略；也曾与国际机构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减免债务和控制疾病。

  


  
    [5]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目前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著有《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6]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曾任世界银行顾问，是高盛公司专攻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家，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书《致命援助》的作者。

  


  
    [7]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挑战的结果。

  


  
    [8]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一系列新的发展目标，将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指导2015—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

  


  
    [9]社会进步促进会（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从2014年起制定了全球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简称SPI）。

  


  社会运动成功的秘密[1]


  作者：卡林娜·克洛斯


  译者：王雨馨


  《变革如何发生：社会运动成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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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莱斯利·克鲁奇菲尔德


  页数：240页


  出版社：威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每个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都想知道，如何能让自己的事业成功。虽然社会变革不能以某个公式一言以蔽之，但或许确实能从有效的行动中概括出一些模式。这正是莱斯利·克鲁奇菲尔德和她的研究团队希望在《变革如何发生》一书中实现的。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公民社会，研究团队选出了6个社会运动，它们分别是：控烟、禁止酒驾、持枪权、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平等、减少酸雨和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脊髓灰质炎。其中，前四项受到的关注较多。他们通过分析这些已经“取得胜利”的运动，总结出了6条成功要素：


  1.赋力满腔热情的当地人来领导社会运动，与周围建立起强有力的协作关系，让人们“团结起来为事业奋斗”。


  2.全国范围的改革始于地方改革的星星之火。


  3.政策改革的实现依赖于社会规范的改变，尤其是当人们的生活经历被置于讨论和运动传播的中心时。


  4.社会变革是持续的情感过程，如果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们能够求同存异，团结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5.摆脱陈规窠臼：商业一般是社会运动的对象，但它也可以是有力推动社会运动的伙伴，善用企业政策和市场覆盖扩大影响。


  6.与“缺乏领导力”和“集中领导”两个极端相比，成功的社会运动有着强大的核心领导人以及分散的地方领导力。


  虽然本书所总结的6条要点有些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些赘言，但作者确实为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提供了一些洞见。最为突出的策略变化是如何建立对社会运动的归属感，如何赋权。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功就是一个切中要害的例子。该组织有500多万名成员，他们在市政厅进行集会，迫使决策者注意到他们作为少数派支持更宽松的枪支管制规定的观点。为何参加这项活动的人这么多呢？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基层组织部一直较为活跃，他们为“前线活动领导人”赋权，这些志愿者能接触到自己所在社区的持枪者。其中最有效的活动当属定期举办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烧烤聚会、射击比赛和其他家庭聚会。


  书中的案例展示了人际关系和建立情感连接的重要性，这或许也能反映出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左派在社会运动上频频失利，因为他们总是聚焦于公平正义的抽象道理。相反，如同克鲁奇菲尔德所述，禁止酒驾运动的动力来自受害者家庭，聚焦于个人生活经历。婚姻平权运动也是如此，自由婚姻全美行动负责人曾在访谈中表示，当运动的基础从权利和法律保护变为人民和爱时，就能取得成功。


  但人民和爱并不总能取得成功。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公民权利的强调也一直是有效的动员力量。当下的问题是，全美各地的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血的教训是否比美国人民的持枪权更重要。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社会运动策略都有反例。换言之，这些策略既非成功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比如控烟行动虽然经历了残酷的内斗，却仍然取得了成功。作者一直在强调“一项运动的有效经验并不总能适用于其他运动中”，这提醒我们社会运动是复杂的，不是几条秘诀能够概括的。


  这本书是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缺陷的回应。克鲁奇菲尔德发现，社会运动的主导理论仍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行动为基础。这本书的主要目标受众是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类似的著作——《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六法则》（Forces for Good）、《从优秀到卓越》一样，这本书为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卡林娜·克洛斯（Karina Kloos）


  国际非营利组织Landesa农村发展研究所全球传播经理，也是《深裂：战后美国种族政治和社会运动》作者之一。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非营利组织、国际发展和社会运动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Winning Hearts and Minds”，有删改。

  


  最后一瞥


  白人至上主义的遗产[1]


  作者：埃里克·尼


  译者：王雨馨


  美国第一座为被私刑处死的非裔美国人建立的纪念馆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开馆。


  2018年4月26日，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在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开馆。该纪念馆与附近的遗产博物馆（Legacy Museum）一起，向公众展示了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不义与暴力历史，从奴役、战后重建中的恐怖活动到种族隔离，再到如今对非裔美国人的监禁。该纪念馆最引人注目的陈列是800多块耐候钢纪念碑（由MASS设计团队设计），每一块纪念碑代表了一个曾有非裔美国人被私刑处死的县，上面刻着私刑受害者的名字和受害时间。纪念馆和博物馆由平等司法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组织创办，该非营利组织为未受到刑事司法系统公平、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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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尼（Eric Nee）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主编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e Legacy of White Supremacy”，有删改。

  


  中文特稿


  阿拉善SEE：900多名中国企业家的联合公益平台


  作者：王勇


  黎宇琳


  2018年8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论坛理事、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没有将致辞主题放在企业发展上，而是谈起了自己与一家环保社团结缘的故事，他说：“我认为企业家的精神归宿应该是公益。”


  这家环保社团名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SEE”），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首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社会团体。


  2017年11月，艾路明当选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这位民营企业家将自己近80％的精力用在了阿拉善SEE的工作上，在公开场合也更多地以环保社团领导人的身份出席。


  “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聚合了全国900多位企业家。许多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成员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创始会员。”艾路明表示。


  是什么促使艾路明这样的企业家，纷纷加入一家环保社团做“抱团式”的公益行动？900多位企业家组成的环保协会，其治理又是如何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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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企业家环保意识的初步觉醒


  最初，阿拉善SEE的成立是为了治理阿拉善沙漠。


  2003年，因为一次会议，时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来到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沙漠。面对漫漫黄沙，与会的企业家们开始思考企业家在环境保护上的作为，刘晓光最早提出了创办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动议。


  刘晓光曾是北京市政府官员，曾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亲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负责人，曾把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打造成市场经济中的大公司，这为他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圈子里赢得了声望。


  在刘晓光看来，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起来以后，应思考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了，而治理荒漠化则是一个契机，他决定邀请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据说，刘晓光曾亲自打了100多个电话，游说了一众知名企业家参与，如万科地产创始人王石、巨人网络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等。


  2004年6月，近百名企业家在沙漠中宣布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一个由企业家会员组成的非营利组织，会员缴纳会费，并共同参与机构的治理，在决策上遵循“一人一票原则”，会员均有平等的投票权。刘晓光被选为首任会长。


  彼时，艾路明虽未加入，但他与创会的企业家群体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艾路明看来，是一度肆虐华北的沙尘暴激发了企业家群体的环保公益意识，而“企业家参与、每人每年捐赠10万元”的会员规则，则让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成为阿拉善SEE的基因。


  为了符合中国法律的要求，更方便地接受捐赠和使用捐赠资金，在第二任会长王石任期内的2008年年底，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又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基金会（注册名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通过这个基金会，每年有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被募集起来。2014年，阿拉善SEE基金会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据阿拉善SEE基金会2017年年报显示，阿拉善SEE基金会当年的总收入为20106.12万元，支出为8816.80万元。


  会员拓展：两代企业家相继加入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乘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家的可支配财富大大增加，企业家群体规模也快速扩张。


  阿拉善SEE会员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自第四任会长冯仑开始，发展会员被提升到战略高度；第五任会长任志强（华远地产）在2014年上任后，提出了任期内增加200名会员的目标。此后，会员增长进入快车道：2015年会员达到506人，2016年达到614人，2017年为803人，在进入2018年后，会员已经超过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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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路明在2013年正式加入阿拉善SEE。这位1988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家，和阿拉善SEE的很多创始会员都是朋友。在艾路明看来，他们这群早期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业，服膺市场经济理论的企业家，大多有着一种对国家、社会的关切。


  “为什么干企业，仅仅是为了赚钱吗？当年，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的，至少我们这一帮人下海的时候，想得很清楚。”艾路明强调，“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企业家去推动。”


  在艾路明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关切，让民营企业家们乐意加入阿拉善SEE，并希望承担更多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尤其是一些已逐步完成财富、企业传承的企业家，投入环保的精力明显增加，艾路明本人就是如此。目前，他已将自己一手创办的当代集团交由他口中的“年轻人”管理，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向了环保。


  目前，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已经老去，第二代企业家开始登上舞台；与此同时，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让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年轻的企业家。如何吸引新一代企业家关注环保，是当前许多环保组织的重要任务。


  艾路明在发展年轻企业家会员一事上颇有建树，在他担任阿拉善SEE副会长的两年间，合计发展了61位80后会员。“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留学回来的，一开始就关注环保、公益。过去他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现在加入阿拉善SEE可以交流企业经营环保的问题、公益问题，这是有吸引力的地方。”艾路明表示。


  治理原则：中国企业家的环保参与试验田


  会员在增加，规模在扩大，但阿拉善SEE始终遵循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会员与公众监督的组织工作原则，会员拥有平等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权。


  “大家都一年交10万元钱，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一位会员就曾直白地说道。


  在中国，阿拉善SEE的治理方式是很不寻常的。在拥有2000年封建历史的中国，集权的理念很有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也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少民营企业家也习惯于集中权力快速决策。目前，在中国，如阿拉善SEE一样坚持严格按照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而机构体量如阿拉善SEE一般大的更是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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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善SEE的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大会，由协会全体会员组成。由会员大会表决协会的章程，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成员，审议理事会过去12个月的工作报告、财务情况报告以及未来12个月的工作计划，审议监事会年度报告，表决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修改条款等。


  作为选举出来的会长，第六任会长钱晓华就曾给自己贴上“我是可修理的”标签。“其实，这是阿拉善SEE的一种氛围，那就是大家随时可以举手批评。不管你多有影响力，不存在不能修理的人。”钱晓华曾对媒体表示。


  艾路明曾在2015年竞选阿拉善SEE会长，失败后担任第一副会长。在竞选时艾路明承诺：第一，将50％的时间用于阿拉善SEE；第二，两年捐款1200万元；第三，发展50位80后会员。


  2017年，再次竞选会长时，艾路明已经完成了这些承诺：“这两年里，我和我的机构捐款了超过2000万元；我发展了61位80后会员，将接近80％的时间用于阿拉善SEE的活动！”他最终竞选成功，成为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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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艾路明同时参加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换届选举的一共有31位候选人，其中有5位是80后，有两位90后。年龄、经历、企业规模、所在行业等各不相同的会员们，虽然都站在环保的大旗下，但想法、做法有着极大差异，实际上是分歧大于共识的，其“吵架文化”在中国的公益机构中独树一帜。


  就在艾路明成功竞选会长的2017年度会员大会上，阿拉善SEE同时也进行了修改协会章程的会员投票，在那次投票中，四项修改无一获得通过。


  这其中就包括关于会员年龄的条款。此前，阿拉善SEE章程中并没有会员年龄的相关要求。在阿拉善SEE近年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父母希望让孩子接触环保事业，成为会员的情况。此次章程修改，提出了未成年人不能成为会员的动议。在艾路明看来，这条明显是对的，未成年人不具有相应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全世界通行的法则。但因为此条动议与其他有争议的动议有一定程度的捆绑，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这一条也没被通过。


  阿拉善SEE的官方自媒体这样写道：“这充分地体现了阿拉善SEE会员对于协会事务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的诉求。”


  主营业务：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与行业支持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钱晓华的任期内，阿拉善SEE的主要业务明确聚焦到三大环保领域——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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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化防治是这家环保机构的创办初衷，也是会员们达成共识的基石。《阿拉善宣言》写道：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家们自觉地汇合于阿拉善沙漠，我们将各尽所能，努力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得到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认可，使之发展成为中国治理沙尘暴最重要的环境公益机构。


  最初，阿拉善SEE把沙地用铁丝网围起来自己种梭梭，但企业家们忽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需求和经济收入，种起来的梭梭一度被村民放牧的羊、骆驼破坏。在那之后，阿拉善SEE做出了转变，开始投入资金鼓励当地农牧民种植梭梭、红柳，推广节水灌溉等一系列延缓荒漠化的行动。


  2014年，阿拉善SEE启动“一亿棵梭梭”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恢复200万亩荒漠植被，重建生态屏障，市场机制被引入项目中。阿拉善SEE通过研究，引进了在梭梭中嫁接名贵中药“肉苁蓉”的技术，让当地居民获得不菲的收益，从而实现了项目的可持续。


  在这一过程中，阿拉善SEE充分利用了企业家群体优势，与许多大型企业展开合作。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集团开发的虚拟社交游戏“蚂蚁森林”，就与阿拉善SEE有很紧密的合作。当网民在“蚂蚁森林”中种下一棵虚拟的树时，阿拉善SEE也在现实荒漠里种下一棵相应的梭梭，并用卫星技术让网民看到梭梭种植的地块，以鼓励更多人为环保做出贡献。


  除了“一亿棵梭梭”，阿拉善SEE在荒漠化防治方面还有不少颇有口碑的项目，比如，引导居民种植节水的小米品种，并帮助农民打造品牌进行销售的“任小米”项目等。目前，将环保工作与社区发展、居民增收联系起来，已经成为阿拉善SEE的主要工作方法，被运用到地下水保护、诺亚方舟、三江源保护等项目中。


  在治理荒漠化、支持环保工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们逐渐认识到环保公益与自身及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关联。


  艾路明认为，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对公益、慈善、社会的关注，“中国企业家一开始面对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资金、市场营销策略等的竞争，也包括基本的环保公益理念的竞争”。


  2016年，阿拉善SEE参与发起了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致力于通过绿色采购，推动钢铁、水泥、铝合金及木材等行业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前，该行动制定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采购标准白皮书》，形成了初步的达标供应商名单，即“白名单”，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开始成为房地产企业的筛选标准之一。此外，阿拉善SEE“卫蓝侠”项目还通过资助一家旨在披露企业排污信息的NGO（非营利组织），对多个行业进行了环境信息公开指数的评价。据官方数据，它合计推动了超过3380家污染企业减排，污染源数据公开覆盖364个城市。


  同时，阿拉善SEE要求自己会员的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2018年，有一个会员的企业就曾因为供应商的环保问题，被地方项目中心提议取消会员资格。


  在自己发起执行环保项目并敦促会员的企业注重自身环保工作的同时，阿拉善SEE发现，仅靠自己一家公益机构是不够的，而中国的草根环保机构还处于资源相当匮乏的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它拿出大量资金资助环保NGO，推动中国的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


  2012年，阿拉善SEE发起了“创绿家”项目。该项目从2012年启动至2018年8月，共资助了277个初创期环保公益组织，资助总额超过2700万元。受资助的NGO分布于全国31个省份和地区，活跃于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环境教育、垃圾减量等多个环保相关议题。


  此外，阿拉善SEE还资助环保NGO的人才建设。2012年，阿拉善SEE联合发起了“劲草同行”项目。除了向伙伴机构提供连续3年、总额30万元的非限定性资助外，还为它们匹配由企业家和公益等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导师，陪伴、支持其成长。2013—2018年，“劲草同行”累计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资助54家机构、120位劲草企业家导师和公益导师跨界合作，投入时间近7700小时。


  目前，阿拉善SEE已发展成中国环保领域最大的资助方，通过不同项目资助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如致力于推动污染信息公开、污染源公众监督的“卫蓝侠”项目、守护中国最濒危水鸟及其栖息地的“任鸟飞”项目等。阿拉善SEE在环保领域全方位出击，有志于成为中国环保行业的中心枢纽。


  展望：持续变革追求可持续发展


  阿拉善SEE已成长为中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企业家环保组织，展望未来，它主要考虑可持续的问题。艾路明说：“我们要坚持、平稳、持续地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往前走，一代一代地把我们的协会长久地办下去。”


  目前，艾路明带领的阿拉善SEE期望吸引更多力量的加入，并让它们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截至2018年年底，阿拉善SEE总计23个地方环保项目中心发挥在地优势，探索、运行环保项目。艾路明认为，阿拉善SEE的目标是大家一起做环保，他很高兴看到会员们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地方中心，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


  另一方面，阿拉善SEE也试图与政府层面达成深层次合作，以期撬动更多资源。“（在中国）环保最大的能力者是谁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公众，而是政府。如果政府是最大的能力提供者，那就要多合作。”艾路明表示。


  近年来，阿拉善SEE也获得了政府的诸多认可。阿拉善SEE基金会先后获得了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5A级”等荣誉。


  此外，在艾路明的推动下，阿拉善SEE建立了生态公益学院。“希望以商业融合公益，用这些最核心的价值观，推动阿拉善SEE的会员发展、组织建设和精神传承。很多问题不一定能够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传承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艾路明强调。


  尽管内部存在不少分歧，但阿拉善SEE的平等参与与环保初心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目前呈现出不错的发展态势，艾路明本人温和的治理风格，也为民营企业家群体所看好，阿拉善SEE有望成为中国未来十年民间环保事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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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安·卡尔兰（Dean Karlan），耶鲁大学


  安妮塔·麦加恩（Anita McGahan），多伦多大学


  林恩·梅斯克尔（Lynn Meskell），斯坦福大学


  伦恩·奥托拉诺（Len Ortolano），斯坦福大学


  弗朗西·奥斯特罗（Francie Ostrower），得克萨斯大学


  安妮·克莱尔·帕奇（Anne Claire Pache），高等经济商业学院（法国）


  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斯坦福大学


  罗布·赖克（Rob Reich），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人权、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


  关于斯坦福大学PACS 中心


  学术主任：


  保罗·布雷斯特（Paul Brest），法学荣誉教授


  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教育学教授


  罗布·赖克（Rob Reich），政治学教授


  



  执行主任：


  金·梅雷迪思（Kim Meredith）


  



  顾问委员会：


  劳拉·艾瑞拉加·安德烈森（Laura Arrillaga Andreessen）


  赫伯特·艾伦三世（Herbert A. Allen III）


  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


  吉恩·凯斯（Jean Case）


  索玛西·达什（Somesh Dash）


  泰德·杰纳斯（Ted Janus）


  斯夫·凯姆卡（Shiv Khemka）


  刘昕（Xin Liu）


  比尔·米汉（Bill Meehan）


  丽贾娜·K.斯卡利（Regina K. Scully）


  戴维·西格尔（David Siegel）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主编：沈东曙


  学术顾问：刘北成


  学术主编：关凯


  联合主编：李凡


  出版顾问：徐智明


  编辑：刘新童 邓竹君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关于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乐平”）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为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乐平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者。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产品，乐平为社会创新构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基于跨界多元的社群培育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生长的社会创新环境，促进更多社会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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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入群，有机会获赠下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合作机构：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以中国社会创新发展及现当代史、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院系研究教育机构，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共同设立。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战略合作机构：澳门同济慈善会


  澳门同济慈善会是由曹其真女士及社会知名人士林金城先生于2006年在澳门注册成立的私人基金会。2013年，澳门同济慈善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在中国内地全面开展慈善公益工作。我们鼓励和支持有效、创新并可持续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和团队，以项目资助的形式帮助弱势儿童实现“让每个中国儿童都能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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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关注同济，关注中国教育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7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基金会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版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版07期导言


  创新从细节开始，社会从微观改变


  社会创新的宗旨是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因此，创新方案的意义在于切实有效、可持续和更为公平，从而为社会创造价值。但创新行为的发生必然依赖于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也必然以知识的创造、积累和传播为基础，并需要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展开积极合作。由此，对创新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实践，就成为社会创新的核心环节。


  人们通常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怀有一种缺乏耐心的看法，总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本期的《实现系统性变革》则提出一个有见地的论点，即在复杂系统内推动和实现变革的两大模式和三个关键点，其核心在于对学习的投资，发现、培养学习型的人才。简言之，一切创新的核心在于人与知识的互动。


  当下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慈善事业也不能幸免。《偏袒富豪的现代慈善制度》认为，慈善捐赠和大基金会政策明显包含着对富豪的偏袒，只有彻底改革慈善事业，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秦晖先生在点评《不同社会语境下的慈善挑战》中直接批评了作者，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两项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从来都是有争议的，但不仅这种争议本身就是多元社会的体现，而且慈善事业支持社会建设是现实的。


  本期内容中还值得一提的是《胜者为王：精英们改变世界的迷局》一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精英们是否绑架了社会变革？”这个问题本身的深邃性使我们至少不能忽略对这本书的书评。


  《近十年中国富人捐赠案例梳理》貌似一篇描述性报道，但揭示了近5年来在中国政府发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号召之后，中国富人参与慈善事业的姿态发生的转变。企业家创办的家族基金会或企业基金会，正在对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全球气候变化还是乡村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宏大议题只是社会创新的一种问题意识，更踏实、更接地气的创新是在宏大议题之下的细节上发生的。《慈善星期二》描述分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互联网时代创新型慈善捐赠运动——“慈善星期二”的诸多新特点，人们任何微小的善意，如在慈善活动中不捐钱却捐时间和行动，促进了所有人成为公共利益的合作者而非资源的竞争者。


  细节的创新同样来源于深入的专业化视角，如《走心的科学——有效传播的五大原则》所说的，社会倡导运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需要知道是什么促使人们关注、投入情感并采取行动。当心理行为细分法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中得到应用与推广，传播需要将如何获得同理心的科学作为行动策略的依据。


  今日的世界出了很多问题，不同的社会也在面对有着自身特色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仅有善心与激情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反思性知识建构和实践经验的分享。因此，只有进入值得反思的细节，我们才能察觉从微观开始发生的那些深刻的甚至是系统性的社会结构变迁。


  特别策划


  偏袒富豪的现代慈善制度[1]


  作者：罗布·赖克


  译者：黄伟鸿


  在美国慈善捐赠的各类相关政策中，处处可见对富人的偏袒。大型慈善事业是富人的专属游戏，象征着一种权利的行使。这种权利不受控制，透明度低，而且被默认为永续存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和社会规范制定一个约束框架，让基金会和大型慈善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面临着严重而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等是公众的敌人，但它却是私人慈善事业的朋友。在美国，1930年的时候大约有200家私人基金会，其总资产不足10亿美元；1959年，私人基金会有2000多家；到了1985年，私人基金会的数量突破了3万家；截至2014年，私人基金会的数量接近10万，资产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从20世纪早期的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到21世纪的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不断壮大。似乎每过一年，就有一位新的亿万富翁登上慈善舞台，宣布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如今成了世界首富，身价达1600亿美元。贝佐斯于2018年9月宣布，将捐赠20亿美元用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并创建一个学前教育网络，这可能只是他对大型慈善事业的初步尝试。


  然而，慈善事业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基金会所代表的圈子。尽管大型基金会的规模惊人，基金会的总数也在增长，但绝大多数捐赠都来自在世的慈善捐款者（至少在美国是如此）。2017年，美国人向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了4100多亿美元。在这一总数中，在世的个人捐了2870亿美元，占比70％。几乎所有美国人每年都会捐一些钱。当然，一个小捐赠者所拥有的权利与一个大慈善家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总的来说，小额捐赠意义重大，支持了数以万计的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小捐赠者与大慈善家享有同样的自主权，也可以从捐赠产生的税收优惠中受益。对慈善事业的任何考虑都必须超越洛克菲勒和盖茨之类的富豪，关注普通慈善捐赠在社会中的数量和意义。


  慈善事业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是行使个人自由的结果。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捐赠是自愿行为，但由于慈善事业是一项税收补贴活动，所以其实有一部分费用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严格来说，捐赠者在捐钱时并非只是在行使一种花钱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补贴。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时代，创建大型慈善机构并不能享受任何税收优惠（因为当时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尚未被采纳，直到1917年才被采纳）。而今天，美国通过一套庞杂的优惠税法，承担了慈善事业的部分开支，这套税法既适用于捐赠者，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基金会。在美国，2016年对慈善捐款的补贴让美国人民损失了500多亿美元的联邦税收。


  当代美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根植于一套构建和鼓励慈善事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管理着非营利组织、慈善信托、私人和社区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创建，并设定了这些组织运作的规则。而人们是否选择捐赠以及捐赠的时间、对象和人数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法律的产物。这些因素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因为税收政策为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特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并且往往对个人和企业捐赠的财物和其他资产实行免税。受赠的慈善组织同时受到相关法律的制约，法律要求强制执行捐赠者的意愿，而且往往不论其是否在世，这就催生了原则上可以永续存在的慈善项目和慈善组织。这些治理安排是历史悠久的捐赠活动在当代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塑造美国慈善事业的政策已经失灵。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捐赠者指导基金[2]（donoradvised fund，简称DAF）像葛藤一样蔓延开来，越来越成为最受欢迎的慈善模式，并在此过程中积存了越来越多的慈善财富。这类基金可以让捐赠者在做出捐赠的同时立刻享受税收优惠。特朗普总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通过限制分项扣除总额和提高标准扣除额，大大降低了捐赠人的税收动机。当时的许多研究预测，2018年的慈善捐赠会有所减少。而美国最富有的捐赠者正在把慈善事业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利用社会福利组织或501（c）（4）条款来暗度陈仓，像马克·扎克伯格、皮埃尔·奥米迪亚和乔布斯的遗孀劳伦这样的富豪，他们成立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简称LLC）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避基金会要服从的透明度要求。


  比起无效和失灵，更糟糕的是，塑造美国慈善事业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一系列旨在刺激普通公民的慈善捐赠和富人的慈善项目（主要通过私人基金会实施）的政策，实际上是在颠覆而不是支持美国的民主目标。今天美国的慈善事业经常破坏它的民主，主要责任在于美国的政策，而不在于个人捐赠者的偏好或特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美国的慈善事业应该如何才能支持美国的民主进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着眼于两个层面。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使用的最关键、最常见的慈善政策工具中的不公正问题：针对慈善捐款的应税所得减免。以可抵税捐款的形式提供税收优惠是不合理的。对捐赠者，我们应该用固定税额减免来取代应税所得减免。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使完全没有税收优惠，超级富豪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利。无论是否有税收补贴，大型慈善事业都象征着一种权利的行使——试图将私人资产用于某些公共目的。这种权利不受控制，透明度低，由捐赠者主导，而且被默认为是永续存在的。大型慈善事业是富豪们的游戏。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和社会规范制定一个约束框架，促使富豪服务于社会。


  应税所得减免对富人的偏袒


  没有什么事情比分析税收政策更令人昏昏欲睡了。然而，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有着巨大的影响。税收政策是慈善事业大部分治理和监管活动的基础，而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捐款的税收待遇决定了捐赠的激励结构。取消对捐赠的税收激励，慈善事业并不会消失。然而如果没有税收激励，慈善事业的总规模和总体分布可能会有所不同。


  当代慈善事业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应税所得减免。这种减免有两个大问题：慈善捐款的税收抵免会不公平地奖励捐赠者，区别对待两类对同样的组织做出相同贡献的捐赠者（表面上产生相同的公共利益），而且还系统性地让富人受益，扩大他们的话语权，并给予他们更大的优先权。


  应税所得减免在1917年美国《战时税收法案》（War Revenue Act）中首次被纳入了税法体系，允许个人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所有符合条件的慈善捐赠的总额。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国会经常修改这项规定，改变并偶尔取消慈善税收扣除总额的上限，并增加有资格接受免税捐赠的组织。但是政策的核心始终不变：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慈善捐赠。在某种形式上，这种扣除适用于对公共慈善机构、捐赠者指导基金、私人和家庭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的捐款，以及慈善遗赠。


  让我们从两个潜在捐赠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捐赠者是租房者安妮，2017年的收入刚好是美国个人收入中位数，约为31000美元。第二个捐赠者是有产者比尔，个人年收入约为30万美元，属于美国顶尖的1％的高收入阶层。


  假设安妮和比尔都希望向当地的食物银行捐赠1000美元。对捐赠的应税所得减免相当于政府按捐赠者适用的税率对其进行补贴。累进税制对收入较高和较低的人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2017年，安妮适用15％的税率等级。向食物银行捐赠1000美元将使她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1000美元。结果，安妮会发现她的1000美元捐赠实际上花费了她850美元，因为美国政府会支付她捐赠额的15％，即150美元，从她的应纳税额中减去150美元。


  相比之下，比尔在2017年适用最高税率等级——39％，他会发现他的1000美元捐赠实际上只花了他610美元。美国政府实际上会为他的捐赠支付390美元的成本。


  在扩大这些税收激励措施时，美国联邦和州财政部门放弃了相应的税收。如果比尔的1000美元捐款不得用作应税所得减免，州政府将会额外征收390美元的税收。或者，换句话说，对慈善事业的税收激励构成了一个支出项目或“税收支出”。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是美国税法中对个人最大的税收支出项目之一，相当于联邦和州政府对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运作以及对向它们捐赠财物的个人和公司的巨额补贴。


  但请注意这种政策工具如何区别对待安妮和比尔。他们向同一个组织捐出相同数额的款项，然而，尽管比尔的收入更高，他却得到了比安妮更多的补贴。安妮的1000美元捐款比比尔的1000美元捐款成本更高——安妮的成本是850美元，比尔是610美元。这被称为应税所得减免的“倒挂效应”，捐赠人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级越高，减免额就越大，这意味着他所获得的补贴就越高。


  由于表面上两种情况都产生了同样的社会福利——食物银行收到了1000美元，这种差别对待说得好听就是过于随意，说得不好听就是不公平。如果非要说哪里不公平的话，低收入者似乎更需要较多的补贴来降低他们的慈善捐赠成本。由于额外的美元对于收入顶尖的人群的边际效用更低，他们可以相对于穷人为慈善捐赠支付“更高的价格”。当然，这种倒挂现象并不局限于慈善捐款的应税所得减免。总的来说，应税所得减免显然对富人更有利。2013年，最富有的十分之一的收入者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应税所得减免。


  最后，也许最不合理的是，慈善捐款的税收补贴只适用于那些逐项列明应税扣除额的个人，也就是那些选择不接受所得税标准扣除的人。而在2017年特朗普税改生效后，这个群体估计占所有纳税人的90％。这样看来，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从慈善税收减免中获得税收优惠。然而，几乎所有美国人每年都进行慈善捐款。


  因此，税法中的慈善捐赠政策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些政策系统地支持富人，为他们提供更大的福利。当然，按绝对价值计算，富人比穷人捐的钱确实要多得多。但是为什么公共政策却区别性地奖励富人而不是穷人呢？为什么超过三分之二的慈善捐赠税收支出用于支持10％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捐赠偏好呢？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税收激励措施对采用不同报税方式、不同收入水平捐赠者的差别对待，而且应税所得减免所放弃的公共资金不合比例地流向了富人扶持的慈善组织。慈善领域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富人，因而资源更多地向富人而非穷人所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倾斜。1％的高收入人士掌控了税收政策的“扩音器”，并利用它来推动与中产阶层和穷人所青睐的慈善组织大不相同的慈善事业。（请参见第10页“大富豪与众不同的捐赠偏好”。）


  对捐赠的任何税收激励的理由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奖励参与慈善事业的人，而应该是因为慈善对于支持民间社会项目至关重要。税收激励的作用应该是鼓励或扩大在构建多样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社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因为这被看作繁荣社会的基石。如果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团生活的组织网络，那么鼓励对各种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赠可能会扩大民众的声音，提升民间社会的格局以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如果民间社会中的多元化构成了今天慈善捐赠政策的基础，那么政策工具对富豪的偏袒就是不合理的。现行政策中的倒挂式补贴和对没有逐项列明应税扣除额的纳税人的耍弄与排斥，使得我们在民间社会中获得的不是平等的公民声音，而是由税收政策支持和提升的富豪公民的声音。


  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是相当简单的。税收政策可以允许没有逐项列明扣除额的纳税人在标准扣除额的基础上扣除自己的慈善捐款。更好的办法是，由于这种解决方案仍然会保留倒挂的效果，因此政策可以给予所有捐赠者相同的、不可退还且有上限的税额减免（tax credit），而不是应税所得减免。


  通过向所有捐赠者提供同样的税额减免（比如捐赠款的25％），并将年度减免总额限制在某个水平（比如1000美元），这种解决方案避免了倒挂式的减免结构，并允许捐赠者在达到减免上限后继续捐钱，但不再享受任何州政府补贴。该政策提案与针对每个公民的利益相关补助（stakeholding grant）或竞选资金凭证计划（campaign finance voucher scheme）相似，然而税额抵免只能针对符合条件的民间社会组织，而不是将利益相关补助用于投资自己的项目或派发表达政治声音的凭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补助，以不可退还的税额减免的形式平等地对待每个公民，比尔·盖茨也和其他公民一样获得同样规模的税额减免。


  2005年不同慈善事业类型所获捐赠的百分比（按收入组划分）


  [image: ]


  资料来源：“2005年按收入组划分的家庭慈善捐赠结构”，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2007年夏季刊。


  大富豪与众不同的捐赠偏好


  这种税额减免甚至可以被设计成试图克服慈善捐赠最顽固但又不为人所熟知的一个特点：几十年来，美国人的捐赠额一直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推动慈善捐赠突破这个比例呢？与其将税额减免设置成慈善捐赠额的一定比例，不妨规定要先捐出个人收入的3％才有资格获得税额减免，即在捐出收入的3％之前是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的。在捐出收入的3％后，个人将获得一笔慈善事业税额减免，比如1000美元，他可以自由选择慈善机构捐款以获得这种减免。如果大家都知道，捐出3％的收入后进行额外捐赠会获得1000美元的税额减免，可能会产生更高的捐赠率。


  基金会的富豪权利


  应税所得减免隐藏着对富豪的偏袒，有利于富人和他们的慈善项目。税额减免可以纠正这种偏袒，通过向每位捐赠者提供同样的减免额度来平等对待所有捐赠者。但是，即使有了税额减免，富人仍然比穷人拥有更大的权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事实上，即使对于慈善捐赠没有任何税收激励，超级富豪凭借他们更强大的捐赠能力，也能比其他人行使更多的权利。比尔·盖茨和我可能会获得相同的税额减免，政策工具可能会平等地对待我们，而没有对富豪的偏袒。不过，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比尔·盖茨对社会的影响肯定比我大。


  要理解为什么缔造美国慈善事业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进行第二层的分析，从应税所得减免政策对富豪的偏袒转到富豪阶层所行使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应税所得减免，而在于私人基金会的结构。我们需要对抗的是基本上不受控制、不透明的、由捐赠者主导的、享有税收优惠且在默认情况下永续存在的大慈善机构。我们需要扪心自问，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基金会数量爆炸式增长，是否有益于美国的民主。


  虽然根植于历史传统，但现代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时代的产物。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志趣相投的卡内基基金会旨在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和一般目的的实体，以支持其他非营利机构，并创建和资助新的组织，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提供直接服务。这种实体采取私人、自治形式的理事会管理架构，并雇用专业人员来奉行公共使命。


  从定义上来说，私人基金会或多或少是对社会中富豪声音的法律认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合法宣传。这个观点在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时代就得到了公认。当洛克菲勒来到美国国会力求赢得一份批准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法人机构的联邦文件时，他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路易斯·布兰戴斯，这位反托拉斯的“人民律师”，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在1916年向参议院劳资关系委员会（Senate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ttee）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不符合我们的民主愿望”，并承认对权力落入少数富人手中“深感忧虑”。


  民主社会不仅仅要维护一个选举制度的代议制政府，还要致力于实现公民的平等地位和对公民利益的平等尊重。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二等公民身份），并且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影响和参与政治时，这种平等地位和尊重才显现出来。


  这种对政治平等的共同期望与私人基金会的存在及其对公共政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张力。基金会越大，其潜在的影响力就越大。看看比尔·盖茨吧，他的慈善事业让他可以像国家元首一样在世界舞台上阔步行走。为什么美国要给个别公民如此大的发言权？对于规定了如何创建基金会以及基金会该如何运作的法律，美国民众能公然宣称这些现行的法律是合理的吗？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用私人财富创建一个私人基金会是不被允许的，机构的授权和注册是必需的。带有广泛目的的基金会的出现被视为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即使在这些基金会成立之后，它们仍然受到公众的鄙视和质疑。威斯康星大学董事会于1925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该大学接受基金会的慈善捐赠，这个决定从今天的角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今非昔比。今天的慈善家们广受赞誉，他们的名字标示在建筑物上，他们的照片也纷纷登上杂志封面。此外，设立基金会的许可是独立的，不需要民选机构的批准，而且和普通的慈善捐赠一样享受税收优惠补贴。


  但钟摆未免摆得太过了。我认为，美国人民需要的是让私人基金会支持而不是颠覆美国民主目标的政策和社会规范。要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美国人民必须首先了解私人基金会在制度上的缺陷。


  基金会缺乏问责制


  在商业市场上，如果一家公司因为消费者选择不购买其销售的商品而无法实现盈利，公司就会倒闭。在美国的公共机构中，负责制定法律和分配税收的官员必须参加选举；如果公民不赞成代表他们的议员所推行的公共政策和开支决定，他们会在下次定期选举中投票选出新的议员。


  相比之下，美国对基金会却完全没有市场问责，它们既没有待售商品，也没有市场竞争对手。基金会不出售任何东西，而是把钱捐给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的生存往往依赖于基金会的持续支持。基金会没有消费者或竞争对手，有的是恳求它们捐助的对象。如果公民不喜欢基金会的捐赠决策，他们没有追索权，因为没有东西可买，也没有投资者让基金会对决策负责。


  此外，基金会没有选举问责制。无论公众如何看待基金会的拨款分配，基金会中没有人需要接受公众的投票反馈。假设有一群人不赞成盖茨基金会或任何其他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能怎样办呢？我们没有办法让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下台。在谈到基金会的教育捐赠时，评论家黛安·拉维奇曾将比尔·盖茨称为“非选举产生的全美学校主管”。


  除了缺乏正式的问责制之外，基金会还很难建立一套从受赠者、受益人和公众那里获得诚实反馈的程序。与基金会打交道的人通常都是恭恭顺顺、热切和气的，因为他们在请求对方资助或寻求下一笔捐赠。潜在或实际的受赠者几乎没有任何动机向基金会提供批判性反馈。每一个在基金会工作的人都了解这个圈子的好处：成为基金会管理者的人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房间里最潇洒、最有魅力的人。


  基金会缺乏透明度


  除了问责制问题，基金会往往还缺乏透明度，它们的窗户被阴影覆盖。法律要求基金会每年拿出5％的资产用于捐赠，并提交一份包含一些基本数据的年度纳税表。但基金会不需要设办公室、电话号码或网站［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的数据，设有网站的基金会不到10％］。它们不需要发布年度或季度报告，也不需要阐明任何捐赠策略。它们不需要评估自己做出的捐赠；即便它们这样做了，也不需要将这种评估结果公之于众。它们无须报告理事会的任何决策。


  一些基金会，尤其是规模最大、最专业化的基金会，确实在透明运作，提供上述所有甚至更多信息。但这只是特定基金会的特殊偏好，而不是法律要求或专业规范。除了法律规定的年度税务申报外，美国许多小型家庭基金会几乎没有任何公开记录。寻求避开透明度的不仅仅是小型家庭基金会。2017年，向《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泄露的“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透露，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创建了西蒙斯国际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估计其中有80亿美元的捐赠。根据2017年《纽约客》杂志上有关西蒙斯的简介，该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因此其资产完全免税，而且没有设网站，也没有任何公开资料。


  法律允许基金会遵从捐赠者的意愿，永久保护慈善资产。因此，捐赠者的死亡之手可能会从坟墓里伸出来扼杀后代。基金会必须由受托人组成的理事会管理，而捐赠者及其家人或其信任的联系人可以担任董事。这不需要社区或公共治理。财富管理公司经常推销帮忙建立家庭基金会的服务，将家庭基金会宣传为代际传递和维系家庭价值观的工具。为此，创始捐赠者可以永远控制基金会的治理和宗旨。


  对于少有或根本没有正式问责机制、几乎没有透明度义务、有着旨在永久遵从捐赠者意愿的法律架构，以及在创建基金会方面享有慷慨的税收优惠补贴的基金会来说，究竟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在社会中的合法性？


  基金会的使命在于探索


  要让基金会发挥积极作用，就要改变管理基金会的现行政策，创造能影响富裕捐赠者的新社会规范。这也取决于将缺乏问责的明显缺陷转化为优点。相比商业企业和公共机构的民选官员，基金会可以凭借其规模和寿命优势，在不同或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运作，并且可以承担社会政策试验和创新的风险，而我们通常不会期望商业公司或国家机构进行这些试验和创新。我将其称为基金会的探索使命。


  先从一个假设开始：民主国家都希望促进民众福利或追求正义的目标，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这种福利或正义。但政客们并不知道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比如，什么样的政策和计划最能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和改善教育成果？有些人认为最好是普及学前教育，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改进学校财务系统，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改善和普及在线学习。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认识到当选的领导人并非全知全能，对于追求公正目标的最佳方式可能存在合理的分歧，而且社会条件总是不断变化的前提下，一个民主社会可以分散地进行关于社会政策的试验，以便能够发现并采用更好的、更有效的政策。而且，这种试验需求永无止境。鉴于经济、文化、技术和代际条件的不断变化，在理想情况下，探索过程是累积的，会为社会构建起一个宝库，里面装有各种理想的或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用来应对不同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


  [image: ]


  政府当然可以自行鼓励一些试验措施和冒险创新。例如，政府可以向研究型大学提供公共资金，从而投资于结果不确定的基础研究。政府可以搭建联邦政府结构，将管辖的子区域作为政策试验的场所，为此布兰戴斯将美国各州描绘为“民主实验室”。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实验主义者，将政策和制度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尽管有这样的方法，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政府本身是否最适合进行这样的试验。一方面，民主治理体系中的公民倾向于期待和奖励经过检验、可靠的公共政策成果。当选的议员在将公共资金分配给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前途不确定的策略时，所选的政策可能根本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因而他们也冒着将会受到选票惩罚的风险。此外，浪费掉的政府开支往往会受到谴责，然而进行试验就注定有一些试验会失败，当一种方法被贴上“试验”的标签时，就预示了失败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可以设计哪些政府之外的结构来进行分散式试验呢？我认为，基金会是这个重要的探索和试验过程的一种有力工具。


  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基金会比市场和政治参与者更具有结构优势：更长的时间跨度。缺乏问责制在这里可能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探索使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具备创新和冒险的理想条件。与利润驱动型的企业不同，基金会不受季度或年度收益报告、资产负债表以及不耐烦的投资者或股东的约束。市场中的商业实体没有一个系统性地奖励高风险长期试验的激励机制，它们需要做出业绩才能持续经营。同样，公职人员也没有奖励高风险长期试验的激励机制，他们必须用公共开支在短期内迅速显示成果，才有较大的机会再次当选。


  正因为缺乏普通的民主问责制，而且被法律允许存续数十年，基金会可以资助民主试验和创新，从长远看来，这些试验和创新如果产生成果，会造福于我们的后代，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此外，由于私人基金会是多元化的、由捐赠者驱动的，不同的基金会可能会尝试不同的方法，从而整体提高它们找到有效或更好的社会政策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成功率。


  我们该如何去评价这种探索呢？对于基金会的创新所取得的试验成果，有什么机制可以传播或推广呢？失败的创新会消亡，尽管社会可能已经从失败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他基金会可能会延续并修改相关试验，然后产生积极的结果。还有一些基金会项目会成功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理想情况下，基金会资助的试验最好接受严格的社会科学审查，而不是仅仅做一些该领域的逸事报道。但是，从基金会的角度来看，慈善捐赠的成功并不在于资助创新且冒险的社会政策试验，然后永远维持其中最成功的试验成果；毕竟市场和国家的资产远远超过了最大型基金会的资产，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看到市场或国家大规模地推广成功或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创新。


  因此，基金会对政府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个谦逊的仆人，而不是“更聪明的部门”或社会益品的上游提供者。一个私人资助起步、不受控制的基金会项目，只是试着给由公共资助并受问责的政府责任提供一个选项。


  基金会的制度设计允许它们在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时间跨度内运作。因为它们的捐赠旨在支持长期持续的事业，基金会可以资助更高风险的社会政策试验，并且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发现和解决几十年后潜在的社会问题，或者进行只有在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成功的创新。简而言之，与企业和政府机构不同，基金会可以“走得更远”。它们可以为有效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探索之旅提供种子资本。


  美国基金会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可以说是符合这一模式的，比如安德鲁·卡内基对公共图书馆的推广。卡内基为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其对市政当局的资助是以一定公共资金的配套（通常每年10％）为条件的。1911年至1917年间，卡内基的慈善事业促成了1500多个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此后不久，图书馆资助计划就停止了，然而公民们已经发现图书馆的重要性，转向要求当地市政府承担起建设图书馆的全部责任。于是私人资助的公共图书馆成功地纳入了公共预算。其他基金会的成功也产生了类似的成果，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以及美国国家911应急协调系统。


  政策建议


  基金会的探索使命可以通过当代基金会所拥有的一些特权来推动，但这有其局限性。也就是说，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为基金会提供的各种法律许可是正当的。我特别怀疑捍卫让基金会永续存在的法律许可是否合理。我还怀疑，如今给予慈善事业的一系列税收补贴对于基金会的创建和维持是否必要。


  对于如何让基金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我具体想到三个建议。


  第一，对基金会的规模设立最低门槛，而不是天花板，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反直觉。美国小型基金会的泛滥是一个问题。为了能够为探索使命提供足够的风险资本，基金会必须拥有大量资产，并可能需要拥有能够管理和传播其学习成果的专业人员。相比之下，小型家庭基金会不具备执行这一任务的强大实力。从1993年到2013年，资产不到100万美元的基金会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资产不足100万美元的基金会很少有带薪员工，几乎每年捐赠都不会超过5万美元，这些基金会或多或少地充当着富裕家庭的避税场所和慈善支票簿。这些家庭本可以通过直接进行普通的慈善捐赠来实现相同的结果，产生相同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建立基金会作为它们慈善活动的载体。为了实现家庭价值观的代际传递，邀请家庭成员参与一个每年捐赠不足5万美元的基金会的管理（通常是带薪的），公众没有理由以税收优惠的形式来支持这种传递。这样，纳税人将不再为基金会补贴巨额资金，毕竟这些资金补贴给基金会后迟迟未拨给慈善组织。最大的50家基金会持有所有基金会的四分之一以上总资产。对基金会设定最低资产门槛，比如1000万美元或5000万美元，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失吗？我认为损失很少，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收益，因为达不到最低资产门槛的富人可能更倾向于向公共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创建自己的家庭基金会。


  第二，对基金会的存续时间设限。我们是否需要让基金会的资助永久持续下去？即便这样，我们是否需要永久遵从创始人的意愿？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看法，即这种永久性对社会有害。穆勒在1833年写道：“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事实比这个观念会让后人更难理解，那就是在任何理智的头脑中，永恒应该与人类的任何创造结合在一起。”原则上，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基金会的最佳寿命应该是多长。这个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基金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比其他社会机构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开展工作。洛克菲勒的顾问在1911年向国会提议，将基金会的寿命上限定为100年，即五代，在我看来，这个时间跨度对于参与重要的、支持民主的探索工作已足够长。


  第三，引入同行评议的社会规范。公共政策或慈善规范的制定如何引导私人基金会，使它们更可靠地朝着民主探索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期望在它们的年度公开报告中加入一份关于长期或代际影响的声明。基金会的长期试验策略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基金会尤其是大型的基金会中，引入自愿性的同行评议，由专家同行定期评估其慈善策略和投资，无论这些专家是其他基金会的领导还是相关赠款的受益人。原则上，同行评审可以在不需要正式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促进相关规范的形成，这些规范将有助于将私人基金会纳入民主探索模式。我想到了学术界出现的规范，在学术界，终身教授对他们的学术生产不承担责任，这在很多方面与私人基金会资产缺乏问责制非常相似。相比非终身制，终身制可能有助于引导学者从事时间跨度更长的项目，而同行评议的做法有助于其挑选比较好的研究，并为教授们的声誉竞争创造一个平台。也许慈善基金会的世界里出现类似的东西也会有所裨益。


  变革的后缘


  在进行这些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正视慈善事业的现状，而不是幻想它应有的面貌。对照本文描绘和捍卫的愿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基金会实际表现如何？基金会是否履行了它们的探索职责？


  对此严格的评估超出了我的论证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怀疑论显然是有道理的。许多著名的基金会观察家，包括那些基金会的朋友，都认为几乎在任何衡量成功的标准下，基金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如果用多元主义和民主探索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肯定是表现不佳的。1949年，一位杰出的基金会领导人埃德温·恩布里为《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名为《胆小的亿万富翁》的文章，文章的结论是，尽管存在明显的社会问题和充足的慈善资产，但“基金会遗憾地缺失最基本的社会开拓精神”。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基金会大西洋慈善总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工作超过15年的加拉·拉马尔什总结道，基金会倾向于规避风险，而不是承担风险。“大多数人并没有把勇敢的冒险与基金会联系在一起，”他在《波士顿评论》上写道，“基金会的理事会和高层通常由保守人士主导。如果税收优惠主要是为了鼓励大胆冒险、创新，那么这种税收政策似乎不起作用。”乔尔·弗雷什曼是大西洋慈善总会的前董事，也是《基金会：伟大的美国秘密》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如果基金会更加透明、更敢于冒险，它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还有其他人，比如慈善领域的知名作家沃尔德马·尼尔森，也质疑基金会对创新的支持，认为基金会更多地处于“变革的后缘，而不是前沿”。一项对基金会活动的回顾研究表明，只有一小部分捐赠可以算作对社会变革的大胆投资。


  也许这些批评者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基金会就比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目前赋予它们的特权就显得更不合理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为基金会的行为和表现辩护，而是要确定评估它们的正确标准。虽然基金会难以改变其建立在财富顶端的属性，评估基金会的标准仍应该植根于如何为民主社会服务。


  罗布·赖克（Rob Reich）


  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政治学教授和哲学教授，PACS中心联合主任和社会伦理中心主任，兼任GiveWell理事会成员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其新书《公平的捐赠：为什么慈善事业正在辜负民主以及如何做得更好》（Just Giving:Why Philanthropy Is Failing Democracy and How It Can Do Better）。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Philanthropy in the Service of Democracy。

  


  
    [2]捐赠者指导基金发源于美国，是公共慈善组织中的一种项目模式，由捐赠人捐资，在某慈善基金下设立一个子基金。捐赠人放弃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享有捐赠的税务优惠，慈善基金拥有最终进行慈善捐赠的权利，但是捐赠人有权对此基金的资金用途和投资提出建议。——译者注

  


  点评 不同社会语境下的慈善挑战


  作者：秦晖


  美国慈善的危机？


  西方社会在现代化中创造的两项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在非西方国家常常令人羡慕并引起仿效。但众所周知，这两项制度都是有争议的。而它们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可能恰恰来自这些争议：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对“福利病”的反思也导致了许多“市场化”改革。


  而当“第三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热词时，似乎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都齐声叫好：市场经济的支持者看好其“非政府性”，认为它能减少国家垄断公共物品提供的弊病；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看好其“非营利性”，认为它能纠正市场营利欲望带来的世风日下。但几十年过去，西方思想界对这一部门来自两边的批评也逐渐兴起。罗布·赖克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左边批评的一个代表。


  赖克教授首先给出了一个皮凯蒂[1]式的担忧：“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面临着严重而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他从“应税所得减免对富豪的偏袒”“基金会的富豪权利”“基金会缺乏问责制”“基金会缺乏透明度”“基金会的探索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批评。


  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最后一个批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冲了前面几个批评：不仅“将缺乏（对慈善机构）问责的明显缺陷转化为（鼓励探索的）优点”，而且其实“偏袒富豪”的捐赠减税激励不也有这个作用吗？同时，他对基金会的三个批评也可以归纳为一个，即富豪对民间公益的影响过大。所以，这五个批评其实可以化约为两点：美国现行减税政策优待富豪有损经济平等；而富豪对民间公益的影响大于一般人，则有损政治平等。


  我完全理解赖克教授对这两点的担忧。其实如今美国乃至西方慈善的一些新趋势也在回应这些担忧。例如近年来流行的“社会企业”就不以减税优惠为条件，而对基金会的公共监督立法也在加强。但是，对他的批评也可以有另一种回答，例如：


  第一，从减少实际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国家是否应该同等程度地激励富人捐赠和穷人捐赠？现行的应税所得扣除的确对富人的激励更大，但国家有必要像激励富人那样激励穷人捐钱吗？尽管应税收入扣除在捐赠额相等的情况下确实更有利于富人，但富人捐出的公益基金还是会远多于他得到的税收减免（如果不是如此，那就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倒行逆施的“负福利”了。赖克显然也不认为美国存在这种恶政），如果因这种激励差距使富人捐赠更多而穷人捐赠更少，从分配调节的角度讲这是一件坏事吗？


  以赖克虚拟的“安妮和比尔”的情况为例。诚如他的计算，在两人同样捐出1000美元时，相对贫穷的安妮得到国家的税收返还150元美元，实际付出了850美元；而富有的比尔由于本来承担的累进税率高，得到了390美元的返还，实际只付出610美元。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穷人和富人的捐赠额会一样呢？这种预设既不符合经验观察也不符合逻辑推论。假如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激励，比尔捐了1万美元（实际付出6100美元），而安妮因捐赠激励不足只捐了500美元（实际付出425美元），那么两人“捐后收入”的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当然会缩小。固然，我们不能指望靠这样的缩小来促进平等——累进税率等肯定更重要——但反过来说它扩大了不平等，恐怕很难成立。


  美国的累进税使富人承担更大的税负，这其实是以减少富人的财产自由换取平等，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但显然有个适度问题。如果能在不减少自由的情况下使他们多捐一点，这不也能起到分配调节的作用吗？否则赖克完全可以建议增加税收的累进度，而无须在减少捐赠激励上打主意。


  当然，如果从捐赠动机的“纯洁”角度讲，用减税来激励捐赠显然不够“纯洁”。事实上，不减税的慈善安排（如大部分的“社会企业”）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公益慈善事业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相对于人们对公益事业的高期望而言，“志愿不足”“慈善失灵”是常见现象，“有激励的公益心”是不能回避的。其实赖克在文中也不否认减税激励的作用，他只是希望减税的方式从应税所得扣除改为依捐赠额等比扣除。笔者并不反对这个主张，只是认为两者就像高税收与低税收那样各有利弊，但说哪种扣除会危及美国民主，在我看来就有点过度上纲了。


  第二，关于富人影响民间公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即便接受了赖克文中的三项政策建议，这个现象也不会消失。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关于“第三部门”必要性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过民间公益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分工理论：福利国家的公共福祉服务当然必要，它通常能够回应多数人以及虽非多数但常人都有可能遭遇的贫困、年老、患病等弱势状态的需求。但它往往难以满足那些不能得到多数票支持的特殊需求，诸如对特殊弱者的保护、对动物的保护、对自然的保护、对某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赖克也提到的“探索”需求等。第三部门就是为应付这“第二种政府失灵”而出现的。它不是去替代福利国家，它的公益提供是根据“出以公心的自由原则”。既然如此，富人对民间公益影响更大，在福利国家公共福祉服务存在的前提下就应该不是什么大弊。对于本来就不是由多数决定的民间公益而言，富人的少数与其他少数（如赤贫的少数）相比固然不能说更为高尚，但也不能说更为邪恶吧。


  就赖克提供的资料看：他指出富人大宗捐助的偏好确实不同于常人的小宗捐助。在当代美国，小宗捐助多集中于宗教和“基本需求”（我理解大概是如食物银行之类的衣食需求），而大宗捐助则偏好于教育、艺术、健康之类。实际上，这里反映的大宗捐助偏好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现代世俗国家没必要要求富人特别偏好捐赠教会，而基本需求保障应该是福利国家的事。民间大宗捐助偏好于教育、艺术、健康，不是很正常吗？


  问题可能不仅在于体制，更在于全球化本身


  但赖克教授一开篇就提出的皮凯蒂式担忧的确是存在的。严重的两极分化会导致民粹浪潮和大众期盼“新强人”，假如存在着福利国家的调节还好些，如果福利国家难以持续，问题就更大了。这种皮凯蒂式担忧，今天的西方人确实不能再无视。


  但这与赖克提到的慈善弊病有何关系呢？从他的论证中，这种关系如果不是看不出来，至少也是不够清晰。如今西方确实面临着“福利国家的危机”，可能正是这种危机凸显了慈善的重要性，从而使富人对慈善的影响成为问题。但这主要是福利国家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说因为民间慈善的发达就把福利国家搞垮了。


  诚然，为激励捐赠实行的税收优免（尤其是看起来似乎“偏袒富人”的优免）损失了一些国家税收，但是总的来讲这种税收损失肯定远小于公益基金总额（包括国家公益和民间公益的总实力）的增加。就算民间公益存在着“偏好”问题，只要这种偏好支持的是好事（哪怕是“次要的”好事）而非坏事，它至少也可以减少国家在这方面的负担，增加国家支持“主要”好事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所以，无论两极分化还是福利国家失灵，都不是现行慈善发达的结果——尽管它可能是造成后者的原因之一。


  那么，如今西方这种两极分化与福利国家失灵又是怎么造成的？在这方面，我认为皮凯蒂指出问题的贡献很大，但他解释问题并不成功。他其实主要以据说是古今中外永恒不变的r>g[2]“规律”来解释问题的成因。而我认为，当代这种问题主要是全球化进程中“劣币驱逐良币”造成的。这已另文论述，在此不详论。


  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今的全球化造成“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在经济上，资本从福利国家流向“低人权优势”国家（即便直接流向受阻，也会产生间接流向，即一方的投资停滞和另一方快速的原始积累），而劳动则反向流动（主要不是通过移民，而是通过贸易以廉价劳动产品替代高价劳动），两者的综合结果就是西方资本（用于投资的财富）由过剩变得相对稀缺，劳动则由相对稀缺变得更加过剩，从而导致劳资博弈格局变得不利于劳动，两极分化也因而重新加剧。


  而在政治方面，西方政治体制下左右都要“多数”，于是左派增福利易于增税，右派减税易于减福利，财政因此具有赤字冲动。单一国家环境下此种冲动还可抑制，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效应“外溢”，更难抑制。特别是在与相反体制（左右都要“上宠”，因此向左更易增税，向右更易减福利）的国家在全球化中互动时，双方的体制病都会趋于极端化，福利国家债台高筑难以为继，而相反体制的国家财富集中伊于胡底。加上前述经济上两极分化导致福利需求增加，税基流失导致福利供给趋减，情况就更加严重。


  总体而言，不同体制的全球“市场一体化”互动，不是甲改造乙就是乙改造甲，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良币驱逐劣币，互不影响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体制当然有很多缺点，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只就西方论西方，很多问题是根本无解的。


  因此，无论是讨论慈善的危机，还是西方国家体制的危机，都必须有全球化的眼光。针对“西方问题”提出的药方，不能不考虑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提出的药方，也应该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全球化的层面上来讨论。


  捐赠者权利问题：不同背景下的诉求


  赖克提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捐赠者对其基金使用的意愿应该延续多久？无疑，除了捐赠者无特殊意愿的情况（如直接捐赠给国库或教会，由其任意使用），如果捐赠者有意愿，那是应该尽量尊重的。但如果捐赠者的意愿过于刚性，不但公益的性质确实会受影响，日久还会带来“信托失败”的风险。


  这个问题其实自有慈善信托之日起就存在。假如一个慈善者直接与受助者打交道，比如有人在家门口直接给人布施，那不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慈善也做不大。假如他对一个基金会进行捐赠，委托其实现自己的救助意愿，那就构成了一种信托关系，这是慈善能成为社会事业的基础。


  一般认为，西方慈善有两个源头：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philanthropy（慈善）形态中，捐助者主权通常相当具体，信托者的主动空间极小；而在中世纪以教会为主体的charity（慈善）传统中，行善的主动权完全操于教会之手，捐赠者只是通过教会向上帝赎罪，对其捐赠的用途通常是没法过问的。这两种缺陷都影响了公益信托的发展。


  近代首先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兴起的“近似原则”（cy-pres，源于古法语“尽可能接近”）被认为解决了此问题。其原则是：当委托人的最初目标变得不可能、不可行或无意义时，近似原则允许慈善信托用于“尽可能接近”委托人初衷之目的，以防止信托失败。


  这一原则在美国尤其促进了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成长到世界领先水平。如赖克所言，那时美国尚未实行捐赠者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旺盛的慈善意愿主要是由捐赠者的个人“理想”推动的。而对他们意愿的尊重又因“近似原则”变得十分灵活，尤其在捐赠者离世、不可能改动意愿的情况下，根据公益的目的灵活定义其意愿就更为重要。典型的如杰克逊诉菲利普斯案：南北战争前，著名废奴主义者弗朗西斯·杰克逊遗赠基金用于“在美国废除黑奴制”。杰克逊去世四年后奴隶制被废除，杰克逊家属认为原委托目的消失，要求解除信托。但法院判决：按照接近于杰克逊初衷的原则，基金可以用于“促进自由民的教育，支持和帮助废奴后的前奴隶”。


  基于捐赠人权利的“近似原则”也是近代慈善与中世纪“赎罪”式宗教慈善的基本区别。但是随着“群己权界”的调整，近百年来“近似原则”在慈善公益信托中的运用确实有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受社会意愿影响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快，“委托人的最初目标变得不可能、不可行或无意义”的概率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行捐赠者享有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后，国家需要为捐赠支付一定成本，捐赠者权利过于绝对就显得不合理了。


  赖克为此提出了“对基金会设置存续时间限制”的政策建议。他提出：“我们是否需要让基金会的资助永久持续下去？”“我们是否需要永久遵从创始人的意愿？”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主张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实践，他认为将基金会的寿命上限定为100年已足够。不清楚他主张此后这些基金应该如何处理：是直接收归国库？还是设立一个与捐赠者初衷无关的民间机构来掌管、使用这笔钱？如果是后者，这种机构应该如何设立？但应该肯定，他的主张无论细节如何，总体上是符合当代慈善事业中“近似原则”的运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不拘泥于捐赠者初衷的潮流的。


  警惕“淮橘为枳”


  然而，人们在介绍这类主张时要非常小心，不要引起“淮橘为枳”的结果。赖克认为美国应该约束捐赠者权利的过度行使，特别是在捐赠者是富人的情况下，他主张这种权利应当在一定时效后被取消。这在美国有一定道理，但在其他地方则未必如此。


  税款只是国家的法定收入，而捐款是社会道德、良心的体现。拥有一个人人热心公益、个个乐于捐助的社会是令人自豪的，而这反过来就会使同一数量级的善款滥用比税款滥用带来的恶果更严重。后者会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而前者除会造成公共利益损失外，如果经办者具有政府背景同样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更严重的是，无论经办者是政府背景还是民间背景都会沉重打击社会道德与良知，瓦解人们的公益心和社会的凝聚力。


  财富被滥用可以再创造，而社会道德、公益心和凝聚力的损害则难以恢复，即使好政府面对缺乏凝聚力的社会也是难于治理的。因此，对捐款使用的监督，应当比对税款使用的监督更严格。对捐款使用的监督自然也可以来自社会，但是相比税款监督而言，捐款监督权更应该由捐献者来行使。捐款与税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税款是一种“私对公”的缴纳，它形成的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原则上属于国民，虽然国民也包括纳税者，但不仅仅是纳税者，政府在税款使用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捐款则不同，除了捐献者明确是捐给国库的以外，一般捐款的用途都限于捐献者指定的特殊对象——尽管实际操作中会有成本与管理费的扣除，但这是需要严格限定或约定的。


  实质上，捐款属于“私对私”的赠予。即便是捐赠给国库，也是把国家当作“准法人”来赠予，仍然适用于私法规范，而非公法规范。尽管这种救助具有公益性质，而且对公共财政可能有替代作用，例如在总的救灾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大量救灾捐款会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但这种特殊的“公益财政”仍不同于公共财政——如同个人认养孤儿会减轻国家负担，但不等于该个人家庭就成了国立孤儿院一样。


  捐款既非公共财政，经办者也不具有所有者权利。人们“缴纳”赋税，但并不向经办者“缴纳”善款，经办者即慈善机构只是信托者，即受捐献者的委托转交钱物给受助者的人。尽管在世界慈善史上有所谓“近似原则”的出现，即在完全实现捐献者的意愿不可能、不现实或无意义的情况下可以按“尽可能接近”这一意愿的原则使用善款，但是这一原则赋予经办者的“灵活性”仍然很有限，不能与国家使用税款的自由度相比。因此捐款只能“专款专用”。这就赋予了捐献者比纳税者更大的监督权和质疑权。


  而当“公益财政”与公共财政发生关系时，各国都通行“公益优先”的原则。把国家财政转为民间公益财政的事很常见，但把民间公益财政收归国家财政则是越轨的行为。在当代提倡民间社会发挥主动性的潮流下，不少国家都出现把政府使用公共财政直接办公益的“福利国家”政策，改变为更多地采用政府向民间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提供财政支持，让后者来办公益的“后福利国家”（所谓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而如果反过来，“政府把民间组织募来的钱拿去自己办事”，哪怕是办好事，也容易引起争议。


  事实上，当代许多国家民间公益组织拥有的大量资源来自政府财政支援的比例甚至超过自己募捐所得。号称最“自由放任”的美国，其第三部门掌握的资源中来自国家财政支援的比重也达到70%左右，而具有福利国家传统的欧洲各国这一比例更高。


  这些国家以财政支持民间公益组织，但后者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有法律保护，原则上不会因拿了政府的资助就失去独立性。但不能反过来，政府不“养”民间公益组织，却可以对其发号施令，甚至把民间公益资源收归国库。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老百姓捐出3元，却可以在获得政府7元资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自主行为办成10元的善举，那当然有利于调动民间公益参与的积极性。假如反过来，老百姓捐出10元钱却被扣下7元，剩下3元到底怎么使用也没个交代，那他们捐献的热情还能维持吗？


  显然，无论从哪方面讲，捐赠者权利都应该刚性化。反过来讲，经办者（受托者）的责任也应该更加刚性。滥用税款不行，滥用善款更是罪莫大焉。捐献者对经办者有监督质疑之权，经办者对捐献者有举证释疑之责。这在汶川地震时的烟台“爱心捐款”风波，尤其是近几年持续发酵的红十字会公信力风波中有很好的体现。


  总之，赖克提到的当代美国慈善事业中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其严重程度是否如作者所说实在大有可疑。他具体提出的前三个政策建议——“第一，对基金会的规模设立最低门槛；第二，对基金会的存续时间设限；第三，引入同行评议的社会规范”以及文章开头提出的对捐赠者“应该用固定税额减免来取代应税所得减免”，这些在美国的条件下都值得考虑。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体制与他国的改革不再无关。就慈善事业而言，捐赠者权利，在赖克的问题意识中可能是个需要限制，甚至在一定时间后应该取消的东西。但是在别的地方，这种权利不仅需要保护，而且可能是“慈善事业支持社会进步”的一条通道。


  秦晖


  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清华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1]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著有《21世纪资本论》一书。

  


  
    [2]r指资本收益率，g指经济增长率。

  


  精英们是否绑架了社会变革[1]


  ——评新书《胜者为王：精英们改变世界的迷局》


  作者：马克·克莱默


  译者：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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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创新的黄金时代。数十亿美元涌入慈善事业，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和社会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社会影响力咨询和影响力投资已实现专业化。然而，在《胜者为王：精英们改变世界的迷局》一书中，前《纽约时报》驻外记者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解释了为什么举杯庆祝还为时尚早。


  “商业精英正在接管改变世界的工作。”阿南德在书中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自己正在改变这个世界。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恰恰保护了其所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阿南德揭示了那些来自特权阶层和有财富背景的既得利益者，在为社会变革而努力时所遭遇的自我矛盾。他还深入剖析了将麦肯锡式战略分析引入社会领域的缺陷、社会创投者的局限性，以及那些发表天价演讲、为商业和社会双赢摇旗呐喊的思想领袖的问题所在。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那些在现有权利体系中为社会变革而努力的人提出了挑战，引发我们去思考这些是否无意中成了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恰恰代表了让阿南德忧心忡忡的那群人：我做过风险投资，是一家社会影响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坚定支持者。因此，阅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忍释卷又屡屡被当头棒喝的过程，它从全新的角度对我和许多选择为社会进步而工作的朋友、同事提供了有益的洞见。


  如果这本书只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无知诽谤，那么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阿南德是行走于慈善和商业两个世界的人物。他曾经是麦肯锡的咨询师，奉行的正是如今他书中所批判的方式。他熟悉达沃斯、阿斯彭和克林顿全球倡议等大场面，是许多慈善家、基金会总裁、风险资本家和社会企业家的朋友。


  阿南德在结语中写道，这本书是写给他善意的朋友们的一封私人信，希望能警醒他们看到可能被忽视的危险。这种同理心的语调赋予这本书以说服力，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属于被批评对象的读者们。


  阿南德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以避免质疑自己的商业行为、权利和财富的方式在重新定义今日世界之问题所在？当用个人行为代替政府政策和公共辩论时，这些人是否已经脱离了公正社会的基本前提？


  阿南德在书中引用作家奥德尔·洛德的话，“用主人的工具拆不了主人的房子”。阿南德认为，这些人永远无法通过“改进一个建立在特权之上的系统，来解决因该系统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阿南德指出，问题不仅仅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能真正理解那些无法享受利益的群体的需求，还包括制造出贫富悬殊差距的固有机制无法用来扭转因自身的存在所导致的失衡。


  作者的这一观点十分在理。资本主义没能给近几年的美国经济带来多少好处。虽然美国的生产效率从1973年到2014年上升了72％，但同期工人工资仅上涨了9％。最富有的美国人近年来的收入增加了3倍，而超过1.17亿美国人的收入仅从16000美元增加到16200美元。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集中：几年前，全球300个富人与世界一半人口拥有相同的资源。今天，全球8个富人就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曾经承诺过的共同富裕似乎不再发生。


  阿南德在这本书中通过许多不同人的故事来表达他的观点。这些人要在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工作，为此必须做出微妙的妥协。这些困扰有很多种形式。希拉里·柯亨必须在麦肯锡的职业生涯和一个小型非营利组织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承诺有社会影响，但她如何去权衡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使命纯度与麦肯锡所能支配的权利和金钱呢？劳里·蒂施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她已经捐出了数百万美元，但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在面对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时所产生的矛盾心理。哈佛商学院教授（FSG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波特认为，利润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强大动力。但他同时看到许多公司以牺牲员工和客户为代价来优化利润。任何试图将财富与社会正义绑在一起的人都活在矛盾和不安之中。


  思想领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阿南德认为他们为社会变革提供一些看起来简洁易行的创意。“然而，这些创意在带来希望的同时，并不打算去挑战任何既有的东西。”例如，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卡迪了解到，她2012年所做的有关女性如何使用有力的肢体语言来克服性别偏见的TED演讲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指责男性对造成这种偏见所负有的责任。社会影响力领域的咨询顾问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任何提案都不能让客户感到难堪。阿南德在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有着相同的主题：我们可以谈论受害者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但却回避讨论始作俑者，以及他们必须牺牲什么来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和延续。


  至于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阿南德采访了硅谷一群风险投资的“颠覆先锋”，他们踌躇满志地准备颠覆任何需要变革的系统，只要不涉及他们自身的财富创造引擎。以Even为例，这是一款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应用程序，专为数百万因工作时间不稳定而无法对收入进行准确预估的人群设计。只要出260美元的年费，该应用程序就能计算出一个人的平均收入，并帮助预留任何超额进账来应对收入缩水的时期。这个程序对管理不可预测的现金流方面很有帮助，尽管它不能解决因工作时间不稳定而导致的其他问题，例如遇到临时加班的情况时如何找到托儿服务。让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人用自己的钱来解决因大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引发的问题，这个逻辑的错误应该从何说起？制定禁止这一“动态调度”的《劳动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


  阿南德总结道：“如果慈善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投资、经营公司、管理财富，改变给政治家捐款时游说的目标……那么那些社会中的危险因素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没有人会这么说。”即使是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也承认，他必须“激励富人做更多好事，但永远不要告诉他们要减少伤害。告诉富人对社会多一些回报，但永远不要告诉他们对社会少一些索取”。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有资格告诉那些弱势群体要如何去改变，反之则从来行不通。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阿南德引用巴哈伊的一句话说：“（社会）变革不是一群人为了给另一群人谋福利而进行的项目。”相反，我们必须“共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动员政府的力量，扎根于公民社会，让所要帮助的对象能对提供的解决方案发表意见，同时为每个公民提供同样发表意见的机会”。


  我们当然要承认政府的作用。然而，也正是阿南德所批评的这些既得利益者选择与政府合作来为他们的财富增值，掠夺地球资源，肆意摧毁数百万人所依赖的社会安全网。


  阿南德明智地指出了让既得利益者们来制造解决方案的危险性，以及在不改变现有经济体系的情况去帮助那些体系的受害者的悖论。但并非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也有许多道德高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赞同提高富人的税率，赞同采用更好的《劳动法》，支持环境保护。今天我们看到的只追求短期利益、不受监管、高度不公平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例如，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在强大的反垄断和银行监管措施、工会化、稳定就业、环境保护和高税率的支持下，至少绝大多数的美国白人（91％）都拥有了真正的幸福感。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阿南德所指出的系统问题已经有了更好的答案，诸如使用集合影响力框架来建立跨部门联盟，“正向偏差”问题解决策略和以人为本的设计等方法。这些方法都能帮助将那些社会问题的当事人的想法更好地传递给那些有能力和资源进行变革的人。此外，我们必须承认，来自硅谷的亿万美元级别的慈善活动家、跨国公司、社会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战略顾问和影响力投资者已经为实现社会影响带来了强有力的新方法。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他们带来的创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也必须倾听阿南德的警告：如果我们对这些精英们处于保护自身利益而造成的创新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敢指出他们身上存在的利益冲突甚至伪善，如果我们假装不去改变政府腐败，不去改变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能实现社会正义，那么我们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必须让既得利益者继续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胜者为王》这本书给了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重新审视的机会。我将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但会同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忽略这些做法的偏见和局限性。把社会问题受害者的呼声掩埋起来，用既得利益者的眼光来重新定义社会问题的确更轻松，但我们必须愿意公开指责那些导致不公正的商业做法，无论这些做法的背后是谁，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必须让社会问题当事人的呼声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中。我们必须对政府问责，让其真正为公众谋福利。最后，当我们能够在享受财富和既得利益的同时追求社会正义的时候，切勿忽视那些看似微妙实则深刻的违和感。


  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


  基金会战略集团（FSG）联合创始人和常务董事，哈佛商学院客座讲师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ummer 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Are the Elite Hijacking Social Change。

  


  近十年中国富人捐赠案例梳理


  编辑：黎宇琳


  罗苑


  尽管富人一直是中国慈善的支持者，但在2014年以前，中国富人对慈善的支持以资助公益组织为主，资助者并不经常主导具体项目，资助的金额也相对较少。而在2014年中国政府发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号召之后，中国富人参与慈善的姿态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创办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家族基金会或企业基金会，并为这些基金会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的巨额资金；他们构建自己的慈善体系，并往体系里灌注一套有着鲜明个人烙印的方法论，对公益慈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文梳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中国富人捐赠案例，旨在呈现中国部分富人捐赠的基本事实，以及捐赠人的基本观点。


  捐股办“河仁”，“对赌”中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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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德旺

  


  2011年5月5日，由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他将曹氏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集团的股份捐赠给该基金会，过户当天，股票价值为人民币35.49亿元。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之一。


  曹德旺说：“我成立这个基金会的初衷，是想带头让中国有些人拿一部分钱出来分给穷人，只是想改变社会的一种文化、一种追求，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


  河仁慈善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公益支出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这家基金会的捐赠领域广泛，项目遍及西藏、新疆、云南、宁夏、福建等多地，也曾为灾后的尼泊尔等境外地区捐钱。其所资助的项目颇为庞杂，涵盖扶贫、救灾、环保、助学、公益传播与研究等多个领域。


  在曹德旺的捐赠中，最有名的事件是2010年向西南遭受旱灾地区捐款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2亿对赌”，曹德旺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将2亿元善款用6个月时间发到西南五省5820个自然村的近10万农户手里，每户2000元，手续费控制在3％以内。曹德旺还组织监督协调小组对资金用途进行监督核查，如抽样检查不合格率超出1％，曹德旺将收回全部捐款并要求执行机构反赔30倍。此举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崇信佛家的主张，经常引用佛经里的故事：“佛家讲，布施有三种，其中一种是财施。像我这样的捐款，只是有钱人做该做的事情，功德最小。”曹德旺认为，财施只能算是“小善”，办企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才是“大善”。


  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的累计个人捐款已达80亿元。在《公益时报》报社主办的“中国慈善榜”上，2010、2011两个年度，曹德旺分别以10.3亿元、36.3亿元的捐赠额获“中国首善”称号。


  构建阿里系公益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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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

  


  2014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基金。资金来源为两人所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期权，规模相当于阿里巴巴集团总股本的2％。马云表示，该基金将用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按照当前的阿里市值计算，这笔资金总额将超过600亿元。


  2019年3月15日，阿里巴巴发布公告称，马云及蔡崇信的关联实体和慈善基金会已签订股票出售计划，从2019年4月开始的12个月内，马云将最多出售2140万股阿里股份，蔡崇信将在2019年年底前最多出售920万股阿里股份，用于达成公益慈善承诺及一般财富规划。


  根据《公益时报》报社主办的“第十二届（2015）中国慈善榜”，马云以124亿元的捐赠位列榜首，获得“中国首善”的称号。


  2017年12月，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立，马云任主席。该基金将在未来5年投入100亿元，重点从电商、生态、教育、女性、健康五大领域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马云表示，阿里体系内的每个独立公司都负责一个脱贫项目，并对总裁进行脱贫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


  按照马云的说法，阿里巴巴集团将“通过流量与电商的优势为缺乏市场的生态产品赋能，将扶贫视为企业战略，把市场的机会当作脱贫的机会”。


  马云把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企业的主营业务都整合进了一个他称之为“生态圈”的系统之中。他对此做了一个比喻：“扶贫是‘授人以鱼’，脱贫是‘授人以渔’，致富是‘给大家造鱼塘’。”“造鱼塘”等说法表达了他想要打造“生态圈”的想法。


  开“包县扶贫”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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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林

  


  2014年年末，万达集团与贵州省丹寨县签署了扶贫协议。万达集团初期决定出资10亿元，在丹寨县实施“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扶贫模式。截至2018年，万达在丹寨扶贫的投入达到21亿元。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1中国慈善榜”“2014中国慈善榜”，王健林分别以12.8亿元、4.38亿元的现金捐赠额位列第一。


  “产业扶贫”是王健林在丹寨扶贫的基本思路，即通过扶持当地的特色产业，让当地居民就业、创业、增收，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其具体的策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灵活调整。起初，王健林计划投资农业加工企业，如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但是当地居民养猪多为散养，难以形成规模。后来，王健林放弃了养猪的想法。


  之后，王健林借助万达集团在商业上的积累，打造了一个颇有特色的丹寨万达小镇。文化旅访产业成了丹寨的一个标签，在“2018半年度中国特色小镇影响力”排名中，丹寨位列第二；在开业的头一年，小镇游客量破550万人次，是上一年丹寨全县游客数量的6倍。


  此举源于2014年的全国社会扶贫工作座谈会，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号召。王健林在与时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探讨时提出：由企业把一个县包下来，做产业扶贫，并实现普惠制。“如果一个大企业就能带动一个县，现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贫困县不到600个，我想扶贫就不那么困难了。”


  按照最初规划，万达集团对丹寨旅游小镇的扶持期为三年，随后将交还当地政府与居民经营，后来双方协商，等旅游小镇赢利后，再行移交。具体而言，该扶贫项目由“长期+中期+短期”三部分组成。长期是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中期是指产业扶贫，短期是指直接给贫困户资助。


  连续八年获“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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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印

  


  2015年年末，恒大集团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人民政府签订《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协议》，计划3年对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投入30亿元扶贫资金，2018年年底实现大方县175个贫困村、18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该项目计划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措施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在产业扶贫方面，恒大为大方县捐建肉牛养殖基地、蔬菜育苗中心、中药材及经果林基地等。同时，恒大为大方县捐建了一批学校及慈善医院、敬老院等。


  除帮扶大方县外，恒大还计划投入帮扶毕节市其他县区，预计总共将投入110亿元的扶贫资金。按照恒大的计划，预计到2020年帮扶毕节市103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许家印认为，相比扶贫资金的投入，一支“能吃苦、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技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扶贫团队更为重要。为此，他从恒大集团系统选拔了上千名员工，并将他们派驻到基层。


  据统计，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及其集团从1999年捐赠希望工程项目开始，慈善捐赠累计超过100亿元，主要投向民生、扶贫、教育、环保、体育等领域。


  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8中国慈善榜”，许家印以42.1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一。在2012年和2013年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中，许家印分别以3.9亿元、4.2亿元的捐赠额蝉联“中国首善”。此外，许家印连续八年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


  捐1亿腾讯股票筹建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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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化腾

  


  2016年，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布，将捐出1亿股腾讯股票（其市值为137亿元人民币）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支持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全球前沿科技和基础学科的探索。


  据悉，该公益慈善基金未来投入的项目将主要用于中国内地，并根据实际需要在国内设立具体执行项目的基金会，按专业团队的评估建议去捐助合适的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


  多年来，马化腾参与了不同领域的项目，包括儿童医疗、抗灾抢险和环境保护等。他是中国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也是新成立的公募基金会爱佑未来的出资发起人之一，以及壹基金理事。同时，马化腾还是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2015年与马云等企业家发起成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并担任联席主席。


  据《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8中国慈善榜”，马化腾以8.2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四。


  马化腾表示：“通过十年的公益实践和探索，我日益感到需要一个更长远、更高效的系统规划和架构，以善用财富回馈社会。同时通过专业团队提升公益活动的管理效率，我本人也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到腾讯的战略、产品体验，以及更长远的公益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6年的高调捐赠之后，马化腾的公益慈善基金运作细节未见之于公开报道，公众无从得知这笔巨额善款具体用作什么用途。


  设立全球最高奖金的教育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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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丹

  


  2016年5月，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在香港宣布捐赠25亿港元设立教育奖项“一丹奖”，有关款项已于奖项成立之前完成捐赠。“一丹奖”由独立慈善信托基金运作及管理，以确保此奖永续经营。


  “一丹奖”获奖者每人可获3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513万元）的奖金，被媒体称为“全球迄今为止奖金金额最高的教育类奖项”，该奖项旨在表彰为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个别人士或不超过三人组成的跨界团队——包括教师、研究人员、学者、政策决策者及社会活动家等，并根据创效投资的原则向得奖人授予项目奖金。


  陈一丹说：“‘一丹奖’旨在赋予教育革新者更多力量，吸纳更多跨越国界的教育领袖和对教育有卓越贡献的人群，为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陈一丹希望借助“一丹奖”这个国际性的教育奖项，选出全球范围内最好的教育案例、教育个人，并让这些优秀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可以复制，从而推动全球教育的发展，产生更好的效益。


  早在2007年，陈一丹等人推动腾讯成立了腾讯基金会，如今陈一丹担任该基金会的荣誉理事长。腾讯基金会搭建的腾讯公益平台已成长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之一。


  2009年，陈一丹向武汉学院注资，2015年又加大投资力度，首期投资20亿元。根据福布斯“2017中国慈善榜”，陈一丹以23.7亿元的现金捐赠额位列榜首。


  捐资10亿美元支持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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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桥

  


  2016年年末，中国前首富、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及妻子雒芊芊宣布成立10亿美元的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向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研究。


  2017年，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院在加州理工学院举办了奠基仪式。该研究院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投入达2亿美元，是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简称TCCI）支持的第一个脑科学研究项目。Caltech-TCCI脑科学研究院将致力于脑科学三大关键领域研究——大脑的探知、相关疾病治疗以及大脑能力开发的研究。


  陈天桥说：“我们一直对破解人类大脑的秘密怀有极大的热情，并承诺长期致力于这项事业，从而实现改善人类体验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大胆的目标，需要为此聚集最顶尖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在Caltech-TCCI脑科学研究院营造出一个包容性的环境，更好地促进并激发卓有远见、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陈天桥和雒芊芊夫妇表示，他们将致力于与全球领先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从根本上转变对人类大脑的认知，以及人类理解并感知周围世界的机制。


  陈天桥主张用企业家的方式做慈善，他认为慈善需要眼光、专注与亲力亲为。“眼光用来决策和判断；制定战略和具体任务时需要专注；亲力亲为不但是对自己的投入负责，也是对捐助对象负责。”


  根据福布斯“2017中国慈善榜”，陈天桥和雒芊芊夫妇以7.9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三。


  60亿元慈善捐赠驱动新型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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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享健

  


  2017年7月，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在广东顺德公布60亿元慈善捐赠计划，用以支持在佛山本土乃至全省、全国的精准扶贫、教育、医疗、养老、创新创业、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何享健计划将其60亿元捐赠一分为二，用1亿美的股权发起“和的慈善信托”，再把20亿元现金注入其担任荣誉主席的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一方面，以信托的收益持续为基金会“输血”；另一方面，基金会多线出击，孵化了数家“子基金会”，比如“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这家基金会专门负责资助有关创新创业的项目。


  “为何我本人及家人那么热心捐钱做慈善？”何享健自问自答，“我一直在家里强调，我的财富，除了自己的努力拼搏、美的人的共同努力，离不开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


  何享健投放善款的方式沿袭了中国富人的一大传统——优先考虑原生社区，将其大部分资金用于顺德当地；同时，何享健的做法也体现了一名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他活用商业工具，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公益方法。


  截至2017年年底，和的慈善基金会资助了1家养老院、1座岭南园林，资助的机构和开展的项目均有上百个。截至2018年8月，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在青年创新发展领域累计投资25个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文化艺术等领域。


  根据福布斯“2018中国慈善榜”，何享健家族以10.9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二。


  巨款投向传统扶贫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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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强

  


  2018年10月，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宣布未来10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2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助力清华发展。


  从慈善资金的投向来看，年少贫困、几乎失学的经历，让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一直专注于扶贫与教育领域。


  早在1997年，杨国强通过某报社匿名每年捐资100万元（2006年开始增加到200万元），在广东省内高校设立帮助贫困大学生的“仲明大学生助学金”；2002年，杨国强出资2.6亿元创办国华纪念中学，在全国招收家庭贫困、成绩优秀、心智健康的学生，承担学生在校所有费用并提供助学金直至其完成大学、硕士、博士学业。2013年10月，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它是杨国强及杨惠妍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2017年2月14日，“惠妍教育助学基金”项目启动，碧桂园集团捐赠善款1亿元。


  2017年，杨国强家族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认捐5亿元，帮扶广东省贫困面积最大的英德市，通过发展产业、就业培训等组合式措施，助力实现全面脱贫。从1997年第一笔大额捐款算起，多年来碧桂园集团及其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副主席杨惠妍向社会捐款累计超过27亿元，涉及教育、产业、赈灾等多个方面。


  据福布斯“2018中国慈善榜”，杨国强家族以7.55亿元的捐赠额位列榜单第六位。此外，杨国强7次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


  IPO同时捐市值4.47亿美元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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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峥

  


  2018年7月26日，拼多多在上海、纽约同时敲钟，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其发行价为每股19美元，总市值达240亿美元。招股说明书显示，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黄峥将在IPO（首次公开募股）后捐出其拥有的2.3％公司股份成立私人慈善基金，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为此，拼多多将建立由高级管理人员及合伙人制度选拔出来的员工，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资金用途，并管理其日常运行。按IPO发行价计算，黄峥此次计划捐出的资金约为4.47亿美元。此外，黄峥还计划另外建立一个私人慈善基金，支持科学和医学等前沿技术的研究。


  2018年1月29日，拼多多发布的扶贫助农报告称，2017年拼多多在推广贫困地区农货、解决百万农户卖货难问题上共计投入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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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文章


  实现系统性变革[1]


  作者：克里斯汀·西洛斯 约翰娜·梅尔


  译者：江璐


  越来越多的组织推崇系统性变革，将其视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实现系统性变革的难度并不仅仅来自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本文介绍了系统性变革的两大模式和实现系统性变革的三个关键点。


  那名面容冷峻又年迈的魔法大师，


  今日终于出门远行，


  而现下他的鬼灵从使，


  也应颤抖于我号令！


  他的咒语和招式，


  我早已记住，


  我将用我的想法让奇迹诞生！


  ——摘自《魔法师的学徒》，歌德[2]


  在歌德《魔法师的学徒》一诗中，老魔法师让年轻学徒打扫房间。男孩很快对此感到厌烦，便用魔咒召唤扫帚的帮助。结果，扫帚开始往地板上一桶一桶地倒水。男孩无法控制扫帚，房间被水淹没。老魔法师回来后，迅速解除咒语，把水打扫干净，并警告男孩不要再使用自己既不了解又无法控制的魔力。


  这位可怜的年轻人未能驾驭“复杂的因果关系”。由于他不懂也不能控制扫帚的魔力，因此不但没能通过操纵被施了咒语的扫帚来创造“奇迹”，反而导致了混乱和损失。


  当我们回头来看人们对系统性变革与日俱增的兴趣甚至迷恋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故事。就像魔法师的扫帚，那些标榜为简单的系统通常都既难以理解，也不好控制。当我们和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试图革新系统的时候，是否是在自找麻烦？是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尝试，而是说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尊重其复杂性和危险性。我们希望在本文中提供一些有效的“咒语和招式”，来避开系统性变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麻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系统性变革方法，或可称之为“原型”。同时，我们也会举例说明如何掌握构建系统的因果关系，以实现有效革新。


  系统性变革的困局


  从政府、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到社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贫困、健康、教育不公等顽症。许多人把系统性变革的理念当作根治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都将系统性变革推崇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手段，并对之寄予厚望。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将系统性变革视为改善各个社会领域服务的灵丹妙药，包括提高医疗组织的能力和灵活性[3]、将社会服务对象的反馈融入项目评价之中，[4]以及将教育系统转化为一个学习生态系统[5]等。


  第二类关于系统性变革的文章探讨的是如何能更有效地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创造、激发集体智慧和行动的空间[6]，加深对社会问题根源所在系统的认知[7]，支持突破资源限制的系统内创变者[8]。


  第三类文章希望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帮助基金会和资助者实现解决方案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化，其手段包括“五条简单规则”[9]、运用“生态系统工具”[10]、通盘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11]，以及协调各出资人资产[12]等方式。


  从动机和意愿来看，进行系统性变革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但多数文章的作者也承认，我们处理系统问题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全球知识倡议”（Global Knowledge Initiative）的共同创始人萨拉·法利（Sara Farley）指出：“即使那些不清楚系统真正含义的人，也对所谓系统的重要性津津乐道。”期刊一篇有关系统领导力文章的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很多人怀疑那些用来解决复杂问题的策略可能太流于表面，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13]


  但正如另一篇相关主题文章的作者丹·韦克斯勒（Dan Vexler）所指出的那样，比缺乏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系统”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社会部门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14]迪特里希·多纳（Dietrich Dörner）是研究专业人员如何参与系统性变革的先锋学者。他指出，应当警惕那些有雄心和好的初衷，但能力不足的人。他写道：“能力不够本来并无大碍，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变得危险。因为好心办坏事很少受到良心谴责。而良心的谴责有时却能阻止那些有能力作恶的人。”[15]


  在系统运转的过程中，由于因果关系存在滞后且难以发觉，所以小错误不断积累。这一现象会阻碍系统的自我调整，无法及时发现错误。多纳提醒我们，社会罪恶、暴行、犯罪乃至战争可能并非由恶念引发，而是因为未能处置系统的复杂因果关系。“当简单的无能启动了因果循环，就可能导致恶果。”[16]


  这正是魔法师学徒故事的系统性变革版。但推动革新的难度并不仅仅来自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我们还需关注推动系统性变革的人如何回应这一动态，如何不断从这种经历中学习。


  系统性变革者的心理动态


  多纳等心理学家对数千名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挑战系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对一个衰退的地区或者整个城市的系统进行革新，但却屡遭挫折。心理学家们观察到了一些缺乏理性的行为规律。例如，有经验、目标远大的专业人士往往会对如何干预系统做出快速决断，但在了解系统动态和特性上花的时间却不多。他们期待成功却不愿学习，当付出努力却过早遭遇失败或结果不尽如人意时，就会感到沮丧和压力。


  为快速重获掌控感，这些专业人士往往会转移目标。比如，他们可能首先聚焦保障性租房，但一旦出现挑战，又会转向农业、学校、社区医疗，希望干预措施能在某些领域奏效。当再次遭遇失败之后，他们没有充分反思此前的教训，却把大赌注下到单一的“无风险”领域，如创造就业人数和教育、打造成功的幻象。无效行为、盲目出击和失去控制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负面循环。


  制定复杂系统的干预措施时需要谨记两点：一是避免因干预而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使系统变糟；二是保护推动系统性变革的有志人士的精神健康以及参与的意愿。换言之，引领系统性变革要求能力和情怀能够齐头并进。


  系统性变革的两大原型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就需要知道地球转动的原因。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这样的视角：社会问题与人们希望革新的系统之间互为因果。


  从根本上说，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由以下要素决定的：


  ·人


  ·人的信仰和雄心


  ·人的能力、获得资源的渠道


  ·人们相互联系的规范和规则


  ·人们所在的环境


  不同结构的系统也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


  社会问题或者不理想的系统表现形式，其特性和动态也是因果结构的产物。换言之，系统自身不是问题所在，但它们的结构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持续存在。因此，推动社会革新需要明确根治的问题所在，并就其有效途径进行决策。系统性变革不能取代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求我们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由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很多革新需要依赖协作。[17]但协作又会让系统变得更复杂，需要在来自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间整合资源、能力、战略重点和对有效性、合理性的认知。这种复杂性能否被有效掌握还有待观察。在今后几十年里，需要从协同的系统性变革手段中学习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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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单一组织如何通过降低系统运行的复杂度而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案例中学习。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两家机构——塞科姆（Sekem）和“乡村发展”（Gram Vikas），它们分别在破解埃及和印度的重大难题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这两个案例展示了系统性变革的两大原型，通过认识和革新系统达到了预期目标。


  塞科姆的故事代表了第一个原型，即“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改变系统”。这一原型并不直接革新系统，而是用有理想特性的新系统将其引向新轨道。乡村发展代表了第二个原型，即“通过分离子系统来改变系统”。这一原型通过直接改变复杂度较低的子系统结构来改变行为模式，以达到理想效果。系统性变革的有效原型还有很多，但本文要做的是通过以上两个原型揭示有效革新系统的原则和实践方法。


  塞科姆：通过建立一个新系统来改变系统


  塞科姆的创始人是易卜拉欣·阿布莱什。1937年，阿布莱什出生于开罗一个穆斯林制造商家庭。阿布莱什家住在开罗的犹太人区，他先后在基督教幼儿园和法语小学校就读。高中毕业后，为达成到欧洲求学的心愿，阿布莱什搬到了奥地利小镇格拉茨。他在格拉茨大学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家制药公司的研究总监。


  1975年，阿布莱什回埃及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埃及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被国有化的企业负债经营，多数人的工作聊胜于无；农村地区因城镇化发展而被遗弃，城市贫民窟也在不断扩张；堆积如山的垃圾处处皆是，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运转失灵；错误的农业政策导致水污染、土地污染、作物遭受病虫侵害。这些与阿布莱什儿时的快乐回忆反差巨大。阿布莱什感到绝望。他回忆说：“我在返回奥地利的飞机上，感谢真主自己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埃及，而是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奥地利，还拥有成功的事业。”[18]


  阿布莱什想为解决埃及问题出一把力的想法越发强烈。埃及系统失灵的很多原因显而易见。腐败、无效的经济改革，缺乏问责的劣质服务，混乱的法律程序都将整个国家引向痛苦和绝望。但应如何革新这个体系呢？


  1977年，阿布莱什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辞掉在奥地利的工作，举家搬往埃及。他买下了70公顷无人问津的荒漠，创办了塞科姆。他梦想在荒漠中打造一座花园，在这里实现人和环境的和谐、全面发展。他没有试图改变埃及的系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系统，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平行世界。塞科姆将成为埃及的一面镜子，展现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很多支持者被这一大胆的想法吸引。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建筑师设计了漂亮的房子，并从德国运来奶牛以提高土壤肥沃度。一位医生建了几个保健中心，帮塞科姆赢得了当地社区的信任。生物动力农业是塞科姆的经济支柱，塞科姆旗下的公司通过销售有机纺织品、食品、花草茶和生物药品实现创收。塞科姆还建有幼儿园和学校，还在开罗设立了大学，将可持续发展与研究、教学和拓展活动深度融合在一起。


  塞科姆把荒漠变成了富有艺术韵味的绿洲，绿树成荫，花园遍布，还有大型圆形剧场。阿布莱什写道：“我希望美丽和优雅不仅是公司的点缀，还从一开始就成为机构文化的一部分。”[19]


  能让当地社区和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们改变对塞科姆的保守态度，消解明显敌意并给予支持并非一日之功。但如今，埃及的政客们会充满自豪地带外宾到塞科姆转转，很多国家和地区还会邀请塞科姆到当地去复制它的模式。出于对塞科姆控制生物虫害成果的认可，埃及调整了其农业政策，严格限制了农药使用。塞科姆农场周边的农民也借鉴了用堆肥代替化肥的方法，从而提高了土壤肥沃度。塞科姆也因此打开了年增长率高达15％的埃及健康有机食品市场。


  塞科姆还因其提供了安全、健康、有尊严的工作环境而成为受欢迎的雇主。为了促进员工个人发展，塞科姆鼓励员工用10％的时间参加公司提供的与艺术和科学相关的课程、活动和讨论。阿布莱什一直坚信，艺术可以让人的心态变得更加开放，对其所在的环境怀有敬畏之心，而这种精神是培养环保生态意识、推动社会革新必不可少的。虽然塞科姆的新员工一开始不太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能带来信任和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塞科姆的学校和大学也有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艺术、运动和音乐的培训，在埃及首屈一指。很多公立学校邀请塞科姆去教授可持续发展课程。对来塞科姆农场或大学参加“儿童夏季大学”的学生而言，那些接受了传统男性工作岗位培训的年轻女员工和女性管理者已成为他们的榜样。


  2017年，老阿布莱什去世，他的儿子贺尔米·阿布莱什成为塞科姆的首席执行官。为了发展“创新、绿色革新和教育”这一战略，并对政府可持续发展政策施加影响，他创立了埃及国家竞争力委员会（Egyptia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uncil）。然而，改变像埃及这样庞大系统的过程是缓慢的。2011年，一场革命让埃及的转型戛然而止。因为这场危机，埃及约75％的企业倒闭，但塞科姆却没有一名员工下岗。


  塞科姆的抗风险能力和精神力量让其能在国家系统运转不灵时重新彰显其使命，这就是创始人所说的“两百年计划”。三代人通过努力吸引人才、资源和政策，带领埃及系统进入新轨道。事实上，2014年颁布的埃及宪法首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保护员工和妇女权利等内容。联合国认为这一宪法和埃及于2015年发布的名为“埃及2030愿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重要意义”。[20]


  系统理论提出了“吸引物”（attractor）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指某些特殊的状态，吸引着系统向其靠拢。社会科学家借用了“吸引物”概念来表述使系统向坏的方向发展并困顿于此的力量，如极度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吸引物也可调动一个系统，例如，强大的理念与系统产生共鸣并引导其转向新的轨道。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总统提出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愿景后，他的想法像磁铁一样吸引并重塑了许多公共和私人项目的研发，创造出了在当时超乎想象的成就。


  研究塞科姆使我们可以在发展框架里探索系统性变革中的吸引物这一理念。塞科姆搭建了一个由商业、社会和教育部门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产生的成果与当时埃及的系统表现截然不同，因此成为可能改变埃及发展轨道的吸引物。塞科姆通过三种方式达成了这一效果。首先，它与当时埃及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一面镜子，为埃及展现出理想未来和新的可能性，如今这些理想和可能性已经具备实施条件。其次，在埃及其他地方充满悲观绝望的大背景下，塞科姆大胆的想法成了国家荣耀和雄心的象征。最后，塞科姆设计、拥有、控制其体系的各个方面，这使其能更好地抵御与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系统之间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


  “乡村发展”：通过分离子系统实现系统性变革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在当今这个超级互联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相互联系。因此，任何行动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但果真如此，那些复杂的系统要么因为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独立行动而处于冻结状态，要么系统内正在发生的激进变革会让任何试图理解和干预系统结构的想法成为泡影。


  幸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醒我们，复杂的系统是有层级的。[21]它们包括各层级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复杂度较低，又和部分子系统相互联系。如果把人体看作复杂系统，那么诸如器官这样的功能性子系统的复杂度低于整个身体。如果我们不能分离并干预这些子系统，药物就无法发挥作用。


  那是否能把药效原理应用在社会系统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分离子系统很可能是有效的革新原型。举例来说，群体或大家庭中的个体属于“关联性”子系统，彼此间有强大的关系纽带，遥远的村庄和岛屿就像“空间性”子系统，而教育、卫生医疗等“功能性”子系统属于社会系统中复杂程度较低的子系统。实际上，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专门类别的功能性子系统有时也被看作独立运转的系统。


  像医疗系统这样成熟的功能性子系统，是经过数十年的改进和专业化演变的结果。医疗系统拥有敬业的员工、明确的行为准则，通常有诊所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功能性子系统的所有特性都有助于认识和改变系统的因果结构。


  医疗卫生专家凭借这一点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公共卫生系统进行了革新。[22]员工、流程、基础设施等子系统的组成部分都能被识别并进行针对性研究。通过员工培训，信息流动更加自由，决策过程得到优化，专业化队伍也吸收了新理念。对此类子系统因果结构可以进行有价值的先验分析，设计驱动的方法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23]类似医疗等功能性子系统的革新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系统中人们的生活水平。


  “乡村发展”的例子告诉我们，类似偏远村庄这样的空间性子系统如何可以被分离并得到改变。当“乡村发展”决定解决印度农村的不平等问题时，就注定要开始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学习过程。[24]该组织最初的一些努力具备前面提到的非理性系统性变革行为的特征。在几年之间，该组织在改变现状这一远大目标的激励下，对若干子系统迅速采取了干预措施。


  最初，“乡村发展”关注看起来简单的功能性子系统，如小规模农业、乳业和教育。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员工、基础设施、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稳定的运营模式这些有助于了解和重塑系统的要素，分离和了解功能性子系统的难度更大。因此，“乡村发展”采取的策略往往出现错误，并导致无效的解决方案，使原本脆弱的社区情况变得更糟。


  急需一些正向改变的“乡村发展”几乎靠运气才找到了失败风险低、收效快的解决方案。通过提供有效的药品、沼气发电和基本的用水基础设施，“乡村发展”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对产生不平等的多种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这也把“乡村发展”推向了埋头解决眼前问题的模式，其关注的一个问题带出了很多新问题。关注重点不断变化，让“乡村发展”疲于奔命。“乡村发展”的许多元老因此离开了。


  当时，“乡村发展”的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乡村发展”将不再花力气在难以分离的功能性子系统上，转而关注空间性子系统。印度的农村包含了印度性别、种姓不平等等各个层面的子系统，涉及经济、认知观念、规范和权力等问题。“乡村发展”从此前的经验中认识到，乡村的系统因果结构仍然十分复杂，但因果动态却十分稳定，是便于观察和认识的。乡村和不可预测的环境影响之间有足够的分离度。这些特性为学习乡村结构系统带来了新机遇。


  凭借这一观点和多年来研究乡村生活积累的知识，“乡村发展”采用了新的战略：鼓励村民共同搭建水和卫生基础设施。每家每户都能用上抽水马桶和淋浴，厨房都能用上自来水龙头，这一蓝图转移了村民对村子里逐渐发生的各种改变的注意力和抵触情绪。


  “乡村发展”从此前和村民一起解决问题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开始关注乡村作为一个子系统的因果关系。[25]“乡村发展”坚持让乡村中各户居民组成一个总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女性和种姓较低的村民与男性的参与地位持平，而种姓较高的村民则参与卫生、水、教育等专门委员会。这是女性和种姓较低的村民首次参与经济活动和集体决策过程。女性还获得了一些传统上由男性掌握的技艺培训，如石工和养鱼。


  三年间，这个乡村彻底改头换面，村民通过平等参与所有决策，变得更加自信，开始集体和外部组织谈判，如银行、贸易商、承包商等，并要求政府给予支持和资源。“乡村发展”可以退出舞台。


  十年来，“乡村发展”在1000多个村庄复制了这种方法。关注空间性子系统有别于我们常听到的改变整个系统的豪言壮志，它的目标并非根本性地解决印度乃至全球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大规模系统性变革的可行性较小，我们不妨分割出较小的子系统，让整个组织学习并控制因果关系，以实现有效干预。


  这些小步骤积累起来，就能在某个阶段实现正向循环，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系统性变革。例如，那些经历过改革的村民不让自己的女儿嫁到旧式的村庄，因为那里不平等程度高，也没有自来水。于是准女婿就成为当地乡村革新的有力推动者，而且往往能成功地让村里的长者与“乡村发展”进行沟通。完成革新的村庄与当地的传统村庄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成为当地人心向往之的范本。


  我们描述的以上两种原型无法穷尽系统性变革的所有可能性。战争、革命、社会运动等都是能从根本上重塑大型复杂系统因果结构，并将它们引入新轨道的原型。但我们不太可能控制这些原型中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因果关系。


  另一种有意思的原型是针对已找到解决方法的所有问题，努力扩大现有解决方式的规模。这一原型的因果逻辑部分来源于增大规模可以最终革新整个系统的期望。[26]几位知名的捐赠者发起了“共同影响倡议”（Co-Impact initiative），投资近5亿美元来支持这一原型。[27]以上这些项目都为学习有效原型的潜力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应用系统企业家精神[28]、系统领导力[29]等革新机制，并使其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重要机会。


  掌握系统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点


  系统性变革的一大挑战是其学习曲线往往平直而冗长。实施系统性变革需要观察、仔细探索和反思。在很多方面，系统性变革的过程和创新过程一样是一种对学习的投资，但不一定能产生结果。[30]欲速则不达。我们的雄心增长的速度往往远超能力增长的速度。


  推动系统性变革需要特别注意如何让利益相关方时刻保持动力和专注，抑制不理智的行为，并同时提高利益相关方积累相关经验的能力以及其他可以促进有效行动的资源。


  我们的研究显示，可以通过做好三件重要的事来帮助达到这些目标：在做对的事之前，先学会如何把事做对；占领能俯瞰系统全局的制高点；发现、培养学习型的人才。


  在做对的事之前，先学会如何把事做对。系统思维大师罗素·艾可夫坚信，把对的事做砸要比把错的事做成强。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改进，而后者只会加剧无效行为。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参与某个系统可能意味着要先做“错事”。换言之，我们要参与一些看上去与目标愿景不符的事情，并学习如何把它们做对做好。


  “乡村发展”的创始人乔·马蒂亚斯和我们分享了该组织成立初期的一些失败经历。尽管当时能力不足，他们还是希望做对的事，也就是直接解决不平等问题。为此，该组织付出了代价，几乎无法存活。乔·马蒂亚斯说：“我们有了沉痛的教训：需要首先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当“乡村发展”转而提供医疗服务和电力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时，才赢得了信任和善意，也让当地社区的权利关系、长期酗酒、负债等问题暴露出来，而这些都是严重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的潜在因果系统结构。


  再来看塞科姆。塞科姆从一开始就把有限的资源用来提供能为社区带来快速收益的服务，建立了医疗设施和供水、供电、交通基础设施，这些为塞科姆赢得了当地社区的信任和支持。


  这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带来的好处和势头让这些组织能够深入到系统结构中。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些组织的时候，就会分享系统中仅靠分析和观察无法挖掘出的隐藏要素。


  参与系统性变革的机构一开始应避免与系统中有权有势的核心人物，例如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老或者政府官员发生直接冲突，也不应采取不可逆的决策或行动。


  总的来说，对系统性变革的初学者而言，目标是小心试探安全的步骤，在奔跑前先学会走路。我们不妨把自豪感、目标、信仰先藏起来，从简单的事做起，多了解目标系统，再一步步推进我们的目标。


  占领俯瞰系统全局的制高点。提供洁净水，有效满足基本需求等创造福利的服务可以让组织暂时占据系统内的有利地位，就如同在复杂地形中占据制高点。系统有很多这样的制高点，这类干预措施的实施会改进系统的某些方面，并为规划下一步行动提供有益的资源和洞见。


  很多制高点非常小。“乡村发展”通过给村里发放药品，深入了解了不平等问题的本质，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缺乏解决这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而类似为村庄买奶牛、产奶这样的早期举措则将组织引向了更大的制高点：用牛粪生产沼气和发电，实现可持续经济循环。“乡村发展”占领这个制高点花费了数年时间，包括为8000多个村庄提供服务，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管理有序的组织。这一成功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口碑，也让这个组织更有雄心和信心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活动。


  “乡村发展”如今已经对乡村作为子系统的结构有了深入了解，而且它的名声也足以吸引跨界跨部门的资源。虽然提供沼气对实现该组织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使命帮助不大，但通过占领制高点可以获取理解问题的洞见和实在的资源，这些都能为规划和实施最终的干预措施、实现革新乡村、促进平等提供后盾。如今，“乡村发展”具备了重新推进其机构使命的能力。


  塞科姆最初登上的制高点是公路、水、电等对当地社区有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为塞科姆提供了可以控制的空间，这一空间可以被塑造成与埃及的大环境截然不同的现实。系统的变化难以预见，因此，相关组织要积累信任、善意、良好声誉和基础设施以抓住系统性变革过程中的机会。


  登上系统的制高点也给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受益者们带来了动力和成就感。这种体验可以减轻此前失败造成的情绪压力，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不理智的行为。获得成果的组织也会变得更有雄心、更勇敢，在增长雄心的同时，系统的能力也在增强。


  发现、培养学习型人才。对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表明，和我们预想的相反，已有的专业技能或普通意义上的“智慧”对实施系统性变革帮助不大。


  系统与我们基于经验而设想出来的模型不同，而“聪明与否”的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学习能力方面。系统的工作并不等同于做很多正确的事，而是要愿意做简单的事，减少损害，坚持渡过难关，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因此，通过深度参与、耐心和长期的付出来获得关于当地的相关知识是迈向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所有成功转变系统的机构都拥有资深员工。他们能积累在当地系统中有效的知识，这是掌握系统因果关系的要求之一。“乡村发展”在其发展早期流失了不少无法胜任系统工作难题，或对参与与机构愿景不直接相关的工作毫无斗志的员工。但当时留下的核心团队已经在该组织内工作了近40年。这与组织的学习曲线相吻合，也是学习控制因果关系所需的时间。核心团队的存在可确保该组织积累的知识和革新乡村的方法不会流失。


  如今，塞科姆已经迎来了第三代管理者，很多人和创始人家族关系密切或与他们结成姻亲。20世纪70年代在塞科姆幼儿园就读的第一批孩子中，很多人在国外完成学业，积累了工作经验，带着新想法和继续完成革新埃及的能力回到埃及。因为他们从塞科姆创始人那里了解到，需要200年的学习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志在真正的革新


  “系统性变革”这个词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改进系统的雄心和潜力。因为即便没有人为干预，复杂系统也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变化”本身既没有意思也不困难。事实上，通过提供食物、教育、贷款和药品进行临时性革新或改变某些人的行为往往比较容易。但如果尚未改变系统的因果结构就停止干预措施，系统本身可能会被打回原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的干预措施需要与系统所在的轨道一致，这包括当前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某些系统可能处于积极轨道上，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些轨道可以通过加速获得更多好成果。某些系统可能处于消极轨道上，前景堪忧。这些轨道需要转向或被改变。其他系统可能被困在某个轨道上，进退不得。这些系统需要被调动起来，向着积极的轨道发展。


  我们建议的系统性变革原型包含两条针对革新的有效方法，处于负面轨道（埃及/塞科姆）的系统或处于困境的系统（印度乡村/“乡村发展”）。这些轨道是最难应对的，因为需要从根本上革新系统的因果结构。


  我们相信能从正在进行的更多系统性变革项目中发现其他有效原型和高效策略，让我们避免魔法师学徒的不幸。


  克里斯汀·西洛斯（Christian Seelos）


  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全球影响力实验室联合主任


  约翰娜·梅尔（Johanna Mair）


  柏林赫尔梯管理学院战略、组织和领导力教授，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共同负责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学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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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系统性变革在中国的一些实践


  作者：洪伟龙


  在《实现系统性变革》一文中，作者警告说系统性变革具有挑战性，主张采用更加深思熟虑和分离的方法。作者针对埃及和印度的组织进行案例研究，提出了两个原始的系统性变革“原型”供读者参考。在这篇点评中，我强调了对以下问题的看法：（1）哪些观点与中国社会部门相关；（2）哪些观点与中国社会部门次相关；（3）如何在系统性变革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集体构建。


  首先，文章中的两个与中国社会部门相关的观点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第一个观点是组织构建产品或干预措施的价值，可以通过复制该产品或干预措施以扩大影响。“乡村发展”创建村庄赋权过程的例子就很生动：它创造了一个可复制的过程，设法扩展到印度的1000个村庄。中国的社会部门已经采用了这种原型，例如“中国好公益平台”（Effective Philanthropy Multiplier，简称EPM）的直接关注点，该平台旨在为中国各地的地方社区组织匹配有效的产品，以实现产品复制。EPM平台上的产品在创办前两年就实现了12000次复制。


  第二个相关的观点是关注社区而不是功能或“垂直”问题，例如医疗保健或教育。2015年，地方政府在县和市级建立地方中心的行为变得普遍，地方中心的任务是培育地方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这项政策使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成倍增长。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社会部门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寻找更好的赋能方式，使中国的地方中心和地方组织能够解决当地社区的挑战，这是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机会。


  相比之下，有一些观点与中国的相关性较低，从业者应该注意到在中国“系统性变革”的目标上存在的重要差异。中国政府相对其他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虽然从非政府组织倡议开始可能是切实可行的，但任何非政府组织都应确保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在现有政府体系之外建立一个系统的想法与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较低。因此，从业者寻求扩大其影响力而非组织规模是很重要的，例如创造可以被他人复制的东西，以便组织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体量，但其影响仍在扩大。


  最后，更进一步讲，我同意更多的从业者可以与主管者合作，增加新的原型以更接近更高层次的系统性变革。当大多数人谈及系统性变革时，他们讨论的是一项具体的倡议或努力将如何改变政策和政府系统或市场驱动的系统，从而使结果具有更大的规模和影响的可持续性（超越并独立于发起这一倡议或努力的个别组织）。《实现系统性变革》一文中提出的两个原型或案例是针对此目标的第一阶段的案例研究，尚未达到政策或市场层级的系统。更多的组织和基金会应该提供原型，作为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政策和市场层级的典型范例。


  洪伟龙


  全球发展孵化器东亚地区总监


  点评 寻找那根钓竿


  作者：韩铃


  系统性变革是近一两年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以及西方民间部门讨论最热烈的议题之一，系统性变革的想法其实不新奇也不高深，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认为许多社会问题（例如贫穷）的解决取决于对整个系统的改革。小打小闹（例如每月发放济贫津贴）无助于贫穷人口的减少，较为有效的办法是发现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社会结构），给予人们谋生的工具（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想法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识论上，即社会现象环环相扣、层层镶嵌，一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大系统内其他领域的改变。然而，此种老生常谈甚至自然的想法，却因为西方过去以来在认识论上过于强调单一因果关系的模型而被轻易地忽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前对于系统性变革的讨论源自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认识论变化。


  《实现系统性改革》以魔法师学习咒语作为开头，年轻的魔法师因不熟悉咒语的效力与适用范围而造成了灾难，魔法的背后是因果关系的连接与对效力的掌控。社会创新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就好比学习魔法的年轻学徒，经验与知识的不足造成了方法使用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对于期望带来正面变革的社会创新者而言，如何发现有效的咒语就好比发现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作者首先提出了社会创新者通常面对此种方法与效力的两难问题，有效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希望的结果，更糟的是采用的方法有可能复杂化了原本的系统（例如加剧了社区内的资源分配），使得组织与工作者必须消耗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看似简单的方法不见得有效。然而，如果社会系统是彼此高度镶嵌的情况，我们又如何开展变革工作呢？


  作者根据长达十年的田野追踪工作，以埃及和印度的两个社会创新组织为例，说明了两种可行的办法，这两种办法都是在面对系统复杂性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复杂性的尝试。第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另起炉灶式，简单来说，在面对造成埃及社会不平等与贫穷的复杂局面时，塞科姆的创办人阿布莱什选择从零做起，打造了一个公社式的组织，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组织能对各种项目拥有百分之百的掌控，避免与既有的环境过多互动从而导致控制的困难；第二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局部隔离，局部隔离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但最重要的在于将原本的复杂性降低，使得社会创新工作者能够更有效地评估手段与方法间的因果关系，作者以印度的“乡村发展”为例说明了空间隔离作为一种局部隔离的手段，相较于大城市、偏远的小村庄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少，因此“乡村发展”可以更好地推行创新的计划，受到较少的阻力，而整体（村庄作为小系统）变革的速度也较更大的复杂系统来得更快。


  作者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给有志于系统性变革的社会创新工作者：第一，小确幸成长而不是从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学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对社会创新组织而言，一次小的失败往往是毁灭性的，因此作者建议组织可以由小事做起，量变最终导致质变；第二，着眼于大方向而不是对小事斤斤计较；第三，建立起学习型的组织与社群，组织与社群必须学会如何学习而不是生吞硬套既有的模式。


  这篇文章对于系统性变革的解释，或许对于熟悉传统中国或东方整体思考模式的众人来说不是那么新鲜，然而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复杂性、社会实践与组织的讨论对我们仍是有所启发的。相较于致力于控制复杂性，许多国内组织的实践往往不是对于问题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缺乏理解，就是加深了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达到组织目标就如缘木求鱼一般困难了。


  韩铃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亚洲社会企业与慈善事业中心研究员


  走心的科学——有效传播的五大原则[1]


  作者：安·克里斯蒂亚诺 安妮·尼曼德


  译者：黄伟鸿


  马雅·安杰洛曾经说过：“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但是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社会倡导运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你需要知道是什么促使人们关注、投入情感并采取行动。有效传播需要将如何获得同理心的科学作为行动策略的依据。


  1748年3月10日，22岁的英国海员约翰·牛顿乘坐一艘商船从非洲回国。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爱尔兰多尼戈尔海岸。商船的侧面触礁被开了一个洞，安全靠岸的希望十分渺茫。牛顿对上天祈祷，如果能活着回去，他将献身基督教。据说就在此时，船上的货物滑动到侧边并把洞给堵住了，让船得以踉跄地驶进港口。


  大难不死的牛顿信守诺言，成了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这位前奴隶贩子决心为终结奴隶贸易而奋斗终生，并创作了极负盛名的赞美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1787年，牛顿和伙伴们共同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协会的成员包括奥拉代·埃基亚诺。埃基亚诺曾经当过奴隶，他出色的讲故事能力结合自身经历，将奴隶制的恐怖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业家约西亚·韦奇伍德为这场运动设计了一个图标，图标描绘了一个被奴役的男子戴着镣铐跪在地上的样子，图标上写着：“难道我就不是人吗？难道我就没有兄弟姐妹吗？”这个标志折射了奴隶制的可怕与残酷，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后来，这个标志出现在欧洲各地的鼻烟盒、袖扣和珠宝上。牛顿自己写了一本名为《论非洲奴隶贸易》（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的小册子，在其中详细描述了运送奴隶的船只的恶劣条件，并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了多位英国国会议员。


  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制作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张信息图——布鲁克斯奴隶船的剖面图。这张图展示了奴隶是如何被铁链拴住，被迫生活在拥挤的空间里的。协会成员在欧洲各地的酒馆和酒吧张贴了这些图画。


  作为反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发起了抵制糖的运动，糖是一种主要由妇女购买的产品，而妇女负责做出关于家庭消费食品的大部分决定。这场运动使得对糖的需求削减了30％，这表明经济上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与整个欧洲的产品需求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被切断的。


  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180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禁止英国船只从事奴隶贸易。这一过程被广泛认为是最早的社会正义运动之一。


  [image: ]


  这个故事具备了一个有效社会运动的各种特征，它所传达的经验教训今天仍然适用。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激发同理心背后的科学。我们总结出五大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一系列学术研究的支持，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可以用来构建和评估传播策略，并设计出更有可能改变人们观念和行为的行动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际策略的过程必须保持谨慎，不宜过分夸大或过度简化研究发现。


  这五大原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需要大量投资去制作新的传播方案，就能使你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由于这些原则很容易掌握，因此组织的任何成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可以担任沟通者的角色。


  从感受到改变


  非营利组织每年在信息传播上花费巨资。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忽视了激励群众积极参与、改变观念和行为的科学原则，因而导致大量资金和精力的浪费。


  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局面。因为贫困、无家可归、种族问题和性别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全球各国长期的努力和天文数字的投资而消失。我们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7年春季刊发表的《不要只停留在“增强意识”》（Stop Raising Awareness Already）一文中，呼吁各类社会组织要突破以“增强××意识”为目标的惯性思维。这么做不仅成本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且收效甚微。这类运动通常有三种结果：触及错误的受众、引发强烈反弹，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会造成伤害。因此，传播学对此类运动持反对态度。


  长期以来，企业在推销烟草、酒精、餐具洗涤剂等各类产品时一直都注重科学在市场营销上的应用。而社会部门在这方面却基本乏善可陈。社会服务组织可以通过焦点小组和问卷调查来开展研究，但大多数缺乏以学术研究为依据来制定传播策略的资源。而有关注意力、动机和情感的学术研究可能是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最强大、最经济的工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化：从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斗争、吸烟和酒驾死亡人数锐减到婚姻平权法律得以通过。你可能会将这些变化视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变迁。但事实上，这些变化是由深思熟虑的传播者精心设计的。他们在实践中运用了行为、认知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依据。


  诗人、作家马雅·安杰洛曾经说过：“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但是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安杰洛的这个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在社会倡导运动的过程中，你需要知道是什么促使人们关注、投入情感并采取行动，将如何获得同理心的科学作为制定行动策略的基础。


  在展开阐述之前我们需要声明一点：我们的结论基于在战略性传播领域的多年研究。尽管如此，这也仅代表我们对研究理论和研究发现的解释，以及对如何应用或试验这些建议的看法。研究永远不能盖棺定论。


  有效传播的原则之一：走进目标群体的世界


  当走进一个人声鼎沸的酒会时，你通常不会立即大声地介绍自己，或者站在房间中央扯着嗓门发表意见。你会静静地去拿一杯酒，扫视整个房间，寻找你感兴趣的谈话或人群。你悄悄贴近某一群人，旁听一会儿，当觉得有意见想表达时，再加入谈话。


  社会组织通常将传播工作的目标放在建立自己的形象上，它们传递的信息和采用的策略更多地是自我宣传，而不是关注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和受众。这就相当于走进一个酒会后立即大声宣布自己的存在，并要求人们予以关注。


  多项学科研究表明，人们喜欢接触、认同那些肯定自己的身份，符合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信息，并会尽量避开或者拒绝那些挑战、威胁他们价值观的信息。[2]这就要求倡导者不只专注构建和传播信息，还要走进目标群体的世界。不要把传播当成扩音器，而要把它当成你给受众的礼物。我们的倡导活动能帮助受众解决问题吗？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让他们看到自己想要向外界展现的形象吗？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否能与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系起来，并提供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希望获得受众对倡导目标的认可并付诸具体行动，就必须理解他们关心的事物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当遇到与自我认同或者根植于内心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往往来自我们所属的社群）相悖的信息时，我们就会找理由去忽略这些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的错误性进行合理化。研究人员发现，保守派的人往往倾向于个人主义世界观。他们比较注重尊重权威，维护神圣的东西，并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相比之下，自由派的人往往倾向于平等主义世界观，重视正义、公平与平等。


  反过来说，当你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产生共鸣时，他们更愿意改变立场或采取行动。这一点在婚姻平权、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和医疗保健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得到了验证。[3]


  与此同时，人们也会更乐于接受对他们所重视的“标签”予以认同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热爱者、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或健美运动员的身份上了解更多有关受众的信息。在心理层面上，人们试图通过遵循他们所在的社交网络或者社会群体所制定的规范，来确认和证明他们属于自己所宣称的那类人。因此任何质疑或违背这些规范和价值观的信息传播很可能会被忽略。[4]


  我们都会去寻找那些能让自己感觉良好、实现自我提升的信息。因此在设计传播活动的过程中应该去体现你的价值观如何与受众的价值观交汇，以及你正在应对的问题对他们的重要性。


  譬如，气候专家认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减少肉类和奶制品的摄入。营养专家也指出，纯天然的植物性饮食对人类的健康最有益。然而，富含肉类和奶制品的饮食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要求人们为了地球的生存而放弃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不太可能奏效的。科学告诉我们，你的信息将会被忽略。人们会自我解释为什么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或与他们无关，或者屈服于自己眼前的欲望，而不是致力于维护一个抽象而遥远的未来。


  如果想让人们少吃肉类和奶制品，你在制定传播策略时可以通过利用目标人群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来影响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所持有的观念和准则。举例来说，《游戏改变者》（Game Changers）这部新纪录片追踪记录了职业运动员、搏击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的生活。这部影片打破了肉类消费对塑造强壮的运动员体格至关重要的迷信。影片表明，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和女人之中有许多是纯素食者，而观众也可以通过植物性饮食来实现自己的健身目标。


  要求一群健身爱好者停止吃肉，因为这样做对地球有好处，这不太可能会成功。毕竟，肉类食品的摄入在健身界一直是备受推崇的做法，也是男性气概的标志。[5]然而，如果健身界中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讲述素食主义如何帮助他们增强力量，那些渴望和他们一样拥有强壮体格的人也可能会追求素食主义。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承认健身群体的价值观和目标，并展示了植物性饮食如何有助于达成他们的目标。这一做法并没有强迫观众牺牲某些东西，而是给了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控制权。


  如何在倡导实践中应用这一原则：找到你领域里的“素食健身者”。找到你的目标群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可以对你试图解决的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能激励他人采取行动。搞清楚如何给目标群体带来价值。


  有效传播的原则之二：采用视觉语言


  正义、平等、健康、公平、创新，社会领域所要面对的问题往往抽象而复杂。这些抽象概念的难点在于，人们会从自己的语境出发来对其含义做出假设。例如，听到“创新”这个词，有人可能会担心科技创新会让他们丢了工作，而其他人可能会把它理解为应用新思想去解决棘手问题的一种途径。


  然而，具体的视觉语言能够激发我们大脑的视觉和情感区域。“我们是灵长类动物，三分之一的大脑专注于视觉，大部分大脑区域专注于触觉、听觉、运动和空间。”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在《风格感觉：21世纪写作指南》（The Sense of Style:The Thinking Person's Guide to Writing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写道：“要实现从‘我觉得我懂了’到‘我完全明白’，我们需要获得可视化的信息，感受事物的运动。许多实验表明，当你用能形成视觉图像的具体语言表达时，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相关内容。”


  普林斯顿大学语言学家阿黛尔·戈德伯格的一项研究表明：“隐喻性句子可能会增加情感相关区域的大脑活动，因为这些句子暗示了身体体验。”她的研究显示，当参与者听到与体验相关的隐喻时，他们大脑的情感区域会活跃起来。大脑对“甜蜜”的反应比“亲切”更强烈，对“尖酸”的反应比“刻薄”更强烈。戈德伯格的合作者、兰卡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弗朗西丝卡·西特伦认为，比喻性语言有修辞优势。[6]


  没有什么比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更能体现这一原则了。那次演讲发生的背景是争取黑人就业和自由的华盛顿大游行。演讲中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包含生动的意象，从“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苦难和仇恨之杯痛饮”到激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和今天不同，尽管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能够如兄弟姐妹一般携手共进。”


  我们在教学和研讨会上多次使用这篇演讲，来讲述比喻性语言的强大力量。在一次与非洲中部乍得湖地区周边国家的高级军官进行的研讨会上，一名军官在观看了路德·金的演讲节选后表示：“我从他的演讲里只看到一件事，除了自由，还是自由。但如果你在我看这段片子之前问我自由是什么样的，我肯定说不上来。”


  如何在倡导实践中应用这一原则：你是否还在抽象地描述你的组织、社会问题或者解决方案？请试着在你的受众脑中描绘一幅概念图，使用视觉语言来打动他们。下次制作演示文稿时，请试着用较宽的页边距打印出来。你能将试图在听众脑海中创造的景象描绘出来吗？如果不能，请重新添加视觉语言，让听众能够保持注意力并对此有深刻的印象。


  有效传播的原则之三：激发积极的情感


  为社会变革而奋斗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对他们的事业有同样强烈的感受。讲述能够唤起深刻情感的故事非常重要。许多社会组织试图通过催泪故事来唤起听众的同情。我们曾与一家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合作开展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对组织的使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希望大众也能像他们一样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只想让更多的人去想象一下，那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的感受。”


  但是，唤起他人的同理心需要一种更加微妙的情感方式，仅仅依赖悲伤来“拉动心弦”反而可能会导致目标人群的远离。我们倾向于回避那些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故事和情景，或者对此根本无动于衷。当你打开电视，跳出来的是动物收容所里的悲惨景象，配合着萨拉·麦克拉克伦凄婉的歌声《在天使的怀抱里》时，你是否曾经不自觉地换台，或干脆跑到厨房去找吃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能领会我们要表达的意思。


  研究告诉我们，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回避信息：第一，这些信息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第二，这些信息试图要求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第三，这些信息挑战了他们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7]无论是生死攸关的关于健康的信息，还是关于气候变化乃至大规模暴力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让人们感到悲伤、恐惧或内疚，而且他们没办法化解这些感受，就会尽力避开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沟通会如此困难。如果人类是气候问题的罪魁祸首，那么谈论气候变化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内疚。正如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环境决策专业教授埃兹拉·马科维茨2017年接受采访时所说：


  过去几十年，我们听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结论反复强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因为用电、开车所造成的碳排放负责。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感到内疚。问题是，我们真的很擅长尽力避免感到内疚，毕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感到难过。我们有一种内疚的偏见。因此，我们试图去淡化受害者的损失，并宣称气候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样可以让我们摆脱糟糕的感觉。


  有多项研究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如果获知患肥胖症的风险后需要终身服用药物，我们更有可能回避去了解这种风险。在一项研究中，患者甚至表示，为了不去检查自己是否患有疱疹，他们愿意支付10美元，这是因为他们想避免感到焦虑。[8]


  尽管人们会逃避他们感觉不舒服的信息，但他们也会被令人愉悦的事物所吸引。例如，看到绚丽的风景或日落时产生的那种奇妙敬畏的感觉，能让我们打开心扉。因为那一刻我们觉得自己渺小，与他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由导演亚恩·阿蒂斯—贝特朗创作的电影《人类》（Human），同时展现了来自世界各地令人赞叹的风景和影像，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所分享的故事。这部电影深刻地展示了敬畏的力量，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休斯敦大学消费者行为学者梅勒妮·拉德与其同事的研究显示，敬畏感可能会提升我们对学习的开放态度和自告奋勇的意愿。[9]


  另一种愉悦的情感——自豪感，也可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为没有采取行动而感到内疚的人，对帮助改善环境而感到自豪的人更有可能采取积极行动。[10]


  一些社会倡导组织已开始关注如何唤起受众愉悦的情感，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譬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成员在他们早期的工作中，让一小群支持者将自己绑在树上以显示他们对环境破坏者的愤怒而闻名。然而后来，他们改变了策略，新策略中包含乐观主义和鼓舞他人的元素。例如：


  为了拯救世界，我们将会帮助十亿人打破他们自己的“不可能”魔咒。


  我们将用乐观、大胆、幽默的语言讲述故事。我们将反抗传统，在沉闷、迂腐的环境中创造美好的世界。[11]


  传播策略师知道，他们在确定目标和目标群体时必须三思而行。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对唤起情感时的选择。不同的情感会引导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愉悦的情感在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方面尤其有效。


  如何应用这一原则：思考一下你试图让受众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会有什么感觉；然后，再想想哪些故事能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


  有效传播的原则之四：提出具体可行的行动号召


  “请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请在脸书上关注我们。”“请单击此处获取更多信息。”这些行动号召听起来是否很耳熟？尽管这些号召比比皆是，但它们没有表明采取这些行动有任何意义。这些号召会让人们感觉他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他们没有受到鼓舞。


  目标与行动号召很容易相互混淆。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例如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这场社会运动的目标是针对《吉姆·克劳法》[12]，试图停止巴士系统的种族隔离，向终结种族主义迈出坚实的一步。然而，当时的行动号召并不是“停止种族隔离”或“停止种族主义”，因为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点。当时的行动号召是“不要坐公共汽车”。对于这样的号召，人们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做：他们选择骑自行车、拼车或走路。


  那么，我们如何来制定能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的行动号召呢？有效的行动号召遵循三条原则：号召是具体可行的，目标人群知道这么做将如何帮助解决相关问题，目标人群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首先，要让你的行动号召变得非常具体、明确。在一项研究中，营销教授梅勒妮·拉德和她的同事向两个小组发出了两种不同的行动号召。其中一组被呼吁去“支持环境可持续性”，另一组则被呼吁去“增加回收或再利用的材料或资源的数量”。70名参与者有24小时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在后续调查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参与者对他们行动的满意程度。那些以增加回收的资源为具体目标的参与者表示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幸福感。拉德还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比较“让对方快乐”和“让对方微笑”，“给需要骨髓移植的人更大的希望”与“给需要骨髓移植的人找到骨髓捐赠者的机会”。拉德和她的同事认为，具体的行动号召会让人们更快乐，因为他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他们对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感觉良好。研究人员推断，当人们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更加满意时，他们更有可能再次提供帮助。[13]


  其次，人需要了解自己的行动将如何有助于解决问题。如果行动号召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选择不参与或不作为。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行动无足轻重时，就不太可能采取行动。消极的感觉盖过了他们可能从行动中获得的任何积极感觉。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假性无效”（pseudo-inefficacy）。在一项研究中，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发现，人们更有可能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孩子而不是一群孩子，因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效能感和影响力会下降。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当人们被呼吁向一个饥饿的儿童捐款时，捐赠的人数却减少了，因为他们被明确告知，还有数百万儿童需要我们伸出援手。[14]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写道：“对自我效能的信念是人类能动性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产生结果，就不会去尝试。”[15]


  最后，你的目标人群需要明确地知道该如何去做，并且能不费力地将其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设计行动号召时，了解目标社区的习惯和惯例很重要。冰桶挑战在这方面就很值得借鉴，这场超火的社交媒体运动，说服人们发布将冰水淋在自己头上的视频，目的是为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进一步研究筹集资金。我们都有浏览社交媒体推送消息的习惯。号召人们发布在自己头上泼冰水的视频，或者选择为ALS捐款，并在社交媒体中点名其他人接力，正是利用了这种习惯。剑桥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桑德·范德林登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它利用了我们适应和遵循社会群体规范的行为习惯以及对自己的行为感觉良好的愿望——一方面通过参与产生内在满足感，另一方面通过外部的点赞和评论获得愉悦感。[16]


  如何应用这一原则：请重新审视你的行动号召。你是否呼吁目标社区成员做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具体可行的事情，这些事情能让他们与你从事的事业联系起来，而且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有效传播的原则之五：提高讲故事的能力


  讲故事是吸引人们关注特定问题的最佳工具。人们更容易记住以叙事形式呈现的信息。[17]故事具有独特的力量，能够传达新视角，减少异议，增加换位思考和同理心，并吸引和保持人们的注意力。[18]


  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阅读小说会在大脑中产生新的连接，这让我们在读完后很久还能回想起读过的故事。当听到一个精彩的故事时，我们会受故事的影响，通常会记住故事中的种种事件和情节，仿佛这些事件和情节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一般。[19]


  尽管许多社会组织已经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分享故事，而仅仅是做简介或发布信息。一个故事里需要有人物，有开端、中间部分和结局，还有情节、冲突和矛盾化解。如果没有这些元素，你就不是在讲故事。


  学者们和数据科学家研究了成千上万的故事来寻找其中的共性。当通过讲述故事让人们关心我们应对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希望使用的情节结构。记者克里斯托弗·布克在他2004年出版的《七种基本情节：为什么要讲故事》（The Seven Basic Plots: Why We Tell Stories）一书中，概述了一些基本的情节构成，比如“战胜怪物”“麻雀变凤凰或凤凰变麻雀”“探索之旅”“航行与回归”等。


  当听到一个故事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故事如何展开、主角是谁等线索。熟悉的情节结构，比如“麻雀变凤凰”，有助于引导观众想象即将展开的情节。这一点在与对你的主题不熟悉的受众沟通时尤为重要。但是对于非常熟悉相关主题的受众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运用一些打破他们预期、出乎意料的情节结构，因为这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避免他们产生反复听同一种故事的审美疲劳。


  然而，仅仅使用这几个讲故事的“套路”并不能保证人们会被你所讲述的故事吸引。许多社会组织经常重复使用相同的情节结构、情感套路和角色类型，这些故事不够有趣。你可以通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情节、不太常见的情节结构和不寻常的角色，获得目标社区的关注和参与。


  诺丁汉大学的媒体学者基思·邦德研究恐怖电影，并为业内人士提供咨询，如何把恐怖电影制作得更恐怖。他表示：“观众希望故事能够在预期的边缘地带展开。”换句话说，我们享受熟知故事走向的舒适感，但是意外的情节能让我们保持注意力。同样，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发现，虚假的新闻报道比真实的报道传播得更快，就是因为它们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发现，包含意外元素或引发厌恶感的故事更容易被分享。


  不管你的高中语文老师是怎么教你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并不一定是细节最丰富的。一个好的故事通常在两个方面为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


  首先是能让观众自己把故事的碎片拼凑在一起。皮克斯公司的导演、编剧安德鲁·斯坦顿在2012年的TED演讲《伟大故事的线索》中说：“我们天生就是问题解决者。观众自己其实想成为讲故事的人，他们只是不想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而已。作为编剧，你的工作被设定为故事讲述人，因此你不让观众知道其实是他们自己在编故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在不由自主地去推导和演绎。正是这种精心安排的信息缺失让故事具有吸引力。”斯坦顿的观察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持。例如，有一项研究让读者去体验三个不同的故事，结果发现，迫使他们自己把故事拼凑起来的那一个故事被认为是三个故事中最有趣的一个。


  由于我们会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填补遗漏的细节，所以在你的故事中省略一些具体细节能给你的读者留下空白，让他们可以融入自己的经历，也就是那些他们所了解和熟悉的东西。2015年9月2日，艾兰·库尔迪和家人在逃离叙利亚冲突时遇难。他的小尸体被冲到希腊科斯岛上时，被一名摄影记者拍摄下来。这一照片和故事快速散播，救助叙利亚难民的捐款由此激增。为什么这张照片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可能是由于照片上人物的普通。他穿着简单的红色T恤和蓝色短裤，脸看不清，没有明显的识别性特征。我们看不清他的脸，他穿的是普通孩子身上常见的简单衣服，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我们喜欢的孩子。


  然而，当你希望运用故事的力量来让观众以全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事物时，细节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目标受众有可能抱有偏见或带有一系列假设，添加特定的视觉细节会有助于他们以新的方式看待相关的人和事。当你讲述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故事时，影响这个问题的社会因素应该成为你故事的背景，比如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或者影响主人公决定的环境等。已经去世的厨师、作家兼电视记者安东尼·波登正是运用这种手法的大师。他制作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安东尼·波登：秘境探索》（Anthony Bourdain: Parts Unknown），表面上是关于美食和旅行的，可实际上，他不断地找寻只存在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美味佳肴和独特文化，并借此揭露了种种有关不公正、贫困、冲突和获胜的事件。


  如何应用这一原则：你是在讲述有起承转接的故事，还是只简单地在分享信息？你的受众听到这些故事会获得哪些新的洞见？即便听众对你提出的议题并不感兴趣，你的故事是否足够有趣，值得一听？你是否在利用你故事中的“留白”来帮助受众对自认为熟悉的话题和议题获得新的见解？


  结语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传播策略不起作用，那么不妨试着设想一下：人们不采取行动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而是因为他们不在乎，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从这种认知出发，并将其作为你工作的基础，就可以制定一个促发他人兴趣，并给予其明确行动指南的策略。


  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奋斗中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去挥霍。仅仅将你的资源投放在传播信息方面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就必须激发他们的同理心，向他们展示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安·克里斯蒂亚诺（Ann Christiano）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弗兰克·卡雷尔公共利益传播教授，公共利益传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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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芳


  任何新的理念往往经由传播，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事实或愿景。传播结合当下日渐成熟的视觉化技术与艺术、交互技术与艺术，其效能较信息时代之前增强了千万倍。但需要记住的是，大众传播的渠道是开放的：一方面，环保组织通过海报、短片，呼吁人们保护森林和海洋；另一方面，在手机的开机页面上、电梯间里、机场，大排量的豪华汽车总是在人们眼前闪闪发光，哪个会更容易进入人们的脑海呢？


  在技术、渠道都可以公平获得的情况下（在实际情况中，投入的资金越多，技术与渠道的可选择性就越多），对新理念的传播更需要关注传播的效率，以少博多。比如，找到或组建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社区，有效地利用视觉及交互技术，同时激发人们的情感，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唤醒人们的意识，尽管这里列出的几项方法，同样被主流商业认可并广泛使用，但新的理念加上新的方法，其效果势必大于新瓶装旧酒。


  除了方法上推陈出新之外，还需要更新传播的思维模式。多年以来，在推动社会观念的传播时，很多机构往往不自觉地采用了说教的方式：“不要浪费水！”“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多次重复的口号可以被人们记住，但是离人们行为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距离，怎样才叫不浪费水？刷牙时关闭水龙头就是非常具体而明确的操作方法，人人都可践行。夏天时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5摄氏度，只要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完成的动作，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能够做到。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来“爱护环境”呢？


  但无论在什么时代，采用了何种技术，传播的一些基本原则始终需要坚持，比如信息的真实性。为何“假新闻”“谣言”层出不穷？是因为平台不认为自己是传播者，无须承担对真实的责任，这是否合理？传播需要情感性，但“情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标题党”一招通吃，甚至被反噬，这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现象。社会运动实际上是价值观的较量，其中的参与者对试图传播的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是基础，对传播工具（包括视觉化与交互技术）与渠道的运用则是成功的关键，无论力量对比如何，学习和使用包括认知科学在内的新的理论与方法，才算是和主流理念的传播站到了一条起跑线上。


  钟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


  心理行为细分法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中的应用与推广[1]


  作者：瑟玛·赛盖亚 伊丽莎白·恩格尔 史蒂夫·克雷奇默尔


  译者：刘洋


  商业领域擅长通过对消费者进行细分，更有针对性地制作、传递营销信息。这一方法如何能被广泛应用到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中去，更有效地改变服务对象的行为模式？


  对于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民来说，2016年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这两件事情都出人意料，而且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获胜方在拉选票的过程中都雇用了一家在当时毫不起眼的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这家公司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精心设计的消费者细分法（consumer segmentation）。


  剑桥公司从诸如脸书的使用动态等在线数据中收集个人信息，将大群体细分为有着细微差别的小群体，并根据这些数据向收件人发送能引起他们偏见、恐惧和欲求的“量身定制”的信息。有学术研究表明，剑桥公司采用的基础算法对个人性格特征的判断准确程度甚至高于当事人的朋友或者同事。[2]虽然该公司对选民行为的实际影响仍然无法确定，而且存在被夸大的可能性[3]，但它的成功让原先仅作为营销策略之一的消费者细分法颇受关注。


  商业领域早就认识到，消费者决定购买或拒绝某项产品或者服务的原因各有不同。20世纪60年代，市场研究的先驱丹尼尔·扬克洛维奇指出，仅根据如年龄、收入或地理位置等人口统计数据做出的用户分类远远不够，他主张还要通过人们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对其进一步区分。[4]商业公司根据顾客的所作所为、动机、信仰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其他因素将人们分组的方法，就是后来的心理行为细分法。[5]心理行为细分法与人口统计的分类模式相比更为优化，因为它能够创建有区别意义的分组。[6]这个优势很重要，细分法必须捕获清晰、独立（尽可能不重叠）、有关联性（与感兴趣的行为密切相关）和可操作性的差异。只有这样，有针对性的信息或干预措施才最有可能成功。


  如今，营销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深化他们对客户的理解，包括客户的行为、信仰、情感、无意识的偏见和遵循的社会规范。例如，红牛公司不仅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还根据品牌忠诚度、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量身定制的饮品选择。商业公司已经将市场细分视为营销方法的核心。


  在发达国家，心理行为细分法在政策制定领域也崭露头角。2017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根据对难民的不同态度将欧洲公众划分为六组。研究人员随着时间推移追踪这些分组，描述关键性的驱动因素，其中包括对经济、文化和安全等现实问题的考虑，也包括情绪和态度对他们造成的影响。[7]在瑞士，研究人员通过心理行为细分法更充分地了解消费者对能源消耗的习惯和态度，并明确提出此类研究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8]


  在美国，公共卫生学者爱德华·迈巴赫在气候效应倡导运动中采用了心理行为细分法。例如，其中一个被命名为“警醒者”的细分组，其主要成员是“有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对现有政治制度不满的少数族裔妇女，她们更能感到气候效应的威胁”。相反，对气候效应持乐观态度的往往是“白人、无宗教信仰、保守并支持共和党的都市男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气候效应的信息通过适当的渠道有针对性地传递给不同的人群。例如，要影响乐观主义者，最好通过报纸和互联网投放有关国家能源独立的重要性以及节约能源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等信息。[9]


  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讨论有一定影响，但尚未被规模化的项目采用，因此我们缺乏严谨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该方法在行为改变上产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量化心理行为细分法的实质影响相当困难。首先，细分法和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很难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梳理。其次，商业企业通常不会披露它们对影响的评估信息。此外，细分组别进行数据比较并不是公共卫生项目的优先事项，并且这种评估所需要的样本量远远超出学术界通常处理的数量。但是，仍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个例。一个数百万人的在线购买行为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与采用不相匹配或非个性化的营销策略相比，使用与潜在顾客的个性特征相匹配的营销策略，购买量增加了50％之多。[10]


  相比之下，尽管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和社会科学家积极呼吁采用心理行为细分法，但该方法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项目中仍旧缺失。[11]对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人群进行细分通常仅限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宗教、种族和地理状况等。“青少年”或“孕妇”的确是差异明显的群体，但难道所有青少年或所有孕妇都会受到同样动机的驱使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突出。尽管大多数发展援助项目都成功地开发了新药物或疫苗等解决方案，甚至开始向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但如果人们拒绝接受服务或者不采用所提倡的行为模式去改善生活，这些解决方案就无法顺畅运转。


  那么，该如何改进？接下来，我们着重探讨心理行为细分法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的缺失问题。我们将具体分析几个在大型项目中实施此种方法的案例及相关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项目。最后，我们将就如何推广和使用心理行为细分法提出一系列建议，呼吁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积极投入建立数据库。因为我们知道，了解人们做出决策的原因是改变其行为，进而改善其生活的最有效途径。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案例


  心理行为细分法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中的使用仍处于初期阶段。虽然许多项目产生的影响尚待被收集和全面分析，但现有的研究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洞见。接下来我们通过文献综述，同时整理与业内人士的讨论，对一些主要案例研究进行概述。


  坦桑尼亚的艾滋病防治研究|《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了由CVS健康中心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的定性细分法（qualitative segmentation approach）[12]。[13]该文作者以设计思维、市场研究和行为科学等为基础，采用观察法和“用户体验图”[14]等定性研究的手法来追踪用户行为和态度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通过定性细分法，他们明确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阻力和动力所在，以及潜在的影响渠道。这个项目还产生了为一些用户“量身定制”的、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例如，因为艾滋病在社会中的污名会让用户对服用药物产生抗拒，所以使用不起眼的药盒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等。然而，由于研究规模较小，定性细分法能够检测出的行为模式种类很有限。


  多国女性健康项目研究|该项目的研究对象包括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15至30岁妇女，由盖茨基金会提供资助。这一细分法研究旨在优先推动六项女性健康行为，包括了解艾滋病常识、安全套的使用、推迟性行为、使用现代避孕措施、在医疗机构分娩，以及为患病婴儿寻求现代医疗服务。但是，该项目采用的细分方法未能转化为有效推广策略，其设计缺陷在于研究人员对女性健康只进行了一般细分，将几种行为混为一谈，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行为（例如使用安全套）进行细分。而每一种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可能不尽相同，例如对使用现代避孕手段进行细分的分析结果，不太可能与在医疗机构分娩的细分结果相同。


  马拉维的艾滋病防治研究|马拉维的艾滋病项目精心设计了定量研究，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建立预防艾滋病的干预措施。定量研究很有必要，通过统计学和机器学习进行细分，能够呈现大规模人口情况下的模式。该研究询问了1000名患者是否了解艾滋病的风险，是否相信自己有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对自我效能的认知。对于风险和自我效能的认知是两个反复被证明可以影响健康行为的概念。该研究还收集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和诸如安全套使用等行为的数据。


  该项研究得出了切实可行的成果。研究围绕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认知两个变量，把人群分为四组：低风险感知+低自我效能，高风险感知+高自我效能，低风险感知＋高自我效能，高风险感知+低自我效能。每一种组合都对其他态度和行为有所影响。例如，具有高风险感知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有可能采取行动。该研究同时表明行为态度差异和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超过一半的女性受访者是“回避型”（高风险感知，但自我效能低），而男性主要是“主动型”（低风险认知，但有较充足的自我效能）。[15]相关项目的实施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为男性和女性创建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一案例中研究对象态度的差异恰好与人口统计学的类别差异一致），或者辨识出让哪些细分小组了解更多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将有益于其行为的改善。


  马拉维的BRIDGE项目采用了这一研究的成果。这是一项由美国国际开发援助署资助的媒体宣传活动，旨在鼓励使用安全套等艾滋病预防行为。尽管该项目提供了如何设计细分研究、如何传递研究成果等有适用价值的经验教训，但据我们所知，它还没有扩展到其他项目和场景中去。在马拉维研究项目之前的一项对媒体防艾宣传的系统性评价表明，尚无一个宣传活动在传播中对其受众进行细分，[16]而采用细分法的时机早已成熟。


  接下来，介绍两个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采用心理行为细分法的先锋项目：非洲的家庭人口计划项目和男性自愿包皮环切术项目。


  尼日尔的家庭人口计划项目|曾有一项研究旨在鼓励尼日尔妇女对家庭人口进行合理规划。这是一个执行难度极大的项目。尼日尔在人类发展指数[17]中排名最低，但生育率最高，不论男女都渴望拥有大家庭。该项目通过与当地政府、资助者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发现该国妇女在家庭人口计划方面的需求、态度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进而提议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去关注那些最愿意改变行为的妇女。[18]该项目针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了定量调查，产生了五个心理行为细分小组。不同小组的妇女在采取避孕措施、获取信息或产品方面的积极性、对社会规范的看法、自主程度以及其他态度和信仰等方面有所不同。[19]该项目通过预估受访者行为改变的倾向，最终选定了三个细分小组，而被列为“保守被动型”的小组则被排除在了优先级之外。此类人群尽管非常了解他们有其他选择，但更在意宗教禁令，强烈渴望伴侣的许可，对寻求此类服务存有普遍的消极态度，因此他们改变行为所面临的障碍更大。细分研究的结果为理解每个小组的概况提供了丰富的基础，通过量身定制的沟通内容和项目设计，可以帮助政府和当地合作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优先服务。


  正如前面提到的马拉维研究项目一样，尼日尔的项目有很多可取之处。这两项研究都侧重于根据行为改变的可能性来确定细分市场的优先级。此外，尼日尔的大规模定量研究得益于之前对男性、女性和医疗卫生服务供应商进行的深入定性研究。尼日尔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将这些调查结果转化为两个层面的战略。首先，在全国范围层面使用这些成果开展宣传活动，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信息，从而推动其行为改变。其次，在诊所层面，医护人员首先确定女性属于哪个细分小组，然后提供相应的信息。该方案目前正在评估这些手法是否能让更多妇女采用避孕措施。这项研究已经扩展到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包皮环切术项目|另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心理行为细分法的例子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男性医疗包皮环切术项目，该项目细致分析了男性是否自愿接受包皮环切术及其背后的原因。[20]在该研究中，我们（本文的作者和同事）使用来自行为科学中经过验证的概念来创建细分的基础。[21]在定性阶段，我们采用用户体验图和群体决策游戏来识别偏见、情绪、动机和信仰，为全国范围内的定量普查提供了所需信息。我们最终创建出了一个简单的“细分输入工具”——决策树[22]，使用简单的等级式问题[23]获得有助于对人员进行分类的信息。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一线工作人员在与男性交谈的同时对其进行分类，然后通过提供适当的信息进行实时干预。


  研究结果揭示了男性接受包皮环切术的潜在驱动因素（通常是心理障碍）。利用这些成果，我们针对每一种心理障碍制定了具体的干预措施。例如，有些男性的心理障碍来自对手术和愈合过程中可能经历的痛苦的恐惧与担忧。此前，该项目一直避免与男性就疼痛做直接沟通，担心提及疼痛会吓跑他们。然而研究表明，和男性诚实地沟通手术的过程和基本的概念很有必要，因为他们希望了解疼痛的具体情况，以及手术和愈合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疼痛程度。


  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实施的每一个项目都制定了一个“痛感度量尺”的概念，供一线工作人员使用。一线工作人员使用开启对话的图片，来与男性对象讨论手术中感受到的痛苦。比如，刚开始的麻醉注射会产生中等强度的刺痛感，手术过程中几乎没有痛感，手术结束后会经历中度绞痛或者搏动性疼痛，在盐洗过程中会感知到中度灼痛（火辣辣的痛）。通过抑制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恐惧，这样的沟通不仅能让男性做好疼痛的预期管理，还相应提供了应对每个阶段疼痛的方法。


  赞比亚的项目还开发了其他一些干预措施，包括一个包含了细分定向信息的新版活动挂图、一个“真假转盘”讨论关于割礼的迷思、一个“手术流程”的游戏，从而消除某些细分小组人群对手术过程的担忧；还有一个水平标记满60％的罐子，用来表明包皮环切术对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率为60％。目前，包含这些干预措施的综合方法正在试行和评估中。


  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针对细分后人群的信息传播和干预措施均已被纳入国家包皮环切宣传战略，其中包括大众媒体的宣传活动。两个项目都开发了细分式输入工具[24]，以及有针对性的消息传递和沟通策略，这些措施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虽然迄今尚未发表）。细分法还可在对行为转换的难易程度和转化后的潜在影响力等因素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重新设置项目目标。例如，在津巴布韦，一个被识别为对包皮环切“充满热情”的细分群体潜力很大，因为他们尚未进行包皮环切术，但相信该手术的益处，只需要一点额外的支持来缓解担忧，他们就会做出改变接受手术。


  实施心理行为细分法的难点


  上述案例为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引入心理行为细分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这些案例也凸显了该方法无法被广泛实施的一些主要挑战。既然学术研究和商业领域均已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为何发展援助领域仍然未把心理行为细分法规模化地纳入公共卫生计划当中？原因有以下几点。


  决策层对该方法的理解有限|首先，政府、资助者和发展援助项目负责人通常对心理行为细分法的价值不甚了解。特别是政府作为项目的参与者，习惯于从人口统计和地理区域的角度划分人群。人口统计数据，如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都有常规的行政收集程序，而且基于这类显而易见的划分方式再向下划分也很容易。另外，根据地域进行分割也很容易实现，因为这与政府现有的行政和执行部门设置相吻合。


  根据我们的经验，项目合作伙伴往往也很难理解心理行为细分法的优点。如果他们以前从未见证过它的实施，就很难理解如何能将其转化为可实施的计划和战略。将这个想法推广给初次使用的用户需要时间。例如，在尼日尔的项目中，休利特基金会、坎伯集合公司与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讨论，才得以实施调研。


  当地操作经验有限|另一个实施难点是当地缺乏了解细分法且有操作经验的人员。例如，很少有人知道测量态度和行为所需的变量和数据类型。最重要的是，诸如尼日尔和赞比亚这些资源匮乏的国家缺乏收集和分析适宜数据所需的条理性专业技能，这两个国家的数据调查都是全国普查。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商业公司做营销调研的本地机构，往往没有经验或能力收集例如家庭人口计划等敏感数据。另外，它们也不了解很多新颖的定性方法，如用户体验图和决策游戏等。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行动有困难|设计心理行为细分法，并以此为依据形成项目策略和相关建议，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要将调查结果转化为规模化项目仍需要克服各种困难。首先，利益相关者、资助者、实施者和细分法解决方案的最终用户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在项目中采纳这些想法和建议的价值。这些通常是负责设计和实施计划的人员要考虑的因素。例如在女性健康细分研究的案例中，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组织在最终研究结果出台之前都没有参与，因此他们对项目的一些需求并没有包含在细分设计当中，这也导致他们对所做的工作缺乏拥有感。


  其次，研究的成果和项目策略需要非常具体、易于实施、可规模化，否则就无法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部署时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而且只会产生小规模的影响。在女性健康细分案例中，这些细分小组并没有在女性健康行为方面区分出足够的差异，因此解决方案无效。研发基于细分后群体特性的干预措施并非易事，需要花时间精心设计。


  最后，项目在完成初始设计后仍需要继续提供支持。通过与项目的其他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根据其项目计划的优先级分别对待不同的细分小组，设计实施具体的干预措施，并开发工具以确保干预措施有效。


  实施心理行为细分法的五个要点


  细分法对任何一个项目而言都现实可行，但项目团队需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对想要改变的行为有深入了解、具备行为科学专业知识、熟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有高度统计分析的技能，并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干预措施的经验等。为了实现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细分项目，我们根据现有的案例研究总结了五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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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尽早参与。我们建议从流程一开始就与包括捐赠方、政府和执行伙伴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展开严谨、有针对性的持续互动。与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的密切合作尤其重要，他们可以在项目中使用心理行为细分法，帮助设计调查工具和实行调查。因此，越早确定项目的优先事项和目标，就越有助于获得决策者的支持，及时进行所需的能力建设，并最终让细分法获得采纳。


  决定细分的实施对象和细分内容。理论上讲，除非每个实施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行为和态度都相同，否则，只要我们想要了解其行为，任何用户群体都可以进行细分。例如我们正在进行的印度北方邦生育与儿童健康项目，根据妇女使用避孕药具的动因以及对母婴健康干预措施（如产前护理和医院分娩）的态度和行为进行细分。


  服务供应商各有不同，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细分。动机或信仰等行为驱动因素在与客户互动和影响客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为了向供应商提供更有针对性且有效的支持（例如培训、动机推动和管理支持），我们正在分析北方邦的一线工作人员、政府机构内的护士和非正式的服务提供者。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将心理行为细分法应用于服务供应商。


  在选择了细分人群对象以及需要了解关于他们的哪些内容之后，接下来应该考虑细分的基础：哪些特征最有可能作为群组区分的依据。前文所述的女性健康研究案例只是笼统地把影响妇女做出健康或不健康决策的行为驱动因素作为细分的基础。但是这样的细分方式涵盖了过多的行为结果，这些行为可能源自共同的驱动因素，也可能源自独特的动因。因此，缺乏特殊性的细分只会导致无效的群组。


  决定如何做出细分。使用现有数据可以节省项目的启动时间。挖掘文献和任何可用的定性或定量数据集，可以帮助填补所需的内容空白。但是，如果你需要从头开始，我们建议首先进行深度的定性研究，然后进行有广度的定量分析。定性研究能够让研究人员尝试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并实时听取答案。因此，在设计大规模调查之前，你可以使用定性分析更好地了解细分对象群体。


  我们建议搭配使用几种不同的定性方法，从而在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中找到平衡点。举例来说：用户体验图可以跟踪记录一段时间内目标群体的行为和态度，但其缺点在于无法简单地测试一些模拟情境；深度访谈可以提供详细见解，但容易产生偏见；焦点小组虽然时间和成本效益高，但模糊了个体差异；如果采用自我报告[25]的手法，可以通过观察和决策练习来进行补充，[26]观察法可以跟踪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决策场景模拟旨在通过分析人们在受控条件下做出的假设选择，来测试潜在的行为驱动因素。总之，从定性方法的组合中产生的成果可以为定量调查或实验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收集了丰富的定量数据集之后，就可以使用如聚类分析等机器学习技术来搭建细分结构。这些技术可以显示哪些数据点彼此接近（形成一个细分）或相隔很远。把这项工作全权交给一位称职的数据科学家或统计学家听上去很合适。但即使在这个阶段，项目设计人员和实施人员的意见也非常宝贵，因为数据分析可以受益于项目人员对细分所在的具体情境以及对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的了解。例如，分组通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最佳数量，分为2组、3组、5组甚至20组都一样容易。但是，如果项目设计人员知道组与组之间差异很小，或者项目实施者了解在执行层面无法用那么多方式锁定目标的话，那么细分成20组可能没有必要。


  确定优先顺序。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因此细分的部分意义在于可以据此优先考虑针对哪些人实施干预。我们发现，以下三个标准可用于决定细分后群组干预的优先级：


  1.易受影响的程度。那些面临的问题较易于解决、正在摇摆不定或者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比受到结构性阻碍限制或对某些干预行为极端敌视的人更有可能采取行动。例如，在尼日尔家庭人口计划的研究中，一个群组的妇女认为避孕违背了她们的基本价值观，她们是最难被说服和改变的一群人。


  2.群组的覆盖率。细分法会将受访者分配到不同细分群组中。如果A部分占总人口的60％，B部分占2％，那么项目如果试图把解决B群组的问题作为优先级，可能是一种浪费。


  3.群组的影响力。改变一个细分群组是否可能对整个潜在客户群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例如，影响一群活跃的社会倡导者是否会影响其他群组？如果是，则有理由优先针对性地服务该群组。同样，针对那些参与最危险行为的人群，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干预措施。一旦了解了处于优先级的目标群体行为背后的动机，下一步就是制定针对这些原因的信息和干预措施。例如，在津巴布韦，我们根据对象男性是否会接受包皮环切术及其原因，确定了六个不同的男性细分群组。被我们命名为“充满热情”的细分小组相信自愿医疗包皮环切能够为身体健康和性关系带来好处，在情感上将其与成就感相连，会参与相对高风险的性行为，并需要一定社会支持来克服对手术的恐惧，这一组人最有可能进行包皮环切术。相比之下，被我们称之为认为手术将令自己“颜面无存”的一个小组，接受包皮环切术的动机极其微弱。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真实可传递的信息，通过大众传播活动或使用细分输入工具进行一对一对话来完成，后者通过一系列问题帮助现场工作人员细分人群。例如：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很担心手术失败，那么对手术过程和步骤的简单描述就足以鼓励其采取行动；相反，如果拒绝手术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害怕违反社会规范，那么宣传活动就需要强调如何轻而易举就能保护新行为模式的私密性。


  如何在发展援助领域普及细分法


  对比细分法在发展援助领域推广的潜力和阻碍，我们需要政府、资助者和项目执行伙伴共同努力，来普及心理行为细分法。以下是几个关键步骤。


  建立实证研究支持。资助者需要对大规模采用心理行为细分法的项目加大投资，彰显其影响力。正如我们在计划生育和男性包皮环切案例中所看到的，一旦细分法被成功使用后，其他国家也会很快为应用此法寻求支持。


  我们还建议，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细分法的优势。对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组织而言，仅靠服务对象健康状况的结果来衡量影响是不可行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涉及很多因素，几乎不可能将任何变化的发生归因于心理行为细分法。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务实的评估方法，例如对项目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做阶段性的测量。这与初级保健计划中测量免疫婴儿数量的做法是一样的。通过构建测量和评估结构来重点关注改变行为的人数，区分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对基于细分法的干预措施的响应，而不是受到一刀切的宣传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能是找出某一行动的动机，例如知识和信仰方面的变化。


  创造领域参与者的需求。我们需要改变发展援助领域主要参与者的行为。这既需要自下而上，即项目实施者提议采用此法，也需要自上而下，即政府和资助者主动要求实施者使用这种方法。有震撼效果的案例和评估研究是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推动细分法的实施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需要积极且有针对性的宣传战略，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并能分享经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心理行为细分法的应用及其价值理应成为国际发展援助语系的一部分。


  领域能力建设。实施和推广心理行为细分法需要初始设计、特定干预的设计以及实施的框架和工具。这些工具应侧重于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帮助项目选择正确的变量进行细分，使现有数据更容易用于新项目，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行的干预措施。


  设计一个强大的细分法研究需要建立在健全的行为科学基础之上。大多数行为理论只关注行为改变的几个关键方面，或者没有提供最合适的方法来衡量行为驱动的因素。缺乏一个可以转化为行为措施的框架使得细分法的设计极具挑战性。


  在行为科学中，综合行为模型（Integrated Behavior Model ）是一个以事实为标准、具有实用价值的框架。在此模型中，意图是一个人是否行动的最后一步，它由一个行为是否会导致好的或坏的结果的信念所驱动，由驱动的强烈程度以及是否具有实现它的自我效能来决定。然而，该模型很少强调无意识的偏见或习惯的形成。另一个理论框架是阶段变化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它将行为的路径分为对某项行为产生意识、考虑利弊、形成意图、行动，最后维持新行为或放弃等不同阶段。不同因素在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因此每个阶段的接触点和消息传递也会有所不同。[27]


  我们需要一个汇集决策路径、内部驱动因素和情景驱动因素以解释个体之间差异等所有关键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硕歌基金会正在开发一个综合性的行为模型，该模型综合了最佳适用证据，以及如何收集变量以进入细分研究的方法指导。


  规模化。一旦在诸如家庭人口计划等国际发展项目中实施了细分法，我们建议，使用已有的调查问卷来扩大该方法在其他地区的使用规模。由于背景、人口特征、项目战略和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我们需要根据定量数据制订针对具体国家的细分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已有的细分调查，我们可以在考虑具体的情境差异并做出调整后在新环境下使用，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设计。例如，对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男性包皮环切术的细分调查进行微调，就可以使其成为其他国家收集数据和数据建模的基础。然而，在项目之间分享完整的调查问卷限制重重，我们建议搭建平台来扩大共享。


  我们还建议，开发能够将细分结果转化为项目干预的工具。例如，在包皮环切术项目中，我们开发了投入组合映射工具，有效地将其当前项目的干预组合映射到研究确定的关键驱动因素（既包括促进因素也包括阻碍因素）上。使用这个工具可以显示出项目当前正在有针对性地处理哪些驱动因素，显著的缺陷出现在哪里。基于细分研究，我们提供了简单的个性化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有效地描述每个细分后的男性群体接受或拒绝进行包皮环切术的原因，以便更好地针对这些驱动因素进行干预。


  培养本地研究能力。在发展援助项目中找到有相关心理行为细分技能的人才非常困难。细分需要行为科学的知识、定量和定性研究和分析方法，以及所在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因此，我们需要将发展领域的专家与行为科学领域的专家积极连接起来，促进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沟通。从长远来看，为了使这种方法真正得到推广，我们需要在各国培养当地的人才。这需要将心理行为细分法的重心最终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创建工具包和建立合作伙伴网络，以帮助发展援助项目找到所需的专业技能，更好地使用该方法。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严重低估了心理行为细分法在提高人类健康生活水平方面的潜力。将驱动人们采取行动的差异作为决策依据势在必行。只有这样，资源才能集中到最有可能改变或其变化具有最大整体影响力的人群，使用最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引发其行为的改变。


  我们建议，将发展援助领域实证调查的优势与已经在商业领域发展完善的务实措施结合起来。这对项目本身的要求不高。发展援助项目的工作人员不应该把服务对象当作一群同质的受众，而应把他们当作受不同背景因素和社会规范、信仰、情感和无意识偏见驱动的个人。在今天面临的所有全球健康和发展问题中，改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瑟玛·赛盖亚（Sema K. Sgaier）


  硕歌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客座助教，华盛顿大学全球卫生学助教


  伊丽莎白·恩格尔（Elisabeth Engl）


  硕歌基金会资深行为科学家


  史蒂夫·克雷奇默尔（Steve Kretschmer）


  硕歌基金会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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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星期二[1]


  作者：阿莎·柯伦


  译者：刘洋


  “慈善星期二”这场席卷全球的捐赠运动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创新型慈善的诸多特点。


  长期以来，社会组织都面临着同样的老大难问题：无休止地寻求资金支持，苦于人才招募和日常运营的维持，以及要不断地向公众做自我推广。桥幅咨询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80％的非营利组织领导者都认同创新是“迫切需要”，但这其中只有40％的领导认为他们的组织具备创新能力。


  过去七年，我一直参与领导“慈善星期二”运动。这是一个捐赠运动，我们利用感恩节[2]之后的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两个消费高峰，打造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慈善捐赠日。慈善星期二现在已是席卷全球的全年性运动，每年在美国拉动数亿美元的捐赠，并持续推广到各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慈善星期二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社会部门的领袖们正在如何应对一些共同的挑战。这个运动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可以满足不同社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因此为许多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场有益的学习体验。尽管慈善星期二为非营利组织筹集了大量资金，但它并不仅仅是个筹款活动，而是一场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运动，从中产生的各类想法和资源得到分享，而作为一个健康公民社会基石的慷慨的文化也在其中孕育和发展。


  网络的力量


  慈善星期二于2012年由第92街Y（全称为“第92街男女青年希伯来协会”）发起。这是纽约一家著名的文化机构，此前从未涉足社交媒体运动。当时，推特刚刚兴起，而Me Too和Never Again[3]所代表的网络社会运动还要几年之后才出现。起初，慈善星期二是为了尝试回答一系列开放性问题：能否用社交媒体来传播慷慨的理念，掀起捐款高潮？社交媒体能改变捐赠的文化规范和行为模式吗？人们会像晒出早上跑了多少英里、吃了什么午餐一样，晒出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慈善星期二第一年就在慈善行业和公众中激发了巨大的热情，在线捐赠额达1000万美元，有2500家非营利组织参与。随后，每年美国境内捐赠数额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2017年，仅慈善星期二当天的在线捐赠就超过了3亿美元。


  因为在线捐赠只占整体捐赠的10％左右，而且以上数字只涵盖了约150个捐赠平台中的一部分，所以实际捐赠数额应该高出许多。在慈善星期二捐款的人中有75％左右是既有的捐赠者，25％是新捐赠者，这充分说明慈善星期二既有潜力调动原有捐款人的参与，又能吸引一大批新人。而且慈善星期二并没有抢占一年中其他时段的捐款：它与救灾活动类似，创造出一个捐赠高峰，但并未导致一年中其他时候的捐赠数额下降。


  如今，慈善星期二已经无处不在。在美国，慈善星期二的地方组织已经超过100个，大到伊利诺伊州、纽约州，小到缅因州布斯贝港这样的小城镇都有。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运动已经扩散到了全球，在46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的合作伙伴，并以非官方的方式在其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来自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联盟、捐赠平台、市场营销公司、筹款协会和社区基金会等组织。他们讲20多种语言，在不同的慈善文化及历史背景下开展工作。


  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高度互联的网络，通过通信软件WhatsApp（一款跨平台应用程序）、电子邮件和面对面的交流，探讨各自地区的运动进展，分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这个网络遵从慷慨、透明、幽默、迭代、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等原则，他们质疑非营利组织的教条主义，对许多社会运动的原地踏步感到沮丧。虽然捐赠是网络的主题，但这些领导者也十分关注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观等议题。


  慈善星期二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慈善星期二的领导者网络，以及他们正在共同建立的全球捐赠创新实验室等成果中学到些什么？我要强调以下七点。


  第一，将社会部门视为全球性解决方案的网络。今天，一个伟大的新想法能以极快的速度跨国界传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即便我们的工作极其本土化，也应该试着思考如何能够将好的做法传播得更广。如同慈善星期二的全球领导者们一样去分享最佳实践的方式，我们将能看到想法和实验被大规模地运用，在不同半球传播，其速度就如同一位同事侧身跟邻桌说：“嘿，要不试试这个……”


  第二，熟练掌握数据。慈善星期二的领导团队于2015年启动了数据协作计划，该计划不仅旨在促进运动发展，还致力于通过捐赠趋势和行为等数据来对运动进行测评，从数据中学习。我们并不需要都成为数据专家，但有必要培养或者聘用能将数据用易懂的方式传达给那些需要了解其应用和危害的人。我们应该了解如何最有效、最安全、最负责任地使用数据，以及在什么节点、以何种方式将其应用于集体分析。虽然数据分享存在风险，但回报更高。


  第三，重新思考“品牌化”。慈善星期二是一个有意识的“去品牌化”模式。不同的社区、组织或个人共同拥有这个模式，并按照各自的需求对其进行调整、改变。共同所有权这一理念是其发展的关键。它由许多人制造，由许多人管理，并由许多人改变。数字时代的慈善事业与上一代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再指望捐赠者对某一徽标有绝对的忠诚度，他们与捐赠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发展迅速。慈善星期二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是因为它的捐赠形式像一场变革性的集体狂欢，而不是交易。


  第四，适应快速变化的科学技术。2017年，脸书在作为慈善星期二的中介平台之一经手了4500万美元的捐款后，第二天宣布将不再对捐款收取任何费用，并设立年度配捐基金。其他主要网络技术平台也纷纷加入在线捐赠市场。这种形式的捐赠加上一对一直接捐赠、企业捐赠、定期捐赠，还有飙升的在线和移动端捐赠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交媒体本身的整体影响都尚不明朗。但我们必须学会解析其中的消极和积极因素，以便新的工具可以为我们所用。


  第五，从匮乏心态转变为协作心态。在2017年慈善星期二的筹备期，当年9月的超级飓风所造成的损失吸引了大量捐赠，同时政治和社会倡导运动也促成了捐赠纪录的新高。因此，许多人预计由于人们的“捐赠疲劳”，捐赠形势会不及往年。不过，最后的结果是2017年的捐赠额比上一年增长了近80％。长期以来，非营利组织将彼此视为同一个捐赠池里的竞争对手。但如果这个捐赠池比我们设想的要大得多呢？捐赠者有着强烈的捐赠意愿，而尚未成为捐赠者的人也正等着被邀请参与其中。特别是随着年轻的千禧一代和95后成为新一代的捐赠者，转变思维至关重要。当讲述一个通过共同努力最终实现目标的故事时，我们可以挖掘出更多更好的捐赠——也许比我们以往想象得更多。


  第六，重新思考21世纪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慈善星期二的创始人亨利·蒂姆斯是2018年的畅销书《新力量》的合著者之一。这本书讲述了那些受到慈善星期二发展启发的、崭露头角的领导者们。他在书中写道，这些新兴领导者能够调动基层社区的激情，并构建一个合作的架构，也就是一个由许多人共同塑造的组织、运动或者倡议。这意味着领导者不仅要发掘他人的领导能力，还要构建能培养和支持他们成长的包容性、生成性网络。慈善星期二的网络领导者们具有慈善行业最具潜力领导者的共同特征：富有同情心和企业家精神，善于合作，追求透明，由同伴驱动，并且能熟练使用数据。他们既渴望创新，又愿意复制成熟的模式。他们不仅颇有远见、魅力十足，还崇尚合作且谦虚好学。


  第七，了解社会媒体运动的重要性。慈善星期二和其他许多网络运动一样，已经产生了数亿美元的捐款和全球的慈善合作。关于社交媒体是否会给捐赠带来实质影响的争论可以画上句号了，我们需要开始着手引导、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的沟通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今天的社会运动和它们的领导人都与我们的固有观念不同，但是他们的声音和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去倾听他们的声音。


  阿莎·柯伦（Asha Curran）


  第92街男女青年希伯来协会首席创新官，贝尔弗创新与社会影响力中心主管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The #GivingTuesday Model。

  


  
    [2]11月的第四个周四。——译者注，下同

  


  
    [3]Never Again（绝不再），由美国学生主导的枪支管制政治行动委员会倡导，并且在社交媒体获得广泛传播的主张，即采取更严格的规定来防止枪支暴力。

  


  点评 我们能从“慈善星期二”学到什么？


  作者：叶盈


  作者阿莎·柯伦其实已经将其模式的精髓与思考写得很透彻。因此，我主要以慈善星期二最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去中心化”为切入点，结合国内互联网发展的现状做一些转码解读。


  国家级“捐赠日”是每一个国家培育捐赠文化的重要抓手。设立捐赠日的目的在于调动原有支持者参与，同时吸引新的支持者。在中国，腾讯的“99公益日”已然成长为国家级捐赠日；而在国际上，“慈善星期二”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慈善星期二自2012年发起，至今已在5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正式的捐赠日筹款活动，仅在美国，每年就能拉动数亿美元捐赠。2018年，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捐赠人捐出了360万笔捐赠，总额3.8亿美元，平均单笔捐款额超过105美元。


  与我们熟知的99公益日相比，慈善星期二获得如此亮眼的成绩，采用的是几乎完全相反的策略——“去中心化”。慈善星期二的品牌、筹款渠道、组织方式、数据采集与使用方式都是去中心化的。慈善星期二的发起机构承担的角色不是组织者，而是网络共建者与支持者。与其说他们发起了一个全球性的筹款活动，不如说他们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建网络。


  在阿莎·柯伦看来，慈善星期二所倡导的捐赠并不仅仅意味着捐钱。人们可以捐时间和行动，也包括微小的善意。“慈善星期二要激发的是慷慨之心，慷慨之心是扎根于人性之中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也会用慈善星期二的话题标签来分享与慷慨相关的故事，这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


  此外，慈善星期二的去中心化还应对另一个目标——促进公益慈善部门的协作。“我们认为用各种方式促进公益慈善部门内部的协作非常重要。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公益慈善机构了解彼此是促进所有人公共利益的合作者而非资源的竞争者。”阿莎·柯伦强调，“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重要出发点。”


  我们能从慈善星期二学到什么？


  虽然我们的行业发展阶段和宏观环境与国际差异巨大，但慈善星期二团队的思考、格局与实施路径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


  Giving（捐赠）≠Money（捐款）


  对中国的99公益日及大部分互联网筹款平台而言，主要依靠公益机构作为主体发动公众、企业与学校等资源的策略已显现疲态与局限。我们需要后退一步，重新审视自己是否将筹款理解得过于狭隘。


  捐款是捐赠人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之一，但并非唯一标准动作。捐赠时间、智力、行动都值得赞赏。慈善星期二的所有设计都紧密围绕激发人们慷慨之心的目标，而不是将激发慷慨的行为之一捐款作为目标。


  如果过于强调捐款，以刻意而功利的方式滥用熟人圈资源，势必导致筹款过程的动作变形，在追逐KPI数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深陷“非自然”的杀熟、套捐或抱平台大腿的泥潭。


  近年来非现金捐赠的快速增长，也体现出普通人对公益参与多元化的需求。慈善星期二强调捐赠并不等于捐款，这也许更符合普通人以舒服的形式先参与，再了解，然后深度支持的自然进阶过程。有参与才有了解，有了解才有支持。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只是被看作行走的钱包。捐赠文化的培育，需要更多元化的回归人心的公益参与设计。


  对捐赠人数据的处理


  和商业部门重视消费者数据一样，捐赠人数据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资产。公益慈善组织需要基于捐赠人数据开展分析与测试，来不断学习如何改进自身的理念传递方式与筹款行动，唤起更多人参与与支持，以更好地支持机构使命的达成。


  慈善星期二在2015年设立了数据协作计划，说服筹款公司与在线筹款平台捐赠了约1万家机构近10年的数据，这些数据价值约超过100亿美元。这些数据没有包含任何能够识别个人的信息。同时慈善星期二团队通过严格的数据保密措施确保数据安全，比如在从事数据分析研究工作时不允许使用手机。


  在数据采集与处理方式上，慈善星期二也贯彻了“去中心化”的策略，并不要求所有机构将数据集中到其手中。“我们的策略不需要全球的伙伴把数据给我们，而是帮助各地的团队设立指标、开展扫描、掌握自己分析数据的方法与技术。比如印度有30家在线筹款平台，它们会把数据给到印度当地的伙伴团队，而不是我们。”慈善星期二数据负责人伍德罗说道，“因为我们和一些国际在线筹款平台公司有合作，所以也会有一些国家的数据，也会共享数据给各国的团队。”


  目前，中国的公益筹款市场是由互联网商业平台在引领筹款创新。互联网平台在给公益慈善机构带来巨大增量的同时，也始终深陷被行业诟病已久的数据问题——数据一直掌握在互联网平台的手中，公益机构难以掌控——我们需要先想明白一个问题，从这些商业平台上来的捐赠人究竟是谁的捐赠人？


  我们如果要讨论数据归属权利的问题，需要分层来看待。从实际捐赠人来源和捐赠人心理认同来看，这些捐赠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相信慈善公益组织而进行捐赠的机构捐赠人，一类是因相信平台背书而进行捐赠的平台捐赠人。不论是平台捐赠人还是机构捐赠人，目前都面临两个数据开放的实操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商业互联网平台通行的用户隐私保护原则难以支持直接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而另一方面，公益慈善机构的信息化能力与捐赠人维护能力尚弱，是否能在技术层面保障捐赠人数据安全、是否能遵守数据使用伦理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慈善星期二团队对数据使用与共享的思考可为我们带来一些参考，他们对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工作主要为了实现3个目的：


  （1）帮助非营利组织理解慈善星期二活动能够如何帮助它们提升筹款能力，例如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慈善星期二确实会带来增量，不会削弱人们在全年其他时间段的捐赠意愿；


  （2）基于数据了解最佳实践，并将建议提供给慈善星期二参与伙伴；


  （3）逐步开放一部分数据信息给数据合作伙伴、非营利组织与研究人员用于应用研究，更深入理解人们的慷慨奉献行为是如何发生的。


  在数据处理与使用策略上，慈善星期二不会为机构提供隐私数据与原始数据。它承担的角色是“转码者”与“解读者”。


  回到国内商业平台不为公益机构提供数据的问题，参照慈善星期二的数据处理方式，我们其实不必纠结于捐赠人个人数据给不给的问题。如果平台方能为机构提供可视化数据分析管理后台，就可以助力机构更好地理解平台上给其捐款的捐赠人特点、制定策略，同时基于整体捐赠人分析，为公益机构提供实践指导；如果还能通过测试为捐赠人建立“生命周期模型”，根据捐赠人的特点与成长阶段为公益慈善项目做精准推送就更好了——毕竟，作为拿到牌照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还是需要承担起捐赠人培育的责任吧。


  感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它组织的全球捐赠峰会上，我有幸与阿莎·柯伦与她的同事伍德罗·洛森堡见面，并对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叶盈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


  案例研究


  共享洞悉基金：开拓“资助反馈”的新领域[1]


  作者：卡蒂·史密斯·米尔韦


  译者：陈智勇


  企业界收集用户反馈早已司空见惯，消费者偏好会成为企业制定战略的依据。但在慈善领域，终端用户的体验却很少被用于改进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与服务。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共享洞悉基金与非营利组织及其终端用户一起，试图自行设计一个可以被推而广之的终端用户反馈体系，这在慈善界来说已是独具特色。


  由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发起的慈善资助者联盟成立还不到一年，联盟的负责人已经感到举步维艰。这个名为“共享洞悉基金”（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资助者联盟本来是想通过更好地聆听资助人和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也就是终端用户的反馈，来促进有效慈善。企业界收集用户反馈早已司空见惯，消费者偏好会成为企业制定战略的依据，对销售业绩表举足轻重。但在慈善领域，终端用户很少会被问及接受服务的时间是否方便，或者这些服务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等问题。


  通过合理使用用户反馈来改进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与服务，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然而共享洞悉基金的两位负责人费伊·特韦尔斯基和琳赛·路易在2015年1月走访了一些相关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反馈的潜力确实很难。特韦尔斯基说：“当时没有现成的用户反馈信息平台可以规模化。这一领域内的一些先锋组织所采用的方法听上去都独具匠心，非常复杂。”


  共享洞悉基金的探索正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基金与其他资助方合作，不是将那些已被证实的方法规模化，而是与非营利组织及其终端用户一道，自行设计一个可以被推而广之的解决方案，这在慈善界来说已是独具特色。


  共享洞悉基金的非比寻常之处有三点。第一，这一资助者联盟的运作原则与众不同。许多联盟都有一个主要资助方，其员工负责召集、运作成员会议。但是共享洞悉基金有一个独立的运作结构。持股不一的成员可以平等发声，共同领导。成员认同机构准则，包括可公开意见，并与受助者进行面对面深入交流。大多数联盟类型的组织会委托第三方进行回顾性评估，而共享洞悉基金会在每次资助者会议上安插一名评估员，以获得实时的第三方意见。这些评估员以联盟所明确的变革目标为准则，对固守和偏离的部分及时给以警示。


  第二，共享洞悉基金在短时间内招募了数量惊人的合作伙伴来共同开发反馈工具。联盟创立于2014年，当年就有6家资助方注入共计600万美元的资金。4年后，基金已投资2110万美元，与78家资助机构和184家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发并测试了一个堪称招牌的终端用户反馈工具。预期到2020年，任何拥有SurveyMonkey[2]账户的非营利组织都能使用这一工具。


  共享洞悉基金的变革理论本身就十分大胆。它旨在建设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倾听、共情和回应的核心能力的规范，从而将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以及受助人和社区有效地连接起来。这一目标非常挑战资助方的能力，因为他们要能够聆听周围社区的不同声音、进行自我变革，并促进其组织内部和整个资助过程的公平和包容。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要开发一种倾听反馈的工具，还要开拓一个有效使用反馈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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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洞悉基金联合主席特韦尔斯基（右一）在2018年5月于得州休斯敦举行的受助者和共同资助者聚会中主持“反馈的未来”小组讨论

  


  共享洞悉基金的诞生


  特韦尔斯基于2013年加入休利特基金会，并担任有效慈善部门的主任。她曾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过4年，在社会影响力战略发展和评估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特韦尔斯基和她新聘任的项目官员路易与基金会新任主席拉里·克雷默一道，对休利特现有的资助项目进行了复审。他们发现一项每年2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已经进入了成熟退出阶段，因此需要对这笔资金进行重新部署。他们还发现，对专家会议、领域协会和测量工具等行业支持性的资助增长相对滞后。特韦尔斯基说：“我强烈地感到，需要有更多资助方来支持行业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改变这个行业，就需要合作。”


  当时，美国的年度慈善捐赠超过3000亿美元，资助了超过140万家非营利组织。特韦尔斯基说：“虽然200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但对于我们试图影响的行业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她推断，一家资助方的承诺可以吸引其他慈善机构，这样就可以集腋成裘。


  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向全美各地的基金会发出邀请，并组织了一系列探索性对话，与时任福特基金会副主席的德伦·沃克（现任主席）很快就成了亲密盟友。根据这些讨论的成果，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四个可能成为共同关注点的主题展开调研：受益者反馈机制、基金会公开度、从大数据中学习，以及为寻求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建立一个共同的测量体系。


  2014年2月，6名资助方代表齐聚福特基金会。他们最后决定将关注点聚焦前两个主题：强化受益人反馈，并鼓励基金会更进一步公开分享它们的做法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6家机构承诺，未来3年每年投入从25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组成一个共同基金。核心资助单位包括来自西海岸的休利特基金会和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来自东海岸的福特基金会、丽塔·艾伦基金会（Rita Allen Foundation）、JPB基金会（The JPB Foundation），以及一家名为Liquidnet的科技金融公司。数月之后，来自中西部的凯洛格基金会（Kellog Foundation）成为创始联盟的最后一位成员。除了6家核心资助机构之外，还有一些机构决定以支持具体项目或一般运营费用的方式捐献小额资金，被称为“侧翼资助者”。


  随着资金的到位，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开始着手将其他核心资助机构引入领导层：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希拉里·彭宁顿与特韦尔斯基一道担任该基金的联合主席。她们一起说服其他核心资助机构采纳了一种不常见的运营策略，建立一个拥有管理团队的独立实体，洛克菲勒慈善事业顾问（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简称RPA）对此提供资金支持。


  这一共同基金之所以能实现从决策制定到实施的快速循环，独立的运作管理结构和专职员工功不可没。RPA的资金帮助特韦尔斯基和彭宁顿招募到了一位能干而又充满活力的项目总经理，梅琳达·图安。图安和两位联合主席有过长期的合作，曾在基金会担任过资助项目官员和顾问等职。她迅速组成一个有专业经验的小团队来管理资助项目和受助人支持，策划核心资助方会议，并根据联盟的决策采取行动。


  在路易的帮助下，图安策划了2014年7月的共同基金发起大会。会议有三大目标：为共同基金命名，确定总体目标，决定创始项目。在那次会议上，领导Liquidnet公司社会影响力部门的布莱恩·沃尔什提到了商业领域对客户洞悉价值的重视。他的这一思路被参会者所接受。经过讨论，“共享洞悉基金”的名称就呼之而出了。参会资助方还确定了共同基金的战略目标，即“创建一个更乐于分享和倾听的开放型基金会文化”，而引入用户反馈机制是开放性的一种表现方式。最后，大会就资助的方向达成了一致，将80％的资助预算用于受益者反馈主题的资助申请，20％用于建设开放型基金会的主题项目。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图安和路易就推出了共享洞悉基金的网站，并公布了项目申请表。虽然没怎么宣传，但到同年11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有总计187份的项目申请书蜂拥而至。这些申请书的主题集中在建立受益者反馈领域。路易说：“让我不开心的是，我们只能资助128个申请中的极少数。”


  图安制定了一个评审标准，让所有资助方能够依此对第一批申请做出评估和比较。彭宁顿说：“我们严格按照制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办事。有时由资助方组成的联盟几乎就是各干各的，它们甚至没有把钱放在一个共有的资金池里，只是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特韦尔斯基、彭宁顿和共享洞悉基金的成员不仅对项目申请表如何遣词造句进行辩论，而且都积极参与项目申请的评审工作。最后，基金总共确定了14笔资助：其中7笔是大额多年资助，金额从30万美元到70万美元不等。这7笔资助都给了申请数量最多的受益者反馈项目。还有2笔是对反馈领域相关研究的捐赠，剩下的5笔资助了致力于改善基金会分享和倾听的项目。这一领域的申请本身就不太多。


  这些早期合作共事的经历促生了共享洞悉基金成员之间的信任。特韦尔斯基和彭宁顿两位联合主席都极力在基金内部培养公开、平等的文化，积极促成对棘手问题的广泛讨论，直到形成决议。如果仍然存在意见分歧，那么无论资助方在基金中所占的股份有多少，每家机构都只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举例来说，一个具有争议的申请来自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该中心申请一笔大额资助，用来维持一个濒临关闭的名为“青年真相”的全美学生调查项目。该项目是收集终端用户反馈领域里的先锋。这项申请引发了一场关于“生存资助”的激烈辩论。特韦尔斯基和彭宁顿多年前参与了青年真相项目的创办，而且还曾担任有效慈善中心的董事。他们决定回避，不参与投票，但参加会议的部分环节来回答有关该项目的历史等问题。但随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坐在会议室里不走也是在施加影响，这与分享领导权的准则相冲突。特韦尔斯基说：“为了让团队做出公正的决定，我们需要回避。这是我们作为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我们相信基金的各方成员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并且我们会支持这个决定。”


  最后联盟以3:2的投票结果同意资助，但资助额少于申请额。资助者一人一票的准则得以维护。这既加强了核心资助者对资助审核过程的信任，也为未来涉足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铺平了道路。有效慈善中心的主席菲尔·布坎南指出，这次资助让青年真相项目有机会实现转型，将商业收入增加到预算的70％以上，这将会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在这次投票会议上，共享洞悉基金还引入了另一条治理原则：通过定期、严格的自我审查，快速找出有效和无效的举措。为此基金聘请了ORS影响力公司的评估员斯塔乔维克。斯塔乔维克被安排参加基金员工和核心资助者的会议，并在会上汇报基金在实现其既定目标上的表现。


  开发反馈工具：善倾听


  许多大型基金会可以花数百万美元来建立一套变革理论和相应的策略。但要弄清楚它们的变革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却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共享洞悉基金通过嵌入式评估和配备专职员工来把控每一个指标，在第一年就发现了资助方式上的问题，并调整了资助办法。


  从对资助项目的市场反应来看：首先，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希望能够获得反馈实践方面的资助；其次，反馈项目资助申请书的平均质量高于促进基金会公开项目申请书。不过，共享洞悉基金很快就发现，即便是最终获得资金支持的反馈项目也不尽如人意。


  这其中有一部分机构追求面面俱到，想要开发出让所有非营利组织都能使用的资源，但却难以实现规模化。例如，共同反馈（Feedback Commons）是一个为非营利组织及其资助者收集和分享反馈数据的工具，由戴维·博布赖特和他领导的机构——问责之基（Keystone Accountability）设计。问责之基自21世纪初以来就致力于推动受益者反馈机制，博布赖特力图将非营利界的参与式评估与企业使用的客户反馈工具相结合，他的这一创意影响了很多人，而他所开发的共同反馈这一工具却簇拥寥寥。与此同时，丹尼斯·惠特尔的创意——反馈实验室（Feedback Labs）正在与400多家组织一起开发一个关于反馈方法和实践的全球学习网络，但它在扩大其资金基础方面却面临着挑战。


  另一方面，一些获得资助的社会服务性机构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课题。这些机构都是各自领域的标杆性组织，其中有在安居领域的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就业机会中心（Center fo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这些机构通过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摸索如何完善服务。它们的变革之路已历经多年，但仍未能跳出自身组织的圈子。共享洞悉基金期待对这些知名的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却发现对单个组织给予大笔资助仍然无法实现规模化。


  2015年1月，特韦尔斯基、路易、图安和丽塔·艾伦基金会的创办人克里斯托弗森夫妇一起参加了华盛顿特区非营利组织的参访活动。当时，特韦尔斯基正在重读贝恩公司的客户忠诚专家弗雷德·雷奇汉撰写的《终极问题》（The Ultimate Question）一书。该书中有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只有一个问题：“从零到十的量度，你会把我们（或者这个产品/服务/品牌）推荐给朋友或同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据此产生的度量标准被称为“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许多商业组织都使用净推荐值体系（NetPromoterSystem，简称NPS）来提高客户保留率、促进收入增长。


  NPS体系的创意启发了这群参访者。他们最终决定，打造一个NPS的“非营利组织版”。这个版本建立在已有的问卷调查平台的基础上，任何组织都可以采用。


  共享洞悉基金将这一NPS的改版命名为善倾听（Listen for Good，简称L4G）。这一决定促使基金重启了特韦尔斯基提出的关于扩大资助者参与的建议。特韦尔斯基曾提议，对基金支出的每笔资助提供匹配资助的机会。但是，仅在第一年就要再纳入另一批资助者的想法让一些共同创始人感到不安。尽管如此，在推广善倾听这一反馈工具的过程中引入匹配资助符合逻辑。基金的工作人员提议可以让资助方提名受助机构，但要求资助方另外出钱承担引入L4G工具的成本。此外，引入L4G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带要求，该要求事关反馈体系的有效性和社会影响力。善倾听的对象必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例如青年群体、有色人种和弱势群体。


  这一设想招致了一些反对意见。有效慈善中心的布坎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项目开发者。他一度认为，由于非营利组织与其客户之间的权利关系，搞一个社会部门版的NPS没有任何意义。布坎南说：“你当然不会说一个资源提供者的坏话。”其他专家则质疑当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经常缺乏选择而且并不为服务买单时，该如何来评估服务体验。


  面对不同的声音，共享洞悉基金的员工和资助者仍然决定要试一试。基金不再向单个组织提供大笔资助，而是将资金重新分配，用来设计可规模化的在线反馈工具。他们计划和早期用户一起进一步学习改善，到2020年实现可行的公开解决方案。


  2015年4月，特韦尔斯基、路易和反馈工具开发顾问斯瑞福尔参加了由贝恩公司社会影响力部门主办的NPS系统论坛。基金的代表还访问了现有的调查平台，如Satmetrix（NPS系统的共同开发者）、Salesforce.com和SurveyMonkey。他们最终选择了SurveyMonkey，因为它易操作，而且拥有大量非营利客户群。到2015年年中，图安聘用青年真相项目前执行主任斯瑞福尔，负责开发一个以善倾听被资助机构为对象的技术支持项目。


  善倾听这一工具的设想来自那次华盛顿特区实地考察，但这一创意通过基金对一些知名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成为早期用户，才迈出了蹒跚学步的第一步。以就业机会中心为例，该中心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找到工作，让其逐步过上稳定、有成长性的生活。就业机会中心对客户进行了短信试点调查，获得了包括后续调查在内的50％的稳定参与率。该中心还通过建立专案组和项目工作人员走访这两个反馈渠道进行面对面交流，并连续三年使用基金资助总额60万美元中的一部分来聘用一名客户倡导员。客户倡导员的加入增加了获得反馈的数量，并确保提供反馈的参与者能得到回应。客户倡导员的功能以及将这一功能落到实处的技术支持是善倾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在反馈循环中用户的投入如何导致了变革，如何强化了自我倡导的力量。


  37岁的雷维尔思就看到了自己参与反馈后的效果。他建议就业机会中心在等候室里提供驾照更新的信息。“对于那些和我一样想要重新开始的伙计们来说，更新驾照非常实用。”很快，等候室里就有了加州机动车部门的相关文件，并附有模拟测试题。这次经历也给雷维尔思的职场生涯带来了新的灵感。他在旧金山社区住房合作伙伴机构担任住户服务咨询师。机构要求雷维尔思每周举办三次活动，雷维尔思发现这些活动的出席率都非常低。他决定具体了解居民们想要什么样的课程或活动。居民们给出了棒球分析课、游戏之夜、快闪理发店和美发沙龙等活动建议。据雷维尔思介绍，他负责的居民楼的50名居民中有高达三成的住户前来参加了活动。接下来，雷维尔思请居民们在2018年度居民调查时评价他的表现。据他透露，居民对他的满意度达到了92％。


  为雷维尔思这样的终端用户助一臂之力是反馈循环的最大好处之所在。就业机会中心的首席影响力官布拉德·都丁表示：“收集用户反馈、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意味着你开始考虑权利关系、如何提高参与者的影响力，以及机构员工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创建一个包容参与者需求，并让他们在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模式？为什么不能邀请我们服务的对象列席就业机会中心的理事会呢？”


  将净推荐值体系的基本方法与就业机会中心等知名非营利机构的经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善倾听体系的五步流程和五个问题。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从任何服务体验中找出那些不确定的部分，比如：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受到尊重？这些服务是否对你有帮助？（请参见第151页“用户反馈工具：善倾听”）


  截至2015年7月，共享洞悉基金在网站上创建了善倾听的登录页面，并发布了一份项目申请说明：基金承诺，将为每家采用善倾听反馈系统的机构负担为期两年6万美元成本的三分之二。虽然基金并没有对此做大力宣传，但在两个月内就吸引了由25家共同资助者提名的53家非营利组织的申请，这些申请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从劳动力发展到医疗保健在内的各个行业。最终，基金决定资助其中的46家。与此同时，就业机会中心等长期合作机构将善倾听的匿名调查内容添加到了机构的反馈机制中。就业机会中心在等候室里提供平板电脑来收集这些反馈。都丁说：“匿名调查结果对我们的服务评级下降了约20％，这让我们对实名评估中的‘礼貌偏差值’有了更好的理解。”


  图安和路易出席全美各地的非营利组织和资助者会议，宣传2017年和2018年的善倾听资助计划，最后基金总共给出了112笔资助。共享洞悉基金借助嵌入式评估工具ORS影响力跟踪进展，了解善倾听体系运行良好与否，再加上斯瑞福尔的技术团队的反馈，就能快速制作出该工具的原型。斯瑞福尔和路易从第一轮资助中就发现实施成本在第二年会下降，他们可以将每笔资助的资金减少四分之一，将其降至45000美元，共同资助者的配额也会随之降低，这样一来，善倾听的预算就可以支持更多的机构。


  项目评估


  到2017年，核心资助者最初承诺的三年渐近尾声，共享洞悉基金已准备好对资助项目的有效性，特别是善倾听系统的成果进行评估。


  ORS影响力公司在对基金过往三年项目的评估报告中，对基金能够快速决断、敢于大胆下注、乐于学习并且及时调整轨道给予肯定。评估还指出，善倾听系统的引入对于改进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似有助益。ORS在报告中称：“共享洞悉基金实现了绝大部分既定目标。”


  但是，评估人员也发现，以鼓励基金会建立开放文化为主题的资助并没有引起多少变化。该报告总结道：“只有少数几家基金会在获得第一轮资助之后改变了做法。”


  共享洞悉基金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了战略目标，从创建一个“更具公开文化、更具分享和倾听特色的基金会”，变成确保“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受助人和社区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并对他们的投入和反馈有更多回应”。斯塔乔维克表示：“有些人认为反馈本身就是基金会公开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能听到用户反馈并做出回应才能算公开，所以现在我们谈的是‘你如何促使基金会使用反馈’？”


  为了进一步评估善倾听系统，基金聘请了“哈德+公司”（Harder+Company）从29000名调查参与者那里挖掘数据。“哈德＋公司”的工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标准的细分（如种族、性别和年龄）定量且定性地明确参与者反馈的模式和差异，二是评估调查问题本身的有效性，三是判断NPS系统在非营利环境中的效力。它的调查结论让共享洞悉基金的团队感到喜忧参半，引发了基金接下来的新举措。


  贯彻EDI原则


  EDI原则是平等（种族、性别及其他）、多样和包容（Equity，Diversity，Inclusion）三原则的简称。早在“哈德+公司”开始调查之前，基金的核心资助者就围绕如何贯彻EDI原则进行了对话。


  共享洞悉基金的核心资助者在多个维度上体现了多元化，但是在他们派到基金的十几名代表当中，只有三位不是白人，他们分别是凯洛格基金会的两名代表华盛顿和迪亚兹，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卡多纳。这两家基金会都致力于贯彻EDI原则，尤其是对于种族平等问题。华盛顿指出：“我们希望可以把种族问题加入用户反馈调查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回应来自有色人种的反馈？”另一名白人资助者代表，JPB基金会主席芭芭拉·皮考尔也是EDI原则强有力的支持者，她努力在机构内部促成有关EDI的对话。其他核心资助成员的行动授权不多，他们所属的机构在相关领域的作为也不清晰。


  2016年3月，共享洞悉基金核心资助方代表齐聚休利特基金会，介绍了所属机构在EDI原则上的立场。派克德基金会代表凯茜·瑞奇回忆道：“这是一场长达三小时的对话。种族问题一直与我们如影相随。类似“黑人的命也是命”[3]（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也已经开始了好几年，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知之甚少。今天它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问题之一。”


  这次会议之后，在资助者的大力支持下，基金的员工开始做出改变。图安邀请EDI咨询师古拉蒂—帕蒂加入团队担任EDI顾问。2017年，斯瑞福尔开始对基金的技术援助人员构成进行多元化。与此同时，图安和路易加强了善倾听体系在有色人种比例高的美国南部各州的拓展活动，从该地区获得了更多的项目申请书。2018年，基金正式成立了一个资助者小组委员会，负责将对EDI原则的承诺转化为实践。


  2017年，共享洞悉基金开始了第三轮用户反馈资助。随着这些资助金的拨出，基金投票决定将该资助项目延长三年，并且向更多的核心资助者敞开大门。有6家资助机构新加盟（1家退出），基金资助者对EDI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2017年11月30日，13家核心资助机构齐聚加州帕洛奥托市的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并在会上发布了“哈德+公司”对善倾听系统的调查报告。


  “哈德+公司”的一些调查结果令人振奋：在最高为10分的评级中，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给服务他们的非营利组织打了9分。然而，每一家调查对象组织都收到了较低评分，还有一些组织的评分总体上非常低。这一分布恰好证明了其有效性。此外，“哈德+公司”的分析还发现，对调查问题的反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表明反馈者理解NPS系统的设问。


  但是，“哈德+公司”的发现中也有令人不安的信息。细分数据显示，青少年给出的平均服务评分较低。最令人不安的是调查首次发现，有色人种对服务的评价不如白人那么正面，虽然不同有色种族和不同服务类型的反馈评价之间存在差异。更深入的数据挖掘显示，有色人种和青少年反馈者之间存在高度重叠。每个组织如果能将它们的数据分类并单独分析，可能会获得有关种族、性别、年龄和民族更准确的信息。斯瑞福尔说：“并不是某一类群体会长期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好的体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到场的核心资助者各自阐明了其所属基金会对致力于平等和包容目标的承诺。波士顿基金会分享了它从善倾听的受助方——波士顿联合资本（Union Capital Boston，简称UCB）那里的学习体会。UCB由安娜和埃里克·莱斯利兄妹创立，前者曾任特许学校教师，后者是校长。该机构旨在帮助波士顿低收入社区的成年人参与当地学校和社区建设。他们从消费者会员卡这一概念中获得启发，推出了“社区会员卡”来促进居民对社区的忠诚度。根据其参加学校家长教师会议、社区会议或市政厅集会所花费的时间，波士顿的1100多名UCB会员每年可以获得高达500美元的购物卡。这些购物卡的金额远可以抵消其参会的花销。


  加西亚是有4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参与了育儿班、学校旅行等会员活动。当拿到第一张购物卡的时候，她对UCB项目的忠诚度一路飙升。加西亚在接受采访时说：“孩子们要一套卡通人物床单作为圣诞礼物，我可买不起。但现在我有了一张150美元的礼品卡。”加西亚患有脑瘫，UCB的各种活动让她重树生活信心，从依靠政府救济成长为波士社区的一名网络领导者。她不但参加了调查，还把它推荐给了其他人。“我通过调查学到了很多东西。UCB里有很多受教育程度高的成员，他们拥有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更多的教育拓展活动。”


  对于UCB来说，善倾听的调查结果暴露了它项目的一个缺口：缺乏成员间相互学习。UCB开始组织成员晚会，每月至少两次将成员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相互了解、交流信息，并分享他们发现的资源。埃里克·莱斯利意识到践行EDI原则的下一步应该是改革UCB的治理结构，提出了让网络成员加入理事会流程的动议。


  共享洞悉基金的这次全体会议恰好发生在BLM运动宣布在感恩节到圣诞节的消费旺季抵制白人商业的两天后。与此同时，倡导女性权益的MeToo运动正在美国各地风起云涌。在这一大背景下，贯彻EDI原则已经成了基金一个明确的优先事项，而UCB和就业机会中心的经验或许能为基金将善倾听系统与贯彻EDI原则联系起来提供参考。


  2016年，福特基金会将其在基金的持有份额减少了一半（每年100万美元）。升任福特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的彭宁顿也将联合主席的职位轮换给帕卡德基金会的瑞奇。尽管彭宁顿的新职位让她分身乏术，她还是优先考虑留在基金的理事会，并对基金的议程在体现EDI原则上是否足够提出尖锐的问题。彭宁顿说：“反馈本身并不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歧视和种族主义等原则问题。用户反馈非常有必要，但仅有反馈还远远不够。”


  [image: ]


  开拓用户反馈市场


  2018年3月7日，共享洞悉基金的资助者齐聚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参加基金一年三次的大会。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基金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SurveyMonkey公开提供善倾听系统。为此基金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如何更深入地吸引资助者，如何将EDI原则有效引入所有项目，如何让善倾听系统适用于倡导和发展援助等更多领域，如何实现系统的大面积推广。


  在联合主席瑞奇的带领下，会议围绕议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与会者就善倾听系统下一步预算的使用规划展开了辩论。如何使用这笔钱？是用来邀请另一轮资助对象，专注于在SurveyMonkey上构建公开版的系统，还是将系统的60家共同资助方合并为一支反馈的联盟力量？对非营利组织开放使用工具可以扩大市场，但这么做是否会削弱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爱因霍恩家族慈善信托（Einhorn Family Charitable Trust，简称EFCT）于2017年加盟成为核心资助者。EFCT提名的善倾听系统资助候选机构因不是专门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组织而未能过关。EFCT代表罗斯伯格说：“我完全理解这一决定。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在哪里、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参会各方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首先在成员机构内部以及基金成员之间引入反馈体系，没有率先遵守EDI原则，没有将用户反馈用于纠正不公平、消除歧视的话，又如何能催化出一个用户反馈的市场？罗斯伯格问道：“我们究竟只是为了让非营利组织收集反馈意见而资助，还是为了让资助方改变自己的行为，在日常行动中与服务对象共同开展双向、公开和诚实的反馈？”


  基金的核心资助方在为善倾听做未来规划的同时也评估各自的表现。图安在白板上列出了11月各方为实现最新目标所做出的承诺，并要求各成员用红色（没有进展）、黄色（略有进展）或绿色（进展显著）的贴纸分别来表示进度。在本次会议上，欧文基金会、埃德娜·克拉克基金会（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简称EMCF）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加入，成为善倾听项目的共同资助方或侧翼资助者。它们的加盟带来了新的视角。欧文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格利说：“我们的团队负责在基金会内部建立反馈体系。这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基金成员能够‘说到做到’，通过反馈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受助人。”


  克拉克基金会的罗德里格兹在会上提议，在推出善倾听公共测试版之前再增添一轮资助，可以激励更多的共同资助方采用和推广这种方法。结果，最后一轮资助的预算和计划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该资助已于2018年6月截止。）


  未来设想


  共享洞悉基金的成员对未来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设想，其中包括基金逐渐从资助者和实施者发展成为领域建设者，让倾听和反馈成为非营利组织和资助方促进平等和包容的关键手段。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瑞奇说：“这可比设计一个可规模化的反馈机制要困难得多了。”


  此时，来自基金资助对象的经验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8年3月基金会议的前一天，基金组织资助者访问了纽约市的几家善倾听系统受助机构。其中一个例子来自纽约市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家机构的申请因其决定按种族来了解客户体验而脱颖而出。作为善倾听试点的一部分，这个课后辅导班仅对2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虽然样本很小，但不同种族的反馈差异却很悬殊。白人学生对该项目的评价高于拉丁裔学生的两倍多，黑人学生的四倍多，以及亚洲学生的六倍多。


  STEM教育网络如实分享了这一结果。这家机构的评估主管说：“我们做评估就是为了分享好消息和坏消息。我们正在尝试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会吸取教训，并提出改善的建议。”


  这番话与共享洞悉基金的精神如出一辙：探索未知领域，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在坚持共创文化的前提下把控变化。


  而这正是共享洞悉基金资助方们合作的故事与众不同的原因。基金从一开始就坚信能设计出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不是针对某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为提高非营利组织和资助方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有效性。基金不断修正路线，直到找到了善倾听，并通过资助计划成功地说服了数十家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采纳了善倾听系统，希望它们的使用体验能够推动善倾听系统于2020年实现付费使用。今天，共享洞悉基金继续通过修正路线、重新设计和占领舆论高地来将资助方、非营利组织与社区连接起来。基金还将目光瞄准为倡导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发善倾听版本。


  然而，也有意见质疑基金是否需要向其他方面投资，例如向基金会推广倾听少数声音的重要性。特韦尔斯基说：“反馈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在提高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改善服务质量方面有获得巨大回报的潜力。我们可以去争取妇女的健康平等权利。但是，如果那些赢得权利的妇女在医疗机构并没有得到优质的照顾和尊重，那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卡蒂·史密斯·米尔韦（Katie Smith Milway）


  布利吉斯潘集团（The Bridgespan Group）高级顾问和独立咨询师


  用户反馈工具：善倾听（L4G）


  善倾听是一个简单的系统，由SurveyMonkey提供支持。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从它们的服务对象那里收集反馈，为改善服务和制定战略提供依据。同时还能让那些提供反馈的用户知道他们的意见已经被送达，而且会因此带来改变。


  善倾听的核心在于它是一个半标准化的调查工具，它并入了净推荐值体系（NPS），这是贝恩公司弗雷德·雷奇汉开发的一个工具，广泛应用于商业客户反馈圈。NPS使用回头客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性，按以下方法计算：用推荐公司给一个朋友的可能性评为9或10分（总分为10分）的参与者（推荐人）数量，减去评分为0～6分的参与者（贬损人）数量，再除以总的调查参与者人数。任何NPS得分超过40％都被认为是高分。然而，NPS对建立客户忠诚度的贡献关键在于和推荐人以及贬损人的沟通，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怎样的回应。NPS将之称为“反馈循环”。


  NPS的非营利组织版“善倾听”，引导非营利组织做以下五件事：


  1.设计一个用户调查，该调查包含以下核心问题：


  你会向朋友或家人推荐该组织吗？


  该组织擅长什么？


  这个组织如何能做得更好？


  总体而言，该组织如何满足了你的需求？


  该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常对你表示尊重吗？


  前三个问题是NPS的善倾听版本。除核心问题外，善倾听系统还允许使用者提出4个可选的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并在调查中添加多达5个自定义问题。


  2.收集用户反馈：这项功能通过简短的问卷调查来实施。可以将调查问题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和中文。可以使用自动服务终端、平板电脑、纸质调查和面对面访谈等方式收集回复。


  3.解读用户反馈：分析成功经验和需要改进之处。为了帮助做好此分析，SurveyMonkey提供了基准，可以与同类组织的调查回复进行匿名比较。


  4.回应用户反馈：确定哪些是可以在短期内改进的领域，哪些是长期性挑战。依据用户反馈尽可能采取措施改进服务。非营利组织还要与其资助者分享用户反馈，资助者可以提供资源，帮助组织解决需要改进的领域。


  5.形成反馈循环：反馈循环并不简单地随着改变的实施而结束。相反，它让那些提供反馈的用户知道，非营利组织正在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同我们在就业机会中心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一样。通过这种方式的反馈循环，采用善倾听体系的非营利组织正在与用户建立起更牢固的关系，并发送出这样的信息：用户的声音有力量。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Funding Feedback。

  


  
    [2]SurveyMonkey（调查猴子）成立于1999年，是美国著名的在线问卷调查系统服务网站。——译者注，下同

  


  
    [3]“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场国际维权运动，起源于2013年非裔美国人社区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BLM抗议通常在发生警察击杀黑人事件后，同时这项运动也反对如种族归纳、暴力执法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不平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

  


  点评 期待中国有更多资助者关注“反馈机制”


  作者：林红


  这是一篇很翔实、坦诚的案例。相信结合中国的公益慈善实践，不同角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


  文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不论是非营利组织还是资助者，都需要想办法寻求“反馈”，才能做到有效公益。


  10年前，我从IT（信息技术）行业进入公益行业，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行业缺乏“反馈机制”。没有人也没有数据告诉我，某项需求是不是比另一项需求更紧迫，或者我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比另一个更好。对于习惯于根据反馈来迭代产品的我来说，有点像从地球到了太空舱，有一种失重的眩晕感。


  尤其对于“资助”来说，缺乏反馈不仅是因为缺乏“收入”这样一个明确的指标，或者缺乏网络技术带来的点击率这样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因为客户和用户的高度分离：非营利组织的项目资金来源于基金会或捐款人，而服务的对象通常是边缘群体。这种客户与用户分离的情况在商业界也存在，比如儿童教育产品由家长付费，孩子得到服务。但家长会非常密切地关注孩子的反应和变化。然而资助者与服务对象却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无法相互理解。


  我记得某次在香港为西藏一个母婴保健项目筹款，很多人问：那些在羊圈里产子的妇女为什么不去医院呢？还有一次，在一场冰灾过后，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大家捐了很多鞋子。而当时，灾民们最需要的是袜子。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项目并不真正知道需要捐赠什么物资。


  感谢这篇文章让我们更加明确反馈的重要作用：不仅让我们能够改进服务，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经常性地回顾到底应该以谁的需求来做服务。


  如何能收集到有效的反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我见过五花八门的问卷，需要花大量人力和钱去找人填写的问卷，而收集到的数据却往往不可靠或者已经过时了。在商业公司，除了收入是一个很好用的反馈指标以外，它们还会请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互联网的出现，更催生了快速准确收集反馈的机制。在进入公益行业之初，我曾对利用互联网来弥补反馈不足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我逐渐发现，非营利行业是技术洼地，而且数据量相对很小，根本没有办法“养活”技术平台和团队。我见过一个通过网络平台实现顺畅反馈的真实案例：乡村教师可以上传免费午餐的食材、花费清单和照片。不但资助人可以看到这些信息，而且营养学家还可以做适当的指导。类似项目，如捐书阅读项目、短期支教项目等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但遗憾的是，创业团队没有办法创造收入，也得不到资助，该平台以关闭告终。


  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如果几个大基金会意识到要把收集反馈看成是行业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专门组建运营团队，对于上述项目进行（投资性）的捐赠，也许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共享洞悉基金这个“联合行动”三年来的初步成果和一些得失，向那些希望联合建设“行业基础设施”的基金会展示了这种方式的潜力和挑战。在中国，China Donor Roundtable（简称CDR，一家由一些资深专业人员自发组成，由几家基金会予以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会员制机构）正在尝试做与共享洞悉基金类似方向的努力。目前，这些努力还在知识和信息分享阶段，尚未提出联合行动和联合资助。也许这篇文章也会为CDR及类似组织提供参考。


  最后，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文章中还谈到有可能利用非常简单的问题系统收集有用的反馈——L4G。这里一定会引起大家的讨论。比如试图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努力是否可以用如此简单的反馈机制？在大数据分析如此繁荣的今天，这种简单的数据统计是否有意义？会不会因为过分强调（片面的）数字指标而导致一些服务的偏差？资助者如果利用不好这套工具，会不会成为非营利组织的行政负担？


  基于个人观察，我觉得过于复杂的反馈收集系统往往会卡在几个环节：一是数据收集环节，让受益人条分缕析地去辨别、表达某一种反馈非常困难。甚至因为一些情感原因，受益人在表达时也难以做到完全直接和坦诚；二是数据处理环节，项目人员去理解、挖掘和整合这些数据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背景、语言体系等产生非常大的偏差；三是成本承担环节，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承担整个反馈收集和处理的成本。综合起来，在现有条件下，设计繁复的问卷也许反而不如简单打分来得准确。当然，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非常期待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中国可以有更多资助者来关注建设“反馈机制”的努力，有更多的非营利组织产生自我驱动去校验自己的服务质量。


  林红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新方法


  新型技术 无人机按需供应医疗产品


  地点：卢旺达


  撒哈拉沙漠以南人口密度最高的非洲内陆国家之一。


  难题：医疗用品运输难


  卢旺达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以公路为主，无铁路网，商业运输主要由私人控制。血液等紧急医疗用品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不完备导致运输时间长，从而使得血液产品浪费过度。


  解决方案：无人机运输，改变医疗供应链


  美国硅谷的无人机初创公司Zipline与卢旺达政府合作，推出了一项基于紧急医疗产品的无人机运输服务。当地医护人员通过短信和其他及时信息软件向Zipline平台订购后，由Zipline自行生产的无人机携带如血液、血浆和血小板等医用物资包裹到达目的地。整个运输过程在15至25分钟内完成。


  成果：无人机将运输成本降低50％


  Zipline在简化卢旺达地区医疗供应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使其获得血液产品的机会增加了186％，血液浪费情况减少为零。


  未来挑战：如何确保医疗用品不变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学教授布鲁斯·李表示，必须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才能保证无冷库的无人机运输对医疗用品的绝对安全，因为热量可能导致如疫苗和血液制品中的蛋白质变性，虽然目前在产品失性之前就已送达。


  民众参与 独立媒体抗击假新闻


  地点：印度


  难题：社交媒体假新闻传播广，难甄别


  WhatsApp通常是印度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民众上网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其消息具有的点对点、点对群的性质，导致它容易传播造成民众恐慌、民族分裂等的虚假新闻。


  解决方案：民众自发成为假新闻核查者


  印度软件工程师Pratik Sinha发起了一个叫作AltNews的非营利独立网站，力求使其成为一个公正、透明、无党派的事实核查者。AltNews从运营脸书公共页面开始，目前已拥有6名全职员工，对包括政治、科学、教育和宗教等主题在内的新闻报道进行核查，其结果经过共创成果（Creative Commons）许可，可自由复制，并通过其网站、WhatsApp广播列表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分享。


  成果：已与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联手


  AltNews目前已与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开展试点项目，并与谷歌合作，为记者设计事实核查的课程。


  未来挑战：如何提升自身可信度？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引用并转载AltNews的文章，但作为一家独立的初创媒体机构，它仍需要时间证明自身的可信度。未来，AltNews致力于开发移动端应用程序能激活用户核查主动性、追踪特定新闻的请求频率和用户的地理坐标，但这对运营能力和用户隐私数据的处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民安全 影视作品提升核武器威胁认知


  地点：美国


  难题：民众淡忘核武器威胁


  2016年查普曼大学一项关于生存恐惧的民意调查中显示，“核武器威胁”仅列于15名之外。但由于近来伊朗核协议处于不确定边缘、美国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全球15000多件核武器龄已接近70年历史等因素，使核武器威胁在冷战结束之后重新渐浮水面。


  解决方案：通过流行文化提升认知


  一项名为N Square的跨界倡议合作行动旨在通过影响以好莱坞圈层为主的流行文化生产，重新唤起公众对核武器具有毁灭性打击的认知，试图据此结束核武器威胁。


  成果：热门节目已发展出核情节


  目前，经该倡议请求，如美国政治剧《国务卿夫人》等热门节目已发展出核武器的故事情节，另外还资助了一部叫作《炸弹》的实验性电影，以求通过民众行动主义来提高公众对于核武器威胁的意识。


  未来挑战：如何取得跨区域共识？


  N Square的项目经理兼设计策略师摩根·马修斯表示，（全球）核管理框架的缺失将对我们的星球和人类本身造成无法承担的后果。


  城市更新 重振社区连接


  地点：美国


  难题：工业污染让公共空间衰败


  图书馆、公园、健步道和社区中心等公共空间对于促进民众平等、重建社区信任、重振社区活力、抵抗社会经济分化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工业造成的污染不仅让自然环境恶化，也让附近社区的公共空间陷入长时间的衰退和孤立。


  解决方案：基金会资助和民众参与共振社区文化


  一个名为公共空间学习网络（Civic Commons Learning Network）的计划正致力于在美国创建或重建这样因工业污染而衰败的公共空间。该计划于2016年启动，为期三年，耗资近4000万美元，主要捐赠者包括JPB、奈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克雷格基金会。该计划的团队成员表示，他们建立了一套综合指标，将振兴计划和其能施加的影响与社区信任、社区安全感、社区感召力（基于多元收入、种族和文化背景）等指标联系在一起。


  成果：五大城市试点


  该组织已经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等地，与当地社区一道重建被工业污染的湖边游乐场、兴修公共游泳池来实践其愿景。


  未来挑战：如何保证更全面长期的参与？


  公共空间学习网络的执行主任布里奇特·马奎斯表示，如果所有城市都合力对公众资产进行战略投资，从而连接社群中的多元人群、培养信任、积极应对分化趋势，那么更强大和更公平的城市将指日可待。


  本栏目源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的What’s Next栏目。


  包括下列文章：


  On-Demand Medical Drone Delivery，作者段思齐（Noël Duan）


  Combating Fake News in India，作者普里亚·尚卡尔（Priya Shanker）


  New Weapons Against Nuclear Threats，作者艾德丽安·戴（Adrienne Day）


  Revitalizing Community Connection，作者科里·宾斯（Corey Binns）


  实地报道


  乌干达女性走出抑郁症阴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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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高达3.22亿，而女性患有单向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而在非洲一些国家，由于耻感和意识缺乏，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妇女往往更会遭受忽视和排斥，只能求助于“巫医”。在乌干达，就有高达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寻求治疗，且缺乏治疗选择。这让一直在公共卫生领域服务的领导者、前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刚果执行主任肖恩·梅贝里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创立StrongMinds。梅贝里是一位能将前瞻性想法落实的执行者，在非洲执行艾滋病和疟疾项目已有十年已久，其父母和亲友也深受抑郁症困扰。非营利组织StrongMinds总部位于美国，通过培训心理健康辅导员和群体治疗等手段，为贫困地区的抑郁症妇女提供为期三个月、每周90分钟的同伴—团体（peer-group）治疗性课程。女性在加入小组前会使用专业评估抑郁症的PHQ-9标准问卷，以此获得初步诊断。有严重的自杀倾向的患者并不适合接受同伴—团体治疗，需要转介到专门的精神诊所。


  起初，当地社群对StrongMinds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其是邪教。一些有意愿加入的女性也面临来自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阻碍。除此之外，为StrongMinds集结资助也并非易事，因为精神健康议题难以量化，交付成果也不明确，不如疫苗、艾滋病预防、消除疟疾等卫生干预措施吸引捐赠者。如今，StrongMinds在财政上已有了慈善基金会和个人捐赠者的支持，并且自2014年试点项目以来，已有25110名妇女接受了治疗，超过86％完成全部课程的女性表示她们不再感觉到沮丧，并有80％的同伴—团体小组有计划在结束正式课程后仍继续非正式的聚会。StrongMinds希望在2025年前，通过与非洲各国政府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将受益妇女的人数扩大到200万。梅贝里表示：“如果女性在抑郁症中挣扎，那么她们就会受到阻碍，发展的努力就会白费。通过减缓非洲女性的抑郁症，我们为其他改变行为的努力的道路上多铺了几块砖，使整体的发展更具效率和影响力。”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Strength in Numbers，原作者为易艾米（Amy Yee）。

  


  普惠芝加哥推动社区社会影响力投资[1]


  传统投资者难以评估具备影响力价值公司的潜在财务回报，而慈善机构则无法为营利性实体提供资金。作为美国各地涌现的“基于地区的社会影响力风投”倡议之一，旨在筹集1亿美元的普惠芝加哥（Benefit Chicago）成立于2016年，是一支专注于为美国芝加哥地区有影响力的企业提供贷款的基金。作为芝加哥社区信托基金（CCT）和卡尔弗特影响力资本公司（前卡尔弗特基金会）等的一项合作倡议，这种新型的影响力投资通过CCT投资说明吸引线上、经纪人指导等私人投资（最低至20美元），进而利用这些资金去资助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企业，从而使本地欠发达地区获得搭建基础设施、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和促使经济增长的能力。


  该基金秉持通过撬动每个人的投资潜力来改变社区的理念，其贷款受益方包括为振兴芝加哥西南部恩格尔伍德地区的芝加哥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 Chicago）、为芝加哥地区成年自闭症人群提供有意义的就业机会的AutonomyWorks公司、雇用刑满释放人员制作蜂蜜制品的Sweet Beginnings公司、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的水培蔬菜农场Garfield Product Company等。普惠芝加哥对贷款人的审查程序非常严格。其执行董事威尔·唐斯表示：“为了与慈善捐赠区分开，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贷款审批’而非‘评估’，我们既要了解该组织试图产生的影响和衡量影响力的方法，也要关注其收支和商业视角。”城市研究所副总裁兼首席创新官埃丽卡·波提格表示，资本投入与资本回报对改变社区活力至关重要，基于地区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取决于投资者是否对该地区拥有足够的热情资本、耐心资本，以保证对地区的承诺，从而推动本地的影响力投资。普惠芝加哥投资的AutonomyWorks创始人弗里德曼也表示，这类新型的影响力投资正改变资本游戏规则，能更加快速地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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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A New Local Movement，原作者为莎拉·默里（Sarah Murray）。

  


  研究速览


  本期介绍的3项未发表研究均来自2017年6月由斯坦福公民社会与慈善中心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合办的第5届青年学者论坛。


  新派基金会是资助政府的利益集团吗？


  论文名称：《新派基金会是资助政府的利益集团吗？》（Giving to Government: Are New Foundations Interest Group）[1]


  论文作者：哈佛大学政府和社会学研究专业讲师莱斯利·芬格（Leslie K. Finger）


  论文概要：在过去几十年里，由新一代美国慈善家领导的新一批基金会，正采取类似于政治集团那样更为直接显著的倡导形式，在教育领域对教师工会集体谈判、贫穷率高等政治条件允许的州一级政府进行捐助，从而改变学校系统结构，并影响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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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Foundations as Interest Groups。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案例研究


  论文名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案例研究——印度旁遮普邦教改项目》（The Inadequacy of Resources Without Reform: The Case of Partnered Provision NGOs）[1]


  论文作者：斯坦福大学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艾米丽·克拉夫（Emily Clough）


  论文概要：在该案例中，非政府组织与一度官僚腐败风气盛行的印度旁遮普邦教委合作，共同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制度，起到了积极效用。然而，其成功的关键是教委负责人对该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位公务员调任后，该项目迅速走向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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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When NGOs Confront Bureaucracy。

  


  慈善投资与高等教育


  论文名称：《慈善投资与高等教育—资助是否正离高校而去？》（Philanthropic invest- m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funding moving away from the university?”）[1]


  论文作者：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纳比·哈达德（Nabih Haddad）


  论文概要：作者通过为资金流动建立模型和访谈等方式对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教育资助进行了研究。该项研究发现，与传统资助者给高校捐楼或捐项目相比，新型基金会更倾向于捐赠给中介机构，并更多投身到让高等教育政策理念落地的资助方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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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When Funding Moves Away From Universities。

  


  新书架


  《用钱有道》书评[1]


  书评人：凯瑟琳·富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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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保罗·布雷斯特（Paul Brest）哈尔·哈维（Hal Harvey）


  页数：392页


  出版社：斯坦福商务丛书


  出版时间：2018年


  本书是保罗·布雷斯特和哈尔·哈维合著的《用钱有道》的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新版内容更加丰富、细致入微，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作者和整个领域不断实践、辩论和反馈的结果。新章节“影响力投资和使命投资”仍是亮点，该书首版之后，这一领域就迅速崭露头角。两位作者的论述简明有力，既能为这一行业的新人指点迷津，也能激励驾轻就熟的投资者为实现影响力设立更高的标准。除此之外，在作者和其他战略公益支持者一致认为需要体现严谨并加以约束的地方，有人则担心自上而下的战略往往忽视了前线工作者的一手知识。曾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苏珊·贝利斯福特在赞赏两位作者的同时，也责备他们“完全无法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书评人凯瑟琳衷心希望《用钱有道》所体现的社会科学严谨性，能够与人文主义敏感性所特有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并驾齐驱。以她的从业经验来看，公益领域领导者的个性和勇气与策略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策略更重要。很多资助者不断重复线性的变革理论，还有很多资助者在对战略掌控的执迷中愚钝地浪费了很多时间与金钱。这让凯瑟琳不禁反问：为什么不能在“用钱有道”之前，先探究一下如何“给钱有道”？虽然整本书读后仍不时能感觉到作者讲台之上的压制性学究之感，但这并不能阻止《用钱有道》成为公益领域不可或缺的风格显著的建议性书籍之一。


  凯瑟琳·富尔顿（Katherine Fulton）


  美国资深慈善顾问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Strategic Philanthropy Reconsidered。

  


  《性别平等》书评[1]


  书评人：艾莉森·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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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奥古斯都·罗伯兹－卡洛斯（Augusto Lopez-Claros）巴希薇·纳迦瓦尼（Bahiyyih Nakhjavani）


  页数：320页


  出版社：圣马丁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对于需要更加广泛且全面地理解性别不平等及其影响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本理想的书籍。该书用清晰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探索了全球性别不平等对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影响。作者认为性别不平等不仅是道德问题和文化遗留，也是资源的浪费。该书引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对于从性别视角看待发展问题比较陌生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很多洞见，能帮助他们了解压迫妇女与经济停滞之间的多种联系，以及妇女如何常常被民族和文化主权的论调阻挡在干预政策之外。


  本书的缺陷在于没有提供进行变革的具体方法指导或解决途径。期待两位作者在后续的作品中能对此有所体现。


  艾莉森·科隆（Alyson Colón）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性别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8 Issue，原标题为Strategic Philanthropy Reconsidered。

  


  中文持稿


  东亚应更快推动从所有者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演进


  作者：吴敬琏


  本文根据吴敬琏2018年4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校友社会责任主题论坛《中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典礼上的讲话整理，由本人补充而成。


  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1]在华盛顿发布了一份由181位顶级企业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的声明文件——《公司宗旨宣言书》。这份声明重新定义了一个公司运营的宗旨：股东利益不再是最重要的目标，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声明的结尾强调“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至关重要”。


  21世纪，企业界共同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把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到与时代命运相连的高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新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出的背景是19世纪形成的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


  19世纪，现代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成型。随后涌现的一批现代化国家，也是按照这个结构建立起来的。它大致上二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另一个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事务由个人和企业处理，而公共领域的事务则由政府来处理。


  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后来就逐渐出现缺陷。这是因为公共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处理。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样的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运行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作转型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或者叫作制造成本（production cost）；另一个部分叫作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就是处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成本，又叫作制度运行成本（operation cost）。


  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昭示着：在制造成本由于分工的深化而不断下降的同时，交易成本却由于与分工深化相伴随的协作关系的复杂化而上升，所以交易成本，即制度运行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这样，就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成本去处理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问题，而政府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与以前相比，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更加盘根错节：不但在外部要处理国防问题、反恐问题，在内部，从环境保护、社区管理直到贯穿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也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由政府来处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且不可行：一方面行政机构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往往高昂，而且容易促成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更是已经到了天文数字。根据2018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权债务展望报告，OECD国家的主权债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飙升至2018年的45万亿美元，主权债务负担维持在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70％的水平。


  而在亚洲，以中国为例，政府的杠杆率，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也很高。政府付出的成本太大，却仍旧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公共问题全靠政府去处理是很难行得通的。


  到了20世纪，有了一些新的做法，就是许多公共问题渐渐依靠民间和非政府组织去处理，即由第三领域或民间社会去处理某些特定范围的公共议题和社会问题。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快速发展，不断探索，解决了公共领域内的诸多问题。


  但是，由民间组织来处理公共问题也暴露了难以规模化的局限。


  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弥合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之间的鸿沟，打破两域的分化，并突破这个界限呢？假如我们千千万万的商业性企业做公益，那么这种向善的力量就可以扩大几百倍，甚至几千倍。而这正是20世纪后期的潮流。作为这个潮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也在一些国家兴起。


  然而，这种从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等地兴起的做法当时并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普遍承认。从企业制度的角度来说，同期在全世界范围有一个公司治理革命。它的背景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暴露了缺陷，导致了经理人员对公司的高控制。因而这次“治理革命”的要点，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强化了所有者（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从而解决内部人员失控的问题。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1995年，有一位叫玛格丽特·M.布莱尔（Margaret M. Blair）的美国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名为《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Ownership 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书。针对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该书认为，“公司治理革命”只强调所有者与业主对于公司的监督与控制是明显不够的。在她看来，为公司承担剩余风险（risidual risk）的不单是股东，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司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顾客所在社区的居民、供应商、销售商，甚至整个社会负责。


  然而，这个论述在当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当时相当多的经济学界的同人并不同意布莱尔的观点，认为该观点完全是谬论。在他们看来，只要企业家办好自己的企业，赚更多的钱，就是完成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不接受董事会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社会矛盾的冲击和社会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人接受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观点，走得更快的地方就形成了新的法律规定。以美国为例，自从2010年马里兰州制定了设立一种新类型的公司，即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的法律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有35个州颁布或者制定了共益公司条例。


  共益公司并不享有税收优惠，但是要求在其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董事会要对完成这些责任负责，要至少参与一种第三方评估，并向社会报告。全球现在有多个这样的第三方认证组织。其中有一个名叫共益实验室（B Lab）的组织，根据其制定的评估标准（B Impact Assessment，简称BIA）对共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认证，对合格的企业发给B Corp证书。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50个行业的2655多家企业通过了B Lab的认证。[2]达能、Kickstarter等大家熟悉的企业都是获得B Corp认证的共益企业。


  2016年6月，中国大陆首家B Corp“第一反应”认证成功，这是一家中国领先的急救培训和赛事生命救援机构。自2017年年底开始，B Corp中国倡导团队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支持，并获得共益实验室（B Lab Global）认可，致力于将B Corp这一概念引入中国。截至2018年11月，中国大陆已有11家企业获得B Corp认证，这些企业涉及教育、消费品、互联网、建筑设计等各个领域，目前已有上百家企业正在申请B Corp。使用BIA作为企业社会影响力评估与提升的用户已有500多家。


  这些企业关注共益企业这个新兴形态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通过BIA共益影响力测评，能够衡量企业的影响力表现，同时找到改进的方向。而共益企业认证也会助力企业获得融资。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关注投资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价值，这不仅仅来源于金融机构对共益企业价值观的认可，也源于共益企业严格的管理和信息监督，可作为金融机构评估企业投资价值的重要参考。


  二是吸引人才。“千禧一代”越来越关注公司的使命，注重工作的价值感，而不仅仅是寻求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共益企业满足了年轻人在使命感、价值感上的追求。从全球的共益企业发展中，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成为共益企业后既招揽到更多优秀的人才，也更关注员工，使得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也随之提升。


  类似BIA这样的工具使得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不仅可照顾不同文化与地区的差异，也与影响力投资、公平贸易等全球性的资本市场变革和消费者运动一起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发展。


  东亚地区在经济总量上举足轻重，在经济成长速度上领先全球，新经济创新能力更崭露头角。在全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过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发展利益相关者经济，正其时也。


  吴敬琏


  乐平公益基金会创会理事长、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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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圆桌会议”在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公司宗旨宣言书》

  


  公司宗旨宣言书


  让每个人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力获得成功，并过上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是美国人民应该拥有的经济环境。我们认为，自由市场体系是为所有人提供良好就业机会、可持续经济、创新、健康环境和经济机会的最佳手段。


  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创新、提供必需品和服务，在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制造和销售消费品，制造设备和车辆，支持国防建设，种植和生产粮食，提供医疗保健，生产和提供能源，并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金融、通信和其他服务。


  尽管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宗旨，但我们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一个基本的承诺。我们承诺：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价值。我们将继续发扬美国公司在满足或超越客户期望方面的优良传统。


  ·投资于我们的员工。这始于提供公平的薪酬和重要的福利。还包括通过培训和教育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为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而发展新技能。我们致力于促进职场多样、包容、有尊严与相互尊重的文化。


  ·公平合理地与供应商进行交易。供应商无论规模大小，都在帮助我们实现公司使命。我们都致力于成为其良好合作伙伴。


  ·支持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尊重社区中的人，并通过我们公司的可持续性实践来保护环境。


  ·我们为向公司提供成长、创新与投资资本的股东创造长期价值。我们致力于提高透明度，提升与股东互动的有效性。


  我们的每一位利益相关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国家未来的成功，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


  2019年8月


  
    [1]“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成立于1972年，聚集了一大批包括亚马逊、苹果、波音、通用汽车等公司在内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从1997年起，“商业圆桌会议”发布的每份关于公司治理原则的声明文件都赞同“股东至上”的原则，即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股东受益，并实现利润最大化。

  


  
    [2]https://www.bcorporation.net，根据其2018年11月所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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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以中国社会创新发展及现当代史、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院系研究教育机构，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共同设立。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7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基金会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版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版08期导言


  促进向善变革，需要集合影响力


  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关键词是集合影响力，为此推出系列特别策划的文章。


  集合影响力需要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机构共同努力，这种整合型战略需要有一种社会共识作为基础，否则就可能不接地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接地气”战略》一文中，有一段很接地气的表述：接地气的商人能够理解政府官员的压力；接地气的社区参与者明白企业需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接地气的政治家认识到有必要建设性地整合；而各个部门接地气的人士都知道，他们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作为一种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论，集合影响力强调三个维度上的问题。一是行动各方需要保有一个共同目标，其核心在于各方必须相信，若想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单靠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任何一方都做不到。这样才能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上达成一个一致的目标。这一点不仅是社会创新集合影响力产生的价值观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创新的一部分。二是需要促成大范围跨机构协作的发生。多个机构组织作为利益相关方通常难以协调一致，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判断标准，即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集体影响力的实践效果。做到这一点并非很难，社会创新的方法论是社会科学化的统一标准。三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语境分析集合影响力的运作机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需要有不同的协商、妥协和合作机制，这本身也是社会创新的一部分。


  集合影响力的行动方是组织，特别是其中的民间组织作用不可或缺。然而，民间组织就一定会比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政府和大型企业更有效率和灵活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何正向应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国际非营利组织内部大量的冲突通常被忽视了。尽管组织内部的冲突在功能上通常比较消极，但本文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看法，即内部冲突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帮助一家组织提升效能。


  同样是从管理角度出发，《该放手时且放手》则为国际援助发展领域中，如何权衡总部集权和在地授权两种管理方式的利与弊提供了一种分析。远程管控有利有弊，在场的工作人员有着他们远在异国的上司所缺乏的“现场”知识，即“软信息”，但他们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欺骗上级，从而构成“代理人困境”。量化管理和问责机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东亚聚焦”栏目中，中文版的作者们讨论了由“富二代”带来的亚洲慈善事业代际文化变革的问题。与思乡情结严重的父辈相比，更为国际化的年轻一代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文化偏好。


  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面临层出不穷的新老社会问题并探索新的解决之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创新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专业知识生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创新的实践经验固然重要，但理论概括同样重要。只有社会创新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产生有意义的集合影响力。


  特别策划：集合影响力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接地气”战略[1]


  作者：亨利·明茨伯格


  德罗尔·埃茨恩


  萨库·曼特尔


  译者：黄伟鸿


  技术性解决方案对应对气候变化十分重要。然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商业、民间三类机构如何进行跨机构的战略整合？本文作者把这一整合过程形容为“接地气”。接地气的商人能够理解政府官员的压力；接地气的社区工作者明白企业需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接地气的政治家认识到有必要建设性地整合三类机构的努力；而各个机构的接地气的人士都知道，他们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埃隆·马斯克、娜欧米·克莱因、不丹前国王旺楚克，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全球气候变化运动成功的组织者。


  埃隆·马斯克创立了特斯拉。在他的领导下，该公司生产的电动汽车向以碳燃料为主导的汽车设计发起了有力挑战。克莱因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2014年出版的新作《天翻地覆——资本主义vs.气候危机》（This Changes Everything:Capitalism vs.the Climate）旨在通过社会运动来应对气候变化。而睿智的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可以说是这三位人物中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尽管其影响范围仅限于他的国家。在他的督导下，不丹的森林覆盖率从40%增加到60%，更多的碳在这个过程中被吸收封存。


  技术性解决方案对应对气候变化十分重要，当然，经济因素也同样重要。然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商业、民间三类机构如何在各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做出努力，如何进行跨机构的战略整合。我们想把这一组织和整合的过程形容为“接地气”，而不是“全球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习，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2]


  为此，我们研究了12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案例，其中的一些案例众所周知，另一些则默默无闻。这12个案例代表了一系列独立的战略立场，而不是一个综合的战略视角。这些立场体现为三种形式的有组织行动：一是集结型策划，这往往是政府机构（公共部门）许多举措的特征；二是基层参与，这种形式最常见于社区组织；三是自主创业，这种形式尤其受到企业的青睐。尽管每一种形式都有其优点，但只有通过整合，才更有可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十二个案例


  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12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案例，前四个案例发生在公共部门，中间四个在民间机构，最后四个在商业机构。


  1.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11次会议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于第21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该协定呼吁近200个签署方通过“强有力但无法律约束”的“国家自主贡献”，“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3]


  2.碳税和限额交易制度已经或正计划在跨国、国家、州和地方层面实施，实施或计划实施这一制度的地区包括欧盟、智利、几个新英格兰州和东京等。这些努力加起来，解决了全球碳排放量的14%。[4]


  3.在不丹前国王创立的国民幸福指数委员会（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的努力下，不丹60%的森林受到法令的保护。该委员会还下令，每月有一天禁止私家车上路。


  4.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中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对其管辖范围内销售的乘用车采用了燃油经济性标准。（公路运输贡献了全球碳排放量的10.5%。[5]）欧盟的油耗目标是每升跑26公里以上，而其2000年的目标则是每升跑15公里以上。


  5.住宅建筑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0.2%，商业建筑则占6.3%。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推出绿色建筑认证计划——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LEED）来促进可持续发展。该计划根据能源效率和现场能源生产（微型发电）等维度给建筑物打分。得分高的建筑往往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或出租。[6]


  6.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于2010年启动“终止煤炭使用运动”。2015年，塞拉俱乐部庆祝了美国第190个煤炭发电厂的退役。2018年夏天，美国关闭的煤炭发电厂增加到了270个。煤电是一种排放密集度高的发电形式，其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5%。在美国，煤电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7]


  7.非营利组织美国女童子军（Girl Scouts）让孩子学习如何节能，将节能意识通过孩子传递给家长们。一项研究表明，女童子军的教育活动使有关家庭的能源消耗平均减少了5%。[8]


  8.风力发电已经成为丹麦的支柱产业之一。丹麦风电产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能源危机期间的农村地区。该产业由木匠克里斯蒂安·里萨格和机械工卡尔·埃里克·乔根森共同发起，他们采用当地材料制作简单的风力涡轮机，通过当地社区组织成立的“风能会议”进行传播和完善。最终，丹麦有了10家风能制造商，其中包括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维斯塔斯风力技术集团（Vestas Wind Systems）。[9]


  9.特斯拉开发的汽车、电池和充电器，不仅让电动汽车成为一种出行选择，还让其成为消费者仰望的品牌。特斯拉电动汽车使用可再生风能和太阳能产生的电力，可以大大减少排放。


  10.飞利浦电子公司将照明作为一种服务出售。客户只需为照明服务付费，飞利浦自费提供、安装和维护照明设备。飞利浦的管理层称，其在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安装的照明设施将能源成本和相关排放降低了50%至70%，这主要得益于LED（发光二极管）照明长期出色的能效。[10]


  11.2016年，一种叫作“手撕燕麦”的植物蛋白在芬兰的食品市场风行起来，迎合了全球对可持续食品和非动物类食品的需求。素食产品可以减少牲畜养殖数量，毕竟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5%。


  12.Communauto是蒙特利尔的一家共享汽车公司，为会员量身定制个人出行服务。根据该公司的统计，其车队中的每辆车至少取代了四辆私家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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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26日，塞拉俱乐部成员划船经过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麦克凯拉湖（McKellar Lake）上的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艾伦发电厂（TVA's Allen Power Plant），抗议其使用煤炭发电

  


  上述案例中有一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另外一些则显示出了足够的潜力。这其中有些项目显然是经过精心整合而确立的，比如《巴黎协定》，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首脑会晤商议的结果；而有些举措则是在社区当地的基层学习中产生的，比如丹麦的风能会议；还有些举措是在商业部门中制定的，旨在利用竞争优势获益，比如飞利浦的例子。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项目都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战略立场。


  我们按公共、民间和商业三个类别将这12个案例分类（每个类别4项）。因为三大类别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流程方式，我们将这些流程分为集结策划、基层参与和自主创业三种形式，并分别讨论它们在特定机构中的使用趋势。


  模式一：公共部门的集结策划


  我们发现，公共部门尤其是大国政府之间，更倾向于采用集结型的战略。由于政府往往需要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进行立法，换句话说，要在实施计划之前制订方案，因而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过程往往需要深思熟虑、清晰明确并具有前瞻性。


  因此，政府通常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承诺、计划和治理，从政策领导到市政服务都要如此，有时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比如碳定价。这个过程可能依靠某种强制性手段，例如命令、限制、法规法令，或者依赖于激励性政策。前文列举的四个公共部门的案例包括国家条例、多边协定以及类似不丹关于森林覆盖率的法令。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对此深感焦虑的人士呼吁采取这类集结型的举措来应对。1961—1972年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以及二战后美国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的成功都是他们推崇这一方式的依据。然而，利维坦式的强势社会架构目前在西方并不受欢迎，而且于1997年签署并随后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忽视的《京都议定书》，也说明了国家规划层面所面临的障碍。


  然而，还是有一些成功例子的，尽管其影响的范围相对有限。例如，1989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呼吁工业化国家稳定并减少导致臭氧层被破坏的氯氟烃（CFC）的生产和消费。该议定书在今天被认为是一个突破，但在当时，科学家和许多签署国都认识到其最初的条款是不够充分的。因此，该条约设计得比较灵活，以便随着新科学技术的出现，可以引入更宏大的目标。换句话说，该条约在促进公共部门集中规划的同时也引入了自然发生的学习过程，效果或许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明显。


  然而，当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博弈不像如今这么激烈，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没有如今这么显著。《京都议定书》试图通过一项全面的协议，一蹴而就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京都议定书》的失败表明，仅仅依靠政府来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对于那些认为在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通过精确的分析就能解决问题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可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地方。


  模式二：民间机构的基层参与


  民间机构包括那些既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是投资者私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团组织。其中有些组织是由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比如合作社，另外一些组织则不属于任何人，比如塞拉俱乐部和女童子军。十年前，保罗·霍肯在他的著作《看不见的力量》（Blessed Unrest）中指出，世界范围内这类组织的数量超过了100万。[12]


  民间机构中的各类组织倾向于推动基层参与的方式，尽管支持社团组织的慈善家和基金会可能并不总是理解和赞同这种做法。在这里，行动战略通常来源于学习和经验，这意味着不同背景、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成为战略家，尤其是那些领头的社会企业家。正如鲜花盛开在土地上一样，社会运动也往往出现在当地社区，其中大部分是对当地关注点的回应。有些地方举措最终会发展成全球性机构，比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这类项目的成功通常需要个人乃至社区高度的奉献精神。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变化可能是突然和巨大的，正如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反毛皮运动，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穿毛皮大衣的习惯。因此，我们不应低估民间机构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尽管这种变革难以预测。


  模式三：商业机构的自主创业


  作为市场的独立组织形态，企业最倾向于通过自主创业来应对社会问题。对于那些充满创意的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开发新产品、服务和技术来满足社会需求，正如前面讨论的特斯拉和手撕燕麦那样。


  这些年来，商业机构对于气候变化的看法一直在改变。最初被许多高管认为与业务无关的东西后来被视为对企业运营的威胁，现在则更普遍地被视为商业机会，正如飞利浦的例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90%的高管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公司的优先事项。[13]当然，许多小型公司也参与其中——开发新型太阳能电池板、管理能源分配的软件以及碳捕集建筑材料等。政府可以推出激励措施来鼓励这种创业行为，但是无法保证会产生什么结果。


  商业机构的战略往往结合了本文描述的其他两类机构的特征。成熟的大公司可能自然而然地青睐自上而下的集结型战略，而创业公司可能更重视灵活性与适应性，就像马斯克在特斯拉反复做的那样。他已经将公司从豪华汽车制造商转变为大型电池生产商和电力基础设施供应商。这种新颖的想法可以在这类企业中的任何地方出现，也可以在大型企业中出现，这表明商业机构存在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机制。


  孤立行动的局限性


  许多人期待政府出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让终极权威来管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威胁。当然，政府可以设置各种限制来保护公民，也可以采取激励措施来鼓励公民和企业推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正如《京都议定书》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仅靠政府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政府有时甚至无法起带头作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第21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还有一些意见则支持由企业带头应对气候变化，期望企业能够拯救地球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企业当然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但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还远远不够。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可以激发公众的想象力，但是道路上行驶的电动汽车数量仍然很少——仅占全球汽车总数的0.1%多一点。与此同时，一些强大的能源公司却一直在阻止大规模地取代碳基燃料。总的来说，许多公司的应对措施似乎微不足道——例如，花力气绿化办公环境，但是继续做着同样的生意。我们没有太多理由认为企业在带头解决问题。


  最后来看民间机构。如前所述，基层参与有时会掀起某些浪潮，从而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民间机构无法单独实现这一点，需要企业的参与来提供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新的做法。有些时候，企业在民间机构组织的行动或者政府颁布的法规、激励措施的推动下才会这样做。而政府立法可能也是民间机构施加压力的结果，换句话说，立法是为了让民间社会涌现的东西变成深思熟虑的法规。因此，虽然民间机构可能在发起重大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没有一类机构能够独立于其他两类机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冲突还是整合？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否可以通过三类机构之间的张力甚至对抗来推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要超越迄今为止各自的立场，在战略视角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需要大力整合三类机构的努力。跨类别机构合作甚至在各类别之间跨机构合作确实不易，但这必须成为现实。


  三类机构的行动经常互不相容。例如，民间机构的倡导运动会让企业变得更有敌对意识而非建设性。同样，政府规划可能会扼杀商业创新，比如制定出否定潜在好想法的法规，就像企业游说可能会阻挠至关重要的立法一样。此外，认为企业或政府才是带头人的想法可能会阻碍民间机构的努力。民间机构虽然缺乏监管权和财力，但具有与社区关系密切的优势。


  当三类机构行动的目的相互背离时，会有螺旋向下进而崩盘的危险（请参见13页“三类机构的努力发生冲突或实现整合的不同情况”）。如图中逆时针方向所示，社会运动抗议、抵制企业，有时还会破坏企业的努力，企业游说政府放松监管，而政府则继续承诺并制定与商业和民间机构的实际活动相脱离的政策。


  然而，当三类机构一起建设性地相互支持时，可以产生螺旋上升式的整合效益。民间机构的行动推动政府制定监管和激励商业企业的法律，而商业企业则为民间组织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因此，每项举措都可以在三类机构中催生更多的举措，共同实现这种螺旋上升式的整合。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还可以产生建设性的整合网络，例如联盟、合作伙伴、合资企业等。当然，与合作同时产生的某种对抗可能是有益的。譬如，当一个非营利组织支持负责任的企业活动时，另一个组织则抗议不负责任的企业活动。


  
    [image: ]

    三类机构的努力发生冲突或实现整合的不同情况


    当三类机构的努力发生冲突时，会产生螺旋下降式的反作用。（左）


    当三类机构实现整合时，会催生螺旋上升式的建设性活动。（右）

  


  总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可能需要每类机构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与其他两类机构合作共赢。社区参与活动，政府实施立法，企业进行投资。我们相信健全的社会就是这样取得进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列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分别代表全球、国家和城市三个层面上的举措。


  全球整合：共益实验室的共益企业认证


  共益实验室（B Lab）最初是一个来自民间机构的倡议，旨在“推动全世界的商业向善运动”，由两位关注社会问题的企业家于2006年在美国创立。这两位创始人之前出售了他们的运动服装公司，随后眼看着那家公司对社会责任的许多承诺消失了。他们认识到对社会问题的漠不关心是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系统的普遍问题，并由此倡导了一种新公司形式的立法，这种公司形式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


  共益实验室充分利用了三大机构的优势，通过与政府合作，推出了一种全新的法人形式——“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这类公司认证明确关注三重底线——财务、社会和环境表现。这使公司高管摆脱了迫使他们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法律限制，这种信托义务阻碍了许多将减缓气候变化纳入公司战略的努力。共益实验室提供共益企业的认证标准，以及一个支持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影响力投资的评级系统。共益企业运动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共益实验室、提供支持的政府和共益企业成员各方的努力整合在一起，是三类机构合作共赢的一个典范。


  截至2016年，美国31个州政府通过了共益企业的立法。另外，类似于共益实验室的运动组织Sistema B在拉丁美洲成立，加拿大和英国也推出了类似的举措。如今，在50个国家和地区、130个行业的1800多家公司已经成功通过了共益实验室的认证，其中包括少数上市公司，比如巴西的Natura和美国的Etsy。[14]


  国家整合：丹麦的经验


  丹麦的三类机构在提高风电利用率方面取得的成绩反映了对可再生能源的一个综合视角。如前所述，丹麦的风力发电起源于来自社区的努力，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行动者带头普及风电。譬如，里萨格和乔根森等人改装了约翰内斯·朱尔在1947年发明的涡轮机设计。随着初始原型机的部署，涡轮机的用户联合起来组建了丹麦风力涡轮机用户协会，合作设计安全可靠的涡轮机。一批小型创业公司通过反复试错，参与了这一学习过程。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丹麦已经安装了数百台风力涡轮机。丹麦政府的综合规划支持了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禁运，丹麦在北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同时推动向绿色能源转型，以彻底摆脱化石燃料。政府为风电行业的公司提供研发资金，并为使用风力涡轮机的农民提供补贴。政府还创建了涡轮机认证系统，促进了政府和企业界之间的互动。


  丹麦案例的主要特征是：去中心化、合作和包容性。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来补偿房主因附近发电而招致的损失。每个发电项目都需要拨出一定比例的股份留给社区，而社区有权否决项目。结果是，新电力设施让人们广泛受益，从而平息了反对意见。此外，丹麦把在1992年推出的碳税的40%用于环境支出，60%用于奖励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业创新。丹麦预计到2020年有一半的电力来自风力发电，35%的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丹麦将实现百分之百使用无碳能源。


  城市整合：库里蒂巴和C40


  整合也可以在城市层面发生，这种整合甚至可能更容易，因为市政府往往与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社区靠得更近（就像许多地方企业一样）。阅读关于遥远极地冰盖融化的报道是一回事，而应对自己社区的洪水灾害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市政当局是公众应灾的第一战线，包括消防队、医院和警察局等。


  巴西的库里蒂巴市（Curitiba）几十年来一直走在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前沿。在民间方面，库里蒂巴人开展都市农业，不断扩大绿地面积；而在公共部门，政府大力投资建设快速运输基础设施。当地学校用企业提供的文具、玩具和演出门票奖励垃圾回收。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C40项目。C40由伦敦当时的市长利文斯通于2005年10月发起，是一个由五大洲91个城市组成的合作网络。这个网络发起的“2020倒计时”（Deadline2020）倡议旨在实施《巴黎协定》。作为电力的主要买家，C40城市对电力市场施加影响，让其符合低碳议程，并推动建筑行业建造节能建筑，同时还鼓励汽车共享和可持续材料的推广。[15]


  对于市政当局来说，交通拥堵等问题近在咫尺，对于社会活动家也是如此：他们可以快速采取行动，并期望地方官员效仿。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分歧，但也可以鼓励三类机构之间的创造性互动，比如为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开辟更多的可能性。


  “接地气”战略需要互相支持


  我们将这种横跨三类机构的整合战略称为“接地气”，而不是“全球化”。“全球化”一词往往与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个词也意味着某种一刀切的整合模式。相比之下，牛津英语词典将“接地气”（worldly）一词定义为“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成熟、实用”。“接地气”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超越自己所在的一方天地，去理解地理或者制度环境不同的其他人的世界。接地气的商人能够理解政府官员的压力；接地气的社区参与者明白企业需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接地气的政治家认识到有必要建设性地整合三类机构的努力；而各类机构的接地气人士都知道，他们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们需要培养这种接地气的心态，共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战略。


  我们所说的整合不是关于目标的一致性的，也不是关于作为行动先决条件的共识的。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追求相同的目标，但是需要互相支持彼此的努力。在气候变化中，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担心传染病的传播，外交官可能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威胁，保险公司则担心极端天气事件下的财务风险。教皇弗朗西斯关注世界上的穷人，而环保主义者则警告物种灭绝的危险。然而，借用斯德哥尔摩恢复力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来支持同一个目标，“为人类创造安全的行动空间”。[16]


  当机构和部门之间为了地方或全球权力而相互竞争时，它们难以看清面临的共同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这种窘境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气候变化没有“看不见的手”来协调不同的观点，只有越来越可怕的变暖现实威胁着全球。接地气的心态可以让不同的参与者求同存异，从而共同努力，实现从各自为政到影响全球的上升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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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接地气”战略让我们有望实现即刻转变


  作者：姜克隽


  2019年7月17日，笔者写下这篇文章，此时距离1992年6月14日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已经有27年一个月零三天。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国际合作，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为《巴黎协定》中控制升温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达成一致，谈判圈子还在热烈地争吵，为减排讨价还价，尽管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幸好，世界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减排的急迫性，很多让人踟蹰不前的因素正逐渐被抛弃，好的案例展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切实可行而且能带来效益的。


  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接地气”战略就是这样。显而易见，我们可以依此前行，而且这些战略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与经济之中。


  现在看来，我们有很多机会来大大扩展这些“接地气”的战略，从而形成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实用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产业在这种转型中受益，与之抗衡的企业、产业则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它们已经在被迫审视自己的未来。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新公布的1.5摄氏度升温特别报告指明，如果要实现这样的控温目标，全球就需要在2050年左右做到净零排放。这样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可是也并非不可能，人类足够聪明，会选择未来的道路。


  但是，一旦实现这样的转型，经济就会面临巨大转型，有十几个行业会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对变革中的产业而言，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会。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积极参与接地气战略的企业有机会完胜，而那些跟不上的企业就会失去市场，不管今天它们有多强大。


  中国也许是这个转变中转型力度最大的一员。它曾经被裹挟着前行，踉踉跄跄、抗拒、惊慌、力图站稳。但现在，中国的很多行业开始尝到转型的好处，光伏制造业、风机制造业、先进核电、电动汽车，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最初的失措已经开始变成企稳之后的眺望，但是驶向何方，它还需要尽快拿出主意。另一个好处是，中国大力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大气雾霾治理，在不经意间成为2013年之后改变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大气治理进行得如火如荼，政策在经历让人惊奇的最初五六年之后，一点也没有放缓的迹象，步伐坚定不移，其最核心的政策恰恰是和减排温室气体非常一致的能源转型政策。


  个子高的好处是看得远，可以选择对的路。


  目前，“接地气”的战略在很多中国城市中应用，这么做也许并不是为了碳减排，而是为了城市的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这些城市关注它们在中国的角色、在全球的角色。如果它们想展示一个朝气蓬勃的未来，在不断地挖掘可以展示它们成为城市发展引领者的途径，那么好吧，这些“接地气”战略就是它们最先可以接手再放出去的烟花。


  天空会一片绚烂，我相信。


  不仅是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些政策的运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切实前行，有很多“接地气”战略能让我们即刻转型。


  姜克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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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社区在集合影响力中的作用[1]


  作者：拜伦·P.怀特


  詹妮弗·布拉茨


  马克·L.约瑟夫


  译者：江璐


  集合影响力要在社会创新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平等和包容的目标，就必须让基层社区共享权力、共担责任，培育更加广泛、多元、更深层次的集体。


  2006年8月的一个晴天，一群公民领袖和企业领导人从纽波特南岸大桥的最高点出发。这座大桥横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和肯塔基州北部之间的俄亥俄河。由辛辛那提市的学区领导、大学校长、慈善基金会高层、企业首席执行官、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组成的队伍，沿着被当地称作“紫色人民大桥”的南岸大桥长达半英里的淡紫色步道一路向南，而卡温顿市、纽波特市和其他城市社区的伙伴则从肯塔基州出发一路向北与之相向而行。


  这一“大桥会师”仪式也是“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StrivePartnership，后更名为“奋斗联盟”）的启动仪式。该行动的目标是为本地城市儿童提供“从摇篮到职场的高质量教育”。


  来自两个州不同机构的负责人走到一起，宣布支持一个共同的行动框架。这是后来被称作“集合影响力”的战略原型：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提出共同目标，并做出长期投入。[2]


  “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至今还在发挥影响力。集合影响力最早被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莱默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仅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就有38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3]


  “奋斗联盟全美网络”（STRIVETogether）是由“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的几位元老建立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如今向美国70个社区提供支持，形成了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惠及1050万名儿童。本文的两位作者也亲历了2006年的横跨大桥活动，只不过我们当时担任的职务和现在不同。怀特是维尔大学主管与社区合作的助理副校长，布拉茨则是“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的运营总监。回首当年，我们都对这项工作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


  起初，这项行动的目标是建立前所未有的跨界合作机制。发起人在跨桥仪式的当天向公众做出承诺，将帮助三个城市社区的孩子们实现更好的发展。当时，很多学生、家长和周边地区的社区领袖也在场。宣言发表后，三个城市社区相继举办论坛，探讨如何将城市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呼声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布拉茨回忆说：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社区参与建立合作机制至关重要，但没有充分认识到社区权威的重要性，也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经验去充分发挥这一权威性。我们希望社区成员能帮助发现问题，但在梳理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社区成员和相关机构负责人不能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更无法带头贯彻。奋斗联盟会考虑他们的看法，但在涉及财务支出、人员任用和工作布置的决策时，社区成员拥有的直接权力很小。


  2017年，怀特接管“奋斗联盟”。他发现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未能在成立初期将社区权威及社区创造力纳入到工作机制中，一些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员工们为推进具体项目，与当地社区领袖建立了工作联系。但一旦雇员离开，建立的联系也随之断裂，机构对社区层面的治理和领导力缺乏足够的认识，管理相应关系的能力也并未充分体现在组织架构和具体实践中。基层社区在制定重点工作和进行决策时被排除在了权力架构之外。


  布拉茨在对过去12年里包括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在内的工作进行反思后发现，其他城市也在这些问题上苦苦挣扎。怀特和布拉茨不得不对集合影响力能否为儿童，特别是种族和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儿童带来持续改善提出质疑。


  那些希望通过协作来促进社区发展的学者、咨询顾问和实践者认为这是集合影响力不可避免的弱点，他们因此对集合影响力不抱期望。我们认为这种结论言过其实，目前暴露出来的弱点恰恰证明了一直以来集合影响力未能找到其最持久有效的形式。我们认为，集合影响力的大前提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对“集合”一词缺乏到位的理解。


  集合影响力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机构间合作，而非否定社区的作用，因此所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也只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但根据我们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经验，在任何协作模式中，社区参与都必须成为更重要的部分。各机构负责人必须让居民和基层领导共享权力、共担责任，需要培育更加广泛、多元、更深层次的集体，确保集体内成员获得更大影响力，而非只由各机构负责人主导协作机制。“奋斗联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推行这一模式的责任，而奋斗联盟全美网络也鼓励支持其他社区合作伙伴在全美范围的网络中进行实践。


  集合影响力亟待克服的“缺陷”


  实现集合影响力的新途径并非要将其重新塑造成一类草根组织，毕竟已经有许多组织更善于调动市民力量。集合影响力始终是一种制度性工具，这一点无须避讳。集合影响力希望能在各领域间建立战略关系。对“奋斗联盟”而言，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教育问题而去接触一些之前并无关联的领域。


  集合影响力因其运用数据分析制定精准策略，带来规模化变革的方法论而著名。但这并非集合影响力的唯一特征。2013年，研究员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受凯特林基金会邀请，调查集合影响力在支持市民行动方面的前景，他在备忘录中分析称：“在集合影响力日益受到瞩目的同时，其和非正式社区群体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还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联系产生影响力的潜力和规模有限，社区参与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据我观察，这两种做法都应归咎于认为这么做才显得高效、进步和专业的错觉。”[4]


  2017年1月，辛辛那提市一家推广设计思维的企业发布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报告指出，仅靠呼吁并不足以实现公平。“如果我们只希望得到反馈，却不邀请社区作为有平等决策权的设计人共同参与进来，那只会让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5]


  汤姆·沃尔夫和他的9位同事在2017年1月9日出版的《非营利部门季刊》上发表的《以协作促进公平公正：超越集合影响力》一文中，对集合影响力以机构为导向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6]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果从一开始没能把社区领导和居民作为平等伙伴，后期即使改变做法也无法真正共享权力……简而言之，联合行动和协作都需要让社区通过新方式共同参与，以实现权力、公平和公正的真正转变。”


  沃尔夫在批评中指出，集合影响力所倡导的协作教育模式能够成熟地调动机构资源，却不能适应社区权威的需求。他对此存有异议。集合影响力的深层内涵可以同时满足两种需求。无论是将社区权威排除在外的机构性解决方案，还是无法有效运用机构资产的社区组织模式，都无法真正达到公平公正的变革性效果。从本质上来说，集合影响力可以另辟蹊径。


  强化社区作用的集合影响力模式


  秉承着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创立时所弘扬的协作精神，在美国其他兄弟机构的启发下，奋斗联盟正在将社区权威真正融入工作中，并不断革新。为今天的奋斗联盟导航的是“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我们最新的工作实践，它超越了以往以协作机构为中心的“参与”概念，肯定了与学生关系密切的个人和社区对学习影响的重要性。


  这一模式以“影响力层级圈”为特征，认为对学生产生最大影响的首先是他们信任和亲密接触的人群（详见第28页“城市教育生态系统”）。其中，“影响者圈”包括父母和照料人、同龄人、牧师；其次是“社区圈”，包括各类本地社区组织，例如做礼拜的地方、娱乐中心、理发店和志愿者社区理事会等；在社区圈层外部的是“机构圈”，旨在运用集合影响力来为城市青少年服务的组织往往集中在这一圈层，这其中包括小学、初高中、学院和大学、社会服务性机构、企业、慈善组织、非营利教育机构等；在影响力层级圈最外圈的是“系统圈”，包括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大型机构，它们能推动出台医疗、刑事司法、住房和其他领域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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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所有影响力层级圈的三个不同路径是：健康看护、教育引导和商业运作。在健康看护领域里工作的人主要关注学生整体的健康发展；教育引导领域主要关注学生发展的某些方面，如健康和教育；而商业运作领域则主要将学生作为消费者看待。


  我们开发这一模式固然是为了提升城市青年的教育效果，但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本文作者之一马克·约瑟夫曾研究了公共住房社区到跨阶层住宅社区的演变过程。他发现，由于缺乏社区权威，低收入居民在决策和治理中缺乏影响力，阻碍了社区朝着更具包容性、更平等的方向发展。[7]


  约瑟夫和凯斯西储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博士生尹美英（Miyoung Yoon）在对跨阶层住宅社区中的青少年的研究中提到，模型中所有的影响力层级圈都有可能对儿童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约瑟夫和尹美英认为，为使青少年在跨阶层的社区环境中健康成长，社区项目必须充分利用每个影响力圈的资源，关注可能限制成长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8]


  为了实现不同种族、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孩子从摇篮到职场都能获得成功的愿景，奋斗联盟全美网络的成员遵照行动理论开展工作，并同时对7个领域的完成情况进行追踪和完善：学前准备、低年级阅读、中年级数学、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入学、高等教育毕业和就业。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提供咨询、知识共享以及财政激励政策，他们根据安妮·凯西基金会开发的方案，将持续改善、设计思想和发展领导力结合在一起。这一行动成果显著，包括奋斗联盟在内的10家网络的成员已在至少60%的指标上取得成果。


  奋斗联盟全美网络还通过一家名为“平等测评”（Equal Measure）的费城企业，对“从摇篮到职场”项目进行了为期5年的评估，对16个集合影响力项目进行了跟踪。评估数据显示，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在帮助社区儿童和家庭获得更好成就的策略上确有成效。2019年是评估的最后一年，评估过程也发现了成长最慢的一些社区，能有这样的发现或许恰恰是因为相关社区受邀参加了评估。


  从上述项目的实施中所获得的洞察帮助奋斗联盟全美网络逐步完善其行动框架，以反映对高质量集合影响力更深层的理解。[9]2013年，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提出了行动理论，其根本原则为：“合作机制必须以社区为基础。通过意识培养和信息分享，动员社区共同改善项目，与社区成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和策略。”


  2018年，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发布了一份全面战略规划，要求各机构在合作机制成立之初就明确社区的权威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了解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才能发现、落实为儿童和家庭带来更平等成果的战略。


  提高社区权威的挑战


  奋斗联盟对社区权威价值的理解来自辛辛那提市一个提升早教质量的联合行动。这是一个在奋斗联盟支持下展开并由教育和早教领域倡导者、学前教育工作者、宗教和社区负责人共同领导的行动。


  2016年11月，辛辛那提市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为城市更多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参与该联合行动，时任奋斗联盟执行董事的格雷格·兰德曼（Greg Landsman）说：“这一法案的通过让我们认识到，要推动平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中心，它必须包括那些受当前系统和政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群。”[10]


  为了该项法案的拟定和通过，奋斗联盟在市内举办了上百场家庭聚会、社区论坛、市政会议以及由家长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参与的听课会。商界和劳工领袖、民选官员以及宗教人士也在受邀之列，最终有数百人主动参与进来。在辛辛那提市公立学校投票史上，学校收费标准首次以62%的最高支持率通过。


  基层的参与不仅有助于新倡议的通过，也对“高质量教育”做出了重新定义。对机构领导而言，过去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标准等同于俄亥俄州制定的“努力打造高质量五星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对课程、学生筛选和评价、教师教育和培训，以及和学生家庭间沟通和反馈的数量进行评估。三星及以上代表高质量学校。但在社区代表参与进来后，他们明确了另一个重要因素——信任。


  对单亲妈妈而言，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提供者可能是住在同一条街的老太太，无论她评分几星，她都真心疼爱单亲妈妈的小女儿。基于这一认识和需求，联合行动决定不仅为低收入父母、保育员的高质量照料提供补贴，更要帮助未参与评分或未达到三星，却已获得社区信任的社区中心提高评分。


  这个案例说明，为使集合影响力的工作获得成功，与社区代表分享权威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实施层面并不容易。提高社区权威会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和机构的权力结构，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层次的紧张关系。举例来说，如果社区对“成功”的定义和合作机构想实现的结果背道而驰怎么办？“专业化人才”中的“专业化”是指职业训练还是生活阅历？如何运用专业知识？如果机构试图用其充足的金融、技术和数据资源去左右合作机制，它是否真的可以为社区带来平等？


  社区权威的重要性


  大量关于社区发展和系统变革的理论都指出，接纳社区权威对充分利用机构和社区资产至关重要。


  约翰·麦克奈特（John McKnight）是社区资本发展组织（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联合创办人。他在2018年的《国家公民评论》期刊中发文指出：“乡村教育资源包括从邻里居民、俱乐部、社团、协会等公民组织到本地商业机构、非营利机构和政府机构所掌握的知识。当这些邻里教育资源被调动起来时，乡村的孩子们就能得到提高。在多数社区中，这些宝贵的乡村资源还未被利用起来。”[11]


  社区资本发展组织理事丹·邓肯（Dan Duncan）则坚信，专业机构可以在不推翻社区权威的前提下为社区权威提供支持。“为实现真正的社区参与，专家们需要退后一步，为市民创造空间，探讨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们为实现梦想能做些什么。如果专家们能让市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就能真正为他们提供支持。”[12]


  再来看看斯图尔特·布兰德[13]提出的“速度层级”（pace layer）模式。套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区权威加上专业机构支持是产生并维持快速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解决那些影响边缘化社区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恰恰需要创新。


  布兰德是永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创始人，他认为文明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六大速度各异又相互独立的“层面”。从发展最慢、最内核的层面开始，依次是自然、文化、治理、基础设施、商业和时尚。时尚和艺术的变革速度比自然和文化的变革速度更为迅速。布兰德这样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化速度快的层面不断学习、提议，变化速度慢的层面不断记忆、消化处理。前者容易中断，后者更能持续。小而快的层面通过创新累积和偶然性变革引领慢而大的层面，慢而大的层面通过其约束性和稳定性控制小而快的层面……所有持久的动态系统都具有这类结构，使系统保持其适应性和强健性。”


  尽管布兰德模式看起来和奋斗联盟的城市教育生态系统相反，但实际上，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最外圈的机构和系统影响圈与布兰德系统中变化慢、靠内的层面是一致的。将所有已经成熟的官僚体制对变革的惰性与抗拒和社区居民的生活进行比较，哪一个变化速度更快？类似警察在城市社区开枪射击手无寸铁者的悲剧，在相关官员到达前，社区居民聚在一起，相互通报消息，开始动员，随后牧师等社区领袖到达现场，发布命令，通过组织抗议或安排新闻发布会等做出反应。接下来，警署署长和市长到达现场，宣布官方政策和举措。越靠近社区层面，反应越快。虽然社区做出的反应会比较混乱，但反应最迅速，外围根据社区反应的紧急状况采取相应行动。


  再比如社交媒体，它在我们的模式中处于商业运作领域中的“影响者”层面，几乎没有比它发展更迅速、影响更深远的媒介。今天，更多黑人孩子想成为科学家，和2018年春天社交媒体上大量关于科幻电影《黑豹》的内容不无关联。而且周边儿童被邻居们和教会团体自发地带去观看电影，它们的影响速度要比数不清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活动快很多。我们集合影响力策略是否能够从这些无处不在、时刻变动的文化现象中吸取力量和策略？


  来自社区的意见和影响的重要性也是本文作者约瑟夫和他的同事在全美跨阶层住宅社区倡议的主题之一。他们在应用研究中关注的是如何增进长期被隔离社区的平等性和包容性。这类社区通过发展跨阶层和士绅化，在种族性上更加多元，在经济水平上更多样。约瑟夫指出，阻碍被边缘人群参与进来的往往是更加富有、在社会结构中权力更大的人群。


  2015年，约瑟夫和罗伯特·查斯金（Robert Chaskin）合著了《整合内城》一书。书中引用了一位公共住房住户尝试与他的富人邻居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却以失败告终的经历。这位住户说：“你努力沟通，但就像个隐形人一样，没人愿意了解你。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他们身上，不出在我身上。”约瑟夫和查斯金认为，造成两者紧张关系的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差异、缺少日常交流以及因阶层和种族导致的观念不同。


  他们写道：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因为“专业机构对贫穷文化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它们认为底层人群的价值观、信念、行为与主流价值观中关于勤劳、自立的观念是相悖的”。最终，如果不把社区权威考虑在内，我们就无法奢望解决诸如青年教育和城市不平等的社区顽疾。


  我们的教训


  奋斗联盟在更好地提升社区专业知识和社区权威在集合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可能对更广领域有帮助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点。


  1.避免负面描述。边缘化、低收入、处境危险、犯罪猖獗、少数分子、贫穷、弱势地位等，都是我们用来描述城市里那些衰退社区的术语和代名词。现在试着用一些肯定的形容词，来反驳那些我们在演讲和资助申请中经常使用的术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词汇体系强化了对城市社区的负面刻板印象，这些语言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改变这种默认的思维定势。比如一些社区开始使用“回归的市民”来描述那些服过刑的人，而非继续把他们称作罪犯和“有前科的人”。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TED演讲《片面描述的危险性》中说：“如果只对一个人做单一描述，并一遍一遍地重复，他就会变成那样。”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行为，就必须有意识地改变我们的表达。


  2.不要仅仅满足于收集社区意见。近年来，集合影响力机构在为当地居民和基层代表提供咨询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聚焦小组、市政会议和社区调查都是了解社区需求和愿望的手段。然而，要想在设计、完成和实施这些策略时将社区作为合法的、具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这些还远远不够。通过征求社区意见，可能会产生更有效反映社区需求的策略。这些意见是居民独有的，如果只听取他们的意见，却不给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也不让他们决定收集哪些信息以及收集的原因，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采纳社区意见并不能替代社区权威。


  在致力于提升社区权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让社区代表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复杂、多领域的倡议中，让机构代表和社区代表能有效合作和互动。社区资本发展组织有一套供实践者使用的基础工具包，该工具包在社区和专业机构代表开展协作前先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作为邻里，我们仅凭借自己掌握的资源，能达到什么目标？第二，如果得到外界帮助，我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达到什么目标？第三，什么事是我们运用自己的资源难以做成，而必须要外界来做的？


  3.保持虚心与谦逊的态度。一些集合影响力领域的主流机构正通过调整目标的表述方式，修改资助的指导方案等措施，来更好地践行种族平等和包容性。特别是以往未能充分理解不平等问题的机构，都对这种新气象感觉良好。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有限，应冷静反思。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些小型的基层组织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数十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减少种族、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对奋斗联盟这样规模更大、资金更充足的企业而言，后来居上是件容易的事。但更恰当的做法是给予这些社区组织应得的赞誉，此外，我们还应当倾听它们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拜伦·P.怀特（Byron P.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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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妮弗·布拉茨（Jennifer Blatz）


  奋斗联盟全美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克·L.约瑟夫（Mark L.Joseph）


  凯斯西储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全美跨阶层住宅社区倡议创会董事


  点评 在中国，如何实现多方参与的集合影响力？


  作者：陈函思


  在资助工作中，我们支持了一个又一个项目，这在无形中吊高了对下一个项目的“胃口”，总是贪心地想下一次怎么才能把项目做得更有效，惠及更多孩子，更深层次地改善教育质量，并让项目更可持续。随着对于项目效果追求的提高，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要改变一件事情，并非一两方的努力就足够。就算政府出台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去贯彻落实，哪一个机构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提升教育质量，这也是奋斗联盟这样的组织出现的原因。正是因为需要聚集社区、家长、学校、商业机构、慈善机构、政府机关的力量一起为一个目标努力，奋斗联盟这种能够集合各方影响力的机构才应运而生。然而，知易行难，道理易懂，真正实现起来却是非常难的。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关注如何有效地让社区权威参与到决策当中，这一点相信各位读者不难理解。然而，仅有让社区权威参与的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在操作层面上还需要更多具体可行的方法，比如，如何辨别社区权威，如何构建社区权威的话语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如何应对因日常生活习惯及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而操作层面的问题，无论是有心或无意，往往很容易被忽略。更何况，这还只是社区权威这一个层面的生态现状，还有其他层面的问题同样需要被关注和解决。


  我想，让人最感兴趣的是，在中国不一样的国情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实现这种由不同层级多方参与的集合影响力？这个协作组织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在整个奋斗联盟的影响力层级圈里，方方面面的角色都有，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合作框架下，如何才能做到在大家都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前提下，当彼此在各自领域都举足轻重却缺乏多方交流时，能够愿意以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平等分权的方式参与进来呢？在这样的模式里，各方既要管理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同时越出边界，衔接到一个更大的目标中去。此时，这个边界是模糊的。那么，如何保持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无疑是一个重点了。


  事实上，除了要解决主体性问题以外，还要解决互相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让各自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在相对比较重视权威的文化里，容易被忽略的可能不单单是“社区权威”这一方，还需要思考如何有效避免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情况。以上种种，都是有效的集合影响力机构会碰到的问题，很期待有人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集合影响力模式。


  陈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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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与集合影响力


  作者：井上英之


  译者：李妍焱


  社会创新领域的方法论不仅得到了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的关注，也汇集了来自商业部门的关注。对解决社会问题途径的探索不仅可以使企业尽到其社会责任，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在成熟市场发掘新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本文在整理社会创新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探讨集合影响力这一新途径的实践方法如何使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共部门等一起设定共同目标，携手解决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社会创新？


  你是否在街头或者车站遇到过《大问题》（Big Issue）杂志的销售员？《大问题》杂志起源于英国，是一个以支援无家可归者为目标的“商业活动”。杂志售价的一半以上都会成为销售员的收入。销售员们很清楚，每卖掉一本杂志会带给自己多少收入，这能帮助他们设定房租预算的目标。对这些销售人员而言，能租得起房子就意味着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址，方便他们去应聘就职。销售《大问题》是这些无家可归者走向自立的第一步。


  “大问题”商业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起了无家可归者与社会之间的连接。销售员每天都站在街头，日子久了就会有路过的人过来打招呼，或者问“昨天怎么没看见你呀”。这些和职场、家人切断了联系的无家可归者，通过这份工作开始重新找回尊严和与社会的关联。我作为大问题基金会（以“大问题日本有限公司”为母体成立）的理事，参与支持无家可归者和生活困窘人群的活动已有十余年。“大问题”的愿景是实现让无家可归者都能拥有属于自己一席之地的社会。


  《大问题》杂志的街头销售员中还有人被每天路过的企业老板相中，找到工作的成功例子。然而，社会远非如此单纯。这位前销售员在新公司里还是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干了没多久就辞去了工作。因为他觉得还是回到街头，一个人更轻松自在。


  如此看来，即使“大问题”的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如果接纳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他们还是会重返街头。产生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职场和社会对于多样性没有足够的包容力。此外，要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还需要多方专家的配合，为他们提供心理和学习电脑技术等技能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不仅要有非营利组织，还需要企业、政府部门、专家等多方参与合作，才能迈向大目标的实现。


  解决困难的社会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其中自然蕴含着市场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潮流在全球兴起，在日本也从21世纪初期受到瞩目，推动这一潮流的个人或企业被称为“社会创业家”或者“社会企业”，近年来则主要被称为“社会创新”。社会创新一般指“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将前所未有的思路和想法结合起来从而引发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形态”，有时也用于表述与社会创新相关的动向、项目和手法。


  社会创新对于企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绝非仅限于企业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范畴，可以说已经成为企业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在成熟市场中面临发展瓶颈的企业来说，发掘社会需求、摸索自身如何参与解决社会需求的过程，有助于企业重新理解市场、突破瓶颈。


  我在2002年创办了日本首届社会创业计划大赛（STYLE），并于2003年成立SVP东京（东京社会创业伙伴），旨在助力锐意解决社会课题的各类组织。2005年，我还在日本大学首次开设了社会创业课程。在参与构建日本社会创新机制和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先行者们交流，受益匪浅。


  今天，通过与包括企业在内的多方行动者合作来实现社会创新，突破单打独斗局限的新途径正在形成。这就是被称为“集合影响力”的新潮流。本文将回顾社会创新领域发展至今的历史以及对现阶段的思考，阐明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组织发展、人才培育甚至对于企业进化本身来讲必不可少的途径。


  何谓“集合影响力”？


  2011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集合影响力”的论文。约翰·卡尼亚（John Kania）和马克·克莱默（Mark Kramaer）合著的这篇论文指出，集合影响力是与“各个机构为解决问题单打独斗”这种既有的手法完全不同的新途径。集合影响力具体被定义为：“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所组成的群体，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设定共同活动纲领的参与方式。”[1]


  多方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某个问题，这并非什么新的想法。诸如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合作开发药物、疫苗，以应对发展中国家传染病这类为某一共同目的、跨领域集结的例子已经有不少。但是，集合影响力在5个层面上与以往的合作方式完全不同。


  第一，为应对一个社会问题，所有有可能参与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


  第二，所有参与方对如何测量和评估成果达成共识。


  第三，各参与方的行动相辅相成。


  第四，各参与方始终保持沟通。


  第五，有专业机构和旗下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协调管理整个过程。


  通过这5个层面，所有参与方都能放下各自的目标，发挥自己的强项，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卡尼亚和克莱默的上述论文将“奋斗联盟全美网络”作为集合影响力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是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基金会领导人、政府官员、学区代表、当地大学校长、教育领域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等300多人参与的网络型组织，以“从摇篮到职场”为共同口号，以改善从幼儿到20多岁年轻人人群的教育质量为使命，采用了统一的成果测量方法。该组织用3年时间组成了15个团队，每隔一周邀请外部的引导师主持讨论，加深对于共同活动纲领的理解，为相互学习、相互支援打下基础。这一组织成立4年后，虽然教育方面的行政预算大幅削减，但在3个大的学区，接受学前教育儿童的数量、小学生的阅读及算术成绩、高中毕业率等数十项指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某个社会问题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朝着共同的目标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取长补短齐头并进，这就是集合影响力。集合影响力这一方法论在全球引发了很大反响。世界各地纷纷开始交流集合影响力的实践案例，分享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集合影响力处在社会创新理论两大脉络的汇集之处。一条理论脉络是运用商业手法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另一条理论脉络认为，只有建立起个人－组织－社会的连接，改变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这两种理论原本少有交集，但近年来，它们开始汇集为以“集合影响力”为代表的新思潮。当今世界，很多慢性的社会问题已经病入膏肓，我们急需深入的系统性变革，而社会变革也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连锁反应。


  理论脉络1：商业精英挑战社会问题的时代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引入商业手段及管理、思维方式的动向开始受到关注。其中一个知名的成功案例是为消除教育差距而战的“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这个机构于1989年由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温迪·卡普（Wendy Kopp）创立，迄今为止已经派遣了6万名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去做教师，目前正在任期的7000名教师被分配到2500个学校，覆盖40万学生，其发展壮大令人瞠目。


  1983年，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无担保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之后，曾就职于麦肯锡和美国环保部的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创立了阿育王（Ashoka），他将卡普、尤努斯所代表的这群人称为“社会企业家”。阿育王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家，支持其事业的拓展。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也开始逐渐渗透到商业界。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IT（信息技术）创业热潮的到来，社会创业热潮也接踵而至。在互联网经济、咨询公司、投行获得成功的商业精英们开始觉得，只要发挥他们的商业技能，加上活用IT技术，就应该能改变世界。这群精英带着一股“无所不能”的冲动，开始汇合到社会创新领域。知名商学院里的社会创业课程不断增加，在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职业设计中也开始出现了“社会创业”，或者“为拥有社会影响力的营利性、非营利组织工作”的选项。


  与此同时，社会领域的投资和财务管理也导入了商业思维。例如，慈善基金会一改单年度资助非营利组织的做法，和创投资金一样采用陪伴式、长期资金支持的体系。提倡这一做法的是1997年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登载的题为“善资本”（Virtuous Capital）的论文。[2]一时间，慈善创投在美国如同雨后春笋，其中的代表性机构是本部位于旧金山的REDF。该机构提出的能将社会影响力换算为经济价值的方法，即“社会投资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SROI），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政府机构等也开始采用商业性的手法和思维。


  在这个潮流中，如何规模化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问题。如何才能不止步于解决局部性的个别问题，获得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呢？“为美国而教”作为一家机构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全美有数千万学生的教育环境亟待改善，距离“为所有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这一机构使命还相差甚远。199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社会活动领域的规模化之难说了如下一番话：“我们今天面临的几乎所有（教育）问题，都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拿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看起来，我们不擅长在其他地方成功复制这些解决方法。”[3]


  那些踌躇满志进入社会创新领域的商界精英、MBA也在实践中认识到，要实现规模化有多困难。单纯复制产品或者服务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意识、生活状况，使“变化”扩展开来才是问题。（这就是之后我们要论述的“成果”。）


  共享更多的实践经验、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需要扩大的不是某一家机构的规模，而是影响力本身，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这一思考的论文，包括对规模化的对象和方法进行梳理、变革理论等。[4]2007年，希瑟·格兰特（Heather Grant）等人对美国实现大规模发展的12个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调查结果令人深思。[5]这些非营利组织实现规模化的原因并非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于其“经营管理完美无缺”，而是在于和有影响力的外部组织之间的合作。格兰特在调查中指出，通过与政府、企业、媒体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相关方合作，它们可以共同创造出更大的力量，从而更深入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实现系统性变革。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以生物界为比喻的“生态系统”的设计不仅对于企业经营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多方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来说，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6]总之，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要达到社会创新的规模化，原有的思维和方法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另一条理论脉络。


  理论脉络2：个人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变化


  社会创新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潮流认为，世界是个体有意无意的行为和习惯的累积，反映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只有了解现状的趋向是如何生成的，理解其构造，才能更深层次地引起社会变革。这是一种追求系统性变革的理论脉络。这一脉络具体体现在管理学领域的组织发展理论以及对系统学的应用，包括系统性思维、冲突的解决、社区开发等领域专家们的对话等方式。我们对人和组织、区域和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变进行反复的探索和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变化也被称为社会创新。


  例如《学习型组织》（1990年）的作者、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 M.Senge）指出，社会是一个所有事物都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具有整体性的复杂体系。如果不掌握“自己亦身在其中”的系统性思维，就不可能实现组织和社会的改变。与彼得·圣吉一起执笔《第五项修炼2：终身学习者》（Presence）（2005年）的奥托·夏莫（C.Otto Scharmer）于2009年发表了《U型理论》。夏莫通过访谈多位企业家和创新者发现，“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固定观念或者偏见并摆脱其束缚，去观察和感受事物原有的样子时，希望与他人共同创造的未来愿景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并提倡有意识地引发这一过程的方法论。此外，还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提出的通过“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来构筑愿景和战略的手法，以及在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构筑和平的过程中颇有成绩的亚当·卡钦等专家开发出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立场的人们通过对话和合作超越对立共创未来的方法等（参照第54页“系统性思维理论和U型理论”）。


  圣吉和以提倡情商概念闻名的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共同执笔的《三重专注力：如何提升互联网一代最稀缺的能力》中提到，这些方法论的共通之处在于自我（Inner）、他人（Other）、外部世界（Outer）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举例来说，如果否定自我的孤独感，就很难理解、接受他人的孤独感；但是，如果能够理解、接受自我的孤独感，则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他人同样的感受，同时可以对世间各种相似的孤独感看得更清楚。这本书解释了个人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他人和社会的系统性理解。


  主张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条理论脉络，其前提依然是“问题存在于我们身外，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既有思维方式；而第二条理论脉络则认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呈现为复杂系统的分形结构，社会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自身。通过对话和观察，我们可以认识到包括自己和他人在内的系统力学，探索新的可能性。但是第二条理论脉络的不足在于，其效果的呈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时会因为过于重视对话和内省，而无法付诸具体的行动。相反，第一条理论脉络有时会过度追求速效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因此其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接近深层次的系统性变化。再者，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规模化，第一条理论脉络的实践者们有必要在其他领域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需要去理解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背景和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集合影响力”的途径必不可少。不同立场的行动方在推进相互理解的同时，开始追求创造单打独斗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在社会创新的各种场景中，这两条理论脉络开始相遇交织。


  “自我”-“事业”-“社会”的关联性


  主张采用商业手法来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理论脉络，与主张以改变个人来实现系统性变革的理论脉络开始汇合。展望社会创新的前景，将“自我”－“事业”－“社会”联系在一起尤为重要（详见第53页“自我、事业和社会的关系图”）。


  1.“事业”与“社会”：变革理论


  标榜使命、愿景的企业或者社会组织不在少数，但是它们从事的事业和“未来”之间的关联性依然是模糊的。很多时候，虽然这些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口口声声讲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实现“未来”，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


  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旨在展现事业如何能与愿景、目标的实现联系起来的具体过程。拿本文开篇介绍的“大问题”案例来说，“大问题”通过在街头销售杂志的商业活动，来实现无家可归者可以自立的世界。因此其作为产出的“事业”是实现理想社会，或者说实现某一特定“愿景”的手段。“变革理论”用“通过做×××”（事业）→“实现×××”（社会），来体现变革的过程。与此同时，“销售杂志”与“自立”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自动产生自立状态的商品。因此需要摸索怎么做才能实现自立，并将这个过程程序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无法用直线描绘的力学作用。


  在我们的事业愿景中，存在着许多诸如“自立”“有活力”之类，与某种模糊的思维模式相关的东西。因此，变革理论不能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是需要结合情感和身体感受的系统性理解。事实上，只有通过实验性的尝试和摸索，才能够发现最为有效的感应点。例如，要让街头卖杂志的无家可归者从心底产生对自立的渴望，仅靠逻辑是无法驱动他们的。这一点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相似，需要通过泡个热水澡、听喜欢的音乐等方式来达到放松的状态。当我们将身体感受的改善也作为考虑因素时，那些原来属于我们帮助对象的人群开始发挥他们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自立，新的可能性由此显现。


  我们把愿景的中期目标称为“成果”，长期目标称为“影响力”。对于“大问题”来说，实现无家可归者的自立是“成果”，而我们追求的长期影响力，则是一个“没有无家可归者，所有人都能各得其所”的社会。如前所述，这并不是“大问题”一家机构能实现的，需要企业和政府机构等其他行动方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集合影响力”。


  有时，作为实现愿景手段的“事业”会沦为目的本身。试想，如果过度重视杂志销售量，只追求规模与收益，《大问题》开始在网络上销售的话会怎样呢？销售员会失去与社会重构联系的机会，从而远离“自立”这一初衷。这么做也背离了接下来要谈及的“真正的自我动机”，从而失去对顾客和相关人员的吸引力。


  2.“自我”与“事业”


  与揭示“事业”与“社会”之间关联性的变革理论同样重要的，是“自我”与“事业”之间的关联性。我们都知道，做好一件事情需要用心。当我们用心去思考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件事、不自欺欺人、诚实地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时，自信和勇气就会油然而生，体现出更高的韧性和抗压力。我们能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习吸收，下功夫积累创意，朝着理想目标执着努力下去。相反，如果只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去拼命，而把自己放在一边，那么“自我”与“事业”之间就会产生断裂，创意会枯竭，最终筋疲力尽。我见到过不少这样的社会企业家，我自己也曾经怀揣构建日本社会创业市场的使命感一路狂奔，险些中途失速。


  如果你的“事业”与其目的之间的关联性足够清晰，那么就比较容易和参与者深层次的动机建立起联系。同时，与其他参与者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也有助于你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为何会参与其中。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近年来，正念（mindfulness）在商界也非常流行。正念这一冥想方法能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对于自我的呵护，让参与者保持身心健康，提高专注力；另一个就是能引导参与者对身处某个事业时自身的状态、情绪有更清晰的感受，从而将自我引入一个“活得真实”的状态，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周围。这些都是支撑创新的重要因素。“活得真实”的人会更加有创意，有新的想法，更容易去创新。证明“活得真实”与“创新”之间关联性的研究颇多，比如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中郁次郎提倡的“知识创造理论”指出，创意最根本的源泉就是喜怒哀乐等情感。[7]


  3.“自我”-“事业”-“社会”


  对于社会创新而言，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我”与“事业”和“社会”的关联性。


  “自我”通过从事某一项“事业”，来实现某一种特定状态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会以各种形式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圣吉等人将之称为“对体系的感知”（System Sensing）。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对“自我”在体系中的代表性有所认知。


  例如在上述“大问题”的案例里，无家可归者通过在街头销售杂志、和路人结识，建立起了与他人之间的连接，重新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这种感受类似于当我们身处不熟悉的场所或情景中，如果有人上来打招呼，我们就会觉得一下“松了口气”。所有的“自我”都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自我”的日常感受是某种社会的缩影。挤电车时的不快感，体现着每天都要去同一个场所上班这种工作形态，以及城市的人口集中等社会体系的问题。而“自我”同时也是制造拥挤状态的一分子，很多人和“自我”都有着同样的感受。“自我”的存在，一定包含着与他人共通的“代表性”。“自我”感受到的困难和内心的波澜，反映出“社会”的一种需求，具有市场价值。如果有能够打开局面的好的方法和创意，也许改变会发生。


  创新绝非遥不可及。我遇到的社会创新领域的引领者们，都在通过反复执着的实践来进化他们各自的变革理论，实现社会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通过左脑型思维应用既有的商业手法，同时也驱使自省和动手等右脑型思维，发掘与他人共通的“代表性”，从而获得不断挑战的动力。


  关于“自我”“事业”“社会”的关联性，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于1957年在《创造的勇气》中的以下表述很精辟：“如果你没有表达自身的思考，不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就是对自己的背叛。而且，从不能够对整体做出贡献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共同体的背叛。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存在中有一个核心，没有这种勇气我们会感到心灵的空荡。空荡荡的心灵带来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懦弱。因此，我们必须永远把信念建立在自己存在的核心基础上。除此之外的任何信念最终都是不真实的。”


  如何实现真正的集合影响力？


  我所认识的很多投身于社会创新领域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乎“自我”的感受，并同时拥有超越自我的动机。奥托·夏莫的U型理论称之为“源泉”，他们的动力来自深处，所以才能持续下去。在持续的过程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深层次地、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促发整体性的变革，在自我的独立性得到维护的同时，推进社会整体的变化。


  圣吉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社会性场景的呈现”（Generative Social Field）。笔者认为，这才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通过身体感知获得的“集合影响力”。关于个体与集体关联性的这种理解深受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思想的影响。圣吉和夏莫等社会创新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很多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念”也是以佛教为根基的。


  二战之后，很多日本企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抹杀雇员的个性和多样性，像对待标准化商品一样对待他们，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规模化。这种方式的确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前所述，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的是个体，是“自我”。为此，企业需要能让“个体”成长，接纳多种多样的“自我”，时而与持反对立场的人合作。为实现这一点，企业需要通过促进对自我的理解和接纳来构建能够发挥自我的企业文化。我们确信，通过加深对他人的理解，进而深入对世界的理解，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市场，引导创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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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事业和社会的关系图

  


  系统性思维理论和U型理论


  系统性思维理论


  系统性思维理论认为，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的所有现象看作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系统。这种相互的影响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通常需要时间，因此仅仅观察个别的倾向，很难深入理解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设想的解决方案也很难奏效。运用系统性思维来把握整体，有助于看清系统性变革的全貌，有效地促生变化。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1990年）成为畅销书，以此为契机，系统性思维被推广到商业界。


  U型理论


  U型理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夏莫博士提出，是一种揭示个人、团体、组织、社会的变迁过程的理论。此理论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整理上，同时也是试图转换环境性断裂、社会性断裂、精神/文化性断裂等所体现的系统现状的实践性方法。U型理论主张，要想跟随“正在发生的未来”的引导，我们有必要转换自身行动的起点——“我们的内在”，而整个过程呈U字型。


  “共创日本”的尝试


  “共创日本”（Cocre Japan，Cocre是Co-ceration的缩写）是一个7年前开始的项目，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由社会创新领域的人们构成的全国性社群，包括地方政府领导和公务员、政府高官、商业界大咖、创业家、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设计师、农户、教育机构等多种多样的参加者。发起人是Recruit Jalan调研中心的研究员三田爱。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应用“共创”的手法，来构建给地区和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地区/社会体系变迁研究社群”。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怀着信赖彼此相遇，从而得以重新认识自身的初衷和热情，在具体的地区环境中做社会实验，促生个人与地区的变化。“共创日本”认为，时代变迁的预兆存在于“集体性的潜在意识”中。当我们去感受这种潜意识，把潜意识升华为行动时，社会变革就能得以实现。


  在“共创日本”这个社群里，没有任何事先设定好的主题或者课题，也不论等级背景，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人”来提供、建立关联性，同时也提供、推进系统性思维，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系统的工作坊等。比如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尝试用插花来表现现代世界的某个现象等。特别是用身体感受来理解U型理论的工作坊，经常让偏重于用理性思维来推进项目的领导人或商业界人士脑洞大开。这些往往可以带来通常的跨业界交流无法达到的、全新的合作创意。这正是彼得·圣吉所描述的“社会性场景的呈现”。


  多个不同领域的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共同思考社会，作为“个人”来加深感悟，提炼自身目标的“空间”有很多。但是像这样没有任何主题设定，个人的自我探索和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毫无划界区分、浑然一体的“空间”，放眼全世界也可谓独特。


  井上英之


  日本庆应大学特聘副教授，Inno-Lab共同创办人


  点评 “自我中心”的社会创新才有影响力


  作者：李妍焱


  在社会创新领域，各种新概念、新说法层出不穷，令人分不清被创新的是社会还是概念。井上这篇文章的贡献首先在于较为清晰地整理出社会创新理论的两条脉络，指出“集合影响力”正处在两条脉络的交汇点，展示了今后社会创新领域的发展方向。


  第一条脉络将社会创新理解为运用商业思维和手法来解决社会性课题，这一理解已为业界人士熟知，并无新意。这篇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井上指出的第二条社会创新的理论脉络。这条脉络强调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每一个人“是否活得真实”。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乎自己身体的感受，诚挚地面对自己的事业，建立真实的“自我与事业、与自己想要的世界”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够实践真正的社会创新。井上描述的“集合影响力”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意味着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更关键、更本质的是，它体现了追求“真实自我”的创新者们是如何连接他们自身与周围的世界，展示他们人生的活法的。只有当社会创新成为人们的“活法”时，它才会真正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活力，有韧劲和可持续。社会创新到底是“社会的事”，还是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点足以左右“集合影响力”的成败。


  这种把“个人身体感受和真实的自我”置于中心的理论构想，不仅加深了“集合影响力”实践的根蒂，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成为“草根实践派”和“精英创新派”的结合点，促进两者的相辅相成和融合。1998年12月日本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NPO法）成立至今已有20多年，NPO作为社会组织已广为人知，但其社会影响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始终没有划时代的新意或者跨越性进展，它也渐渐失去了新世纪初的发展势头。与重视草根实践的NPO相比，追求解决问题成果的社会创新性思维和实践令很多人耳目一新。但是对于社会创新领域，NPO草根实践派存有疑虑的是，社会创新的各种言论中精英思维随处可见，很容易被“精英式统治”所用；更重要的是，草根实践派认为“由谁来发现和定义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更加重要。如果社会创新不仅意味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机制的创新，还是追求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促进社会体系的创新，那么由谁来定义社会问题则是一个本质性问题。


  把价值基点放在“个人身体感受和真实的自我”上，可以使当今日本社会的“草根”与“精英”之区别失去意义，也可以将“定义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性贯穿在一起。因为无论草根还是精英，都活在“自我－事业－社会”这根轴上；个人身体的切实感受和真实的活法是否得到足够的尊重与体现，理应是定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基准。井上强调的“集合影响力”这一社会创新的新潮流，如果真能成为以“个人”和“自我”为根基的实践，那么日本民间公益领域将有望迎来崭新的局面。


  李妍焱


  日本驹泽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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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栅栏的新生——集合影响力在老城保护更新中的创新实践


  作者：贾蓉


  老城，作为城市中包含所接触到的一切复杂内涵的超级复杂系统，其保护复兴涉及多方面复杂目标，且涉及多方复杂利益主体。集合影响力则是一种解决庞杂社会问题的方法论。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莱默在2011年出版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提出，针对解决适应性问题所诞生的一种大范围的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在骨干组织的协调、支持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互动协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使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该方法论的实践效果。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是探索与推动老城保护复兴的有效手段。CitylinX设计联城团队经过在大栅栏更新计划及其他街区近10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集合影响力在老城保护更新社会创新实践中的独特的适应中国老城保护发展的新路径。


  集合影响力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联结各参与方，多向推动项目发展；


  ● 采用包容性的工作方式，助力“最优解”的诞生；


  ● 通过精妙元素的配合，建立跨部门合作，包括有共同的项目目标，建立并分享一致的评估体系，以互助型活动为纽带，以持续性沟通为桥梁，有骨干组织的支持。


  在老城集合影响力的实践中，以上特点相互交织，都建立了跨界的合作与沟通机制，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目标规划，通过跨部门的精妙协调、互助型活动的纽带，形成不断持续的实践。


  1.机制破题：从单兵作战到建立跨界合作平台


  老城的复杂性在于多项老城更新难点与社会问题交织，而这样的复杂状况难以通过单一举措解决问题，必须打破边界——寻求一种创新跨界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尝试，而大栅栏所属的西城区政府则为破题提出一种跨界开放的探索，试图尝试从老城模式与机制上进行突破。


  2009年，老城保护一直以来遭受的两大社会问题面临拐点：一方面拆迁社会问题不断升级，国务院出台政策废除“拆迁条例”，改为“征收条例”；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呼声从专家群体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老城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很好地平衡“保护”与“发展”，同时可以很好地处理各方利益主体关系的有机更新模式，其中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面临极大挑战与压力。


  北京市政府在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2009年尚未进行两区合并）各选择一处历史街区作为试点探索老城保护新模式破题。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离天安门最近、保护最为完整且属于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成为宣武区的试点。


  大栅栏于2009年提出，要改变以往“推倒重来”的模式，寻求一种尊重风貌和建筑空间与当地文化的节点生长、有机更新的模式，此模式的关键是尊重产权，并让各方群体参与进来。这一次的创新探索被称为“大栅栏更新计划”。


  老城的发展目标是多元的：民生改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风貌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目标都在考量范围之内。这样复杂的问题很难靠传统地产开发的方式完成改造，也很难按传统文物保护的方式进行。


  “传统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已无法满足老城多元的问题与诉求，我们可以打开思路，邀请更多跨界群体参与”，“我们不在乎产权在谁手里，只要可以按照街区统一规划与运营即可”。西城区政府意识到，仅凭一个单一机构是无法解决复杂老城问题的，需要更多跨界资源的汇入，需要更多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这成了后续可以按照跨界方式集合影响力的重要前提。而这一点，往往是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无法成功解决的关键——最重要主导方/发起方的理念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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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俯瞰图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大栅栏在所有行动展开之前，重新梳理并明确了保护与发展不同层面的目标，与此同时，政府与实施主体深刻认识到其中会涉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因此必须集合从政府到市场、国有企业实施主体、社会主体、在地居民与商家等各级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然而，这个仅仅第一圈层的紧密相关利益方，在这一层级的合作中往往直面最直接紧要的利益，可能产生冲突或陷入困境。


  当时，西城区政府进行了机制、理念两方面的创新以着手破题。


  一是机制创新：在西城区政府下成立比各委办局级别高一级的“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代区政府统筹各相关政府部门，形成跨部门的合力。二是理念与试点创新：以杨梅竹斜街保护修缮项目（下称杨梅竹项目）作为试点进行跨界有机更新的探索与尝试。之前政府提出的产权开放态度直接打开了杨梅竹项目作为北京首个不再强制居民外迁而是采用完全尊重居民意愿的“自愿腾退”方式的通路，而这种方式也成为近十年来北京探索老城、尊重本地参与的有机微循环的重要开端。同时，这也成为后期可以打开各方群体开放参与的关键。


  大栅栏更新计划作为一项新模式的破题尝试被提出，杨梅竹项目作为试点项目按照政府相关流程被正式立项，而大栅栏更新计划则作为更为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新模式进行探索与尝试。


  与此同时，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启动初期同时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由区域实施主体国有企业大栅栏投资公司发起成立更开放的连接各类社会群体的开放平台网络——大栅栏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在这样的机制下，市区政府及两级协同与跨界机制各司其职，并进行开放协作：由指挥部协调市区两级政府进行保护及发展模式与立项审批、政策的制定与审批、政策支持与统筹、规划的监督与管理等相关职责；而跨界中心则进行其他软性层面的规划、策划与实施方案的协同，衔接支持每年行动计划的协同与探索尝试以及各社会群体的参与、协调与支持等。两层机构双向集合社会影响力，从而形成一定的协同与参与。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由长期大拆大建所造成的拆迁及社会问题所导致的政府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公信力的下降，这不利于在新的模式中建立直接的、与在地资源及社会主体的合作关系。跨界中心同时也作为政府与市场的对接平台，通过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商业家合作，同时融合更广泛的社区居民以及社会各方资源参与，形成开放、跨界的社会参与网络。


  大栅栏跨界中心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与骨干机构，它在整合过程中保持持续有效的沟通，协同、规划、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目标，并进行了落地转化。


  这不仅将不同的利益主体联结在一起，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角色进入，承担不同的职责，同时也为社会上不同的资源群体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平台渠道，改变了历史文化街区单一规划、单一产业策划、单一文化保护、单一建筑设计与改造的模式，形成了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通过集合影响力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下老城保护复兴的共同愿景。


  2.跨界联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弹性目标规划


  复杂影响力在跨界机制协同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弹性解决不同群体及不同目标之间的“适应性”问题，而这一点非常适合老城有机更新系统弹性目标的软性规划。


  老城作为超级城市复杂系统，其复杂性往往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社会民生、历史文化保护复兴、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等多元发展目标的交织与动态平衡，不同利益主体构成关系与相互机制的复杂性，历史文化要素与城市记忆跨越时空的不可逆性，老城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以及人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且动态影响的复杂性，内外部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环境多维度、多方向的影响与不确定性，老城因此具有的多目标、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多样性、多规律交织的特性。


  以上复杂性不仅构成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往往还存在着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老城很难短期见到大成效，需要精耕细作，微循环有机更新，但另一方面，迟迟不见实效不仅无法与当前政府的考核机制挂钩，更重要的是，也很难给居民或更广大社会群体阶段性的期待与信心。因此，构建老城复杂性保护更新系统、探索老城保护更新实践路径，需要深入了解与认知老城，并分析不同方面的目标体系，构建不同主体协同的机制与利益关系网络，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目标相结合的路径，维护好系统目标与不同阶段的动态平衡，这些都要基于社会创新与小微实践的不断迭代——这是分解与形成包容性目标实施体系的有效方式，也是集合影响力得以实施的前提。


  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实施启动时即摒弃了“三年、五年完成改造”的刚性量化目标，提出了具有时间弹性及各方参与包容性的目标规划：在一个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分成不同阶段进行实施，通过每个阶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界定不同内容利益相关方如何参与，同时每个阶段也都具有灵活的时间弹性，以及内容与不同主体参与的开放性。


  大栅栏更新计划分三个阶段，是双向目标的软性规划与动态更新。


  第一阶段：试点阶段


  在自上而下系统规划的基础上，明确这个阶段的共同目标：确认规划、启动试点、疏解部分自愿的居民、改造和利用一部分示范院落。这个阶段由政府主导并进行投入，给在地居民、商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以信心，自下而上进行局部的试点实践；先解决改善民生的需求，按照自愿腾退、引导提升的方式，解决部分有需求居民的外迁补偿安置，在改善居民居住需求的同时释放部分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启动基础设施等公共环境改善，做好硬件基础的提升。通过社会专业力量的介入展开建筑如何设计改造、何种业态可以进入、如何进入的探索，形成试点实践和示范引领；同时，构建开放的跨界中心软件平台，为后期各类社会资源的进入打好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协同中，政府明确更新目标，指挥部与跨界中心两级机制选好试点杨梅竹斜街项目，并公示自愿腾退的实施方案与保护规划——让在地居民明确知道如何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腾退搬迁，或是在统一的目标之下参与改造。在这里，作为实施主体的大栅栏投资公司针对所有项目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一对一的入户调查以及改造范围内一对一的方案沟通与改造确认，以确保他们的“自愿”与“意见参与”，而大栅栏跨界中心则协同多个跨界设计机构给出弹性的可供选择的改造设计方案——杨梅竹斜街创新地给出屋顶、立面、门窗、台步等多个分类协同的设计体系——既使得居民可以简单明了地参与改造设计的选择，又能保证风貌协调，同时，还协调各创新机构，做出改造及创新利用节点的示范供居民参考，利于居民找到满足目标协同的最佳个人选择。


  第二阶段：社区共建


  即在第一阶段试点示范并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发展的基础上，与社区在地居民及商家合作共建，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充分融合，采用两权分离、多元合作的多种创新模式，根据不同居民及商家的特点及目标需求，弹性灵活地展开社区建设。这一阶段在集合影响力可以长期持续并形成内生力量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因为它集合了本地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并为后续主动参与与持续更新打好基础。


  在这个阶段，大栅栏跨界中心开始尝试更多更深入的目标协同探索，开始深入实施层面，聚焦不同内容的利益群体：在一个杂院内如何解决已搬迁房屋利用以及遗留居民共存共生，在地商家如何提升，本地文化如何更好地在社会群体的帮扶下复兴，以及不同群体间的社区建设问题。这些都是通过领航员试点项目的创新尝试进行的小微探索，不断自上而下种种子，并让其自下而上生发开花。


  第三阶段：全面发展


  有了在地参与和社区的初步构建，区域产生了内生、持续的自我生长的力量，此时转为以自下而上为主，政府将退回到监督、服务、管理的角色，制定好城市规划、产业业态等方面的规则，做好管理和平台，促进街区开放、可持续的生长。


  这三阶段的划分，打开了老城保护有机更新微循环的软性生长路径，使得集合影响力在不同阶段集合不同的群体，在实现阶段性共同目标的协同下联合行动，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设计不同的利益主体介入方式与主导机制，从而达成整体共同目标的一致。


  在具体的过程中，大栅栏始终坚持模式与目标方向不变，根据每年的具体内外部环境制定年度主题和任务，同时结合每年的不同内容，集结最适合的群体共同参与并完成挑战；同时，在多元群体的包容介入与开放的探索中，不断形成创新内容软性生长。


  3.领航员项目的包容性探索——寻求“最优解”的迭代方案


  在每年分解的各项工作中，往往存在极其难啃的复杂难题。大栅栏跨界中心意识到这样的复杂难题需要一种社会创新的跨界设计去推进尝试。同时，因为老城“不可逆”的特点，需要一系列微小且具有包容性的、试对又试错的社会创新，以寻求能够破解老城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大栅栏更新计划的领航员计划即为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探索尝试，通过动态微更新寻求“最优解”的创新实践。


  自2013年起，我们发起了大栅栏领航员计划，作为微更新项目创新实践的试点，向社会创新与文化群体发问，公开征集针对旧城中的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案。


  在第一年，我们收到了来自国内外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很多漂亮且有创意的跨界设计方案。但我们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在早期的领航员项目的尝试中，出现了同样的设计师介入，但过程与结果完全不同的情况。例如，在设计师与本地商家合作提升的两个项目中，其中一组来自北京新锐设计工作室，他们在杨梅竹兔爷手工艺商店的合作提升中出现了与兔爷师傅的种种分歧：店铺室内设计究竟应该是更为年轻的当代设计，还是维持原汁原味的传统设计；设计师坚持使用青砖，而老师傅认为青砖太贵，使用便宜的红砖即可，等等。我们多次出面协调分歧，最终店铺的改造呈现的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一侧传统而另一侧现代的融合方式。而在另一组“一个人的剧场”的改造中，来自台湾的跨界建筑与设计机构则采取了全过程让老师傅参与的方式，他们将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跟师傅做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仅用1/4的时间进行设计，而另外1/4的时间用来跟老师傅一起完成设计，最终形成双方都满意且共同创造的结果（图3），之后，他们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image: ]

    图2 大栅栏领航员计划精选优秀案例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大栅栏跨界中心在这项案例之后，即完善了设计征询与实施机制：一是针对每年大栅栏更新计划所处阶段遇到的难题，进行选题与征集；二是所有征集项目均为真实项目，且落实到具体房屋或文化项目中；三是所有项目必须要有实操的可能性；四是必须获得项目相关群体的意见征询，且个别深度合作中需要本地参与；五是项目可根据每年年度实施情况不断更新迭代，提升完善；六是保持发布－征集－深化方案－遴选－展览－实施的节奏，确保有益且无害的微更新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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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一个人的剧场——魁德社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与此同时，在每一个社会创新的领航项目中，大栅栏跨界中心也根据情况参与并为每个设计参与者“赋能”，来补齐设计机构策划短缺的“前置1公里”以及落地实践的“最后1公里”。


  在此过程中，大栅栏成功推动并孵化了诸多荣获国际奖项的项目与设计机构。例如，“杂院里一间房如何改造与创新利用”这一课题，在发出征集后获得很多设计机构的响应，例如提出“内盒院”方案的众建筑工作室以及“微胡同”标准营造事务所。在初步沟通意向后，针对设计概念大栅栏跨界中心与众建筑一起选择了杨梅竹72号作为内盒院的标的院落，并提出改造的原则，以及利用的策划方向，而后由众建筑完成了初步设计方案，设计方案通过小组讨论、领航员分享会讨论并征集意见，而后在当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更新计划主展中公示，并在已腾退但尚未改造利用的空间内展出，以开放的方式进一步征询在地居民、实施主体、政府等相关机构的意见，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方案沟通方式，在杂院的场景中开放展览与交流，公示后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并得到了政府领导的认可。设计周结束后，内盒院进入第二阶段的深化设计和利益相关者意见征询与居民参与式设计，由此内盒院1.0方案诞生，这个“插入预制的不同功能模块盒子”的方案，不仅巧妙地解决了杂院中不打扰居民、不改变勾连搭结构中的一间房独立改造的难题，也通过新材料与多样化的功能模块解决了传统四合院保温、返潮、隔音等多项问题，新工艺的改变也使得传统复杂的工程转变为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且一天就可以搭建完成的简单工程，且盒子也可以再循环利用，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建造成本，良好的保温等效果也降低了后期房屋的使用成本。在1.0版本实施完成后，未搬迁的邻居东大妈看到改造后的房屋后，也提出希望进行改造的要求，并且贡献了很多民间智慧：例如双向打开的门围和小厨房空间等给了众建筑探索伸缩空间等良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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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内盒院2.0改造试点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内盒院1.0建成并投入使用后，成为大栅栏跨界中心的办公室——这个与在地居民东大妈以及另一位外来租户废品回收者共用使用的胡同四合院，成为大栅栏更新计划典型的混杂院落，这样的尝试很快得到1.0版本使用者的反馈——例如插入板材太厚所占用的室内空间在户均仅20平米的屋子里并不合适，这催生了内盒院2.0的实践（图4）——包括不同功能在三个院落中的尝试，以及工艺材料设计的改进，同时尝试天窗、夹层等做法。此外，还实践了一个苕帚胡同中的整院改造，该院落由众建筑工作室、大栅栏共享工作坊空间和一家私房户拥有，这一户仅十几平方米的私房户住着父女两人，二十多年来父女晚上睡觉都是由一布相隔的帘子遮挡，而内盒院夹层的设置第一次让二十多岁的女儿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成就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属于自己的个人世界。在大栅栏跨界中心链接媒体以及设计周Compaign的曝光下，内盒院受到各界关注，并因此获得了2015Architizer A+Awards“低成本造价”评委奖及“小型住宅”最受欢迎奖、2015红点奖、2015世界建筑节WAF“New & Old”（翻新整旧）类建筑奖等多项国际大奖，众建筑也因此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建筑设计室。


  大栅栏领航员所推动的项目远不止一个，还包括诸如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的微杂院、1.0微系列项目微胡同等项目，建筑师张轲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阿尔瓦·阿尔托建筑奖的设计师。此外，还推动了老字号骇客马拉松、虚拟增强现实杨梅竹文化探访与历史漫步之旅、扑克牌上的文艺复兴－木版年画再设计、小蚂蚁袖珍人皮影再生、一个人的剧场在地提升、Wireworks－铁艺宫灯手艺再改造等优秀项目。


  “领航员”实践的5年来共确认90多个来自国内外跨界群体的小微实际案例项目，并完成20多个项目的实施尝试，各类群体的参与形成了一个个代表一类难题突破的“最优解”，通过“试点激活”，形成“跨界融合”的多元参与与“实施示范样板”：这不仅包括传统建筑如何保护、公共空间如何构建，还有本地商业如何提升、在地文化如何再生。更为重要的是，大栅栏领航员项目实现了与跨界设计资源合作从单次展览延伸到与长期项目关联的转变，也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参与引领的重要支撑——大栅栏领航员计划是大栅栏更新计划节点簇模式的核心：历史街区的文化重构与本地再生，老城更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与集聚相融共生，形成独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领航员项目持续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由于老城的复杂性，一直缺乏一套行之有效且能够从不同角度针对整体老城保护复兴的综合评价系统。而领航员试点的实践则在缺乏整体评价体系的情况下，针对阶段性清晰的目标，明确了参与者的挑战方向与软性评价——这样的评价也体现了集合影响力的特点，不仅满足了项目要求的技术性指标，也获得了软性的居民参与的评价、政府的认可、解决社会问题的媒体与社会的反馈、创新挑战的专业层面的肯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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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尊重大杂院空间特质的复杂老城区域改造项目——微杂院，改造前后对比


    图片来源：大栅栏官方微信

  


  [image: ]


  [image: ]


  
    [image: ]

    图6 探索超小规模胡同住房可能性的改造项目——微胡同


    图片来源：大栅栏官方微信

  


  
    [image: ]

    图7 大栅栏设计实践项目的持续递进为街区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动力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4.城市策展与设计周合作——互助性活动的介入与大事件的影响力


  虽然老城的复杂机制得以搭建，但如何选择一个重要入口、集结跨界力量的介入，仍是一大难题。我们发现，在探索创新老城保护复兴创新模式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复兴和社区建设，往往被认为是复兴和活化老城更新的两种有效途径——而这两类群体恰恰是社会创新集合影响力中最重要、最容易被感知的社会力量。大栅栏尝试通过精妙的城市策展与跨界设计部门的联动，以及设计周连续合作的互助性活动的介入，不断凝结创新设计的力量，并形成大事件的影响力。


  自2009年大栅栏研究并试图寻求一种节点软性生长的有机更新模式后，灵活地与各种跨界群体的融合成为可能。2011年，借助北京申报设计之都的机会，大栅栏意识到在这样的跨界设计平台上可能找到能够参与并活化老城的重要力量，因此选择与北京国际设计周合作，每年举行大型的跨界设计周的文化活动与大事件，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设计跨界复兴老城有机更新的案例，通过将城市策展的顶层设计与老城有机更新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相结合，并通过社区建设的方式将跨界设计与艺术介入的活力转化为历史街区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我生长的力量，最终形成有效的影响力集合。


  通过与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品牌和价值观匹配的一系列策展，大栅栏每年邀请中外优秀的设计和艺术创意项目进驻老街区，通过设计的力量推动社会创新。这激发了众多跨界群体的进入。大栅栏在国际设计周的带动下，自2012年开始，每年通过临时店、工作坊、展览等多种方式吸引参展方和临时店，这些参展方和临时店最终留下来变成了长期入驻商家，包括书店、艺廊、工作室、设计商店、手工艺、特色餐饮、精品咖啡等文化业态。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和品质的新业态，成为区域最新鲜的文化活跃群体。同时，这样安静且有文化品位的业态不仅很好地融入当前胡同生活，也很好地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实现文化的繁荣互动与业态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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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大栅栏更新计划有机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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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大栅栏更新计划策展分布模型

  


  通过价值观认同吸引跨界设计与艺术群体，这是之前传统的老城更新的社会网络中不常见的做法，形成了跨界的创新与共生力量。


  而后，大栅栏跨界设计更新老城的模式不仅在区域内部从大栅栏西侧胡同区域推广并带动了东侧北京坊的跨界介入与品牌影响力，同时在北京引领了老城跨界介入的新模式——白塔寺、天桥、什刹海、史家胡同、法源寺等街区纷纷效仿，试图通过集结跨界力量活化街区——这形成了复杂老城集合影响力的组织推动社区运动的新路径，并不断从北京开始向苏州、天津、青岛等各大城市扩散。


  同时，大栅栏跨界中心在推进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一方面按跨界开放的路径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则选择引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团队，进行社区在地培育，包括民间自发、非政府组织帮扶，让社区进行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等，培育社区小苗、小种子的自组织项目二十多个，这些项目涵盖了社区志愿服务、青少年服务、历史文化传承、社区安全等多个方面；同时，组织大栅栏街道与社区里的梧桐社区大学举办微公益创投大赛，涵盖传统文化、民生服务和环境治理等内容。这也使得影响力集成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内进行网络叠加，更好地带动本地营造。


  如何在复杂老城系统中实践一项有影响力与集结效应、有广泛参与的入口及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能够真正产生跨界创新生产力，并不断构建自身独特基因的社区运动？我们对其综合影响力扩散和集结的路径进行了总结：首先，在顶层的目标规划下集结有影响力的社会创新实践者，他们因为创新敏感以及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而形成了最早的联合；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价值生产者与社会网络的重要影响力节点，因此可以产生媒体传播力——大栅栏和法源寺历史街区在此过程中都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创新内容带动传播力及影响力而集结更多资源的案例。尤其是大栅栏在最初两年，因社会创新媒体传播的形成，从专业媒体到大众媒体的传播路径的不断渗透，更多的社会创新参与者介入了，而传播路径则是通过部分国内顶尖的设计创新媒体，与《纽约时报》《国际先驱导报》等国际媒体的报道，吸引更多顶尖设计师的参与。但直到2014年大栅栏受邀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Domus、Wallpaper等多项国际奖评时，才逐渐获得更多国内政府、业内以及更广泛社会资源的带动与认知。当社会创新产生具体的社会问题及更大圈层的影响力的时候，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在地利益主体等开始被认知、参与过程并分享收获。如此一来，形成了下一轮持续深入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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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影响力集成持续带动本地营造


    图片来源：大栅栏更新计划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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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2014年，大栅栏更新计划成为国内首个代表中国城市馆参加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并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项目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跨界介入的力量，看到了在共同愿景下不同主体目标的协同。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传统意义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群体的结构洞被穿透，连接上跨界设计艺术以及社区建设与社会学群体，这些结构洞网络叠加的力量不可忽视。同时，在文化大事件的策略下信息的扩散，以及在顶层设计之下通过试点的创新迭代所形成的最佳创新实践案例的落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城市策展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实践与创新内容转化，这样的大事件不止于传播影响力本身，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带有强大的本地适应性内容转化的生产力。


  5.适应性创新——不同项目与不同内外部环境的灵活应变


  在复杂的系统中，集合影响力最有力量之处是根据不同项目、不同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创新。从杨梅竹斜街到纵深区域，到北京坊的拓展与联动，再到2017年大栅栏模式的再升级，各项目在过程中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过程中都有共同的认知和内容与进程的接纳。


  在大栅栏西侧，以杨梅竹斜街为代表的胡同，采取小规模渐进、微循环的模式，而这与同处一个区域的北京坊片区系统更新的集群设计项目模式有很大不同。北京坊项目在全面进入招商与亮相之前，同样以设计跨界与品牌策展的方式进行了延展和介入，实现了初期影响力资源的软性介入。


  项目自2015年起就进行了一些点状的展览尝试，2016年开始以大栅栏整个片区为体系展开策划，大栅栏设计社区将以“共建、共享、共生——开放式街区的自信与未来”为主题，来探讨不同模式路径下一个开放街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式。专注“城市与设计融合”“设计与生活融合”，聚焦“以北京坊为核心的共建模式”“以设计周为平台的共享街区”“以杨梅竹为核心的共生街区”。


  这是集合影响力在一个街区内不同模式的扩散，也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城市街区发展自信的路径探讨的重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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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大栅栏顶层设计创新与试点迭代实践路径图


    图片来源：大栅栏更新计划官方微信

  


  2017年，因老城保护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大栅栏也面对新的挑战。同时，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初期由部分专业群体主导的阶段逐渐进入由更广泛的主体与社区共建的阶段。大栅栏胡同区杨梅竹主展空间作为大栅栏社区公共中心，以“杨梅安筑”集中呈现“安住、安驻、安筑”这三个板块的主题。


  这三个不同安“zhu”，代表了街区内外利益主体的参与力量，以及他们之间应该如何共同融合构筑一个共同愿景和目标的方式路径。其中，“安住”的核心是大栅栏的原有居民，在胡同环境改善的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胡同更新的基础；“安驻”则是把重心放在关注共建、共享、共生的外部力量如何在老街区安心驻留上；“安筑”解决的是如何构筑老城软硬件环境、胡同不同利益主体如何构建跨界共生的网络生态等问题——这样的尝试将集合影响力尤其是社区运动事件的创新尝试，转化为街区长期发展的关系生态模型，或者说，转化为街区真正的社会主体开放连接的内生力量。


  这一轮的创新探讨，改变了以往单一试点的方式，将大栅栏更新计划升级作为整体模式的再领航，在此过程中同样有几点尤为关键：一是直面各类内外部环境，在试图满足政府及在地居民、企业等多元目标的前提下寻求解决路径；二是与实际项目相结合，尤其是与政府既定计划中的发展项目相结合；三是城市设计的顶层规划与不同层面试点的统筹协调；四是形成创新探索与试点实践的迭代循环路径；五是将社区建设、居民获得感作为主线贯穿至每一项环节中。这样的路径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提供了系统性的运作方式与可能。


  在大栅栏经验的基础上，CitylinX设计联城尝试将这样集合影响力更新老城的方式在其他街区复制与升级。2018年，我们与北京法源寺历史街区合作，从源头梳理和探讨一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创新实践新路径，从最初的设计中即搭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探索贯穿参与式调研与组织——参与式规划与设计——参与式更新与共建——参与式共享与共治，创新基于城市策展与社区建设双重驱动的参与式，营造历史街区可持续更新实践。这意味着不同的影响力群体从最初即开始参与，与此同时，从顶层设计到小微实践的跨界共生将不断营造活力，形成持续的街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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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街区内外开放连接的长期发展关系生态


    图片来源：大栅栏更新计划官方微信

  


  2018年法源寺历史街区的初次实践非常成功，CitylinX用十年的经验将一项集合老城保护复兴、集合影响力的跨界创新实践、城市策展大事件逐渐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


  6.结语——“老城复杂系统集合影响力”的特征与路径


  综合来看，老城因跨越时间与空间，而且包含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建筑等多元的复杂性，而成为城市中接触到一切复杂内涵的超复杂系统，所以老城有机更新的创新实践需要在不断顺应不同时代中动态探索实施路径的过程。


  从CitylinX团队的实践经验来看，在尚未探索出一个明晰的老城保护复兴的发展路径时，老城往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此时，需要以集合影响力的方式集合各类利益主体，在共同目标的动态系统中不断寻求最优解。


  结合复杂理论中针对复杂适应系统的表述，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来推进老城的保护更新，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五点。


  第一，构建一个跨界协调的网络协作机制。建立针对政府、市场及社会群体的多层跨界机制，形成能够跟不同利益群体对话与连接的机制，确保各方参与、连接与有效的协调。而其中骨干跨界团队的支持则作为贯穿整个行动计划并且连接各类群体的核心团队，负责牵头规划、组织协调、连接赋能，确保各方利益协同并在共同目标愿景下参与行动。


  第二，建构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创新实践相互交织的规划目标。既有阶段性的目标规划，又有每个阶段的目标弹性，虽然未来系统的最终目标与形态不可预知，但每一步都有共同的目标可以被人们认知、理解，因而可在过程中做出有利于改善的决策。


  第三，包容开放的快速迭代与创新实践。构建一个包容性的试对也试错的小微迭代的创新实践方式，通过巧妙创新群体参与协作及互补相生的方式，不断调整、适应、创新、应用，通过小过程的尝试可能突破大转变的发生，助力“最优解”的诞生，同时也避免和降低老城中敏感的“试错”成本。


  第四，精妙的城市策展，持续互助性活动的影响力。设计周的跨界合作巧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城市策展，与项目实施需求相结合，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凝结力量，在外部建立有效的连接与反馈，既生成集合媒体声音与社会传播的影响力，也生成与本地相适应的可持续生产力。


  第五，内外部环境的具有灵活应变性的适应性创新。在不同的项目和内外部环境把握好系统的平衡，既要有稳定的力量，又要有变化的力量；既有理性解决问题的实践，也有软性的不断生发的新内容的可能性；还有一群既愿意合作又有所不同的群体。构建一个动态平衡、开放共生、持续生长的网络，将所有节点与链接、动态的变化与突破、相互的反馈与成长、行为与结构不断共同演化，推动复杂系统的自我进化与持续平衡发展。


  贾蓉


  设计联城（CitylinX）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案例研究


  “公民能源”的逆袭：EWS为德国守住了气候保护的承诺[1]


  作者：保罗·霍克诺斯


  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德国舍瑙的黑森林地区发起了一场“公民能源”运动，这场社会运动引发了德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从太阳能到风能，通过能源合作社EWS，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正在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拥有者。


  在距法国和瑞士边境不远的德国舍瑙黑森林深处，有一家名叫能源合作社EWS（Elektrizitätswerke Schönau）的组织，它是德国最有名的清洁能源公司之一。EWS这个名字源自“Energiewende”（能源转型）一词，几乎每次讨论都会被提及，这个词代表着德国历史性地将电力供应从传统能源、核能转换到清洁的可持续能源。作为德国能源领域的拓荒者、理想主义先锋和不妥协的倡导者，EWS多年来决意帮助德国实现甚至超越其关于气候保护的承诺。


  EWS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边合作社，由6500个会员集体拥有、集体领导，不仅生产和输送清洁能源，而且推动技术与市场创新。EWS既是助力同类清洁能源项目发展的加速器，同时又是为“公民能源”（EWS将可再生能源称为“公民能源”）发声的坚定的政策议案推动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现象，EWS还着眼于本土以外的联动——从欧洲各国到亚非两洲，甚至包括大西洋彼岸的美国。2011年，EWS的创始人之一厄秀拉·斯拉德克（Ursula Sladek）拜访了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他汇报了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情况。


  能源转型如今已是德国的一项国策。EWS的会员们不仅将合作社视为能源转型的倡导先锋，更将其视为推动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重要力量。可再生能源革命主张高度去中心化的、民主的、由社区主导的能源管理方式。公民们可在本地参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当然，这个愿景并非每个德国人都认同。


  EWS的理事会有四个人，包括创始人厄秀拉的两个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塞巴斯蒂安今年40岁，他认为能源转型的立身之本就是去中心化和民众参与。“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在不同时间、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量供应会有变化，为了平衡能源供应量，德国全境需要不同规模的能源生产商。”塞巴斯蒂安列举了一系列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沼气、水力发电、合成燃料、地热能、氢气等。


  塞巴斯蒂安还表示，如果公民能源的支持者能够得势，那么能源转型将把德国变为一个由能源的“产消合一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组成的高密度网络，产消合一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或高科技智能电网相互联系。在他看来，其所需的技术几乎都已经实现，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全力支持EWS的倡议，并最终放弃与在能源问题上仍有支配力量的汽车制造商和燃煤能源集团的合作。


  在德国推动能源转型


  德国的能源转型目前仍然处于“进行时”。从政府到绝大部分私营部门都承诺，要在2050年前实现德国经济的大幅度“脱碳”，与此同时，还要实现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至1990年的40%，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电力的供应提高到40%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核心是在全德国范围提高能效，逐步淘汰核电和有污染的化石燃料，同时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规模。德国目前36%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以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为主。几乎全部可再生能源都是在过去18年间才进入德国电力供应系统的。以德国庞大的工业经济体量来看，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极为惊人的。在2018年5月1日凌晨的几个小时里，德国首次仅凭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便满足了所有电力需求。德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EWS功不可没。


  然而，目前德国仍有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依靠煤炭，大部分供暖依赖天然气。虽然德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中被反复提及，却一直没有走上正轨。相比之下，法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尽管起步比德国要慢，却有更大的可能实现其目标。德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仍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众、奔驰、宝马等财大气粗而又为人熟知的品牌，以及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传统能源政策的游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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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hrenpark风电场位于德国盖斯巴赫附近的黑森林地区，是EWS运营的众多可再生能源电站之一

  


  德国的能源转型可谓喜忧参半，EWS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们将矛头指向总理默克尔和她的现任政府——他们在口口声声说要支持能源转型的同时，仍然百般维护传统电力公司的利益。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EWS毕竟已经成立了超过25年，它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摆脱目前驻步不前的状态。


  如今德国有近20万名客户为EWS高质量的绿色能源付费。EWS拥有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以及电力和燃气电网。此外，EWS为旗下的非营利分支机构打造了一个支持系统，该系统资助数千个小微型可持续能源项目：从家用发电、电力储存单元到类似EWS的能源合作社。与清洁能源发电领域的大多数机构不同，它们往往只能在某一方面有所贡献，而EWS以全方位支持能源转型为荣，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致力于战略创新的部门，该部门目前正在试验电力储存系统，尝试使用碱性溶液，而非有毒化学物质来制作不可燃盐水电池。


  EWS的工作人员强调，合作社的目标并不是拥有更多可再生能源生产设施，而是与新兴地区能源合作社一起投资新的能源生产设施，并在合适的时候将整体运营转交给当地合作社。“去中心化的能源转型意味着远在外地的投资者们不能在操纵运营生产的同时，还将利润据为己有。”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塔尼亚·高迪安（Tanja Gaudian）认为，“新能源设施应该由当地居民拥有，且当地居民可以从中获利。”在此类新能源型项目中，小型合作社可能需要筹款来购买风力发电机组，这涉及大量的初始融资，而EWS所拥有的资本和经验对小型合作社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助力。


  尽管能源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但EWS每年的收入仍超过4300万欧元，并且自1997年以来一直保持赢利状态。塞巴斯蒂安指出，EWS只有让公民能源成为现实，才能保障财务健康。“但我们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润，而是投资更多可再生能源，从而推动能源转型。”


  EWS的初心


  EWS的创始人迈克尔和厄秀拉·斯拉德克夫妇出生于二战后德国西南部的天主教家庭。两人自幼相识，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移居舍瑙。迈克尔是镇上的全科医生，平易近人，身材魁梧，留着灰熊亚当斯样式的大胡子。厄秀拉则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教师，聪颖、温和且善谈。20世纪7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在很多联邦德国城镇盛行，但斯拉德克一家从来都不是左翼人士或者激进主义者。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改变了这对夫妇的人生轨迹。这场灾难导致一些有毒气体飘入德国西部，污染了农田、水源和森林。


  “我们就像被炸弹击中一样，”厄秀拉说，“完全没法想象自己会受到2000公里外的事故的影响。”德国人很快意识到，整个德国拥有的十余个核反应堆只是欧洲众多核反应堆的一小部分，在莱茵河另一侧，200英里（约322千米）外的法国，就有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核反应堆。


  斯拉德克一家当时有5个孩子。像许多其他德国父母一样，他们不但对有关核电站泄露事故的信息缺失感到愤怒，而且也为自己的孩子暴露在辐射的威胁之下而感到万分担忧。迈克尔作为镇里的医生，竭尽所能地缓解病人的担忧，但自己也同样面临着对于未知的恐惧。


  因此，斯拉德克一家和其他舍瑙居民一起成立了一家名为“无核未来的父母”（Parents for a Nuclear-Free Future）的组织。他们对核能放射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当地组织抗议活动、创办刊物，并游说当地电力公司放弃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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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S联合创始人厄秀拉和迈克尔·斯拉德克

  


  西德的反核能运动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就已开始。该运动不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并最终通过长达40年的不断施压，迫使政府承诺放弃对核电的使用（最后一个核反应堆计划在2022年关闭）。虽然舍瑙这座城市和斯拉德克一家起初并未参与这场社会运动，但是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发生后，他们也迅速加入运动的洪流中。


  “电力公司和政府部门都毫无作为。电力公司的既得利益中并不包括我们每家每户的健康，所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厄秀拉说。他们认为西德必须放弃核能，因为这并不值得拿生命安全去冒险，于是决心从自己的社区开始，让改变发生。


  “我们意识到仅仅反对使用核能是不够的，还要提供解决方案。”厄秀拉说。他们的第一个尝试是探索如何减少自身的能源使用。如果能源需求减少，那么德国是否有可能在放弃使用占其电力供应40%的核能的情形下仍能正常运转？为此，他们挨家挨户地收集和分享能源有效使用窍门，在镇上举办月度研讨会，还用特殊仪表测量能源使用情况并奖励能耗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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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秀拉·斯拉德克于2011年4月13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当时在德国的其他地区，一群思想开放的工程师和活跃于自家后院的改装者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制作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热电联产装置（CHP）[2]。但斯拉德克一家是第一个将注意力转向电能输送的途径，即电网本身的。他们试图让斯图加特当地一家名为KWR[3]的电力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减排方法产生兴趣。但是这家公司却在核能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对斯拉德克一家的“疯狂想法”并不理睬。


  但舍瑙人不会就此放弃。在接下来的10年里，舍瑙的2500名公民将电力公司告上了法庭，并在两次当地大规模的公民投票中获胜，最终EWS赢得了20年的电网运营权。


  曾撰写过有关EWS书籍的能源专家帕特里克·格赖兴（Patrick Graichen）认为，EWS在尊崇传统的舍瑙，依靠民众取得长线胜利的故事印证了“环保主义和本土情怀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舍瑙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远在斯图加特的电力公司KWR的掌控，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格赖兴把长期计划的成功归因于由20名全力投入的舍瑙人组成的核心团队。


  电力公司和保守派政客不断为EWS设置阻碍，例如，他们将一个高压输电元件的价格陡增至800万德国马克，据估计这至少是其实际价值的两倍。但在当时，舍瑙的“能源革命”运动已经闻名全球。许多优秀的德国工程学领域专家自愿提供无偿服务，为电网制订专业的运营计划。


  “我们都知道舍瑙发生了什么。”来自巴伐利亚的反核活动先驱、绿党前议员汉斯-约瑟夫·费尔（Hans-Josef Fell）说，“我们曾试图做同样的事情，但没有成功。舍瑙做了，并且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德国全境甚至国外纷纷捐款支持，捐款由有号召力的斯拉德克一家管理。作为德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只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公司，EWS开始传播自己的理念。一家营销机构免费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宣传运动，为购买电网元件筹集了数百万马克，这足以证明切尔诺贝利事件彻底震撼了普通德国民众。而EWS的成功打破了与核能深度绑定的电力公司的垄断局面。


  厄秀拉与丈夫从2014年起不再参与公司的运营活动。她表示：“从民众运动过渡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商业管理，这个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即便我们成了一家企业，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是不领工资的，而且还将继续如此。虽然从法律层面来讲这是一家商业公司，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家有着非营利组织基因的机构。”


  弗莱堡大学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斯特凡·阿德勒尔（Stefan Adler）认为，EWS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拉德克一家：“他们在对抗大公司律师团队时不屈不挠。他们也曾遭遇失败，因为他们毕竟曾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但却靠着自学复杂的法律与技术、对无人尝试的事情毫无畏惧的探索而走到了现在。”


  人人都可以成为能源生产者


  从EWS创办的第一天起，公民能源就是它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鉴于当时的法律框架对传统电厂更为有利，同时新能源技术也仍处于起步阶段，任何类型的可再生能源都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最初，EWS甚至不得不向它刚从电网中移除的电力公司回购电力。


  仅靠着5名领薪员工，EWS就迅速投身于清洁能源的开放项目当中，为准备尝试生产可再生能源的黑森林社区项目、小型企业和个体户提供资金支持，它们中绝大多数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小型水电站和热电联产装置。EWS将出售电力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支持能源转型相关项目，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在初创企业向电网出售电力时，EWS给它们提供了最高费率，从而补贴了发电成本，也确保了投资回报。


  德国西南部是整个德国阳光最充足的区域，自然也成了光伏太阳能的理想选址。2018年，舍瑙和弗莱堡所在地巴登－符腾堡州的太阳能光伏供电量已相当于3个核电站。舍瑙被称为德国最密集的太阳能集中地，并因此获得了“德国太阳能之都”的称号。


  20世纪90年代末期，能源转型运动意外地得到了欧盟和德国政府的助力。1998年，在欧盟的要求下，德国结束了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上的严格垄断。二战之后，西德整个能源市场一直由4家巨头公司和数十家规模小得多的市政电力公司主导。消费者没有权利选择从何处购买电力，市场也不向新的能源公司开放，但EWS是一个例外。为此，EWS耗费了整整10年和大量资金。能源市场垄断局面的结束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德国的能源格局，这为EWS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同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左翼联盟开始进入最高权力机构，组成史上第一个红绿联合政府。绿党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它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抵制核能。此外，当时全球变暖已成为世界议程，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减缓全球变暖速度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新政府执政两年后，红绿联盟开始逐步淘汰核电。此外，德国联邦议院于2000年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旨在推广清洁能源。该法案规定，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定额附加费由电网运营商支付，但是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以便能源生产商能够收回投资成本。此外，电网所有者必须接受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并为之付费。最后，该法案调整了法律形式，赋予公民能源公司申请各类特许权（如电网运营许可）的权利，以促进它们的成长与发展。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打破了德国封闭的能源市场。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能源生产者，勇于冒险的投资者们也开始抓住新的投资机会。始于黑森林的能源革命随着新法的出台逐渐被纳入主流，一系列清洁能源生产热潮席卷德国。在德国，南方人专注于太阳能发电，北方人就利用多风的海岸，建造了比以往更先进的风力发电机。农场、房主、合作社和中小企业开始投资可持续能源发电，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小型公司成为能源生产者。舍瑙主广场边上的贝格基什新教教堂（Protestant Bergkirche）在房顶安装了421个太阳能面板，成了EWS最大的能源生产个体。在一些一年前还被四大能源公司垄断的地区，现在忽然之间多了几万个能源供应方。


  绿党前议员费尔是《可再生能源法案》的提案人之一。他很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信号来激发可再生能源的增长。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几乎没有做大张旗鼓的宣传的情况下，绿党就在2000年实现了这一目标。“EWS是整个德国最能够利用这一法案优势的组织。”费尔说，“新法案为可再生能源奠定了基础，最终的发展还是需要依靠环保主义者和企业家的努力。”如今，不仅电网对每个人开放，清洁能源发电得到了很好的补贴，而且过去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也形成了规模，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同时，硬件效率的不断优化也降低了清洁能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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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2日，柏林游行示威，他们举着的横幅上写着：“救救能源转型吧！”

  


  EWS因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它从KWR中脱离，开始向全德国的客户购买和提供可再生能源：其客户从2001年的1.5万名发展到2005年的3万名。到2010年，EWS已经拥有超过10万名客户。EWS从2005年开始向德国的家庭用户提供沼气。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EWS对各类公民能源项目的捐助也与日俱增。其捐助的能源项目从合作基金到数以千计的新生产者、当地电网、热电联产装置，甚至包括加纳、菲律宾和格鲁吉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的绿色能源项目。


  在德国，类似与EWS签约的可再生能源用户使用的并非所谓的“零碳排放绿色能源”。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全德国的电力与燃气网络是互相联通的，即传统能源生产者和新能源生产者同时存在且共用电网。像EWS这样的能源公司，会向那些为距离最近的电网提供可再生电力与燃气的生产者付费。这样一来，整体的能源供给就更为环保。


  EWS的脱颖而出不仅因其历史积淀，还因其在发电之外进行的天然气和电网交易，例如收购舍瑙电网和其他在黑森林地区的电网。跟EWS一样致力于能源转型的机构已经很难取得EWS那样的成功了。塞巴斯蒂安表示：“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口子，并充分利用了它。在我们的收购举动之后，在政客们与大公司的影响下，再想进入输电网络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EWS的做法与传统能源产业完全不同：商业电力公司和独立电网运营商将本属于输电网络的可观利润收入囊中。“这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但那些公司不会用利润进行再投资。”塞巴斯蒂安说，“如果没有投资，传输硬件就会老化并损坏，而这恰恰是公司最需要投资的时候。”


  在市场自由化和《可再生能源法案》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光伏太阳能和陆基风电在所有可获得国家补贴的可再生能源中表现最为出色。1997年，德国拥有约2000个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但这些发电系统都是小型的，有的甚至只是谷仓上的几个电池面板。但是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德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数量飙升至4万个，主要由小企业、社区、农场或私人拥有。这之后几年，这一数量又增至原来的两倍和三倍。德国于2005年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光伏发电世界第一的地位，后又仅在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25万个光伏系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世界领先地位。到2010年，风力涡轮机、水力发电厂、太阳能电池和沼气池的发电量占全德电力供应的17%，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成就。而且令人震惊的是，其中EWS公民能源占全德国可再生能源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其发电量占德国总体电力的10%。


  “合作社是最民主的所有制形式”


  直到21世纪的前五年，德国公民能源公司的法人形式非常多样：有类似EWS的集体所有制公司（collectively owned company），也有私营中小企业、个人私有企业和农场。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这些公民能源公司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其他企业或外国投资者的参与。2006年，德国合作社章程细则发生了变化，让更多新进者进入了本已多元的版图。


  合作社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德国的合作社已经历经17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些合作社最初是在工业革命高潮时期为了挽救匠人、商贩和农场主们岌岌可危的生意而诞生的。这些个体商户因为缺少向银行借贷的途径，不得不依赖私人放贷者，陷入债台高筑的财务困境。合作社通过提高他们的整体信誉，将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自2006年起实施新法的德国合作社，无论其成员的投资规模如何，整体决定都是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做出的。此外，合作社业务通常限于当地，由十至数百个成员共同拥有。成员决定投资利润的去向以及新项目的开展方式。EWS拥有来自德国各地的6000多名会员，其规模庞大且分布分散，投资极其多样化，这与大部分的德国合作社不同。EWS成员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选出一个负责日常决策的董事会。


  “合作社是最具实践性、最民主的所有制形式。”总部位于柏林的德国合作社联盟工作人员安德烈亚斯·韦格（Andreas Wieg）说，“因为几乎没有行政管理，所以合作社可以轻松实现社员的增减。”


  自2006年起，德国能源合作社数量猛增至数百家，并最终稳定在850家左右，在2014年其成员总数达到约185000名。韦格说：“事实证明，能源合作社对那些没有土地、房屋和资金，但却想加入能源转型的人很有吸引力。许多德国偏远农村社区的银行合作社，更渴望推动这项工作。”


  
    [image: ]

    EWS员工在EWS总部安装盐水电池用于测试

  


  EWS就是这类新增合作社的一员，它在2009年将其法律地位从集体所有制公司改为合作社。转换的理由与合作社的形式无关，EWS在变更法人形式之前也是每个股东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其转换的真正理由是原有结构阻碍了公司发展：公司中每离开一个投资者，才能加入一个新投资者。


  “很多人来找我们，说想参与进来。”厄秀拉表示，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拥有的资本量是有限的，而合作社则不然。与集体合伙人制的几十万上限相比，合作社则没有这种限制。


  但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对于EWS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合作社，许多成员不可能直接参与，而直接参与恰恰是合作社理念和公民能源的首要特征。EWS可能会因为没有执行它所宣扬的理念而受到诟病。参与EWS从集体制向合作社转型的乌尔里希·德莱斯切尔（Ulrich Drescher）对此不加否认。他坦承集体所有制的民主氛围比合作社更浓郁。实际上，合作社6000多名成员中只有约300名成员参加了年会。“那些有时间、金钱和意愿的人才会出席。很多事情都是由每三年选举一次的理事会决定的，而大多数投票基本都是赞成票。”


  另一个争议点是占利润3.5%的年度分红。德莱斯切尔表示，鉴于EWS的良好业绩，分红率甚至可以提高到利润的6%，“少数人想要或者需要动用这些钱。但他们被大多数人的投票给否决了”。像德莱斯切尔这样的大多数成员，都希望合作社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投资未来导向的新发电设备与创新发明。


  事实上，EWS已经开始将新成员的分红限制在每人最多1200美元。“那些只想着赚钱的人也开始关注EWS。”他说，“但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因为这不是EWS的全部意义。”


  能源转型的起起伏伏


  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EWS见证了德国能源转型的蓬勃发展。德国的能源市场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但奇怪的是，主流媒体很少报道能源革命领域的草根组织。EWS只是众多清洁能源公司中的一家，但却是为数不多提供“纯可再生能源”的公司之一——其能源来自电力与沼气，而非核能或煤炭。事实上，由于德国能源市场极难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这种能源，EWS开始直接从挪威、瑞典和奥地利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电力。为了鼓励对新一代设施的投资，EWS坚持严选电力生产方（主要是水力发电厂）：相关设施必须是全新建造或新建不到6年的。


  到2011年，德国人使用可再生电力的比例已跃升至20%。可再生能源正在崛起，而能源供应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可靠。突然有了第二收入来源的农业社区是能源转型期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无论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能源转型创造了超过30万个就业岗位，并为本地创造了大量资金来源。德国被视为全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典范，许多国家竞相效仿。


  但是，直到另一场核灾难的发生，才让身为职业物理学家的默克尔总理彻底认同了能源转型。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默克尔公开强调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在此之前，能源转型在德国政界只受到绿党的推崇。政府重新评估并扩大了德国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强调了其对气候保护的承诺。默克尔也因为她在国际论坛上对可再生能源的强力支持被称为“气候总理”（Climate Chancellor）。


  尽管官方关注度一度上升，但默克尔的执政联盟在福岛危机逐渐褪去之后便不再重视能源转型。甚至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威胁已经到来，也未能改变这一现状。德国政府免除了许多工业部门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使得它们得以支付欧洲最便宜的电费，然而业界仍在抱怨电费太贵。在默克尔的第三个任期（2013—2017年）中，保守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放缓了能源转型并使其集中化。政府开始拍卖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这加剧了竞标战，使得小型生产商根本无力胜出。这些措施令新推出的可再生合作社数量停滞不前，现有的合作社投资在2014年硬生生地下降了三分之一。


  截至2016年，德国42%的可再生能源产能掌握在150万民众和农场主手中，但看上去公民能源的鼎盛期已经结束了。虽然EWS的业务还未显出颓势，但是其他许多规模较小的清洁能源企业已经运转不畅，有些甚至已经倒闭。EWS之所以表现更好，是因为它比大多数能源合作社更大、更多样化。


  通过小额资助项目，EWS支持从国内黑森林地区到国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孵化出多种新能源企业。其2017年的资助基金总额超过160万欧元，用于进行可持续能源生产，并支持其他可再生能源合作社以及能源效率项目、教育项目、海外清洁能源项目和新技术的开发（如盐水储能系统和氢燃料电池）。EWS还坚持介入国家系统失灵的领域。例如，2018年EWS通过投资电动汽车充电站，开始涉足德国变化缓慢的交通运输领域。在所有申请资助的项目中，EWS用户的项目申请人将获得优先权。


  EWS的眼光还投向了风险投资。目前，它正在甄别可以在屋顶放置太阳能电池板的公寓楼。EWS询问业主是否有兴趣生产清洁电力，并可将其以次级市场价格直接出售给租户。EWS帮助业主和租户融资，并保证即便用电量超出了本栋大楼太阳能系统的发电量，也能够以较低的单位价格满足楼内所有公寓的电力需求。


  项目负责人高迪安（Gaudian）说：“我们对新技术融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早排除在当下花费很大或技术开发还未成熟的选择，能源转型运动向我们证明了情况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她补充说，21世纪太阳能技术不断进步，而且价格猛跌。电力储能技术如今已成为一个领域，广泛开放，并且包括几十种可替代的化学介质。她说：“也许我们在误打误撞中就能发现效果最好的那个。”


  EWS在天然气和电网方面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有能力指导并支持其他旨在赢得当地电网特许经营权的项目。柏林就是其中一个战场，柏林市民能源合作社（Bürgerenergie Berlin）参与的柏林电网的竞标陷入胶着状态。迈克尔·斯拉德克加入该合作社并成为理事会的一员，这给合作社的运营既提供了经验诀窍，又带来了公信力。


  在柏林，EWS的代表正在与绿色和平组织、环境保护智库、绿党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团体合作。虽然EWS内部对于“游说”这个概念的本身仍有分歧，但是EWS的相关部门仍与议会和地方政客保持联系，这样可以确保舍瑙总部得到最新的立法发展情况。游说力量可以让政治决策者听到公民能源的声音。塞巴斯蒂安说：“如果大型核燃料和化石燃料参与者在柏林争取他们的利益，而我们却不在那里的话，我们就肯定会失败。”


  回到社区


  在今天的舍瑙，EWS总部边上有一处繁闹的建筑工地，打破了树木繁茂的黑森林山谷角落的宁静。总部的员工从2008年的32名增加到如今的140名，总部还将在下一年增添很多新岗位。很多部门都将进驻这栋新建筑，包括一个5人的创新团队，他们正辛勤筹划着可以被称为“能源转型的未来”的事情。


  “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是为完成能源转型量身定制的。”项目负责人蒂埃斯·斯蒂尔安（Thies Stillahn）说，“最终我们必须连接起能源转型的所有部分：运输、发电、存储、分配和能效。”斯蒂尔安表示，各项技术大多已准备就绪，但它们尚未被连接在一起，以一个独立的系统发挥作用，实现效率最大化。整个系统必须统一，但也必须是去中心化、智能、以市民为导向的。“我们可能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也许我们能把它的其中一部分做好，这将是我们的贡献。”


  也许斯蒂尔安所指的“贡献”是EWS正在开发的技术，该技术让小规模社区生产者能够在线销售或交易能源。EWS正在投资德国各地有发展前景的小型信息技术初创公司，这些公司将有助于实现社区中的个人互联，参与清洁能源发电的邻居可以相互出售和购买电力。氧气科技（Oxygen Technologies）就是其中一家新型公司，它正在研发设计一个互联网平台，以让能源生产者们可以进行点对点交易。这些创业公司在EWS办公室和一个位于弗赖堡的创业孵化器之间开展工作，弗赖堡地区聚集了很多这样有前景的初创公司。


  厄秀拉说，鉴于能源转型政策层面的僵局，目前迫切需要将主导权重新回归到那些希望尽快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的市民和社区手中。“气候变化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回到基层，就像我们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做的那样。”


  保罗·霍克诺斯（Paul Hockenos）


  柏林的一名记者，著有《柏林的呼唤：无政府状态、音乐、隔离墙和新柏林诞生的故事》（Berlin Calling:A Story of Anarchy,Music,the Wall,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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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Clean Energy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由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翻译整理。

  


  
    [2]CHP，又称共同发电（cogeneration），是回收发电时产生的热能，并将其用于供暖或再发电的装置。

  


  
    [3]一家总部在斯图加特的当地主要供电公司。

  


  专题文章


  如何正向应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1]


  作者：艾伦·福勒


  伊丽莎白·菲尔德


  约瑟夫·麦克马洪


  译者：刘韵张超刘洋


  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经常发生，却很少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往往会为回避冲突付出许多可见和隐形的代价，但事实上，内部冲突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帮助一家组织提升效能。


  许多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国际组织，往往隐藏着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内部冲突。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内部冲突就像被忽视的高血压一样，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组织的健康运转造成持久的伤害。


  引起非营利组织内部冲突的原因很多。资助方资助方针的突然改变可能会搅乱机构正在开展的项目，政治局势和公共政策的改变可能会降低机构使命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非营利组织在海外分支机构的负面报道会引发内部的激烈讨论，理事会和执行管理层、地方办事处和总部之间存在重大分歧也很常见。冲突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机构是否具备应对冲突的能力。


  我们就机构内部冲突问题采访了在23个国家和地区的93个国际组织任职的100多位员工，访谈结果让人遗憾：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组织的内部存在重大或普遍性的冲突，75%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组织存在中等或者严重的内部冲突，只有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组织具备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总体来说，许多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正在冲突普遍存在且缺乏解决机制的环境中工作。


  国际非营利组织如果不能建设性地解决冲突，往往会付出许多可见和隐形的代价。例如对员工和志愿者造成的身心伤害，危机管理占用了许多本可以投入项目管理中去的精力和资源，组织的声誉受损，难以吸引或留住员工，对员工和志愿者的积极性、士气和表现造成不良影响，等等。在全球局势愈加动荡的当下，重大分歧事实上给机构提供了改善内部运作模式、增强组织韧性的机会。因此，如果许多组织不能很好地解决冲突，就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如果国际组织能正向地理解、应对冲突，就有可能从中获益。首先，这些组织可以通过直面差异和分歧来提高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大环境中的混乱因素（如重大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社会变动）。其次，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应对冲突改善员工的工作体验，从而建立更健康、更富有成效的人际关系。


  本文接下来将具体分析，国际非营利组织如何能正向地应对冲突。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侧重国际组织，但研究中的观察和建议也适用许多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及企业，尤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对其他类型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冲突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为改善组织绩效助一臂之力。[2]积极做好应对分歧的准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士气，改善工作关系，提升创造力，改进人们对变革的开放态度。我们对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访谈调查使我们确信，国际组织尤其需要提高自身的冲突应对能力，而且它们也完全有条件做到。


  大量的内部冲突被忽视了


  2015年，我们对国际非营利组织进行了调研，试图在了解这些组织内部是否存在冲突、冲突的性质的基础上，评估这些组织是否具备冲突管理的体系。我们调研的对象是致力于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国际性组织。这些机构规模各异：其中小型机构年预算规模为几十万美元，专注于解决某个单一问题，如儿童早期发展等；大型组织则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数千名员工，年度收支超过10亿美元，并实施多类项目。


  那么，国际非营利组织内部的冲突通常有哪些类型呢？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个冲突源头，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以下几种情况，涉及机构治理、政策、战略、实践和可持续性多个方面：


  ● 机构宣称的使命与具体工作之间的差距


  ● 在如何改善组织结构设计，使之更好地应对运营条件变化上的分歧


  ● 机构总部和国外分支办事处之间的权力分配（或再分配）


  ● 对领导及管理风格的不满


  ● 缺乏多元、包容性文化


  ● 不公平的人事决策


  ● 资金的不当使用


  ● 在员工如何参与决策问题上的分歧


  ● 在增加筹款渠道时对捐赠者意见的忽视或过于敏感


  ● 在是否改变项目执行方法上的分歧


  ● 绩效监测和评估信息的误用


  我们的调查发现，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无处不在，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得到重视。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组织“应对冲突的能力不足”。受访者的反馈指出非营利组织常常回避冲突，没有把它当作带来积极改变的机会。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对国际非营利组织的中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保密式访谈。调查结果和访谈都表明，国际非营利组织大多不善用冲突带来的机会，因此普遍遭受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际组织为何不愿直面冲突？


  有效应对冲突如此重要，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足够重视呢？我们认为需要从对这类组织的历史回顾中寻找原因。许多国际非营利组织诞生于二战期间或战后，组织的内部冲突可能是员工、志愿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最无暇顾及的事。此外，这类冲突似乎与宗教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性质不相容。早期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的恰恰是冲突问题，但它们关注的是外部冲突而非内部冲突。国际非营利组织在后冷战时代迅猛发展，并参与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推动中。这些目标本质上是专业性而非政治性的。面对大规模的贫困问题，扶贫组织去关注组织内部的问题似乎让人觉得不妥。总之，国际组织的精力最终都被具体工作占据了。


  但是事实表明，那些国际非营利组织意在解决的问题可能正是引发内部冲突的潜在根源。对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使命镜像”[3]或“非营利组织悖论”[4]的解释，认为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的外部问题最终会被引入或者反映在内部治理之中。[5]甚至有研究者推测，某些社会心理因素使国际组织的员工不太可能建设性地参与到冲突解决中。


  非营利组织咨询顾问大卫·拉皮亚纳指出：“非营利组织悖论更为负面的解释是，价值观驱动的人有时会觉得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道德优势）让他们有权用不那么道德的方式采取行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称之为道德许可效应[6]。”[7]


  此外，国际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工作也会影响冲突的表现方式及其根源。国际组织的员工可能会接触到令人痛苦的故事和经历，本身可能面临着继发性压力或创伤的风险。慢性压力对大脑和身体都有影响，会改变人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特别是和那些看起来与自己不同或者有威胁的人相处时，最终使得协作式冲突管理和问题解决变得更困难。


  国际组织似乎还有其他看似正当的理由去避免冲突或者公开讨论冲突。国际组织通常由多个群体的联合体构成，权力分布比较分散，对于何为冲突有跨文化的认知差异，是否或者如何开启有关冲突的讨论也比较敏感，这些担忧都会妨碍建立一个获得共识的冲突应对体系。国际组织的另一个担忧是，解决冲突就会产生更多冲突。某国际组织的项目总监在访谈时如是说：


  “我们依赖理事会成员获取关系和资金，组织的内部冲突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讨论内部冲突对我们的捐款人有什么影响？他们会怎么想？解决或承认内部冲突会不会很尴尬，甚至可能导致负面新闻？内部冲突是不是与组织的形象和使命不相称？把内部冲突当作问题提出来会导致员工对领导层失去信心吗？即使我们希望更好地解决冲突，我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吗？尝试解决冲突会不会造成其他冲突，产生更多麻烦，甚至有更糟的情况出现？”


  社会学家阿米太·爱兹安尼对机构文化的分析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规范性导向，容易吸引以价值观和“激情”为驱动力的人。这反过来也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有可能对内部矛盾和分歧产生情绪化的反应，形成易怒的氛围，从而无法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8]员工与组织的使命联系紧密，这使得他们期望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如果这种期望落空，他们可能会产生激烈的心理反应。[9]某国际组织的前负责人在回顾自身经历时写道：


  “由于受到价值观驱动，非营利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从事与组织使命相关的工作时，往往非常重视公平、正义、团结和平等。这可能会造成相当普遍的自我认知失调[10]。”[11]


  因此，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忽视员工之间的冲突会使问题加剧。如果成员之间出现重大分歧而组织未能及时应对，那么寻求解决方案的成本和难度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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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应对冲突的四大关键


  国际组织的内部冲突也提供了一个契机：有效应对冲突可以大大增强机构自身的能力。我们将这一方法称为“正视冲突法则”（Healthy Conflict Perspective，HCP）。这一法则有意识、持之以恒地引导组织将“不和谐”视为组织的常态，并将其视为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标志。


  我们从已有文献、商业案例和自身在解决冲突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了正视冲突法则的四个要素（参见第119页非营利组织正视冲突法则的四个要素）。接下来，我们将简要描述每一个要素以及支持这一理论的研究，并列举一些切实可行的步骤。尽管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组织展开，但这四个要素以及响应步骤可能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类型的民间组织、非营利机构以及企业和政府机构。我们建议非营利组织应基于其根本原则，从自身视角出发来决定如何应用这些要素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和处境，而不要试图套用一个过于周详的方案。


  妥善应对冲突的领导力


  这一要素致力于通过合作，在冲突发生的早期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法。领导者能在必要时引导组织改变对待冲突的态度和方式，能认识到冲突往往是复杂且无处不在的，同时冲突可以是提高绩效的重要驱动力。


  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组织的领导层通常不会去直接解决冲突。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讲，“他们宁可把问题冷藏起来，也不去解决它。”如果领导者们在机构内部营造了一种对严重分歧回避和恐惧的氛围，就会让员工产生对威胁的防御心理。这种防御心理可以表现为认知偏见（例如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和自我保护的立场或情绪（如愤怒和羞耻）。这些倾向会阻碍组织内部的学习进程，而且员工更可能表现出使冲突升级或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方式。


  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在改善整个机构对冲突的看法上有特殊优势。我们的研究和工作经验表明，小举措可以产生大影响。即使是行为上的微调，比如乐于接受问题和质疑、接受分歧、表现出对差异的尊重，都能对机构内部产生一系列影响，让成员们认识到冲突并不是什么令人恐惧和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我们的调研反馈也证实了这一点。一名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写道：


  “我们的新任领导不再咄咄逼人，非常善于化解冲突。这给整个机构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领导面对冲突从容不退缩，员工们也从中收到了正面的信息。”


  社会环境是人们关注和理解自身行为的参照物，而机构领导者对环境的塑造至关重要。


  为了将这一要素付诸实践，国际组织的高管层要身体力行。以下是一些简单易行的步骤。


  ● 在会议结束时反思自己是否理解了不同的看法和信息，在开会时相互倾听并给出建设性的反馈，这些都会改善机构应对冲突的氛围。


  ● 为冲突正名，谈谈冲突为什么是正常的、健康的，让机构成员对意见分歧有心理准备。


  ● 培养解决冲突的技能，例如同理心、沟通能力、跨文化意识、倾听和情商等。将这些技能整合到领导力发展、员工培训和其他渠道中。


  ● 评估自身应对冲突的方式，对薄弱之处加以完善。（诸如采用托马斯-基尔曼冲突模式测试[12]或克雷比尔应对冲突方式清单[13]等可以帮你实现这一目标。）


  ● 发起一场讨论，探讨“正视冲突法则”如何适用于所在机构。为了有效地给组织量身定制一套解决方案，领导者需要监督和调整干预措施。那些聘请了外部团队来建立应对冲突体系的领导层应该密切参与全过程。


  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


  好的组织文化能让身处其中的员工感到愉悦和自信，勇于挑战现状，对组织的行为方式提出质疑或者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不必担心会受责备或者引起羞耻等负面情绪。同事间相互信任，而互信也是组织重视的一种价值。员工对不同的想法和兴趣持诚恳、开放的态度，并且将不同观点视为一种财富。


  多样性和有益的冲突一样，也能提高组织的绩效。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不同的视角、工作方式、经验、职责和身份认同。要想实现这一点，非营利组织需要建立一种鼓励人们施展天性并充分贡献自身能力的文化。社会心理学家丹·凯布尔提出了“探索系统”这一概念。探索系统是大脑中渴望探索和学习的那个部分，激励我们探索环境、成长、创变。探索系统对于创造力来说相当重要。按照凯布尔的看法，在合适的环境下，探索系统可以更好地帮个人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14]相比之下，如果员工们感到不安全并认为威胁来自团队内部，那么他们更有可能退缩和顺从。


  健康的冲突文化对创新至关重要。一家中型国际组织的战略总监说：“好的创新常常出现在找出别人想法中的漏洞时，而这本身就意味着冲突。”


  将这一要素付诸实践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 在组织正式会议和日常工作之外，辟出固定的空间、地点和时间供员工交流。那些有固定议程的会议并没给社交留出时间。


  ● 在召集组织会议时有意识地观察讨论的节奏和开会方式，确保融汇所有参会者的意见。


  ● 在组织内部建立相互尊重的规范，接受他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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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有效的冲突处理程序


  在机构层面建立起应对冲突的措施。这类措施的程序应较为正式，包括如何对内部冲突做出反应、如何从冲突中学习，以及防止冲突升级的措施，例如培训、冲突解决途径、申诉和调解等。非营利组织还可以考虑引入申诉体系或争议审查小组类更为正式的程序，但使用此类程序时应更加谨慎。冲突处理程序还需要涵盖组织内可能发生的所有类型的冲突，从一对一的人际纠纷、部门间的争斗到与机构目标和管理相关的更宽泛的分歧。此外，还应把冲突应对过程的主要内容写下来，并进行公开。


  国际组织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制定不同程序，但描述程序的机构章程或架构中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部分：（1）指导组织解决内部冲突的原则和价值观；（2）应对各类冲突的处理程序。在对处理程序的描述中可以定义组织内部参与者的角色，例如冲突处理顾问、教练、调解人、申诉专员、召集人、小组协调人、保密听众、争议审查委员会、冲突应对教练、调解员等。提供多种应对冲突的渠道很有必要，包括寻求应对冲突建议的第一站（如冲突处理顾问）到冲突应对教练，再到受过训练、能处理问题并引导他人的倾听者网络。


  除此之外，国际组织还应该建立非正式的冲突解决程序，并在组织内部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们建议国际组织不要过度细化应对冲突的步骤或阶段，解决进程不该是机械的，其主要目的是理清实际可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如果进程中牵涉到法律问题（例如影响员工权利、终止雇用关系的决策），那么流程描述要十分详细，以使参与者了解程序是如何推进的。在任何形式的冲突处理程序中，人们对结果尊重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是否公平，即使结果可能对某些人不利。


  商业、教育和公共政策领域一直提倡应用冲突处理程序[15]，因此我们对鲜有国际组织采用同样的方法这一事实感到震惊。我们的研究反复表明，对冲突解决流程的详细描述能让参与者看到问题解决的进展状况，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满足感。在组织内部交流中，员工对公平的感知很重要。公平的交流本身就是有益的，而不公平的交流会激起人们面对威胁时的负面反应。[16]对公平的感知也会影响人们处理冲突的方式[17]，员工向上级反映问题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机构公平程度的感受。[18]


  即便有了冲突处理程序，如果缺少“正视冲突法则”的其他要素也有可能无济于事。事实上，在组织内设置这类系统常会让人误解冲突已经解决了。此外，仅关注申诉或正式程序（也称为以权利为基础的程序）的冲突处理程序是不会成功的，它们不太可能产生令争议者满意的结果，而且也不一定能解决当事者的需求。这是因为这类程序拘泥于规定形式，关注眼前的问题，往往忽略了背后引起冲突的更大的、系统性的组织环境因素。冲突管理系统应该是动态的、适应性强和灵活应变的。建立了冲突管理系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系统必须不断演化发展，以回应用户在反馈中提出的需求。


  在制定冲突处理程序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 找出冲突处理进程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和分歧。


  ● 无论是有效、健康、目的性明确的冲突，还是失衡、不健康的冲突，其管理方式与找到冲突的根源同样重要。[19]


  ● 强调早期干预，防止冲突升级。


  ● 保持冲突处理过程尽可能简单、公平有效。对公平的感受会影响利益相关者是否尊重冲突处理的结果，虽然结果可能会令某些人很难受。


  ● 考虑“分步走”的方式，将冲突现场作为非正式的起点，将“裁决”作为最后一步。在这种情境下，分步走意味着在冲突刚有苗头时就着手处理，并保证冲突各方享有对处理结果的所有权。然后根据需要，将冲突移交给下一步内部处理程序（例如，调解介入，随后是更加正式的调停，必要时请职级更高的管理层参与），而不是一上来就很正式地从更高层级的管理者开始介入。我们使用“裁决”这一术语表明，应由冲突的中立方给出有强制力的最终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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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调查的参与者和受访者均为匿名。

  


  ● 提供易用、广泛、非正式、协作式的程序。例如，调解、小组引导和对话等。


  ● 不必对步骤或阶段过于细化。这类程序在形式上只要能指明实践方向即可。


  ● 参考相关文献。虽然尚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但国际组织仍可采纳我们讨论过的普遍原则，根据各自机构状况加以变通。


  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沟通能力


  想要获得良好的沟通能力，国际组织必须确保不同层次（从一对一到小团队、董事会，再到全员交流）的讨论和互动是公开、直接、坦诚、互相尊重的。机构鼓励充满活力的讨论以及每个成员的积极参与。参与者耐心通过倾听更好地理解他人，通过阐述帮助他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观点。参与者可以恰当谨慎地提出尖锐的问题，而不会为了和气藏着掖着。在沟通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着力于当前的问题，也强调如何去应对问题，反复评估沟通的状况，并根据需要加以调整。


  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倾听与阐述是沟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沟通对于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良好的关系是个人主动性和绩效的驱动力。[20]当人们感到彼此连接、被倾听、被理解时，他们更快乐、更富有成效，满足感、参与度与投入度也更高。管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娜·波拉特在对职场消极行为的研究[21]中发现，消极的环境会缩短员工注意力的持续时间，搅扰短期记忆并损坏免疫系统。


  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沟通。但是当处于冲突中时，沟通会异常艰难。因此，参与者需确保沟通不演变成争辩，争辩只是在反复地陈述针锋相对的立场。每个冲突处理程序的核心都有赖于沟通，通常是采用某种形式的对话。在培训、协调、调停、争议审查委员会以及类似形式的冲突处理中也都如此。即便在仲裁或听证等以裁决为主的程序中，也使用问答式的沟通来表述材料和信息。通过类似的讨论，参与者得以表达自身的利益关切，并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协商过程中，沟通是形成协作程序的关键。


  获得沟通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 从茶水间闲聊到董事会会议，在组织内部的各类场合提升沟通能力。


  ● 在中高级管理层中树立良好沟通习惯的典范。


  ● 在机构会议的常规议程中，除了回顾所讨论的内容以外，还应当回顾讨论是如何开展的，并据此对讨论方式做及时修正。


  ● 将沟通能力作为组织在建设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的核心要素。


  结语


  为了应对组织内部冲突去设计、实施一个冲突处理程序，这一过程本身就有可能带来冲突。尽管每个组织的程序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仍有一些通用的指导原则。


  ● 组建一个包括领导层、管理层、员工在内的工作组，对冲突程序的设计和实施提出方案和建议。


  ● 通过监督、调整领导者的冲突介入方式，为其所在组织量身定制“正视冲突法则”。领导者也应当评估自身的冲突管理能力，并采取行动加以改进。无论是启用外部顾问还是内部团队，机构领导者都应密切参与。


  [image: ]


  ● 通过回应、包容组织的需求来体现冲突处理项目的益处，缓和员工的畏惧心理。高级管理层应全力支持系统性的工作，来打消员工的顾虑。


  ● 不要急功近利。根据组织的性质和规模保持合理的预期。与实施其他具体的变革计划一样，推动该进程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


  ● 尝试利用内部资源来支持组织内生的行动，谨慎使用外部资源。由员工组成的协调或调停工作组可以从内部修复问题，对冲突做出快速反应。经过专业培训或具备相关技能的职工更了解内部情况，可能比外部顾问更容易获得信任。


  ● 思考现有的管理及组织发展程序是否有助于提高冲突处理过程的参与度以及主人翁意识。


  ● 采用经过实践和检验的方法，如全方位评估（一种多方参与的评估程序）和开放空间技术。


  ● 让机构成员即时知晓应对冲突的各项举措与进展。


  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不可避免，在复杂多变的运营环境中更是如此。这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是利还是弊，完全取决于相关机构领导层和董事会。冲突的负面影响不容易量化和评估。它们具有扩散性，通常都不在计划内，产生的代价有的相对客观，例如花费的时间和雇用的顾问，有的又相当主观，例如对人际关系和信任的破坏。同时，投入冲突管理能力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很难评估。要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冲突管理体系，由此获得的创造性和适应性，其价值又几乎不可量化。尽管如此，现有的大量证据表明，建立冲突管理能力的益处还是会远大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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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勒教授等的这篇《如何正向应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冲突？》点出了大多数组织的一个问题——冲突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在以热心、利他和付出为驱动力的社会组织中，以及在以看重关系和谐的亚洲文化中会尤为突出。人们在最初对冲突有所感觉时难以直接面对，而等到问题激化时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常常不可逆转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冲突有正确的理解，弄清楚冲突在社会组织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本文提到，很多组织之所以回避冲突，是因为没有把冲突视为带来积极改变的机会。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并且想补充一点。冲突有不同类型、不同层面，我们对它的看法影响了我们处理的行动。在过去的研究中，组织管理的学者发现冲突可以分为两大类——关系型冲突和任务型冲突：前者强调人际关系带来的矛盾，对于团队的合作和绩效常常有所损害；后者是对任务观点的不一致带来的矛盾，如果善加利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问题，获得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帮助组织有所创新和提升绩效。很可惜的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缺乏足够的智慧、耐心、胸怀和情绪控制能力来区分两者。我们不但没有积极地回应关系冲突，反而常把任务冲突当作了关系冲突，把问题放在了人和人的关系上，而不是去探寻观点或行动背后有分歧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个层面，是大家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互相了解不够、价值观不同、目标未达成一致，还是其他原因，以至于没能发展出新的解决办法来重新凝聚大家，从而错过了进一步沟通和创新发展的机会。


  既然冲突可能带来益处，那么组织具备怎样的能力才能发挥这种益处呢？我们的研究（Jiang,Zhang & Tjosvold,2013）曾发现，只有当大多数成员开始学会出于合作的目的，来充分理解他人、换位思考、克制情绪、坦诚沟通时，团队对于冲突的良性使用才会成为可能。而这种让大家形成共识的文化和能力如何形成呢？文中提到了两个非常直接可行的方法——领导行为和正式制度。首先，如果领导乐于接受质疑、尊重差异、接受分歧，那么整个团队就愿意把冲突视为常态而积极面对；其次，正式的制度对于改变人们的习惯和建立文化也很有益处。组织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来保证逐步提升成员的冲突解决能力，并建立冲突解决的程序，例如培训、申诉、调解等。


  存在矛盾的地方常常蕴含创新变革的可能。社会组织对冲突的善用也许正是下一步成长的开始。


  姜嬿


  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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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放手时且放手——国际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艺术[1]


  作者：丹·霍尼格


  译者：陈智勇


  在国际援助发展领域中，如何权衡总部集权和在地授权两种管理方式的利与弊？


  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在季风期的东帝汶乡间乘着一辆摩托车下山。开摩托的是我的同事维森特（Vicente Brito）。我们同在一家青年农业领域的社区组织工作。


  下山的那条路当天早上还是干燥宜通行的样子，而后来我们的摩托车像是行驶在一条河上，已经快滑到“河边”了。情况相当危险，我想停下来过夜，等天亮了再下山。维森特却不这么想，他用东帝汶的通用语德顿语（Tetun）坚持说，这条路他“懂得”。我跟他争辩，说活着总比冒险丧命强。他回答道：“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我看了看维森特，琢磨着他“懂得”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意思。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工作都仰仗一种模模糊糊“懂得”的感觉。我们懂得什么时候去推动一群年轻人做更多的事情、何时带着同情心倾听，懂得哪些当地领导人值得信任、哪些要保持距离。维森特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长大，眼下既然他说他懂这条回家的路，我就说：“好，咱们走。”


  我们慢慢下山。摩托车微弱的灯光几乎无法穿透雨幕照亮前路。维森特跟着感觉和记忆摸索着前行。等我们终于到达山脚时，他掀起护目镜，转过身来，镇定自若地看着我，似乎在说：“跟你说了我能行。”


  我认为无法通行的道路在维森特眼中却是“可行的”，这种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对国际非营利组织很有借鉴意义。我们通常要在员工的错误判断和管理层对当地情形缺乏了解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不依靠现场判断来决定方向的理由很多：执行人员可能与管理者目标不一致；执行人员虽然有良好的意愿，但他们可能缺乏执行任务所需的技能、敏锐度或能力。而另一方面，即便是最佳设计，自上而下的控制也可能会使那些必须照章执行的员工或受资助人感到窒息。


  即便这些管理和控制出发点是好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真正提升绩效，什么时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呢？我的研究表明，当在未知的或者变化很快的区域开展工作时，由在现场的执行人员控制决策过程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当需要灵活应对和调整方案时，现场的员工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快速做出反应。而且，他们日常积累的经验可以弥补数据中缺失的信息。


  远程管控的利与弊


  从最小型的非营利组织到世界银行，所有国际援助发展组织都必须依靠现场工作人员来弄清楚现场的实际情况。这些员工有着他们远在异国的上司所缺乏的“现场”知识。尽管这些信息对机构很有价值，但信息不对称也给了现场人员歪曲事实、逃避责任的权力空间。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中的经典难题——代理问题：老板（委托人）需要依靠员工（代理人）来完成工作，但并不完全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这些代理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可能不认同委托人的目标，或者没有按照能够推进委托人目标的方式行事。因此，委托人可能会尝试以各种方式监督和控制代理人，以确保代理人按其期望行事。


  控制太少是一种风险，控制太多又何尝不是？监管制度可能导致代理人只去执行那些可以被监管到的任务，而不去做那些难以评估的内容。管理和控制还可能使组织的灵活性降低，使组织反应迟缓，代理人只去做那些委托人会去查看和验证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与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对此进行了合作研究。梯若尔将管理控制与代理人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定为“委托人控制与代理人主动性之间的一种权衡”。


  在我的新书《运用判断力导航》（Navigation by Judgment）中，我试图展示在哪些情况下将更多控制权交给现场人员对组织更有利，在哪些情况下增加更多自上而下的管理会有利于组织的成功。为了研究管理实践、国家背景和项目成功之间的关系，我建立了一个包含14000多个项目的数据库。在过去40年间，这些项目由9家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在180个受援国实施。我用8个定性案例研究作为对定量分析的补充。这些定性案例研究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在利比里亚和南非的项目。


  数据表明，运用在地员工现场判断力导航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即便在受援国变得不可预测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表现也是相当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态势在跨国和单一受援国项目中都得以保持。当某一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可预测时，在地执行人有更大控制权的机构更能够保持其项目绩效[2]。那些难以测量的任务会对国家整体层面的改变产生影响，例如，当项目目标不是修建道路，而是改善运输部门管理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地控制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软信息”的价值


  那些有权通过自主判断来行动的现场人员可以活用“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软信息指的是那些难以包含在正式报告中，或者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发回总部的信息，是和当地语境联系紧密的信息。软信息在许多情境下都很有用，组织的成功也常常取决于它们。已退休的美国将军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在《赋能：打造应对不确定性的敏捷团队》（Team of Teams）一书中对美军在伊拉克的平叛行动进行分析。他将伊拉克描述为一个复杂、陌生和不透明的环境。在以往的行动中，麦克里斯特尔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来管理作战人员。然而，他感到在伊拉克采用这种战略不合适。麦克里斯特尔依靠的是“授权现场作战人员执行行动”，相较于上级的控制权，优先考虑作战人员的判断和软信息，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功。


  麦克里斯特尔写道：“过去的模式是由下属提供信息，由领导发布命令。我们把这一模式颠倒了过来：由领导提供信息，以便下属根据具体情形和理解主动做出判断、采取行动。”[3]减少或取消那些导致行动迟缓的控制机制和审批程序，将更多控制权交到现场人员手中，使他们在需要做出灵活判断时能够迅速反应。这样，组织就会有更强的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采取的行动也能更好地吸收一线员工提供的软信息。


  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所采集的证据表明，软信息在援发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这些信息的有用程度取决于其被使用的方式。《运用判断力导航》一书中有8个案例研究，对其中的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就可证明这一点。20世纪中期，USAID和DFID都开展了提高南非市政治理有效性的项目。但是，两家机构设计和实施的干预方式却截然不同。


  USAID市政治理项目的运作方式就是向市政当局提供培训。培训师会前往社区，就预先安排好的主题（如债务管理）举行一个专题讲座。根据项目成功指标的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应接受债务管理实践的培训。培训结束之后，项目工作人员不仅要确认培训进行情况，还要记录培训人数。


  相比之下，DFID的项目聘用了长期居住在当地的顾问，持续培养技能、建设系统。DFID的顾问依靠软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主动采取行动。项目对报告形式有具体要求，并不依赖于可量化的产出。DFID要求“驻地顾问在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准备一份报告”。DFID的顾问自行设定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汇报自己的绩效。


  两个项目比较的结果如何呢？USAID的培训尽管达到了预定指标，但结果却令人失望。USAID项目负责人表示：“这些培训数字并不能说明培训产生了影响力。”这些数字并非捏造，但是，正如USAID项目的一位参与者所描述的那样，所有被纳入统计的组织都只是为“上座率”服务。南非市政当局对培训并不感兴趣，而且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有好多次，南非政府官员都想不起USAID项目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一次，接受过USAID培训和项目顾问服务的某市政当局一位长期任职的市政经理甚至都想不起USAID存在过。[4]正如一位项目工作人员所说，这个项目“真是令人失望”。


  然而，DFID的项目却取得了一些成功。据该项目的一位实施者称，它的项目报告“内容丰富，而且不是在玩数字游戏”。作为当地居民，DFID这些全职的顾问经常能够找到积极影响市政系统的方法。他们利用软信息就可以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判断出哪些改革是恰当的，知道如何用那些无法被定性或者量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改革。受益方和项目工作人员均报告说，DFID的咨询顾问在市政实践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虽然DFID未能完成所有的前期设定目标，然而，该项目的确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南非政府将它作为效仿的模板，启动了自己的市政支持计划。


  这两个项目清晰地阐释了代理人主动性与委托人控制之间的“梯若尔与阿吉翁”权衡（Tirole-and-Aghion trade-off）[5]。USAID和DFID实施的计划目标高度重叠，但DFID的项目比USAID的项目显然更多地利用了现场判断力来导航。USAID的项目提供可衡量的培训。它的计划受到更多的规则约束，严格的委托人控制限制了将软信息纳入行动和最终组织决策中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DFID大幅度地运用本地判断力进行导航，通过减少控制提高了在地项目人员的主动性。DFID设计的干预措施让现场项目人员的判断能够决定项目方向。现场代理人是项目内容、项目时间以及项目调整的主要推进者。


  量化的误区


  USAID的南非项目对可量化标准的依赖似乎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设定绩效目标对于非营利部门和援发领域的从业人员而言都不陌生。这些测量方法作为工具，有其直观的逻辑性：有了绩效目标，委托人就可以远程指导和干预项目，防止因代理人利益与组织利益不相符而导致南辕北辙或者消极怠工。非营利组织还可以将报酬、成功和晋升与绩效挂钩。


  经合组织（OECD）在一次对USAID的评审中发现，该机构使用大约200个标准指标以及数量更多的自定义指标来监测和评估项目。绩效目标可以给现场员工指明方向，委托人也可以在现场员工未达成目标时对其问责。当我们能够设定明确的目标、知道需要代理人完成什么工作、多长时间能完成，以及我们是否已经完成目标时，采用量化指标会很有效。


  但是，当无法设定目标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找到能够推动代理人实现影响力的目标并非易事。例如，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于2013年在一份名为“成果管理和衡量”（Managing and Measuring for Results）的报告中，发布了对其28家国际发展组织（IDO）成员经验的调查。[6]所有28家IDO都报告称，选择适当的衡量指标对它们来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难度。28家IDO中有3家表示，从未觉得选择目标是很容易或者直接的事。[7]


  部分问题来自所谓的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即就算测量指标本身是合理的，但当其被用来控制或指导现场员工的行动时，也失去了其有用性。举例来说，衡量受过培训的人数可能是判断项目是否达到目标受众的好方法，但是，当同一衡量方法被当成一个控制机制来使用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现场员工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这反过来就削弱了这一衡量方法作为项目干预更广泛的成功指标的准确性。


  这并不是说定量的测量没有用。当我们测量的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时，我们绝对应该集中力量去实现它。《奖励A却期待B的矛盾行为》（On the Folly of Rewarding A,While Hoping for B）一文是商业部门管理学术研究的真正经典之一。[8]这个“愚蠢行为”不是指将代理人引向可测量的东西（A），而是当某些其他更广泛的东西（B）才是组织所期待的时候，委托人却把代理人指向了另一个目标（A）。如果一个项目专注于相对可验证的任务，例如修建道路或提供疫苗，这些目标可以推动现场工人（及其组织）取得成功。在这些情况下，我坚定支持按绩效付费，但是，对于IDO和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大量工作而言，确实没有可测量的“A”能成为制定干预措施的可靠统计数据。例如，IDO在政策和行政目标方面的努力很难用量化指标来判断其是否成功。同理，非营利组织加强社区建设、提高公民意识、提升组织能力的尝试也难以量化。


  其实，我们对此早就有所醒悟。2013年，针对人道主义领域非营利组织所做的研究报告发现，只有3%的非政府组织使用的指标侧重于评估影响，却有38%的组织侧重于评价产出。[9]这一研究还引用了问责与绩效学习网络（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ALNAP）2012年的一份报告——《人道主义系统状况》（State of the Humanitarian System），并声称“产出虽然更容易衡量，但作为指标可能是误导”。我猜很多读者经常会在会议室里听到这样的话，“好吧！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但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了”。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衡量指标很可能会误导项目和资助所要完成的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去衡量？


  原因之一是我们不仅经常使用量化指标来推动绩效，而且还要报告绩效情况。量化指标在报告中的功能让我们即使知道这些测量不准确，也还要继续使用它们。无论这些数字有意义与否，我们都需要不断给立法者、选民或捐赠者提供他们可能会看重的数据。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痴迷于量化的唯一原因。数字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一种我们有“客观”数据作为评估依据的感觉。但是，给我们安全感的数字往往是一个表象。虽然数字可能反映客观性，但它们不一定比任何“主观”评估更能说明更广泛的真相。当我们将对自我的评估缩水到那些能够仅仅用数字衡量的东西时，在资助者的眼里，我们可能看上去更有问责性。然而，这是以牺牲获得实际结果为代价的。


  重新思考“问责”的含义


  我们今天谈论的问责制度是建立在可量化的前提之上的，想要超越它，就需要重新思考“问责”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使用“问责”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资金能尽可能多地产生影响力，当然也要向利益相关者、授权人和资助者展示其产生的影响力。但是，我的研究表明，展现影响力和影响力本身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矛盾。


  有一种不好的做法通常会被视为默认选项，即要展现影响力就必须量化，然后把问责的重点放在测量和报告可以被量化的内容上。但是，如果这种做法阻碍了影响力的发挥，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有没有其他形式的问责？


  如果我们赋权给代理人，当然必须对他们进行问责。但是，问责和可测量不是一回事。韦氏词典对“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一词是这么定义的：首先，“有义务给出一种说明，应负责的”；其次，才是“能够被解释，可解释的”。如果组织正在实施的项目难以通过测量产出或结果来进行管理，那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或许有点激进）：不再用可测量的指标去评估、干预或管理代理人。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在审读《运用判断力导航》一书时，将此归纳为“记账型的问责”和“基于说明的问责”之间的区别。[10]我们越少重视核算数字，越有可能让相关人员担责，把工作做得更好。


  几个月前，我有幸与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全球发展和人口项目主任露丝·莱文（Ruth Levine）谈及资助项目的现场判断如何与问责兼容。我们谈到了她与基金会项目官员之间的互动。莱文说：“当我与一位新项目官员讨论他想要支持的东西时，我不会去看他的想法是否与我一样，而是他提出的理由是否考虑到了风险和多种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休利特基金会在工作中不使用任何指标。在注重项目成果，包括可测量成果这一方面，休利特基金会甚至可以说是领域的领军者之一。量化的绩效数据也确实在莱文评估项目官员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两年一次的受助人调查提供了一些信息，包括项目官员的评分。这些信息都会被莱文用来考量项目官员，但这些数据并不是问责员工的主要工具。“数据”是评估过程的输入，不是答案。定量数据只是判断的依据，不能取代判断。


  像莱文所采用的这类问责制度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包括管理者对自己及他人判断力的信任。代理人也必须信任他们的主管和组织。建立信任需要时间，需要代理人及其主管的共同努力。以代理人判断力为核心的问责制还要求组织拥有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代理人（员工或受助人）。这意味着组织会重点关注这些代理人是谁、他们的动机如何，而不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使这些代理人担责。


  这个概念反过来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想法相呼应。他认为，在最好的监测系统仍未奏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转向更加基于信任的问责方法，而不是维持我们对问责的传统理解，即拿“制裁”来说事。[11]曼斯布里奇认为，一个倾向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制裁的问责制度——对良好绩效进行奖励，或对不佳绩效进行惩处——“不仅源于不信任，而且还会制造不信任”。在监测不完备的情况下，基于制裁的系统可能破坏管理层与代理人之间的信任，其效果远不如建立在信任代理人之上的系统。组织可以专注于挑选和培训代理人，而不是实施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监测和基于绩效的制裁。


  重新思考是否把定量绩效数据作为问责的主要工具，并不意味着要废除定量测量的方法，而是要将其用在其他目的上。定量指标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学习和改进，或者作为决策的部分信息来源。[12]但是，如果测量的手段是以控制为目的，比如用以指导代理人的行动，或直接用于判断绩效是否过关，那么测量的意义就会适得其反。如果USAID的代理人在南非市政治理项目中没有要达到产出目标的压力的话，那么培训人数可能是促进项目管理和理解的有用数据。然而，伴随这些测量而来的压力扭曲了它们的意义。


  还有一种工具既可以用于向员工问责，也可以给予他们运用判断力来行动的空间，这就是行动后的同行评议。例如，医生和医务人员经常参与机构评议或同行评议，以判定手术或医疗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在日常决策需要软信息的情况下，例如确定医疗行动的过程，同行评议可以是改善过程的一种方式。


  基于判断力的问责，其关键是确保对任何判断错误或绩效不佳的结果不是采取更严格控制的办法，而是向员工提供技能培养、实现职业发展的机会。良好的判断力需要激发和诱导，而非命令。如果代理人预想到第一次犯错就将失去继续做出判断的自主权和能力，那么良好的判断力很快就会消失。组织和其代理人都需要失败的空间，并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错误的绝对容忍。虽然一位年轻的医生并不会因为一次错误而被禁止从事该职业，但也不该放任一位在受训中屡屡犯错的医生上岗。关键在于，培养判断力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它，并从错误中学习。


  运用判断力导航


  现场自主权与问责、忠诚之间的张力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社区组织、大型双边和多边捐赠机构，发展中国家的运营商都必须努力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这些组织所做的许多工作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可量化的绩效来指引。运用判断力导航可以通过融入代理人的知识与经验，来提高当地绩效，但它却是以牺牲总部控制为代价的。虽然注重可测量结果会给行业带来收益，但在某些条件下，执着于项目的可测量部分可能会适得其反。


  今天，我们确实有各种资源可以用来进行远程管理。在拥有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图像和智能手机的时代，不仅是援助发展领域，其他对现场员工的监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了。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广受欢迎的《地球财富》（Planet Money）节目在一集节目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未来的工作看起来就像一辆UPS的送货车”。[13]UPS是一家包裹递送服务公司，对效率的追求已经推动它实现了高度技术支持的过程控制。驾驶员被教给如何装载他们的卡车、按什么顺序运送包裹，以及在街道的哪个位置停车，这样就可以进行多次递送服务。为了在签署表格时省下宝贵的几秒钟，左撇子司机需要将笔放在右前袋中，用右手的司机要放在左前袋中。NPR报道：“技术意味着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你是在空荡荡的路上独自驾驶卡车，还是坐在办公室隔间的电脑前，你的公司现在都可以监控你所做的一切。”


  但是，适用于UPS的管理系统可能不适用于银行家、管道工或校长。对于挣扎中的美国公立学校管理者而言，关注可量化的内容可以确保学生坐在教室里，但却无法知道他们在学些什么。[14]总的来说，软信息和明智的判断对于获得良好的结果仍然至关重要，而那些未能运用判断力来导航的公司将处于相对劣势。


  代理人的自主决定权过去一直是自然产生，而不是有意为之的。过去，委托人实施监测任务的能力相对缺乏，消除代理人的自由决定权不太可行。今天，监控技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意味着非营利组织必须有意识地做出判断，以确定监控和测量是否利大于弊。


  有些时候，非营利组织少一些控制或者测量，多一些对做什么、谁去做这类问题的思考反而更有效。我们可以对测量的方法进行改良，而不是简单地去处理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更有效的测量方法有时意味着测量不同的事物，例如从产出转向可验证的结果。有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不做测量也是更为明智的做法，使用测量手法时应该考虑其对代理人行为的负面影响。


  寻求运用判断力来导航的组织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大规模地采用，可以通过给予一些办事处、部门或项目更大的自主权做先行尝试，并将其长期影响与类似项目的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评估其绩效。但是这样的试验不能止步于微调。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一篇关于世界银行改革的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机构改革和真正的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新的架构，还需要改变通道，包括机构的内部系统、流程和代理组织的行为。”[15]新的导航战略要取得成功不仅涉及监测和评估实践，而且涉及招聘、晋升和员工奖励等管理实践和人力资源流程。“良好绩效”比自上而下的指导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只有精心设计和耐心支持，而不是命令，才能引导大家转而更加依赖员工的判断力。


  运用判断力导航也存在着难点。我们不能改变组织管理战略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我们需要权衡这些风险与由此带来的效率和绩效的提高。成本在此不是问题：运用判断力导航可以使组织在没有大量资金或昂贵技术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结果。如果我们因为习惯了建立在可量化指标之上的系统，而放弃对其进行改进，会让国际援助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沦落为由一些空洞的数据所代表的虚假的成功。


  丹·霍尼格（Dan Honig）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国际发展部助理教授，也是《运用判断力导航》（Navigation by Judgment:Why and When Top-Down）（2018年）一书的作者


  点评 组织的管理就是一个均衡问题


  作者：王行最


  前段时间，富平学校的李利亚校长给我发来了《该放手时且放手——国际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艺术》一文，让我给写个评论。我答复说等我看看再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去点评文章的内容。看完文章后，我觉得作者丹·霍尼格所表述的机构管理的观点和理念跟我过去近20年在扶贫基金会的管理实践高度相关，感觉有话要说，就斗胆做些评论，这些评论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该放手时且放手——国际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艺术》一文主要探讨了在地授权与总部集权的关系问题、绩效考核中的量化和不可量化指标问题，并推荐了一个新的管理工具——判断力导航。


  在地授权与总部集权管控永远是一对矛盾：集权管控多了会降低组织的灵活性，造成组织反应迟缓，错失发展的机会或处理危机的时机；而在地授权过多又可能造成在地人员不顾组织的总体目标、自行其是、追求小我，导致组织管理失控。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管控和分权的平衡问题，一个运营良好的组织一般都会书面明确对什么要放权，对什么不能放权，并有相对应的组织架构去保障。这样的组织架构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组织应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哪些事项由总部来决定，哪些事项由所在地决定。比如战略、项目领域、规章制度、年度计划与预算这些重要但又不急迫的事项应由总部集中控制，而项目实施的具体方式、用什么人去执行、项目活动的增减、突发事件的应对、当地合作伙伴的选择及政府关系的维护等常规性且不得变化的工作应由在地全权负责。特别是突发事件，应该由在地全权负责，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因为其离发生地最近，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最具备解决当地问题的知识，最掌握那些“难以言表”的软信息，因此也最知道什么样的回应和处理方式是最恰当的。当然，也应该留下一些决策的过渡地带，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分别由总部或在地做出决策，留出一定的管理决策灵活性。总体而言，就是总部管大的框架、划定边界，只要在大框架和边界之内的事，在地都可以自由决策。唯有如此方能既保证总体目标不偏离，又保留充分的灵活性，使组织创新的火苗生生不息。


  二是组织架构的设置必须是扁平化的。管理层级少，可以保证在地和总部之间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避免官僚主义和信息传递衰减带来的误解，从而增进两者之间的信任，共同维护组织的大局和利益。


  考核是一个组织识别是非、奖优罚劣的基础工具和方法。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仅靠组织的领导凭自己个人的好恶和亲疏远近来决定员工晋升、降职和报酬待遇等，那么这个机构的管理肯定是一塌糊涂的，也是没有生命力和前途的。但是，作者认为现在的一些组织的考核可能过于强调量化而忽略了那些不可量化的指标，而这些不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可能对绩效、对机构的发展更加重要。我个人认为，如果考核指标完全不量化，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弹性指标，一定会给考核人留下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造成考核结果的不公，进而激发机构内部的矛盾，影响机构的绩效和发展。基于平衡记分卡原理的关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可以解决“可量化”和“不可量化”考核指标的平衡问题。关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四大维度构成，即财务指标、客户指标、运营指标和学习成长指标，机构可以根据组织内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设定各个维度和各项指标的权重。对筹资部门而言，可量化的指标就相对比较多，如一年的筹资额、老客户留成的数量、新增客户的数量等，这些指标会占到总考核指标的70%左右，而运营指标如客户维护制度的制定和实践、风险控制、品牌传播、采购合规性等不可量化的指标则占30%以下。对人力资源这样的职能部门而言，可量化指标相对较少，不可量化指标则相对较多。与筹资部门相反，其不可量化指标权重可能会占到80%，而可量化指标则占不到20%。只有根据不同部门工作的不同性质，合理设计可量化和不可量化指标，赋予其不同的权重，才能维护部门之间的公平性，保证机构的有效运营。


  对于所谓的“判断力导航”，我的理解是充分信任在地人员根据其所掌握的软信息和在地知识所做决策的正确性，赋予他们更多的决定权，同时建立在地人员判断力问责制度，并将其与绩效考核挂钩。作者的研究表明，运用在地员工现场判断力导航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在地执行人有更大控制权的机构更能够保持其项目绩效。“判断力导航”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需要认真研读作者的新书《运用判断力导航》，我现在对此不好妄加评论。但我从心底里是支持权力下放，更多赋权在地员工的，也期待未来有机会能与丹·霍尼格先生当面探讨。


  不论是上面所述的在地授权与总部集权管控、考核中的量化考核和不可量化考核，还是判断力导航，都是组织中的“硬杠杠”，而完全由刚性材料组成的物体容易崩塌、断裂，对组织而言亦是如此。一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软硬结合，而其中的软材料就是一个组织的文化。所谓组织文化，就是一个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大家认同并坚守践行的信念、理念、使命、价值观、原则、规则以及行为规范等。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时无地不在。它是一个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石。一个组织的许多空间不是非黑即白、黑白分明的，而是存在灰色地带的，这样的灰色地带问题不能用刚性的规章来规制，需要依靠文化来调和、融合。因此，一个组织一方面要做好各种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打造自己独特的文化，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为组织基业长青保驾护航。


  王行最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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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聚焦


  亚洲新世代慈善家的新思路


  作者：顾石盟


  李凡


  黎宇琳


  译者：黄伟鸿


  这些青年慈善家看待慈善事业的方式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仅仅捐钱是不够的：成功的慈善事业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亚洲的慈善事业正在经历由代际差异引发的深刻文化变革。遗憾的是，这些差异尚未得到充分研究。2011年，由瑞银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开展的有关亚洲家族慈善的研究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结论是，老一代慈善家往往重视回馈家乡和本地社区，而年轻一代具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观点。研究还发现，老一辈倾向于更多地支持教育和健康等“传统”行业，而年轻一代则更重视与艺术、文化、环境和公民权利相关的慈善事业。此外，老一辈慈善家往往更喜欢家长制治理模式，而新一代慈善家更喜欢权力分享型或管理型治理模式，他们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投资模式抱有更开放的态度。[1]


  本文通过对四位来自中、日、韩三国富裕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青年慈善家代表的访谈，分析他们与父辈慈善手法的差异，试图发掘出不同世代的共同点。这并不是一份详尽全面的数据分析，旨在抛砖引玉。


  [image: ]


  拥抱“多样性”


  郑京善（Kyung Sun Chung）是韩国非营利组织RI（Root Impact）的创始人，现在担任RI的首席想象官。这个组织的使命宣言是“做致力于给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变革者的变革者”。该组织成立于2012年，旨在建立一个“影响力生态系统”，帮助社会企业家践行使命，解决紧迫问题，实现业务增长。RI就像一个实验室，郑京善解释道：“我们的实验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眼前的社会企业，也是为了积累可以衡量其社会影响力的硬数据，并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对社会有益。”RI在2014年推出了D-Well计划，为年轻社会企业家、社区组织领袖提供共同生活的空间。作为韩国影响力投资的先驱，RI又在2017年推出了Heyground，这是一个共同工作社区，RI作为社区管理者，为70多家社会企业近500名工作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金融、技术和健康服务。郑京善强调Heyground不是一个孵化器，而是一个合作组织：“我们是在一起工作，不是在培育他们。”


  郑京善来自韩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是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的孙子——现代集团左右着韩国的经济命脉。尽管他从未和在他9岁时就去世的祖父深入交谈过，但他知道自己的祖父被视为一名社会企业家：“他称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公共资产的守护者，他说现代集团不是他的个人财产。他有责任把集团经营得更好，好的生意应该对社会有益。”


  财富让郑京善成为“另类”。由于性格内向，他上学时会因为家庭原因而被欺负和边缘化。他将RI和其他社会企业看作帮助边缘化人群的机会。“对我来说，帮助他们就像是我自己的救赎。”这种观点在富裕的韩国人中并不常见。郑京善批评那些“生活在财富泡沫中”，认为他们的好运和财富是理所当然的同龄人。


  郑京善认为，韩国需要做出改变，变得更加欢迎多样性。“韩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我们的父母一辈受到的教育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做指定的事情，走规划好的路。否则，你就是个失败者。父母试图阻止自己的子女‘走歪了’，这阻碍了他们成为变革推动者。”正是出于这种担忧，郑京善才在首尔老城区创建了D-Well，为60多名年轻人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生活空间。他们同吃同住，可以专注于手头上的社会项目，与同伴交换想法。“我希望让他们远离父母的负面影响，能自信、自由地探讨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他说。


  郑京善在RI未来的五年计划中概述了他力图改变韩国社会的愿景，包括“强化作为韩国思想领袖的品牌”。他解释说：“既然政府正在推动社会经济并模仿我们的模式，我们就需要确保他们把事情做对。我们需要向政府提供建议——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建议，而是他们需要听到的建议。”这项努力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在韩国创造一种新型的对话。他表示：“年轻一代需要更有安全感，两代人之间需要平等对话。”郑京善亲身体会过这一点。


  郑京善的工作正在影响韩国的主流商业实践。他说，韩国企业开始更全面地审视它们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股东）的责任，并认识到“当它们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感到满意时，企业会更具可持续性和弹性”。“成功的企业与员工、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不再是慈善层面的事情，这是为了更有效、更高效和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郑京善希望将RI的经验推广到韩国之外。他的第二个目标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在海外复制其模式。如今，他更喜欢将自己介绍为HGI（Holistic Growth Initiativ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HGI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影响力投资的社会企业，它在RI的全力支持下，于2017年在拉斯维加斯复制了一个D-Well社区，目前正在纽约市开设Heyground分部。这些举措是RI在更大规模的国际扩张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RI可以与合作伙伴分享其实践经验和知识。


  挑战传统


  菅大介（Daisuke Kan）和郑京善的人生从未有过交集，两人却不乏共同之处。和年轻的韩国企业家一样，这位年轻的日本企业家也在访谈中说，“非主流是我身份的代名词”。作为有50多年历史、年销量超过1.5亿瓶的日本软饮料公司Cheerio集团的执行董事，菅大介的这番话着实令人惊讶。他是这家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从东京大学（日本最顶尖的大学）毕业后，一路顺水顺风地获得了斯坦福大学MBA学位。


  尽管如此，菅大介始终没有忘记他家族的外来者身份：他的祖父出生在中国东北。他在访谈中讲述了自己去扫墓的经历，长辈将他介绍给祖先，并提醒他“我们一直是少数民族”。


  这种与主流价值的疏远感对菅大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顺从性为核心价值的国家”。他在美国的经历在几个层面上让他大开眼界。他逐渐了解到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他也开始走出富人阶层的舒适圈，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多样性是如何折射出差异性和不平等的。他和一群斯坦福大学学生一起探访了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帮助清理被风暴摧毁的第九区。“让我震惊的是在灾难发生10个月后，有些孩子还在苦苦找寻他们的父母。”他摇着头说道。


  在美国的这段经历让学成归国的菅大介找到了新的方向。2011年3月11日，日本的东北海岸遭受了“三重灾难”——福岛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难发生后，他迅速从公司仓库向灾区调运了20万瓶饮料，并在接下来的6周内向受难者分发了17万瓶饮料。


  日本的这次灾难又一次触动了菅大介。自从从美国回来后，他就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寻找自然灾害以外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方法。菅大介的商业背景在两个重要方面塑造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他担任集团的执行董事，这意味着他必须挤出时间来参与社会活动；其次，这种商业背景让他深刻地认识到用创业者思维去解决问题的价值。菅大介承认这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日本文化不鼓励通过个人努力去解决问题，失败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这种想法激励他加入了豆腐计划（Tofu Project）。该项目带领日本青年创业者去旧金山湾区参加为期一周的训练营，学习创新和设计思维。这个项目因福岛灾难的反思而诞生，现在它试图挖掘下一代日本人的活力，创造一种创新文化。


  菅大介是日本首个LGBTQ（性少数群体）活动——东京彩虹同志节（Tokyo Rainbow Pride）的主要资助者之一。该年度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是他的朋友杉山。当菅大介刚参与进来时，这个项目只得到了一些外国大使馆和少数跨国公司的支持。“我想支持我的朋友，教育我的员工。LGBTQ人群需要获得社会更好的理解。”他解释道。起初，菅大介只提供财务支持，但现在变得更加投入，并努力寻找其他人来支持这个项目。过去4年里，Cheerio集团一直是东京彩虹同志节的主要赞助商。


  寻找有效的慈善模式


  梁在中的简历看起来和郑京善、菅大介很像。他出生于1984年，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并在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他同样出身于金字塔顶端的富裕阶层：他是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独生子。三一集团是一家跨国重型机械制造集团，而梁稳根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尽管有相似的背景，梁在中却有着与郑京善、菅大介很不一样的慈善理念。他认为中国的“富二代”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因为这一代人大多数没有经历过贫穷，他们不像父母那样拥有强烈的赚钱欲望。他们更愿意捐赠。”梁在中坦言，“我做的任何选择都与我的家庭背景无关。这是我的价值观和我对幸福的追求。我觉得花钱或赚钱并不能让我开心。所以，我选择了慈善事业。”


  梁在中创建了两个非营利组织：三一基金会和接力中国基金会。三一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12月，与其他捐赠基金会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它基于证据进行捐助。2013年至2016年间，三一基金会的奖学金项目花费了约600万元（近100万美元）资助来自中国中西部贫困家庭的高中新生。其发放的奖学金覆盖高中、大学、研究生和海外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补贴。这一关注点反映了梁在中的判断，即中国的慈善事业仍在不断发展，而最有效的方法仍未得到证实。“不仅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来说，而且从总体的心态来说，我们仍然处于早期。我们的观察结果是，在过去30年中慈善业有一些钱被浪费了，而很多行为产生的破坏比收益更多。”其次，三一基金会具有全球视野。其大多数员工都受过海外教育。它一个特别成功的项目是3ESPACE〔“3E”代表简单（easy）、愉快（enjoyable）和有效（effective）〕。该项目旨在通过建立社区、举办研讨会和支持相关项目，建立一个创新、有效的慈善活动生态系统。它支持教育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如Serve for China and Art Dream）和致力于社会创新的新媒体公司（如BottleDream），以及一家名为“美好社会咨询社”（A Better Community）的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


  梁在中的第二个慈善项目——接力中国基金会，是接力中国（官方全称为“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的一个分支。该基金会是由第二代企业家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只有出身于财富达到了一定规模的家族的成员才有资格入会，而且成员资格只对那些在家族企业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开放。2016年，接力中国成员的总资产约为2.3万亿元（略低于4000亿美元），占中国私营企业总资产的12.8%。梁在中是基金会中主管慈善事务的副理事长：“我在这里的关键任务是促使第二代企业家思考如何管理他们的财富，如何抵制诱惑并好好地利用他们的财富。我们邀请了很多长辈和老师来与我们交谈。”


  为中国“富二代”正名


  中国“富二代”经常因其出格的言行而被社会诟病，而梁在中和接力中国的成员正在努力消除中国“富二代”的负面形象。另有一群“富二代”，正努力将自己的形象重塑为“善二代”，即第二代慈善家。牛犇被认为是“善二代”的代表。他是中国最大乳品公司之一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的长子。2004年，牛根生创立了老牛基金会，此后不久，他宣布将捐出他持有的所有蒙牛公司股份。牛犇也承诺捐赠价值10亿元人民币的股票，这些股票是他作为父亲的财产继承人而获得的。


  在英国留学四年后，牛犇于2012年回国，负责管理老牛基金会的环保项目。然而，牛犇有着更远大的抱负。他告诉父亲，“只有有了自己的基金会，我才能全心全意地投身慈善事业。”与本文描述的其他几位新世代慈善家不同，牛犇不参与家族企业的生意。他在毕业后即投身慈善。牛犇也与他的父亲不同，他说话不多，为人低调，人们对牛犇的印象是：诚恳、踏实、肯干。


  2015年，牛犇和他的妹妹牛琼成立了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致力于支持儿童福利、青年创业和家族慈善研究与倡导的家族基金会。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合作的理查德·洛克菲勒公益学人计划（Richard Rockefeller Fellowship），支持致力于发展中国战略性慈善事业的公益专业人士。老牛兄妹公益基金还为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提供赞助。它与媒体名人杨澜创立的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合作，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艺术教育。


  慈善的疆域变得模糊


  本文中的四位新世代慈善家为理解、剖析亚洲第二代和第三代慈善家群体提供了重要的洞察。首先，东北亚的富裕家族都在试图避免东西方众所周知的“富三代”现象。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在日本，这种现象的说法是“三代人从农田打回农田”（rice paddies to rice paddies in three generations）。于是，亚洲新崛起的富人们纷纷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留学，让孩子学习可以帮助他们增加财富的现代商业技能。然而在那里，他们同时接触到了关于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的新观念。即使这原本不是出国的动机，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亚洲企业家也会带着新的想法回到祖国，重新审视他们对家族和家族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第二个共同点是，新世代慈善家倾向于将社会主流文化视为敌人或需要克服的一种障碍，而这场斗争往往是从家里开始的。一些受访者对长辈习惯于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孩子，死守传统的职业选择和思维方式的做法深感忧虑。（然而，我们采访的对象都声明，自己并没有受到这种限制。）这是“同质化”社会的一个缩影，这种社会不鼓励差异，并经常惩罚差异。我们采访的青年慈善家认为自己不同于大多数同龄人，并对其他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的需求比较敏感。


  第三个重要的共同点是，这些青年慈善家看待慈善事业的方式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他们追求真实、可衡量的成果。通常，第一代富人在赚钱时是锱铢必较的资本家和商人，但当他们转身成为慈善家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不管是出于内疚感，还是对社会不幸阶层的责任感，他们往往会爽快地开出大额支票，而不大关心钱是怎么花的。相比之下，他们的子女和孙辈正在努力解决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出于义务感或某种历史、文化的纽带关系。他们目标明确，喜欢亲力亲为。对于他们所支持的慈善组织来说，这些慈善家的参与方式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人力付出，但他们也往往与支持的团体之间建立了更深厚的个人关系，这从长远来看可能是好事。


  这一代年轻人乐于模糊商业与慈善之间的界限。对他们来说，商业是一种工具，一种能够更好地从事慈善事业的手段。他们的慈善手法不仅实用、重视经验与证据，而且通过不断测试不同的模式和项目，来看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在他们看来，仅仅捐钱是不够的：成功的慈善事业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才能实现从慈善到有效慈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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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UBS-INSEAD Study on Family Philanthropy in Asia，2011.

  


  最佳实践


  德国反歧视组织SoR的探索[1]


  作者：保罗·霍克诺斯


  译者：黄伟鸿


  在德国，有两千多所“无种族歧视”的挂牌学校。


  德国柏林的莱布尼兹高中（Leibniz High School）是一座建造于20世纪初的艺术装饰风格建筑，现在学校门口又多了一个新的标志——一个黑白相间的金属牌匾。这个牌匾有鞋盒那么大，上面写着“Schule ohne Rassismus,Schule mit Courage”（“没有种族歧视的学校，有勇气的学校”）。


  这所高中位于柏林市中心，是德国最新一家（确切来说是第2763家）挂上无种族歧视牌子的学校，这标志着德国“无种族歧视学校”（School without Racism，简称SoR）网络的进一步壮大。SoR是德国最大的以学校为对象的反歧视项目。如今，该项目已融入德国约9%的学校，可以说是学校在课堂之外反对歧视的典范。


  SoR是柏林一家非营利组织——“行动与勇气”（Aktion Courage）旗下的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萨内姆·克莱夫解释道：“学生每天进出学校都会看到这块牌子。这并不是奖励或表彰，而是提醒他们已经做出的承诺，要努力打造一所没有歧视的学校，并在面对仇外心理时表现出应有的公民勇气。”


  “行动与勇气”成立于1995年，成立之初的名称就是“没有歧视的学校”（School without Racism）。当时新统一的德国爆发了一系列袭击、纵火和爆炸等仇恨事件，夺去了数十人的生命，受害者主要来自少数民族社区。当时参与机构成立的几个领袖人物探讨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与学校里的学生合作开展项目，但不隶属于学校系统的一部分。当时，比利时已经开始实践这一做法。SoR项目的愿景是成为一座连接两股力量的桥梁：一边是称职能干的地方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反歧视和社会包容；另一边是学生和教师，想采取更多具体措施解决校园歧视。


  2000年，“没有歧视的学校”更名为“行动与勇气”。当时无歧视学校网络（SoR）已经发展到39所学校，并希望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来掌舵。克莱夫出生于土耳其，在德国北部长大。在接管德国教师工会的多元化项目之前，她已经在德国教了20年书，她的学生中许多是移民和难民。克莱夫的经历使她成为“行动与勇气”的最佳掌舵人。两年后，一名叫埃伯哈德·塞德尔的记者（他著有几本分析右翼极端主义的书）也加盟，成为机构主管。


  自那以后，SoR从仅覆盖西德少数几所中学的一家小型志愿者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一个聚集了众多学校、非营利组织、公民教育协会和致力于德国反歧视知名人士的巨大混合体。它为学生和教师们提供了一系列资源，帮助他们对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反犹太主义、极右激进主义和宗教不容忍等各种校园歧视。


  学生反歧视运动的基地


  “行动与勇气”一贯坚持走基层路线，采用高度分权、全体共治（holacracy)的方式进行管理。各个学校分会由学生，而不是SoR协调办公室负责管理，这些分会无须遵循任何指定的项目安排。


  社会学家克劳斯·法里恩（Klaus Farin）长期观察德国的青年文化。他认为，SoR的优势在于规避了那些倾向于传教和指挥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往往会让年轻人反感。法里恩说:“SoR为会员学校引入了非常强大的参与式民主元素。”SoR的柏林总部通常与各地分会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甚至州级协调员的存在也主要是为学生提供资源，学生可自由选择向协调员寻求帮助。


  “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分会的工作都是由学生来组织和完成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育学专家斯特凡·布鲁尔说，“他们决定自己想要关注什么，然后在自己的学校自行实施相关项目。从本质上讲，SoR将学生们变成了社会活动家。”


  SoR通过教师、学校社会工作者和附属于地方分会的合作伙伴发挥监督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在SoR网络中服务了很多年。17岁的蒂洛·迪因是德国西部城市曼海姆的SoR成员和学生，他表示：“这些监督者可能会推学生一把，让车轮滚起来，然后再退身幕后。有时他们也会视需要回来帮我们一把，但他们与我们学生是平等的，而不是我们的上级。他们确保SoR的精神能得到准确的体现。”


  要成为SoR网络的一部分，有意愿的学生必须获得所在学校至少70%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正式支持。学校一旦提交了签名的申请书，就表示承诺通过创造“宽容的环境”，来反对歧视、骚扰和暴力。每个学校分会必须同意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反歧视活动。


  递交签名申请书的学校有资格成为SoR网络的成员，并获得由SoR颁发的一个黑白相间的牌匾。但是“这块牌子并不是终点”，克莱夫强调，“这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承诺，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让它成为现实”。


  会员资格还确保学校配有一个负责协调工作的合作伙伴，通常是一个经“行动与勇气”挑选的当地组织。这种安排将学校分会与校外的民间社会力量联系起来，让学生能够发挥合作伙伴的专长来扩大影响。例如，在法兰克福，安妮·法兰克教育中心（Anne Frank Educational Center）与当地的SoR分会进行合作。类似这家教育中心的分会合作伙伴主要负责筹集资金，其中部分资金来自其所在的联邦州，它们还可以为学校分会与SoR网络中的其他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


  各个分会开展的项目各有特色，有的为世界艾滋病日举办筹款活动，也有的为难民提供各种援助，具体取决于每个学校的情况、学生的个性以及学生认为当前至关重要的议题是什么。例如，2018年，尼德泽尔·梅泽尼奇综合学校（Niederzier Merzenich Comprehensive School）在一年一度的反歧视日活动上为5至13年级的学生举办研讨会。11年级学生探讨了如何防止同性恋恐惧症渗入学校的日常文化；10年级学生则邀请来自大学的专家讨论如何阻止极右激进主义死灰复燃；而年龄最大的13年级学生则前往科隆的一个文献中心参观，学习来自纳粹时代的收藏资料。


  尼德泽尔·梅泽尼奇分会还设立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反歧视实践工作坊，其主要成员会参加一年一度的SoR全国大会。这个全国大会为各分会提供了一个分享信息和经验的平台，还在早期运营阶段的新分会尤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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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种族主义学校的学生成员在德国佩勒贝格游行，以纪念纳粹的受害者

  


  克莱夫和塞德尔都强调说，SoR的目的不是向学生灌输过多的信息，而是鼓励他们与其他学生和合作团体互动。他们表示，这正是德国学校所缺少的东西。德国在战后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妥善处理纳粹史。在所有德国学校，教师们都需要向学生讲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根源。然而，种族主义依然挥之不去。塞德尔说：“显然，种族主义思想在我们文化中的根扎得很深，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还要深。仅仅依靠历史课程，不足以消除这种思想。”


  种族歧视能被消除吗？


  在德国，SoR和其他反歧视项目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2017年，一个名为“德国另类选择”的极右翼政党破天荒地赢得德国国会议席。该政党认为，难民是福利寄生虫，是德国文化的祸害。德国暴发了关于移民问题的激烈辩论，针对难民的暴力事件也在激增。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正在兴起，许多犹太德国人因此不敢在街上戴犹太小圆帽。


  安妮·法兰克教育中心的萨巴·努尔奇玛认为，SoR的组织结构足够灵活，能够对最新事态做出快速反应。该中心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来应对最近的反犹太主义浪潮。努尔奇玛称：“学生们想做点什么，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相比之下，将新的教材引入德国的学校课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学生要有效吸收这些教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SoR并不缺乏批评者。波鸿鲁尔大学教授卡里姆·费雷杜尼指出，“无种族歧视学校”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因为“种族和性别歧视在我们的社会中无处不在。这样的宣言可能会让在学校经历歧视的学生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费雷杜尼等还指出，一些会员学校在反歧视活动方面活动甚少，但仍然将牌子挂在学校门口。他建议对会员学校进行定期评估，并对那些不符合SoR标准的学校进行处罚。此外，他还警告说，强调数量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他们希望SoR采用更加精细的管理方式，更严格地管理其分会。


  “行动与勇气”回应了这些批评，并承认评估过程很复杂，但确实是必要的。至于对追求数量的批评，“行动与勇气”表示对其增长感到满意，但从未暗示仅凭该项目就能战胜德国的种族主义。


  在危机时期，像柏林莱布尼兹高中这样的新学校将继续想方设法来应对德国各地仇外情绪的上升，以及其对教师、学生和学生家庭的影响。这意味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自豪地展示他们的黑白金属牌匾，“行动与勇气”的SoR项目影响力将继续扩大。


  保罗·霍克诺斯（Paul Hockenos）


  驻柏林记者，也是新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柏林的呼唤：无政府状态、音乐、隔离墙和新柏林诞生的故事》一书的作者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When History Lessons Aren’t Enough。

  


  自闭症援助的另一种思路[1]


  作者：艾丽西娅·克莱格


  译者：黄伟鸿


  Auticon是一家专门雇用自闭症患者的跨国IT咨询公司。通过实现财务回报，Auticon以商业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为自闭症患者的就业打造了相对完善的职场规范。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自闭症患者都能在商业逻辑下顺利就业，一些重度自闭症患者需要更多样化的社会援助。


  一个雨天的下午，在东伦敦科技城，拥有三个硕士学位的IT达人托马斯·马达尔向我讲述了他作为自闭症患者，为保住饭碗所经历的种种辛酸。马达尔回忆起他做软件工程师的第一份工作：“我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融入团队，有社交障碍。”在公司熬了两年，雇主劝他离职。尽管后来他又找到了其他工作，但他曾经两次被裁员，接连遭遇失业，而且在多次招聘面试中，在一群“外向”的面试者中毫无胜算。


  然而，马达尔的求职之路在2018年发生了转折。他接受了一家信息技术和合规咨询公司Auticon的邀请，这家公司旗下的所有咨询顾问都患有自闭症。马达尔目前正在为维珍金融（Virgin Money）做一个项目，他说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与了解我病情的人们在一起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多亏了Auticon，他找到了新的生活保障，这其中包括一名职业教练的支持、一份稳定的薪水以及有效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Auticon由曾在科技公司担任高管的德克·米勒－雷姆斯于2011年在柏林创立。米勒－雷姆斯是一名自闭症少年的父亲，他为许多能力很强、本可以自立的自闭症成年人无奈地靠福利过活感到很难过。他还发现，许多自闭症患者在模式匹配、检测错误和一丝不苟地遵循复杂程序方面有强大的能力，而所有这些能力都非常适合IT行业的需求。


  尽管Auticon的大部分顾问智商不低，他们却在社交方面屡屡碰壁。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噪声和强光等刺激源过敏，喜欢遵循惯例，不擅长确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因此，他们大多数人的简历断断续续。“在我们的顾问中，有约80%的人之前处于失业状态，大部分是长期失业；而另外20%的人，有一半以上之前从事着与他们技能不符的工作。”Auticon的英国首席执行官雷·科伊尔如是说，其伦敦分公司雇用了23名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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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才的浪费反映了自闭症群体的普遍状态。根据英国国家自闭症协会（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2016年的研究，只有16%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有全职工作，而有高达77%的无业自闭症成年人希望能有一份工作。Auticon想要改变这种状况。Auticon由安纳达社会创投基金（Ananda Social Venture Fund）投资设立，旨在改善自闭症患者的就业前景，改变企业对自闭症患者的偏见。“我们的首要目标很明确，就是为自闭症患者创造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Auticon集团首席执行官库尔特·舍福尔解释道，“我们还有第二个隐形目标：通过派遣我们的顾问去服务客户的IT团队，改变社会对自闭症患者的看法。”


  如今，Auticon的业务部门共有100多名顾问，其业务网络已经扩展到德国的七个城市。通过在德国与宝马、西门子和安联等客户的合作，Auticon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随后在巴黎、伦敦和苏黎世也相继开设了办事处，包括美国办事处在内的一些办事处正在筹备中。安联科技中心功能平台全球负责人安德里亚·韦埃里希，描述了她在2014年为一个数据项目聘用一名Auticon顾问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他真的是完美人选，因为他的强项是模式识别，这是很多人越做越厌烦、越做越马虎的事情。”


  坚决走商业化路线


  像Auticon这一类型的公司本来有很多其他运作方式可选择。例如它可以将顾问集中在一个地方办公，给他们派发任务，也可以使用远程技术支持员工在家工作。Auticon之所以决定派顾问到客户那里工作，是因为顾问们得以在蓝筹公司内部开展创新性IT项目，而客户也能看到雇用自闭症工作者如何让他们的业务受益。


  “我们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有与自闭症患者共事的机会，并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件值得欢迎，而不是害怕的事情。”科伊尔说。


  Auticon走的是商业化路线。米勒－雷姆斯本可以将它设计成一个慈善机构，他却创立了一个营利性企业，由业绩来决定成败。“我们相信，只有实现长期盈利，才能产生长期的社会影响。”舍福尔解释道，“如果我们依靠捐款或政府资助生存，就不会有稳固的财政资源。”


  通过实现盈利，Auticon挑战了将自闭症视为障碍的成见，并向其他组织证明了雇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普通人”不同的员工的优势。Auticon按市场价格向客户收取顾问费，然后向员工支付与同等规模咨询公司IT专业人员薪酬相当的薪水。然而，为了达到自身及其客户的高标准，Auticon必须提供远远超出初创公司一般标准的支持。首先从招募开始，申请人要接受严格的评估，评估主要考察他们解决谜题和编码难题的能力。那些表现出色的人会参加一个为期数天的工作坊，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Auticon以及Auticon是否适合他们。


  一旦被聘用，这些顾问就会与职业教练配对。柯斯蒂·威尔逊是在伦敦办事处任职的职业教练。她将自己的角色描述为：根据顾问们的职业发展需要，“给予他们恰到好处的帮助，不多也不少”。这些帮助包括支持某位同事适应新的任务（毕竟许多自闭症患者不容易适应变化），或与客户协商调整Auticon员工的工作环境。


  顾问托尔斯滕·辛德勒在慕尼黑工作，是一名高级IT咨询师。他发现办公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他头疼。他不喜欢被频繁切换任务，比较喜欢用电子邮件而不是口头讨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就我而言，自闭症让我对压力、噪声、亮光更加敏感，也容易受打电话的同事干扰，这些东西会扰乱我的注意力。”在职业教练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比如将自己的办公桌摆放在办公室一个安静的角落，戴着降噪耳机来消除干扰等。


  教练们还为Auticon的客户提供支持，毕竟他们可能对自闭症知之甚少。在每个项目开始前，对口的职业教练会向外部合作团队说明因为患有自闭症，这些顾问可能会表现出在他人看来显得粗鲁的行为。譬如，许多自闭症患者会回避闲聊。“日常攀谈中的许多细节信息是很多自闭症患者无法应对的。”伦敦办公室的首席职业教练里奇马尔·梅班克解释道，“他们会问，我是否可以问CEO他们怎么过周末？为什么应该在周五或周一，而不是周三谈论周末的话题呢？”


  体贴周到地包容自闭症患者的“与众不同”可能会带来更多好处。韦埃里希说，当企业尊重自闭症同事的工作能力时，它们会向那些“对遵守规范感到有压力和被限制”的其他同事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可以尽情做自己，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价值得到认可。


  崭露头角的跨国企业


  尽管米勒－雷姆斯创立了Auticon，但带领公司实现扩张的是舍福尔。舍福尔是一名科班出身的IT创业者。他通过安纳达社会风险基金投资了Auticon，并于2013年开始在Auticon担任管理职位。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两人共同经营Auticon。这种分阶段的过渡对这家创业公司有利：一方面，舍福尔可以为公司业务打下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米勒－雷姆斯则集中精力，继续为自闭症患者的就业打造完善的职场规范。2016年，米勒－雷姆斯离开了公司，但他仍然是公司股东和被信赖的顾问。


  作为首席执行官，舍福尔一直在寻找那些认同Auticon的愿景，并相信公司能够创造财务回报的投资者。他在理查德·布兰森领导的维珍集团找到了知音，维珍集团于2016年成为Auticon的股东。参与了这笔投资交易的维珍管理公司投资总监爱德华·穆尔斯表示：“我们认为追求社会影响力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财务回报率，这是我们选择投资对象的标准。”


  将实现社会目标置于追求快速回报之上是Auticon所有投资者的特征。根据舍福尔的说法，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与自闭症有某种情感连接。截至2018年年中，没有一个投资者要求分红或退出。“对于我们的所有投资者来说，Auticon不仅仅是一项投资。”舍福尔指出，“他们选择投资我们而不是其他公司，总是有理由的。”


  对于负责拓展Auticon英国业务的小团队来说，维珍品牌的支持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打通了很多渠道。它的业绩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在英国的现金流收支平衡比预期的还要好。”穆尔斯说。


  然而，科伊尔知道，在追求增长的同时，Auticon要对员工和社会负责。他解释道：“如果我们失败了，人们会看着我们想，‘这是一个试图在雇用自闭症患者的基础上获得财务成功的企业，但它没能做到’。”


  虽然成立不到10年，但Auticon正在与主流IT咨询公司竞争，不断赢得回头客，吸引新的投资者，成功地从柏林的一个实验性公司发展成为拥有众多蓝筹客户的新兴跨国公司。随着打入一个又一个市场，拿下一个又一个客户，它离自己的目标也越来越近。舍福尔说：“当我们的顾问与宝马或安联的团队在一起工作时，对方会与同事和家人谈论这种与自闭症患者共事的经历。我们可以改变社会对自闭症的看法。”


  艾丽西娅·克莱格（Alicia Clegg）


  常驻英国记者，报道领域包括职场、企业和社会正义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The Difference Curve。

  


  社会表格新方法


  为影响力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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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英国


  难题


  在布隆迪长大、在英国从事数字营销工作的丹·怀特于2013年创立了一家名为“90”的咨询公司。这家公司承诺，要将90%的可分配利润捐给发展中国家的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在30年内达到10亿英镑的捐赠额。它真的能做到吗？


  解决方案：


  这家公司目前向保险业提供创新咨询服务，它的商业模式是利用创业实践和创新技术，帮助客户将产品和服务的想法迅速推向市场。其用户包括苏黎世、安盛和安联等许多全球大保险公司。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除了优质服务之外，“90”的慈善理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取胜点。


  成果


  成立6年来，“90”已捐赠25万英镑。“90”的资助对象主要包括慈善组织评估机构、以数据为依据进行经营管理的社会企业等。怀特指出，我们希望资助那些性价比高、能迅速扩大影响力的组织。


  未来挑战：


  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并非相互排斥。遵循有效利他主义的怀特说道：“我之所以是一名社会企业家，是因为我相信商业比慈善更可持续。但其实你可以把商业和慈善结合起来，两者不一定在谱系的两端。”


  挑战男尊女卑的女性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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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印度


  难题：


  印度的家庭事务不是由单一的世俗法律管理，而是由多元法律制度管理。各种宗教团体都有各自平行的法外制度，对于印度1.72亿穆斯林来说，神职人员有权管辖穆斯林的婚姻、继承和子女监护权等家庭事务。比如一名已婚男子仅需要在神职人员面前念三次“talaq”（阿拉伯语中的“离婚”一词），即可宣布与妻子离婚。虽然印度最高法院最近裁定这一做法违反宪法，但神职人员向来由男性担任，这加重了一些世俗事务裁决的不公正。


  解决方案：


  印度穆斯林妇女领导的妇女权利组织BMMA（Bharatiya Muslim Mahila Andolan）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为了对抗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神职人员，BMMA正在对穆斯林妇女进行《古兰经》、《印度宪法》和《妇女权利法》的教义培训。


  成果：


  经过为期一年的学习，15名女性于2017年4月毕业，成为印度第一批女性神职人员。这些25岁至65岁的神职人员目前在印度七个邦工作。虽然她们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实现穆斯林的两性平等。她们已经在处理家暴和遗产纠纷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未来挑战：


  一些舆论认为印度应该彻底废除宗教法外制度，但一些专家认为印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统一的民法。


  更加多元的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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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美国


  难题


  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人员仍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在谷歌从事机器智能的工作人员当中，只有10%是女性；在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小组中，也只有15%是女性。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这两家顶尖科技公司的员工占比也很少。纽约大学研究中心AI Now的博士后研究员萨拉·迈尔斯·韦斯特说，当设计人工智能的团队不代表更广泛的社会时，这带来了算法存在偏见的危险。


  解决方案：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罗斯科夫斯基（Russakovsky）向她的导师、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谷歌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力荐了为女孩子们举办人工智能夏令营的想法。她们的想法一拍即合，她们立刻共创了名为AI4ALL的青年倡议行动项目。项目的课程包括计算机编程培训，并涵盖技术政策和伦理道德，比如讨论人工智能和领导岗位缺乏种族多样性所带来的挑战等。营员们不仅会与教授和研究生见面研讨，还会参观谷歌和全美城市联盟等组织。


  成果


  AI4ALL计划扩展到更多的大学中去。2016年，该项目扩展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8年，扩展到普林斯顿大学、波士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AI4ALL正在搭建的在线平台将致力于把它的课程推广到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当中。


  未来挑战：


  如何将项目带给高中生？罗斯科夫斯基认为，高中生的能力和热情被社会低估了。


  从二氧化碳到鱼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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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美国


  难题：


  随着野生捕捞渔业产量不再上升，而全球新兴中产阶层对鱼类需求增加，预计到203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鱼类供应将来自养鱼场。鱼类饲料的需求量很大。目前的鱼粉饲料等产品都是用凤尾鱼、卷尾鱼或其他靠近食物链底部的鱼类制成的，这会导致过度捕捞。此外，这些鱼类对厄尔尼诺等气候变化十分敏感，这不仅导致供应短缺，也导致价格波动从而损害了养鱼户的利益。


  解决方案：


  一家名为NovoNutrients的初创公司决定找到喂养鱼类更可持续的方式。它致力于寻找替代鱼粉的蛋白质，方法是将收集来的工业气体（包括硫和二氧化碳，同时过滤掉重金属）导向生物反应器，生物如细菌使用氢气作为能量，通过卡尔文循环（微生物发酵）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分子转化为粉末状的食物与饲料。NovoNurtrients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使用多株细菌，让不同微生物在生物反应器中协同工作。


  成果：


  这种新营养素技术有可能将数百万吨二氧化碳废物转化为饲料产品。


  未来挑战：


  作为气候变暖罪魁祸首之一的二氧化碳，其实也是一种尚未开发的经济资源。NovoNutrients正在继续研发产品，不过其规模化前景和是否能被监管部门等机构接受仍有待观望。


  本栏目源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8Issue What’s Next栏目。


  包括下列文章：


  Capturing Emissions for Fish Food，作者罗塞利·陈（Rosalie Chan）


  Developing a More Diverse AI，作者斯坦芬妮·维克斯特亚（Stephanie Wykstra）


  Disrupting the Patriarchy，作者普嘉·昌果伊娃拉（Puja Changoiwala）


  Insuring Impact，作者莎拉·莫瑞（Sarah Murray）


  观点芸萃


  除了监测与评估，非营利部门还需要反馈[1]


  传统非营利部门向来重视监测（monitor）与评估（evaluation）。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有效慈善部主任费·特沃斯基（Fay Twersky）认为，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已经成熟，且不断得到加强。但就目前第三部门的发展来讲，仅有“两条腿”已经不够。我们需要在M与E的“对子”中加入“反馈”（feedback），形成三足鼎立。


  凭借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第三部门的监测工作已发展到收集关于服务对象、服务频率和强度的信息，甚至跟踪短期结果——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决策提供信息。与此同时，评估领域也有了新的方法来回答关于结果、影响和促成或阻碍变化因素的广泛问题。费认为，反馈可以通过聆听客户的体验感受、偏好和想法来获得独特的见解，从而提高非营利部门项目的质量和有效性。


  在文章中，费给出了三个美国社会服务组织的例子，来佐证反馈可以在提供创新来源、暴露隐藏问题和将话语权赋予最少发声群体这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费表示，当30年前开始研究生涯时，客户教育她说客户满意调查在第三部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组织服务的对象很多时候都是免费使用服务的客户。但今非昔比，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即把作为我们服务对象的人放在解决问题的中心。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的一项研究发现，基金会的CEO们相信，多倾听他们希望帮助的人的意见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image: ]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Time for a Three-Legged Measurement Stool，原作者为费·特沃斯基。

  


  研究速览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


  论文名称：《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对道德产品属性信息的选择性失忆》（That’s Not How I Remember It:Willfully Ignorant Memory for Ethical Product Attribute Inform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45,2018,pp.185-207）[1]


  论文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丽贝卡·沃克·雷切克（Rebecca Walker Reczek）等


  论文概要：道德责任容易忘却，欲望却指使消费。雷切克的研究对消费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具有挑战性，因为对消费者来说，这项研究或证实了他们会做出不道德的消费行为，而社会活动家奔波为公众制造的道德记忆很有可能在消费行为产生时被欲望抹杀。而对于一个生产对社会负责的产品的公司来说，要在购买时提醒消费者产品的道德属性，才更有可能让消费者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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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Misremembering to Feel Better。

  


  减薪来拯救世界？员工参与企业社会项目


  论文名称：《减薪来拯救世界？员工参与企业社会项目》（Taking a Hit to Save the World?Employee Participation in a 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vol.39,2018,pp.1003-1030）[1]


  论文作者：意大利米兰SDA Bocconi管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博得（Christiane Bode）等论文概要：许多公司正在重新制定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通过引入各类企业社会项目（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s，CSI），将社会贡献纳入企业经营的整体框架之中。即便要面临暂时降薪的情况，但仍然有许多公司员工志愿到CSI项目中工作。CSI项目已被发现有几大优势：一是有助于吸引、激励和留住人才；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商誉；第三则是可被视为一种员工领导力发展工具。作者针对某家管理咨询公司的CSI项目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CSI项目对于员工来说并非只图一时新鲜，而是具有长久性的吸引力。研究结果同时指出，纯粹的利他主义并非员工们加入CSI项目的唯一动因，许多员工同时也期待从CSI项目中获取包括更高的文化意识、同理心、更强的团队与领导技能以及一系列分析能力在内的各种个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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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s。

  


  我的工作不是拖地板，而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论文名称：《我的工作不是拖地板，而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宇航局如何“人为制造”工作的意义》（I’m Not Mopping the Floors,I’m Putting a Man on the Moon’:How NASA Leaders Enhanced the Meaningfulness of Work by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Work,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une2017）[1]


  论文作者：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安德鲁·卡尔顿（Andrew Carton）


  论文概要：这篇论文中的一个新发现是，领导者应该假设员工不会把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组织的首要目标单独联系起来。因为做这件事是领导者的职责。卡尔顿把这样一个理想的领导者想象成一个“架构师”，而不是一个“变革型远见者”或“监督者”。通过描绘组织远景蓝图，阐明个体员工工作与构建最终产品的关系，从而使员工看到计划及其在其中的位置，通过改变工作的意义来让员工看到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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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How a Janitor Put a Man on the Moon。

  


  有效利他主义的障碍


  论文名称：《有效利他主义的障碍——慈善捐赠中主观偏好的作用》（Impediments to Effective Altruism:The Role of Subjective Preferences in Charitable Giving,PsychologicalScience,May2018）[1]


  论文作者：伦敦商学院的乔纳森·伯曼（Jonathan Z.Berman）等


  论文概要：这篇论文考察了人们做出慈善捐款决定时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更多考虑客观因素（如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问题），还是更多依从自己的主观偏好（如对某一类公益事业的热情或来自周围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人们认为“选择何种慈善机构进行支持”是一种主观而并非客观的行为，因此给予捐赠者更多关于慈善机构有效性的信息，这并不能解决他们给无效的慈善机构捐款这一问题。故而有效信息对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影响效果也就随之受到削弱。为了让人们选择提供最大社会福祉的理性捐赠选项，更多有效信息可能无济于事。相反，或需要改变人们对于自己作为捐赠者角色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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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Winter2019Issue，原标题为Choosing the Best Charity。

  


  新书社


  合作社运动不是万能的


  书评作者：加尔·阿尔皮罗维茨


  译者：黄伟鸿


  《人人享有一切：塑造下一代经济的激进传统》


  原著：内森·施奈德


  页数：304页


  出版时间：2018年


  [image: ]


  内森·施奈德[1]（Nathan Schneider）的合作社运动编年史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但缺乏真正的解决方案。


  内森·施奈德的著作《人人享有一切：塑造下一代经济的激进传统》[2]带我们快速领略了在数字互联的全球化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合作社运动。作为媒体研究教授兼记者，施奈德与学者、社会活动家特雷博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合作，以“平台合作主义”的名义共同开展创新数字化项目。他们将平台合作主义定位为“互联网权力杠杆的共同治理和共享所有权”。


  施奈德的专业知识和他对合作社运动所能带来的新可能性的热情在贯穿全书的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故事来自作者丰富的旅行经历，例如在探访意大利马泰拉洞穴时对修道院的规则有了重新认识。这种规则可作为网络化合作的一种模板，包括一群年轻活动家所发起的21世纪“数字修道院”项目。在描述游览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这段经历时，他探讨了如何在黑人解放运动资深组织者的带领下，运用合作企业重建美国深南部的经济。施奈德的这本书从客观报道的视角出发，赞颂了为当代合作社运动奠定基础的几代人的努力，传达了一种深刻的个人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艰难时期。书中提及的众多历史瑰宝之一就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一句名言：“对付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合作共同体。”当今天极权主义令人沮丧地重新抬头时，以组建基于合作社式企业的新社会为愿景的合作共同体也卷土重来，也许就不足为奇了。在危机时刻，另类的愿景和想法可以充当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成功地在工业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规划了狭窄的第三条道路——一项在企业和工会力量之间达成脆弱平衡的“新政”。即便新政的重点在于监管和再分配，合作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梦想终究在地方和联邦政府的项目中得以实现。其中农村地区受益尤为明显。譬如，政府对新生合作社发放的贷款为美国大片农村地区带来了电力。


  施奈德坚持认为，正如电气化时代一样，如今的数字时代也产生了涉及权利和权力的问题：谁可以实现连接？与谁连接？以什么条件连接？正如电力的出现一样，这场数字革命继续激发着人们改变未来的梦想。在投机资本的推动下，这些梦想已经化身为许许多多关于轻松便利的承诺，诸如这些服务会将世界重塑，奏起“颠覆性”的乐章等。


  随着数字权力和数字网络重新集中在企业的控制之下，施奈德和肖尔茨认为，平台性合作社是解决数字化颠覆的模糊承诺所带来的“棘手的所有权和治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平台性合作社倡导实现民主所有制的具体形式：由合作司机拥有的优步，由用户拥有的推特，由所有人拥有的亚马逊。


  施奈德从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来讲述合作社运动的故事及相关背景，以及从硅谷噩梦般的发展轨迹中拯救网络化合作和数字民主梦想的种种尝试。他的叙述突出了这些创造不一样的数字世界的努力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些努力旨在通过合作经济模式找到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实现共同社区的愿景。同样重要的是，施奈德解释了这一新文化的精神愿景与商业发展和现实世界充满争议、缓慢而混乱的集体决策之间的张力。正如施奈德所说的，“经济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认为任何重要的政治愿景都必须考虑到文化问题以及产生和维持文化的制度形式。


  这本书的作者虽然指出了关于经济与文化生活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却未能为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作者一次次地绕开自己作品中揭示的矛盾，并迅速切换到下一桩逸事。举例来说，合作社本身并不能构建新的文化或另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虽然众多合作型经济组织彼此友好共存，也不与现有的经济体系发生冲突，但却缺乏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共同承诺。作者将此描述为“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难以注意到彼此”。然而，这种认识的缺乏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类似优鲜沛（Ocean Spray）、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和国际信用卡交换系统这些技术上属于合作社的组织，可能并不像身怀理想主义的年轻平台合作者那样，试图重塑施奈德所关注的世界？


  在书中，施奈德偶尔也会承认：缺乏变革性愿景的合作社本身并不能带来所期望的变革。例如，意大利合作社运动经历了快速扩张，导致合作社业务越发与其资本家竞争对手趋同。施奈德观察到，这让年轻一代感到不满，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更为激进的替代方案。而在如何提升合作社地位的问题上，施奈德错误地将模式混淆成系统。我们需要改变系统，而不仅仅是复制模式。通过将合作社提升为构建新社会模式的“候选制度”之一，作者模糊了经济工具和系统愿景之间的界线。尽管合作社在实现系统性变革方面效率低下，施奈德的描述仍让我们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场散落在历史中、充满希望和潜力的运动：“合作社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不是终点，但却是通往平等共享世界的通道。”如此说来，“合作共同体”是一种以共用某种制度形式为根基的地下网络吗？或者合作社只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计划中最终实现正义的手段之一？


  尽管这本书能引起共鸣并鼓舞人心，但并没有提供多少改变制度体系的解决方案。合作社作为民主经济的典范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改变制度不等于建立更多合作社。以工人合作社为例，虽然听上去很吸引人，但事实上，迄今尚未有任何国家能建立起一个联合主流劳动力量的工人合作社部门。如果我们将未来的愿景仅仅寄托在工人合作社身上，很可能会陷入一条死胡同。作为回应，我呼吁建立一种“多元共同体”，让不同规模的要素变得更为明晰，这些要素已经出现在民粹主义者对建立合作共同体的呼吁中，例如货币政策改革和大型产业的公有制。我们应该针对经济系统愿景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来处理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而不是假设一种经济模式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加尔·阿尔皮罗维茨


  民主合作组织（Democracy Collaborative）联合创始人，下一个系统（Next System Project）联合主席


  
    [1]内森·施奈德是一位报道美国社会运动的记者和作家。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媒体研究教授。——译者注，下同

  


  
    [2]原书名为Everything for Everyone: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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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入群，有机会获赠下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合作机构：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以中国社会创新发展及现当代史、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院系研究教育机构，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共同设立。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7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基金会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版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9期导言

  


  科技向善，以技术推动社会创新


  在一个人工智能型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科技的进步正在显著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提升了社会福祉，另一方面也滋生了社会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两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一是人性之恶是否会经由技术而放大，如当年原子弹引发的科学伦理反思；二是技术与人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人类是否可能陷入被自己发明的技术支配的绝境？


  社会创新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剂良药。


  科技进步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善恶，但人的行为却相反。如何通过人的创新行为引导科技向善，是当今世界一个紧迫的命题。本期的主题是“新科技与社会创新”，其文章之一《AI向善的机遇与挑战》讨论的是一个细节，从“使命任务驱动型人工智能”的案例出发，AI（人工智能）应用需要担负起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的责任，机器学习由此才会成为一种向善的解决方案。


  社会创新之于科技向善不仅是一个理论与方法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区块链驱动慈善事业的新模式》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的封面文章，作者对区块链技术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上的作用颇为乐观。但正如《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对之发表的导读所提醒的那样，如果对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中的应用绩效抱有过高期待，或许有缘木求鱼的风险。


  本期另一重点讨论的议题是“利益相关者经济”。2019年夏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商业圆桌会议”汇聚了181位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在联合签署的《公司宗旨宣言书》中声称：“股东利益不再是最重要目标，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这更改了长期以来社会公认的“股东至上”的商业原则，从而引导全球商业生态进入一种创新模式。这也标志着共益企业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共识，商业领袖们集体倡导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在商业活动中受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七类：客户、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社区与社会、地球和位于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且不断做出决策的企业。在这里，尽管商业向善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原则，但“利益相关者经济”仍然是一个新鲜概念：当企业的使命、任务和目标被重新定义，如何去做就成了关键。


  本期其他一些文章也值得关注。


  《循证实践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思路》虽然将讨论聚焦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但线性思维模式对社会创新或许无意识的伤害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问题。社会创新的知识基础是社会科学，基于经验证据的思维和判断力是社会干预政策成功的基础。


  《密苏里模式：应对创伤的系统性变革新视角》的现实意义在于，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严重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心理治疗与疏导已呈现出某种路径依赖的局限性，而“创伤知情型”疗法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创新型工具。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从来不是一本适合坐在幽静书斋里的沙发上阅读的书籍，它的文字适合在咖啡馆、地铁上、飞机场、码头等诸如此类的灵活空间里，在人的行动间歇时刻浏览。它始终指向一种恒定的价值关怀、明确的行动目标、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判断力和专业化的操作方案，以及对所有这些知识的分享欲望，这种欲望驱动着每个社会创新者不断努力完善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社会与社区，并在剧烈变革的环境中引导着这种变革的方向始终向善。


  


  中国区块链驱动慈善事业的新模式[1]


  作者：王晓峰

  凯文·C.德索扎


  
    区块链不仅帮助中国社会企业家提高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可信度和筹资水平，还助力了一个更去中心化且自主的慈善部门。

  


  中国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目前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有80多万家，几乎是2011年的两倍。这一增长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根据《2018年世界捐助指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捐赠国，已经有超过5000万中国人注册成为志愿者。


  慈善机构和公众的参与迅速增加，吸引了更多来自富有捐赠者和私营企业的捐款。目前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企业部门。根据《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7)，2017年中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为1499.86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0.18%。其中，企业捐赠价值为963.34亿元人民币，占捐赠总额的64.23%，其次是个人捐赠（占23.28%）。


  个人捐赠也持续上涨。哈佛大学罗伊和莱拉·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6年间，中国排名前100位的慈善家的捐款增长了两倍多，达到36亿美元。


  中国已采取措施促进这一趋势。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慈善法》。它通过提供慈善捐助的税收减免，鼓励个人、公司和其他组织提供更多捐助。（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中等收入人口位居世界第一。）该法还放宽了对筹款资格的限制，所有依法登记满两年的慈善组织，都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让慈善机构有机会直接向公众筹集资金，而不是仅向公司或富有个人筹集。此前，只有少数公募基金会有资格进行公共筹款，而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都是国有实体的附属机构，这样的规定限制了慈善行业的发展。


  《慈善法》鼓励了新的参与者的蓬勃发展。2016年8月，民政部指定13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名下的慈善组织。更宽松的政策与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相结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慈善事业的在线筹资。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将募捐平台整合到了支付宝和微信中，这两款手机应用非常受欢迎，它们都是慈善平台，用户可以向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捐款。例如，由腾讯发起的中国最大慈善活动“99公益日”，在2018年9月7日至9日期间，收到了来自2800万用户的8.3亿元人民币捐款。


  中国科技巨头们充分利用拥有数亿用户的中国丰富的数字生态系统，发明了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新方式。个人可以将他们的各种活动转化为捐赠资金或商品，企业或组织会将其提供给各种事业和组织。例如，腾讯与“慈善星期二”合作，发起了一项全球倡议，呼吁微信用户在2017年11月23日至28日期间捐赠至少1000步（靠用户的移动设备计数），以帮助患有白血病的儿童。共有500万名参与者捐赠了668亿步，这些捐赠折合成了440万元人民币，由顺丰快递赞助。


  然而，尽管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成功，仍面临许多持续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是缺乏透明度。根据2018年中基透明指数，接受调查的4960家中国基金会的平均得分仅为33.5分（满分为100分），大多数基金会的得分不及格。调查还发现，透明度是大多数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此外，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使得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度下降。例如，2011年，声称是中国红十字会某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的社交名流郭美美因炫富而受到了广泛谴责，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持续数年下降，她后来也因非法经营赌场而被捕。此外，未曾出现负面新闻的慈善机构也出现了衰落。最近，随着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发展，许多众筹欺诈和草根组织从慈善活动中牟取暴利的事件也被曝光。


  这个领域也受到制度限制。尽管新的《慈善法》已经出台，小型慈善组织仍然面临难以获得筹款资格的阻碍。因为一些草根组织名声不好，所以监管机构怀疑小组织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不愿向其发放筹款资格的许可。由于法律对慈善组织的定义有些含糊，监管机构有权拒绝承认其资格。加之其执行新法律经验有限，监管机构往往持谨慎态度。因此，没有优惠资格的私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仍然远远多于公募基金会。许多小型草根组织无法开展依赖公共筹款的项目。


  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幸运的是，中国的慈善家和企业家已经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并通过使用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基础区块链技术，为该行业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框架，为小型组织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区块链并不难理解：由存储在公共数据库中的数字信息或记录的“区块”连接而成。当数字记录被创建时，分布式计算机网络将对其进行确认，并将它们与链中的先前条目配对。由于这个分布式网络保留了区块链，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制它，并且它还是故障安全的。［故障安全是指即使发生了某种故障，也不会对人员或其他设备造成伤害（或者将伤害最小化）。］


  区块链能够从三个方面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改革。首先，它的分类账目使公众能够监测捐款情况，从而鼓励透明和有效的捐款。其次，较小的草根组织可以利用其分散、开放的平台，公开筹集资金，独立开展项目，否则这些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一个由区块链驱动的、透明的、有活力的社区组织构成的慈善部门将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贫困问题和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问题，不受企业和政府的影响，从而激发公众的信心。


  更大的信任


  科技公司已经尝试了区块链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蚂蚁金服集团是将区块链应用于公益事业的先驱。2016年，它与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了一项小型试验，为10名听力障碍儿童筹集资金，很快便从5万名捐助者那里筹集了198400元人民币。这次成功的试验激发了蚂蚁金服将区块链整合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中，平台上的慈善组织利用支付宝系统筹集资金。


  区块链使得每一笔捐赠都是透明、不变和可追踪的，所以捐赠者可以监视他们的资金何时何地被转移和使用。慈善机构，尤其是那些受到丑闻打击、需要重新赢得公众信任的慈善机构，欢迎蚂蚁金服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吁。


  区块链有助于赢得公众对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交易的信任。一旦有了信任，资金就会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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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十字会（CRCF）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也是第一批受蚂蚁金服之邀，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儿童进行基于区块链募捐项目的慈善机构之一。由于郭美美丑闻，它做出了各种努力来恢复公信力，包括披露运营信息和财务报表、加强社交媒体上的公共互动，以及聘请公共关系专家来改善其在微博上的品牌形象。但这些尝试收效甚微。公众对慈善组织自行发布或政府批准的透明度宣传信任不够，传统的财务报表对普通公众来说过于复杂，无法使捐助者追踪其捐款情况并评估其资助的具体项目的费用。


  相比之下，由区块链驱动的透明度在恢复捐助者对捐款去向的信心方面被证明是成功的。举例来说，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的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看到他们资金的全部流动，支付宝拥有5.52亿中国用户，他们用支付宝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支付。通过区块链，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用户可以自动、实时地获得所有交易的细节，并且知道任何交易都不能被修改或删除。他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钱是在哪里使用、被如何使用的。捐赠者、慈善机构和受益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信息不对称都将被消除。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用户还可以全面获取最新项目信息和筹资进展，包括捐助者的数量和捐款数额。每笔捐款都直接与一个特定的收款人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一组受益人联系起来，捐款人还在受益人收到钱时得到一个时间戳。由于支付宝系统会核实收款人的身份，所以每笔捐款都是交给一个真正的受益人，而不是一个假的受益人。归根结底，用户不需要了解区块链是如何工作的就可以将其视为可信任的，区块链的透明度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捐款落入需要的人手中。


  数据显示，更高的透明度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慈善活动。蚂蚁金服2017年运营报告显示，自2017年3月蚂蚁金服完全采用区块链技术以来，1.9亿中国人在9个月内向799个区块链支持项目捐赠了3.39亿元人民币。这一趋势反过来又使公众在慈善事业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竞争性的筹资市场逐渐取代了由国家主导的赠款制度。如今，即使是国有慈善组织，也依赖区块链驱动的慈善平台向公众筹集资金。


  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这些平台筹集了多少资金，而是有多少人或小额捐助者将他们的捐款委托给它们。


  慈善机构把这些信任票作为可信的记录，用来说服占中国慈善捐款最大份额的企业捐赠者。例如，中国红十字会现在只需要一周时间就能完成一个筹资目标为20万元人民币的常规项目，而这是它在自己的网站上做不到的。100多家具有公开筹款资格的慈善机构跟随中国红十字会，加入了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因为没有公众的捐款，它们就无法蓬勃发展；没有区块链平台所提供的公众信任，就没法确保获得这么多的公众捐款。


  更大的自主权


  区块链不仅让社会企业家提高了透明度，而且还帮助小型社会组织成长，使其更加自主。轻松筹是民政部首批认可的13家公开募捐平台之一，拥有5.5亿用户，是中国最大的区块链式医疗捐赠平台，面向那些身患重病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它既促进了慈善机构的在线筹资活动，也使个人用户能够在线筹资。在过去的3年里，它为160万家庭筹集了200多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


  2017年，《公益时报》将轻松筹评选为年度慈善企业，理由是其将区块链整合到众筹平台中，以促进可追踪、透明和所有参与者可以实时监测的点对点交易。为了推广区块链，轻松筹试图让普通用户更容易访问。例如，它曾经使用哈希代码（一个十六进制文件）来帮助用户理解区块链中记录的内容。捐赠资金时，捐赠者会被自动分配一个代码，来跟踪公有区块链网络Sunlight Chain上的记录。技术人员还试图使用波动曲线来直观地显示捐赠发生时信息是如何添加到区块链中的。该曲线跟踪在特定时间收到的捐款数额。但他们最终发现，大多数用户不理解散列代码和移动曲线，因此他们用绑定到区块链数据库的实时报价器替换它们，以更新实时捐款。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李汐表示：“由于区块链是一种抽象的底层技术，不是一种可视化产品，我们必须将其转化为一种视觉上有吸引力且易于访问的形式。”“捐助者越理解区块链，就越信任它。”


  轻松筹正在利用区块链创建一个具有更大自主权、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社区。此前，许多中国社会组织由于没有公开募捐资格而衰落。根据现行规定，它们只能通过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合作，才能在网上为自己的项目筹集资金，并需要为此放弃一部分对项目的控制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汐和他的团队将特许经营模式融入慈善实践中。作为特许经营商，轻松筹将其数字筹款平台免费授权给特许经营商，比如一个小型社会组织。加盟商平台的布局和功能与轻松筹平台相似，在阳光链网上占有一个节点。通过这种方式，加盟商可以独立开展公众募捐活动，并通过在微信上的订阅账户中添加该活动来增加其风险敞口。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轻松筹的品牌和区块链技术帮助小组织提高了可信度和影响力；作为回报，这些组织必须效仿轻松筹致力于透明和负责任的慈善活动。虽然草根组织可以独立发起筹款活动，但它们无法获得捐款，受益人只能通过点对点交易获得捐款。


  怀化志愿者协会是与轻松筹合作的社会组织之一。怀化是湘西一个多山的农村地区，贫困、健康问题严重。继中央政府承诺到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之后，怀化市地方政府也将扶贫工作列为优先事项，并欢迎轻松筹和怀化志愿者协会开展由区块链驱动的慈善活动。在当地卫生局的支持下，轻松筹和怀化志愿者协会一起，与怀化第二人民医院、怀化大学法学院及公共行政学院合作，发起了一场名为“微爱互助”的募捐活动，旨在解决由疾病或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需要帮助的个人可以在微爱平台上申请捐款，该平台与阳光链网络相关联。微爱募集的资金是以透明的方式处理的，这有助于怀化志愿者协会避免曾经玷污许多草根组织声誉的腐败嫌疑。自2018年7月采用区块链平台以来，微爱在三个月内已向60000多人筹集了200多万元人民币，并在其平台的主页上更新捐款统计数据。


  “采用区块链平台不仅确保了问责制和透明度，还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独立进行公共筹资。”怀化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杨晓军表示。他在这家草根组织工作了10年。“这样做让我们学会了如何独立运作项目。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将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从一个辅助参与者转变为该领域的领先参与者。”


  微爱的成功表明，区块链平台可以帮助中国欠发达地区融入更大的经济体系。新兴技术在中国农村的渗透率远低于大都市地区，因此大多数农村居民对区块链技术一无所知。为支持微爱的努力，志愿者在当地医院建立了互助网站，以提高公众意识，并帮助寻求经济援助的患者在平台上提出筹资请求。在帮助筹集资金之后，志愿者们会跟踪病人，以获得反馈，了解他们如何使用捐款，并在平台上发布他们的反馈。志愿者还利用他们广泛的本地联系进行后台调查，并确保添加到区块链中的信息是准确的。由于农村地区的数字化程度低，许多居民几乎没有电子财务或医疗记录，因此，志愿人员的尽职调查对于避免筹资欺诈和维护公众信心至关重要。


  鉴于目前取得的成功，轻松筹和杨晓军的团队正在考虑将微爱模式推广到湖南省其他面临疾病问题的贫困地区。如果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将进一步示范由区块链驱动的慈善做法如何通过挖掘社区社会组织的潜力来改善地方一级的公共福利。微爱的模式在科技部门、公共部门和地方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了良性的伙伴关系。这些试验的成功反过来又增加了慈善部门的影响力和可信度。


  更大程度的一体化


  虽然区块链驱动的创新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项技术更多鼓舞人心的应用仍值得期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于区块链的慈善实践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信息的可信度。由于缺少电子财务和个人记录，捐款接受者将相关信息手工添加到区块链平台。这一进程助长了许多筹资欺诈案件，损害了公众的信心。为了缓解这些担忧，慈善机构必须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以核实来自多个部门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医疗保健、住房、银行存款和社会保险。这种尽职调查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由于非政府慈善机构无法查阅政府信息资源，因此它们必须依靠工作人员核实募捐者的财务和医疗记录。更糟糕的是，不是每个慈善机构都能负担得起一个团队来做这项工作。对于准政府组织来说，尽管它们拥有行政权力，但仍然无权查询所有相关信息，如财产记录。鉴于这些问题，慈善机构希望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最终能使人们更容易、更有效地获取审查筹资申请所需的信息。


  “要让区块链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需求，需要该行业内外的大量数据。”在线互助平台众托帮的CEO（首席执行官）乔克表示，“如果医疗和财务记录等信息能够以加密形式添加到区块链中，并由慈善机构访问，将提高筹资效率。”众托帮正在利用区块链创建一个数据库心链，帮助企业和个人捐赠者根据自己的慈善活动建立数字记录。


  一个开始试验的好方法是设法在政府和慈善机构之间分享已登记贫困家庭的数据，因为许多慈善财政资助对象属于农村地区的已登记贫困家庭。在国家扶贫运动中，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穷人数据库，这可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例如，领先的区块链服务提供商Ziggurat正在为陕西省扶贫办公室开发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库，以记录贫困家庭的财务状况，包括其交易历史和详细的资产记录。


  让慈善机构获得它们需要的数据需要跨部门的合作，但是由于对安全和隐私的担忧，特别是考虑到猖獗的电信诈骗、身份盗窃和伪造卡，慈善部门内外很少进行电子信息共享。这些罪行绝大部分都是个人资料的泄露和盗窃。例如，2017年，中国警方成功追踪了500多亿条被盗个人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抓获了4800多名嫌疑人。据公安部称，个人信息的泄露和盗窃主要来自公司和公共机构的雇员。于2017年生效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所有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都必须保密。


  区块链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它确保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点对点地交换信息。智能合同可以管理何时以及如何共享数据，它是一种自动执行的计算机代码，在区块链的顶端根据合约规定运行一组预定义的规则。在慈善部门，当慈善机构请求访问私人数据时，必须先确认和处理智能合同，然后才能通过区块链在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直接共享记录。此外，可以对这些数据传输进行安全加密。例如，Ziggurat正在开发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平台，用于税务局和工商局之间使用加密的数据共享。


  如果区块链成功促进了慈善部门内外的数据共享，它将带来更大的连通性和更高的规模效率，这是大型集中运营商以前必须做到的。随着更多的参与者同意通过基于区块链的平台共享数据，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将得到发展。慈善机构将能够整合其他部门的信息，如住房、医疗保健、银行、社会保险和政府，慈善部门将实现更大的透明度、有效性和信任。政府监管者也将欢迎这种新的做法，因为这不仅可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而且可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监督慈善部门，并更容易地查明违规行为和潜在的腐败行为。


  解决保健费用问题


  企业家还可以将区块链应用于其他紧迫的社会问题，如飙升的医疗保健成本。虽然中国95%的人口享受国有医疗保险，但由于各种原因，重症或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可能很高。首先，中国有三大医疗支出来源：地方政府补贴、国有保险和自费。费用的实际承付范围因区域而异。由于地区间的不平衡，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从地方政府获得的补贴通常较少，因此他们必须支付比生活在富裕城市的人更大比例的医疗费用。其次，医院和地方卫生局对报销进行了限制，以防止医疗资源的滥用和欺诈。因此，在实践中，报销费用的范围低于理论上的报销额度。最后，保险范围没有扩大到许多基本医疗服务和药品。例如，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不少门诊药物是不报销的。


  由于这些原因，重病会导致公民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以癌症为例：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甚至中产家庭，都因为高昂的放疗、化疗和抗癌药物的价格而难以支付治疗费用，这些药物大部分都是昂贵的进口产品，而国家医疗保险并不将其包括在内。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了一个商人从印度走私癌症药物到中国的真实故事，该片的票房成绩奇高。这部电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他们担心医疗费用和因病致贫的可能性。


  为了解决这些关切，政府采取了重大措施。2007年至2017年间，中国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从45.2%下降到28.8%。为进一步减轻个人负担，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财政卫生经费分配和使用的报告，在个人自费支出比重下降的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上涨，一些地区的医疗保险基金赤字也越来越大。中国公民清楚地意识到公共保险覆盖面的差距，以及他们在医疗费用飙升时得不到充分保护所面临的风险。因此，许多中国人需要灵活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计划来补充自己的国家医疗保险。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轻松筹开发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互助平台。其中一个项目有助于防止18至50岁的癌症患者或29种其他严重疾病患者因医疗账单而倾家荡产（年龄在50至65岁之间的人有资格参加其他项目）。该项目一次性会员费仅为10元。参加者必须在参加该计划时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必须根据年龄通过180天或360天的观察期。试观察结束后，患有该项目所涵盖的严重疾病之一并通过轻松筹和第三方机构背景调查的会员，最多可获得3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费补贴。申请人须提供收据正本、诊断证明书及其他有关病历，才可获得经济援助。评估的依据是申请人的资格、病情严重程度和医疗费用。由于有6000万用户，该项目的所有成员分担费用，通常每人不超过1元人民币。参与者定期收到关于他们的钱去了哪里、谁在使用它以及为什么使用它的信息。如果没有人申请经济支持，则会员费将继续保留在用户的账户中，其覆盖范围将一直有效，直到余额降至3元人民币以下。然后，用户可以重新填充账户以保留在程序中，也可以退出。到目前为止，已有1318名用户得到了该方案的资金支持。


  新模式


  中国区块链慈善事业的发展远远不止于发展该行业和确保其透明度与问责制。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慈善捐赠模式，是真正以社区为基础的。与“局外人”经营的慈善事业不同，这一新慈善事业鼓励会员直接合作，利用社区资源解决共同的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社区慈善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建立。”乔克说，“这项计划不是依赖外界的支持和资源，而是强调社区成员互相协助的重要性。这种分散的自治机制反映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


  与传统的中国慈善不同，基于区块链的慈善是通过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同意来管理的。这项新技术建立了一个共识机制，使慈善机构在没有中央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开展慈善活动。通过参与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慈善活动，参与者认识到想要发展壮大，他们必须依靠公众支持和社会资源，而不是政府官员的认可。


  基于区块链的慈善事业也在扩大该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通过促进慈善行业内外的协作和整合，区块链正在将慈善变成一个战略召集人，将包括慈善机构、企业、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在内的多个行为体聚集在一起，以更具建设性、透明度和效率的方式，为共同利益而努力。


  虽然区块链给慈善界带来了许多这样的好处，但它仍然是新的和实验性的，并面临着许多障碍。慈善事业依赖的不仅仅是透明的捐款流动，人的参与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区块链改善了问责制，但仍有必要进行监督，以监测记录在平台上的人员和数据。中国和世界在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在推动慈善事业的潜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晓峰（Xiaofeng Wang）


    北京（报道）商业和技术领域记者。在富布赖特奖学金项目下，她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新美国大学担任休伯特·汉弗莱研究员。


    凯文·C.德索扎（Kevin C. Desouza）


    昆士兰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商业、技术和战略教授，布鲁金斯学会政府研究项目客座高级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点评

    区块链对慈善事业的效用还需要再观察


    作者：黎宇琳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近期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区块链驱动慈善事业的新模式》的封面文章，文章作者认为：中国的慈善家和企业家通过使用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基础区块链技术，为该行业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框架，为小型组织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取得了一些成功。


    作者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置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信任缺失、中小型组织筹资困难”的问题意识之下，认为区块链技术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有可能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大的信任、更大的自主权、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并激发慈善新模式的涌现。


    看上去，作者对区块链的效用有着一种几乎毫无保留的乐观，对此，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历史欠账很多、情况复杂，区块链的应用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能不能真正地起到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最近两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尽管这项技术目前只在个别项目中应用，并且带有一定程度的测试性质，仍然令不少行业观察者、研究者感到兴奋。他们认为，区块链技术会为慈善事业带来强大的变革动力，并最终重塑整个行业连接方式。


    清华学者王名就是区块链的大粉丝。他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非营利评论》上发表题为《公益4.0：中国公益慈善的区块链时代》的论文，认为“区块链技术将推动我国公益慈善进入新时代，将带来公益模式的创新，由政府背书慈善组织的公益1.0阶段、企业支持慈善组织的公益2.0阶段、互联网慈善的公益3.0阶段会向区块链慈善的公益4.0阶段发展。”


    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行业猜想：“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将带来慈善模式中的‘去慈善组织化’，使得慈善组织不再扮演资产流转中介的角色。”它还更进一步指出：“区块链技术本身不是变革，其背后代表的透明、协作、分享的模式和精神才是变革，透明、协作和分享的模式是区块链思维的核心。”


    这样的行业变局诚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其他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至少就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应用来说，我们还看不到区块链技术“一统江湖”的迹象。相反，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目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全面推广遥遥无期。


    区块链作为一种不可篡改的“公共记账本”，对简单的点对点资助型项目是比较有优势的，但对诸如环境保护等复杂项目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中国区块链驱动慈善事业的新模式》一文中提到蚂蚁金服的案例，据我了解，蚂蚁金服对区块链的应用主要在其“顶梁柱”项目上，这是一个为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提供保障的、典型的点对点资助型项目。


    同时，区块链技术虽然能追踪资金的流转，但无法评估一个项目是否有效，尽管能大幅提升透明度，却对复杂项目的信任建立没有太大帮助。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未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公益慈善组织？


    如果公益慈善组织只是被定位为善款的搬运工，或者项目的执行者，是“手脚”而非“大脑”，那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很可能会对行业分工产生巨大的改变。但如果一家公益慈善组织被定位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者，那区块链就顶多是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而已。


    
      黎宇琳


      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办人。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China’s New Model of Blockchain-Driven Philanthropy。

  


  AI向善的机遇与挑战[1]


  作者：吉迪恩·罗森布拉特

  阿比沙克·古普塔

  译者：张亦蕾


  
    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为非营利组织带来了利好消息。

  


  对自杀预防来说，每一分钟的响应时间都至关重要。为此，纽约市著名的非营利组织“危机短信热线”（Crisis Text Line）的技术团队分析了大约6500万条短信，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判断哪些词与高自杀风险相关。分析结果令团队惊讶。例如，在短信中使用“EMS”（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这个词，其所预示的自杀风险比“自杀”这个词要高出5倍之多。通过使用这种分析，团队可以像医院急诊科的分诊系统一样，更好地对收到的消息进行优先级排序。如今，该组织能够在5分钟之内对94%的存在高自杀风险的短信发信人做出回应。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自动化分析，如此规模的分析工作显然是难以进行的。这只是“使命驱动型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以负责任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从而应对社会挑战和生态挑战。使命驱动型人工智能有时也被叫作“AI向善”，是指运用机器学习来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服务，从而提升运营效率、改善项目质量。


  确切地说，AI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描述了机器获得与人一样不断进化的执行任务的能力。机器学习是AI的一个具体方法，指将统计技术应用于数据，训练计算机去执行任务，且无须再由人工对规则进行具体编程。“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它模仿大脑处理数据的方式，搭建多个处理层来处理数据。在本文中，我们有意于将AI放在更广的维度中讨论。尽管如此，机器学习确实占据了AI研究和开发的绝大部分内容，因此我们在谈到运用了这个技术的特定项目时也会使用机器学习这个术语。


  使用AI来驱动向善的力量可以增强社会变革部门的能力。具体来说，它有可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社会变革组织的影响力。想想看，把这些组织从一辆大众甲壳虫变成一艘航空母舰，会是怎样的效果。


  第一步


  在机器学习领域，我们正在经历着像寒武纪那样的爆炸式发展时代：算法已经可以击败围棋世界冠军、驾驶汽车、通过智能手机摄像头进行实时翻译，以及简化已高度优化的商业流程——例如将谷歌数据中心的冷却费减少40%。


  这些创新也将改变非营利部门。我们预测，非营利组织将最先采用AI来进行组织能力建设——通过加强筹款、营销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技能，以及优化流程和资源配置，来提高机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非营利机构对能力建设的需求通常是相似的。通过些许调整，一个关于筹款、会计或传播的解决方案通常就可以满足多个组织的需求。因此，对能力建设的技术投入可以很快地在非营利部门中得到推广，这是我们希望通过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来实现的。


  许多非营利组织已经使用Salesforce和Blackbaud关系管理数据库服务来管理筹款业务了。这些服务现在已经开始整合机器学习功能，这意味着这些组织将很快能够使用数据驱动的模型来预测捐赠者的行为，更加准确地预测年终筹资额和其他财务目标。会计软件包QuickBooks是另一款非营利组织常用的工具，目前也增加了机器学习功能，特别是那些可以对费用和其他会计数据进行自动分类的功能。这样，机器学习就会成为已经熟知工具里的一个新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机器学习的障碍将相对较低。


  机器客服在非营利领域的应用


  所有巨头科技公司都开发了机器客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AI来回答基于文本的问询，并将代码开放给其他软件开发人员。通过对话式地回应信息需求，回复简单问题，机器客服可以帮助组织提高响应能力，这有点像一种全自动的常见问题问答（FAQs）。现在，企业客服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在部署机器客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机器客服将在处理小额捐赠和其他常规互动操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机器客服还能开发出更具创新性的应用。2016年，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水”（Water）通过机器客服模拟了与虚构埃塞俄比亚女孩“Yeshi”的对话，以提高人们对获取干净水的认知。各组织也在尝试把机器客服用于研究目的，例如就食品价格和食品安全状况对尼日利亚和海地民众进行访谈。


  大规模应用的四个障碍


  对于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来说，虽然机器学习的下一个阶段将会放缓，但它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因为机器学习可以使组织更加聪明地工作，并且降低工作成本。


  但在改变发生之前，这个领域还需克服四个障碍。首先是资金。如果非营利组织想从AI中获取超越普通能力建设的成果，那么它们就需要量身定制的、与项目相关的机器学习应用。每一个组织将单独承担这些具体产品的大部分开发费用。在资助人眼中，这增加了新技术投资的风险。


  第二个障碍是机器学习系统开发的复杂性。然而，这个问题可能在机器学习的过程中自我解决。几年前，这些技术还需要多年经验。而今天，来自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的新软件开发平台已经可以对构建机器学习系统的过程进行自动化，从而降低了门槛，极大增加了可为非营利组织开发软件的人员数量。有了更简单的工具和更充足的开发人员资源，开发成本就会下降。


  第三个障碍涉及对大规模、高质量和结构化数据集的需求，这是构建机器学习系统所必需的。诸如Salesforce和Intuit（QuickBooks的开发者）这一类的公司能够调用海量客户数据，为许多能力建设应用程序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当涉及与具体项目相关的应用程序时，很少有非营利组织能拥有足够多的数据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即使有些组织确实收集到了数据，这些数据的结构格式通常也无法满足机器学习应用程序的要求。


  有一种解决办法可能存在于更大的、策划更好的政府和第三方数据集中。例如，森林监测项目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和非营利技术组织雨林链接（Rainforest Connection）使用机器学习来识别导致刚果和亚马孙地区森林流失的因素；可持续渔业计划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分析了渔船发出的约220亿条短信，用于揭发非法工业渔船。要想更好地利用外部数据资源，这些组织还可以使用Tableau和Alteryx等数据分析系统。


  
    [image: ]

    机器学习算法可帮助找出考生成功考取大学的因素（照片由College Forward提供）

  


  另一个可供非营利组织选择的办法是数据共享。College Forward是一个高科技的大学导师项目，它正在训练Salesforce的机器学习能力，以自动预测哪些学生最有可能辍学。该组织已将此技术授权给全美其他40个类似的大学学业管理项目，影响了约30万名学生。首席执行官奥斯丁·布钦（Austin Buchin）指出，他们的计划是帮助这些合作伙伴项目能最终通过数据共享协议来进行数据汇总，如果他们这样做，“预测质量将获得飞升”。


  最后一个障碍是低价、易获取的计算基础架构。用以推动机器学习的复杂计算模型和海量数据集给计算基础架构带来了沉重负担。幸运的是，亚马逊、NVIDIA（英伟达）、谷歌和微软都开发了云计算服务。这四家公司都有针对非营利组织的服务程序，我们希望它们都能很快将其机器学习功能加入这些程序中。


  AI向善的未来


  展望未来，非营利组织最终能够整合通过机器学习所获得的有用信息，并将其自动应用到各个项目当中。


  一些熟谙技术的非营利组织已经起步了。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资助的Skylight项目利用卫星、船只记录、渔业法规和其他数据，使各国能够识别可疑的捕捞活动，并实时协调各国之间的应对措施。同样，雨林链接建立了一个偷猎和森林砍伐的监测系统，监视置放在雨林里的音频记录设备。该网络与一个用于捕获偷猎者和非法伐木者的实时警报系统绑定在一起。


  当然，这些例子都不算是主流现象。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并不拥有经过培训的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许多非营利组织将会采用技术解决方案来提升能力和优化流程。对社会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来说，巨大的机会已经摆在眼前。我们希望社会变革部门能更全面地拥抱机器学习，以此作为提升其工作效率、筹款以及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吉迪恩·罗森布拉特（Gideon Rosenblatt）


    《重大前沿》（Vital Edge）的撰稿人，写作方向是技术、工作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曾担任Groundwire技术能力建设公司的执行董事，此前曾在微软管理营销和产品开发团队。


    阿比沙克·古普塔(Abhishek Gupta)


    蒙特利尔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Montreal AI Ethics Institute）创始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和第三区（District 3）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其工作侧重于技术和政策方法，以确保人工智能的道德、安全和包容性发展，同时为该地区AI与道德社区建设公民参与这些对话的能力。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Jun. 11, 2018 Issue，原标题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Force for Good。

  


  用3D打印解决住房问题[1]


  作者：科里·宾斯

  译者：江璐


  
    美国非营利组织“新故事”使用3D打印技术以低廉、高效的方式建造房屋。科技是否能给无家可归问题画上句号？

  


  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阿瓦查潘市，埃文·希门尼斯满面笑容地带着“新故事”的首席执行官布雷特·哈格勒（Brett Hagler）参观自己的新居。尽管肾衰竭让这个年仅31岁的小伙子活力不再，但至少他在做完透析治疗后，不用再回到那个老鼠猖獗的漏雨小屋里。“过去由于住处简陋，我的心情更加抑郁和悲伤。”


  由哈格勒创办的非营利组织新故事，不仅为希门尼斯建造了新居，还在他家后院建了一个无菌的私人诊所，供他日常透析使用。此外，希门尼斯还能在家里为新故事在社区内建造的其他新房制作蓝白色门牌，从而补贴家用。


  新故事相信能够通过科技终结无家可归的现象。自2014年创立以来，哈格勒和他的团队已经筹资在萨尔瓦多、海地、玻利维亚以及墨西哥建造了1600间房屋。新故事的目标是在成立十周年之际打造1000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能容纳100个家庭。他们于2019年夏天动工建造第一个3D打印社区。


  
    [image: ]

    埃文·希门尼斯在新故事组织为其在萨尔瓦多阿瓦查潘建造的新居前展露笑颜

  


  “稳定的住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新故事的投资者之一DRK基金会（Draper Richard Kaplan Foundation）的投资合伙人克里斯蒂·陈（Christy Chin）这样说道，“你如果知道晚上该去哪里睡觉，会睡得更加安稳，身体也会更加健康。”美国无家可归者全民保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她的观点。该报告发现，无家可归者饱受各种由睡眠中断导致的慢性疾病之苦。“而且你的学习工作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你的家庭也会更加稳固。”陈继续说道，“新故事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认识到了需要重点解决住房问题，并将其作为实现减贫的核心手段。令人惊讶的是，之前很少有人认识到住房问题的重要性。”


  应用数字软件


  新故事正在试图通过诸多定制软件解决住房危机，包括3D房屋打印机、参与式设计以及与伙伴组织共享数据。在购买一块土地前，新故事会与当地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房屋入住者开展合作。


  新故事联合创始人亚历山大·拉夫齐（Alexandria Lafci）表示：“让当地社区参与住房设计的做法根本算不上激进。但不幸的是事实就是如此，人们不会征询极端贫困家庭的意见，更不会把他们的想法融入社区的最终住房成品之中。”而新故事完全依靠当地劳动力和建筑材料，以期提振当地经济。


  技术的广泛运用能够帮助改善贫困人口的福祉，但是技术往往距离其最大的受益群体太过遥远。拉夫齐解释说：“与其等待市场力量或是红利将技术带给非营利组织或直接交到人们手上，我们更加相信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会主动弥合这一鸿沟。”


  新故事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款能离线工作的手机应用软件，在无Wi-Fi（无线网络）信号或手机发射塔信号无法覆盖的地区也能开展调查。新故事在海地的拉勃德地区开展了一项为期半年的影响力调查。他们了解到，75%的受访家庭在自己的居所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居所大部分是难以抵御暴雨和酷热的防水布帐篷，只有20%的家庭有基本的卫浴设施。仅仅在入住新居半年以后，拉勃德地区96%的受访家庭反映有了安全感，96%的家庭可以用上厕所了。


  新故事的软件收集居民在安全、健康、幸福程度以及教育方面的数据。移动端调查帮助该团队认识到一处居所能带来的改变，以及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有了调查数据的支持，他们能够加深对当前以及未来社区系统的了解，做出相应调整。他们还能与社区组织开展合作，解决专业领域的问题。新故事品牌体验经理安妮·布兰农（Annie Brannon）指出，这些调查帮助机构实现了统筹兼顾，同时照顾到了贫困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拉勃德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便是在新居，人们仍会受到蚊虫烦扰。新故事的工作人员正与当地伙伴一起寻找解决办法，以及今后在该地区施工的方法。


  新故事计划将软件出售给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关等机构，以期为该组织带来持续的收益。“数字技术能够改变数据收集的速度、成本以及精确度，从而加快反馈回路。”社会创新倡导者常安梅（Ann Mei Chang）说道。她在2018年出版的《精益影响》一书中曾采访过新故事团队。但她也指出了一些潜在风险，包括隐私问题、安全性以及有可能忽略无法获得技术的弱势群体。


  以往，拉勃德地区的房屋是由水泥砖块手工砌成的。2019年，新故事计划用3D打印机在萨尔瓦多建造住家社区。他们预计，使用一台与总部位于奥斯汀的建筑技术公司Icon合作设计的Vulcan打印机，只需花费4000美元（不到3万元人民币）就能于24小时内在地形复杂的热带地区搭建出一间800平方英尺（约74平方米）的混凝土住宅。新故事组织的领导者们已经与当地一家名为人人互助的组织开展合作，计划建造约100间房屋。


  社会部门往往关注“时髦新潮”的理念，如3D房屋打印技术。常安梅指出：“尽管这种技术前景广阔，但对于新故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数据驱动实验模式，并加速更新换代。新故事不断寻找契机，增加附加值。”


  让变革成为一项开源事业


  为了能够在海地农村地区以及萨尔瓦多等崎岖不平的地方建造房屋，新故事的工程师们在设计打印机时考虑到了如何与当地材料相匹配。这是一个难关。据拉夫齐回忆，他曾经问过新故事理事会这样的问题：“如果打印机彻底失败，根本无法和我们的应用软件匹配，这样的投资值得吗？”大部分成员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投资者和团队成员选择加入新故事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力，还因为它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有益。新故事的资金模式使得哈格勒和他的团队能够承受更大的风险，进行软件开发，雇用软件工程师，研发3D房屋打印机等。每位捐赠者出资6500美元，就能帮助一个家庭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屋。有房屋需求的家庭的生活状况在网站NewStoryCharity.org上都有详细的描述。每年每位捐赠者的资助从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新故事的团队从一开始就甄选出一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作为投标对象，这样的投资人了解从研发预算到为“爆品”而攻坚内部技术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有助于新故事，对于其他组织亦是如此。哈格勒表示：“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的投资者能够理解，即便是非营利组织也需要研发预算或是创新基金。”


  DRK基金会的风险投资者亚瑟·瑞莫尔斯（Arthur Reimers）看好新故事的最大原因，是他支持那些“试着去解决大问题”的伟大领导者。“他们是开拓者。”


  给初创企业投资的Y Combinator的合伙人艾伦·哈里斯（Aaron Harris）认为：“新故事在筹资定位方面做得很好，成功找到了筹资对象，并且懂得如何讲故事。他们能够条理清晰地阐明他们的新方案比现存方案更优良、更高效、更便宜。他们可以证明自己能做到言出必行。我觉得这能引发捐赠者强烈的共鸣。”


  DRK基金会的克里斯蒂·陈之所以被新故事吸引，是因为这一年轻、多元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通过大胆设想和全新思维来解决由来已久的住房问题，陈希望更多的非营利组织能够获得捐赠者（主要是个人捐赠者）赋予的财务自由。她表示：“那是特殊企业所需要的，也是营利企业所需要的。它们需要灵活且富有耐心的资本，允许它们全面探索、捕捉想法，并深入学习。”


  目前全球大概有10亿无家可归者。这一问题单靠某个小型非营利组织是无法解决的。但新故事毫不气馁。常安梅表示：“我相信他们还没有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这种精神会像北极星一样指引他们不断开拓创新，并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我认为，他们需要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寻求无家可归问题的解决之道还需要开展跨界协作。用于搭建捐赠的新屋的土地需要靠近人们当前的居所，这样才不会打乱他们的生活。政府需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房屋需要被搭建起来。但同时，捐赠者需要保持耐心，并理解完成这一事业并非易事。陈表示：“捐赠者也需要对过程中的失败和曲折持开放态度，因为新故事团队、理事会以及合作伙伴都坚定地致力于解决为10亿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这一长期性难题。”


  拉夫齐承认，新故事无法独自完成这项事业，有许多组织、政府机构和建筑商也在帮助全球缺乏住房群体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把变革作为一项开源事业，把所学习和建设的一切东西提供给各行各业，那么就能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力。”


  
    科里·宾斯（Corey Binns）


    驻北加利福尼亚的记者，撰写科学、健康和社会变革方面的文章。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A Click-to-Print Solution to Housing。

  


  “反家暴”新思路：一个多方共创的庇护网络[1]


  作者：朱莉·齐林格

  译者：江璐


  
    安全庇护所合作项目通过App的应用和开发，大大减少了家庭暴力和人口贩卖受害者获得安全住所的等待时间。

  


  湾区反性侵妇女协会（Bay Area Women Against Rape，BAWAR）是美国第一家保护性侵受害者的专业机构。40多年来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们提供帮助，包括帮助他们立刻找到安全住所。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这项任务都落在玛丽安·弗拉霍斯（Marianne Vlahos）身上。弗拉霍斯是协会的安全住所后备协调员。与其他同行一样，弗拉霍斯通常只有两条不太理想的途径。一是拨打211，这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2000年推出的热线，用于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基本社区服务”。“这真的是一条死胡同。”弗拉霍斯说。她的请求常常被无限期搁置，即便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二是列出一份名单，挨个给她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庇护所打电话，为此她每次都需要把案件信息重复许多遍。


  大约一年前，弗拉霍斯找到了“安全庇护所合作项目”。这是一个由技术型非营利组织大篷车工作室（Caravan Studios）搭建的数字平台，家暴或者人口贩卖案件的负责人能在同一个网络中迅速地实现沟通交流，将受害者安置在安全合适的住所。


  大篷车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其使命是与那些有需求的社群一起，为公益需求开发应用程序。该组织的首席运营官凯瑟琳·赫德（Catherine Hurd）表示，为了决定项目的优先顺序，大篷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旨在让那些致力于具体问题的社群参与进来。在一次会上，反家暴领域的专业人士聚在一起，讨论各自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一些与会者表示，很难找到现成的适合受害者的住所。“受害者会直接出现在庇护所或打电话过来。他们会被登记在等候名单上，或者在庇护所案件负责人的办公室里坐上几小时，有时甚至是几天。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流失受害者的情况很常见。”赫德回忆道。


  朱莉·欧文斯（Julie Owens）是一名反家暴顾问，也是一名受害者。朱莉表示，受害者找不到安全的避风港是一个严重而且普遍的问题。她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听过上千名受害者亲口说过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庇护所拒之门外，其中包括“没有床位”。


  基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以及相信技术能带来解决方案的信念，大篷车工作室决定将他们的首个项目定位为：解决“为受害者提供合适住所”的问题。工作室的第一个产品是叫安全之夜（SafeNight）的应用程序。用户能通过这一程序为有需要的受害者捐赠汽车旅馆或旅店床位的费用。


  共创的信息网络


  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家暴受害者及其子女在寻求紧急庇护。美国家庭和青年服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仅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有31500名逃离家暴的成人和儿童被安置在紧急庇护所。在同一天里，有7728份庇护请求被拒。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能够获得紧急庇护不仅是那些已经离开了施暴者的受害者关注的问题，也是那些正在考虑是否离开以及如何离开的女性受害者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那些与受害者打交道的个案负责人来说，找到适合的住所着实不易。弗拉霍斯证实，“挨个打电话都被拒绝，然后试着去想哪些地方还能一试，这真的让人感到心力交瘁”。


  沃达丰美洲基金会（Vodafone America Foundation）、加州蓝盾基金会（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Foundation）和达拉斯大都会联合之路（United Way of Metropolitan Dallas）资助了安全之夜程序的开发。安全之夜能实时推送需求信息——可能是一间宾馆房间或公路旅店。然后，用户能够在程序上直接为受害者所需的房间付费，所付房费可视作捐赠，并可以抵税。


  大篷车工作室在推出该应用程序以后，又向一家叫作“自由伙伴”（Partnership for Freedom）的机构申请资助。自由伙伴希望通过资助项目推动更多解决人口贩卖问题的创新方案。大篷车工作室决定，将自己的服务目标从家暴受害者拓展到人口贩卖受害者。


  一家叫作北极星（Polaris）的机构也加入了这一合作网络。这是一个打击现代奴隶制的组织，运营全美贩卖人口举报热线。据时任北极星新泽西州办事处主任的凯特·卡塞尔（Kate Keisel）介绍，该组织当时的申请方案是建立一份适合受害者使用的“床位目录”，并且实时更新庇护所信息。在过去10年里，北极星热线受理了49000多起人口贩卖举报。但是它201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只为受害者找到了529张床位。


  [image: ]


  大篷车工作室和北极星公司看到了合作的契机。安全之夜的技术能改善北极星的计划，减轻庇护所必须不断更新床位信息的负担。卡塞尔认识到：技术能够助力服务提供商，以全新的速度统筹规划问题。


  2014年，这两个组织申请将项目合并，合并后的项目获得了来自自由伙伴117万美元的资助。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TechSoup的长期支持下，这两家机构接下来联合推出了安全庇护所合作项目（Safe Shelter Collaborative）。目前，该合作项目还得到了美国司法部犯罪受害人办公室（Justice’s Office for Victims of Crime，OVC）以及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基金会（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资助。


  赫德将这一合作项目比喻成“收发超声波式信号”。希望给受害者提供场所的庇护所可以向已通过合作项目审查和认证的机构网络发送信息，从而快速匹配合适的床位需求。应用程序的界面设计简单，会首先询问用户是否想为受害者找一张庇护所的床位或一个旅馆房间。如果他们选择“庇护所床位”，那么受害者与负责人要一起填写一张由十个问题组成的表格。这张表格只要求填写诸如受害者的年龄、性别以及语言偏好等非识别性信息。完成问卷后，各个参与机构就会收到提醒，并回复是否能够提供庇护。


  找到“合适的”床位对于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而言至关重要。他们的需求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受害者和一般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甚至他们各自的需求也会不同。这两个群体都“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安全庇护，躲避那些施暴者”，欧文斯解释说。


  欧文斯表示，家暴受害者通常面临一个施虐者，但是“人口贩卖本质上是有组织的犯罪”，可能涉及一个“善于操控又诡计多端”的网络。因此，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尤其存在一种“高度不信任感”，圣约家园（Covenant House）是一个全美青少年庇护网络，为人口贩卖受害者提供安置方案。执行理事吉姆·怀特（Jim White）说，“为这些受害者提供服务，关键是要让他们立刻感到安全。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逃离”。


  平台安全性优先


  救助负责人对于平台创立以来为工作流程带来的巨大改善印象深刻。通过安全庇护所合作项目安置的第一位受害者是一名男性劳工贩卖受害者，他只会说广东话，这给安置工作带来了困难。“结果他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安置，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显示了技术工具带来的力量。”赫德说道。整体来说，个案负责人宣称他们的安置流程已经从几小时甚至几天缩短到了5分钟左右。


  截至2019年1月1日，美国14个州的133个庇护所和庇护中介机构建立了全国伙伴关系。据合作项目估计，该项目已经帮助了至少1351名受害者。这一数据来自收到的旅店房间捐赠总数，以及各个机构报告的已“成功”安置的个案数量。由于各个机构不需要确认最终安置情况，而且一个捐赠房间经常会安置不止一人，合作项目所帮助过的受害者人数实际可能更多。


  一些平台用户也对平台的安全性表示担忧，他们的顾虑主要涉及服务对象的安全性和匿名性，包括数据隐私。然而，合作项目并不收集或储存受害者的相关信息。赫德指出，个案负责人“要是使用一次该系统，那些顾虑通常就会消除”。


  同样地，虽然合作项目负责处理安全之夜应用程序上的捐赠事宜，但每笔捐赠所收集的信息仅局限于资助者的地理位置。平台也不会联系捐赠者。“我们不想让庇护所误认为合作项目是出于自身目的，挖掘捐赠数据库的信息。”


  2019年，该合作项目计划向至少6个州扩容。赫德说，“我们希望有一天它可以无处不在，可以更加迅速地应对一切需求”。


  安全庇护所合作项目也许无法做到无处不在，但在将来某一天，它可能覆盖全美的各个社区，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


  
    朱莉·齐林格（Julie Zeilinger）


    FBomb创始人兼编辑。这是一个与女性媒体中心合作，面向年轻人的女权主义博客。齐林格也是《有点厌倦：为什么女权主义不是一个肮脏的词》（A Little F’d Up: Why Feminism Is Not a Dirty Word）和《大学101：大一女生指南》（College 101: A Girl’s Guide to Freshman Year）两书的作者。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Streamlining Emergency Access。

  


  水滴启示录：社会价值嵌入商业创新充满挑战，但这值得冒险


  作者：《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中文版编辑部


  水滴筹地推人员“扫楼筹款”“按单提成”的做法被曝光后，这一事件成了2019年年末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水滴公司创始人、CEO沈鹏以公开信的方式对此做了回应，承认“线下人员违反服务规范的类似现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他强调，水滴公司的“商业模式里有社会价值在”，“这样的创新方式或许引起了部分人的质疑与争论，但我们有信心解决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难”。


  水滴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水滴筹带来的“破坏式创新”。有学者试图以“营利与非营利”的二分法解构水滴模式，并建议在水滴公司内部设置“防火墙”，将水滴公司与水滴筹拆分成传统意义上的营利组织与“非营利板块”。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这有可能消解一个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


  毋庸讳言，新的模式在释放生产力，尤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因创新而产生的问题，理应以创新去应对，而不能削足适履，总让新事物去适应旧规则。如今，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开放的，有许多人参与试错、参与创造。最关键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创新红利让我们大大增强了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行业平台化，平台头部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集中在头部互联网平台，这些机构越来越举足轻重，公共性越来越强，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效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在创造社会价值方面有巨大空间，存在一种既增进社会福利又保证商业效益的可能，把社会价值嵌入商业创新、科技创新诚然充满挑战，但潜在的可能性依然值得我们为之冒险。


  大病恐慌——水滴回应的社会问题


  中国有微信、微博，美国有推特、脸书；中国有淘宝，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支付宝，美国有PayPal。但凡在中国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平台，都不难在美国找到对应物。唯独水滴筹、轻松筹等大病众筹平台是例外，说这样的大病众筹平台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应称恰当。


  为什么美国纵然医保问题严峻，时至今日仍没有诸如水滴筹这样的大病众筹平台出现呢？答案很简单：美国看病难，难的主要是中产阶层。在美国这样的橄榄形社会，橄榄两端，即富人和穷人规模有限，居于橄榄中端或者说社会主体的中产阶层是体量最庞大的群体。他们既无力承担天价医疗费用，又不能主要指望政府救济。中产阶层都要体面，而且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像水滴筹这样公开向社会伸手，尤其需要筹款者“公开病历”的操作，不太可能被接受。


  从这个角度或许不难解释大病众筹平台在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转型社会，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不是橄榄形社会。即使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层和底层的大多数中国人仍难以独立承担医疗费用，能从政府获得的支持也有限——截至2018年2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平摊到每个人头上相当于杯水车薪。


  对大病的恐慌，催生出一个巨大的市场，水滴筹、轻松筹等形形色色的大病众筹平台之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营利和非营利双管齐下——水滴提供的解决方案与成绩单


  水滴公司向我们展示了借助互联网平台解决大病恐慌的勃勃雄心，它不但试图用商业手段回应“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痛点，也希望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利润，以满足资本增值的渴求。


  按照官方说法，水滴公司目前的业务结构包括“事前保障”和“事后救助”两大部分，所谓“商业板块”水滴互助、水滴保险商城属于“事前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板块”水滴筹、水滴公益提供“事后救助”。保险经纪是水滴公司的主要商业收入业务，旗下的水滴保险商城是一家持有保险经纪牌照的互联网平台，目前已与多家主流保险公司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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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水滴筹在帮助大病家庭筹款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流量，客观上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保险教育和销售场景；与此同时，因大流量而积累的用户消费行为、标签和画像数据，也可以帮助保险商业和大健康行业等反向定制产品，在商业上有许多想象的空间。


  风险资本对水滴青睐有加。过去3年半，水滴公司累计获得4轮融资，合计金额超18亿元人民币，包括IDG资本、腾讯投资、高榕资本、创新工场在内的10余家知名VC（风险资本）都押注水滴，创下近两年互联网健康保障领域融资的最高纪录。


  资本助力之下，属于“企业社会责任板块”的水滴筹发展极快，自2016年6月上线至2019年10月底，水滴筹已累计帮助近100万人筹得超过235亿元的医疗费。


  2018年，水滴公司获得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年度社会企业”大奖，推荐语中提到：“水滴公司是年度最具前沿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企业。”


  混合且模糊边界，可以吗——关于水滴的争议焦点


  誉谤伴生，关于水滴的争议很多，诸如是否允许中产阶层甚至富人为自身家庭大病众筹、朋友圈压力、数据与隐私保护等。但当下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商业与社会价值逻辑上：用水滴筹的巨大流量撑起水滴保险的巨量客户基础以及未来商业想象力，可以这么做吗？


  有评论认为，水滴筹模式激发了人性中的贪婪。大病筹款平台本应用于救急救难，但水滴筹“地推人员”以筹款顾问或者志愿者名义“按单提成”，极具功利性，自觉不自觉地裹挟了许多也许并非急难的受助者，透支了社会爱心和信任。


  同时，水滴公司在整合商业收入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时，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一些关键问题——比如说，水滴公司究竟用什么办法让一线员工践行机构使命，其细则和数据需要让社会了解吗？而且这些办法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水滴集团旗下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机构有什么样的利益相关性？这样的混合是促进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赢，还是伤害了公共利益？


  不对这些关键问题做出澄清和认真讨论，必然引致公众拷问，直至生成舆论狂飙。


  这其实不只是大病众筹的问题，也是中国新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共有的挑战，譬如出行市场的滴滴及其顺风车等事件激起的大量社会争议。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平台经济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社会问题。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水滴筹等大病筹款平台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个人求助的门槛，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有上百万家庭通过水滴筹筹集医疗费用，他们的求助权、生存权不应被剥夺——如何更有效地为社会解困？这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批评当然必要，但批评如果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不能转化为社会创新的动力，则不免沦落为舆论场上喧嚣的泡沫。


  不怕失败和挫折，须促进社会价值与商业创新的有效融合


  水滴公司试图整合商业活动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其尝试在国际上其实并不罕见，包括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社会投资与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比如，史蒂夫·乔布斯遗孀劳伦·鲍威尔创立的“艾默生联合”（Emerson Collective）、eBay（易贝）创始人皮埃尔·奥米德亚和妻子成立的奥米德亚网络（Omidyar Network）、纽约惠及低收入移民妇女的“热面包厨房”（Hot Bread Kitchen），以及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


  目前，无论是在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或是亚洲，都有这样的新兴组织存在。哈佛商学院教授朱莉·巴蒂拉纳（Julie Battilana）将这种融合社会福利和商业创收功能于一体的组织称为“混合型组织”。她的研究指出，就像自然界中的杂交物种一样，混合型组织的模式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源泉。但它们也面临着诸如法律认可、融资、商品和服务定价以及创建平衡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阻碍它们的发展。


  水滴的商业模式有着混合型组织的某些普遍特征，但其扩张速度与机构文化则与上述组织有明显差异。一般混合型组织的规模远没有水滴公司这样大，面临的资本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基于平台经济的流量逻辑和资本逻辑搭建混合型组织的商业模型，从而大规模解决（也制造）社会问题，这在全球范围都是新课题。


  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平台公司正在为社会创造新的制度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社会价值嵌入到新经济公司尤其是头部平台的商业和科技创新之中，使公共利益、社会价值与商业资本相辅相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是复杂性和难度空前的社会试验，显然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诸领域进行大胆创新。


  没有谁能担保所有试验都成功，但其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激动人心。我们也并非从零开始，已经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可资借鉴。181位商业领袖在2019年共同声明转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表明商业重视全方位的社会价值已成趋势；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新一代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的可持续消费和影响力投资等运动正蓬勃兴起。这一切都在呼唤更多更好的社会创新知识创造和制度创造，以促进更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制度企业家的涌现，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的持续共赢。


  当下的中国，企业创新具备商业与社会价值共赢的巨大试验空间，值得担当，值得冒险。推动社会与商业的力量共同探索混合型组织等创新之路，共创高商业效益与高正外部性的解决方案，共建本土化的社会创新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这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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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实践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思路——超越线性思维，建立协商文化[1]


  作者：罗德里戈·卡纳尔斯

  托尼·谢尔顿

  托里·葛瑞夫斯

  布伦丹·莱汉

  译者：陈智勇


  
    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许多社会干预政策的失败往往归咎于利益相关方在收集和使用证据时所习惯的狭隘的线性模式。为此需要建立起学习、协商和合作的文化，将证据的生成和使用融入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之中。

  


  许多从事国际发展援助工作的人都听说过PlayPump（游戏抽水泵）的故事。这种抽水泵是在南非研制的，把一台类似旋转木马的机器与一台抽水泵连接起来就大功告成。它既可以为农村社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又可以让学童们嬉戏玩乐。水箱上的广告牌作为商业模式中的收入来源，用来帮助支付维护成本。这一创意在21世纪初曾经吸引到了大量国际资金，实现了大规模扩张。


  但是，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问题：这项技术只有在靠近地表有丰富、高质量地下水的环境下才有效。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水。因此抽水泵安装得越偏远，维护的可靠性就越低。PlayPump项目的许多抽水泵因缺乏必需的维修而闲置无用。另外，在孩子人数不多的社区，玩转旋转木马的事往往就落到村里的老年妇女身上，这活儿可比摇动传统手泵的要求高多了，村落的妇女们却不得不用，因为当地的传统手泵都被旋转木马式抽水泵取代了。虽然出现了这些重大问题，项目方却仍继续在非洲安装了数千个游戏抽水泵。好在许多推广和资助该项目的人士最终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一教训是在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之后才得到的——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为什么这一“解决方案”在未进行全面的多情景评估之前，就已经被大力推广，并得到重金资助呢？而且，在有严重问题的证据浮出水面后，为什么仍继续被广泛实施呢？说得更宽泛一些，如果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已长期致力于循证实践，那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将证据应用于实践之中呢？


  在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们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相关课题研究，为什么类似游戏抽水泵这样最具良好意愿的失败案例会如此普遍地出现？我们的研究从一个基本的认知出发：将证据融入实践确实不易。我们的研究项目（the Evidence in Practice，实践中的循证）试图了解哪些障碍干扰了将证据纳入援发工作的政策和实践，并甄别有效纳证的实践方法。


  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工作者到学术界、慈善家和影响力投资者等各参与方，都在设法解决识别、支持并实施有效方案这一难题。有关证据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情形中的应用、纳证后对每一方的影响等相关研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从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我们的研究从了解参与发展援助项目各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对将证据引入政策和实践的看法开始。我们对加纳、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四个国家的8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世界各地的国际发展援助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请他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何为证据？其构成是什么？何时、以何种方式将证据融入实践中？其原因是什么？成功案例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什么是更有效的证据整合模式？我们的研究表明，基于包容性协商的长期合作对于将证据纳入实践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引用了其中的4个案例研究。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在将证据融入实践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许多结构性障碍。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要就其干预措施的及时、可靠性接受审查，并就已实施项目所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接受评估。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时间、资源、激励机制或技能来自发生成证据，或者去寻找和应用其他方生成的证据。它们还受到严格的时间表——比如捐助方的预算周期和选举周期——以及项目规则的约束。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相比，学术界等其他相关方倒是有能力和激励机制来生成可靠的证据，但它们往往缺乏对情景的理解，或者没有将证据转化为可实施方式的激励机制。


  然而，所有这些障碍也意味着机遇：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方拥有不同的资源（例如信息或资金）、优势（例如学术权威性或决策权）和需求（例如成果公开或法定责任）。它们可以通过互利行为来互相帮助，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来满足各自的需求。我们将这些资源、优势和需求统称为“货币”（currencies），因为它们作为交换媒介，可以被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用来交易价值，减轻或规避整合证据的那些结构性障碍。


  这类交换在协商合作的过程中最能发挥作用：利益相关方之间通过沟通明确了各方可以提供什么，需要用什么来交换，如何合作才能取得成功。由此达成的共识为各方确定如何设计、实施干预措施，以及分享其新成果奠定了基础，从而可以确保研究人员、决策者、实施者和其他相关方继续致力于相关工作。这种协商可能需要各方做出重大妥协，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利益相关方在合作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差异，所有参与方和所有寻求服务的终端客户都会从中受益。


  遗憾的是，这类协商合作非常罕见，更常见的是利益相关方的某一种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各方只是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依赖对问题对象的碎片化和孤立的理解，而且还误解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需求。这类交易忽视了“货币”交换带来的机会。在为解决共同问题进行交换时，具有互补性的利益相关方的“货币”不仅可以将现有证据融入实践，还可以为持续生成证据开辟道路。此外，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起交换所需的协商合作可以增强信任，培养一种学习的文化，使项目和合作关系更加强有力、更具韧性。换句话说，通过为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前瞻性“投资”的方式，利益相关方为下一轮循证的应用预先打下了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案例研究。


  案例一：墨西哥PPE就业计划


  PPE（Programa Primer Empleo）计划是2007年启动的墨西哥联邦就业计划。该计划旨在“与行业合作，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一无可非议的目标有可能动员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发现有可靠证据支持的解决方案。它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政治使命：费利佩·卡尔德龙总统用创造就业平台赢得了2006年大选。为履行这一竞选承诺，卡尔德龙的过渡团队成员设计了一个全国性的项目，计划在他就职后即刻启动。这一计划的核心是为追加雇用劳动力的墨西哥公司提供社会保障税补贴。该项目在2007年的联邦预算中，获得了30亿墨西哥比索（约2.75亿美元）的拨款。


  虽然就业计划的设计者确信项目非常周到，但墨西哥的企业却认为它们没有被征询过意见。该计划包括了一些复杂和唐突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旨在防止滥用资金，但企业却将此视为一种不信任。此外，虽然PPE计划提供了部分临时补贴，但企业需要承担雇用没有任何正式工作经验的个人所带来的长期财务与法律风险。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该项目忽视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缺乏针对性的大规模补贴对刺激就业的影响有限。


  此外，决策者也未能向私营部门了解不雇用应届毕业生的原因，这是设计高影响力项目所必需的基本信息。私营部门的代表未被邀请参与前期合作，卡尔德龙政府因此错失了获取关键信息和意见来获取支持，建立一个能够提升该项目前景的广泛联盟的重要机会。这个问题在PPE的整个执行过程中一直存在。


  PPE项目启动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而全国范围的推广需要将其激励机制、预算分配、运营结构和年度目标纳入各类法律规定之中。该项目的大规模快速推进形成了一个僵化的结构，负责项目实施的公务人员几乎是立刻发现了这些问题，但由于已经有了法律规定，需要严格遵守该项目的运营规则，他们对此也束手无策。甚至在对项目所做的评估已经清楚地表明其未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其实施进程。


  2012年11月公布的PPE项目成果报告表明，它只达到了政府制定的雇用人员目标的13%和雇主参与目标的3.2%。卡尔德龙政府优先考虑快速推进PPE计划，而没有事先与私营部门、学术界或该项目的评估人员建立起持续的伙伴关系。事实上，设计PPE计划的目的就是想快速实施，而不是先向各方学习了解后再实施。该项目没有从一开始就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培植有益的“交换货币”——比如将政府的社会目标、财务投入与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和共同目标挂钩。PPE项目在全国推出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结果，但由于其在运营规程及联邦预算法中反映出的如此巨大的体量和规模，它几乎无法转向。


  案例二：南非CALIE项目


  劳动市场干预有效性协作分析项目（Collabo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Intervention Effectivenss，简称CALIE）是决策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一项创新合作，旨在解决南非国内失业这一关键问题。2011年，南非的失业率为26%，其中青年（18至35岁）失业问题尤其严重，青年失业率高达37%。


  该项目由知名非营利组织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反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简称“反贫困行动实验室”）发起。该机构抓住了南非政府在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失业问题这一机会，在筹集资金的同时，征集学术界和决策者之间就劳动政策进行合作的项目建议书。实验室召集了来自南非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关代表和有关研究人员，举办了一系列工作坊和焦点小组会议，收到了来自政府和研究人员团队的十多份建议书。其中，由开普敦大学和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两位教授提交的建议书最终胜出，他们两位后来也成了该项目的主要调研人员。


  在南非中央政府层面，降低失业率是劳工部的主要工作。劳工部降低失业率的项目之一是通过各省的就业中心为求职者提供咨询服务，将他们与正在招聘的公司连接起来。利用最新的劳动力市场动态研究，CALIE项目首先试图测试诸如推荐信类的“技能信息”是否可以帮助低收入求职者改善其就业前景。在项目的设计阶段，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们集中精力找到一个共识区，该共识区既是研究人员有兴趣深挖的主题，又能支持南非政府对项目目标的要求，而且还符合政府的运营和预算的实际情况。


  项目小组不仅找出了一些相对常见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而且还甄别出了可能对任何类型的干预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问题。双方通过在复杂的合作设计阶段的协商找出共同的优先事项，就需要学习的内容达成一致，而且他们也得到保证，他们的参与是一项值得付出的努力，其商讨的结果很有可能被采纳。


  这一设计进程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做出重大妥协，其结果取决于该共同问题是否有利于各方。通过明确每个群体可供使用的资源、需求及可能做出的妥协，这一设计进程确定了一种对所有参与人员都有价值的证据生成方法。例如，研究人员与劳工部协商，同意其研究将与该部的资源限制、激励结构和现有工作流程相适应。作为交换，劳工部认可随机取样和数据收集的做法，这种认可对政府机构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项目合作伙伴们认为这些妥协是必要的，研究不仅要生成及时、相关和有用的证据，还要确保劳工部能够顺畅和易于规模化实施项目。这样的合作过程使它们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2年，项目启动了干预试点工作。2013年年底，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激发了各利益相关方启动更大规模的试验来验证成果，并对第二项干预措施进行测试。第二项干预措施是一个“行动项目”，帮助求职者规划他们的求职活动。第二项干预措施的试验结果也令人欢欣鼓舞。最终，每一方都从合作中各取所需。同时，这也确保项目生成了可靠的证据，并将其应用于紧迫的公共问题中。


  线性模式的局限性


  以上这两个案例突出体现了证据生成和使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它既可以被排除在外，也可以成为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实现协同改革的基础。这两个案例的核心在于，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研究人员、中介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等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我们将证据纳入政策和实践的过程视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上述研究人员、中介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等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在相互作用着。这个描述还不够完整，因为一些组织具有多个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属性，而且一些个体经常变换其所在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抑或担任跨类别的角色。但是，这个框架可以帮助剖析那些具有“证据”和“实践”间复杂关系特征的角色、激励机制和作用。


  我们的研究（包括超过225次的访谈）发现，国际援助发展领域的参与者通常将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定位为一个将学术证据转化为公共政策和发展实践的线性过程，将证据视为研究人员生成的抽象、普遍性知识。按照这个线性模式，研究人员之后就将证据传递给中介机构，然后（在理想情况下）中介机构再将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可以使用的形式。


  然而，许多结构性障碍的存在阻碍了这种传递。首先，每个群体对所谓“证据”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参与者将进程中的每个步骤都视为某一类别利益相关方的领地。该观点强调每个步骤都相互独立，而不是相互联系。这些障碍还强化了某一相关方群体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关方之间潜在的联盟关系。例如，“证据生成”按惯例属于研究人员的职责范围，是由学术机构的结构和激励机制主导的，这与政府政策制定者或实施者的结构和激励机制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既定角色和激励机制之间的明显区别，强化了对证据“转化”按部就班的需求。


  墨西哥PPE就业计划和南非CALIE项目的案例比较揭示出了一些重大差异，显示了线性模式一些致命的局限性。从CALIE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层次和类型可以看到：两者的合作使证据生成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可以融合起来。这种合作始于确定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并共同开发一个动态的政策研究项目，解决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都突出的问题。CALIE项目建立了一个合作架构，用于识别紧迫的政策问题，同时找到对该问题感兴趣的研究人员。CALIE项目还扩展了这一过程，在设计这一研究项目时纳入了政策制定者的反馈意见，并建立了旨在适应和学习的政府干预措施。这种方法能让研究人员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充分考虑政府现有的资源、结构和流程范围。将干预措施定位为政府项目并进行调整以满足政府的需求，这也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建立起了宝贵的信任，使得该项目一出现积极的初步证据后就能够扩大规模。


  这样的合作表明，将证据纳入实践不是一种线性转化，而更像是证据生成和应用的一种整合。正如CALIE项目所示，这种转变需要改变参与的利益相关各方的思维定式，创建推进各自适应性学习的架构。例如，CALIE项目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周期，各方共同定义问题，研发潜在的解决方案，并在实施解决方案时明确各方的资源和投入。这与以所有必要知识都已经掌握为前提的服务性提供架构完全不同，后者专注于快速有效的执行，而前者建立在承认当前所掌握的知识具有局限性，因此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基础上。


  上述经验向我们揭示了将证据融入实践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当利益相关方合作解决共同问题时，他们可以通过协商来确立一个项目框架，让各方都能够为证据的生成和采用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在明确各参与方所对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的同时，也明确各方所需做出的妥协和调整，让证据最大程度地融入实践。


  由于各利益相关方拥有不同种类、不同价值的“货币”，群体之间可以进行交换。例如，研究人员可以发挥专业能力来提出问题框架，设计找出答案的途径，以及研究工作在项目中的正当性。他们可以用这些来“换取”政府数据进行研究；反过来，政策制定者愿意与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数据，以此获得可靠的证据带来的正当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类交换是有需求的，但却很少被公开讨论过。我们的研究表明，找出利益相关方潜在的共同兴趣并就此进行协商，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共同的价值体系，而这对于证据融入实践至关重要。


  这种协商合作还有其他几大优势。首先，协商合作需要公开对话，更深入地了解每个群体可以为其他群体提供的服务，因此增强了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的信任，还让各方认识到目前可用的证据往往是不完整的，而生成的相关新证据可以融入项目的设计中。接下来，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可以为持续学习和迭代改进获得进一步的洞见，而不是对预先定好的程序亦步亦趋。总而言之，那些已证实的最成功和最有韧性的项目举措都应用了这种“货币交换”的模式。


  CALIE项目的推出是因为反贫困行动实验室抓住了机会，将其研究工作对标青年失业问题这一南非政府宣布的首要任务。该项目在如何将新出现的证据融入政策和实践方面与南非政府进行合作，引进了严格的研究设计和路线图。根据业务能力强的研究人员所做的全面评估，反贫困行动实验室可以改进项目设计，并使政府的项目具有正当性。反过来，政府致力于减少该国的系统性失业，看到通过支持实验室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改进政策。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贡献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实现解决潜在问题的共同目标。


  各利益相关方愿意在项目的设计、管理和“激励机制”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这会增加生成相关、及时和有用的证据并将其整合到项目中的可能性。在CALIE项目的案例中，反贫困行动实验室和主要调研人员从一开始就围绕研究设计与劳工部进行了协商，确保研究问题对政府来说是相关且及时的，实验室总是将CALIE项目描述为政府项目，将其工作业绩归功于劳工部。实验室还对其研究设计做出了一些调整，以回应政府在分析和发布项目中期结果方面的需求。


  要确定利益相关方有哪些可以作为协商合作基础的“交换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找出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的具体领域。通常情况下，这些货币是某一个利益相关方有能力提供的（例如在CALIE项目中，对应由世界级研究人员进行精准评估），并且可以为另一个利益相关方提供巨大的价值（例如对政府干预政策提供外部的正当性）。


  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构成“交换货币”的几大支柱，比如各利益相关方的独特资源、需求和优先事项。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了六项内容，包括项目运作周期、目标受众、典型激励、资源、不可协商的需求和证据优先项，这些都有助于利益相关方之间“交换货币”的形成（参见第58页的合作协商架构中的“交换货币”）。例如，研究人员一般根据论文发表、任职期限和项目资助时间表来安排他们的时间，而中介机构则主要通过识别其他利益相关方中最适合将证据融入实践的时机，来组织它们的工作。反过来，选举周期和政治事件支配着政策制定者。研究以上这些特征不仅有助于澄清特定利益相关方可以为其他方提供的价值，而且还能够凸显互惠交换的机会。


  合作协商架构中的“交换货币”


  
    交换货币


    各利益相关方可以在协商合作中使用各自的“货币”来跨越其在项目周期、资源、受众和激励机制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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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如墨西哥PPE计划案例所示，大部分利益相关方对协商合作和“交换货币”缺乏认知。产生障碍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每个利益相关方内部的既定激励机制和规范。它们使每个群体更加孤立，而不是更能相互合作。从PPE计划来说，政治压力的紧迫性使得卡尔德龙政府未能寻求私营部门投入到设计过程中，而该项目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政府也没能寻找到类似政策举措的现有理论依据。而且，在PPE项目启动后，政府法规的严格性使得显示其内在缺陷的那些新证据不能被纳入项目的中期修正之中。


  对PPE项目和CALIE项目的比较分析说明，将协商合作建立在相互理解每个利益相关方的激励机制和约束基础上至关重要。当创建出这种“交换货币”时，一种新的循证合作模式就出现了，项目的设计能够实现灵活性和学习的需求。这一替代模式创建了一个合作架构，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各自的需求和贡献都能得到认可，资金和项目管理机制得到透明和有效的协调，证据和实践得以整合。


  这些趋势并非CALIE项目和PPE项目所独有。在我们的8个案例研究的每一个成功情景中，系统生成和使用证据都源于利益相关方之间持续的合作和协商过程。明确和协商潜在的共同目标是通向成功最有效的途径。在确定使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全面协商合作的共同原则和要求时，我们认识到，开发“交换货币”始于利益相关方诚实地识别其个体需求、资源和约束这一貌似简单的过程。接下来，它们不仅要确定需要什么、谁拥有它，还要确定如何构建合作，以便所有利益相关方愿意参与由相互交换“货币”所维系的学习合作。我们的另外两个案例研究说明了这些观点。


  案例三：墨西哥Progresa项目


  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交换货币”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如果有一位领路人，就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就墨西哥的Progresa项目而言，投笔从政的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就是这样一位引路人。他凭借对学政两界的需求、资源和制约因素的深入理解，实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循证政策倡议。


  Progresa项目（西班牙语意为“取得进展”）于1997年启动，是一项有条件现金资助项目（conditional cash-transfer）。这一做法与当时的社会政策截然不同。所谓有条件现金资助，指的是只有在受益人兑现了某些事先约定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补贴，例如送孩子上学或定期去看病。在1996年，由墨西哥联邦补贴的营养健康项目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无特定目标对象的统一补贴。超过四分之三的补贴流向了城市地区，使得极端贫困更加普遍的农村地区无法获得充分服务。政府拿出的食品补贴花费大，却没有惠及贫困人口，而且经常被滥用为政治操纵工具，比如，政治家用补贴交换选票等。该国199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对穷人提供更有效支持的紧迫性，但是预算紧缩又带来了额外的制约。


  塞迪略总统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认可通过引入严谨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政策制定的做法，也熟悉支持取消普遍补贴的学术研究。塞迪略总统一上任就熟练地“交易”他拥有的新“货币”——在全国开展循证项目的规模化能力。他招募了两位经济学家加入他的政府班子。其中，何塞·戈麦斯·德莱昂（José Gómez de León）博士担任墨西哥人口协会主席，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博士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塞迪略总统的首要任务是为服务对象提供切实的利益，因为他的政治信誉取决于此。反过来，这又为这些学者出身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评估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条件现金资助项目是否比传统的食品补贴项目更有效。


  塞迪略总统、戈麦斯·德莱昂博士和利维博士与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市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一同工作，将证据生成及整合嵌入Progresa项目的架构中。他们共同设计了该项目的推出，包括一组试点，并聘请了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尽管这是政府的一个旗舰项目，但直到塞迪略内阁上台的第三年才开始在全国推广，确保在扩大规模之前逐步学习相关概念。


  尽管这一做法有望为塞迪略总统提供长期的声誉回报，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短期的政治挑战：对项目持批评态度的包括一些媒体人，他们认为政府为了进行社会试验性项目而武断地拒绝了一些有需求的家庭。还有一些政策制定者支持可以成为强大政治工具的统一补贴，他们对该项目也进行了强烈抨击。但是塞迪略总统的团队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们将这些噪声看成要在设计中纳入对该项目的影响进行严格和透明评估的原因，目的就是使该项目远离政治博弈的纷扰。


  Progresa项目的拥趸决定把这些共同目标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例如，到墨西哥1997年7月的中期选举时，Progresa项目本已做好了实施的准备——规划和资金均已到位，但塞迪略政府决定不在选举前启动该项目，以避免将其政治化的嫌疑。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对Progresa项目所做的独立评估发现，这一有条件现金资助项目在儿童教育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评估还发现，将补贴给予妇女可以增强该项目的效果，不会产生诸如家庭暴力等令人担忧的后果。之后，塞迪略总统的团队很快就开始扩大该项目。到1998年年底，受益家庭增长了5倍。到2000年年底，该项目已覆盖近250万户。也许更重要的是，Progresa项目的影响力评估数据说服了塞迪略总统的继任者维森特·福克斯保留该项目。


  案例四：加纳的特困人口脱贫项目


  尽管Progresa项目所展现的协商合作收益颇丰，但这样的协商合作更多展示出的是例外而非常态。我们的一些案例研究证明了证据的线性方法的主导地位及其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加纳的特困人口脱贫项目（Graduating the Ultra Poor，下简称GUP）。该项目说明，当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利益相关方时，强化证据的善意之举可能会错过影响实践的重大机会。


  GUP项目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于2010年至2013年进行试点。包括加纳在内，全球共开展了9个GUP，旨在测试由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开发的脱贫方法的有效性。这一方法通过提供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有时效的服务来打破极端贫困人口的贫困循环，这些服务包括社会保护、生计和金融服务。扶贫行动创新（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下简称IPA）是美国一家致力于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非营利组织，该机构设计了加纳的这一项目，并与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长老会农业服务组织（Presbyterian Agricultural Services，下简称PAS）共同实施该项目。


  作为一个以极端贫困人口为对象的减贫项目，GUP建立在由创新的成功干预措施所构成的可靠证据之上。但是，该项目的使命以及对加强全球范围证据的单一关注，使其错过了帮助加纳当地组织PAS和加纳政策制定者从GUP中学习和生成证据，在加纳扩大项目规模的潜在机会。


  在这个项目中，IPA只专注于如何用GUP的随机对照试验来生成旨在将项目方法推广到全球其他情景中的证据。IPA的主要受众是支持该方法论的全球资助者、研究人员和中介机构。相比之下，由于与IPA合作，PAS的组织架构是按循证实施要求搭建的，它几乎只在加纳境内严格执行该项目。PAS作为实施方优先满足参与该研究的加纳社区的需求，并期待在随机对照试验结束后延长和扩大该项目。尽管加纳政府批准了该研究的实施，但该研究的设计或执行并没有将政府的优先事项、资源和激励机制积极地纳入进来。


  这个项目有两个关注领域：一个是生成能够适用于各种场景的证据，另一个是在加纳国内整合和扩大有证据支持的项目。IPA和PAS试图以不同且孤立的方式分别对应两个领域。如果IPA能充分理解在加纳整合和扩大该项目所带来的价值，就可以在项目的第二阶段将重点放在在加纳国内扩大规模，以更积极地支持和整合PAS的优势、关系和正当性。IPA也可以向决策者施压，让其思考如何从GUP中受益，并推进其发展。


  GUP采用了线性而非整合的方式。它的首要目标是产生可靠证据，然后才依靠中介机构去寻找决策者和实施者。该案例说明了利益相关方有时会关注自身的个别需求、受众和激励方式，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寻求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合作，从而错失了将证据融入实践的重要机会。虽然该项目的随机对照试验为相关的脱贫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但加纳的参与者指出，由于其只关注生成学术上的证据（该项目的既定目标），导致其并未给予其他类别的证据以相同的重视，例如那些来自有关GUP的组织影响的现场反馈。只有更加积极关注这些领域，才可能促进当地的能力建设，并帮助扩大该项目。


  结语：协商合作有望取得更大成功


  要将国际发展援助工作建立在最可靠、有效的证据之上，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这么做并不容易：每个参与的利益相关方都会受到一系列激励机制、项目周期、约束条件和其他不可抗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不利于证据的采用。将证据融入政策和实践的失败之事常有。


  但是，协商合作的做法有望取得更大成功。每个利益相关方都持有独特且有价值的“货币”和“汇率”，这些“货币”的交换可以开辟许多可能的途径来生成和整合证据。最重要的是，这一努力的回报不仅可以用短期收益来衡量，还可以用对长期目标的贡献来衡量，这才是一个真正将证据融入实践的系统。如此，发展援助工作的服务对象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帮助。


  
    罗德里戈·卡纳尔斯（Rodrigo Canales）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


    托尼·谢尔顿（Tony Sheldon）


    社会企业项目（Program on Social Enterprise）的执行理事，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参与合写了《从极端贫困到可持续生计》（From Extreme Poverty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s）一书。


    托里·葛瑞夫斯（Tory Grieves）


    专业领域是如何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拥有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布伦丹·莱汉（Brendan Lehan）


    咨询顾问，专长是帮助各跨部门组织共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拥有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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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红云


    游戏抽水泵是在21世纪初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实现了大规模扩张，但最终失败了的发展援助项目。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里，类似这样具有良好意愿的失败案例非常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已长期致力于循证实践，但仍没有更多地将证据应用于实践之中？


    《循证实践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思路》的作者们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了将证据融入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的许多结构性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不同利益相关方自身的限制，无论政府、公益组织还是研究者，往往缺乏时间、资源、激励机制、技能或者缺乏对情景的理解来自发生成证据，或去寻找和应用其他方生成的证据；二是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干预措施实施过程中没有共同参与、进行合作协商，各自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依赖对问题对象的碎片化和孤立的理解，还可能误解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需求，在没有信任关系建立的情况下，它们是没有动力和条件将证据融入实践的。为此，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合作协商架构中的“交换货币”新思路。


    [image: ]


    这一新思路与2011年首次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的“集合影响力”方法相得益彰，都是不同利益相关方通过一定的机制、方式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集合影响力的五项条件包括：共同的议题、共享评测体系、相辅相成的行动、持续的沟通与学习、独立且具有支持性的支持机构。在成功的集合影响力案例——美国辛辛那提“从摇篮到就业”以改善所有从幼儿到20多岁年轻人的教育质量的实践中，就应用了协商合作循证决策方法来产生共同评测标准。要保证集合影响力中不同利益相关方能够共同参与进来，“交换货币”可以为参与各方提供在一起持续沟通、学习和行动的合理性、动力和基础，并为消除使用共享评价体系的结构性障碍提供安全、信任的环境。同时，无论集合影响力还是协商合作新型循证实践，都将行动实施过程作为一个共同观察、持续学习和迭代改进的过程，都强调所有参与者的持续沟通和学习。


    从这篇文章所研究的案例以及集合影响力的实践，我们观察到一个趋势，即代替各自为战、孤立、竞争、线性模式等方式的整合、联结、合作、互动、形成生态系统的实践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为创新性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路径。我国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


    
      周红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Paying It Forwar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共创模式”[1]


  作者：泰德·伦敦

  乌尔斯·贾格尔


  
    在低收入市场谋发展的企业往往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需要把高收入、成熟市场的资源拿过来填补低收入市场的各个缺失环节。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企业应该通过“共创”的方式，找到低收入市场独特的资源。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居住和交易的低收入市场，企业的成功似乎仍然遥不可及。[2]研究人员通常将这一市场统称为BOP，即金字塔底层经济。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一市场约45亿人口每年的消费能力总计超过5万亿美元。联合国将商业部门视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上述两个事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着实引人深思。


  企业在金字塔底层市场屡战屡败的一个原因是，与经济金字塔中位置更高的市场相比，企业认为低收入市场非常贫瘠。金字塔底层的成员被界定为年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人群。[3]这类人群所处的市场环境似乎并不发达：有形基础设施和正规机构往往不存在，电子通信和信息技术有限，当地人才很少具备或接受过大多数雇主所期望的资历或培训。为此，许多进入这些低收入市场的企业都强调通过转移在高收入市场中被认为有价值的资源来纠正错误。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大部分企业来说都不可行，其原因在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到底什么才是在低收入市场发展有价值的资源？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当企业能够发现、认可BOP市场自身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时，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智利大型餐桌板生产商马西萨（Masisa)主要从低收入地区购买木材，其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萨拉斯认为：“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提高生产率。为此我们必须找出这些市场提供了哪些资产，才能有效地开展业务。”许多像马西萨这样的企业衡量在低收入市场中成功与否的方式与在所有其他市场的衡量方式一样: 根据生产率和财务回报等指标。正如萨拉斯所说，企业的目标不是去重新定义在BOP市场的长期成功，而是建立一种能找到这些市场有价值资源的方法。


  我们对进入拉丁美洲低收入市场采购或分销产品和服务的跨国公司、本地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企业有效使用了这些市场中已有的五类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领导力资源、网络资源和创新资源。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识别和使用这些资源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那就是专注于发现正确的东西，而不是去纠正市场的错误。


  几十年来，许多企业和援助发展项目在进入低收入市场时采用的是“转移模式”。无论总部设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为了填补低收入市场环境中的明显缺口，都认为应该采用转移在高收入环境中被证明有价值的技能、能力和资源的方法。例如，雀巢旗下的婴儿食品生产商嘉宝针对哥斯达黎加的低收入市场，将其现有的农业技术和营销手法转移给当地的有机香蕉生产商，而没有首先分析那里除了香蕉之外还有哪些其他资产可能可用。嘉宝认为，只有从高收入市场才能获取关键性的专门知识和领导才能，却忽略了社区领袖的存在。这些人本可以在多个领域大显身手，在提供左右生产率的具体环境因素的咨询意见的同时，也可以在实施过程中帮助企业获得信任。嘉宝在项目第一阶段只实现了与一小部分目标生产商的合作，在改变战略、吸纳并接受社区领袖的参与之后，才取得了重大进展。


  找出低收入市场的问题所在，将高收入市场有用的东西拿到低收入市场来，这么做听上去似乎挺有道理。BOP市场贫瘠，其成员可支配收入有限。[4]这些成员拥有的物质资产（例如土地、农场牲畜、生意和家庭）通常都是隐形的，因为所有者往往缺乏法律文书上的所有权。[5]BOP市场的成员识字率低，大众传播和分配机会似乎不足。[6]此外，界定商业交易的界限并提供保护的正式法律或规则可能缺失或难以推行。[7]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公司试图挖掘低收入市场的潜力时，转移某事以及片面重视对欠缺资源的补充往往更容易导致失败。与之相比，另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战略展现出更大的前景。那就是企业与金字塔底层的成员合作，发现、合理利用底层市场现有的资产，“共同创造”解决方案。[8]我们在这个语境下将“共创”定义为一个基于透明度和互惠互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和金字塔底层的成员作为相互尊敬的伙伴一起合作，建立一个成功的业务模式。


  小额金融行业推广了共创的一个常见案例。[9]虽然低收入市场的潜在借款人可能缺乏传统银行模式所需的实物抵押，但他们确实有大量的社会资本抵押。通过转移模式解决土地争端、划定边界和建立正式的所有权程序，是一项代价高昂、耗费时间的高难度工作。与此相反，许多小额信贷公司采用集体贷款模式，承认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纽带是另一种抵押资产。


  尽管企业家们明白小额信贷奏效的具体原因，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一例子转化为低收入市场更具普遍性的战略思维。[10]研究领域也是如此。2004年，泰德·伦敦（本文的合著者）和斯图尔特·哈特提出，企业应与金字塔底层经济共同合作，来了解哪些资产已经在这些市场发挥作用，避免无意识地采取“西方化”的做法，单方面界定这些市场应该如何运作。[11]然而，他们没有对哪些资产在低收入市场最为有用提供更具体的战略分析。2011年，FSG顾问约翰·堪尼亚和马克·克拉默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了关于“集合影响力”的想法，并提出了与金字塔底层和低收入市场伙伴组织成功合作的条件。[12]但这篇文章也很少谈到“内容”，例如这些合作应该针对市场中已有的哪些资产。[13]此类研究缺口到今天仍持续存在。


  在下文中，我们扩展了集合影响力和其他共创模式，主张成功的企业应该做三件事:（1）承认和尊重金字塔底层的成员是知识和技能的宝贵来源；（2）认可低收入市场不是一个充满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环境，而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环境；（3）发现并合理使用这些市场中已经存在的五种资源，促进建立健全的商业模式。


  “共创模式”的两个成功案例


  五年来，我们研究了拉丁美洲的低收入市场。通过研究和访谈的方式，我们收集了43个企业的案例研究。[14]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企业中的一部分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却并没有那么顺利。我们发现，那些进入低收入市场的企业普遍依赖转移模式，对BOP市场成员的能力、市场已有资源所提供的机会存有偏见，试图利用为高收入市场开发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解决低收入市场的问题。


  在成功案例中，我们发现它们都采取了共同创造的手法。这些企业不认为BOP市场的成员需要它们的帮助，反倒把它们视为企业开拓商业模式的伙伴和顾问。同样，这些企业也没有把BOP市场视为乏善可陈的不毛之地，而是强调发现和利用这些市场所拥有的五种资源中的一部分或全部的重要性（具体参阅73页中的“转移模式与共创模式之比较”）。接下来，我们通过两家阿根廷胡胡伊省 (Jujuy Province) 运作的公司的详细例子来说明共同创造的模式。第一家公司名叫USound，由当地企业家创办，将产品卖给世界各地的BOP市场。第二家叫作Warmi，从低收入生产者那里购买产品，然后销售到国际高收入市场。


  USound:发现BOP市场的独特资源


  USound是一家销售新型低成本助听器的公司，由埃兹基埃尔·埃斯科瓦尔和他的三名MBA（工商管理硕士）同学于2015年创建。四名创业者都来自阿根廷最北部的胡胡伊省（占地53219平方公里，居民约为67.3万人），该省北面与玻利维亚接壤，西面与智利接壤，东面和南面与阿根廷萨尔塔省接壤。


  阿根廷北部一直是该国最贫穷的地区，胡胡伊省也不例外。胡胡伊省具备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原住民人口众多，移民流动性很大。该地区的互联网速度慢且不稳定，但许多当地人都能通过有着基本功能的智能手机和负担得起的使用套餐，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当地原住民和“白人”群体之间的收入与文化差异造成了社会紧张，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障碍。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许多公司避开该地区，认为这些问题太难解决，而忽略了那里的有用资源。


  
    转移模式与共创模式之比较


    采用共创模式需要改变公司的传统战略思维方式。


    [image: ]

  


  经济资源:埃斯科瓦尔和他的创业伙伴了解到，世界上5%的人患有听力问题，而BOP市场的消费者大部分负担不起昂贵的助听器。USound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在贫民窟的经验了解到，这些低收入的消费者可以为自己所看重的产品支付少量的费用。想要利用这一资源，USound必须提供一个让低收入消费者负担得起的设备和支付机制。


  领导力资源：埃斯科瓦尔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原住民家庭。尽管USound的创始人们有机会从阿根廷最贫穷的地区搬到波士顿，但他们还是决定不舍弃梦开始的地方。虽然面临着电力和互联网的缺口等问题，但他们相信，在胡胡伊省所发现的创新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知识资源：埃斯科瓦尔开始吸引更多来自该地区的年轻人，他的追随者们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展示出了创造力和毅力。随着USound的稳步发展，埃斯科瓦尔和他日益壮大的团队成为当地的模范，能够影响政府机构，为USound和其他进入该地区市场的企业谋求更多的福祉。


  创新资源：USound所在的省会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有一所开设编程课程的大学。为了建立适合低收入市场的产品和相关商业模式，USound聘用了具有基本计算机技能的年轻人。由于大多数编程课程都可在线获取，USound的新员工开始进行自我培训，反过来为USound的创新添一分力。


  网络资源：USound逐渐引起了有意支持低收入市场发展的各相关方的兴趣，如省级和国家级政府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地方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投资者和来自阿根廷各地不同收入背景的年轻人。埃斯科瓦尔意识到USound有可能将这些被隔断的群体连接起来。通过组织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工作坊，他利用这一网络资源来探索新的商业创意，最终在胡胡伊建立了一个创业中心，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专业人员，并促进USound和其他当地公司的创新。


  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这家创业公司现在准备探索如何利用当地资源进一步扩大规模。


  Warmi：化解当地的特殊矛盾


  
    [image: ]

    社区领袖罗萨里奥·奎斯佩是合资企业的创始合伙人

  


  Warmi是阿根廷美洲驼绒服装的生产商与原住民经营的合作社共同组建的合伙公司。合作社负责协调普纳（Puna)地区的产品供应链。普纳地区是胡胡伊省科亚人（Coya）的聚集区。该聚集区截至2010年共有42541人，海拔在1500至6000米之间，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大多数科亚人没有正式工作，其中近95%的人口享受不到政府福利，5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人口。然而，普纳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科亚人有着与骆驼纤维打交道的浓厚文化传统。


  许多企业不愿涉足该地区，因为它地处偏远，同时原住民的科亚文化与基于移民历史的阿根廷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Warmi是个例外。阿根廷商人胡安·科拉多和四位富有的阿根廷人、科亚当地的社区领袖罗萨里奥·奎斯佩决定联合投资Warmi，他们利用以下5项资源建立了一个成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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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普纳地区科亚原住民社区成员生产的美洲驼绒服装或羊毛服装

  


  经济资源:普纳的4万多名原住民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生产被视为高质量原材料的驼绒，但他们并没有定期出口这些材料，还经常被中间人剥削，大部分利润都归中间人所有。Warmi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它设法以透明和可靠的方式从原住民社区购买原材料。通过控制价值链上的更多环节，该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向当地生产商提供更好的价格，并建立稳定的采购流程。


  领导力资源：罗萨里奥·奎斯佩是一位社区领袖，几十年来保护原住民社区不受“白人势力”的侵入。她还为普纳妇女建立了一个协会，以支持她们的经济进步。Warmi的使命符合这一愿景，她加盟成为创始合伙人。由于奎斯佩在当地受到尊重，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Warmi从她的领导才能中受益，为公司赢得了支持。此外，胡安·科拉多还有一位朋友是胡胡伊省的“白人”妇科医生，胡尔迪·格兰达自愿在普纳工作了几十年。由于他的工作和在当地社区治疗宫颈癌的口碑，格兰达医生在原住民社区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以医生朋友的身份被介绍进当地社区，使得科拉多在原住民社区中获得了最初的信任。


  知识资源:普纳地区的原住民有与骆驼共生同作的悠久历史，与自然有着深厚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Warmi认为这些传统是一种资产，有利于其产品和营销。高品质的驼绒披风附上普纳地区及其人民丰富的文化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产品。Warmi的投资者也会在服装设计、营销和生产方面征求原住民的意见。Warmi将这些当地专家与在高端市场有经验的生产和营销专家聚集在一起，讲述普纳的故事，同时推广该产品。


  创新资源：Warmi的领导团队了解胡胡伊省作为一个繁荣的纺织工业发源地的历史。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大多数纺织品企业如今已经破产，但机器和厂房还都在。经过适当维护，这些基础设施便足以开始生产。Warmi刚开始是在靠近地区首府的地方进行生产，自2018年以来则是在普纳的科亚人社区之内。此外，一个为参访者和游客而建的博物馆也即将开业。通过展示纺织公司的旧机器，让公众了解纺织用具和生产过程的历史，这么做有助于提高Warmi的认知度，建立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相关性的产品的独特形象。


  网络资源:在胡胡伊省的“白人”和普纳原住民之间牵线搭桥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之间的鸿沟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种族主义仍然对当地社会有很大的影响，阿根廷北部和普纳的白人阶层对于不同种族的容忍度很低。另一方面，双方都有许多人正在试图改变这一现状，Warmi的领导层看到了机会：普纳驼绒的采购、生产和分销的实现需要原住民社区和胡胡伊省的富人之间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巧合的是，毛里西奥·麦克里总统和他的中右翼亲共和党（Propuesta Republicana）当时正在寻找一个2015年的商业成功故事。Warmi抓住机会分享了它在原住民社区和“白人”社区之间建立网络的成功经验，利用这一网络资源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共创模式所需的五大资源


  以上例子表明，在转移模式可能失败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共同创建来构建业务，像USound和Warmi这样的公司一样去尊重，而不是批评或漠视BOP的成员和BOP市场。共创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现、利用许多低收入市场上可见的五种资源（见第79页“共创模式”）。接下来，让我们逐一分析。


  埃斯科瓦尔和他的合作伙伴最初试图帮助一位听力受损的同学。他们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让他将手机作为助听器使用。程序开发非常顺利。四个创业伙伴在胡胡伊省成立了一家公司，将他们的创新带入市场。USound将其设备作为应用程序－耳机套件在网上销售，其价格不到其他助听器的20%。到2016年年中，该应用程序已在150个国家和地区被下载超过25万次。


  我们发现，USound的成功在于它系统性地识别和利用了当地市场上的5种资源。


  
    共创模式


    企业在低收入市场可以利用5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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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资源是指低收入市场中可能提高购买力或提供获得替代性金融资源的资源。我们的数据表明，这一资源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具体例子参见第82页“找到低收入市场的资源”）。它们包括当地消费者和生产者现有的资产、他们在必要时可以获得的资产以及可以提供服务的资产。


  例如，上面提到的妇科医生在阿根廷低收入市场建立了一个私营保健系统。许多阿根廷医生过去因为病人很少能够负担起私人保险而头疼。格兰达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他认识到，虽然低收入市场的病人只能负担很少的医疗服务费用，但他们可以在得到服务后立即付款。这在阿根廷的保健制度中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因为阿根廷保健体制内的医生必须提交保险理赔，往往要等几个月才能得到报销，有时甚至根本得不到任何付款。格兰达创办的私营保健系统的另一个好处便是能让大量的人获益，并通过更多、更快付费的客户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在典型的阿根廷保健系统中，医生每天只能接待少数具有私人保险的病人。


  知识资源是指低收入市场中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建议和信息的经验、技能及专业知识。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与发达国家中企业和传统咨询顾问的合作。


  例如2004年，哥伦比亚家庭用品制造商Corona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决定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低收入地区。为了接触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该公司开始与在这些社区工作多年的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些社区组织的建议塑造了Corona最初的业务发展模式，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还使该公司在其他潜在合作伙伴之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Corona的大部分启动成本都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领导力资源是指激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区领袖在社区内外低收入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实现决策改进。德国生产有机婴儿食品的家族企业Hipp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领导力资源的范例。Hipp的一种产品需要用到有机香蕉。有机香蕉的一个优质来源是哥斯达黎加南部的一个原住民群体Bribri。他们生活在保护区内，在那里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少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白人”。所以即便是哥斯达黎加的街头小贩，都很难从这个社区稳定地获取大量的有机香蕉，就更不用说像Hipp这样的外来买家了。Hipp与生活在Bribri保护区内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达成合作，并随后聘用他来管理公司的供应链。通过在供应链中引入一位在当地地位崇高的人士，Hipp打败了竞争对手，获得了所需的有机香蕉。


  网络资源是连接低收入市场中的个人和社区的平台。在这些市场中，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和组织都能将不同的人群捆绑在一起。


  秘鲁利马有一些家庭靠收集垃圾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对于在哪里能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了如指掌。但这些家庭自身在垃圾回收交易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而且通常也得不到政府福利。阿尔比那·鲁伊斯是健康城市（Ciudad Saludable）的创始人，她看到了由这些家庭形成的一个强大的网络，可以帮助实现清理利马街道的愿景。为了给这些家庭创造一个更强大的市场，健康城市开始让这些非正规垃圾回收商职业化，并为他们提供培训。此外，鲁伊斯还创建了一个被她称为“信任桌”的小组，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相关各方的代表，他们共同起草了一项法律，将秘鲁以及后来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垃圾回收商确定为一个正规职业。这样一来，回收商们得以更容易地出售各自的产品。


  创新资源侧重于能够促进创新和变革的低收入市场资源。安德烈斯·巴尔迪维索是智利人，他利用创新资源创建了Toth公司。该公司依靠技术平台，针对BOP市场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服务，包括管理处方药的家庭护理平台。为了开发和监督这些技术平台，巴尔迪维索从贫民窟雇用了年轻的“专业人员”，他们都是利用回收并修复的旧电脑自学成才的编程专家，使用餐馆的Wi-Fi区域获得互联网接入并接受免费的在线培训。巴尔迪维索之所以雇用这些专业人员，而不是其他受过较传统IT培训的专业人员，正是因为前者对非正规市场有着深入了解，能够帮助Toth的产品适应当地客户的需要。


  
    找到低收入市场的资源


    BOP市场可用于共同创造的5类资源的细分和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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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与BOP共创了吗？


  我们的研究表明，采用共创模式可以促发低收入市场的商业成功。为了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企业领导必须对BOP市场成员的知识和技术予以充分肯定，善用低收入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如果运用得当，共创模式可以解锁那些依赖于转移模式的企业所忽略的资源。


  熟悉高收入市场运营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评估自身是否已经准备好在低收入市场进行共创。


  
    ·BOP市场的成员将在战略的设计和执行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策略主要是基于纠正错误，还是基于采用正确的方法？


    ·当公司描述低收入市场时，是强调可能发生的问题还是可以利用的资产？


    ·公司在哪里可以找到建立一个强大的商业模式所需的资源？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领导层愿意采纳共创战略，他们就能找到低收入市场上的特定资源，并从中受益。乍看之下，这些资源可能并不明显。但共创意味着企业的领导团队不必单打独斗，他们应征求低收入市场伙伴的意见。


  为了评估准备情况、测试团队的创造力，企业领导团队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消费者和生产者拥有哪些可以提高购买力或提供更多的替代性金融资源的经济资源？


    ·当地专家有哪些知识资源可以为公司决策提供建议或信息？


    ·社区有哪些领导资源可以影响社区其他成员的决定？


    ·低收入市场有哪些网络资源可以创建连接个人和社区的平台？


    ·低收入市场有哪些创新资源可以促进变革？

  


  低收入市场存在商业机会，但企业领导层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机会。采取共创模式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为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包容性的手法也有助于扭转企业与BOP市场成员之间现有的权力失衡。只有相互尊重，建立一种重视和发扬BOP市场已有资源的合作模式，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泰德·伦敦（Ted London）


    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教员，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金字塔底层的承诺：建立具有影响力和规模的企业》一书的作者。


    乌尔斯·贾格尔（Urs Jager）


    INCAE商学院（排名第一的拉美商学院）副教授，Viva Idea研究主管，与维贾伊·萨特（Vijay Sathe）合编了《拉丁美洲市场的战略和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沿》（Strateg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Latin American Markets: The Sustainability Frontier）一书。

  


  
    点评

    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共创模式”应得到更多关注


    点评人：刘鹰


    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文章《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共创模式”》一文关注每年消费能力超过5万亿美元的金字塔底层即低收入人群市场。这些人群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发达，有形基础设施和正规机构往往缺乏，电子通信和信息技术有限，当地有资历和经过培训的人才很少。面对这种情况，作者注意到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一种是“转移法”，即为了填补低收入市场环境中的明显缺口，相关公司将在高收入环境中被证明有价值的技能、素质和资源带进低收入人群市场；另一种是“共创法”，即进入的公司与金字塔底层的成员合作，识别该低收入人群市场可利用的“资产”，共同创造解决市场经营难题的方法。


    由于金字塔底层的市场缺乏正式确立的法律所有权、识字率低、公共设施缺乏，在交易中能够划定产权并提供保护的正式法律或规则难以推行。因此，作者的研究表明，将高收入市场的成功方法“转移”到低收入市场是不成功的。


    作者将“共创模式”定义为一个基于透明度和互惠互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和金字塔底层的成员作为互相尊敬的同事合作，识别和利用低收入市场的资产，以期建立一个解决金字塔底层市场成功的商业模式。


    这篇文章的长处是在5年的时间内收集了43个案例研究。作者试图从将产品销售到低收入市场和购买低收入市场生产的产品的两个案例分析中，寻找和鉴别低收入人群的5类资产（经济资产、领导力资产、知识资产、创新资产和网络资产），我非常同意和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然而，令笔者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虽有案例，但缺乏数据支持。比如说，在这43个案例中，到底有多少企业创业成功并能进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多少收入、销售什么产品，等等。没有这样的事实，很难证明“共创模式”的成功。


    另外，笔者想分享一下国内阿里巴巴“淘宝村”的经验。“淘宝村”通过发挥“网络包容”的技术优势，让金字塔底层的草根企业家在网络平台上低成本创业，发挥创业带头人的示范效应；借助社区当地政府部门、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资源配置力量，低收入人群会焕发极大的创新力，逐渐形成具有显著生机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我希望研究者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金字塔底层人群市场的重大影响给予更多关注。


    
      刘鹰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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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苏里模式：应对创伤的系统性变革新视角[1]


  作者：帕特西·卡特

  安德里·布兰科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良经历和长期压力，尤其是儿童期的压力，会损害发育中的大脑。尽管创伤领域日新月异的科学研究为如何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实现系统性变革仍然荆棘满布。“创伤知情型”手法能够减少创伤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密苏里模式”以创伤科学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分阶段理解、应对创伤的框架以及衡量各阶段进展的改善指标。

  


  当今美国的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系统让美国人民大失所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美国婴儿死亡率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这一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与其他35个经合组织(Organization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教育成绩排名非常低。美国的监禁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大量精神病医院关门，监狱已经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收容所”。代际贫穷和暴力持续存在，而且在长期面临种族歧视的群体中尤为明显。最近，阿片类药物的滥用问题再次凸显了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


  尽管大多数相关的社会服务和教育类项目对服务人群有帮助，但还是有部分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状强化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社会问题的本身在人，与社会环境无关。


  对创伤的科学研究为理解、应对传统社会服务项目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开辟了新的渠道。从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表的童年负面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ACE）研究开始[2]，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良经历和长期压力，尤其是儿童期的压力，会损害发育中的大脑。反复暴露在可感知的危险中会改变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刺激体内的激素。这些生物性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并可能对情绪功能调节能力、身体健康以及教育、育儿和就业等各方面的表现产生长期影响。表观遗传学领域的研究甚至表明，创伤可能会代代相传。


  遗传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决定了身心的健康程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遭受相同创伤的个人或群体所受到的影响会不一样。如果没有认识到反复创伤对当事人产生的生理影响，那么相关治疗以及当事人所在的环境不仅可能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导致当事人遭受二次创伤。虽然越来越多的健康医疗组织开始提供以循证为基础的创伤治疗，但是仅靠治疗并不能消除服务性组织激发创伤反应的风险，也不能应对创伤被揭开后的后果。为了应对这些系统性的问题，相关的服务性组织需要建立深度、全面了解创伤的组织架构。


  我们很难明确指出一个组织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持续、有效地应对创伤问题。下文介绍的“密苏里模式”通过提供选择和路线图，来降低这一改变进程的难度。将进程进行分解并确定主要的改善指标，可以帮助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找到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所需的更深入、更系统的变革途径。


  创伤科学的启示


  创伤科学与复原力（resilience）研究的主体有交叉，后者通常被定义为从不幸事件中恢复或者适应变化的一种能力。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创伤经历是各种负面后果所涵盖的风险因素，而“复原力”是指对抗逆境影响的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的支持。过去几十年，创伤预防研究中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外部环境的支持或保护因素可以缓和创伤和逆境的影响，比如关怀、高期望和有意义的参与机会。举例来说，大多数来自经济或社会地位低的家庭或社区的儿童、青年都能克服这些风险因素，健康成长。[3]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从业者都试图找到一种平衡：既接受创伤经历的负面影响，也认可人的复原力和成长的积极能力。


  这一新的创伤和复原力的交叉视角使人们认识到，一些社会服务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咎于对社会问题的误读，进而导致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干预措施。一些新的解决方案随之浮现。例如，流行病学家加里·斯拉金（Gary Slutkin）认为，暴力行为往往是当事人过去经历暴力的结果，而非个人的失败，暴力被重新定义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传染病”。


  自1998年童年负面经历研究以来，社会对创伤性事件的认知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此前，公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退伍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简称PTSD）上[4]，其次是儿童和妇女被虐待施暴的影响问题。ACE研究引导专业人士和公众关注10起发生在儿童时期的与家庭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影响。[5]自那以后，包括灾害、社会暴力、种族歧视和贫穷等各种事件和环境造成的心理伤害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随着对心理负面经历认知的加深，辨别不同经历所造成影响深浅的需求也随之涌现：哪种经历会产生持久心理影响，哪种则仅仅是一时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对于心理创伤的定义，但目前最广为接受的是联邦药物滥用和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下简称SAMHSA)的说法：（心理）创伤是由个人经历的一起事件、一系列事件或一系列环境造成的，这些事件或环境因其对人体的正常机能和心理、身体、社会、情感或精神健康持久性的负面影响，而对人的身心有害或者造成重大威胁。


  上述定义强调了每个人独有的经历可能导致人体运转能力变化的路径和原因，这与以下研究的结果相契合：无论创伤的来源如何，创伤性事件的生理影响是相似的。而且经历的事件或环境的创伤性越大，对身心健康的恶性影响就越严重。


  美国心理协会于1980年首次确认PTSD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此后的早期创伤治疗几乎完全集中在PTSD的症状治疗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精神卫生管理局资助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对同时患有精神疾病、药物上瘾以及暴力史的妇女进行治疗干预。在随后的几年中，临床医生开发了一系列经过精心评估的治疗手法，以应对慢性和复杂的创伤所造成的伤害。虽然这些手法对治疗对象确实有所帮助，但如下事实却并未获得有效解决：有创伤史的人日常会接触除精神康复机构之外的各类组织，例如学校、教会、卫生和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军队等，除非这些组织都对创伤有一定的认知并知道如何应对，否则它们将无法有效地帮助有重大创伤史的个人，反而可能会引发当事人的负面反应，如自我伤害行为、攻击性行为、逃学等，并可能助长暴力和贫困的循环、过度使用精神药物等。心理学家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珍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将这一过程称为“制度性背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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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心理学家玛克辛·哈里斯（Maxine Harris）和罗杰·法洛特（Roger Fallot）首先使用“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一词来描述有效应对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群的暴力行为和创伤所需的组织环境。[7]在后来的10年中，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多个服务部门。与创伤治疗不同，创伤知情模式旨在改变整个组织或环境的文化和操作规范。


  按照SAMHSA的定义：一个创伤知情型的项目、组织或系统对创伤的广泛性影响和潜在的康复途径有深入的了解，能发现客户、家庭、工作人员和参与系统的其他人员的创伤迹象和症状，能采取应对措施将创伤的相关知识充分纳入政策、程序和实践之中，并努力积极预防二次创伤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创伤知情型手法能够减少创伤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已知的推广案例包括创伤知情型的教室、保健诊所、心理健康和成瘾服务、少年司法和儿童福利方案、法院和执法、监狱、宗教团体和工作场所。美国有几个州为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纳入了创伤知情框架，还有一些地区和市镇将成为创伤知情型社区作为目标。对于创伤知情模式的推崇在情理之中，因为此类模型具有可复制的两个重要特点：它们有可能让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更简单易行，同时也有助于应对显而易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8]


  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对创伤知情型组织的综合评估还不多，但研究表明，创伤知情型手法可以提高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提升他们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并减轻创伤症状。创伤知情型手法最著名的实践案例被记录在了电影《纸老虎》（Paper Tigers）里[9]。这部电影以林肯高中为讲述对象。林肯高中是华盛顿州瓦拉瓦拉的一所特殊学校，专为在公立学校中成绩不合格的年轻人开设，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低收入家庭。林肯高中学生的童年受创伤程度是全州平均水平的四倍。[10]从2009年开始，该校校长吉姆·斯波莱德带领全校开始了一场倡导运动，支持有创伤经历的学生，培养他们在逆境中的复原能力，并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该倡议的重点是推动教师和工作人员之间，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理解创伤的价值观和行为。学生违纪现象在倡议实施后不久就有所减少，在学率也有所提高。2013——2014年，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以衡量学生的复原力与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复原力的提高与学业表现（年级和标准化考试分数）有关，还减弱了儿童时期创伤的预期负面影响。


  另一个获得全美关注的成功案例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洛米尼（Menominee）印第安人保留区。2009年，当地部落的一些官员开始意识到部落青年学习成绩差与健康问题的关联性，而两者又都与保留区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创伤有关。这一历史创伤的源头始于1860年启动的政府政策：要求15岁以下的儿童只能上禁止部落语言和习俗的寄宿学校。1954年至1973年间，强迫式同化教育继续进行，当时的美国国会剥夺了美洛米尼人的合法身份和权利。这些政策不仅使得部落饱受伤害，也削弱了通常作为保护因素的传统家庭和社会结构。政府保健和社会服务方案“标准化”的推广延续了强迫式同化的恶性模式。


  美洛米尼保留区的领导人了解到，频频发生的亲密伴侣暴力、药物滥用和虐童事件都与部落特性和文化的丧失有关。这些官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部落人了解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创伤的影响，同时将基于创伤知情的实践行动纳入到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之中。


  美洛米尼部落将创伤界定为一个社区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家庭的问题，同时肯定部落传统文化习俗在创伤知情的干预措施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美洛米尼文化认为怀孕是神圣的，保障妇女和婴儿的安全和健康是一种值得骄傲的生活方式。部落现在向高中生传授美洛米尼祖先的传统美德（智慧、爱、尊重、勇敢、诚实、谦卑和真理），并向女孩提供符合部落文化习惯的生殖健康服务。美洛米尼部落还开展了以反药物滥用为主题的各类文化活动。2008年至2013年期间，该部落15至17岁未成年女性年生育数从20胎降至5胎以下；高中生的药物滥用率也有了下降，大麻使用率下降了30%，吸烟率下降了49%，饮酒率下降了64%；而该部落的高中毕业率从60%上升到近99%。[11]


  此类案例研究表明了创伤知情型解决方案的效果。然而，将其作为系统变革战略的有效部分还存在巨大阻碍。虽然许多业内领袖强调整合以及系统变革的重要性，但心理学家凯瑟琳·贝克尔－布莱丝（Kathryn Becker-Blease）指出，在实践中，“创伤知情”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孤立提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12]变革努力往往侧重于个人康复，而不是更广泛的组织或政策改革。一个机构只是在其服务列表上增加一名新的创伤临床医生或治疗选择，或是开始向其工作人员提供基本培训，也会自称是“创伤知情”。


  对创伤知情手法的一知半解不仅对现状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更糟的情况产生。例如，如果一家机构对于性侵受害者向其陈述的受害经历漠然视之或加以掩盖，受害者就会有更强烈的创伤性症状。[13]此外，在组织或社区层面实现创伤知情转型在任何领域都不是常态，部分原因可能是执行过程的复杂性。许多组织认为这种规模的变革需要过多的时间投入和资源消耗。[14]


  密苏里模式的特点


  密苏里模式与大多数创伤知情的组织变革模式一样，在对创伤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安全、可信、选择、协作和授权”的原则，并为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模板。[15]然而，与其他系统不同的是，密苏里模式明确地将“创伤知情”的概念界定为主体经历一系列连续阶段的发展进程之后的最终结果。


  这一模式源于帕特西·卡特（本文作者之一）在密苏里州精神健康部门工作期间监管的一项为期3年的创伤知情“早期采用者计划”。5个社区心理健康中心、1个州营儿童寄宿中心和青年服务部州办公室参加了这一项目。这些机构接受了密集培训和持续性咨询，并参加年会以交流经验。在3年项目结束时，精神健康部召开了一次全州范围的“创伤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该州的创伤知情早期采用者和创伤领域的知名组织。成员们代表了不同的专业（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救灾和循证临床实践）和不同的服务系统（包括反家庭暴力、少年司法、儿童福利、药物使用和精神健康）。圆桌会议的目的是确定该领域的需求和重点关注的领域，并制定一项全州范围的变革战略。


  当时，创伤知情模式的早期实践者已经遇到了许多问题。他们在语言或定义上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依据来评估自称为“创伤知情型”的服务组织。创伤知情的相关培训只是浮于表面，引发二次创伤的错误行为仍然存在。早期实践者还指出，他们圈子里的许多机构对引进这一模式所需做出的改变感到不安，不是所有机构都认为其使命与创伤知情的框架是相容的。圆桌会议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有效的执行系统需要明确界定术语，建立发展框架，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为衡量阶段性成果提供指导，并能让参与组织自行决定进展的程度和节奏。圆桌会议在此后两年里制定了密苏里模式，并鼓励密苏里州在所有相关实践中采用这一模式。


  密苏里模式将一个组织理解和应对创伤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明确了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对进展有益的组织流程、对进展情况做出判断的关键指标和资源的链接（见第103页的“密苏里模式”）。这四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排序，也不相互排斥。大部分机构往往在不同领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阶段之间徘徊。虽然一些机构在每个阶段主要任务的实现情况上有快有慢，但许多机构还是认为，将进程理解为一个连续体式的执行过程非常有益，比简单的“知情创伤”与“不知情创伤”的二分法要好很多。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杜鲁门医疗中心（Truman Medical Center，下简称TMC）是“密苏里模式”的早期采纳者之一。TMC最初阶段的行动侧重于普及对创伤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包括提供一个全体工作人员的入门培训方案、举办整个医疗中心的开放日，以及评估临床医护人员应对创伤问题的能力等。随着认识和热情的提高，TMC开始致力于构建制度化的创伤应对深度培训，密切关注创伤知情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引入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步骤让医护人员认识到，创伤应对不仅是一项额外的工作，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可以让他们的工作更容易，同时也能获得一个更具有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到了这个阶段，医疗中心的每个部门都完成了创伤知情的内部组织评估，为如何支持服务对象和医护人员制定了一套单独的目标。


  在下一阶段，TMC通过改变服务方式和员工培训的方式，来建立整个机构的创伤反应机制。用户导向服务的改革包括修订“用户失约规定”，提供更多的用户预约提醒服务，并在用户迟到或弄错日期时提供合理的灵活安排，调整当天预约服务的相关规定等。对应医护人员的行动项目包括提高对创伤问题的正面认识，建立应对不当处理的同伴支持系统，在监管体制中引入创伤知情的相关内容等。在这一阶段，医疗中心还对物理环境进行了评估并做了重大修整，以创造一个开放、明亮、空间感十足的环境，同时改进中心内部的标识系统，让用户更容易找到方向。


  随着TMC逐渐接近机构转型的终点：一个创伤知情型的组织，它开始看到在实际服务成果上可衡量的变化。引入当天预约服务后，用户的失约率有所下降。随着对压力和创伤如何影响大脑功能和感知能力的进一步了解，医疗中心的员工与用户、主管与员工之间体现出更高程度的信任和理解。创伤患者获得以循证为基础的健康治疗的机会有所增加，TMC处理更严重的精神健康症状和行为的能力也有所改善。几年之内，该医疗中心成为堪萨斯城公认的创伤领域领袖机构，并帮助发起了全市范围内的协作计划，还成立了创伤知情型创新国家中心。虽然医疗中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于它所服务的人群及工作人员来说，变化已然可喜。杜鲁门医疗中心为创伤知情的组织变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商业案例。


  另一个通过密苏里模式指导自我评估和监测的案例来自圣路易斯。该市的22所学校参加了一个创伤知情学习协作项目（trauma-informed learning collaborative，下简称TILC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教师和后勤人员的领导力，由一个名为“活力健康圣路易斯”（Alive and Well STL）的当地倡导项目牵头。TILC项目采用密苏里模式向教师和学校介绍应对创伤的实践做法，从三天的强化培训开始，此后每月举行互动网络研讨会和季度面对面会议。专业顾问还进行实地访问，协助学校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


  TILC项目在最初阶段采用了“活力健康圣路易斯”所开发的评估工具，帮助学校确定重点工作领域，并建立一个监测进程的机制。该工具是以密苏里模式为基础的。每个学校的实施计划和程序都不同，包括建立一个创伤应对委员会，重点关注压力意识和自我护理，反思社区损失，为教室配备感官工具包帮助学生管理情绪，创建冥想家长群，为学生开辟感官体察和平复情绪的专用空间，在课堂上实施冥想练习，为在教学时间有需要的教师开辟员工休息室等。


  
    密苏里模式


    机构在理解和应对创伤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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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C项目在整个过程中采用了多种评价策略。总体而言，参与学校在创伤知情呵护成果量表(attitudes related to trauma-informed care，下简称ARTIC）所有7个分量表上的表现都有所提高。ARTIC量表是一种经心理计量学验证的，测量创伤知情呵护成果的方法。[16]来自几所学校的数据还显示，学生的日常纪律处分次数持续减少。在计划实施到6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的不同阶段，学校使用活力健康圣路易斯开发的评估工具，对每一阶段的关键指标打分。在6个月时，学校在“创伤意识阶段”的评分最高，而到项目结束时，学校实现了所有四个阶段项目评分的提高。在过去的6个月中，最小的变化（15%）发生在“创伤意识阶段”，最大的变化（41%）发生在“创伤知情阶段”，这反映了向具备创伤知情能力的更高层次认知过程的转变。


  结语：系统层面的根本变革很有必要


  上述阶段性发展模式的创伤知情路径凸显了对现有支持系统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通过这一模式可以看到，创伤知情性变革需要做出长期性的承诺。要对根深蒂固的态度、行为和系统进行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远远不止进行员工培训和采用新的治疗模式那么简单。


  自愈型社区模式（self-healing communities model，下简称SHCM）是以华盛顿州十多年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文化改革为基础的。从社区文化习惯的改变、新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到对一些固有观念的反思，其结果是社区群体保健成果的显著改善。SHCM由四个阶段组成：领导力扩展阶段、聚焦阶段、学习阶段和成果。SHCM模式与密苏里模式非常相似，允许有时间进行反思和问询，并强调政策、实践和日常互动领域的有意识的转变。


  密苏里模式在它的发源地已经显示出对于跨部门合作的促进作用，这对于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至关重要。密苏里模式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概念框架，支持地方学校系统、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和卫生保健提供者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通过将传统意义上独立工作的团体和部门聚集在一起，构成了广泛性的公共卫生反应的基础。在政策层面，密苏里模式为制定创伤知情型的政策指南提供了一个模板。2019年年初，一份将密苏里模式翻译成学校教育语言的指导文件得以发布。上文所述的圆桌会议还制定了《密苏里州抗逆境、缓和创伤影响综合性公共卫生办法》，以减轻创伤的影响，通过实施减少创伤风险和影响的普遍战略，协助社区解决系统性问题。


  美国其他一些州也已经采用了密苏里模式。威斯康星州将其重新命名为威斯康星模式（Wisconsin model），并添加了威斯康星州特有的资源，作为全州范围内的规划指南。俄勒冈州和特拉华州也基本全盘套用了这种模式。俄亥俄州反家暴网络采用该模式为其服务创建了一个创伤知情的“路线图”，伊利诺伊州正在将其应用于公共卫生系统。全美各地的组织也把这一模式作为一个模板，洛杉矶县将其作为建立创伤知情型社区的一个关键工具。


  新兴的创伤科学为建立更有效的服务系统、解决长期以来的老大难社会问题提供了新希望。为了释放创伤知情模式的潜力，我们必须明确界定术语并衡量影响，同时挖掘、审视和应对现状中起着反作用的更大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力量。如果我们不去识别和对抗这些力量，它们将不可避免地颠覆善意的努力。以阶段性发展模式来实现创伤知情变革并不能百发百中，但它提出了为建立有效应对创伤的服务系统和社区所需要回答的难题。


  
    帕特西·卡特（Patsy Carter）


    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儿童福祉中心临床心理学家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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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知情政策和实践运动联合主席，社会心理学家、独立咨询顾问。

  


  
    点评


    点评人：杨婉秋


    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各类灾难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伤科学为理解和应对危机、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开辟了新的渠道。两位作者的这篇《密苏里模式：应对创伤的系统性变革新视角》梳理了不同领域对创伤理解的演化发展，提出从系统论的视角去讨论创伤与复原，更重要的是阐述了创伤干预的公共卫生策略“创伤知情”模型。


    “创伤知情”模型强调有效应对创伤所需的组织环境，涉及改变整个组织或环境的文化和操作规范，即那些有助于提升心理复原力的政策、措施和环境的组织，能够减少创伤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近十年来，我国因地震、矿难、山体滑坡、空难等重大灾难频频引发公共危机事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创伤的复原已然成为中国精神医学、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留守/流动儿童、留守老人和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普遍的心理创伤带来的社会风险，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


    我个人认为，从社会创新的意义上讲，“创伤知情”模型为解决我国心理性社会问题提供了具体策略的启发，尤其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心理问题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正如舍勒所言，现代社会的基本心理特征是怨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流动性、职业竞争压力、传统人际纽带的解体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造成了焦虑的一代又一代，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一点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十九大报告就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其核心目的是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这是一种全新的表述。而这篇文章提出的“创伤知情”模型似乎特别适用于我国政治、文化背景——我国的体制可保证该模式科学、高效推行，充分利用宏观调控、系统资源的联动，应对社会危机事件。


    在有中国特色的诸多社会问题中，备受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易经历忽视、虐待等创伤事件，这导致其遭受心理与行为的异常、辍学、暴力倾向、抑郁、自杀和违法犯罪等的风险增加。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四个留守儿童自杀身亡；2017年除夕夜，云南一名15岁的留守儿童自杀。这些悲剧令人震惊。为了解决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问题，要从国家层面不断要求各级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构建留守儿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首先，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和行动上进行干预。国务院下发系列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要求，民政部对部内儿童工作职能进行调整，增设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设置未保专干。其次，对留守儿童生活的社会场域进行干预。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和班主任、家长、监护人、社区工作人员的伙伴协作关系，明确分工、监管到位，为留守儿童提供保护性和支持性的环境，这些环境支持或保护因素，可以缓解创伤和逆境的影响。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干预体系正体现了“创伤知情”模型对创伤的预警和介入，即对有利于创伤复原的政策、做法和环境的组织进行干预，能够减少创伤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


    这篇文章中的“创伤知情”模型强调个体、群体在面对创伤时的自组织过程，以及周遭环境的改变、多组织机构的合作、政策的变革等系统的改变，不仅是一种创新的知识性思路，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如何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去讨论创伤的产生、维持、发展、恶化或复原，从而为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干预策略的样本，为新兴的创伤科学建设更有效的服务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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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方皆好到七方皆好：日本后增长时代的利益相关者经济


  作者：菲利普·苏盖

  译者：黄伟鸿


  欢迎来到后增长时代


  2019年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对全球经济的评估，并在评估中明确指出：发达经济体不再被认为能够创造持久的高增长。[1]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经济和商业模式并不是基于这个新现实而建立的。正如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在《事实》（Factfulness，2018）一书中所言，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极端贫困，或他所描述的从“第一级”（最低级，即每天的生活费只有2美元左右）跨越三个递进阶段，最终达到每天32美元生活费的较高生活水平，即“第四级”。[2]联合国制定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正是旨在帮助罗斯林所说的处于第一至第三级的人们达到第四级生活水平。


  这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但当我们最终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时又会怎样呢？是否会有比第四级更高的第五级目标？


  新的增长动能


  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假设，即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赢利。


  
    在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制度下，企业高管是企业所有者的雇员。他们对雇主负有直接责任。这种责任是遵照雇主的愿望来经营企业，而雇主的愿望通常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包括法律规则和道德习俗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赚钱。

  


  这些思想在西方商业实践中得到认可，西方也迎来了一段较长的增长期。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20年前，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和他的合著者在《线车宣言》[3]一书中发表了审视企业的另一种视角：企业及其股东不再是唯一的掌权者，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有了一席之地，“我们不仅仅是数字，也不仅仅是最终用户或消费者。我们的势力范围超出了你们的掌控。你们看着办吧”。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下降了。爱德曼（Edelman）公司在2017年发布的调查显示，2002年6月，只有40%处于第四级生活水平的消费者认为企业会做“正确的事”；到了2017年，人们的立场变得更为激进，57%的全球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因为一个品牌在某社会问题上的立场而购买或抵制该品牌”。[4]面对这一现实，全球58%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人们对自家品牌的信任度下降”。[5]埃森哲在2018年提交给达沃斯论坛的调查报告称，54%的公司“遭受公众信任度的大幅下降，保守估计损失了1800亿美元的收入”。[6]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在福莱公司（Fleishman Hillard Fishburn）2019年的调查中更令人大跌眼镜：有多达93%的千禧一代“希望购买那些有高尚宗旨、以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为理念的公司的产品”[7]。


  为了加快企业向顾及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方向转型，吉尔伯特、胡拉汉和卡索伊于2006年成立了一个叫“共益实验室”（B Lab）的认证机构，掀起了一场共益企业认证运动。目前，已有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企业通过了这种认证。在共益企业框架下，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为股东以外的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客户，还包括员工、合作伙伴、社会和地球。[8]


  2019年8月19日的“商业圆桌会议”[9]宣布了“股东优先”时代的终结，正式将非共益企业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提升到与股东同等的地位。


  
    对我们（企业）而言，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我们承诺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促进企业、社区和国家的未来成功。[10]

  


  有180多位首席执行官签署了这份新声明。对此商界似乎颇为震惊，直到两天后，共益企业运动的领袖们发表了一份泼冷水式的挑战书，要求这些CEO“要么行动要么闭嘴”，必须让这些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11]这份声明的点睛之笔是共益企业的领袖们在8月25日《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整版广告，鞭策“商业圆桌会议”的CEO们“采取行动”。


  共益企业的领袖们呼吁的“行动”正是价值创造，而价值创造适用于“商业圆桌会议”宣言所强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1）客户；（2）股东；（3）员工；（4）合作伙伴；（5）社区与社会；（6）环保；（7）位于中心做出决策的企业/公司。在本文其余部分，我把他们称为“七类价值创造相关者”，因为他们在体验价值和实现更高价值方面是彼此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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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财务增长数据不同，当我们将关注重点从衡量财务价值转移到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幸福指数时，后者的衡量数值可以成倍增长。瓦尔戈和卢施在“服务主导逻辑”中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键区别。他们解释道，财务和经济价值主要用来交换，使得价值成为一种可以量化衡量的交易现象。而使用价值是我们在使用产品、服务或与企业互动时所获得的（非常难以衡量）情感价值。使用价值涵盖一系列价值观念，涉及满意度、满足感和愉悦度等概念。当产品或服务令我们赞叹不已时，使用价值可能高得激动人心；反之，如果产品或服务令人失望，则使用价值可能低得令人不敢相信。[12]


  
    价值数据


    来自所有价值创造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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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推行的多项努力，从全球报告倡议（GRI）到整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人力和社会资本（Human and Social Capital）评估，再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共益企业，显然，世界上许多一流公司和决策者正在推动自己及其组织超越“实现第四级”的思维局限，而将目标放在实现“第五级”层面，非财务价值衡量指标的新价值上。


  “三方皆好”：日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基因


  如今西方正处于这一思想转变之中，然而这一演变实际上早在17世纪就已经在日本出现，其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当今仍在不断产生可持续价值创造的有力案例。


  日本近江商人的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到了17世纪，近江商人从他们在如今的滋贺县的基地出发，开拓了跨越边境纵横交错的贸易路线。近江商人把“边做生意边行善”作为他们的信条，并将这种信条概括为“三方皆好”（Sanpo Yoshi），具体包括：


  
    Urite Yoshi （売り手よし) = 对卖方有好处


    Kaite Yoshi （買い手よし) = 对买方有好处


    Seken Yoshi （世間よし) = 对社会有好处

  


  与其他商人群体不同的是，近江商人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赢得了真正的信任和敬佩。他们在日常经商的同时还为当地神社募集捐款、资助学校或当地教育设施的建设，甚至还为贸易路线上无力承担税负的居民支付地方税。凭借这种怀有社会意识的经商方式，近江商人逐渐成为日本最富有、最有名的商人群体之一（Moriguchi，2001）。[13]


  事实证明，这种理念在建立长期信任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三方皆好”成为包括欧姆龙、松下和卫材制药在内的日本跨国龙头企业的使命宣言和商业理念的核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日本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不到2%，但是全球超过20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有56%都在日本，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些理念在实践中的威力。将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不仅有助于带来长期的成功，还能帮助企业内部成员找到更崇高的工作目标。这些不是泛美之谈或者空洞的承诺。例如，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7年提出关于企业宗旨的观点。


  
    所有管理者都必须不断地拷问自己：“为什么这家公司有必要存在？”对于所有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答案都应该是：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造福人民，改善社会。管理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个根本的经营目的，就永远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有些人认为，企业的全部目的是赢利。尽管利润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那不是唯一的部分。利润只是实现最终目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

  


  松下幸之助的这些关于公司宗旨的观点今天看起来非常有先见之明，尤其是因为这些话几乎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股东优先”理念的同时写成的。


  随着全球对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企业领导和治理方式的呼声日益高涨，“三方皆好”哲学对日本价值创造的数百年影响已经催生了许多独特的案例，验证了七类价值创造相关者中的每一类如何应用这些原则，同时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国际学术论坛研究中心(IAFOR-OSIPP Research Center)的创新和价值计划（Innovation and Value Initiative）之下启动的主要项目之一，就是收集和整理这些案例。


  迈向“七方皆好”


  在七类价值创造相关者中，有关企业和股东的文章有很多，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其余五类价值创造相关者，即客户、社区与社会、环保、合作伙伴和员工。


  客户价值


  谈起日本如何重视非财务价值的创造，首先得从客户的角度说起，毕竟日本的“服务理念”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关系而构建起来的。在日语词典中，客户不是“老板”或“国王”，而是“神”。这不是一句虚情假意的口号，也不是华丽的品牌推广话术，而是真诚、深切地将客户作为地位更高、更权威的服务对象来对待。没有了买卖双方平等的幌子，日本公司就可以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寻找取悦客户的新方法上，针对每个客户接触点开发并推出无穷无尽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如约翰逊和野中郁次郎在1996年所说的那样：


  
    一旦卖方放弃了与买方平等的主张，一种新的心态就会自然地浮现：买方会感到更加满意，更愿意将权利让与卖方，并让通常掌握更多知识和信息的卖方引导相关抉择……卖方可以担当顾问的角色，放下身段，真正地为客户服务。当客户意识到他们即将获得真正的帮助，而不仅仅是愉快和虚假的友谊……客户也会更加宽容。[14]

  


  这种心态是日本商业实践的核心思想，有无数的案例可以说明如何专注于以全新的、从未想象过的、善解人意的方式来解决人们在现实中的问题，让客户赞叹、惊喜，从而创造客户价值。


  客户价值创造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市场或行业，也不局限于B2B（企业对企业）或B2C（企业对客户）模式，而是可以发生在产品或服务交换的任何地方。譬如，为了扭转销售量大幅下降的颓势，筑水农机（Canycom）的第三代总裁包行均给公司的销售人员配备了摄像机。当销售人员去参观客户的农场时，客户带他们去看筑水农机的机器无法行驶的急转弯处，或者弯下腰让他们看筑水农机设备无法在其底下驶过的低垂水果，以此解释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正如包行均所说：“通过拜访客户，我们意识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意识到的其中一件事是，农民认为割草是他们必须得做的事情，但又觉得割草非常无聊、极为无趣。[15]包行均问他的团队：“如果我们可以制造一种可以坐在上面巡航的割草机，那会怎么样呢？”筑水的明星产品由此诞生：受超级马里奥启发的小型单座割草机。这是筑水农机以及整个行业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16]


  [image: ]


  “如果你只是处理客户的投诉，他们不会有惊喜。如果你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说‘是的，那正是我想要的’。因此，为客户提供一些额外的东西很重要。要用各种方式增加趣味性。你需要想出创造性的方法来将你的想法付诸实践。看看如何以崭新的方式使用某些东西。”[17]


  创造客户价值的关键在于致力于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让客户能够实现以前无法实现的新目标。为此，全心全意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社区与社会价值


  当骊住（LIXIL）的首席公共事务和人事官金·蒙特萨诺（Jin Montesano）加入该公司时，骊住仍难以说清公司的定位和真正的使命或宗旨。当时，公司被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核心理念和其他宗旨宣言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和她的团队决定与各个部门和职级的经理及员工一起召开研讨会与聆听会议，以敲定更有意义、能体现骊住核心使命的宗旨宣言。


  他们发起由松下幸之助发明的灵魂拷问，自问为什么骊住要经营现有的业务，为什么骊住要成为管理美标（American Standard）、高仪（Grohe）、伊奈（INAX）和通世泰（TOSTEM）等知名品牌的公司？除了通过并购壮大自身，这家公司还有更崇高的存在理由吗？最终，骊住找到了一个简单又有力的企业宗旨：“骊住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让每个地方每个人的美好家园梦想成为现实。”当骊住把公司宗旨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时，公司顺理成章地决定要积极致力于应对关于安全卫生的全球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6）。通过获得发展奖的企业旗下的SATO社会创业项目，骊住现在正致力于服务当今世界上仍无法获得基本个人卫生设施的16亿人。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能连接供水管网，缺乏基本厕所设施，为了实现让人人都能获得更好的住房条件的崇高目标，骊住必须针对这些人的需求生产出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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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系列产品-SATO V型连接系统于2017年为印度市场设计

  


  2007年，美标公司的两名工程师从盖茨基金会获得了一笔小额赠款，用于开发一种符合联合国基本卫生标准、经济实惠、脱离供水管网的厕所解决方案。全球有超过10亿人露天排便，而且大部分是在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农村地区，由此造成的负面的经济、健康和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当厕所解决方案能够将人类与人类排泄物隔开，并且价格便宜到可以安装在最贫困的社区中时，基本的卫生条件就能实现。


  在业内同行中，骊住似乎是唯一一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6作为努力方向的公司，为日收入2美元以下的人口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价格便宜的厕所产品和解决方案。正如骊住的首席执行官濑户欣哉经常说的那样：“我们为价值5000美元的厕所产品感到自豪，但令我们感到更加自豪的是我们价值5美元的厕所，因为我们帮助许多家庭获得了第一个真正的家用卫生间。”


  社会价值的创造取决于将更大的社会问题与现代企业的整体能力和资源结合起来。无论一家企业是选择像骊住这样追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专注于通过经营活动改善当地社区，由此创造的社会价值将给个人、社区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环保价值


  2005年，当巴塔哥尼亚（Patagonia）需要寻找一个合作伙伴来帮助回收聚酯服装时，它求助于日本一家领先的化工公司——帝人（Teijin）。它们共同开发了“生态圈”（Eco Circle）聚酯产品，凡是巴塔哥尼亚门店回收的聚酯类旧衣物都会被送往帝人，经过一个独特的化学处理过程，使聚酯纤维恢复为原来的化学形态。这种再生聚酯与新生产的聚酯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可以在未来的产品生产中重复使用，而不必被送往垃圾填埋场或被焚烧。即使算上所有运输成本，最终结果也表明，这些巴塔哥尼亚产品的总碳足迹显著减少[18]。


  如果你觉得像帝人这样的化学公司为环保做贡献似乎有点难以想象，那么不妨再来看一下日本的另一家毛巾制造商，这会有助于你了解那些在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大的行业中的公司是如何努力减少或消除这些影响的。棉花不仅是化学成分最密集的农作物之一，而且洗涤、染色和制造过程还需要使用刺激性化学物质和大量的能源。但是日本的一家公司不仅找到了制造高档有机棉毛巾的方法，而且制作过程对环境几乎不产生影响。


  池内有机公司是毛巾行业中第一家在1999年通过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公司。同年，它对染料进行改良，使用这种染料对织物染色，其环境影响甚至比使用天然染料更低。2001年，池内获得了Okeo-Tex的一级认证，这意味着它产品中的所有物质均100%对生态无害。2002年，池内成为日本第一家100%以风电作为能源的公司。2004年，为了寻找更环保的替代材料，它推出了一种竹制人造丝毛巾，这种毛巾是用竹纤维而不是有机棉制成的。它还支持有机棉的全球公平贸易采购，并于2011年推出了自己的有机棉品牌Nouveau Organic。由于有机种植材料是池内经营理念和方法的核心，它甚至在2014年将原来的公司名称从池内毛巾改为池内有机。时至今日，在如何系统性地实现环保可持续、为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方面，池内仍然是日本公司的榜样。


  虽然只有极少的商业活动能对环境保护产生正面影响，但要追求“第五级”目标，企业需要理解自然资本是一种重要资源，并制定措施使其整体运营的环境影响尽可能接近于零。


  合作伙伴价值


  对于一家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企业，理解其在包括供应商在内的广大合作伙伴价值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很关键。凭着这种对合作的理解和尊重，日本一些最古老的公司不仅持续生存下来，而且世世代代兴旺发达。例如，拥有330年历史的西阵织（日本国宝级传统纺织品）公司细尾（HOSOO）。面对整个和服市场规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巅峰萎缩80%以上的情况，该公司第11代总裁细尾真生反思公司在由纱线制造商、纺纱厂、染色厂等组成的大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将公司重新打造成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面料制造商。为此，他首先需要淘汰公司的旧式织布机。这些织布机生产的布料尺寸太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他还与日本顶级“匠人”合作，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超大型织布机，用于大规模生产西阵织面料。通过这些努力，细尾如今成为唯一一家能够与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顶级国际客户合作的西阵织公司。细尾还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新，使用蚕的基因工程技术，在西阵织1000多年的历史积累上进行现代化改造，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新面料，吸引了最前沿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品牌，在为客户、公司和员工创造了新价值的同时，也为之前衰败的合作伙伴网络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细尾的供应商中有一家公司的老板曾考虑关闭他的家庭作坊，因为难以跟上迅速变化的行业技术要求。当他与细尾谈起此事时，细尾意识到有必要投资这家公司的设施，并留住其核心员工。细尾最后直接收购了这家公司，并任命其前总裁为生产主管。今天，细尾正在对被并购的公司进行再投资，并从当地雇用新的工匠。细尾真生表示：“这一决定要出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相信这个险值得冒。”


  正如细尾真生的儿子细尾真孝（即将成为第12代总裁）所说：


  
    我们在制作面料时使用不同材质、颜色和特征的纺线，这种混杂在编织过程中必不可少。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工作是将所有这些元素整合成制成品。日语中有一个词叫kumu，意思是将不同的元素整合在一起。作为一家纺织企业，我们知道上游的许多生产环节是由匠人和专家在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领域中进行管理的，而这些环节对我们最终的成品至关重要。没有它们就不会有面料。我们处在这条长长的产业链的末端，因此有责任利用上游专家提供给我们的材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寻找新的市场和机会，以保持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转。

  


  这种共同创造合作伙伴价值的承诺使得细尾与一些世界顶级品牌、艺术家、设计师甚至科技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它与松下公司合作，共同开发音频扬声器，上面的织物能够对触摸做出响应，通过手的滑动即可实现打开和关闭，无须使用开关或应用程序。


  企业以负责任的姿态，通过经营活动帮助所有合作伙伴实现蓬勃发展，不仅为合作伙伴创造新的价值，而且还能使企业基业长青、世代相传。


  员工价值


  当企业将重点目标从利润转移到“人”时，企业对待员工的态度和方式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筑水农机发现，对客户价值的重视让公司所有员工都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工作能为农民解决问题，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骊住的SATO项目将员工自豪感列为其向社会企业转型所产生的三大积极影响之一。池内有机则将此写进了公司经营宣言中。


  
    池内有机的根本是人类的力量。我们的产品是由人创造的。他们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从种植有机棉花的农民到工厂的工人……从工人的汗水到零售人员的微笑，这些都是我们产品的一部分。[19]

  


  甚至像松下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也一直在努力推动更加敬业的员工队伍，并赋予他们新的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在未来取得成功。2016年，松下电器公司推出了“变革者加速器”项目，其宗旨是鼓励员工开发下一代家用电器，并将多达20%的带薪工作时间投入该项目。譬如，锻冶茉里奈和松尾彩佳开发了“家务锻炼带”。这是一种围裙状的腰带，当佩戴者做家务时，它可以提供锻炼和运动指导。尽管当时她们入职还不到两年，但通过这个项目，两位发明者有机会在2019年东京SLUSH全球创投大会上展示她们的创意。变革者加速器的项目主管表示，参与这个项目有助于培养同理心、创造力和领导力，而这些正是未来领袖的核心素质。[20]


  对于那些尚未建立员工赋能计划的企业，前麦肯锡顾问、跨界（Cross Field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小沼大地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项服务，让它们到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技能，帮助催生新的社会创新。NTT DoCoMo创新管理高级经理笹原裕子表示：“我们通常在总部工作，很难有机会与客户见面和互动。我们往往只关注收入，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它把我们带到外面的世界，让我们能感知周遭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尽管跨界最初专注于拓宽年轻职员的视野和能力，但它最近开发了针对企业高管的实地学习项目。“当与那些五六十岁的高管共事之后，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里发着光，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他们看清了需要改变的社会问题。他们还对一同参加项目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热泪盈眶地发表感想，思考着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或者从现在开始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小沼大地说。[21]


  注重价值创造的企业对员工价值的重视超越了职位、工种、性别或年龄，通过培养员工，帮助他们在特定的工作技能以及个人层面上获得成长。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利润”的日本公司仍然存在。尽管有一些日本公司选择重视员工价值，但遗憾的是，还有许多日本公司没有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新闻头条中仍然充斥着关于日本职员不敬业、性别不平等、权力骚扰、过劳的报道。在这些方面，许多日本公司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如何评估价值相关者的真实体验？


  关于如何在“第五级”层面上为七类相关者创造价值的案例还有许多，以上的小型案例研究仅仅是其中的几个。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缺少一个以可验证的，透明的，可跨公司、行业和国家进行比较的方式，来收集和整理各类非财务价值体验的系统或框架。例如，池内有机以通过公平贸易采购有机棉花而自豪。然而，抛开它做出的承诺不谈，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确保它使用的棉花是有机的，种植和收集棉花的农民确实获得了合理的工资？如果我们想将池内与其他毛巾公司进行比较，如何衡量它们在整体价值影响方面的差异？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默克公司（Merck）为例。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制药公司。如果我们只看它网站的“企业责任”部分，它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似乎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发现、开发和提供能够挽救和改善生命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而企业责任是这一使命的核心。企业责任强调了我们致力于培养和奖励员工、保护环境并以最高的道德和透明度标准运营。[22]

  


  如果把这一宣言与关于该公司的一些新闻公告比对，我们将发现另一种现实。例如，2019年9月11日，路透社就报道了默克公司是如何隐瞒其畅销的脱发治疗药物保法止（Propecia）的副作用的。[23]


  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信、透明、实时和可验证的机制，来收集、记录和报告这七类价值相关者的真实体验。创建这样一个完整系统需要两项基本技术，其中之一就是区块链，或者叫大规模分布式记账技术（DLT）。正如埃森哲在其2019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从食品安全到防伪，从合乎道德的制造到循环经济，有很多领域可以利用该技术解决制造商、种植者、供应商、零售商和客户的一些痛点。”由于上述用于衡量、监控和报告价值的系统每分钟会生成数十亿个数据点，因此分布式记账或区块链解决方案必须与人工智能引擎配合使用，这种引擎将实时筛选生成的数TB（百万兆字节）的信息，以便根据为每类价值相关者设定的目标验证、计量和报告所创造和销毁的总价值。[24]


  事实上，这种系统的原型如今已经存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已经被用于验证产品和个人的可信度，比如中国的社会信用认证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全球钻石行业建立的成品来源追踪系统。此外，关于人工智能在实时大数据中的应用，Arabesque的S-Ray数据库使用人工智能引擎来筛选每天发表的关于世界顶级公司的无数文章，以生成实时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分数。


  “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Arabesque S-Ray®系统地将200多个ESG指标与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多个新闻源结合起来……Arabesque S-Ray是下一代透明度窗口，能够帮助所有利益相关者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25]


  开发这样一个系统的下一个步骤是将分布式记账技术与关注所有七类价值创造相关者的人工智能引擎结合起来。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不仅企业会报告它所创造的价值，企业的客户、员工、合作伙伴、社区成员乃至地球（通过远程智能尘埃和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也会报告他们获得的价值。这些数据将被收集、整理并向所有人开放，以便人们在需要决定是否购买某家公司的产品或接受该公司的工作邀请时能实时访问相关数据。


  展望未来


  随着全球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我们需要一种关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来推动非财务价值指标的持续增长。实施这种“新思想”的关键也许一点也不新鲜，它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具有300年历史的社会企业理念，这种理念代表着日本无数历经几代的可持续企业的核心力量。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公司都遵循这一基本理念。事实上，许多企业优先考虑肆无忌惮的增长，而非以价值为中心的经营方式。那些信奉纯粹以利润为中心的理念的日本公司有必要停下脚步，重新评估和思考“三方皆好”原则是否也能成为它们获得长期成功的关键武器。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许多公司如今仍在成功地经营着。随着增长持续放缓，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做出选择，是为了昙花一现的增长制造新问题和危机，还是采用以价值为中心、能够在非财务指标上释放前所未有的价值增长的思维模式。


  要实现为所有七类相关者增加价值的转型，我们需要就如何衡量每类价值相关者获得的价值以及价值如何成为企业、行业乃至国家未来竞争的基础，制定正式的标准和规则。无论这个标准框架最终由谁来制定，追求第五级目标的特点都将是：( 1 ) 明确承诺为所有七类相关者创造价值；( 2 ) 实时收集和报告所创造和破坏的价值；( 3 ) 公开传播这些信息，以便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做出知情的决定。这些信息将成为做出购买、投资、就业、合作和监管决策的基础，而成功将依赖于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改善价值体系内所有成员的整体福祉。这是任何追求第五级目标的个人、企业或政府面临的挑战，很可能会重塑我们后代衡量和管理个人成长和社会经济增长的基础。


  
    菲利普·苏盖（Philip Sugai）


    同志社大学商学院市场学教授、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之国际学术论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价值计划》（The Value Plan）（即将出版）和《移动商务的六大永恒法则》（The Six Immutable Laws of Mobile Business）（约翰威利国际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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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彩虹行动[1]


  由正义女神基金会（Astrarea Lesbian Foundation for Justice）于2014年发起的传播实验室项目（CommsLabs Program）综合了原住民民族文化知识、网络技术和疗愈实践，为下一代性少数平权运动助力。


  从1977年至今，正义女神基金会已经将其慈善资助项目和服务从女同性恋扩展到酷儿女性、跨性别女性、性别中立者和间性人群体[2]，共计资助了101个国家和地区的1900个组织，资助总额超过4000万美元。


  传播实验室项目就是其能力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将地区议题倡导者与培训师、技术人员、疗愈者等通过几天的区域或全国性培训深度连接起来，为该地区的一线行动者提供各种技术性支持。


  正义女神基金会组织关于该地区LGBTQI（性少数群体）人群的密集调研，子议题包括本地的倡导行动、治理意识、网络技术趋势、电子数据安全需要和人群生活总体体验等。利用调研数据，8至10家当地组织者和技术人员通力合作，为受邀参与者量身制定日程和会议目标，从而让参与者为自身社群开发工具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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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工作还未结束，在该会议之后，正义女神基金会将继续促进传播实验室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深度连接，并为受助人下一轮项目的各自运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其最终目标是能搭建一个全球范围内维护LGBTQI权益的包括行动者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网络。


  项目成果也十分显著。首次在哥伦比亚举办的会议中，35名参与者利用开源线上软件制作了安全记录中美洲侵害性少数群体权益的事件的数据库。2016年南非德班会议上，35名参与者开发了一个可以即时上传视频的系统，以保留侵权事件的证据。2015年肯尼亚会议的会后反馈数据显示，100%的参与者认为内容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系，96%的人认为会议达成了他们的组织目标或个人目标，还有96%的人认为会议内容提升了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知识。


  正义女神基金会认为，传播实验室项目的规模化意味着动态的有机循环，该项目逐渐成为连接各个机构的结缔组织，“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深化合作、更新调研，我们保持资助，然后周而复始”。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Queer Activism Goes Online，原作者为肯娅·兰金（Kenrya Rankin），她是一位获奖作家、记者和咨询师，亦是彩虹在线（Colorlines）的主管编辑。她与阿奇巴·所罗门（Akiba Solomon）合著的新书名为How We Fight White Supremacy: A Field Guide to Black Resistance.

  


  
    [2] 酷儿女性（queer woman）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是一种非二元的性别身份；跨性别女性（transgender women）指生理性别为男性但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又称男跨女；性别中立者（gender neutral）认为在二元性别框架下，男女界限逐渐模糊，呈中间状态；间性人群体（intersex people）是一种生理状况，可能在染色体、激素、内外生殖器、第二性征等诸多方面不同于标准男性或女性的特征，间性状况可能在出生时即被发现，也可能随着身体发育才逐渐明显。

  


  


  
    #公众参与


    爆料失败的国际援助项目


    地点：非洲


    难题：


    大型国际援助机构向非洲地区倾囊援助的项目不一定奏效：无人拨打的性暴力举报热线，被遗弃在田地里、承诺带来农业就业的拖拉机，本应提升卫生条件的公厕却无法连接洁水和污水系统，等等。在众多原因当中，捐助方与受益方之间的权力失衡是最主要的。尽管捐助方花大力气评估反馈，但受益人往往被排除在过程之外，他们也无法决定接受哪个援助。


    解决方案：


    曾在加纳任维和部队志愿者的DiCampo发起了“What Went Wrong?”倡议。这是一个由记者自发形成的网络组织，致力于揭露非洲地区失败的国际援助项目。它首先在本地广播电台发布广告。民众提交消息后会收到一份调查问卷，从而帮助记者们核查真实性。确认该项目失败后，相关组织会收到通知，告知其参与援助的项目呈失灵状态。


    成果：


    2018年的6个月间，“What Went Wrong?”在肯尼亚通过短信和社交媒体共收集了142份援助失败项目报告。


    未来挑战：


    证实项目失败是一回事，从援助机构取得回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与此同时，维护上报系统也价格不菲。这为“What Went Wrong?”的扩张带来挑战。

  


  
    #技术


    用区块链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身份证明


    地点：印度


    难题：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每天或有超过两千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者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难以获得医疗、住房等各项服务。另外，各项身份证明留存在各个不同的信息系统之中，很难协同。如果无家可归者已经丢失了一切自证文件，那么这些系统也很难站在个人角度让其获取信息。


    解决方案：


    在彭博(Bloomberg)慈善的资助下，奥斯汀市和得州大学无家可归问题的专家们合作，开展了一项采用区块链技术管理无家可归者信息的尝试。在这个叫作MyPass的项目中，各个机构将个人信息上传至区块链，无论是市政部门、社会服务还是本人都可自行接入信息端口。


    成果：


    区块链曾帮助难民解决身份自证困境，其初始目标是减少烦琐的逻辑证明链条。除了奥斯汀市的市政部门运用了区块链技术，还有一个位于纽约市的初创公司Blockchain for Change已经在研发区块链作为电子身份证，从而为住房不稳定群体提供身份保障。


    未来挑战：


    MyPass在处理各个服务供应商信息无缝对接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还存在被犯罪分子滥用的风险。

  


  
    #环境


    拯救北极冰盖的阿波罗计划


    地点：北极


    难题：


    冰地融化是阻止气候变化的攻坚难题。如果没有海洋冰，海洋将吸收更多的热量，从而加速新生冰的消融，造成恶性循环。据气候学家估计，北极冰盖的消失将使全球气温升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解决方案：


    莱斯利·费尔德（Leslie Field）博士创建了一家名为Ice911的机构。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费尔德博士和其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向北极冰面的关键区域——如格陵兰岛东侧一条狭长的冰流通道——播撒细沙一般的“二氧化硅玻璃微珠”覆盖冰面，从而让微珠反射更多热量，放缓冰融化速度，延长冰盖在北极的留存时间，达到保住北冰洋的冰盖、最终稳定全球气温的目的。


    成果：


    据Ice911称，这种二氧化硅玻璃微珠已经通过生物毒性试验，对地区内鸟类与鱼类的典型样本无害。Ice911团队通过改造农业播种机和机动雪橇，已经在美国最北城市、位于北极圈内的阿拉斯加州巴罗市进行了测试。


    未来挑战：


    虽然Ice911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同行评价为“有效且重要”，但是仍有不少科研人员对此表示观望和怀疑。用新兴科技抵消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不仅存在风险，而且对环境的人为操纵容易引发道德困境，此外在冰面播撒微珠所留下的碳足迹同样让人担忧。从资金与合规上来讲，像Ice911这样大规模改变地质的工程需要全球多个相关方积极介入。

  


  本栏目源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 What’s Next栏目。


  包括下列文章：


  A Moonshot to Restore，作者艾登·史蒂夫曼（Eden Stiffman）


  When Aid Fails，作者阿比盖尔·希金斯（Abigail Higgins）


  Fail-Safe Keeping of Personal Records，作者莎拉·拜尔德（Sarah Baird）


  


  合作社模式是打破传统信贷壁垒的新途径[1]


  贷款行业的不公平现象仍然很难被打破，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额贷款项目创造了一个替代性解决方案——合作社资本（The Co-Op Capital）。这是一个由聚焦企业家精神的集合影响力组织City Alive发起，由努森达信用社（Nusenda Credit Union）和美国凯洛格基金会（W.K.Kellogg Foundation）、Albuquerque社区基金会及一些当地社区组织合力运行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发展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社群为借贷圈层、超越传统精英化的信贷模式，为低收入和边缘化社区的企业主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小额信贷资金。


  合作社资本将放贷决定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移到了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或教育机构。这种方法拓展了获取资本的途径，因为不需要再依赖惯常使用的“品质（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抵押品（collateral）和条件（condition）”5C信用特征。


  传统借贷对有色人种、欠发达社群十分不友好，因文化背景、持有资产和历史资本记录等而产生的偏见会增多，从而加剧了信贷壁垒。为了保证借贷成功，合作社资本应用三个标准来完成整个贷款流程：（1）筛选合适的社区机构；（2）建立金融知识，搭建有效借贷流程；（3）运用耐心资本、定向捐赠支持等。


  该项目实施7年，已经向370多名借款人提供了超过675000美元的低息贷款。利率平均在5%左右，贷款金额从400美元到2.7万美元不等，平均每笔略高于1800美元。这些贷款的违约率只有1%，相比之下，行业平均水平为2%。


  目前合作社资本有着重大机会，可以在全美范围内调整和扩大对这一模式的使用，以帮助被传统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业主走上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合作社资本发挥了规模化作用，弥合了社区组织的深层关系与金融机构的商业专长之间的差距。当涉及解决代际贫穷和种族不平等的循环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方案或国家能够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像这样的创新方法能够在美国各地站稳脚跟，为每个人的成功创造更好的条件。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Creating New Pathways to Capital，原作者为罗宾·布鲁里（Robin Brulé）和埃尔文·沃伦（Alvin Warren）。罗宾是大型系统设计师，也是努森达信用社的社群关系副主席；埃尔文是凯洛格基金会的项目官员。

  


  社会影响力债券面临融资缺口[1]


  作者：玛丽·玛格丽特·弗兰克

  斯蒂法诺·鲁米

  译者：郭晓旋


  
    PFS引领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时代，但PFS的支持者们为这种成功的溢出成本买了单，这使得PFS在没有影响力投资和慈善资本参与的情况下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

  


  为成果付费债券（Pay for Success，下简称PFS）又称社会影响力债券，目前已在全球各地发行。PFS是一种公私伙伴关系：政府与服务供应商为干预、解决某一社会问题，就干预项目订立合约，由商业投资者为项目提供融资，并获得以履约为前提的投资回报。截至2019年4月，PFS已为139个启动项目累计融得4.31亿美元的投资；截至2018年年底，在推进中的项目数量超过69个。


  但是，在全球79.2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总额中，PFS撬动的资金仅占0.001%。如果PFS不能引起传统投资者更大的兴趣，那么其规模化发展的能力仍将是不尽如人意的。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来自传统投资者的PFS融资缺口仍将继续存在。


  [image: ]


  PFS的风险与机会成本


  自英国政府于2010年首次发行PFS以来，这种社会影响力债券就受到全球瞩目——因为昂贵的社会问题可通过商业投资政府外包的干预项目得到解决。在PFS项目中，中介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各方订立的合约。政府与投资者订立项目合约，后者提供项目资金以干预某一社会问题（如青少年累犯问题），而服务供应商（合约另立）则负责提供项目。如果项目通过了独立第三方（合约另立）的考核，最终达到了预设效果，取得了“成功”，那么政府把本金和提前谈好的、以供应商履约为前提的回报支付给投资者；如果项目失败了，政府则无须支付。如此一来，服务供应商的履约风险、PFS和社会服务干预项目的创新风险从政府转移至投资者，后者由此可能获得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


  政府购买服务的决定——不管是直接购买还是通过发行PFS——体现了结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即风险承担和决策制定的分离。在传统的政府合约中，政府用税收购买服务，是项目结果的所有者和风险的承担者，但项目的执行权则由服务供应商控制。相比之下，在PFS架构中，投资者提供资金并要求为此获得回报，同时也承担着项目失败的投资和收益风险。PFS投资者和政府一样不直接控制项目的实施，但却承担项目履约的风险。服务供应商可以使用资金、控制项目，但无须承担履约风险。


  风险承担和决策制定的分离带来了两方面的履约风险：一是在任何合约签订之前便存在的逆向选择，这是因为政府或投资者对外包服务的质量了解得不如供应商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要么承担风险，要么做好昂贵的尽职调查以降低风险；二是在合约签订之后出现的道德风险，对于服务供应商如何使用资金，投资者知之甚少，前者可能采取次优的做法而无须承担项目失败的后果。


  在PFS架构中，政府本着为成果付费的原则决定是否偿付投资者而非供应商，因此政府和供应商都不承担履约风险。于是，政府把履约风险转移至投资者，而后者则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作为补偿。包括PFS在内的所有服务合约都具有履约风险，在传统的社会服务外包情景中，政府是这一风险的承担者，PFS只不过是把风险的成本摆上台面——投资者因承担风险要求得到补偿。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愿意为风险转移付费？


  除履约风险外，还有融资创新风险。由于创新成功的可能性难以评估，因此对创新进行投资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PFS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希望规避风险的政府官员则要求支付更少的费用。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共有的避险情绪可能会阻碍协议的达成，此时可能就需要依靠慈善资金来填补融资缺口。一些PFS支持者对此不予认可，他们认为PFS的不断成功会降低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未来合约的投入，吸引更多投资者并减少对慈善资金的依赖。但这一观点忽略了政府面临的政治风险和节约开支的欲望，也忽略了投资者的机会成本。随着项目结果的确定性增加，政府官员投资的意愿可能会更加强烈。但考虑到政府在谈判后续PFS合约时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一些PFS项目只在第一轮干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成本节约，这也将限制政府为维持第一个项目而对后续PFS合约的投资。


  随着PFS模式的完善和成熟，投资风险将会降低，投资者也将接受更低的投资回报。然而，投资者面临的机会成本也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他们对PFS项目投资回报的要求。例如，零风险国债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投资者要求PFS这类风险更高的投资有更高的回报率。2012年8月，当美国启动第一份PFS合约时，同期零风险的五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1%——近50年来只有3个月的收益率处于这一最低水平。后来这一收益率上升至2.95%，而过去50年的平均收益率达6.4%。随着零风险利率的上升，有其他投资机会的投资者对有风险但无更高回报的PFS投资选项的兴趣将会减少。


  规模化发展的资金来源


  要吸引商业投资者，使PFS实现规模化发展，政府就必须更好地处理PFS合约的风险和成本问题。这并非易事。政府最常见的做法是用税收收入直接购买社会服务。这种做法依然无法消除履约风险和干预项目的创新风险，政府仍然是风险的承担者，只是风险的成本无从得知。


  要评定投资者承担履约风险的要价，政府可以参考在采用与PFS合约相同考核方法的情况下，与服务供应商签订直接合约的履约价格。许多PFS支持者要求采用价格昂贵的随机对照实验这一黄金标准，确保投资者——而非政府——承担供应商不履约的风险。如此一来，投资者便要求高风险高回报。如果不在直接合约中采用同样的履约偿付条件和严格的考核标准，那么政府就得接受不履约的风险，而风险最终由社会承担。PFS只是对履约风险明码标价，并强迫政府决定是否愿意为降低合约风险付费。


  由于慈善资本为尽职调查、监控和考核付费，并作为担保人承担投资人的部分经济损失，因此目前政府为风险转移支付的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更多的PFS项目将搭建起学习、数据和考核的基础设施，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然而，风险的降低是有限的，因为要想规模化发展，就需要政府更多地参与，需要引进新的干预项目，还需要扩大供应商的范围，这就产生了新的履约和创新风险。因此，政府是否有意愿承担风险或为风险转移付费，将会影响对慈善资本的需求。


  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毫无疑问，PFS将从近80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总额中分得一杯羹。但问题在于，在投资者有其他投资机会的情况下，PFS能分到多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金融风险，开展广泛的尽职调查、评估和成本监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所期待的投资回报率为20%~25%。考虑到这些投资者有其他投资机会，未来的PFS合约将有可能支持风险较低的社会项目，或者继续寻求慈善和影响力投资界的支持。


  影响力投资者寻求扩大社会影响力，愿意投资回报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他们中有些致力于PFS项目的成功，但也有许多人寻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在乎融资工具本身。由于投资回报也是影响力投资者所关注的，因此PFS必须努力实现与替代投资工具相当、与风险相对应的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即使PFS在这两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力，影响力投资的资产规模在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中依然为数不多。


  PFS引领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时代，一个利用数据和预防性项目使政府节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慈善资本循环利用的时代。但是PFS的支持者们为这种成功的溢出成本买了单，使得PFS在没有影响力投资和慈善资本参与的情况下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总而言之，PFS面临着一个艰巨的挑战：能否如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利用传统投资者所持有的几十万亿美元实现PFS的规模化发展？除非参与者更好地认识到各方所面临的风险，否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玛丽·玛格利特·弗兰克（Mary Margaret Frank）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塞缪尔·刘易斯学院研究员、企业管理助理教授，也是该商学院社会企业研究院的主任。


    斯蒂法诺·鲁米（Stefano Rumi）


    弗吉尼亚大学PFS实验室的前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家住房项目基金会的学术顾问，研究方向是廉租房的社会效益融资。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Pay for Success Faces a Funding Gap。

  


  


  失败的组织文化易造成性别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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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称：《解释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工作－家庭叙事作为对全天候工作文化的社会防御》


  论文作者：艾琳·帕达维克、罗宾·J.伊利、埃林·M.瑞德


  （Irene Padavic, Robin J. Ely, and Erin M. Reid）


  论文概要：为了帮助解决女性员工晋升的问题，一家全球性的专业服务公司联系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艾琳·帕达维克和其同事做专项研究。然而，该公司却拒绝了该研究的结论并取消了该项目。这反而给研究人员帕达维克和她的合著者更多数据信号，从而做出了进一步调查，并最终对公司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从企业组织文化中“社会防御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释。社会防御机制转移了人们对糟糕的企业文化——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轴工作的注意力，使员工自身（无论男女）远离对长时间工作的家庭成本的痛苦认识，从而将女性工作晋升方面的表现不如男性的原因归结为家庭承诺与工作要求的传统性别冲突。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The Roots of Workplace Gender Inequality。论文英文为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e Work-family Narrative as a Social Defense against the 24/7 Work Culture , 已发表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9期，pp.1-51。

  


  公立学校更能战胜分歧，促进社区融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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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称：《地方公民行动有效性的变化：社区与组织的重要纽带》


  论文作者：卫斯理·朗霍弗、贾科莫·尼格罗、彼得·W.罗伯茨（Wesley Longhofer, Giacomo Negro, and Peter W.Roberts）


  论文概要：美国埃默里大学戈伊苏埃塔商学院的卫斯理·朗霍弗、贾科莫·尼格罗、彼得·W.罗伯茨的研究探讨了种族多样性和经济收入不平衡对当地组织和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负面影响。在西方传统中，居民通过教会、兴趣俱乐部或者学校来参与社区活动。教会和兴趣俱乐部会随着社区异质性的增加、文化与宗族多样而分裂。但公立学校的表现则有所不同，面对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学校的社区动员效率提高了4.7%，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捐款增加了9.1%。这是由于公立学校的结构本身就要求它们促进年轻人及其家庭之间的定期互动，因为它们在文化、种族和经济上与更大的社区一样多样化，从而能够促进社会参与。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Coming Together Amid Difference. 论文英文名为The Changing Effectiveness of Local Civic Action: The Critical Nexus of Community and Organization, 已发表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9期，pp. 203-229。

  


  绩效体系或影响心理健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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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称：《绩效工资与员工心理健康：使用员工处方药的大样本证据》


  论文作者：迈克尔·S.达尔、拉玛尔·皮尔斯（Michael S. Dahl and Lamar Pierce）


  论文概要：许多公司使用绩效工资来激励员工和吸引人才。但是按业绩计薪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员工遭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丹麦奥胡斯大学管理学教授迈克尔·S.达尔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的拉玛尔·皮尔斯在其研究中发现，一旦一家公司实施绩效工资（Pay for Performance，P4P）补偿计划，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处方就会增加，最明显的影响发生在年长雇员和业绩低于平均水平的雇员身上。当公司采用绩效工资时，员工个体的平均工资和整体的工资水平均会上升，但薪资的相对不平等会导致竞争失败的感觉，从而给个人带来压力感、焦虑和社会比较效应。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Pay, Productivity, and Depression。论文英文名Pay-for-Performance and Employee Mental Health: Large Sample Evidence Using Employee Prescription Drug Usage, 即将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

  


  


  绝不仅仅是模仿：中国式的企业创新[1]


  书评作者：王丹青

  译者：黄伟鸿


  《先驱者、隐形冠军、变革者和追赶者：中国创新企业的经验》


  作者：马克·格里文


  乔治·伊普


  魏伟


  页数：216页


  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image: ]


  
    一本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新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创新发展情况，打破了世界对中国创新的刻板印象。

  


  马克·格里文、乔治·伊普和魏伟在他们的新书《先驱者、隐形冠军、变革者和追赶者：中国创新企业的经验》（Pioneers, Hidden Champions, Changemakers, and Underdogs: Lessons from China's Innovators，下简称《先驱者》）中宣称：只有硅谷才能盛产科技独角兽、数字颠覆者和名人企业家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中有许多从海外留学归来创办科技公司的精英企业家，也不乏正在颠覆现有行业格局、塑造英雄企业家形象、不懈追求增长的年轻数字原住民。”


  为了打破大家对中国企业家喜欢模仿的刻板印象，《先驱者》的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另类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的创新企业将改变全球创新领域，并建议外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应该多了解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抱着“抄袭者在中国盛行，中国企业不会创新，只会剽窃”的成见。


  这本书首先探讨了为何创新成了中国的长期刚需。尽管尚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抑制了中国的创新发展，但有两个因素为中国本土的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不断壮大、渴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中产阶层，以及丰富的地理多样性。后者意味着需要为天南地北的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这两个因素不仅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创新，以抢占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还产生了四类不同的创新企业，可以满足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的客户的不同品位和需求。


  这些创新企业按照其市场定位（大众市场和细分市场）和市场地位（现有玩家和新来者）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先驱者”，它们是数十年来在中国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公司，比如跨国电子公司华为和海尔，以及跨国科技公司联想。作者们认为：“与主流观点相反，这些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这些先驱者崛起成为市场领导者，因为它们从创业第一天起就具备创新思维。”也就是说，它们早就意识到持续向客户提供创新产品有多么重要，以至于它们往往不采用低成本战略。凭借着先发优势，它们在中国赢得了市场领先地位，还发展出参与全球竞争的独特创新能力。


  与这类创新企业相比，“隐形冠军”和“追赶者”则是不太出名的公司，因为它们一直保持低调。隐形冠军是指专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主要从事制造业领域，比如风能、激光设备和医疗技术。它们的“隐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创始人喜欢低调，公司位于二线甚至三线城市，以及战略性地选择低调。


  追赶者是指行动迅速的新兴企业，由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和培训、掌握尖端技术的精英创业者所创办。它们是相对年轻的小公司，但与老公司相比，它们的发展速度明显更快。


  格里文和他的合著者将最后一类创新者称为“变革者”，它们是由国际和国内风险投资家扶持起来的“独角兽”或私营创业公司。它们从事的行业需要直接与终端客户打交道，因此它们非常吸睛，也喜欢寻求关注。“独角兽”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比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和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它们颠覆现有市场（比如滴滴出行的打车应用颠覆出租车系统），或者创造新的细分市场（比如共享单车公司摩拜和信用卡金融科技创业公司51信用卡）。


  在客户差异化需求的驱动下，这四类创新企业发展出不同的能力和竞争优势。然而，这些创新企业共同具有一些鲜明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创新模式。这本书已经发现了其中一些特征，揭示出中国企业的创新与硅谷企业有何不同。譬如，硅谷公司倾向于开发差异化技术，并提供与现有公司不同的产品来参与竞争；而中国的创新企业则往往采用“扎堆”模式，这是一个集体创新过程，数百家公司在同一个领域展开竞争，直到最终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的努力和智慧为商业模式和技术的优化改进做出了贡献，使最终幸存的公司获得非凡的能力和先进的技术，即便按国际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中国创新企业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们倾向于让强有力的领导人进行集中决策。这与西方基于分散思维和分散决策过程的创新创造理念截然不同。格里文和他的合著者声称，中国市场形势的快速变化和监管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快速决策，以快速应对变化。因此，权力集中的组织结构和雷厉风行的领导人对于保证创新速度至关重要。


  尽管作者们阐述了中国需要创新的原因，但这本书在塑造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式创新的成因的分析方面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首先，隐形冠军和追赶者相对不太出名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背景分析。这本书推测了几种可能的原因，比如“它们有低调的创始人，不追求过多的媒体曝光度，在地理位置上不显眼，以及战略性地保持隐形”。然而，隐形冠军和追赶者往往从事B2B行业，而先驱者和变革者则直接服务于消费者，这是两者在知名度方面的一个显著区别。例如，被归为隐形冠军的海康威视和振华重工，分别从事智能监控摄像头和港口机械领域。相比之下，海尔和联想等先驱者则向个人客户销售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华为的案例更有意思，因为它进入手机行业后，知名度显著提高了。从它们各自从事的行业来看，它们在媒体和公众知名度方面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作者们还提到，保持低调有战略上的好处。但这些好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也许在某些条件下，保持“隐形”的战略好处会有所不同。如果是这样，这些条件是什么？


  其次，领导风格和组织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有些违反直觉。研究发现，赋予员工更多自由和组织参与权的分权组织结构有利于创新。但作者对先驱者的分析却表明，企业需要采用权力集中的领导结构，以便在快速变化和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快速做出决策。


  然而，快速决策与创新之间并不总是正相关的。两者的质量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原创思想的持续提供、思想和批判的自由、组织多样性以及注重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收益的公司文化。作者们观察到，中国创新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采用扁平的组织结构。然而，他们并没有解释那些决策果断的领导人如何从员工那里获得新的想法，或者他们如何防止自己沉迷于掌权，而这种沉迷可能会威胁企业的成长。


  第三个薄弱环节是关于中国企业采用“扎堆式竞争”模式可能会改变现有的竞争理论的论点。如果作者们分析促成这种模式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他们的论点可能会更加有说服力。在我看来，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企业意识不到模仿可能会侵犯产权，它们就会倾向于模仿现有的商业模式。因此，随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这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奏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四点是，需要对BAT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与独角兽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从而追踪创新的长期效益和相关的社会利益。在中国和美国，当中国的BAT和美国的脸书这样的科技巨头收购了所有前景可观的科技创业公司，并垄断了尖端技术和商业模式时，整个社会能否从这种垄断中受益并不断进行创新？如果新兴创新企业的最终成功是以被收购和高财务回报来衡量的，这是否会改变追求创新的终极目的？


  最后，这本书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双重视角忽视了中国的政治环境，毕竟政府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过程。这本书认为，政府的支持是刺激中国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然而，关于这四类创新企业如何回应政府的政策倡议、如何受益于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先驱者》一书揭示了中国企业的现状以及中国企业的创新方式。然而，对于影响中国创新特征和成果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王丹青


    香港大学商学院管理与战略系助理教授。

  


  
    [1]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ummer 2019 Issue，原标题为Not Just Copyca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9 /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著 ; 李凡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ISBN 978-7-5217-1717-4
  


  
    Ⅰ. ①斯… Ⅱ. ①斯… ②李… Ⅲ. ①企业创新－研究 Ⅳ. ①F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4628号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9
  


  
    著者：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
  


  
    译者：李凡 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30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717-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此电子书下载自好资源网

OEBPS/Images/image0096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3.jpeg
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

PAUL BLOOM

Author of How Pleasure Works and Just Babies






OEBPS/Images/image01204.jpeg
B BTFEBRATERRSED, EATERE.
B EAESMERE LA A S TEEER,
B RITHOAASFEE T,

B B ASEERMHRA G,

B EARERK, EEAGERREDSEREENINIE.
B ERNZOESEREERER, MARELK.

B EFAEEERIT—IRE, RESIRAARATISRIARMRLR, RS,





OEBPS/Images/image00961.jpeg
RISREEHENE
BHEH, BRI
VPR EATS

FBERBRRE, &
HLUEFAR G
—SHRRR

2585 REMHME
RLezih, FEH
E[EESTE]

RBEREEY/H
B, 8FERERE
ftiANE

BREBHRRALL
BRELIE

1. BENELR;

2. HfthREnS (BEOOAEEMMERARRESLE ) ;
3. IRE FT4ERATIEDR

4. TATIERL;

5. BRHARIEX

1. BEEREIHESEZAICHE;
2. B UFHIIBS (LA A S it 5 )

1. FERREFNREN T FIERA THOERFIERR;
2. BA ZXLeAEHERGIEE;
3. BRENFAHR

1. BENER;
2. EtRERE VRN ;
3. HCERMIER;
4. BIRERAYEN
5. BERFNINE

1. BB
2. TNESERRAOIENR (EUARLS / SEiE— M eIBMIRES) ;
3. WEEBA (LUBATERIRIT— AR REIRIIRE )

BERHASRZBERIDA
A, BFEA, HFBAERKR

T FIEIEESE, SRR
FREVEE

FEER PSR F SR BIE,
BUARFEEXGIES, L
SRIRENBEGE R R AR atER TS
S, ARRESIDS

BRI RIRE B S BER
EE, BREERIUE

BERHEMBNESE / ZF
HEXHIERIENESNEE
R, EREAERNEINMAERNR,
RIBIBRINE SRR kAR





OEBPS/Images/image01084.jpeg
BENE TS ‘

BUERIRMER

BUBERRRR B

Bl RIf R

BUEEITER R

BIRAISE

Q. RS
RBERRE

TEESRE

ASHSEF
o

HAHE

iR
RSN
HABEERIBTREFERIRG

X EUSHIEMHMEATRZR
FRBFHIFM

TRREHTH AR
2R UN
ERBSURAFIENBE
B UG EaT AR

BEAIML 51750
78 E=rinil.

HEMABRIIRE
BURTHRS
REFIMBENRS

EHEXNEFR TR
IETTIERFIRAE

EANMBHKIZS
RREGOUHESRIREELR
HERSBLSHBERAES ZBHIES

RTEAEX RS
RTIEROHRISNE
FE—LAFEUG S UETINE

FERAfFEE I HARIRA
2ARRATE, RATAEFETLERE
BROGIER
RTARF R EUBRIAMER R
BEEMNR T OREUGME R

MR T SEEE R R BRHFETAR
MBS PRIEMNMER
AR T eHARIBEREI

X EEHATIRBIF R RATRFE R
ERERATELEENHAR

BREHFNSE, BRENTeHhRIa
=i

BB R TEBHASMSAEIESTES
PSR S EERFTET HEUSAB I BN
B E AFE AR R
HMEBHEFIAE X A RS SRABK D ED





OEBPS/Images/image0095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1.jpeg





OEBPS/Images/image0120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5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2.jpeg





OEBPS/Images/image01203.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2.jpeg
Hy I8 8 O2 ¢
HEOFHEE .

_aadille pap———"
IEFER “ 361" (FH—BE3IBZHNss,

:): 2 2: , MWREFEBOSE,

i, BHPROAHBSIRRETENNRSE,

ST HERT R I8

SRERERY
LM TaER

m TR, ANOEIRNEREISTHABSESHT,
m““. FEHAANETARFOBRRL.
¢ W\E2TF,
xR MRFR MR, RELR ASHPECUYRBRSAENE, BEQSE,
BRREHBBOHIRHENS. CRNE
ERX—mRy?
X






OEBPS/Images/image0096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6.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4.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7.jpeg
IARRIIRT BETHERES SEHIERRYIER S

ROER. EENNEGRE  FERNRERNLIES

EDBRVE T omstom i [

ERERE

EMAETHRRNEE  SWRRTOERENIR  ERERE THRENSR
SEBE £H; ERERSOEM MEN; FERERSOER BEOIZRE; FERRMRS

Jrrrree Laphsss HE
. SHTREBRIEEA.
BaAw  DARIORL PR ke Cun EERE SR
7 B (ERHUMEF )
wg | EDEEASLISD  MCPREEREN.  EAARRELGKE

R HRFHIZT [(3°812/ S 2 Eiog FEEESIE

HENE 2R BEEE 2R
FIBE FREERPAIR WE RS BRI FRATS MENR
FAHA AL fRERisEE HEEREHNE PR M ER R

ME. FEBIRABRL

BEFRAFIRUNNE  BEFRAZIRUWRNAE X — SRR

HEFE

A- :
R Ta JIFnTE IR
Ia s i e
& EEES EEES EEES
EHSIES AR
nm RETEAR [RRUSHER) A I

#1Zoona KL






OEBPS/Images/image01085.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7.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1.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5.jpeg
V]

.






OEBPS/Images/image01088.jpeg





OEBPS/Images/image0096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89.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93.jpeg





OEBPS/Images/image0095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3.jpeg
e —
REEFRBRATEARMRE

“HRERPRAN
RERER (i
MR ) B, 7
“YFINNRFER, ‘BRAR’ ER
UREIHA—TFFRBDABEERS,
RS RAERER . AL, ARE
ﬁEAE%Ek@%EO ok ‘RRRER
BEESEARXE jﬁ%ﬂ‘miﬁﬁ&%&ﬁ )
ROFRAFSEHMRTIAE, &
RATHRRSE—FFRE, ﬁ%‘@%ﬁ
192, RATARRRIES. EXME
RF, ‘BREE #:QﬁEIEﬁ IR{E)ER
“RiCHBIITSH
FRRBHPREE
S (BRFE)
HLSER L
BNk, ”

“EINARAIER
WRIREE, R
Hiﬁ?iﬂ%ﬁo Eitt,
PSRRI T K
EEQE}EBJ‘IEJD 2






OEBPS/Images/image0119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7.jpeg
®
. = &
& & 4
& @ E
@ E #

i

JIMRESER






OEBPS/Images/image01070.jpeg
INKING

= —FOR THE#*

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Sector

JEANNE LIEDTKA, RANDY SALZMAN & DAISY AZER

4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OEBPS/Images/image01191.jpeg
- - _

N N
m
/%a ,\,:\,\,\\\;,;






OEBPS/Images/image0094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92.jpeg
( SF-HEHT> MHEE RGN ) B

2000

1750

1500

1250

1000

750

500

250

o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p)





OEBPS/Images/image0095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4.jpeg
BUERAEE

HSHRE
HiTES

WSHMRT

HIELE A ARRE

IREERER L

BUE ATERHE R RE1THER

( BFFEERML ) BRRZIMNESLL
BRRZIMNESLL

59%

74%

47%

[Ria)ag

Bl

96%

92%

86%

75%

81%

67%

69%

SIS ATERHERRIERGL E

¥
H

79%

67%

67%

60%

36%

67%





OEBPS/Images/image00952.jpeg
NO ONE
EATS ALONE

Food as a Social Enterprise





OEBPS/Images/image01075.jpeg





OEBPS/Images/image01196.jpeg





OEBPS/Images/image0095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97.jpeg
1
i
0
)
,.-_
|
1
i |
|
, §
ol
'
'
1
[
1l
1

G






OEBPS/Images/image01195.jpeg
SUCCESS, SCHOOL, AND
THE MYTH OF POST-FEMINISM

>GIRLS






OEBPS/Images/image0095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79.jpe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HHEESRR
A RBNESHMOF EBEHIN NSRS R RN EEE.

B
0 g
#HEX
&

» X RAFEFIH
s AR A
%&\ E;Btg\ ié\ﬁ)f





OEBPS/Images/image0120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57.jpeg
|






OEBPS/Images/image01080.jpeg
(%) 80

70
SiiBRE

60
S
2B so
B
B 40
= A
-

20

10

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6{5)





OEBPS/Images/image01201.jpeg
b
]
#






OEBPS/Images/image00954.jpeg
NEW

POWER

Jum HEIMANS
ol 'mff 7]"’"3






OEBPS/Images/image01077.jpeg
FAIR
SHOT

RETHINKING INEQUALITY
AND HOW WE EARN

CHRIS
HUGHES

CO-FOUNDER OF FACEBOOK





OEBPS/Images/image01198.jpeg
EHmEiZ2EE?
BERNHEREBREEE, HEFFEFERMNEX.

HURRIN hzE

m RHLHSEAY “ k7

= NHEERIERNERE

LI =i bl o)
SHASENRREE

= RERTHIBED

n RMEIENRS

m ESARASY

= BHERRATL SARIFIZE
= RIEEN I EIEARNS
= RRENES, RUSSHHATSE






OEBPS/Images/image00955.jpeg
ssuz| HY T2
§3 7% § B § ]
ig #— 3
SEEx| HY i
HEAN: Proposal o mprove
£3 pe g ‘Yangmeizhu public space ‘Yangshousi Temple Street
305 H nd andscape nproverent ropotal
HL 1N M
g 1 H H
g ¥ = BE
1l %%
2 [ o
- *3 H I~
(] g a S
— B o
= 3 = =
Compltionof Launcn ot the Vangmetahu DashiarBazanr, Dashilarwon Yangmetzhu Yangmeiahu ublic Vanshousi stroet
Microyuarer, Hutong Florl il bithof e it evont he Thrd Cirl: First | S8 space improvement mprovemnt
Kids' playground Cottage the first Yang- held by tenants International Yangmeizhu project launch
"t Dashior as oot 31 ozl 0 i residonts’ ward tor Rocyeiing Market .
e Plotin iipa Pule At
Wiewores community b il = u FEEE paE
cspstnioon & B = miR Y
RRda i1 g - BAR® Eg
1] AEH= & % 1 25 2
Hig mRE a H E3i1 8&%3 Exr
ESER gk -1 ‘= = : 94 e
s EEm am 2% by -1 1Y L4
Dt L] | #e
Launchof WRE. | Launch of Dash 2 Iaunehof commanity EE
VORKS as Dashilar L] BR Incubator project | ¢
Plotn commurity | 2 Dashiar Piot H -
SComry o conmramity
il £ maz
B e L343
48 L Rat AR
H
A3 B8
mED B





OEBPS/Images/image01078.jpeg
WINNERS
TAKE ALL

me ELITE CHARADE
CHANGING # WORLD

ANAND GIRIDHARADAS






OEBPS/Images/image01199.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3.jpeg
RREEE | KSR
(HR) : (#h)

==210ps)






OEBPS/Images/image00981.jpeg
LDy

&





OEBPS/Images/image01103.jpeg
).

‘- 2






OEBPS/Images/image0098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6.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7.jpeg
N






OEBPS/Images/image0098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5.jpeg
RIZ(ZHZEE

EHRE + BEHE

Al iRiR RIS SEFRIR

€35 IRES I & KEEE ~ KEE A

RERMEFS SHRAMEEMILE ARERFERSE REEEE
SRR 5 MARE, & PARBEXFER ERNBHEERFS
IREAREM

KiE: AR, BB ER=MU—F, TELHUIRETZGER






OEBPS/Images/image0099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91.jpeg
B}D Business Roundtable

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

Americans deserve an economy that allows each person to succeed through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and to lead a life of meaning and dignity. We believe the free-market system s the best means of
generating good jobs, a strong and sustainable economy, innovation, a health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 all.

Business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economy by creating jobs,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provi

3

essential goods and services. Businesses make and sell consumer products; manufacture equipment
and vehicles; support the national defense; grow and produce food; provide health care; generate
and deliver energy; and offer financial,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services that underpin economic

growth

‘While each of our individual companies serves its own corporate purpose, we share a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all of our stakeholders. We commit to:

Delivering value to our customers. We willfurther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companies
leading the way in meeting or excee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Investing in our employees. This starts with compensating them fairly and providing important
benefits. It also includes supporting them through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at help develop
new skill for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We foster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ignity and respect.

Dealing fairly and ethical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are dedicated to serving as good partners to

the other companies, large and small, that help us meet our missions.

Supporting the communities in which we work. We respect the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by embracing sustainable practices across our businesses.

Generating long-term value for shareholders, who provide the capital that allows companies
toinvest, grow and innovate. We are committed to transparency and effective engagement
with shareholders.

Each of our stakeholders is essential. We commit to deliver value to all of them, for the future success
of our companies,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country.

August 2019





OEBPS/Images/image00988.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9.jpeg





OEBPS/Images/image00971.jpeg
The Development Trap
How Thinking Big Fails-the Poor

ADAM D. KIS





OEBPS/Images/image0109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72.jpeg
REFUGE

RETHINKING REFUGEE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IBEEASINIDIERSBIRES
&g PAUL COLLIER






OEBPS/Images/image0096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7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3.jpeg
\‘am [ T O NIRRT

wEUE e FEEA

EMLORUMAVIBR
AL ASNID R &
RAMTEAANRY ARG
EMELRUNETIRNR
ENNRANERE

LR UL AL B
AMAALERE S

RAUETRARRS
LT T
LLTTTY
MUNILRCULA
WIRNRCHRE AR
HAANTEELR
DL BET P
LBl Lt E
A BRR RIS E






OEBPS/Images/image00974.jpeg
|
MREEERRAESNEERNR





OEBPS/Images/image01097.jpeg
Morgan Simon has mde a signifcant contribution withthe very bigidea that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by changing how weall relate tomoney™ 11 (+111

REAL
IMPAC:

THE
N EWSECONOMICSHOE
SO CIAL CHANGE

MORGAN
SIMON





OEBPS/Images/image0097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5.jpeg





OEBPS/Images/image0097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1.jpeg





OEBPS/Images/image0098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2.jpeg
BRM]

BIFFER

EM “areg
897 AR

BiEAESR

HEHEEIER

BiEEHES

SRR

HERE

R

ALFE

AR

TRERAMERAGHE
{ELHLER

]

WA AR BT B
FA

IR EMBNEME S
XIEHEES

BEMOEN, ATLALGE
Mt XEHEEEN
B8

BaBEARMRAARE
HTERNSHIFS

k)

SHHEM A RKASERHARD
WHER, BEEERBN
e

ESBRFEBRAG XK
BAEEERNABIUG

RAMBATIRETERE
PR AR 7T AR (F
0 AL )

RIS ERNM KEF=E SR
RIS

EHl, —MS P RSHERMRAENEES, hRES
HEMRBATESS, MhiREMAIREMAES R HE 2 BEEHNE(E
eSS

il

BH—RAF) Toth SN RE(F, BERFEEIRFHBK,
X REABEBBEFAERN, £/ LIREGREBER

EFHARIN— N REBEKATS, HREECHBE, Blizss
BE 1 FEM RS E

TEHEE Chanchamayo AT, RIUEFETUTER LiKGX
FHMAELINRIAEFRRRIEIER, XAKRER TR
8

Conexia 2—FIMBENETREAT, AEMRE. EAEMSHELT
BIEATIRITR TEREFES R, Bl —MELTFEREE, BA
HETRERIBOEERDR, NMEBSEFEMNBIFETE, Sthity
HRE

BiIF

AR, —MIF 1 BERANRERERHKHN T RERS
B8, —fHERERI—MALIRHNE, ZDSBIERELMR
). WHBECSHHSRR, SSIRFEEEESNRERRIFK

BACIRER « FEHSHEESLIHREFRIPTDIMER., 2
FR, —ESBGNE, REMNBTE. HTIETHERE, i
BEERBT —MEEFIER, LISBRlE s

JERISEER - SHEHE Chanchamayo INEEE{F+E Coophebi FIBIA
A BATRRETOEERER SHATE o LB R TRIVEK
B#. EERMRABTIBESIEHLRN, IR bibRET
At

DHEER - EHRECET M RERTKE-HIEENRPNE, N
MR FERRRABES, MIFBRIMNHTST. Warmi B2 T ithx
F—AEMICET R, FIRMWIESKEE, BEILESATRER
HHEORE





OEBPS/Images/image0097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99.jpeg





OEBPS/Images/image0097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0.jpeg
lm&sizinar
Ihm Dashi

u

Iar
idf

d






OEBPS/Images/image01003.jpeg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SRR EERIP et s HAR BRRER
Gtk =3 =HE IR





OEBPS/Images/image0099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93.jpeg
247 SR B
b gfgﬁgﬁ 8TE BETE
mmER Pl ErEREn ErEREn
RE REGE. B REEE REEE
RIS SR Vv x %
g 1000 A2 50 SR A
ISR (175 ) Vv x x
S\ B \ B v v Vv





OEBPS/Images/image0099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97.jpeg





OEBPS/Images/image00998.jpeg
ﬁ
rz






OEBPS/Images/image00995.jpeg
N
N

\

\

N

\

: 75
‘ !!ﬂ !II " B Ei

.

N

N

§ Hh
$ E.

\

Y = :

5 .I y

§Mgmm- i
g vl
=L -1
gk B RUE: R -
ELEEF .
EE aA A
< bed (VAN T B Rl - o O

2015






OEBPS/Images/image0099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9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0.jpeg
] ik HA
RS BRI, B EORT - ERERI
(MEROBH) SIS, AT - XEL U
ERF AR
SRR
¥ E(Tg‘;;fu;;u o RGNS R, - RETERAERS
= prEHt SRR,
s < AR
S
(EAEROES ) BIDFARBRE LR ZOTEATA -
wumE BRI ENDEZ
(EERDEH) SRR B RS SHAED. - eEEERESS
HrEsl BRI RIS ODESS < WBEY
(EEROEH) HREHEELAS. - BREBRPERL
s
SEFREHED., - EETREN P OIRR
S SIS SR EEEN LA
ik R E R AN . N
(sR2mH) = '
BRAELY I R, - BELERS
(seems ) R RS R SRR - R F T

* REEHETFRANBRSARIRBEE (ERBUGE) 501(h) HOMEBHT T3

i ENBEESENN, HRAERERMENED .






OEBPS/Images/cover00978.jpeg
Hr 1B &

=eIFMTEER

B X o )

StanfordSOCIAL
INNOVATION

[ Rl





OEBPS/Images/image01205.jpeg





OEBPS/Images/image01206.jpeg





OEBPS/Images/image0120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7.jpeg
Creating
Research-
Practice :
Partnerships
'n Education

William R. Penuel
Daniel J. Gallagher

Forewo rd by John Q. Easton





OEBPS/Images/image01115.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9.jpeg
THE DISASTROUS GLOBAL CRISIS OF
GENDER INEQUALITY

EQUALITY
FOR WOMEN

PROSPERITY
FOR ALL

AUGUSTO LOPEZ-CLAROS
BAHIYYIH NAKHJAVANI





OEBPS/Images/image0112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3.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5.jpeg
«| =ADVANCE=

A





OEBPS/Images/image01106.jpeg
ERES

(Fze\ . - .
o FEEXS  HOEE  ASEE  AENE  SISES
\261)
BECSH R, =E EAREE  AWSHSE \
HETS Rtz Il S
BME  RBA\FUE Sue®r  EASh 28R, R ”figﬁ iij\a;!;
S&E B s e R
: ‘ FHATIE
BES.  REME R
wmE FE B (m - ST
. HiEL. BES - - HBIERERR Eq

ESVS - ;=2 ¢

B, SRISER





OEBPS/Images/image01109.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0.jpeg
AEpAnE AT I
BEERAF TS BIREM R, 2000—2013

£

ERERN
BRI
RUBRSR

IKFNREIK
REER

R REE
AIFFEERIE
HfttREBHIE
HERH RN
BERRESEE
APRBEBIE

FRER

FeRtiE

SRR
3k

REBEIE






OEBPS/Images/image0110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0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3.jpeg
Hr 3 &8 O5
AROUFITL | RS-

EERIBEOIA AL
I TG

{EATUSA R BT EE 2 EZTEH
MESHR “HIRHBFR" o
{BEMREN, MEARERIERATTARSR
SHPFERIEREHREIR TRRENREER.

X
RV P R
FEHE

AR RIS
“HRAVEERLHE” B “THIBIERNR" o
Ay, EURBHHRE. BUEIEERERHTES,

zu BEXTHARESE
%8 NFARFRHBRAEE, AXBRE
&2 S LT — SRR

d 8 . BETLATAHSRSARS

i AR, R LA A

k g,

-

g X

w HaWFaEsS

HEEHESS
A EEEHZERIE

i AR E





OEBPS/Images/image0111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12.jpeg
I
2017 EEMDE: 239 827 274 =7

37%
SHDENRR

MBI ENE





OEBPS/Images/image0101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9.jpeg
Rt WEEAT =t )

iEERT 24 \% %
EEEH (ASIEHEE ) vV % %
EENEE Vv Vv %
EEHEFE X L Vv

MEERERIRE vV S H—pHH
SEiED ARG Vv X X
iEHE5ERC % X b3
S5 NEDEE Vv X o
(#1143 ) iEEHHMIEE Vv X X
EIE SERERE vV X X





OEBPS/Images/image01014.jpeg
Hr 8 &8 O6
AOIFITL | e

ZEGRZEARM

W3S

ARERELDEERHREASEROERAS .
ARBELDTHZRMEE,
{EEBEFOREE . IARPHEHI.
ARBEBUTHALMTIEM,
EREENEESTAMFILTRATRZRE?

X
L mmnEE
+MNMRX

HENFER TR 2EEERRAEENEETH,
ERAEESLMEINZ PELIEA AEDHEME.

X
muniREEZ 5%

BBEREAEA
ZREBRITHAEREE
FETRERAELLRELS R, BT OIRFHSN
RAEAEMR BB ERS B 2N S0,
HENFERAREATHERISRAR.

X

SRR IFIAIE
MiHEMDEFRPRR

X

BRI R ENTICRE / F

(23 2 3 P e T o5/

AR






OEBPS/Images/image0113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5.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7.jpeg
“BEAN HE
Bz BrIX
RER
. WIRFZE,
BA” BAETE
ZEFRIP
LB TERS
A, “BBA
BESHIER
REETE
. XBFATME
“BEAN X
B BIEHER
tLEFERBEAS
. EIARE NN
Wik, ZEAH
TR EHTE
25

THALNE
&Rl

N AR E R
X#mENE
b (= 18 10 S 5
S5izHMEE
EiE

75 5EHE

HMERERS
SRLLE it
ek n

5B ANBRE
WD, 3k
ERRE





OEBPS/Images/image0102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42.jpeg
HEERPOMAERTE

SERRIEERT

st

{1323

5|1 SEEH

oS





OEBPS/Images/image0102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4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8.jpeg
-

/
SO





OEBPS/Images/image0114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9.jpeg





OEBPS/Images/image0114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2.jpeg
Hr 18 8 O/

OIS | ieoc.

— 5 —3 =
(REE5RY 3
@\ R e

7 e

mtEERIE L]
EREERBROSMERBRP, g
SRR AIE. ﬁ
AEISMPLRE A IERE, i
BRI L
RERETRRLY, BNEE, HERAKRTE, E3

o
FRHSIBRTROZEHR
£

EDHRE—
BREENAEXE

DETRESE
HEEFRR RERIRE Y
RASHEr

X

HERRES:
FHE“ BENRIR " MRS

SRR RAT
RS IR RBAA AR SRS .

HETE RSB Z.

X

I
FIRERIER MPRE &2
ARESEREE R
s





OEBPS/Images/image01144.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3.jpeg
ZFRER
BEIBIIME DekiRitE S
BRMEMSRRIEIR

BIFTEIR HHREE
e elERNSE Hosst BEFEREE

BB A%, FIFMERA RERFAIRIR
izt b X885
EREHEEH

MESNER
SIS HRERAIER

R
REEEANAFM
HEBFEER






OEBPS/Images/image01145.jpeg
ElfrR EEE g : (EIESCRHT RS

soE: FEAE RN TTEE R EEER 8% Sk
X ‘575" e F5xB
4 L4 L4 L 4
BUF. AR, TRBKR. EBAE A SRR Bl —
FRF. BT REEH, AERUTEILAE B EEALE
&% RS B HOXRLE
“WDREAIE : DI, N l
Bys ERRATEN e o 20

o EIIEIETS





OEBPS/Images/image0102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4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5.jpeg
# 18 & O
M OIFIFIL Rt

AR RS

R TR R AT SR~

N S, MEDH AR
06 mir %, GHBOBRRON, SSUREEE

g8
| D # E IRBER,
i ¢ 5
BF SUMNTA, XEXI
L1 F T A AR ES R
i
#
B
7
v R





OEBPS/Images/image01127.jpeg
-





OEBPS/Images/image01006.jpeg
EEFIRRRIBIIE N B TRBENABRPES , HATIATaE bR RERES

BT EHEBAERN IREZIEMINAALEBE S HEEEFRBE=FMN
ELOFSEE HEAOF/HEL
100%
80 88%
60 73% ]
A0 7%  eeesmm - —
20| _ .
_ 0

Sl ABTHammmALsE B EhArEsEsR





OEBPS/Images/image01128.jpeg
8BA B bi={on

- FEEADFIARMG EFES0 6l / £

< FEREERM EFAZES0 6l / F

- IRHIFIARHRRE Bk #IhER T
EA45H/F

+ 54 FEFRAMEISIRE SRR

* EBREENT AT RRINE R E 14
hET/F

BERYBSEI

BEESAR P

HIg 2 B B FRIBIREANEXER g i

BRH @ IS
FAEMIESYIE  OXEEAESTR. i {iﬂzmﬁ%ﬂ‘miﬁ;u%ifzﬁm)“k’
BRESERIMRA IR k






OEBPS/Images/image0112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09.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1.jpeg
=
O r
)
veryone
The ('%'Ei‘. N
o That Is Shaping
he Ne conom .
\
Y N
, Natna
ITCIG t





OEBPS/Images/image0101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2.jpeg
il

S an

100

30

99.6

B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EHRTE

98.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B =EBFp





OEBPS/Images/image0100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29.jpeg
IDVEG211170285506

RRITE o 5000 Moment RF





OEBPS/Images/image0100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0.jpeg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Naomi R. Lamoreaux
and John Joseph Wallis






OEBPS/Images/image0101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1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35.jpeg
A Radical Proposal
*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PHILIPPE VAN PARIJS  YANNICK VANDERBORGHT





OEBPS/Images/image0091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6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17.jpeg
ZFER
Bk

B

iR

NS NHR

BT

RETH

THASA

588
WNBEHEHERR
WNBEHEERTRNFT

Zm
e

BT LAFE 5 SR TE M
JFIEMATET

HEREZ(TEEIIEED

RERREERMIBX, 2
HFRER

5288
LHHRRSA

FERBMMERE LRIR
A9, FTURBERAEK
H—EBA

EBMESHIXHF RS

DAL EILEERANE

185, $SRIR R
]

s A& R S AER AR

MISHER

TREKATHESNESH
HHER

BilF
FERTRERRYIP O RTAL A, SBINHE
RS RHERENBRBRAOR™ R, WENERE

AT TERMAIGRRI B T

EFINARI, FESFIERIMPNMRRTIMNEIREE, Hi1ER
B, &, BRNEMENENSE™

FIREEST REEASE) Humana e T —MERE6HE, fld,
REFLISEIBRRORERS, HBMEHRIBMRHTEN

RAFCASA ZEIMLMN—RBERREFLE), EEMAEFHEEE™
&, MMEIESERBBE BRI IR

ATREEBYBOTREMH, GNRILER
KPEEREMUNSIETSASE

28] Hipp S—{ufEit

BENFINARMBRERAX Bribri WLEHEE. Bribri AS0it
{ila9t Sibu, #B{IME(S Sbu FETFESEYS , BEEIEE. Bx
IS Bribri FREATHE(E, TRREIRBUNEIMNFTRI0E, R
THERATAR]

ESFEARMASEZBI L MHERREEETR . BT —EERQ
BRE, FRRRAT AR BENERE, THAERSE
7. EAREMEEAR

BIF

FEBIGHIRCURE, flin, FERIATMRMBK, BHEFHRE
ETF—HRERRIBHESFHR

FIRERREDRELLR - %P (Fabian Ferraro ) EHERETL
FENRRERK, BEZRSE, ®EREHUTHEETER LR
FRFRABHOBRSS [ IR R





OEBPS/Images/image01039.jpeg
U HIC S0 A g

Prvate






OEBPS/Images/image01161.jpeg





OEBPS/Images/image00914.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58.jpeg
ABANDONED DIANE
TOILETS COFFEY
STU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DEAN
COSTS OF CASTE SPEARS
FOREWORD BY NOBEL PRIZE: CONOMIST ANGUS DEATON





OEBPS/Images/image0091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7.jpeg
WULOIBFOAI6E , WA 2SEFHE

6386 ... 1204.






OEBPS/Images/image01159.jpeg
SRR SEHIRIERR HEIRIESR SISREH
. Bl o BR « Bl « BHR
- i . 334 - e - e
BUR
Bt A tem+
(EXE: k)
. Gl DR - ihfE - Blis
«BE . b « SR . TR
EENEE, BEESHEA
- BERSSRNRE | SIABEESH
EIEEE seest
FREE e V8 i HE
mobE B HIHEA SHBA
RAMEENTENE | RAVEOISHEMEN | RENEAAEECE
EEFRARAR?
PRaRE? S| R ? FRSTH?
. HRAR
o - B
. BFHE « SHREAXELE
. BT « EREH
« BT (85 55) N i
« BEME ; o IRITE
. W . iaTiE
o EEREp)

« RIASE






OEBPS/Images/image0092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3.jpeg
R






OEBPS/Images/image01164.jpeg
XiREE | 5760
ICHERERE

I
AR R






OEBPS/Images/image0092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4.jpeg





OEBPS/Images/image0091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6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1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1.jpeg
e5AM/HERRX
X s | X xamesinn
>< L e ] >< AHBEEARRI3.0

>< A RET N R
X sk/EEn

X =smimmn

A, sty

Kra
i <

EHRAN/ S0






OEBPS/Images/image01163.jpeg





OEBPS/Images/image0092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2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67.jpeg
4‘

AaEE

HOLMES






OEBPS/Images/image00924.jpeg
SRBRIEOIH

. “IEZ8E"
g];@x?m U B@ig

B “TIEZE
MEENS, &
2t 2

Open IDEO
20

% B Open IDEO {2 & #9

18

17

16

15

14

13 - elFTE

12 ‘ S  HS, B
9 — ERIE. RIS~

10 - P LEMENRS, BT

— N eREBYUNIEKAT

8 EHHE
= B LAUNCH 1822,






OEBPS/Images/image01047.jpeg
L

vl
W\ 7 -





OEBPS/Images/image0116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6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5.jpeg
how american

families cope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y

jonathan morduch & rachel schneider





OEBPS/Images/image0116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7.jpeg
Hr 18 & O9
MSEIFTTIL | Rk

7 45RIERKY / zm

s 8
RS SeER A
RS 7
IEENEE P B
ERETRESPELSCWRIENT Qjé

EPLANEAS. AIARNSAKTE
EEHT A B OB EENSET

AlEERTESHEE

KRETR: HRMNE
AT GUBRFERHLAR
EXEEHE

i

/ FRB /
M= a5 g
BFEIRIETA
FESEXESHN

EFIEREDHIHN
“IeE”

AR
BESENNRE
WHRBEMEA . EUFHORBRITR
NS BERTS

TlREAER

IREEEAEZT el 5
PN T





OEBPS/Images/image0114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8.jpeg
Bl

IEEREREE
THESENEAER
HHRtER, FH
TENRX TS

BERRIE

B SRR BHIE
BELDREET 2
HRFRLARM
ARG BERT

MEES

HBARRI AT 3
HIPNLE
Hl, FILREE
BEREVIRE
BiR

M5
i

RULESZF
iR, (EFUA
MBS ERS

e avaPQes
ES

BIESIEIEIRA
LAkl REuthE
GFith T RN AL
KRBRHME
W, FEEEENMA]
SitR&(F





OEBPS/Images/image0115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5.jpeg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SERAE
E3L05E

1250

SEBRBR

SEPR LIRS

700 —

iTREX AR F RS A
FEAH

250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OEBPS/Images/image01147.jpeg





OEBPS/Images/image01026.jpeg
KEERMERRTE (AN ) BERIKER, ZEARKEMTINTRERS.

ST EFIEBA ISR REZIEMINAARTS L HEEERBE=FH
HAFSLL HAFSLE
100%
= — 87%
80%

60

40

39%

20| _|
. KR

AEEFHITEBE W B ERITEREE





OEBPS/Images/image01148.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1.jpeg





OEBPS/Images/image01153.jpeg
BRBR

Rk, LIRS

s BEIER B 2 e Tw
o EEEDRE «BRIGREH oD CBREEEE  BRETURR
« e s B o (ETRREA IR
AR (NFAN « UHEARRNE - BTOMARES « RIEENEN  © ABRERS
T ) EETE ) 2R « FHEESESH
WBET BORGRAKH - SESBANES  BUEPRAT « REBL
Bl = ot e o EADEARBEIENY
B - BRGNS =
s5p= « (EEEHE
k@
- E=ftis
CRBENSE o« GREETNEE « BENRAEP BORENER « TUORERE
 EMREEEEA  « RAMAHBA A ey ik
o REIESBR A USRS BREISISE  « RETRERE - ERkEES
CKEEERET  BARFEEE DERESE o« AsmES o BRSO
TR e CEBUKERRE  BERUEA < SRS
MEBR  (xF4.a9) o REIEAE CEREREET < B, ERREH
R A o SERAIRNL HETE B
o JTBNE
)
CBERMETEN  FT—RERBR « ASEETUNER MRS« FREEEET
BHEIRAE FE (BN BR BT e
sEn BRI =) o TABRIGR
pE  AMSHEHTE . SSRMBEDR o KEFE
e (ADREE
5L





OEBPS/Images/image0103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54.jpeg
60

50

FEE F=B2

REE





OEBPS/Images/image01029.jpeg
AWAKENING |
COMPASSION
at WORK

The Quiet Power
that Elevates People N
and Organizations -

Monica C. Worline and Jane E. Dutton

Foreword by Raj Sisodia, professor, Babson College
and cofounder, Conscious Capitalism, In¢.

n





OEBPS/Images/image0115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5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11.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3.jpeg
Hy 18 8 O8
ARBIFFTIL | R0

rmin  EER T

RIS SERSIRIHY “EMS” SRS
BARAS RN SRR,

A, BAERERESR
. Rl RASAS 0 RN
WNfAE R XS

EERERMPARRR?

st e L 28 EEAL
” SgEagh
TSRS iR ——
TERNER, (URSTERE, = a&m”
- Y
BUSRICRE

AFRBEFELHEREREFT
BERSIRRITE.

Sk 2

i~ RS R NP ST





OEBPS/Images/image00912.jpeg
0010110
® 1010001






OEBPS/Images/image01034.jpeg
AR AR R 7 =
B SRR IR R

60%

50

B2012%LAk
ThE23%

F

40

30

BB NCSED X T T

10

|
|
|
20 !
T
|
|
- RS R :

0

I 1 1
2002 2005 2010 2015





OEBPS/Images/image01156.jpeg
=]
Ss
=2
Ss
=

S8
s2
==






OEBPS/Images/image0091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35.jpeg





OEBPS/Images/image01157.jpeg
Collaborating

with the

Enemy

e o

How to Work with People
You Don’t Agree with
or Like or Trust

Adam Kahane

Bestslling author of Solving Tough Problems and Power and Love





OEBPS/Images/image01155.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8.jpeg
ANT FINANCIAL

EunhORRISE
ﬁ% 25908 #& -129500 &

A . T (D mmssEE ({wwkE






OEBPS/Images/image01061.jpeg
0 umop-toL

@

19

g8 ®m= B EHZ 5=
HES H 3 ¥ i%s
88— 3 A= Fa
2 1 — | vangmeizhu Piot Launch: B= X
53 245 | archtecunal renovaton, Z RS 3 Em
B i %§ Iancacapo ro-cestn and g iaF
Approval ofYangmotzhu I Dashilar Project rameworc §2 B | brandng.visoiiors 2 B2| intaton kekottand -
"ﬁ Planning Proposal | plan, curation and execution Sl @i S Mgz |  practico of Dashilar §85
Z§EE = L Piot Project H
4 3E R g & E ke
it g s i is 53 §
He ‘2 B®it B H
H PR ! H
H ﬂg RamR P
i ]
E £ 13
3 % ans
2 &8 &
Milestones
Yongmet Presrve The augure Sallog Gonploton of a— Dashir Dashlrprjoctat co
g tion and Renovation Design Week - with an Dashilar VI business Pilot launch Venice Bienanale Mic
Prlec e nd aray o avats athered v oy postioning e
eacuion- a ot w oahar et Srer, Konya Hara anaupgrad [T & &
‘project in Dashil | o} ‘and later moved to. ‘studio J B
Vergmath % g £
s
i 1 : . i |
e
g H 11 L Competonof the z2 !
5 oy nouse x ,
H Pgin onoading
] Eain Reovation | Gompletionot [ Settement o use o shared
2 BER of Landscape | the first nodal || of the frst courtyards Laun
] " ndarchius, | oot | mowienn womks
i wreitonst | anmectronon | "atvang: REGE et in
Vangmea o .
12 " i
& 44 g BEa- !
18 ] Bufe ;
AR X e
4 B BER
H i Baal
b L






OEBPS/Images/image0118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6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83.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9.jpeg
Why Some Social Movements
While Others Don’t





OEBPS/Images/image0118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7.jpeg
Q,; 2






OEBPS/Images/image01060.jpeg
’ TALEM SEHRBEE
2SR =55l 7T SEHE jfen

1. RBEBILK 1. BRI ERR 1. BB E e iR

FiERh O NRS HERZER

2. REESZ 2. REEERE 2. M EEiR
FREXR L MR BT HEIRE

3. BERIERIZ bR IEIES
HREEE 3. KB

4. £ RIZAE 2 RE M

FEHEE e






OEBPS/Images/image01181.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0.jpeg
STEMRTFHRED
BERER

LiAFHtH 32

Enio e
AR SRR

|- 3501

— T HRTETEEN.

LiERASHONY SR

itidie, SEHA—H

BRRIBK ST .






OEBPS/Images/image01063.jpeg
K 4= AR 5 i K

“ASESME" QTHERTO A o BMORAEET LR AR P
LA X BER A SIS RNEHR RN R £201 SRR

MRS S I T NI — RGP A SR RN
FRFENTUER RS~ ENBRARNFIE NS NESHR

A, RATREE MK AR W (7R R DA

##ﬂ MR SRR AR, SR, SFEEER [
RIHERHR-MRRR BRQTRNAEXBEZRANES2RNE

B, RE)RAMES SOLK, W_MRER2013EH201 4FNEE
BHREM, RENTENT:

. BRRitE S Az SET RS
- g R AR A

. EEREASERS

: IZE\QL‘H‘&E

‘ Local Business Upgrade Collaboratlo Bilot
. Craft and Design Pilot &

Dashilar Pilot
design profes: institutions, private or public
solutions

BPWON-= BDWN =
>
S
o
=
=
[
23
<4
=
83
<
[
8
Q
=}
R
L&
=
>
<
m

commercial ecology flourished In the form of specialized





OEBPS/Images/image01184.jpeg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EFBERAENPSENRINNER

ZENXRINS T

REIESEN
= FE[EE, RBHRE
n IRISTEAIdsR
» REABRFGRIARR
= EREERIDRRL “EDit”

LB S E R aEEEh

u LB FriER S
= HEBMATGRR, ATiHAERRRS
= S EIBRHAHAEE, AREETS
= SRR A RANER, HESR
SRORTHL. EIEHIRTARIEER
= EHHCTERSI S 5517
SEZNEEBIMBIE . YIEERORIE
1. EREMHREHEZ
" GBS EPRSHEERNFEMRN, TF2
BRI TS
= S5EWGEBIEHITEERE






OEBPS/Images/image00941.jpeg
#n
4
1%
#H

(%) 100
9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H sal

53D






OEBPS/Images/image0106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8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65.jpeg
FEREXT MBE{EE

Yl

HRAR

PG

REEE

LiEF

BEREEA

R FERIAIEZE.
{EEREAIRFOBARINE
RENRIRTIEIEAPR

MEfES| AR RIS
&0

BENMEES. %
ZE[EHA

REPAIEIR. TRER
Hi. Z5E/BRBX

BiFZR

EES. BFGER].
AR (ECANABIA K

SLREtkiE . ZahE )

FECM R R
H EEREROSEAR

AR

REKE . LieE . ARE

b

%
B m
[avasi|

»

B
&
ot
]

E [ B

BREERENED, 5
BARKHRRRE—,
WREE

B RE ERIENRSE.
EEREARR . 332, B

XHEIESCREAITARTFIEE AN

BEFFIERICHE, BRI
HREHARIEEES

R R TRE S YA
e, SEAAME

RE, BURSIHE
RIETERIERIESR
HEIR

ASRIRRRHATARY
Skt

REFERIZRERTS 28
BUeE, 850,
AIEAR R AR
TFRIRAARSS

JATERIBES, TR
BFRsdE, B850

ZHE/BF, WE
B S ABRMERIE
o, MIREFATiRS
ROLZ30 30RO E





OEBPS/Images/image01186.jpeg
ImNotLovint,com





OEBPS/Images/image0094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68.jpeg
EmRySEERARKR S I——

6012
eI

5012
=7
4012
ESTH
3012
e
2012
=T

1012
e

 EERARRH
o EERAREE

NS o 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OEBPS/Images/image01189.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6.jpeg
- | @
P S1id AND

&=
~® BY (  NaNEw
I GILDED AGE

= DAVID
CALLAHAN






OEBPS/Images/image01069.jpeg
o






OEBPS/Images/image01190.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3.jpeg
FIRST bR 5EIARE

S

PAIR 5iEERIT

B

$A% (PENCIL) SERXE

FER
48

FIRST db-RERMM, Fdb+
MHAEMEREE, B EARTNEA
REABOFRME STEM #E

PAR, fIFiRLE, AIFRKEF
ERURFERRS, HESKF
IR RAMR

BE, FALH, BOOTRLM
B ARIIE ., FIA (I8
ARIERKRE D RLRR, FHE
FHE ERINZEE

e AVEAIBA

BIAERAREN S RARE,
BREEFEITIEIARARED
FRSEEN, PRLMBER T2 288
FRLHHERAIEIN, SO TiEd e
HEIREH I TRGAE

RIBERTRARONEYIEER
HIBSERBEHIPA, FFEARIRAIE IR
B&ERE, AEAMNTZE
BESRARSS INE

BRI AN ZREREIN,
R TR RIFEL I M A
UUREEMAL, 2T LR AN
WHERSMARSME NS

me

FIRST A7 i Excel RIEEE
FIBMBEUE. BRI ST
EF Salesforce BRI HIFEE HE
B, LARBEhZAEE At AL
IRERINE 8B

PAIR 89iR 55 %k BTSN, &=
EHEEEYNERIEE KR
HREMER, BERER TR
ESVESEIE

“RE NRERIBENRES
FHFHOERDREEFNT
1. ZEIBAD B B2 T R LA
TETE

b2

— R KSR IR E A SRAIE
FE, LFIRST se3=EMEFA

AT PAR ISR ME RN
SUERERERE . XM LRIBIR
WEGREARER

RIS IRAIE NS A"
MW HRIREER, BTz
WIS E B IF B E BN 7R
FHB A A






OEBPS/Images/image01066.jpeg





OEBPS/Images/image01187.jpeg





OEBPS/Images/image00944.jpeg





OEBPS/Images/image01067.jpeg
Hr 8 | O4
ARBIFITL | IR

HiBE R eETICRIEER / &
FNE/F

RO
S RIEHMIRATES S

ATRELESIRI(CIR,
BAIBAMATHEF AR THIFH P BIMAOIIERR S AR A
TEER( SIS TIRSEAIRE

X

M EBEEDS

/1 VAN

“BRAAEEE. "
XENEEH T NROBE,
ERNE—HRESNFR,
BR—MTFHRMEASE.

MBI A BT IS 2R ABBTOCIFIR?

X
SR ECEARIMTHRTSTE

ARBIERR, STHURIATS, AMPEEHDFIAR,
AT EOHXESRERG SN, FAREREA—R
“BRRNFE" ERAFSEE5HNBN.

X
SO TAREERISIE

BHOLLIAY “ REEEFIRIE" HEEHHMERERD
BRI T RRENEFINHSRS .
XS ERAS(FR R TSN F N EISERRR?

PEHARRE





OEBPS/Images/image01188.jpeg





OEBPS/Images/image00927.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0.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1.jpeg
27 0% 2055 55
onmR 20 100RRR 100





OEBPS/Images/image00928.jpeg
Sz e 3 LS

== Filter }5 E
Q Do (] °
(¢ ® Stores / L"?),/s
Fe = S¢
@ @ Farmers Markets b / /s
@ Food Pantries / 6”’&, (
/ W B
@ Food Stamp Offices ), 25,/7‘0
T |
W 2%
& 2> ()
& P”ds,g S/Q
Sy 23rd SlreelE
27&"3

0O €.
2 @? O o
1/, Trader Joe$¥ 2, ‘78; The Horme Depol
qb w -
1fe|d Bridal & a st 2

Flatiron Buizging £
S

b
<

S

s M
‘+?z






OEBPS/Images/image01051.jpeg
FNTHRE

U]

AEZAIR0 0
XS

I DHHENE






OEBPS/Images/image0117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25.jpeg
Ktz I

BFESIRENEIZRAEF T, 2002—2015 5

1512
=7

14.712%5

RS IR

BEIR{HLRL et Tk 2R Rk, Mk
Hfth b7





OEBPS/Images/image0104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69.jpeg
ONSCIOUS
LLABORATION

I1TBEN EMMENS






OEBPS/Images/image00926.jpeg





OEBPS/Images/image01049.jpeg
HImHA\ R ER A AEFEREON SE&FERE—ReY

EMENNESUR @ EEmRzA IE[@: FIFMERAERA

MEERRER BREATEPENENRRESE  HEEEATSESESHSNERR
EHRBA SIS

FHIHEMA BB PEXETRNESS

EYATRRERENEFERZ AR REMEF- BT R .
ZFRER SRR XL\l S RIE AT RENAI(E Y . ICERLAR fth
B CHFBHIEFTSEIRNTE

RYATIZROARRZHSHEY | RRATZPROASREITLURHE IR PR

HIRER MR EARTBHEWEIR, EEHAIR LSRR
HERHEETRI
REhEE RN TR R ABFHR IR R0, SHHAYZIA KR LA SRS EE
REFETHRARERENZ KM
HFEEATZOMSH, REE | BRATZESEMREN AR Z B3R
FEETR HEXABPIOHRZERIHKRFE | EEEFE
Eilh=33
SlsFEE AT ESEEF TEIF0E RN TZERZ ETIE R RIS RAES

tiightE M THRR OISR M T B 2HS






OEBPS/Images/image01170.jpeg
Hy 18 1/ O3 ¥

= el#Em¥ie

B4 7= N

BIRERIEE

ZEERIHER R IR RSB RSN

BRUT NG RENNRAITE, FERAEEATLES
“ERETTPIER" . AR,

RIS R IRS R R AR AR

SRz E LAY

=t

EAHRESSEERKARFASNEREFNEEST—
HETHENETEI820%T.
ERESBENPRIETIE?

i~ 3%

i~ B S DR

StanfordSOCIAL
INNOVATIONReview

HREEEIRS AR

EFRROEERSEEECUART
EPaticBiRe: BeLRTHMMNE
BARA—EIRTIAYETTE), RMENIFER)
MR SZERE, X—2XE
RIS ERABRIFERTRR,
{ERAGTHEBEL TS ANTHE .

Hael S5 AR

L]
A FERESHORER
BNk SRUER





OEBPS/Images/image00931.jpeg
MONEY
SPENT

SECOND EDITION

A Strategic Plan
for Smart Philanthropy





OEBPS/Images/image01054.jpeg
shEsEERSRAS R II——

oo R A A
=

B ARFNNEN S

ZEEISE)

KIERRE

miﬂ

FASARAX





OEBPS/Images/image00932.jpeg





OEBPS/Images/image0092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2.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3.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0.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3.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4.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5.jpeg





OEBPS/Images/image00934.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7.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8.jpeg
3/4 BHFERIBROIBATHETESEWRANERE, IsERIFRIFE, HERHELRA
FERH— N FRIAERAL,

13% EHREpR

7% 2RRT

12%
0
22% BHMIDE
BITRAIE R
EBEHENSE

31%
=)t

8% FFErRIEIER L

2% IGRIERLL

BUEA ASZHRRIP SRR





OEBPS/Images/image00935.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8.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9.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5.jpeg





OEBPS/Images/image01176.jpeg
Qe PEEES g ’-:—B
= e y FERKEREES A
BA R RIHHEAS ; . @ L] ERIsBEERRY
B “FATRERH @ ERBRIN09 8 HaREPRTS, &
SRERTE | WRAR RON RERK A8 250 FEMLE E nHANERERER
B | & ‘ s
-—I PEENNRES —J
FERRRES J Muuts ] J ERAENES -J |
- Bae B0 ARBEENE
BASFRERLED B WIERE, %245 E i i
gt RPADARENFRR 25861 EARBES i i —_ i
HEomE 8 IS, Bit 425 MEERE
Se ot EHERIREMRTI, k) RIBRTRSERE
BRMEGD , B R, SRR
b F—E 2 BRAAE el
IS B RE, o . BEER2ARER
HERMIBRIFE, it i, R 00
piidmishimplglsod ENOSBEN T PTG

wE





OEBPS/Images/image00933.jpeg





OEBPS/Images/image01056.jpeg
PUTTING
WEALTH

Philanthropy for Today or
Investing for Tomorrow?

JOEL L. FLEISHMAN





OEBPS/Images/image01177.jpeg
ae IR

e

ML (UL e
==x & Er A






